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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民主：中国有无选择
亚洲社会的民主化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不过已经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稍后还有泰国、马来西亚，相继建立了民主体制。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印尼苏哈托政权的倒台，印尼也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近年来，缅甸在结束军人统治之后也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和其他地区比较，亚洲区域的民主化进程不算太慢。
但是，亚洲的民主和民主化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来区分三类社会的民主和民主化，即高收入社会民主、中等收入社会民主和低收入社会民主。
高收入社会民主包括亚洲最早民主化的日本和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从经济上说，这些地区都有类似的经历，即学界和政策研究界所说的“东亚奇迹”。不过，民主化之后，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韩国的民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协调得比较好，大众民主没有对其经济竞争能力产生过多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经济部门自治性比较高，民意不可能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政府也仍然能够在亲商和亲民之间保持平衡。新加坡尽管不被很多西方学者视为民主社会，但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和政治协调发展。但尽管有变化，韩国和新加坡仍然继续着往日“东亚模式”的一些主要特征。
日本民主已经成熟，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产生不了一个有效政府，其经济陷入了“高增长陷阱”，即到了高收入阶段之后，经济停滞不前。近年来，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引入西方式新自由主义来改造经济，但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台湾地区尽管民主化很平稳，但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韩国和新加坡。台湾民主化之后，民主政治没有任何边界，甚至到了泛滥的程度，演变成了民粹政治。政府在“天天政治”的环境下，无法有效运作，不能给资本提供良好的环境。同时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政府也无法提供有效的社会服务。这样，政府、资本和社会之间就进入了恶性循环，从长远看，必然反过来对民主产生负面的影响。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还没有寻找到一个在“一国”（基本法）之内的民主形式。近来政治激进化的发展，更令人担忧其政治经济前途。所幸的是，这些已经进入高收入社会的民主（民主化）过程相对比较和平，至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暴力行为。
东亚的另一个群体，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民主国家，包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20世纪60年代，泰国和菲律宾曾经被西方视为亚洲最有潜力的两个经济体和民主政治国家，因为当时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同时进行。但这两个国家并没有沿着西方的预期发展，而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今天，很少有人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民主政治是成功的。马来西亚的民主近年来也受到挑战，生存已久的政治结构在新的挑战面前显得能力不足。印尼的民主制度已经确立起来，但是否有能力来推动其社会经济的发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那些依旧处于低收入阶段的社会，其民主或者民主化的问题就更多，也更为严峻。这里最典型的是缅甸。在20世纪50年代，缅甸和斯里兰卡也被西方视为两个经济和民主可以一同发展的国家，但直到今天，这两个国家仍然处于低度发展状态。斯里兰卡长期陷入内战，这些年才得以稳定下来，但经济社会的发展仍然面临巨大的困难。缅甸长期处于军人政府的统治之下，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而文人政府（实际上是军人政府的“伪装”）也没有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现在，缅甸正处于民主化过程之中。但正如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化，今天缅甸民主化仍然具有巨大不确定性。此外，还有柬埔寨和越南，虽然具有合法的或者事实上的反对派，容易促成民主化的发生和发展，但民主化能否带来政治稳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则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民主化的两个问题
正是因为亚洲社会民主和民主化的复杂性，我们有必要讨论中国的民主和民主化选择这个问题。
在民主和民主化方面，中国有没有选择？这里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可以逃避民主化的过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内部的变革，各种要素都在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到来。对中国来说，民主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其实，“要不要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一个伪问题。首先，近代以来，追求民主一直是中国梦的一部分，而且到现在也没有放弃。不管在哪一个时代，民主始终是中国政治发展话语的重要一部分。其次，很多客观因素的出现也已经为中国民主提供巨大的内在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成长、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分化等等，都在客观上促成着中国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在利益分化的情况下，民主不仅仅表现为不同社会群体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更是一种分配利益的技术手段和制度安排。再次，一些形式的民主已经在中国发生了，包括多种形式的民主实践，例如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和基层的政治参与等等。
第二个层面，指的是中国是否需要选择自己独特形式的民主及其发展的途径。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中国的执政党一直在强调反对任何西方形式的民主，要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执政党的立场是关键的，因为其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所要追求的民主形式。不过，随着中国社会力量的壮大，中国最后的民主形式必然取决于执政党所代表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说，社会是否接受执政党所定义的民主，也会影响到中国的民主形式。不容否认，执政党所定义的民主形式和今天中国一些社会力量所接受的民主形式，仍然具有不一致性。执政党对中国的民主形式仍然处于探索过程中，在反对照搬西方模式的同时，寻求适合中国本身的民主形式。不过，“中国模式”到底是怎样的？这仍然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另一方面，一些社会群体则倾向于选择西方已经确立起来的民主模式。
为什么具有这样的不一致性？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执政党还是一些社会力量所定义的民主，都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把民主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在西方，民主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是作为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即使今天的西方已经把民主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在很多方面，民主仍然主要体现为一种制度技术手段。而中国从一开始就把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来追求的。这导致了西方和中国在认识民主问题上的分野，也导致了中国执政者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野。那么，具体说来，这种分野是如何产生的呢？这里至少有两个重要根源。
 
认识民主问题上的分野
首先，在中国开始追求民主的时候，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确立起来，并已开始把民主提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来输出。今天非西方国家的民主，是西方殖民地主义的产物。不过，西方在殖民地统治期间，是不讲民主的，至多讲一些法治。西方国家把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来推广，不过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在古希腊就已经存在，但阅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不难发现，民主只是一种政治手段。亚里士多德描述了希腊城邦国家所实施的各种不同政治制度或者制度安排，民主只是其中一种。从价值判断来说，他也并没有觉得民主有多么好，因为民主离暴民政治只是一步之遥。对民主尤其是激进民主的批评和反思，实际上也是西方学界的一个传统，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献。
但是，当民主被整合和提升成为一种代表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时，就产生了一种“所有好的东西都是挤在一起”的现象，也就是说，把西方所有好的东西都归结为民主。或者说，在西方的意识形态里，人们倾向于相信，是民主政治带来了今天西方的所有成就。但事实并非如此，西方近代以来的大部分辉煌成就，和民主尤其是大众民主并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民主这种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意识形态，对西方以外的国家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非西方国家，都把民主视为必须追求的、能够使得国家强大起来的政治价值。中国知识界自近代以来引入了大量的关于西方民主的正面资料，而有意识地忽视了那些反思和批评民主的文献。这种有选择地引入的做法，很能反映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态度和价值评判。这种情况到今天都没有得到改变。
其次，这种分野，与民主在中国是从无到有这样一个事实有关。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民主传统。根据钱穆先生的说法，中国历史上也是具有一些民主成分的，例如，分权、皇帝统而不治、地方自治等等。这些也属于民主因素，在西方的民主化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些因素的存在，并没有促成中国形成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把西方成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民主与法制”，相信民主在先，法制（治）在后。但西方的实际过程恰恰相反，是法制（治）在先，民主在后。有了法治基础，才发展出可行的民主。所有西方国家在进入大众民主之前，都早已建立了有效的法制和法治。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法国大革命被视为激进的民主化，但由其形成的激进政治传统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法国的政治生态。真正促成法国进步的是大革命之后的“反动”，尤其是拿破仑时期确立的“拿破仑法典”和官僚制度建设。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政治在后，这才是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
但在中国，尽管许多人都追求民主，但一旦掌握政权，便发现原来所追求的民主过于理想，既实现不了，也很难用于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因此，执政者就要去寻找另外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制度手段。也就是说，一旦“民主”革命成功，执政者对民主的立场就发生变化。但一些社会群体的立场没有变化，这便产生了执政者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歧。这种情况发生在民国时期，也继续存在于今天的中国。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一般民主政治研究中的重要命题，即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是在本国社会政治条件下、在当地政治历史实践中产生的一种制度性结果，那么它究竟只是符合西方文化和实践的一种制度形式，还是对世界各国都具有普遍意义？
 
民主化的促成因素
这里就引申出几个相关的重要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是否具有不同的民主观？即使在西方，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代表一种观点，认为民主的价值观、模式、内涵只有一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其他的文化传统，如儒家和伊斯兰教文化，是不支持民主制度的，东正教文化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他观察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在欧洲形成了一条新的“文化冲突线”，这条线从欧洲西北的波罗的海三小国开始，延伸到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再到欧洲中南部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在这条线西边的国家大多属基督教新教或天主教文化的影响范围，在这条线东边的国家则受东正教或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因此，他认为，基督教新教文化是民主制度的发源地，天主教文化可以支持民主制度，而东正教文化传统则很难做到这点。在亨廷顿看来，未来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将发生在这条线以东的东正教、伊斯兰教文化传统与这条线以西的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统之间。
亨廷顿的文化决定论当时受到了很多挑战，其学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不同意这种观点。福山著文《历史的终结》，提出西方民主是人类最终的政体形式，它不仅具有普世性，而且必然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就东亚民主来说，福山借用了当时美国哈佛大学华裔学者杜维明关于儒家文化研究的个别观点，认为儒家文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王权儒家文化，代表的是专制文化传统，另一个层面是日常生活中的儒家文化，这部分文化传统可以与西方的民主文化相衔接。
福山据此认为，东亚国家20世纪80年代之后之所以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儒家文化传统与西方民主文化传统接轨了。但值得注意的是，福山尽管因为此文而名声大噪，但此后几乎一直在修正此文的观点。近年来，有鉴于西方民主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所面临的困局，他甚至开始出现批评西方民主的倾向。最近，福山在美国《民主季刊》2015年第1期上发表了题为《为何民主表现得如此差劲》的文章，称：“总体来说，在过去45年间，全球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自2006年以来，民主开始衰退……特别是2014年，民主的表现更是差强人意。”
政治学界许多学者往往将文化因素在民主和民主化中的作用，视为是不可验证的，因为很难在文化要素和民主政治之间找到因果关联。
除文化之外，另外一个广受强调和重视的因素，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鉴于西方民主国家社会经济发达，很多学者试图找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一般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民主往往变得不可避免，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和社会的教育水平、利益分化、政治参与意识等联系在一起，而这些都有助于民主的发生和发展。
不过，这里马上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如果说社会经济基础是民主化能够取得进展的重要指标，那么为什么在有的亚洲国家特别是新加坡，其社会经济基础足以支持一个成熟的（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却依然未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呢？再者，就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如多党制和选举）来说，任何一个社会，不管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是可以民主化的。前面我们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把亚洲社会分成三类，即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社会，可以发现，这些社会，有些已经成为成熟的民主社会，有些正处于民主化过程中。
尽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但民主化了的社会都具有西方所定义的民主的特征，即多党制、选举、政党轮流执政等。但不同地方的民主化效果是不一样的。人均国民所得（GDP）一万美元的国家或人均国民所得两千美元的国家，都可以实现民主化，但两个国家民主的品质截然不同，前者通常表现为和平理性，后者则往往表现为暴力和非理性。同时，民主政治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在亚洲，一些社会在民主化之后，政局不稳，导致低度发展；一些社会则在民主化之后陷入了长期的中等收入陷阱；还有一些原来已经达到高收入水平的社会，民主政治无从形成有效政府，从而走向民粹主义，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由于文化和民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对应关系，学者们转而强调一个社会的领导者对民主的态度的重要性，认为一个国家能否走上民主化道路，最重要的是领导人的态度，民主化进程主要取决于领导人在特定时刻所做的决定，即他（她）是否抓住时机引导国家走向民主化。从经验上说，领导人的决定的确在一个社会的民主化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但这又怎样呢？领导人可以促成社会的民主化，却没有能力决定民主的品质。亚洲社会并不缺乏对民主具有虔诚信念的政治人物和理想家，他们终身追求、践行民主，但并没能给他们的社会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反之，那些对西方民主抱有怀疑甚至抵制态度的政治人物，反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生前或者身后常常被那些信仰民主的人们所批评甚至攻击，但正是他们造就的社会经济发展，为他们的后人奠定了坚实的民主基础。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具有讽刺意义。
实际上，对形成今天世界民主格局最具影响力的，是被西方有意和无意忽视的地缘政治。西方在推行民主过程中，往往把西式民主包装成普世的东西，却把地缘政治这个关键的要素排挤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例如，在“第三波民主化”出现之前，各国政治精英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竞赛，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社会主义阵营的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阵营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弊端逐渐显现，其经济相对于西方国家日益落后，没有了竞争能力，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魅力也逐渐消失。苏联实力不可避免的衰微，也使它不得不结束冷战，在和西方的地缘政治之争中落败。正是冷战国际格局的终结，大大促进了民主化浪潮。
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的发生，有效鼓励了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再次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把民主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实际上，一些研究民主化的学者，如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20世纪末就预言第四波民主化即将在中东、北非等专制国家发生。民主化的确在那些国家和地区发生了，但不是内生的，而是西方地缘政治延伸的结果。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占领和其他种种推动民主化的努力，很难想象这些国家和地区会实现民主化。不过，结果又怎样呢？这些由外力推动的民主，是否符合当地人民的愿望呢？
 
民主化的几种趋势
今天，世界又进入了一个地缘政治大变动的时代。就民主来说，这个时代具有如下几大倾向或者大趋势。
第一，尽管西方仍在努力向非西方国家推行民主，但也开始反思大众民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比如，欧洲面临难以为继的高福利制度的弊端；美国的民主政治演变成为两党互相否决的制度；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呼吁一个有效政府，但民主政治满足不了这个需求。同时，由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内部问题，其外部影响力也开始逐渐衰落，这又会反过来影响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因为后者往往是西方地缘政治扩张的产物。
第二，随着西方地缘政治力量的相对衰落，非西方世界抵制西方式民主的力量不可避免会增加。西方力量的衰落意味着外在压力的减少，让抵制西方式民主的社会变得更有信心。而那些一直仇视西方式民主但又引入了民主制度的社会，主要是中东伊斯兰世界，更会主动向西方民主进行挑战，造成当地的无政府状态。这个过程已经开始，未来如果失败政府增加，形势会变得更加严峻。
第三，一些已经引入西方式民主的社会也会开始反思，并且修正西方式民主对本地社会所带来的困惑。从民主扩展的历史看，在非西方世界，当民主来到的时候，人们往往给予很高的期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民切身感受到民主不是医治社会问题的万能良药时，他们就会开始反思民主，修正其民主形式。当然，修正民主并不容易。一些社会陷入了“选举陷阱”，难以自拔；但也有一些地方则能够通过政治强人，纠正原来制度的缺陷。
第四，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形式。这里，中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其政治制度的发展必然要和数千年的文明具有一致性。民主无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解决政治问题的制度安排，其是否有效运作，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和自己文明的一致性。没有这种一致性，中国民主也会遭遇亚洲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困局。
如果说抵制任何形式的民主的发生在政治上并不可行，甚至会导致政治的失败，那么不加选择地引入西方式民主，也会导向同样的结局。换句话，如果说民主不可避免，那么民主也不可避免是多元的。未来的历史会告诉人们，赢得最终胜利的，是那些能够找到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模式的社会。
本书是笔者过去数年来对不同社会的民主和民主化进行研究之后的一些反思。这些文章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过，这次之所以结集出版，是因为笔者相信，文中提到的很多问题与当代中国密切相关，而文章集结在一起，更能清晰、完整地表达我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看法。同时，为了使全书更加衔接和连贯，笔者对个别文章中重复的内容做了必要的删减和调整。
和我此前的几本文集一样，本书得以出版，也离不开浙江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利波女士的关切和努力，在此笔者对她及两位责任编辑陈庆初、张炳剑的付出表示感谢。如果书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当是笔者的责任。
 
2015年3月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第一部分 当代民主之危机



21世纪的政治秩序危机
美籍日裔作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心观点很明确，即西方式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的最终政体形式。苏东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让福山的观点不仅在西方声名大噪，也很快传播到那些仍然是非民主的社会。
若站在今天的世界，不知道福山会如何看待民主政体。诚然，在那些还没有成为民主的社会，人们仍然在努力争取民主，历史似乎在沿着“历史的终结”的道路前行。不过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民主政治秩序，已经很难是“历史的终结”。在非民主社会，民主化的确在摧毁着原来的各种政体，但民主化也同样在摧毁着原来建立起来的民主秩序，而民主能摧毁原来的秩序，却很难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在21世纪的世界，我们注定要面临一场深刻的政治秩序危机。
 
街头：人民的暴力运动
在泰国，政党之间的恶斗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不管哪一方成为反对党，都能动员到足够的政治力量，推翻现在的执政党政权。反对党要求政治改革，以冠冕堂皇的口号动员甚至挟持社会力量，执政后却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近年来甚至发展到抵制选举的地步。没有政府，谁来进行政治改革？反对党会说，人民。但谁是人民呢？人们看到的是各种不同利益的社会群体，而找不到政治人物口中的“人民”。
印度的例子更为典型。从人口规模来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英国殖民统治结束后，印度的民主运作得相当不错，尽管各种社会冲突一直存在。但现在则出现了新形式的街头运动。日前，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示威者占领了市中心，导致交通瘫痪，发起者便是新任行政首长基杰里沃夫（Arvind Kejriwal）。起因是直属于联邦政府管辖的内政部，拒绝将四名涉嫌失职的德里警察停职，基杰里沃夫因此发动示威，试图迫使中央政府就范，交出首都的警察权。由当政者搞街头运动比较罕见，但其支持者认为，印度所谓的民主政治的腐败已经根深蒂固，需要用非常的手段才能破旧立新。
在乌克兰，因为2013年政府暂停与欧盟签署联合国协定，引发了政治危机，反对派要求现政府下台，执政党当然不肯。为了“妥协”，政府提出让反对党“权力分享”的计划，但反对党不接受。双方之间的暴力还在进行，人们仍然不知道如何终止这场危机。
不仅新兴民主社会如此，西方发达民主社会也经常如此。街头政治成为这些民主政治的共通点。首先，所有街头政治表面上都表现为“人民”对抗“政府”，具有吸引人的政治口号，也就是抗议者所提出的“理想社会”，抗议者（及其口号）能够动员很大一部分社会群体参加。其次，抗议者都会强调运动的“和平”性质，但在过程之中往往出现暴力。最后，受各种内外环境的制约，执政党很难简单地使用暴力机器来控制街头运动的暴力化，往往使得国家和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
 
幕后：精英群体的斗争
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固然普遍存在，但不是街头运动的唯一原因。除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街头运动还体现了更深层次的精英群体之间的矛盾。
其一，街头政治是不同政党之间争斗的结果。政党是由精英组织起来的，普通民众只是各政党动员的对象。尽管民众的参与构成了街头运动，但获益的则是少数政治精英。
其二，街头运动往往表现为中央精英与地方精英之间的矛盾，印度的例子便是这样。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国家，中央集权是现代所有政治体制的共同特征。但中央集权不见得能够提供有效治理，相反还经常遏制地方（一线政府）的创新。日本社会也呈现出这样的现象，在中央政府找不到改革出路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挑战中央，寻求地方的突破。北美、欧洲等地也都存在类似的争斗。
其三，街头政治也表现为新型与旧型精英之间的矛盾。不同社会阶层的精英之间，矛盾一直存在着，但当代社会经济形势变化迅速，导致社会阶层的快速变化。当现存体制不能及时调整来体现新兴社会阶层利益的时候，新兴利益社会阶层经常会诉诸街头运动。
人类的社会政治秩序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从传统社会地方化了的政治秩序，到神权政治，到帝国，到基于主权国家概念之上的君主贵族，精英民主，再到现代大众民主。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秩序，是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的产物。产业革命导致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大量的财富被创造出来，继而促使大众教育水平提高。法国革命则创造了“人民主权”的概念，政治平等、社会公正等成为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追求这些权利也构成了近代以来民主化运动的主轴。
实际上，民主政治秩序并非各种革命所创造的抽象概念的产物。英国自由主义先驱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认为秩序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没有秩序就没有社会，秩序是自由的前提。在西方，国家基本制度大都是在高度集权的君主贵族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体制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秩序，提供了资产阶级成长的制度环境。资产阶级成长起来之后，君主贵族政治开始转型，用代议制的形式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各种调和阶级利益的机制也被创造出来。因此，马克思把近代民主视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其后，民主不断与时俱进，最后实现了“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
从理论上说，大众民主似乎实现了法国革命提出的政治平等目标。但在操作层面，不管怎样的民主形式，人民永远都成不了自己的“主权者”，人民只是获得了选举领导人的权利，很难自己行使统治权，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因此把民主定义为“精英之间的竞争”。精英之间的竞争为人民提供了实现各种政治权利的机会，包括言论自由、政治参与等。只有到了社交媒体时代，这种情况才出现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民主是精英之间的竞争，精英共识可以说是民主的前提条件。精英之间有共识（共同的道德准则和水平、共同的意识形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等），民主便可运作起来。一旦精英共识消失，民主便会死亡。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为糟糕。20世纪60年代，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著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主题，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秩序至为重要，但要建立秩序则不易。西方社会的议会政治到了非西方社会，往往演变成街头政治和暴力。在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各种条件，如缺乏阶级、阶层的妥协机制，没有精英共识等，经常造成无政府状态。
即使是在发达民主国家，大众民主的生存和发展也开始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在所有民主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的不对称已经造成了“弱政府”、精英共识的消失、政府和社会的对立，对民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威胁和挑战：呼唤新秩序
当代民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首先来自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没有政府可以宣称自己拥有经济主权，所有的经济要素都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同时，各国的政治主权则越来越强化，“一人一票”体制下，政府由人民选举所产生。前者意味着政府必须“亲商”，否则资本流失，税基就会越来越小；后者意味着政府必须“亲民”，“一人一票”体制下，社会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两者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
其次是现代产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现代产业，无论是金融业还是信息产业，都倾向于产生一个极小的富翁阶层和一个极大的穷人阶层。传统产业所塑造的庞大中产阶级，在现代社会没有了经济基础；基于中产阶级之上的传统大众民主，也失去了其往日的社会经济基础。因为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等，掌握大量财富的极少数人，必然通过各种途径来影响政治过程，结果造成一些学者所说的“一元一票”的局面。一个国家的穷人越多，钱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就越大。
再次，与全球化紧密相关的社会高度流动性，也构成了对大众民主的挑战。无论是高端人才还是低技能劳工，都在各国之间流动，闭关守国意味着死亡。但社会流动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最显著的就是“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矛盾。民主意味着为“本地人”服务，但全球化则产生了大量的“外地人”。欧洲、亚洲都是这样。这种矛盾在移民国家表现得尤其显著。这些国家大量的外来人口在经济上贡献显著，但不能享受政治权利。
对大众民主构成威胁的，还包括正在促成真正大众社会来临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制造和设定政治议题，人人都可以成为政治家，甚至革命家，可以动员相当大的社会支持力量，对现政权构成巨大的压力。在大众民主时代，民主已经演变成人民的世俗宗教，人们都相信，通过民主可以争取到自己所想得到的东西。法国大革命以来，权利“人生而有之”已经成为普世的信念，但只有到了社交媒体时代，人们才有了争取权利的条件、争取权利的“权利”。
一人一票、社交媒体等都在改变着传统的精英民主局面，而接近实现真正的大众民主。民主的运作要求“一人”贡献“一份”（经济）。如果说，人性的光辉（追求自我实现的理想）决定了“一人一票”不可避免，人性的弱点（不变的自私本质）则决定了“一人”贡献“一份”的不可能。只要存在着任何可能性，人们便会追求实现“政治权利”，而不会做经济贡献，用政治权利来挟持政府，得到经济利益，这样便出现政治权利和经济贡献之间的结构不对称。这个不对称便是西方民主危机的核心根源。
这种不对称也必然导致弱政府。民主意味着“民意”，民意意味着“精英共识”不再重要，意味着“精英共识”的消失。一旦失去“精英共识”，传统民主形式便面临死亡。这与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说的职业政治家群体越来越不相关，钱（富翁）和选票（也是钱）变得至为重要。
对21世纪的民主政治，人们需要回答一些根本性问题：越来越多的新因素在瓦解着传统民主秩序，如何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呢？这种秩序有没有可能建立？会是怎样的形式？又由谁来建立呢？
人类社会一直处于秩序和失序的循环中。新秩序出现的前提就是无秩序。只有到了人们无法承受无政府状态的时候，才会出现权威，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今天全球正在经历的民主秩序危机，是否也意味着一种新政治秩序即将来临？这种新秩序会不会继续是民主呢？如果是民主，会是怎样的民主？如果不是民主，又会是怎样的秩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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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主危机：西方学者怎么看
近年来，民主再一次成为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最热门的话题。当然，这次的热点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初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相反，这次大家热烈讨论的是民主所面临的危机。西方的一些政策和新闻杂志如《国家利益》、《外交政策》和《经济学人》等，连续发表文章和评论，讨论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作者所使用的标题和概念，就会大概知道他们要探讨的问题，如“民主的衰落”（decline of democracy）、“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民主的回撤”（democracy in retreat）、“民主的倒退”（democratic reversal）等。
的确，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今天的民主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深刻的危机。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主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表现为不同形式。
民主到底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和危机呢？我们先来看看西方学者的论述，他们是如何看待和诊断今天西方和非西方民主所面临的问题的。
 
西方民主的危机：冷漠与激进化并存
简单地说，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普遍呈现出一种特征，就是两种极端现象的共存：一方面是公众对民主制度的普遍冷漠，另一方面是西方社会的激进化。公众对民主的冷漠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例如，发达国家的选举投票率一直不高，民众并不认为民主与自身利益有很高的相关性。但社会的激进化则是最近的现象。西方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出现激进化，此后就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在很长时间里，激进化一直被视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现象。最近西方社会再度激进化，主要原因在于其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欧洲的希腊和西班牙的社会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激进化的体现。
民主衰落的最直接原因在于中产阶级的衰落。中产阶级可以说是当代大众民主的主要力量。美国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有句名言：“没有资产阶级，便没有民主。”那是指早期精英民主时代。对当代的大众民主，人们可以说：“没有中产阶级，便没有民主。”很多学者，包括亨廷顿和利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都把民主和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中最渴望自由、并且也有能力去追求自由的阶层。但现在的情况与这些学者的期望刚好相反，中产阶级似乎不再渴望和追求自由了。当然，在这种现象背后，人们需要提出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西方的中产阶级到哪里去了？
不过，民主与政治参与之间始终是有矛盾的。民主需要政治参与，也就是说民主需要民众一定程度的政治热情；没有热情，表明没有政治参与的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冷漠是民主的敌人。不过，如果政治参与过度，民主又会发生危机。西方社会在20世纪六七年代所经历的民主危机，就被西方学者称为过度参与危机。如果每个人都积极参与政治，就会使得民主制度负担过重。
但是，光强调西方民众的政治冷漠远远不够。政治冷漠背后有其深刻的原因。实际上，在政治冷漠的同时，西方民主也出现了上面所说的激进化，那就是“街头斗争”。民众选择街头斗争这种形式，而非正常的、制度化的途径（如参加选举），有很多原因，其中主要的因素是民众不再相信这些既定的制度参与途径，仍然有能力解决民主所面临的问题，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他们要另辟蹊径。虽然历史地看，街头斗争其实是一种很古老的参与形式。
 
非西方民主的危机：劣质化
在非西方社会，民主的情况更为糟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民主要么已经失去其进步的动力，要么沦落为政客操纵的民粹主义。在埃及，伊斯兰主义运动在推翻旧政权之后，便挟持了民主，试图重新把国家转型为宗教政治。在泰国，民主不仅没有使国家的各个社会阶层更加融合，相反，正在有效地分化着社会，使得国家经常处于无政府状态。在俄罗斯，尽管苏联解体之后，出现了多党制、选举等西方界定为民主的东西，但实际的人权状况一定程度上在恶化。在乌克兰，民主只是腐败的寡头政治的轮流执政，与民众没有多少关系；分裂的政治力量更导致国家面临外力的干预，陷入分裂的危机。
可以说，在非西方，很难找到几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方面，民主还继续在扩张，或者说民主仍然是非西方国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或价值，从而出现了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泛民主主义。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在进行政治建设或改革时，会缺失“民主”这个概念，大家都认为需要民主，也相信自己在追求民主。但另一方面，伴随着民主快速扩散的，是民主的“劣质化”，所有这些社会只有西方式民主的表象，而没有西方式民主的实质。不过，人们应当意识到，民主的回撤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民主无论在西方内部的扩散，还是从西方向非西方的扩散，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过。亨廷顿在讨论“民主的第三波”时，已经讨论到民主的“倒退”问题。所有客观的学者，从来不认为民主扩散具有必然性。在讨论民主时，很多学者都会讨论到民主的“倒退”问题。只有那些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学者和政治人物，才相信民主的必然性。民主的“倒退”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根据亨廷顿的看法，近代民主从开始到20世纪末已经经历了三波。所谓的三“波”，带有一种大海潮汐的意味：浪潮来的时候，许多国家纷纷建立民主政治；潮退的时候，有些国家又回复到专制的状态。根据亨廷顿的说法，第一波民主浪潮发生在19世纪早期，主要是民主在西方文化圈的扩张，其标志是普选权扩展到了白人男性。在其顶峰期，产生了29个民主国家。直到1922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上台，第一波民主出现倒退，低潮的时候只剩下12个民主国家。第二波民主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获得了战争的胜利，民主也随之扩张。到1962年达到高潮，当时有36个国家被视为民主国家。但第二波民主也同样出现回潮，在1962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民主国家减少到30个。
当然，人们对这两波民主浪潮所产生的民主国家的统计数字，也具有很大的争议。白人男性的普选权，在很长历史时期里是有各种财产限制的，而女性和少数族群的投票权，更没有考虑进去。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民主国家的数量就要大打折扣。例如，瑞典一直被视为第一波民主化的国家，但该国直到1971年才把普选权给予女性。实际上，前面两波所产生的民主政权，是人们一般所说的精英民主，而非今天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
第三波民主化始于1974年葡萄牙的内部变革，类似的政治变革在20世纪80年代扩展到拉丁美洲，在1986年至1988年间扩展到亚洲（如菲律宾、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然后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的东欧国家。从数量上看，这一波成就最大，在此之后，有100多个国家被视为民主国家。不难看到，第三波的民主大都发生于非西方国家。根据亨廷顿的理论，人们可以把现在的民主危机视为民主的“倒退期”。
 
民主面临的五大威胁
不管怎样，今天的民主政治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这些威胁导致了“民主的倒退”。西方的一些主流学者指出了如下几个主要威胁。
第一个威胁来自非西方世界的“竞争性权威主义”和“模拟民主”（imitation democracy），也就是说，非西方社会的新兴民主中，“非自由主义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越来越多，威胁着西方真正的民主。在这些“非自由主义民主”中，很多国家使用民主的制度和话语，来维持实际上的统治者个人或者统治集团的权力。
第二，西方民主更面临来自权威主义的政治威胁。其中，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形成是有力挑战。从历史上看，民主是和富裕联系在一起的，民主社会一般也是富裕社会。这里隐含的逻辑就是，“要富裕，找民主”。但中国的实践则很不一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即使不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同样可以致富，并且以更快的速度致富。中国模式可以表述为“市场经济＋权威主义政治”。这种模式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仍然处于贫穷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之于西方民主的威胁在于，中国模式提供了有别于西方民主的另一种选择。
第三个威胁来自西方国家本身，也就是原来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衰落。主要在于，支撑西方传统民主的基础，在当代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前文所讨论的中产阶级的衰落就是一个主要因素。
第四个威胁来自西方国家无力把其价值观和其外交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指的是民主扩散过程的政治动力危机。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扩散，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人为推动的过程，其中西方政府的推动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很长历史时间里，西方各国总是能够把其民主价值和其外交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在冷战期间和之后，或者说苏东共产主义政权解体之前和之后，尽管这种结合并不总是成功的。
实际上，西方民主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苏联存在的时代，西方视共产主义制度为大敌，西方文明圈里的国家能够团结起来，聚焦于其民主价值，使用各种方式来扩散民主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民主之所以能够迅速在非西方世界扩散，同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所拥有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优势分不开。但今天，西方已经对价值外交力不从心了。例如，一直致力于推动西方民主全球化的美国，现在也变得更加“内向型”了。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不仅是为了反恐，也是为了推行民主，而现在，尽管这两个国家的民主没有一线巩固的希望，但美国由于国力的衰退，努力想从这两个国家撤出。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不愿意有力干预叙利亚，对乌克兰局势也一筹莫展。一旦西方民主的“输出国”缺少输出能力，不仅输出过程没有了动力，连现存的非西方民主也会出现问题。
民主的第五个威胁来自对民主的简化。无论是西方内部还是非西方国家，民主越来越简化为单一的选举。选举本来只是民主的一个部分，民主还有比选举更重要的要素，如道德价值、文化传统、精英共识等。但现在的民主过分强调选举，忽视了民主的其他价值观和法治。“没有选举，便没有民主”，这是西方的信念，因此西方不仅自己注重选举，而且还大力在非西方国家推行选举，似乎一旦有了选举，这个国家就可被视为是民主的。同样，这也是非西方社会的信念。非西方世界的民主争取者，无一不把选举作为目标。正是这种简约，使得民主失去了其传统的核心价值，成为政治人物获取权力的唯一工具。
当然，对民主构成威胁的远远不止这些因素，但这些因素是大多数西方学者所认可的。不难发现，不管什么样的因素，都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即西方民主内部的问题、非西方民主所面临的问题和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传播与扩散过程的问题。对西方学者对当代民主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的民主所做的分析，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和评估，但如果从这三个层面来讨论民主问题，的确可以促进和深化我们对21世纪民主所面临的挑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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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主出现了什么问题
在讨论当代民主危机时，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两个很有意义的问题。第一个是针对西方民主的，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民主的危机，到底是因为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还是由目前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缺陷所致？第二个问题是针对非西方国家的民主的，即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倒退并且转向权威主义，到底是因为这些国家希望权威主义的统治，还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民众对现存的“半民主”状况不满？
这两个问题对人们分析当代民主问题具有指引作用，即引导人们提出更为深刻的问题。人们不难从这两个问题出发，再来深入讨论至少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民主发生在西方和非西方，并不是说西方和非西方民主所指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民主在西方和非西方的表现形式是否不同？民主是从西方扩散到非西方的，至少两者的民主处于不同的阶段。
第二，西方把自己的民主视为自由民主，但这种民主并非从来就是这样的。即使在西方，民主也具有历史性，传统的民主制度和现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模式很不相同。所以，如果民主具有阶段性特征，它就必须是变化的。
第三，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经常出现“倒退”，即退回到原先的权威主义体系。也就是说，非西方的民主往往呈现出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的根源是什么？是民主形式出现了问题，还是那里的社会出现了问题？
第四，发展中社会民主的倒退，或许是因为人民对民主政府的不作为感到不满意，或者是对现存的“半民主”状态不满意，这种现象在发展中社会非常普遍。很多人对民主现状不满意，希望现在的“半民主”状态演变成为西方式的“全民主”状态。很少有人会说民主形式有问题是因为民主程度不足。这里又可以提出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发展中社会的民主，往往是“半民主”而非“全民主”？为什么“半民主”状态很难转型到“全民主”状态？这种转型的困难到底是因为制度设计、政治精英等人为的因素，还是因为其他的客观因素？
 
西方：全球化时代的民粹主义困境
首先，民主是具有历史性的。人们把西方民主称为自由民主模式，但这一民主模式产生的时间并不很长。现在，很多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把非西方民主统称为“非自由民主”、“竞争性权威主义”和“模仿民主”等等，但实际上，西方民主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也都是“非自由民主”。民主制度的核心——普选权——一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真正得以实现。之前，西方各国对选举权有诸多的限制，如财产、性别、种族等。美国被视为民主的典范，但美国在很长时间里都保留着奴隶制度，直到林肯当总统时才被废除。
今天人们在西方所看到的大众民主，也就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全面实现。大众民主的实现是有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前提条件的。首先是经济的。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卷入国家的经济活动，而且也使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身份得以转换（如从农民变为工人、从工人变为中产阶级等）。从政治上说，在欧洲，早期平民进入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政府动员平民为国家而战，相应地也要赋予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平民的政治参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扩展开来，政治参与越来越成为人们权利的一部分。从社会角度来说，大众民主离不开大众教育。政治参与并非简单的投票行为，在投票的背后是对政治人物及其政策的理性选择。要做理性选择，对信息的掌握和分析至关重要，教育的重要性也体现在这里。简单地从社会结构来说，中产阶级是大众民主的支柱。实际上，大众民主的前提都反映在中产阶级身上，如有资产、对社会有贡献、受过良好教育、理性、独立、宽容等。
所以说穿了，民主就是精英与平民之间的一种互动形式，精英和平民的质量都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这两者之间互动的平台，即法治之上的政治架构。
说当代西方民主出现了问题，就要从精英和平民的互动及其互动的平台去找。在精英层面，大众民主所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政治的去道德化和价值化。传统民主可以理解为精英之间的互动。精英之间的共识至为重要，他们对民主具有一样的认同，具有相当一致的道德价值，遵守共同的规则。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传统民主中能够参与政治的是少数人，选票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在很大程度上，精英民主就是精英之间的互相“选拔”，民主只是对“选拔”出来的候选人的一种正式认可。
但在大众民主时代，精英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选票成为大众民主唯一的衡量标准。谁是精英，取决于谁得到的选票最多，选票就是权力。在一切为了选票的情况下，民粹主义变得不可避免。今天，民粹主义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象，更是发达国家的现象。民粹主义也改变了政党之间的互动模式，反对党往往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在精英政治层面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市民社会的质量也发生了变化。民主表明政治参与，市民社会扮演关键角色，市民社会的质量决定了民主的质量。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向人们展示了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社会自治和理性等在美国民主过程中的作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具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受过良好的教育、为社会的道德载体、对公共事务热心，这些特质决定了市民社会不会被政治精英盲目动员，能实现自主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
不过在今天，传统上支撑民主政治的中产阶级精神急剧衰退。为什么会衰退？在众多因素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化及其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已经大大挤压了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在全球化时代，政府保障中产阶级利益的能力大大下降。如同早期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时代又是一个资本统治的时代，资本可以流向任何一个地方，真正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而政府的经济主权已经荡然无存。当税收可以逼走资本的时候，中产阶级便成为政府征税的主要对象。再者，今天的产业结构与传统产业结构已经大不相同。传统中产阶级是传统产业结构的产物。今天的产业结构，以金融和信息技术等为主，注定只能产生极少数富翁和绝大多数低薪者，而产生不了庞大的中产阶级。
在这样的情况下，收入分配高度不公，社会高度分化，中产阶级的生存环境也跟着迅速恶化。一个国家有富人和穷人并不可怕，但如果穷人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财富掌握在少数富人手中，中产阶级小得可怜，传统中产民主也就失去其社会基础。更为糟糕的是，当中产阶级被挤压而变得捉襟见肘的时候，大众民主便迫使政治人物诉诸民粹主义来获取政治权力，传统民主的理性精神包括法治便消失了。
 
非西方：民主先于制度建设的后果
当人们的目光从西方转向非西方社会的民主时，就会发现后者的情况更为严峻。
在西方，民主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尽管民主革命和社会运动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民主一旦产生，就对接其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而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是人为引入的产物，没有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这种情况在
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都存在着。政治精英之间毫无共识，政治的目的就是政治，民主只意味着政治人物各自挟持着自己的支持者，竞争国家有限的资源。
平民层面也一样。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低下，很多人仍然没有解决好温饱问题，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也低。平民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当政治人物告诉他们“民主（可解读成为‘支持我！’）可以给你带来美好的生活”时，人们就信以为真。对他们来说，投票（民主）是走向衣食温饱的手段。当平民对民主持这种态度的时候，他们就为政治人物的民粹主义提供了无穷的社会力量。而民粹主义所带来的仍然是贫穷，是无政府状态。
在发展中国家，人们更难找到像西方那样的规制精英和社会互动的法治制度。这些国家尽管表面上也存在着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如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媒体等等，但这些都仅仅停留在纸面。如果和西方比较，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在西方各国，发展的顺序都是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这个顺序在发展中国家倒了过来，往往是民主化在先，国家制度建设在后。而实际上，一旦大众民主化发生，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包括法治就根本建立不起来。在没有基本国家制度的情况下，民主往往成为政治激进化的根源。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和作为一种制度手段之间的区别。从发展顺序来看，西方早期民主的产生，主要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来解决精英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后来民主越来越被提升为一种价值，一种人类生而有之的权利。实际上，天赋权利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任何权利的实现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需要很多前提条件的。
在西方，权利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英国学者马歇尔（T.H. Marshall） 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论述。他认为英国人公民权（citizenship）的实现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8世纪的市民权利、19世纪的政治权利和20世纪的社会权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走过这三个阶段。当然，并不是说所有国家权利实现的顺序必须是相同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到了发展中国家，人们往往把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和权利来追求，而忽视了这些权利实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结果，超前实现权利的价值观，与客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之间经常发生严重的冲突，反而导致权利无法实现。
今天的民主面临很多问题，既有发达国家高收入民主的困境，也有发展中国家低收入民主的困境。尽管这样，民主仍然会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所追求的价值。不过，追求民主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民主的实现必须考虑到各种条件。如果通过激进的方式，也就是在没有任何条件支持下实现民主，民主必然会和低度发展、贫穷、分化、混乱等诸多人们不想要的东西牵扯在一起。如何实现好民主而避免坏民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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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政党政治为何转型为街头政治
近年来，街头政治成为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最常见的政治现象。泰国的街头政治运动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多年来没有减弱的迹象；缅甸这些年的街头运动也不少；柬埔寨、孟加拉国那样的贫穷国家，从前没有街头政治的传统，但现在也出现了。
当然，街头运动并不仅限于这些仍然比较贫穷的国家或地区，一些富裕地区多年来也时有街头运动，如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有人称亚洲的街头运动为新一波民主化浪潮，但实际上街头运动不仅发生在那些还没有民主化或者正在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也发生在早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如菲律宾。
不管一个社会处于怎样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都出现了街头政治运动，为什么？尽管每一个街头政治运动都有其特殊的原因，但所有街头政治运动都具有两个相关的共同特点：第一，主要反对党是这些街头政治运动的组织者；第二，街头政治运动的唯一目标是要求执政党下台。
这与西方的政党政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方，政党政治就是议会政治。当然，西方也有街头政治，但主要政党组织街头政治的情况实在很少见。
为什么亚洲的政党政治会演变成街头政治？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亚洲很多社会还没有民主化或民主政治不成熟。等到民主政治成熟之后，街头政治就会消失。但人们可以质疑，街头政治的频繁真的是因为民主政治不成熟吗？
在一些民主化刚开始的地方，或许街头政治可以与民主化的不成熟联系起来；不过，亚洲的一些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民主化了，到现在街头政治仍然是主导性的政治活动，这恐怕不再是民主化不成熟的问题，而是有其他更为深刻的文化和制度原因。我们可以通过与西方民主的历程做些比较来理解。
 
西方的制度设计
西方的民主如何发展过来？简单地说，它经历了从精英民主到大众民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发展出了诸多制度安排来控制街头政治。街头政治是不同社会利益冲突的产物。西方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也长期面临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要控制街头政治就要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从体制内解决利益冲突，这个过程也就是从街头政治转型成为政党政治。如果说互相冲突的社会利益的活动舞台是街头，那么各个主要政党的活动舞台就是议会。
代议制度的设计原则，就是普通人通过授权其代表，在议会（体制内）里来实现其利益。其中，西方通行的上下议院的制度设计更是如此：上议院往往代表的是传统贵族的利益，而下议院则代表普通社会民众的利益（以人口为基础）。此外，西方也发展出了协商和协调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利益的机构，最典型的就是称之为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制度安排，由政府来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纠纷，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
西方的这些制度设计，都是在精英民主阶段设立的，意在通过协调不同政治精英（例如传统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不同阶级利益（例如富人和穷人、城市居民和农民）来达成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转而促成中产阶级的成长。等到中产阶级慢慢壮大，西方才开始实行大众民主。在此之后，西方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由主要政党组织的街头政治运动。当代西方也有街头政治，但主要表现为社会运动，往往聚焦于一些具体的议题，例如反战、环保主义、女权、同性婚姻等等。不过，这些社会运动并非由主要政党来组织的，其目标也并非推翻现政府。
 
亚洲缺乏民主文化和精神
亚洲的情况又如何呢？
首先，亚洲没有民主实践传统，更没有民主精神。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产生于欧洲，再从欧洲向其他地区传播扩散，先是西方文化地带，接着是其他文化地带。当民主扩散到非西方文化地带时，民主作为制度的运作就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很多问题。亨廷顿就强调过，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品。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讨论法的时候，也首先把法作为一种文化，即法的精神。其实，民主也一样，它既是一种实践，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而亚洲国家缺乏民主实践的传统和文化。在西方，民主文化的核心就在于精英之间的斗争和妥协；但在亚洲，民主表现为只有斗争而没有妥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其次，亚洲的精英民主产生时间不够长，精英之间往往既没有形成游戏规则，对各种事务也没有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精英之间如果发生矛盾，不能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的话，各方都会走出议会而诉诸社会。一旦超越议会这个制度形式，政党政治很容易演变成为街头政治再次，亚洲国家和地区从一开始就一步到位实现了大众民主。一步到位既是后发展民主的优势，也是其劣势。说其是优势，是因为亚洲国家和地区民主化的过程要远远短于欧美国家。欧美国家的民主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和各类精英之间的政治斗争相关，更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有关。在早期，西方的选举权仅限于精英，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逐步扩展到普通男性公民、妇女和少数族群等。
但亚洲在民主化的时候，已经没有西方渐进主义的条件，选举权一下子就普及到所有合格选民。更为重要的是，对亚洲国家与地区来说，民主是外来的产物，是政治精英间纯粹政治斗争的产物，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反殖民地的产物。这些国家的精英大多由欧美培养，接受了欧美的思想，他们回国之后，往往成为反殖民地的主力。在反殖民地运动结束、国家独立之后，他们往往试图学习西方，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不过，这些国家和地区往往只有西方的制度形式，而没有制度实质，民主制度根本运作不起来。
 
民主一步到位的弊端
西方的民主路径是“先富而后民主”的渐进过程，亚洲很多国家往往是普选权一步到位的“穷而民主”的激进过程，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的情况下就实现了民主。随着民主教育的普及，人民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就民主本身来说，这应当是一件好事，但问题在于，低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满足不了普通人民高涨的权利意识。从经验来看，民主政治不仅没有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多时候还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诸多严重的制约。这些国家因此面临一个困境，即人民权利意识高涨，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实在没有办法帮助人民实现权利。而且，民主权利高涨的社会群体，很容易被少数政治精英动员起来，走向暴力。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亚洲的政治人物往往脱离政党政治、走出议会，走向街头政治？这里既有精英的问题，即缺失民主意识、妥协精神；也有社会原因，即存在着一大批民主意识高涨的社会群体，试图通过街头运动来获取他们认为应当属于他们的利益。当精英和大众都相信通过街头运动，可以获取议会政治所不能得到的东西之时，街头运动就具备了巨大的动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制度设计就成为关键。有些制度设计是可以解决这个困局的，包括前面所列举的西方一些制度设计，如上议院和法团主义等等。很可惜的是，这些制度设计在亚洲国家以及大多数后发展国家往往变得不可能。为什么？在先发展国家，往往是先进行国家制度建设，后民主化。西方近代国家制度建设，大都在精英民主时期就完成了，很多国家制度甚至在精英民主之前的贵族专制时期就已经建立。西方的民主化是国家制度的民主化，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制度基础之上的，是制度的延伸。尽管从理论上说，国家制度任何时候都可以建立，但从经验层面看，大多数基本国家制度如果不能在民主化之前建立，在民主化之后就很难有机会了。
在亚洲，很多国家在还没有建立起（近）现代基本国家制度之前，就实现了民主化。当人们说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时候，应当意识到，民主制度只是众多国家制度中的一部分，民主制度不能替代其他方面的国家制度。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其他国家制度作配合，民主制度即使有了，也不会发生作用，运作起来。亚洲许多国家就面临这种局面，国家制度建设百废待兴，唯独民主运动高涨。方方面面的国家制度建设需要大量的权威，但民主却是消解权威的机制。在民主化到来之后，要进行有效的国家制度建设变得极其困难。不难见到，在亚洲很多地方，并不存在有效的制度和机制来调解精英之间、精英和社会群体之间、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和矛盾。
 
亚洲政党政治分配的差异
回到文化层面，同样是政党政治，亚洲和西方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西方，意识形态是政党的基础，无论是党员还是普通公民，人们认同某个政党的前提，就是认同其所持的意识形态。再者，因为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不同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化并不严重。有了对意识形态的认同，社会不太容易分裂，因为各政党之间聚焦的是不同的政策。但这种情况在亚洲很多社会都不存在。如果说西方是人跟着意识形态，在亚洲则常是意识形态跟着人。
在亚洲，人往往成为政党的基础。一方面，政党制度比较脆弱;另一方面，个别政治人物更能发挥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在亚洲的很多社会，那些有威望的政治人物随时都可以脱离其所属的政党，另起炉灶，成立自己的政党。有了政党，再找一些所谓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标志。因为人比意识形态重要，因此政党的分化就变得很容易。脆弱的政党制度加上社会的对立，容易使得议会政治名不符实，最终演变成为街头政治。
今天的亚洲，无论富裕还是贫穷，大多数社会人民的权利意识已经高涨，民主化和民主政治不可避免。问题已经不再是需不需要民主化，而在于如何在民主化的同时，建设各方面的国家制度，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各个社会如何建设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政治。如果没有国家制度建设，没有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多国家必然会长期陷入低度民主陷阱。如何跳出这个陷阱，会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成为亚洲社会最大的政治挑战。
 
2014年1月22日



亚洲民主（化）的吊诡
在历史上，亚洲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体制，亚洲的近现代民主体制不是本土的产物，而是从西方输入的。历史地看，亚洲民主政体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第一，殖民地的遗产。很多亚洲国家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在殖民统治期间，亚洲没有一个地方成为民主国家，因为殖民宗主国关心的仅仅是自身利益。（如香港地区也直到要回归中国之前，英国人才引入了他们自己所界定的“民主”。）在殖民统治结束后，殖民者留下了一些日后导致民主发生的政治因素，例如多党制、选举等有利于民主产生的制度。对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些不是本土的制度因素。
第二，西方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占领期间，美国帮助日本发展出了日本形式的民主体制。当然，这里也不能忽视日本本土的一些有利因素。日本明治维新后，经过多次内部改革，已经开始发展出一些民主要素。但美国的“占领”的确使得日本在短时期内确立了民主。不过，这种通过他国“占领”而快速催生的民主，也给日本留下了无穷的问题。日本现在正在进行的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无疑是要修正美国“占领”期间所确立的宪政政治体制。
第三，在外压下的内部民主化。内部民主化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政治动力结合的产物。这里的民主化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统治阶层之所以要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主要是迫于外部地缘政治压力，通过民主化来继续求得西方和美国的支持；但同时，统治者也面临内部的民主化压力。一般的情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部中产阶级不断成长壮大，产生参与政治的需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是典型的例子。
第四，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化大多是一些政治理想主义组织的民主追求。参与民主运动的群体很复杂，但主要是理想主义者或者政治功利主义者动员起来的对现状不满的各个社会群体。
 
民主，既有生命力又脆弱
无论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还是作为一种体现政治价值的制度安排，民主历来就是一种既具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的体制安排。说它具有生命力，是因为民主可能是最能体现政治本质的政治活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而民主政治是一种比较文明的政治形式（即公开的政治斗争）。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为人们所追求。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表现为妥协的产物。竞争和妥协是西方民主的本质性东西。尽管民主表现为斗争和冲突，但其主体是妥协。有斗争，又必须达成合作；否则，民主就无法运作。
西方长期实行精英民主，为妥协提供了数量条件，因为精英数量的多少决定了民主竞争的可行性。当然，西方民主能够运作，不仅仅是因为民主的精英性，更因为民主的有限性。西方提倡有限政府，体现在民主上，就是有限民主，即民主是有限的，只限于那些政治人物的选举。民主不仅和官僚体制没有关系，和其他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领域也没有必然的关联。这些非政治领域是否民主化，不是国家政治问题。
同时，民主又非常脆弱。一旦精英之间无法达成妥协，民主就很容易出现问题，甚至解体。这样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妥协的政治文化是民主生存的前提条件。在妥协的条件下，民主是一场双赢游戏。
西方民主的这种妥协性，在大众民主到来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与政治的社会群体剧增，使得民主的机制不堪重负（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过度民主参与”理论所关切的问题）。同时因为社会被整体动员起来，各政党都能得到相当规模的支持者，多党政治往往演变成互相否定的“否决政治”。互相否决的出现，使得传统精英民主的“双赢游戏”演变成为今天的“零和游戏”。大众民主使得政府无法有效运作，什么也做不了，最后谁都会成为牺牲品。西方民主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亚洲的情况更为糟糕。亚洲缺乏类似西方那样的“妥协文化”，历来盛行的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不妥协文化。传统上，革命很简单，只是意味着政权更替。这种文化在现代亚洲社会是否已经转型？从实际情况来看，没有。结果，在没有妥协文化的情况下，民主出现“吊诡”，民主的结果往往是“反民主”。
 
“反民主”的两个面向
“反民主”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方式来追求民主；另一方面是追求民主的结果，使得民主本身所包含的价值流失。
就追求民主的方式来说，政治斗争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民主本来就是一种斗争形式。但如果只有斗争，没有妥协，民主就会体现为“反民主”，也就是持续的斗争。在亚洲一些国家，民主往往处于不间断的全天候的政治动员过程中，并且政治动员往往求助于阶级、种族、民族、宗教等一切可能的因素。即使社会不存在这些因素，政治人物和激进知识分子也会把这些因素创造出来。这样，民主化的过程就演变成为泛政治动员。更危险的是，这种过度的政治动员往往把对抗“外敌”的方式（如民族主义），用于对付其他社会群体（如中国台湾地区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中国香港地区的“香港人”和“大陆人”的认同政治），在民主产生之后，这种现象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出现“泛民主现象”。社会往往被高度政治化，政治没有限度，民主没有限度，可以进入任何社会领域。
在如今的社交媒体时代，过度的动员已经变得司空见惯。社交媒体拥有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起足够的政治支持者、参与者和同情者。这很容易造成不尊重少数人、甚至不尊重大多数人的局面。“唯我独尊”是社交媒体的主要特征。社交媒体本应让人们更具包容性，因为人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但实际上刚好相反，它使得人们只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而不会去理会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这样，对民主追求者来说，民主不是众多利益和价值的妥协，而是“我的价值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把自己的价值无限道德化，而把别人的价值妖魔化，造成一种“乌托邦主义”的局面。当然，民主的反对方也趋向于这么做。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双方的公开冲突，甚至暴力事件。历史上，民主运动已经制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甚至烈士。这种情况今天仍然在继续，社会媒体以其特有的速度和方式塑造着新的民主英雄。
如果民主是通过“反民主”的方式争取来的，所产生的民主体制也必然包含“反民主”的因素。为了反对而反对，已经成为亚洲民主的最主要特点。例如，亚洲民主制度设计的一大特点，就是无限度地限制掌权者的权力。限制权力本身没有错，因为无限的权力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亚洲的问题在于限制时要把握的度，不难观察到，亚洲民主往往体现为没有人负责的政治治理结构。
民主走向反民主，也表现在民主化之后原来所追求的民主价值的消失。如前面所说，在亚洲，民主的过程往往也是把其他一切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民主化”的过程，造成泛政治化。在一些地方，民主成为社会沉沦的根源，而非向上进步的动力。还有一些地方，民主的确是“典范”，但除了民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被虚无化。
反民主在经济上表现得最为显然。
在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在很长时间里，民主和资本主义同时进步。一方面，民主通过各种方式帮助资本主义进步，例如法治的实施、社会的稳定、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社会政策的确立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和维持庞大的中产阶级，帮助民主可持续发展。西方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为后来的福利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并非资本本身发展的产物，而是包括民主化在内的政治改革的结果——民主使得资本主义“变好”。
但在亚洲，民主搞得不好，因此走向了反面。民主造成了社会的过度政治化，商业投资环境的恶化。很多附加值高的资本流出本土，去寻找投资环境较好的地方。民主一方面大大提高了资本的成本，另一方面并没有为资本提供更好的政治环境。因此，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往往走向廉价资本主义，也就是产业往附加值低的方向发展。
资本历来不想被政治控制。在全球化状态下，政治也控制不了资本。一旦民主化影响了资本的运作，高质量的资本便会寻找海外市场，而低质量的资本无处可去，只能在内部发展。如果说在西方，民主提升了资本主义，造就了好的资本主义，那么在亚洲，民主则在导致资本主义的沉沦，使其向“坏”的方向发展。
对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无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讨一个生活”是最为重要的。在民主化来临的时候，很多人会成为支持者、参与者或者同情者，他们相信民主能够为他们带来这样那样的经济好处。如果民主造成了经济上的不进步甚至恶化，人们最后必然会对民主失望。
亚洲民主运动的“反民主”性，也表现在人们所追求的民主价值，反而随着民主化的到来而消失。民主不仅仅是动员和选举，动员和选举只是民主的工具，而非民主的价值。当民主使得社会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的时候，民主所包含的价值也会荡然无存。这对中产阶级来说尤其如此，在很多情况下，中产阶级往往是追求民主的主体，但它所追求的价值，往往消失在民主化过程之中。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欧洲的民主有深刻的反思。他讨论的是欧洲，但亚洲社会更是如此。
这里，最近德国的畅销小说《看谁回来了》（Look Who’s Back）（中国台湾地区版翻译成《希特勒回来了》）值得人们阅读和思考。这本书自2012年出版以来，已经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为畅销的小说之一。希特勒是德国民主的产物，是被人民选举上来的。为什么希特勒会被选举上来？因为当时德国民主失败，无法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希特勒几乎成为当时德国社会很多阶层的“救世主”。但他上台之后，德国马上就演变成为专制国家。今天，那么多德国人开始“怀念”希特勒，与现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经济状况的恶化有关，人们
希望“救世主”再次出现。当经济状况恶化的时候，民粹主义式的民主的机会就来了，因为很多社会群体，包括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失业者、学生、穷人，都会支持具有无限魅力的“救世主”的出现。《看谁回来了》描述的就是社交媒体如何动员这些社会不满要素。一旦“穷人”当道，民主必然走向专制。
实际上，今天出现在亚洲很多社会（包括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内）的民主（化），面临着类似的问题。除了极少数抱有政治理想主义的人之外，大多数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也是对经济状况不满和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幻想着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改变这种情况而已。
对这些社会的当权者来说，不妨看看当时的欧洲是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回归正常民主的。我们不得不惊叹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伟大，是马歇尔计划重振了欧洲经济，为欧洲重新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没有马歇尔计划，一个贫穷的西欧有可能倒向当时的苏联集团。当时的苏联是以“穷人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形式出现的，受到当时很多西欧国家知识分子，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的支持。
寻求高质量的民主仍然是亚洲最为艰巨的任务。如果找不到，民主永远会成为政治麻烦的根源。一旦民主导致经济的沦落，本来已经越来越小的中产阶级，必然成为牺牲品。一旦穷人占据多数，民主也必然演变成为专制。这是历史的铁律，亚洲社会也很难逃避。
 
2014年10月8日



激进政治：以东欧为鉴
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再次面临政治的激进化。各种激进政治运动诉求不一，运动形式也不一样，有和平的，也有暴力的，有自上而下的专制方式，也有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在西方，近年来有反全球化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反资本主义的街头运动（希腊）、独立运动（苏格兰公投）等。在中东，旧的权威政治体制解体后，往往是失败国家的降临，出现了各种极端的宗教政治运动，甚至恐怖主义运动，最显著的就是伊斯兰国组织（ISIS）的崛起。在拉丁美洲，由左派或右派政治势力主导的各种激进运动交叉进行。在亚洲，有台湾地区学生的“太阳花运动”、香港地区泛民派的“民主化”运动以及各种形式的“反中运动”。泰国长时期的政治抗争尽管以军人再次掌权告一段落，但问题仍然存在。很多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低的国家（如缅甸和柬埔寨）的政治也在激进化。中国的政治激进化因素，近年来也在急剧增加，只不过政府仍有能力掌控局势。印度尽管被视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现代化、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剧烈地改变着其社会经济基础，也面临激进政治的压力。
尽管激进政治花样繁多，但对其组织者来说，本质几乎是一致的——都起始于组织者对现实的不满，从而构想一个政治或者社会乌托邦，并且相信通过动员同样抱有不满的社会成员的政治运动方式，可以把乌托邦转型成为现实。
激进政治不是新生事物，有政治的地方就会有激进政治，可以说它是政治生活的内在部分。不用看类似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激进政治运动，光看20世纪以来所发生的激进政治，就足以看到乌托邦政治所能造成的后果了。20世纪以来所发生的激进政治运动，既包括被称为“左”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包括被视为“右”的“民主化”。今天的激进政治的后果要到未来才能知道，但看看过去激进政治的结局，或许会得到很多启发，因为历史上的激进政治都有类似的结局。
 
结果一：与构想相反
可以借用出版不久的三本涉及激进政治的书来讨论这个问题。第一本是著名左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Fractured Times: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另两本是反思东欧政权解体后政治状况的著作，包括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的好友米切尼克（Adam Michnik）所著的《历史的麻烦：道德、革命与反革命》（The Trouble with History: Morality，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和另一位学者马蒂雅（Elzbieta Matynia）所编的《一个异乎寻常的时代 ：哈维尔与米切尼克的对话》（An Uncanny Era: Conversations between Vaclav Havel & Adam Michnik）。
霍布斯鲍姆是20世纪到21世纪初最著名的历史学家，2012年以95岁的高龄去世。《断裂的年代》是他去世之后出版的集子。他一生经历了共产主义革命和西方的各种变革，最有资格来反思他那个时代。这本书和他的其他学术性历史著作不一样，更多表述的是他对他那个时代政治的看法和反思。霍布斯鲍姆本身是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一生享受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一生中也非常同情甚至支持共产主义，包括斯大林版本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乌托邦理想，对斯大林的激进政治（包括大清洗）抱理解的态度。他不相信西方由少数精英主导的政治能够持续下去，认为苏联式的大众政治是一个出路。不过，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表明了苏联式共产主义模式的破灭。另一方面，尽管霍布斯鲍姆享受着西方精英资产阶级的文化，但他对此非常不满，倾心于平民文化。但同时，他又深切感受到西方大众消费文化的痛楚，因为大众文化的出现，使其一直享受着的精英文化迅速消失。
霍布斯鲍姆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从自身个体政治价值和文化偏好的角度，对各种变革进行了反思，使得抽象的政治变得非常具体，展示了人们在生活和理想之间的矛盾。在他的反思中，有几点非常值得注意。第一，知识分子或许可以超越其自身的利益，去关心所处的社会利益，甚至人类的利益。第二，对总体现实的不满往往促使知识分子去构建乌托邦。第三，知识分子的“知识”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社会的发展进程并非“知识”所能控制和影响，激进政治的结局往往和知识分子所构想的相反。
 
结果二：换汤不换药
尽管霍布斯鲍姆也参加一些社会政治活动，但他主要的身份还是知识分子。哈维尔和米切尼克则曾经是捷克和东欧的风云政治人物，被视为推翻苏联集团和结束冷战过程中的英雄，尽管他们也曾经是知识分子。
可以把有关他们的这两本书，视为他们对革命之后革命家这个群体的现身说法，也是从个体的层面来看宏观革命。法国作家托克维尔曾经论述革命之后的变化，认为革命是换汤不换药，制度和秩序形式变化了，但大部分内容依旧。但是，对革命家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
如果革命失败，事情就会很明朗：革命家要么流放或者出逃，要么坐牢，要么被牺牲。但如果革命成功了，事情就会变得复杂一些。一般的情况是，往日亲密的战友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一边是坚持革命理想的职业激进主义者，一边则成了新的掌权者，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改变不了现状。当然，偶尔也会出现一些能够改变现状的革命家。
不过，从哈维尔和米切尼克对往日的政治异见者在革命成功之后状况的细述，情况似乎更加复杂。对大部分参加革命的人来说，抗议和革命只是生命中的短暂时光，革命后他们就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少数革命家则变成了职业政治家，成为总统、总理，或者担任国家的重要职务。不过，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像花瓶中的花，被供奉在国家政治的顶端，供人们欣赏和崇拜，实际上什么也做不了，国家政治除了形式的变化，其他一切如常。有些革命家在革命后，对革命的理想不再抱有幻想，甚至觉得理想已经破灭，因为革命并没有能够为他们带来所希望的变化。更有一些革命家，在幻想破灭之后，甚至变成了疯子。
情况的确如此。不仅是哈维尔，大多数革命家都会观察到，革命之后的东欧并没有成为他们所想象的国家。尽管激进政治带来了民主化，但国家仍然充斥着贪婪、腐败、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所谓的民主化，只不过意味着政权主体从革命前的权力转型为今天的资本。革命前的执政者依靠权力来统治，革命后的民主则依靠资本来统治。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东欧国家不乏极右派政权（如匈牙利），和革命前的共产主义政权一样，严厉地控制着社会。
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则更扭曲着（实际上是“决定了”）东欧国家国内的政治形式。地缘政治驱逐了“民主”的道德。革命前东欧的政治形式受制于共产主义政治（苏联），而革命后的政治形式则受制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较之以意识形态为主的苏联式地缘政治控制，西方的地缘政治更具欺骗性。尽管西方也讲民主，但其核心是国家利益。东欧国家的政治人物轻信只要民主化，西方就会大力帮助和拯救自己。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要么关注地缘政治利益远远多于东欧的民主，要么已经力不从心。在东欧，革命家不仅对自己建立起来的民主失望，对西方的袖手旁观更是失望。
米切尼克因此说，革命的结果是，“我们把人权宪章换成了信用卡”。这当然是形象的说法。但革命之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了信用卡，信用卡仍然是少数人的，正如革命之前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样。
 
反思与忠告
哈维尔和米切尼克当然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们著书的目的还是希望人们秉承道德的力量，继续推动社会的进步。他们的著作既是对革命的反思，也是对未来革命家的忠告。毕竟，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越他们的国家，不仅传播到邻近的东欧国家，也影响到遥远的亚洲。从东欧的政治变迁中不难体会到，激进主义者需要有现实感，政治不可以过于理想，需要妥协。这也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激进主义者所需要反思的地方。
亚洲正在经历着激进政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不同形式的激进政治具有同样的乌托邦性质。这里不可能对亚洲的激进政治进行全面的讨论，但从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情况，不难看出激进政治的乌托邦性质。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来看这两个地区的情况。
第一是地缘政治。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实行怎样的政治形式，取决于其所处的地缘政治。地缘政治秩序是第一秩序，而内部政治秩序是第二秩序，第二秩序必须向第一秩序调适。从这个角度说，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政治发展，必须考虑到其周边的地缘政治要素，忽视了这个要素，内部的发展必然是不现实的。向西方求助只会使激进政治的根基更加虚无缥缈化，东欧的例子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点。
第二是民粹主义式的社会动员。很多政治人物表面上追求民主，但实际上是民粹主义。香港和台湾两地的乌托邦主义者，一直在构建所谓的“认同政治”。“认同”问题当然存在，但在无限的政治动员下，这种“认同政治”的本质和往日的乌托邦政治或者今天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并没有大的区别。在认同政治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有效地政治化，出现泛政治化现象。实际上，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他们并不想所有的生活都被政治化。对他们来说，政治只是生活的很小一部分。泛政治化，不管是通过专制方式动员还是通过民主方式动员，都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民主的动员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摧毁旧制度，但产生不了同样强大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和建设制度。对人民来说，最重要的是“讨生活”，经济和建设仍然是最主要的。激进政治改变不了什么，只是满足了理想主义者试验其乌托邦的幻想。正因为如此，理想主义者最终会被原来的支持者所抛弃。
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激进政治，因为种种因素已经变得不可避免。如果激进主义者多一些现实感，就可以做更具现实性的选择，既可以达到目标，又可以控制出现过多的并不想要的结果，这就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做必要的妥协。不过矛盾在于，如果激进主义者具有现实感，他们也就不再是激进主义者了。也正因为如此，在非西方世界，历史还在不断为理想主义式的英雄人物创造着政治和生活的悲剧。尽管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理想层面看，人们并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但历史从来就是这样的。政治永远使人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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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笔者套用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所打出的“笨蛋，这是经济”的口号，来分析席卷全球的社会抗议运动及其误区。在本区域，人们关注最多的是中国台湾地区不久前发生的“太阳花运动”（占领“立法院”运动）和香港地区所发生的“占中”运动。不过，类似的社会抗议运动也是世界各地所面临的问题。
无论是在发达的西方，还是社会经济水平仍然不发达的发展中社会，都在发生着两类不同的社会运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刚好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前者的社会抗议运动表现为针对资本主义的运动,后者则表现为要求民主化的运动，两者的目标都指向政府。一旦人们把社会运动归结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问题就被简单化。结果，运动组织者对目标的错误判断，所使用的错误的方式，导致结局与目标背道而驰。
社会抗议运动实际上牵涉到资本、社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要理解社会抗议运动，从资本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来讨论，或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本质，找到合理解决方案。自近代以来，只要存在着市场关系，资本一直主导着资本、社会和政府三者的关系。从资本和社会的关系来看，自近代以来，世界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革命。今天的世界开始进入第三次革命时代。这三次革命的根源都是资本。
 
一次革命促成权力分享
第一次革命可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和君主贵族之间的斗争。这次革命先发生在西方，然后扩散到其他地区，历时几个世纪，书写了近代的世界历史。在西方，商人阶层起源于罗马帝国解体的废墟上。在没有任何“集权”政治形式的情况下，城市纷纷兴起，而商人则是这些城市的主体。商人在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是主导性力量。
这里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在第一阶段，商人辅助君主统一国家。在近代高度集权的国家形式产生前，欧洲大多是地方化的政权，并且由基于传统身份的贵族主导，这不是新崛起的商人阶层所能接受的。地方化的政权没有统一的市场，不利于商人对效率和利润的追求；传统贵族的存在也不利于商人对身份和地位的追求。商人追求利润和地位，而君主追求更大的权力，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两者找到了共同的利益。欧洲国家统一的过程，就是整合各地方共同体（包括小民族）的过程。没有商人在背后的金融支持，君主很难完成统一大业。
在第二阶段，商人和君主分享政治权力。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商人在经济上支持君主;而如何在国家统一之后保持自己的权力和权利，则是商人阶层在此阶段的主要问题。商人通过把持议会的形式和君主分权，又通过议会的立法来保护商人的私有财产。今天西方国家的很多制度，包括私有产权制度，都是商人阶层和君主互动的产物。
商人和君主的互动就是近代民主的开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曾形象地说过，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西方）民主。商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资产阶级，是第一个和君主分享政治权力的阶层，也是商人用经济的力量驯服了君主的专制权力。因此，马克思说，近代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政府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并非没有道理。
 
二次革命造就福利社会
第二次革命可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或者工人阶级革命。近代国家统一之后，商人成为主导阶级，西方各国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也促成了产业革命。之后，西方逐渐发展出了大规模的工厂和生产方式，产生了新兴的工人阶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无产阶级，即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阶层。早期的资本主义唯利是图，属于原始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社会的悲惨时期。欧洲很多作家都有很形象的描述，例如雨果、狄更斯和马克思。资本的天堂也就是社会的“悲惨世界”。逐渐地，具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抗议运动，即工人阶级运动。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阶级运动达到高潮。马克思把这个过程形容为资本主义制造自己的“掘墓人”的过程。
工人阶级运动体现了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冲突，产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在西欧，运动导致了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产生，资本和劳工阶层达成妥协，逐步走向福利国家制度。工人阶级运动促成原始资本主义向更人性化的资本主义转型。政府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前，政府是资本的代理人，为资本服务。工人阶级运动促成了政府和资本的相对分离，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力量。政府为了保护资本主义不走向自我毁灭，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政策（例如社会福利）来保障社会的稳定，以及资本的正常有效运作。在后期，随着投票权逐渐扩展到工人阶级，政府（政治人物）的动机也发生变化，逐渐地偏向工人（选票）。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过程，在资本和社会力量之间创造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均衡状态，使资本得到了稳定的新环境，社会得到了新利益。
而在另一端，主要是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造就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模式。其特点就是消灭资本和市场经济，试图通过公有制让社会控制经济。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试验，在早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成为落后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主要路径。问题在于，这个模式最后走向了一种“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因为没有了资本和市场，由政治替代市场，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在和西方模式竞争过程中，最后归于失败。
 
三次革命谁来限制资本
今天，世界再次进入革命的状态，主力是中产阶级。同样，这次革命的根源还是资本。
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抗议运动的反资本主义目标非常明确。在社会、政府和资本这三者中间，资本永远最有力量追求其自由。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最大的利润，一旦遇上阻力，就会千方百计地去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基本上确立了对资本的规制体系。这自然和民主有关，因为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今天资本主义所引出的问题，也和西方的大众民主有紧密的关联。资本逃离民主，追求“自由”，结果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在大众民主下，政治人物往往偏向“选票”（社会力量），民主俨然成为福利的“拍卖会”。福利国家为资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即高税收；规制国家则为资本设置了重重障碍，限制了资本的活动。
资本追求“自由”的方法有二。第一，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是资本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号下推动的。全球化意味着资本没有了“国界”，挣脱了主权国家的“规制”，在海外找到了自由发展的空间。第二，资本本身的创新。资本的创新发生在各个领域，例如发展出新的产业。一旦新的产业产生，政府需要时间对其确立规制，资本便有很长的自由期。再如，像华尔街这样的金融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主体，发展到“过大而不能倒”的程度，挟持了政府，也挟持了社会。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产物。
2011年，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针对的是资本，最后不了了之。政府迫于社会的压力，想对资本施加限制，但在全球化状态下，政府又能做什么呢？结果，资本仍然大行其道。在欧洲，社会抗议运动也是反资本主义的，但针对的则是政府。同样，政府能对资本怎样呢？政府需要资本的贡献来支撑福利制度。大众民主是“一人一票”，由此人们能够保障拿到“一人一份”。但是，又有什么制度能够保障一人能够贡献一份呢？资本、福利（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深刻矛盾，是欧美国家治理危机的根源，没有人知道如何解决。
在亚洲，尤其是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似乎省略了西方的第二次革命，即工人阶级革命。这种省略是政府的功劳，当地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进行社会建设，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不仅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而且创造了一个社会奇迹——庞大的中产阶级。
现在东亚社会所发生的社会抗议运动，其根源和西方发展经济体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全球化。全球化导致了资本的高度流动，政府的经济主权流失（税基缩小和就业机会减少），大量的经济好处流入少数能够驾驭全球化的资本家手中，造成了巨大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社会抗议因此而起。但政府又能对资本怎样呢？
在不发达的亚洲国家，社会抗争更是复杂。这些国家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资本进行发展，但另一方面资本也带来很多问题，例如收入差异、社会分化、人权等等。因此，人们也希望通过民主化（即改变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来解决问题。泰国、柬埔寨和缅甸等就面临这样的情况。矛盾在于，资本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条件来发展经济，但民主往往走向反面，驱逐资本。
在全球化状态下，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由资本引起的，但是，社会运动的反政府性质，更使得政府难以在资本、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均衡状态。今天，很多政府都处于一种困境：“亲商”会招致选票的流失，而“亲民”会造成资本的流失。越来越多的政府难以在“亲商”和“亲民”之间达成平衡。
历史地看，“民主化能够解决问题”或许是一个错误的假定。近代以来，民主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它并不是万能药，有时反而会导致情形的恶化。如今很多社会抗争运动已经走上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尽管社会问题的根源仍然是资本和社会的关系，但民主（化）所造就的政府越来越弱，很难再扮演重要角色，促成资本和社会之间的妥协。更有可能的是，民主正在导向民粹主义路线。20世纪的民粹主义导致了“贫穷社会主义”，今天的民粹主义很有可能导致“贫穷民主社会”。在亚洲，已经有不少案例了，民主化发生之后，政府反而不能有所作为，导致经济下沉。更为严重的是，政府一旦被弱化，必然被资本所挟持，社会也完全被资本主导，从“一人一票”演变成为“一元一票”。
在第二次革命时期，马克思曾经构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对付资本，但没有成功，因为民族主义战胜了国际主义。今天，《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构想着“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来对付资本，这也不会成功，民族主义也同样会战胜国际主义。历史仍然在循环。如何构建资本和社会之间的均衡，仍然是这个世纪最艰巨的挑战。但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当社会和政府结盟的时候，资本才能得到规制。一旦政府被弱化（更不用说被推翻），资本便开始主宰社会，也主宰政府。
 
2014年10月15日



革命的吊诡
今天，世界似乎再次进入了一个激进化政治甚至新型革命的时代。对革命的态度，东西方表现很不一样。例如，在西方，对革命的研究（包括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主要表现为对社会运动和抗争政治的研究。但在亚洲，人们对革命的研究并不多，除了那些想革命的人，革命似乎成了政治和经济精英想竭力回避的问题。
还有与之类似的不同，主要是源于东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近代以来，尽管西方世界的政治体制也是革命的结果，但发展到今天，已经具有很大的能力来容纳抗争政治。革命不会导致政治方面的颠覆性变革，从而影响到现存政治和经济精英的生活。实际上，民主政治既是西方妥协性政治文化的产物，发展到今天也已经成为最为保守的制度。在民主制度下，任何社会力量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一些社会力量（往往是底层社会力量）的抗议和反叛，改变不了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制度大局。法治是政治和资本精英共同确立的。在法治的调节下，民主实际上表现为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的统治。政治和经济精英能够容忍社会力量的抗争，因为不管怎样抗争，都改变不了权力和财富统治这个结构性因素。
亚洲社会则不一样。在亚洲一些地区，传统社会的革命非常简单，就是“改朝换代”，换了皇帝，革命就结束了，生活就回归正常。对大多数人来说，革命之后什么都没有变化。虽然亚洲近代式的革命是从西方输入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也是近代革命的产物，但在革命之后，亚洲政治和经济精英就倾向于促成社会回归传统，重新处于平静状态。同时，因为缺乏妥协性政治文化和法治传统等因素，亚洲的政治和经济精英非常担忧自下而上的革命，可能会引发比较大的政治变革，导致社会进入无序状态，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也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西方式的革命似乎和亚洲政治文化格格不入。如果说西方政治和经济精英用“释放”革命的能量（即容许抗争政治的发生）来预防革命，亚洲政治和经济精英则常用控制革命能量的办法来预防革命。
从全球范围来看，直到今天，在革命方面，西方仍然处于攻势，亚洲则处于守势。西方各种政治力量向亚洲国家输出革命（例如“颜色革命”），而亚洲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在苦苦抵御着这种革命。
对亚洲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革命并不热心，因为革命往往是换汤不换药。对主导社会的亚洲政治和经济精英或者既得利益者来说，抵御革命并非毫无道理，因为革命对他们来说包含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或者吊诡（paradox）。下面要讨论的是近代以来的革命，而非传统革命。近代革命和传统革命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往往是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理想为先导的，包括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社会平等等等；而后者则是具体利益导向的。传统革命非常有限，通过革命拿到一些具体利益之后（例如得到皇位或者一块土地），革命就中止了。近代革命则是无限的，因为革命的目的往往是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实现；而价值的实现是不可以用数量来计算的，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
 
从个体角度理解革命
在对待革命的问题上，人们往往侧重于观察革命之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变迁，经常忘记去探讨革命对社会个体的影响。实际上，从个体的角度来看革命，更能发现革命的吊诡。如果理解了这些吊诡，就不难理解既得利益者和革命者之间的斗争了。
革命往往包括几个主要的社会群体。第一个群体是革命的领导者，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群体，即乌托邦式的理性主义者和现实主义的理想者或者功利主义者。第二个群体是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第三个群体是革命的同情者，他们同情革命，但未必参与革命；即使参与，也不是为了自己的直接利益，而是同情革命者或者革命者所体现的价值观。第四个群体则是旁观者。第五个群体是不参与者，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反革命者，而是非革命者。第六个群体便是反革命者，这个群体往往是现存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一场革命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先来看领导者。革命之后，领导者群体必然分裂，也就是理想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之间的分裂。理想主义者想通过革命实现其理想，而理想的实现毫无止境，因为没有任何指标可以衡量理想和价值的实现。功利主义者或者人们平常所说的务实派则不一样，对他们来说，革命充其量只是工具，是实现某种公共的或者个人的具体利益的工具。例如，在公共层面实现土地的再分配和新制度的确立；又如个人层面，革命领导者成为当权派或者得到财富等。在实现了这些具体利益之后，他们就不想再继续革命，而是想维持现状。这样，他们和理想主义者的决裂就不可避免。
理想主义者往往下场最惨，功利主义者则获得最大的利益。人们往往用“识时务者为俊杰”来形容功利主义者。当然，也不能把功利主义者简单地归结为没有理想。很多功利主义者也很有理想，但他们具有足够的现实主义感，知道现实是怎样的，知道革命从何种程度上可以改变现实，在何种程度上又不可能改变现实。历史上，很多健全的制度都由功利主义者建设而成，而非理想主义者。过于理想，反而建设不成对现实具有意义的制度。
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到今天，理想主义者尤其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往往没有好结局。在革命过程中牺牲，还可被称为“英雄”甚至“烈士”;而在革命之后牺牲的，则往往是“人民的公敌”、“阶级敌人”、“叛国者”等等。不过，革命之后，理想主义者成为牺牲品也不难理解。首先，这个群体在革命之后很容易演变成为功利主义者的敌人。一个不想革命了，一个还想革命。很多理想主义者都是被过去的革命战友所惩罚的，要么被流放，要么被关到牢里，甚至被处死。第二，这个群体也很快会失去社会力量的有力支持。
关于第二个群体即革命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他们不能处于长期的革命状态，革命必须是有限的。革命之后，他们希望很快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这个群体原来是革命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一旦革命告一段落，他们中的大多数就不再支持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也因此很快就会失去社会的支持。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会支持功利主义者的路线，并从功利主义者的路线中获得利益。
对第三、四、五这三个群体来说，革命或者不革命，带来的变化并不大，甚至根本没有变化，革命对他们而言是换汤不换药。对同情者来说，他们尽管对现状不满，偶尔会参与革命，但革命之后，很快就和其他群体一样，回到了正常的生活，革命的成功或者失败不会对他们造成太大的心理影响。尽管如此，这部分人却是左右革命结果的关键。因为其数量最为庞大，他们对革命是支持还是反对或沉默的态度变化，将直接左右革命的结果。
第六个群体，即反革命者的情况也比较复杂。他们往往是现存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或掌权者，或者受惠于现存体制。在革命过程中，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会被杀、坐牢或者被流放。革命成功之后，这个群体会继续被惩罚。但如果革命失败了，他们反过来就会惩罚革命者；那些在革命过程中被革命者惩罚的人，则往往变成“英雄”或者“烈士”。
 
社交媒体时代革命的吊诡
近代以来，各国发生了不同形式的革命，但上述现象无论在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中都存在。直到21世纪的今天，革命的这种性质和结局也没有多少变化。不过，成为革命领袖和发动革命的方式，则发生了激进的变化，因为我们现在已处于一个社交媒体的时代。革命所能动员的力量和所能产生的影响，很容易扩展到国内和国际的各个层面和角落。
在个体层面，社交媒体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革命家，动员到相当数量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把其理想和价值有效传达给社会大众，获得更多的同情。在国际层面，社交媒体可以赋权革命家，跨越国界去寻求人、财、物的支持力量。同时，社交媒体也使得革命者更具有软力量，即话语权，把一场地方性抗争和全球性的革命话语（如民主、人权等）有机结合起来，把本地的抗争和全球性抗争结合起来。同样，各种全球性的政治理想或革命理念，也在积极寻找契机，地方性抗争刚好为这些政治理想者和革命家提供了机会。
同样重要的是，社交媒体时代的革命领导者和参与者，已经大大“年轻化”。年轻化是社交媒体时代革命的主要特色。之前的革命大都需要“年龄”的限制，没有一定的生活经历，很难成为革命的参与者，更不用说是扮演领导角色了。但在社交媒体时代，领导和参与革命的方式变化了，“虚拟”形式是主导的，而“虚拟”是没有任何年龄限制的。
尽管革命可以将千千万万的人民卷入其中，但革命始终是少数人的事情。不管革命的话语多么漂亮（如“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等），革命总是少数精英对少数精英的事情，也就是既得利益者和希望取而代之的人之间的事情。对被动员进入、被无辜卷入的普通社会成员来说，革命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尽管很多革命领导者和积极分子也会因革命的成功或者失败而牺牲，但普通社会成员承担了大部分的牺牲。
今天，在新型革命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做好准备。一旦革命形势形成，人人都逃避不了。即使人们不希望革命，革命也会找上门来。在革命面前，人们必须做一个理性的选择。但不幸的是，尽管大多数人并不想革命，但这个大多数往往是沉默的，结果赋权少数人革命的能力，而自己则被动地受革命的影响。这也是革命的另一个吊诡。
 
2014年10月22日



国际政治中的“乌克兰悲剧”
乌克兰正上演着当代国际政治的一幕悲剧。类似的悲剧并非第一次发生，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不妨把此类悲剧称为“乌克兰悲剧”。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悲剧，即地缘政治或者大国政治，以及较小国家的国际生存空间，以及较小国家的内部民主化。
从地缘政治看，乌克兰的局势首先说明了，在21世纪的今天，国际政治的本质仍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仍然是大国政治。乌克兰处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两大力量之间，本身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大国政治中求得自主的生存空间，包围着乌克兰的这两大阵营，也从来没有真正考量过乌克兰的利益；相反，两个阵营随时都可以牺牲乌克兰，来获取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曾经签署协议，保证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但在和西方竞争地缘政治利益的过程中，俄罗斯轻易地就撕毁了这个协议。
 
“乌克兰悲剧”与地缘政治
主权国家概念的产生已经有数百年，人们对此也深信不疑，但对很多中小国家而言，主权仍然是纸面上的概念，而非实际上的权利。很少有大国尊重小国的主权，俄罗斯是这样，其他大国也是这样，只是在干预他国的时候，各大国的话语包装不同而已。例如，美国也同样缺乏主权概念，很少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随意制裁、出兵、占领他国领土，等等。几乎所有大国的国际行为的原则都是自身利益，而非他国主权。
中小国家很容易成为大国政治的牺牲品。在这个层面，“乌克兰悲剧”给人们的教训是：主导国际政治的仍然是基于“大炮”原则之上的强权政治。人们可以谈论主权、民主、人权等原则，但这些原则在强权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和西方国家表面上都有漂亮的话语，双方都表现出“高尚的道德”；但实际上，俄罗斯的强硬和西方各国的软弱，其背后是赤裸裸的实际力量的对比。对中小国家，尤其是处于地缘政治夹缝中的国家来说，要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是要依靠自己，任何大国都难以依靠。只有自身具有了足够的“大炮”，才可享有主权、民主和人权。
在第三个层面，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乌克兰悲剧”说明了国内的民主仍然需要屈服于地缘政治。追求民主价值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但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主的发生、生存和发展，从来就离不开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一旦民主化背离了地缘政治原则，悲剧就不可避免。乌克兰的民主运动就是这样。民主化的需求来自内部，但外在的因素无疑促成了乌克兰民主的激进化。在反对党组织的反政府运动期间，欧盟一些政治人物大力推销西方民主，支持乌克兰的激进民主化运动，给反对派造成一种假象，相信欧盟会全力支持乌克兰的民主运动。但实际上，欧盟已经没有这个能力。被赶走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也并非一定要亲俄，他在任期内也在积极寻求欧盟的帮助，只是因为没有得到欧盟的支持，才转向俄国。民主运动一旦激进化，造成内部的巨大纷争，就很容易招致外部的干预。中国人的老话“内忧外患”在这里也适用，内部党争不休，外部势力就会乘虚而入。但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如果一个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内部要依赖外部力量求生存，必然变得毫无希望。
 
帝国时代的国际政治悲剧
在国际政治上，人们一直在讨论大国政治悲剧，说的是大国之间的关系。这个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的历史就是大国兴衰的历史：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要挑战现存的大国，现存大国必然恐惧于另一个大国的崛起，一个大国被另外一个大国所取代，战争因此不可避免（这里所说的大国并非国土的大小，而是实际力量的大小）。不过，国际政治更是中小国家的悲剧历史。尽管历史充满了大国政治悲剧，但处于大国之间的中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更为艰难，大国政治悲剧必然蔓延到中小国家，很少有国家能够逃避这种悲剧。乌克兰的处境可以说是中小国家的国际政治悲剧。它表明，如果今天国际秩序发生剧烈变动，很多中小国家就会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困境。
世界已经经历了几个国际政治大格局，这些大格局由大国决定，中小国家所能做的，就只有根据既定的格局作调整，否则就会发生生存危机，更不用说是国家的发展了。
帝国可以说是第一个国际秩序。在帝国产生之前，存在着很多非常地方化的地方共同体，包括部落、诸侯、宗教政权等等。帝国产生之后，这些地方组织纷纷被纳入帝国，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帝国往往是通过武力征服形成的，其过程中所付出的生命代价难以估计。当然，在帝国产生之前，地方化的组织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它们很难独自存在下去。帝国的产生符合国际政治权力运作的一般规律。
但帝国也带来了一些正面的因素。例如在帝国之内，往往能够形成较大的市场，促进经济交往；因为有帝国政权的协调，帝国之内各地方共同体尽管仍然处于分散状态，但它们之间的冲突大大减少。人们不妨把帝国形成之前的各种地方共同体，看成近代国家产生之前的“前中小国家”，不难看出，在帝国产生之后，这些“前中小国家”就失去了自主的生存空间。当然，如果帝国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也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杀戮和牺牲。
 
主权国家结盟和帝国无本质不同
帝国解体之后，人类进入了民族国家时代，在民族国家之上又建立了主权国家。这种现象首先在欧洲发生，所以欧洲也是近代主权国家的发源地。在主权国家的概念下，不仅每一个民族有权利建立自己的国家，各国都拥有自己的主权独立性，其他国家没有权利来干预内政。民族平等和主权平等成为后帝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原则。但从实践层面看，这个原则往往停留在字面上，很难成为现实。和帝国的形成一样，主权国家的形成也往往是暴力和战争的结果，而且主权国家形成之后，也没有减少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在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
实际上，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秩序，和帝国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帝国把很多地方化的政治体纳入进来，而主权国家之间则盛行结盟政治。帝国和结盟只是量的不同，性质是一样的。结盟政治是导致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大国来说，为了对付另一个大国，需要和其他较小国家结盟；对小国来说，为了求得安全和生存，也必须选择和某一个大国结盟。一旦结盟，联盟本身就成为不安全的主要根源。一旦两个盟主之间发生冲突，其他所有盟国都会卷入。
在美苏冷战期间，国际秩序再次表现为新型的帝国关系。当时，世界一分为二，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较小国家很难有自己的选择，要么加入苏联集团，要么加入西方集团，这种“加入”往往是被动的。在两大集团内部，较小国家没有力量和集团的首领对抗。当时的苏联镇压了集团内部一些东欧国家的“反叛行为”。西方集团内部要好一些，主要强调国家之间的协调性。不过，“镇压”也好，“协调”也好，只是集团首领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同罢了。冷战之所以成为冷战，是因为它在当时成为保障世界和平的一种有效手段。苏联负责其集团内部的稳定，美国负责西方内部的稳定，两个集团之间则是武力对峙。当两个集团之间都存在足以摧毁对方的能力时，谁也不敢发动战争。
苏联及其集团的解体表明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尽管人们也把后冷战时代称为多极权力的时代，但不管有多少极，美国在当时并没有任何挑战者。因为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美国又占据着世界经济的顶端，俨然成为整个世界秩序的领袖。
但是，今天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解体，其主要原因正在于美国本身，而非美国所认为的其他原因，例如中国的崛起。冷战之后，美国没有及时调整战略，尤其是联盟战略。冷战时代的美苏关系实际上是两个战略联盟之间的关系。苏联联盟解体之后，西方之外就不再存在有能力挑战美国的战略同盟。这个时候，美国实际上可以调整同盟战略，或者改变冷战时代所形成的联盟性质，甚至解散联盟。不过，美国没有这样做。
 
美国强化结盟政策
美国不仅没有改变和放弃联盟政策，反而强化联盟，使用联盟战略巩固其霸主地位。为此，美国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利用联盟到处扩张西方势力，尤其是收编苏联帝国解体后所出现的新兴国家。这种大规模的收编，必然对苏联的主体即俄罗斯构成地缘政治上的威胁。为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一旦有了足够的实力，必然要重新夺回这种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就是明显的例子。第二，美国开始寻找新的“敌人”。联盟必须面对“敌人”，没有“敌人”，联盟就很难生存和巩固。顺着这个逻辑，美国开始物色新的“敌人”。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的存在，也对其他没有联盟的国家构成了威胁。因此，那些受美国联盟影响的国家也会倾向于去组建新的联盟，以对抗美国为主导的联盟。一旦两个对立的联盟形成，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亚太地区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在冷战期间，存在着美日联盟、美韩联盟、美国—澳大利亚联盟等等。美国把中国作为“假想敌”，努力强化这些冷战时代的联盟。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走上联盟的道路，主要是因为理性的选择。中国如果学习美国或者苏联，今天的国际局势会严峻得多。中国选择的是多边主义，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等等，这些都是以议题和解决特定问题为主轴，并非针对任何第三国。现在，美国要“重返亚洲”，在强化原来同盟的同时结成新的同盟。一些小国家实际上已经开始选择站边。如果中国也实行结盟政策，就很容易形成对峙局面。一旦这种局势形成，对较小国家来说可能是个灾难，不仅它们的外交会变得非常困难，它们的国内政局也会变得动荡起来。
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经典著作《永久和平论》，是现代“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的“民主和平论”的理论依据。在康德看来，在每一个国家都成为民主共和国之后，世界就会变得和平。但现实并非这样。首先，要所有国家都实现民主共和，或许是一种不可能的使命。其次，走向民主共和的过程也是暴力和战争丛生的过程。其三，即使所有的国家都变成民主共和国，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否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呢？人类的本性是否会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而变化？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看来，人类追求国际和平的旅途仍然漫长。对较小国家来说，如何避免像乌克兰那样的国际政治悲剧，仍然是最严峻的挑战。
 
2014年3月26日



外部干预与“分裂的民主”
西方向外推广民主，其成本比较容易被合理化和合法化，因为民主是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同。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世界，民主化也是各国人民所追求的目标，是非西方国家的内部需求。这种内外需求的一致性，使得西方国家可以在非西方国家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培养亲西方的民主政治力量。实际上，这种间接干预的方法，要比传统的殖民和直接占领更为有效，也更具有可持续性。
西方对发展中国家民主的干预方式多种多样。除了推进实现多党制，培养亲西方的反对力量外，也包括有条件的经济援助。这种援助，表面上冠冕堂皇，即推广民主、自由和人权，实际上遏制着接受这些经济援助的国家各方面权利的发展。西方国家本身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也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很显然，要发展中国家一步到位，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所处的程度，并接受西方的前提条件，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
西方诉诸民主化和经济援助等“软力量”干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放弃了直接的“硬力量”的干预。“硬力量”仍然在继续，如反恐战争之后的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占领政策就是如此。西方也有战略性干预，例如，支持发展中国家政权的反对派，为反对派提供武器。当然，所谓的“反对派”就是“亲西方”或者“亲美”力量。如果执政党是“亲美”和“亲西方”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会支持执政党来镇压反对派。
当然，对其他国家的干预不仅西方民主国家在做，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也在做。俄罗斯对其他国家的干预也具有一样的性质，只不过其使用的方法和资源不同罢了。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是否实行干预，与政体并没有必然的关联，而和国际政治的权力逻辑有关联。冷战时期的苏联直接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今天的俄罗斯也仍然在继续干预其周边国家的事务，“乌克兰悲剧”就是典型的例子。事实上面临外部干预的不仅仅是中小国家，很多发展中的大国也面临这些情况。今天的俄罗斯本身也是这样，每当选举来临，西方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影响俄罗斯政治，尤其是通过对反对派的支持。
近代以来的中国也是如此。晚清时期的乱局、军阀混战、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内部斗争、国共两党之间的争斗，都有外部力量在背后施加作用，不同派别的政治力量经常“邀请”外国势力干预内政。即使今天的中国，尽管没有反对党，也受到外部的影响。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政府有能力可以完全隔离外在的影响，中国亦然。可以想象，一旦民主化来临，外部力量必然能够找到合理合法的渠道，来影响内部政治。
民主政治是近现代政治的标志。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世界传播，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和西方一样的制度特征，包括选举、三权分立、多党制、媒体自由、结社自由等等。但在非西方社会，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是贫穷国家。到今天为止，这些国家要么仍然处于贫穷水平，要么长期维持在中等收入水平。高收入社会，除了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外，少之又少，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日本和“四小龙”在早期发展阶段都走了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模式上，形成了东亚模式。这些地区最后是否会步入西方那样的民主社会，还需要观察，但这些地方毕竟已经通过非西方模式，在短时期内达到了西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些经济体的迅速发展有很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原因，但在政治上，这些社会都比较整合，有能力和外在世界打交道，实现本地利益的最大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日本战后被美国占领，但日本的政治在自民党的主导下始终是整合的。这种整合政治使得日本能更有效地把“被占领”转化成为发展优势。而东亚的另一些地区，在走上了西方式民主道路之后，却出现了内部政治和社会的分化，既得不到外部的好处，也无法隔离外部因素对内部的不利影响。
总之，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改变弱政府和政治制度不稳定的情况。因为弱政府和政治制度不稳定，会为外部干预提供制度条件，而外部干预反过来又会促成内部的继续分化和分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不跳出这个恶性循环，这些国家很难得到有序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乌克兰、埃及、委内瑞拉等明显面临着外国干预的国家的发展，非常值得注意，它们的惨痛教训也是我们必须反思的。
 
2014年3月4日



地缘政治和民主秩序
2014年，苏格兰试图通过公投的方式寻求和平独立。尽管这场独立公投的最终结果是多数苏格兰人依然选择留在英国，但高度分权和自治则是英国必须履行的承诺。也就是说，苏格兰人试图用民主的方式“解构”原来统一的中央集权式民族国家；一旦高度分权自治，原来的英国就不再存在。这并不仅仅是英国的问题，欧洲很多国家也正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和挑战。欧洲是近代主权国家的诞生地，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和组织形式，从欧洲扩散到世界各地，在当代，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自称为民族国家，即便实质上不是。不过在今天，过去促成近代民族国家诞生的一些原则，也正在促成其转型甚至解体。
中东地区的政治发展更令人担忧。近代以来，中东政治秩序的演变，本来就和西方密切相关，先是成为欧洲的殖民地，后来又受到美国的干预。正是欧洲和美国的介入，或者确切地说，是西方强权对中东国家的征服，才使得中东国家政权形式具有了现代性。但是，在欧洲和美国的幕后支持下，现存中东政权有的已经彻底解体，有的正在解体。在原来的政权解体之后，也并没有出现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体，而更多的是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更为严重的是，在原来的国家解体之后，类似“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全称为“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简称ISIS），是一个自称建国的活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恐怖组织。的“不一般”的权力组织崛起，不仅对区域政治构成了威胁，而且随时可能威胁到整个世界。
欧洲传统民主政治的变迁表现为和平;中东政治的变迁则表现为暴力和无政府；而世界上其他很多地区的变迁过程，则处于欧洲和中东之间，有暴力的，也有相对和平的。所有这些变迁，或多或少都和近代以来西方的地缘政治，以及随地缘政治利益而扩张的“民主政治”有关。在今天的世界，追求民主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但同时，越来越多的地方因为“民主化”，在政治上陷入无政府状态。可以说，在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政治挑战，便是如何重建政治秩序。今天人们似乎更多地谈论政治治理问题，但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问题远远超出了治理的范畴。很简单，治理问题只是一国的内部制度建设问题，而地缘政治则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制度，必须符合这个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地缘政治秩序。
 
“末日论”思维
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秩序建设从前是问题，现在是问题，将来也一直会是问题。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诞生之后，欧洲哲学家包括黑格尔曾经认为，“民族国家”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各种制度最后、最完美的阶段。之后，马克思等更是预言，国家最终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终结。同样，在苏联东欧政权解体之后，就有美国学者（例如弗朗西斯·福山）出来说，西方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即西方式民主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完美的政治制度。
有人已经指出，这种思维和“人类末日”论者的思维没有多大的区别。实际上，有关“历史终结”的观点，一方面是西方世界人类进步观（往往是历史单向线性观）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式民主一直在不断扩张的乐观情绪。不过，在经验层面，这种乐观的观点很难找到足够的支持。如果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西方式民主政治是随着西方的地缘政治扩张而扩张到非西方世界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民主的形式在不断变化，民主的质量也在改变。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扩散，另一方面是扩散过程中所包含的危机。
在西方，有大量的著作描述西方民主发生和扩散的过程，其中最著名的还是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在这本书中，作者不仅论述了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传播的过程，也花了很多篇幅来讨论民主发生和传播的条件。但很多人把亨廷顿的观点“庸俗化”，仅仅把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和政治意识形态，把民主和“历史的终结”联系起来。
如今，在世界范围内，民主仍然在变动过程之中。一方面，民主仍然在向非民主国家传播，但一些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则出现倒退或者回潮，也有国家在民主和非民主政体（例如军人政权和专制）之间摇摆。不管怎样，在民主的传播过程中，不难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来。正如西方式民主是西方特有条件的产物，民主向非西方国家的扩张，也受后者客观条件的制约，从而发生变化。
 
地缘政治秩序为第一秩序
影响民主扩张的最主要因素是地缘政治。实际上，任何政治秩序的扩张都深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历史地看，地缘政治秩序永远是第一秩序，而国内秩序无论是权威政体还是民主政体，则是第二秩序。第二秩序必然受第一秩序的影响和制约，也必须向第一秩序作调整，直到两者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冲突为止。一个特定的地缘政治秩序会包容很多政体（国内秩序），尽管它们不会一模一样，但必须具有类似性。比如传统上，东亚国家和地区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尽管具有不同的政体，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也表现在世界其他地区，例如，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各个国家，都曾经具有非常类似的政治制度。我们可以把一个特定地缘政治秩序内部的政体，称之为“类政体”。
从地缘政治秩序的角度来看，西方式民主的扩张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扩张的产物。西方国家把民主扩展到西方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主要依靠如下几种方式：建立殖民地，军事占领，结成冷战阵线等。
首先是殖民地。西方国家建立殖民地的目标当然不是为了推行当地的民主化。实际上，在殖民统治期间，没有一个被殖民国家是实行民主的。但在殖民者撤离之后，留下了一些日后产生民主的殖民遗产。同时，很多领导人民进行反殖民地运动的国家政治精英，大都受过西方的教育，他们在国家独立之后，往往主动引入西方式的民主制度。
其次是军事占领。最明显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对西德和日本的占领期间推行西方式民主。
再次是冷战阵线。在整个冷战期间，许多属于西方阵营的国家也在西方的压力下逐步实现民主化，至少推行表面上的选举制度。苏联解体之后，西方阵营的地缘政治秩序迅速扩展到原本属于苏联阵营的东欧国家。苏联解体本身也促成了很多前加盟国的民主化。
也有一些地区的民主化主要来自内部动力，但也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比如东亚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就是明显的例子。这些地方的政治精英为了应付来自地缘政治的压力，不得不实行民主化，以求得美国的支持。
伴随西方地缘政治扩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资本主义扩张对民主化的推动，甚至比地缘政治更具有实质性的作用。资本主义向非西方世界发展，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的内容。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发展既造就了中产阶级，也造成了社会利益的分化。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也得以提高。这些都促成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内部民主化动力。在非西方世界，民主性质的优劣也往往取决于这些因素的成长与否。
民主具不具备普世性？
不过，民主扩张的过程也隐含着危机。西方学术界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来研究如何扩张民主，但对这个过程所包含的危机注意得还不够。很显然，民主在扩张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变种。总体说来，从西方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民主越来越不具备社会文化基础，其内容越来越微弱的同时也越来越形式化，也就是注重西方所普遍定义的多党制和选举。在很多国家，除了多党制和选举，根本不存在民主的其他重要内容。
也就是说，在西方民主的扩张过程中，其形式远远多于内容。这种现象其实亨廷顿早就观察到，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亨廷顿一直强调西方式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有产物，尽管能够传播到其他国家，但并非具有普世性。但其他学者，尤其是把西方民主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学者，却不这样看，他们把西方民主简单地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政治制度。
西方式民主既然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扩张的产物，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必然会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西方式民主的发展和变化，并不能使人乐观；相反，有很多理由促使人们为之感到担忧。
 
2014年10月2日



地缘政治变迁和政治秩序重塑
近代以来建立在民族国家之上的政治秩序，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扩张的产物。随着今天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这个政治秩序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此同时，其被重塑也变得可能。如何理解这个深刻的危机及其对政治秩序重塑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西方民主的核心在发生变化，这一点几乎表现在方方面面。从国家层面看，民主很难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整合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一直为民主能够整合国内各民族而感到自豪。西方一些国家，经常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民族政策，却忽视了自己国内的民族矛盾。实际上，这种矛盾一直存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历史上曾经为法国殖民地，民众大多讲法语，与加拿大境内其他说英语的地区很不一样，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公投要从加拿大独立出去，但没有成功。还有英国的苏格兰，苏格兰成为英国的一部分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但之前的苏格兰独立公投表明，英国并没有真正成为人们所说的民族国家。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西方其他很多国家，一旦条件成熟，独立自治运动自然会出现。
当然也有人会说，西方这些国家都能通过民主的手段，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民族矛盾。但问题是，民主如果意味着出现越来越多的小国家，那么人们并不能确信诸多小国家的并存，是否就是西方的政治常态。从历史上看，西方曾经出现过几波帝国的融合和解体的过程。近代欧洲国家的形成，既是帝国解体的产物，也是统一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无论是帝国的解体还是民族国家的形成，都充满了暴力和战争。如果众多小国家之间发生冲突，融合便会成为必然；而融合的过程往往不是民主的、和平的，更多的是通过暴力和战争。这一点几乎是历史的铁律。
 
民主意识代替不了民族意识
从理论上说，民主能够促成民族国家的整合。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这一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绝非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战争的过程。确切地说，民族国家的形成大都是通过战争完成的。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民主化的过程的确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矛盾的缓和。但即使这样，也是有条件的，最主要的是经济因素。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利于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经济发展；而民主又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处扩散到不同社会阶层。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不仅不同的民族可以得到整合，不同社会阶层也可以得到整合；但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民族分化的力量和阶级分化的力量就会崛起，挑战现存民主国家。这个道理很简单，马克思还是对的，经济基础的变化，会导致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变化。
今天的西方民族国家就面临这种局面。就民族问题来说，无论是苏格兰还是其他地方，都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就苏格兰来说，这一波独立运动固然有其历史因素，但主要还是起源于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改革方案。在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之后，苏格兰人的经济状况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在政治精英和民众中产生了独立自治的概念。而英国政府长期以来并没有严肃看待这件事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苏格兰地方政府一直在为苏格兰人的福利而努力，在有限的自治权力下，追求和英国“不一般”的政策。这种努力强化着地方居民的地方意识或者说政治认同。
更为重要的是，民族问题不会因为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消失，民主意识永远替代不了民族意识。在不同民族之间，任何一个问题的出现，都有可能转化成为民族问题。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平权运动之后，过分乐观地以为种族融合了，种族问题解决了，于是出现了美国是种族“大熔炉”的民族理论。但这一次弗格森枪击事件，再次说明了表面上的种族融合是如何脆弱。尽管美国已经产生了黑人总统，但民族问题依然存在。在美国白人中间，并不乏痛恨黑人总统的政治人物和普通老百姓。
经济状况的变迁也影响着西方国家国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经济好的时候，福利政策没有问题；一旦经济转坏，福利就会恶化。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各国经济都面临结构性调整，但福利社会严重地制约着这种调整。同时，国内各阶层收入差异加大，往日的中产阶级受到挤压。今天西方频繁发生的街头运动，就是这种经济状况的反映。实际上，弗格森的枪击事件所导致的种族冲突，也具有深刻的经济背景。值得注意的问题不只是白人警察枪杀了黑人，还包括为什么这个事件会使黑人迅速被动员起来进行示威抗议，这背后还是种族之间的经济问题。
西方国家本身面临着众多问题，没有人有十足的信心，相信民主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相对衰落，必然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民主产生负面影响。负面影响来自内外两个层面。就外在因素来说，主要是欧洲和美国所背负的可以称之为“民主的包袱”的东西。从内部因素来说，主要是非民主国家社会中，存在对欧洲和美国越来越高涨的不满情绪。这种现象在中东地区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中东，欧洲和美国可以说正在推翻自己参与建立起来的政权。近代以来中东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政府的确立，同西方有密切的关联，但现在，欧洲和美国的认知变化了。从前西方国家信仰主权高于一切，但现在信仰的是人权高于主权。如何实现和保护其所谓的人权呢？西方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政权更换、多党政治和选举，也就是推行西方式民主。但是问题在于，在现存主权国家和政府被推翻之后，所出现的往往不是西方希望看到的民主政权，而是其他。尽管一些国家也出现了貌似民主的政权，但并非真实的民主，更多的国家演变成为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在现存国家失败之后，更导致了极端政治力量的崛起，例如“伊斯兰国”（ISIS）。
当然，西方衰落对非西方国家的影响，绝不局限于中东，从长远来看，更广大的地区，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些地区民主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欧洲和美国基于地缘政治利益之上的干预，主要是对这些地区亲西方力量的支持。一旦西方的支持减弱甚至不再支持，这些地区的民主政治的未来就会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
 
大国崛起重塑地缘政治
在欧洲和美国衰落的同时，另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动，就是俄罗斯的相对复兴和中国的崛起。如同西方的衰落，这个变动也必然对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秩序（包括民主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前苏联不仅确立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且也在其地缘政治利益范围内的各个国家，形成了与自己相似的政权类型。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乘机侵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随着俄罗斯的相对复苏，它也必然要重建甚至从西方夺回原来属于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已经和一些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确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即“独联体”。今天，俄罗斯和其中一些独联体国家的各方面关系都很密切，乌克兰的例子，更是说明了俄罗斯要从西方收回自己地缘政治利益的决心和不择手段。尽管俄罗斯现在也有多党制和选举，但西方并不认同俄罗斯的民主。俄罗斯在和西方的竞争中能否赢得胜利，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有两点是明确的：第一，俄罗斯争取其地缘政治利益的努力永远不会停止；第二，第一秩序（即地缘政治秩序）高于一切。如其赢得了胜利，在俄罗斯地缘政治范围之内的其他国家的政治形式，也必然要受制于俄罗斯。
同样，中国的崛起也会导致其地缘政治利益环境的变化，不仅对自己内部发展有影响，对周边地区的发展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自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国家打败，失去了大部分地缘政治利益。现在随着自身的再次崛起，中国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缘政治利益。国家的统一是恢复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第一步。在香港和澳门和平回归之后，中国政府也在寻找与台湾统一的方法。不管怎样，中国是不会容许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和新疆等地，从中国独立出去的，不管以何种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把这些界定为核心利益。和所有其他大国一样，一旦这些核心利益受到损害，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
在下一个层次，中国也不会容许其他大国在周边构成对中国的不安全因素。正如美国不容许苏联在古巴布置导弹，中国一旦具备这个能力，也会防止或者阻止其他大国在中国的周边这么做。今天，中美两国出现的很多问题，就是由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引起的。尽管中美两国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但美国要把其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和深入到中国的周边国家，这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导致两国的间接冲突。
同样，中国的崛起也会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形式产生影响。这不是说中国要干预其他国家和地区，从历史上看，中国从来没有干预过其他国家所发展起来的政治形式。即使在中国内部，不同民族采用的政治形式也是不相同的，例如，西藏和新疆两个民族自治区各有自己的政治形式，南部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版本的土司制度。今天，中国一直强调的不会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反映。但中国崛起之后，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政治形式客观上造成的影响，和中国主观的愿望关系不大，这更多的是周边国家和地区逐步地向中国作出的调适。传统历史上形成的儒家文化圈的政治形式便是如此。
很显然，中国本身政治秩序的变化更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逐渐地摸索出自己的政治模式或者政治道路。这种模式尽管也受西方影响，但绝对不会发展成为和西方一样的模式，可能会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这种选择的存在，会通过不同途径影响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甚至更远。
今天的世界面临着冷战结束之后地缘政治的大变局。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地缘政治秩序又必须得到重建；这种重建也必然会影响到各国内部政治形式的变化。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世界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地缘政治利益之争，而且也是政治秩序之争。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国际政治秩序和内部政治秩序大变动的时代。
 
2014年10月29日



第二部分 非西方民主之可能



民主的危机及未来
民主产生了很大的危机，但人们追求民主的努力不会停止。民主制度仍然具有很多优势。从根本上说，较之其他政治体制，民主或许更符合人性。在其巨著《历史的终结》中，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正是从人性这个角度来论述民主的。此外，民主也已经成为今天人们所追求的价值的一部分。不管民主已经产生了多大的问题，或正在产生更大的问题，对非民主国家的人民来说，民主仍然是一个须要追求的理想体制。不过，我们也不能排除追求与现有西方民主体制不同的民主政治体制的可能性，建立一种既符合人性，又能避免现有民主很多缺陷的体制。
民主的未来在哪里？这里没有统一的答案，处于不同文化、不同地缘政治和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须要做出不同的选择。
 
西方民主的结构性问题
先说西方自由主义民主须要改善西方民主，西方国家必须改变其伪善的一面。西方现在主要把西方民主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外在的因素，既包括发展中国家的非自由主义民主的产生和发展，也包括像中国这样被西方视为新型权威主义政体的出现。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和其他权威主义政体，对西方民主构成了威胁。正如西方民主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来自于自身一样，西方民主所面临的问题也来自其自身的缺陷。再者，尽管一些人也看到了自由主义民主衰落的内在原因，例如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的衰落，或者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人们对民主政府的不信任，但这些内部因素也只是表象，并没有涉及西方民主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如同其他任何政治体制，民主也须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需求。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仍然是对的，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西方民主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民主的形式就要发生变化。而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目前所面临的，是其政治结构和其所处的经济、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刻矛盾。
首先，民主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其中，经济结构最为重要，因为这基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又决定了民主的社会基础。中产阶级是西方自由民主的主体，如果民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拥有一个有利于产生中产阶级的经济结构。为此，西方国家必须花大力气来调整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现在许多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富豪—穷人结构，即极少数人掌握巨大的财富，而大多数平民则没有足够的收入。这个结构不仅产生不了中产阶级，而且在摧毁着传统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当然，与此相关的是全球化。全球化为资本所推动，其所产生的好处也流向资本，导致西方社会越来越分化。而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是不会有高质量的民主的。
同时，西方也必须改革社会政策。西方国家的社会政策或者说福利政策在实现社会公平、保护中产阶级和稳定民主秩序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说，没有相关的社会政策，不仅资本主义，西方民主也很难生存。从历史来看，社会政策既是对资本主义弊端的反应，同时也拯救了资本主义。不过，今天西方国家的一些福利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极端。这种极端化并不是因为福利制度本身，而在于“一人一票”之下的政治民粹主义。道理很简单，“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本来应该同时要求“一人一份”的（经济）贡献，也就是说，一个社会要实现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之间的平衡。但在现在的福利体制下，人们可以用“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利来获取“一人一份”的社会权利，而“一人一份”的经济贡献则被大大忽视。在选票决定一切的情况下，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私利，拼命许诺选民，导致用政治权力来重新分配公共资源，既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也培养了一部分人“不劳而获”的思想。如果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不能回归平衡，民主很难回归正常运作。
要改变这种情况，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必须从选票民主中脱离出来。选举只是民主的一个部分，或者说表达民主的一个程序，民主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内容。这一点上，西方国家似乎还须回到近代以来人们一直所注重的政治“美德”。在大众民主之前，西方国家的民主实际上是选拔制度和选举制度的结合，先选拔一些具有“美德”的候选人，然后交给人民选举。在大众民主时代，政治“美德”已经衰落，变得毫无价值，因为是选票而非“美德”决定一个政治人物是否是“精英”。在这个方面，西方民主也可以向东方的任人唯贤制度（meritocracy）学习。在任人唯贤制度下，候选人的素质要包括受教育程度高、工作经验丰富、决策能力强、清廉和品德高尚等方面。只有在满足了这些基本条件之后，才可以选拔出来交予人民选举。强调“美德”，也可以促成政治精英之间重新达成共识，而无须诉诸民粹主义，讨好选民。精英之间的共识政治，可以促成政治人物去考量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
 
非西方民主的恶性循环
非西方世界面临着不同的民主问题。民主从西方扩散到非西方世界，后者的民主往往不是内生的。在非西方世界，民主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和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不相吻合。很多国家的民主问题，都是因为简单照搬西方模式而产生的。尽管存在着各种西方式的制度，例如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媒体等等，但从来就没有运作良好。没有制度可以制约政治精英，民粹主义泛滥。同时，也很少有政治精英来真正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其一直处于低水平。多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沦落为党争，各自挟持自己的支持者，不是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前途，而是为了多分一块本来就不是很大的经济蛋糕。因此，腐败、政治激进化、无政府、暴力和贫穷都是这些国家的常见现象。
很多发展中的民主国家已经深深陷入低度发展和低度民主的恶性循环之中。无论是从西方的经验还是从后发展中社会（例如“亚洲四小龙”）的一些成功经验来看，要逃避这个循环，政治精英还是关键。这些国家的民主本来就是由政治精英引入的，民主所面临的问题还是得由他们来解决。政治精英之间不仅要对权力分配方式达成共识，更应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达成共识。他们必须意识到，民主从来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能欺骗民众，说只要有了民主，经济和社会利益都会随之而来。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基本国家制度建设，都是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所需要的。没有这些，民主便会走向反面。不过，这些已经陷入低度发展和低度民主恶性循环的发展中国家，要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并不容易。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已经长期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没有发生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化，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国家很快能够跳出这个循环。
 
中国须建设自己的模式
因此，在非西方世界，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还没有步入西方民主的国家的政治选择。其中，中国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必须发展和建设自己的模式，而不是简单地像很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去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中国必须给自己一个机会，同时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不过，要强调的是中国模式不是反民主模式，而应当是一个民主改善模式。西方很多学者和政治人物都视中国模式为西方模式的对立面，好像中国是“反西方”的。这种看法即是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观点，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才是人类历史最后的政体形式。实际上中国不学西方模式并不表明中国是“反西方的”，而只是意味着中国要确立自己的民主模式。再者，中国模式也并非要取代“西方模式”，而只是意味着“中国模式”可以成为西方模式之外的另外一种选择。
尽管中国模式仍然是一种发展中的模式，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总体来说，这个模式已经成形。概括地说，如果说西方多党制是外部多元主义，中国开放的一党制便是内部多元主义。内部多元主义具有几个特点。在政治层面，这是一种精英政治，不同类型的精英都可以进入现存体制，分享政治权力，政治过程是开放的。因此，党内民主变得非常重要。同时，这种内部多元主义不要求政治人物诉诸选票，因为领导人的产生更多的是依靠选拔，即任人唯贤制度，这就可以避免极端的民粹主义。内部多元主义也能产生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例如内部的分权和制衡、主要领导人领导职务的限任制、年龄限制等等。从经济社会层面来看，内部多元主义首先是把诸多的社会利益内部化，让它们进入现存体制内部来协商解决。它不仅要考虑到一般意义上的人口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到不同社会经济功能界别的利益。反映到体制层面，内部多元主义不仅要类似西方的人口比例代表制，还要反映功能界别利益的制度（在中国表现为政协等制度）。
内部多元主义就是要实现政治、经济（资本）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均衡，这使得政治、经济和社会能够在均衡条件下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西方民主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三者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全球化使得政府丧失经济主权，资本处于高度流动状态，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无法对资本的权力构成有效的制约。同时，“一人一票”的制度大大强化了社会权力，一方面促使政治人物走向民粹主义，另一方面通过“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力获得“一人一份”的经济好处，更使得国家经济不堪重负。这三方的任何一方都想理性地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最终结果是使得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最小化。
不管西方国家多么反对，中国仍然会追求自己的民主形式。实际上，就民主来说，今天的世界已经呈现出了两大趋势，一是民主化，二是民主形式的多元化。不管西方世界多么反对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形式，民主形式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一个现实。这是一个开放和多元的世界，也必然是一个多元政治制度的世界。所以重要的是多元政体的共存，而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任何一个政体都需要竞争者，否则不仅很难进步，反而会急剧衰退。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在竞争中就会出现较好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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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有没有非西方的选择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政治都和民主分不开。在还没有民主化的国家，人们在努力争取实现民主;发展中社会的民主政治，或多或少都呈现出西方化的迹象；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本身，则处于新一轮危机之中。但不管民主的表现如何，它在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很多客观条件均表明，政治民主化不可避免。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看，如果不去讨论民主化的品质，可以说，从21世纪初以来，世界正在经历着新一波民主化。这一波民主化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
首要的因素当是全球化。现在的全球化是全方位的，包括人、财、物在内的各种要素的全球化，其中，思想的全球化更引人注目。在思想领域，西方国家仍然占主导地位，西方话语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思想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单向的，也就是西方思想扩散到非西方国家。西方各国政府和社会对西方思想在非西方世界的传播不遗余力，导致今天不管富国还是穷国，与民主有关的政治权利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所要争取的权利。
其次是大众传媒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进步，更使得社会的政治参与具有实质性意义。媒体的进步始终是政治参与的重要技术条件，但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具有性质上的不同。个体化技术的社交媒体，使得人们可以自己掌握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利，人人可以扮演各种角色，包括记者、评论员和政治人物等等。
从民主化的外部条件看，现在所有的民主化过程不仅是一国内部的政治过程，而且已演变成国际过程。西方世界的干预已经成为现实。在非西方国家，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政治主权，但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隔离西方影响的能力和方法。尤其是在那些具有反对派的社会，西方的干预更是顺畅。因为其干预的动力不仅来自西方，更来自该国内部社会力量的需要。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非西方国家内部的一些社会力量，主动“邀请”西方来干预本国政治。
这些因素也对现存西方民主政治构成巨大的挑战。西方人普遍认为西方民主有自我纠正机制。刖西方民主在近两百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实行的是精英民主，大众民主的时间并不长。而大众民主的问题，主要是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不对称。西方国家如何解决这个越来越明显的不对称问题，还有待观察。
民主产生在西方，其发展过程是渐进的，这使得西方有条件促成民主的进步和转型。但西方式民主一旦蔓延到非西方社会，往往是激进式的“大众民主”，因此弊端越来越明显——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很难找得到运作良好的民主政权。西方民主是西方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长期发展和演变的结果。在非西方国家，民主如果不能配合当地社会的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就很难运作起来。
问题在于，在非西方世界，人们今天的权利意识已经远远领先于文化、制度、经济和社会条件，已经成为现实。这个现实必须成为思考问题的起点，我们不能忽视或低估这种超前权利意识的重要性。民主已经成为现代性的象征，不管结果如何，人们都会去追求。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需要不需要民主，而是需要什么形式的民主。在非西方国家，人们需要寻找一种既能满足人们民主权利意识，又可以避免民主政治所能带来的诸多恶性弊端的替代民主形式。
 
多党制：“一人一票”变“一元一票”
寻找这样一种替代民主形式的关键，在于如何以不同方式来塑造精英共识。西方国家在精英政治阶段，精英之间的共识是民主政治运作良好的前提条件，民主政治就是精英共识政治。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从君主贵族政治变化而来，这是近代西方政党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其中，英国最为典型。在君主制下产生的多党政治，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即使是选举权也是有限制的。只要精英之间达成共识，在既定的规则之上玩政治，政治稳定是可以期望的。而精英之间的共识，也使得反对党可以成为“忠诚的反对派”，其意见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往往具有建设性。精英民主政治意味着各党在承认国家宪法（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的基础上，围绕着国家的政策进行争论，轮流执政。
但到了大众民主时代，民主运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在精英民主时代，选票只是工具，让老百姓选择各党推选出来的候选人。政党由精英组成，精英群体先选拔好自己的人选，再让老百姓认可一下。在大众民主下，选票本身成为目的。精英的选拔过程不再重要，任何一个人，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就可以成为政治人物，得票越多者越代表他是精英。因为选票变得如此重要，金钱也就重要起来，因为金钱投入的多少，往往决定了得票的多少。“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一元一票”。精英共识既然不再重要，也没有了生存空间，政治恶斗就变得不可避免，多党制演变成了基于金钱和选票之上的政治恶斗。传统上的共识政治，也就自然演变成了当代的“互相否决”政治。
西方国家是这样，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更糟糕。许多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把民主简单地理解成为多党政治。在西方，诚如美国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所言：“没有资产阶级，便没有民主。”但发展中国家因为社会经济不发达，资产阶级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变成了“没有反对党，便没有民主”。在西方，早期民主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和君主贵族的分权游戏，资产阶级用财富的力量驯服了君主贵族的政治力量。而在发展中国家，财富不仅没有成长起来，反而常常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中产阶级非常小，甚至不存在，民主往往变成了不同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争斗，以此来争夺有限的财富。
发展中国家常常出现这种情况：一旦反对党产生，其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政治不再是精英民主中的君子政治，而变成了赤裸裸的小人政治。西方的职业政治家转变为发展中国家的职业反对者。他们对国家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制度的进步，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建树，只有解构。民主政治往往使得这些社会的政治秩序面临严重挑战，甚至流于无政府状态。
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替代民主形式就是要找到一种既能保持民主功能，又可避免无政府状态的政治形式。从世界各国的一些政治经验来看，替代民主是有可能的。
 
内部多元：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
可以把西方多党制看成是外部多元主义，不同的利益集团成立自己的政党，通过政党来维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替代民主形式则相反，是内部多元主义，它不容许不同的利益形成自己的政党，但可以设计一套制度体系，把多元利益纳入其中，通过内部协调来维护和增进不同的多元利益。外部多元主义政治的开放性，通过组建不同政党来体现，各政党也往往体现为排他性；内部多元主义的开放性，表现为这个体系本身的开放性，即包容各种不同的利益。
在经验层面，内部多元主义表现在一党独大制度和开放的一党制度中。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1929年上台执政，直至2000年下台，但2012年又重新执政。日本的自由民主党1955年成立至今长期执政（只在1993年到1994年、2009年到2012年间短暂失去政权）。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成立至今唯一的执政党。这些都是一党独大的民主国家。尽管反对党也存在，但他们在政治生活中不能起到类似西方国家那样的作用。
开放的一党制则基本上是从传统共产主义的一党制演变而来的，但越来越呈现开放特征，即容纳不同的社会利益。尽管这一类国家也存在着其他党派，但它们不是反对党，自身没有独立的政治过程，无法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必须通过执政党所设定的政治过程，才能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比如，中国、越南就是一党制国家，但党内政治也呈现出开放趋势。
这些政治体制具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这是一种精英政治，但和西方大众民主时代的精英政治有所不同。西方精英主要产生于选举，民众的选票决定了谁是精英。但在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下，尽管民众的支持度也非常重要，尤其是那些存在着选举制度的国家，但党内精英的选拔更为重要，是先在党内选拔，后进行党外选举。其次，在西方大众民主政治下，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不同政党代表不同意识形态。在开放的一党制下，尽管仍然有政党“意识形态”，但需要包容性，容纳不同的意识形态。再次，在西方大众民主下，不同的利益通过不同的政党表达出来，但在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度下，政党表现为开放性，才能容纳不同的利益和代表不同利益的精英。
不管是西方大众民主下的政党制度，还是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度，其前提就是开放社会。开放社会就是多元利益社会，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一个开放的政治制度。但开放既可以通过西方式的多党制来表达，也可以通过一党独大，或者开放的一党制来表达。开放不见得就是多党制，如果只有一个政党，只要这个政党是开放的，也能表达多元的利益。
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产生于非西方国家，也比较适合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政治需要，即一种比发达国家更为集中的政治体制。这样的制度至少能够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政治秩序，保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比较大的国家如中国，这种体制也发展出了一些大众民主国家不存在的体制，来保障多元社会利益的表达和社会的稳定。比如说，大众民主的重点在于“一人一票”和人口比例代表。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比较分化，利益冲突突出，人口比例代表制往往会制造阶级冲突。要避免这样的情况，有必要设立一些能够协调不同社会阶层或阶级利益的机制。理论上，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就可以成为这样一种机制，因为政协代表不同的功能界别、社会阶层和阶级。当然，政协制度还有待完善和改进。其一，需要根据社会的变化来不断更改（增加或减少）功能界别；其二，不同的功能界别内部需要民主化；其三，政协必须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而不光是议政权力）。
与大众民主下的政治制度相比，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呈现出相对集权的状况。这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仍需要一种集权体制。民主化对一些过度集权的领域已经构成了挑战。不过，随着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发育，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其一，可以进一步横向分权，即容许和鼓励社会力量成长和壮大，并把它们组织起来，整合进不同的功能组织。其二，可以进一步纵向分权，即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来满足多元化的地方居民的需要。其三，缩小国家政治的范围，实行有限政治，同时拓展社会、经济、文化生活领域的自治权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政治权力毫无边际，深入各个角落。这种情况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很有必要，但等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成长起来之后，放权和自治变得更为重要。无论是横向分权、纵向分权还是自治，既是当代民主化的要求，与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度，也不存在必然冲突。
尽管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不是当代世界的政治主体，但它们已经在很多方面提供了很丰富的经验，来弥补当代大众民主存在的缺陷。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本身也在发展之中，它们或许最终会演变成西方式的大众民主，或许能够通过改进自己，成为非西方民主政治之外的另一种制度选择。这些都还需要我们加以持续的观察。
 
2014年2月26日



中国民主与东亚模式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民主，以及如何实现民主。不过，大多数人会同意，中国需要追求和平的优质民主，而非暴力的劣质民主。如何避免劣质民主、追求优质民主呢？讨论一下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在内的东亚民主发展模式，对我们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有启迪。
 
台湾地区民主与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
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意味着什么？这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的问题。自从台湾地区在蒋经国执政后期开启民主化之后，人们一直在关注其对中国大陆政治的影响。这种关注不仅发生在两岸学者和政治人物中间，也发生在海外华人、学界、政界和商界人士中间。很多人一直相信，中国台湾地区能够成为中国大陆政治转型的一个参照模式。
不幸的是，台湾地区的民主往往和台湾地区的“统独”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台湾地区的“独立”往往成为政治人物操纵选举的主轴。这个局面在很多年里一直影响着人们，尤其影响着大陆人民对台湾地区民主作客观的认知。自从李登辉和陈水扁把台湾地区民主和“独立运动”捆绑起来之后，至少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民主化的认识趋向于负面。除了自由派继续对台湾地区民主抱有信仰之外，很多人尽管也认同民主，但不能接受民主化和“台独”关联在一起的事实。
不过，2012年台湾地区选举呈现出和平性质，族群议题、台湾地区“独立”也没有成为选举的主轴，又再次改变人们对台湾地区民主的认识。不难发现，当台湾地区老百姓对民主的狂热度急剧下降时，大陆很多人，尤其是知识界，开始对民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台湾地区趋向于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时，其对大陆的影响会有增无减。这种认知趋势很正常。台湾地区民主正常化表明民主的制度化程度在提高。一种起伏很大、反复无常的台湾地区民主，不可能产生正面的外在效应，而只有一种制度化了的民主，才会对大陆有参考意义。
海内外学者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运动已经作了详细的研究，但很多研究对中国大陆的参考意义并不大，主要的问题在于人们往往把台湾地区的民主化，仅仅看成是全球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他们对台湾地区民主所作的解读大都是西方式的。出于意识形态，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台湾地区学者，都把台湾地区民主视为西方民主的延伸。西方式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着人们对台湾地区民主的客观认识。
中国大陆最关切的是政治发展的有序性，包括有序的民主化进程。对中国大陆来说，台湾地区民主化的参考价值，并不在于台湾地区民主化的具体路径或者制度表述方式，而在于其和平性质。
台湾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式开始民主化，很快就成为亚洲“第三波”民主化的代表。较之其他地区，台湾地区民主化的和平性特点非常显著。历史上，民主化过程经常充满暴力和鲜血。英国是民主化的代表，但即使在英国，也割了国王的头。在其他欧洲国家，民主化是长期的社会运动，包括工人阶级运动和各种形式的民权运动的结果。民主传播到非西方世界之后，其过程更充满暴力。
中国大陆倾心于台湾地区民主的人们，往往过分简单地解读台湾民主化。他们所强调的是纯粹的民主化进程，即从台湾地区早期的地方选举到开放党禁和报禁等政治方面的发展进程。不过，所有这些政治因素都很难充分解释台湾地区民主化的相对和平性质。如果从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是不同的，在西方，没有两个民主政体的实现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是相同的，在亚洲也如此。当然，民主化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的不同，并不表示民主政体没有共同性质，例如选举、多党制和自由的媒体等等。
但关键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些民主化进程是和平的，另一些则具有暴力性质？在很多已经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尽管有选举、多党制和自由媒体等被称之为民主的制度，但所有这些制度并没有为那里的人民带来清廉、有效的政府，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与和平。相反，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很多民主政体往往与政府腐败、人民贫穷及社会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
 
民主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
那么，如何避免腐败、贫穷和暴力的民主，追求清廉、富裕与和平的民主呢？这两种不同状态的民主，并不能从民主化本身的路径和制度表现方式来理解。
看来，我们必须跳出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深入和扩展到社会经济发展层面，也就是民主化发生和发展的宏观环境，对台湾地区民主作一新的解释。民主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历来就是民主政治研究的一项极其关键的内容，但在亚洲，这项内容被大大忽视了。
简单地说，今天台湾地区民主的质量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建设有关联。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建设，然后再民主化，这个过程是所有优质民主必须要经历的。西方国家如此，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也如此。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质量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控制民主进程中的腐败。就民主选举来说，人均国民所得3000美元的国家，和人均国民所得3万美元的国家都可以实现民主，但是，这两种民主的质量截然不同，前者更多的是劣质民主，而后者更多的则是优质民主。人均国民所得3000美元的时候，选票不值钱，一包香烟和一块肥皂就可以搞定一张选票。不难观察到，在低收入国家，选举过程中的买票现象往往更为严重。在中国的地方选举中，这种现象也非常普遍。但是一旦到了人均收入3万美元的时候，就很难买得动选票。这对候选人来说也是如此。在欧洲，很长时间里，参与政治的是贵族和社会精英。他们参政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但现在，西方是大众民主，任何人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都可以当选。但对那些来自贫民阶层的政治人物来说，他们得到的职位，无论是议员还是政府官员，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当他们的职位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收入，来支撑一个体面的生活时，腐败就变得不可避免。英国议员近年来的腐败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台湾地区民主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地区在民主化之前，其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中上收入水平，具有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当然，台湾地区在民主化过程中，也发生过“黑金政治”、选票贿赂，但大多发生在收入较低的阶层，主要是农村基层。这很能说明高收入水平对民主的重要性。如果选票可以被收购，那么民主就失去了意义。在政治人物方面，被称为“台湾之子”、从基层打拼上来的陈水扁，在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变得如此腐败，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第二，经济发展和国民的受教育水平有关。在人均国民所得3000美元的时候，国民的受教育水平还很低，很多人甚至还没有能力接受基础教育。但在人均国民所得3万美元的时候，大多数国民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民主的质量有关联。例如，要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贿赂选票相对比较困难，同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比较善于收集和处理有关候选人的政策信息，并对其政策作理性判断。这并不是说，没有接受过教育或者接受教育不充分的人不会理性思考，而是说收集和处理政策信息需要知识成本。
第三，经济发展促使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而这恰恰是民主稳定的社会基础。在任何社会，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社会稳定，这是政治定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会使政治人物比较难以操纵政治，不管政治人物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必须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利益。台湾地区在民主化之前，已经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尽管台湾地区被族群议题所困扰，人民被族群议题所分化，但是其民主进程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和平，这和中产阶级的庞大有关。2012年的台湾地区选举也表明，一旦族群议题不再成为选举主题，和平就会有保障。
台湾地区的社会改革也同样重要。社会改革对和平的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为过。在欧洲，民主政治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欧洲经历了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才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主义运动既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即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变成为福利资本主义，也促成了民主的转型，即从早期的精英（资产阶级）民主向大众民主（一人一票）转型。在亚洲，无论是早期的日本，还是后来的“四小龙”，政府在这一过程中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从而保障了民主化的和平性质。
台湾地区在民主化之前，在蒋经国执政时期，已经开始确立一整套社会保护机制，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制度。社会制度建设在把产业工人转化成为中产阶级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有社会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有劳动工资的提高，这使得台湾地区在很短的时间里，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同时，台湾当局也大力推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在经济结构上保障比较公平的财富分配。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台湾地区能够避免欧洲式的长期、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主化的和平进展。
有了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有效的社会制度，政治开放和民主化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民主是普世的，尽管它先发生在西方，但并不只属于西方。任何社会一旦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其人民必然会产生政治参与的要求。台湾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东亚政治发展模式的特点
在学术界，人们认为存在一个东亚模式，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实际上，也存在一个东亚政治发展模式，其特点就是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除了中国台湾地区之外，韩国和新加坡也是这样。中国香港地区尽管还没有普选制度，但到目前为止的民主化运动也非常和平。有人说，香港已经成为“抗议之都”，什么样的抗议都可以发生在香港，但这么多年里，香港的抗议非常和平。很显然，从历史上看，无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充满无限的暴力，但中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则倾向于和平。
那么，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会不会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呢？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中国大陆也会遵循日本或者“亚洲四小龙”的政治路径。实际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的政治路径也各不相同。再者，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也并非意味着中国大陆的民主的制度表达方式，会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类似。中国可以，也必然会发展出不同的民主模式。
从中国大陆地区各方面的发展情况看，很有可能成为东亚政治发展模式的一部分，即走一条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的道路。中国大陆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其重点在于经济，在于发展;而今天的改革目标，已经逐渐转移到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上来。社会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或者阶层。围绕着这个目标，中国大陆正在展开几个方面的改革。例如深化经济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再如建设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在为中产阶级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为社会底层提供基本的社会保护机制。此外，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中国大陆地区目前改革的内容还是以民生问题为主体。之所以会发生许多社会问题，主要是因为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在继续做大经济“大饼”的同时，以更公平的方式来分配这块“大饼”。例如，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来进行分配。社会制度建设好了，消费社会才会成为可能，社会才会稳定。而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或民主化，中国大陆地区都可以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尤其是中国台湾地区吸取很多经验教训。但如果仅仅局限于东亚的民主化进程，而忽视了全面民主化之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那么就会不得要领。实际上，就民主化的具体路径和制度表述来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有很多教训的，它们中的一些能够找到符合自己的民主模式，而另一些则比较西方化。而“去西方化”和“西方化”这两种不同的民主模式，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是不同的。
 
2012年5月30日



新加坡与亚洲优质民主
新加坡大选结果表明，在人民行动党继续执政的同时，反对党有了历史性的选举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场双赢的选举。反对党史无前例地赢得了一个集选区，这是一种胜利；人民行动党尽管失去了一个集选区，但从长远看也有好处，因为这次选举释放出来的很多宝贵信息，为人民行动党指出了今后发展的方向。任何一个执政党要长期执政，都要根据社会客观现实的变迁及时调整执政的方向、方式和手段。而且笔者认为，新加坡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已经超越新加坡政治本身，如果把它放在亚洲民主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会看到同样重要的是，继日本之后，亚洲正在发展出另外一个优质民主政治制度。世界历史中有大量例子表明，发展民主并非难事，但要发展优质民主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新加坡民主在其诞生之后，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没有发生类似于西方民主的“轮流执政”现象。新加坡也因此一直遭受西方和很多信仰西方民主的人的严厉批评，一些人认为新加坡是“假民主”、“伪民主”、“有法治而无民主”、“权威主义”等等。亨廷顿生前曾撰文比较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政治制度，认为台湾地区的政治制度会因为民主而生存下去，而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会在李光耀卸任之后难以为继。
但这次新加坡选举表明，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不仅越来越民主化，而且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很显然，主导这次选举的是新生代的新加坡领导人。无论人们如何评论这次选举，从实践层面看，新加坡已经为优质民主打造好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制度构架。
民主政治先产生于西方。经过一二百年的演进，西方民主才进化到当代这种所有合格选民都能参与的大众民主。人们也很容易观察到，在西方之外很难在发展中国家看到像西欧和北美社会那样的优质民主。在亚洲，日本是第一个优质民主，除日本外，亚洲的民主化道路并不平坦，一些国家和地区过分地学西方民主，甚至照搬西方模式，导致民主制度的运作问题很多。日本之所以成为优质民主，主要是因为它能够结合其民族文化和传统制度特色。同样，因为日本自民党在很长时间里一党独大，也遭到了西方的批评。
那么，新加坡是如何走向优质民主的呢？新加坡和西方先发展民主的路径有很多雷同之处，只不过前者所用的时间远较西方短。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优质民主的关键
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加坡花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从“第三世界”跃升到“第一世界”。而社会经济的高发展水平是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西方在进入大众民主之前，曾通过近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既是推动民主大众化的动力，也是大众民主所能生存的物质前提。但是，当西方式民主传播到西方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时，并没有能够推动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的重点并不在于做蛋糕、做大蛋糕，而是分蛋糕、分到更多蛋糕。社会经济得不到发展，而各种政治力量又想多分蛋糕，因此民主往往和暴力联系在一起的。新加坡不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主的重点在于产生一个有效和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政府，而政府的重点在于做蛋糕，并把蛋糕做大。这就是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政府通过发展（做蛋糕、把蛋糕做大）、让人民分享蛋糕，从而获取人民的信任。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优质民主的关键。民主尽管表现为投票行为，但这种简单的投票行为背后则是民主的文化。例如，选举行为实际上体现出经济理性。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中产阶级发展了，选民就不会因为一点点经济上的好处而出卖选票。新加坡选举的清廉——没有买票现象，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所不能比拟的，甚至超越了西方民主，这和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有关联的。再如，经济社会发展也造就了高素质人群。随着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民众的政治理性水平也越来越高。理性的政治人物和理性的选民之间的理性互动是优质民主文化的体现。
其次是法治建设。民主是众多现代国家制度中的一种，它很重要，但并不能取代其他国家制度。新加坡的民主所依赖的是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有效政治秩序，而这个政治秩序保障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亨廷顿曾经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没有这个秩序，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保障。新加坡确立了这样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并且能够和民主政治一并发展，这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在一些国家，有民主，但没有秩序，没有发展；在另一些国家，有建立在专制之上的政治秩序，也有发展，但没有民主；当然也有国家只有专制，没有民主，也没有发展。
再次，新加坡民主的成功在于其围绕着民主制度本身的制度创新。新加坡建国以来的政治实践表明，民主制度并非要完全照搬西方，创新不仅非常重要，而且也是可能的。例如新加坡的集选区制度。在很多国家，选举民主往往带来种族、宗教等方面的冲突和暴力，在西方也不例外。新加坡这个国家本来就是在严重的种族冲突中诞生的，建国之后，政治领袖设计了诸多制度来防止这种冲突，集选区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华人占绝大多数的多种族国家，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国会上可能会是清一色的华人。为了促进种族和谐，新加坡政府规定各种族混合居住和互动，主要体现在政府的住房政策上。如果实行西方式的选举制度，能够让少数族群代表当选的条件，就是让一个族群的人民集中居住在同一个选区；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容许各族群组织自己的政党，即以族群为基础的政党。但无论哪一种，都很容易导致族群冲突。而集选区就有效地保障了少数族群在政府和政治过程中的代表性，从而防止了族群冲突，促进了种族和谐。
 
公民精神需要在政治实践中培养出来
和很多西方民主国家不一样，新加坡实行强制性投票。如果仅仅从西方民主理论出发，强制性投票本身就不是民主的。但是，实践的逻辑并不是这样，在西方国家，很多时候，投票率往往少于合格选民的50%，甚至更少。如果只有少数人投票，那么民主就变得毫无意义。所以，新加坡规定，合格选民必须有投票的义务。几乎所有西方民主理论都会同意，公民精神是民主政治赖以生存的文化条件。但公民精神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需要在政治实践中培养出来。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新加坡的强制性投票制度就起到了这个关键作用。
同样重要的还有民主政治过程中的议题设定。所有民主的关键在于组织和议题。有关议题，就涉及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在西方，这是民主的关键，但是西方国家并没有有效解决言论自由所带来的极为负面的社会后果。有关种族、宗教的议题在选举过程中会不断浮上台面，候选人往往利用这些敏感的议题来争取选票，结果制造了无穷的冲突。尽管一些民主国家因为以往痛苦的经验开始限制争论，即不能涉及政治上“不正确”的议题，但很多国家仍然面临这个问题。一些欧洲国家以确立“国民”话语为借口，制定很多不利于少数族群的政策，名义上平等，实际上很不平等。西方无限制的言论自由更是时时刻刻挑战着宗教和种族的和谐。在新加坡，选举不能涉及敏感的话题，包括宗教、种族、语言等。很显然，这些敏感问题不是通过争论能够得到解决的，新加坡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通过协商，求得共识。每次选举，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要自觉地不去触动敏感话题。久而久之，这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选举文化。
新加坡选举稳定有序和各政党议题设定有关，各政党不去涉及敏感话题，同时又认同所确立的国家制度，大家争论的焦点只局限于政策层面，而政策辩论的焦点又是如何做得更好。这使得选举成为整合社会，而不是分化社会的机制。在很多国家，每次选举，社会就要面临一次大的分裂，甚至冲突，而新加坡做到了民主整合社会。
对反对党来说，优质民主的前提就是履行忠诚的“反对党”的职责，就是说，和执政党一样，反对党也都认同这个国家，认同这个制度结构；进行政策争论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要使国家更加美好。新加坡的反对党基本上也体现出这个特点。
时代在变化，没有一个政党不会面临挑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是如此。在一些民主国家，执政党因为政府失败、权力的腐败而被反对党所取代；也有一些政府（如日本），因为执政党无能力实施有效的政策而被取代。而新加坡的情况很不一样，既非政府无能，更不是政府失败，而是整个社会希望政府在新的环境条件下能够做得更好。
这些年，新加坡也面临很多外在的挑战。如随着全球化的加速，社会也面临收入分配加大的问题；移民的增多，使交通等公共设施承受着莫大的压力，也影响到住房价格。有些新出现的问题超出了社会的消化能力，需要政府采取有效的政策。尽管执政党并没有忽视这些问题，也在积极应对，但需要时日。这次选举反映出人民希望执政党能够更虚心地倾听基层民众的声音。
选民的代际变化更强化着新加坡民众政治参与的动力。新一代选民的观念和老一代选民的观念不同。老一代从艰苦中走来，尚能够承受环境的压力；而年青一代则更希望通过变革使新加坡变得更加美好。同时，他们希望通过参与选举产生政治压力，让权力不至于骄傲。
新加坡的民主正处于自我提升过程之中。随着社会参与范围的扩大和强度的提高，政治制度的竞争性也在迅速增加。良性的竞争所带来的压力，能够促使政府向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新加坡不照抄照搬西方民主形式而注重制度创新的精神，必然能够使其超越西方，成为亚洲民主的另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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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新加坡模式
中国能不能学新加坡？中国领导层从邓小平开始就一直对新加坡经验非常重视。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特意强调学习新加坡，学习他们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
总体来说，中国前期是学习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现在则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尤其是执政党的经验深感兴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各国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对新加坡经验的重视不是其他国家所能及的。
 
勿以国小而不学
中国领导层倡导学新加坡，不仅希望学新加坡的具体经验，更希望学该国的改革进取精神。
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建国不到半个世纪的小国，新加坡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大转型。新加坡从前被视为“亚洲四小龙”的一员，现在其模式似乎已经脱离了“四小龙”。在新加坡，华人占了绝对多数，基本上是个华人国家。这一点也表明，较之其他国家，新加坡经验与中国更具相关性。
自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各级政府派遣了无数代表团去新加坡学习和进修。不时会听到有些中国地方官员议论新加坡能不能学。有人说新加坡太小，不能学；有的说新加坡好是好，但不能学，如果学，最多学其在市政管理方面的经验。还有很多地方官员不知道如何学新加坡，对他们来说，学就是“复制”、“描红”。说新加坡很小，不能学，实际上这并不确切。世界上，很多管治不好的国家都是小国，很多失败国家也都是小国，小国不一定就好治理。同样，大国不一定难治理。大国对错误的消化能力强，犯一两个错误不要紧；但小国，如果有一个重大的政策失误，也许整个国家就完蛋了。用国家的大小来判断能不能学，毫无道理。
 
权力的有效集中
很多人对新加坡的理解局限于一些具体经验，例如，“公积金制度”、“住房制度”、“工业园区”、“淡马锡”、“金融监控制度”等，很少有人谈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其实不理解其政治制度，就很难理解这些具体制度从何而来。
学界一般把新加坡称为权威主义体系，认为权力很集中。权力集中本身是中性词，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有些民主国家的权力也是集中的。美国是典型的民主国家，但其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被很多美国学者称为“帝王般的权力”。
就权力集中来说，有三个问题可提：一是权力以什么方式集中；二是权力集中如何维持；三是权力集中的目标是什么。
和其他国家比较，新加坡的权力是相当集中的，尽管新加坡有很多反对党。
很少有现存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新加坡现象，即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在新加坡，权力集中意味着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掌权者没有浪费任何权力，权力是用来做事情的，推动着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转型成为第一世界。
 
政党融于社会
权力集中能做好很多事情，关键是怎么集中，集中后干什么。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地使用权力？
要有效集中权力、维持权力和使用权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权力要有载体，有组织结构。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个精英党，党员分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普通党员不多，干部党员更少。政党是隐性的、融于社会的，是政治领域的“看不见的手”。政党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精英部分，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要点。政治人物须来自民间。如果政党变成了脱离社会的自成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这个政党就会处于危机之中。
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执政，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从建国开始，新加坡的领导人就意识到，在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政治人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则让这些最优秀的人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在全社会寻找优秀人才。
在新加坡，政府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在20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成为副总理的陈庆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现任总理
李显龙和前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精英人才。
执政党吸收社会培养的人才，意义深远。第一，执政党干部来自社会，使其能够和社会维持有机联系。这样的人才来自社会各个方面，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的需要，更好地表达和代表社会各方面利益。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来自社会，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度高，他们入党之后，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这是执政党保存权力不变质的一个有效方法。第二，减少腐败。这些人本来就有很好的经济基础，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减低。他们进入执政党，担任公职，并非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社会服务。在很多国家，包括民主国家，担任公职的人经常出现“寻租”现象，但在新加坡，这种情况很少见。第三，培养的成本很低。社会培养干部，无疑大大减少了政府的培养成本。
新加坡的一些官员在从政前，对政府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执政党很开放，因为政府需要的就是具有建设性批评意见的人才。
 
随时更新人才和政策
在西方多党制政府，政府政策很容易转型。政党轮换，使得执政党不用背其他执政党的包袱。如何随时更新自己的人才和政策，这是一党长期执政的挑战。这就需要依靠党跟社会结合，体察社会，吸收社会精英。
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人民行动党议员都要定期和选民直接见面，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新加坡把民主和一党独大执政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了。西方人说新加坡实行的是非自由的民主，但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民主要能够产生一个好且有效的政府。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能够有效运作，更多是获益于民主化之前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也获益于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应当强调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现一个好政府。新加坡用民主制度来保证好政府，执政党必须通过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选。因为有很多反对党存在，尽管这些党派很小，但也对人民行动党构成竞争压力。反对党本身对执政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制约，在国会里只有少数几个名额，但如果人民不满意于执政党，原则上在大选时是可以支持反对党的。因此，执政党始终有压力。
同时，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能够被录用。政府需要的是建设性人才，不喜欢光会讲好话的庸人。只要有能力，有业绩，有建设性意见，执政党会把你吸纳进来。如何保持政权的开放性，代表社会利益，这是执政党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执政党本身就会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
执政党要代表人民利益。新加坡政府的立国精神是民本主义，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精神。政府在“亲商”和“亲民”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亲商”就是重视资本的作用。要发展就要重视资本，重视商人和企业家的作用。在西方没有“亲商”这个概念，因为西方的发展是商人主导的。前面说过，新加坡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人才主导的，这就提出了政府要“亲商”的问题，政府要为商人和资本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让他们发挥很大的作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加坡的工业园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多年来，新加坡政府在吸收外资方面也花费了很大精力。如果没有政府的“亲商”政策导向，新加坡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但是，“亲商”和发展经济本身不是目的，这些政策导向的真正目的是“亲民”，前者是工具，后者是目的。新加坡政府在提供基本服务方面是很多民主国家不能相比的。“亲商”为服务型政府提供了经济基础。很少有政府能像新加坡政府那样解决普通人的居住问题。新加坡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政府住房里，包括中产阶级也是，住房政策是新加坡非常重要的立国政策。建国以来，政府围绕着住房这个平台出台了一系列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包括社区、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环保和教育等等。这里尤其要提一下新加坡政府处理经济危机的方式。每次经济危机到来时，政府必会考虑到资方和工人的利益，在两者之间作一平衡。一方面要帮助资方渡过危机，否则工人的就业就会发生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帮助工人，但不会毫无目的地给穷人发钱，而是提供各种培训和再就业机会。
 
“选拔”和“选举”结合
政治可以集中，权力可以集中，但必须保证这些掌权人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在民主政治中，对新加坡执政党最有效的制约并不是反对党，而是社会，也就是人民。
也有人说，只有多党竞争，选民才会有理性的选择，但这个假定可能并不符合事实。假如两个候选人都是“烂苹果”，那么选哪个都无所谓。在很多年里，西方许多国家就有这种倾向，几个候选人都差不多，或者大家认为这些都是“烂苹果”，所以投票率就会比较低。而新加坡的体制有一个好处，就是将“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
议员要选举产生，人民行动党会先选拔出几个“好苹果”，再让老百姓投票来选举，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民主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政党的数量。党内竞争就是选拔，特别是在一党执政制度下，党内竞争就变得非常重要。像日本的自民党，党内的精英妥协就是精英的制度性竞争。当然，最理想的做法是党内投票。例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也是党内各种势力竞争的结果，最后让老百姓去投票选择。英国政党候选人的提名更是通过了变相的“选拔”制度。
保证候选人的品质、才能，民众投票才有意义。
民主不一定是反对声音越大越好，关键是竞争;反对也不一定是在外部，在内部也可以。新加坡的政治变革很快，主要是因为反对党在国会内的比例在提高，政治更加民主。
 
强人政治的制度创新
如果美国没有华盛顿，会不会尝试君主制？这是人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可见一个国家的国父非常重要，而李光耀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新加坡是把西方的民主宪政跟华人文化传统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强人政治下，往往没有政治竞争，接班人由强人指定就可以了。李光耀也是政治强人，不一样的是，他能把自己的世界观、政策，转换成一套制度，将执政党的建设、反腐败制度都建立起来了。李光耀学法律出身，他知道要长治久安，一定要把理念转化成为制度。
在李光耀领导下，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它把自己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结合，是亚洲第二个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得很好的国家，日本是第一个。新加坡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条政治道路。在新加坡没有发生制度移植，发生的是制度创新。
美国的制度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了，已经生根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体的运作很有问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本来民主的精神就是相互妥协，但这些国家的政客们往往相互攻击。新加坡却避免了很多发展中的民主国家走过的弯路，制度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2011年李光耀退休后，新加坡提出了“后李光耀时代”，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李光耀时代所确立的制度正是确保这个制度延续性的保障，同时包含着巨大的制度创新精神。
 
新加坡模式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对当代中国来说，改革的关键是确立改革的主体。新加坡为什么能成功？最主要的就是思想和权威，李光耀能把他的想法变成制度。
在确立权威方面，中国可以从新加坡学到很多经验。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正能把党内精英和社会精英聚合在一起，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传统上是最强调选拔的，但现在常常出现逆向淘汰。之所以产生逆向淘汰，主要是因为正式的竞争机制没有确立好。
在新加坡，通过竞争选拔出来的都是社会认同度比较高的人。要吸引真正的人才，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开放。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可以进行分领域的开放，避开一些敏感的领域，例如和政治与安全相关的领域;但在另外一些不那么敏感的领域，如教育、科研、社会和经济领域，大力开放给真正的社会精英。
要强调的是，如果要吸引真正的人才，中国必须改变整个社会泛行政化的做法。在新加坡，行政级别仅限于政府领域，其他很多领域是没有行政级别的。银行、政府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等这些在中国具备行政级别的机构，在新加坡都没有行政级别。有了行政级别，这些职位就有了政治性，往往阻碍人才的使用。把人才和行政级别联系起来，不是使用人才，而是浪费人才。
从人才的类别来说，在新加坡人才主要分成两类，一是政治人才，二是专业人才。新加坡的文明水平是因为专业人才而得到提升，而政治人物的作用则是为专业人才提供一个理想环境。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民主一定要结合起来。另外，司法要有自治性。所有国家的司法体系都会受到政治的影响，甚至连美国，总统通过对法官的任命，使政治对司法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不要去干预司法的自治性。如果法官、律师与政治扯不清，就会得不到社会的信任。
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改革开放之前比较，进步了很多，横向比较也一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是将整个国家整合起来的力量，改革是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党不能和其他力量隔离开。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呈现出开放性，中国只能在这个结构之下寻求民主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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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继续学习新加坡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成功背后有很多因素，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中国因此被称为“学习型国家”，而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向其他国家学习的过程。新加坡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起到了其他国家所起不到的作用。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是否会继续学习新加坡呢？这是很多人非常关切的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新加坡经验和中国的相关性。中国学习新加坡或者其他国家，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中国各方面现代化的需要。只要新加坡经验和中国的发展具有相关性，比其他国家的经验对中国更具启发性，中国仍然会选择新加坡作为学习对象。
首先，在全球化时代，除了少数几个处于封闭状态的落后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能够避免外在经验的影响。全球化不仅仅是货物和贸易的流通，更是各种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从很大程度上说，存在着一个全球范围的“思想市场”，思想流通到哪里，那里就会受到影响。对很多国家来说，这种影响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也就是一个主权国家主动向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学习。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
其次，在众多可以学习的国家中，为什么中国自邓小平以来的几代领导层都选择了新加坡？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尽管新加坡也是当时中国学习的对象，但其重要性并不突出。当时东欧的匈牙利和东亚的日本才是中国的重点学习对象。匈牙利是东欧比较早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参照匈牙利经验是很自然的事情。日本则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从近代开始始终是中国学习的对象。1978年邓小平访问了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各方面的建设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0年代初，已经卸任的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先生，还曾被邀担任中国政府沿海开发区和旅游业的顾问多年。不过，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经验并没有在中国得到高度的重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参照对象。
中国的新加坡热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认为新加坡不仅经济发展迅速，而且社会秩序良好，因此首次公开高调地提出中国要学习新加坡。邓小平号召学习新加坡立即导致了大量的中国代表团到新加坡取经。此后发展出来的各种项目，包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学院的“干部班”等等都是其产物。为什么这一次邓小平选择了新加坡而不是其他国家和地方？
 
解决发展与秩序之间的矛盾
概括地说，邓小平号召中国学习新加坡的核心，是要解决好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的一对矛盾，那就是发展与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一对深刻矛盾。人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类型的情况：首先，在一些国家，经济在一定时期得到了发展，但有效的秩序建立不起来，政治一直在专制（包括军人政治）和无序民主之间徘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一直处于这种情况。其次，在另一些国家，有了秩序，但没有发展。这往往发生在高度集权的权威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也是一个典型。再次，也有些国家，既没有发展，也没有良好的秩序。亚洲的斯里兰卡和缅甸就长期处于这种情况。既有发展也有秩序的国家或地区少之又少，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日本和“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便是少数几个典型。
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间，邓小平为什么选择了新加坡？这既和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的经验有关，更和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国际局势有关。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主题就是发展和秩序。当时的领导层既强调经济发展，也强调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体制改革，即秩序建设问题。邓小平一再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就不能得到深化，其成果也不会得到巩固。80年代早期的重点是经济改革，但在中期之后，邓小平开始强调政治改革。
既要发展，又要秩序，这不仅为中国的领导层所强调，也是被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社会所接受的。当时的知识界盛行的两本书，一本是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另一本是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肯尼迪强调经济、科技等因素对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性，而亨廷顿强调的则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及其建设政治秩序的困难。如果说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领导层和知识分子群体有比较多的共识，在政治秩序建设方面，两者之间的共识就很少。对邓小平来说，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建设政治秩序。当然，这里的政治秩序也并不排斥民主化，但前提是民主化不会给中国造成政治乱局。但对知识分子群体来说，秩序就是民主化。
但随后发生的很多事情，包括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对中国的制裁、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等等，使得激进民主化不再成为建立中国政治秩序的有效选项。道理很简单，这些事件的发生本身，被普遍视为是激进民主化的产物。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有发展又有秩序的新加坡再次成为邓小平关注的对象。“南方谈话”之后，中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学习新加坡的热潮。不过，要把学习新加坡的强烈愿望转化成为实践，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新加坡来说，发展和秩序是同时进行的，是同一个过程，但在中国学习新加坡过程中，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则把发展和秩序相对分离开来。中国各级政府所强调的是经济发展，而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设则强调不足。
秩序建设要跟得上经济建设，这也是新加坡成功的经验。建国以来，新加坡差不多每十年把自己的产业提升一次。与此同时，新加坡的社会政治秩序也在不断进步。在社会层面，尽管新加坡不接受西方的福利社会的概念，但社会政策在很多方面甚至优于西方诸多国家，尤其是政府组屋建设方面。在政治秩序方面，新加坡拒绝了西方式的民主，但建设了有效的法治、廉政、政治开放与民主、高效的公务员队伍等制度，并且在所有这些方面，为世界所瞩目。
从一开始，新加坡方面就一直强调，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更是“软件”建设，即各种制度建设。1994年，中新两国开始进行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建设，双方争议的其中一个领域就是软件建设。中方很多人把这个项目仅仅视为经济建设或者工业化项目，而新加坡方面强调的则是“软件转移”。对新加坡领导人来说，设立这样一个园区的主要目标是“软件转移”，就是通过园区这个“硬件”或者载体，把新加坡成功的“软件”输送到中国。可惜的是，一些地方官员并不能了解和把握这一点。
当然，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不仅学习新加坡，也学习其他很多国家。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抓大放小”式的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中国既学新加坡，也学美国、日本和韩国。在“抓大”方面，中国学习了日本和韩国的大企业集团模式，组建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则是学习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在“放小”方面，也就是中国式的民营化（私有化）更多的是受美国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金融制度方面也一样，中国参照了诸多西方经验，但从和美元挂钩到一篮子货币政策，中国则大量参照了新加坡经验。
在地方层面，新加坡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这里包括人们熟知的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新加坡—天津生态城、新加坡—广州知识城、新加坡—成都高科技园区等等。通过这些工程，中国地方政府试图从整体上学习新加坡，但更多的城市则是有选择地学习新加坡，进行制度创新或者改善已有的制度，如上海等城市学习新加坡的公积金、汽车牌照拍卖制度等。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地方学到了新加坡的经验之后，开始向中国的其他地方输出新加坡经验。例如，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已经推广到中国的很多地方。作为城市国家，新加坡经验的主要影响在于城市层面，这很容易理解。
 
改变傲慢与偏见
不过，在学习新加坡方面，中国社会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和认知。高层和地方的认知不同，政府与社会的认知也不同。总体上说，政府部门侧重的是学习新加坡的实践经验，但知识界往往趋向于对新加坡做过度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在中国的知识界，新加坡模式一直具有争议性。这种争议性无关乎新加坡本身，更多的在于中国知识界的认知。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这方面表现得很显著。
自由派知识分子一直对新加坡持有诸多的批评，认为新加坡是“经济自由主义加上政治专制”模式。当然，这种认知要么基于他们对新加坡的不了解，要么基于他们来自于西方教科书的知识。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直具有美化西方民主而贬低偏离西方模式民主的倾向。例如，他们在看美国民主时，从来不会记得美国民主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都保留了奴隶制度，更不用说对选举资格的限制了。而新加坡从一开始就实行了“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大众民主也广泛存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经常处于无政府状态。新加坡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实现了有序的大众民主，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
回顾历史，邓小平学习新加坡的选择是对的。从他1997年去世之后一直到今天，发展与秩序的关系问题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邓小平强调新加坡的秩序好，而秩序建设正是中国今天需要学习新加坡的地方。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方方面面的秩序问题越来越严重。信任危机、官员腐败、道德缺失等现象，使得中国社会面临无政府状态的危险。可惜的是，中国的一些官员，尤其是中层官员开始骄傲自大起来，不再像从前那样虚心学习他国了;相反，他们开始学习美国，动不动就要教育其他国家，有些官员甚至开始对新加坡不以为然。不过，这种心态除了满足一下民族主义情绪之外，对国家建设毫无用处。从秩序建设的角度看，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容易向新加坡学的部分已经学了，现在到了难学的部分，也就是新加坡的“软件”——制度建设。中国能不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制度建设经验，建设起一整套自己的制度，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崛起。
历史地看，所有国家都应当成为学习型国家。封闭起来会走向失败；洋洋自得，认为够好了，也会失败；自己不做改进，而去教训别人，会失败得更快。中国过去的成功在于学习和探索，今后也会如此。这里可以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对一个人是这样，对一个国家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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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国的民主政治如何可能



重塑意识形态
为什么中国需要建设国家意识形态
今天的中国，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可以说，什么样的“主义”都可以在中国社会找到，并且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有或多或少的社会影响力。这个情况有些类似于晚清和五四运动前后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局面。晚清和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意识形态的背后是革命，不同信仰者的动机是通过革命为国家寻找一条出路。今天，各种意识形态的出现不仅反映了中国利益多元化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出现也再次说明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要改造社会。只有当人们对所处的社会感到不满的时候，才会去求助于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没有人能够否认，今天的一些意识形态尤其是左、右派所秉持的那些大意识形态，其目标也是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再者，无论是五四运动期间还是今天，百花齐放体现出三个主要特点。第一，社会层面的各种意识形态大都是从西方进口，很少有根植于中国本土的，也就是说，和五四运动期间一样，中国社会还是试图继续用西方思想来改造中国；第二，代表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力量之间缺少基本的共识，各种意识形态都在为信仰者竞争，争取在社会中拥有最多的支持者；第三，各种意识形态不断激进化，各方都在创造着自己的神话和乌托邦。不过，今天的局面也有与五四运动前后不同的特征。五四运动期间，各种意识形态的信仰者主要局限于知识阶层，对普通社会群体来说，这些意识形态离他们的实际生活太远了。相比之下，当代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信仰者更广。一方面是因为今天的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今天有更有效的传播方式，尤其是以互联网为基础平台的传播技术的普及。
 
意识形态多元的负面影响
社会意识形态多元的局面不可避免，但也在产生着比较严重的负面后果。
第一，政府权威和权力急剧衰落。任何一种政权都必须具有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合法性。一旦这种合法性不再存在，政权也会失去其存在的“理由”。晚清政权的解体与其意识形态不再和社会现实相关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种种从西方进口的意识形态没有一种可以论证清政府的合理性，为其提供政权的合法性。今天，各种进口的意识形态要么和中国社会不相关，要么对现政权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第二，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无法有效进行。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意识形态都是软力量，是政府和社会两者沟通的最有效手段。在官方意识形态衰落的情况下，社会民众不再能够理解政府的意图，对政府既没有信任，也没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冲突面就会凸显出来。两者之间一旦缺失软力量，那么双方的关系很容易体现为“硬碰硬”，即暴力对暴力。
第三，执政党和政府内部的腐败加重。执政党从前有两种力量，一是组织，二是意识形态。一旦丧失意识形态这种软力量的约束，而只有硬力量（组织）的约束时，腐败就变得不可避免。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意识形态往往扮演着一种准宗教的角色，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现在软约束乏力，硬力量的应用越来越甚，但腐败反而加剧。原因很简单，个人总比机构“聪明”，腐败者常常能逃离“硬力量”的约束，被发现的案例总是少数。腐败不仅严重损害着政府的合法性，更使得维持政权的成本急剧提高。
第四，信仰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也容易发生冲突。一个社会出现意识形态多元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社会没有一个主流意识形态。比如，很难想象，美国社会如果没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会成为什么样子？主流意识形态是调节社会群体的有效手段。不同社会群体因为利益不同，会偏离主流意识形态，但他们仍然会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参照物。如果没有了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各社会群体会显得极其自私，因为他们视自己所信仰的意识形态为唯一真理。
第五，所有社会成员，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感觉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是世俗文化，没有宗教，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人不需要宗教。在传统社会，官方以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扮演了宗教的角色，因此儒家也被视为“世俗宗教”。现在传统文化衰落了，人们便转向各种主义，如民族主义、民主、公平正义等寻求意义，把这些视为“世俗宗教”，但因为这样的主义大多并非根源于中国，人们很难从这些主义中获得生活的真实意义。当然，也有大量的民众直接转向信仰各种宗教，也有人转向创造宗教（大多为人们称之为“邪教”的东西）。与之相关的，就是中国各社会阶层在商业社会面前显得焦虑不安，安静不下来。没有能够使人安静下来的文化或者意识形态，社会就很容易发生动荡。
 
区分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
这些现象表明中国要重建官方意识形态。但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是指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而是指国家意识形态。这里首先必须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因为这两者既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是不统一的。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形成首先是出于革命的需要，是在长期的革命和政治斗争中形成的，因此党的意识形态充满了太多的阶级斗争和其他能够导致社会冲突的思想因素。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在推行继续革命的同时，努力想把执政党本身的意识形态塑造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但并没有成功。继续革命，就是说执政党要不断地破坏其本身所建立起来的制度，而国家意识形态则需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表现为严重的冲突。
改革开放之后，执政党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抓经济工作，去意识形态化成为必然。这并不意味着执政党不需要意识形态了，而只是因为在当时，旧的意识形态有效地阻碍着改革开放，因此只好不再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即采用实用主义的做法。现在看来，当时存在的另外一种更有效的做法是，并不否认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的历史作用，而是强调其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当国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执政党必须塑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如果能够这样做，就既不会否定意识形态的历史延续性，也可以有足够的空间来促成新意识形态的塑造。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改革者可能面对来自内部和社会强大的政治阻力，而不能放弃旧意识形态。
不能放弃旧的意识形态表明新的意识形态创造没有空间。因此，执政党只好放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这就直接导致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快速衰落。物质主义或者说GDP主义是指导执政党行为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一个利益主导的政党和一个利益主导的社会，使得旧意识形态和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完全不相关了。
尽管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但从形式上说，旧的意识形态还是存在着。从政治条件来看，也没有政治人物可以宣布放弃这种意识形态。要把一种以革命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转型成为一种以建设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其可能性也并不大。怎么办？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考量先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放在一边，而注重于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在任何社会，尽管各政党具有自身的意识形态，但更重要的是建设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而政党意识形态越靠近国家意识形态，则政党意识形态就越具有生命力；反之，如果政党意识形态离国家意识形态越远，越不被人民所接受，就越没有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是一党执政，更需要政党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但应当明确的是，不是强迫社会接受国家意识形态，而是执政党主动靠向国家意识形态。前者会导致执政党和社会的对抗关系，而后者则走向执政党和社会的一致性。这方面，中国数千年的王权传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数千年王权没有中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一种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接受的国家意识形态。尽管每次革命造成改朝换代，但国家意识形态从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统治者越接受国家意识形态，其合法性就越高，统治寿命就越长。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儒学。儒学产生之后首先为社会所接受，然后被转型成为王权和社会同时接受的国家意识形态。儒学本来就出自民间，是民间思想，它所谈论的大都是社会能了解和实践的东西（这点和西方的《圣经》类似）。统治者后来接受儒学，并把它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
在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中，儒学的很多方面也被程式化或程序化，无论是皇帝还是士大夫都要遵循这些儒家仪式。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认同的不仅仅是皇帝个人（或者作为个体的士大夫），更是皇帝（或士大夫）必须遵循的那些仪式和程序。通过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皇帝和皇帝的位置统一起来了，国家意识形态因此就演变成王权最有效的软力量。
今天的中国，首先需要造就一种全国人民（各阶层、各种族等）都能认同的国家意识形态。这样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必须是中国的核心价值和共享价值的有机结合。作为一种文明，中国文化有其独特性，有其独特的价值;同时，作为人类的一部分，作为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中国也存在着和其他国家能够共享的共享价值。近年来中国社会所讨论的“普世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假命题，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是核心价值和共享价值的结合，就是特殊性和一般性的结合。把西方文明视为普世价值当然有问题，但排斥西方价值同样有问题。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很多价值，如理性主义等，已经融合了东方价值。
先塑造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然后，执政党再主动改造自己的意识形态，努力向国家意识形态靠近。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越接近国家意识形态，执政党的合法性就越高，最理想的就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两者的重合。
简单地说，要长期执政，执政党必须超越自己的利益。在一些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在思想意识上，执政党开始强调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代表;在实践上，执政党也已经有了“利益代表”的概念。执政党作为一个政治过程也越来越开放，开始接受和容纳不同社会力量。但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层面的变化，所有这些零零星星的变化不足以导致执政党根本性的转型，从而也难以避免由社会和经济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合法性危机。在其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上，执政党的下一个最重大的挑战就是能否成功塑造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毋庸置疑，一个能够以国家利益和中国文明利益为重的政党，会是一个强大的政党。所谓的“中国梦”就隐含在这个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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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识形态的回归及其影响
意识形态回归成为中国社会近来发展的显著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说，左、右两派之间正在经历一场如某些观察家所说的意识形态“内战”。这个趋势值得重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意识形态是最容易影响改革发展方向的要素。意识形态的争论不仅仅是政治理念的争论，更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会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因此，意识形态的任何变化，成为国内外观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风向标。如果意识形态的争论处理不好，这个领域就有可能出现“颠覆性错误”。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始终是中国最为敏感和艰难的领域。20世纪80年代，在一系列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执政党内部和社会纠缠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影响最大的是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姓资”（资本主义）还是“姓社”（社会主义）以及开放政策是否会重复“租界”的争论。尽管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争论不可避免，也是科学决策所必需的，但无休止的争论制约了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决策效率，引发了社会的思想混乱。1989年的“政治风波”，同执政党内部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模糊不清是有关联的。
 
三条宝贵经验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为止。这个概念的确立，要归功于邓小平的“不争论”策略。邓小平认为，市场是社会发展经济的有效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样就把原先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含义的“市场”的概念，转化成为制度安排和手段工具的概念。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政策概念确立之后才取得的。这个概念具有高度的方向性，告诉人们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为改革开放的各个利益相关者（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提供了预期，为他们参与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机制。
从邓小平时代的实践中，人们可以学到有关意识形态领域的三条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一，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无休止争论，会造成执政党决策的低效、体制内外思想的混乱、改革参与者的迟疑不决等，对改革和发展都会产生阻碍作用。第二，要克服这种情况，仅仅控制争论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要确立新的、能够引导与推动改革和发展的意识形态。第三，要确立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一些具有浓厚道德、宗教或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简化成为具体的、用于解决所面临问题的制度安排和手段工具。
这三点都很重要。在任何社会，很多政策的产生，起初都是为了应付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只是后来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种有效的政策实践是可以去意识形态化的。尤其在东亚文化的环境中，有效的政府往往是没有显著意识形态色彩的，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也可以说，“实事求是”就是东亚社会的意识形态。
 
三种“主流”意识形态
在社会层面，尽管今天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有三种“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极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经济增长和自由竞争，一方面忽视产业政策，另一方面放任市场机制进入社会领域，鼓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的高度产业化和市场化。一旦如此，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社会的不平等化则会导致政治的激进化。中国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一直在提倡私有化，包括国有企业和土地的私有化，因为他们把私有产权视为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要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方面在推进市场化方面做得不够，另一方面又没有对产业政策给予足够重视，甚至放弃了一些重要的产业。在经济领域，尽管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很多，但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改革庞大的国有企业。有几个因素，会使得国有企业继续在中国存在下去。首先，就目前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形势来说，中国总体上仍然是后发展中国家，国家仍然需要通过产业政策，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其次，通过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国有企业可以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日常运作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自汉代《盐铁论》以来，人们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已经形成了诸多共识，即要在一些关键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包括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危机应对、市场平衡等，这些功能在当代仍然在继续。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市场化，而非私有化。
第二，激进政治自由主义。激进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市场也不可小看。如果说经济新自由主义信奉的是市场，那么政治自由主义信奉的就是民主。政治自由主义者把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视为政治权威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倡通过民主化来解决社会问题，通过民主化来制约政治权力，引入西方式的分权和宪政机制。这种倾向性很明显地表现在近年的“宪政之争”上。
在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会反对民主。激进政治自由主义者的问题是，他们往往脱离中国现实谈论民主，只把目光放在发达的西方，并且有意忽视西方体制所出现的弊端，更不去注意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陷阱。很多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往往与腐败、普遍的贫穷、无秩序及暴力联系在一起。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民主缺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也是重要的根源。民主本来只是政治领域的秩序，但这些国家把民主的原则扩散和应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质成为问题。
第三，左派民粹主义。如果说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效率，那么民粹主义则是过度强调公平。这里包括强调“阶级斗争”的传统左派，也包括强调通过国家政策的二次分配的新左派。一般来说，民粹主义过度强调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性，对经济增长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强调不足。民粹主义提倡通过二次分配（各种福利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然而福利的过度扩张，一方面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也会引起通货膨胀，给宏观经济带来波动。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有太多的教训。20世纪90年代末，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拉美一些国家的社会支出可占其财政支出的六七成，但经济增长却远远滞后，同时通胀愈演愈烈。有些国家随之出现了大量资本外逃和债务危机的恶果。
 
或出现“颠覆性错误”
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多、更好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实施变得不可避免，但也面临巨大风险，既包括超越经济能力的过度“福利”，也包括潜在的巨大浪费和腐败。社会政策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钱越多，公共服务就越好。很多时候，人们所面临的不是钱多少的问题，而是钱如何使用的问题。简单的投入不仅不能促成体制改善，反而会导致体制衰败。这已经表现在各个方面。如教育领域，这么多年来，因为没有把重点放在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改革上，而是放在财政投入上，这个领域已经出现了大规模、大面积的腐败。2012年教育经费已达到2.2万亿元，申请这些经费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腐败，而且投入越大，腐败越严重。又如公共住房领域，作为重要的社会产品，公共住房这些年来得到重视，但大部分却建在交通和生活不便的郊区，并且聚集了大量的低下层社会群体，尤其是贫困群体。这个模式如果不改变，公共住房模式可能演变成欧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失败的模式，即“贫民窟”模式。要实现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社会政策必须注重细节、加强效率。
更不容忽视的是，民粹主义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如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企改革中，一方面市场化不足，另一方面管理人员的工资结构又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过多，这导致国有企业一方面继续通过垄断或者行政方式获取利益，另一方面又通过所谓的市场机制来分配所获得的利益，这种局面引发了社会的高度不满。但是，现在所侧重的管理层工资结构改革矫枉过正，过度受制于民众的压力，表现出民粹主义倾向，把管理层的工资压到很低的水平。这样的改革必然会影响国企管理人才的引进和激励，使得企业发展不可持续。
在今天的中国，左派和政治自由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都体现为极端的意识形态，都具有相同的思维方式，“非黑即白”，竞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不难理解它们之间的这种“水火不相容”的状态。尽管它们所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都倾向于用同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那就是激进化。它们各自生存的方式，主要就是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在此基础上把“异己者”妖魔化。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他们所使用的与其说是知识话语，倒不如说是政策话语，他们都在努力影响社会、影响政策，各自都在追求与社会力量或政府力量结合。
目前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经开始出现失控的趋势。左派机会主义，即那些利用意识形态争论牟取各种私利者，已开始把“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引入争论。同时，争论也已经出现巨大的外部性，很多群体包括企业家、投资者等，开始对中国的发展重新评估。如果这种势头得不到及时遏制，甚至进一步左右政府决策，就会出现犯颠覆性错误的真实可能性。
 
2015年2月19日



应警惕民粹性民族主义
在民族国家时代，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民族主义无处不在。自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精神始终反映在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尤其是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美德。但同时，民族主义也不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近代以来各国之间的战争，无一不和民族主义有关，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也正因为如此，自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民族主义便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歌颂，有人诅咒。今天，随着地缘政治的变迁，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和复兴，对国际和平与民族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民族主义也再一次成为人们不得不关心的重大议题。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只要这个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所组成，民族主义就不会离人们远去。因此，一个现实的选择是构造一种比较理性的民族主义，避免各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是那些建立在民粹之上的民族主义。这也正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政治挑战。这种挑战既发生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宏观层面，也发生在社会心理的微观层面。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精神，就是通过把自己融合进世界而崛起和强大。当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时，他表达了其民族主义精神，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就是要通过改革开放，追求国家的强大。邓小平实现了他的民族主义精神，因为正是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中国走到了今天，在短短30来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贫穷的国家转型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但近年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2008年以来，西方一直处于危机之中。中国本身没有危机，也有效地防范了金融危机扩展到中国，在很多年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不过，在同一过程中，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各种冲撞也表现出来。从前西方经济好的时候，信心十足，并没有感觉到崛起中的中国真能“威胁”到西方。但是现在，由于深陷危机，西方开始对自己信心不足，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对他们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被中国“威胁”的感觉，促使西方做出各种有悖于中国利益的事情。这种外在的变化，无疑为中国新一波民族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此外，很多内部因素，例如社会所出现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民族精神萎靡不振等等，也是民族主义的内部驱动力。
 
过分“自信”
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力量：
第一，传统比较左的力量。传统左派对西方的批评或者憎恨，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他们强调传统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一旦涉及西方的东西，便恐惧起来，很害怕西方会改变中国的一切。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左派一直对之抱怀疑态度，经常对改革开放政策发难。尽管中国通过和世界体系的融合变得更强大了，但这个事实并没有改革他们对西方的看法和敌视。在任何国家，都会存在这种敌视其他国家的力量。
第二，保守主义力量。无论何地，保守主义力量都是强调“国家利益”的，他们并不相信任何超越“国家利益”的东西的存在。中国的“国家利益”既包括硬力量，如经济力量，也包括软力量，如文明和文化。对保守主义来说，民族主义代表的是中国国家利益的软力量，因此只要是民族的，也就是产生在中国的，就是好的。很自然，他们很抵制西方的文化“侵入”，提倡用“民族的”来对抗“西方的”。
第三，愤青式民族主义。很多“愤青”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前贫穷落后的中国，成长在富裕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成长过程也刚好是国家强大的过程。对他们来说，一个国家要强大并非难事，他们为国家的发展而感到骄傲，同时，他们也目睹了近年来西方的衰落，因此，产生一种不切实际的感觉，甚至是自我欺骗的感觉，那就是，“西方衰落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了”。
第四，民族主义的利益相关者。这个群体非常庞大，出现在各个领域，包括意识形态、战略、文化、文学（包括网络文学）领域等。“利益相关者”意味着通过利用民族主义，可以获得具体的利益，例如得到更高的地位或者更多的经济利益。对这个群体来说，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信仰、意识形态和文化，只是一种获取其他利益的工具，简单地说，就是用“国家利益”的名义来追求个人的利益。对这个群体来说，他们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即使没有，也要把它塑造出来，因为通过这个“敌人”，可以追求到自己的利益。例如，他们往往夸大来自西方的威胁，包括军事战略、意识形态、文化等等，在把社会吓住的同时，他们获得自己的利益。
所有这些民族主义力量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过分“自信”。对一些人来说，是自然的自信；对另一些人来说，“自信”只是“自卑”的另一种表达。自信很重要，不过，如果过分自信，或者假装自信，就会出现“义和团式”的自信。如果这样，民族主义就会走向愚昧。
在知识群体中，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所呈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既是对国内自由派的回应，也是对西方那些同样愚昧的、专事攻击中国的人的回应。这由两种错误的逻辑所致。中国自由派一向倾心于西方的民主自由。对他们来说，中国病了，西方没有病；中国要医治好自己的病，必须用西方的药方。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相信，中国可以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这一群体的思维，从近代到当代从来就没有缺失过。
民族主义者的逻辑刚好和自由主义的相反。在他们看来，西方病了，中国没有病。这个群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此列举了西方的种种病症。当然，有些病症的确是存在的，而有些病症则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并不符合西方的实际。
客观地说，这两群人都是有问题的。自由派的民主自由观往往来自西方的教科书，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在西方生活的实际经验，他们总觉得别人比自己好，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没有任何信心。民族主义者的逻辑也不能成立。一个人不能通过论证别人生病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身体是健康的。别人的确生病了，但这不能证明你自己没有病。别人生病了，你自己也可能有病，甚至是更严重的病。用证明别人生病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健康，那只是愚昧，最后会害了自己。
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一些民族主义群体中，存在着一种“泛道德化”的不正常倾向。一些人总以为自己是爱国的，而爱国的就是道德的。只要是爱国的，什么样的手段都不重要，包括欺骗，为了爱国的欺骗也是道德的。因此，一些人并不了解西方，但他们任意曲解西方，希望激起人们对西方的憎恨。一些广受欢迎的所谓的民族主义公共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没有资格充当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有关西方的知识。在没有成为一个好的知识分子之前，是很难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
 
须批判性地学习他国
这种民粹性民族主义，最终不可避免会使得国家走向衰落。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任何一种孤立而纯洁的文化。即使是传统文化，也是在不同文化沟通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
现代主权国家并不是封闭国家。强大的国家都需要批判性地学习外国经验。不存在一个不变的制度，任何制度都是在演进过程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从来就不会有终结点。学习他国的最优实践，同时避免他国的沉痛教训，是进步的动力，也是塑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的前提。这里的结论就是，人们可以批评他国，但不可拒绝学习他国，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的时代，既需要人们对民族自信，也需要保持虚心的学习态度。这就要求塑造新型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从这个视角看，人们应当花大力气纠正目前的民粹性民族主义。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发动新一轮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浪潮。文明的进步都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的。在全球化时代，谁最终能赢得国家间竞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谁最民族主义，而是谁最开放。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建设，这需要更大的开放，向其他国家学习他们的制度细节，尤其是技术层面的制度细节。这里没有那么高调的意识形态，而只有人类发展出来的、用于解决人类各种问题的制度技术。这些正是中国的制度建设所需要的。
一句话，盲目的民族主义会走向封闭，封闭会走向落后，走向衰落。这既是世界历史的经验，也是中国本身的历史的经验。
 
2014年12月3日



党内民主与竞争规则
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但这里指的是政体安全（regime security），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执政党长期执政问题。在西方民主国家，对执政党来说也有政治安全问题，但因为存在着民主规则，即使一个政党失去了政权，另外一个政党也会依据民主的规则来执政。政权的交替和变化无论对失去政权的政党还是对总体社会，都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很不一样。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往往充满着血腥味，各党派为了取得政权，不惜诉诸各种非道德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使民主沦为政治人物恶行的遮羞布。在非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政权的交替就更糟糕，往往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完成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没有发生上述政体安全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自己特色的政治安全问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往往被很多人片面地理解成为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实际上，政治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者关切的问题，只不过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并非要发展出一些人所理解的西方式民主，其首要问题是政治安全问题。
 
政治安全三大问题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8月18日）那篇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迄今为止还是中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文献。在这个讲话和以后的一些讲话（如《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和《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终身制的过渡办法》等）中，尽管邓小平没有使用“政治安全”的概念，但“政治安全”是他的关切点和思考主题。尽管邓小平已经逝世多年，但今天重提邓小平仍然具有现实政治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出自中国的政治体制，理解这个政治体制会出现怎样的政治安全问题，也是因为尽管自邓小平逝世之后，中国发生了很多政治变化，但执政体制的总体架构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也就是说，在这个架构内，中国仍然会出现邓小平所担忧的政治安全问题。
在邓小平那里，政治安全问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主要领导人的专制，造成重大的决策失误；二是接班人问题，老一辈领导人不愿意“退出”或者“退而不休”，从而使得领导层得不到更新；三是一把手的权力腐败。这是他总结了毛泽东时代的教训后得出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改变这些问题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很多制度建设比较到位，尽管还有很多的改进空间。集体领导体制已经得到确立，从而防止了主要领导人的专断行为。退休制度的贡献最大，除了最高层领导人还没有退休年龄规定外，退休办法已经高度制度化，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大家对此都已经有很高的共识。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尤其是防止地方一把手的权力腐败方面，达到的效果还不是那么理想。虽然反腐败一直是执政党的头等政治议程，但腐败还是盛行不止。
要消除邓小平所担忧的政治安全问题，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何况，现在又有了新的环境和新的政治安全问题，这就是党内民主问题。党内民主在邓小平时代已经提出，但在那个时代，党内民主并没有成为执政党的头等政治议程。党内民主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竞争，在邓小平时代，政治竞争问题并不突出，因为那个时代还属于人们所说的“政治强人”时代。政治优秀人物或者政治人才的选拔，在很多情况下依靠“伯乐相马”的方式，而这个“伯乐”就是最高领导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竞争。
 
党内民主与党内团结之矛盾
但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执政党已经把党内民主提高到头等政治议程。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更确立了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但同时，执政党也一直在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党内团结，无论对执政党本身还是对社会来说，都非常重要。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是因为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现象。2007年李源潮任中组部部长后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就是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当代中国，无论是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还是形式多样的社会矛盾，都处于上升的趋势，很多人担心这些矛盾会突然爆发。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来应付这些矛盾。如果党内不团结，非但应付不了层出不穷的矛盾，甚至还会导致重大的政治安全危机。
 
党内团结更涉及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执政，更需要推进改革。也就是说，执政党要通过推进改革来实现其领导权。尽管中国的社会力量也在崛起，但现实地说，执政党还是唯一的改革主体，在改革方面，没有其他任何组织可以取代执政党。不过，也应当看到，一方面来自社会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改革主体的实际改革能力在下降。例如，较之经济改革，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力度明显较弱。这很容易理解，中国的改革从易到难，改革的难度在加大;同时，各种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也在加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维持执政党作为改革的主体，变成了执政党最严峻的政治挑战。
执政党要维持其改革的主体，首要的任务就是推进党内民主，由此确立党的领导集体在全党的权威，确立党中央对各级党组织的权威，确立党本身对社会的权威。
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主体是党内竞争。在这方面，中共十三大做了一些尝试，主要是实行了差额选举，十七大则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把党内竞争引入了对未来领导层的选拔。同时，这些年各级党组织也在加大党内竞争的广度和力度。但为什么党内竞争会伴随着党内不团结的现象呢？党内很多人往往是因为“不服气”而走向不团结。
如果说，党内竞争不可避免，那么竞争规则的确立则是重中之重。竞争的规则必须公正和透明。没有明文规定的竞争规则，潜规则就会大行其道。当潜规则主导政治竞争时，就会导致滥用民主。如果民主被滥用，则党内竞争不仅会导致党内不团结，更会弱化执政党的整体能力，从而增加政治安全的风险。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的历史经验教训。例如，我们可以从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中学到很多。苏东共产党曾经很强大，但因为缺少党内改革，最后变成了封闭的官僚利益集团，与社会相对立。另一方面，当党内的改革派主张改革时，又不存在党内民主机制。当党本身对改革没有共识，或者党内改革阻力过大的时候，改革派的改革势必造成党内的严重分裂。在很大程度上，苏东的共产党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自己推翻了自己。对一党执政或一党独大体制来说，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
很多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强调执政党建设，以达到长期执政的目标；同时，也提出了“执政为民”的理念，来解决执政党自身和社会隔离起来的问题。可以说，党建原则和党建目标已经确立，无论是执政党本身还是社会对此都有很高的认同度；但问题是如何把原则细化成为具体的政策和制度建设？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期，本身就充满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执政党对转型期的确定性负有最主要的责任；而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执政党自身就必须首先具有确定性，其中政治安全无疑是执政党确定性的核心。
 
2010年1月20日



党内民主向何处去
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公式，即要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这里所说的“人民民主”，就是一般学术界所说的社会民主。这里有两点必须加以注意：第一，从发展的过程来说，党内民主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社会民主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第二，党内民主，顾名思义，局限于党内，属于精英民主，而社会民主是针对整个社会而言的，是大众民主。
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说以精英民主领先大众民主这一过程，基本上符合民主发展的历史和实践逻辑。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民主历程也是如此。民主在西方最先产生和发展，但在两百多年的民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实践的是精英民主。西方早期，对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有很多的限制，民主局限于少数社会群体。马克思把西方民主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并不是说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都是资本家，而是说，政权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西方早期的民主基本上是传统政治阶层（如贵族）和资产阶级分享政权。“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是后期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普及。例如，尽管美国是西方民主的象征，但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才为少数族群争取到了政治权力，使得美国进入大众民主政治阶段。当然，即使是在大众民主时代，究其本质来说，依然是精英政治，只是对统治精英来说，他们的社会阶级（或者阶层）基础从原来的少数人扩大到了所有合格选民；对大众来说，他们获得了参与国家政治过程的权利。
所有政治都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所以他们之间的妥协非常重要。在民主产生之前，一旦政治精英之间发生利益冲突，不能妥协，往往会诉诸暴力。即使传统上的王权制度，也是如此。尽管王权基于个人和家族，但家族内部的政治斗争也经常表现为暴力。而对于要争取“改朝换代”的社会力量来说，这个过程更是只能通过暴力来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主是一大进步，它使得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变得文明起来。民主的本质就是妥协，政治精英通过民主的机制得以妥协。再者，因为不同的政治精英代表的是不同的利益，精英之间的竞争体现的是各种社会利益的竞争，而他们之间的妥协也代表着不同社会利益之间的妥协。
所以，历史地看，“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提法具有相当的历史理性。
 
自下而上民主的负面政治效应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提法符合中国政治的现实。自下而上的社会民主非常有必要，在中国也已经实行了数十年了，但从实践层面看，社会民主已经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第一，社会民主往往缺少法律基础。以乡镇选举为例，到现在为止它还不具备法律地位，只是在“试点”的基础上说才具有“合法性”。乡镇一级的直接选举的“试点”各地都有，但如果不修改法律，直接选举很难扩展到全国范围，成为一种新的制度。第二，自下而上的民主有其本身的负面政治效应，这种民主很容易导致合法性下移，即下级政府的合法性远较上一级政府高。在中国，它还会影响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党政关系。如果政府官员是选举出来的，而党的干部则不是，那么就会产生党政冲突。尽管村民委员会现在已经不是一级政府，但村党支部（党）和村民委员会（政）之间的冲突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村民委员会是选举出来的，而村党支部则不是，这样，两者的冲突很难避免。第三，自下而上的社会民主容易导致政治体系的过度分散。当政治合法性下移的时候，地方就有了很强大的理由来抵御中央政府。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地方民主甚至可以导致国家的分裂。美国从早期极为分散的邦联体制过渡到权力集中的联邦制，就是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尽管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说相当民主，但国家的统一就成为大问题。
上述这些因素都在阻碍着中国社会民主的顺利发展。这些年来，社会民主处于一个“巩固阶段”。例如在村一级，这些年主要围绕着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大姓家属和小姓家属之间的关系，本地人和外来人口的关系等，在进行调整和制度创新。这个巩固阶段非常必要。在早期，很多人相信选举制度的引入会带动农村基层自治制度的确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基层的问题并非仅仅是选举问题，单纯的选举产生不了一个健全的治理结构。
在社会民主遇到极大困难的同时，党内民主则显现出其紧迫感。在邓小平一代“强人政治”结束之后，党内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相关的方面。首先是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在强人政治时代，领导层由单纯的任命方式产生，党内竞争无从谈起。强人政治之后，政治竞争变得不可避免，也就是说，领导人的产生方式，从任命过渡到竞争，而制度化的竞争就是民主之本质。其次，强人政治结束之后，领导方式也必须发生变化，尽管也强调“民主集中制”，但很难制度化。只要有强人政治，不管怎样强调党内民主，最后还是强人说了算。强人政治之后，集体领导才有了可能。集体领导不可避免地成为权力顶层的运作方式。
2007年中共十七大一结束，10月23日，官方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了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的报道。这篇报道透露了当时党内民主的实际情况：
 
这是一张橘红色的民主推荐票。票页正面写着“可新提名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民主推荐票”。
打开推荐票，是一个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的名单，他们都是符合中央确定的可新提名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条件的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正大军区职干部，供与会同志推荐时参考。
2007年6月25日，下午3时，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就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进行民主推荐。参加会议的十六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有关负责同志400余人，每人都领到了一张这样的推荐票。
…………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自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提出了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条件。
…………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
胡锦涛指出，党中央决定进行这次民主推荐意义重大。
——这样做，有利于选准选好优秀人才。我们党是一个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执政，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必须组成一个政治坚定、奋发有为的中央政治局。同时，这次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不仅要能够胜任领导党的十七大以后党和国家工作的需要，而且还要从适应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需要考虑，充实一些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人才，让他们在工作实践中早受锻炼、加快成长，以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
…………
为搞好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民主推荐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会议，认真审议工作方案，研究确定推荐工作原则、推荐人选条件和结构要求以及参加推荐人员的范围。
民主推荐之后，党中央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方案反复进行酝酿，多次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根据民主推荐结果、组织考察情况、本人廉洁自律情况和班子结构需要，提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
2007年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同意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
10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份名单，决定提请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和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分别进行选举、通过、决定。
10月21日，党的十七大选举产生了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0月22日，党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这个报道透露出几个重要的信息。首先，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在强人政治之后，一直在有计划地进行，至少从中共十六大开始，党内民主开始加速。第二，党内民主的制度重点在于确立党内“票决”程序，也就是党内选举程序的制度化。第三，就被选举的领导层来说，党内民主的重点在于选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尤其是政治局常委。这是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第四，党内民主还必须考量到培养新的接班人，就是说，下一代领导人的核心人物必须由这一届领导人来选拔和培养，以保证政治的稳定、政策的连续性和政策执行的能力。
实际上，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就在党内民主方面有了大胆的实践，即引入了政治局的差额选举。当时邓力群落选，而邓力群也接受这一事实。这表明，党内选举是有好处的，不管如何，人们必须接受票选的结果。从党内民主的规模和程序确立来说，中共十七大的党内民主显然有了很大的进步。
 
党内民主必须超越票决制度概念
那么，党内民主的下一步是什么呢？除了票决程序的进一步制度化和透明化，还能够做什么呢？
票决和票决的程序很重要，这一点在所有的民主和选举理论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不过，党内民主要深化，必须超越票决制度的概念，票决只是一种产生领导人的工具。而党内民主不仅仅是要选人，更重要的是要选政策。领导人很重要，票决就是要选拔或者选举有能力的人;政策更为重要，候选人的政策意向及其执行能力极为关键。从理想层面来说，民主竞争是不同政策之间的竞争，而非人的竞争。人的竞争主要关乎特定的候选人有没有能力来实施其政策。
无论是对人的选举还是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党内民主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民主作为一种治理结构，不仅仅是选举。如果仅仅侧重于选举，民主会导致很多负面问题，党内民主可能会演变成庸人政治，那些能够讨好政治同仁、官僚同仁的候选人更容易受到欢迎，而那些真正能够做事情，但要得罪一些利益团体的人则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从各国民主实践的情况来看，民主经常显现出其极端保守性，也即成为各种利益群体维持现状的工具，各种利益群体推选出最保守的候选人来维持现存利益格局，而这是目前中国必须避免的。中国需要的是改革和进取，而不是维持现状。或者说，那种意在维持现状的党内民主不是人们所期望的，相反，党内民主是要产生一个有能力改变现状的领导集体。
另一方面，如果光强调选举，党内民主也容易出现民粹主义的倾向。民粹主义会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种是因为党内民主产生了过多的互相制衡，领导层的改革进取变得不可能，那么一些领导人就可能采取面向人民的办法，通过争取人民的支持来引入变化，这种做法很容易造成民粹主义。第二种情况是一些领导人以所谓的“民意”来求得其个人政治资本，而忽视地方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要减少和控制庸人政治、民粹政治，党内的政策辩论变得非常重要。庸人政治和民粹政治往往是一体的，平庸的政治人物不能用有效的政策来获得政治支持和合法性，就会诉诸讨好其他官员、讨好社会民众的短期利益的方法。党内政策辩论因此必须注意到政策的可持续性。在任期制下，很多领导人都倾向于追求眼前的、短期的利益，而忽视社会的长远利益。同时，政策辩论也需要具有公开性，让社会民众知道领导人要做什么。党内政策辩论实际上可以成为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关联点。
党内民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就是领导结构的顶层设计问题，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顶顶层”设计。例如，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注意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规模问题。政治局常委扩大和党内民主有关，但规模过大，权力就会过度分散，不能有效协调，政治责任就会变得不明确。
在任何政治制度下，政治责任都是最重要的。怎么办？如果规模不能缩小，那么可以引入委员会制度，根据功能成立几个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仅要有分工，更要交叉任职，以形成全局观和责任感。
无论就中国文化还是具体政治现实来说，党内民主引导社会民主都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大方向。同时从实践来看，中国也正在形成一种统合中国传统“贤人政治”(meritocracy)和西方民主政治(democracy)的制度。贤人政治重在选拔，而民主政治重在选举，中国在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整个社会来说，党内民主是做好选拔。从长远来看，党内民主就是要选拔出一个好的候选人群体，然后再交给社会进行选举，从而实现社会民主。如果党内民主不能结合社会民主，选举就会成为精英之间互相投票的封闭政治游戏，民主就会演变成一种极其保守的机制。很显然，从党内民主的发展、巩固和完善，再到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结合，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这个方向非常有助于中国探索出一条能够超越西方单纯强调票决的民主化道路。
 
2012年5月29日



中共十八大与中国现代政治的诞生
如果几十年之后再来看中共十八大，那么届时人们很有可能把它视为中国现代政治的元年。为什么这么说？现代中国政治和传统中国政治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用政治方式产生第一代领导人
简单地说，中国传统政治是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即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现代政治则意味着党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必须协商、谈判与妥协，在竞争的基础上实现合作。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主要是因为今天中国政治的结构产生了两个方面的质的变化。
第一个结构性变化是权力结构的变化，即从强人政治转向了后强人政治。这种转型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从一人政治或者个人专制转向了多人政治。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是中国政治的主导者、决策者，几乎是“一人说了算”，而其他所有领导人都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到了邓小平时代，尽管邓小平没有了毛泽东那样的绝对权力，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还是党内的“婆婆”。邓小平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听取其他领导人的意见，但他本人还是最后的决策者，没有人可以否决邓小平的决策。但是现在则不同了，在多人领导体制（或者集体领导体制）下，不再存在“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客观的现实是，“没有人可以说了算”。
其次，利益分布发生了变化。在毛泽东时代，经济结构单一，社会普遍贫穷，利益分化不严重。在政治领域，尽管有不同政治力量的存在，但毛泽东本人可以超越所有政治力量。对毛泽东来说，不同政治力量（无论是“党外有党”还是“党内有派”）都必须从属于其政治意志。他可以选择支持哪一种政治力量或反对哪一种政治力量，但他本人不属于任何政治力量。到邓小平时代，如果他要制定或者执行一项重大决策，他需要获得党内一些政治力量的支持，但尽管这样，邓小平时代党内还是能够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但现在则不一样了，经济结构复杂，社会贫富差异巨大，各种利益高度分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必然反映在党内，党内利益多元化已成为常态，并且没有一种利益能够占据主导地位，也没有领导人能够超然于各种利益之上，平衡各种利益，并获得不同利益之间的共识。
再次，随着政治强人时代的结束，接班人产生的方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强人政治时代，选择接班人近乎传统的“指定方式”。比如，毛泽东一旦指定了一位接班人，没有其他领导人可以加以质疑。邓小平时代有些变化，尽管也是指定方式，但有了些“协商”的成分，他必须参考其他领导人的意见。但邓小平之后，没有人可以指定接班人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十八大产生的一届领导人是第一届完全用非“指定”的方式产生，也就是用政治方式产生的领导人。
第二个结构性变化就是党内政治竞争开始。从个人专制到多人政治必然带来政治竞争的产生和发展。党内政治竞争实际上在邓小平之后就开始了。不过，从90年代到现在，尽管时间并不长，党内竞争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在90年代，没有人敢于想象竞争党内的最高权力，也就是说，所有政治人物都接受（无论是自觉还是非自觉）政治强人挑选好的接班人。但是，现在开始有人敢于做这样的想象了。这也正常，因为接班人既然已经不是用指定方式产生，那么产生接班人的方式是否合理就变得重要起来。党内一些不接受这种产生方式的人就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挑战。再者，由党内多元利益而导致的内部多元主义已经开始促成党内利益从“互相容纳”转型为“互相竞争”。“互相容纳”意味着大家都接受对方的利益，和平共处;但“互相竞争”则意味着大家都想获取更大的利益。
 
党内竞争必须是有限的
政治结构的这两大变化促成中国共产党向现代政治转型。这就是中国的内部多元主义政治，也就是共产党一党主导下的有限竞争性政治。
这里要强调的是内部多元主义而非外部多元主义。外部多元主义体现为多党政治，一旦一个政党不能容纳一种利益，此种利益就可以组织自己的政党。在西方民主国家，也就是多党制国家，外部多元主义主要依靠强大的中产阶级来维持政治稳定。不管哪一个政党掌握政权，都要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利益。谁忽视中产阶级的利益，谁就可能失去政权。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达程度还不足以形成强大的中产阶级，往往体现为社会的高度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外部多元主义经常导致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各派政治力量竞争各种资源，如果资源奇缺，竞争过于激烈，各派间无法达成妥协，那么政治竞争甚至会演变成为内战。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都有这样的案例。
中国实行的是内部多元主义。内部多元主义意味着党内竞争必须是有限的，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造成党内的分裂。例如，党内各种利益必须在“意识形态”或者“指导思想”上保持基本一致，对国家的发展总方向具有共识。如果利益的不一致上升到对不同意识形态的认同，那么党内的团结就会出现大问题。再如，党内竞争的对象不可以是已经确定的接班人。客观地说，产生程序的合理性、制度化程度、透明化程度等等，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才趋成熟，但在现阶段，接班人一旦产生，其他政治人物尽管可能感到不满，但也必须接受。这是因为所产生的接班人已经超越他们本身的利益，而关乎整个体系的利益。如果连接班人也受到挑战，那么整个体系就会出现不稳定，也就是说，会倾向于产生外部多元主义，从而超出内部多元主义制度的限度。又如，竞争的方式必须符合目前既定的意识形态容许的方向和范围。政策层面的不同、实现同一目标的政策手段的不同、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解读既定的政策，这些都是内部多元主义所许可的。但如果政策竞争演变成对既有政策的否定，那么就会趋向于外部多元主义了。
从这些层面来理解薄熙来事件就比较容易些。这个事件已经涉及政治道德甚至是法律问题，但即使没有这个问题，事件也已经远远超出了内部多元主义所能容纳的程度。无论在意识形态、政策路线和政治执行手段等层面，都已经超出了底线，也就是说，这个事件不再是党内政治利益之间的竞争问题，而是涉及这个制度的整体利益问题。
党内政治结构的变化表明党内民主和竞争已经不可避免，但问题在于支撑党内民主和竞争的制度建设水平仍然很低，很多方面的制度甚至还没有到位。
从2012年年初开始，中国政治展开的两个阵地，即海内和海外，折射出党内竞争的激烈程度。在海外阵地，政治竞争有两条主线。第一是一波接着一波的谣传，主要是围绕着高层人事安排问题。不同利益之间不断较量，不断传出不同版本的人事安排问题，形成了在海外所谓的“气球政治”，各种力量拼命根据自己的利益偏好把消息放出国外，再传入国内，试探各方面的反应，结果，造成了谣传满天飞。第二条竞争主线围绕着所谓高层的腐败问题展开。这方面的谣传到现在为止，也已经有几波了，几乎涉及所有领导人。这种做法类似于民主国家选举过程中用以打击政治对手的负面竞选运动。
实际上，政治竞争在国内阵地似乎更为激烈。围绕着中共十八大的人事班子、路线和政策，党内各种力量纷纷出台。尽管内部多元主义表现为一种开放政策，容许不同利益有不同的声音，但人们很容易感觉得到，这些不仅仅是不同声音的问题，而是不同力量之间的激烈较量和竞争。
顾名思义，接班人问题是现有领导人和未来领导人之间的事情，现有领导人通过各种方式来选拔未来的领导人。不过，现实是，在很多方面，现有领导人的权力受到太多的内部制约。如果现有领导人拥有理论上能够拥有的权力，那么他们就能够掌控大局，不至于造成不确定性的局面。
 
需要建立政治退出制度
对现存领导人的内部制约大多来自于几代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退休领导人、现任领导人和未来领导人，这种多角色的高度互动使得中国政治异常复杂，而现存的党内民主制度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
在制度化高的国家，个人和个人所谋求的职位是可以明显加以区分的，例如，总统作为个人和总统作为一个职位是不同的。只有当一个特定的个人取得了总统这个职位之后，才谋求总统的职能。一旦失去这个职位，这个个人就不再享有和总统这个职位相关的权力。尽管退休总统可以用其他非正式的方式来保持其政治影响力，但其不再是正式体制的一部分。这就是政治退出制度。
但在中国情况却不同。有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职位的个人化：即使一个特定的个人离开了职位，仍然有很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途径来继续行使甚至扩张其权力。比如，一个干部退休之后，不认为自己已经退休了，其原来的权力关系网也仍然把他当成长官。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建立政治退出制度。一些退休领导人并没有退出政治，而是通过各种方法来干预政治。这样，他们的存在很容易演变成代表一个利益链，作为利益链来影响政治。台面上，实际的政党和政府只有一个，但有太多的力量在试图影响和主导这个台面上的政府和政党。
围绕着中共十八大政治，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这个局面是后强人政治时代政治利益多元化的必然产物。执政党要在这个全新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和发展，需要新的制度体系。目前的情形是，正式制度体系缺少变化和改革，但各种利益都在推动着非正式制度的快速成长。很显然，正式制度体系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的，而非正式体系是为一些具体的利益服务的。当非正式体系开始支配正式体系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正式的制度体系需要新的顶层设计。正式的制度体系如何重新设计顶层，这是中国下一步政治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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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生态下的政治改革
2012年年初以来，围绕着中共十八大所发生的那么多的事情（包括各种政治谣传、政治丑闻和缺乏规则的党内竞争等）表明，中国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管喜欢与否，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政治生态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的状态。这些新现象也已经对中国政治体系的运作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有人甚至认为，越来越多的新状况可能在毫无预见性的情况下发生，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它们，政治系统的运作有可能陷入困境。对执政党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这些现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改革，重新调整中国的政治体制设计。
那么，中国政治面临怎样的新政治生态？如何根据新生态来进行体制改革，推进顶层设计或者基层设计？什么样的顶层设计或者基层设计才能应付新的挑战？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加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如何理解中国所面临的新政治生态呢？我们可以从国家和社会两大方面和两者之间互动方式的变化来看。
在国家层面，或者严格地说，在领导层层面，政治生态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过度的内部多元主义，表现为思想和利益的多元性，从而失去了政党的有机整合性。任何执政党如果要有效、可持续地执政，都需要行动导向。只有行动才能应付面临的危机，解决存在的问题，在生存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要行动，就要赋予执政党的领导人以足够的权力和权威。一个政党如果无为而治，那就不会有行动，会眼睁睁地看着各种问题产生和发展，直到酿成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顶层设计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重塑一个行动导向的执政党领导集体和政府？
 
如何塑造一个行动性政党
政治如何从无为转型成有为？也就是说如何塑造一个行动性政党？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内部多元主义带来的过多的内部制约。要有效减少内部制约，一些重要方面的改革不可忽视。
第一，中国迫切需要在退休制度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建立政治退出制度。中国的领导人往往是退而不休，退休之后，尽管没有了正式的职位，但仍然通过各种方式行使着原来的职位所赋予他的权力，继续干预现任领导层的权力行使。在缺失政治退出制度的情况下，这些年来非正式政治有了很大的发展。因为正式制度的改革不到位，而非正式制度在快速发展，中国政治制度的能力受到了很大影响。因此，要建立政治退出制度，大大减少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制约和影响。在任何国家，非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但如果非正式制度过度，不仅会有效制约正式制度的运作，发展到一定程度，还会使正式制度瘫痪。
第二，要建立新的制度来确保形成能够支持新领导人进行有效决策和政策实施的执政团队。在西方国家，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度，强调的都是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团队。在实行内阁制的国家，如英国，内阁就是总理（首相）的执政团队。而在总统制国家，如美国，实行的是所谓的“政党分赃制”，即总统有权任命支持他的政党成员为部长，组成执政团队。今天，西方的执政团队也面临挑战，尤其是多党制国家，内阁往往是由多党组成的联合内阁，各党派在内阁里面互相制约，经常造成政府运作的低效率。如果考虑到国会和议会的制约，西方国家的行政权力的有效性更会成为问题。但不管怎样，在这些制度里，政治责任是非常明确的。总统和总理可以任命部长，也可以解雇部长。
中国和西方的制度不同。尽管强调集体领导，但并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内阁制。这可从两个层面来看。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这是最重要的第一层面的内阁。因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西方类型的政党，执政党掌管重大政策的决定及实施权。其次是国务院，是行政部门。无论是政治局的总书记还是国务院总理都不可能组成自己的执政团队，因为这个执政团队是集体选择（选拔）出来的。在今天，他们往往是党内不同利益妥协的结果。实际上，在执政团队的选拔方面已经呈现出政治化的倾向，即权力的分配倾向于为了增进各种个别利益而非执政党的整体利益。因为没有自己的执政团队，无论是总书记还是总理都很难决策和执行政策，已经造成既得利益群体和官僚坐大的局面。因此，中国需要给各级领导形成自己的执政团队的权力，也就是名副其实的“领导班子”。行动型领导班子的形成是有效决策和政策有效实施的前提条件。这里，我们不应当把执政团队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派系”和“山头”。执政团队当然有可能演变成“派系”和“山头”，但这可以通过其他的制度设计来制约和避免，如限任制（两届）和政治退出制度。
在顶层设计上，还有一个相当有效的制度，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层面设立数个委员会。在这个层面，早已经有一个委员会，即中央军事委员会。依此还可以设立中央社会经济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可以在现存的中央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来设立。委员会制度可以通过互相交叉任职等方法来满足高层政策协调的需要，改变近年来“一人负责一摊”的局面。在政治层面，各个委员会成为最高的决策机构，从而把决策和执行政策的官僚机构区隔开来，避免因为官僚体制坐大，也就是官僚既是决策者也是政策执行者的局面。同时，各委员会还可以吸纳更多的来自下一层的官员（如政治局和中央委员等），既能提升党内民主的格局，又能培养未来政治人才。
第三，要形成有效的执政团队，必须把政治官员任命制度和公务员制度区分开来，也就是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区分开来。这种分割制度本来是中国传统制度的最优实践之一，对近代西方的公务员制度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但在中国本土反而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该制度的确立是为了实现政策变化和政策延续性、变革和稳定之间的平衡。政治官员来来去去，但公务员则是永恒的。政治官员由新的领导人任命，是执政团队的一部分，是决策者;而公务员则由非任命产生，是政策的执行者。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要加紧正式政治表达制度的改革，主要是改革完善人大和政协（“两会”）等基本国家制度。社会所有的政治力量包括退休领导人，要进行政治活动，产生政治影响力，都应当通过这些正式的平台。现在，中国很多退休官员都通过各种非正式途径来动员体制内的力量，通过非正式的关系和管道来影响当政者。这种现象在深刻、负面地影响着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程度。如果各种权势政治力量能够通过非正式的途径在背后操纵国家的命运，而一般社会成员却没有政治的途径来影响国家政策，那么社会对体制的不满会越来越深。不管那些参与非正式政治干预的政治力量如何来论证他们行为的合理性，因为没有透明度，没有正式的程序，在人民眼中始终是没有合理合法性的。民间对这种现象已经积累了很多的不满。怎么办？如同其他社会力量，这些权势阶层也有权利参与政治。唯一的办法是：给他们正式的渠道，那就是人大和政协制度。
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地把这些权势阶层的人都安排在人大和政协这两个代表或者议政机构。“两会”已经充斥着太多的权势阶层了。有效的改革就是把“两会”转型成为真正能够反映并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机构。
 
社会政治参与需要制度化
在社会层面，政治生态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概括地说，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已经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而一个开放的社会迫切要求一个开放的政治体系。近年来，来自社会的政治参与压力遽然增大，越来越超出现有体制的应付能力。
必须意识到，在目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政治参与会继续呈现出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中国社会存在着高度的政治平等精神。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等级制度，也没有印度那样的种姓制度。几千年来，中国人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等精神。第二，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成长，但总体规模仍然很小，穷人（或者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仍然居多，社会的政治参与往往体现为非理性，甚至充满暴力。第三，社会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的教育程度提高，加上信息社会的发展，政治期待在持续提高，并拥有了自己的政治判断能力。第四，社会参与也经常表现为无序的参与，一些人通过正常的渠道，而更多的人则通过非正常的渠道，如通过制造事件来“参与”政治，既包括像游行示威和群体性事件那样的有形事件，也包括像谣传和揭露丑闻那样的无形事件。
也就是说，中国式的社会政治参与远没有制度化。非制度化的参与经常给政府带来莫大的压力，这要求政府拥有更强的能力来应付社会参与。社会层面的情况也说明了，国家层面更需要一个有效的执政团队来应付来自社会的压力。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执政团队来应付社会无序的参与，那么社会政治的稳定很难得到保障。这方面，中国可以从自己的历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很多深刻的教训。
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意味着，在进行顶层设计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基层设计。没有基层设计，顶层设计就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人们经常说，什么样的人民造就什么样的政府。同样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基层就有什么样的顶层。顶层设计和基层设计两方面需要互相配合。如果说顶层设计涉及的是党内民主，那么基层设计更多的是关乎“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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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与政治的民主化
开放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生命
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困局是，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对改什么、怎么改缺少基本共识。根据中国文明的特点，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开放政治。其中，开放式建党，建设开放性政党制度，必然成为政治改革的大趋势。
在近年来学界和政策界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大多数聚焦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对政治模式的讨论。不过很显然，不了解中国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其经济模式。在中国社会文化形态中，政治因素对中国模式的影响，远比经济因素有力。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政治推动的结果，政治模式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在对政治模式的讨论不能深入的情况下，很难对中国模式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缺少对政治模式的认识也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不能深化的一个主要根源。
在不知道政治模式应当怎样的情况下，就很难明了政治改革应当做什么、怎样做。
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即“开放”。人们所说的“开放”，一般指的是向其他国家的开放。但在政治领域，“开放”指的是政治过程的开放，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开放。在这个意义上，“开放”又可引申出“参与”，就是社会不同群体参与该政治过程。没有开放，就没有参与。
“开放”与“参与”既是对中国文化环境中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实践的总结。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政治的兴衰和政治过程的开放度紧密相关。当政治开放的时候，社会就有参与的机会，政治就兴旺；反之，当政治封闭的时候，社会就变得和政治毫不相关，政治就会衰落。
 
从文化角度理解中国政党制度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开放是中国文明最主要的特征。和其他宗教文明不同，中国文明的主题是世俗主义。宗教文明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排他性(exclusive)，而世俗文明的最大特征则是包容性(inclusive)。包容性的代名词就是开放，就是说中国文明向其他文明开放，不排斥其他文明。
这个开放的文明体现出来的政治模式则是皇权。较之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封建体制，中国皇权体制具有相当的开放性。皇权本身是排他性的，但相权是开放的。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国家的“产权”属于皇帝，但国家的治权或者管理权属于社会。皇权只属于皇帝本人和皇族，这与欧洲国家的政治家族的继承制度不同。
同时，中国的相权，开放给所有社会阶层。这种开放是高度制度化的，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制度来实现。治权的开放性直接导致了社会的开放性。传统中国只有阶层和阶级概念，而没有流行于其他社会的宗族和种姓概念。阶级和阶层是开放性的，即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改变自己所属的阶层和阶级地位，但宗族和种姓则是恒定不变的。
从传统皇权向现代党权的转型，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有文化意义的转变。笔者认为，人们必须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作一种文化解释，而非简单地把中国的政党理解成为西方的政党。
无论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是多党制，任何政党代表的都只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在多党制体系下，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政党的开放性。如果政党的目标是掌握政权，那么就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再者，如果同一政党之内的政治力量意见不合，就可以另行组成政党，这可以称为“外部的多元化”。同时，人民有权利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这个政治过程就为政党提供了制度机制，迫使其开放，以最大限度地吸纳不同的利益群体。
在中国，尽管有不同的民主党派和其他政治团体存在，但执政党只有一个，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通过执政党确定的政治过程参与政治。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主体性在很长历史时间里并没有改变，也不太可能改变。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生存发展因素，更是因为这种主体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在中国数千年历史里，和近代政党比较相近的概念就是“朋党”，但“朋党”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没有任何合法性。中国文化喜欢一个统一的权威。这个统一的权威，在传统里是皇帝，现在是组织，也就是党。人民从前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现在则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党的领导集体。
但另一方面，政党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其和过去的皇朝制度区别开来。尽管从结构上，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具有相似之处，但现代党权具备传统皇权所没有的特点，那就是，现代党权也具备开放性。传统皇权究其本质来说是不可民主化的，因为它的载体是个人和家庭，而现代党权的载体则是组织。个人和家庭不可民主化，而组织则可以民主化。
 
必须建设开放性政党制度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变化越来越体现为文明性，即其开始呈现出一个开放性政党的特点。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区别开来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唯一的执政党，在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选择的是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政治过程。
就社会群体来说，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过程，也是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在2000年前后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很典型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不同社会利益这样一种现实的认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化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中产阶层的兴起。中国包括私人企业主在内的中产阶层的人数并不多，但其已经表现出很强烈的参政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执政党要与时俱进，不仅为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提供宪法保护，而且也容许和鼓励私营企业家入党参政。
代表不同社会利益也表明中国共产党自身必须具有开放性，也即要容纳不同的社会利益于同一个政治过程之中。中共党员构成的变化也能说明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解放军在党员中占绝大多数，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党员人数日增。如果说西方政党制度采用的是“外部多元化”，中国政党制度所体现的则是“内部多元化”。各种利益先“内部化”，即容纳进现存体系，然后在体系之内争取利益和协调利益。
中国执政党的这些变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开放式建党”的趋向。既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那么政党政治的改革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从开放的文明特质来说，开放式建党，建设开放性政党制度必然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大趋势。
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中共十七大的中国民主模式，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就显得很有意义。党内民主是要强化执政党作为政治主体的地位。而政党的开放性，就要用党内民主来保障。
任何组织都有其利益，没有利益就没有责任。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不能成为既得利益者，否则会走上传统皇权的道路，它必须保持开放的体系和政治过程。
党内民主的另一项相关任务，是维持整个社会体系的开放性。诚如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教授所证实的，即使在具有外部开放特征的西方多党制民主国家，也必然产生各种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的利益集团。奥尔森非常悲观，在他看来，除了革命、战争和大规模的冲突等手段之外，很难消除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但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已经表明，维持体制的开放性是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最有效方法。很显然，要克服既得利益就必须拥有一个克服者，那就是一个同样具有开放性的政党。
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开放政治，当今社会面临的很多政治问题也可以用开放性不足来解释。开放性不足，政权运作的有效性就成为一个问题，最主要表现为体制性腐败。就中国情况而言，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对一些掌权人物没有外在的制约。这是开放性不足的结果。
同时，政治的封闭性影响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沟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执政党本身必须是社会内部的分子。政治不向社会开放，或者开放度不足，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意志就不能如实反映人民的意志。长此以往，执政党及其政权就会有和社会失去相关性的危险。
如果执政党的开放性不足，其制定的政策即使具有良好愿望，也很难转化为社会现实。开放性不足还表现在体制内部。例如，在给予新兴阶级名副其实的政治参与权的同时，包括农民、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却没有非常有效的政治参与管道。这些传统社会阶层一旦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参与管道之外，就会努力追求非正式的政治参与管道。这种情况已在近年表现得非常明显。
因此，政治领域的开放也有好的和坏的区别。好的政治开放是一种社会各阶层的均衡参与，而坏的政治开放是一种不均衡的参与。政治参与越不均衡，负面效果就越大。
 
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开放路径
从开放性来看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有很多大文章可以做，它主要涵盖三个主要的领域。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已经涉及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领域，即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和社会民主。此外，开放性也必须体现在政党和社会的连接领域。
就党内民主来说，现在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党内集体领导、票决、权力交班等方面。这些是最基本的，但还不够。如上面所讨论的，要把那么多的利益表达聚合于一个政治过程之中并不容易。没有一个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体制内就会产生冲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进入这个政治过程并不是同步的，这就要预防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如果由先进入者操纵这个政治过程，那么政治公平就无从谈起。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封闭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而一个开放的政党是可持续的；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而一个能够代表各个社会阶层利益的政党是可持续的。
如何维持党的开放性？中国已经有了一条途径，即通过公务员系统的考试制度录用人才。这和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类似。当然，这条途径的有效性取决于教育制度本身的开放性。
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开放，吸纳社会精英。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大都是由党内体系培养的。很多时候，由于制度不完善，精英培养制度演化成实际上的精英淘汰制度。因为主要由内部培养的党的人才基本上是官僚型官员。官僚化严重会使培养的官员变成官僚而非政治人物，同时，也会导致政党对社会的开放性不足，失去和社会的关联点。
执政党如何实现向社会开放？这方面可以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是一党独大，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是非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在20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现在的总理李显龙和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
在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方面，开放政治要继续鼓励和推动各种形式的民主实践，包括协商民主和参与民主。现在把社会民主仅仅理解为选举是不够的。实际上，在地方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各种制度建设，或者说治理制度。
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或者权力继承问题）。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则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的治理能力。预算公开、决策过程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
 
基本国家制度的开放路径
政治开放也必须体现在处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各种国家政治体制的层面。在这方面，中国的基本国家制度已经存在，改革的目标就是对其进行改进或者改善。
现存制度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和司法等大制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人们开始重视人民代表的利益代表问题。如前面所讨论的，这体现了政治的开放性。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主要是在人大代表的意见表达方面。
但是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很多问题仍有待解决。例如，如何建立人大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人大代表与其所代表的人民没有关系，那么代表人民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何改进人大代表的产生和代表办法？人大代表能否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如果不能，那么人大作为整体又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一些新的实践正在出现，不能简单否定这些实践，而应当鼓励创新，通过创新确立新的制度。
政协的作用更需要重新思考。就目前情形来说，政协代表来自数十个社会功能界别，政协的功能实际上可以改善西方式民主的一些缺陷。西方民主强调政府层面的三权分立，这并没有能够保障政治稳定。在西方式民主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比较分化的国家之后，多党政治就成为政治不稳定，甚至国家政权分裂的根源。主要的原因是社会各群体之间缺失相互制衡的机制。
政协实际上可以成为社会群体间互相制衡的国家制度，因为政协主要功能是利益协商或者协调。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协要考虑的问题也有很多：如何更科学地界定和增加（或减少）社会功能群体？如何使得社会各功能界别更加具有开放性和民主性，等等。
然而，无论怎样，因为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政治竞争主要表现为选举。但在中国，无论哪个层面，如果要实行民主选举，就要考虑到中国数千年的贤人政治传统。
贤人政治，英文为meritocracy，属于中国传统，西方传统是democracy。前者是选拔，selection， 而后者是选举，election。中国要实行选举民主，就必须把meritocracy和democracy、selection和election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可超越西方民主。历史上，单纯的选举既不能把最优秀的人选举出来，也不能防止最坏的人被当选。
就政治改革来说，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一个困局就是，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对改什么、怎么改缺少基本共识。
政治改革实际上要回答“中国政治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这就需要人们不仅对中国数千年的政治模式作深刻认识，还要思考现代政治模式如何承继传统模式，又如何转型。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政治实践已经指向这样一个大趋势，即开放式建党，建设开放式政党体系。从开放性来考量中国政治的未来及其走向，将会给人们带来一些深层的政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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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特权
特权阶层存在于每一个社会和每一种政治制度。受其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影响，每一个社会对特权阶层都有不同的定义和看法。在中国，特权阶层往往指那些能够通过公权力（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个体地或者集体地，为自己、自己的家庭以及和自己相关的人，获得与其所掌握的权力不相配的利益的那些人。掌握公权力的社会群体包括高级公务员、现任政治人物、离退休政治人物，及其他可以用各种方式享受权力资源的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市场经济的引入，特权阶层又要加上掌握巨大资本的群体，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本来不是特权，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资本要么属于国家（公权力），要么和公权力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无论是资本的获得还是运作，都和公权力相关。在这样的条件下，掌握资本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掌握被资本影响的社会群体的命运。资本特权群体很重要，但不在这里讨论的范围。这里聚焦于前一个群体。
在中国，并不难发现，掌握公权力的群体可以获得超越其权力职位的好处。因为他们是掌权者，他们可以自行决定从国家获取哪些好处，获得多少好处。公务员系统比较复杂，有区域差别（东西部的差别、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差别），也有等级差别（中央、省、地区和县市等）。但不管如何，级别是最重要的。不管在哪里，只要到了一定的级别，拥有了权力资源，他们便可以追求特权。
尽管较之其他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国高级公务员的名义薪水并不高，但这个群体在众多的领域享受着种种好处。他们有方方面面的福利，包括政府住房、政府部门特殊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车等等。即使在薪水增加方面，这个群体也几乎可以自主决定。正因为这个群体所享受的特权，这些年来，公务员已经成为社会精英最向往的职业。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有那么多的人争当公务员。
另外一个群体，即领导群体或者高级干部（包括离退休老干部），则享受着更难以说清楚的特权。他们甚至包括他们的家庭，基本上无须通过市场交易来维持生活，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公权力，可以保证他们生活的各种所需。货币和现钞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意义。因为对这个群体所享受的特权暂时没有制度规定，他们能够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享受各种新生的特权。
 
特权制度的负面影响
特权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着非常负面的影响，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特权政治已经形成了“城堡政治”，使得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和社会严重脱节。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30多年了，但公务员领域俨然是计划经济模式，一定层级以上的官员仍然生活在计划的城堡里面。这使得他们很难了解城堡之外（即生活在市场领域）民众的实际生活。中国在社会政策领域，包括医疗卫生、房地产、食品药品监管等，改革不力，和掌权者的城堡政治密切相关。很显然，如果掌权者也必须在市场上购买住房、医疗服务、食品药物等，他们必然尽最大的努力去改革，因为他们可以从改革中获得好处。现在的情形是，因为他们无须通过市场而生存，他们不仅没有动力去做改革的努力，反而成为改革的阻力，因为改革会负面地影响到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城堡政治使得执政党的合法性快速流失。这是特权的政治代价。
第二，特权具有巨大的财政代价。特权阶层毫不吝啬地消耗甚至浪费着有限的社会财政资源。在维持特权阶层的供给方面，政府财政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大。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数次行政体制改革，但政府规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直在扩大。随着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规模的扩大不可避免。
其次，离退休干部的规模在急剧扩大。中国领导体制改革，确立了限任制和年龄限制等一些新制度，有效加速了领导层的更新，但同时也在增加着国家的财政负担。离退休高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层的群体在急剧增加，而且因为医疗卫生等条件的改善，他们的寿命也在增加。再次，特权制度从来没有改革过，特权的种类一直在增加。显然，如果不再加以改革，特权最终必然会成为深刻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三，特权也包含着巨大的社会代价，即造就了社会的越来越不公平。人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这些特权群体实际上是有钱的阶层，但现在的制度并不要求他们掏自己的腰包来向市场购买服务。进而，很多特权者即使不需要某种服务（如药品），但出于自私心理，也往往会根据规定变相地享受这种服务（如把感冒药换成其他的营养药品），从而造成严重的浪费。而真正需要这些服务的公众，尤其是穷人阶层，所得到的资源越来越少。其次，特权造成了社会机会的不公平。在所有国家，社会服务均等化的其中一个社会目标，就是要保障给予社会成员差不多的起点。但如果特权阶层享受和消耗掉了大部分公共服务，不仅面对社会大众的公共服务水平很难提高，而且社会机会会变得更不公平。实际上，一些研究已经表明，中国每一年新投入的公共服务费用（主要是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的绝大部分，被政府内部的特权阶层所消耗掉了。其三，社会代价也表现在特权所导致的社会高度封闭性，就是前面所说的城堡政治。城堡政治使得中国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小，呈现出固态。
 
财政和政治的双重危机
怎么办？中国必须改革特权制度。中国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很多有效经验，因为大多数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那么如何改革？
首先必须对特权有一个现实的认识。从经验上看，特权可以加以限制，但很难甚至不可能被彻底消灭。把特权限制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应当是改革目标。共产主义从理论上是要彻底消灭特权的，但在实际上创造出高度特权的阶层。这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苏联和东欧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即使到今天，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人人痛恨特权，但人人都向往特权。试图彻底废除特权的革命性和理想化的反特权方式，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效果，搞不好就是走向反面。
从制度层面来说，有很多制度可以限制特权。首先是社会服务和福利的货币化。无论是对普通公务员还是领导干部，在大大减少非货币化的收入或者服务的同时，实行合理的高工资。其次，逐渐拆掉城堡政治。在实行高工资制度的情况下，党政官员必须向市场购买服务，就是说去医院看病要付钱，也要花钱到市场上购房、买食物等。这些制度对执政党来说会有巨大的政治红利，即长期执政。类似的制度可以使得党政官员不脱离社会，了解社会现实；它们也有助于社会对党政官员进行监督，从而可以减少和控制他们的腐败程度。
政府也可以通过开征遗产税、地产税等方式，确立一系列新的制度，以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长远利益，有利于长远的政治利益。中国的“官二代”、“富二代”常常丑态百出，在很短的历史时间里已经出现了“纨绔子弟”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清王朝晚期出现过，在欧洲贵族统治时代也出现过。欧洲特权政治最后导致了统治阶级“政治基因”的衰落。因此，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尤其是民主化来临之后，各国都出现了诸如遗产税那样的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特权的代代相传，延续特权群体的长远利益。也就是说，不能这辈子是富人，以后很多辈子都是富人。富人家族后代仍然有机会变为穷人，重新创业。同时，这样做也改善了社会公平，通过保持社会的流动性，为社会成员创造平等的机会。在亚洲，日本和韩国等也有类似的制度。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类似的制度，如果社会整体不想衰落的话，就必须确立类似的制度。这些制度对社会整体有利，也符合既得利益者的长远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特权的社会化。这是西方社会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为什么一些社会群体需要特权，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源稀缺，因此需要通过公权力来获取特权。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建设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和住房等领域。如果这些领域的社会政策建立起来了，特权就会变得不再那么需要了，因为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社会，都可以从社会政策获取公共服务。这是大部分西方社会的经验，尤其在北欧社会，因为有强健的社会政策，即使公务员和政治官员工资不高，政府仍然能够维持非常清廉的水平。在社会政策强健的情况下，谁还需要搞权力寻租呢？这是一场政府和社会的双赢游戏。
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一方面，特权阶层大量消耗甚至浪费着宝贵的公共资源，使得社会政策的确立非常困难。尽管近十年来，政府在社会政策上作了不少努力，但制度水平仍然极其低下，主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充足的资源，其中特权阶层又占用了绝大部分。另一方面，因为社会政策不能得到确立，特权阶层仍然需要继续用公权力来获取额外的服务，社会各个非特权阶层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也越来越大，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在增强。
很显然，特权制度再不改革，中国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将会演变成一场双输游戏。一旦财政危机来临，这个制度最终不得不改，但早改要比晚改好。早改不仅可以避免财政危机，也可以避免政治危机；晚改则有可能导致财政和政治的双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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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变革
在互联网刚刚创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在大多数国家仅仅是社交工具的技术，可以在今天的中国扮演如此重大的政治角色。以“网络”开头的很多概念，已经成为讨论今日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关键词，如网络问政、网络参政、网络社会管理和网络反腐败等。如果把所有这些以网络为基础的政治和社会实践，放置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环境下来讨论它们的意义，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微博时代的网络政治参与，如何能够推进中国的政治变革？
中国政治变革的路径可以用三个相关的概念来概括，即开放、竞争和参与。其中，开放最重要，是竞争和参与的前提。这三方面从学术上说是三个相关的概念，从政治实践上说则是三个正在发生的互相关联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开放”，是指政治领域的开放，是政治过程的开放，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开放，向不同精英群体开放，向不同的社会利益开放。
在这个前提下，开放又可引发出另外两个过程，即竞争和参与。竞争就是竞争人才、思想和政策等。参与就是社会的不同群体参与政治过程，参与政治人才的选拔和选举、思想和政策的形成和实践。这里，竞争又是参与的前提条件，没有竞争，就很难实现参与。那么，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的网络，在所有这些方面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
第一个问题是网络和政治开放之间的关系。很显然，网络创造了一个开放的政治背景，即政治互联网平台。在西方，有关互联网的作用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个观点认为，互联网是政府行使专制权力的工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互联网是民主化的工具，有学者更是简单地把互联网化和民主化等同起来。不过，在现实中，这两种观点都不成立。互联网是促成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相互转型”的一个有效技术手段。一方面，互联网在有效“软化”着政府官员的传统专制行为。有了互联网，政府官员再也不能像前互联网时代那样专制地管治社会了，而社会民众也不再像从前那样顺从政府的权力了。
 
互联网无法建立民主政体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尽管今天在世界很多地方，互联网的确在政治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并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表明，互联网可以促成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尤其是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就拿近年来中东、阿拉伯世界的例子来说，可以看到互联网的确在推翻旧的政治体制方面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但并不能简单地把推翻旧的体制和政治民主化等同起来。在那些互联网被用来推翻旧政权的社会，怎样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最为严峻的挑战。推翻一个政权是一回事，而建设一个新政权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互联网之所以能够造就政治的开放性，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本身的技术特征，另一方面是因为应用这种技术的群体。互联网的技术特征就是其分散化、分权化及其相关的开放性。较之传统媒体工具，互联网是最分散化和分权化的。当互联网应用于其他现代通信技术如手机、iPad等时，这些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互联网的开放性，促成了使用这种技术的群体的开放性。这是一种扁平化的开放。
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作为一种技术，互联网更是可以被用来打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界限。中国政治经常表现为“城堡政治”，也就是说，官员为自己修筑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堡”，把自己关在这些“城堡”内，而和社会没有实质性的关联。社会成员被隔离在“城堡”之外。互联网在这里扮演了一个至为重要的角色，它成为打破壁垒的最有效的工具。在最低限度上，互联网迫使政府官员来回应社会。从积极面来说，互联网也提供给官员一个平台来和社会群体进行互动。
互联网促进政治的开放性，这个作用更是表现在竞争和参与两个层面。从竞争来说，互联网可以大大丰富选举民主的内容。我们说政治竞争的时候，往往指的是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就是通过竞争选拔或者选举选出管理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竞争出人才，就是要把不同社会群体的人才选拔出来。这里很明显，开放是竞争的前提条件。如果政治过程不向社会开放，人才就很难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更谈不上竞争了。
不过，在中国，政治竞争不能仅仅是西方式的单纯的选举，而是选拔基础之上的选举，或者贤人政治之上的民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具有数千年的选拔传统，选拔制度在社会群体中仍然有相当高的合理合法性，也是因为单纯的选举政治即便在西方国家也已经导致了很多政治问题。中国要发展民主，理想地说就是要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
无论是选举还是选拔，互联网都可以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就选拔来说，互联网可以成为一种选拔的媒介，借此增加精英和社会之间的互动。互联网的开放性，至少可以避免小圈子暗箱操作的弊端，给政治注入阳光。在中国，互联网已经赋予网民评论和监督政治人物的权利，或者让那些想进入政治的人拥有更多的权利。腐败现象，就是政治缺少阳光造成的。让官员在阳光下成长，不仅可以避免很多官员“带病上岗”的情况，更可以医治好很多官员并不那么严重的“病”。而阳光政治是互联网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选举来说，互联网可以给选举过程引入“商谈”因素，也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商谈民主”。在现在的民主选举中，很多沟通只是单向的，即候选人告诉你，他（她）想做什么，以此获取选票。互联网可以改变这种局面，把单向沟通转变成为双向沟通，也就是选民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候选人。这种双向的沟通有助于发展出“商谈民主”，在“商谈”的基础上再进行选举，从而提高选举民主的品质。
在开放和竞争的条件下，参与也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参与既可以是对人才的选拔或者选举，也可以是对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参与。互联网已经给人们提供了更多参与政策的过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扁平性、广度和深度。互联网改变着社会政治参与的形式和性质。面对社会参政的新要求，在个人层面，政治人物现在都在利用互联网所带来的机遇，同时也在迎接其所带来的深刻的挑战。
不过，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制度所带来的挑战更为严峻。现阶段，不论哪一个社会，都已经在现存的政治参与制度和互联网之间造成了相当紧张的关系。如果互联网已经成为现实，那么表明现存的政治参与制度已经不适应互联网时代。政党制度就是一个例子。传统政党对年轻人越来越缺少吸引力，他们宁可选择通过互联网来参与政治。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各国现存的政治参与制度必然发生变革。中国也不例外。
 
不能忽视互联网的弊端
我们既要看到互联网的优势，也不能回避互联网所带来的弊端。互联网的开放性和扁平性在释放出人性光辉一面的同时，也为暴露人性阴暗面提供了条件。就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来说，有两个现象尤其值得重视。
第一，互联网这一工具经常被人为操纵。互联网上现在泛滥着名人崇拜、权力崇拜、金钱崇拜、概念崇拜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表明，体现这些因素的各个角色，如明星、政治家、富人等，都可以操纵不同的社会群体。
第二，互联网所体现的非理性特征。互联网使得人的非理性情绪表露无遗。一些人往往利用互联网把自己的劣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非理性的情绪在任何社会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都产生过一些作用。很多革命诸如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表现为非理性。尽管人们不喜欢，但非理性可能是个现实，我们不得不接受。人性有光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不可能只接受光辉的一面，拒绝阴暗的一面。所以，如何平衡非理性和理性就成为关键。如果互联网造就的是暴民文化，那会是社会的悲剧。在减少和控制非理性方面，研究者们在研究两条途径：一是形成网络群体的自律行为，二是展开政府基于法律的网络监管。
第三，对政府来说，互联网既有可能提高政府运作效率，也有可能导致权力瘫痪。政府代表权力、等级和秩序。传统权力是根据客观存在的社会等级组织起来的。如果互联网成为组织权力的工具，会发生什么呢？互联网的本质是开放、分散、分权和扁平化。互联网会使得权力更有效，还是使得权力虚无化？从发展趋势来说，可能是后者。通过互联网，社会可以主导权力的形成，各个社会群体都可以对政治权力施加影响。就是说，在大多情况下社会是分化的，人们找不到一个整合的社会。分化的社会通过互联网而导致分化的权力体系。互联网削弱权力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如何获取足够的权力呢？从长远看，或许会发展出一个全新形态的社会。
互联网对社会和政治会产生怎样的长远影响？这需要长期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但在现阶段，无论从政治参与还是社会管理来说，如何充分释放互联网有助于社会秩序建设的功能，而削减其弱化社会秩序的功能，是所有国家都要面临的问题。
 
2012年9月23日



如何建设中国大社会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实现政府向社会分权，在建设“大社会”和“强社会”的同时，建设一个“好社会”。实现这些目标，至少有三方面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内容：一是培植新的社会组织，二是改革现存社会组织，三是实现社会对政府事务的参与。
首先，需要培植新社会组织。很多地方在作培植新社会组织方面的改革实践。但各地进展不一，其中北京、上海和广东走在全国的前列。尤其是广东，在各方面做了非常有益的尝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为了培植新社会组织，广东省率先简化了社会组织登记条例，并且采取了很多举措来实现赋权社会的目标，例如，政府向社会组织提供活动场所、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收购社会（组织）服务，等等。广东的大部制改革正在进行的一步，就是政府向社会下放行政审批等权力。
不过，现实地说，如果社会没有空间来组织自己，就会很难承担由政府下放的权力。这就首先要求给予社会自我组织的权利。只有有了自我组织的权利之后，社会才能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不仅要向社会下放权力，而且更要花大力气来培植社会组织。政府向社会下放权力，不是说政府完全可以不管社会了。向社会分权只是政府转型，即从控制和直接管理转型成为规制型政府的重要一环。
应当意识到，赋权社会并不只是简单地分权给社会，更重要的是要培植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力量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时间，政府要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至少在初期。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政府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就会有助于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一个良性关系，也就是说，政府和社会组织结成伙伴关系。
今天，在很多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越来越呈现出不同形式的紧张关系，甚至出现对立和敌视的局面。中国可以从其他成功的国家学到重要的经验，避免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要达到这一目标，政府就必须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培植。比如，广东省的做法就是，不仅让渡更多空间给社会，而且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形成和培植。从长远来看，这种实践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其次，改革传统社会组织。中国的现存社会组织实际上是很强大的，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和工会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组织在支持政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建设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后来，这些组织逐渐地成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附属组织，而失去了和社会的关联作用。也就是说，它们成为执政党和政府的外围组织，代表的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利益，而非它们所应当代表的社会利益。现在，其他社会力量已经崛起，这些传统社会组织也面临改革的压力。很显然，这些组织必须转型，它们要成为真正能够沟通执政党及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中介组织，而不是简单地依附于前者。
也就是说，它们至少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社会，一条腿在政府，是一种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平衡力量。传统上，它们过于依赖政府，几乎和社会无关。但如果改革后它们光代表或者依赖社会，就会和新产生的其他社会组织没有什么差别。这些传统社会组织的改革目标应当是成为“中介”，即连接政府和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组织。例如，工会在劳、资、政三方谈判过程中，不仅要代表工人的利益，也要考量到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也是政府所应当考量的）。这些方面，广东和北京的改革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应该加以总结，一方面深化那里的改革，另一方面也可以向其他地方推广它们的经验。
最后，实现社会的政治参与。建设大社会和强社会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实现社会对政治的参与。社会管理要改变自上而下的思路，要强化社会对政治过程的参与。传统的“维稳”思路已经被证明走不通，因为它反而制造越来越多的问题。换句话说，基于暴力之上的社会管理不可持续，政府和人民会陷入恶性互动，最终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实际上，中国并不是一定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存在着其他更有效、更符合人性的途径。
 
社会必须参与政治过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社会管理方面也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执政党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社会力量容纳进政权的政治过程来管理社会。这主要表现在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参政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民营经济很快在很多指标上超越了国有部门。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民营企业家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新兴社会群体，在社会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这个新兴群体，尽管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争议，但执政党还是为这个群体开放了政治过程。无疑，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最具创意的决策。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它使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区分开来。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开放性，使得其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建设大社会过程中，人们也可以参照容许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过程的方法，容许和鼓励新型社会组织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在中国，社会的参与不仅仅是要实现公民的参政权，也是要解决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同社会的严重脱节问题。这方面，广东各地尤其是顺德已经有了很多创新。广东的经验，简单地说，就是“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就是政府主动走向社会，和社会建立关联；“请进来”就是政府主动打开自己“城门”，让社会力量来影响自己。具体来说，
根据顺德、南海、惠州等地的实践，“走出去”就是建立“两代表一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制度，借鉴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议员密切联系群众的做法，以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为契机，以党代表工作室为载体，以党代表为核心，联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社区定期听取群众意见，并跟进、督促政府解决问题。“请进来”的主要内容就是建设公共决策咨询机构，设立咨询工作各项制度，促进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参与政府决策和公共事务的讨论。例如，顺德建立了区、镇、村三级咨询体系。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走出去”和“请进来”制度的重要性。现在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跟社会脱节，听不到真正的民意，社会上怨气很多。很多怨气是因为社会经济的转型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很多的困扰。也有很多怨气是冲着政府官员来的，是政府官员执政不当引起的。对老百姓的怨气，有些政府官员爱理不理。很多地方政府实行的是“城堡政治”，党政干部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拥有各种特供系统，享受着各种特权，不关心“城堡”外面所发生的事情。
这种局面是持续不了多久的。如果你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老百姓总有一天要“围城”，形成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之间的高度对立。怎么办？这就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现在有8000多万党员，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基层党员在干什么？很显然，还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发挥他们的作用。党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也不清楚到底要做什么，由此感觉到被边缘化。
因此，执政党要打开城门，走出去，沉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方面可以借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经验（详见本书第二部分）。听取民意要制度化。在新加坡，每一位部长和国会议员，每周都要定期接见选民，选民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都是义工，帮助国会议员和部长参与组织这些定期的见面会。在制度化的层面，广东建立的党代表工作室和人大代表工作室，是个结合中国实际的非常大的政治创新。
广东地方政府所设立的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做法（即“请进来”），也有助于执政党增强和社会的关联。专业人士的意见很重要，现代社会很复杂，政府不是所有方面都能做到专业，因此要倾听专家的意见。除了人大和政协系统应当成为专业人员影响决策的平台，设立新的专家平台也很有必要。当然，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最有效的做法是对现行人大和政协体制进行改革，把额外的专家平台整合进这两个现存的制度化平台。
从长远来看，在社会力量建设一段时间之后，可以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组织进行分类，作为功能界别，吸引到包括人大和政协等正式组织体系里面来，也就是说给予它们正式的参与渠道，参与到国家各个层面的事务中来。这可以通过将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进行。在目前和下一个阶段，主要是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创造条件，在促成社会力量组织化的同时来有效监管社会力量。这是中国进行有序制度变革的有效途径。
 
2013年1月2日



中国政治中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政治生活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历届中共领导层一直在强调，但这个概念及其所关联的政策，多年来也一直饱受党内外质疑。人们把群众路线与毛泽东时期频繁发生的群众运动联系起来，似乎群众路线就是群众运动。如果是这样，群众路线应当被放弃。那些强调制度建设的人，更认为群众路线与制度建设背道而驰，因此也应当放弃。
在毛泽东时代，群众路线主要体现为群众运动。每当一场政治运动来临，群众运动必然会达到顶点。毛泽东也曾经探讨能否把群众运动制度化，即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毛泽东时代的经验说明，很难把群众运动制度化，因为运动本身是破坏制度化的，且每一次运动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震荡和损失。但这不表明群众路线可以放弃，或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其他更好的方式。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是官员对人民的任意欺压。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并且很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替代了阶级斗争，因为社会难以承受不间断的群众运动，阶级斗争也产生不了执政党所需要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不过，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群众路线在共产党的政治生活中日益被边缘化，结果造成执政党越来越官僚化。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组织和官员的高度等级化。所有政治组织包括政党，都有等级化的趋向。这也是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所探讨的论题。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它是一个巨大的组织，需要高度组织化才能实现有效管理和运作。从横向看，党组织从其内核到外围，存在着许多圈层。从纵向看，如同其政府，党组织本身也分为不同的行政层次，有效地把党的高层和基层隔离开来。
第二，政党的行政化。近代以来，任何国家政治生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政治和行政的分离。中国的传统政治也强调这种分离，皇权就是政治权力，相权就是行政权力。在今天的中国，很难搞清楚执政党是政治组织还是行政组织，这制约了群众路线。政治是要处理执政党和社会群体的关系，行政主要是执行执政党的政策。一旦执政党演变成为官僚组织，它和社会群体的关系必然产生严重的问题。
第三，最大的问题是，执政党日益与社会脱节。中国共产党拥有8000多万党员，是群众性政党，但脱离社会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群众路线就是官员走向社会，这是一条单行道，因为群众很难走向官员。一旦脱节，社会没有合理合法的途径影响官员，其诉求难以得到满足。更为严重的是，一旦脱节，执政党及其官员很容易失去执政的方向感和使命感，专注于个人、家庭和小圈子的利益，走向腐败。
 
西方政治也有群众路线
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和反腐败运动，尽管取得了明显成就，但仍然面临艰巨任务，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避免执政党的官僚化和去政治化。民主社会的政党也是如此，正如米歇尔斯所说，“寡头政治”是政党生活的“铁律”。但“铁律”并非“宿命”，要生存和发展，任何政党都必须找到抵制和克服“铁律”的有效方法。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一方法就是群众路线。
西方国家的政治中也有群众路线，表现在民主政治实践之中。在多党制国家，民主政治通过周期化的政治动员，来克服政党的官僚化。每隔几年的选举就是一次政治化的过程。选举是制度化(即法治化)的政治动员运动。西方其他一些政治活动形式，如协商民主，也体现了群众路线。不过，民主在理论上和制度上的成熟，并不表明它是最好的群众路线。相反，西方的民主越来越表象化（即政党的轮流执政和政权的和平转移），它越来越不能为老百姓提供有效的服务，因为民主越来越表现为政党之间的互相否决，从而导致政府弱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在亚洲，民主或者多党制度更是面临着过度政治化的威胁，民主政治主导一切，政治人物互相否决，行政被弱化，政府被弱化，经济社会出现很多问题，不能有效治理社会，甚至出现治理危机。
中国是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毛泽东说过要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人亡政息的问题，就是前面所说的每隔几年来一次群众运动，但这已经被证明很难持续。
群众路线要成为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有效方法，必须既表现为理论，也表现为制度。在中国，群众路线仍然停留在偶尔发生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实践上。这也是一些人总是把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等同起来的原因：在没有理论和制度的情况下，群众路线是否存在，就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偏好。
首先必须解决理论上的问题。群众路线被边缘化，首先是因为人们在理论上对此很模糊。近年来，学界和政策研究界流行着很多驱使执政党“非政治化”的概念。其中一个概念是“执政党的自主性”，就是说执政党不应当受任何社会力量的制约，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具有高度自主性。这其实是西方学界和政策研究界所提倡的“政府(国家)自主性”的中国翻版。在西方，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西方的政府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那个时代)，但后来人们发现，其实政府拥有高度的自主性，在决策和实施政策时不代表哪个阶级或利益群体的利益。不过，机械地使用这个概念，就非常危险。如果“自主性”意味着执政党在决策和执行政策时，不能被任何既得利益所绑架，这可以理解;但如果它意味着执政党可以脱离社会而自主决策，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另一个概念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流行的“行政吸纳政治”。这个概念主要用于解释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行政经验，因为政府能够提供充分的社会服务，就不需通过西方那样的政治了。这实在是误解，香港在港英时期不需要政治，是因为香港的政治由伦敦说了算，香港人毫无权利去谈论、参与政治，香港的公务系统只是执行英国人的政治意志。在新加坡，尽管行政效率非常高，但其背后就是政治。李光耀之所以能够对国家进行有效治理，是因为他是最讲政治的，只不过新加坡的政治主要表现为制度和专业主义。新加坡的很多组织形式，都有当时共产党组织的影子，只不过表现为法治形式。因此，群众路线在新加坡高度制度化，部长和议员每周定期要接见和解决选民所面临的问题。在民主政治下，只有到了选举的时候，政治人物才会为了选票开始和社会接触;但新加坡的执政党和群众的互动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新加坡的群众路线体现在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效率最高，也不能吸纳政治;相反，高效率的行政，必须基于有效的政治之上。
 
既要专业化也要讲政治
同样重要的是群众路线的制度体现。这更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仍然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首先是群众路线必须在制度上体现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党管政治，因此党应当是联系群众的工具，必须是群众中间最先进的部分，否则执政党的合法性就会成为大问题。如果说民主社会政治官员的合法性是民众的投票“投”出来的，那么中国政治官员的合法性就应当是走群众路线“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录用政治官员时，需要考虑到群众自下而上的评估(而非仅是党内的评估)，并且需要制度化。20世纪80年代提出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从制度层面来说，后三项比较容易量化，实践中也得到了强调，但第一项最重要的却被忽视。当然，在建设年代，对“革命化”应当做不一样的解释，主要是干部要懂政治，也就是群众路线，深刻理解他们的权力来自群众，要向群众负责。政治官员没有专业化和知识化不行，但不讲政治更不行。
与之相关的问题，就是政治和行政的相对分离。政治强调路线方向，讲人民的满意和国家的长远利益，而行政强调政策执行，讲效率。在行政方面，专业主义非常重要。在这方面，现在仍然存在着过度政治化的现象，需要减少政治化的程度。如司法、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政治性仍然过度，而专业主义不够。但在政治领域(主要是党务领域)，则应当要更多地扁平化。不仅要在党的高层和基层之间，也要在党的高层和普通群众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表现在组织构架上，就需要把政治系统和行政系统区分开来;表现在人事制度上，应当把培养政治人才的制度和培养官僚人才(公务员)的制度区分开来。目前是在用培养官僚人才的办法培养党的干部。在政策层面，群众路线要求政策研究和决策相对分离。现在，政策研究和决策部门几乎是同一批人。党的政策研究必须走向社会，研究者不需要任何行政或党内的级别，一旦具有级别，就很难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因为没有人会跟他们讲真话;同时，高级别的官员也很难接触到基层群众。
在政党内部，也需要实现精英化和群众化之间的平衡。在和平执政时期，政党的精英化不可避免，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先锋队”的角色，但群众化也不可被忽视。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问题是如何使用好庞大的党员队伍，尤其在基层。这里可能就要区分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在新加坡，干部党员(也就是精英)一般都是在政府担任政治要职，而基层党员或者普通党员，就是执政党和社会的关联点，两者配合和结合得非常好。中国这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尤其是对普通党员的使用上。在现行体制下，大量的普通党员被边缘化，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的开放，向普通党员和社会群体的开放。开放是任何执政党避免既得利益化的唯一选择。一旦既得利益化，政党必然形成寡头政治，走向衰败。人们常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里的“营盘”指的是组织，而“兵”指的是党员干部。如果执政党不想被任何既得利益所垄断，开放便是最有效的办法。
 
2014年11月4日



反腐与法治
腐败与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重提毛泽东和黄炎培著名的延安“窑洞对”，又引发了人们对历史周期律的新一轮反思和讨论。当然，这也刚好契合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势头越来越旺的反腐败运动。这种契合使得对历史周期律的讨论更具有现实意义。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解体以来，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如何走向未来的讨论多了起来。无论海内外，人们总是喜欢把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作比较，希望从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历史中学到足够的经验教训，因为苏联模式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的确非常巨大。不过，这种比较也容易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尽管从组织形式上看，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有很多类似和相同，但两者都是各自历史文化的产物。苏联共产党是俄罗斯文明的产物，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的产物，两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导致了彼此巨大的差异性。
把中国共产党的前途放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来考察，更具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和黄炎培所讨论的中国历史周期律对中国共产党的参照意义，远比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参照意义大。
历史的周期律问题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学者所思考的问题。自从近代清王朝解体之后，中国的政治精英走上了一条寻求建设一个新制度体系的道路。从总体上看，建设新制度体系要向西方学，但也免不了要总结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教训。黄炎培所做的，也就是把那个时代人们所思考的问题带给了毛泽东。当然，毛泽东本人也不可能不了解当时人们讨论的话题，他所给出的标准答案，也同样是那个时代人们所思考的结果。
当时的人们对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做了很多理论和经验层面的研究。总体来说，人们发现，一个历史周期基本上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王朝的建立期；第二阶段是在这个新制度下寻求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王朝走向兴旺或者顶点的过程；第三阶段是开始衰落直到解体阶段。三个阶段之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限。
人们在研究历史周期律的时候，往往把重点放在最后一个阶段，即衰落和解体的阶段。实际上，各个阶段都是可以加以反思的。第一阶段，是新王朝的确立，但不是新制度的确立；是旧王朝的复制和再生产，而不是旧王朝的转型和新制度的创立。当然，历朝历代的新王朝也会建立一些新制度，但新王朝的总体架构和前朝并不会有什么巨大的变化。第二阶段，人们的注意力在于把新制度所能带来的“解放生产力”的作用用足，求得最大程度的发展。旧王朝的推翻，既得利益的解体，革命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等等，都有利于新王朝的经济发展。不过，这个时期的主题并不是改革和创新。随着王朝开始走向顶点，体制体现出来的更大的特点就是保守，不求进取。新的既得利益开始壮大，不再是继续做大蛋糕，而是分割蛋糕。同时，既得利益也开始扼杀改革和创新，专注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在这个阶段，也会出现一些为朝廷利益考虑的改革者和制度创新者，他们提出各种改革方案，试图改变现状，实现朝廷的可持续统治。不过，所有的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因此改革者往往没有好下场。
第三阶段最有意思，也最具有借鉴意义。中国有一个传统，人们总是喜欢借古讽今，把现实和从前王朝的末代皇帝统治时期做比较。这个时期的变化及其体现出来的特点，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领域。体制外的力量开始从边缘地带崛起，从边缘崛起到最后夺取政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不确定过程。如果仅从体制外的力量本身来看，夺取政权的机会实际上很小。中国数千年历史里，只有明朝可以说自下而上成功夺权，其他更多的最后都被镇压了。在王朝的解体过程中，尽管体制外的力量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王朝本身，也就是体制内的因素。没有体制内部的因素，外部力量很难真正动摇现存体制。
 
王朝衰落有共通特点
王朝衰落有几个共通特点。第一，王朝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壮大。这些既得利益集团都是新王朝建立之后成长起来的，在建设新王朝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已经失去了前期的进取精神。他们不再继续创造财富，而是开始通过掠夺方式获得财富，并且也掌握着国家的绝大部分财富。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扼杀一切改革动议，视一切改革者为敌人。一旦改革触动他们的利益，就会群起而攻之、杀之。
第二，在这个阶段，皇权本身往往处于弱势状态，大多权力分散在既得利益者手中及与其有紧密关系的官僚体系之中。既得利益者大多为皇室大员，但他们绝对没有皇室的整体利益观念，仅视国家事务为皇帝个人的事情。他们能够对皇帝构成最有效的制约，因为这个群体往往是皇权的内在组成部分。官僚系统也就是（宰相）相权方面，往往也和这个群体有紧密的关系。相权本来就是要为皇帝服务的，但这个时候，相权往往被各个既得利益集团所分解，成为其工具。严格说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明确的皇权，皇权被分解在体制内部的各个部门。
第三，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进入恶性循环。皇帝要通过改革既得利益群体和官僚机构来消解体制外的力量已经变得不可能，往往转而依靠国家暴力机器（往往是军队或者特务组织），通过镇压的方式对付体制外力量。但这种镇压往往无效，反而造成更大、更多的对立，继续促进体制外力量的成长。很多时候，皇帝连动员军队的权力也被既得利益和官僚集团所制约。
第四，随着体制外力量的崛起，体制内部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开始和体制外力量沟通甚至结合。当然，这些既得利益者不是为了改革，而是为了寻求自身的安全，免除其个人利益或者家族利益受损。体制内从权力分散状态走向分裂状态。因此，体制内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实际上为自下而上的反叛提供了机会。体制内部的分裂是体制外力量崛起的前提条件。
体制外出现的反叛力量尽管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其本身往往不足以推翻现政权。在反叛力量崛起的过程中，另外两个群体的加入至为关键，即知识分子和中下层的体制内部官员。这两个群体在反叛力量中起领导作用，往往是知识分子作“智库”，而中下层官僚作未来的掌权者。知识分子不难找，历朝历代，总有很多怀才不遇、对现状不满、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的知识分子。中下层官僚是体制内的一部分，知道体制如何运作、体制的问题出在哪里、如何在未来建设一个新王朝。同时他们又是一线政府官员（用现在的概念来说），了解社会为什么会反叛，社会需要什么，如何动员社会等。这也决定了在推翻旧体制之后，所建立的新体制往往仍然是旧体制的翻版，他们所做的只是在王朝体制内部做些所谓的制度改善或改进。
对如何走出这个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和黄炎培都指向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精英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了之后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黄炎培，在谈论民主政治的时候，实际上都指向了体制内外的关系，或者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这里面又包含几层意思。改革和变化的动力要从体制外而非体制内寻找。既得利益集团靠不住，因为其追求的都是私利。改革不可避免地要依靠体制外力量。如果改革意味着克服既得利益，就很难依靠既得利益来进行改革。但同时，改革又意味着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问题在于，要找到一条依靠体制外力量来推进改革的道路。
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方法，唐朝思想家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已经做过论述。他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可以分为三层，即王权、大户和民。“大户”就是现在所说的既得利益者和官僚阶层，“民”就是社会力量。在柳宗元看来，如果皇帝（皇权）的改革行为遇到了“大户”的阻力，就可以依靠“民”来克服。
既要依靠体制外的力量来推进改革，同时又要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者社会运动），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动员社会力量搞不好就会演变成社会运动甚至革命，这需要当政者找到有效的方式来结合体制内外的改革力量。反腐败就是其中一种有效的手段。
在“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含义中，不难理解今天“反腐败运动”的意义。在这个含义中，反腐败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反腐败本身，而具有了反周期律的意义。人们总是从统治者的合法性角度来看反腐败。官员的腐败往往导致统治者的低合法性，甚至失去合法性。因此，历朝历代都需要反腐败。如果统治者失去了合法性，也即失去了统治国家的“天命”，体制外的力量就可以起而推翻之。不过，反腐败运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推进改革，即通过削弱和超越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把改革进行下去。
今天，既得利益者无处不在，他们以各种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很难说，既得利益者的存在是不正常现象。同样，在一些情况下，既得利益者追求自身的利益也很难说是不合理的。不过，正是因为他们追求的仅仅是私利，往往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相悖。再者，现在的既得利益者已经足够壮大，演变成为一个个自我封闭的集团，有效阻碍着任何新利益的产生。如同传统社会，既得利益者往往视任何改革为“敌人”，通过各种方式阻碍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进入政治范畴。中国社会现在一些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仅是经济既得利益集团，而且在演变成为政治既得利益集团。正如在传统社会，如果这些集团分解了整个政权，历史周期律就不可避免地要重演了。
因此，人们可以把今天反腐败运动的意义置于反历史周期律的背景中来理解。不过，正如毛泽东和黄炎培延安“窑洞对”所揭示的，反腐败运动是否可以转变成为反历史周期律，还要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体制对社会是否足够开放，能否依靠社会力量。第二，能否建立一个新制度。如果反腐败运动的目标仅仅限于修补旧制度，可能仅是延迟历史周期律的发生。只有依靠社会力量，在削弱既得利益之后确立起一套向社会开放的新制度，才能真正跳出历史周期律。这也是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挑战。
 
2014年1月29日



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和政府产生以来，就开始了规模巨大的反腐败运动，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届领导人和政府都会发动反腐败运动。但一些敏感的观察家已经发现，这次反腐败从各个角度来说，都和以往很不相同。到底不同在哪里呢？这次反腐败的意涵，不是仅仅从其所已经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所能说清楚的，必须把反腐败运动的深刻意义，置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政治大环境中来认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转型，官场的腐败模式也在持续变化之中。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腐败表现出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腐败数量巨大。早期的腐败是以万计数，现在是以亿来计数，有些案例甚至以数十亿、数百亿来计数。第二，犯案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中央提苍蝇、老虎一起打，但人们发现苍蝇、老虎似乎到处都是。第三，腐败官员的层级越来越高，从部长到政治局委员犯案者数量也不少。第四，腐败已经具有了集团的性质，不再局限于单独的个人。在地方政府这一层面，官员的集体腐败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存在了，并且为数不少。发展到今天，这种集团性腐败已经发展到中央级别的官员了。
从某种意义上，腐败的这些变化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是制度建设跟不上经济变迁。在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快速，今天的经济规模已是世界第二。但同时，中国并没有足够的政治体制改革，老的体制早已弱化，新的、健全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从总体上说，现行体制已经很难承担吏治的责任。例如，现在官员经济腐败的规模如此庞大，有些已经超出人类理性所能理解的范围。如果腐败的金额为几百万，人们还可以用理性来解释，但是，那些规模大到数十亿、数百亿的贪腐案件用什么来解释呢？不用说一辈子了，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财到底要用来干什么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言自明了。大面积、大规模的腐败关系到执政党的合法性。“腐败要亡党亡国”是中国共产党再三强调的。尽管中国没有民主国家那样的选举制度，但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传统上，皇帝统治社会是“天命”，一旦失去“天命”就会被推翻。朝廷的腐败就是失去“天命”的一个重要指标。今天，尽管人们不相信“天命”了，但如果腐败不能整治，政权还是有可能不保。很多年里，执政党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官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如果用不好人民所给的权力，人民是可以收回这个权力的。一句话，官员的腐败会单方面毁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使政府失去合法性。
这个道理可能谁都懂，但对一些干部、官员来说，他们并不想知道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王朝更替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国家的兴衰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很少有官员能够超越自己的、家族的和小圈子的利益去考量整个政党和国家的利益。尽管历届政府都反腐败，但腐败者照样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以至于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今天的腐败和以往的腐败有什么区别？这里的情况很复杂，简单地说，寡头经济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成为腐败的经济制度基础，而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向政治，既“玩”金钱又“玩”权力，从而严重恶化了中国的总体政治环境。无论是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还是老百姓对政府越来越甚的抱怨和不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反腐败就是反寡头
因此，这次反腐败有了新的政治意涵，那就是反寡头。
中国经济寡头的形成有其体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民经济是官僚经济，各级政府管理所有经济活动。在这个体制下，国民经济被部门化，分成石油、电子、钢铁、煤炭、水利等领域，并且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治理。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经济管理的部门化制度特征并没有变，只不过是随着产业的变化，增添了新的经济部门，如电信和金融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抓大”的改革，就是组建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试图增强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改革的本意没有错，并且从企业赢利的角度来看也很成功。不过，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没有到位，国有企业的不同领域形成高度垄断的局面。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国有企业的高利润来自垄断而非市场竞争力。部门经济的高度垄断性便是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
除了经济制度基础，经济寡头的形成背后还有诸多政治因素。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背景。中国的领导层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必须是多元的，这是治理一个庞大国家所必需的。但来自不同背景的领导人必然对政治运作产生不同的影响。很多年来，一些高层领导人来自国有企业，他们和原来的“领地”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并且，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保留着行政级别，主要国有企业（央企）的老总本身也是政府官员，这就使得这种关系更加有机不可分。
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是中国的权力运作方式。为了便于管理，中国把治理功能分成不同的领域，即中国所说的“口”，例如党务口、政法口、宣传口等。在高层实行的是权力分工原则，不同的“口”由不同的领导人负责，并且往往是一个领导人在他所管辖的“口”内拥有绝对的权力。各个“口”之间只有分工，而缺少协调机制，容易形成“山头主义”。一旦经济寡头的情形和这种高层领导权力分工结合起来，经济寡头就拥有了无比强大的政治力量。
更为严峻的是，经济寡头开始试图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寡头不仅分割了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且在“富可敌国”的情况下，经常在政治上变得具有野心。从这次反腐败所发现的情况来看，这些寡头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向地方和基层延伸，其操作方式往往是黑社会性质的，另一方面也往上延伸到权力核心，干预国家政治。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总体政治变得复杂，越来越难治理。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发生了很多政治方面的事情，使得外界非常担忧高层的政治稳定问题。这和经济寡头向政治领域延伸是有关联的。
 
寡头政治颠覆民主
中国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来消除经济寡头，尤其是防止其转型成为政治寡头。台湾地区“黑金政治”的教训大陆要吸取，俄罗斯、乌克兰等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共同政治教训更要吸取。台湾地区在民主化过程中，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黑金政治”，即金钱操纵和影响政治合法化，造成了台湾地区今天的政治格局。俄罗斯叶利钦执政时期，在短时间里经济快速寡头化，并且具有了足够的实力来主导国家政治。到了普京时代，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个势头遏制住。
今天的乌克兰更是如此，寡头之间的激烈争斗，引发地缘政治之争，把国家推向了解体的边缘。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的情形都说明，政治寡头一旦形成，且他们之间开始进行竞争，“民主化”就变得不可避免。但这里的“民主”仅仅是借“民主”之名实现寡头之间的恶性竞争。所有的寡头都会用异常漂亮的政治口号，通过欺骗民众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寡头政治下的政党政治就是寡头政党现象。政党只是名，寡头通过政党操纵国家政治才是实。不同的寡头不仅寻找国内的支持者，更寻找外国的支持力量。结果，既牺牲了国内民众的利益，也牺牲了国家的利益。一旦寡头形成，民主政治只能是牺牲社会整体利益的劣质民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反腐败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抓“苍蝇”和“老虎”的层面。要使反腐败运动更具有政治意义，必须深入反经济寡头，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领域延伸的途径。或者说，反腐败就是要营造一个健全的政治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民众对执政党的抱怨和对政府的不满会加剧，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性也会继续递减。一旦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中国也许会重蹈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甚至今天乌克兰的覆辙。寡头之争必然会造成执政党和国家的分裂。20世纪30年代军阀割据的教训也应当很好地总结，因为军阀也是寡头。
更为重要的是，在营造健全政治环境的基础上，必须确立预防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的体制。首先要改革产生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对国有企业集团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这个目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但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展。在一些国有企业集团演变成为寡头经济之后，这些年来讨论国有企业改革也俨然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反垄断、市场化、去行政化和透明化，都是国有企业集团可以引入的改革。
同时，国有企业集团必须引入有效的人才制度，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招收人才，而不能沦落为权贵交换“人才”的封闭的制度。应当强调的是，国有企业集团的“私有化”，无论是通过正在讨论的“混合所有制”还是通过类似20世纪90年代的“民营化”，都无助于消除寡头；相反，这种做法必然演变为“内部私有化”，从而加速寡头的产生和壮大。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出现的是私人寡头，乌克兰出现的也是私人寡头。
同时，中国也要确立专业的政治管理者。这方面，可以向传统历史学习很多有益的经验。中国的传统制度设计切断了商人和儒家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尽管掌握权力的人也会努力通过各种合法或者非法的途径寻求财富，但掌权者本身不会成为“商”的一部分。再者，商人的财富更不能直接转化成政治权力。商人的家族成员如果要获得政治权力，就必须通过和其他人一样的正常途径，把自己转变成为“士”而进入统治集团。这个原则今天也适用。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隔离开来的制度，有利于清廉政府的建设，更有利于规制型政府的建立。
在现有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可以直接转化为政府官员，也就是说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可以直接转换。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关联既是寡头形成的制度根源，也是经济政治腐败的制度根源。同样，中国一直在致力于规制型政府的建设，就是要确立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监管，但成效不大。这不难理解，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可以直接转化的情况下，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就会出现“左手监管右手”的情形，很难建成规制型政府。
中国的腐败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使得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要解决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更是重建政治生态的问题。如果任由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政治都会缺少希望；虽然社会成员如有不满也可以抗议，但在寡头的主宰下会力不从心，沦为寡头操纵的对象。因此，今天的反腐败应当也必须深入下去。当然，正如历次反腐败运动所展示的，这一次最终能否提升到制度层面，通过各种健全的制度来避免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人们当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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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反腐败运动揭示什么
随着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立案审查，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走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一轮的关注。
在各种各样的反应和反思中，有三点特别显著。第一，周永康案打破了中国共产党“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从今以后，不管官员的地位有多高，只要发现腐败，就一定会得到惩处。第二，自从这次反腐败运动开始以来，周永康和军中的徐才厚一直被外界视为“大老虎”的标志性人物。现在随着这两只“大老虎”的被处置，反腐败运动应当告一个段落了。第三，也有很多人一直在呼吁，有关部门应当停止这一政治运动式的反腐败运动，把重点转向建立新的制度，因为通过制度建设尤其是法治建设，反腐败才最牢靠。
 
历史的假命题
这些反应并非没有道理，对中国式反腐败运动的反思也很重要，但没有理解这次反腐败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如果不能超越在反腐败问题上的一些传统思维，就很难把反腐败运动深入下去，最终实现建设清廉政府的政治目标。
第一种观点，即“刑不上大夫”，历来就只是一个假命题。在传统体制下，除了皇帝，谁都可以上刑，历朝历代，很少能发现一个朝廷没有对“大夫”上刑的。在中国的政治哲学中，“大夫”只是一个理想的理论假设，数千年的历史中，符合“大夫”哲学标准的官员少之又少。中国只有“法制”的观念（即官员使用法律来统治国家），而没有“法治”的观念（即官员自身也必须服从法律）。官员腐败和犯罪经常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不过，任何官员一旦被发现对王朝本身构成危害和挑战，不管其地位有多高，“上刑”是必然的结果。历史上，皇帝所杀的“大夫”难以计数。这种传统也延续到1949年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又有多少的“大夫”遭殃呢！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短暂时间里，才有现在人们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的“传统”。
实际上，这个假命题的存在，于社会、于官员都是一种欺骗。于社会，这里隐含着两方面的暗示：一方面，所有“大夫”都是腐败的，所谓的“无官不贪”；另一方面，“大夫”们是不会得到惩治的。很多社会成员，往往在道德上对腐败表现出深恶痛绝，但一旦自己得到一个官位或者腐败的机会，照样腐败。于官员，这个概念也隐含了两个暗示：一方面，“大夫”的腐败不会得到惩罚，或者得到惩罚的机会比较少；另一方面，“大夫”具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性，“腐败”无足轻重。
数千年以来，在腐败方面的这些虚假的认知，最终的受害者便是朝廷，或者是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逻辑很简单，官员找各种机会腐败，追求腐败的最大化；法律仅仅是一种方便的政治工具，法治社会建立不起来；政权能力低下，既没有能力为老百姓提供最低限度的服务，也无法在老百姓心中确立合法性；最终在各种因素的互相影响之下，以老百姓造反或者革命的方式结束。更为可悲的是，新确立的政权在最初清廉一段时间之后，也往往走向同样的腐败。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走不出来的恶性循环。
 
反腐败其实刚刚开始
第二种观点，即“大老虎”被惩治之后，反腐败运动应当告一个段落了，这有其深刻的背景，其结果也是有害的。笔者前文论述过，这次反腐败的主题是反寡头。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腐败其实刚刚开始，应当继续延伸到其他更多的寡头领域。力主反腐败应当告一个段落的声音，往往来自其他寡头领域，或者既得利益者。他们开始感觉到压力，忧虑自己的未来，因此非常希望反腐败能够告一个“段落”，不要动到他们的头上去。
“告一段落”的声音也来自海外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的，众多的国际大公司也已经在中国确立了庞大的既得利益。近年来，人们不断发现，这些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的国际公司也在中国搞腐败。不仅自己腐败，而且公然地在中国寻找腐败的“代理人”。前不久，更有外国大公司发表分析报告说，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会拖累中国经济多少个百分点。言外之意就是说，反腐败运动要适可而止了。
反腐败的确会影响到经济，例如，官员的公款消费下降了，那些通过行贿等不正当手段得到的投资项目减少了，等等。不过，这些只涉及短期的微小调整，长远来说，反腐败可以营造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环境。不管怎样，没有人希望中国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腐败之上的，也没有人会相信腐败可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反腐败都不应当有“段落”的概念，这应当是所有执政者的一项永恒的事业。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权威政体，没有一个制度可以保障不出现腐败，不同国家面临不同形式的腐败，但一样都面临着反腐败的艰巨任务。在中国，人们经常存在“段落”的观念，实践中也经常是这样。反腐败因此往往突出其政治功能，等到现政权巩固权力了，反腐败运动就会戛然而止。这种反腐败运动在抓了一批官员之后，往往为更多的腐败官员提供了“庇护”。运动一来，一些官员就想各种办法来避风；一阵风过去之后，照样腐败。
第三个观点，即反腐败的重点在于制度建设，这很有吸引力，也的确是问题的关键。不过，对反腐败运动和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不能做简单的理解，而是要做更多的反思。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和法治的建设，对反腐败最为重要，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正是各项制度的不健全，才导致了今日的腐败。不过，改革开放以来，很难说中国没有强调制度建设。事实上，中国历届领导层和历届政府都想在反腐败和建立廉洁政府方面有所作为，并且也一直在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增加反腐败的制度机制。中国为反腐败所设置的机构数量可以说已经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但为什么腐败屡禁不止？这里就涉及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政治环境问题。在缺乏一个基本良好的政治环境的时候，任何反腐败的制度建设都会无济于事。
实际上，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近来反腐败所取得的进展感到一点点高兴，更不应该感觉轻松起来。恰恰相反，这些案例的揭露向人们提出了最为严重的警告：腐败已经使中国的政治生态恶化到了什么程度！
这次反腐败运动到目前为止，已经揭示出几个非常令人担忧的趋势。
其一是腐败的广度。这次反腐败的目标是既打“老虎”，也打“苍蝇”，但人们发现“老虎”、“苍蝇”已经扩展到包括军队在内的各个部门和各级党政机构。到今天为止，反腐败运动还只是涉及有限的几个部门，但从这些部门腐败的广度来看，人们不难得出结论，现在所发现的腐败仅是冰山一角。
其二是腐败的深度。腐败已经深入各级领导的权力核心。地方“一把手”腐败的情形并不新鲜，也是很多年来当局一直最为头痛的关切对象。但现在腐败甚至深入原政治局常委和原中央军委，也就是执政党中央的核心领域。
其三是腐败的数量。且不说其他方面的腐败，如权力滥用、侵犯老百姓人权等，光就腐败所涉及的经济规模来说，许多官员的腐败已经不是理性所能理解的了。实际上，这样的腐败数量恐怕连这些腐败者自己也不能理解。
其四，也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腐败具有寡头性质。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腐败案例都具有寡头背景，很多“苍蝇”层面的腐败并非如此。不过，寡头腐败已经成为今天中国腐败的主要形式。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寡头俨然已经成为现实。在这个方面，中国和其他前共产主义转型社会，如俄罗斯、乌克兰和东欧的一些国家有相似之处。同时，经济寡头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的问题在于，这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型为政治寡头。当经济寡头动用其庞大的经济力量来干预政治时，执政党的整体利益甚至生存就面临直接的挑战。这些年来，高层政治所面临的很多挑战都和寡头有关。
之前，历届高层领导都曾说过，腐败要亡党亡国。但当时人们的理解是，这样说无非是对干部官员做一个警告。不过，现在所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例，已经向人们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不整治腐败，离亡党亡国就真的不远了。
中国共产党政治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只要领导者对反腐败有坚强的意志，就能动员起远远超过既得利益集团和寡头的能力，克服后者的强大阻力，把改革推向前去，实现长治久安。今天，中国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也相信能够继续走下去。
 
2014年8月6日



反腐败与中国第二次政治革命
中国的腐败已经发展到可能亡党亡国的程度。怎么办？人们指向制度建设。腐败是制度的产物。首先，腐败是现存制度运作的结果，包括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在内的很多制度。其次，反腐败的制度不作为，不能有效遏制腐败，更不用说是根除腐败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国家都会从制度入手来惩治腐败和预防腐败，确立清廉政府。
但是，对反腐败的制度建设的考量不能过于简单，需要比较现实地理解反腐败运动和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企求制度来解决所有腐败的问题。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
这次反腐败的总体策略是先治标，后治本，这有很大的政治理性。从实际情况看，腐败已经发展到不治标就难以治本的地步。首先需要治标，就是要为反腐败制度的确立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任何制度都是由人来建立的，也是由人来运作的。任何一项制度如果让腐败者来建立，让腐败者来操作，理论上最健全的制度也会演变成腐败的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中国建立了那么多反腐败的制度机制，但腐败仍然大行其道。从这个角度看，不能低估运动式反腐败的作用，即通过荡涤大面积的深度腐败局面，造就一种较好的政治生态。只有在一种比较好的政治生态之下，才能确立有效的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制度。这里的过程是：先用运动来清除大面积的腐败，确立良好的制度建设环境；再确立一套符合时代需要的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制度机制；然后用制度机制来保障清廉政府。
 
党内自上而下反腐败
当然，反腐败运动本身并不能仅仅表现为政治运动。这次反腐败尽管表现出运动形式，但已经超越传统的政治运动形式。至少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反腐败并没有表现为民粹主义式的群众运动。实际上，从一定程度看，自下而上的群众反腐败空间已经有很大的收缩，这尤其表现在通过互联网的社会反腐败上。在过去很多年里，老百姓依靠互联网工具的自发反腐败运动，曾经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几乎有成为反腐主体的趋势。但这次反腐败的主体，乃是自上而下的党内反腐败运动。
第二，在各类腐败案例中，尽管企业界也卷入其中，但除了少数案例，这次反腐败的对象主体是党政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
第三，这次反腐败运动已经倾向于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反腐败的运动性质本身并没有可以质疑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运动是否有法律的基础。即使在民主国家，反腐败有时也体现为运动式的。不管在怎样的制度环境下，腐败积累久了，就需要用运动来加以整治。运动式的反腐败和法治并没有必然的矛盾，只要反腐败运动是建立在法治精神基础之上的。
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很重要。从反腐败的形式和数量上看，中国都已经具备了，但仍存在着巨大的改进空间，主要是制度的有效性和权威性。首先，中国之前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制度数量过多，也就是内部制度过分多元化和分散化，制度机制之间缺少整合和协调，没有确立起政治责任制。各机构之间互相制约、推卸责任，在造成巨大的制度浪费的同时，为腐败分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其次，就反腐败和预防腐败制度的权威性来说，直到这次反腐败运动，基本上不存在制度的权威性。例如，制度机制都表现为“左手反右手”、“左手预防右手”的形式，同一级党委和政府，自己负责自己的反腐败和预防腐败。这种设计必然导致制度失效。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之所以比历次运动有效、有力，主要是因为这两方面的改进。首先是这次反腐败主要由中纪委来主导，中纪委成为唯一的反腐败运动权力中心，改变了原来无人负责的情形。现在全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谁在负责反腐败，发现了腐败应当找谁去。其次，这个设置也确立了中纪委的权威。从横向看，中纪委派驻反腐败机构和人员进驻中央各领导部门和部委，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各领导部门和部委的腐败由自己来反。从纵向看，现在实行的是“下管一级”制度，就是省一级的反腐败运动直接由中纪委来进行，也改变了以往省委的腐败自己来反的局面。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制度变化，很难想象能够查处从“苍蝇”到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大老虎”的各级官员。可以预见，在这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过后，这些有效的制度会更加制度化，得到巩固。
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应当把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制度过于理想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制度上，使其不堪重负。国际经验表明，一个清廉的政府不仅需要有效的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制度机制，更需要经济、社会、行政体制等多方面的配合和协调。就目前的中国来说，其他体制如何能够配合反腐败呢？这是一个复杂和系统的工程，这里只能涉及几个基本面。
 
制度配套很关键
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消除经济寡头的制度基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化”确定为企业改革的目标，就是这个方向。市场化就是企业运作要公开、透明和开放。就国有企业来说，20世纪90年代的“抓大放小”组建了诸多大型的国有企业集团，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市场化并没有到位。发展到今天，一些国有企业俨然像高官家族的企业，其经营方式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其录用人才的方式具有很大的封闭性。
以部分国有企业集团为例，不难发现其自上到下的管理层，多半是官员的亲戚朋友。一般社会成员，即使是很优秀的人才，也难以进入国企的关系网。中国社会阶层现在变得越来越具有排他性，国有企业的封闭性是一个重要因素。国有企业集团的家族性不改变，很难促成其开放性。
在经济领域，预算制度的确立也同样重要，对反腐败和建立清廉政府来说具有其他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代以来，预算制度的确立是所有国家建立清廉政府的制度前提。预算是政府体制运作的血液。控制了血液，就能预防和控制腐败。所以，政府需要论证每一分钱、每一毛钱、每一元钱的用途。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计和审计等计算事业，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几个职业。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建立成熟的近代意义上的预算制度。
在中国，预算更多地表现为对财政资源的政治和行政分配，或者用政治和行政权力来获取预算资源，而且分配和获取的方式也还没做到公开透明。中国的一个领导人可以接触到天文数字的预算资源，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现代国家难以想象。中国始终没有发展出近代会计和审计制度，控制仍然倾向于使用政治手段。在缺乏现代预算制度的情况下，最大的反腐败运动也收不到长远的效果。
就行政体制改革来说，就是要减少和控制官员的权力。“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但如果官员手中掌握着太多的权力，这个笼子就会很难做。更为重要的是要减少权力，限定政府官员的权力范围。这就要求政府大力下放行政审批权，把权力下放到企业和社会中去。这样一来，政府本身的权力笼子就比较好做了。
社会改革也同样重要。腐败往往是滥用公权力、权力寻租和追求特权所致。因此，要减少和控制官员在各个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住房、教育等的各种特权。现在公车改革已经开始，逐渐延伸到其他各个领域，但不可以过于理想化。各国经验表明，“特权”的社会化非常重要，也就是要建立所有公民包括官员在内都能享受的良好社会保障体系。如果没有，官员照样会千方百计地去搞权力寻租。公务员也必须拥有能够过上体面生活的工资水平，否则，既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动力，也会促使他们通过“潜规则”来进行权力寻租。
从中国现实的政治生态看，现在是反腐败的一个历史机遇，也是确立反腐败和预防腐败制度的一个历史机遇。这不仅是因为腐败已处于严峻的状态，更是因为领导层代际变化的存在。这一代领导层能够反腐败，不见得下一代领导人也有条件这样做。现任领导层没有任何推卸责任的道理。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正处于转型之际，如果现在的腐败政治生态得不到改变，就可能出现三种恶劣的情形。第一，政权逐渐演变成右派专制统治，即经济寡头顺利地转型成为政治寡头。第二，政权逐渐演变成民粹主义，即政权失去基本的合法性，社会民众起来造反，再次出现革命性的政权。第三，政权演变成右派民粹主义，即寡头政治和社会力量结合起来，出现类似于今天乌克兰的情形：一个寡头，一个政党，各政党鼓动自己的支持力量，互相恶斗。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也会出现这三者恶性循环的状态。
反腐败依然任重而道远。中国需要以大规模、持续的反腐败运动为契机，确立新的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如果成功了，人们可以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政治革命”。
 
2014年8月13日



中国重返法治国家建设
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中国共产党宣布即将在201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专门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在中国共产党历次全会中尚属首次，让众多对中国政治改革抱有很高期待的人们重燃希望。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是近代以来一代代中国人的理想，但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非常困难和曲折。法治国家的目标产生于清王朝被推翻之后。旧国家解体了，但新国家的建立则是非常困难的事，法治国家建设更难以提上议事日程，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一直只是一个理想而已。一百多年来，中国基本上经历了清朝解体、军阀混战、国民政府统一、外敌入侵（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解放战争）和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内部政治斗争等几个主要阶段。在这些阶段，法治国家建设难以成为精英的政治目标。
改革开放之后，建设法治国家终于正式提到执政党的最高议程上来。在邓小平时代，法制建设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在思想层面，当时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邓小平等领导人反复重申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从组织层面，当时设立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简称“中央政法委”），就是致力于推进法制建设的权力机构。
到1995年，中共十五大便正式把“法治”确定为国家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法制”和“法治”，虽仅一字之差，却表明中国开始了在法治国家建设上的新阶段。“法制”意味着要确立并实施一整套法律体系，而“法治”则要解决政治问题，即法律不再仅仅是统治者的工具，任何组织包括执政党也必须服从法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服从法律。
 
法治的倒退
可惜的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法治国家的建设在领导层的改革议程中消失了。尽管高层也不时提到要进行法治建设，但在实际层面，法治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倒退。具体地说，各级政法委的功能，从推进法治建设转变为维稳机制。
没有人会否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问题在于社会稳定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如果维稳机制脱离了法治的轨道，过度依赖暴力，只会造成社会的更不稳定。同时，在指导思想和执政思路上，这段时期也偏离了法治轨道。一些部门曲解“群众路线”，将其引入执法，演变成法律领域的民粹主义，导致出现了法律必须服从民意、法不责众的情况。
更为严峻的是，司法、执法机关（公、检、法）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变得腐败。在人民的眼中，这些部门存在的意义本在于提供基本社会安全保障和社会正义，但现在情况常常相反。在维稳的年代里，执政党和人民、政府和老百姓、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尽管执政党的目标是建设和谐社会，但社会却变得越来越不和谐。今天民众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不信任，和高强度的维稳有关。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高层进行了疾风骤雨式的反腐败运动。这次反腐败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在短短时间里，大量的各级官员被查处。很多人因此对中国的未来表示担忧，对反腐败运动会不会继续破坏中国的法治建设感到很大的不确定性。
实际上，面临法治退步的局面，中国社会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宪政，并把宪政和“中国梦”结合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执政党再次转向法治建设，于国家、于社会都是一种互赢的局面。对执政党来说，其意义是多层面的。
首先，在最高的层次，不管人们对宪政抱有多大的争议，要确立有效的政治治理，宪政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反对中国照搬西方的宪政，因此必须努力寻求建设中国自身的宪政。对宪政的呼吁尽管导致了大争论，但并没有人否认法治的重要性。从宪政的最基本面来说，宪政即法治。
其次，在社会治理层面，前些年的维稳机制已经导致了“越维稳、越不稳定”的局面，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重新返回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法制和法治建设。在任何现代社会，法律是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础。再次，在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方面，法治无疑为人们指出了国家政治发展的大方向，并且能够从理论上说清楚执政党的性质，这必然会成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巨大资源。
对社会来说，法治能够为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提供有效的保护，在免于暴力恐惧的同时，无须诉诸同样暴力的手段来和政府官员互动。在维稳机制下，老百姓各方面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有时还受到侵犯，也就不得不诉诸其他非正常的手段来应付政府官员，在很多情况下往往体现为暴力。
 
存在多种认知困难
不过，建设法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执政党再次将此提升到最高的议程，仅仅是实现法治社会的一个政治前提。在这个过程中，仍然会面临无穷的认知和政治上的困难。在中国，认知的困难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种认知困难来自传统文化。传统中国并没有发展出法治精神，所强调的是“以法治国”，即统治者使用法律来统治国家，这是传统法家的思想。这个理念到今天仍然根深蒂固，非常流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类似“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对这一传统思维定势的担忧。实际上，不能把“党纪国法”理解成为党的干部只接受党纪的处置，而不受国法的惩罚，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今天提倡法治，也要依法治党，也就是要把法治引入对执政党本身的治理。党的干部官员一旦犯罪，不仅要接受党纪的惩罚，也要接受国法的惩罚。
第二种认知困难来自“法是社会的工具”的观点。这种观点是传统文化中“法是统治者的工具”的对立面。中国传统有“法不责众”的说法——只要涉及的人多了，就无须考虑到法律。这种观念在没有法治传统的亚洲尤其流行。例如，台湾地区学生可以无视法律来占领立法院，而一些政党则在背后支持。即使在具有英国殖民地法治传统的香港地区，这种观念也在流行开来，一些学者和政治力量鼓动“占领中环”，希望通过非法治的方式来实现政治目的。中国大陆更是如此，在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运动中，法治往往是最廉价的牺牲品。即使是律师群体，现在也经常偏离法治而诉诸民众。
实际上，从法治原来的意义来说，法律既不是统治者的工具，也不是社会的工具。法律是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法官就是裁判，是相对中立的裁判。作为第三者，司法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包括政府）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互动的平台。简单地把法律视为无论统治者还是社会的工具，都会导致对法律的滥用。
当然，人们也不能简单地假设司法就是中立。无论司法机构还是司法人员，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既可能受到政府的影响，也可能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西方国家一般被视为法治国家，但很多经验研究表明，司法（尤其是司法的主体法官）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受政治力量的影响。所谓的中立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就是要求司法界从业人员严格遵守专业精神，专业精神高于一切。
第三种认知困难发生在中国如何确立自己的法治体系这一层面。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体系深受西方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其受美国的影响更为深刻。西方在建设法治国家方面领先于中国，中国需要好好学习。不过，这并不代表中国要照搬照抄西方。相反，中国必须避免西方法治体系的一些劣势。例如，美国的“依法治国”（rule of law）经常演变成为“律师治国”（rule of lawyers）。如同其他领域，司法界本身也并非能够超越自己的利益。法律是社会正义和公正的保障，但不能简单地假定律师就是社会正义和公正的化身。相反，司法体制本身很容易造就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律师也有可能基于自私利益。
在美国，律师群体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追求自身的利益，这导致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例如，美国人喜欢打官司，也被鼓励打官司，而不喜欢庭外和解。这种心态的形成和美国拥有庞大的律师群体有关。照理说是需求创造供应，但在美国的司法界可能相反。大量的司法需求是美国律师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创造出来的。什么事情都要诉诸司法，反而促成美国的司法体系不堪重负，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社会经济成本无限高昂。
显然，中国要确立自己的法治体系，在认知层面，既要克服传统的“法律工具论”的思维，也要避免简单地照搬照抄西方的模式。
法治建设也面临实际政治的困难，包括谁来做、怎么做。这里，争论的焦点在于政法委的存留问题。如果避开其存留问题不谈，在目前阶段重要的还是政法委的功能转变问题，就是要从前些年的维稳机制转变为促进法治建设的机制。
实际上，中共十八大以来，政法委也在进行这方面的转型。往日的维稳功能在不断淡化，被新的概念“社会治理”所取代。同时，政法委也在突出其法治改革的新方向，如对劳教制度的改革。在这方面，这个机构仍可大有作为。随着政法委功能的转变，社会对其的认知和看法也会逐渐得到改变。
法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为建设的结果。西方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建立了法治。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法治建设也走过了相当曲折的道路。形势比人强，法治建设是一个大趋势，因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发展都在呼吁法治建设。一旦条件具备，包括执政党所应有的坚强的政治意志、社会成员所应有的科学的法治观念以及法治建设机构的存在等等，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也能建设成自己的法治体系。
 
2014年8月21日



如何改善中国的法治与人权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连续发生了数起法律界违反人权的事件，诸如湖南永州唐慧事件、辽宁马三家劳教所虐待被劳教人员事件等，引发海内外对司法界发展的关切。实际上，类似的事情在很多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如早些年的“黑监狱”事件，以及各种城管执法所导致的恶性案件等等。
为什么执法过程中会出现如此多的违反人权的事件？从各种案例中，人们不难发现几个主要原因：一是一些老的法律已经和现代社会不相适应;二是一些新立的法律或者法规在确立的时候，没有考量到执行过程中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三是执法人员执法不当。其中，前两类情况居多，属于法律本身有问题。在法律本身有问题的情况下，不管执法人员如何小心地去执行，都会导致违反人权的结果。
为什么法律本身会出现那么多问题？这里涉及中国法律体系建设的主体的政治转型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里是革命党，其执政初期，为了满足建设和巩固新生政权的特殊需要，往往用行政和政治替代法律，用意识形态替代法律意识。在这样的条件下所制定的法律，从专业角度看，政治成分、行政成分多于法律。很多法律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是政治手段和政策，并且是临时的政策。例如，有关反革命的法律，显然是用法律形式出现的政治手段。劳动教养制度（劳教）也是这样，是在20世纪50年代发动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案例有很多。特殊时期产生了特殊的法律和法规，这种现象在其他很多国家的一些特殊时期也出现过。
 
没清理不合理的旧法律
改革开放以后，法制建设被提高到执政党的头等议事日程。但是，对旧的、倾向于违背人权的法律没有一个清理过程。这里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里，执政党的政策重点一直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上。因此，尽管有大量的立法，但绝大多数是经济立法，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的立法。其次，在立法方面，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还是既得利益集团阻挠之故，执政党都很难去触动一些旧法律，即使它已经变得不合理。这样，执政者只能做增量改革，就是在不触动旧法律的前提下，颁行新的法律和法规。
当然，对旧的不合理的法律也有一些被动反应。例如，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消了政治性极强的“反革命罪”；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后，取消了《收容法》。不过，因为这些是被动反应，代价极其高昂。其一，这些变动（修改法律或者废除）是在牺牲了大量的人命、浪费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之后实现的。其二，它们是在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之下实现的，而社会压力的产生，表明社会已经对这些法律无法忍受了。
因为政府没有自上而下地、系统地清理旧的法律体系，中国的法律体系面临着很多人权困境。这里至少有两个重大问题。首先是思想意识上的。在立法者（尤其是领导层）的思想意识里，一些过去临时性的法律和法规经常被视为是永恒的。尽管修改过去的法律甚至是废除一些法律，并不见得是要否定过去，而是因为这些过去的法律和法规不适应当代的需要了，但有些立法者往往会将此“误解”为这样做是否定过去。很显然，如果过去不可以否定，这些过时了的法律也不能加以修正或者废除。第二，更麻烦的是这些法律和法规背后的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延续其私利，往往想尽各种政治办法，来论证这些过时了的法律和法规的当代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出台类似的法律和法规。这使得中国法律的一些方面，不仅没有改善，反而经常恶化。
公平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权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很多方面的人权，主要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权利。同时，随着社会层面人权意识的提高，以及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现状施加压力，中国政府也颁行了一些意在保护和改善人权的法律。但因为旧的法律体系没有被清理，新法的作用往往被旧法所抵消。
 
既得利益者利用法律体制
一些旧的法律制度的运作，甚至和这一制度的本意背道而驰。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信访制度。信访制度的本意是让底层老百姓有一个机会来表达他们不能在底层表达的诉求，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但这一制度的运作结果，既培养了体制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也培养了体制外的既得利益者。体制内部的既得利益者，就是依附这一体制而生存的整个系统，这个庞大的系统一直在用各种方式，论证着这一体制的合理性，维持着这一体系。体系之外的既得利益者就是人们常说的“刁民”。一些民众利用这一体制的弱点来追求自我利益，并且孜孜不倦，成为专业上访者，基本上占据了这个体制的绝大部分空间。而真正需要使用这一体制的人，则根本用不上这一制度。信访制度的效果如何？看看这一体制实行这些年来，到底是减少了社会矛盾还是增加了社会矛盾，就非常清楚了。可以说，这一体制的存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对法律体系的不信任，也加深着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
更为严重的是，这一体制的存在使得法治建设很难进行。道理很简单，上访是一种鼓励人们越过法律制度来求得问题解决的政治方法。民众用政治方法来提出诉求，政府也必然通过政治方法来回应民众的诉求。这样，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而且往往会恶化。上访者群体越来越大，其背后就是这样的政治动力。可惜的是，相关部门不但不去反思这一制度的弊端，反而通过确立其他制度的办法，来应对信访制度所产生的弊端。这就是前些年各种“维稳体系”产生和扩张的原因。用一种不合理的新制度去对付另一种不合理的旧制度所造成的弊端，这样不合理的制度空间就扩张了。结果，法治变得不可能，人权得不到保障，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趋于严重，整个社会也越来越难以治理。
 
清理法律体系别无选择
如何从根本上逆转目前这种局面？执政者没有多大的选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主动系统地把法律体系清理一遍。有几件事情是可以做的。首先是对法律进行分类：第一类，那些需要废除的法律就应当直接废除；第二类，需要加以修订和修正的旧法，就要根据法治精神和人权精神加以修订和修正。其次，对那些还有必要但违背人权的法律和法规，就需要寻找替代制度，使之符合人权原则。再次，根据新的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和法规来保护人权。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以成为全国人大和中央政法委的新责任。全国人大和中央政法委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大促进了中国法律体系的进步，不仅完善了立法，而且传播了法治精神。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中，“法治”被确立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没有多大的进步，法律系统远远不能满足社会进步的需要。虽然有关方面高调宣布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基本建成，不过实际上，中国很多方面的立法还远远不够。例如，以增进社会成员权利的社会立法才刚刚开始。尽管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法律还是保护不了社会。各级政法委近年来成为民众抱怨的对象，主要是推行“维稳体系”所造成的负面结果。
所幸中共十八大之后，法律系统有了新的积极发展的迹象，尤其是政法委有了积极的转型。首先是把社会管理功能从政法委分离出来，这个方向无疑符合科学和人权原则。从经验看，政法委主要是用于管理和应付非正常社会成员（例如犯罪分子）的，而社会管理的对象是正常社会成员。如果把应付非正常社会成员的手段用于管理正常社会成员，肯定会出大问题。前些年的“维稳”弊端，就是把对付非正常社会成员的手段应用到了管理正常社会成员。更为重要的是，政法委已经开始转向国家法律体系的改革。实际上，如上面所讨论的，政法委可以更进一步，在进行大量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征求专家和民意的基础上，对旧的法律体系做一个系统的清理和重建。这件事情可以使中国的法制和法治上一个新的台阶。
很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高层就确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目标。但是，至少从法律体系来说，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要加快这个过程，有效的办法就是清理和修订那些为了革命需要而制定的法律，根据当代治理的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此外，中国现在也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宪政压力。这主要源于社会对法治建设的不满，对经常出现违反人权现象的不满。不过，从现实层面来看，高调谈论宪政并不能实现宪政。任何国家，宪政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对中国来说，现在已经到了从细节入手，从事法治建设的时候了。如果本着人权原则去清理旧法律、制定新法律，法治就会有长足的进步。有了法治，宪政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或者说，宪政的本质就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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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中国“空转政府”的治理
“空转政府”是今天许多民主社会的普遍现象。在多党政治下，各政党在选举时，拼命向选民作承诺，可一旦当政，却什么都做不了；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互相否决，民主政治成为互相否决政治。西方各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政府空转。那里的人知道国家的困局症结在哪里，也知道如何解决困局，但问题在于产生不了一个有效政府。在亚洲，泰国民主演变成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持续街头斗争，连一个政府都产生不了；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也造成政府多年的空转，政治泛滥，经济社会沉沦。不仅如此，亚洲的一些民主（化）社会，其过度政治化尤其是街头政治，对本来运作良好的法治，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中国尽管一直被视为权威主义政府，政府是行动导向的，并且具有非常高的效率，但近来也出现了政府空转现象。如何解决政府的空转和官员的不作为，已经成为中国执政党面临的挑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的制度建设，这里的“法治”是广义上的，要运用到政党、政府、军队、社会等各个领域。执政者同时面对两大相关的任务，即法治建设和用法治治理政府的不作为。
经验表明，法治政府有助于解决空转政府和官员不作为的问题。有关部门已经提出要以法来治理官员的不作为现象。但法治和有作为政府之间并不能画等号。在民主国家，很多政府的确是法治政府，但空转政府大行其道。在中国，如果要在法治基础上建立有作为政府，仍然面临很多挑战。
 
法律设定政治边界
首先，要解决政治和法律边界的问题。任何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党和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广义上说，这也是一个政治与行政、政党和国家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法治政府就会变得困难，政府效率更是谈不上。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并要解决两个似乎是矛盾的问题，一方面是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是法律的去政治化的问题。就政治化来说，人们无须回避政治与法律的紧密关系。诚如马克思所言，任何法律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任何国家，执政党（代表统治阶级）通过自己控制的议会（国会），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法律。执政党可以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废法、修法和立法。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法律很自然体现其意志，表现为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
一旦法律到位，包括立法者在内的所有人和组织都必须遵守法律。这就设定了政治的边界：法律一旦成立，司法就应当独立，由专业的司法人员执法，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重申了执政党及政府要“依宪治国”，强调“依宪治国”是法治的前提。这回答了这几年来中国要不要“宪政”的争论。尽管中国的法治和西方的不同，但中国本身是需要“宪政”的。
在这些问题清楚之后，执政党仍然需要解决如何体现人民的意志这个重大问题。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是人民，它本身不应当有独立的意志。在西方国家，执政党的这个“人民意志”是通过“选票”体现出来的。中国不走西方的道路，就需要找到替代路径，例如开放、群众路线、协商民主等。这方面仍然需要探索。如果执政党不能够充分代表人民的意志，体现执政党意志的法律也会遇到合法性的问题。
其次，法治政府需要解决法律过于理想化的问题。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法律的毛病就是过于理想。这些国家往往没有法治传统，法治建设往往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所以，经常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往往把好的理想的法律条文加在一起，变成自己的法律。结果，法律很漂亮，但很难在现实中实行。对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来说，法律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渐进过程。例如，早期的精英民主，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很多财产权的限制，然后再逐步扩大到大众民主。这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根据国情制定法律。法律当然要体现价值体系，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过于强调价值、过于理想，反而会导致法律和实践的脱节，影响法律的有效性。过于理想也是中国很多法律的特征。现在的很多立法往往脱离现实，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样，法律的相关方（政府官员、企业和社会等）很难根据法律行事，经常出现“有法不依”的情况。在一些情况下，“有法不依”往往是由“有法”“不能依”造成的。法律太过于理想，很难依法。
 
法律讲究细节
最后，要解决法律和制度的细节问题。中国不是没有法律和制度，而是缺乏法律和制度的细节。从前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们批评西方国家的法律细节过多，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如果没有细节，法律如何能够为人民服务？没有细节，表明法律和制度可以随意解读，只是为权势服务，因为解读者往往是有权有势者。再者，没有细节，政府官员根据什么作为？如何作为？
在充实法律和制度细节方面，中国至少面临两大挑战。一是要把“党八股”和法律、制度区分开来。到今天，中国的法律和制度更像一般的党的政策，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和制度。就像中国的公务员或者大学生的行为准则，往往只是几条抽象的条文而已，如“爱党、爱国和爱人民”，除类似的“意识形态式”的表述之外，较少有细化的关于人的行为准则的东西。在发达国家，行为准则对人各方面的行为有非常细致的规定。有了这种细致的规定，人们才可以遵守。
二是假、大、空现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员都讲宏观的东西。中央政府讲宏观有其道理，但是到了地方甚至县市一级，官员仍然讲宏观。从中央到地方立法，几乎换几个字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到了地方，大家面临的都是具体问题，不太需要宏观的东西。越宏观，法治和制度就越起不到实际作用，导致政府空转和官员不作为现象。
法律和制度缺少细节，已经导致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并且非常普遍。例如，在反腐败运动过程中，一旦企业老总出了问题，就往往把整个企业封掉，银行账户冻结，从而导致企业瘫痪，影响到无数无辜的员工，甚至总体经济状况。这就是由于法律和制度缺乏细节的缘故，没有把企业和企业老总分离开来，没有规定企业老总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结果一方出事，另一方必然遭殃。
再如，没有细节，各级政府的决策总是在“大概”的情况下完成的。近代国家的主要特征，就是用数据来治理社会，政府必须充分掌握有关人口、土地、就业、资源和发展等所有信息。但中国的很多政府连这些方面的可靠信息都没有，很多决策都是估算。
没有什么比法律和制度的细节对吏治的影响更大。十八大以来，大力反腐败，结果让很多人惊讶，因为无论是腐败的高度（官员的层级）、广度（范围）和量度（所贪污金额）都史无前例，非平常人的理性所能理解。这难道不是法律和制度没有细节的缘故吗？在法治社会，没有官员（哪怕是总统或者总理）能够接触到那么多的经济资源（尤其是现金）；也没有官员能够如此任人唯亲，因为详细的“利益冲突”条例使得这样做成为不可能。更有甚者，这些腐败官员不是短时期内的行为。腐败官员从底层升到高层，甚至成为领导人，贪污那么多钱、有那么混乱的私生活，正是法律和制度缺乏细节放纵了种种行为。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讲法治。人们希望的不仅是执政党重新重视法律，更希望中国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有新开端。讲细节就是这个新开端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讲细节？从四中全会的决定来看，细节涉及方方面面。首先是政治和法律的边界问题。执政党领导人民立法，但法律到位，司法就要相对独立。司法必须去政治化，因为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尽管没有使用“去政治化”的概念，但充分体现了“去政治化”的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或者三大领域。第一，强调专业主义的主导地位。无论是法官的录用还是司法过程，都必须让专业人士来主导。第二，防止司法地方主义。设立巡回法院、跨地区法院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地方政府和官员随意干预司法，是阻碍中国法治的一大障碍，也是司法腐败的重要根源。第三，减少和切断领导人干预司法的途径，各级领导如果干预司法，就要担负终身责任。
所有这些法治和制度细节上的变化，不仅有助于消除官员的“乱作为”（尤其是腐败）现象，也有助于官员的有作为。法律和制度越是细节化，官员就越有可能改进他们的行为。
在东亚的背景中，有作为的政府极其重要。无论是经济升级、社会改革，还是政治制度的变革，甚至是法治本身的进步，都和有作为的政府密切相关。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既是一个典型的法治政府，也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政府，而法治政府便是有作为政府的基础。
在东亚法治发展过程中，细节决定了一切。而所有的细节必须从精英做起。日本的明治维新一代精英、新加坡的李光耀、中国台湾地区的蒋经国等政治人物，还有企业家、专业人才（尤其是知识分子），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主要力量。这些社会的法治，是这些精英群体造就的，不是凭空产生的。
对中国来说，人们希望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法治社会的全新起点。但这需要以政府的作为为起点，从精英的行为开始。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和四中全会所要推动的制度建设，能否造就这样一个法治社会，我们当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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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逻辑中的中国政治模式
文化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在讨论当代中国政治变革的方向时，“民主化”无疑是人们最热衷于使用的一个概念了。这里主要有几个原因。
首先，自近代以来，民主化成为各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没有一个国家在讨论政治发展时可以回避民主化问题，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民主化的压力和挑战，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其次，中国政治发展到现阶段，民主化的需求遽然增加。从执政党内部来说，在强人政治之后，党内民主的需要早就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无论是接班人问题、官员录用还是政策的决定与实施、党内的政治参与等方面，都需要实行党内民主。很显然，尽管党内民主的概念已经存在多年，但政治竞争（无论是选拔还是选举）都还没有比较高水平的制度化。从中国社会来说，社会力量的崛起、利益的分化、新媒体的出现、全球化的发展，所有这些因素也都在大大提升社会对于民主化的要求。
从国际环境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除了中国，几乎所有大国要么是已经民主化了，要么就是正在民主化。中国不仅在外交上遭受着被视为“非民主”国家的压力，而且国际社会对中国内部社会的民主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只要中国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外在世界对内部的影响就不可避免。
实际上，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化，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化和如何民主化。总体上来说，民主政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民主有其共同的特征，但也有其文化的特殊性。从文化角度来看，民主是一国一个模式。民主从西方传播到世界各国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发生了各种不同方式的转型。凡是民主能够符合一个社会的文化的地方，其运作就会有效。但如果民主不符合这个社会的文化，其运作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甚至造成政治瘫痪。从经验上说，这一现象不难观察到，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
 
东西方对政治的不同理解
如何理解文化对民主的影响？因为民主是其中一种政治形式，所以我们可以从不同文化对“政治”这一概念的认知来理解。不难看到中西方对“政治”这一概念的截然不同的理解。在西方世界，最典型的是古希腊对“政治”的理解。在提出这一概念的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指的就是“城邦事务”，它意味着那些有资格享受参与城邦事务权利的自由人之间的谈判、妥协和合作。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的奴隶并非城邦人的一部分。
西方社会尽管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但“分权、参与和妥协”这些民主特点以不同方式延续了下来。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国王”制度是处于分权状态的，国王要和其属下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往往是地方大家族）谈判和妥协。到近代，西方实现了从传统的“国王”制度向高度中央集权的君王制度的转型。有意思的是，尽管这一转型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集中的过程，但这个过程的实现则是通过分权和参与的方式来实现的。无论是国家的统一，还是对外战争，君王都需要财力。这里，商人的角色变得非常重要。“纳税人”的概念，就是始于君王向创造财富的商人征税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商人用经济利益向君王换取政治权利。议（国）会成为商人或者商人的代理人和君王谈判及参与政治的制度机制。商人本来就具有妥协精神，他们进入“政治”领域更强化了近代民主的妥协精神。
应当看到，西方民主从精英（商人）民主发展到现在的大众民主，有了激进的变化。总体上看，妥协精神趋向减少。精英民主意味着参与政治的人往往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尤其是商人）。但大众民主意味着谁得到选票，谁就能参政，也就是说，参政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参政者之间的妥协变得困难。当不能达到妥协的时候，他们往往就诉诸民众，更准确地说是民众的选票。从前在西方有所谓的“忠诚的反对派”，现在更多的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极其分化的社会，情况尤其严重。民主政治演变成通过选票说话，通过选票行使权力。但因为社会是分化的，也是可以被分化的，政治也就演变成分化的领域，而非达成妥协和共识的地方。在选票主导下，钱的分量越来越重，经济控制政治，“一人一票”演变成“一元一票”，经济力量很容易转化成为政治权利。
亚洲并不存在类似于古希腊那种谈判、参与和妥协的民主文化。当“政治”来到亚洲之后，人们不知道如何行动。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民主的国家，但日本人绝妙地把自己的文化和从西方引入的民主形式结合在一起。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在天皇制度下实行多党政治，无论什么党，都要效忠于天皇。日本之所以在很长历史时期里能够实行一党独大的制度，和天皇制度是分不开的。这种制度设计，加上日本民族的单一性，保证了日本民主的运作。日本尽管存在着选举，但西方式的政治上的妥协精神很少见。自民党长期执政，是一种内部的权力分配。现在民主党从自民党那里分离出来，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妥协尽管不那么强大，但毕竟在发展。因此有人说，日本民主党是亚洲第一个欧洲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派”。在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亚洲其他民主社会，除了选举，各党派之间都缺少政治妥协精神。各政党直接诉诸民众，民主变成选举政治，而非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治。
 
皇权下的内部多元主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政治”的理解尤其特殊。在中国，什么叫“政治”？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先生（国民党元老邹鲁之子）在世时，为中国政治下过一个经典定义，即“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政治中没有西方那种平等、谈判和妥协的精神。中国传统政治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大家都接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文化，另一方面又显现出人人平等的理念，即人人都可以当皇帝。陈胜、吴广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传统精神在中国根深蒂固，但在其他文化中非常少见。
中国传统是如何解决“政治”问题的呢？简单地说，如果西方使用的是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制），中国发展出的则是内部多元主义，即强调内部利益分配。内部多元主义有几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就是尽量使得制度具有开放性。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文化里面，皇权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谁挑战皇权，谁就没有好下场。但国家的治理权或者管理权，即传统的“相权”则是开放给全体社会成员的。从理论上说，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跻身于国家管理者群体。在中国的一些历史阶段，这种对国家实际管理的权力，甚至会超越皇权本身的权力。
第二就是政治“招安”制度。皇权对社会上其他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力量，在不时进行打压的同时，也实行“招安”。“招安”就是通过内部的利益分配，防止外部力量发展壮大，以至于出现外部多元主义。
第三，社会阶层之间保持流动性。尽管社会是分阶层和等级的，但阶层之间是流动的，社会的流动性可以缓解社会的等级性和人人平等这一理想之间的矛盾。
第四，中国也有“造反有理”的传统。当统治者的行为不能为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所接受时，就被视为其已经没有能力行使“天命”。这样，“造反”（即另一轮产生“胜者”和“败者”的运动）也就有了合理性。
这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也是中国人对“政治”的普遍的理解。近代以来的革命是否改变了这一传统？虽然革命的话语在不断改变，各种政治力量为了成为“胜者”，一直在使用最漂亮的革命词汇，但是这种传统没有任何变化。孙中山先生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之所以会失败，就是因为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没有一丁点妥协传统。
今天的中国也不例外。当代政治呈现出类似于传统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无论是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各社会群体之间，妥协精神仍然少见，对立精神则处处可见。因为民主理念的普及，中国也出现了很多向往西方民主的人。不过，向往者的行为和其他社会群体并无任何区别，除了口号不同，大家的行为都一模一样。对社会大多数群体来说，他们并不相信如果向往西方民主者掌握了权力，中国的政治行为会有任何的变化。在这方面，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为中国社会提供了足够的经验。
另一方面，也和传统政体一样，执政党也在加快内部多元主义的步伐。党权仍然处于垄断地位，但其开放性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企业家入党和参与政治的问题。现在，随着社会改革力度的加大，社会群体参与政治的问题也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那些传统的民主党派，则从意识形态上被规定为“参政党”。就是说，他们可以参与执政党主导的政治过程。
如果说中国有了一点类似西方国家的“政治”概念，那么它就存在于党内精英之间。由于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党内精英们有了比较平等的地位，他们之间逐渐地发展出一些谈判、妥协和合作的精神。就是说，执政党内部多元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也正因为这样，党内民主变得重要起来。不管怎样，中共十七大已经提出了要“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目标。这基本上符合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情况。
如果内部多元主义的发展趋势能够继续，并且执政党也能发展出党内民主的机制，中国更有可能发展出一种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治制度，形成一党长期执政，但政治过程有足够的开放性来容纳不同的利益。当执政党精英之间学会了如何谈判、协商、妥协和合作之后，中国才会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传统政治中解放出来。
 
2012年8月15日



如何理解中国政治变革趋势
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不仅在中国国内社会各界没有共识，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任何共识。在中国，左派的看法和自由派的看法成为两个极端。左派或者那些视“中国模式”为世界上最优模式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非常优越。既然优越，就无须进行大的变革。自由派则截然相反，他们不仅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而且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改革掉其政治制度，实现从目前的一党执政向多党民主的转型。
在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也和中国国内的情况相似。信仰民主制度的人，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学者，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口诛笔伐，他们大都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角度来评判中国，并且都是从概念层面，也就是理想层面来看中国。这一点和中国国内的自由派并没有大的区别。中国的自由派也是用西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来评判他们自己所处的政治制度。
不过，在西方也有一些人开始看到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商人、政治人物和学者都有。在毛泽东时代，西方不乏大力赞扬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学者，只是这些人当时也是从理想层面而不是从现实层面来看中国。所以，当他们开始了解“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实际恶果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中国政治制度最严厉的批评者。但今天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人们更多的是从经验层面来认识中国。今天认为中国政治制度存在诸多优势的主要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获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丰富信息。开放政策使得他们有机会和条件来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当他们在中国发现的现实和他们早先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式的教义不相符合的时候，他们开始修正和改变他们原先的看法。
第二个群体是商人和政治人物。他们和中国打交道多，了解中国，知道中国的政治制度既不是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所描述的那样，也不是西方主流媒体所描述的那样。这个群体根本不会通过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来了解中国。他们通过和中国人的交往，了解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一旦意识形态程度降低，他们就能够更为客观地来看待中国。
第三个群体来自于西方的主流知识分子，也包括一些媒体人。这个群体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的认识，与其说是对中国的真正了解，倒不如说是对西方制度的失望。在苏联共产主义政权解体之后，西方出现“历史终结”的观点，很多人相信西方民主是人类政治所能拥有的最好也是最后的制度。但现在很少有人能够这么自信了，相反，很多人开始反思西方民主的劣势。西方从早先的精英民主转型到大众民主并没有很长的时间，但出现的问题却越来越多。无论是其基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还是基于普选权之上的民主政治，今天都很难保障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应当实现的社会正义。弗朗西斯·福山是“历史终结”观点的提出者，但现在他也不再相信这个观点了，而是认为西方民主已经演变成为“互相否决”的制度，成为不同党派争权夺利的工具，没有人会着眼于公共利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更形象地提出，西方传统民主的经典——“民治、民享、民有”，已经演变成为“百分之一人所治、百分之一人所享和百分之一人所有”。
 
跳脱意识形态束缚观察问题
很显然，说西方民主存在问题并不能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在很多方面，中国本身也存在着西方所面临的问题。但人们对中西政治制度的认知的变化，至少可以说明如下几个问题。第一，用固有的意识形态来看他国的政治制度已经不得要领。无论是西方看中国，还是中国看西方，人们都倾向于从已经接受的意识形态来看待对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可避免，但如果要对对方有客观的认识，就要努力抛弃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偏见。同样，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用已有的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对待自己的政治制度，盲目相信自己制度的优越性，从长远来看，也必然导致制度的衰败。
第二，任何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各自的政治制度都在不断演变过程中，与时俱进，在变化过程中求生存和发展。
第三，正是因为任何政治制度都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之中，中西方实际上可以互相学习，在自身的演变过程中从其他政治制度那里学到一些最优实践（best practice）。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如果与其他制度相比较，都会显现出普世性和差异性两个方面。
第四，政治制度的发展不是单线的，或者说，政治制度并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都是根据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条件确立的社会治理体系。当这些条件变化时，政治制度的表现形式也必须随之变化，否则就会导致衰落。
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的政治制度，人们会超越社会上流行的类似于左右派那样的“好”或“坏”的简单结论，而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认知。首先应当强调的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经远远不能解释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是一个名实不符的情况。如果从意识形态看，中国的政治制度自1949年建立之后就根本没有变化过，但很显然，今天的政治制度和毛泽东时代的已经大为不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求生存和求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变化得极其缓慢，只能依靠政治领导层的代际变化而逐步得到调整。
在实际运作层面，中国政治制度的很多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制度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同时也吸收了很多其他制度的最佳实践。下面仅举几个例子。
 
党治传统限制家族政治
首先是限任制，指的是执政党及其政府主要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一般来说，领导层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他重要职务，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限任制不是中国的传统。传统制度是终身制，无论是古代皇帝还是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都是终身制。限任制是向西方学的，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很显然，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约。从这个视角看，中国尽管没有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但也找到了同样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同样显然的是，较之西方民主制度，中国高层领导层因为实现“集体领导体制”，现在面临更多的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在民主政治下，一旦出现民粹主义的首脑，就会倾向于出现超越现存制度，直接诉诸民意来行使权力的倾向。但在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不仅民粹主义政治的空间要小得多，而且因为过多的内部制衡，集体领导的有效性也往往成为问题。
其次是年龄限制制度。在各种政治制度内，年龄限制往往适用于公务员，而不适用于政治人物，如首脑、部长和议（国）会成员。中国传统政治直到毛泽东时代也没有年龄限制，这一制度西方也没有，可说是一个中国式的创新。
年龄限制制度与政治制度的民主性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从政一直到老死，就必然减少其他人从政的机会。但如果一个从政者一旦到了某个年龄，就必须退休，就会增加其他人从政的机会。从民主的本来意义来说，一个政治制度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人进入政治过程，其民主度就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年龄限制制度增加了其政治制度的民主性。在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党政官员，因为年龄因素而“强制”退休。可以相信，这些“被迫”退休的人当中，有很多人实际上是有能力继续从政的。同时，每年也有成千上万的年轻干部官员进入政治。年龄限制被用于中国所有的官方制度体系内部。但在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内，因为不存在年龄限制，产生了大量的终身政治家，尤其是在国（议）会内。
最后是中国的党治制度及其对民主的影响。无论海内外，中国近代以来的党治制度是受批评最多的，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是要从一党制转型成为多党制。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否能够实现这样的转型，自然取决于今后各方面的发展，但也要看到今天中国的党治所发生的变化。上面所说的限任制和年龄限制就发生在党治内部。就从政者的社会背景来说，相对于那些家族统治之下的民主政治，党治也有显现其优势的地方。
人们在讨论西方民主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西方的家族统治传统。尽管这些社会以现代政党政治的方式出现，但实际上政党背后是家族，或者说是政党的家族化。当然，政党家族化在每一个国家，其程度是不一样的。近年来希腊发生经济危机，使许多人对民主政治产生了怀疑。的确，自从希腊民主产生以来，政治权力始终掌握在几个家族手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过，在西方，政治是一种职业，这里面很大一部分指的是政治家族。家族统治几乎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存在着。这已经是传统，从来就没有人提出质疑。亚洲的日本也如此，一些政治家族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代。很多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印度便是典型，国大党几乎就是家族党。
今天，人们也在开始谈论中国的政治家族问题。一些家族在政治中的独特作用可能在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不过，中国形成西方式的家族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不仅因为计划生育等客观因素的存在，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内长期形成的党治传统。前面所说的限任制和年龄限制，都对维持党治传统有很大的正面影响。
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演变成为不同的政治制度，即西方外部多元主义（多党制）和中国的内部多元主义（开放的一党制）。外部多元主义掩盖了内部的封闭性，即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治，统治国家；中国的内部多元主义则掩盖了其外部的开放性，即有更多的社会成员进入政治过程，逐渐演变成一党主导的开放性政治体系。今天，面临全球化、新媒体和社会力量崛起等新环境，这两种制度都在经受严峻的挑战，它们各自会如何调整、革新自己，则需要我们加以持续的观察。
 
2012年8月8日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回答了哪些政治问题
政治领域并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点，但这次全会也回答了一些重大的政治和政治改革问题。首先是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重申了传统的观点，即从人大代表制度、政治协商和基层民主等层面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点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上，解决了前段时间中国社会的“宪政之争”，间接表示了中国既不走左派“不搞宪政”的道路，也不走右派的“西方宪政”道路，而是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走依法治国的道路。
以往的公报中往往都是提“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尽管“法治”、“法制”一字之差，却体现出执政者理念的不同。“法治”的概念实际上在中共十五大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并以此作为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但此后，对法治一直强调得不够。这些年来，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变得模糊起来。2013年年初以来，更是出现了左、右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左派简单地把“宪政”和西方政治制度等同起来，反对“宪政”，认为中国不能搞宪政；右派则认为中国应当搞西方式宪政。这次三中全会给出了答案，既否定了左派，也否定了右派，明确中国要搞中国式宪政，就是法制与法治。《决定》使用了一连串“法治”，即“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并强调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中国式的宪政到底是怎样的？这的确需要人们花大力气去探索。在神权和王权时代终结之后，宪政已经成为唯一的选择。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大多数国家，不管其制度形式如何，都会强调宪政建设。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精英，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要搞宪政的，有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则另当别论。毛泽东主导下的1954年宪法，和邓小平主导下的1982年宪法，都是执政党对宪政道路的探索。不过，应当意识到，西方式宪政并不是唯一的宪政形式。除了西方世界，西方式宪政在其他地区，包括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并没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在这些地区，尽管有了西方宪政的形式，包括宪法、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等，但失败的案例居多。这说明各国要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现实，来设计具有自己特色的宪政。从理论上说，宪政的本质就是法治，即依法治国，也就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宪法和法律的强调，可以为宪政之争厘清一些重大问题，并且开始中国式宪政的探索，强调司法程序的独立性，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起点。
 
对“社会”主体强调不够
在政治领域，三中全会回答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及与之相关的执政党主导改革与社会参与改革的关系问题。全会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社会治理”。对“治理”概念的强调是有原因的。“社会治理”概念的提法，显示出执政党更重视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而非简单的以国家为主体的管理思维方式。从前，无论是“维稳”还是“社会管理”，主体都是政府，都往往被理解成为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官员对人民的管理。这种话语的变化也是一个进步的表现，因为在“治理”的话语体系里，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等概念，都会涉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而且也是社会。关于如何在制度层面实现“社会的参与”，这次全会强调的是“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
不过，这些表述和“治理”体制的建设还有很大的距离，主要是对“社会”这一主体强调得不够。全会没有强调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的扶植和培养。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的社会力量在各地的发展也不平衡。这些年来，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社会力量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如何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已经被提到一些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且在实践层面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地方政府在培养和扶持社会组织的同时，也建设社会监管机制，把社会力量视为自己的伙伴，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形成互相支持的良性互动。
如果把这部分地方社会制度创新，也纳入全国性制度体系，对国家的治理制度建设必然会产生巨大而积极的影响。可惜的是，仍有一些官员把社会视为政府的对立面，甚至荒唐地把“公民社会”看成是政府的敌人。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认知，使得这些官员把自己和社会隔离开来，形成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城堡政治”，即政府把自己关在城堡之内，把人民排除在城堡之外。这种局面不改变，最终会导致政府成为社会的对立面。
三中全会回答的政治领域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内外关系的协调。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仍然取决于内部的社会稳定和外部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方面，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很多年来，中国的内外环境都出现很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国内，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同时，因为各种复杂因素，新疆等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也频发。尽管事件发生在本土，但和国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东变局使得一些国家处于演变成“失败国家”的边缘，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
在外部事务方面，中国也面临不稳定的局面。无论是对内稳定还是对外安全，中国有太多的部门在参与处理，往往是高度的内部分权，缺少协调，不同的官僚机构各自追求自身利益，忽视了自己所要承担的真正责任。怎么办？新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权力的集中和协调可以使得制度运作更具效率，内部稳定和外部安全具有制度的基础。
不过，另一方面，也需要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如何防止权力被滥用？这需要法律对这个机构规定其所拥有的权力及边界。其中，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关系需要处理好。首先，内部的稳定和外部国家安全既要协调，也需要分工。如果用处理外部国家安全的方式来处理内部的稳定，会造成很多恶果。其次，更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稳定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如果由同一个机构来处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事件，也会产生很多不良后果。这方面，前些年的“维稳机制”所导致的后果，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教训。对一般社会稳定问题，还是应该通过社会建设来处理。
除了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这些关系外，这次全会在改革的方法和方式方面也有了制度创新，即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虽然形式和层级不同，但这个小组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体制改革委员会（1998年改设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尽管中国的改革被描述为“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是有顶层设计的。80年代的体改委就扮演这个角色。对熟悉体改委的人来说，这个机构在从80年代到9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中国的改革非常复杂，需要专门的机构来做研究和顶层设计。21世纪以来，改革停滞不前，和没有这样一个机构来辅助领导层有关。在很多年里，也有不少改革方案出台，但大多数方案是既得利益所为。这种改革追求的是部门利益，而非社会整体利益。结果是，越改革，越糟糕。现在，这个领导小组的成立有望逆转这个被动局面。不过，这仍然取决于这个领导小组的机制设置和人员的录用。
机制的设置很重要，必须把政策研究、决策和执行分开来。在政策研究领域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开放，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如果参与者都是既得利益者和利益相关者，所设计的政策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的问题。80年代的体改委基本上是“务虚”的，其成员大多不是利益相关者，这样才能超越具体的利益，从整体利益出发。这一点是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可以借鉴的。
 
2013年12月5日



中国的民主及其发展模式的选择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政治走向越来越受西方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关切。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08年第1期就是讨论中国的专刊，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在众多问题中，中国的民主化首当其冲。第一篇文章就提问：“当中国谈论民主时，他们在谈论些什么？”尽管作者讨论了中国民主的一些实践和与此相应的一些政治变革，但对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前途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很显然，对作者来说，在中国人所说的民主概念与西方人所固有的民主概念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
 
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形成
类似的认识在西方相当普遍。这种现象也很容易理解。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民主实体，或者说中国的民主化正在进行之中。中国一边探讨应当实现什么样的民主，一边探索如何实现民主。中国民主不仅对西方人是个不确定数，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不过，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民主的内容及实现的方法应当说已经开始明朗起来。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对中国民主有了专门的论述，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呼之欲出。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胡锦涛在报告中使用“民主”一词达到60次之多，也并不是因为这份报告对民主给予了高度的强调。实际上，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强调发展中国民主对于执政党本身、对于整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性。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有关政治改革的论述就是围绕着民主政治展开的。
说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基本形成是基于如下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已经出现；第二，中国已经找到较为可行的实现民主的路径。这两个基本事实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都非常重要。如果民主发展缺乏基本动力，民主只会停留在理想层面。即使因为某些因素，例如激进改革或者外部力量的强加，而产生出民主形式，民主也只能是表面民主，很难实质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实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二个因素也同样重要。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民主也只能表现为理想。政治现实往往是这样的：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民主的重要性，但就是找不到好的方法去实现民主；或者尽管民主实现了，但并不是人们原先期望看到的民主。
 
经济发展推动民主政治
说中国民主政治已经具备动力主要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民主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外在环境。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市场导向的和外向型的。市场化和全球化造就了一个开放型的中国经济。第二，开放的经济体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这里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开放的经济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提供了基础结构，如市场、交通和通信等。其二是开放的经济造就了社会的理性的开放心态。市场和开放有利于人们理性态度的出现，不再从理想的角度来审视一个特定的政治价值，而是从实际效用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政治价值。对民主政治也一样。第三，和民主政治直接相关的就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从世界范围来看，民主政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因为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最终必然要表现在政治领域。
动力已经存在，所需要的就是寻找可行的民主化途径。
 
“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
如果说党内民主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利益协调，那么“人民民主”强调的就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从学理上来说，把“人民民主”称为“社会民主”更为合适。在中国，社会民主表现为各种形式，包括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基层民主、社团等途径的政治参与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发展。
社会民主也表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就是说各种不同的新型参与方式不断产生，例如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非政府组织曾经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近年来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异常迅速。尽管非政府组织在不同领域的发展空间不等，但其参与政治事务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又如，在很多地方也发展出了协商（或者协议）民主的实践。社会民主主要在地方和部门层面进行，和参与者的直接利益相关。如同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也有助于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发展出民主规则和文化。地方民主规则和文化的形成非常有利于国家层面民主的进行。
 
三种民主因素的结合
但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都必须在一个法律的构架内进行。这就要求给（中国特色的）宪政民主一个较高的地位。这里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不管党内民主如何进行，执政党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就是说，党内民主也必须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随着《监督法》等法律的通过和实施，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其次，社会民主也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进行，这是民主有序发展的保障。再次，到目前为止，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都在各自发展。尽管在地方层面，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已经开始互动，例如农村基层民主过程中产生的“两票制”（无论是党的基层领袖还是村民自治组织，都由村民的选票决定），但在国家层面，这种互动还未开始。而中国真正的民主化意味着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在国家层面的直接互动。可以想见，这种互动会是大规模的。宪政民主可以保障如此大规模互动的有序进行。
未来的中国民主会怎样？从现阶段各种民主形式发展过程来看，可以合理地预见，未来中国会结合三个主要因素：自上而下的党内选拔（党内民主）、自下而上的社会认可（社会民主）以及执政党和社会在法律构架内的有序互动（宪政民主）。如果说前两者表现为动力，那么宪政民主则是党和社会互动的制度保障。这也就说明了，在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同时必须发展宪政民主，以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来推动宪政民主，以宪政民主来保障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有序互动。
 
2008年2月19日



实践逻辑中的中国政治模式
近年来学界和政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大多聚焦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有意或者无意地回避对政治模式的讨论。
所谓中国政治模式并不会从天上突然掉下来。它一定已经隐含在中国政治现实的运作过程之中，也就是一种运作模式。这种运作模式很可能是隐性的，也就是非正式化的；但也可以是显性的和制度化了的。探讨中国政治模式就是要把隐性的和显性的行为模式发现出来。这些隐性和显性的模式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说得更简单一些，就是我们要找出中国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是什么？根据我的观察，即开放、竞争和参与。
 
中国传统政治的开放本质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开放是中国文明最主要的特征。和其他基于宗教之上的文明不同，中国文明的主题是世俗主义。宗教文明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排他性（exclusive），而世俗文明的最大特征就是包容性（inclusive）。包容性的代名词就是开放，就是说中国文明向其他文明开放，不排斥其他文明。中国文明在其发展史上已经包容其他很多文明因素，最显著的当是其成功地吸纳了佛教文明。每次外来文明的到来，在最初必然构成挑战和冲击，但当成功吸纳外来文明的时候，中国文明就会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这个开放的文明体现出来的政治模式开始是皇权。尽管皇权本身是排他性的，但相权是开放的。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国家的“产权”属于皇帝，但国家的治权或者管理权属于社会。皇权只属于皇帝本人和皇族。但中国的相权相当开放，开放给所有社会阶层，并且这种开放性是高度制度化的，主要是通过科举制度。正因为此，传统中国发展出了日后令欧洲人赞叹不已的发达的文官制度。
而治权的开放性就直接导致社会的开放性，最主要地表现在社会流动和政治流动方面。
中国世俗文明之所以数千年不中断，与其开放本质有关。但是，传统文明的开放性也具有局限性。就文化融合来说，有些历史时期，例如明朝中断郑和下西洋进程之后，中国文明显得信心不足，倾向于走向封闭。但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封闭性并非排他性。封闭只是防御和防卫的体现和手段。修长城、闭关锁国是为了防卫，而非文化排他。因此，在皇朝的信心恢复之后，又会回归开放。
传统中国开放性的最大局限甚至敌人也是皇权本身。皇权表现出来的是排他性、垄断性和继承性。也就是说，皇权本身与开放性格格不入。皇权是整个政治制度的核心，这个核心本身不能开放。因此，皇权的更替只能通过革命来解决。皇权的这些特点导致其直接的衰落。当其他社会的皇权被边缘化，仅仅成为政治象征的时候，中国的皇权被现代党权所取代。
 
从文化角度理解中国政党制度
在生存了数千年之后，到了近代，中国传统皇朝国家在西方近代国家面前不堪一击。在皇朝衰落之后，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转型，即从传统皇权转型为现代党权。转型，是近现代中国历史最有文化意义的事件。数千年的传统是否因为半个世纪的革命就消失了？实际上，传统文化并没有因激进主义和革命而消失，而是在革命过程中转型了。
这就是说，人们必须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作一种文化解释，而非简单地把中国的政党理解成为西方的政党，尽管双方都在使用“政党”的概念。中国的执政党是什么概念？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人们经常用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的方法来理解中国的执政党。很显然，尽管中国的政党与西方政党形式类似，尤其是和列宁主义政党更为接近，但中国的政党和西方政党所包含和传达的文化含义很不一样。
无论是西方民主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是多党制，任何政党代表的都是一部分的利益，即所谓“党派”利益。“党”的原意指的是人口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在多党制体系下，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政党的开放性。如果政党的目标是掌握政权，那么就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再者，如果同一政党之内的政治力量意见不合，就可以另行组成政党。我们可以称之为“外部的多元化”。同时，人民有权利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不喜欢政党A，就可以转而选择政党B或者政党C等。这个政治过程就为政党提供了制度机制，迫使其开放，以最大限度地吸纳不同的利益。
在中国，尽管有不同的民主党派和其他政治团体存在，但执政党只有一个，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通过执政党所确定的政治过程而参与政治。
中国近代政党概念来自西方。但是到了中国，这个概念就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在中国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先生曾经尝试过西方式的多党制，但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表面上看是军阀或者党派之争，但实际上是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当社会还不能接受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必然失败，不管其以何种方式出现。中国政治历来有统一的权威，这个统一的权威，传统上是皇帝。在中国人看来，皇帝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而是一整套制度，即帝制。现在这一统一的权威是组织，就是党，或党权。人民从前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现在则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党的领导集体。中国民众中间对政党及其领袖的认同是很显然的。
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表明，中国的政党很难变化成为一个西方式政党。但另一方面，政党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其和过去的皇朝制度区别开来。前面说过，皇朝制度是一个封闭的制度，是“家天下”。但政党运作则可以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也就是说，尽管从结构上，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具有相似之处，但现代党权具备传统皇权所没有的特点，那就是，现代党权具备开放性。传统皇权究其本质来说是不可民主化的，因为它的载体是个人和家庭，而现代党权的载体则是组织。个人和家庭不可民主化，而组织则可以民主化。
 
一党主导下的开放性政党制度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变化越来越体现为文明性，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开始呈现出一个开放性政党的特点。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区别开来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在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选择的是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政治过程。这种选择也是文明特征使然。简单地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形成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首先是开放。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那么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如上所说，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的。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的。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只有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从社会底层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数，中国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具有群众性。
 
2014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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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看中国系列”收录了郑永年教授近十年来撰写的有关中国政治、社会、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的评论文章。《保卫社会》是本系列的第一册，主要涵盖了作者有关社会问题和社会改革的文章。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综合国力显著上升。但由于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制度改革，使得社会越来越难以消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消极后果，矛盾丛生，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紧张。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改革已然成为当今中国改革的重点。作为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理论家，郑永年教授长期以来一直密切关注着有关中国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及时、客观地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郑永年教授认为， “经济主义”挂帅的改革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如果再不由以“社会均衡” 为取向的社会改革加以纠正，不仅社会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理，国家难以长治久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会面临很大挑战。为此，他高声倡导 “保卫社会”———政府应建立基本的社会制度，以保护人民的基本社会权利，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避免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演化成为社会危机，为中国的长期繁荣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现在，编者把反映这些观点的评论文章汇编成书，与广大读者共享。在编辑过程中，编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仅对个别文字作了纠正。此外，每篇文章均注明了发表日期和出处，这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原文，另一方面也能客观地体现出作者对当时局势的看法。最后，编者要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在编辑过程中给予的热情帮助，特别是王利波女士的指导和建议。
黄彦杰
2010年10月于新加坡



第一部分 从发展第一到保护社会



经济主义的局限性
中共十六大提“小康社会”的概念，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今后二十年领导人的努力方向，就是说到20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四番。无独有偶，很多年以前，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提出了一个称之为“2020宏愿”（2020vision）的经济发展计划，要在2020年把马来西亚提升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我们可以把小康社会称为中国的2020年计划。
中共为什么要这样提，笔者曾在早些时候的文章中分析过。这里再来分析一下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局限性。在学术界，人们一般把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称之为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这种类型的国家也被称为发展主义国家（developmentalstate）。
笔者认为把这样的国家战略称之为经济主义更为合适，因为这种战略的目的是要利用经济因素来解决问题。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相信，很多问题都是能够通过经济发展得到解决的，发展不仅可以解决经济水平的问题、就业问题，而且也可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所以，走经济主义路线的国家往往只强调经济发展，而不作政治改革。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其发展经济的能力，而非人民的选票。
这种发展战略有其优势。很多问题的确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得到解决。实际上，邓小平很早以前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经济主义的形象说法。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各国的变化似乎已经打破了 经济主义的神话。很多人现在把亚洲各国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归之于这种经济主义。尽管经济主义是否继续有效有讨论的余地，但经济主义的确存在着很多局限性。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经济主义往往造就人们的金钱主义，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金钱意识。金钱意识的形成有它的好处，人们变得比较实在，长于理性计算，而少激进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见得对政治感兴趣，就是说，只要政府有能力改善人们的经济生活，人们就不太会挑战政府。但是从长远来看，金钱意识会对政治产生巨大的压力，就是说，任何经济问题都有可能转变成为政治问题。一旦经济形势不好，老百姓就会把矛头对准政府。一旦人们认为政府已经无力提升经济生活，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很快失去。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因为一国的经济早就超出该国政府的控制能力了。这一点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已经表露得淋漓尽致。金融危机触发了政治危机。很难说，印尼的苏哈托是被本国人民推翻的还是被资本的流动所推翻的。
第二，经济主义下社会各阶层的参政机会是不公平和不对称的。在经济主义下，经济实力是主要的，参政的程度取决于经济资源的多少。所以，资产者的参政机会就要比工人、农民的多，更不用说社会上其他的弱势群体了。不客气地说，所有奉行经济主义的国家和地区，政治权力从本质上说都是由资产者，或者资产者和政治人物的联盟来控制的。政治不对人民开放本身就意味着经济主义所包含的政治风险。
第三，经济主义下是不可能做到收入的公正分配的。这很简单，一是因为经济主义强调的是发展，而非分配；二是因为上述所说的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公和不对称。所谓的收入分配是由国家政权来进行的，谁能影响国家的政策，谁就能在收入分配中占有优势。一个资产者掌握国家政权的地方是很难讨论收入的合理分配的。收入分配不公中所包含的政治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代社会的很多动乱都是由巨大的收入差异造成的。
第四，经济主义经常造成一种虚假的合法性。经济的成功往往使得领导人骄傲，总是相信既然“给了”老百姓那么多的经济好处，他们总应该服服帖帖。再者，经验地说，所有奉行经济主义的地方，腐败总是很严重的。但是经济上的成功也使得领导人忽视腐败的严重性，甚至认为腐败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这种虚假的合法性经常给政权带来致命的威胁。印度尼西亚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设想，苏哈托当时怎么也不会从那么好的经济数据中看出日后导致他下台的政治危机来的。近年来，马来西亚所面临的情况也在说明这个问题。
把上面这些问题提出来，不仅是因为经济主义已经被确立为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十六大过于强调经济主义，而对像政治改革那样的重大问题没有新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在中国出现，如政治参与的绝对不对称、收入分配的不公和党政官员的严重腐败等等。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经济主义所能胜任的。把人们引向经济主义可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不可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全部。
 
原刊于《信报》2002年12月17日



问题不仅仅在于“弱势群体”
十六大以后，新领导层似乎把重点放到了社会底层。政治局委员们到各个贫穷的地方问寒嘘暖，地方领导人逐级依次仿效，一时间走访民间成了官方风气。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弱势群体”也成了海内外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人们努力把新领导层和“弱势群体”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有意无意地想为新领导层打造一个全新形象。不过，新领导层在治理中国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并非关注一下“弱势群体”那样简单。问题和“弱势群体”有关，但大大超越了“弱势群体”。
在一个“专家治国”或者“技术官僚”的时代，领导层经常倾向于把政治问题简化成为技术问题。所以，十六大以前，私营企业家成了领导层的焦点，现在则是弱势群体。一边是富人，一边是穷人，两边同等重要。从对一端的重视转向对另一端的重视，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无可非议，失去任何一边的支持，执政党的合法性就会出现问题。但也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无穷的政治麻烦。
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两者都很容易成为 “政治麻烦”的根源。穷人有穷人的怨气，富人也有富人的忧虑。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二十几年里是世界上最快的，但也正是这个人们梦寐以求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一个分裂的社会。和很多发达国家一样，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已经受惠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也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快速的经济增长在导致一些社会阶层日益相对的和绝对的贫穷化。今天，人们讨论“弱势群体”，但避而不谈这个“弱势群体”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很多研究已经发现，经济增长并没有导致理想中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的形成，中国社会仍然是金字塔构造，就是说，中国没有中产阶级。所以才有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法。
尽管经济继续在发展，但要建成这个小康社会并不容易，穷人的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
在另一端，今日中国的富人也有他们的不安全感。他们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也是推动经济继续发展的主动力。正因为这样，政府的政策也是一直向他们倾斜的，先是承认他们的经济成分，再是承认他们的政治权力。照理说，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至少要比穷人安定。但现实并非如此。他们在中国积聚巨大财富，却想方设法把钱存到国外的银行；他们身处中国，但尽量把老婆小孩送往国外，自己也经常手持多本护照，随时准备出走。为什么呢？富人有足够的理由。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政府会“盯上”他们在非常规状态下所积聚的财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穷人会起来再次“革命”。
从很大程度上说，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似乎命运都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因为谁也看不到社会在往哪个方向发展。由于缺少方向感而引发的焦虑应该说是必然的。不管人们是否承认，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资本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非常的动力和活力，它会毫无保留地摧毁原来的社会保护机制。在这个时候，如果政府没有能力来确立新的机制，就会造成无穷的社会恐慌和政治动荡。
中国的转型比单纯的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更成问题，因为这是从计划管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东欧和前苏联的发展经验来看，这样一个转型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是一个用行政和政治力量推动的过程，因此少数人容易控制和操纵这个转型过程。在俄国，就出现了黑手党政治和黑手党经济，从前受政府保护的“领导阶级”或者主流社会转眼间就变成了“弱势群体”。中国比俄罗斯好一些，但也已经在走这样的道路了。
所以，问题远比“富人”和“穷人”问题复杂和严重。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面临两个非常基本的问题。首先是人民如何“活法”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追求富裕生活的本能和权利，但是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有多少人能够像过去十几年那样来追求富裕，也不知道社会最终能否容纳得了这样一种弱肉强食的追求富裕的方式。
还有一个社会如何“治法”的问题。从十六大前领导层的做法来看，似乎中国已经真正成了一个富裕的社会。把一个仍然非常贫穷的社会当作富裕社会来治理，其后果会不堪设想。但是回头过来，突出穷人问题也不是解决方法。一会儿强调富人，一会儿强调穷人，会不得其所。这不是调和阶级利益，而有些使用政治策略的味道。强调富人，穷人感到被排挤出政治经济过程之外，执政党就会失去合法性；而强调穷人，则又使富人对政策走向产生疑虑。况且，把穷人的期望抬得高高的，最终又实现不了，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中国没有两党，一党代表富人，另一党代表穷人，政权轮流转；要唯一的执政党同时代表富人和穷人，自然增加了难度。
这两个问题已经出现，但要找到答案并不容易。
 
原刊于《信报》2003年2月18日



为什么要提建设“和谐社会”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研讨班、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等场合多次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官员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落实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和谐社会”更是成了近日“两会”（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的热点话题和政策主题。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新一代领导层已经就执政方式提出了诸多理念，如“小康社会”、“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这次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无疑是这一执政思路和理念的完善和进步。
那么，为什么要提“和谐社会”的概念呢？一句话，现在提出这个概念并不是像一些评论家所认为的要建设类似毛泽东“共产主义社会”那样的乌托邦，而仅仅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和谐了。原因如此简单，但光光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式的理念并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还是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这个理念。
中共是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的。
实际上，这也是中共文件中第一次将“和谐社会”的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再者，从领导层的政策意向来看，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首次置社会的和谐于经济发展之上。
经济发展并不是万能良药
这个概念的提出表明领导层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发展并非唯一的硬道理，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以后，“发展是硬道理”成了中共高层的唯一共识，认为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邓小平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基本上是个经济问题，是那里的共产党没有能力发展经济、向老百姓提供经济福利所致。
但是，多年的发展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能良药。经济发展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也导致了无穷的社会问题的产生。作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近些年以 10%左右的速度递增，但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与日俱增。由“三农”问题、失业问题、拆迁问题、公民权利保障等问题引发的群众集会和抗议无不考验着中国的当政者。
经济发展并没有像人们本来所希望的那样促使中国社会走向多元社会。利益的确多元了，但各种利益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整合机制，因而变成了一个极其分化的社会。经济越发展，社会越分化。中国社会群体间的、地区间的收入分配的差异已经高到很危险的程度。经济的发展也没有缓解民族矛盾。尽管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一些地区如新疆和西藏，民族问题越来越凸现。如果再这样下去，经济发展能把中国整个社会的细胞摧毁，最终导致社会的解体。
公平的参与机制至关重要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领导层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具有相当高的战略意义的，但问题是如何具体推行和实现这一理念。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政治改革的问题。
西方十八、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后也经历过一个社会高度分化的阶段，那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人们可以在狄更斯的小说里读到的惨无人道的世界。那么，西方是怎样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步入到后来的福利经济的呢？这个过渡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说，原始资本主义本身不会发展到福利资本主义。这个转型是通过政治改革或者说民主化来实现的。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利润，但为什么后来资本的权力受到了制约？就是因为有民主化，有大众民主，劳工阶级组织起来有能力跟资本讨价还价，于是达到了一个平衡发展。可以说是福利资本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参与救了资本主义。中国现在的情况较之当时的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社会的分化就会进入恶性循环状态，出现不稳定甚至社会革命都不是没有可能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新一波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很能说明问题。如果不允许工人和农民拥有组织的权利，如果继续把他们排挤在整个政治体制之外，没有参与权、没有发言权的话，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政治动力。尽管新领导层形成以来已经实施了一些亲民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只是在短期内遏制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迅速爆发出来。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参与机制，仅仅是领导人的亲民倾向远不足以保障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从政治上说，要实现和谐社会，关键是要让各个社会阶层有它的渠道来影响国家政策，而不能只让官僚阶层、工商阶层、知识阶层等几个权势阶层来影响、主导、垄断国家政策，必须让农民和工人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来参与政治。只有建立一种公平的政治机制，才会达到政策上的平衡，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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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一定就是硬道理
前不久，总理温家宝在接见北京《财富论坛》与会代表时说了一句明白易懂但又具有发展哲学味道的话。他说，不仅世界五百强大型企业的发展问题要得到关注，占世界一半人口的贫穷问题也要被关注。并且还说，这句话是他想了一个晚上才想出来的。温家宝的这句话是有感而发。这个感觉恐怕就来自于他本人对中国发展问题严峻性的认识。
好的发展是一种参与性发展
发展，发展，再发展，这大概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唯一永恒不变的政策主题。当邓小平当年强调“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时候，发展就注定成为中国领导层的主调子。邓小平所设想的当然是一种好的发展。他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打破当时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体制，为中国的发展谋求一条出路。但先富还不够，好的发展还要求“共同致富”。如果把邓小平的话转换成现代学术语言，那么可以说，好的发展就是一种参与型发展。尽管发展要求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并且市场经济也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必须能够参与发展的过程并且分享发展的成果。这也就是邓小平一方面强调要利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生产手段来谋求发展，另一方面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就在于建立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
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中国的发展经历了那么多年后，早已经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坏的发展道路。在崇尚市场经济的神圣性数十年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原来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能够带来富裕和公平，而坏的市场经济则造就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在高速发展和繁华富裕的表象下面隐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之所以走上坏的发展道路，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发展已经不是一种参与型的发展，而是一种排他性的或者垄断性的发展。不过，这里的主要根源恐怕不在市场经济本身，政府的政策要负起一大部分责任。换句话说，市场经济的好坏取决于政府政策的好坏。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府从政策、资源等各个方面向一些人和一些地区倾斜。没有人会怀疑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在短短的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改变了贫穷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导致了一大批企业家的产生，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动力。本来，人们希望这些先富者能够充当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从而克服旧体制的弊端，造就一个新的公平体制，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的局面。但一旦当这些人和地区先富起来之后，他们本身很快就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仅没有能够克服旧的既得利益者，反而和旧的既得利益者一起变成了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他们垄断了重要的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使得经济的发展具有了排他性和垄断性。
政府该承担的责任
政府在这里做了些什么？政府本来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遏制发展走上排他性的方向。如果发展成了排他性的，政府就要通过各种立法和政策来纠正这种现象，努力造就参与型发展。但政府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对排他性经济推波助澜。这不仅是因为政府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主体，而且也是因为官僚体系有能力参与发展过程，分享发展成果。也就是说，政府本身就是发展的既得利益者。
与社会少部分人和政府系统相比较，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人被排除在发展过程之外。这不是说，这些社会群体没有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而是说，他们分享不到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或者说他们在发展中所得到的好处远远少于他们所作的贡献。这些社会群体从一开始就贡献于国家的发展。很难想象没有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参与，国家会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廉价劳动力迄今为止一直是发展的主要因素。
但作为劳动者，他们并没有能力分享发展的成果。政府本来是要协调劳资关系的，但现实的情况是，政府要么本身就是资方，要么就是和资方站在一起。这些年来，保护资方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出台了不少，像私有财产合法化和私营企业家入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政府迟迟没有把劳动保护提到议事日程。尽管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但中国劳工工作状况的很多方面还是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纪马克思和狄更斯所描写的阶段。可以相信，不管中国经济如何发展，如果没有好的政府政策，这种情况很难得到改变。
坏的发展也正在导致社会道德的全面衰败。最近几年官方也承认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对这种状况越来越不能忍受。少部分人在短时间内或者是依靠不当的方式，或者是利用不当的政府政策，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很显然，那些不能分享发展成果的社会群体是不能接受这种状况的。这些社会阶层在不能得到政府的有效帮助，或者对政府产生失望情绪的情况下，就要用各种方式来争取得到他们认为应当得到的利益。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如此看来，建立一个和谐公平的社会乃是当务之急。政府已经显现如此意愿，但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众多的既得利益面前，政府能容易达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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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谐社会有待进一步制度创新
近年来，高层一直在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不过，很多人已经注意到，建设和谐社会的重点已经悄然从思想意识形态层面的论证转移到制度建设层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说到底，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落实到制度建设层面，否则既不能推动和谐社会理念的落实，更不能保障和谐社会已有的建设成果。
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执政开始，就把建设和谐社会提到中国政治的最高议程，相继提出了各种围绕着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概念，如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新三民主义”等。和谐社会的概念既有创新的成分，也在实践层面反映了中国现实的需要。
缺乏配套的制度改革
在改革的早期阶段，领导层关注更多的是经济改革。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十四大、十五大所确立的经济路线大大推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高速经济发展也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巨变。在 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前，为了消化和容纳经济社会的变化，中共也力图进行制度调整来适应现实的需要。但从总体上说，各种制度调整还是围绕着如何更快地发展经济。这些制度调适主要表现在承认民营企业的合法性、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和修改宪法来保障正当的私有财产。无可置疑，自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经济制度的改革要远远快于政治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方面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的总体制度越来越难以消化由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后果，尤其表现在收入分配差异的急剧扩大和党政官员的腐败上。而诸如此类的消极面也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没有人会怀疑中国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也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扭转这个发展大趋势，但没有人能确定中国社会在向什么方向发展。社会高度分化和断裂，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对社会现状非常不满。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这是多数中国人甚至是国际社会所关心的。新领导层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概念的。
在十六大之后，很多政策尤其是社会政策是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的。从前只讲“亲商”，现在在延续“亲商”的同时加上了“亲民”。从实行社会低保政策到近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种政策从其目标来看是要建设和谐社会的。
中共旨在建立完整的吏治制度
最近的一连串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更是说明了这一点。在党的方面，中共中央颁布了五个人事制度改革文件，包括《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这些文件的内容并不能说完全是新的，因为此前很多规定早就在实行了；但同时系统地颁布这些文件，表明中共意在建立一个完整的吏治制度。在政府方面，全国人大通过了审议二十年而未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这个法律的通过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之前未能通过，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对“党大还是法大”问题的争论。虽然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但对执政党是否也要受法律的制约，党内并没能达成共识。原因很简单，因为从理论上说，党在国家和政府之上，党怎么能够接受国家法律的制约呢？现在《监督法》终于通过，“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应该有个明确的结论了。
内部制衡的有效性还是问号
很显然，所有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非常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关吏治的五个文件直接针对的是党政干部中间日益盛行的各种形式的腐败行为。这五个文件的实施可以强化传统“党管干部”的原则，而《监督法》最直接的目标就是监督“一府两院”（即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在一党制度下，如何监督政府是最为根本也是最为困难的事情。这个法律的通过应当成为一党之下，人民代表监督政府的起点。
应当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法律和规章的通过并不能等同于它们所针对的问题从此可以解决了。在实践层面，法律和规章的实施要比它们的制定来得重要，而法律和规章的实施是中国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这些法律和规章如何在实践层面制约党政干部的腐败行为，提高人民对执政党的信任度和满意度，仍然是个未知数。
更应当认识到，这些制度化建设的努力在总体上还属于制度维持，而非制度创新。无论是法律还是党的规定，都是试图从政权内部来消化和解决问题，强调的是体制内的权力制衡，即党内各个部门间的制衡以及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制衡。体制内部的制衡很重要，但在没有外在力量制衡的情况下，内部制衡的有效性是可以打上问号的。实际上，没有来自外部的压力，法律和规章的执行本身就可能成为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在社会政策的执行上。这些年来，尽管领导层已经出台了很多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社会政策，但政策执行的力度大打折扣，利民政策甚至会走向反面。这些社会政策尽管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欢迎，但社会力量并不能参与政治过程，社会力量不能转化成为促成政策执行的政治力量。
建设和谐社会是当务之急，因为中国社会已经变得高度不和谐了。
但是要把一个已经是高度分化的社会建设成为和谐社会并非容易，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成的。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和谐社会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期望，一种理想，一种需要追求的目标。要实现这个政治目标，意在体制维持的改革已经远远不够。一种能够保障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环境的确立，必须建立在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基础之上。如果社会成员被排挤在政治过程之外，和谐社会只能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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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和谐社会
自中共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以来，尤其是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海内外评介不断。人们感觉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明确方向，“和谐社会” 概念的提出至少表明了中国领导层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但是，也有一些人尤其是海内外投资者担心，中国社会乃至政府政策是否正在迅速向“左”转，存在已久的所谓的“新左派”是否已经主导中国政府的政策议程。
每当中国政府出台任何新的政策，海外媒体高度关注，这应当说是正常的。在各种言论和评论中，也自然不难发现媒体性和政治性的操作，但海内外投资者的关注的确必须得到正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了大量的外资，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向何处去事关这些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国内的企业家也同样会感到压力。如果政府政策急剧地从侧重于生产转向重视再分配，那么企业家的激励机制就会变化，其生产和投资行为也会随着变化。
从市场崇拜转向政府崇拜
从中国内部政策动向来看，各种担心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和根源。
近年来，尽管政府已经明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但以怎样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并不总是很清楚的。从近年国内政策话语（如果不是实际政策的话）的变化来看，给外界的一个感知就是，中国社会已经逐渐从原先的“市场崇拜”转向“政府崇拜”。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对经济发展的残酷无情的追求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穷的问题，从经济层面的收入分配不公到大规模的环境恶化到社会道德的虚无化。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发展所导致的诸多问题是典型的市场失败。如何纠正这种市场失败？从官方到社会，迄今为止对此并没有共识。在各种观点中，两种对立的也是具有主导性的观点引人注意，即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
市场崇拜者在很长时间里占据政策话语舞台。对市场崇拜者来说，市场是推动经济的唯一动力；再者，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并非市场过多，而是因为市场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为国家还是干预过多，没有充分把权力下放给市场。既然这样，那么在市场崇拜者看来，问题是否能得以解决取决于市场能否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崇拜者则关注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和干预市场失败过程中的作用。这种观点在中国并不新鲜，体现在从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到现在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策讨论和实际经济政策中间。
应当说，尽管中国官方一直没有放弃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立场，但在操作层面，市场崇拜的倾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导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不过，很显然，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发展出任何能够导致问题解决的机制，相反，情况每况愈下。例如，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强劲，但收入分配差异也在同时持续恶化。这就不能说经济发展就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了。环境问题更是不能等待，没有人会相信经济的发展能够自动导致环保的改善。教育、医疗和科研等领域的情况都差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干预就变得非常重要。
政府万能论也会导致不堪后果
被称为“新左派”的社会力量尤其是知识界也就在这里找到了政策话语空间。但这种政策话语很快就走向了政府崇拜的极端。从一些大学、智库出台的一些改革方案或者政策建议（如医疗改革）来看，政府的作用被推到了一个有如毛泽东时代的高度，越来越多的政策话语体现出毛泽东时代的特征。
正如市场万能论，政府万能论同样也会在实践中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只能建立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均衡基础之上。但中国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远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要复杂。在发达国家，政府往往是市场的补充，辅助市场机制的运作；但在中国，市场机制的建立本身就需要政府的努力。市场活动必须有政府的规制来约束，没有政府的规制，就会是一种原始资本主义状态。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的失衡会最终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政府的作用，无论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还是对市场失败的干预，也要建立在利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政府本质上不是一个生产单位，而是一个消费单位。政府要辅助市场的发展，纠正市场失败，但政府不能替代市场本身。如果市场被替代，那么政府所主导的发展也同样是不可持续的。今年“两会”前后，中国“左”“右”派之间在民间层面的争论达到了一个高潮。尽管这个争论没有继续下去，但双方所提出的问题还是在那里。给外界的感觉是，争论双方过于理论化，太过于教科书式的讨论。双方似乎都在讨论中国问题，但对中国问题及其解决都没有作深入的研究，在很多问题上，都是用教条来解释问题和求得问题的解决。更有甚者，很多讨论似乎只是表示对对立方的不满。
和谐社会旨在纠正市场失灵
如何超越所谓的“左”、“右”派的争论？中共官方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规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市场和政府作用之间的均衡状态，或者是在生产和分配之间的均衡状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外一个表述可以是“市场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的一种新类型社会主义，既是对斯大林式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修正，也是对毛泽东时代贫穷社会主义的修正。市场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人本主义。要利用市场来发展经济，增加财富；但同时也要纠正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以钱为本的自然趋势，通过政府和其他政治组织的作用，导向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
“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旨在对市场经济的失灵进行纠正，并不是要用政府来取代市场。外界之所以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目前的理论贫穷状态。从邓小平的“致富光荣”到后来的“小康社会”再到现在的“和谐社会”，中共一直努力不断针对现实情况的变化调整发展目标，但往往对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缺乏明确的答案。在现实生活中，目标和手段往往同样重要。只有回答了“如何追求和谐社会”这个问题后，各界才会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才会相应调整自身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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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与中国的发展难题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建设中国“小康社会”的概念。“小康社会”在邓小平那里有特殊的话语背景。邓小平相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相反，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上人人都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如何达致“小康社会”？邓小平强调的是生产力的解放，因为只有生产力的解放，才能创造财富。“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裕起来”是手段，“走共同富裕道路”是目标。在长达数千年的传统中国，“小康”也是人们所向往的一种社会状态。孙中山先生也强调“小康社会”，表达于其“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无疑，“小康社会”的概念对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中共十六大把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之后，中共领导层又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概念，并围绕“和谐社会”建设出台了诸多政策。但是，中共十七大再次提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对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概念之下的政策取向，中国官方并没有什么解释，这导致了外界相当的猜疑。一些人并不认为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但也有一些人相信这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邓小平南巡以后整个90年代中国政府的政策被视为是偏向新兴社会阶层的，即中产阶级，而十六大以后的“和谐社会”概念被视为是偏向弱势社会群体的。经过这几年的争论，两个概念有了截然的区别。不同社会群体对中共领导层使用哪一个概念比较敏感。
“和谐”是“小康”的完善
笔者早些时候强调过，“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有关中产阶级的一种特殊话语。因为中产阶级的概念来自西方，使用具有根深蒂固传统的“小康社会”概念更加适合中国。“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化，就是要消除贫穷社会主义。在中共“小康社会”的话语里，实际上已经包含着“和谐社会”的概念。“小康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前提，没有小康就不会有和谐。很显然，和谐不能建立在普遍贫穷之上。普遍贫穷之下即使有和谐，也会是虚假的，或者是政治强制力之下的和谐。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有密切相关性。
那么，人们怀疑和争论的焦点在哪里？对中国社会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是怀疑“小康社会”的概念，倒不如说是怀疑“小康社会”是否能够实现。这种怀疑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将近三十年间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快速增长，国家财富剧增，在国际社会的崛起成为现实。但是快速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邓小平早先所提出的“小康社会”或者共同富裕，相反，中国社会群体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也在世界上领先。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现在面临一个荒唐的局面，即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差异就越大。
就是说，经济发展已经导致了一个极端分化的社会。传统的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分化在继续延伸，并且有恶化的迹象。流动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民工的生活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更为严重的是，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恶性私有化、企业垄断、腐败等多种因素，城市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贫穷人口，包括低工资者、下岗失业人员、退休人员等。城乡分化、农民工和城市新贫穷人口，这些既是社会分化的结果，也已经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更有甚者，这些年来，退休官员和军人这些原本属于体制内部的人员的不满声音也不断表露出来。因为社会的极端分化，中国对社会和谐的渴望可想而知。“和谐社会”的概念一提出，就得到了社会大众的普遍欢迎和接受。同时，社会对为实现“和谐社会”而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也给予了巨大的支持。但是，“和谐社会”也在不同程度上被误解，一些人把“和谐社会”和发展对立起来，也有人过分期待依赖政府的分配功能来达致和谐。
对政府来说，必须保持发展和分配之间的平衡。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带来整体社会的小康与和谐，政府的干预因此必然成为发展的一部分。同时，仅仅通过政府的干预尤其是再分配而达到的和谐也是不可持续的。很显然，没有生产，哪来分配。十七大报告因此强调向前看，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发展还是第一要务，因为只有发展才能建设一个全面小康社会。
问题在于如何创造公平的经济结构
通过发展而达致小康与和谐，在理论上，人们对此并没有什么怀疑，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并不存在一个能够达致“小康社会”的经济结构。从理论上看，“小康社会”更多指的是一种经济结构，一种能够实现人人富足而避免社会极端分化的经济结构。在这样一个经济结构下，社会的和谐也是可以预期的。在传统农业社会，当政者最恐惧的就是土地等生产资料被大地主所垄断，历朝历代因此经常发生朝廷打击大户的运动。在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就明确提出了要节制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反垄断和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实践。不同时代的不同举措都是为了避免一个社会的极端分化。同时也说明，“和谐社会”并非中国所单独向往，所有社会都希望出现这样一种状态。强调通过建设“小康社会”而达致“和谐社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设想，问题在于要考量如何创造一个小康的经济结构。没有一个健全的小康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只能会事与愿违，非但小康与和谐实现不了，反而导致一个分化社会的出现。在各级政府大举垄断，资本泛滥，少数人控制生产过程而社会大多数人被排挤在生产过程之外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造就社会的小康与和谐。这种经济结构每天都在制造许许多多的超级富人，同时也在制造数以万计的穷人。这种经济结构有利于制造财富（效率），但更有利于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社会不公平）。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不大，现在则面临着再次无产阶级化的危险。城市新贫穷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从原本属于小康的家庭演变而来的。
中国社会已经是高度的分化。这种分化不仅仅体现在人们经常所强调的收入方面，更严重的是表现在文化和行为上。富人讨厌穷人，穷人憎恨富人已经成为社会常态。社会群体间不仅没有互信，反而互相排斥。这些年来犯罪猖獗，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和这种心态不无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来和谐？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十七大报告中所强调提出的要探索“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是否会变得更具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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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须进行一场社会改革的攻坚战
本世纪初以来，在“以人为本”的亲民政策构架中，中国领导层逐渐把社会改革摆在了改革的头等议程。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系列或一整套社会制度。这场改革的意义并不亚于70年代末期以后的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社会改革远较经济改革困难。对这场改革的意义，人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社会改革是为了应付和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在前30年，经济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主题，经济发展就是一切。中国在短短时间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此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民脱离贫困状态，帮助这样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提高生活水平。但经济主义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各级政府GDP主义盛行，非经济方面的发展大多被严重忽视，导致环保恶化，资源大量浪费，贫富差异扩大和社会分化严重。这些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后果，加上党政官员的大面积的深度腐败，反映到社会层面就是政府在人民眼中的合法性越来越低，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多数表现为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对立。很显然，经济主义的后果不加以纠正，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这一点无需再多说。这些年来中共领导层努力加以确定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这种单向面发展反思的产物。而社会改革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主题。其次，社会改革要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前面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来说来源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但迄今，经济改革的很多方面已经很难深入下去，说明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达到了顶点。进行社会改革和建设社会制度的目标是推动中国从一个非消费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笔者已经多次论述消费型社会是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很简单，经济增长有两大来源，即投资和消费，而投资的最终目的也是消费。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建立了一个外向型经济。增长来自投资，但投资是为外部市场服务，主要是西方市场，或者说中国的经济体基本上是为外国人服务的。这就是中国制造、西方消费的模式。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来自西方的需求遽然下降，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中国要向消费社会转型，就必须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社会发展的社会制度，例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等。没有这样一套制度，没有可能出现消费社会。金融危机不仅表明中国增长模式已经缺失新增长动力，更表明这种模式下发展出来的经济体是脆弱的。人们一般认为中国是个大陆型经济体，就是说中国对外来危机应当具有很强的抵御能力。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中国大陆型经济体的优势根本体现不出来，西方一发生危机，马上就会影响到中国。就是说，中国的经济体尽管从量上说非常庞大，但也非常脆弱，没有消化西方危机的能力。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还没有建成大陆型经济体。中国只有沿海一带通过和西方市场的整合发展起来了，成为经济增长源，而中部和西部没有发展起来；城市发展起来了，而乡村没有发展起来。内陆和农村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不够。要发展，就必须把眼光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立既有助于减少区域间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异，也有助于在促进发展的同时鼓励消费。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要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中国的改革进程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这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开始到本世纪初，一直是以经济改革为主。本世纪初以来也就是中共十六大以来，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应当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随后。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需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更需要诸多基本国家制度成为其基础结构。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凡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得好的国家，民主化过程比较和平，新建立的民主制度能够有效运作。反之，在缺乏基本国家制度的情况下，如果发生民主化，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社会不稳定和政治的恶斗。现在，亚洲很多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危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基本的国家经济制度，但社会制度则远远没有建立。如果在基本国家制度中缺失社会制度这一块的情况下发生政治民主化，那么必定出现动乱频繁发生的政治局面。
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改革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医疗卫生改革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但还是没有一个让各方都能普遍接受的好方案；社会保障制度有了一些进展，但远离社会的客观需求；教育改革也缺失一个好的方向；环保恶化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尽管国家税收能力大大提高，但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化继续恶化。另一方面，社会群体事件的频繁发生，加上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表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还会遽然增加。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但是，各方面的利益一直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休。在很多领域，一会儿集权，一会儿分权。尽管谁都说改革很重要，但就是解决不了谁来改革的问题。这背后无非是既得利益在抵制改革。
在任何国家，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都是一场攻坚战。在当今发达国家，社会制度的建立往往是和持久的充满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甚至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不难看到，从原始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转型到现代福利型资本主义并非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社会改革的结果。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能够实行“铁血”政策，超越既得利益，进行自觉的改革，但另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则受制于既得利益，没有能力进行改革，从而导致暴力式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有一点很明确，到现在为止，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都是保障其市场运动和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础。
中国的社会改革如果继续流于形式，深入不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如上面所说，不仅应付不了已经出现的由单向面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经济增长也将没有新的和持续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民主化可能会提前到来。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一支比较独立的队伍，而农民工（工人阶级的变种）则更为独立。不管有关部门的管制功能如何健全，一旦造就了全国性的工人阶级运动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运动，管制功能很难行使。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的事实表明，国际力量很容易找到影响中国内部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多种力量结合在一起，释放出来的能量谁也阻挡不了。
金融危机的确是个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的好机会。但现在看来，在这方面，有关方面并没有明确的思路。所推出的各种拯救经济的举措，其重点还是在原来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式上。例如，还是想通过各种途径来促进外贸，但谁都知道，这种方式已经无效。大量的资金因为背后存在着庞大的既得利益而流向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央政府尽管也强调了民生经济，但因为其背后没有“既得利益”，资金很难流向民生经济。
要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一要好的思路，二要坚定的政治信心，更为重要的是要确定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社会制度属于基本国家制度，其建立不可能自下而上，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可以把责任推给各级地方政府。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集中了足够的财力，现在也是时候把社会改革这份责任集中起来了。基本社会制度的确立既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更是国家真正崛起的制度基础。这一关必须闯过去；否则，不仅中国社会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理，国家难以长治久安，执政党的执政危机都随时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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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平衡国家发展权和社会民生权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今年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重申了其在两会前作客新华网论坛时提出的要让人民更幸福、更有尊严的论述。温家宝的这一论述已经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报告中，温家宝也同时强调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历届政府工作报告和党代表大会报告中都会对政治改革有所论述，但实际上除了强调民主（主要是基层民主）和反腐败之外，人们对政治改革的理解并不深入。如果把温家宝的有关人民幸福和尊严的论述，和这一届政府的重中之重即民生问题联系起来看，人们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内容是什么就会有一个明确的看法，那就是要用政治改革来推进民生问题的落实。很简单，民生问题不解决，人民的幸福和尊严将会是空中楼阁。
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矛盾都聚焦于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是经济问题的核心，民生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消费社会就建立不起来，可持续经济增长就缺乏动力。民生问题是社会问题。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被方方面面的民生问题所困扰，包括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等。这在中国社会目前流行的一些新概念，如“房奴”、“孩奴”等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社会上抱怨的大都是有关民生问题的。实际上，即使是大部分公开的社会群体事件或者抗议运动，其核心也是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民生问题解决不好，政治稳定就没有牢靠的保障。
中外对权利的不同理解
民生权是中国社会所高度认同的最基本的权利。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在人权方面一直对中国构成很大的压力。中国政府持开放的态度和西方保持对话。在和西方的对话中，中国一直强调中国和西方在人权理解方面的不同。中国强调的是国家生存和发展权，而西方更多的是强调个人的政治权利。不同的文化体系导致了人们对权利的不同理解，而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这些权利的实现程度也是不同的。这些都是民众可以接受的说法。
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国家发展权并没有转化成为社会民生权。一些人担心西方式的权利概念会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不过，实际上，人们对此并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文化认同的不同，西方式的概念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会太大。在现阶段，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实现西方人所界定的那些权利，而是能否实现中国社会本身所认同的民生权。人民所高度认同的权利如果不能实现，或者被剥夺，那么稳定就会成问题。那么，什么是中国社会所认同的权利呢？很简单，就是民生，就是社会上所说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些权利在几千年前的儒家经典《礼记》的《礼运篇》里面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一直以来被视为是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基本要求，直到今天，中国社会对这些权利的认同度还是非常高。（应当指出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社会稳定本身也是社会所认同的权利。）
在实现这些权利方面，中国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不是很理想，尤其是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就是说，改革开放使得国家实现了发展，但社会民生权则停滞不前；较之国家的富裕，人民还是很贫穷。
从政策层面来说，也不能说中国政府不重视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在很多年里一直是中央政府政策的首要议程，在这方面出台的政策也不少。问题是对这些政策执行不力，很多政策仍然停留在纸面上。在领导层层面，这些政策是主要议程，但一旦到了官僚和地方政府层面，它们就不再具有重要性，甚至是可以加以忽略的了。今天，中国社会各方面对民生问题已经有了很高的认同感，没有人会反对民生权政策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这些政策很难执行下去呢？主要是中国并不存在实现社会民生权的政策环境。要实现社会民生权，有很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考量。
实现社会民生权需多管齐下
首先是要调整政策思路，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明确区分开来。在中国，长期以来，在GDP主义的主导下，各级政府把所有领域的政策都视为经济政策。那些本来是属于社会政策领域的，如教育、医疗和公共住房等，被视为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没有明确确立社会政策领域。正因如此，在各级政府那里，这些社会领域的GD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的民生权）则被忽视。所有这些社会领域都要求政府和社会的大量投入，但在中国，这些领域多年来一直是政府和企业暴富的领域。很显然，如果政策思路不调整，社会政策就建立不起来，社会的民生权也无从谈起。
第二要大量增加政府的社会性投资。在中国，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失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生产性投资，社会性投资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每况愈下。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住房、环保等方面的社会投资严重不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每次经济危机总会导致生产性投资的激增和社会性投资的减少。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教育领域变成了各级政府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资源，教育产业化变得不可避免，而教育本属于社会领域，需要政府的大力投入。同样，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各个生产领域的投资激增，已经导致很多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造成浪费和低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这种局面必须改变。社会性投资严重不足，有助于实现民生权的社会制度就建立不起来。
第三是要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减少地方政府把社会政策 “经济政策化”的动机。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以来，财力很快从地方政府上移到中央政府，但责任并没有同等上移。现在很多领域是中央政府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这给地方政府造成了很大的财政压力，是地方官员努力把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解决？主要是要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责任和权利统一起来。方式有二：第一是中央政府向地方分权，让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财税权，使得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权来执行政策；第二是中央政府把一些现在由地方政府担负的责任也收上来，由中央本身来执行这些政策。如果没有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这种调整，不管中央政府如何努力来确定社会政策，地方政府都不会有任何动力来执行。相反，它们还会继续目前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化”的趋向。第四，要充分利用国有企业这一经济杠杆来推进社会政策的实行。
国有企业一直是实现政府目标的有效工具。但长期以来，国企仅仅扮演了推进经济增长的工具；在社会政策领域，国企扮演的角色是相反的。例如，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家组织了大量的财政和金融力量来对付危机，绝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这具有必然性，国有企业作为政府的一个强有力经济杠杆，在应付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个杠杆，中国去年应付危机不会这么有效。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很多负面效应。国有企业得到国家大规模的支持，扩张得很快，不仅本身造成了产能过剩，而且也在挤压非国有部门的空间，即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当国有企业的资本过度时，国有资本会走向任何地方。既然房地产那么有利可图，那么国有企业为什么不可以进入呢？从去年开始，国有企业很快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主要角色。人们发现，房地产价格暴涨和国有企业的进入有很大的关联。
利用国有企业推进社会政策
如何把国企在社会政策领域的负面角色转型成为正面角色？其中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国家应当向国有企业，尤其是依赖于行政垄断的大型国有企业直接提取利润。国有企业属于全体社会，按理说应当有助于分配的公平性。但现在至少在事实上则不是。当国有企业亏损时，国家就要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但当国有企业赢利时，国企则不必向国家上交利润，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收入不公平的一个重要根源。近年来，因为社会的抱怨增多，国企开始上交一些利润，但比例非常的低。国家必须向国企征收更多的利润。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和民生社会建设需要大量的财力，国企上交的钱可以用于这一改革事业。
因为拥有一个强大的国有企业部门，从理论上说，中国政府拥有了较之那些不拥有国有企业的政府更大的能力来实现社会民生权。但现在这个部门却扮演着破坏社会政策的作用，并且其力量无穷。可以相信，如果国有企业的角色不转型，必然走向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反面。无论是“小康社会”还是“和谐社会”，其核心都是民生权的实现。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经过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已经有了充足的经济基础来实现民生权。民生权迟迟未能实现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政策环境。如这里所讨论的，营造有利于民生权的政策环境或者政策机制也并非没有可能。无疑，这种营造过程本身就是中国现阶段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社会的稳定不能光靠政治控制，社会民生权的实现才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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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房地产与社会改革



中国住房政策的症结在哪里
很多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已经成了中国民众、政府和发展商的永恒话题，而且也是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深切关注对象。最近随着迪拜世界债务事件的爆发和中国电视剧《蜗居》的播出，不同的人群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来，或者忧虑，或者恐慌，或者愤怒。感到忧虑甚至恐慌的是政府，因为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巨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而感到愤怒的是民众，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被变相地剥夺了住房权。
房地产泡沫不是新鲜事，在很多年里，泡沫一直在不停地上升。根据对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调查，大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经远远超过10%的国际警戒线。在不少地区，这一比例甚至已经达到50%以上。同时，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不容置疑。房地产已经占了GDP的6%，四分之一的投资在房地产行业，50多个产业与房地产关系密切。
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
正因为如此，有关当局有足够的理由要担忧房地产。前面有日本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没有走出过阴影。海内外，早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步日本模式后尘的问题。现在又有迪拜世界债务事件。房地产无疑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紧箍咒，因为房地产的解体也很可能就是中国经济的解体。因此，有关当局一直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多年来，尽管有关当局也对房地产市场多有不满，但每当房地产遇到危机，必出手相救。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出台的庞大的应付危机的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也因此绑架了为中国经济负责的中国政府。
与泡沫和空置房平行存在的现实是，中国85%的家庭无力购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新调查）。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社会对房地产业现状和政府无力改变这种局面的不满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沸点。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房地产这种荒谬的局面呢？很多人往深一步，转向了土地供应市场，指向政府的责任。的确，就土地而言，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长期以来，政府行政限制土地的供应量，政府也搞寡头式垄断。同时，政府所推行的“招拍挂”制度也阻碍着竞争性土地供应市场的形成。
很显然，各级政府的卖地财政提高了土地价格；为了消化高价土地，发展商就抬高房价。这似乎很合乎经济逻辑。多少年来，人们所听到的似乎也只有经济学家的声音，那就是供求关系。但供求关系已经很难解释今天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了。很简单，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就不会有大量的空置房了；如果供大于求，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买不起房了。那么，在供求关系之外，还出了什么问题呢？
定位错误的房地产政策
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依笔者看，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在中国，房地产被视为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GD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则被忽视。因为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的社会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购房者也会迫不及待地去买房，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在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反而恶化这个局面，使得人们对房产价格上升的预期牢不可破。地方政府无视住房的社会功能，而只强调住房的财政功能，即“土地财政”。土地转让金普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以上，许多地区60%—70%的基础设施投资依赖于土地财政。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上。
综观世界各国，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房地产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供求关系，否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
欧洲一些国家在早期也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来源，同样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随着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住房政策尤其是公共住房政策越来越变成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到今天，很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房地产完全属于社会政策，对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考量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应当指出的是，那些把公共住房仅仅看成是对穷人的救济的福利国家，公共住房也是不成功的。在这些地方，公共住房最终变成了贫民窟。
新加坡是亚洲社会房地产市场发展得最健康的国家。新加坡学习了欧洲公共住房的经验，又结合自己的国情，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公共住房制度。如果说在西方社会，公共住房主要是为了社会弱势群体，那么在新加坡，公共住房是为全体社会成员的，80%以上的家庭住在公共住房。公共住房投资是新加坡社会性投资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应当指出的是，新加坡的住房政策的指导思想就是“居者有其屋”的传统儒家思想。
反观中国，房地产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或者说，房地产是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的GDP主义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在GDP主义的指导下，房地产成为生产（建设）性投资，而非社会性投资，从而剥夺了房地产的公共性。房地产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因为其直接关切到社会成员的空间居住权。同时，房地产也直接关乎社会稳定与和谐。但在GDP主义构架内，房地产的唯一考量是利润，而非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这样，无论哪个角色，政府、发展商还是投资者，都想从房地产那里获得巨额的利益。正因为这样，在中国房地产投资过程中，带有极大的投机性，一些投资者甚至仅仅是为了投机。当房地产被投资者或投机者所操控时，其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实际需求就没有了任何关系。（类似的情况也表现在投机性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毫无关系上。）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也是这个过程中的投机者。不管地方政府投机的动机（如地方财政考量）如何，在制造房地产泡沫方面，地方政府和发展商具有同样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实际上，大量的泡沫是地方政府和发展商利益共同体的结果。更为严重的是，对房地产投机的巨额利益也正在促使中央国有企业大举进军这个产业。
GDP主义盛行，有关方面就很难推出有效的房地产发展政策。这些年来，面对社会的不满，尽管也有一些政策出台，例如“廉租房”和“廉价房”，但远不能解决问题。截至2006年，政府支出中用来解决住房问题的资金只占财政支出的0.17%，这只能是杯水车薪。更重要的是，抑制房价政策的结果刚好是政策初衷的反面，就是说，每出台一个旨在控制房价从而帮助中低收入家庭的政策，总把房价推到一个新高点，从而又一次使低收入家庭雪上加霜。原因再简单不过，无论是发展商还是地方政府，都有巨大的动力来扭曲政策，从政策中“寻租”。
房地产已成资本的“游戏物”
正因为房地产的唯一目标是“钱”而非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需要，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呈现出过度的开放性和投机性。在剥夺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的同时，中国各地的房地产不仅向国内的“炒房团”开放，而且更向国际资本开放。很大程度上说，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了国内外资本的“游戏物”。从技术上说，要遏制炒房和投机并不难，例如，可限制购房的数量，规定住房居住的最低年限，收取房产税（即使是在宣称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美国，也是征收房产税及其房产继承税的）等等。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可以非常有效的举措并不符合发展商、投机者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利益，没有人会使用这些技术来限制房地产。进而，如上面所说，房地产也绑架着中国经济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也没有动力真正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尽管它们也面临社会的压力。毕竟，在这个体制内，对有关部门来说，经济利益大大重要于社会利益。
很显然，就房地产而言，中国政府面临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是房地产泡沫：房价泡沫一旦破灭，总体经济就要遭殃；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在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大多数中国人非常认同居者有其屋这一说法，年轻人普遍认为幸福和房子息息相关。这两方面的后果都会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最严峻的是，尽管这样的压力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也面临过，但中国没有其他国家解决房地产问题的动力和制度机制。在西方国家，房地产从经济政策演变成为社会政策是由强大的社会运动来推动的。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中国的房地产政策似乎已经山穷水尽。一定也要有强大的社会运动来促使房地产政策的有效转型吗？人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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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圈房运动”弱化执政党社会基础
房地产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最大政策挑战。这是因为房地产在很大程度上聚集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方方面面的矛盾和问题。房地产是经济之痛，因为它已经绑架了中国的总体经济。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最主要来源，是各级政府追求GDP的主要工具；但同时，房地产也使得中国的经济泡沫越来越大，一旦破灭，必将对总体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它是社会之痛，因为和其他商品不一样，房地产具有社会特殊性，是社会产品。当社会大多数人的居住权不能实现或者被剥夺的时候，社会的稳定就会失去基础。
房地产更是政治之痛，因为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制造着各种矛盾。在上层，它既然绑架了中国经济，也就自然绑架了为中国经济负责的政府；在中层，房地产变成了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源，使得地方政府变了质，迫使其演变成为掠夺型政府，而非服务型政府；在社会基层，它剥夺着中国老百姓高度认同的居住权，使中国社会加速泡沫化。
新自由主义的祸害
中国的房地产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走到这个地步？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变种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说到底就是要把一切投入市场，把一切货币化。进入中国以后，新自由主义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例如，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企业界增加了竞争，尤其是中小企业之间。但新自由主义显然遇到了国有企业的强大抵抗，在强大的国家力量保护下，市场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非常小。尽管国有企业也引入了一些市场机制，但市场机制的作用仍然很微弱。不过，新自由主义在社会领域则如鱼得水。首先是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新自由主义进入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领域。然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攻克了教育领域。这几年则很快攻克了房地产领域。
在上述诸社会领域，并不是说原来的体制有多好。相反，原来的体制所能提供的服务水平非常低下，并且是由行政方法来实施的，因此既缺失公平，不可以持续，又无效率，在这些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也是大势所趋。但关键在于，有关所有这些领域的政策首先应当是社会政策，然后再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和分配服务，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有效性。一旦这些领域被视为经济领域，成为经济增长的来源，社会政策就无从谈起。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明确的社会政策；相反，所有社会领域呈现出被经济政策所主导的趋势。
这种趋势对中国社会的打击和破坏是致命的。无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人还是家庭，任何一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一系列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住房可说是一个社会的硬件基础结构。可以说，在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在内的所有社会领域，对社会全体来说，没有比住房更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了。房地产要解决的是居民住房权问题，所以它和一般的经济商品不一样。当一些社会群体每人拥有三四套甚至更多的住房，而另外一些群体的住房权得不到实现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没有稳定的基础。就是说，后一群体的住房权被前一群体所剥夺，前一群体是在把本来应当属于他人的权利，用来获取和投机更大的利益。他们能够投资、投机房产，或许是靠了他们本身正当的财力，或许是靠了他们手中的权力，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实际上，随着社会财富分布的高度不均和官员权力的滥用，中国到处都在发生以有钱有势者为主导的“圈房运动”。为什么85%的家庭买不起住房，但很多城市商品房的空置率达到了50%以上？这是“圈房运动”的产物，不是经济学的供求规律所能解释的。
无论是利用手中的财力还是权力来投资、投机房地产，都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因为房地产有利可图，他们自然拼命进入。但很显然，并非任何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投资、投机所有领域的。无论是房地产的“利润率”，还是投资、投机者的“准入权”，都是有关当局的政策导向的结果。就是说，投资和投机者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各级政府的政策失误：一是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而非社会政策；二是和开发商结盟，通过抬高价格来获取暴利。
一个社会一旦失去诸如像房地产那样的硬件，而像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那样的软件又不到位，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中产阶级是任何一个社会稳定的支柱，因此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政府都下大力气来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没有这样一个阶级，国家的治理（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难以为继。中国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毋庸置疑，房地产已经成为弱化中产阶级、阻碍中产阶级成长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房地产弱化着原来已经跻身中产阶级的社会群体，因为不断高涨的房价，使得这个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成为“房奴”。房地产更是遏制着中产阶级的成长。中产阶级中间，除了少部分新生的企业主之外，大部分来自专业人才，也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不过，在中国，“八十后”和“九十后”已经注定要成为最无希望的一代，无论作怎样的努力，都很难实现他们的住房权。对社会的影响会怎样？看看香港就可知道一个大概。香港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找不到出路：他们找不到体面的工作，找到工作之后也没有希望得到比较体面的住房，因此开始作毫无理由的抗争。反对建高铁就是一个例子。香港是个地产老板统治的地方，中国现在的情况不改变，必然步香港的后尘。
在很多方面，这种情况也早就在中国大陆出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很快演变成为利益导向的社会，物质利益是年轻一代最看重的因素。但正是在物质利益领域，面临住房、就业和教育等困境，很多年轻人已经感觉到希望的渺茫。这对他们的心理冲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跟随着全社会的物质主义的是普遍的不幸福感，是形式多样的反社会行为，如不信任任何人，毫无理由的仇恨，甚至是自杀。
任何执政党都需要社会基础。中国的各种政策如“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都是为了巩固执政党社会基础的政策导向。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和专业阶层的形成，政权开始向这些新群体开放。这个方向很正确，它有利于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可是，尽管市场经济体制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但却缺失保护已有中产阶级和扩大这个群体的政策机制。就住房来说，中国初生的中产阶级面临多重的挤压，既来自私营部门（房地产开发商），也来自地方政权和开发商的强大“圈房”联盟。近来，大型国有企业部门加入“圈地、圈房”运动，更是大大恶化了情况。
经过改制，中国政府的庞大国有企业很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就是说它们必须向持股人负责。这似乎没有不对的地方，但却偏离了国有企业为国家总体利益服务的宗旨，变成了为私人服务的工具。国企并没有抽象的利益，所谓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国家代理人的利益和持股人的利益。国有企业在“圈地”和“圈房”方面的行为，和私人投资者、投机者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国有企业比私营部门更具有权力、更强大罢了，因为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求私人利益。这和西方不同，西方政府本身没有企业，不会涉及房地产利益，政府因此有条件来规制私营部门。又因为存在着民主制度，政府要面对社会的压力，政府因此有强大的动力来促使社会政策的确立，保护社会。
如果房地产是经济泡沫，还可以应付，但一旦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泡沫，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权的安全就会成为大问题。去除社会泡沫，越早越好。道理很简单，投资和投机房地产的人毕竟是少数，等到大多数社会群体不能忍耐的时候，就为时已晚。一旦社会解体了，政权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正因为房地产聚焦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就可以推进各方面的进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平稳增长、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中国房地产面临的困境，也说明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要一起推进的道理。经济发展对执政党很重要，但并非所有类型的经济增长都对社会有利，对执政党有利。只有对社会有利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才会有利于执政党的长期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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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实现房地产的彻底转型
多年来，中国房地产像脱缰的野马，能量之大使得其每每能够轻易超越政府所设置的种种“障碍”而自由奔驰。中国政府在经历了种种挫折之后，最近终于出台了强有力的经济甚至是行政措施，希望能够控制住高居不下的房地产价格。但是，过去的经验告诉人们，现在所采取的这些举措尽管必要，但仍然属于“控制”手段，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不能建立一整套新的制度，搞不好一段时间之后，又会恢复到过去的老样子。如果要有效解决房地产问题，必须在控制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房地产的彻底转型，规制和引导房地产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之所以说转型，是因为房地产改革绝对不是要回到过去：既不是回到计划经济，一切由政府分配，因为国家分配制度不公平也不有效；也不是继续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完全由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支配房地产市场。无论是政府完全主导的市场还是市场完全主导的市场，就房地产而言，都不可持续。中国需要一个新型的房地产市场，是政府规制（而非控制）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市场，其目标是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实现人民应有的居住权。
房地产泡沫也是社会泡沫
房地产转型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经济上说，如果房地产泡沫得不到遏制，人们担忧中国会步日本和美国的后尘，演变成为经济或者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也是社会泡沫。如果居民的居住权被剥夺，社会稳定就会失去基础。同时，房地产也不可避免地给政治带来负面的影响。它不仅导致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冲突，而且也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制造了紧张关系。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因为政府无力解决好住房问题，居民对政府的抱怨越来越甚。在房地产领域，各级政府和资本者一样贪婪。当政府成为房地产问题的一部分的时候，社会对政府的不满自然可以理解。同时，在很多城市，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命脉，地方政府疯狂攫取当地的土地资源。因为任期制，地方官员往往抱着“我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心态，眼里只有眼前利益，而无长远利益观。经常的情况是，几届政府就可以耗尽地方土地资源。人们不知道未来的政府“吃”什么。等到土地资源消耗完之后，地方政府和人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冲突将在所难免。
问题已经充分暴露出来，那么就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央政府现在出台强有力的举措来“控制”房地产市场，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是非常初步的。房地产市场的转型还需要其他一系列的规制和政策的支持。中国该怎么做？国际和国内经验同样重要，中国既必须学房地产市场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也要吸取负面的教训。
很显然，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前些年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少数投机者拥有了过多住房。政府要采取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市场机制让拥有大量房子的投机者把“多余”的住房返还给社会。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一些人享受过度的住房权是以牺牲另外一些人的住房权为前提的。住房权是一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社会权利，应当具有最低限度的公平性。这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一些希望会比较有效的措施，例如，提高第二套住房的首贷比例和停发购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贷款等。就住房来说，政府可考虑建立两个房地产市场，即一个主要由政府规制的房地产主体市场和一个主要由市场调节的商品房补充市场。由政府规制的房地产市场必须成为主体市场，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因素（例如人口多和老龄化）以及住房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商品等。在很多年里，政府实施廉租房或者廉价房等政策，用心良苦，但其包含的社会和经济理性是可以商榷的。基本上，这是一种帮助穷人的做法，市场非常小。从国外的经验看，这种政策长远的结果很容易造成贫民窟。实际上，即使这个政策，在中国也早被滥用，因为人们发现，购买廉价房的很多人来自富裕阶层。
政府规制的房地产必须占据房地产市场的绝大部分。（在新加坡，这个市场占80%以上。）就是说，这个市场是面向社会大多数的，而不是像现在的廉价房，只针对穷人。这个市场主要是为了实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住房权。因此，政府必须引入有效的方法来控制购房的数量。现在正在施行的控制贷款的方法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在使用权方面作有效的限制。最基本的也是社会可以普遍认同的，就是把“累进税制”的方法引入房地产市场，购房越多，购房者必须缴纳越多的税和费。但考虑到中国收入高度分化、社会财富分配高度不均，总有一部分人可以购买非常多的住房的情况，经济上的限制可能还不够，可能要更进一步，明确限制家庭或者个人购房的数量。当然，这个市场主要是满足本国公民的需求。
但要清楚认识到，政府规制并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房地产是社会政策，但社会政策的实施要引入市场因素，市场仍然是配置和提供住房的最有效的机制。同时，政府规制也并不意味着“一刀切”。房地产市场要根据市场的需要提供适合各个社会群体收入水平的住房。在这些方面，中国可以从西方（如欧洲的一些国家）和亚洲（如新加坡）学到很多有用的经验。
政府规制的房地产市场也可以盈利
要改变的观念是，政府规制的房地产市场并不是说不可以盈利。各级地方政府总是错误地认为造廉价房或者廉租房是亏本生意。这从现在的政策设计来看可能是这样，但实际上则不然。政府规制的房地产市场也同样可以盈利，只是盈利的水平不像完全由市场来主导时那样高。在社会成员的基本居住权实现了之后，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住房税等来增加地方收入。
另一方面，因为人员（尤其是专业人才）的流动和经济全球化等因素，中国也必须建立主要由市场来调节的商品房市场。不过，这一市场比例会比较小。即使是这个市场，实际上也不会完全自由放任。例如，各地为了竞争人才，地方政府必然会干预控制市场价格，为投资者和人才改善住房环境。很简单，房价过高，就会失去地方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和投资者。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住房制度是任何社会国家建设的重要部分。现代国家强调的是公民的国家认同，而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实现最低限度的居住权，对公民的国家认同尤其重要。顾名思义，“国家”由“国”和 “家”组成，没有“家”哪有“国”？在儒家社会，“国”只是“家”的延伸。住房为“家”之基础，只有解决了“家”的问题，社会成员才会发展出强大的国家认同感。从微观来看，住房也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础。儒家经典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只有培养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之后，社会才会具备稳定的结构性条件，而实现住房权是造就中产阶级的最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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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改革当是中国社会建设大工程
最近在房地产领域，中国（中央）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购买者（包括投资者和投机者）之间似乎已经进入了一场拉锯战。为了控制犹如脱缰的野马的房地产价格，中央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政策，至少希望能够暂时缓和社会日益不满的情绪。
但是，政府的调控政策很快就遇到了来自既得利益，主要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机）者的反弹。一些官员和学者纷纷出来表示，在房地产上，政府调控不能过度，要讲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面对各种压力，中国领导层也感觉到了问题的复杂性。问题复杂性的背后实际上是既得利益的阻力。在很多年里，房地产领域已经造就了巨大的既得利益。一旦既得利益开始动员其支持力量，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财力）、权力还是知识方面的，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来抗衡政府的政策。很显然，在既得利益面前，有关方面推行房地产调控的决心和其出台的政策的力度都会受到影响。
社会的大多数本来就对政府控制房地产的决心和政策力度没有抱足够的信心。很多年来，在诸多政策领域，政府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一些政策甚至走向反面，即本来是要让社会受惠的政策最后演变成对社会的破坏。因此，社会对政策的信任度（或者政府的社会公信力）一直在降低，甚至是毫无信任感可言。这次房市似乎也跳不出这个规律。调控政策从理论上说很有力，但市场没有什么反应，销量是降下来了，但房地产价格还是一样高。结果，当然是政府的政策效用和（中央政府）信用继续下降。
应当说，到目前为止，政府所推出的政策多是为了控制房地产，例如，收紧对房地产的贷款，限制家庭购房的数量等。但很多国家通行的房地产税却实施不了。房产税显然是实现房地产领域基本社会公平的有效的、制度化的方法。例如，可以对每家每户的第一套房不征税，购房越多，就要征收越多的税。至少在大多数社会成员看来，政府不能推行房地产税就是因为已经购买了多套住房的既得利益的阻力。（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房产税是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不公平的有效经济方法。）就是说，政府实际上还没有明确的思路来建立一整套规制房地产市场的制度，而是继续采取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运动式”方法。
GDP主义成为政府的软肋
为什么会这样？隐含在这个怪圈背后的还是根深蒂固的GDP主义。要知道，从中央到地方，衡量政府成绩的还是GDP。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房地产开发商都认准了这一点，他们清楚得很：你要GDP，最终还是需要为房地产市场松绑的。他们既有充足的财力，又了解政府GDP主义的弱点，因此可以从容地应付政府的调控。
面对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政府该怎么办？在中国，房地产问题已经大大超越经济问题。经济学上的供求规律一方面已经很难解释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因为过度的投机因素和权力因素），另一方面也很难为解决中国的房地产问题提供思路。美国和俄罗斯等拥有大量土地而人口少的国家可以通过加大供应而稳定房地产市场。中国人口众多，土地稀缺，很难效法这个模式。再者，在现有的收入分配高度分化、房价大大超过居民收入和民间资本缺少投资领域的情况下，增加住房（土地）供应既不足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和投机），也不一定就能使得一般老百姓买得起住房。
一句话，房地产市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这是一个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房地产恶性市场化导致了年轻人社会处境的日益恶化。中国人口多，并且还在继续增长。八十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马上就要进入老龄化阶段。越来越具有物质主义倾向的年轻一代越来越没有能力购房，无法组建家庭，他们对社会和政府的失望也与日俱增。房地产从各个方面正在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要彻底改革房地产，就要把它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建设工程。这是一个基本政策思路问题。在任何社会，住房都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柱。“居者有其屋”表明住房是最基本的社会需求，用今天的话就是最基本的社会权利。既然是最基本的社会权利，那么这一权利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就决定了一个社会能否稳定，因为唯“有恒产者有恒心”。一旦当房地产成为中国GDP增长的主要来源时，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破坏中国社会基础的祸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对社会的冲击极大，一步步破坏着中国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一些本来需要政府在财力上大力投入、在政策上提供保护的领域高度市场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房地产。这些领域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暴富领域。尤其应当指出的是，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为了保全GDP主义，社会总是成为受害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教育产业化成为GDP主义的核心。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后，房地产成为GDP主义的核心。
从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有明确的社会建设目标，例如八十年代的“温饱社会”，九十年代的“小康社会”和“全面小康”。在这个过程中，脱贫人口增多，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但是因为缺失社会保护机制等原因，今天中国各社会阶层面临各种不同困境。穷人翻身的机会越来越少；中产阶级面临“无产阶级化”（或者贫民化）；而少数富裕阶层则毫无安全感，很多人在考虑移民外国（“一家两国”已经是普遍现象，即在中国赚钱，在外国存钱）。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中国社会稳定的担忧越来越甚。
社会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和政策界讨论着中国是否在“拉美化”。不过，人们没有必要把中国和遥远的拉美作比较，把中国和其他一些近邻作比较更能说明问题。从中国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来看，社会工程做得好，就是新加坡化，做不好，就会是泰国化。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也很高，至少不比中国低，但新加坡的社会却是非常稳定的。这是因为新加坡用市场机制来创造财富，用社会政策来保护社会。有效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制度保障了新加坡老百姓最基本的社会权利，其中政府组屋制度更是社会制度的核心。只要社会得到有效保护，人们就不用过分担忧基尼系数增加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简单地说，在新加坡，“上不封顶”为人们创造财富提供了极大的动力，而“保底”则让社会大众充分参与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而泰国则不一样。在以往，泰国也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社会上很多人并没有能够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保护机制缺失，这使得社会高度分化。等到政治人物介入，社会分化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结果造成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濒临内战的局面。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局面来看，类似局面出现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不可设想的。
（当然，从主观上说谁也不想看到这种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因为社会得不到保护，经济发展越快，人们对社会的信心就越是不足，对自己的前途越感渺茫，而最终导致对政府的信任每况愈下。今天中国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让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经济发展那么好，社会还是那么不信任政府呢？如果意识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破坏是同一个过程的话，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如果政府得不到社会的信任，不管怎样好的改革举措和政策都将难以得到社会的支持。这又进一步使得中国的改革陷于困境。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房地产改革必须成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一项意在社会重建的大工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生存、中产阶级的培育、社会对政府信任的重建等等，都可以和房地产发生关联。但很显然，要进行这样一项社会工程，执政党及其政府就必须对改革思路进行重新思考，否则很难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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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内需社会需要做什么
在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希望通过结构性调整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尽管结构调整是多方面的，例如环保和低碳经济，但其最高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没有这样一个目标，结构调整最终会不了了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出口的努力还是会继续，但如果国内市场不能得到建立，内需社会就很难出现。不管其他方面做得怎样好，没有内需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很难维持。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内需社会建设不好，中国社会内部各种社会问题就会恶化，从而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在建设内需社会方面，中国面临三大问题和三大任务。首要的问题是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现在面临很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大多数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没有发展，问题会恶化得更厉害。但同时也要回答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一些发展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也有一些发展不仅解决不了老问题，而且还会导致新问题的产生。作为当今公认的经济增长的衡量方法，GDP本身是中性的，但GDP所衡量的经济增长本身对社会经济发展可能会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如果GDP来自技术、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就是积极的发展；但如果GDP来自于对社会的破坏，如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的高度产业化，那么就是负面的发展。很显然，中国要追求积极面的发展，而避免负面的发展。
攻克市场化不足的障碍
有很多举措可以促进积极面的发展。在经济领越，要继续推进以深化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足，而社会方面的市场化过度。人们所说的“权贵经济”就是市场化不足的其中一个主要障碍。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领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法人化”或“公司化”非常有效，但因为缺乏后续的改革，大型国企逐渐成为既享受某种垄断地位，又有独立行动能力，还能够调动强大政治、经济资源的利益个体。在缺失有效的公司治理改革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实际上被国家“代理人”层层掌控。在国家层次上，垄断央企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国家的有效监督和管制。国有企业的作为本来应当和公共利益相一致，但现在的国有企业并不代表公共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相反，在很多方面，和公共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背道而驰。在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已经被变相地“私有化”，即国有企业的代理人运作国有企业仅仅是为了其私人的利益，并且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来追求私人利益的。
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其积累财富依靠的一是行政垄断，二是利用国家权力和财力优势向其他部门和领域扩张，造成了今天财富从民间转移到国家（国富民穷）、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富者愈富和穷者愈穷）、从地方转移到中央（地方穷和中央富）的局面。
如何改变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首先，必须给国有企业设定边界。没有边界，国有企业必然滥用权力。民间资本能够做、也能做好的领域，尽量让民间资本来做，国有企业可以退出。同样重要的是要引入国有部门之间、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竞争。只有竞争才能提高劳动生产力。要竞争，就要开放。现在由国有企业垄断的领域必须开放给私人资本。中国现在是个资本过剩的国家，大量的民间资本处于盲目流动状态。如果不开放新的投资领域给民间资本，它们就会进入社会领域，如具有重大政治社会意义的房地产领域，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即使是一些有必要保留一定国有垄断的部门，如能源、电力、交通与通讯，也可实现参与型发展，如容许一定比例的民间资本进入。目前国有企业开放的局面非常不合理，国有企业的大门向国际投资公司敞开，但不容许或者限制中国民间资本进入。这就相当于国际公司也在利用中国的国家权力来获取在中国的利益，而牺牲了中国本身的利益。为了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获取，国有企业向国际资本开放有其理性的一面，但并不可以向中国自己的民间资本关闭大门。
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如果不能保证全体人民参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那么收入差异就会越来越大，社会两极化成为必然。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不仅不能成为内需社会，而且还会成为非常不稳定的社会。这两个特点的存在本身也是可持续经济成长的结构性障碍。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消费社会都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从经济层面来说，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源自社会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
在经济成果的分享方面，中国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一次分配的不公平。中国长期以来的指导思想是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这是大错特错的。一次分配是结构性问题，一次分配不能做到基本的公平，那么二次分配再努力也会无济于事。在一次分配问题上，中国经济显然是问题重重。首先是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发展不均衡。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是达到收入分配公平的最有效的方法，但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尤其是私营部门一直被国家的政策和法规所歧视。国家各方面的优势资源和扶持政策大多流向大型国有企业。例如，这次对付金融危机的四万亿大多就流向了央企和地方政府，并没有惠及中小企业。
其次，国有部门的灰色收入过多，国有企业犹如独立王国。很多国有企业尽管名义上是国有的，享受国家赋予的行政垄断和融资优势，但企业老总具有高度的自由来支配国企收入。即使是在平均收入较高的大型垄断国企内部，管理人员的高薪高福利和一线工人的低薪低福利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方面造成整个社会的分配不均，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大型国有企业本身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者劳动所得过少。政府亲商有余，亲民不足。尤其是为GDP增长服务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过度压低各种资源价格。许多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关系过于紧密，往往总是站在资方一边，拼命压低劳动者工资和福利水平，而对保护普通劳动者的尊严和合法利益的要求则置若罔闻。这样做从短期看似乎在帮助企业，但从长远看则是害了企业，因为企业可以充分压低劳动成本，而没有动力来提高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结果政府实际上帮助企业维持在低技术水平。珠江三角洲在这方面可说是典型，三十年前使用低技术的农民工，三十年后仍然如此，劳动者收入提高远远落后于GDP产值。因为没有技术的进步，今天珠三角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后继无力，不可持续。
二次分配在分享成果上也很重要。中国目前的税制很大程度上还是递减而不是递增的。增值税和营业税作为现在的主税，对于调节收入作用有限。而对于直接税而言，现在的局面是，针对普通劳动者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而对富人的税收，如各种财富和财产税，不是尚未建立，就是收不上来。这就造成了富人消费过度而穷人消费不足的情况。比起收入的不平等，中国财富集中的程度更是已经超越美国。民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私人资本的投资领域又很有限，于是形成了私人投资盲流，大肆炒作房地产或者任何一种可以炒作的基本日常消费品，破坏市场秩序。最后，这里还有一个税收“私人化”问题。征税本来是政府的事情，但很多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民间投资者，甚至不惜使用种种不法手段来谋取私利。税收的“私人化”不仅影响了国家的税收，而且也遏制着民营企业的发展。
确立保护社会的政策
建立内需社会的第三个大问题是要确立社会政策。在GDP主义思想指导下，各级政府长期以来不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造成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社会领域市场化的这十几年，中国社会从根基上遭到破坏，派生出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就很难造就中产阶级的成长。现实的情形是，中产阶级在高房价的压迫下正在 “无产阶级化”。没有中产阶级，又怎么会有社会消费和“内需经济”？很显然，确立内需社会首先必须建立能够保障社会存在的社会政策。尽管有关部门对所有这些问题也有认识，并且开始实施一些政策，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数政策仍然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特征。针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还是没有明确的政策思路，更没有切实有效的政策。只有把经济结构调整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背景下，中国才会有思想的解放，才会有有效的政策，才会形成足够的政策动力。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6月15日



中国的“房地产病”
今年3月以来，中国中央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出台了一系列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和措施。近来房地产的价格似乎有些下降，有关部门出来说是调控政策初见成效。但实际上，中国房地产的弊端可以说是已经积重难返，在“初见成效”的表象下酝酿着更大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危机，而且也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危机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危机。对目前的房地产情形，人们往往用“官商大斗法”、“官商拉锯战”等来形容。不过，在中央政府和方方面面既得利益的较量背后，反映出来的则是在快速形成的“房地产病”。
房地产调控使人们赫然意识到中国的各种利益集团已经强大到何种程度。它们可以或抵制或影响中央房地产调控政策。在地方政府、银行、开发商等多种强势利益集团面前，中央政府的权威显得极端微弱。尽管中央政府“雷声大”，但到了这些利益面前，可以说是毫无“雨点”。从投机者到地产商，仍在豪赌未来房地产的升值预期。发展商可以暂时推迟新楼盘，从而使得楼价坚挺。而房屋租金在近期更离奇直线上升。很多城市如上海、杭州、深圳、南京等的第三套房贷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太大而不容倒闭”
而对中央有关部门来说，对房地产也已经产生了某种恐惧症。在九十年代，房地产占中国的GDP还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在短短的数年间，房地产竟然成了中国的主柱产业。这里当然有一个政策思路的问题。很少有国家把房地产当成主柱产业。因为房地产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产品，很多国家视房地产首先为社会政策，而在实现社会政策过程中配置以经济政策。而在中国，当经济缺少新的增长源时，各种经济利益集团就转向了房地产。很多年前，就有权威政策研究人士说，中国要学美国，把房地产做成主柱产业。直到最近，仍然有政府权威人士坚持说，房地产依然是中国的主柱产业。（应当指出的是，金融危机前美国房地产产业的兴旺主要是为了让低收入阶层也有住房，因此明显具有社会主义的色彩，只是走过了头。而中国的房地产业则与之完全相反，是剥夺了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权。也许主观上的动机可能不是这样，但客观的效果就是如此。）
在各种利益的推动下，没有多少年，房地产俨然成了总体GDP的主体。从经济结构来说，因为涉及那么多的行业，房地产也是中国的基础产业。一旦房地产出现问题，那么与之相关的所有行业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对财政的影响更大，在地方层面，来自土地和房地产的收入已经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房地产一旦出现问题，地方财政马上就显危机。究其实质来说，房地产在中国就像金融业在美国，“太大而不容倒闭”。从这个角度看，房地产早就牢牢绑架了整个中国经济，也绑架了为中国经济增长负责的中央政府。中央有关部门不是不知道房地产这样下去会走向何方，但是一触及核心问题，往往是退避三舍，面对问题要么力不从心，要么无心应战。因为房地产的影响实在是太大，造成了谁也不想真正碰这个问题的局面。很明显，各方面为了调控房地产而出台的一些举措，与其说是要促进房地产的转型，倒不如说是为了暂时的控制。各种相关利益都不想看到房地产的转型，所谓的调控也只是为了应付中央的政策。
各种既得利益实际上使用着它们的无限绑架能力促进着房地产的无限升值。道理很简单，价位越高，房地产商、银行和投资（投机）者的利润率就越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跟着走高。在这种利益链条的驱使下，房地产制造着越来越大的泡沫。谁都知道，要房地产无限升值是一种不可能的使命，尤其是在中国。房地产本来是一种社会产品，需要社会的大多数来购买和消费。但中国的房地产显然已经远离经济学意义上的“供求平衡”，一方面是商品房的大量积压，另一方面是大多数人购不起房。这里的潜台词就是：中国的房地产是人为炒作上去的，因此隐含着巨大的泡沫成分。当房地产成为少部分人的炒作物时，其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
在一些地方，房地产的发展已经接近顶点。最近，在中央调控房地产的呼声中，一些地方突然对征收房地产税显现出很大的兴趣来。但是，地方政府的动机根本就不是为了人们所想象的要调控房地产，而是为了财政收入。一些地方，前些年大量出让土地，到现在土地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土地财政接近尾声，就需要新的财政来源，房地产税就不可避免。敏感的观察家早已经预期，地方政府会不可避免地成为推动房地产税的主角。一旦土地卖完，即使不让地方政府征收房地产税，他们也会创造出各种名目繁多的“费”。这种情形不久之前就在农村上演过。就是说，在房地产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很容易从发展型政府转变成为掠夺型政府。
房地产已成产业升级的阻力
房地产既然成为主柱产业，也就不可避免地有效制约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因为房地产的高额利润率，地方政府、银行和其他各种经济角色这些年把大量的资源投入房地产，在制造房地产泡沫的同时大大限制了对其他方面的投入。尽管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但在研究与发展、技术创新、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十多年前就说教育投入要占GDP的百分之四，直到今天还仍然在说，尽管政府财政在这期间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中央政府尽管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但一旦到实际执行部门，中小企业尤其是民办企业仍然处于受歧视地位，不发达仍是中小企业的主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房地产病”已经变成了类似一些依靠资源（如石油）致富的国家的“资源病”。在资源型国家，除了出卖资源，从早期的什么都不用发展，演变到后来的什么都没有发展、什么也发展不了的局面。
无论是早期的发达国家还是后来的日本、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工业化到达一定阶段的时候，产业界的关键词便是“产业升级”。在亚洲，自日本开始，政府部门还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即“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当然是为了推动产业升级。产业界的自觉，加上政府的大力推动，使得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升级远比早期发达经济体来得快。但在中国，尽管也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巨大任务和挑战，但无论是产业界还是政府，这些年的关键词则是“房地产”。在一定程度上，房地产也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一大阻力。只要房地产还是那么有利可图，那么它还会继续吸引大量的投资，减少投资者对科研、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而正是靠了这些方面的投入，一个经济体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毫无疑问，尽管房地产可以给既得利益带来短期的巨额利益，但它已经成为国家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同时，房地产也在破坏和摧毁着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自古具有“居者有其屋”理念的中国人来说，这一点不难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搞不好也会造成政治危机。从眼前来说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子，甚至租不起房子；从长远来看则是激化官民矛盾，酿成社会稳定危机。过度依赖房地产，其他产业就发展不起来，政府的税基必然逐渐缩小。一旦出现财政危机，政府又必然千方百计地从社会吸取财富。土地是历代皇朝更替的主要根源。在与土地紧密相关的房地产问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正视社会稳定危机的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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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产阶级与社会改革



“小康社会”与中共的政治定位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此作为中共未来努力的目标。“小康社会”为邓小平所提出，江泽民再次强调这个概念并用于十六大报告的正题中，这既表明中共还会继续邓小平的经济路线，也表明了中共继续推进经济建设的决心和布局。那么，“小康社会”的概念对中共本身的变革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十六大报告在政治改革上并没有提出新的概念，但和以往不同的是，报告把政治改革置于“小康社会”的概念之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小康社会的政治含义
这样，作为经济概念的“小康社会”具有了显然的政治含义。政治含义是多层次的。从第一个层次而言，把建设“小康社会”放在头等位置表明政治改革处于一个次要的位置。有人解读说这表明中共不想进行任何大动作的政治改革，这并不错。但是，另一方面，这里也有中共的有关中国政治总体发展的考量。从很大程度上说，“小康社会”相当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民生”是“民权”的基础。没有相当的经济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崛起，民主的发生不仅困难重重，即使产生了，其生存和发展也会是相当困难的。这已经为世界各国民主的发展所证实。
中共领导层心目中是否存在一个类似于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发展阶段论，人们不得而知，但在现阶段侧重于“民生”问题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国家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导致了中产阶级的新生，但致富者为少数，中产阶级还是弱小，大多数人只是停留在解决温饱的阶段，更不用说还有相当数量的人生活在贫穷线之下了。收入分配的绝对不公平状况不改变，大规模的失业和下岗问题不解决，中共政权的生存本身就会成为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要领导人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改革方面可能是不现实的。
第二，提“小康社会”也涉及中共领导层对其统治合法性来源的一个基本判断。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共的统治基础主要是经济发展而非民主政治。客观地说，在现代社会尤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越来越成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基础。一些民主国家的政府往往因为发展经济不力，合法性低，政局不稳，人民也怨声载道。中共决策者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认为只要有能力继续发展经济，还是会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支持的。“小康社会”的概念无疑给那些处于非小康或者贫穷状态的人以一种希望。解决贫富差异、扩大中间阶层、全民富裕等字眼对实在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报告力图跳出传统的意识形态的说教，而侧重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的主要原因。
第三，“小康社会”还必须放在“三个代表”的理论构架中来考量。 “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各方面的争论焦点在于中共会代表谁的利益。中共还会继续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吗？中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吗？提“小康社会”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共要在资产者（企业家）的利益和工人、农民利益两者之间保持一个平衡。一方面，中共不可以忽视一个日益壮大的企业家阶层，因为正是这个阶层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正是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中共也不可忽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工人、农民毕竟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无视他们利益的政治后果不可想象。
中共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既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不能成为代表资产者利益的政党，那么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提了出来：中共到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政党？它的基本定位（identity）又是什么？这又涉及中共历来强调的对中国式民主政治的探讨。和以往一样，十六大报告断然否定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政制和多党政治的可能性。中共的定位到底是什么？人们很难从十六大报告中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但从中共的实际政策来看，中共正在成为一个传统“士大夫”一般的政治阶层。这个阶层并非人们传统所说的“政党”。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只代表社会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才要求有多党制，由不同的政党来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另一方面，要一个政党代表所有社会利益即所谓的“全民党”，也只是一个乌托邦。很难想象一个政党能够代表如此不同的社会利益。对中共来说，最现实的是作为一个特定的阶层，站在各个阶级之上，平衡各个阶级的利益，在利益平衡中来牢牢掌握对各个阶级的政治控制权。
如果中共变成了现代“士大夫”阶层，那么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即“士大夫”阶层本身的腐败问题。在没有反对派制约力量存在的情况下，这个“士大夫”阶层如何自我克制呢？传统中国数千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共产党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看来还任重道远。
 
原刊于《信报》2002年11月12日



“小康社会”和中共的“中产阶级”观
中共十六大报告使用“小康社会”的概念，其政治含义是非常深远的。这并非仅仅是对邓小平理论遗产的继承，而是中共对未来中国整体社会发展理想及其治国方式的一种表达。在很大程度上说，这个概念比中共在强调的“三个代表”还要重要。为什么这样说？
“小康社会”比任何概念更能表达中共一直在追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首先，它不仅是对西方“中产阶级”概念的刻意拒绝，而且也是对西方式民主的拒绝。在西方，人们一般习惯使用“中产阶级” 的概念，“小康社会”实际上也就是中共的“中产阶级”观。“中产阶级”的概念尽管早已经为大陆知识界所接受，但是中共的官方语言中从来就没有使用过这一概念。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是西方民主话语的一个有机部分，中产阶级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和西方代议民主相关联。十六大报告既然否定了西方式的民主，也就必须拒绝使用“中产阶级”的概念。
其次，“小康社会”和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相关联。在邓小平之前，康有为早就使用过“小康”的概念。中国具有数千年的平均主义传统，“小康”是整体社会的理想，而巨大的贫富差异的出现则是社会动乱的前兆。中共使用“小康社会”的概念是其对中国特色的一种特别的表达，其中隐含着的平均主义理想也是可以为中国社会下层所能接受的。再次，“小康社会”的概念表明中共的目标就是要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化”。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老左派似乎要把中国社会的无产阶级永久化。尽管老左派还有些市场，但改革开放已经使得这种状况不可能。尽管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但是谁也不想回到那个无产阶级的时代。提“小康”的概念表现了高层所说的与时俱进，否定了传统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理想。全面进行小康社会建设就是要使得中产阶级普遍化。
第四，提“小康社会”既是对党内左派的回应，也是对新生资产者阶层的前奏性限制。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以后，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同意见普遍存在，有些甚至公开表示反对。尽管高层发动的学习教育运动遏制了不同意见，但是高层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这次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算是对反对派的一种正式回应。因为说到底，这是邓小平提出的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另外一种说法。
但是，很显然，这也是对新生资产者的限制甚至警告。十六大期间，大多数人的焦点都放在了私营企业家入党方面，私营企业家也成了这次会议的重头戏。但是，没有任何理性认为这个新生阶级已经真正成为中共的依靠力量了。“小康”的概念表明私营企业家所主导的经济发展必须迁就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在社会的大多数还是很贫穷的时候，不可以出现大资产者或传统意义上的“大户”，否则就会出现革命性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高层很难忽视近年来中国社会上左派力量的兴起，以及社会存在着的大量的驱使社会向“左”转的因素，如“三农”问题、失业下岗情况的恶化等。
“小康社会”尽管包含有诸多的理性，但它给高层的“三个代表”理论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从表面上看，如很多人所解读的，两者是一致的，认为中共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代表社会上大多数的利益。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如果把“小康社会”和“三个代表”两个概念放在一起，就是说，一要发展，二要公平分配发展的成果。要发展，就要依靠私营企业家和其他非国有的部分。这就表明，政策必须向私营企业家倾斜。但是，要公平发展，就要对私营企业家加以诸多的限制，政策向社会下层倾斜。理论上说，两者可以同时做到，但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机制。
如果各个社会阶级都能表达自己的利益并能表达于国家的政策过程中，那么他们的利益可以被代表。但中国没有这样的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和聚合机制。一些社会阶层如官僚阶层、红色资本家和私营企业家可以通过非正式的途径影响决策，但另外一些阶级如工人和农民则没有。没有利益的表达，利益的代表也就成了空话。所以，“三个代表”最多就是党自上而下地用自己的方式来“规定”和“代表”各个阶级的利益。
“小康社会”是中共“中产阶级”的特殊话语，但中共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支撑并提高其统治合法性的中产阶级，而不是一个能够挑战其权威和导向中国民主化的中产阶级。在西方，中产阶级和民主政治相关联，那么，在中国，“小康社会”是否表示民主政治的不可能呢？提出这个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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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对于中国的政治意义
中国有关方面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不仅已经崛起，而且在迅速壮大。到目前为止，新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数已经超过1.5亿，约占总人口的11.5%，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者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收。
新社会阶层的崛起表明中国社会在迅速转型。所谓新社会阶层，是相对于传统社会阶层而言的。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阶层单一，社会基本上由工人、农民、军人和党政官员组成。社会阶层单一表明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化并不复杂，协调这些社会阶层的利益也相对容易一些。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和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化。最显著的就是专业社会阶层的崛起。专业人员尽管在改革开放前也存在，但数量很少，很难构成一个阶层，更难以形成自身独特的利益。今天的专业人士阶层既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也对管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换句话说，没有专业人士这一社会阶层，现代社会就很难运作。
新社会阶层成为统战工作重点
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必然要反映到中国的政治变革中。最近，中国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明确表示执政党要调整统一战线工作，把新社会阶层作为新统战工作的重点。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政治信号，表明执政党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执政方式，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
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政治迄今为止的成功之处。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激进民主化，但执政党一直在试图调整国家的管治模式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表现在新社会阶层政策上，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模式，一方面是鼓励发展，另一方面又不断及时地把这些新社会阶层吸纳进政权。在一些搞激进民主化的国家，政府和新社会阶层之间要么呈现一种紧张关系，要么就是新社会阶层成了政府的反对力量。相对于这些国家，中国政府在处理和新社会阶层的关系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为了有效吸纳新社会阶层，中国不仅已经从法律上保障新社会阶层的利益（如修改宪法来保障正当的私有财产），而且在政治上为这些社会阶层提供管道，让其参与政治，影响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如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伴随着这种总体政治环境的变化，新社会阶层也越来越成为执政党统战工作的重点，并且已经提上了制度化的层面。例如，中央统战部最近牵头建立了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行业协会参与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新社会阶层有参政的要求，这也最自然不过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总体社会所作的巨大贡献，更是因为执政党及其政府所制定的各方面的政策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但在吸纳新社会阶层的同时，也有必要考量如何进一步改善总体政治制度，一方面防止政策的偏差，另一方面保证政治制度对于各社会阶层的公平公正性。“统战”千万不能成为一些社会阶层所享受的一种政治“特权”。面对新社会阶层的崛起，统战向这些社会阶层倾斜有必要。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政策很容易走样，尤其在各级地方，统战往往成为收买政策，成为官商一体的象征。在一些地方，一些人有了钱，就想弄一个“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当当；也有一些地方，地方官员为了各种目的经常给有钱人一个“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头衔。越到基层，这样的问题就越大。不难发现，从人大到政协，乃至各级政府，到处都充满着新社会阶层的代表。
各社会阶层应有平等政治参与权
一旦“统战”成为特权的途径，腐败由此而生。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也有可能因此失去保障基本社会正义和公正的功能。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政治制度，不管其是否民主，其基本功能就是保证社会各方面的公平性与正义性。尤其在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这一政治职责也就落在共产党身上。执政党不仅仅要依靠新社会阶层来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且还要协调各社会阶层的利益，保障基于公平正义之上的社会稳定。所以，在强调新社会阶层的同时，更不能忘记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的利益。
在和平建设时代，各社会阶层应当拥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绝对不能根据一个社会阶层的经济重要性来确定其政治重要性，更不能因为该社会阶层的经济重要性而为其提供特殊的政治参与权。工业化和商业化必然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对整体社会的负面效应要由政治来纠正。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这样，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容纳新社会阶层对执政党很重要，但同等重要的是考量如何为工人、农民和其他一些弱势社会群体提供参与政治的管道，从而保证他们正当利益的获得。应当认识到这些社会群体还处于非组织状态，缺乏制度性的参政管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保证他们基本的社会公正和正义经常成为问题。总理温家宝曾经就解决中国的收入不公平问题提出要建立“穷人经济学”。这个说法很形象。在缺失为穷人说话的经济学家的情况下，穷人很难在经济政策话语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同样，要保证政治上的基本公平，中国也有必要建立“穷人政治学”，让穷人的声音反映在国家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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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权力挑战中国和谐社会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好像一头脱缰的野马。一方面是房地产、农产品价格和股票市场的激荡变化，另一方面是政府似乎没有有效的举措来应付这些变化。这里释放出来的既有积极的信息，也有负面的信息。从积极面看，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已经从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不再能够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干预国家的经济活动。从负面看，中国的市场力量不受一切约束，政府还没有发展出有效的方式来规范市场经济。
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正义和政治稳定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种权力处于一个均衡状态，即经济或者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这三种权力内部各自存在着巨大的变迁动力，都会随时打破现存的均衡状态。一旦均衡状态被打破，各种权力内部及其三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就要重新加以调整，从而达到新的均衡状态。
资本时代，资本就是一切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权力一直主导着中国，政治和社会权力处于从属地位。因为要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贫穷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说从改革开放初到上世纪 80年代末，中国还在努力探索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希望在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从而是社会权力）之间达到均衡，那么在八九事件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解体之后，中国则正式进入一个“资本的时代”，就是说资本的绝对主导地位得到完全的确立。
在“资本的时代”，资本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资本。政治权力的最高目标是推动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是政府本身兼任资本的角色，就是学界所说的公司类型政府的确立，在这里，政府本身就是企业，就是资本的主体。其二，政府为资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最明显的就表现在“亲商”政府的确立。几乎是全国各地，引进外资成为各级政府官员的首要任务。其三，是否为资本提供有效服务成为衡量政府官员的最重要的政治指标，主要表现在GDP主义的形成，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因为政治权力的全力支持，资本如虎添翼，所向披靡。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短短的十多年里，中国从一个资本奇缺的经济体急剧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经济体。外资的大量倾入和本土资本的扩张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动力。到今天，中国资本开始走出去，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也对发达国家构成竞争态势。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而且它在这么短时间里产生如此巨大的外在影响力，也为历史所少见。
社会权力成为牺牲品
那么社会权力呢？社会权力处于三种权力的最低端，成了当然的牺牲品。因为政治权力站在资本这一边，人民的土地经常被剥夺，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对资本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尽管这种吸引力有市场的因素（尤其在发展的早期），但这里更有政治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压低了地价和劳动力价格。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主导工业化，农民成为被剥夺者。在这个资本主导的时代，农民再一次被剥夺。当然这一次是“自愿”被剥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奔走于全国各地，为资本贡献着自己的一切，但他们连最基本的权益都毫无保障。在资本面前，他们是劳力；在城市居民面前，他们是二等公民。
当然，三种权力的失衡也破坏了任何一个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公共物品。环境就是其中之一。当资本和政治权力走在一起时，环境也显得软弱无力。尽管中国的环保问题已经异常严峻，但除了一些官员和社会群体微弱的呼唤，没有出现有效的力量来制衡资本的力量。不过，当资本过于霸道的时候，政治权力本身也必然成为牺牲品。
在和资本的有机关系中，获得利益的与其说是总体政治，倒不如说是个体官员。个体官员显然是赢家，他们在和资本的密切合作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国家的总体政治则不然。一个政权光有资本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得到社会的支持。政治和资本的密切关系甚至一体化已经导致了无尽的腐败。一些学者已看到，中国的精英们（包括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等）一次又一次通过各种方法，结成各种不同形式的联盟来剥夺无权状态的社会大多数，实现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这就是发展越快，收入差异越大的根本原因。这些精英集团操控着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能够轻易实现财富的转移。
必须规范资本行为
更严重的是，在资本权力毫无节制的情况下，政治和社会权力已经失去驾驭和管制资本的能力。一方面是资本渗透政治权力，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操纵政府政策的决定和实施；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官员和资本关系紧密，很难下大决心来节制资本。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资本主导下的寡头经济甚至寡头政治。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一直没有大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每当中央政府出台宏观调控举措，就必然遭到资本权力的抵制甚至挑战。资本霸道的情况甚至也并不符合资本的长远利益。无论是国际资本还是本土资本，试图依赖于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以及通过政治权力而得到的垄断地位来维持高额利润，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本身就不会有很大的动力来创新，通过创新提高竞争能力。这一点已经很清楚。近年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纠纷剧增，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往往依靠数量而非质量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社会的失衡。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意味着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党内民主就是要节制政治权力。社会民主在提高社会权力的同时构成对政治权力的制约。但是，如何节制资本的权力呢？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一个大思路。这方面中国可从俄罗斯学到一些经验。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形成了经济和政治寡头。到普京时代，通过大力整治经济寡头，不仅巩固了政府的政治权力，而且更使得俄罗斯走上了健康的经济发展道路。普京之所以能够整治寡头，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民主）的结合是关键。
但同样重要的是要对节制资本有个科学的理解。节制资本并非不要资本，消灭资本，这个沉痛的教训中国本身已经经历过。节制资本是要规范资本的行为。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就是说，法律制度和其他政府法规必须有能力来规范资本的行为。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一个原始的阶段，资本还是毫无节制。从资本时代转型到三种权力的均衡状态，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发展要持续，社会要和谐，这条路不得不走。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1月1日



中国中产阶级的厄运和社会的不稳定化
最近中国社会出现的两大热点问题，一是财富的集中，二是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关于财富集中，从来就没有一个较为科学的、大家都能认同的数据，不同的来源有不同的估计。但这并不是说大家没有共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中国的极少数人掌握着绝大部分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经接近甚至超越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财富分配来说中国会变成美国。因为美国具有庞大的中产阶级，财富的集中并不会太大妨碍社会的稳定。中国的财富集中的社会政治后果更像拉丁美洲国家，而不像美国。实际上，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的“拉美化”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
如果说社会阶层的顶端是极少数人的财富集中，那么在社会的底层则是无政府状态。笔者已经多次论述过这个问题。与社会顶端毫无节制的奢侈性消费相比，社会基层仍然处于贫穷状态，消费严重不足；穷人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并且和钱、权处于公然的对立状态；因此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呈现越来越严峻之势。
把社会顶端的财富高度集中和社会底层的无政府状态放置在一起考量的话，那么中国社会的高度不稳定就会凸现出来。无论从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还是从世界史来看，就财富分布而言，中国目前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很容易产生革命的形态。当然，这不是欧美历史上所经历的中产阶级革命，而是穷人对富人的恶性革命。
中国缺失庞大的中产阶级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中产阶级的缺失。从社会结构上来说，美国和西方社会的稳定源自中产阶级的崛起。欧美民主国家实行政党轮流执政，但在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方面，中产阶级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须赢得中产阶级多数的支持。正因为这样，虽然政党轮流执政，但各政党的政策则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就是说，从政党的政策来说，多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出一党制的特色。同样，在亚洲的一些一党独大的国家，如日本和新加坡，庞大的中产阶级也是执政党能够长期执政的社会结构基础。中产阶级的庞大表明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在这些国家，尽管也存在着收入差异，并且差异也不小，但执政党能够保证绝对贫困化人口群体的最小化，甚至绝迹。
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民主国家，如亚洲的泰国、菲律宾、伊朗等，因为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社会高度分化，民主往往成为社会暴力和政治恶斗的根源。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政府的瘫痪和解体，最终往往要诉诸军人政治或者其他方式的暴力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在这些国家，民主的运作往往表现为富人选举出来的领导人穷人不接受，穷人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富人不接受。
中国如果不能改变目前的这种财富分布状况，一旦民主化来临，也很难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并且可以确切地说，情况会比所有这些国家还要糟糕。或许会有人说，这种情况表明中国不会民主化。但政治的激进化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民主化，也往往不是人们计划的结果，很多突发和偶然的因素都可以促成民主化的发生。人们所能努力的就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政治变革和民主化和平地展开的社会结构环境。
初次分配存在严重问题
中产阶级不发达或者发展不起来，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培育中产阶级曾经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目标。很多概念，如“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和“三个代表”等就是为了从政治和政策上论证中产阶级的合法、合理性的。中产阶级的发展状况也是当时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年过去了，中产阶级不仅没有壮大，其生存环境反而越来越糟糕了呢？原因在于初次分配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初次分配强调效率，二次分配强调公平是政府所坚持的原则。但是实际的情形是，如果初次分配不能达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那么二次分配再怎么进行也很难促成社会公平。
那么中国的初次分配出现了什么样的结构性问题呢？在众多的因素中，有两个互为关联的因素显得特别重要，即国有企业的垄断和中小企业的不发达。如果比较一下亚洲几个非常成功的经济体即日本和“四小龙”，就可以看到中国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较之早期西方经济发展，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可以说都是学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经济体中，非国有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中，私营企业占有超过四分之三的资本，也就是说，政府企业只占四分之一的资本。中小企业的壮大也为日本和“四小龙”造就了比较公平的社会财富的分配。但现在的中国则不一样，研究表明，中国的国有企业占有四分之三的资本，但其产出只占全部企业产出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中国大量的资本流向了国有企业，但尽管国有企业占有着如此之高的资本比例，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其效率却非常低下。
不能简单地认为国有企业必然有问题。国有企业也有很成功的例子，如新加坡的国有企业。但中国的国有企业则问题丛生。国有企业发展依靠的是政府的保护和垄断，创新不是国有企业的主题词。在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机制把民间财富转移到国有部门，进而，国有企业犹如独立王国，可以自行决定员工的工资水平，而不用向国家上交其所拥有的巨额利润。这又大大加深了社会的收入分配差异。中国的基尼系数从八十年代的0.25上升到九十年代的0.38，又上升到现在的大约0.5，为亚洲最高。而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期，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4和0.29左右。
更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的这种优越地位非常有效地制约着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国进民退，与民争利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一大特色。到今天，中国的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仍然面临着包括资本和政策在内的各种困局。在日本和“四小龙”，中产阶级的经济依托就是中小企业，中国没有强大的中小企业，中产阶级也自然没有制度性依托。同时，政府的很多政策因为其制定缺乏科学性，变成了“掠夺”中产阶级的有效手段，包括房地产、金融股票、教育等等。民间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即住房、看病和上学）一直有效地制约着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发育。在很多地方，包括城市，早就存在中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城市新贫民无疑增加了社会底层阶层的人数。
首要的是改变经济结构
贫富分化和中产阶级的弱小已经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构成了莫大的挑战和威胁。中国总理温家宝已经很多次公开强调，一个社会如果财富过分集中就会产生很多问题。这表明领导层已经对此有了明确的意识。中共十七大对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表述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显然，要改变这种局面并不容易，要从多个方面来应对问题。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改变经济结构，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改革国有部门的治理机制；同时要从法律、制度和政策层面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优越的环境。就是说，要从初次分配入手来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在二次分配上，必须大力推进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环保等方面。社会改革的目标是提供公共服务，这是社会底层所必需的，也是整个社会所应当享有的基本人权。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也不是要劫富济贫，但政府可以出台有效的政策鼓励富人从事慈善（如捐款给学校、医院等等）事业，同时限制奢侈性消费。
所有这些改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过去的改革成功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改革的渐进性，因为渐进，执政党赢得了足够的时间来调整其制度以消化和解决问题，适应新环境。但是现在，很多激进化因素正在产生。这些改革从短期来说就是要减少甚至消除激进化因素，保证改革的渐进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改革要为未来的政治变革创造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中国的政治变革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没有一个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改革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暴力丛生。只有一个好的经济结构才能保证和谐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用与时间赛跑来形容今天中国所要进行的改革事业。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9年7月15日



市场进入、豁免、退出和中国的改革困境
单相面的以GDP为衡量标准的经济发展既为中国带来了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也造成了无穷的社会负面效应。越来越大的收入差异、社会分化、公平和正义的缺失、社会抗议甚至暴力行为，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中互相关联的现象。中国社会对社会政策的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呼声已久，而社会政策的改革在多年来也是政府的主要议程。社会政策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这正是这些年一直在提倡的服务性政府的主要内容。再者，在任何社会，社会政策的改革都需要很大的财力，而这在中国似乎也不是大问题，因为经过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国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各级政府有丰富的财政收入。就是说，中国不缺钱。当很多国家（包括发达的美国）为社会政策的改革（如医疗改革）而为钱发愁时，中国的问题则是有钱但用不到社会政策上去。
政府为何缺少改革动力
很显然，对社会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新政策取向的确立、国家财富的丰足，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中国都具备了社会政策改革的动力。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改革阻力重重，停滞不前。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缺少动力，已经确立起来的社会政策改革议程在很大程度上还仅仅是纸面文章。
为什么社会改革那么困难？改革的动力在哪里？任何改革都必须有改革者。虽然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动力，但社会动力本身不是改革的主体。就是说，社会（或者其所造就的社会运动）能够对改革构成巨大的压力，但任何社会政策的改革都必须通过改革者。在中国，现实地说，政府就是改革者。但政府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由众多具有具体利益的个人构成的，也就是学界经常所说的政府代理人。要回答政府缺少改革动力的问题，考量政府的代理人或者改革的推行者的动力机制不失为一个切入点。如果这些人具备改革的动力，那么就会去推进改革；如果这些人缺少改革动力，那么他们就不会去推进改革；而当改革有悖于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阻碍改革的推进。
从改革者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来看，人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是如何缺失社会政策改革的动力的。和其他市场社会一样，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和市场分不开。发展和增长是市场的产物，发展和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自然也和市场有关。再者，社会政策改革的目标就是要纠正市场社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讨论政府官员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市场进入”、“市场豁免”和“市场退出”。
市场进入、豁免与退出
“市场进入”非常重要，大多数财富都在市场产生，进入市场会给个人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市场在理论上是一个平面，但其组织具有非常强的等级性。所有人都生活在市场社会里，但只有很少数是市场的组织者，而这些组织者往往操控着市场的运作。在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往往扮演了市场的组织者和操控者。因为拥有国家权力，权力就是“市场进入”的门票。政府组织市场可以有不同的形式。首先可以作为一个集团组织市场，例如庞大的国有企业（从中央到地方）。国有企业所获取的巨大利益是尽人皆知的，国有企业内部的高工资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收入差异的一个主要根源。政府官员个人可以通过“寻租”方式和商界发生关联，成为共同的市场组织者而获取或者分享利益。政府官员也可以通过“转业”到商界，成为商人后“借用”原来的政府关系而获取利益。不管怎么说，政府官员是中国社会中从市场改制获取利益最大的一个群体。在获得市场巨大利益的同时，政府官员也享受着市场“豁免权”。所谓的“豁免权”，就是说政府官员用不着承担市场的风险和其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效应。这大多是因为官员所处的是一个独立于市场的体制，有各种制度包括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来保护其免受市场的影响。资本家和商人须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但是他们可以依靠在市场所取得的财富再通过市场购买各种安全保障，就是说，他们有能力承担市场化体系所提供的服务。相比之下，在市场上打拼和求得生存的大多数社会成员必须承担市场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同时又没有能力来承担市场化了的服务。实际上，在先发达国家，社会政策的产生和发展就是用来保护社会的大多数的。实际上，保护社会的大多数也是“社会主义”的本来意义。
和豁免权相关但不同的另外一个关系就是“市场退出”。“市场退出”是说尽管身处一个市场体系，但可以“退出”这个市场体系，寻找其他更适合生存和发展的体系。这在教育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谁都知道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而很多人（主要是有钱有势者）可以通过“退出” 机制不接受这个体制弊端的影响。这表现在大量的官员和富人把其子女送到海外留学。“市场退出”当然还可以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例如，也可以有环境（医疗、住房）方面的“退出”机制，即在中国积累了财富之后移民到其他环保、医疗和住房条件更好的国家。从这个角度说，无论较之富人还是穷人，官员最具有优势，他们既可以获得市场的好处，又可以免受市场的影响。这就很容易回答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例如，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争先恐后地要当公务员？为什么那么多的富人积累了那么多的财富还不满足？为什么社会的大多数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正是因为有这些机制的存在，要成为改革主体的政府（人民和国家的）代理人很难有动力来思考和推进改革。改革必须有压力，尤其是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压力。一方面能够享受市场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又可以“豁免”市场带来的负面效果，或者“退出”这个市场，这样就不可能对官员构成任何压力。例如，需要真正在市场上买房子，才能体验和了解房地产市场，才能知道这个市场出了什么毛病，才会有改革房地产市场的思想、决心和能力。同样，也只有在没有“退出”机制的情况下，才能了解中国的教育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在任何社会，社会群体进入市场的权力是不一致的，一些人总比另外一些人拥有优越的条件，但是应该做到的是：市场面前人人平等。
这些年来，中国各级官员尽管一直在谈论社会政策的改革，但其实大都无动于衷，或者是作秀给人看。实际上，他们本身也不会有谈论社会政策改革的动力的。之所以谈论，是因为来自中央的压力。他们没有改革的行动更容易理解，因为不管怎样，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受各种机制保障的。
改变认识并改变机制
那么，如何才能产生改革的动力呢？一方面是要改变官员的认识。
要使他们认识到，改革并非一定要剥夺官员的利益的，追求利益可以有其他的方法，一种既利己也利人的方法会更有效，也更能持久。比如说，社会政策改革既是改革，又是发展，而这种发展是可以保障他们的长远利益的。如果有效的社会政策得到确立和实施，就能有效地保障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现存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顶点，就要寻找下一波经济增长的动力源，继续“杀鸡取卵”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再者，也必须看到，中国的社会稳定正在因为社会政策的缺失而失去坚实的基础，一旦出现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现存官员和富人的利益也很难得到保障。但是光强调改变认识并不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逐步控制这些现存的机制的效用，使得官员不能光“进入”市场，享受市场的利益，而又可以“豁免”和“退出”市场。这方面，前几年有个很好的提法，即“三个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过，“贴近”还不够有效，必须使党政官员成为实际、生活和群众的内在因子。只有这样，才能趋向于市场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党政官员才能感受得到市场社会的压力，才能懂得为什么要进行社会改革和如何进行社会改革，才能有真正的动力来实施改革。
从更高的一个层次来说，也只有这样，才能促成执政党的全面转型。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行执政党已经确立的“新三民主义”，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或者说，这样做是执政党长治久安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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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和中国社会的命运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布的两份报告非常耐人寻味。一份是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报告。研究者发现中产阶级的规模已经达到城市人口的23%。这个数字和很多国外研究机构的发现差不多，尽管也有人不相信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达到了这个规模，即所谓的“被中产”。但即使是这个规模，实际上也是非常小的，因为这个数字所反映的只是城市人口，不包括广大的农村。如果加上农村人口，中产的规模小得可怜。另一份报告是有关去年中国暴力犯罪的，说去年打破了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平稳状态，暴力犯罪出现大幅度的增长。暴力犯罪表现为很多形式，但其中大部分与经济因素有关。报告认为经济环境变差不仅导致犯罪案例的增多，而且使得犯罪分子的性情更为暴力。这份报告直接指向中国社会的不稳定性。实际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中国社会是否会出现大规模的不稳定。
社会稳定缺失最重要的结构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中产阶级规模增长的缓慢、暴力犯罪的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都是互相关联着的。
任何社会（包括西方民主社会）都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如暴力犯罪和社会抗议，但为什么人们对中国社会失去稳定的担心远远甚于对其他社会呢？要知道，不管怎样，中国政府在社会控制方面的决心、手段和能力要比其他国家高得多。但人们的担忧并非没有理由。说到底，中国的社会稳定缺失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因素，那就是中产阶级的规模太小。在任何政治体制，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缺了这个因素，无论其他因素多么健全，社会的稳定也没有保障。或者说，如果有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即使其他因素比较微弱，一个社会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不稳定状态。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历了经济高增长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但这些并不表明中国社会结构已经转型。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财富过于集中，掌握在很小一部分人手中，中产细小，而人口的大多数都属于中下层，很多人仍然处于贫穷的边缘。所以有人说，中国的社会形态实际上更类似于“地雷形”。这是个最不稳定的结构，最容易爆发多数人对少数人或者穷人对富人的社会运动甚至革命。这种情况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以往的发展模式过度强调了经济因素而忽视了社会因素。
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从比较的角度更可以看清这一点。人们可以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来透视近（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区别。和所有传统社会不同，近（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结构特征就是橄榄形社会。这个社会结构是近（现）代化的最主要的和最了不起的成就。这个转型和中产阶级的形成主要由两个因素促成，一是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二是社会主义。简单地说，资本主义造就了中产阶级，而社会主义保护了这个阶级。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追求发展和财富最有效的机制。在西方，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工业化直接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形成。很多历史学家包括摩尔（Barrington Moore，Jr.），在他们的著述中说明了这样一个逻辑：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是对西方发展经验的描述。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为社会带来了大量的财富，造就了一个中产阶级。但是，资本主义不能为中产阶级提供任何保护。很简单，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所有社会关系货币化，包括中产阶级。如何保护社会？保护社会是社会主义在欧洲起源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医疗制度、教育、劳动保护等社会主义手段，中产阶级就不可能生存下来。当然，如果没有中产阶级，政府的社会治理也就没有稳定的基础。在西方，尽管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但就政策来说，则是“一党”的。任何政党，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如果不能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利益，都难以执政。西方各国政党政府轮换频繁，但政策表现出惊人的连续性；同时政府的更换也没有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这背后都有中产阶级的功劳。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一直被视为属于东亚模式；但在保护社会方面，似乎离东亚模式很远。以比较成功的日本和“四小龙”为例，和西方比较，它们都属于后发展经济，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西方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而和中产阶级的关系方面，政府也和西方的不同，不仅要创造一个中产阶级，而且必须对这个阶级提供有效保护。在亚洲社会，政府都花费很大的精力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群体的收入公平，在欧美国家发生过的巨大收入差异并没有在亚洲国家发生。与此相应，在欧洲发生的大规模劳工运动在亚洲社会也没有发生。这也和政府的作用有关。在西方，中产阶级比较独立于政府，但在亚洲社会，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依赖性则很强。在很大程度上说，欧洲的社会主义是通过工人阶级运动自下而上地“逼”出来的，工人阶级通过“选票”或“街头运动”等机制把自己的利益表达于政治过程之中，从而促成了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当然，也正是社会主义的产生才保护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继续生存和发展。但在亚洲，政府一方面大力采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机制，另一方面又自觉地引入社会主义机制来保护自己培养起来的中产阶级。如果说在欧洲，社会政策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的产物，那么在亚洲，社会政策是政府自觉的产物。很多亚洲社会能够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走完西方社会花上百年的时间才走完的道路，这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分不开。
当代中国忽视对社会的保护
从西方和亚洲社会的发展经验来反观中国，很容易看出中国现存发展模式的弊端。一句话，就是过分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了对社会的保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不可避免，因为计划经济之下的贫穷社会主义既不可持续，也不符合人性。正是市场机制的引入，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问题在于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就是人们所说的GDP 主义。GDP主义已经导致了致命性的结果。
第一是GDP主义进入很多社会领域，错误地把社会政策领域“经济政策化”。这个错误显然表现在教育和住房政策上。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为了保GDP的增长，教育被当做经济政策来使用，很快就造成了教育的产业化和扩招。在任何社会，教育都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大量投入的社会领域，但在中国，无论政府还是商业界，都把教育看成是谋取财富的领域。中国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无疑和教育政策的 “经济化”有关。对社会结构来说，则是人们所说的“孩奴”的开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有关方面又把应当属于社会政策的房地产视为保 GDP的政策举措，结果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第二，GDP主义盛行，社会政策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这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劳动保护、教育公平、农民工权利等方面。很难说，有关方面没有努力去促成社会政策的形成，但在GDP主义指导下，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没有社会政策，已经形成的中产阶级就没有保护机制，而更多属于中下层的人民更难上升变成中产。换句话说，GDP主义是以破坏社会来保障经济增长的。
一些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处于中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期。如果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或许是这样，但实际的情况则不然。相反，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正在受到各个方面的挤压，更谈不上快速发展了。在“孩奴”和 “房奴”遍地的情况下，中产阶级何以能够生存下来？（应当指出的是，国有企业的大幅度扩张也是中产阶级发展的障碍，因为国企更多的是进行财富转移而非财富创造。）
这样就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一种荒唐的局面：第一，以GDP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破坏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而中产阶级的缺失转而又变成了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瓶颈。消费社会和中产阶级几乎是同一件事情。没有中产阶级，哪来消费社会？没有消费社会，哪来可持续经济增长？第二，社会基础不稳定，中产阶级的缺失意味着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这就造成了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仇恨、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互相仇恨。在缺少基本社会正义的情况下，暴力行为很容易发生。第三，执政的社会基础变得狭窄。中产阶级是政治稳定的基础，缺失中产阶级意味着缺失执政基础。
中国社会的命运维系于中产阶级。从这个角度来说，很显然，中国政策的最高议程应当是确立社会政策，创造和保护中产阶级。无论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社会稳定，或者执政党的长期执政，都取决于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3月2日



中国改革政策的困局
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一直是中国三个互相关联的政策领域。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再改革和再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但近年来中国总体局势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表明，这三者之间似乎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即改革停滞不前，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社会的不稳定反过来又制约着改革和发展。
就改革而言，方方面面似乎已经遇到了瓶颈或者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无论是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方向很明确，那就是市场经济。当时的改革力度也不小，尤其在九十年代，政府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成效显著。国有企业得以重组成为大型的企业集团，意在加强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而以民营化为主题的 “放小”政策则大大强化了中国非国有部门的力量。此外，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接轨。内部的改革和外部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莫大的动力。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的两位数的增长就是前面所进行的改革开放的“红利”。
垄断型国企成为改革阻力
不过，近年来，经济改革方面已经举步维艰。九十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公司化、公司治理和规制等方面的改革得不到深化。国企越做越大，越来越多企业从规模讲已经排到世界前列。但无论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从技术创新来说，中国的国企都无法和先进国家的相比，原来所设想的通过重组国企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显然没有达到。相反，随着扩张，国企越来越没有边界，日益挤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空间。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央企和地方国企大肆挺进房地产等领域，国企很快改变着原来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保持相对平衡的格局，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实际上，国企是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很大程度上，国有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的财富转移机制，把财富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大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如果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就能获利，国有企业就没有动力从提高生产力和技术方面求进步了。也很显然，垄断型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阻力。
相比之下，非国有部门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尽管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宪法和法律上，非国有部门已经合法化，但这个部门仍然遇到无穷的实际政策的歧视，意识形态和法律上的平等性只是一纸空文而已。缺少资本的民间企业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支持，而已经聚集了相当金融实力的民间资本则缺少投资的空间。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国家对民间融资要么不容许，要么加以过多的控制。如果容许民间融资，中国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是可持续的，因为资本过剩部门会流向资本短缺部门。在民间融资得不到发展而国家银行又不给有效支持的情况下，需要资金的非国有部门无从发展；而资本过剩的部门没有投资空间，因而到处盲流，大势炒作一切可以炒作的物品，包括房地产。社会改革方面的情况更不容乐观。本世纪初，随着社会问题的凸显，政府开始把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提高到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都是政府要改革的。社会改革方面的政策话语早已经在台面上，包括“全面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那么，事实上怎样呢？不能说政府不作为，在所有这些方面，政府已经尽力；但是从社会的满意度来说，到目前为止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既得利益要么阻碍改革，要么改变改革的方向，要么挟改革以图私利。因此，改革所取得的成效远远弥补不了经济发展对这些社会领域的破坏程度。
“权力资本”驱动经济发展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那么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为什么反而是在加速呢？无论是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相反，中国似乎从危机中找到了发展的动力。的确，为了应付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非常有效的政策举措。但应当说明的是，这些政策举措并不是改革。或者说，近年来，中国的高度经济发展并非通过实质性的经济改革而达成。概括地说，高速的经济发展是GDP主义指导下，以国家经济和金融部门来发动的“开放式的经济动员”取得的。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利益驱动的发展，依靠的是官员和企业家的逐利本能（basicinstinct）。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发展策略，使得权力与资本结成实际联盟，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资本”。不分领域，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哪里能够赢利且没有强大的抵抗，权力资本就流向哪里。
除了促成经济的飞速增长，权力资本还直接主导了“社会改革”，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像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国家不仅对投资都具有非常严格的控制和限制，而且这些领域也是国家投入最多的领域。很可惜，在中国，这些领域都在不同时期成为国家代理人和投资者分享利益的暴富领域。
首先，这些领域“改革”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家应付危机的 “强制市场化”。一旦经济出现困难或者遇到危机，中国都是以牺牲这些社会领域来保GDP增长的。
其次，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保GDP，不仅不阻止资本在社会领域到处乱闯（资本无限制地进入社会领域），而且自身也加入这个行列并经常成为主角。如在住房领域，地方政府只有扩张房地产市场的动力，而对于改革的另一面，保障性住房制度，明显缺乏兴趣。
最后，正如垄断央企在国企改革中坚如磐石的垄断地位，国家工作人员的福利体系也俨然成为“市场化”的社会领域改革的禁脔。最有权势的阶层不需要承受市场化之痛，反对市场化的声音当然也就有限。当前的中国，在经济领域市场化不足的同时，社会领域已经过度市场化。虽然价格“双轨制”已然消失，但以行政垄断和福利特权为标志的另类“双轨制”，在社会、经济两个领域仍然并行无碍。
经济发展以社会断裂为代价
正是在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的主导下，中国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的解体也在加速。高速的经济发展是以社会的解体为代价的。社会解体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显著的表现是近年来高涨的社会暴力，尤其是个体化的社会暴力。暴力发生在社会和政府之间、社会和资本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这些角色之间的暴力已经充塞媒体。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分散化的地方资本或者政府的暴力已经导致了社会个体化的暴力。中央政府政令和地方政府各个方面行为的冲突与脱节现象越来越严重。在中央三令五申地强调和谐社会的同时，地方政府制造着无穷的矛盾和冲突。当地方政府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要么导致地方权力的极权，要么就导致资本的极权。同时，以稳定为名义的社会控制，导致社会集体行为在很多场合变得不可能，社会个体就诉诸个体暴力来对抗地方权力或者资本。
第二，更为严重的是，在暴力背后隐藏着社会对政府和资本的极度的不信任。政府部门生活在权力的城堡里面免受市场力量的冲击，资本有赖于自身财富或者“权力资本”，可以从容应付市场，而普通老百姓面对无情的市场力量则无可逃遁。这种分配格局有悖于基本的公平正义原则。社会和政府、资本之间的不信任度加剧，社会的暴力程度也随之加剧。当社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的时候，政府治理失效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无论政府做什么，都不能赢得社会的认同。当然，社会的不信任也是政府的政策失效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当社会暴力足以威胁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时候，中国的中产阶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家）已经开始逃离本土，用各种方式移民到被认知为比较安全的社会。更令人担忧的是，当政府不能减少或者消解产生暴力的深层次问题时，只能强化暴力工具来强行控制暴力。这就很容易走上以暴制暴的道路。
很显然，发展并非一定要通过改革，但只有通过改革而获得的发展，才是积极的发展，才是既有利于社会稳定，且在经济上也是可持续的发展。西方的发展经验也是这样。早期马克思和狄更斯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发展也是非常高速的，但其对社会的破坏导致了长久不息的工人阶级运动。只有后来通过政治和社会改革，西方才实现了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发展。从原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到后来的福利或者人性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和市场本身逻辑发展的结果，而是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结果。改革的结果就是社会得以保护，市场得以进一步深化，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实现双赢。很显然，如果不能脱离这种恶性循环，中国各方面的局势就会变得越来越严峻。好几年前，政府已经提出了“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没有人会怀疑进一步改革的重要性。中国目前的局势就是因为不改革或者改革不足造成的。没有改革，既得利益集团就会继续凭借其本能以破坏社会的方式来求得经济的增长；没有改革，社会也会继续感到无力和无助，继续其各种具有破坏性的抗争或者暴力。这种局势表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改革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不改革，没有任何出路。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8月3日



第四部分 冲突、抗议和改革动力



为什么要以“麻烦制造”来争取利益
大庆油田工潮的解决方式说明了什么？工潮是在政府的干预下解决的。主要方式不外乎双管齐下，即一手硬，一手软。在“硬”的方面，政府不惜一切手段拘禁了所谓的工潮领袖，不管是实际上的还是自称的。在“软”的方面，政府根据自己的条件“满足”工人所提的条件，这里主要是提高工人下岗或者失业工人的福利待遇。工潮的结果是，一些人遭到镇压，而另一些人则得到了好处（尽管不是那么理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结局，不同的结局来自于工人和政府之间不同的互动模式。
可以从很多方面来总结这次工潮，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年来中国盛行的被一些人称之为“麻烦制造”的政治。这种“麻烦制造”政治理论就是，要想从政府那里得到利益，就要敢于制造“麻烦”，没有“麻烦”，政府不会自动地把好处给你；但另一方面，制造“麻烦”要有分寸，要有边际，超出了这个边际，就不但得不到好处，反而会走上政府的对立面。
要争取利益，就要制造麻烦，但又不能制造太多的麻烦，这几乎表现在中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先说社会运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们知道如果要得到毛泽东的接见，要得到领导高层的重视，就要把事情闹大。闹大了才会产生影响，才会让上面感觉到重要性。但一些派别把事情闹得太大了，招来了解放军的干预。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后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不少事件的发展轨迹都印证了这一点。
逐渐地，人们学得聪明了。要争取利益，闹还是要闹，但要闹得有章法。有人把成功的闹事概括成几点。第一，不要有大规模的组织，规模加组织是政府最为害怕的。“法轮功”被取缔这是原因之一。第二，分散零星的个体抗争也是没有用的，就是说一定的规模是要的。没有规模就没有政治重要性，但同时并不是说规模越大越好。第三，不要明确针对政府的政策或者某个领导人，不要有抗争的议程，而是要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第四，不要走上和政府正式谈判的道路。一旦走上此路，到最后可能谁也下不了台。第五，政府一旦有所妥协，就必须马上接受政府所提供的哪怕是有限的好处和利益。向政府要价最后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是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但实际上，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政府部门之间。例如，“法轮功”一闹事，反邪教问题的重要性就显现了。因此政府就设置了一个正部级的反邪教办公室。要知道，国务院管理官方认可的宗教的宗教事务局充其量也只是副部级。因此，民间就有所谓的“正不压邪”。这是个特例。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部委把其所辖事务管理得好好的，那么就有可能被降格为副部甚至是局级。相反，如果一个副部级或者局级单位总是出事，总也不能把事情做好，那么就有可能升格为部级单位。这种情况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改革开放后的几次机构改革中多次发生。有麻烦就可以升格，和制造麻烦来争取利益，道理是一样的。
“麻烦制造”是中国政治的一种特有方式。有学者称，这是一种特定的政治参与方式。因为中国没有健全的民主机制，没有健全的制度性参与渠道，人民的利益很难反映在官方的政策中。在城市，官方工会尽管已经有变化，但很难说它能够反映工人的意见，而自治独立的工会又是不被容许的。在农村，农民没有组织农会的权利。尽管有很多人一直呼吁成立农会，但得不到官方的些许反应。政府尽管一直在强调要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但都是单边的声称。在没有自下而上的参与的情况下，政府能否代表多数人的利益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从现实发生的农民和工人的抗争活动来看，政府单边的政策至少可以说很难全面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况且，自上而下的政策很容易造成偏差，甚至腐败。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只好求之于集体抗议的形式了。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式。这种非制度性的参与方式对社会和政府来说代价都是极其高昂的。因为是非制度性的，抗议活动就没有任何预期性。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无法预料抗议活动的结局。政府现在的处理方式似乎给社会这样一个信息：“闹事可以，但不可以乱来”。如果是这样，就会产生仿效效应。一旦把“闹事”和“利益”结合起来，社会稳定就没有了基础。
政府一直在强调稳定，但能否从制度化方面入手呢？比如，容许成立农会。又比如，加紧工会的改革。如果工会和农会可以扮演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组织，那么，政府就可以比较超然地来处理问题。社会抗议活动的政治敏感性也就会降低，社会的稳定也会有比较可靠的保障。
 
原刊于《信报》2002年4月9日



中国社会稳定吗
最近在重庆、四川、河南等地发生的群体事件再次把外界的注意力导向了中国是否会发生一场社会革命的问题。重庆事件很典型，一个自称政府官员的人在街上殴打了一名搬运工人。该事件马上就引发了数万名群众在当地政府大楼前集结抗议。一些示威者冲击了政府办公楼，烧毁了公务车，并同防暴警察发生了冲突。诸如此类的事件传达出了什么样的重要信息？大家马上就想到了中国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的问题。
实际上，最近几年，这样的群体事件已经屡见不鲜。尽管类似的冲突在世界各国都有发生，但中国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则反映出社会的分化程度和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深刻矛盾。重庆事件本来和官员没有任何关系，但一当老百姓听说有官员涉及，就蜂拥而至，酿成了一场自发的集体运动。
中国政府从八九事件和“法轮功”事件中学到了很多的教训，在如何控制社会群体事件或者社会运动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有能力对一些突发事件进行危机管理。在避免全国性的群体事件方面，最明显的就是确立了一种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制度。一旦有危机发生，最高领导层就会马上介入其中。而在平常时刻，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负责地方的社会稳定，就地控制和解决社会危机，这样就可以避免危机扩大成为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事件。
但是，危机管理能力的提高并不表明政府能够消除产生大规模社会危机的根源。管理危机和消除危机根源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政府管理危机的能力的确提高了，但这些年来，规模不等的社会群体事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简单地说，可以把当今中国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归纳为两个类别。
一类就是像八九事件和1999年的“法轮功”事件，也包括重庆这次所发生的事件。这类事件要求参与者到场现身。如果管理或者处理不好，能够马上酿成暴力事件，对社会稳定立刻产生负面效应。这类事件并不少，城市下岗工人罢工和农民集体上访抗议等都属于这类群体性事件。另一类群体事件发生在互联网上，并不要求参与者现身，更多的是表现为“言语”参与。这类事件最近几年也越来越多，每当一个事情发生，人们就迅速聚集起来，把互联网当作平台，从而形成一个重大社会事件。这类事件包括孙志刚事件、“非典”事件和宝马事件等等。这类事件也不可小看，因为它同样可以起到社会动员的作用。而且，因为互联网上往往是事实和谣言并传，且速度也要比前一类快得多，因此对社会的冲击会更大。
尽管这样那样的事件迄今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对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负面影响不可小看。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贝辛格（Mark R.Beissinger）两年前出版了一本分析前苏联如何解体的书，书名叫《民族主义动员和苏联的解体》（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很多人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的高层权力斗争，但贝辛格则发现，导致苏联解体的最初原因就是接连不断的群体性事件。他收集了前苏联从1987年到1991年间所发生的所有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并分析这些事件如何导致了苏联的最终解体。
在1987年，前苏联各地发生的事件也表现为个别性，并且各地政府都能使用各种方法加以控制。当时苏联的解体还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在以后的几年中，这种事件层出不穷，传播到苏联的各个共和国，形成巨大的民族主义运动冲击波。一旦苏联高层出现权力斗争，这个冲击波很快就令苏联解体。
这个解释并不复杂，无非是想说明中国人经常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虽然贝辛格讨论的是苏联的民族矛盾，但对我们认识中国所面临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忽视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不管它们的规模如何，也不管它们得到了怎样有效的控制。如果一味让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那么对现政权的负面效果不堪设想。一系列的群体事件可以动摇人民对政权的信心，很快消耗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并且，一旦当群体事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市场”，那个时候自发的社会运动就开始具有组织性，具有政治抱负的“领袖”会应运而生。如果演变到这个阶段，社会革命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了。
由此看来，中国领导层不仅仅要提高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源头上来控制社会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领导层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近来，领导层强调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其中心就是如何管理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这个方向应当说是顺应社会经济变迁的需要的，也很明确。
但问题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事件表明，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政治大变革的时候了。任何局部性的变革不足以消除积累已久的深刻社会矛盾。任何改革如果着眼点仍然是危机管理，那么只会在推迟矛盾总爆发的时间的同时产生和积累新的矛盾。要消除日益扩展的社会矛盾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所能胜任的。
 
原刊于《信报》2004年11月9日



如何认识目前中国的社会抗议运动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逐渐进入社会抗议运动时期。不同类型的社会抗议运动近年来在农村、城市或者城乡的交接地带以不同形式爆发出来。社会抗议运动的频繁性令人担忧，再次引出了“稳定是大局”的呼声。
如何解读新一波的社会抗议运动？一些观察家往往对社会抗议运动作出过度政治化的解读，把这样那样的抗议运动和中国政府所实施的政策、非民主化的状况、党政官员的腐败等联系起来。不同的政治因素可以导致社会抗议运动，但如果光把社会抗议运动归咎于政治因素，就会找不到好的解决方式。过分政治化的解读很容易导致简单化。导致中国社会抗议运动的因素很复杂，但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角度来看，社会抗议运动和中国目前所加速进行的“四化”有紧密的关联，即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和信息化。
首先就是工业化。从建国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两波具有不同性质的工业化。第一波工业化发生在毛泽东时代，是国家主导下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工业化。这一波工业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工人阶级对国家政权的高度依附性。工人的所有一切来自国家，国家使用诸如单位制度等方式对工人加以管治。社会抗议运动自然不容易发生。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二波工业化则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改革把工人推向市场和社会，同时也导致了单位制度的基本解体。另一方面，改革也大大推进着非国有部门特别是私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新因素的产生正在造就一个较为独立的工人阶级。工人对国家政权的依附性减少甚至消失，自然国家对工人的控制也减弱，变得越来越困难。
与工业化直接关联的就是城市化。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化的加速。而城市扩张在解决很多问题的同时，也能够产生很多新问题。一个简单的现象就是农村人口大量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参与工业化的过程，城市扩张成为一个大趋势。无论是工业化本身还是城市的扩张，都需要大量的土地。在目前的中国，土地问题无疑是社会抗议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会因为社会抗议运动而停顿下来。如果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必然的，那么社会抗议运动也就不可避免。
第三是全球化。全球化也是个必然的趋势，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避，刻意逃避的最终结果只会是被淘汰。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当很多国家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全球化运动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发生。但是全球化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全球化无疑使得整个国家获益，但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的分配则是极其不公平的。在中国，这种情况非常严重。中国的特殊性在于社会没有能够参与全球化的决策，但全球化的负面结果则是要社会来承担的。政府的决策过程高度自主，社会没有有效的管道参与其中，不过政府并不是消化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主体。现在看来，这个主体是工人和农民。如果政府不能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分享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那么出现社会抗议运动也是必然的。
第四就是信息化。中国社会信息化的速度超出人们的想象。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等通讯技术已经达至社会的各个角落。信息化必然造就社会的开放性。没有人会怀疑，中国社会已经是当今世界最为开放的少数几个社会之一。没有任何因素可以约束社会的开放性。开放社会也在大大提高社会的自主性发展。基于信息化之上的自主社会很容易导致社会抗议运动。信息技术为自主社会提供了组织社会抗议运动的技术。人历来是社会抗议运动的组织者，但人的角色已经逐渐被互联网和移动电话所取代。从人到技术的转移使得社会抗议运动的成本和政治风险大大减低，社会抗议运动爆发的机会大大增加。
很显然，上面所讨论的“四化”因素并非所有都具有政治性。如果对这些客观因素认识不清，就很难理解中国目前的社会抗议运动。不过，另一方面，也不容否认各种政治因素对社会抗议运动所起到的作用。不管怎样，社会抗议运动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关键在于政治必须及时地转型，与时俱进，适应所有这些方面的发展。无论是具有近代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是具有当代性的全球化和信息化，都要求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和全新的管治模式。如何消化社会抗议运动，如何把社会抗议运动转化成为政治进步的动力，这就取决于政治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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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改革应当扶植社会力量
社会改革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主轴。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社会改革走到了前沿有几个主要的原因。首先当是为了深化经济改革。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架已经形成。在实际生活层面，社会和经济的各种因素是一个系统整体，很难分开来。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是合二为一的。经过公司化和民营化等经济改革，企业纷纷把原来的社会功能抛给社会。可是，中国的社会力量还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其本身不足以承担这些功能。如果没有社会改革，企业不能真正把其原来的社会责任转移给社会，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为了消化由经济改革所产生的各种负面因素，如收入分配。中国目前的困局是经济发展越快，收入分配差异就越大。导致收入差异持续扩大的根源有很多，其中社会力量的弱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经济力量经常和政治权力走在一起，而社会的大多数处于无权状态。在世界经济社会史上，一个社会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可以造就一大批资产者的产生，更往往导致中产阶级的崛起，弱势群体变成少数。这就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构造了一个良好的外在环境，也为政治稳定造就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但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高速经济发展已经造就了一大批足以和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匹敌的富翁，但中产阶级发展不起来，社会的大多数则处于弱势群体状态。（再强调一下，在大多数社会，处于社会末端的弱势群体是社会的少数，但在中国则是大多数。）正因为如此，社会改革尤其显得重要。如果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社会的大多数的生存状态随时都会恶化，从而有可能把他们推向中国传统上经常出现的恶性革命。实际上，巨大的收入分配差异和日益恶化的生活环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源。
社会改革的核心任务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共把政府转型作为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的核心，即政府要从以往的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转型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道理很简单，企业把其社会功能抛给社会，而社会本身没有能力担负这些功能，那么政府必然成为承担这些社会功能的唯一主体。社会改革刚刚开始不久，但人们应当对社会改革的方向有清醒的考量。笔者认为，政府转型是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政府也必须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但从长远看，社会改革还有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向社会赋权，也就是逐渐培植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所需要的公共服务也相应变得复杂。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尽管政府一直会是一个重要角色，但不会是、也不应当是唯一的角色。很多服务还是要由社会本身来提供。只有社会参与了社会服务的提供，社会力量才可分享政府的责任，减少政府的负担，这既可以提高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更可使得公共服务的提供具有可持续性。
更为重要的是，向社会赋权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其中一个重要课题。无论是在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领域，中国政策话语的核心历来就是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权，或者政府内部的分权（无论是垂直地向“条条”分权，还是水平地向“块块”分权），向社会分权偶有涉及，但在政策领域，社会从来就没有实质性的话语权。但问题是，如果不向社会分权，无论是经济权力还是政治权力，就不会得到有效的制衡。没有社会力量的制衡，经济权力会腐败，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也会腐败。政府内部的各种分权更多的是权力和利益在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很难达成真正有效的权力制衡。实际上，最近几年里，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腐败案件发生在公共服务领域。
社会和谐要求力量间的均衡
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造就了社会力量崛起的客观环境，但因为不存在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社会力量的发展非常不均衡、不对称。以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为例。经济商业组织发展最快，对国家政策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甚至政府，都有工商阶层的代表。工商阶层本来就是社会的强势阶层，一旦他们组织起来，政治能量变得更大。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非政府组织在近年来也得到相当的发展。政府容许甚至鼓励这些组织发展是因为它们可以扮演“帮助之手”，减轻政府负担。这明显表现在扶贫、教育和艾滋病的各种自愿团体发展方面。但在政治领域，非政府组织还处于一个早期试验阶段。工会尽管已经存在了数十年，但在如何自主地保护和增进工人权益方面，工会仍需要转型。农民基本上还处于无组织状态，各种组织有待于建立。而在宗教、种族和人权等方面，尽管有关方面现在也并不回避所存在的问题，但就如何培植社会力量，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不是很清楚。
不管怎样，社会力量的发展应当成为社会改革的核心议程。社会改革的总体目标是社会和谐，但只有在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达到一个相对均衡状态的时候，社会和谐才有可能。进而，社会的和谐要求这些力量之间的有效合作，而非对抗。因此，发展社会力量就是要建立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伙伴关系，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企业和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如果只有经济和政治力量两者之间的伙伴关系而没有社会力量的发展，那么社会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只有在社会力量得到长足发展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可持续的和谐社会不是建立在强制力控制之下，而是基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之间的自愿合作之上。确立一个有助于这种自愿合作发生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应当是政府主导的社会改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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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社会冲突要有清醒的认识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进入社会冲突时期。近年来，不同类型的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以不同形式爆发出来。社会抗议运动的频繁性的确令人担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要建设和谐社会。当然，和谐社会并不是说就没有任何社会冲突了，也并不是说任何形式的社会冲突就会影响和阻碍和谐社会的建设。但如果冲突频繁发生，政府又没有有效的办法来管理和控制冲突，那么和谐社会的建设肯定会成问题。
要减少和管理社会冲突，首先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当代的社会冲突。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具有深刻政治和政策含义的学术任务。海内外的一些观察家往往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冲突作出过度政治化的解释。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经常把各种类型的社会冲突和中国政府所实施的政策、非民主化的状况、党政官员的腐败等政治因素联系起来。而政府方面也经常过于敏感，视社会冲突为洪水猛兽，不时把社会冲突和抗争、造反甚至暴动联系起来。这种情况在地方层面非常普遍，一旦冲突被定性，地方官员经常诉诸镇压的手段。但事情往往是，一方的暴力经常导致另一方的暴力，以暴制暴的局面经常发生。尽管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社会冲突和抗议还局限于地方层面，但如果不能走出这个恶性循环，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将不可避免。
要解决社会冲突，就要对社会冲突有个比较客观的认识。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就可以希望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不然，矛盾反而会激化。
加速“四化”导致冲突
笔者在前文中讨论了导致中国社会冲突的一些客观因素，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中国目前所加速进行的“四化”，即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和信息化。这些宏观层面的变化都为社会冲突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但同时也表明，并非所有的社会冲突都具有政治性。如果对这些客观因素认识不清，就很难理解中国目前的社会冲突或者社会抗议运动的性质。
因为产生社会冲突的原因复杂，它们的性质和表达方式也不同，要对各种社会冲突作分类并非容易。总体上看，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加以分类。第一个维度就是社会冲突的根源和目标，即为了什么而发生冲突，冲突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从这个维度来分，可以有为了物质经济利益和为了非物质利益（如政治和信仰）两大类。第二个维度就是冲突发生的主体，就是发生在谁和谁之间。从这个维度来看，可以有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社会群体与政府之间也就是官民之间的冲突两大类。这样就有四大类社会冲突。
中国社会冲突的四大类
第一大类是非常一般性的社会冲突，发生在社会成员之间，或者社会群体之间。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冲突。一个村内部的一个家庭和另一个家庭之间经常为了一些事情发生冲突。两个家属之间也会发生冲突。这里的利益概念是个笼统的概念，包括非常多的东西，有物质上的，也有非物质上的。这种冲突在传统中国经常由地方绅士阶层来调解和解决，现在则由村委会、党组织来调解。无论是传统绅士还是现在的村委会和党组织，在冲突解决过程中扮演的是裁判的角色。如果裁判过程不公正，那么社会冲突有可能上升为社会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冲突。
第二大类冲突是社会成员和地方官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如非法收费、土地纠纷、公共利益分配等等。这类冲突在当今中国社会很普遍。在这类冲突中，社会成员一般会先寻求经济解决方式。如果其经济利益得到了满足，冲突就可以得到解决。如果诉诸经济方式无效，那么这类冲突就很可能转化成为诉诸政治方式，包括正常的法律途径和非正常的暴力等。从这里可以看到，之所以转化成为公开冲突甚至暴力，是冲突双方互动的结果。从一般冲突发展到暴力有一个过程。双方的妥协不能达成，或者是因为地方官员凭借其政权的力量，不想作出妥协；或者是因为这里涉及中央的政策（如计划生育、农业税等等），地方官员没有权限作出妥协。用政治方式来争取经济物质利益的社会冲突仍然属于物质利益冲突。但如果解决得不好，就可能会转化成为非物质利益冲突。
第三大类的冲突表现为非物质利益的政治冲突。在这类政治冲突中，有一类就是上面所说的由于物质利益冲突解决不了演变而成的。这里有几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是在争取物质利益的过程中，社会成员不断组织化。一旦组织化，组织本身就有了利益。为了组织的生存，就必须寻找冲突的对象，这是政治利益。第二个标志是“旁观者”的介入。任何社会冲突或者社会抗议都有旁观者，并且是多数。旁观者的介入或者是因为社会组织的动员，或者是出于自愿。第三个标志就是另一方（这里当然指官方）对该社会组织的定性。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环境中，一旦这样的组织被定性，往往被置于政府的“对立”面。
这一大类社会冲突中，还有一种是因为社会成员不同的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意识而造成的。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者政治反对派就属于这一类。在中国，争取这类政治利益的主体主要是少数知识分子、右派或者左派，或者持其他政治意识的人。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和上面所说的为了争取物质利益演变而来的社会冲突结合起来。如果这样，社会冲突就会演变成社会运动甚至政治运动。
第四大类是完全非物质利益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信仰和宗教上的冲突。这类冲突背后或许有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但其组织原则是信仰和宗教。从冲突的角色来看，这类冲突也有两小类。一类是宗教派别之间的冲突，它们经常是为了不同的信仰或者理念。另一类是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冲突。在中国，各正教教派之间的冲突并不明显，如基督教和佛教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现有的冲突主要发生在正教和邪教之间，以及邪教和邪教之间。邪教之间的冲突在中国上升得很快，尤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经常发生邪教之间互相打杀的事件。再者，无论是正教还是邪教，和政府之间的冲突都存在着。这一大类的冲突最难处理，任何社会都一样。其中，邪教之间的冲突以及邪教和政府之间的冲突，既对社会生活构成挑战，也对政治权威构成挑战。
通过政治转型消化社会冲突
因此，有必要对社会冲突有个客观的认识。很多社会冲突不可避免，也是常态社会的一个标志。无论政治怎样变化，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冲突。对这样的冲突，要坦然处之，加以管理。还有一些社会冲突，不管哪个社会、哪种政治制度，都必须加以控制，例如邪教。
更为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中国社会今天的很多社会冲突必须通过及时的政治转型而得到解决和控制。从世界范围来看，各个国家，无论何种政治体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经历过不同阶段的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所不同的是一些政治体系较之另外一些体系更能消化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如果政治体系具有高度的消化能力，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往往会变成政治进步的动力。但如果政治体系没有消化能力，那么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就很容易成为政治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中国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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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潮与中国的转型动力
近来中国罢工潮凸现，已经从珠江三角洲蔓延到长江三角洲和全国其他地方。尽管到目前为止罢工还主要集中在外资企业，但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延伸到其他各种企业。实际上，很多外资企业工资水平一般说来要比内资稍高一些。再者，罢工潮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并非只是人们所谈论的简单的劳资关系，而是中国诸多社会矛盾的体现。罢工潮的出现，从更深层次看，涉及政府、资方和工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各级政府和资方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劳资关系的冲突必然导致资方和政府、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取决于政府如何来处理劳资关系。如果政府偏向资方，必然加剧社会和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政府偏向劳方，政府和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也会发生冲突。从中国以往的经验看，政府往往倾向于资方。
这些年来，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已经越来越趋于紧张状态。社会对政府和党政官员（尤其是司法系统）的暴力复仇行为一直在增加。从 2008年的杨佳案到最近湖南永州司法人员被枪杀的事件，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尤其应当注意的是，这些罪犯都被很多民众视为是“维护正义” 的“英雄”。
社会与资本和政府的冲突（抗争）也可以表现为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即针对整个社会的报复行为，最近频繁发生的滥杀无辜（尤其是孩童）就是这样的案例。一些仇视政府和资本的个人因为伤害不到资方和政府，就选择了对弱小无助者施暴，以求最大程度地报复社会。不过，不管怎样，最终要承担责任的还是政府，因为这样的行为必然引起社会对政府管治、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平正义的能力的不满，甚至引起民众的愤怒。
罢工潮标志着什么
最近这些事件都表明，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在迅速增加。在各种不稳定因素中，劳资关系最为重要。从中外历史经验来看，劳资关系处理不好会演变成为组织化的工人运动。中国农村抗争运动已经持续多年，但这些运动都是地方性的，非常分散。而劳工运动则不一样，往往发生在城市，并且是大企业和外资企业。这个特点决定了劳工运动容易组织和扩散，并且一旦发生，就会对很多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
但出现罢工潮又是预期之中的，因为这既表明政府、资本和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转型。这都是中国三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首先是中国政府和资方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的很长历史时期里，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一直是站在资方一边的，就是“亲商”。海外的学者从改革开放外资进入中国之始就一直在呼吁劳动条件的改善，但地方政府始终保护着资方。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各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出现了大量的劳工死亡事件，但地方政府一直没有采取有效的政策来改善劳工条件。
自本世纪初，政府的政策导向开始发生变化。中央政府意识到以往以GDP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很难持续，因此开始引入“亲民”的概念，强调社会公正公平和正义。中央政府的理想目标是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公正双重目标的实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具有标志性意义。不过，中央政府的政策对资方并没有积极的效果，《劳动合同法》等法规和政策实际上遇到多方面的抵制，并且抵制的力量还不小。阻力不仅来自资方，而且也来自地方。这并不难理解，在GDP增长方面，资方和地方政府往往是利益共同体。地方政府和资方往往以GDP增长来要挟中央政府，并且往往取得成功。
劳工运动助力经济转型
但是中央政府的政策转型对劳方则有很大的影响，这直接导致了劳方权利意识的产生和强化，尤其是对年轻一代（八茵后和九茵后）的影响更大。他们的父辈从毛泽东时代的艰苦生活过来，对艰苦的工作条件能够理解和忍受，不会随意表达不满。但改革开放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对物质生活和公平正义的要求很高，忍受物质艰苦和社会不公的能力远低于父母辈，并且也倾向于表达自身的不满。从政策转型的角度来说，劳方意识的增强有利于中央政府的经济转型，因此是有利因素。在中国目前地方政府和资方构成利益共同体的情况下，没有劳工方的压力，中央政府制定的任何政策都很难执行下去。只有结合了劳工压力，政策才会有推行下去的可能。
罢工潮发生了，这既不可避免，也并非是消极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劳工运动。处理得好，中国经济就可以逐步脱离目前政府、资方和劳工三者之间的恶性循环。恶性循环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资方利用廉价劳动力，没有动力通过提高技术和管理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地方政府只关注GDP和就业，自然和资方结成联盟；而劳方也以出卖低廉的劳动力为主，没有动力来提升自己的技能，始终停留在低层次的技术水平。这种恶性循环一直是中国产业得不到升级、经济结构得不到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劳工运动处理得好，就可以有助于两种结构的转型。第一是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个方面的转型，至少就中央层面来说，思想和政策方面早已经准备好，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动力。现在劳动方有了压力，政策的执行就变得可能。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往的经验看，这会促使中国经济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第二是阶级和阶层结构的转型。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或者阶层，社会结构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或者“工”字型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最不稳定的。只有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社会稳定才会有保障。而中产阶级成长过程中，来自一次分配的劳动收入最为重要。中国中产阶级一直得不到壮大的最主要障碍是劳动者收入过低。一次分配是中产阶级的主要经济根源，二次分配培养不出一个中产阶级来，而只是在保护业已产生的中产阶级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良性循环不易实现
劳工运动如果处理不好，就很危险。无论是政府、资方还是劳方都存在着政治化的倾向性。政府方面可能因为怀疑劳工运动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甚至政治稳定而采取强制性的高压措施，从而激化和劳方的关系。劳方如果其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也有可能使运动政治化，把单纯的争取工资和福利的经济事件转化成为政治事件。而政府和劳方这两者之间无论怎样互动，都会对资方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果政府站在资方这边，那么劳方就会不满；如果政府站在劳方一边，资方就会不满。无论是资方的不满还是劳方的不满，都会产生后果。劳方的不满会导致劳工运动激进化，而资方的不满会导致投资积极性的下降，甚至不投资。
要实现政府、资方和劳方三者关系的良性循环并不容易。不可否认，到目前为止，资方所支付的工资水平过低、资方盈利水平过高，但从长远来看，工资水平必须是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资方（尤其是外资）现在所重视的就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劳动力、土地成本和环保要求低是资方投资中国的最主要考量。土地成本现在上去了，环保也不能忽视了，唯独还可以考量的就是低劳动成本。如果劳动成本也控制不了了，还要继续盈利，那么就要增加附加值。但高附加值取决于技术水平，在技术水平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劳方的抗议可能会无济于事，因为薪酬待遇的调整空间有限。资方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会选择少投资或者不投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无论对哪一方都没有利益。
政府推动技术提升是关键
而要提高劳动者技术，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尤其是政府的努力。政府单方面给劳方施压或者对资方施压，都不能求得问题的解决。政府需要为资方提供技术条件，为劳方提供提高技能的动力。这里，教育改革是关键。多年来，中国工业升级不能实现，和劳方的低技术有很大的关系。很多地方在三十多年前开始使用农民工，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在使用农民工，这不能不说是政府的责任。一方面培养出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但同时大学毕业生学无所用；另一方面，无论是外国的技术还是本国的技术，在中国很难转化成为产品核心技术，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技能工人。同样一个技术，在日本、德国等国生产和在中国生产，附加值要差数十倍。高技术水平推动着产业升级和工资水平的提高。而就整个国家而言，劳动者技能的提高主要取决于教育改革。最近的中长期规划强调国家补贴的职业教育和高教结构内容的合理性，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关键还是在于落实。
罢工潮的出现表明中国已经处于一个经济和社会的转折点。不过，这个转折点绝对并非一些人所希望的线性的上升，也可能是回复到从前或左或右的局面，要么是对资本的控制，要么是对劳工的控制。如何处理罢工潮而求得政府、资方和劳方三赢的局面？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政府的作为是关键。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治层面看，日渐兴起的社会力量，对于希望通过改革化解当前经济社会矛盾的中央政府而言，是一种有利的助力。罢工潮中涌现的新一代青年产业工人，不仅不会威胁社会长期稳定，反而可以成为中国政府推进经济转型和社会正义的动力。这当然不是说执政党应该全面鼓励罢工，但至少不应该将其看作“维稳”的目标。广东省不将罢工视为社会不稳定的“群体性事件”，这种做法是非常理性和富有远见的。如果一味站在资方和GDP的角度予以打压，就一定会导致更深层次的危机。相反，如果工人的呼声逐步纳入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并予以合理承认，执政党的地位就会更加稳定。长期看来，随着新一代工人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产业工人的自发组织能力必然会逐步增强，党和政府也必须思考如何与这些新生的社会力量形成良性共生关系，在推进改革、协调各方利益的同时控制各方面的暴力倾向，以求在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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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社会矛盾与社会暴力



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崛起说明了什么
中国有关部门前不久公开表示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最为突出的问题，指出了群体性事件的四个主要特点：第一，重大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涉及面越来越广；第二，经济问题政治化；第三，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第四，境外政治力量涉足中国国内群体性事件。
这个描述比较客观，反映了中国目前群体性事件的大趋势。群体事件，在西方和其他国家称“社会运动”。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是个典型的 “运动社会”，各种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如“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连续不断。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运动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多数社会运动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和发生的。或许是因为人们不再喜欢 “社会运动”，就用“群体性事件”的概念来替代。但不管用什么样的词汇，社会运动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重大政治问题。
两种社会运动同时存在
社会运动并非中国社会所特有，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都经历过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今天中国的社会运动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是传统社会运动和后现代社会运动相互交叉，范围广。在发达国家，作为工业化产物的大规模农民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所经历的社会运动被称之为后工业化社会运动或者“新社会运动”，如环保运动和消费者权益运动。但在中国，传统和后现代两种社会运动同时存在，社会运动往往是复合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态，为各种传统社会运动提供了很多机会。在这个层面，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的主要目标是物质利益、“温饱”和基本生存环境。同时，中国也存在着后工业化社会的运动，参与者的主要目标是各种各样的政治社会权益和更好的生活品质。
与改革开放前和初期的社会运动相比较，今天的社会运动也表现出两个鲜明的不同点。其一是社会运动越来越具有政治性。政治性的含义很广。一些群体事件因为参与者追求经济利益所引发，但最终演变成为对政治利益的追求；另外一些事件表现为参与者对政治利益的直接追求；也有一些事件则表现为参与者通过政治方法或者事件的政治化来达到经济利益。群体事件的复合性是中国复杂社会转型的客观反映。各社会阶层如工人、农民、流动人口、城市居民、中产阶级和新兴企业家阶层，追求的利益不同，这些不同的利益追求直接表现在各种群体事件中。
超越于政府的控制之外
第二个主要不同点就是当代的群体事件越来越超越于政府的控制之外。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内部动力。今天的群体事件大多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尽管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也就是说政府努力控制改革的步伐，但这并不是说政府总是可以预见改革的各种结果的，也不是说政府有能力控制由改革引发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虽然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由政府的改革政策引发的，但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不是政府所能控制的了，方方面面的发展早已经从原先的政府驱动转变成为各种利益驱动。换句话说，政府和很多方面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不相关。这也是政府这些年来努力调控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成效不大的根本因素。可以理解，因各种互相冲突的利益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往往超越于政府控制之外。
其次是外部动力。外部动力主要指的是中国和外部世界的高度相互依赖性。因为开放政策和全球化，中国社会日渐开放，和外在世界的互相依赖性日渐提高。这种相互依赖性使得外在世界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影响中国内部的利益分配，也影响中国内部的变革。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国有关部门非常担忧西方世界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原因。不管西方世界是否在中国搞“颜色革命”，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在世界的高度依赖，外部世界对内部发展的影响也在与日俱增。
“非直接利益者”的卷入
各种内外因素驱动着当代中国的群体事件或者社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运动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最显著的是表现在群体事件中“非直接利益者”的卷入。一般说来，社会成员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即运动的“参与者”、运动的“反对者”和“旁观者”（也就是“非直接利益者”）。运动的参与者当然是为了争取他们各自的利益；更多的社会成员是运动的旁观者，他们没有任何利益动机来参与运动。任何运动都包含着风险，在中国尤其如此。旁观者为什么愿意承担风险成为直接参与者？旁观者参与运动或许是因为同情参与者，或许是为了运动中所包含的道德意义，或许是为了某种理想。不管是哪种情形，“非直接利益者”成为直接的参与者，表明运动的性质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社会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并不可怕。在发达国家，社会运动一直是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进步的推动力。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社会，从权威到民主，从专制到民权，都和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密切相关。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社会运动处理不好，消化不了，就会造成社会乱象，不但不能成为进步的动力，反而导致社会的倒退。
在中国也如此。在目前的生态下，如果不能有效消化各种群体事件，它们很容易演变成为大规模的运动甚至恶性革命。中国领导层对此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近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在讨论人均国民产值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在中共六中全会上，如何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写进了执政党的文件。但也应当看到，因为各种内外因素，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或者社会运动实际上已经超越于政府的控制之外。也就是说，各种控制机制的发展可能能够在短时期内遏制这样的事件发生，但并不是最有效的解决之道。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最有效的办法是进行社会政治改革，通过新制度的建设来容纳和消化社会运动。在这方面，中国是可以学到一些有用的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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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解决权、钱、民冲突刻不容缓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冲突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大多关注的都是群体性事件。各种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当然是中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笔者也曾经对此作过很多讨论。本文想从权、钱、民之间也就是权力、资本和老百姓之间的对立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冲突。尽管这三者之间的对立出现初期可能表现为个体对个体的形式，但最后往往导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权、钱、民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首先应当认识到，在中国，权、钱和民已经处于一种高度的对立状态。民和钱的对立已经有很多年了，最近在浙江杭州所发生的富家子弟飙车撞死浙江大学学生而引起的民愤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类似这样的案例可以说是很多年前的“宝马”事件的延续。在民与钱的对立中，钱成了社会非正义的代名词。民与官对立的例子更多。最近湖北省巴东县一名乡镇官员在娱乐场被女服务员刺死，引发了中国社会普遍的对这位女服务员的支持和对被刺官员的谴责，北京律师在重庆被警察殴打而激怒了同行律师，诸如此类的案例都说明了这种情绪。早些时候在上海所发生的杨佳案件也有类似的情形。在杨佳案中，尽管警察也是受害者，但民众的情绪都倒向杨佳一边。无论是民与钱的对立，还是民与官的对立，在这些案例中都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民愤，一种积累了很久和浓缩了的集体愤怒。很显然，这种民愤如果不能得到化解，就必然演变成为集体行动的动力。很多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就是这样形成的集体愤怒。
如何理解这种对立？笔者曾经在《中国社会基层无政府状态令人担忧》一文中讨论过中国社会基层官与民的对立是如何造成的。简单地说，当政府不能履行其政府功能，主要是不能为人民提供安全和社会正义时，民和官的紧张关系就会出现。尤其是当政府本身成为社会不安全和非正义的根源时，民与官的冲突就会随时爆发出来。
民与钱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也同样不能被忽视。在中国，人们往往简单地以社会的“仇富”或者“绝对平均主义”的心态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冲突。但很显然，这种解释抱有太多的偏见，过分站在钱的立场上说话。中国人并不一定是要“平均主义”的或者“仇富”的，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两者间失去均衡的产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国社会都普遍接受这一政策导向。在这一政策指导下，确实很大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但这并没有导致人们的“仇富”心理，因为当时社会的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也在不断改变，变得好起来。但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了，中国社会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没有达到共同富裕起来的目标，而且很多人沦落为贫困状态，绝对贫困的人数也在增多。过去，贫困一词往往和农村居民联系在一起，但现在很多城市居民也已经沦落为贫困一族。
更为严重的是，当先富者占据了制度的居高点之后，他们就成了既得利益者，开始变得保守，排斥后来者。这样一来，受“钱”操纵的市场（如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等）就成为转移社会财富的有效机制。当然，这是一种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从穷人向富人转移的过程。
民与钱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和官与钱之间的关系有关联。当钱和权结成联盟时，无论是民与官之间的冲突还是民与钱之间的冲突，都会呈现最大化。权（公共权力）的存在本来是为了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社会正义，但当权成为钱的俘虏的时候，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公共秩序、安全和社会正义就荡然无存了。这样，民必然起来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抗争，抗争的对象自然是钱和权。
须处理“官”、“钱”本质的异化
那么，如何来化解民和官、民和钱的关系？不存在任何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解决方式，不同国家、不同的制度形态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无论是民与钱的关系还是民和官的关系，都是社会群体间的冲突，要解决冲突，就要从这些群体间的关系出发。
从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和现状来说，最主要的是要处理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在传统中国，“官”的范畴又可分为“帝”（即皇权）和“官”（即官僚阶层）。在今天，这种分类表现在作为决策者的领导集体和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官僚及其官僚机构的区分中。中国传统也有“大户”的概念，就相当于现在的“富人”或者“资本”，或者本文所说的“钱”。这样，中国社会就至少有四个群体，即作为决策者的领导者，作为决策执行者的官僚，作为资本拥有者的富人和作为社会大多数的民。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僚和资本，也就是权和钱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产生了上述官与民和钱与民之间的冲突，而且也在促成官僚、资本和决策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很显然，整个政权的基础并非“钱”和 “官”，而在于“民”。从本质上说，“官僚”和“钱”实际上只是领导者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这些不可或缺，因为社会的治理并非领导者和民之间的面对面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官”还是“钱”都异化了自身的本质，他们各自根据自身的私利而和“民”发生关系，“民”成了他们各自主宰的对象。或者说，决策者的权力实际上为“钱”和“官”所攫取，本来是执行政策的工具的“钱”和“官”成为实际上的决策者和政策实施者。这同时也说明了，决策者本身和民失去了直接的关系。
赋权于社会
如果对这样的群体关系有了认识，那么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也会明确起来。很明显，主要是要重新调整决策者和民之间的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决策者所倚重的是官僚和资本。发展要依靠资本，稳定要依靠官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当这些关系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决策者如果继续过分倚重官僚和资本，那么就很难纠正和遏制群体关系的冲突，更不用说是解决了。就是说，决策者必须通过依靠民的力量来重新获得群体关系之间的均衡。这就是笔者多次讨论过的国家向社会的分权。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国家向官僚分权，向资本分权。但现在在官僚坐大、资本坐大的情况下，要节制资本、节制官僚，就要向社会分权。如果不能向社会分权，决策者就很难控制官僚和资本。
如何赋权于社会？不外乎两种方法。一是给予社会更大的空间。在这方面，中国的决策者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因此才会出现“利益代表” 的概念和以此概念为指导的改革。但是要在决策过程中反映民的利益，就必须给予社会利益表达和利益聚集的空间。二是要确立社会参与决策过程的制度机制。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两方面，目前的趋势是向“钱”倾斜的。）换一句话说，决策者和民的联盟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决策者的选择并不多。没有民的支持，决策者本身很难对“钱”和“官”形成任何有效的制约，尤其是在后两者结盟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最终受害的不仅仅是民，而且也是整个政权。如果决策者不能和民结成联盟，那么民本身可能成为变革的唯一主体，那就可能造成革命性的事件。尤其是当民处于非组织状态时，革命还极易表现出非凡的暴力性。这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
在任何社会，各社会群体间都会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一定的张力属必然，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但如果不能通过改革来达到一种新的均衡状态，社会就会失去和谐，稳定必然成为严峻的挑战。如何达成一种新的社会均衡则是中国改革的主要内容。近年来中央容许甚至鼓励市民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实际上是既赋权社会，也赋权国家的双赢政策。最近出台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表现。可以说，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强化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壮大。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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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墙”
二十年前，柏林墙倒塌了。柏林墙是冷战的产物，当时东德政府构筑柏林墙或许是对国际环境压力的一种无奈反应。今天，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赋予柏林墙倒塌的意义似乎已经远远超越于柏林墙的构筑。围绕着二十周年纪念，今年有大量的有关柏林墙倒塌的文献发表，其中一些重要文献是由前东德政府官员提供的，是反思性的。阅读这些文献，不难体会到，墙不仅仅是东德政府修建的，它也是被东德政府自己推倒的。在东德政府统治下，这堵墙越筑越高，越筑越厚。更有意思的是，这堵墙倒塌的关键在于东德社会对其政府改革的极端不信任。在墙被推倒之前，东德政府并不是不想改革。尽管很多改革措施开始到位，但为时已晚，社会已经对政府失去了起码的信任。不管政府方面做什么，或者想做什么，都无法赢回社会的信任。墙筑得很辛苦，但顷刻之间，就被推倒。跟着柏林墙倒塌的是经营了数十年的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及其各国共产党政权。
中国走出了一条全然不同的道路
柏林墙倒塌后，无论是西方的学界还是政界都相信，中国也会很快步东欧共产主义的后尘。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就预言，“自由在中国必将胜利，共产中国必将终结”。但很显然，这并没有发生。相反，自柏林墙倒塌之后，中国走出了一条和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全然不同的道路。这自然要归功于邓小平当时的政治判断。邓小平相信，在东欧和苏联，表面上是社会力量推翻了那里的执政党，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执政党自身，在于执政党的不作为，是执政党自己推翻了自己。中国如果要避免走苏东道路，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改革。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加快了改革步伐，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上的经济奇迹。中国没有柏林墙。内部的改革使得执政党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而经济发展为执政党提供了充足的新的合法性资源。与此同时，通过开放，中国也和国际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到今天，中国的开放程度不仅远远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也高于一些发达国家。
多道“社会墙”的出现
但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人们遽然发现，中国也正在出现一道又一道并且是日益厚重的墙。这一道道墙当然不是由钢筋水泥砌成的，而是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这些墙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存在于政府和人民之间，资本和人民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等等，不一而足。笔者曾经多次论及中国社会各群体间面临的信任（或者诚信）危机的各种表现形式。那么，形式多样的社会不信任会产生怎样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呢？这不是很多人都能清楚认识到的。信任是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作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旦社会群体和角色之间出现一堵堵无形的墙，信任自然解体，社会也会跟着解体。
墙的出现和信任的解体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方面阻碍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没有信任就不会有有效的改革。没有人会否认今天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无穷的问题，也没有人会否认这些问题是要通过改革而得以克服和解决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使得任何改革都变得越来越困难。政府的任何一个改革举措，无论是经济改革，或是社会改革，或是教育改革，都不会引起社会的热情。随之而来的大多是猜疑、冷嘲热讽，甚至抵制。
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不是没有正当的理由，而是建立在自己已往的经验上的。中国的改革政策从来就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在墙之外，本来就没有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而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执行，各级政府官员大都是欺上瞒下。党政官员把自己关在城堡之内，隔离于社会，其设计的改革又如何能够体现社会的真正需要？
为什么不再信任改革
改革本来就是要给人以希望的，尤其是普通人民的希望。但经验则不然，在很大程度上，每一次改革都增加了人民对前景的忧虑。社会希望通过改革而被赋权，但实际上改革成了对人民权利的一次又一次的剥夺。很多人的感觉是，改革越多，基本的生存权就越成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工作难找和找不到工作（工作权被剥夺），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子（居住权被剥夺），越来越多的人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接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例如住房改革。这些年中央政府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但问题却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到了今天，地方政府和发展商绑架了整个住房体系，转而又绑架了个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买房、结婚和养家。正是因为被绑架，无论是有房的还是没有房的，都不感觉到幸福。教育也一样，教育改革也在进行，但改革的结果却是教育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不均衡，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不公平。无论是住房还是教育，形形色色的改革都在向权钱阶层倾斜。如果从每一次改革中获利的都是权势阶层，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信任改革呢？
信任的缺失更使得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认识到法治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所以，提出了要建立法治社会的概念。但人们忘掉了，市场经济本身不会导致法治，法治还必须有更重要的社会基础，那就是社会信任。无论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还是社会的自我治理，都需要法治。不过，中国的各级政府和资本之间的同盟已经导致了社会信任的解体。没有社会信任，如何才能让社会成员相信法律是公平的，执行法律的人是公平的？在市场把一切社会细胞都货币化了之后，以钱为本也就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法则了。而连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也要用货币来衡量的时候，表明这个社会的细胞已经彻底解体了。法治是社会正义的基础。法治社会建设不成，那么还有什么比一个由伟人统治的人治社会更令人向往的呢？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重生”的。呼吁一个毛泽东式的民族英雄已经成为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的共识了。
社会为什么需要被保护
如果不能出现这样一个伟人，那么社会只能求助于自己了，就是社会的暴力化。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的暴力化往往导致无政府状态。如果把一个国家分解成为权力、资本和社会，那么在任何体制下，社会都是最弱的部分。权力可以保护自己，资本也可以保护自己，但社会无力保护自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是必须被保护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保护社会的机制，例如福利制度。如果没有保护社会的机制，资本主义也是会被推翻的。
福利社会的产生挽救和保护了资本主义，同样，社会主义也有保护社会的机制。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强调的就是对社会的保障。即使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当时的政府和社会之间也存在着一种隐性契约（implicit contract），就是“你接受我的统治，我提供给你基本的权利（就业和福利等）”。苏东版社会主义的弊端就是社会没有自由，搞贫穷社会主义，政府所能提供的基本权利也难以持续。社会为什么需要被保护？很简单，最弱的社会，一旦失去了生存权，就会暴力化。在人类历史上，暴力永远是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农民革命就体现了这种情况。
推倒一堵钢筋水泥墙需要的是简单的体力，但要推倒一堵堵“社会墙”则要困难得多。但这些墙的存在必然对执政党的长治久安、政治秩序与社会和谐产生消极和负面的影响。对这一点，中国的领导层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从“三个代表”到“三接近”（接近实际、接近群众和接近生活）到“民本主义”，这些政策话语的主题都是要拆掉政府、资本和社会之间的一堵堵墙。但现实是，在既得利益的主宰下，这些墙似乎越筑越高，越筑越厚。很显然，如果没有赋权社会，拆墙谈何容易？在权力和资本结盟的情况下，社会的选择又会怎样呢？如果自己不能主动拆墙，那么社会一旦愤怒，这一堵堵墙终究将会被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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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暴力的蔓延及其后果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暴力正在迅速蔓延。任何社会暴力至少涉及两个以上的社会角色。笔者曾经讨论过中国权、钱和民三者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紧张关系。不可避免地，社会冲突也表现在权力、资本和民（老百姓）三者之间。从这三者间的关系，人们可以发现很多不同类型的暴力形式，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有三种社会暴力，即权和民之间的相互暴力，资本和民之间的互相暴力，资本和权力结合在一起对民的暴力和民对资本和权力的暴力。权力和资本之间的暴力也会发生，但并非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暴力形式。
权力、资本VS民众
先说权力对民的暴力。权力对民的暴力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特征，几乎是几千年一贯制。因为权力是自我产生的，缺乏任何制约，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傲慢与腐败。在传统文化中，民一直被视为统治者的客体，这种情况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一些干部及其干部子弟不仅能够利用权力寻租，欺压人民，而且在和民发生冲突的时候，使用暴力。在任何现代社会，国家政权是暴力的垄断者。垄断暴力当然是为了社会的秩序，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法律与秩序”。但是，一旦暴力被腐败官员所使用，那么就是公器私用。一些官员或者官家子弟胡作非为，直接或间接地对人民使用暴力，并且超越于法律之上：或者逃避法律的制裁，或者用少许的钱替代法律的制裁。经常有民死于官员的暴力之下；也有很多的案例，冒犯干部官员的个人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
资本对民的暴力也很常见。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等级为“士、农、工、商”。尽管“商”的地位往往是高于“农”和“工”的，但 “商”显然并不是皇权的基础。在农业社会，皇权的基础是“农”。因为担忧商人的坐大，皇权对“商”的阶层一直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和压力。这里要指出的是，皇权对“商”的压力并不是为了“农”和“工”的利益，而是为了其自身的统治地位。在社会基层，“商”或者资本阶层对民的暴力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个传统似乎也延续到了今天。资本对民的暴力当然没有合法性，这种暴力更多的是表现为黑社会性质。例如，在很多年里，围绕着建筑商土地开发冲突，发展商经常使用黑社会暴力来应对民的抵抗。使用暴力的资本包括私人资本、国有资本和各种类型的外国资本。劳资冲突频繁发生，并经常体现为暴力。
更为糟糕的就是权、钱结合对民的暴力了。数千年传统中，农民起义的历史可以说是民对权或者民对权、钱结合体的暴力，这是一种抵制暴力的暴力或者反抗暴力的暴力。当权和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民的生存空间呈现最小化趋势。权、钱结合对民的暴力及其对这种暴力的暴力抵抗，也是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暴力形式。在当代中国，权、钱的结合是典型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在中国推行的结果。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和效率的最大化。资本的这种自然倾向性和中国各级政府的经济主义相吻合。各级政府把推动经济发展作为最高议程，GDP主义盛行。
在任何社会，资本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倾向性必然会遇到社会力量的有效抵制。在中国，因为权、钱两者利益的一致性，社会很难产生有效的抵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权和钱的结合造就了资本极权主义。而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最大也是最有效的试验地。一旦两者结合，暴力的使用就经常被赋予了合法性，就是说，权力部门为了和资本分享利益，不惜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来保护资本的利益。这种权、钱结合而对民的暴力表现得最为普遍。
社会暴力与社会危机
各种社会暴力在迅速蔓延着。这些暴力的出现也表明中国社会存在着多重危机。首先是价值危机。权和钱的结合迅速消解了所有维系社会共同体的价值。无论是货币的权力化（用钱“购买”暴力）还是权力的货币化（用权力交换金钱），社会正义就在这些过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民来说，用暴力抵抗暴力似乎是唯一的手段。暴力隐含着无奈的复仇，但也隐含着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正义感（所谓的“侠”）。因为权与钱结合已久，社会群体之间和权、钱的对立往往表现为集体性。这就是为什么在越来越多的事件上，社会的抗议声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最近的通钢事件与邓玉娇案中，民总是站在一起，和钱、权构成对立面。因为社会价值丧失，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也处于解体状态。最为严重的是法律信任危机。信任危机和暴力一直处于恶性循环：
对法律的不信任导致人们对暴力的使用，而诉诸暴力则会进一步加深对法律的不信任。中国政府多少年来一直强调法制和法治，经过那么多年的努力，有效地提高了人们的法律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年里很多人一直在作“依法抗争”。但是，这并不是说人们就相信法律了，很可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法律的公正性。无论是权还是钱，违法的常常得不到惩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极为抽象的概念。当人们不相信法律会给他们带来公正或者正义的时候，诉诸暴力就变得合理了（尽管是非法的）。
社会暴力的发生表明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严峻的整合危机。社会信任、法律、利益互惠和妥协等都是一个社会的整合机制。这些因素失去之后，社会整合危机自然紧跟而来。现在的中国，精英阶层表现为封闭性，就是说政权失去了整合社会精英的能力，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更不用说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对政治过程的参与了。另一方面，资本圈也表现为很大的封闭性。市场经济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开放性。中国尽管表面上是市场经济，但缺乏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开放性。庞大无比的国家垄断越来越具有封闭性。当越来越多的行业被垄断时，就没有其他经济主体能够进入了。而规模较大的私营经济部门也是名不符实：要生存，就要和权搞好关系。中国领导人对社会整合危机的严重性实际上是有高度认识的，因此很多年里，一直努力使政策向社会尤其是向弱势群体倾斜，和谐社会概念就是中央政府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进行的政策调整。但荒唐的是，因为权和钱的既得利益的阻力，每一次政策调整在执行过程中都构成了对民的一次新的剥夺。
在任何社会，社会暴力的蔓延都绝对不是好的症状。社会暴力使得各社会角色之间的互动演变成零和游戏。如果暴力的不断发生和升级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那么就会演变成一次总体性政治危机。这早已经为世界历史和中国数千年农民起义史，甚至共产党本身革命的历史所证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形势不容乐观。尽管领导层在努力实行社会改革，增进社会正义，但面对暴力，有关部门的主要举措还是暴力。所以，一些暴力被压制下去了，另外一些暴力又冒了出来。要真正遏制住社会暴力，就要从社会正义、社会信任、法治等基础做起。没有有效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这些基础很难建立起来。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9年12月15日



中国社会暴力蔓延的根源
近年来，针对社会成员的各种暴力事件开始在中国社会蔓延。从狭义上看，这些暴力事件限于近年来新闻媒体频频曝光的校园血案、公共场合无特定目标的攻击、针对基层官员和国家执法人员的暴力寻仇，以及许多家庭伦理性质的“灭门”惨案。从广义上看，各种暴力体现的各种角色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自我关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因此，日益上升的青壮年自杀、重度神经性疾病的蔓延，可以看成是一种“个体内在” 的暴力；表现在暴力拆迁和公权力滥用行为中的官民和警民关系的紧张，可以看做是“国家权力”的暴力；而经常表现为暴力行为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治安事件，则可以看做是一种“社会性”的暴力；最后，也许还可以算上因特网等媒体上频频出没的针对他人的“语言暴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社会蓝皮书》，其撰稿人就一直注意着包括暴力犯罪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迅速蔓延。尤其是2009年以来，很多人切身感觉到，中国的暴力犯罪和治安案件数目在经历了数年的相对稳定后，均显示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无论海内外，人们对中国社会的犯罪频发和社会不稳表现出普遍的焦虑。
社会暴力蔓延只是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侧面，但已经成为当下全社会最为关注、也是政府最感棘手的问题。媒体、网络、学界和决策层对此都已有很多的讨论。社会暴力并非中国所特有，它是一种普世现象。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的社会暴力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中国特色。把握这两大特色很重要。人们既要理性理解社会暴力的起源，又要从其他国家学习控制、减少甚至化解社会暴力的经验。具体来说，当代中国社会暴力有两大类型的起源：一方面它是现代化的必然社会结果，就像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病”；另一根源则具有中国“特色”，它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发展模式带来的社会后果。可以认为，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互相作用，尤其是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才导致了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暴力”的兴起。
作为“社会病”的社会暴力
首先必须意识到，社会转型不可能没有阵痛，这早已被西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所证实。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社会能够逃脱社会暴力的发生。尽管表现方式和暴力程度不同，但所有现代化社会都经历过社会暴力过程。就中国来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但是，所有变化对社会每个阶层甚至每一个体的影响程度非常不同。一些群体能够享受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好处，却可以逃避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另一些群体则要承受市场经济无情的折磨，却得不到任何外在的保护。
伴随市场经济崛起的首先是劳动力和民生产业的市场化。随着社会劳动力从国家控制下的分配走向逐步成型的劳动市场，以及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保险的全面市场化，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开始完全决定于个人的经济实力和劳动市场竞争力。竞争导致普遍的物质生活差距的拉大和压力的普遍加大。劳动力和民生经济的市场化又意味着社会关系全面货币化。原来温情脉脉的亲子、夫妻、朋友、同乡、同事和上下级关系，也逐步被各种赤裸裸的利益理性所渗透。社会经济竞争场上的弱者不仅逐渐失去来自社会的一般同情，即使是亲人、朋友和同乡之间也开始疏离，很多人甚至直接被隔绝在有意义的社会关系以外（如由于经济原因不能结婚者）。就算是颇具竞争力的职场强人，也必须面对社会单位日益原子化下的各种生存压力，不得不时时处于高度紧张和焦虑状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毛泽东时代建立在单位和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半传统”社会形态的最终解体。对很多人来说，如果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堡”内必须承受“不自由” 的痛苦，那么现在在“城堡”解体之后，则必须承受市场体制下个体孤立的痛苦。
中国特色的暴力生成机制
如果只是以上的转型造成的社会变迁，那么中国社会虽然会面临目前的许多问题，如高自杀率、精神疾病多发、人际关系淡漠，以及普遍的社会压力，但也许还不会如今天这样面对社会暴力快速蔓延的局面，尤其是“社会化”的暴力。当前的社会暴力更多直接缘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和社会秩序某些道德“底线”的失守。这背后更深远的因素，就是中国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种追求交易规模和发展速度的模式，一方面加快了社会转型的步伐，强化了社会转型中各种 “压力”的生成机制；另一方面，也破坏了维系社会体系健康运转的根基，从而直接导致社会的暴力控制机能的失效。
从九十年代初中国深化各项改革以来，在国家的各职能部门中，形成了一种内生的、强调GDP增长的系统动力，即人们所说的GDP主义。在这种动力的直接驱使下，各级政府在行为上开始一味地追求扩大货币 “交易”范围和产能规模的增长（尤其是资源产业、民生产业和城市规模）。从权力部门寻租到疯狂的土地开发，从大规模的国有企业产权改制到经济的“金融深化”，从教育产业化到鼓励房地产投资（投机），从城市房地产热到大幅度压低要素价格以“招商引资”，种种行为一步一步地把GDP主义推向了社会各个角落。GDP来自交易，交易越多，GDP 越大。
毋庸置疑，各种经济和社会因素的“交易”化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能力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国民经济在短短十年内，取得了近乎年年两位数增长的奇迹。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和不可逆转的变化，原来在西方国家可能需要上百年的市场化、货币化、原子化和共同体解体过程在中国大大地加速了。就这一点说中国社会变迁基本上是“经济驱动型”的，毫不为过。社会基本上被拖着向前走。这也使中国有别于西方许多“社会驱动型”国家（如新教驱动下的西北欧资本主义发展），或者经济社会发展较同步的东亚国家。应当指出的是，在西方，随着社会关系的市场化，社会保护机制也随之出现。教会等组织在市场化的早期扮演了保护社会的角色，而后来更多的社会保护功能是由政府来承担的，主要表现为通过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确立，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福利资本主义。而在中国，各级政府在大力促使社会关系市场化的同时，没有实施有效的作为来提供社会保护。在亲民和亲商之间，各级政府选择的是后者。
激进的“经济驱动型”社会转型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分配结构的严重扭曲。由于国家自始至终主导和控制着市场的开放与封闭，并始终按照国家财富至上（一种单面向的“国家能力”）的原则主宰收入和财富分配，因而财富的产生和收入初次分配很大程度上服从了“权力”和“资本”共同主宰的原则。这样留给社会大部分成员，包括中小企业、工薪阶层、农民和城市社会底层的所得就偏少甚至过少。与此同时，由于民生事业———实质上就是社会细胞赖以生存、发展和再生产的最基本的那些经济基础，大部分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就被大规模产业化，以便符合 “做大做强”的GDP主义和减少国家负担的财政主义原则。在那些最需要福利保障，同时也是财政最难以自足的地方，如县、乡、村级基层政权，以及保障性住房这样的社会政策领域，政府反而退出了，留下一个强者通吃的“无政府状态”真空。随着国家公共品投入的相对减少，那些所得偏少的社会底层实际上不对称地承担了相对最大份额的改革成本。
这一切都导致经济起飞初期的一般性社会后果———生活成本的急剧增长和收入分配差异的拉大，在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产生。这其中，又以昂贵的生活成本———医疗、住房和教育价格的飞速提升，最为突出。畸高的房价和生存成本对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的影响更大。它们不知扼杀了多少无权无钱的普通年轻人融入大城市的希望。扭曲的分配结构，使得大多数人无法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而只能抱着挫败感和迷茫复杂的心情，接受一种充满“被”的生活。在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到无数个郑民生背后那千篇一律的故事：作为“专业人士”（如郑是社区医生），辛苦工作十几、甚至二十年无法成家立业，最后心怀不满，怨恨社会。那些带着破碎的梦想一跃结束生命的富士康青工，当年又何尝不是坚信能够通过劳动改变命运、最终实现城市梦的年轻人？生活成本的提升和财富收入的畸形分配，构成了社会暴力滋生的经济背景。
社会暴力化的另一个主要机制是公权力的工具化。以国家代理人的身份为社会提供经济发展、福利保障、教育医疗、公共安全、基础设施、行政监督、经济秩序和公平正义等各种公共品的国家职能部门，在扭曲的激励机制和整个社会生态的作用下，很多都偏离了公平正义的原则，成为部门掌权者的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并不难以理解，因为任何国家权力，无论是对暴力还是暴利的控制，虽然都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器，但反过来也可以成为寻租和暴力的工具。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拆迁纠纷，就属于这个类别。普通居民对自家房屋拆迁的态度，由于自身经济条件和价值偏好的差异，可以说是千差万别，但行政当局的考虑却是整齐划一的城市扩建翻新。这种情形下本来应该通过公平协商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全双方利益，最后却常常变成一种全由行政力量主导的单方面强制行为；更有甚者，许多地方的拆迁以暴力掠夺的形式上演。久而久之，这必然激起利益受损一方的极大不满，这种不满一旦根深蒂固，就会埋下暴力的种子。
维护公平正义的公权力一旦失去规制，本来就存在于转型社会的各种“社会病”也就必然日趋严重。现在中国社会弥漫的浮躁心态、投机主义、暴力倾向、对权贵的攀附和虚无主义等社会取向和各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源头正是权力偏离了公平正义，导致国家和社会规制能力的双重减弱。在极端的情况下，公权力的暴力还会引发个人直接针对公权力的暴力寻仇。在“躲猫猫”、“喝水死”、“自焚抗拆”和袭击警察、法官事件之间，看似毫不相关，实际上两种暴力行为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些社会成员把那些对公权力实施暴力的犯人视为英雄，可见社会和公权力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矛盾已经发展到何等程度。
此外，十多年来中国狂飙式的经济增长，加上最近三十年来的社会大变迁，在造成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同时，也导致了整个民族主流价值的弱化和精神层面的混乱。最近二十年来，中国人一直遵循一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原则———对于发展有效的，就是好的。从官方到民间，都缺乏一种强有力的、能够指导行动的主流价值观。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不问是非，只问效果，“潜规则”横行的状态，“自我中心主义”和 “价值虚无主义”成为一个时代的强大的思想潜流。这种状态可以说为暴力滋长提供了一个主观大环境。这种大环境一旦形成，就绝非少数个人的道德榜样，甚至大规模的道德宣传运动所能逆转。
抑制暴力需要道德共识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近十年前，中国社会抑制暴力行为的自发机制，主要源于人们有关共同体生活的一些基本道德准则，例如，在与人交往时，要求将心比心，要讲“情理”，要“有所不为”，要有“不忍之心”，不能为了一己之私为所欲为。但十多年来一直紧紧围绕着经济增长的GDP 主义，早已将个体与集体割裂开来，将个人“原子化”为只有数量而没有本质差别的“劳动力”，以求最大限度地让个人发挥其经济价值；与此同时，却没有找到重构社会的办法，将原子化的个人重新变成完全的“社会人”。富士康的困局即在于此：以最大化劳动力效用为本的“功能完备”的工人社区，终究只能成为“宿舍”而不是“社区”。据说富士康正考虑把所谓的“社会服务”职能还给城市，可是中国城市的社会整合能力，却始终受到各种看不见的“社会墙”的限制———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背景的人，享受着完全不同的“公民”权，处于天差地别的生存状态，不同社会群体间充斥着不信任甚至潜藏着仇恨。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在社会高度分化和信任普遍缺乏的今天，重构“主流”价值和基本的道德共识这个关乎社会整合大局的重大问题，自然就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道巨大的难题。
更使人忧虑的是，那些已经浮出水面的暴力事件，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从互联网上的言论反应看来，“仇富”、“仇官”、“仇社会”以及对政府公信力的怀疑情绪，都已经比几年前更激烈。在袭击警察、法官事件过后，被害的警察、法官得不到社会广泛同情，行凶者反而被许多人看做正义的化身。“杀贪官”成为一个最具时代性的网络情绪标签。诸如此类令人忧虑的趋势可能并不能完全以“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来理解。当前社会信任的解体和暴力蔓延的趋势，更应该放到中国现当代历史和社会心理框架中来理解。
普通中国人并非天生憎恨官员和富人；相反，普通中国人敬畏权力，向往富裕，为此也完全能接受权力和财富不均匀的分配。“父母官”、“致富光荣”这些十几年前还耳熟能详的词汇，都反映了一种常态下的社会文化心态。问题是当代人对于“钱”、“权”的社会期望与社会现实之间，逐渐形成了巨大的鸿沟。无论是成长于毛泽东时代的“50后”和“60 后”，还是成长于改革初期的“70后”和一部分“80后”，每一代人大多发现自身早期熟悉和认同的一套公平正义的标准在被现实不断“更新” 中，而自身（以及对于子女）改变命运、开创事业和幸福生活的理想，在现实中渐行渐远。相反，“钱”和“权”却可以不断改变规则，畅行无碍，并且已开始向下一代传递。本来应该有责任引导社会成员走向共同富裕的“领路人”和“先行者”，现在被社会广泛视为相对剥夺感的源头。
重建国家和人民的直接联系
不过，从经济和政治精英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通过设计和灵活运用“规则”增加国家财富、推动经济发展，本身又有什么问题？难道经济增长不是让大多数人在绝对意义上获利？可是，精英、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之间往往相互隔膜。一方面，生活在政治和经济“城堡”之内的精英与生活在赤裸裸的市场经济里的普通人已经完全隔绝，前者根本不能体会到底层生存的切肤之痛。与普通中国人相比，国家和企业管理者生活在一个充满“经济数字”和语言符号的美丽世界中。很多人可能难以想到，决策当局的一念之差，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可能会一层层放大，导致社会中下层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另一方面，十几年来的经济模式毕竟有其自身的制度逻辑，并非某个个人或者群体所能左右。尤其是当精英被自然定义为“受益者”的时候，面对很大程度上属于“体制外”的社会问题，体制内的改革动力自然就有捉襟见肘之忧。社会实体暴力的蔓延和与其相应的网络空间中的 “暴力言论”，都说明体制本身的纠错机制已经失效。如何沟通体制内外的力量，推倒形形色色的“社会墙”，将极端的暴力行为与言论变为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的渐进改革动力，从总体上进一步协调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避免暴力积累导致总体社会危机，将是中国今后改革的重大课题。作为掌舵中国发展方向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已经难以坐视形势继续恶化。
“发展”和“稳定”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就是国家的大计，两者互为基础，相辅相成。但最近十年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是对“社会稳定”这一问题复杂性的最新注脚。如果说贫富分化、环境污染、贫穷落后、教育医疗投入不足等问题，还可以分别通过调整分配、加强环保、扶贫助困和加强社会政策等方法来治理，那么“暴力化”作为一个社会深层次问题，治理起来就困难得多了。只是通过“以暴制暴”来威慑暴力，就算是应付亡命之徒的困兽之斗都会很困难，因为个体随机的攻击可以随时随地地发生，防不胜防，而对一个连身家性命都不要的人，除了发明一些更严酷的刑罚之外，大概是很难用一般的武力来威慑的。至于自杀和自残的行为，以及更多潜在的暴力倾向，不仅比犯罪行为更难以觉察和提防，而且导致其发生的深远社会根源更是难以根治。
社会暴力的泛滥和公平正义的缺位，既是影响中国当前稳定的两个相关的重大问题，也是难以治愈的体系痼疾。这两个作为“发展”带来的“稳定”问题，已经完全不能像其他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发展直接（积累财富）或间接地（政府用钱）解决甚至改善了。暴力现象的剧增，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的社会政策乃至整个发展战略提出了质疑。 “解铃还须系铃人”。虽然社会暴力有复杂深远的系统性根源，但直接导致社会底线失守的，还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以及保护性、矫正性社会政策的缺位。国家在退出社会领域的同时，却没有及时找到系统性重建社会的办法。笔者认为，积极推行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以及针对社会底层的生活、教育和就业保障，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
多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国有部门改革和国家金融财政制度建设，中国的财政能力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规模可能达到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如果考虑国有垄断企业没有上缴的利润，中国其实完全有能力在下两个五年计划之内，大规模地重建以国家为主体的、覆盖全社会的福利和保障体系，并进一步将在城市初具规模的社会保险体系全面覆盖到农村和农民工。与此同时，要切实保证钱真正用在社会工程上。这就需要配套社会政策改革的行政和管理制度改革。为此，中央政府应当积极动员社会力量的参与和监督，充分利用媒体，让官方媒体成为社会理性声音的聚合器，同时通过有效的行政改革，约束和削弱地方和部门在社会领域的特权、行政干预和寻租能力，在建设平等的“公民权”的旗帜下重建国家和人民的直接联系。三十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基础，没有改革的发展，必然是极不均衡的、自我击败式（Self-Defeat）的发展。从当下的形势来看，通过社会改革及其配套的体制改革来促进发展，是中国逐步解决当前社会问题魔咒的唯一方案。社会暴力的滋生应该成为社会改革全面展开和深化的发令枪。
 
郑永年、黄彦杰合著，原刊于《文化纵横》2010年第8期，题为“暴力的蔓延及其社会起源”



第六部分 社会思想与道德危机



是什么阻碍了中国文化软力量的崛起
或许仍然有人记得，在今年三月的中国“两会”期间，有三十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制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继承、弘扬法”。中国媒体报道的大幅标题就是“哈利波特淹没了刘胡兰”。如同其他稍微关注中国文化领域的人一样，这些代表也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的新一代吃着麦当劳，看着哈利波特长大，不知道自己国家历史上还有李白、杜甫、花木兰，还有刘胡兰、高玉宝，甚至有大学生不知道《论语》、《春秋》和《孙子兵法》。代表们要用立法来扭转这种现象，他们对中国文化领域的现状的担忧不言而喻。
且不去评论这个立法呼吁本身是否可行。通常，形式的东西（如文物）可以用法律来保护，但是文化精神的东西，任何法律也保护不了。中国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遭破坏本身只是文化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没有了文化精神，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意在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文化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文化崛起并非复活历史
文艺复兴不是复古，文化的崛起并非要复活历史（包括历史人物）。无论是为了借古讽今还是为了弘扬传统，复活历史只是传统的很小一部分。体现在人的精神层面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很多人担忧文化的衰落，但只知道形式，忽视了精神。可以设想，即使中国人今天改穿长衫马褂，留小辫子，大家都来唱京剧，也不见得能够复兴中国文化。没有创造性，传统文化很难得到衍生。传统文化要生生不息，关键在于新的创造。
那么，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底蕴到哪里去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盛行日剧；这些年，又被韩流所冲击。为什么？这并不是说日剧和韩流包含着什么高深的艺术水平，而是因为中国观众从中看到和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子，产生了共鸣。这是一种现代和传统的有机结合，或者说一种创造性的结合。
人们对传统文化衰落的担忧本身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甚至很大程度上失败了。另一方面，这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化领域也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并且在学的同时不断表现出文化走出去的欲望。但结果呢？正面积极的东西没有学来，负面消极的东西拼命进来了。很多人认为现在一些西方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文化中不健康的东西严重腐蚀着许多国民，这或许有些道理，但过于简单，也不公正。为什么西方好的东西学不来，色情、暴力等负面东西则蜂拥而至，学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文化艺术领域没少向外学，但学的只是形式，而非精神。学西方是做给西方人看的。但问题是，西方人所喜欢的，国人不见得喜欢。文化产品不反映民族文化，没法引起国人的共鸣。中国的文化人现在也有很多在国外获奖，但为什么在国内没有很大的市场呢？文化艺术是世界性的，是时代性的，但更是民族性的。没有时代性的文化，很难让普罗大众接受和吸收；没有民族性的文化，也不会成为世界性的。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基础。去年有德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批评中国文学是垃圾文学，原因在于中国的作家不是在写中国的东西、在写民族的东西。这个批评应当是确切的。光有国际市场的捧场，是不够的。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崛起的重要性。光有经济的发展，光有高楼大厦，没有以文化为主要载体的软力量的崛起，一个国家是不能真正崛起的。正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要大张旗鼓地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倡和鼓励文化走出去。但如果没有内部的文化崛起，又如何能够走得出去呢？近年来，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办得轰轰烈烈，但只是局限于语言教育。况且不论政府主导的东西是否可以持续，如果只是一种语言的推广，那么软力量也仍然是微弱不堪的，因为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普通话说得一流的国人本身都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又怎么能要求学几个汉字的外国人来弘扬中国文化？
失去文化直觉如何产生大师？
文化复兴和软力量崛起的主体是社会，而不是政府，中外都如此。中国的历朝历代，政府除了大兴土木外，还能做什么。今天，已经有明白人指出，各级政府修建一些大型建筑是复兴不了中国文化的。留给今天中国人文化遗产的、组成中国文化主体的所有伟大的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哪一个是政府培养出来的？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见科学家钱学森时提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 “大师”的问题。这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科学研究领域，也适用于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领域。这些年，政府在文化领域的投入并不少，但显然并没有大的哲学家、大的艺术家和大的作家。没有任何经验表明，政府的大量投入能够产生这样那样的“大家”。在近代欧洲，规模并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产生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大家。尽管当代中国的转型无论规模还是速度在世界历史上罕见，但产生不了大家，这是应当加以深刻思考的问题。
这就要求人们深刻反思中国现存文化管理体制。文化官僚体制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软力量的崛起是一个有效的制约。曾经听一位官员说，他们（文化官僚）已经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管理的方法，说是只要把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管理好，文化领域就太平无事了。这位官僚说得非常对。的确，从历史上看，一切所能找到的“负面”形容词都可以套用到这三“家”上，如非理性、狂热、疯人、蛊惑人心、颓废，等等。但是，如果把这三“家”管理死了，也就不会有文化复兴了。正是在这些领域，存在着文化复兴所需要的所有要素。如果没有了文化直觉和文化本能，那么如何才能产生大家？
专业精神要占主导地位
从经验层面看，西方文化的进步是同新类型的哲学家、新类型的艺术家和新类型的文学家相关联的。新的哲学、艺术和文学既是时代的写照，也推动着时代的进步。新文化的崛起是创造的结果，是一种对传统的毁灭性的再创造。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文化再创造的历史并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漫长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西方的文化也融合了世界的文化，甚至是中国的文化，例如，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中国传统的世俗文化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庞大的文化官僚体制，其存在的目的不在于鼓励创新，而在于控制。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方，文化规制是需要的，如一些会造成宗族、宗教冲突的东西，色情和暴力的东西，都有必要加以管理。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才有一些新概念如“政治上不正确”的出现。当然，之前也存在着各种制约性，例如“宗教上不正确”。提出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问题，并不是说不要任何规制文化活动的体制，而是要从现在随意主观的政治控制转型成为法治基础之上的规制。在政治控制状态下，文化官僚的目的就是寻找他们所定义和规定为“敏感的”和“不正确的”东西。一旦出现一些新的思潮和文化形式，就马上作过分政治化的解读。一旦政治化，便把文化创造扼杀在本能和直觉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这使得文化界和官僚当局之间存有很大的矛盾，这也就是文化界存在着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状态的政治根源。要建立文化规制，就需要在官僚体制和文化领域建立边界。文化领域应当有属于自己本身的自治空间。文化领域进行自治，就可以鼓励文化领域内的竞争和自我约束。专业精神才会在这个领域占主导地位，只有有了专业精神，创新才会成为可能。只有当文化活动超过了这个边界，国家规制才可以介入。政府规制的唯一目标就是在文化创造和公共利益之间求得平衡，保障公共利益。从根本上而言，没有文化管理体制的大变革，就不会有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软力量的崛起。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7月15日



中国当进行人本主义教育运动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近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讲话，在论及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时指出，“从这些事件中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胡锦涛对党政干部的严厉批评既表明领导层对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的认识，也表明接下来中共要下大决心来直面和解决这些问题。
实际上，作为执政党，中共所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任何一个领域的问题，如变本加厉的党内腐败，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每况愈下的社会分化等等，都足以对执政党构成严峻的挑战。
一些重大问题已经不是新问题。像腐败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不知道领导层已经发动了多少次反腐败运动，但情况并没有得到任何好转。另外一些问题的出现也并不令人惊奇，诸如食品安全、群体性事件等。很多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早期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应付这些挑战。如果能够直面问题，寻找有效解决方法，那么就能够促进国家和社会的迅速转型。但如果忽视问题，任其发展下去，就不仅会转化成为政治危机，而且还会导致社会的解体。
意识形态的转型
在任何社会，国家的转型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即组织和意识形态。在组织方面，中国就是要从一个非规制型国家转型成为规制型国家。在这方面，人们已经有很多讨论，笔者也多次论述过。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型。
无论是管治党政官员还是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意识形态一旦被内化成为行为规范，就会起到自我规制和自我约束的作用。没有自我规制和约束，任何外在的制度制约都不能发生有效的作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作为自私的人都可以找到制度缺陷，牺牲公众利益，牟取私利。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规制发达的西方国家也频频发生因追求私利而导致各类危机的原因。再者，意识形态也可以造成有效的社会环境约束。意识形态赋予社会成员有效的准则来判断干部官员的行为。有了这种准则，社会就可以在抵制和抗议党政干部的不正当行为的同时为规制者提供信息。
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发生作用的。在毛泽东之后，多数人都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负面的东西。这可以理解，因为这是对毛泽东时代过分意识形态化政治的一种反动。但是出问题的并非意识形态本身，而是意识形态的内容。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结果造成了社会的对立和动荡。从邓小平时代一直到本世纪初，尽管中共很少讲意识形态，但实际上经济GDP主义成为主要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党政官员的潜意识。在这段时期，中共不时进行不同形式的政治教育运动，但都局限于党内本身，并且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人本主义并未落到地方
中共十六大也就是胡温执政之后，中共为人本主义正名，努力推动中国走上人本社会主义道路。对执政党来说，人本主义的要求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同时人本主义也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就是说包括经济社会在内的各方面都要以人为本，发展的目标是人。人本主义也体现在后来所总结的“科学发展观”中，因为科学发展观的目标也是人。从提出人本主义到现在已经多年过去了，尽管高层想方设法把人本主义体现在各种政策中，但到了地方就无影无踪了。虽然“以人为本” 和“和谐社会”等概念满天飞，但大都是官样文章，哄骗中央和百姓的。在地方党政官员中间，很少有人能够把人本主义内化为人的行为准则，更不用说是体现在地方政策和官员的个人行为中了。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任何社会的主体都是人。任何体制要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都必须把人当成主体。金钱主义、以钱为本和市场万能主义都足以对一个社会的政治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在经过了市场经济熏陶后，中国人现在知道了利益的重要性，也知道利益制约利益的作用。但显然以一种利益制约另一种利益并没有见效。利益之间的制约或许会导致公共利益（public goods），但也有可能导致公害（public bads），就是说一个更比一个坏。因此，被今天的人们誉为自由主义祖师的亚当· 斯密一方面强调“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作用，但同时更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实际上，西方自由主义一方面强调自由，但另一方面，其各种道德教育也无处不在。
在制约市场经济或者资本的权力方面，人本主义是西方克服早期资本主义缺陷的最强大的意识形态武器。人本主义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并且成为欧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人本主义传统深厚，较之那些人本主义较浅的资本主义国家，北欧国家的人本社会主义表现更为典型，政府更加清廉，社会更加稳定。
应当唤醒人的自觉
中国目前以钱为本的局面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仅是执政党的存亡问题，更是社会的存亡问题。如同西方社会，中国也具有丰厚的人本传统。但自近代以来，因为革命和战争等多种因素，传统人本主义荡然无存，西方的人本主义又没有学过来。在五四运动以来长达世纪之久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教育运动，有反传统教育，有革命教育，有阶级斗争教育，有愚弄人民的个人崇拜教育，也有多次长期的爱国主义教育等等，但就是没有人本主义教育。
就是因为没有人本教育，中国党政官员那里很少有人的权利概念。在他们决策、行为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想到公民的各种权利，包括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等。没有人本概念，再加上中国的各种制度因素，党政官员自然形成了以钱为本和以权为本的概念。在没有人本概念的情况下，对钱和权的追求，必然导致对人民权利的漠视甚至侵犯。同样，当公民开始追求权利时，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了。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国内需求来看，中国非常有必要开展一场持久的和大规模的全国性人本主义教育运动。没有这样一场教育运动作配合，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很难成功。人本意识就是权利意识，一方面保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不去损害他人的权利。这是人的自觉。实际上，这也是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期望，也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的一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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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思想危机
尽管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呼唤思想的解放，通过思想的解放来推进和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但人们发现，各方面的改革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改革也是最深入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建立了基本市场制度，但是要改革的空间还是很大。例如，近年来提倡的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缩小收入分配差异，限制垄断等等。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但如何执行呢？社会改革方面，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也是这些年里的改革重点，但执行同样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就是深入不了。政治改革更是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
今天，大多数人都会认同方方面面改革的迫切性，各级政府也在提倡改革，但就是改革不动。中央的改革动议，地方不执行；地方的改革动议，中央不认可。很多的改革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但显然，推迟改革并非办法。在推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爆发出来。一方面，权势阶层呈现出非道德化的趋势，腐败越反越严重。这从经济界的各种丑闻到党政高级干部和基层政权的腐败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基层社会高度不满，各种社会抗议运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正常”现象。当然，这也表明了权势阶层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立化，这尤其表现在基层政权。也就是说，改革往后推并没有多少空间。一旦到没有了任何空间，各种问题就会遽然激进化，从而失去控制。负责任的行为就是要直面问题，通过及时的改革来解决问题。
渐进改革变成头痛医头
问题在于，为什么改革没有突破？原因有很多，但有三个相关的因素非常重要。一是中国的改革模式就是渐进改革。渐进改革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很长时间里，渐进改革模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改革有个明确的方面，一旦确定方向，那么就一步一步地踏踏实实地往前推进。就是说，一旦目标确定，那么就要动员一切可能的资源去达成那个目标。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但是，渐进改革也逐渐地发展成为为了渐进而渐进。在很多官员那里，渐进变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本身就决定了很难有突破。第二个相关的因素就是缺乏思想。从本质上说，思想危机才是中国改革面临的真正危机。从表面上看，中国并不是没有思想。从社会思想的角度看，现代的中国社会和晚清社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说百家争鸣并不确切，因为各种思想并没有真正的交锋，大家各说各的话，各自寻找社会支持力量。但说“百家”是非常确切的，什么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在大行其道。
但是，“百家”思想的出现并不见得中国没有思想危机。“百家”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首先，很多思想实际上是舶来品。有太多的人从海外进口思想，而不是从观察中国的实践来发掘和发展思想。一些人往往从概念出发，试图用苹果（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橘子（中国）和改造橘子。从本质上说，这些舶来品思想没有现实可行性。
第二个特征就是思想和权势的结合，就是说，思想往往是为权势阶层说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成了权势的“有机知识分子”（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语）。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容易理解总理温家宝为什么多次呼吁“穷人经济学家”的诞生。在中国社会，权势阶层从来不缺有机知识分子，但大多数弱势社会群体如工人、农民和农民工，是没有本身的有机知识分子的。
缺乏能解释中国现实的思想
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极端化。例如，左右派各自的定位就是这样。左派看到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往往想着要往回走。因此，左派话语的主题词经常是和毛泽东思想、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其核心说穿了就是政府万能论。无论是这些主义还是政府万能论，从前确实发生过作用，但要把它们放在今天的中国环境里，就非常成问题了。
另一方面，所谓的自由派也一样。在经济领域，西方新自由主义一直很盛行，是市场万能论，或者政府无用论，似乎一旦没有了政府或者政府从经济领域“滚蛋”了，那么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在政治领域，自由派一提到政治改革，就是多党制，似乎除了多党制，就没有其他政治途径了。无论左右派，都有不少的原教旨主义者，并且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具有浓厚的乌托邦主义色彩。因为利益的多元化，“百家”之间的不同声音尽管也属正常，但恰恰说明了改革思想的匮乏，就是那种切实能够解释中国现实、改造中国现实的思想。
改革过于依赖官僚机构自身
第四个相关的因素是改革的动员机制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也往往缺少资源去作动员，或者说改革者不敢去作改革动员，改革要不就实行不下去，要不就成为一纸空文。这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形成非常明显的对比。在邓小平时代，一旦目标确定，就会尽一切可能去动员资源。改革开放初的农村改革是这样，特区政策也是这样，南巡之后的大规模的经济改革更是这样。在所有这些过程中，改革者都尽最大的努力把中央、地方和社会的力量都动员起来，用改革力量来克服阻力，用改革力量推进改革。相比之下，现在的改革太过依赖于官僚机构自身。官僚机构自己设计改革，自己实施改革，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左手改革右手”的局面。这样，改革往往陷于无限的既得利益的博弈，改革成了各方争取更多利益的工具。这样的改革显然没有巨大的动力，改革更成了牺牲品。这些年的社会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陷于这样一个僵局。在科学发展观的主导下，社会改革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也有足够的财力来作改革，但可惜的是，改革作了一些，就是推行不下去。
与邓小平时代比较，今天的中国拥有更大的改革资源，至少从财力上来说是这样，同时，也说明今天中国具有了更强的能力来吸收消化改革所产生的负面效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动员，也与思想不解放有很大的关联。不仅在进行怎样的改革方面要思想解放，更重要的是要在动员和实施改革方面进行思想大解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利益已经多元化，方方面面的利益变得十分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动员从政府到社会的各方面支持改革的力量，改革就会很难进行下去。
面对中国社会无穷的问题，改革不能成为既得利益者之间的一场利益游戏。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如果不能有效动员充分的社会支持来进行改革，这个主体地位就会受到挑战。如何动员社会力量，解放思想是关键。现在很多人并没有理解思想解放的真正意义。任何一次思想解放，都会产生“杂音”，或者是各种利益的“声音”，或者是基于乌托邦的“声音”。对改革者来说，可怕的并不是多种声音的出现，而是一旦出现这些声音，思想解放就戛然而止。更可怕的是不知道怎样进行真正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的是有效的思想解放来突破改革禁区和寻找改革的突破点的。如果思想危机依然继续，改革就会很难突破禁区，很难找到突破点。这样看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仍然是中国政治议程的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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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其结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生在中国社会基层的案件，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重庆买处案和湖北的巴东案，清楚地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两大发展趋势。首先是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准灰暗面令人吃惊，不得不让人感觉到制度性的道德腐败在大面积地蔓延。笔者已经论述过，这些现象折射了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表明了民与权之间、民与钱之间的对立。政府本来应该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的，如果政府官员的行为、权力的运行本身让人感到不安全，那么还有什么比这种由政府本身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更可怕的呢？至少，这比丛林法则更无安全性。在丛林法则下，个体之间尚且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互相竞争；但在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下，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就荡然无存了。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信任已濒临解体。在中国，社会不信任已经盛行多年，并且表现和深入到了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民与官之间、官员之间、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等。在传统的话语里，这是一种近乎“礼崩乐坏”的状态。
最可怕的是不再信任法律
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最令人恐惧的莫过于社会对法律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法律是任何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当法律不被社会信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暴力就会泛滥起来。就是说，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要有信任，在民与官、民与钱之间没有一点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就起不到任何作用。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了富者和强者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浙江杭州的富家子弟飙车撞死浙江大学的学生，肇事人激起了多么大的民愤？但假如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超速行驶撞死了人呢，那么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中国的很多社会群体中，莫名其妙的一个 “恨”字正在泛滥开来。人们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恨”就很容易也很自然地爆发出来。杨佳案件很典型。在这个案件中，警察其实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民心都在杨佳身上呢？湖北邓玉娇这个案子里，为什么没有人去同情死者呢？从所有这些案例，都可见民愤已经积累到很大的一个程度，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社会就会失去稳定乃至安全。
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社会底层是最大的受害者。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毫无保护，社会中的个体更没有得到保护。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而且，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的情景之下，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
国家须大力重建社会共同体
无论是社会信任的丧失还是继之而来的社会暴力，都是社会解体的结果。这三十多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社会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的解体。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绅士凝聚起一个共同体，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这个自然的、自治的共同体被打破，家族势力等东西都被压制下去（如果不是被完全消灭的话）。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要“破旧立新”，他想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农村）及单位（在城市）这种行政建制的方式来重新建设中国的地方共同体。在这种行政共同体中间，人民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学术界所说的“隐性契约”，就是说，“你接受我的统治，我为你提供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失去流动自由。在农村，尽管这种行政共同体没有什么经济效率可言，人们也过着很穷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毕竟也还是个共同体，至少还有赤脚医生，有学校。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共同体首先开始解体。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衰败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的经验，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大力气来重建社会共同体。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溃了，就要求重建公民共同体。在西方，这个共同体主要是通过“公民权”的建设来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国家就出来保证公民权，就是政府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和服务。此外，政府之外也容许和鼓励公民社会如非政府组织的出现，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来得到重建。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的重建是政府和社会各自努力和合作努力的结果。
西方民主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
在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政府是站在社会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产生的恶性影响。资本的目标是要摧毁所有的共同体，把所有的东西变成资本，变成资本过程的一部分。这里，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民主体制就是要遏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西方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带有福利性质的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利润，它是不会考虑到社会效应的。西方的这个转型是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资本和社会形成了妥协，因此转型较为和平；但也有很多国家，这种转型是通过长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而完成的。
在亚洲也是如此。日本的自民党一直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著称的，到今天还保持着这个政治局面。日本社会没有解体和政府保护分不开，同时社会的支持也是日本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主要因素。新加坡政府更为典型。政府一直以来是个“亲商”的政府，中国的“亲商”概念就是从新加坡引入的。为了发展经济，新加坡政府一直非常注重资本和市场的作用。但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忽视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在“亲商”和重视资本作用的同时，政府从一开始就花大力气发展出一整套能够保护社会的机制，包括“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政策等等。在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之时，政府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保障社会。社会的支持也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
最大的危险是权力和资本走到一起
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共同体的解体。这很难责怪改革开放，因为中国不能停留在改革开放前低水平的发展和社会共同体阶段。问题在于，在原来的社会共同体解体之后，就必须重建。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当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些领域都是政府应当担负责任的公共服务领域，但可惜的是，这些领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让给了市场和各种形式的资本。在农村，情况最为糟糕。流出农村的农民到了城市之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护。从法律上说，他们是中国公民，但他们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般的公民权，也没有为他们发展出另外的公民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被容许组织起来。处于个体的他们在权力和资本面前显得毫无希望。
在以往，西方学者常说中国政治是集权主义。但现在，中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很多场合，权力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种结合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比单纯的政治集权的力量也要大得多，可以把此称为资本集权主义。在政治集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如上所说，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同时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尽管这种保障也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集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暴力。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有这样那样的恶性事件，大都和社会解体有关。如果不能正视社会解体，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开对立和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要么任其自然，让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发生，要么通过改革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大和解。遏制社会冲突和社会大和解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如何应付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冲突？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化解冲突过程中，强调法制和法治并没有错，但光强调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在没有任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有助于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尽管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但不管怎样的路径，也避免不了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的公民权的建设。本世纪开始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无疑是公民权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改革尽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议程，但这些年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政府作了不少努力，但既得利益之间很难达成妥协，更不用说是既得利益和人民之间的妥协了。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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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三大宗教困境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加快发展和转型，社会成员的信仰问题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显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精神和信仰上的需要是一种客观社会存在。正因为是客观需要，所以事实上，宗教在中国的发展相当快速。在当代世界，中国可以说是宗教力量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地区。对很多西方宗教来说，具有庞大世俗人口的中国是宗教发展的最后一块乐土。与中国不同，西方世界的很多国家，宗教文明的世俗化一直在进行，信教人数尤其是虔诚信教者在减少。西方尽管有完全的传教自由，但因为世俗化趋势，传教显得相当困难。在欧洲，人们不难找到往日的教堂演变成为酒吧等娱乐场所的案例。
除了西方传入的宗教，中国社会本身所有的宗教的发展也相当迅速，如佛教。不容忽视的是，各种各样的邪教也在层出不穷，尤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邪教的出现当然不是当代的事情，邪教在中国有长久的历史。不管政府对邪教采取怎样的举措，各种邪教还是会产生的，这和西方社会没有多少的差别。但在中国，因为正教的发展受到控制，所以为邪教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应有解决宗教问题的信心
中国有关当局对这些发展应当说是有清醒认识的。但在行动方面，除了一些相当无效的控制手段之外，从宗教发展角度来说，是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的。很显然，回避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不当的压制和控制反而会导致激进化，增加政府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社会的发展要求适时和有效的宗教政策，例如，采取有效的开放和鼓励发展宗教的政策，才能控制和减少邪教的空间。
有人说，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应对了一个重要的挑战，即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民营企业家的入党，下一个需要应对的问题就是宗教了。这种说法具有相当的道理。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执政党必须直面宗教问题，因为宗教是客观存在的；二是执政党要有能力应付和解决宗教和与宗教相关的问题。中国文明和各种不同的内生的、外来的宗教互动了数千年，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对解决宗教问题的信心应当是有的。但信心不等于现实，在信心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在不同时代，因为不同的内外背景，当政者在应付和处理宗教问题时必须有适合于这个时代的新的方法。那么，在当代中国，应付和处理宗教问题会面临怎么样的挑战？挑战众多，并且是深层次的。在笔者看来，有三个重大的挑战尤其明显。
世俗化与宗教的紧张关系
第一是中国世俗文明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很多人简单地把中国宗教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归咎于官方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看法并不十分确切。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看法有待探讨，但在中国的文明环境中，世俗性和宗教之间的紧张在历史上一直是存在的。中华文明尽管不排斥宗教，但文明本身是世俗的。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较，世俗性是中华文明的最大特点。在世俗性的前提下，中华文明体现出理性、开放、包容性与和平性等特点。大多宗教文明是排他性的。排他性经常导致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西方历史上，不同宗教之间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而在中国则没有这样。中华文明没有拒绝宗教，而是在理性的态度下，包容了各种宗教，逐渐使得宗教成为自己世俗文明的一部分。
因此，在今天的条件下，如果宗教发展不可避免，那么世俗文明的宗教化是必须避免的，否则就会导致大灾难。不管怎么说，世俗化是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大趋势。当然，激进的世俗化也导致了宗教的激进的反弹，但这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来证明世俗文明宗教化的合理性。实际上，西方世界花费了数个世纪来进行宗教文明的世俗化，这个过程到现在还在进行。从世俗文明的角度来说，中国面临的挑战，一是如何维持文明的世俗化，也就是说，不被宗教化；二是如何采取开放理性的态度来包容宗教发展。
第二大困境是政治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现在经常出现政治不容忍宗教，宗教热衷于政治的情形。在很多场合，这就使得政治和宗教处于对立状态。政治是世俗政治，政治不容忍宗教，如上面所说，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中国世俗文明的原因。或者说，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世俗文明，宗教在中国的发展经常处于一个世俗政权规定的构架之内。在这个构架之外，宗教的发展必然遇到诸多困难。另一方面，宗教力量对政治也具有浓厚的兴趣。今天，中国的一些宗教力量，如很多地下教会，甚至以“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为它们的目标。这里既有宗教力量争取发展空间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背景。宗教力量对政治的兴趣，尤其使它们倾向于拥有政治影响力。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导致政治对宗教的不宽容。这就容易陷于一种政治和宗教之间的恶性循环。在西方，政教不分有惨痛的历史教训。正如宗教文明的世俗化，政教分离也相当艰难，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方面，中国也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政治包容宗教，二是宗教不干预政治。如果政治不能包容宗教，两者的冲突会越来越甚；但包容宗教并不能证明宗教可以干预政治。要走出目前两者之间的恶性互动，需要两者的努力。如果政治不能包容宗教，那么，宗教力量必然会继续挑战政治；另一方面，如果一些宗教力量还要以改变政治为目标，就必然会遇到来自政治的压力。
妥善处理不同宗教间的关系
第三个大的困境是不同宗教之间的和谐共存。不同宗教之间发生纠纷和矛盾甚至冲突，这在中外历史上都可以找到很多很深刻的教训。在当代中国，到目前为止，无论官方承认的正教之间，还是不被承认的地方教会之间或者是邪教之间，都还是处于竞争宗教空间的阶段，没有出现明显的教派冲突。但同时也要看到，各种宗教之间的矛盾也在显现，甚至同一宗教内也在出现不同的教派。从历史上看，各种宗教之间如果不能发展出和谐共存的规范，那么矛盾和冲突是必然的。
宗教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尤其敏感。在中国，民族往往是以宗教来界定的，尤其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就是说，民族和宗教往往很难区分开来。这样，一些平常的社会矛盾和利益矛盾（或如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矛盾”）就很容易演变成为民族矛盾，继而演变成宗教矛盾。在西方，人们经常把社会矛盾与民族和宗教矛盾混为一谈。最显著的是一些人经常把一般的人权问题和宗教问题等同起来。最近，在新疆问题上，一些国际恐怖组织也努力想把那里的社会矛盾转变成为民族甚至宗教矛盾。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宗教问题在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对宗教的内部需求和外部推动造就了宗教发展强大的动力。在新的时代，中国的世俗文明向何处去？这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问题。应当看到，世俗文明一方面遇到了挑战，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从世俗文明中找到应付挑战的方法和经验。中国之所有能够数千年维持其世俗文明的性质，就是因为其有无穷的智慧和潜能来应付非世俗文明的挑战。但无论如何，只有人们面对现实，才能理性地应付挑战。回避问题或者用非理性的方法，只会适得其反。这也是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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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收入分配和社会正义



中国的公平经济学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和通过的“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要创造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来消除中国日益发展的贫穷（绝对贫穷和相对贫穷）问题。不同的概念，无论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指向同一个目标。
贫穷会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甚至大动荡，这大概是古今中外经济发展的一个定律。尽管世界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但贫穷问题还一直困扰着多数发展中社会，不管是民主社会还是权威主义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贫穷问题。在一些地区，贫穷不仅导致政局不稳，而且也给很多恐怖组织的政治动员提供了社会基础。当社会的多数处于贫穷状态的时候，社会成员很容易被激进力量所动员，参加暴力性集体行为。恐怖主义只是一种极端罢了。这也是为什么多年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大力呼吁各国政府加大力度消除贫困的其中一个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因为贫穷而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权更替的例子比比皆是。历次农民起义不管起因有多么复杂，大多和贫穷有关。贫穷导致农民揭竿而起，杀富济贫。而农民起义后建立的新政权又不能消除贫穷，一旦贫穷积累到一定程度，又走向另一次起义。一部中国史是一部农民起义史，更是一部贫穷史。
中国面临收入极端不均的挑战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也和贫穷分不开。当然问题不再是社会的全面贫穷，而是收入分配的极其不平等和不公平。不管如何计算，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呼声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已经有年，但情况并不见好转。虽然政府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扶贫，但旧的贫穷人口消除了，又出现了大量新的贫穷人口。点点滴滴的扶贫方法看来已经不能有效对付社会贫穷问题了。社会上“杀富济贫”的口号也开始呼之欲出。如果再不能有效解决社会贫穷问题，社会的稳定性就会成为一个政治大问题。实际上，近年来针对富人的社会暴力事件的增多，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如何解决贫穷及其随之而来的社会不稳定问题，这是历来领导人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实行的是人人贫穷加之全能主义式的政治控制。中国历史有“不患寡，只患不均”的传统，人人都处于一种贫穷状态，也就保证了政治社会的基本稳定。
今天因为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均，人们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不过可以确信地说，很少有人会去怀念一个人人贫穷的社会，人们怀念的只是毛泽东要建立一个公平社会的理想。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既不想回到一个人人贫穷的社会，但也不想重复穷人对富人的革命。很自然，问题就在于如何保持已经取得的富裕和继续进步的同时，又能保证恶性革命的不发生。
政府的政策就变成了决定性的因素。邓小平当年为了摆脱中国人人贫穷的社会状态，毅然制定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 的政策，并且在政治上实行不争论的政策，克服重重政治阻力，成功地把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的经济制度，并且实行开放政策，从制度层面为中国的经济创造了增长的动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市场制度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一些人变成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万能主义的时候，更多的人看到了毫无约束的市场制度在加速分化着中国社会，摧毁着中国社会赖以生存的一些基本组织细胞。
协调的发展才可持续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念，也即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体现，就是说，不仅要讲经济发展，而且也要讲公平。为了扭转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大局面，中共十六大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期望各个方面比较平衡和协调地发展。原因很简单，只有协调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这次五中全会通过的新五年规划可以说是十六大科学发展观在政策层面的进一步细化，在强调承继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帮助多数人民摆脱贫穷状态。公平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于：平均主义固然阻碍经济的发展，但巨大的贫富差异导致社会的分化和政治的不稳定，同样也阻碍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取决于公平与效率是否能达到均衡状态。
新的科学发展观、新的人本主义的发展意识形态已经确立，政策也已经逐渐明朗，并得到全社会的高度认同。但如何切实落实这些政策则是个相当大的政治问题。很清楚，所有这些政策动议都是自上而下制定的，要真正落实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可以预见，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相比，建立公平社会的政策会遇到巨大的社会既得利益的阻碍。如何从制度改革入手，把这些理念的东西转化成为制度性因素，还需要更多更大的努力。一句话，如何把一个“以钱为本”的资本社会转化到“以人为本”的人本社会，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
 
原刊于《信报》2005年10月18日



为什么中国的收入分配得不到有效改善
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从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早期收入分配差异的拉大不可避免，但像中国这样的情形却极为少见。尽管缩小收入差异一直是近年来中国政府所努力的，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情况有所改善，相反，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收入分配状况在持续恶化。也有经济学家认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会改善收入分配的情况。但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在没有有效的政府政策实施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会导向收入分配状况的自动改善。
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社会高度分化，如果不能加以有效纠正，社会政治的稳定就会成为大问题。实际上，由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近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政府。这一问题已经超越其他所有一切因素，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之间矛盾之最主要的源头。从中国政府近来所实施的一些改革举措来看，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也已经成为各项改革的核心。
一次分配出了大问题
改革不可避免，但有效的改革并非容易。这些年来，不能说中国政府没有作足够的努力，为了改变收入差异，政府已经推出了很多政策。但各项政策往往是期望大，实际效果不佳。这至少说明了必须对以往的改革思路加以反思。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改变收入分配差异的重点一直放在二次收入分配上。中央政府进行了以分税制为主体的税制改革，有效集中国家税收资源，以便把更多的资源分配到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或者分配到社会弱势群体。从九十年代末期以来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到近年来的中部崛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可以说是这一政策的体现。这一政策也体现在诸如扶贫和建立社会低保政策等举措中。
没有人会否认二次分配的重要性。问题不仅在于二次分配政策的力度尤其是执行力度不够，而且也在于光是二次分配不足以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从现实情况看，至少有两大因素在有效地制约着中国政府改变收入分配的努力。
首先是一次分配制度的缺陷。如果一次分配出了大问题，那么二次分配再怎样努力也会无济于事。要有效追求分配的公正性，首先必须从一次分配入手。在这方面，至少有两大不利因素。一是一次分配制度没有法制上的保障。中国尽管有最低工资制度，但法律名存实亡，并且最低工资制度在多数情况下只针对城市居民。要意识到，几乎在所有的中国城市，低收入的工作大多是由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从事的。中国有一亿多流动人口，表明至少这部分人口的最低工资是没有得到任何法律保障的。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呼吁要保护农民工的利益，但在各级政府和资本利益（无论是外资还是民族资本都一样）一体的情况下，法律和政策一文不值。
其次是结构性的经济垄断。经济垄断对城市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差异影响最大。在“抓大放小”中的“抓大”策略影响下，中国形成了一些巨大无比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也往往是垄断企业，如电力、铁路、电信、银行、证券、保险、烟草和石油等。尽管不同行业的收入不可能平等，但收入差异过大现象主要是通过垄断行业造成的。例如，一个只受过初等教育的抄电表工的收入可以大大超过一个在另一行业工作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越是垄断性的企业，工资管理越是失控。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只要这个结构存在，不仅改善收入分配情况没有任何希望，而且也将导致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另一个有效制约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的重要因素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应当说是有效改善收入分配情况的手段之一，也是政府二次分配的主要内容。一般来说，穷人对公共服务的要求甚于富人，或者说富人较之穷人往往不依赖于公共服务，因为富人可以用钱购买这种公共服务的替代服务，甚至是更好的服务。公共交通、基本教育和医疗是公共服务的主要表现形式。
公共服务没有改变分配不公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更是近年来政府改革的目标。但现有的公共服务显然没有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什么？首先是公共服务的不足，甚至缺失。提供公共服务对中国各级政府来说还是一个新的概念，一种新的实践。公共服务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政府如果“以钱为本”，那么就难以提供真正的公共服务。更为严重的是，现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大多是向有钱人群倾斜的。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公共交通都是为富人提供方便，而给穷人设置种种障碍的。尽管所有这些领域的各项基础设施大大发展，但穷人已经到了不敢出门、不敢看病、上不起学的地步。教育的产业化把无数穷人的孩子排挤出校门之外；医疗改革导致很多人选择死亡；城市交通改革为个人汽车提供方便，而公交服务则难以得到改善。公共服务的提供向富人倾斜，主要是因为富人有各种渠道去影响甚至收买政府的政策，而穷人则没有任何方式把自己的利益表达于政策之中。
很显然，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举措都已经证明不能有效地改变收入不公的状况。要达到收入分配正义，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能够保证基本社会正义的政治体系，而且还有一个能够提供基本社会正义的经济体系。而在这两方面，中国目前的制度都还有很大的差距。如何深化经济和政治的改革，通过深化改革来达致分配正义，乃是中国政府今后相当长时期里的要务。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8月29日 



中国收入分配的制度缺陷
随着“和谐社会”建设提高到执政党的主要政治议程，收入分配也再次成为中国大陆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原因很简单，收入差异过大（无论是社会群体之间的还是地区之间的），并且也没有改善的迹象，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根源。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有关方面正在想方设法采取有效的举措来改善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例如，政府开始重视“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和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如农村医疗体制建设）等。但在政策讨论方面，主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在“和谐社会”建设的概念中，外界得到的印象是政府要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一个主动的角色。但落实到目前的政策讨论层面，除了侧重政府要强调二次分配之外，“市场”仍然是政策话语的核心。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或者说教科书式的经济学家，仍然真诚地相信市场机制能够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在主流政策话语里，收入分配差异没有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是市场机制没有完善。似乎只要市场机制完善了，收入分配自然能够得到改善。
有一些有关改善收入分配的讨论更是不着边际。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讨论起“三次分配”来了，即要求富人能够拿出钱来通过如慈善等形式来救济穷人。如果一次分配讲求效率，二次分配讲求公平，那么三次分配呢？三次分配在一些发达国家的确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三次分配是非强制性的，更多的是传统和文化的产物。中国既缺乏慈善文化基础，也尚未确立一套现代国家应当具有的激励机制（如通过税收体制来诱导富人捐钱），如何造就三次分配呢？搞不好，三次分配就是“乞讨”。再搞不好，强调得过分了，造成了民众“富人必须捐钱”的概念，或许会演变成强制性的“劫富济贫”。
变相的二次分配
笔者还是认为收入差异的主要问题出在一次和二次分配上，尤其是一次分配上。一次分配在根本上出了问题，二次分配就会显得无可奈何，更不用说是所谓的三次分配了。
不难发现中国一次分配的毛病在哪里。在城市，无论是工人还是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极其低下。国家可收税的账面工资收入过于低下，低得使人不敢相信。而在城市打工的一亿多农民工则是没有任何最低工资保证的。农村人口则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是体制之外的一个最大群体。没有人会相信生活在城市的具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各个社会群体能够依靠低下的账面工资收入得以生存。补救之道就是存在一个流离于国家税收体制之外的“自行”分配制度。就是说，对很多城市居民来说，实际收入大大多于名义工资收入。实际收入和名义工资收入之间的差异少则数倍，多则几十倍。如果比较一下一个外资企业的工人和一个在本土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工作的工人，或者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单就可以知道，外资企业的工资单可能是该工人的全部工资，但本土企业或者政府部门的工资单则只是名义工资。对后者来说，绝大多数收入是通过各种名义的“补贴”、“奖励”和“红包”等进账的。
这种分配方式很难说是一次分配，而是变相的二次分配，它的分配主体不是国家，而是单位。这种收入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灰色收入”。这种分配方式导致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首先当然是收入差异。这种二次分配更多的是由单位自行决定，根本不会考虑到分配的外在影响。垄断企业就是这种情况，教学科研机构也是如此。其次，这种分配是腐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在进行这种分配时，毫无规章，权力、政治和社会关系可以决定收入分配的多少。实际上，收入差异和腐败这两者经常是一体的。最后，这种分配机制的另外一个严重结果是国家的税基缩小。各个单位的自行收入再分配很多场合都是逃避税收的一个机制。
干预总在经济失败后
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流离于体制之外的收入分配机制很难加以纠正。各单位和地方的掌权者是这种分配的最大受惠者，他们往往通过这种分配方式为自己获得利益。即使在公共政策讨论上，这种机制也是得到保护的，因为能够主导公共政策讨论的学者或者政府人士本身也是这种灵活分配机制的受惠者。
从表面看，这种机制似乎通过收入差异的扩大提高了人们的积极性，从而增加了经济效率。但实际上则不然，甚至相反。这种变相的二次分配既不是为了效率，更没有社会公正的含义。在国民经济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一次分配必须能够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所谓的效率是实现基本社会公平上的效率，否则就会是效率的反面。一次分配没能提供基本的社会公平，变相的二次分配更是加深了中国分配制度的不公平性。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税收和财政制度而进行的二次分配就很难纠正收入分配差异状况。
中国一些经济学者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把西方经济学上的一些基本“知识建构”（intellectual constructs），如“效率”和“市场”看成是实际经济体的运作。如果政府只是在市场失败之后才干预经济，那么为时已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论是效率还是市场，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在西方，政治权力一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因素。废除农奴制和奴隶制是政治干预的结果；推倒城堡，建立统一的国家市场是政治干预的结果；反垄断是政治干预的结果；公正的工资水平和工人阶级的组织化与工会的作用分不开。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是经济效率的制度保证，但所有这些绝对不是资本本身运作的结果。只有到了自由派的经济学教科书里，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才被分离开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要改善每况愈下的收入分配，就有必要对一次分配进行有效干预。除了通过税收和财政的二次分配，政府在一次分配上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并且会比在二次分配上下功夫更有效。为什么各级政府要和企业主结合强行压制工人的工资呢？为什么最低工资制度流于形式呢？因为地区发展的差异，不制定全国统一的最低工资制度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不可以要求各个地方根据本地的情况来制定一个地方性最低工资制度呢？代表人民利益的各级人大代表为什么不可以在制定和实施地方最低工资制度过程中发挥作用呢？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也是这样。为什么不可以容许工会在维护工人的经济权益等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呢？是否可以容许农民建立维护自己经济权益的组织呢？所有这些制度创新或者制度变迁都是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努力，和谐社会就会缺乏制度的推动力。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11月14日



中国社会的利益博弈要求社会正义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利益分化社会。中国改革从改革利益分配开始。这典型地体现在邓小平当时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上。以利益驱动改革，以改革来推进利益，这个改革策略非常成功。在不长的历史时间里，中国社会完全变了样。
但是中国社会显然并不是人们早先所期望的一个“共同富裕”的 “小康”或者“全面小康”社会，更不是“和谐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分化到了一个极端，社会进入了一些学者所说的“利益博弈”社会。但严格说来，中国社会更似“利益瓜分”，而非“利益博弈”。如果是利益博弈的话，那么就要有规则，而规则必须具有一定的公平性。没有一定的公平性，没有人会参与博弈。相比之下，中国社会带有强烈的弱肉强食的味道，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丛林规则”，就是说没有任何规则。如果说有博弈，也只有在强者之间进行，在财富、资本和权力之间进行，大多数人民被排除在外。所谓的博弈只是对多数人民利益的瓜分，权势者之间博弈竞争越激烈，人民的利益越是受到侵害。
政府制定博弈规则的功能衰退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谁也不想看到的情形？用学术的语言来说，这是中国改革的路径决定的。一句话，利益驱动的改革下产生了诸多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既是改革的主体，也是利益竞争规则制定的主体。这就为人们提出了一个政府角色的问题。在任何现代国家，利益博弈都会有众多的参与者，但政府始终是利益博弈规则的最主要的制定者。在民主国家，政府作为利益博弈规则的制定者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尽管这个角色并不代表政府可以忽视各种社会利益，尤其是主要利益集团的利益，但政府并非是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如果政府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会缺少合法性。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制定利益博弈规则方面的功能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有衰退下降之势。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而来，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既是政治角色，又是经济角色。改革以来，各级政府又担负着推动发展经济的角色。这就使得政府的经济和政治角色之间的关系复杂化。经济改革产生了众多的既得利益者，而各级政府又往往和既得利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官员纷纷参与现有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分配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要不就是在制定规则上不力，要不就是放弃了对规则的制定。
中国社会日前所讨论的“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其中一种情况。所谓的“特殊利益团体”不光是指社会经济利益，而且也包括政治利益。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甚至中央部委和官员与这些“利益团体”有着深厚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集团自行制定规则，瓜分社会利益。它们之间互相竞争利益已经司空见惯。但令人担忧的是，这些集团开始不理会国家权力，甚至挑战国家权力。
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本来就毫无公平的含义，它们更对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中国不是一个契约社会，但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一种隐性的契约关系。政府保障基本社会正义和公平，而人民则接受政府的管治。但现在这些利益集团既破坏社会公平，又瓜分政府制定规则的权力。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利益集团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整治“寡头”与社会正义
如果政府不能重构其规则制定权来协调利益分配，那么其恶化是不难预见的。俄罗斯的经验应当得到重视。俄罗斯的恶性私有化导致了国家的“寡头政治”和“寡头经济”。各方面的“寡头”或者挟持政府，或者置政府于一边，自行制定利益瓜分规则，以“民主”或者“市场”的名义向社会掠夺利益，损害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正是这种情况使得普京政权痛下决心，下大力气治理这些“寡头”。尽管很难说，普京政权已经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但可以说，普京政权能够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和其整治 “寡头”是分不开的。对大多数人民来说，整治“寡头”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一步。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的中国也发生过，蒋介石并非不想整治当时威胁政权的利益集团，但是政权深陷其中，整治无力，以失败告终。
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既害怕民主，又要以市场的名义来论证其利益瓜分的合理性。害怕民主，是因为他们不想人民来制约他们的行为，分享他们的利益；以市场的名义，是因为他们要抵御政府来干预。每当政府有些动作，总会有代言人出来替“市场”辩护。
毋庸置疑，各种利益集团也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主要阻力源。如果利益集团继续制定博弈规则，瓜分社会，和谐社会如何而来？和谐社会并不是说社会没有各种利益，而是说政府拥有利益博弈规则。任何利益集团所代表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只有政府才能超越社会利益，代表多数人民的利益，从而提供社会公平。
在任何现代国家，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体制，如果要稳定和持续发展，都必须表达基本社会正义。在中国社会，利益的博弈不可避免，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利益博弈必须包含有社会公平和正义原则。如何重新建构政府的规则制定能力？制定什么样的博弈规则？如何来制定？这些问题考验着中国社会，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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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经济是中国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尽管中国仍然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且有理由相信这种发展速度还会持续下去，但中国社会很显然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和谐。形式多样的社会冲突在最近几年一一浮现出来。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早已经成为中国领导层的最高政治议程。在今年“两会”期间，中国高层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就是要解决民生问题。
这一判断应当说是抓住了核心。民生出了问题，和谐就没有了经济基础。中国社会今天所呈现出来的很多被外界称之为具有“民权”性质的问题，其背后实际上是民生问题。当人们不能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民生问题的时候，就开始求助于政治的、法律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这也就是眼下中国有关方面所承认的“经济问题政治化”的现象的根源。
民生问题如何解决？中国社会对此讨论很多，但从各种出台的政策和政策讨论来看，国家的收入再分配功能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或者政府的确要扮演一个主要角色以保障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实际上，很多年来，中国政府也实施了各项政策来努力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例如，为了缩小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国家在所得税制度上有所改进。为了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国家不断有特殊的区域政策出台，如“西部开发”、“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等。为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国家早些年有“以工补农”的说法，现在又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此外，对各弱势社会群体，国家也有相应的政策。不能说国家在实施这些政策上不力，但政策的效果如何呢？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经济发展越快，收入差异就越大，而国家通过再分配来达到社会公平的能力则越来越低。
经济结构造成社会不公
从很大程度上说，迄今为止把重心放在国家再分配能力的很多政策讨论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者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了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目前的经济构成（或者结构）是造成社会不公平和非正义的首要因素。只要这种经济构成不改变，无论怎样强大的国家再分配能力也会无济于事。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已经不是有助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民生经济，不改变这样一种经济结构，就很难造就一个和谐社会。笔者曾经论述过中国巨大收入差异问题不能解决的主要因素不在国家的“二次分配”，更不在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三次分配”上，最大的问题出在“初次分配”上。而“初次分配”不公的根源在于经济构成。
现有中国经济构成有两个互相关联的显著特点：第一是财富从民间向国家转移，因而容易造成国富民穷的局面；第二是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转移，因而容易造成少数人控制财富，中产阶级不能壮大，而社会多数相对贫穷的状态。这种经济形态的形成是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的产物。
财富为什么会向国家集中？简单地说是国家垄断所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实行“抓大”政策，即国家资本和企业的重组。近年来，尽管有关部门不用“抓大”这个概念了，但实际上这种政策正在加快实施。中央国资委自2003年成立至今，189家中央企业已经同类合并为 159家，而未来三年目标则是减少到100家左右。应当说，这个重组意义重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这种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组不可避免。问题不在于战略重组，而在于大型国有企业财团的公司治理和社会监督问题。因为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和社会监督，这些财团往往表现为自行其是的“独立王国”。很多经验研究都表明了这些财团内部工资失控、垄断价格和腐败盛行等等状况。尽管这些财团是从社会聚集资本的，但社会对这些财团毫无控制机制。因为这些财团属于国家，它们对国家的政策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在一些场合，它们就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垄断不仅仅存在于中央部门企业，而且也存在于省级国有企业。这些年来，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为了和其他省份竞争，各省都纷纷组建自己的地方企业集团。很多省份在“大抓工业、抓大工业”的政策思想指导下，实行地方国企垄断。地方企业垄断对民生经济是致命的。中央垄断一般发生在对国家具有国际战略意义的领域，而地方垄断则往往发生在任何有利可图的经济领域。从财富集中的角度来看，地方垄断扮演了一个更为关键的角色。较之中央级企业，地方国有企业财团的公司治理往往更差，受地方政治权力影响更甚。中央和地方企业财团的重组和发展，在把财富和资本从社会转向各级政府的同时也转移到了少数人手里。很清楚，中国目前很大一部分富人是各类国有企业财团的主管。而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更是加快了财富和资本的转移速度，恶化了社会不公平状况。从九十年代中期至今，县、市级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已经基本完成。民营化本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战略，但是因为政策实施的失误，民营化往往演变成为恶性私有化。因为地方政权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民营化经常是通过政治力量把财富和资本简单地从地方社会转移到少数人手里。由于中小企业数量大，涉及的社会成员多，恶性私有化不仅恶化了收入分配，更加造成了社会不公平和非正义。从这一角度来看，并不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年来很多社会冲突都是发生在这个领域。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地方层面，因为地方政权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地方垄断可能仅仅是恶性私有化的第一步。在一些地方，地方政权先用政权的力量对有利可图的经济领域进行垄断，把财富集中起来，然后再用政权的力量将其恶性私有化，从而完成财富和资本从社会转移到政府、再从政府转移到少数人手中的复杂过程。近年来，一些省份把自己所属的国有企业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民营化，就属于这样的案例。国内资本的重组也好，转移也好，已经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资本毫无限制的进入更是雪上加霜。国际资本一方面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恶化了中国的收入分配情况。全球化本身是财富和资本转移的一个重要途径，这在中国和海外并无区别。但中国特殊在用政治的力量推进全球化。例如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为了外资、为了政绩，以极其优惠的人、财、物等生产要素条件向国际资本开放。很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国际资本获取巨额利润的地方。就是说，全球化也使得一部分财富和资本向国际大公司转移和集中。
民营经济的生存环境亟须改善
在资本和财富向各级政府、少数人和国际大公司转移的同时，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生经济越来越成为不可能。中国的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空间越来越小。可以举民营企业为例。民生经济并不等于民营经济，但在中国，民营经济是民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大多数中小型企业是民营的。很显然，尽管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取得宪法和法律上的合法性，并受到保护，但在实际政策层面，民营企业的经济环境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善，市场准入限制广泛存在，金融支持有气无力。中央政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是实在没有有效的方法来实施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从本质上说，中国现在的经济构造是一种有效的财富和资本转移机制。在这种经济形态中，不可能形成真正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经济结构因素出了问题，任何有悖于这种结构的政策都是难以奏效的。
在任何经济体里，中小企业可以说是有助于提高就业率和收入公平分配的最有效手段。从很大程度上说，只有在一个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经济形态中，政府才有能力保障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反垄断的同时，总是努力构造一个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金融和法律环境。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反垄断和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其目标是相同的，就是要通过保障就业来达致初次分配的基本公平性。维持企业的创新精神是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但这一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各级政府所施行的经济政策的确可以推进经济发展，但和民生经济相去甚远，如果不是背道而驰的话。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持续，但结果可能是一种国富民穷，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贫穷的状态。也就是说，这种经济形态导致社会分化，导致社会不和谐。的确，正如很多人所强调的，中国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来解决，经济一旦停止发展，什么样的问题都会浮上台面。但也应当很清楚的是，现在的经济发展格局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从长远看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只有建造成了一种国富民富的民生经济形态后，中国的社会和谐才会具备一个有利的经济基础，国家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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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公平需要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
中共十七大报告就目前中国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差异问题有了新的论述，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初次分配上强调公平，这在改革开放以来属首次。此前，中国政府处理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邓小平为了改变计划经济下“大锅饭”的状况，提高人们劳动生产积极性，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反映到国家的分配理论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但是在将近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效率有了，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的确富裕起来了，但公平却消失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可望而不可见。近年来，越来越大的收入差异更导致社会的急剧分化，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
实际上，过大的收入差异也是经济不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源。少部分社会成员过度消费，而大部分人则消费不足，仅仅停留在维持生计的水平。内部的消费不足转而迫使中国产品大量外销，从而导致和西方社会的贸易冲突的升级。这当是另外一个需要专门加以讨论的问题。
效率和公平要兼顾
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和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年来，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下足了功夫。各方面的公共政策不断向低收入者或者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但各项政策的实际效果距人们的期望还有很大的差异。很多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增长，增长速度为世界上所少见，但中国的收入差异也在同步增长。这个现象表明，中国的收入差异问题并不在于各级政府的二次分配不力，而是因为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异过大。初次分配出了大问题，就无法通过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来达到公平。十七大报告开始强调初次分配也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问题，说明领导层已经对此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实际上，稍微了解一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难解释这个现象。穷人或者低收入者只有把自身投入到劳动力市场才能求生存和发展，或者说自身的劳动力是获取财富的唯一来源。而富人则不同，富人除了劳动力，还掌握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缩小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异，至少要求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必须较富人快。但是市场经济运作规则决定了富人的收入增长会永远比穷人快。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已经成了获取财富的最主要手段。或者说，全球化是财富分配不公的新动力。要改变市场本身的规则，遏制全球化对财富分配差异的恶化，就必须求助于政治，就是说需要政府来干预市场，干预收入分配，在市场和政府之间达到一个均衡状态。维持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均衡，实际上也就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
回到中国的例子。一次分配哪里出了问题？贫富差异的急剧扩大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群体的收入增长过慢，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社会群体的收入增长过快。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部门。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年来形成了高度垄断。垄断企业的资本应当说属于全民，但这些企业内部经常自行决定工资水平。除高工资外，垄断企业还有很大一部分收入属于灰色收入。高工资加上灰色收入使得垄断企业的收入远较非垄断企业的高。更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赢利了，利益就在内部分配，但一旦亏损，却又要求助于国家，国家就要用纳税人的钱来救济这些企业。这样，垄断部门总是能够在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把亏损转移给全社会。这一过程不仅恶化了收入差异，更使得社会公平与正义荡然无存。
中央层面搞垄断，背后还有相当的理性，因为一些产业具有战略重要性。但现在的情况是，不仅中央搞垄断，而且地方的各个层面，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都要搞垄断。越到下面，垄断就越是毫无理性。往往是哪里有利可图，政府就要对之进行垄断，造成了与民争利的局面。各个层面的垄断非常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尽管中国的中小企业也在发展，但其生存环境非常不好。而在收入差异比较小的国家，中小企业往往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主导的角色。
在非国有部门也存在着收入差异问题。在这个部门，很多企业实行的是非常原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些企业要不利用国家法律的不健全，要不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忽视企业工人的基本权利，如最低工资制、安全生产环境和最基本的医疗保险等。
问题的解决需超越分配制度本身
现在，领导层认识到了一次分配过程中公平的重要性，但如何把认识落实为政策，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节制国有资本，防止国有资本与民争利？如何改善中央垄断企业的企业治理，在市场运作基础上增进公共利益？如何限制甚至取消地方层面的垄断，给中小企业创造一个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如何保障非国有部门的基本劳工权利，尤其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权益？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超越了分配制度本身，而需要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变革。
再者，十七大报告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没有错，但可以再进一步说，二次分配在注重公平的同时也必须强调分配过程中的效率。二次分配往往被理解成为对穷人的救济。救济穷人当然需要，但这仅仅是二次分配中很小的一部分功能。如果二次分配只注重公平，而忽视效率，那么就会步西方福利国家的后尘。
一些西方国家在二次分配过程中过分注重公平，而忽视了效率，结果养了一大批懒人，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福利国家病。社会成员利用国家力量（往往是通过选举制度）对企业和个人增收过高的税率，从而影响效率。生产效率的低下又反过来影响国家福利的可持续性。所以，更为有效的方式是二次分配也同样要强调效率，就是说除了对穷人进行必须的救济外，政府可以大力投资于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培养，国家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也可以向中小企业倾斜。诸如此类的政策举措就可以为各社会群体提供机会参与经济发展过程，通过参与发展得到应有的财富分享。这样才可以在效率和公平之间造就一个良性循环，保障两者的可持续性。
中共的新分配论述对现存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新挑战。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坦诚，“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可以这样说，因为对一些重大问题研究不深入，从而影响了有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影响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从建国到今天，中国的理论和政策界犯了两次教条主义。第一次就是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认为计划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最近二十多年间又犯了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可以用来增加社会财富。这并没有错，但是在实际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多数人往往把此理解为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这里资本主义成了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
这种理解是典型的教科书式的理解方法。在中国理论和政策界，很多人习惯于从教科书出发来理解现实，而不是用现实去修改教科书。很少有人认真地去考察中国本身的经济，也很少有人去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的实体经济。实际上，在今天，即使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中（如美国）也包括有社会主义的成分。例如，劳动力成本中已经包含有人权概念。在西方，没有任何资本可以忽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忽视他们的最低工资，忽视他们的最低限度的医疗保险等等，也没有资本可以忽视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因此，有必要用批评的眼光来对待现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通过考察世界各国实体政治经济体系来重组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这应当是中国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根源。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11月13日



第八部分 中国教育改革



中国教育改革的三大败笔
“文革”一结束，中国就开始了教育改革。当时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把教育改革提高到国家的一个主要议程。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但人们不难发现，中国和先进国家的教育科研差距并没有缩小。原因何在？关键还在于没有一个健全有效的教育体制。可以说，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并不成功，如果不是完全失败的话。以大学体制的改革为例，概括地说，迄今为止，改革有三大明显的败笔。
第一就是大学教育的产业化。在任何国家，大学都是非营利机构。
但在中国，大学则是名副其实的产业，是一部赚钱的机器。邓小平南巡以后，整个国家的唯一目标就是赚钱，大学也无可避免。在前些年，当经济增长缺少动力的时候，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还公然提倡把教育转化成为一个新增长点。政府提倡科教兴国，把着眼点放在“钱”上；大学的校长们想要提升自己，也把眼光落在“钱”上。“钱”似乎成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万能良药。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钱”并没有给大学教育带来任何希望，反而导致了无穷的消极后果。
把创收作为目标，自然带来教育质量的大大下降。现在的很多大学教授把赚钱当做正业，而把教学和科研当做副业。当然，连教学和科研也是以“钱”为目标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大学向有钱阶层屈服，教授向有钱学生屈服。大量有钱阶层的人士，如商界和政界的，涌入大学。他们中间尽管有很多好的学生，但不可避免的是，存在着大量的文凭、权、钱之间的交易。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好处，教授、政治人物、商界人物都是 “同学”，结成一体，对各自的未来都是增值的，唯一受损的就是教育制度。
在另一边，农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子女则缺乏接受大学教育的激励机制。考大学从来就是社会底层家庭改变贫穷状况和个人前途的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只要有可能，社会底层的子女都会拼命努力来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社会底层家庭及其子女普遍缺乏动力。因为他们即使成绩再好，也承受不了高额学费的负担。这些年来，考上了大学却因没有钱而无法上大学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些学生或者其家长还甚至因此走上了自杀之路。对社会底层人士来说，受教育机会的被剥夺几乎等于生存机会的被剥夺。在中国的传统里，这种情况经常导致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现在也不例外，政权最终是要承担或者消化这样那样的政治后果的。
第二大败笔表现在毫无理性的大学升级上。从师范学校升为学院，从学院升为大学，高等专科学校不见了，专门性的学院不见了，代之以到处林立的大学。北京的学院路从前是名副其实，但现在那些学院全部升格为大学。中国大学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多一些大学本来没有什么不对，但问题是迄今为止的大学升级毫无理性可言。升级的动力大多来自于政治。教育部没有一个理性的宏观图景，让各个地方自行升级。为了地方利益，地方官员都希望自己的地盘里有大学的存在，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地方领导的政绩之一。地方领导喜欢，学校的领导更喜欢。随着专科升为本科，学校领导的行政级别也自然跟着往上升。没有什么不好，皆大欢喜。
这样做，受损的也还是国家和学生。现在一方面是大学生大量积压、找不到工作而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是公司找不到有用的技术技能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大学把大量的本来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培养”成了学无所用的废料。中国现在是个工业化中的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会继续是。这种经济要求大量的技术型熟练工人，大学理应配合这种经济发展趋势，但没有这样做。中国有大量的基础研究，但就是没有办法把它们转化成为产品。即使可以转化成为产品，也没有好的工艺水平。这和德国、日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缺乏高技能的熟练工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这种制约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会越来越明显。
第三大败笔就是假大空的并校风。为了赶上世界水平，这些年来中国到处出现合并风。企业的合并重组还说得过去，但大学的合并显得毫无道理可言了。不知道这是领导层本身的思想还是从哪一个国家学来的经验？如果说大学升级的动力和地方利益有关，大学合并显然来自上层。上层搞瞎指挥，下面就跟着做。什么硕士点、博士点，什么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什么教育科研基地等等，都要上面来批准。这样就强行制造出大学合并的激励机制来了。一些大学之间本来就是矛盾重重，但上面也要求强行合并。大的就是好的，大的就是先进的。但是事与愿违，大学合并了，不但假大空，而且失去了各自的特色。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也改变不了，只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再分配而已。
教育改革是一件关系到长远国家利益的并且是极其复杂的大事情，可惜的是，“钱”字当头的教改思想已经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了弃之不掉的负面效果。这种思维方式不纠正，无论怎样的教育改革也会无济于事。现在正是新领导层重新考量教改的时候了。
 
原刊于《信报》2003年11月18日



中国教育改制面临制度制约
二十多年前，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
每当邓小平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时，他总是要特别强调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的改革。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的先见之明。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今天，没有比教育和科技更重要的了。没有人会否认，人才的竞争是全球化时代所有竞争的核心。
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随着市场制度的确立和与世界体系的接轨，新的经济体制已经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教育体制显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但大概没有人能够夸口说，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是成功的。虽然有进步，但在这个领域，中国和先进国家的距离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显而易见的是，教育体制越来越成为中国深度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没有自主性，教育不会有质量
为什么会这样？可以把教育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作一比较，看看前者的改革为什么不成功。经济改革的成功可以归纳为内外两大因素。内部因素就是企业本身的自治自主性。中国的企业本来并非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而是政府的一部分，负有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功能。只有当企业和政府分离开来后，经济改革才有了突破。
中国的教育和国有企业没有什么大的分别，直到现在，教育还是政府的一部分，特别是国家宣传机器的一部分。尽管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很难完全和政府脱钩，但政府对教育业的管理必须改变现有的形式。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教育部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水平。教育部权力越来越大，大多和教育有关的资源还是要由教育部来加以分配。从教育经费到职称评定到莫名其妙的博导体制，都和教育部对资源的垄断有关。
和政府的紧密关系意味着教育业没有任何自治自主性。美国大学成功发展的根基就是自治自主性。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等现在的顶尖名牌大学，在开始时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当时也没有人预见到它们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但它们都有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自治的发展。就连大学教授的终身制也是为了保护教授们的自治自主性。有了终身制，他们就不用因为自己的学术观点而遭到学校的解聘或者受外界不利的影响。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些大学成为标准、质量的象征，为其他教育机构所仿效。
只要中国的教育界还是政治的一部分，就不会成为一个具有自治性的组织，就不会成为高质量的教育机构。当任何教育资源都由政府来分配的时候，政府的评价也就成为教育界所要追求的指标了，这就失去了教育界本身的目标。这个恶性循环不打破，教育改革就没有希望。只有当教育界发展出自主性的“行规”来约束自身和评价自身的时候，才有可能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来，即人才。
垄断地位使教改动力不足
中国经济成功的另外一个制度环境就是外在的强大竞争压力。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够转型，就在于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的快速增长。中国的非国有企业历经了从小到大，再发展到主导地位的过程。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培养出新的体制因素，更重要的是给国有企业带来了莫大的压力，促使后者进行改革。
但中国的教育界就没有这样一个竞争环境。教育基本上还处于国家垄断状态。尽管有各种类型的民办学校（包括大学）产生，但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可见的未来，教育界很难能够发展出一个强大的“非国有部门”，和已有的国有部门进行竞争。更为糟糕的是，新产生的民办学校往往就是企业，以赢利为目标，忽视教育的特殊性。内部没有竞争压力，而外在的（国际的）压力更难影响到教育部门上。在没有竞争压力的情况下，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缺乏动力。结果，教育界就像一个亏本的大型国有企业。教育的投入每年都在增加，但是个无底洞，只见无穷的投入，不见好的产品出来。
制度滞后导致人财外流
教育本来是培养国家人才和精英的地方。但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教育界形成了一种谁也不想看到的精英淘汰制。最显然的就是人才外流。有一位在国外非常有成就的华裔教育家曾经感慨万千地说，中国的一些学校是“武大郎开店”，一流人才就很难回流。或许有人会说，人才外流是经济原因。但现在中国好的大学的教员收入已经不比任何国家差多少了，还是没有一流人才的回流。这里制度上的因素还是第一位的。如果教育制度不改，即使中国经济再持续增长数十年，中国的教育也很难赶得上先进国家。
教育改制难行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教育投资的外流。现在，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到国外留学，而这些学生到底在学什么，学到了多少？没有人研究过。但很显然，很多海外教育机构（多数是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学校）只是把中国学生看成是一个教育的市场罢了，赢利是第一位的，而教育的成分有多少，只有那些学生才知道。说到底，反正国内教育机构都在卖文凭，国外大学也变相地加入进来。
教育体制的改革再也不能回避了，政府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改革旧制。人才竞争场上的失败永远弥补不了其他方面的伟大成功。原因很简单，教育是个百年大计。
 
原刊于《信报》2004年7月27日



中国教育面临深层危机
去年十一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和六位大学校长及教育专家谈话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培养不出人才的教育体制
温家宝的话同时说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成与败。尽管温家宝这里谈论的是大学，但提出的问题实际上适用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类学校。成就指的是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在扩大；失败指的是中国没有培养出大师级人才。仔细想一下，在中国迄今为止的教育改革中，成就和失败本来就是一回事，就是说学生增多和学校规模扩大这些所取得的成就，导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这样一种结局。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种荒唐的结果呢？在诸多原因中，最为基本的就是教育改革的目的或者方向出了根本性的问题。而方向出了问题，又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一直受两个因素驱动，那就是教育机构的职位寻租（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和教育主管机构的权力寻租。这两种寻租行为背后的推动力则是教育产业化而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到2005年底，中国高校在校学生超过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 21%。从数字上看，这的确是个不小的成就。但这种增长方式俨如大跃进，只讲数字增加，不讲质量，更不讲其长远的影响，因而巨大的成就中隐含着危机的根源。这实际上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成就和危机非常类似。各级政府用政治方式来抓经济发展，也用政治方式来搞教育改革。在经济发展上，政府官员长期以来追求的是单纯的GDP数字的增加，反映在教育上则是学生人数和入学率的增加，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如此。同时，在经济上实行“抓大”政策的同时，在教育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合并和升级风潮。因为数字增加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各级政府和各类学校就有巨大的动机来冒进，于是学院升大学，大学大合并。
这样的改革很难说是为了培养人才。如果比照其他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国工业化的这个阶段，大量需要的是技能工人。而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工业化所需要的技能工人远远不足。尽管大学的扩大和扩招给更多的人予以受教育的机会，但如果培养的是一大批没有用的高级人才又有何用呢？培养人才的过程演变成了浪费人才的过程。中国基础研究的很多方面领先世界，但中国产品的附加值为什么远远赶不上其他国家呢？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技能工人的缺乏。此外，科学技术创新也并不见得要在大学进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技术创新活动是在技术学院完成的。学校升级以及扩大和技术创新又有什么关系？
教育成了暴利产业
经济利益和权力主导下的中国教育改革必然导致失败，就是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因为把教育产业化推向了极端，教育在中国成了一个暴利产业。正因为如此，各级政府分管教育的部门和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都千方百计地来分享教育产业化的巨大利益。在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的计划经济已经转型成为市场经济，但教育科研资源的分配一直是高度集权的，就是说教育科研资源由各级主管部门来分配。大量科研经费集中在少数几个权势人物手中，集中在主管教育的政府官员和科研部门的掌权者手中。因为缺少透明的竞争机制，资源分配不仅仅滋生大量腐败，而且更不利于年轻科研人员的创新。没有创新成分或者创新成分很小的项目得到了巨大的财务支持，而真正需要资助的创新项目则得不到支持。同样，课程和各类学位设置的权力也是集中在主管部门。很简单，主管部门的名目繁多的审批权给他们带来的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集权现象本来就需要改革，但随着教育的产业化，集权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改革，反而越来越甚了。各级主管部门变着法子通过形形色色的政策来收权，以获取经济利益。
今天，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教育的整个教育过程中，很多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为了分享利益。换句话说，部分官员和教育界权势人物眼中所见到的并非是人才，而是各种各样的利益。各级官员和社会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用政策的幌子来获取利益，也用政策来论证其获取利益的合法合理性。先界定要得到的经济利益，再去制定政策。自然，牺牲的是学生和家长。现在的情况是，教育改革越多、越深入，家长和学生受害就越深。
逐利的恶性循环
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各类学校尤其是大学产业化的空间越来越大，只要想得出来，什么样的办法都可以用，因为教育主管部门对此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制体系。但是，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学校和教师的自主空间则是越来越小。现在大学生考试要标准答案，研究生教学要指定教科书，简直是把初中教育的方式应用到了大学、研究生教育，或者说大学教育方式初中化。评判大学生优劣的标准当在于他们之间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答案。考试要标准答案，不知道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同样，评判大学老师、教授优劣的标准是其所用方法论的不同、传授思想的不同，自然他们所使用的教材也应当不同。如果把指定的教材给大学老师和教授，他们怎么能培养出人才来。在这种现象背后，一个恶性循环正在形成。从幼儿园老师到大学教授，因为受产业化的强大利益驱动，职位寻租越来越普遍。就大学而言，一些教师花在教育和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往往是敷衍了事。在缺失职业伦理的情况下，来自主管部门的约束就变得很需要。如果主管部门不加以管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各种不正当甚至非法交易会越来越甚，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遏制。但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一旦介入，就变成了权力寻租。各级主管喜欢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再利用这种权力来获取个人利益或者集体利益。结果，分权不行，集权也不行。人们已经意识到以追求单纯的GDP数字增加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但人们是否也已经意识到了教育上的大跃进改革模式更是不可持续的呢？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中国教育制度必须加以改革。这不仅仅是培养人才的问题，而且也是社会政治问题。中国的家长和学生，没有一个不对教育体制怨声载道的，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教育制度的受害者。正因为如此，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呼吁教育的改革。教育改革实际上也没有停止过，但问题是当教育改革演变成权力和利益之争的时候，当改革政策是为了权力和利益寻租而设计的时候，改革只能加深中国教育体制的危机。教育必须改革，但改革方向不能受制于权力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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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体制的官僚化及其后果
很多经验现象表明，中国教育体制的官僚化或者说行政化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如果不能引入深刻的变革，体制内部的冲突会不可避免地浮上台面。近年来，各类冲突已经相当明显。有大学教授因体制问题而辞职，有教授因体制问题而拒绝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有教授受行政部门的压力而不得不少说话，也有系主任被行政方面撤职，各种现象，不一而足。大学内部行政和学者之间的冲突并非中国所特有，在西方各国也会偶尔发生。例如，前些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因为不适当的言论而和教员发生冲突，校长因此被迫辞职。但中国教育体制内部的冲突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又折射出现存体制的内在矛盾及其改革的重要性。
在诸多特殊性中，有两个互为相关的特点尤为显著。首先就是教育以权力为本，以经济利益为本。以权力来追求经济利益，以经济利益来追求权力。权力和经济利益是教育界行政部门针对教员使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手段。人本教育也因此成为权力教育和利益教育。不管行政部门的主观目标如何，教育的目标实际上已经不是培养人才，而是为了权力和利益。这一点，笔者已经在前面文章中论述过。其次，在行政和教员之间的冲突中，教员必定是失败的一方。像哈佛大学校长辞职的事件在中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这种现象不仅说明了中国的教育体制是行政主导型的，从更深一层看，这也说明了教育界专业和职业空间的日渐缩小。而这后一方面对教育事业的影响是致命的。
教育部门绝非一般行政机构
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部门是一种组织。但应当认识到，教育部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行政组织，也非一般意义上的工业经济组织。行政组织的目标是政策实施的效率，工业组织的目标也是效率，最大量地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为了达到效率这个目标，组织往往呈现等级化、上下级之间的服从和协调等特征。权力和利益在这些组织中也因此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权力（和与之相关的物质利益）是行政部门的主要动力机制，而利益（和与之相关的权力职位）是工业部门的主要动力机制。
但教育组织显然不是这样。很简单，教育部门的唯一目标就是培养人才，教育组织内部所涉及的权力和利益是次要的，仅仅是为了维持教育组织的运作的可持续性。培养人才与生产服装、鞋帽和电子产品之间的不同不言自明。简单地说，任何工业产品都是可以通过简单到复杂的各种机械装置生产出来的，而人才则不能。如果承认教育部门的目标是培养人才，那么就不能用管理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和工厂工人的方法来管理培养人才的人（即教员）。
不过，很显然，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很“科学”地把管理行政部门和工厂管理的方法应用到了教育组织。这些年来，教育部门盛行所谓的 “投入—产出”的量化管理方法，对“量”已经到了崇拜的地步。这不仅表现在对学生的大量扩招上，表现在对经济利益（赚多少钱）的追求上，也表现在对教员的业绩评价上。由经济利益驱动的学生扩招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社会病。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是博士生教育，教育机构俨然已经成了一个现代工厂的大规模生产线。重量不重质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工业生产的特征，不幸的是，这也发生在教育界。不错，教育部门经常自豪地宣称培养了多少人才，但可惜很多人才就连就业的机会都甚微。教育部门或许是培养了人才，但可能是培养了错误的或者不适用的人才。
绩效评估看“量”不看结果
对“量”的崇拜也导致了教育目标的短期化。就大学来说，不仅有年度教学评审、学术成果评审，而且也有经费申请评审。一个研究员或者教授一生当中，如果有数篇有影响的研究论文已经不错了，可是中国的行政主管要求教员每年都生产出“有影响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有人算过，如果把现在世界上具有影响的杂志都让给中国学者来发表文章，都不足以达到中国教育主管官僚的目标。对教员来说呢？每年生产这样的论文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生产是必须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职位、职业和生存问题。结果就是粗制滥造，抄袭成风。在研究经费的申请上也是这样，行政主管只看“量”，不看结果。只要你能够申请到钱，你就是人才。申请不到钱，你做出最好的研究，也很难被领导看重。到处找钱、到处乞讨成了多数教员的一大负担。但非常荒唐的是，好像没有人来关心这些钱所产生的研究结果。无论是找钱的过程还是成果评审过程，其中所包含的腐败人人皆知，但教育主管部门无动于衷，因为这已经变成教育界的一大“潜规则”了。
对“量”的追求也导致了可以称之为“假人本教育”的现象。商业界说“顾客是上帝”，教育界说“学生是上帝”。既然学生是上帝，教员则成了服务员，传统的“师道尊严”这个概念现在已经鲜为人知。实际上，“讨好学生”也是教育界的“潜规则”。能够讨好学生的教师的教学评审肯定要比那些不能讨好学生的要好。表面上，这好像就是“人本教育”，但实质上则不然。传统教育强调灌输，强调教师的人格影响，这当然有很大的缺陷，使得学生贫于独立思考，穷于研究方法。但现在中国学生的质量又怎样了呢？只是一味地迁就学生，学生到底从教员那里学到了什么？大概没有人可以十分确定地说，现在的教育较之教育产业化之前提高了许多。
实际上，对很多学校行政领导来说，讨好学生是为了学生的钱袋，为了经济利益。人本教育在这里是没有任何影子的。行政领导要求教员对学生要有“以人为本”的精神，尽最大的力为学生服务；但另一方面，学校行政领导本身并不是为教员服务的。在西方，学校行政系统是为教员服务的，但在中国，行政则是领导，是对教员发号施令的。教员夹在中间，受行政和学生的双重压力。谁都知道，教育的主体就是教员，但如今教员的教育和研究环境越来越差。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钻到行政为他们所设计的各种“笼子”里面：有的教员成了学校盈利的工具；有的则是职位寻租，利用教职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当然，更多的教员感到的只是无能为力，逐流于教育产业化浪潮中间。
错学发达国家经验
教育的行政化也使得中国的教育界错学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了赶上西方国家，教育学西方是必然的趋势。自九十年代以来，实际上没少学西方，国家每年派出大量的人出国考察，各大学也在这方面变本加厉。但可惜的是，出国考察的大多是领导和行政人员。不能说，他们在西方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多数只学到了西方的一些外壳，没有学到西方的教育精神。
举一个科研的例子就足够说明这个问题了。在西方，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科研精神，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中国的教育官僚则没有学到这种独立的科学精神，相反，他们学到的是一套表面的科学“八股”。中国早就废除了自己传统学术“八股”，但现在又学来了一套西方“八股”。这种新“八股”已经开始毒害中国的教学者和学生。对很多中国学者和学生来说，科学就是对洋“八股”进行填充，找些资料和数据往定式的 “八股”一填，就算科学研究了。做学问必须有一定形式的“八股”，在西方，谁都知道，这种“八股”只是表达思想和科学发现的一种形式罢了。但在中国，“八股”却成了科学研究本身。所以，尽管中国学者的研究似乎和国际接了轨，很多学术文章也能见于国际学术期刊上，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学者真正有了新的思想和发明。用时下流行的术语说，就是没有自主创新。可以说，在没有学到真正的科学研究精神之前，各种进口的洋“八股”研究是培养不出大师级学者来的，更不用说是建设中国本身的研究体系了。
权力被错误使用
中国要培养人才，尤其是大师级人才，教育必须要改革。但教改必须首先确定一个正确的方向。方向错了，教育越改革，问题就会越多，对培养人才就越不利。从表面上看，人本教育已经为教育界各级领导所接受，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口号而已。如果不能在体制上对教育作根本的改革，那么人本教育永远只会是一个口号，只能行人本之名，图权力和利益之实。那么如何把人本教育表达为体制？这个问题教育界没有人能够回答。
方向确定后就是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这里又涉及一个似乎敏感的权力和学术的问题。很多人痛恨权力干预学术，简单地把中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归结为权力问题。实际上，权力和学术的问题很复杂。把权力全都下放到研究者和教员手上，也并不见得能解决问题。在后发展中国家（包括早期的德国和日本），要赶上先进国家，权力介入教改不可避免。不是所有的权力都是负面的，权力既可以成事，也可败事。要改革就需要权力。问题是谁来行使权力？在中国，问题并不在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使用，而是权力的错误使用。权力没有被用来改善培养人才的环境，而是被用来追求更多的权力或者经济利益。很显然，权力的错误使用一方面和现存教育体制有关，另一方面与使用权力的官员有关。很多教育界官员尽管有专业背景，但“屁股指挥脑袋”，一旦走上官场，就俨然成为官僚。而让官僚来管理教育必然导致教育体制官僚化。
体制要有人来改革，但人经常被体制同化。这似乎变成了“鸡”和 “蛋”的关系，给人们一幅悲观的图景。从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经验来说，要跳出教育改革“鸡”与“蛋”的恶性循环状态，首先要有一群能够超越于权力和利益之上的教育改革家。中国并不缺乏这样一个群体，但这个群体是否能主导教育改革，则显然超越了教改范畴，而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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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巨债折射出中国决策体制的弊端
近来，中国高校背负的巨额债务成为中国教育改革所面临的又一热点问题。公共讨论的焦点在于高校是否会破产、应当不应当破产、高校所负的债务应当由谁来埋单等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其合理性，但如果仅仅把问题局限于这些方面，就很难看得到更深一层的问题，即中国的决策方法出了什么问题。高校所负的巨额债务是高校改革所产生的诸多问题中的其中一个。那么，应当提出来的问题是：为什么高校改革的政策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为什么原来抱有很高期望的高校改革会走向其反面？问题出在高校领导人还是高校改革政策设计本身，或者这两者都有问题？
提出这类问题很重要，因为具有良好愿望的政策导致人们不想看到的负面结局的状况并不局限于高校改革问题上，而是表现在中国各个政策方面。例如，今年“两会”期间，有代表就指出了这样一种情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已经演变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乡村”。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本意，是要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来缓解和解决中国长期面临的“三农”问题，但结果呢？地方干部官员带领农民推倒了旧房子，通过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大量贷款，为农民盖上了新房子，结果导致农民大量负债。新农村还没有建设成，问题已经出了一大堆。或许有关方面可以把责任归咎于地方干部和官员误读政策，但是有关方面本身是否也应当加以反思呢？如果政策每每都可以被执行者所误解和误读，那么可以说决策当局的政策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根源在于高校大扩张
回到高校负债的问题。对这个过程的分析就可明了决策机制本身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高校负债的一个最大根源在于高校的大扩张，尤其是通过高校大合并的方式来达到扩张的目标。例如，今天人们经常提到的吉林大学就是通过合并原来的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和白求恩医科大学等六所高校而来，而“六校合并”也是其今天巨额债务的主要根源。从中国各地来看，大学扩张一方面产生了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也论证了各高校大量举债的合法性。
但在对这一政策作分析时，首先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大学扩张这一政策思想从何而来？为什么要扩张？有怎样的合理性？人们常说，正确的思想要从人类实践中来。那么中国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呢？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大学有过院系调整运动。毛泽东的这个运动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想改善中国高校制度的意愿。但事后的历史证明了院系调整政策的失误。那么，近年来的高校扩张是否是要纠正院系调整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呢？或许有这方面的成分，但从决策当局设定的目标来看，主要是为了提升中国的高等教育，铸造很多世界一流的大学。不过，问题是有什么理由证明通过大学扩张，尤其是通过合并的扩张能够铸造世界一流大学呢？中国本身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在海外也找不到确定的理由。很显然，尽管有些规模大的大学是一流的，但同样有很多小规模的大学也是世界一流的，甚至比规模大的更好。再说，正如有人形象地指出的，把数条帆船拼在一起，是成不了一艘航空母舰的。尽管当时就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对决策产生任何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高校扩张的政策既是决策当局追求政治效应的结果，也是把政治方法应用于教育改革的结果。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实施“抓大放小”的战略，就是说把大的国有企业通过合并重组，形成国有企业集团，而把中小型国有企业推向市场。重组大型国有企业主要是借鉴日本和韩国等国的经验，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放小”则主要是通过把企业推向市场，一方面减轻政府负担，另一方面增加企业的活力。应当说这一政策具有相当的战略眼光，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教育当局也把类似的思维和方法用于教育改革上。于是，在教育界引发了高等院校大合并的浪潮，与此相呼应的就是大学的提升运动（即从学院提升为大学）和教育的产业化运动。因为政治上的敏感性，学校的民营化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但是教育的产业化实际上已经使得学校变成了一些人获取暴利的工具。
盲目决策为寻租留下空间
很遗憾的是，教育当局在做出大学合并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前并没有进行公开的讨论和必要的论证。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对各方面的政策讨论越来越多，决策当局显然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但在教育决策方面，很难说，社会的意见能够得到反映。
高校扩张的政策思想因为政治因素而产生，政策本身也没有得到合理论证，因此不可避免地为各高校甚至地方政府留下了政策寻租的巨大空间。任何政策都会产生政策寻租行为，就是说政策执行者会钻政策的空子以获取私利。一项政策会产生怎样的寻租行为，应当成为决策者在决策时必须考量到的因素。尽管不能完全消除政策寻租，但可以把寻租行为控制到最低限度。既然没有政策论证，那么就不会意识到会有什么样的寻租行为。
对各高校主管来说，大学的扩张给予了他们一个极好的寻租机会。
作为理性和追求自我利益的高校主管，他们必须利用这个机会来为自己的大学争取到更大的利益。（当然，各院校的利益和院校主管本身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中，大学扩张也是衡量这些主管业绩的重要标准。）既然大学扩张是一项政治任务，他们何乐而不为呢？只要银行和金融机构给予贷款，为什么要考虑其后果呢？实际上，很多银行和金融机构愿意贷款给高校，也和上面所说的总体政策背景分不开。和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政策行事的。
不仅高校进行政策寻租，地方政府何尝不是这样呢？地方政府也要乘大学扩张的机会来扩张地方利益。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前些年很多省份纷纷建立大学城。地方政府建立大学城或许有提升本地大学的意图，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官员想通过政策寻租提升自己的政绩。政策寻租的结果又怎样呢？除了大量的贷款和圈地外，人们看不到大学城会对各地教育产生怎样的正面影响。
政策寻租不仅出现在教育界，而且也出现在其他领域的方方面面。
这表明要控制政策所能带来的负面效果，首先应当进行改革的就是中国的决策体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就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要务就是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尽管时光已经过了二十年，万里的话仍然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如果决策不能民主化和科学化，像高校负债这样的政策失误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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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改变“过度教育” 和“教育不足”的局面
今年年初（1月4日），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文章说，“对目前社会反映义务教育中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要找准症结所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措施”，“收入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时，但是教育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生”。文章特别提到要关注农村孩子受教育问题，“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温家宝总理的这番讲话再次充分显示出其亲民总理的风格。其任总理以来，无论在经济还是社会和教育等改革方面，中国政府的政策一直在努力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但无论什么样的政策，从制定到执行，总会受到现存体制的制约，在教育改革问题上也是如此。温家宝的这番讲话当是有感而发。这里提到了两个不公平，一是收入不公平，二是教育不公平。但两个不公平显然具有相关性。再者，在任何社会，政府在解决这两个不公平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
实际上，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出同样一个模式。在收入分配领域，无须多说，中国的分布是少数人的过度消费和广大弱势群体的消费不足。掌握中国大部分财富的少数人，他们的消费方式现在是尽人皆知，令很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富人也会自叹不如。同时，广大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人口和城市贫民存在着消费严重不足的状态，很多人仍然处于不足温饱阶段。中国尽管在消除贫穷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穷人的绝对人口数还是非常庞大。很显然，少数人过度消费与广大弱势群体消费不足是今天中国建立全面消费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矛盾。无论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是经济增长模式，都是有利于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
在教育领域，不公平则表现在一些人的过度教育和另一些人的教育不足上。温家宝这里所说的农村孩子就是教育不足的一个最主要的群体。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目前总人口中绝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农村，或者还是农村户口，但城乡大学生的比例是82.3%和17.7%。在三十年前的上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
如同收入分配领域，教育不公也有很多原因。但在诸多原因中，大多数还是和钱有关，也就是和收入分配不公有关。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自己的收入过低，供应不起其孩子的高中和大学的费用。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尽管高考成绩很好，但家里没有钱提供给他们上大学。第二个和钱相关的问题是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因为人才的流动性，农村地区的优秀教师往往会离开农村流向比较富有的城市，这使得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大受影响，自然影响到农村学生的高考成绩。很多年以来，以教育产业化为目标的教育改革（尽管有关部门否认有这样的政策）一直对农村的小孩不利。越来越多的高中和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些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对象是有钱有势者，而非无钱无势的农村学生。另外一些教育改革，如高考对农村学生的英文成绩尤其是口语成绩的要求，似乎是在故意剥夺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教育部门没有尽到责任在农村建立能够提供学生生产一种产品的基础设施，却要求学生生产该种产品。这完全是教育官僚主义的结果。
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
无论是教育过度还是教育不足，都会有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先说教育过度问题。教育过度就是说，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满足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是缺乏大量技术工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且不说缺少技术工人对一个国家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制约，单是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对社会稳定来说就会是个大问题。现在有关方面的主要方法是把很大一部分学生留在学校，要他们继续读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但这样做只是把压力往后推一点。等到这些人毕业时，情况更会糟糕。
在任何社会，教育过度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一个人在过度教育之后能够做什么呢？过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过度期待。当过度期待不能得到满足时，激进的行为就会自然产生。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度教育经常培养的是运动家和革命家。正因为这样，即使受市场影响很大的西方国家，也非常注意过度教育的问题。在冷战时期，一些国家为了抵制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把注意力放在过度教育上，也就是防止学生的过度教育。从另一个侧面，防止过度教育，就是要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配合。在另一端，教育不足也同样有政治代价。如上面所说，在中国，教育不足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包括大量的农民工人群中。在这些群体中，教育不足一方面来自教育质量问题。和城市相比，这些社会群体的孩子缺少接受良好教育的基础设施，导致成绩不好，没有资格上好的高中和大学。与此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社会群体的家庭财务问题。很多孩子的考试成绩尽管非常好，但因为学费昂贵，失去了上高中和大学的机会。
看不到希望便只有怨恨
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罗珊（Stanley Rosan）教授，在其研究中也注意到了教育不足的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中国的教育费用不高。那个时候，尽管经济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但广大的农村也能分配到一定的教育资源。这个制度比较公正，其优点是使人们相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不管多么贫穷，总会取得成功。实际上，现在在各个领域起到领军作用的人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那一代人寻求“生命的意义”，尽管对社会不满，但有理想改造社会。但新一代就很不一样了。他们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金钱是他们的核心价值。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流动和金钱的多少相关联，而和自己的努力越来越不相关。“给我钱，我给你小孩找到上大学的路子”。这一代的很多人因此相信，钱而非自己的努力是通往成功的关键要素。
尽管人们对罗珊教授的观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合理地认为，中国教育制度已经失去了人才培养的功能。当学生的才智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时候，教育制度就从精英培养演变成为精英淘汰制度。学校是个典型的地方，在这里人们竞争的应当是才智，但现在却变成了金钱的竞争。
那么对那些才智卓越，但贫于金钱的学生来说，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当这个教育制度不能提供给他们任何希望的时候，他们只有怨恨。在中国历史上，正是这些深刻感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基层知识者带头起来改变历史的发展。如果意识到，这个教育不足群体往往属于消费不足群体时，问题就更为严重。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今中国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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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僚化教育评审制度的恶果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教授曾经很形象地把“科学引文索引”（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称之为“愚蠢的中国式观念”（stupid Chineseidea）。SCI的原意是要帮助科研人员有效获取文献信息，但引入到中国之后逐渐演变和异化，到今天已经成为学校排名、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申报、科研人员评价奖励等几乎覆盖所有科研领域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但实际上，情况要比李教授所言严重得多。考虑到类似的评审制度已经渗透到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教育活动领域，如果各种异化了的官僚化评审制度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就会使得中国人变得愚蠢，永远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国家也永远成不了一流的强国。
历史地看，引入西方的一些科学评审实践方法有其必然性。在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辉煌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但并没有发展出像近代西方那样系统的科学研究体系。在社会科学方面尤其如此。中国只有史学传统，而缺少社会科学传统。从九十年以前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 “科学”的口号来看，中国人早就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国家强大的一个最主要根源。要强大，学习西方和引入西方科学体系不可避免。但近二十多年来大量引入西方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评审体系，有其更深刻的政治背景。可以说，它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把意识形态作为评审标准的反动。
科学评审异化为官僚评审
在改革开放前的很多年里，除了在对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少数领域，中国说不上有什么科研。一切科学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此在八十年代，就有科学家讥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物理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更不用说了，如果没有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名字，就算不上研究。（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一直被视为一种科学的方法，一直到今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仍然乐此不疲。只有到了中国才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味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引入西方评审方法是必要的矫正。
在西方，科学评审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但一到中国就马上异化了。原因可能再简单不过了。在西方，这样那样的评估体系只是科学研究者们方便和促进科学研究的工具；但在中国，它们则成了官僚机构衡量一切的有效武器。就是说，它们已经不再是研究者群体本身的工具，而是官僚制度管理学术研究的一项制度安排。
也很显然，类似的评审制度不仅仅局限在科学研究部门，也发展到了其他所有教育和研究活动。例如，这些年纷纷流行开来的教育考核制度。教育考核很多国家都有，但这些都是要专业人士来确定和推行的。但在中国，各种考核都是由教育官僚决定、教育官僚推行。中国的教育资源，大多是教育官僚来分配的。教育评估者和资源分配者的合一导致了教育官僚的专制权力。一些地方出现一大群校长和教授围着教育部门派来的一个小官员团团转的事情。尽管这样的事情使得中国的校长和教授们蒙羞，但在这个制度环境下非常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因为教育官僚的一言一行决定了学校的等级和所能获得资源的多少，校长和教授们要取悦的并非那个小官员，而是金钱。类似的评审制度多得出奇，不可胜数，如职称的评审、博士点、教育基地的设置等等。教育部门能动性很高，乐此不疲地从西方引入各种评审制度；如果是西方没有的，他们也可主动创新。因为这些既是权威的象征，同时也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再者，长期以来，教育部门对西方引入的东西从来是不加以怀疑的。在缺失自信的教育官僚眼中，由西方引入的东西甚至已经有了道德的含义。他们根本就没有考量到，在西方是科学的东西，到了他们自己的手中则成了反科学的了。人们往往只看到这里面所涉及的经济上的腐败，但实际上，更为严重的是整体教育制度的腐败。
不了解自身社会，遑论改造
教育官僚把这样那样的评审制度套到中国，反而使得中国的教育和研究没有创新能力。无论是科研制度还是科研评审制度的移植，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还说得过去，因为纯科学有其普遍性；用到人文和社会科学，则毫无道理可言。在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中国的学者们一方面大叫现存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则继续不加思考地把西方经济学强加给中国学生。把解释苹果（西方）的理论套到橘子头上，结果是不伦不类。在马克思那里，知识分子担负着双重的功能，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很显然，改造世界是以认识世界为前提的。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口口声声地说要改造社会，但是如果连自己的社会是什么样子都搞不清楚，如何来改造它？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成功地改造过中国，这并不难理解。
学习是一个再创造和创新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接受。社会科学就是解释特定社会现象的科学。在学习西方和美国的时候，人们只学概念性的东西，而不是方法。西方社会科学中概念性的东西都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观察西方社会现象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现在中国学者把解释西方社会的概念，机械地应用到了中国，而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观察自己的社会，通过这种观察抽象出新的概念和理论。很多学者只知道搬用西方概念，而忘记了去考察这些概念从何而来。事实上，真正要学习西方的是人家如何观察社会现象，也就是方法，而不是人家观察的结果（概念和理论）。
现在各种由西方进口的主义充塞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很多人都爱讲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但他们实际上学到的只是形式和概念，而没有学到西方社会科学的本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中没有一个概念是和中国相关的，更不要说是理论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都是欧洲转型的产物，就是说，他们的学说和知识产生于对欧洲转型的观察和研究。中国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大的，但到现在为止，没有产生一个和中国转型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光简单地接受西方理论，就永远建立不起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现象的科学，或者中国社会科学。
应让专业人士担当更重要角色
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就要避免中国思维的美国化或者西方化。但事实上，西方化已经根深蒂固地被制度化了，因为西方的概念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教育官僚所主导的各种评价体系里面了。比如，运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很容易被国际主流社会所接受，因为这个“主流”是由西方来确定的。更重要的是，很多权威学术管理机构和学术评估机构都以美国为自己的标准，一篇文章只要发表在美国的刊物上，就是好文章。因为自己没有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估体系，只好搬用他国的。但在搬用过程中，所建立的体系可以说是比美国人还美国化。美国和西方的评估体系是开放的，具有竞争性，评审标准也与时俱进。西方学界根本不认为存在着唯一的标准，因此其评估体系也是多元体系。但这套东西一旦到了中国，就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这是现有的教育和研究体制官僚化造成的。美国和西方的思维霸权在美国和西方没有建立起来，但在中国很容易就建立起来了。照这样下去，中国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建立中国的社会科学更是遥遥无期。
对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教育和研究发展过程中，政府的确应当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西方国家历经数百年确立起现代教育和研究标准，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加入和推动，后发展中国家很难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但是，政府的作用不应当理解成为政府官员或者教育官僚的作用。专业人士应当扮演一个比政府官僚更为重要的角色，或者说政府官僚应当配合专业人士而发生作用。德国政府曾经这样做，日本政府也曾经这样做，这两个国家无论在教育还是科研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果不能对中国教育科研官僚主导的评审制度进行深刻的改革，中国永远会处于贫于创新和贫于思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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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泡沫
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包括大量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加入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农民工队伍，中国高等教育的泡沫破灭了。尽管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世界各国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队伍为世界所少见。同样，尽管大量的大学生失业和这次金融危机有关，但只能说金融危机使得大学生就业雪上加霜。就是说，金融危机并非大学生就业危机的根源。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很多年里，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已经有很多迹象显示了大学生的就业危机，只是有关部门没有加以重视罢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大改革和大变革。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升级（如从学院到大学）、大学的大合并、大规模的校园建设（大学城）、无限制的大量扩招，这一切充分表明中国的大学改革者们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企业家精神。的确，种种发展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中国的教育成就令海内外人士感叹不已。多少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者们本身也沉醉在年年攀升的各项数据指标上。在海外，受中国惊人发展的影响，许许多多高等教育机构的目光转向中国，视中国为一块新的财富宝地，要不到中国办教育，要不大量吸引中国学生到国外就学。
走向歧途的企业家式教改
中国的教育取得了举世成就，但同时也制造了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克服和解决的恶果。恶果不仅仅是大学生失业那么简单。其实，从总体看，失业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隐藏着的危机更令人担忧。企业家式的教育改革已经给中国的教育事业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路径依赖，那就是教育的产业化精神和与之相关的GDP主义。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这是社会的共识。建设高等教育基础设施、扩展教育，使得更多的人获得接受教育的权利，为国家的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才，这些都是社会所接受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改革的结果和人们的期望相去甚远，甚至相反。很难否认，改革的结果是，教育资源加速向少数人集中，越来越多的贫穷人家的子弟上不起学，而培养出来的人也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在国际层面，中国急起直追，但教育科研水平实际上离国际先进水平越来越远。除了“山寨版”式的模仿（如各种教育评估体系），中国本身并没有任何教育创新。山寨版的特点就是比原版的功能更“全面”和“先进”。中国教育的评估体系就是这样，把世界上的东西拼凑在一起。尽管是向西方学习，但在西方的任何一个地方，找不到中国版的评估体系。例如，西方的学校也会鼓励博士生去发表文章，但绝对没有像中国那样硬性规定博士生要在特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后才能毕业的。类似的荒唐不堪的例子举不胜举。名目繁多的学术恶性腐败也因此而生。
为什么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会导致泡沫的破灭？这就要看谁来改革的问题。在中国，从事教育改革的并非教育专家。企业家式教育改革的主体是政治企业家、商业企业家，再加上一些带有浓厚商业气或者政治气的教育界人士。商业企业家强调数字，政治企业家也强调数字。他们各自获得了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但却牺牲了教育本身的利益。
缺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密切结合
公平地说，如果没有政治企业家和商业企业家精神的结合，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所有其他方面的教育）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例如，前些年炒得沸沸扬扬的遍布各省的大学城就是政治和商业利益结合的杰作。政治人物给政策，商业人士借此圈地发财。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两方面力量的合作，中国的银行能够提供给大学那么庞大的贷款。结果怎样呢？大学背上了数以千亿计的债务。要是在其他国家，中国很多负债累累的大学早已经破产了。因为有各级政府在背后强行撑着，才没有倒下来。大学的负担成为政府的负担，政府的负担最终还是社会的负担。就是说，大学拿着从社会来的钱财搞大跃进，但负面的恶果还是要转嫁给社会。社会一次又一次成为受害者。
利益导向的教育改革可以造就大跃进和泡沫，但泡沫的破灭也是预料之中的。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种方式的教育改革是不可持续的。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这种教育体制培养的并不是社会的有用之才。原因在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同中国本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任何的结合，而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教育的GDP而改革。在今天很多发达国家，教育的改革总是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中国没有这种关联，因此造成了一方面企业缺乏技能人才，另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状况。在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都发现中国的大学生并不具备一两种有用的技能。很多外资企业需要亲自到中国培养有用的学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大学抢走了中国大量的人才，但却把这些人才“培养”成无用之才。这是中国人才的大浪费。实际上，缺乏有用的人才已经成了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的一大障碍。中国的很多基础研究并不错，但就是转化不成有用的技术。一种产品在中国加工和在德国或者日本加工，其附加值相差万里。
大学、政府和社会之间走上恶性循环
粗放式、低层次的教育扩张也使得学生生源不可持续。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低品质，大多数人是非常了解的。很多年来，从政府官员到一般有钱人家，纷纷送子女出国留学，希望子女能够在国外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当然，他们的子女能否真正学到东西，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因为很多的国外大学就是看准了中国父母的口袋，也在搞教育的产业化。）今年在重庆等地，一些高中生不想参加高考，这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示了对大学培养无用之才的抗议。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工比很多大学生更有用。农民工至少不会对工作有太多的要求，但大学生则不然。花了那么多的钱拿了一个学位，找到的工作还不如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实在是悲剧。
这种教育制度在财政上更不可持续。教育发展的资源一来自政府财政，二来自社会。现在看来，这两方面都难以为继。很多的大学都已经背负沉重的债务，政府的财政支持不可能毫无限制。从很大程度上说，如果没有好的教改政策，政府投入越多，教育品质就越坏。社会的投入更少。教育部门一直在利用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从民间收取钱财。但如上所说，从干部到普通民众已经开始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失去信任。一般说来，如果学校能够培养社会有用人才，社会和政府就会对教育有更多的投入，这应当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中国的大学不能履行这个功能，大学、政府和社会之间已经开始走上恶性循环。
现在泡沫破灭了，然而中国的教改方向还是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推进教改方面实际上是有很多优势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几代领导人都强调，在路线方针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这也适用于教改。中国的教改现在面临的困境是，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层，既没有能力去纠正已经被证明为无效的路线和政策，更没有能力去确立有效的路线和政策。如果不能改变现存的路线和政策，引入真正能够从事教改的干部，中国的教育还是会依赖现在的路径衰落，直至出现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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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知识链上的低附加值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府财力的增加，中国政府投入大量经费用于科研（包括各类大学和研究所）。这种科研投入自然是为了未来的发展。尽管可持续发展包含有很多方面的意义，但科研投入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从历史上看，技术和新知识的突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影响不是其他因素所能比拟的。政府的投入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效应。中国研究者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暴增，他们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数量也有很快的增加。中国在一些领域的研究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任何国家，国家的投入要取得一些方面的突破是有可能的，但要取得知识领域的全面进步并不容易。
但总体上来说，中国在世界知识链上仍然处于底端。就是说，中国知识产品的数量极其庞大，但是附加值非常低。前不久，一些专家对中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考察后感叹道，中国科研人员的数量如此之多、他们所写的研究文章如此之多，都是世界上所罕见的，但可惜的是，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在重复地做低层次的简单的研究工作。这个现象非常值得重视。就像中国的工业产品一样，中国所生产的知识大多是对人家现有知识的重复和复述，附加值非常之低。如果说工业品需要升级，就是说要提升附加值，那么知识界也是一样。如果不能有效提升中国在世界知识链上的附加值，那么中国的科研就很难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进步。这种情形不仅会成为中国各方面发展的阻碍，而且国家本身也很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研究体制和政策的阻碍
那么中国的知识附加值为什么那么低，或者说，过去很低，但现在仍然得不到提升呢？到底有哪些因素阻碍着中国在世界知识链上追求高附加值呢？又如何革除这些阻碍因素呢？很显然，并不存在着单一因素，有很多因素通过不同途径影响着中国的科研领域。这同时也说明，改革是一件综合的艰苦的事情。
有很多因素，但归纳一下，不外乎是研究体制和政策两大类。体制类的原因，很多人总会把它归之于政治体制，尤其对社会科学来说。政治因素很重要，但既不是最主要的，也不是不可克服的。很多阻碍来自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而非总体政治制度。
首先看中国的研究体制。在西方，各国的大学都会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讨论如何进行教育改革的时候，也有把大学分为研究型和教学型的设想。但是，后来实行的教改则是和这个设想背道而驰的。在大学的合并风中，很多教学型的大学被合并和强行提升为研究型大学。大学合并风的原则是让优秀的大学合并一般型的大学，因为这给被合并者提供动力。合并以后，给各校的科研体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很多原来在一般型大学的人本来就不具备科研素质，但现在却被迫写文章，因为他们必须符合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在这种压力下，尽管论文数量上去了，但毫无质量可言。
毫无理性的评审制度更是给研究人员增加了无穷的压力。中国学术评审制度的恶劣性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在种种由官僚或者学术官僚主导的评审制度的压力下，大多数研究人员和学者是在“写”文章，而非在作任何有意义的研究和思考。而“写”的过程则往往容易地演变成了“抄袭”的过程。抄外国学者的，也有本国学者互相抄的，有学生抄老师的，也有老师抄学生的，无奇不有。很显然，写文章、抄文章是没有任何附加值的。
学术组织的泛行政化
学术组织的泛行政化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阻碍因素。中国是用行政来组织学校和科研机构的，这在世界上很少见。学校和科研组织本来应当是最扁平的，但在中国，它们和政治组织一样具有等级性。包括校长和研究所所长的所有职位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泛行政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首先是人们所说的“武大郎开店”的情况。这里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是行政级别，任用校长和所长的最大的考虑就不会是他们的学术或者专业水平，而是他们的政治和行政经验；而非常低或者较低的学术和专业水平又进一步阻碍他们录用高水平的教员；这样就出现了社会上人们所说的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教授和三流的校长的情况。所以，尽管领导高层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人才的引进和使用，但到了具体的单位，对人才则表现出巨大的排斥性。在这种情况下，人才的录用对各大学来说还是阻碍重重。这是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很难吸收到高层次人才的一个主要原因。
泛行政化也影响人才的专业精神。要追求高的知识附加值，专业精神是一切。道理很简单，所有的知识附加值来自于专业。在中国的体制中，一个人所能掌握或者所能分配到的资源与其行政级别紧密相关。为了引进人才，有关部门一定会给引进的人才一个行政职务。这就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因为有了行政级别，得到这个行政职务的人才就必须要大量卷入行政事务，消耗掉其大部分研究时间，很多甚至根本就没有时间做学术研究；第二，也是因为这个行政级别，这个人才必须具有很高的政治意识，也就是说，其科研必须受政治的影响，这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他们不可以作自由的思考。没有独立的思考，知识附加值的提升就变得不可能。
专业职称制度也在“寻租”
专业职称的“寻租”也阻碍着知识附加值的提升。院士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院士制度的本意是要为知识精英（那些处于知识附加值高端的研究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但在中国的院士选举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从很大程度上说，正式规则已经不发生任何作用，真正主导院士选举的是潜规则。在潜规则主宰下，院士的选举重点不再是知识和可能的学术贡献，而是金钱和物质利益。每次院士选举，各高校和研究所都会作各种各样的资源动员来争取自己的人被选为院士。很多年里，这种动员甚至已经延伸到各省市地方领导，他们也会全力动员各方面的资源为本省争取院士名额。当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院士，而是和院士关联着的经济利益。
科研经费分配过程中各级政治权力的介入也使得中国的科研领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在任何国家，国家科研经费是国家提升知识附加值和知识创新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科研经费的分配方面，再也没有比专业精神更重要的了，因为只有专业人员才懂得一个知识领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知道应该把经费用在何处。但在中国，科研经费的分配则成了各种既得利益的较量场合。以政治力来分配科研经费是中国的又一个潜规则。结果，大量的经费被投到毫无知识附加值的研究领域，而真正能够从事知识生产和创新的人才则得不到所需要的资助。科研经费分配出了问题，对科研结果的评审和验收更是经常变成不言自明的腐败游戏。实际上，科研经费分配的过程已经决定了不可能对科研结果进行评审和验收的了。从申请经费到使用经费，这里的中心自始至终都是经济利益，而非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科研经费制度在知识附加值的提升方面是失败的。
尽管中国似乎在知识领域发生着一场“全民运动”，即每一位研究者都在做研究，但是中国和世界在知识领域的差异正在拉大，并且拉大得很快。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研体制曾经创造了一些了不起的科研成就（如两弹一星），但现在这种传统体制既不适宜，实际上也被彻底冲垮了。不过，新的科研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尽管有关方面在做各种努力，建立这样那样的制度或者规定，但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各种潜规则主宰下，科研体制腐败盛行。中国提出科教兴国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可惜的是，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在每况愈下。科研体制不作彻底的改革，科教兴国就会一直只能作为梦想而存在了。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9年6月23日



中国教改要直面政治和教育自治问题
中国总理温家宝近年来多次组织教育部门讨论教育改革，总理本人也多次发表意见，尤其对中国教育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表现出特别的关切。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研究制订和向社会开放咨询，中国社会对教育改革又有了新的期待。
中国的教改并不新鲜，有关部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革的尝试。可是，教育制度似乎随着一轮又一轮的改革，问题越来越严重。各种教改不但没有解决老的问题，反而衍生出无穷的新问题。随之，社会对教育的抱怨也越来越甚。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社会对教改已经呈现出毫无信任感。
整个教育系统可以分成三大块来考量，即一个主体（教育体制）和两大目标（培养人才和生产新知识体系）。教育体系是否成功，主要看其是否能够产生人才和新知识这两大产品。要生产出这两大产品，任何教育体系都需要充分的硬件和软件。硬件主要指的是财力和物力，就是基础设施；而软件主要是教育体制的设计，其核心就是教育家和教育管理体制。
在发达国家，教育体系生产人才和新知识似乎不难。只要有了教育人才和钱，产品的生产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现在的中国，不乏教育人才，更不差钱，但为什么高等教育没有担当起培养人才和生产新知识体系的重任？关键在于软件，即教育体制出了问题。
政治家应和教育家分工
因此，关键在于教育体制的改革。如何改？从中外教改历史经验看，必须在政府（政治家）和教育家之间做一个分工。政府必须意识到其所能做的是什么，不能做的是什么。除了提供一个好的政治和制度环境之外，大部分事情可能必须让教育家和教授去做，教育家办学，教授治学。如果什么改革政策都要由教育官僚去设计、去执行，那么政策的失败是预料之中的。
教育家办学和教授治学表明了学校的自治性。没有学校的自治性，学校就很难生产出合格和优秀的产品。这一点，人们可以从西南联大的历史中学到很多经验。
西南联大的时候，中国穷得叮当响，战乱，没有社会秩序，还有蒋介石政府的专制政权，可以说，当时没有任何条件来办学。但事实上是，西南联大时期是中国近代以来培养人才最多的时候。西南联大师生中后来出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约170多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其著名校友中更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等世界重量级学者，涵盖科学、工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如果抹去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史可能会黯然无光。
西南联大的成就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大学基本上还是自治的，是教育家办学和教授治学。教育家办学，西南联大由近代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管理学校；在其教授名单中更有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朱光潜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当时，蒋介石政权也是高度专制的，派特务到学校或者在学校培养特务，使用各种方法来控制学校的政治倾向。闻一多先生就是因为关心政治而被蒋介石的特务杀害。不过，政权还没有把对学校的控制制度正式化，除了不容许学生关怀政治之外，学校还是由教育家来办的，学还是由教授来治的。这一点很重要，一旦失去学校的自治性，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知识创新，都会无从谈起。
“大学”几乎等同于“自治”
在西方，“大学”和“自治”这两个概念甚至可以说是等同的。欧洲大学最早从教会解释圣经经典演化而来。终生教职原来是要保护对圣经经典的“解释自由”（学术自由），教员不能因为对圣经经典的不同解读而受到迫害或者受到解聘。到后来才有了现在意义上的“永久工作”的涵义。同时，欧洲又实现了政教分离。自近代以来，教育逐渐成为公共事业，政府和教育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欧洲，大多数学校（包括高校）都是公立的，但学校的自治性质则延续下来，政治很难直接介入学校。当然，在实践过程中，高等教育也不免受政治的干预，但政治要干预教育的政治途径和机制并不多，也不会很有效。
中国的教育系统从一开始就和政治分不开。“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的核心，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为政治和政府服务。知识人才的培养和新知识的生产并不是中国的教育系统的主要任务。就是说，包括教育在内的知识领域不存在类似西方那样的自治性。在历史上，每当皇朝政府弱化，没有能力控制时，社会上就会获得自由思考的机会，导致大量的新知识的产生；但一旦皇朝获得足够的能力时，必然把手伸入知识领域。
西南联大的成功并不是因为蒋介石政权的宽容，而是因为其当时还没有全面的行动能力，对学校进行全面控制。尽管蒋介石政权统一了国家，但其统治权的行使范围仍然具有局限性，不存在一个统一有效的政府管制系统。或者说，蒋介石政权的确专制，但其专制的空间非常有限，局限在政治领域，大学仍然是个自治的领域。抗日战争开始后，政权对教育系统更无暇顾及。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之后，西方新知识的传播为当时的教育界提供了新的思想来源。所以，尽管当时的硬件并不具备，但政治控制的有限能力和外来思想的传入为新知识的涌现创造了 “软件”，导致了西南联大的成功。实际上，其他知识领域也是如此，当时出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各种各样持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观点的优秀学者。
建国后，中国教育结构大变革，基本上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军事方法延伸到了学校，政治侵入教育系统的各个角落。到今天为止，很难说，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教育系统仅仅是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延伸。政治经济力量无所不在，它们对教育系统的每一个体的神经都产生了影响。又因为有包括“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影响，人们的思维空间都受到了限制，没有办法进行知识的想象，久而久之，就失去了思维和想象能力。
中国教育应去行政化和政治化
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进步而得到改善。但这只是一种程度的不同，整个教育系统的性质还是没有发生变化，政治化和行政化还是主导着教育系统的运作，制约着人才的培养和新知识体系的生产。不解决政治化和行政化的问题，教育系统的自治性就很难实现。
就行政化来说，这些年社会上讨论得很多，开始提上改革议程。愈来愈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学校的行政级别（主要是党委书记和校长）既没有必要，也容易取消。已经有些高校领导出来说，不在意放弃和国家行政系统挂钩的行政级别。一旦政治人物下了改革决心，行政级别的问题并不难解决。不过，取消行政级别可能容易，但改变官僚治校方式则非常难，包括各种评审制度在内的诸多高度官僚化的行为，不会随着行政级别的取消而消失。
更难处理的是政治化问题。政治化主要是围绕着学校的党政两套班子问题。这个问题比行政化复杂一些，但也不是不可解决的。两套班子的弊端是很显然的。一旦落实到每一个学校、学院、系（所），很难把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区分开来，两者可以说是完全同一的。但因为两套班子的存在，党政关系实际上演变成为党政领导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多个人之间的不同利益和意见冲突很自然表现为党政冲突。学校内部党的领导人往往以党的利益的名义追求其个人利益。到后来，受到损害的实际上就是党本身的总体利益。因为越到具体的教育组织，无论党还是政（校长），所处理的都是一些具体的事物，大多数事情是没有任何政治性的，党政矛盾问题可以通过党政合一的体制来解决。如果党还要在学校存在下去，那么就必须由教育家来担任党委书记。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家而非政治人物可以承担国家的教育事业。政治人物要支持教育事业，但不能直接干预教育事业。
也应当认识到，中国的教育体制积重难返，改革很难“一口吃成胖子”。正如其他方面的改革，教育的改革必须采取多样化的方式，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政策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教育改革实际上可以学经济改革的路子，要分权，像邓小平在中国建立经济特区那样，先做一些“教育特区”，然后根据各地的情况，灵活推广。如果旧的体制改革不动，那么就要在旧体制外，率先建立新体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容许民间办学。那么，是否可以在新设立的学校或者民办学校就不设党政两套班子呢？如果没有体制上的创新，无论有多大的财政和硬件支持，任何改革最后都会重蹈覆辙。
无论是去行政化还是去政治化，在中国政治构架内，如果教改仅仅由教育官僚来进行，就很难成功。教改是教育家的事业；但如果没有政治领导人的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同样也会显得过于理想。只有当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之间分工合作的时候，教改事业才能前行。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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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
“郑永年看中国”系列收录了郑永年教授近十年来撰写的有关中国政治、社会、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的评论文章。《改革及其敌人》是本系列的第三册，主要收录了作者关于国内政治的文章。
过去十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剧烈转型的十年，与此同时，国内政治过程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从精英政治、领导风格、治理方式、意识形态到党内民主和利益代表，执政党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并未停滞，而是努力针对社会经济的深刻转型作出各种应对之策。虽然政治改革还未成为中国全面改革的主体部分，但正如郑永年教授所反复强调的，政治改革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改革的最后一步，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步骤。中国必须根据自身的政治传统和历史轨迹，找出适合自身条件的改革途径。这是一项充满矛盾和困难的伟大事业，处处呼唤着政治家的理性、魄力和自我约束。无论是裹足不前还是全面西化，都不符合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建立在充分理论准备和制度建设基础上的坚定而渐进的改革，才是中国改革的合理之路。本册所精选的郑教授关于中国国内政治的观察文章，大多围绕政治改革这一宏大题旨展开，涵盖了精英政治、腐败治理、渐进开放、意识形态重建等改革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对围绕着党内民主的中国式政治制度建设作了探索。
现在，编者把郑教授有关这方面的评论文章汇编成书，以飨广大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读者。依据不同主题，编者把文章分为九个部分，包括变动中的精英政治、国家社会关系核心的“契约”问题、腐败及其治理、意识形态重建、政治开放、利益代表、民主的中国模式、政治改革的基本议程和挑战等。这九个方面基本上反映了郑永年教授对于国内政治改革的思考。在编辑过程中，编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并且注明了发表日期和出处，这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原文，另一方面也能客观地反映出作者对当时局势的看法以及思考的深化。
最后，编者要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热情帮助，特别是王利波编辑的支持和建议。
黄彦杰
2011年5月于新加坡



第一部分 变革中的精英政治



技术官僚和政治智慧
中共十六大召开在即，外界早在纷纷猜测新一届领导人的组成，谁上谁下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组织的一次题为“第四代领导人的挑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则与众不同，主要聚焦于未来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多数与会者都同意，第三代领导人在处理接班人的问题上较从前有了很大的进步，除了谁会担当什么领导角色还不明朗外，未来一届领导人已经基本形成。再者，与会者也同意中共所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如共产党本身的转型、法治建设、社会矛盾、新经济制度、世界贸易组织、国家统一和外交战略，等等。对这些问题，中共领导人本身也是有深刻认识的。但是，所不能确定、同时也使人担忧的是未来领导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中共领导集体已经从毛泽东时代全部由革命家组成，转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技术官僚（又称专家治国）集体，或者说中共已从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为管理党。这种转型是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来改革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技术官僚讲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处理问题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在很多时候，能够把一些政治问题转化成为技术问题来处理。
技术官僚治国从80年代初开始，到江泽民时代达到了高峰。根据王赓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说法，江泽民可以说是把技术官僚的优势推到了一个极点。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在经济方面，江泽民顺利地把市场经济合法化，并且提供给私人经济以宪法上的保护；在政治方面，尽管改革并没有多大的进展，但随着江泽民“七一”讲话容许资本家加入共产党，从长远看实际上为中国政治变化引入了动力。本来这些问题都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但高层是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的，或者把它们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
技术官僚制度是中国过去成功的关键所在，但是它也隐含着中国政治的危机。为什么这样说？首先，不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能够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的。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导政策，所有的问题都被意识形态化，甚至连很小的技术问题也是这样。技术官僚反其道而行之，尽量把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但问题是，很多政治问题不能简约成为技术问题。如台海两岸关系问题、新疆和西藏问题、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等等，这些政治问题不是技术官僚通过对成本和利益的权衡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靠政治方法，依靠政治大动作来解决。
即使是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也不能完全靠技术方法来解决。和世界贸易组织打交道本身更多的是技术和法律层面的问题，但要消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治影响问题，则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很难说现在或者未来的技术官僚已经从政治层面上作好了对付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备。
其次，技术官僚对付不了总体政治构架转型的问题。技术官僚的长处是在既定的政治构架内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这一点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这样。不说别的地区，在亚洲，台湾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都是技术官僚治理的最好例子。在这些地方，技术官僚有过辉煌的成绩，他们有效地维持了政治稳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为总体政治转型创造了各方面的条件。但一旦涉及政治体制转型的问题，他们就缺乏宏观的眼光和长远的目标。在印尼是这样，在台湾也是这样：主导印尼和台湾的执政党曾经都是技术官僚政党，但都被成功的经济发展所抛弃。马来西亚等国尽管情况还好，也面临着政治转型的严峻考验。
中国的技术官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是政治转型的问题。高层大量录用技术官僚，为各方面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现在客观上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总体政治制度的转型。对这一点高层不是没有认识，但关于如何转型还没有很大的进展。除了一些功利主义取向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举措外，人们看不出高层有任何宏观的政治考量。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阶层只有政治家而没有技术官僚，现在的中国领导者则太多技术官僚，而缺乏政治家。政治的健全发展和转型取决于政治家和技术官僚两者之间的平衡。目前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需要政治家的政治想象力，需要他们的政治智慧。如何改变目前技术官僚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而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或许是未来领导人的主要任务。
 
原刊于《信报》2001年11月20日



新领导层政治议程的新选择
政治议程的选择无论对新领导层还是国家内政外交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对新领导层来说尤其如此。选择政治议程说到底就是要做几件大事。中国那么大，大事不少，选择哪几件大事以及如何做所选择的大事，关系到新领导层的“业绩”问题。中国非民主国家，领导层非老百姓所选，领导人能否做些漂亮的事情，对其政治合法性非常重要。做好了，人民就认同他们；做不好，人民就很难认同他们。再者，如果领导人做好了大事，合法性高了，权威也高了，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这就会在领导人和人民之间创造一个良性循环。同时，议程选择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也很重要。议程选择对了，路径走对了，国家就会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如果做得不对，留下不好的遗产，就会成为未来发展的障碍。
议程选择的重要性明确表现在第三代领导人身上。在90年代中期，第三代领导人因为权力趋于巩固，开始做议程的选择。议程的选择不外内政外交两个方面。在中共十四大上，经济路线已经确定，大方向已经定型，除了加大改革的力度外，没有什么可以选择了。当时领导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是选择国内的政治改革，还是选择外部的台湾问题。领导人选择了台湾问题，而非政治改革。
做这样的选择不能说是不理性的，但是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样的选择有很大的代价。把台湾问题作为工作重点或许是不得已的事，因为是要回应台湾内部的变化；但是，一旦把台湾问题作为重中之重，问题就来了。这一选择把所有与台湾问题有关的最敏感的神经都调动了起来，并且两岸都是如此。这样，两岸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问题出现了，领导层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国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解决台湾问题。两边吵吵闹闹，到现在所有重要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不选择政治改革更是个错误。当时市场经济的概念已经确立，应当说在政治上应该有所动作，来配合经济改革。由于没有政治改革，腐败变得不可遏制，到现在还是这样。一些国家的激进政治改革尽管出了很大的问题，但毕竟这一步已经走了过来。例如俄罗斯，不管怎样说，它已经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民主构架。而中国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发展到这一步，并且这一过程中有太多的未知数。更紧要的问题是，政治改革这一关最终还是要闯过去的。90年代末以来的情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代领导人多年后才意识到政治议程的选择有所偏颇，后来的调整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台湾问题上，领导层认识到，台湾问题与其说是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问题，倒不如说是中美关系之间的最重要的一环。这种认识驱使领导层把重心转向中美关系，而非台湾。这种转移是相当有效的，近年来台湾方面也有各种动作，但大陆方面并没有像早些时候那样事事必有激烈的反应。尽管如此，两岸并没有发生像1996年那样的危机。在内政方面，在经历了“三讲”运动以后，高层也放弃了这样的传统概念，转而提出“三个代表”的新概念，这个概念较之“三讲”，更能让人民和官员接受，对中国政治变迁的意义也较大。
现在又到了新领导层做议程选择的时候了。几个新的动向是值得注意的，它们会影响到国家今后内政外交的发展。
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台湾问题了。新领导层似乎不想把台湾问题作为重要议程，甚至有淡化台湾问题的倾向性。新领导层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进一步的思想，甚至对从前的“江八点”也少有强调，但这并不是说新领导层不重视台湾问题了，而只是意味着议程选择的转移。现在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大国关系。胡锦涛这次参加八大工业国会议就是大国外交的一个好开头。这对台湾问题会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强调大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给台湾设置了一个“笼子”，如果大陆能够和大国维持好的关系，台湾可能难以跳出这个“笼子”，就是说台湾要独立的机会是式微的。
在政治改革方面，新领导层显然较之第三代领导人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尽管第三代领导人本身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但留下的经验是很可贵的。新领导层一上台，就试图和人民签订“新契约”，如逐渐增加政治透明度、有限的媒体开放、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社会弱势群体上，等等。这个大方向是对头的。“非典”发生后中国的表现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些方面都是需要领导人来重视的。
但是这样的观察不应当导致乐观的结论。新领导层的意向是非常明确的，但是这些意向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还有待观察。在中美关系上，中国如果不做几件大事，是很难真正有进步的，潜在的危机仍然存在。在政治改革上也是如此。
 
原刊于《信报》2003年6月24日



接班人制度还有最艰难的一步
随着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退休，中国权力交接制度的确立和程序化向前迈进了很大的一步。这是非常艰难的一步。但这并不是说，从今以后，权力交班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可以确定地说，这一制度还有更为艰难的一步要走，那就是如何建立选择接班人的制度。
在中国，接班人交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大体来说，这个制度可以分解为接班人的选择、政治人物的退出和新接班人的权力交接几个部分。在民主国家，这几个部分是有机地联系起来的。选举决定了一切，选票决定现存领导人的去留，也决定未来的领导人，权力交接只不过是一套程式而已。当然，除了选举，民主制度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如政府首脑的任期、选举资格、选举办法、退休办法，等等。在西方，很多人就认为，民主政治与其说是人民参与政治的制度，倒不如说是一种选择政治权力人物的制度。
中国还没有发展出这样一套民主程序，所以接班人问题要依靠其他方式来完成。江泽民的退休和胡锦涛的接任完成了权力的交与接问题，这是个不容易的过程，是邓小平以来中国高层努力的结果。如何建立权力交接制度一直是高层所关注的问题。
江泽民对于最高领导人的退休制度化的建设有很大功劳。人们可以认为，权力交班制度的建设是从邓小平后期开始的，但真正落实这些制度化建设是在江泽民时代。在1997年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逝世之后，江泽民实际上成了中国最有权威的政治人物。他可以继续邓小平开始的权力交接班制度建设，但也可以另起炉灶，用自己的方式来做接班人的安排。如果他坚持这样做，尽管会有阻力出现，但没有人能够怎么样。这种情形出现在毛泽东时代，也出现在邓小平时代。在中国政治体制下，一旦拥有了最高权力，就没有人和制度能够制约最高政治人物了。这也是所有列宁主义式政党中通常会发生的现象。
但江泽民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进一步的制度建设，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最高领导层的退休制度。从1997年十五大上乔石和刘华清等退休，到十六大上李鹏、朱镕基等退休，高层领导退休已经相当制度化。江泽民在一个并不长的过渡时期以后正式退休，表明了这个权力交接班制度的确立。江泽民可能有其他方面的政治遗产，但未来的历史会说，建立权力交接班制度是其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现在，胡锦涛在权力交接班制度建设方面面临着比江泽民还要艰巨的任务。一方面，胡锦涛要继承江泽民的遗产，继续在退休制度方面努力。最高领导层退休现在可以说已经成了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可望继续下去。但是，进一步制度化的空间还是存在着的，例如，可以规定党的总书记的限任制，政治局常委、委员的限任制，甚至中央军委等重要职位的限任制。有了正式制度的规定，以后的领导人就可以按部就班了。
但是，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建立选择接班人的制度。如何选择接班人在今天的中国显得越来越重要。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逝世，指定接班人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政治事件，政治强人可以指定其接班人。一个不行了，再指定另一人也并不困难。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这样做了。当政治强人逝世之后，就必须建立起选择接班人的制度，否则高层政治就会出现大问题。
如何做？民主是避免不了的。当接班人不能由某一个人指定时，就要用集体的力量，这是党内民主的问题。不过，确立民主的选择制度也并非容易。指定接班人很容易，强人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只要其他人接受就行了，但民主是一个复杂的程序。小范围内民主选择（如中共中央委员会），还是大范围内（如党的代表大会）民主选择？迄今，无论是用大民主还是小民主，接班人的选择制度还没有开始建立。胡锦涛如何在其任内建立这样一个制度，对其是个严峻的考验。如果不能建立这样一个选择制度，那么又将如何应对即将来临的权力更替呢？
胡锦涛新领导层已经明确提出加强执政党能力的问题。在理论上，党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个方向。但发展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新制度建设的问题。就党内民主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如何建立接班人选择制度了。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高层政治就很难制度化。高层政治不能制度化，政治稳定就仍然是个大问题。世界上所有列宁主义政党从来就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接班人问题决定了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尽管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仍然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架构。那么，如何引进民主机制来避免其他列宁主义政党所遭遇过的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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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的政治改革观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以及中共高层随后发表的各种解读文章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深切关注。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以胡锦涛为中心的第四代会不会把中国政治推向民主化的道路。四中全会的决定是要强化执政党能力，民主并不是这个决议的主题。那么，为什么外界还是要从中寻找有关民主化的可能性呢？
主要还是由于人们对中国民主化的高度期望。这个期望已经持续了世纪之久，不会轻易退去。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期待一直在升高。也可预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度变化，这个期待还会继续下去。不过，人们对第四代领导层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期待似乎特别高，因为“人民”不仅又重新回到了领导层的政治话语里，并且成了政治话语的中心。那么，“人民”话语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中国政治会往民主化方向发展呢？
如果留意十六大以来中共领导层的一些讲话，包括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五十周年上的讲话和这次四中全会的决定，那么会发现，第四代领导人的民主观或者说这一代领导人所认同的中国政治发展方向，已经跃然纸上，那就是中国不走激进民主化的道路。
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这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的中国领导人的一贯立场。什么是领导人心目中的西方式民主呢？不走西方式民主从前主要有两条：一是不要搞多党制，二是不要搞三权分立。现在又加上了第三条，那就是中国不走俄罗斯、东欧式的激进民主化道路。
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并不等于不要政治改革。四中全会把执政党的改革视为中共高层的最高议程，这在中共历史上尚属首次。它表明高层对执政党改革的迫切性已经有了很高的认识：不改革，就要发生执政危机。
从苏联、东欧国家的变革经验中，中共学到了足够的教训。邓小平在苏东解体后，就认为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那里的政权没有能力发展经济，为人民提供足够的经济福利。邓小平于是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现在，第四代又从其他一些政党的兴衰史中学到了另外一个教训，那就是执政党不仅要有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也要学会如何治理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
执政能力的衰落无非有内外两个原因。外在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迅速变迁，从而对执政党构成了挑战。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到今天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尽管也发生了一些量上的变化，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变革。内在的原因在于执政党内部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出现了问题，不能调节干部党员的行为，产生了严重的腐败，从而促使其执政能力衰退。执政党内部不是没有改革，而是缺少有效的改革。反腐败就是一个例子。高层迄今已经发动了无数次反腐败政治运动，但腐败仍然很严重。
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呢？第四代领导人在寻找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结合点。这个方向应当说是合理的。任何政党本来就应当是人民的有机部分，一旦政党和人民失去了联系，执政党能力的衰落就会不可避免。如何和“人民”建立有机的联系就成了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人民”和执政者之间的关系通过选举得以建立。既然第四代否定了西方式民主，那么就要寻找其他的改革途径。
可以把第四代的政治改革优先次序作一个排列。第一就是通过党内民主来进行执政党自身建设。这个途径是首位的。在一些地区和国家，执政党因为自身改革的缺失而无法应付社会危机，导致党的最终解体。中共要通过党内民主来强化自身。第二优先是宪政民主，就是强化全国人大系统对政府的监督功能，让人大逐渐成为人民参与政治的间接管道。同时，全国人大也可以成为执政党从直接主政转型到通过参与组织政府间接主政的途径。第三优先就是社会民主，也就是人们时常所说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参与。
从理论上看，这个次序并没有不好。执政党自身能力得到增强后，就可以推动宪政改革，让全国人大来监督执政党组成的政府。同时，执政党能力的增强也有利于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开放，让更多的社会成员来参与政治。如果顺利，这会是一条稳健的民主化道路。
但在实际层面，这个优先次序中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困难。随着执政党能力的强化，全国人大的功能可能不仅得不到强化，反而会遭到削弱。党政之间只存在着高度制度化的政治关系，即党领导政府。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即党本身也要服从法律）仍然极其微弱，在很多场合甚至并不存在。执政党自上而下地产生政府，在人民没有有效的机制来产生政府的情况下，全国人大怎样履行监督政府的功能？执政党又如何能够自觉地服从法律？
在已经民主化了的国家，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动力。人民参与政治，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影响政府的决策。正是人民的参与才造就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有机联系，才构成了对政府的外在制约与压力，使得执政党必须向人民负责，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而在中国，这一切似乎要倒转过来。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力机制能否达成执政党的既定目标，能否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还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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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当代中国政治
日前，中共中央召开纪念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诞生九十周年座谈会。这件事被外界解读为或许会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实际上，早在会议召开之前，海外媒体就已经开始解读这个决定的政治含义。很多评论家认为，这是胡锦涛新一代领导层要开始进行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信号。原因很简单，胡耀邦执政时期是当代中国政治最具进步性的时期，人们自然希望当代中共领导层在纪念胡耀邦的同时能够恢复胡耀邦精神，开创中国政治的新局面。
毋庸置疑，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新局面和胡耀邦密切相关。尽管当时的领导核心是邓小平，但胡耀邦的作用不是邓小平本人所能替代的。胡耀邦不仅配合邓小平把中共从“文革”的灾难中拯救出来，而且还开始努力把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具有共青团背景的胡耀邦善于动员党内外力量，这一点即使是邓小平本人也未必能够做得到。
为什么这位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原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在消失了多年之后，再次浮现在人们的眼前呢？是新领导层要开启犹如胡耀邦当年那样的政治改革，还是仅仅因为现存领导人和胡耀邦之间的特殊关系呢？尽管不能完全否认这些因素和中共纪念胡耀邦的决定的关系，但这些解释可能要么过于简单，要么过于理想化。
虽然人们不知道也很难知道这个决定背后的故事，但从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纪念胡耀邦的讲话中，至少可以找到一些原因来说明为什么胡耀邦对今天的执政党仍然具有非常的意义。一句话，纪念胡耀邦是出于当代中国政治的需要，正如当年邓小平任用胡耀邦也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风云人物的出现，无论是过世的还是活着的，都是时代需要的产物。
很显然，今天的新领导层也面临着一个政治难题：如何在加强执政党领导地位的同时开创一个政治的新局面。加强执政党的领导能力，这是新领导层的最重要的政治主题。但如何加强？显而易见，执政党不可能再固守旧的教条和方式，就是说，执政党的能力必须通过政治创新来实现，而这需要开创一个政治新局面。在这个方面，胡耀邦对当代政治具有借鉴作用。
胡耀邦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绝对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人，现在的执政党正需要这种类型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并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根据时代的需要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符合时代的需要，与时俱进，和现实相关。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主体。没有迹象表明，执政党会在不远的将来选择其他的“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转型是必须的，但这种转型并不是要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对之作重新的解读。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急速衰落而又没有新的意识形态作为替代的今天，胡耀邦精神显得尤其重要。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对政党的持续执政非常关键。
纪念胡耀邦精神也和新领导层致力于促成共产党转型的努力分不开。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从邓小平时代已经开始。江泽民时代也作了相当大的努力，把市场经济合法化，容许私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但很显然，这种转型还远远没有完成，执政党和人民严重脱节的现象还在继续。政党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代表人民的利益。一旦执政党变得和人民不相关，那么其统治的合法性就会荡然无存。如何恢复执政党的人民性？这是胡耀邦精神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胡耀邦致力于重建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无论其个人执政行为还是其思想，都体现了这一点。80年代胡耀邦所认同和提倡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或者人本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对当时中共固守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创新，更体现了胡耀邦希望把共产党转型成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的执政理念。
尽管胡耀邦逝世之后，中国经历了邓小平“南巡”所造就的经济社会大变革，但在政治上，人们仍然怀念胡耀邦在80年代开创的那个新局面。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今天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尤其是执政党的转型，仍然需要一种胡耀邦精神。这也就是官方纪念胡耀邦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也是人们的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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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邓小平？
在中国“两会”前夕，总理温家宝以个人名义发表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五千字长文。这篇文章已经引起海外媒体尤其是华文媒体的高度关注，大家都希望从中解读出关于这次“两会”甚至是中共十七大的一些重要信息。
温家宝的长文涵盖四个主要部分，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关于和平发展”和“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交流”。本文不谈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问题，而是侧重分析此文所隐含的中共政策话语重心的变化。这很重要，因为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政策话语的变化经常会导致直接的政策变化。
发展再次成为硬道理
就内政而言，温家宝的文章所强调的是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赵紫阳当政时提出，自90年代以来，这个概念不断被使用，来论证中国各方面改革政策的合理性。这个概念的逻辑是这样的：初级阶段意味着中国还是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改革的首要任务因此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管社会公平和正义也是改革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达到必须以解放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为前提。这个逻辑表述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简单明了的说法中。
这个逻辑体现在90年代初以来的中共政策上，最终落实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概念中。现在温家宝再次强调这个概念和这个概念背后的逻辑。他提到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也提到“南巡”后中共十四大所确定的“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路线。温家宝特别强调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他引用邓小平“南巡”后中共所强调的“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说法，也引用了邓小平说过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话语。
温家宝的讲话可以说是中共高层近年来首次回归邓小平政策导向的最明确的表述。自2002年以来，胡温领导层一直致力于政策层面的创新，来应对和解决高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包括社会群体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日益增加的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环境的恶化和党政官员的腐败等。新领导层意识到，尽管发展还是硬道理，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还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但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负面结果，经济发展本身就会是不可持续的。经过这些年的努力，领导层已经形成了一套既承继邓（小平）江（泽民），又有自身特色的新政策话语，科学发展观、协调发展、社会正义与和谐社会等成了这个新政策话语的主要概念。温家宝在长文里强调的是发展，而把近年来发展出来的新政策话语置于一个次要的地位。
讲话表明政策重点转移的困难
问题是，为什么要回归邓小平？从表面上看，可以把这篇文章解读为温家宝对自去年“两会”期间以来对中国改革路线的争论，即所谓的“左”、“右”派之间的争论的回应，为今年的“两会”定下一个基调。因为贫富差异和社会分化等客观问题的存在，新老“左派”逐渐利用领导层的“亲民”政策话语来“反思”和批评以往的经济改革政策。另一方面，“新自由派”则力促深化经济改革，并要求把改革扩展到政治领域。两派之间的争论在去年“两会”前后明显化，代表两派的知识分子不仅各自召开会议来声明自己的主张，而且也在各种媒体上交锋。尽管两派之间的争论极为正常，但对领导层来说，这样的争论会产生负面的政治效应。对内来说，这种争论会产生相当大的政治压力，使得很多政策难以制定和落实。最明显的莫过于人们对《物权法》的争论及其产生的实际政治影响了。同时，国内的争论也必然产生外部影响。一些西方观察家开始怀疑中国既定的经济改革是否会继续下去，“左派”政策话语是否会成为主流。
事实上，为了澄清中国的改革政策，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去年“两会”期间和随后，多次表明中国政府会继续深化经济改革，强调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在社会公正和正义之上的社会和谐，并非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经济改革路线，而是要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但是，海内外的疑虑一直是存在着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两会”来临之际，温家宝从正面阐述政府的立场显得非常必要。
但是问题并非这么简单。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也表明了中国政策重点转移的困难。邓小平强调经济发展优先，现在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强调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两者之间自然有不同的地方，是发展的优先次序问题，即把政策重点放在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之上。这里牵涉到的不仅是政策话语问题，而且是实际政策变化问题。而任何政策变化必然牵涉到利益的重新分配。比如说，如果光强调经济发展，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就会处于优先位置；但如果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那么包括工人、农民、流动人口在内的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就不能被忽视。
正因为这样，领导层的“亲民”政策尽管得到多数社会群体的认同，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首先是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对新政策有抵触。要从以往的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策转移到以人为本的政策，对地方官员来说并非易事。一旦政策转型触动地方利益，他们就会变着法子来抵制政策实施。此外，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尤其强大。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既得利益已经根深蒂固，很难动摇。实际上，有中央官员早就承认在推行一些政策时，中央方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种说法既表明了中央政府的决心，也表明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很显然，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强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更是因为他们和各级政府或者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关联。毋庸置疑，当政策执行遇到困难时，中央政府有时也不得不作些妥协与调整。
意在协调不同社会利益
温家宝的文章强调了中共的目标是建设基于社会公平和正义之上的社会和谐，但更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这种表述在一定程度上意在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但这并不表明对改革的争论就没有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只要社会问题客观存在，如果允许争论，争论还是会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出现。
中国既有惊人的发展成就，也有发展带来的严重问题。如果贫富不均的社会环境和生态恶化的自然环境不能得到改变，经济发展很难持续。但从近年来的发展经验来看，发展模式的变迁不是中央层面作些重大政策调整那么简单。一旦触动重大利益，政策就变得难以执行。因此，有效的政策首先就取决于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妥协。利益妥协的首要前提就是利益表达，对国家政策的争论是利益表达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最重要的民意表达机制的“两会”，应当鼓励政策争论。只有通过争论，社会才会达成共识，利益才能达成妥协，有关部门才可以理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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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与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五年一度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相当于总统制国家的总统选举。因此，每当中国共产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人们就会热切关注围绕党代表大会的所有一切，尤其是由党代表大会所引出的人事变化。人们对这次党代表大会期望已久，早就开始从各方面的新政策动议和重要人事变动来观察十七大有可能带来的变化。
五年前的十六大，中共的权力从江泽民班子移交到胡锦涛班子。当时外界对江泽民的关切多于对胡锦涛，因为人们顾虑的是中共权力能否顺利移交的问题。到了五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可以说一个真正的胡锦涛时代已来临。人们对胡温的新政已经熟知。在过去的五年中，新领导层已经推出了诸多新政策。人们从胡锦涛今年6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可以体会到，十七大要对这些新政策作系统化的陈述。但人事方面就不一样了。
胡温新政推行已经多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离社会大众的普遍期望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新政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的强大抵触。十七大能否组成一个新的领导班子，以更有效的方式推进新政，很自然是人们所关切的。其实，这也符合中国政治的一般特点，即政策决定以后，干部就成为决定因素。此外，这次高层人士安排也涉及五年后中共十八大的接班人和权力移交问题。胡锦涛领导班子能否选择好接班人或者接班人群体，也是人们关切的热点。
就是说，十七大是中共高层人事变化的关键。不过，在“人”与“事”之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事”表现出超乎异常的关怀。各种新的政策就属于“事”的范畴。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大转型时期，不管谁来掌权，都要面临转型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从中国国内这些年的发展动态来说，社会各阶层关切的焦点不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仅仅是近年来的热点问题如社会正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
政策变化关系到利益再分配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共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内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但双方之间的争论在近年趋向激烈。双方间的争论表面上看聚焦于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但双方背后的关切则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这个基本问题。前些时间围绕着中国是否应当朝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改革的争论，更是直接地表明了这种关切。
从深层次看，人们开始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方向给予关切，并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因为共产党僵硬不变，而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不说上世纪90年代党所发生的变化，就在过去的五年中，也就是从十六大以来，中共就已经发展了1200万名新党员。到2006年底，中共基层组织已经达到360万个。大约有42万个企业组织成立了党的组织。在241万个非国有部门企业中，有将近18万个成立了党的组织。很多年来，海内外很多人在研究中国时往往把重点放在中国发展的经济和社会面，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上。但实际上，真正具有实质性发展的是党组织。除了党组织，中国还没有任何其他组织可以覆盖和渗透整个国家的所有重要部门和结构。中共新发展的党员一般都比较年轻，受教育程度也较高。到2006年底，有1690万党员在35岁以下，占党员总数的23.3%；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有2220万，占总数的30.7%。
这些变化应当说都是正面的，表明了党的可持续发展。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对党的变化忧心忡忡呢？尽管党所主导的中国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人们发现，发生在这个结构内部的变化已经从各个不同的层面、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影响到了自身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主导着中国发展政策的方方面面。党的每一次重大政策和人事的变化，可以说是一次利益和权力在社会各阶层中间的再分配。一些社会阶层在党的这些变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另外一些获利较少，还有一些不但没有得到利益，反而利益受到损害。这种状况也决定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希望党往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
白领和企业人数大增
一些社会阶层对党的变化的担忧并非毫无理由。从党员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中共已经从比较单一的社会基础向多元化转型。在改革开放之前，工人、农民、政府官员和解放军是中共社会基础的主体。但这些社会阶层或者团体的比例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例如，从1978年到2006年，工人所占的比例从18.7%下降到11.1%，农民从46.9%下降到31.7%，解放军从6.9%下降到2.2%。相比之下，其他社会经济背景的党员数量增长很快。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包括管理层和技术人才）背景的党员已经占了21.4%，私营企业主（或者资本家）占了5.1%。
党的社会基础的变化还直接反映在党的政治运作方式和政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上。以“三个代表”理论为标志，中共已经给予私营企业政治上的合法性，并且鼓励非国有部门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成分的变化也直接反映在十七大党代表的构成上。十七大代表大会增加了来自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的代表。在政府层面，从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到《物权法》的通过，都表明了这些新兴社会阶层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
从积极面来说，这些变化表明了党的开放性、中国政治的开放性。
较之毛泽东时代，当代中国政治呈现出开放的特点，并且开放性的程度还在逐渐提高。而党的可持续发展就依赖于这种开放性。从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封闭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而一个开放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
但是除了开放性，党的可持续发展还决定于党的政治公正性。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从各社会阶层中录用党员，这些都表明了党的开放性，但这并不能表明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可以在党内得到同样的体现和保护。一些社会群体对党的发展方向的担忧在于，在现实面，不同的社会利益在党内的实现程度很不相同。新兴社会阶层有足够的经济和社会能量来影响党的政策，但弱势群体又怎样呢？就是说，即使在党内，各社会群体在利益聚合、表达和实现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
世界政党史的发展表明，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而一个能够代表各个社会利益的政党则是可以持续的。不可否认，中共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努力追求在党内协调各种社会利益，达成体制内的妥协。但是在实现政治正义方面，这个不断开放的政治体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要保证基本政治正义，就要从制度层面实现党内民主，保障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公平聚合、表达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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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退出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继一个星期之前新加坡反对党（工人党）史无前例地赢得一个集选区之后，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和国务资政吴作栋先生上周六毅然宣布退出内阁，目的是让年青一代领导人在更加艰难和复杂的局面下带领新加坡继续前进。新加坡前两代领导层打造了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现代新加坡，不仅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让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第三世界跃升到第一世界，而且在政治、经济、社会、法治等方面确立了基本国家制度。
谁也不会否认，没有李光耀这一代领导人，就不会有现代新加坡。但是，任何政治都要与时俱进。时代变革了，领导的风格和方式也必须变化。正如李光耀先生所说，“我们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新加坡已经进入新时代，政府不可能还像过去那样运作……总理可以、并且也会根据新的局势去修订和改进政策”。从领导层的代际变化意义上说，李光耀先生和吴作栋先生的决定无疑是最理性和明智的。
在困难的时候把重担完全交给新一代！如果把这个场景放置在中国政治中，结果可能刚好相反。越是有困难的时候，老一代越不可能把责任移交给年青一代。中国政治文化似乎没有给年轻人或者年青一代领导人多少政治空间。一般的情形是，老一代都会以各种理由来延续其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在有困难的时候，老一代会纷纷出来维持现存政治局面。表面上看，老一代这样做是负责的行为，但实际上这样做是有极其负面的政治后果的。
政治退出制度非常重要
用比较学术一点的语言来说，对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来说，无论是多党政治还是一党政治，建立“政治退出”（political exit）制度非常重要。民主政治有很多政治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解决政治退出问题。多党制下，政党轮流执政就是一种政治退出方式。在一党制下，一种有效的方式就是领导层之间的代际更替，如果处理得不好，一党政治的衰落不可避免。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这些地区的政权完全和社会现实脱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领导层代际更替缺失或者异常缓慢。当同一代政治人物统治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很多负面的结果就会接踵而至。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一党要长期执政，就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退出制度。实际上，无论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还是现实政治需要的角度，确立和完善政治退出制度已经显得迫在眉睫。
在这方面，人们无须回到中国数千年前的历史。清朝后期以来的中国历史足以说明建立政治退出制度的重要性，或者说没有政治退出制度给中国政治带来的恶果。清朝晚期，光绪是皇帝，但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在背后操纵政治。面对朝廷衰亡困局，皇帝想大刀阔斧地改革，却遭到慈禧太后等老一代的竭力反对。以太后为代表的老一代软禁了皇帝，杀了年轻的改革者。不过，这并没有阻止朝廷的衰败。到最后，太后迫于形势的压力，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并且改革幅度和力度甚至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可惜，真要改革的时候，革命的力量已经兴起，革命的进程已经开始，改革为时已晚。很多人说，光绪皇帝年青一代的改革过于理想，不见得会成功，但是，还有什么比朝廷被推翻更糟糕的呢？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国有政治退出制度，光绪皇帝能够主导改革，就不至于造成朝廷被推翻的局面。
邓小平是中国政治历史转折点
在经历了几乎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动荡之后，中国才建立了新政权。但毛泽东并没有解决好政治退出这个问题。在新政权的早期，毛泽东是有这个政治意识的。毛泽东曾经设想过领导人渐进式的退休制度。他先设计了领导层的一线、二线，但是没有成功。不管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一直到他去世，他没有一天退出过政治舞台，并且在他在位期间，中国连最起码的领导人退休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设想一下，如果在“大跃进”运动失败之后，毛泽东能够正式退休，放手让刘少奇、邓小平等来解决所面临的新问题，那么很难想象会出现日后的“文化大革命”悲剧。
邓小平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时代领导人个人专制的教训，开始把一些具有民主特性的制度因素引入党内，尤其是领导体制。邓小平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建立了各级领导人的退休制度，废除了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到今天，中国有两种制度已经高度制度化，非常值得称道，即任期制和年龄限制。任期制从本质上说结束了领导干部终身制，而年龄限制的制度使得很多年轻干部有机会进入领导岗位。这些制度使得中国政治尤其是人事方面的更新非常迅速，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不过，邓小平只完成了制度改革的一半。尽管领导人退休制度牢固建立起来了，但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制度。如果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就确立了政治退出制度，放手让下一代领导人实行全面的改革，那么就不至于造成日后的六四事件。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真正接受了政治教训，真正把权力移交给江泽民这一代新领导层。尤其是在他退休的时候，也同时取消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国接班人方面的各种制度，包括任期制和年龄限制的制度，都是在这个之后开始具有实质性的制度化的。
今天的中国，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退而不休。一些领导人尤其是一把手尽管正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没有正式职位，但还是以各种方式来干预现任领导各个方面的工作，包括人事和政策。第二，从一线退到二线。一些领导人的退休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先从政府退到人大，从人大再退到政协。第三，从一个职位到另外一个职位。因为没有政治退出制度，一些干部犯了错误，但不能退出，因此，就从其犯错误的岗位上调开，换到另一个岗位，或者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第四，从显身到隐身再到显身。一些领导因为犯错误或者其他的原因，下台之后的一段时期里隐身起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又显身出来了。
政治制度的关键是政治责任
没有明确的政治退出制度，已经给中国政治造成了无穷的缺陷，影响着政治体系的正常运作。至少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没有政治退出制度，束缚着年青一代领导人的手脚，妨碍着他们的执政能力。这尤其反映在一把手的职位上。一党长期执政的优势在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不至于像多党制国家那样，新上来的执政党可以终止前任政府的政策。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政府都会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这就要求新任领导进行政策创新。但中国政策创新和政策执行的能力正在急剧衰退。因为限任制，一把手一般可以两任。但在其第一任期间，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被前任安排好，新领导层没有多少空间。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前任领导往往“退而不休”，时时刻刻都想影响现任领导，这又会严重阻碍现任领导的政策创新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今天，中国尽管已经没有正式的一线、二线之分，但实际上的情形仍然存在着。因此，整个统治机器的工作效率大受负面的制约和影响。
其次，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导致了政治责任的不清楚，即谁应当负责的问题。任何政治制度的关键就是政治责任问题。实际上，任何组织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领导的代名词就是责任。中国现在的体制较之从前的个人专制有了很大的进步，现行集体领导体制保证了党内民主，避免出现个人专制情形下的一系列错误，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各级政府的集体领导有些时候往往演变成集体不负责任。现任领导之间、现任领导和前任领导之间，往往存在着非制度化的、说不清楚的关系。尽管从理论上说，现任领导要负全部责任，但实际上的责任可能在“退而不休”的领导。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在呼吁行政责任制和政治责任制，但这个制度就是建立不起来。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加上中国存在的特殊的党政关系，有效地制约着政权运作的效率。很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尽管中国理论上仍然是政治集权制度，但领导层的权力高度分散化。例如，总理应当是部长之首，对国务院负全部责任。但是，总理没有权力解雇任何内阁成员（部长），因为所有部长并非总理任命的。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所有重要干部都是党任命的。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党的方面，党的领导集体内部缺失等级秩序，缺失责任制度。
特权阶层日益庞大加剧财政负担
再次，也同样重要的是，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从长远来看也会使得国家的财政经济负担过重。随着卫生和医疗技术等各方面的巨大进步，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中国老干部队伍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国家财政负担的日益加重。老干部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理应得到照顾，这不是问题，但如何使国家财政能力可以持续却是个问题。因为没有政治退出制度，中国官员一天为官，就可以终身属于特权阶层。这些年，中国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其中大量的财政力量流向特权阶层。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为什么难以公开透明？很简单，是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特权阶层的阻力使然。
怎么办？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一方面是政治退出制度，即大多数政治人物在退出政治之后，就变为普通老百姓，不再享受特权。只有少数特殊的政治人物，如总统和总理，可以继续享用一定程度（法律所规定）的特权。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特权阶层经历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就是说，通过社会制度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的建设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利益，而退出政治领域的前特权阶层也同样享受社会的制度保障。这个社会化过程很重要，一方面保障了基本社会正义，另一方面也防止了因为要照顾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使得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目前的中国，很多人都在高调讨论各方面的制度改革。比起那些宏大的改革叙述，这里所讨论的政治退出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制度细节。但很显然，这个制度细节能够影响到制度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它与政权的效率有关，政治退出制度无疑可以提高和强化政府在政策思想的产生、决策和政策实施方面的能力。它与政权的可持续性有关，如果特权阶层越来越庞大，国家财政负担也必然越来越巨大，直到超出财政担负能力。它与人民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有关，特权阶层越来越大，不仅消耗庞大的财政资源，而且也会消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进而影响人民对政府合法性的认知程度。
很显然，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在邓小平建立的退休制度基础之上实现政治退出制度，这是中国领导层不得不考量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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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新社会契约与合法性



中国社会问题的终极根源在哪里？
留心一下最近中国社会的发展很有意思。一个极端是各地私营企业老板在政治上的崛起。十六大把私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合法化了，此后，各地蜂拥而上，用实际行动支持中央的这一决策。一时间，私营企业家纷纷进入省市各级政协。尽管政协在中国的政治系统里不算一个有实权的组织，但在老百姓的眼里，政协中私营企业家的急剧增多无疑象征着这个社会阶层政治力量的迅速上升。
在另一个极端，针对各级政府的城乡民众的集体抗议事件不断增多。城市工人罢工“闹事”的情况早就有目共睹。企业经营不好甚至破产、工人下岗失业、社会福利缺乏，这些都构成了城市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而在农村，尽管国内少有公开报道，但农民的集体抗议事件早已经层出不穷，不仅经济贫困地区有农民的集体抗议，在江浙那样的富裕地区也有。
在中国领导人的头脑里，城乡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继续发展经济，等到全社会进入了小康，这些事情都会自然解决。如果从这种思路来理解，上面所说的两种现象也不能算作是矛盾的。共产党与时俱进，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不仅是执政党壮大社会基础所需，也是继续发展经济所需。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国有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给予非国有部门老板参与政治的权利，无疑会对经济发展起到正面的作用。所以，政府的作用就是维持社会的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如果社会基层产生不稳定因素，那么就要采取各种强行的方法加以压制。
但这种思维方式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会导致领导层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存在、发展和恶化产生错误的判断并采取错误的解决方式。如果这种思维方法不能加以纠正，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很快就会出现问题。
在传统共产主义国家，尽管没有民主制度，人民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但并不能说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一种契约关系。除了那些极端的政权完全依靠强制力来管制人民外，常态的共产主义政权都需要人民一定程度的认可，甚至是默许。这种认可或者默许就是学术界所说的隐性契约。
这种隐性契约曾经是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共产党政权统治人民，特别是用来处理政府和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这种隐性契约假定：共产党保障工人的充分就业，执行较为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提供教育和医疗等各种社会福利；作为回报，工人阶级默许共产党的一党统治，承认其统治合法性。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共产党依靠这种隐性契约统治苏联社会数十年，相安无事。
是戈尔巴乔夫改变甚至终止了这种契约关系。无疑，这种契约关系大大阻碍了当时苏联经济的发展，因为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下，人们没有什么经济积极性。戈尔巴乔夫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实行私有化，苏联政府的经济能力因此急剧弱化，工人失业，收入分配差异剧烈分化，社会保障制度衰退。更为严重的是，苏联的私有化是执政党自上而下推行的，广大的人民并没有权利参与这个过程，结果，私有化的好处都流入政府官僚及其相关人士，人民成为真正的受害者。这样，苏联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隐性社会契约不再存在，并且在人民看来，正是执政党单边撕毁了两者之间所订立的契约。这样，执政党很快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政权马上被人民所推翻。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共产党政权固若金汤，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在很短的时间内会被人民所推翻。
在中国，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社会底层现在所出现的情况和前苏联有所类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但邓小平也同时强调共同富裕。尽管政府的经济政策一直在向富人倾斜，但中共坚持给予工人和农民这两个最大的社会阶层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也就是说，新兴阶层不能享受和工人、农民同样的政治权利。
但是现在不同了，新兴有产阶级迅速崛起并且开始享受政治领导权。对共产党来说，这是情势所迫；但是富裕阶层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对执政党是祸是福，还是个未知数。因为，一方面是共产党向有产者敞开大门（应当指出的是，这个阶层本来就具有很强的参政能力），另一方面政治的大门还是向工人、农民关闭着。在这一鲜明对比下，执政党的合法性在工人、农民中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就走向贫困地区，紧接着各个地方的领导人也纷纷响应。这当然显示出新领导层对社会底层的关心，也是对前段时间过于倾斜于富人阶层的一种姿态性纠正。但很难说领导层已经意识到，执政党对隐性契约的修正已经影响到人民对其合法性的认同。在没有民主化的情况下，单边修正这种契约包含有巨大的政治代价，更不用说单边行动废除这种契约了。
 
原刊于《信报》2003年1月28日



从“隐性契约”到“显性契约”
笔者在本栏发表《中国社会问题的终极根源在哪里？》一文，使用“隐性契约”的概念来分析前苏联共产主义解体的原因，认为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政权和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契约”，政府用经济和社会福利等来交换人民对政府合法性的认可。戈尔巴乔夫进行激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在经济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幌子下，将政权的重心向少数人倾斜，单方面地破坏了人民和政府间心照不宣的“隐性契约”，导致政权被人民所推翻。
拙文发表后，就有读者写信与笔者商讨“隐性契约”问题，有的认为概念过于抽象；有的认为在共产主义政权之下并不存在“隐性契约”关系，苏联共产主义政权是专制政权，其消解是人类历史的必然。
这些读者提出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像苏东解体这样的世界历史大事件可能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但他们的提问使笔者感到有必要从契约的角度对共产主义政权的转型再作一篇文章。中国领导层现在也面临如何转型的问题。
任何政权都必须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否则就无法生存。当然，合法性基础可以有不同，可以是神权、迷信和传统，也可以是领导人的个人魅力，还可以是民主和法制。一个政权如果要生存，就必须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调整其合法性基础，或者用时下流行的词汇，就是要“与时俱进”。共产党政权也一样。共产党政权如果要转型，大凡要经历三个大的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就是革命。共产党革命并非凭空发生的，它是对革命前不合理政治制度的反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共产党革命时是受到很大一部分人民支持的，否则，就很难解释革命的成功和旧制度的消亡。在革命后，共产主义政权并没有发展出民主政体来，不过，可以把人民对革命的支持看成是一种变相的“投票”，是人民对共产党的认同。
在第二个阶段，共产党的合法性就是人民和政权之间的“隐性契约”。基于革命之上的合法性不能长久，因为社会总不能长期处于革命的状态，而要回归常态。这就要求共产党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再者，共产党一党执政，不容许任何反对力量的存在和挑战，执政党容易演变成一个独立于人民之上的“新阶级”。党本来是人民的一部分，怎能高居于人民之上？如何得到人民的认可？合法性从何而来？这里就出现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利益交换，就是执政党用经济福利（或者是普遍贫穷的平等社会）向人民交换政治利益。
在第三个阶段，共产党的合法性会是其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显性契约”，即两者之间通过民主政治原则而产生的契约。“隐性契约”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产生作用，但不是长远之计。隐性契约不是法治化的，它没有制度化的规定，人民和政府之间不存在任何制度性的制约关系。从理论上来说，政府可以单方面毁坏“契约”，人民也可以随时推翻并非自己选举产生的政府。总体说来，因为执政党控制国家机器，这种“契约”往往是执政党单方面加给人民的，并经常由于腐败而不能履行“契约”。
要长治久安，共产党就要改变其“契约”的基础，也就是合法性的基础。“显性契”就变得重要起来。戈尔巴乔夫的总体思路是不错的，即要用民主来制约官员，用资本来发展经济。问题出在从“隐性契约”到“显性契约”的转变过程中。一旦这个转变过程被少数人控制，大多数人民就被排挤在外，转型所产生的机会及其利益都进入少数人的腰包，而大多数人的情况恶化，这使得转型中的共产主义政权立即失去了合法性，“契”遭破坏，人民也就有权利起来造反。
在“契约”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现在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如何和人民再次延续“隐性契约”，二是如何从“隐性契约”转型到“显性契约”。
领导层提出“三个代表”，表明要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不仅承认他们的政治地位，也给他们政治参与的机会，这样做是为了扩大人民的概念和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但会不会“异化”原来所依靠的工人、农民阶级呢？工人、农民会不会因为企业家入党而感到执政党已经背弃了原来的“隐性契约”？
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十六大后，新领导层已经显示出对社会底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关怀。这可以说是他们想延续原有“隐性契约”的努力，因为如果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失去了平衡，社会的稳定就会成问题。但是，这种努力会不会保证政治的长治久安呢？从很大程度上说，平衡穷人和富人是为了让两者都来认同政府的合法性。这种非制度化的平衡有非常大的局限性，最终的结果一定是“隐性契约”遭破坏。很显然，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穷人和富人很难有平等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当少数官僚和富人一起控制“隐性契约”的缔结过程时，政权的合法性和政治稳定很快就会出现问题。从长远来说，在“显性契约”缔结之前，执政党的合法性很难得到制度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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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契约”，新的考验
可以确定地说，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上任一年就形成了独特的领导风格和新的发展路线，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以往新领导人大都要花很多的精力来处理老一辈的遗留问题，他们往往不可能有很多的新动议，而是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老一辈真正退出政治舞台，否则就会带来严重政治后果。在胡温领导层上台之初，外界也并没有对他们寄予很高的希望。但现在很少有人会这样看了。
今天，外界的一个共识就是，新领导层已经基本上稳固了权力。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在十六大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新领导层虽不算高调，却在巩固权力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一方面是很好地处理了第三代领导人的政治遗产问题。在这方面，新领导层一直在强调第三代领导层“三个代表”的核心思想，努力推动在修宪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另一方面，胡温领导层也能够很好地处理领导集体内部的协调问题。在“非典”横行之时，外界非常担心胡温是否能得到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在抗“非典”的背后是否在演出一场高层权力争斗。但是，这种猜测并没有得到验证。
纳入新兴阶层为势所趋
不过，光从高层领导层内部的互动来判断新领导层的作为往往有失偏颇。人们对新领导层有信心，是因为他们所实施的新政和所传达出来的政策信息。新领导层所实施的新一揽子政策及其所表达的政策意向，可以说是他们和人民之间重签“社会契约”的表现。第三代领导层在强调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的时候，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新兴社会阶层，特别是有产阶级（私营企业家等）。共产党如果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把新兴阶级纳入统治体系。但是阶级力量的失衡会给中国政治体系造成不可估量的政治后果。
正是因为认识到阶级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胡温领导层在从制度层面向新兴阶级提供保护（如私营企业主入党、为私有财产提供宪法保护等）的同时，再次努力把工人、农民拉回到官方政策话语的中心。“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和“三个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就是典型的以“人民”为主轴的政策话语。
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选举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导层可以全然不顾人民的利益。笔者在前文中已指出，实际上，在人口的绝大多数和领导层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社会契约”。在这种契约下，政治人物为人民谋利益，而人民接受政治人物的统治，契约的缔结也就为政治人物提供了政治合法性。
中国最大的政治国情就是工人和农民依旧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哺育着新兴阶级，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说到底还是政权的基础。忽视这样一种政治现实会犯下不可弥补的政治错误。不能因为新兴阶级有了政治重要性，就来破坏政权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对工人和农民来说，这种契约绝对不可以单方面被废除。
合法性基础会因失望而流失
胡温领导层和人民新签契约已经造就了新的合法性基础，使人民接受新领导层。但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期望也提高了。对新领导层来说，现在更为重要的是要履行和人民的契约。如果不能履行这个契约，人民的期望就得不到满足，新出现的合法性基础很快就会流走。就像一个民选的总统，如果光有空头支票，也很难得到人民的继续认同。
如何履行契约？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已初步形成，现在需要的是政策和制度层面的东西。在一些政策领域，新领导层已经在向人民利益倾斜。“非典”事件导致了相对政治责任制的建立。孙志刚事件导致了旧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求助管理办法》的生效。甚至在追讨农民工工资等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最高领导层也时有涉及。
这些政策性的事务当然重要，但它们还是非常边缘的措施。偌大的中国，如果此类问题的解决都要求最高层领导的干预，那么政权的运作肯定是无效的，也无以为继，更不用说为人民的利益提供制度性的保障了。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治权力要回归人民，要让人民有表达自己利益的机制，提供给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制。中国并非没有政治参与，但参与管道对不同的阶层来说极不均衡。官僚阶层、有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而工人、农民不仅没有政治影响力，且其状况在每况愈下。实际上，国家的政治过程对他们来说似乎已越来越封闭，除非他们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否则就没有影响政治的能量。
中央党校最近在在校培训的干部学员中做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官员在新的一年里最为关注的是政治改革问题。他们认同农民是受益最小的社会群体，相信收入分配不均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对新领导人来说，这份调查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说明了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官员当中已经有了政治改革的动力基础。应当说，政治改革也是新领导层履行和人民缔结的“契约”的关键。但如何进行？这是新的一年对新领导层的新考验。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4年1月6日



胡温新政与中国社会主义新潮
很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层形成以来，正在促成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转型。虽然很难用一些概念来表述所有这些变迁，但明确的是，新领导层已经指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方向。这种方向的确定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过的。可以说，正在出现和形成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新潮。
这种新潮至少已经反映在三个主要的方面。首先是发展方向上，最主要的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基调思想。“以人为本”本来就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内核，意在修正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与“以人为本”思想对立的。在80年代，“以人为本”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内容而遭到批判。现在它成了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基调，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进步。
其次是政策层面。胡温新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以人为本”的重心放在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上，在用法律手段保护新兴阶级的同时，重新认定占社会的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新领导层提出的“新三民主义”等概念是“以人为本”理念的表现。在具体政策方面，新领导层也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追求社会公平方面。近年来建立的社会低保制度是其中的政策之一。从2003年“非典”期间免费为农民提供医疗，到最近的为民工追讨工钱等政策行为，也表达了对社会多数成员利益的重视。
再次但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是领导人的行为方面。在任何国家，最高领导层的行为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更是如此。在法治建设还不很完善的情况下，领导人的表率作用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比一些具体的政策更能影响下层官员的行为。胡温新政中形成的亲民风气和高层的个人行为紧密相关。
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重新建构
社会主义新潮可以说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重新建构。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时期就是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在传入中国时并不是主流。在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各种主义中，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层选择了社会主义。但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不是像社会主义起源的欧洲那样强调社会福利。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社会主义的内容并没有多大改变。不管人们对它的评价如何，计划经济在当时也是被作为一种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手段。它的重点并非个人，而是国家力量。加上冷战因素，领导层过分强调公有制，人为地和资本主义区分开来。
第二时期是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毛泽东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造就了一个强主权、穷人民的国家。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并实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在苏东共产主义制度解体以后，更是全方位地引入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方式。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搞经济建设，脱离贫穷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是想用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来冲击僵硬的政治体制对经济改革的束缚。这个时期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发展方面非常成功，也促使中国社会开始作全方位的转型。旧的体制被冲垮，但新体制的确立相当缓慢。尽管高层从来就没有宣布放弃社会主义，但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的崛起表明了传统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终结。中国各界除了拼命追求经济利益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乱象，因为人们不知道社会在往什么方向发展。
类似于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
现在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即社会主义的新潮。说它是新潮，是因为它不是对旧式社会主义的回归，而是一种新的综合创造。它继承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很多合理理念，如社会公正、“以人为本”和协调发展等，但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理念。从很多方面来看，社会主义的新潮完全放弃了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版本的社会主义，而类似于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新潮的根据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欧洲意义上的工业化在中国刚刚开始不久，加上全球化、社会流动、农民问题和阶级分化等因素，中国似乎显得更具社会主义的基础。一句话，如果不能解决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问题，任何主义在中国都难以生存。社会公正、“以人为本”等社会主义概念使得社会主义再次在中国复兴。实际上，现在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各派思潮如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尽管他们有不同的理念，但没有一个思潮否认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各派分歧的并不是这些社会理念，而是实现这些社会理念的手段。
“以人为本”等新概念的提出及其新的发展手段的引入，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再次具有了非常强大的活力。这是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方向逐渐明确，但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是一种通过人民参与政治过程来达到社会公正，实现“以人为本”价值的制度。当中国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已经明了之后，人们更为关注的就是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这才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4年1月27日



中国和谐社会要求重建社会契约
中国领导层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从长远来看，其政治意义会远远超出迄今为止人们所讨论的范围。它不仅仅是“科学发展观”、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和谐或者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执政党执政模式的变化，从更深入一步说，“和谐社会”及其相关的各种目标的实现，会导致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契约关系的重建。
在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有无契约关系？很多人会否认这样一种关系。中国并非一个契约社会，也没有西方那样的契约文化，在政治领域尤其如此。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是积极公民概念的产物。在民主国家，这种契约关系是显性的或成文规定的。显然，中国没有这样的显性政治契约文化。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隐性契约文化。在《论语》和《孟子》等政治经典中，很容易找到这种隐性契约关系。例如，皇帝如果不能履行其义务，人民就有权推翻其统治。建国以后，中国没有走西方显性契约道路，但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着心照不宣的隐性契约关系。人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为的是实现基本社会正义。建国后，政府保证提供基本的社会正义，同时人民接受政府的领导，这就是隐性契约。当时，基本社会正义的方方面面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因素来保障的，如消灭贫穷、医疗保健、免费教育，等等（这些目标是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则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同时，在中国当时的政治体制环境下，毛泽东还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保证整个政府体系是“为人民服务”导向的。多次政治运动的目标是为了“打碎”官僚机构，防止一个“官僚阶级”的形成。每次运动因此都是围绕着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和社会进行的。
市场经济引出显性契约关系
政府和人民之间的隐性契约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发展很快就瓦解了政府原来借以提供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体系。例如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以后，原来的集体制度不再存在。尽管确立了以选举为基础的农村自治制度，但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如医疗和教育等），这个体系的能力还不足。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府也急剧地转变成为一个直接的经济角色，而提供公共服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提不到议事日程上。现在提上来了，但又存在着经验欠缺和能力不足的问题。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了资本和劳动者之间显性契约关系的出现。在劳动关系上，中国现在俨然是一个合同社会和契约社会。这在私营部门表现得非常清楚。在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公共部门，契约关系也很快从隐性转向显性。国有企业本来是政府借以实现隐性契约的主要手段。国有企业是个小社会，担负着各种社会功能。市场一引入，企业自然要抛掉非经济功能。出于国内外市场的压力和长远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又实行“抓大放小”战略。在这个过程中，对社会正义的考量不足。到了地方层面，中小企业出现恶性私有化。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强制性行政和政治的力量进行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社会契约被单方面毁掉。在“抓大”方面，因为公司治理制度不健全，也导致垄断和特殊利益的形成。这些垄断利益集团随意制定自己的规则，同样也破坏了社会契约。更为糟糕的是，地方层面往往官商一体化，各种类型的家族权力体系导致政治腐败。
原有隐性契约关系被单方面毁约已经导致社会正义问题。新劳动关系中显性契约的签订更具有不公正性，很难说，劳动者在和资本方“签订”契约关系时，有权和资方讨价还价。或者说，这个契约实质上是单方面加于劳动者之上的。较之原来的隐性契约，显性契约的执行对劳方来说具有强制性，而对资方则没有这种强制性，因此更欠缺社会正义的因素。在资方能够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甚至是政府的力量（和各级政府的结合）的情况下，劳动者面对的是无助。
新契约应实现基本社会正义
这也表明政府和人民之间需要重新缔结契约。中国不能也不应该回到往日的隐性社会契约，因为毛泽东时代隐性社会契约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再存在。社会契约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同时，客观说来，中国也没有条件在这个阶段建立政府和人民间的显性社会契约，新契约还会是隐性的，但必须能够实现基本社会正义。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很难实现社会正义。一般说来，一个社会由三种基本权力组成，即政府、企业和社会，分别代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这三者既互相依赖，又要保持一种均衡状态。很显然，它们现在处于一种不均衡状态。从民众的消费欲望低下到对前途感到不确定，都是失衡的表现。权力向经济方面倾斜，财富向垄断企业集中，而对社会财富分配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却大幅度减少。同时，政府在提供医疗、教育服务和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分配差异越大。财富过于集中，既导致贫穷人口的增加，又阻止了中产阶级的发展。
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隐性社会契约，政府必须扮演主角，在发展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强有力的协调。和所有其他现代国家一样，政府应当承担起规则制定者的责任，逐渐向企业和社会力量开放政治过程，限制垄断，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政府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能够有所作为。没有政府的制度创新，就很难在企业和社会之间或者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
从长远来看，民主政治是中国治理制度的基础，那个时候，显性契约会在中国实现。但现实地看，民主政治需要很长时间来发展。在国家转型到显性契约之前，必须重建隐性社会契约。没有这个隐性社会契约，执政基础就会不断被削弱，社会稳定就不会有制度保障。从这个角度来说，和谐社会意味着一种基于新社会契约之上的国家治理制度。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12月25日



第三部分 权力与腐败



副省长竞选组织部长和权钱交易
中国政治处于转型期间，各种新的现象时有发生。最近几年，政坛上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现象就是副省长竞选省组织部长。有数个省份的副省长宁可放弃现有的职位，而拼命竞争地位更低的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职位。共产党干部想在低一些的位置上任职，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其他的部门。现在，中央的一些部委想从下面抽调干部非常困难，大家都想在地方工作，而不想进北京。
初一看，这令人费解。根据一般人理性的预期，政坛上的政治人物始终应该往上提升自己，而不是相反。但是既然这种现象普遍地存在，就有它存在的理由。不同类型的政治人物有不同的动因。地方官不想进京或许是担心现有的权力被剥夺。的确，有些干部进京后就没有了权力。少数地方官在地方待久了，就形成了自己几乎独立的权力体系，变成了地方小皇帝。有时候，这些地方小皇帝权大势重，中央政府对他们奈何不得，只好对他们进行上调。也有时候，这些小皇帝并没有明显地犯错误，中央政府也采取上调的方法，到北京后再削弱他们的权力（现在，更经常的是进行地方干部的轮调，以此来防止地方权力体系的形成）。上调如果意味着削权，地方官当然是不想干的。
有些地方官不想上调则是因为他们想得开。他们愿意待在地方，不想去中央的眼皮底下。中国地域广阔，中央的政策命令越往下面，变形越大，或者说越到下面，政策实行的伸缩性就越大。现在中央搞机构改革，搞廉政，政策自上而下地执行，越上面越严格。地方官自然不想上调，以图在地方享受更多的实惠。
但是，副省长竞选省组织部长这样往下沉的事情则更为严重，它完全是今日中国政坛权钱交易的写照。谁都承认中国的政治腐败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但并不是任何国家机构的任职干部都有机会从事腐败，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想腐败也无门”。在这样的情况下，干部要腐败就必须先找到腐败的机会。副省长竞选省组织部长就是一个途径。
这并不是说，副省长的职位上就不能腐败，也有很多副省长被发现很腐败。在副省长中，是否有机会腐败主要取决于副省长所分管的事情。同时，副省长也不见得有实权。很多地方，副省长由民主党派人士甚至是无党派人士担任，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与组织部长相比，副省长腐败的机会要少得多，且制度化程度也低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各省的组织部长掌握着地方的人事大权，并且省组织部长是当然的省常委委员，属于名副其实的省委领导班子。
组织部是中共的命脉，掌握着几乎所有官员的命运。中共的官员并非选举产生，所有重要的干部都是由自上而下的任命产生的。省组织部掌握着干部的人事任命权，省内官员的升迁都必须过省组织部这一关。尽管省委书记和其他的省委常委都有权影响人事任命，但省组织部负责具体操作，并且掌握着官员的详细材料。过不了省组织部这一关，干部的升迁几乎不可能。再者，即使省组织部不能影响一项特定的任命，也有实际上的否决权。组织部掌握着干部的所有材料，有权对特定干部进行政治调查。如果组织部想做，否决一个官员的升迁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无论是想升官还是要保持现在的职位，组织部是不可冒犯的。社会上流传的所谓的“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就是共产党干部经验的真实表露。稍微了解中国政治内情的人都知道，组织部既是中共政权最重要的一个组织，也是最容易腐败的组织之一。每次考察干部都可以造就组织部门的一些人致富，有些是组织部门的人主动腐败，向被考察的干部要钱要礼，而另外一些则是被动腐败。一些权力欲望强烈而实际上又没有能力的干部，只好依靠腐败组织部来得到升迁或者保持职位。
副省长要下沉为组织部长，这个现象既反映了中共政治中的权钱交易现象，更反映了中共党内腐败已经是制度化了的事实。江泽民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后强调，要用五年的时间解决中共党内的腐败问题。这些年来，中共反腐败的力度不可说小，几乎每年都有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但是腐败却依旧严重。为什么？从副省长竞选组织部长的例子中可以获得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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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为什么中国的腐败得不到控制
中共的腐败有没有得到控制？恐怕哪一位领导人也不会有信心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不能说中共高层在反腐败上不努力，中共在改进现行体制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如加强对官员任免的控制，建立各种反腐败的机制，这些是有目共睹的。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尽了力，领导高层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就大张旗鼓地努力重建中共的意识形态，从“三讲”到“三个代表”到“七一讲话”，这种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管高层有怎样的初衷，重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想用思想来管教干部，遏制他们的腐败行为。
但是，腐败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很多新任命的干部进入官场没多久就变成腐败分子。笔者很早就说过，中共干部被腐败的速度远远快于中共培养干部的速度。这种情况看来并没有改变。为什么花了这么大的力气，腐败还是有增无减呢？对中共腐败的考察看来得跳出一些具体的制度，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讨论。
三个角度可供考量。第一，中共的制度中没有外部制约，这一点很多人早已经认识到了。一党执政，自己制约自己，效果可想而知。外部制约因素可以有很多种，例如反对党。中国没有反对党，当然也就不会有来自政治上的反对派的制约。中国也没有自由的媒体。没有自由的媒体，信息就不会流通，腐败的干部和官员就可以横行霸道，流行于市。中国也没有有效的人民可以监督官员的机制。对官员的腐败，人民自然有自己的判断力，人民也有能力去制约腐败，但没有机制，无从着手。除了用“非法”的手段杀几个贪官污吏，去偷窃他们的财产以外，还能做什么呢？一句话，中国没有任何民主机制来制约腐败。
第二，没有民主就没有政权的轮换，也就没有除掉腐败细菌的机会。腐败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民主国家也是如此。西方先进的民主国家好一些，但后进的民主国家就很糟糕，像印度和菲律宾。民主国家也会腐败，这经常是很多人为中共腐败现象辩护的一个根据；但是，很少有民主国家，其腐败的广度和深度像中国大陆那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民主制下存在着政权的轮换，当政者腐败了，在野者一定会攻击。每次政权的轮换都会爆发新当政者向原当政者“反攻倒算”的现象。韩国就是很好的一例，原先的总统一个一个地遭到清算。这种做法有些残忍，很少人会把这样的政治现象认同为民主政治的一部分。但是不管怎样，这种“反攻倒算”行为对遏制腐败是很有效的，它至少可以对当政者形成一种“威慑”，使得其腐败行为有所节制。只要民主机制存在着，就很难保证一个人或者一个党永远执政。民主不能保证执政者不腐败，但腐败必须有所节制，否则的话，在清算的时候会很难堪。
与此相比，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机制。执政者当然有更换，和权力继承相关联的政治斗争也经常导致反腐败的运动。但是这种反腐败是很有限度的，大家都处于同一个党，反腐败不能走极端，否则的话，党本身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害。
第三，民主社会有两类官员：一类是行政官员，另一类是政治官员。这两类官员互相制约。在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行政官员有自己的操守，独立行政，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制约政治官员的腐败。而政治官员反过来也可以制约行政官员。政治官员来自人民的选举，始终要和人民有联系，否则的话，其政治生命就会终结。行政官员长期在位，容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导致腐败。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官员就可以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制约行政官僚。
中国没有这种条件。在现存体制下，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没有任何的区别，一样的成长路径，一样的录用程式，一样的待遇收入。在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一体化的情况下，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并且这种利益集团形成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打碎它，腐败也就积重难返。
没有一种制度可以免于腐败。民主和非民主都会产生腐败，所不同的是腐败的程度问题。但显然，民主制度对腐败的制约要比中国现存的制度好。中共反腐败已经有年，试验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但腐败依然严重。领导高层一直都在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但收效不大。高层也从来没有否认要借鉴他国的经验来反腐败，但在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享受他国制度的清廉政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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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腐败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不管谁是未来第四代领导人的核心，也不管第四代领导集体的组成如何，总避免不了要继承现存领导集体遗产的问题。遗产当然可以分为积极正面的和消极负面的，前者可以说是现存领导人为其下一代填石铺路，而后者则是下一代挥之不去的痛恨。今天中国所存在的腐败无疑是众多负面遗产中最严重的一项。
或许一些人会说，腐败不能说是遗产，它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新一代领导人通过努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高层领导人有真正的决心，腐败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预计第四代领导人上台以后，就会发动新一波的反腐败运动。这种说法当然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中共历代领导人没有一个不是在反腐败方面雄心勃勃，也不乏严厉的手段。不说远的，从中共第三代领导层自十五大以来所发动的一波又一波的反腐败运动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了。
但问题是，为什么腐败禁而不止，反而越来越甚？第三代领导高层曾在十五大前后表示要花五年左右的时间来根除腐败。尽管在这五年时间里，中共高层的确在这方面下了大功夫，但很显然，这个许诺没有实现。第四代领导人无法不来接这个遗产。
笔者曾经从各个方面讨论中共政治腐败的制度根源。退休年龄、政治任命、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军企不分和低工资等制度因素都是改革以来中共党政官员腐败的根源。由这些制度因素造成的腐败可以通过改革中共的制度加以纠正，至少可以得到遏止。但现在看来，问题要比一些具体的制度因素严重得多。也就是说，中国的腐败具有更深刻的制度背景，并非一般的政治经济改革所能遏制和消除的。或者说，腐败已经成为中共统治合法性来源的一个有机的部分。
一些人对这种说法可能不以为然。腐败总是统治合法性的反面，也就是说腐败总是破坏当政者的合法性，为什么会变成合法性的有机部分呢？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看。
首先，自改革以来，旧制度总是通过腐败来加以冲击的。这个观点并不新鲜，90年代就有人提出过。中共没有经过任何激进的改革，所谓的改革就是在保存既有政治利益的基础上容许新的政治利益的产生。在改革初期，体制内的人想保存利益，而体制外的人又想分享体制内的利益。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体制内的人开始想分享体制外的人所积累的财富了。腐败由此而生。无论是体制内的交易还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交易，都会导致腐败。所以，只要改革在进行，财富在增长，腐败就会有机地依附在改革上。这种腐败已经相当制度化。
其次，腐败是领导人确立个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因为体制不健全，新领导人很难从现存的体制中得到足够的政治和经济支持。在争取和巩固权力的过程中，腐败变得不可避免。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想在位时有所成就，而想把一些事做成，就要有政策的支持者和执行者，但在很多时候，现存体制是帮不了这个忙的。可以设想，要在全国范围内培养出自己的一个系统，没有腐败的卷入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自改革以来越来越严重。没有领导人不想反腐败，但是一旦腐败要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基础，反腐败就会戛然而止。实际上，这正是当今中国反腐败的现实情况。
再次，和上面一点紧密相关的是，现在的领导人已经缺乏反腐败的制度条件了。因为没有民主选举制度，领导人不可能来自体制外。而当领导人总是出自体制内的时候，反腐败就不可能彻底进行。一些领导人如毛泽东，其统治合法性来自于其革命经历，他们本身就是国家的缔造者。这种情况使得他们可以站在体制之上，其利益也超越于体制内的任何既得利益者。而当缺乏体制的支持时，他们又可以转而依靠民众，从人民那里直接取得合法性。这样的条件一方面使得他们经常滥用政治权力，造成专制统治，但另一方面，又使得他们有能力发动和进行有效的反腐败运动，毛泽东就是典型的例子。但现在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如上所说，领导人来自体制内，本身是体制的一部分，其权力运行受太多利益的制约。尽管在理论上说有这样一种可能：领导人结合体制外的力量来反腐败，但现实中，任何领导人一旦转型为体制外的力量，就会成为整个体制的敌人。一旦成为体制的敌人，其政治生涯也就终结了。
对中国的腐败作这样悲观的讨论是为了让人们对腐败有更清醒的认识。正因为腐败已经植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反腐败也就不是发动几场运动，杀一批党政官员那样简单了。第四代领导人如何整治腐败，也只能让时间来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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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良宇案应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上海陈良宇案发生之后，海内外评论如潮。海外评论侧重于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而中国国内的评论（无论是正式发表的还是非正式的）则侧重于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斗争。本栏认为，海外的评论太过于捕风捉影，而国内的评论则又偏于狭窄。对陈良宇案这样的大案应当作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分析，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教训，改善中国目前体制的运作。
从腐败和反腐败的角度来透视陈良宇案并没有错。腐败一直是中国领导层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反腐败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每当有像陈良宇案那样的大案被处理时，人们似乎有一种大快人心的感觉。在处理陈希同案时是这样，处理成克杰案时也是这样。但是人们忘记了去反思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样的大案总是层出不穷？为什么连续的反腐败运动没能遏制腐败？为什么越反腐败，腐败就越多呢？
“第一把手腐败”盛行
在审视陈良宇案这样的腐败事件时，人们的思考应当从个人层面提高到体制层面。而作体制层面的思考时又不能太过于抽象，如提高到民主政体和非民主政体的层面。当今世界上，无论什么样的政体都面临腐败与反腐败的问题。把问题提高到民主与非民主的层面反而会把问题抽象化，看不到真正的根源。把反思的焦点放在一些具体的制度因素上会更有效。
陈良宇案明显属于人们很长时间以来所说的“第一把手腐败”。在中国政治体系内，“第一把手”对制度的运作起着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的角色。为什么“第一把手腐败”如此盛行呢？为什么处理“第一把手腐败”又那么困难呢？这涉及中共的“党管干部”的体制。“党管干部”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这方面已经出台了可以说数以千计的条例，但为什么这些条例就是管不住“第一把手”呢？“第一把手”和党的一些高级干部为什么总是凌驾于党的纪律甚至国家的法律之上呢？这里涉及党内的权力制衡问题。党的纪律和条例都是自上而下执行的。党内有纪律监督等机构，但这些机构往往又从属于地方领导。这就意味着“第一把手”和高级干部往往是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监督自己。所以，经常出现非常荒唐的现象：不少地方负责反腐败的领导干部，往往本身就是腐败分子。
地方领导层集体性腐败
和“第一把手腐败”紧密相关的现象就是地方领导层集体性腐败。前些年，在宁波、湛江和厦门都发生过类似的现象。陈良宇案也差不了多少，与他有关的很多干部都卷入到了腐败中。集体性腐败非常可怕。
一旦腐败是集体性的，地方政权就往往变成“独立的腐败王国”，造成“水滴不进，针插不入”的局面。在这种腐败的环境下，正直的干部反而寸步难行，没有生存空间，要么无法开展工作，要么就同流合污。而集体性腐败解决起来更为困难：因为涉及“第一把手”，地方本身是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因为是集体性腐败，地方官员也有相当的能力来维持他们所建立的“地方腐败王国”。他们可以欺上瞒下，动用一切资源，防止他们的腐败行为曝光。要等到中央政府干预，往往是为时已晚。比如陈良宇案，实际上外界传闻已经有多年了，但直到现在才有了结果。这一期间造成的恶果和损失无法计量。
和“第一把手腐败”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外界所称的“秘书帮干政”。主要领导人的秘书干政在中国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秘书的主要职责是服务于领导。因为和领导的关系好，领导往往会对其秘书有特殊的照顾。很多秘书都在日后走上了领导岗位。
秘书从政并不是没有好处，他们熟悉各方面的关系，协调能力强。但是，秘书干政也经常对中国政治造成一些负面的结果。秘书往往精于权术，行走于党政机构的方方面面，知道如何讨好其直接领导，也懂得如何钻体制的空子。也有一些领导干部高度依赖于秘书，往往失去了自己思考和处理事务的能力。秘书的这些特点也决定了其从事腐败的能量。从陈希同的秘书到陈良宇的秘书，都是如此。要指责领导干部没有管好其身边的秘书或其他工作人员很容易，但问题是在现行的体制下，由于秘书的特殊位置，很多领导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秘书的支配，对秘书言听计从。没有秘书，一些领导干部可能要成为聋子或者瞎子。
制度环境造成腐败
以上就是中国地方“第一把手”所面临的普遍制度环境。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腐败非常容易，而不腐败则要困难得多。这就造成了腐败的不可遏制。中国社会一方面对腐败深恶痛绝，但另一方面对腐败又似乎是司空见惯，无可奈何。当然，最终受损的就是整体制度和执政党的权威。但正因为腐败是制度环境造成的，遏制腐败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无论是党内监督问题还是地方领导层拉帮结派问题或者是秘书帮干政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制度改进而得到解决的。
由于地方本身没有能力来遏制和解决地方“第一把手腐败”现象，如何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变得重要起来。就陈良宇案来说，解决起来那么困难，除了上述各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陈良宇是政治局委员。这一特殊背景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困难，就是说，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仅对地方有影响，而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央层面。这就涉及省委书记或者其他地方领导人要不要兼任政治局委员的问题。
政治局是中共主要决策机构，地方领导人进入政治局非常重要。但地方领导人兼任政治局委员的方法的政治合理性有待于考量。这种兼任一方面对中央的权威有太多的牵制，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有助于地方“独立王国”的形成。
这些年来，地方腐败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央政府疲于反腐败。以中国之大、腐败之盛行，中央政府依靠自身的能力，能解决多少腐败的案例呢？除了不断强化党内监督之外，借助社会力量反腐败也变得不可避免。社会反腐败就是要实行地方政治的透明化。在任何政治体系内，无论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透明政治是反腐败最有效的方法。数年前，在周正义案发生时，陈良宇案就已经开始被披露，但民间的力量很快就被上海当局压制下去。如果法律能够为民间的力量提供保护，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快得多，有效得多。
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处于一个转型期。转型给腐败提供了各种机会。腐败如果不能得到整治，就会给转型带来巨大的风险。建设一个防止腐败和反腐败体系的意义不言自明。但任何防止腐败和反腐败的体系，只有结合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力量时，才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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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依靠社会力量反腐败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6月1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强调，要把反腐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标本兼治。最近以来，随着中共十七大的临近，中共反腐败的力度也在不断加深。可以相信，十七大以后，反腐败会是中共高层重要政治议程之一。实际上，反腐败一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课题，自80年代后期以来，所有中共领导人和政府都非常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这并不难理解。中国政治改革尽管也包含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但更为重要的目标是强化执政党的治理能力。腐败一方面腐蚀执政党的机体，另一方面又对党在人民中间的政治合法性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执政党必须加强反腐败，否则就会造成不堪设想的政治后果。
这么多年的反腐败不能说不力。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因为各种腐败而被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所惩罚，但腐败官员似乎是前赴后继。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反腐败力度越大，卷入腐败的官员就越多。腐败的广度和深度随着反腐败的力度而提升。这并不是说反腐败导致腐败，而是一方面意味着腐败已经深入到党的机体，另一方面表明要对到目前为止的反腐败举措进行反思，为什么这些举措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改革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反腐败的这种困难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和有关方面反腐败的指导理论有关联。正如中共高层历来所强调的，反腐败的确是政治改革的重要议程，就是说只有通过政治改革，反腐败才能取得成效。但在实际层面，反腐败往往和政治改革脱节。笔者一直强调，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必须从执政党及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变革中来展开。从学理的角度来说，就是要改革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这些年来，不能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没有变化。基层民主的推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系统权力的加强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等，都促使着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而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但是，这些方面的变革在政治改革的议程中所占的分量并不重，中国政治改革的焦点和轴心一直是体制内部的调整和变化。表现在反腐败上，有关方面强调的是体制内反腐败、在体制内部制约腐败，而对利用社会力量反腐败、利用外部力量制约内部腐败强调得不够，甚至对外部力量心有余悸。
体制内反腐败不可说不力。到目前为止，政府已经出台了无数的法律、法规。党内也是这样，各种纪律、条规和文件不计其数。最近这几年，针对“第一把手腐败”问题，中央有关方面正在推行党委会常任制的试点。此外，中央巡视制度也正在推进。相信所有这些新举措即使不能完全消除腐败，也能够对腐败起到不同程度的遏制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内部反腐败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就拿“第一把手腐败”问题来说。顾名思义，第一把手就是一个部门或者地方政府的最高权力者。迄今，如何制衡第一把手权力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更何况反第一把手的腐败问题。如果第一把手是单个的个人还好处理一些，问题是第一把手往往并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集团，就是说，反腐败面临的是围绕着第一把手的一个庞大的利益关系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反腐败？
集体性腐败必然掩盖信息
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各地的腐败越来越具有集团性质，例如早些年的湛江案和宁波案。在最近的上海陈良宇案中，尽管多数干部还是好的，但陈良宇周边也聚集了不少官员，可以说是一个腐败的小集体。在面临集体性腐败时，上级政府必须付出巨大的信息成本。反腐败首先要得到腐败的信息，这样的信息从何而来？尽管中国建立了很多内部信息管道，但当集体腐败时，内部信息管道的有效性就成为问题。因为任何一个腐败的集体必然能够有效地隐瞒信息，甚至能够做到滴水不漏的程度。当集体腐败时，这个腐败集体必然拼命抵制上级权力机关的干预。
在远华案中，因为官商结合，中央有关部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突破口。在处理陈良宇案过程中，中央派出了庞大的队伍，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精力，才使问题得到解决。人们在庆幸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计算一下反腐败的高额成本呢？如果很多地方都存在着集体腐败，那么中央如何反腐败？即使能反，又是否可以持续呢？
因此，反腐败必须引入外部社会力量。外部社会力量的引入可以遏制腐败的发生。在谈论外部力量反腐败时，一些人担心的是，在现代中国社会，很多社会力量也是腐败的，甚至是更为腐败，那么如何来利用它们制衡内部的腐败呢？主张外部反腐败并不是说，只要是外部力量，就是正面的，就不会腐败。外部力量之所以可用以制约腐败，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如果反腐败只局限于内部，因为内部人数较少，腐败者就很容易操纵其环境。但如果外部力量介入反腐败，环境就随着人数的增多而变得复杂，腐败者就很难操纵环境，至少操纵环境的成本会变得很高。
其次，外部力量并不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会造成一种互相制衡的局面。很难有一个外部力量能够操纵其他所有相关的力量。
第三个相关的因素就是，外部力量的介入会使得上级部门的信息成本大大降低。如果让人民掌握各级官员的信息，那么上级有关部门就很容易得到信息。没有任何一位腐败官员或者集体能够操纵所有人或者贿赂所有人。如果查看一下各个腐败案例，不难看出，任何一个腐败案例，一些或者很多社会成员早就在上级发现腐败前就拥有了信息，只不过上级有关部门没有管道得到这样的社会信息，或者这些信息无法到达上级部门罢了。在西方民主国家，自由媒体是人民拥有和传达信息的有效管道，但在中国，人民没有这样的管道。当然，媒体也是会腐败的。正因为这样，媒体之间也必须通过竞争实现相互制衡。
有效的反腐败因此必须结合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力量。在体制内反腐败进行了那么多年而其成效并不理想的情况下，就应该加大引入体制外力量的力度。实际上，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强调要通过人民的参与来反腐败，这个指导思想是明确的。问题是有关部门并没有真正从体制上来保证人民的参与，外部力量反腐败流于概念层面。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反腐败需要通过政治改革，因为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保证人民的参与。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效的反腐败取决于一种新型的、民主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政府和人民关系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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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员腐败的道德代价
党内大规模的腐败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尽管历届领导人都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历年也有不同形式的反腐败运动，但不可否认的是，腐败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甚。到今天，腐败似乎已经为中国社会所接受。这不是说中国社会已经学会了容忍官员的腐败，而只意味着社会对官员的腐败无能为力。现在，如果说某一官员很清廉，不腐败，人们就会感到惊奇。而当某位官员（无论其级别有多高）因为腐败而被清除时，并不足为奇，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官员理应受到清除。
社会对官员腐败的无能为力和冷漠，就是这里要讨论的党政官员腐败所包含的道德代价。官员腐败已经在执政党和人民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成员之间造成了道德衰败。这种道德衰败如果不能被有效阻止，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影响就会是致命性的，就是中共领导人意识到的“亡党亡国”。
道德权威维系政权命运
很多人对道德力量对执政党及其政权重要性的认识并不总是清楚的。可以把道德的重要性置于执政党及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中来考量。任何政权的合法性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硬力量部分，包括对国家机器尤其是暴力的控制和垄断，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向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等；另外一方面就是软力量，包括建立一套对社会成员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清廉政府、道德权威等。这两种力量互为依赖，缺一不可。
在西方多党制国家，尽管表面上看，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主要议程是向选民提供比其他政党更好的政策和服务，但执政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政党或者其他组织的道德权威也是选民的重要考量。也就是说，选民在不同政党之间作选择的时候，不仅要看该政党所提供的政策，而且还要看这些政策背后的道德含义和代表该政党的候选人的个人道德。正因为这样，不知有多少西方国家首脑候选人因为道德问题（例如桃色新闻）而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再者，在政府内部，更是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道德委员会来约束政府官员的道德行为。选民的选择、开放的媒体和政府内部的制约，这一系列制度性因素保障着西方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维持在一定的道德水平上。
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权威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重要性。在发展中国家，因为革命等因素，往往形成一党执政或者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在那里，执政党不仅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者，而且也是道德的象征。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多民族主义的政党尽管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成绩并不理想，但因为控制了各个道德制高点（如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建设新社会等），在社会成员中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权威在维持政权方面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政府向社会提供服务的能力，即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力。
执政党道德权威的重要性也可以从一些被推翻的政权案例中看出。在发展中国家，一些政权具有很强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国家整体现代化程度的能力。在亚洲，典型的例子就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被世界各国所看好，印尼在苏哈托时期也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建设成就。但无论是菲律宾的马科斯和印尼的苏哈托，都没有逃过被“人民的力量”所推翻的命运。原因很简单，尽管他们在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上有贡献，但严重的腐败腐蚀和吞食了政权的道德权威。人民平时对政权的腐败无能为力，但一旦机会来临，就毫不犹豫地自主地组织起来，推翻腐败的政权。政权的腐败在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颜色革命中更是扮演了导火索的角色。
中共高层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权威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从毛泽东以来的中共历代领导人都把反腐败和“亡党亡国”联系起来。这些年来，执政党一方面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努力重建执政党的道德权威。在江泽民时代，中共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也提倡“以德治国”。近年来，胡锦涛也在强调“八荣八耻”的道德观。这些举措一方面反映了党内因为腐败而道德衰落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领导层复兴执政党道德权威的努力。
但是，中国社会对这些举措似乎表现出异常的冷漠。的确，在一个以钱为本、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道德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并不奇怪。可悲的是利益虽已经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核心，但它并非社会的黏合剂。西方自由主义在突出个人利益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道德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性。强大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宗教组织在向社会各阶层提供道德力量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多保守政党一旦掌权，也不惜动用政权的力量重塑社会道德。
反腐主体应当是法律和社会
中国过去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一座利益大厦，但因为缺少道德黏合剂，这座利益大厦并不巩固。中国社会的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互不信任，甚至是互相敌视。同样的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党、政府官员和社会成员之间。
如果执政党官员的道德衰败不能阻止，如果执政党的道德权威不能复兴，那么即使有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执政危机也随时会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共要成立专门组织来预防腐败了。根据中共《党章》，共产党应当是社会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是社会的领导力量。如果社会的这个部门腐败了，那么整体社会将不存在任何凝聚力。要整治腐败和复兴执政党的道德权威，首先必须治党。
但是，整治党内腐败不能仅仅依靠党本身。很多年来，尽管出台了很多反腐败的举措，但过于重视腐败的“内部消化”，就是在执政党内部加以解决。例如，党政官员出现了腐败，往往是先党内处理，后移交给国家法律。再者，党内处理往往占用相当长的时间，而法律处理则往往是“短、平、快”。这种方式导致的社会效果就是党站在法律之上，法律只是党的纪律的附庸。因此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一对矛盾：党一方面反腐败，但另一方面党似乎也能充当腐败的保护伞。如果一旦发现党政官员的腐败，法律就能马上介入，情况就会不同。这样做，既有利于法治建设，也有助于人们法治观念的确立。
“内部消化”也不利于社会的参与。今日中国社会对腐败的冷漠和无能为力是社会没有有效的参与机制的产物。官员的腐败并非一天两天之内造成的，越来越多的腐败案例表明，这些官员的腐败往往有很长的历史。正是“内部消化”机制使得这些腐败官员照样“带病上岗”，照样官运亨通。如果让社会来参与，就很容易防止这种情况。社会参与反腐败的另外一个正面作用就是，让社会对党政官员的清廉负有责任，赋予他们公民责任感。相反，如果社会对腐败持续感觉到无能为力，那么一旦这种感觉演变成为人民的力量，社会和执政党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成为一种对抗关系。
要重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力量，就必须走出目前主要依靠“内部消化”的格局。反腐败不能仅仅停留在党内。党内纪律固然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内部消化”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反腐败的主体应当是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的参与。应当再三强调的是，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反腐败，更重要的是为了道德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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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重建意识形态



为什么必须重建意识形态？
最近中国社会的发展态势表明，执政党必须把重建意识形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一方面是颇具规模的社会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另一方面是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变得活跃起来。更令人注目的是这两者呈现出相结合的倾向。中国现代史表明，社会力量和公共知识分子一旦有机有效地结合起来，往往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社会政治能量。
1989年六四事件和东欧共产主义，特别是前苏联的解体促使中国知识界从80年代末的激进化转向90年代的保守化。80年代中期，中共高层特别是邓小平本人努力想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通过政改来促进进一步的经济改革，这给了知识界一个极好的参与和推进国家政治转型的机会。但知识界自下而上的参与和高层自上而下的改革思路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知识界随后的激进化最终导致了六四事件。
在90年代，很难说存在着公共知识分子群。80年代，知识分子活跃在公共舞台上，但90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专注于“私人”事务，或专注于学术，或专注于抓住新出现的经济机会。而一些被称为“民族主义”、“新左派”和“保守主义”等的知识群体基本上和政府保持一致。现在的情况已经很不相同。越来越多的知识群体正在转向公共空间，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已经不满足于停留在“话语”建设的层次，而转向了行动取向。他们关切社会政治的发展，努力参与社会事务或者社会运动。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80年代中期。
正因为这样，最近中国有关部门对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并开始批评“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认为这个概念会离间知识分子群体和党、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的政治批评词语已经很长时间不见于报端，现在拿出来使用，足见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个动向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80年代，正是因为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才导致官方发动了一波又一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
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再次崛起表明了什么？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一个深层因素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现存意识形态既不能解释现实，更不能包容由社会多元化而导致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多元意识。只要存在着意识形态的真空，那么各种社会力量必然来填补这个真空。公共知识分子必然首当其冲。
意识形态是执政党的政治软力量（soft power），在执政和管理社会过程中起着其他任何要素所不能取代的作用。首先是它起着论证执政党合法性的功能。随着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这种功能在迅速减小。以往，党政官员的行为受意识形态控制，能“自觉”地服从执政党的领导，现在，意识形态不再能控制和调节他们的行为，结果就是党内大规模的腐败。由于意识形态的衰落，党政官员失去了行动的准则，个人利益成为最高的行为指针，腐败成为必然。
意识形态也是党政官员政党认同感和忠诚感的主要来源。因而意识形态的衰落必然导致党政官员政党认同感和忠诚感的衰落。党的指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其意识形态来实现的。没有了有效的意识形态，党在党政官员心目中的位置模糊起来，他们不知道党在干什么，党要求他们干什么，很多人因此迷失了方向。
在中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对社会行为也具有调节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人民对意识形态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所以其意识形态也有为人民提供一定的精神需求的功能。意识形态的衰落自然使得党失去了提供精神食粮的作用。由于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对精神的需求，意识形态的衰落自然就导致了各种非官方的准意识形态的兴起，包括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甚至邪教、形式不同的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潮流。
意识形态的真空客观上为各种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及其话语的兴起提供了空间。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越衰落，公共知识分子的空间就越大。遏制公共知识空间的发展会是徒劳无益的，充其量只是一种被动的做法。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办法就是改革甚至重建现存意识形态，并消化和容纳公共知识“话语”。或者说，有效的做法是通过改变现存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来整合社会群体（包括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回到以往旧的话语体系来遏止和排斥这些群体。
现实的情况是，社会经济迅速转型，意识形态的变革则远远落后。
90年代中期以后，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重建方面有些努力，提出了诸如“三个代表”这样的新概念，但这些并不足以填补真空。官方话语还是脱离现实，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党要提高执政能力，必须确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如果党不能重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执政能力还会因为经济社会的继续发展而加速下降。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的重要概念，这已经为意识形态的重建开了一个好头。但“人本”不应当停留在概念的阶段，而应当发展成为一个思想体系。一个符合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思想体系不仅可以指导和约束党政官员的行为，而且可以给不同的社会群体一种未来的方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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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要求中国重建意识形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中共近年来提出了提高执政能力的课题，并将此提高到执政党的重要政治议程。如何提高执政能力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其中一个方面当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目前意识形态的贫乏甚至衰落状态不能得到改变，执政能力的提高将会非常困难。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意识形态可以说是“软力量”，如果没有这种软力量，就会出现执政成本高、效率低的情况。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是意识形态治国，意识形态的使用走到了一个极端。当时，意识形态不仅指导国家政策制定，衡量党政官员的忠诚，而且也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的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一方面要求人们冲破旧思想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另一方面，有关方面也担心意识形态作用的减弱将导致思想乃至行为上的混乱。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对抗从未停止。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带来了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思想解放运动并不代表各方面对改革的方向有了高度的共识。在此之前，有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从来就没有中止过。为了确立市场经济的地位，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政策。因为改革是当务之急，有效的改革政策很难产生于永无休止的争论。“不争论”政策很快就终结了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
经济主义是新的意识形态
但实际上，在“不争论”的背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很快在中国崛起，那就是经济主义，即不惜以一切手段来追求财富。新意识形态促使各级政府官员把思想统一到发展经济上来，把社会各界的注意力从政治领域引领到经济领域。以经济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机和动力。这种意识形态不时地表达于主要政策话语上，如“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小康社会”和“全面小康”，等等。经济主义很快促使中国社会从一个以传统非物质因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到一个物质利益至上社会，国家管治方式的主体也从意识形态转型为物质利益手段。客观地说，从意识形态（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识形态）治国转型到利益治国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一旦经济主义和物质利益走过了头，很多问题就出现了。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再存在一个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所有的一切都被货币化，物质利益成为唯一的乃至政治社会准则。没有了超越于物质利益之上的意识形态，社会整体道德急剧衰落。加上法制的不健全，各个社会政治角色之间（如社会成员之间和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度几乎不复存在。政府官员之间、各级政府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况。在物质利益衡量一切的情况下，官员之间很难达成思想共识。对官员个体而言，经济主义很容易为其腐败提供合法的论证。对一些官员说来，以什么手段获取物质利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再者，意识形态的缺失也导致各级政府间难以达成政策共识。地方官员政策执行不力，甚至公然抵制中央政府的政策，这和意识形态的贫乏有很大的关联。
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了意识形态重建的重要性。意识形态属于精神范畴，任何称得上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必须是超越具体物质利益的。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意识形态走向了极端，导致了一系列政策上的大灾难。但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从此可以走入历史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是不可或缺的。90年代中期以来的很多政治实践都有复兴意识形态的作用。中共十六大以来，意识形态复兴的努力表现得更为明显，有关方面正在努力构建一个以“和谐社会”概念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复兴也符合全球化条件下的政治大趋势。因为意识形态往往表现为一个国家软力量的核心，各大国都在努力重建一种能够被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曾经流行过“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但在美苏冷战的格局下，这个说法并不是事实。美苏冷战不仅表现在军事上，更是表现在意识形态层面。苏东解体之后，西方又流行“历史的终结”的说法，相信西方民主政治是世界唯一的意识形态，所有其他意识形态都走入了历史。但是没有多久，全球化、恐怖主义、“文明的冲突”又把意识形态争论推到了政治的前沿。
从本质上说，中国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重建意识形态，而是如何重建意识形态。可以相信，如何重建意识形态是一个较之如何发展经济更为困难的问题、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近年来，有关部门作了很多努力，力图复兴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容易。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批判和革命哲学，而非发展和建设哲学。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改造成为一种发展和建设哲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应强调人类共享价值
也有很多人试图构造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与其说民族主义的崛起是政府提倡所致，倒不如说是中国崛起的客观结果。因为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国家自豪感和认同感。但从内外环境说，民族主义很难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在全球化时代，过度的民族主义会导致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无论是汉族民族主义还是少数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都是要不得的。
那么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呢？中国社会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是显见的，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文化。传统儒家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尤其是全球化已经掏空了传统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在很多方面，如对非制度化的人治的强调、愚忠、愚民、歧视妇女等公共政策方面，人们看不到儒家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可能性。可以说，传统儒家可以复兴和提倡，可以作为一种生活和生命的修养，但远不能作为一个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
最近，中国有关方面正在讨论核心价值问题，可以把此看成重建意识形态努力的一部分。但是，如何确定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由谁来确定，有了核心价值后又如何提升到意识形态？这些问题悬而未决。再者，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要走出意识形态的贫乏状态，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共享价值—人类共享的价值。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不仅要针对内部国民，而且也要考量到其外在影响力。只有整合了内部人民核心价值和外部世界共享价值的因素，意识形态才能得以重建，才会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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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社会主义与中共新意识形态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反思改革”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知识话语的主调子。尽管各种反思关联到这些年来这样或那样的具体政策，但在反思和争论的深处，则是对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发展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疑问和挑战。如果不能回答反思和争论过程中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有效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就会成问题，改革的可持续性也会成为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就国家的改革方向应当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即姓“资”与姓“社”）开始进行争论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的政策。“不争论”政策的特殊时代背景是，80年代末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改革迷失了大方向，各方面的发展举步不前。不仅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遇到了困难，苏联和东欧的改革更是导致了共产主义体系的解体。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毅然决定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通过发展来缓解和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着的问题和矛盾。在邓小平看来，一旦国家确定了经济发展这个大目标，就要寻求最有效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不管是资本主义的方法还是社会主义的方法，只要能够推进经济发展的，中国都应当加以采用。这也就是有名的“猫论”。
“不争论”背后有远见
显然，在“不争论”的背后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远见。“不争论”政策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尽管市场经济得到了承认，但只处于附属的地位。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主导下，中共开始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列，市场经济在中共意识形态中的合法性成分大大增加。但一直到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市场经济才被赋予了全面的合法性。
接下来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策层面的落实。与此同时，执政党也逐渐调整其政治体系来适应新的经济体系。1997年中共十五大，全面落实“抓大放小”，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私有化改革政策。政治改革尽管不是十五大的主调，但也可以看出中共已经开始调整当时的政治体制，最主要的是提出了把建设法治国家作为政治改革的方向。
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变革可以说变成了主题。十六大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执政党的转型提上了议事日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了多元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执政党如何通过代表这些利益来扩大管治的社会基础，很自然成为最主要的政治议程。十六大确立了私营企业家入党的合法性，次年的全国人大把保护私有财产写入了宪法。
但在一些新兴社会阶层的社会经济利益开始反映于政治过程的同时，传统社会阶层（如工人、农民）以及另外一些新兴社会群体（如农民工等）的利益似乎被边缘化了。这些社会群体可以说是“弱势”的，但还继续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忽视他们的利益会产生不堪设想的政治后果。同样很显然的是，由利益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分化也会使得中国的总体发展变得不可持续，进而影响所有社会阶层。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反思改革”被自然地提了出来。在一些人看来，所有负面的东西似乎都和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有关。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老左派、新左派等走在“反思改革”的前沿，但就连那些被视为自由派的学者和政府官员也对改革的方向产生了怀疑。可以说，这场争论既有背后各种利益的驱动，也有各种不同意识形态因素的驱动。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结合也使得这场争论显得非常有生命力。
“以人为本”越来越重要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正在进行中的这场争论和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层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有关联。笔者曾经强调过，以人为本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执政理念，而且从长远来看，更是中共新型意识形态即人本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尽管人本社会主义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遭到过官方的批判，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概念在指导中共各方面的政策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三个代表”经常被误读为中共只侧重于第一和第二个“代表”，即“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那么人本社会主义可以纠正这种误解，因为它侧重的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代表问题。
针对目前的争论和反思，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已经明确表示要继续改革，以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但这还远远不够。在改革的这个关键时刻，在实行人本社会主义政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把人本社会主义从概念发展成为一整套理论或者新的意识形态，即要系统地论述人本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观。
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当鼓励这场正在进行的争论。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尽管对各种问题的争论不时地浮上中国社会的台面，但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的争论，争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被停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利益的分化，意识形态必须加以社会化。中国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但任何自上而下的、不能反映各种社会利益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可行。执政党的责任就在于综合各种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因素，将之整合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新意识形态在指引政府政策制定的同时，也给社会各阶层指明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方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意识形态也应当可以成为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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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道德与道德的政治
胡锦涛不久前在“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提出“八荣八耻”观。尽管“八荣八耻”观是针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但是敏感的观察家已经注意到，这个提法更多是针对中共党政干部的。这个概念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各个党政部门的热烈反应。中组部表示要把“八荣八耻”观列入考察干部的指标，教育部表示要把“八荣八耻”观列入学校教科书。从很大程度上说，“八荣八耻”观并非胡锦涛本人意见的随意表达，而是中共治理党政干部政治道德的一个重要内容。
社会层面对“八荣八耻”观的反应相当复杂。中国社会一方面对胡锦涛领导层治理党政干部表现出极其热切的期待，另一方面也对这个新的提法能否最后落实下去造成一种健康的政治道德风气表示怀疑。
在党政干部中间建立政治道德，其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因为政治改革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官员的政治道德很多年来一直处于一种危机状态。经济利益不仅主导着社会行为，而且也主导着官员的政治行为。物质利益高于一切，政治道德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一旦官员的行为失去道德的制约，腐败就泛滥成灾，屡禁不止。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共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反腐败政治运动，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一些方面，腐败实际上是在变本加厉。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官员的政治道德可以说是势在必行了。
缺乏法治，强调道德
再者，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制和法治传统的国家，高层领导人提倡政治道德尤其显得必要。中共提倡法治已经多年，尽管有诸多的进步，但已经有的法律法规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为很难起到真正有效的制约作用。在这个特定的政治情景下，领导层的道德“话语”和道德行为仍有其重要性，至少能够通过营造一种政治风气对各级干部起到示范和制约作用。
怀疑者也并非没有理由。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中国，各种政治宣传运动都已经难以起到人们所期待的作用。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有很多类似的宣传运动，如“三讲”、“讲德治”和“三个代表”，等等，但都没有出现中共所期望的局面。这些宣传运动中或多或少包含着建立中共新政治道德的意图，只不过是没有像“八荣八耻”观那样明确了然罢了。
今天，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已经意识到重建中共新政治道德的重要性，但问题是如何来建设这样一种新政治道德。是通过传统式道德政治，还是通过建立适应现代政治生态的制度机制来达成？
以儒家教义为核心的道德政治是中国几千年政治历史的主题。人们没有必要回到久远的过去，看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就可以明白道德政治的弱点。道德政治在毛时代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主导一切。所有党政干部都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检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因素是考核干部最重要的指标。同时，意识形态也经常成为党的高层整治党政干部的有效武器。
道德政治说起来好听，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人治政治。何谓道德？在政治领域，道德经常演变成为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或者对领导人的忠诚政治。领导人可以对道德进行随意的解读，个人色彩变得不可避免，也就是说，政治道德只是高层的政治工具而已。如果道德政治意味着主要领导干部培养下级干部官员的政治道德，约束他们的政治行为，那么有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培养主要领导干部的政治道德，约束他们的政治行为呢？干部的腐败是个普遍的现象，而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腐败更是今天中国政治的切肤之痛。
政治道德需要制度支持
政治道德在任何政治体系中都是极其重要的，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非民主社会都是如此。如何保障官员的政治道德？中国具有数千年德治的历史，形成了一整套用来说明官员应当具有的政治道德的理论。但是除了对官员的教育外，中国并没有任何能够有效保障官员政治道德的制度机制。在这方面，中国还需努力学习外国的经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民主国家，尽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和透明的政治过程，但民主的政治环境并不足以保障官员的政治道德。所以，很多国家都制定了名目繁多的官员行为准则，并设立独立的道德或者伦理委员会，对官员的行为进行道德和伦理的评估，看他们是否触犯了既定的行为准则。必须强调的是，道德和伦理的评估并不是针对政府官员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倾向性，而是针对其实际行为，这样才能避免过分政治化。官员一旦被确认触犯行为道德或者伦理，就要负起责任。
现在应当是中国建立官员政治道德的时候了。但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政治道德一方面是制度的产物，同时也应当由制度来保障。不管什么样的道德观，一旦演变成为传统的道德政治，那么其结果不仅不能保障官员的政治道德，反而会造成道德政治下的非道德政治行为。由此看来，如果“八荣八耻”观要造就的是新的政治道德，那么必须配合以新政治体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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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呈现高涨趋势，体现在各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抗议运动中，包括由北约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所引发的反美浪潮和日本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所引发的反日浪潮等。在海外，中国新崛起的民族主义经常被视为中国经济崛起的产物。高速的经济发展造就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同时很多人也相信，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民族主义正在成为中国执政者所需要的新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国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及过程中日本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这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和相关机构政策研究的一个主题。
但经常使很多研究者感到惊讶的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越深，就越难以回答民族主义研究中一个最基础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民族主义正在高涨，但其载体是什么？人们所看到的是，随着快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也正在快速消失，因此也越来越没有民族性。
儒家文化保存在中国以外
所有民族主义都是其民族性的反映。在西方，由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近代民族主义，可以说是更早时候开始的文艺复兴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民族主义更是把近代民族主义推到了极端，变成了种族优越主义。在东方的日本，民族主义变成了军国主义。在历史上，民族主义曾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如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促进了专制政体向自由民主政体的转型，但极端的民族主义则给世界带来了大灾难。对民族主义的评价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共识，今后也不会有。
不管怎样，民族主义是民族性的反映。且不讨论其他地区，看看中国周边国家就可以明了这一点。日本是一个最热衷于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民族。日本成为最发达的国家与其向他国学习分不开，但谁也否认不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深层民族性。日本的汉字是从中国进口，但日本对此珍惜万分，保存得比中国本身还要好，并且视之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在韩国的街头很难找到进口的外国车，并不是政府禁止人们使用外国车，而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自觉。韩国人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帮助韩国化解金融危机的同时把很多条件强加于韩国。韩国人自发地捐款帮助国家渡过危机的行动给世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实际上，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等国家，传统儒家文化或者广义的中国文化都要比中国本身保存得好。当然，这些国家把传统文化视为是自己的，在本土化之后，加以精心发展。
回到中国本身，就经常使人感到迷惑不解了。中国人的反日、反美情绪经常高涨，但热衷于日美制造的商品。一方面对日本的教科书事件倍感愤慨，但很多单位或者个人又大量毁坏日本侵华历史遗迹。很多国人热衷于和周边国家争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例如端午节，但又不好好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节日。
缺乏传统，现代性失去基础
如果到世界各国走一圈，就很容易发现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不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很多国家强调创新，但同样强调保存传统。现代性是西方世界的产物，但西方世界也同时是保护传统的典范。在西方，现代性在传统基础上延伸，因为没有了传统，现代性也就失去了基础。
但在中国，现代性往往表现为对传统的毁灭，使得中国的现代性呈现出虚无性。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商业化大潮在大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也正在加速毁灭中国的民族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大都市到小城镇，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高的大楼和越来越宽的街道，却既找不到中国的民族特色，也看不到地方风味。除了一些商业味道浓厚的所谓传统建筑，人们实在感觉不到中国的民族特色。
很多年前，北京市政府率先设计了王府井步行街。此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跟着学。但这些步行街除了商业味道一样浓重外，很少有表现中国民族特色甚至是地方特色的。北京市为了2008年奥运会，大规模地改造旧城，拆除传统四合院，招致外界一片谴责声。实际上，在以现代化为名大规模毁坏传统建筑方面，其他中国城市也差不了多少，“拆”字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通行证。在中国经济改革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最大试验场的同时，中国在文化方面也早已经成为各种所谓的后现代艺术的最大试验场。
在一些官员和商人的眼中，传统是不值几个钱的。要知道，对老百姓来说，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他们对这些建筑有文化认同感。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并不存在抽象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从他们所知道的人和物延伸出去的。官员和商人在毁坏传统文化载体的同时，也毁灭了中国现代化的民族性。
官商结合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大破坏。商人唯利是图还好理解，那么官员呢？中国的领导人一直不厌其烦地在强调“中国特色”、“保护民族文化”甚至“复兴民族文化”，宣传部门也一直在鼓动“精神文明建设”，但是一到实际政策层面，一些官员为什么又背道而驰呢？很简单，和商人一样，中国的各级官员大多以钱为本，缺乏民族主义情怀，表现为虚无的爱国主义。他们天天对人民讲爱国主义，但对他们来说，“不要找政府的麻烦”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了。一些官员对老百姓自觉组织起来保护传统的行为不以为然，甚至经常把此视为是“非法的”（如果被认为不利于政治稳定）。这就是很多中国人所面临的爱国困境。爱国的定义权在官方，而很多官员的行为和一般老百姓所理解的“爱国”是相背离的。
近现代国家必须建设基于自身民族性之上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是近现代国家的意识基础。从国际的经验看，成功的民族主义建设都非常强调内部文化的保存和建设，强调现代性中的民族特色，强调人民对自己民族文化载体的认同和情怀。这是一种积极的民族主义。但当把民族主义置于和外部世界的对立面上来建设时（如历史上的德国和日本），民族主义就表现为消极的，也往往是非理性的。中国正处于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民族主义必然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如果官商主导的大规模毁灭民族文化载体的所谓“现代化建设”不能被阻止，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会出现虚无化。投射到国际事务上，虚无化的民族主义既没有内部制度的强力支撑，更可能会表现为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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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思想解放运动的本质是什么？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去年，在为十七大做准备的过程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首先正式提出要进行思想解放，以正视和解决改革开放中所出现的问题。后来，思想解放成为中共十七大报告的一个重要主题思想。在此之后，中共领导人尤其是胡锦涛本人在各个场合都强调思想解放的重要性。近年来，思想解放运动的呼声正在向地方层面伸展。一些省委书记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要把思想解放作为推动进一步改革的前提条件。在社会层面，人们也正期望着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来临，希望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能够给他们解惑，至少在意识层面明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前途。
那么，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意味着什么？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不难看到，思想解放实际上是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前提。如果没有当年邓小平发动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很难想象我们能够看到今天的局面。同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解放，也很难想象中国能够实现可持续的改革开放。不同形式的改革开放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但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持续的改革开放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在提出再一次思想解放的今天，人们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什么是思想解放？为什么要再提思想解放？新的思想解放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内涵？
思想解放运动的两个层面
任何思想解放运动必须具备两个层面的必要条件：一是意识层面的思想解放，二是行动层面的思想解放，这两个层面必须互相配合，缺一不可，就是中国古语所说的“知”和“行”。首先是“知”的层面，如果没有意识层面的解放，就不会有新的行动。进而，意识的变化必须表现在行动层面，没有行动，思想解放可能只是空谈。在行动层面当然还必须涉及行动的可行性。很多“知”只能停留在纸面，是因为这些“知”没有任何现实可行性。
三十年前，邓小平所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具备这些要素，或者说，在邓小平那里，思想解放是一种行动哲学。在意识层面，邓小平针对的是“凡是派”，也就是教条派。邓小平并没有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在新情势面前必须得到发展。在行动层面，邓小平强调中国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可以说，邓小平的这一行动哲学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转型，但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面，包括日益增大的收入差异、社会分化加剧、环境恶化，等等。尽管没有人会预期转型只带来利益而没有负面效应，但如何应对这些负面效应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当旧的指导思想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时，思想解放就成为必要。再者，还有一个向什么转型的问题，就是方向问题。这个方向问题也要通过思想解放运动来给予回答。
社会转型带来的困惑
近年来，因为社会转型给中国带来的负面效应，很多人对现实和未来充满了迷惑。左派提出要回到毛泽东主义，一些人开始以反思改革的名义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客观地说，怀旧主义既没有任何理性，也没有现实可行性。很多人也不见得真的要回到过去贫穷社会主义时代，他们的怀旧只不过是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当人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往往会怀旧。这股力量并不小，有关部门也给予了很大的重视。表现在改革话语上，领导层已经明确表示不能否定改革，回头没有出路，只能向前看。但客观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前”是什么，并不很清楚。在另外一端，之前的一些改革力量封闭起来，逐渐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他们从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久而久之演变成了既得利益。他们的理性自然是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来维持既得利益。
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改革开放本身的可持续性问题就提了出来。尽管有关方面在坚守改革底线、避免倒退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又如何解决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面向未来呢？这需要新的解放思想。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不断探索和回答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里实际上在意识、经济和政治等多个层面涉及了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内涵。其本质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开放”。思想解放就是“开放”。这里的“开放”当然不仅仅是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对外开放，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意涵。
首先是思想意识的开放性。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中国社会大多数人都接受的共识，但这个共识的内涵是什么？这需要研究和讨论。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大规模的争论，中国社会有了共识。但现在是官僚控制和垄断了意识领域。官僚体制本身没能在“知”的层面有所创新，又不容许社会创新，这是意识形态衰落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中国并不缺乏国家有机知识分子，执政党也不乏党的有机知识分子，但官僚或者官僚学者所做的只是代表局部利益，而非国家的整体利益。毛泽东曾经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现在，实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官员的思想并没有跟上变化。官僚对意识的垄断和控制只能导致一些思想意识的激进化，而改革的共识可能只有通过理性的争论才能明了。
其次是利益上的开放性。这里主要指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垄断状态。邓小平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如果先富者垄断了利益，并且利用其利益优势和政治力量结合起来，把其利益法律化和制度化，那么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不能达成。现实的中国就是这种情形。可怕的并不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出现了贫富分化，而是贫富分化的结构化和制度化。一旦贫富分化结构化，那么就很难有机会实现社会公平。“先富”和“共同富裕”之间并没有任何逻辑关联，只有利益具有开放性，共同富裕才会有可能。十七大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要走共同富裕道路。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打破现存经济利益垄断的局面。
同样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开放性。这里主要涉及政治参与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政治参与主要有两层含义，即党内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简单地说，因为执政党现在是个利益代表政党，社会利益的多元性使得党内的政治参与成为必要。政治开放性更为本质性的表现就是社会（包括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对政权的参与。在现有的参政机构上，例如人大和政协系统，尤其要注意那些组织化程度非常低和那些不被容许组织起来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参与。除了社会对政治的参与，政治的开放性也表现为要分权给社会。
尽管不能说这些层面的开放性不存在，在一些领域，开放性已经呈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开放性的实现程度还较低，制度化程度更低。开放性的实现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导致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必须表现在具体的改革举措上。只有这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才会富有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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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门应致力于确立社会共享价值
本栏曾经谈及中国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崛起及其对执政党带来的挑战。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各种思想层出不穷，既有世俗的，也有具有宗教色彩的；有传播于大学校园的，也有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思想往往各执一端，吸引着各自的认同者和支持力量。就是说，和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同，这些思想往往只吸引一部分社会群体。但对部分社会群体来说，一种特定的思想就成为其意识形态。
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社会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属正常。经验地说，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处于像中国这样的大规模的转型，都会产生多元思想。这同时也说明，针对多元的思想，有关方面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政治或者行政控制，都不会有效。
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正常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整体意识形态的消失和主流价值体系的缺失。在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核心意识形态。在那个时代，对意识形态的强调过了头。由于用意识形态来衡量一切，导致社会发展出现很大的问题，甚至导致了衰落。再者，尽管执政者在当时也试图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但在这方面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领域的主题一直是去意识形态化。这在一定历史阶段非常必要，因为抓经济建设，需要实事求是。一旦出现争论，执政党的方法是“不争论”。经过了那么多年，现在的情况是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衰微，同时中国社会也缺乏共同或者共享价值观。
干部党员缺乏有效认同
这是对执政党最大的挑战，甚至是最大的威胁。执政党没有一整套可以让大多数党政干部所接受的意识形态，表明党在其干部党员中没有有效的认同感。的确，多年来，执政党在“不争论”的构架中努力建设自己的“意识形态”或者主导思想，这样的努力贯穿在建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方面。但是，这些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因为它们或者是为了论证新政策的合理性，或者是为了引导新政策的制定。它们所能影响的是党政官员的政策行为，或者说它们并不能构成一个政党的认同感。正是因为不是认同感，它们就很难约束党政官员的行为。尽管中共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另外一些方面的意识，如“德治”和“党性”等，但它们远远没能成为党政官员的内化价值。物质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很多党政官员唯一的意识形态。正因为这样，腐败变得不可避免。
同样严重的是，因为缺乏为多数人认同的意识形态，缺乏共享价值，社会对执政党也逐渐丧失基本的认同感。这是各种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并不仅仅是因为少数传播者，而是因为社会的接受。任何一种思想不被社会或者社会的一部分人所接受，就很难生存下来，更说不上影响力了。社会的各个群体要么接受这个思想，要么接受那个思想，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很多社会群体看来显得很空洞。这就会对执政党、对整个社会的“领导权”产生挑战和威胁。
“领导权”这个概念笔者曾经谈过，这里有必要再强调一下。这个概念来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根据葛兰西的研究和（历史）反思，一个执政党的权力由“领导权”和“统治权”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既互相关联又具有不同的政治性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其他意识形态进行自由竞争得到的地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统治权往往意味着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在社会群体之上。
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是通过自由竞争，而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有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再者，执政党要造就领导权，就要超越本身的利益，而能代表其他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利益。利益代表因此也不能是有选择性的，而要反映整个国家甚至民族的利益。如果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大多数自愿接受的，那么该意识形态也就表现为这个社会的共享价值。
涉及党和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
要取得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统治权，就涉及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但不能光把党的知识分子狭隘地理解为要为党的政策和行为辩护，他们更为重要的角色应当是超越党本身的利益而能反映和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后一方面可能和党的眼前利益发生冲突，但却是党的长远利益之所在。即使在多党制国家，这一点也一样。任何一个政党如果不能反映社会多数人的意志和代表社会多数人的利益，其执政的合法性会成为问题。同样，如果其不能反映和代表整个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也会很快衰落。
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要长期执政，党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尽管党的有机知识分子可以产生在任何一个领域，但现实地说，中国必须对宣传部门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制度化组织。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执政党有了坚实的统治权，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党政官员就很少考量甚至忽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基础，有了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权力，他们往往显得霸气十足。一些人害怕竞争，也不容忍竞争，经常是用权力来压人，用权力来解决问题。尽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但在思想领域更甚。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每一个官员都明了这一点。但很多官员并不想通过竞争来争取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总是想用手中的统治权来取得这种“领导权”。更为严重的是，宣传部门往往把自己的角色定义为为党的政策作宣传，而忽视了对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创新和创造。
不能光靠统治权
这就要求改革和改造宣传部门，使之成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制度化机构。如何改造？首先就要对党和政府部门的功能作一调整。宣传部门要把新闻控制和监管的各种功能移交给政府的相关部门，例如文化部门、新闻出版部门和广播电视部门。任何国家都要对新闻和媒体进行监管，但这些功能由政府部门通过法律和规制的方式就可实现。现在的宣传部门对知识领域的控制和监管有些是因为政治原因，更多的还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宣传部门作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机构，必须从具体的行政和管理事务中解放出来，负起更大的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宣传部门要敞开大门，把全社会最优秀的学者和专家吸引进来，通过有组织和系统的调研，专注于思想的更新和创造。党是整个社会的有机体。党依附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依附于党。这就决定了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反映社会的声音，代表社会的利益。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来自社会，服务于社会。他们是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连接点。来自不同部门的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通过理性的争论、讨论、交流等过程，达成共识，不仅能重塑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可以造就社会的主流价值。有了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执政党就可以开放更多的思想空间给社会，增加社会在思想领域的创造能力，同时减轻有关部门监管的压力，减少社会抱怨，使得有关部门和社会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状态。社会在思想领域的创造能力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崛起的前提条件，也是下一波意识形态和社会共享价值更新和重组的资源。
总之，每一个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更需要拥有一大批有机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不是依赖政治权力或者行政权力，而是通过创新和创造，专注于意识形态或者共享价值事业。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必需，是一个国家各社会群体之间、各民族之间的整合力量。没有这样一种力量，光靠统治权，国家的治理成本就会非常高，甚至变得无法治理。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尤其显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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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改革要从细节开始
近年来，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得到推进，对政治改革的讨论却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化倾向。大凡在强人政治时代结束之后，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强人政治时代，因为有强人存在，政治问题是否可以争论取决于强人的政治意志，争论或不争论的意义也取决于强人的判断。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到90年代初，为邓小平时代，为强人政治。这段时间可以分为“争论”和“不争论”两个阶段。70年代和80年代，很多政治问题都可以讨论，才形成了80年代中期的政治改革运动。但90年代初变成了“不争论”。邓小平当时的判断是，对很多问题如果老是围绕着意识形态进行争论，那么就不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就当时人们对中国是否应该走市场经济道路，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选择了“不争论”政策。邓小平的结论是，市场经济并没有那么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更多的是具有工具性质，因此无论哪一种制度，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个工具来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强人政治后趋于要争论
有一点非常明确，在强人政治时代，执政党是行动取向的。无论是“争论”还是“不争论”都是以促进改革行动为依归的。
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强人政治过去之后，一个自然的趋势就是要有争论，因为没有人可以说“不争论”。但有趣的是，今天中国社会处于一种难以理解的尴尬状态。一方面，对政治改革缺乏共识，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不同的领导人不时地传达出不同的有关政治改革的声音，有强调需要政治改革的，也有强调“不改革”的。很显然，强调“不做什么”的声音已经大大超越“做什么”。社会层面也是如此，一些群体拼命鼓吹政治改革，而另一些群体则公开反对改革。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意见之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争论。尽管双方会释放出一些不同的声音来，但争论本身是缺失的，对话更是不可能。政治改革陷于沉默状态。这种情形之下，人们难以对政治改革达成任何理性的认知。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各方对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又在进行变相的争论，并且越来越高调。大家都在争抢政治改革的话语权，争抢道德制高点。一边是拼命对政治改革进行道德化，把政治改革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道德水平，而另一边则是对政治改革拼命进行妖魔化，好像提倡政治改革者图谋不轨。结果，双方经常陷入虚伪的竞争，比的是谁更道德。
就是说，各个群体已经把政治改革或反对政治改革提高到意识形态层面，或者道德层面。这种争论和八九十年代的争论不一样，因为这种道德化的争论不是行动取向的，实际上，可以说是“反行动取向”的。把对方置于不道德的死地，自己不想变革，也不容许他人进行变革。这种没有任何改革动作的争论拖延着时间，浪费着时间。不进行政治改革，很多方面都在每况愈下。如果这种局面再继续下去，最终很可能是一场同归于尽的游戏。
中国除改革外无其他路径
现实的情形是，如果不要革命，要避免同归于尽，那么就必须改革。除了改革，中国并没有其他路径选择。执政党必须是行动取向的。如果不行动，或者受到各种既得利益的制约而不能行动，那么只能说明执政党出现了问题。
理性地看，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是不可能。政治改革没有行动主要是虚无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占据着主导地位。邓小平在90年代初的判断是正确的，在意识形态和道德层面进行无谓的争论，争论不会有任何结果，更难以产生行动。要改革，就要跳出意识形态和道德，回到技术和制度面，因为只有在技术和制度面，争论才会是具体的，改革才会是行动取向的。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也表明，意识形态和道德的争论经常导致革命。要革命，革命家就需要把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技术问题提高到意识形态和道德的高度。相反，对制度技术的争论常导致改革。要改革，改革者就要把原本具有意识形态和道德含义的事物转化成为一些具体的制度技术，重点不在意识形态和道德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实践逻辑。
中国的改革不需要前者，而需要后者。随便举一个有关财产公开的例子来说。如何控制腐败，这是执政党多年来的议程。很显然，党政干部公开财产是非常有效的一个举措，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一旦发现一个干部官员的生活方式与其正当收入不相称，有关部门就可以介入，看该干部官员是否有不法收入。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从80年代讨论到今天，少说也有二十多年了。执政党高层也不乏信誓旦旦的时候，不断呼吁党政干部公开财产，但就是没有行动，没有结果。原因很简单，这样一件在理论上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在政治现实中没有可行性。那么庞大的干部队伍，那么多年积累起来的腐败，如何有可能公开财产？公开财产等于要了大多数人的命。很多人担心，一旦公开财产，整个执政党就会面临总体合法性危机。
理性的做法是既往不咎
在这样的情形下，理性的做法就是既往不咎。从前的腐败不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做起，或者从新人（新进入干部官员队伍的）做起。除了公开财产，还可以实行公开的财政预算，看看每一年那么庞大的财政预算到底去了哪里。如果这样，国家就可以告别一个腐败的过去，迎接一个清廉的未来。
但是，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敢这样做。原因很简单，这件事情很容易被高度意识形态化，被道德化。一旦某一个政治人物这样做了，很快就会被妖魔化，被各方面的道德压力所淹没。因此，一个理性的政治人物往往会选择高调一些，道德一些，说一些根本实施不了但在道德上可以避免被攻击的所谓“改革”目标。即使没有改革行动，但道德的制高点是守住了。问题是，这种选择的结果不仅使得腐败照样继续，而且在鼓励继续腐败。因为腐败者也是理性的，知道这个制度的弱处，知道执政者不会来真的，因此腐败得更为肆意妄为。这就是中国官场的现实。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经济领域。很多年前，一些人终于有勇气提出了不要追究企业家的“原罪”。改革开放以来，在复杂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红色企业家还是民营企业家，都采用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发财致富”。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因此，免除“原罪”是理性和现实的做法。但是，这种呼声立刻被淹没在高调的道德声中。现在，因为社会的高度分化，民众中要清算企业家“原罪”的人还不少，杀富济贫的道德气氛日益高涨。结果呢？受害者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是社会，是那些反对免除企业家“原罪”的群体。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家感到很不安全，纷纷出走国外，寻找安全的落脚点，避免日后被算账。一些红色企业家更是加快速度侵吞国有资产，转移到海外。党政官员和红色企业家已经成为中国资金流向海外的一个重要来源。
“党内民主”很难成为真的
再举一个例子。这些年来，执政党呼吁实行和完善“党内民主”，这是大势所趋。因为是民主，一些干部开始去游说，拉选票。结果，很多人被查处，因为“党内民主”的内容中是没有游说和拉选票这个环节的，或者说，这样的手段是不被容许的。但是，实际上的情形又是怎样呢？要民主，就要游说、拉选票；没有这个环节，就很难是民主。正因为有这个需要，而按正式规定又不能游说和拉选票，结果在党内竞争过程中，潜规则横行，就是腐败，拉关系，送金钱。如果真要实行“党内民主”，理性的做法就是开始制定党内竞争规则，明文规定如何竞争。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潜规则，消除腐败。但是，没有人敢提出党内的合法竞争、游说和拉选票，因为很容易被说成是搞西方式民主。一旦被意识形态化，什么样的明文竞争规则都变得不可能。这样，“党内民主”很难成为真的，更谈不上改进和改善了，而潜规则则越来越甚。
正因为是细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实际上，任何制度都是由许许多多细节组成的，没有细节，就没有制度。政治改革就要从各个制度细节做起。但在意识形态和道德横行的情况下，任何细节都可以被意识形态化，被道德化。等到没有人去做细节了，那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制度衰退下去。到一定程度，制度或者被轻易推倒，或者自行倒下。问题在于，在制度消亡之后，新的制度还得从细节做起。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各个社会群体，因为革命的需要，学会了如何把一件具体的事物意识形态化、道德化，而从来不知道如何把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转化成为具体的制度细节。如果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一味地追求大制度的变革，中国的制度建设很难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6月14日



第五部分 开放与政治转型



开放政体与中国的政治转型
中国政治转型的方向是什么？民主化可能是个不可回避的大方向。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些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民主的实践，但总体上来说，民主还是停留在可求而不可得的地步。很少人会相信国家层面的民主化会很快到来。不过，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民主化的压力。原因很简单，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要求一个开放的政体。
如果说中国人追求民主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那么到现在已经近一个世纪了。民主化未能成为现实，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这一个多世纪里，追求民主只局限于少数精英人物中间，是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来追求的，中国社会整体并没有巨大的民主要求。当总体社会还是封闭的情况下，很难建立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政体。
现在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了。民主对政权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虽然当政者还没有很大的推进民主化的意愿，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拒绝民主化会有很大的代价。民主化涉及政治领导人的合法性问题。领导层的代际变化不可忽视。毛泽东、邓小平属于政治强人，他们的合法性来自革命，社会上很少有人会对此置疑，也很少有人会对他们所享有的权力构成挑战，即使有，也从来没有成功过。但在后强人时代，政治领导人必须把其合法性建立在人民的意志之上。胡锦涛新领导层执政以来一直强调以人为本，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民意志的重要性。
没有民主，政权运作的有效性也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这里最主要的是体制性腐败。反腐败运动年年不断，从江泽民时代的强调法制和法治，到最近几年把重点放在执政党内部的权力制约，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腐败依旧严重。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掌权人物没有外在的制约。政权的封闭性对基层政权的负面影响最大。这些年来，基层政权已经出现了黑社会化的现象，并且越来越严重。民主当然消除不了腐败，不过包括开放的媒体在内的诸多民主实践能够对政权的腐败构成相当有效的制约。
政体的封闭性也影响政权和人民之间的沟通。政权不向人民开放，政府的意志就不能反映人民的意志，政权本身就会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官僚系统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自我封闭性的“新阶级”。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政权就必然和社会失去相关性。而一个与社会不相关的政权很难说会有强大的合法性基础。
政权如果是封闭的，其制定的政策即使具有良好的愿望，也很难转化成为社会的现实。在后强人时代，很多很好的政策越来越难以实施下去。仅以收入再分配为例，新一届政府非常及时地提倡亲民政策，把政策的重心从以往的新兴社会阶层逐渐转移到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弱势社会群体，但现实的情况是，各种政策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弱势群体的人口不是在减少，反而在迅速增加。没有强大的社会支持，本意为好的中央政策就在各种既得利益的周转中消失了。
在政权还继续是封闭的时候，社会各阶层则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参政要求。最明显的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规模并不大，但其业已表现出来的参政要求则是巨大无比的。这些新兴阶层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府的决策，对政权产生了莫大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执政党与时俱进，不仅给予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提供宪法保护，而且也容许和鼓励私营企业家入党参政。
在给予新兴阶级名副其实的政治参与权的同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却被有效地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并不是这些传统社会阶层没有参与政治的意愿，相反，一旦他们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参与管道之外，他们就会努力追求非正式的政治参与管道，包括上访、示威游行，甚至具有暴力性质的各种行为。这种情况已经在近年表现得非常明显。
因为社会的压力，最近几年政权开始体现出一些开放性，但这种开放性往往过于被动。政权向新兴社会阶层开放，向一部分知识分子开放，都是为了政权的生存和发展。自然，这种被动的开放会对政权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经济领域，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分，在政治领域，也有好的政治开放和坏的政治开放之分。好的政治开放是一种社会各阶层的均衡参与，而坏的政治开放则是一种不均衡的参与。参与越不均衡，负面效果就越大。
不均衡的社会参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迫使中国的政体越来越像官僚—资本体制，官僚和资本合二为一，对其他社会阶层进行管治。这种政治形态表面上较之毛泽东时代官僚阶层垄断一切的形态要开放，但这种开放性并不代表政治的稳定性。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对任何社会阶层而言都是政治上的贫困，那么现在的状态则是政治上的贫富分化。后者并不见得比前者更具合法性和稳定性，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官僚资本政权的解体很能说明这一点。
不过，可以让人些许乐观的地方是，目前中国不均衡的政治开放形态可能只是过渡性的。如果政权在向新兴社会阶层开放之后，再逐步向其他社会阶层开放，那么最后可能达成全面的政治开放，即政治开放均衡化。不过，从非均衡的政治开放过渡到均衡的政治开放，并非一个自然的政治发展过程，它需要当政者自觉的政治改革。现在还不知道这种过渡如何进行，但可以确信的是，没有这种过渡，政治很快就会进入一个不稳定状态。
 
原刊于《信报》2005年7月26日



中国的媒体开放与政治变革
中国媒体近来有开放（尤其是对外开放）的迹象。新的条例（《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一开始，就有西方媒体进行了采访实践，很快在海外造成了很好的效果。尽管外界往往把中国政府初步开放媒体管制和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联系起来，但笔者更愿意把媒体开放放在中国总体政治改革的背景中来考量。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媒体开放刚刚起步，相信现在还是处于试验阶段，是一种有限或者有管理的开放。正如中国所有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媒体开放也会采取渐进主义模式。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开放度的增加，开放媒体可以说是大势所趋；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媒体管制方式要从传统的以政治手段来管制转型到以法律手段来管制，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信息就没有人权
媒体开放的确有其外在原因。秋季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明年又是奥运会，这两件大事为世界所深切关注。无论对中国还是国际社会来说，都是很好的相互了解的机会。中国国内方方面面的变化非常快，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并非容易。新闻报道无疑是国际社会多数人了解中国最重要的一个途径。确切地说，中国的新闻开放会有助于改变海外媒体迄今为止对中国的表面性报道。随着各国记者深入中国，他们对中国的报道应该会更上一个深度。国内有关部门和人士经常抱怨海外对中国的“妖魔化”。尽管只要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存在，“妖魔化”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可避免，但媒体开放会使得无事实根据的“妖魔化”变得困难。
从正面说，中国发展的透明化应当说是大国责任的内在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领导人已经承诺中国会是一个和平的和负责任的大国。媒体开放会使得中国变得更为透明，让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中国。在最初的阶段，外国媒体或许会把一些负面的东西报道出来，甚至造成一些轰动效应，但这并不可怕。从长远来看，开放报道会引导人们理性地看待中国。
尽管中国的媒体开放有外在因素，但是主要动力来自内部。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看。
首先，信息是现代国家权力最为重要的资源，更是中央政府权力的资源。近年来，执政党一直在讨论执政能力问题，但很少有人把执政能力和信息的自由流通结合起来。在现代社会，任何政府都是根据信息来决策的，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尤其如此。中国政治系统复杂，多级政府，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的权力，其行为往往超出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在没有媒体开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总能欺上瞒下。中央政府尽管有内部信息流通管道，但地方政府往往总能有选择地公开信息。无论怎样的内部信息流通机制，其效用都不如信息对社会的开放。建立透明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信息的流通。换句话说，信息向社会开放是监督官员腐败的最有效手段。内部制约和制衡机制的建设固然重要，但内部机制容易被官员所操纵，只有向社会开放的制衡才不易被操纵。
从个人层面来说，信息开放可以说是人权的一部分。信息和人权的关系，人们谈论得已经很多。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抽象。在现代中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信息和个人利益休戚相关。人们必须在市场中求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个人根据所获得的信息来决策，没有足够的信息就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说，没有信息，就没有人权。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也可以和今天所提倡的“人本社会”联系起来。
个人、政府、媒体的关系
信息流通也涉及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信息与公民权相关。很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提倡和鼓励社会的参与。社会参与已经成为建设“良治”的核心。但很显然，社会参与必须具备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什么要参与？如何参与？参与的结果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每一个参与者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可以说，整个参与的过程是信息的流通过程。没有足够信息的流通，就不会产生有意义的参与。社会参与并不是说人们要参与所有的事情，人们一般只参与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利益相关的参与是理性参与的前提，而足够信息的获得又是理性决策的前提。因此，从长远来看，信息流通是理性民主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媒体开放还涉及媒体和政府的关系问题。这里牵涉到的是政府和媒体各自的自律。现在媒体的开放尽管是自上而下的，但也已经涉及政府的自律问题。媒体开放表明政府规定一个范围，规定传媒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另一方面，这也等于规定了一个政府可以干预什么和不能干预什么的界限。政府能否守住这个自己所规定的范围，这属于政府的自律问题。
传媒本身也有一个自律的问题。顾名思义，传媒通常是在不同社会群体、政府与民众、民众与企业等之间传递信息、解读信息。因此，媒体本身也有一个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如果高度依附政府，没有任何自治性，媒体当然不能有效运作。但如果媒体不能自律，没有社会责任，同样也不能有效运作。很显然，自律和社会责任的建立，对媒体来说也是非常重大的挑战。
无论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还是对中国政治改革来说，媒体改革的意义重大。尽管有很大内外部动力，但媒体改革并非容易。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也曾经发生过短暂的媒体开放，但因为种种原因开放没有坚持下去。困难是显然的，因为媒体改革并不像放松对媒体的管制那样简单。如上所述，信息往往是政治、社会、经济权力的重要资源，媒体的改革也因此是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阻力，但现在毕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是必须走的一步。应当相信的是，信息社会必然推动信息开放的到来。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1月9日



渐进开放与中国政治转型
很多年来，每当中国召开“两会”、党代表大会或者党的全会的时候，海内外总有一波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热潮。今年也不例外。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前夕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一篇长文已经引发了海外观察家有关政治改革的热议。尽管很多人并没有政治改革的任何具体的根据，但这些猜测应当说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很简单，中国政治改革的客观压力是存在着的，并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这种压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要消化压力，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外界所见到的是改革压力的增加，而不见人们所期待的政治改革。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出现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激进的政治改革，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今天中国的政治和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还是原来的政治结构，其他各个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句话说，尽管中国的总体政治结构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但结构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的运作方式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未来模式隐含在过去改革中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政治改革？这里至少牵涉两个基本的问题：一个是中国政治本身的变化方式，另一个是人们认识中国政治变化的方式。就前者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反对中国学习西方政治模式，强调寻求适合自身情况的政治变革模式。这种政治共识实际上并不是中共领导人所独有，它甚至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在效法英美政治模式来改造中国政治的努力失败后，就走上了寻求中国政治变革模式的道路。尽管后来的中国政治精英可能持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在探索政治模式方面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不过，应当强调的是，拒绝西方总体政治模式并不影响中国领导人在局部方面借鉴西方模式。今天人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很多方面的政治设计都和西方有关，至少很多原初思想是从西方借鉴来的。
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模式可以让中国仿效。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中国的政治变革正在走一条怎样的道路。这里又直接涉及人们如何理解中国政治变革的问题。实际上，当人们（尤其是在西方）理解中国政治改革的时候，毫不例外地会去参照以往其他国家所发生过的政治改革方式，有参照西欧北美的，有参照亚洲国家的，也有参照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现在有人甚至去参照越南。结果是，人们或许会发现中国政治变革过程中的某些方面类似于这些国家的经验，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并没有走任何一个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这样，很容易得出中国没有政治改革的结论。当然，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种参照方式并无助于人们认识中国政治在近三十年时间里是如何变化的。未来中国政治怎么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如何解释过去的变化可能更为重要，因为未来的变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隐含在过去的变革过程中了，只不过人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改革后结构逐渐开放
要认识中国政治变革，可能要从前面提到的结构没变但内容已经巨变这个事实入手。这里要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个结构是如何得到维持的？这个结构为什么能够承受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社会经济的巨变对这个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可能需要作复杂的学术讨论。但简单地说，这个结构的维持、发展和变化主要依靠的是这个结构的渐进开放性。
中国现实存在的结构或者政治体系是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这个历史事实。在早期，因为革命的需要，这个结构是封闭的，它只是开放给革命的主体，即工人和农民。这种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毛泽东搞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要求这个结构继续是封闭的，因为顾名思义，阶级斗争就是一些阶级对另一些阶级的斗争，结构自然不能向那些被斗争的阶级开放。
改革开放以后，这个结构才逐渐开放，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除了原来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之外，首先向知识分子开放，因为这个群体被视为解放生产力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出现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的增加，这个结构自9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向企业家阶层开放。结构的开放很明显反映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委员的组成上。在改革开放前，大多数代表委员来自工人、农民和政府官员，但现在的构成已经非常不同。当然，其他方面的一些政治变革，如各种形式的选举，也是开放性的体现。
新结构须容纳不同利益
结构的开放性为执政党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来调整其管治方式，保持其和各个社会阶层和团体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中国政治变迁的动力。开放性是政治变迁的总体方向，但开放性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因为开放的过程不长，开放的制度性还是很低，各种规则有待于制定和完善。由于开放性背后避免不了巨大的利益博弈，开放的程度往往深受背后利益的影响。再者，正是因为开放往往是背后的利益促成的，结构本身很自然倾向于其背后的利益。比如，这些年新兴社会阶层就成了这个结构内部的显性利益，甚至出现利益表达过度的情况，而原来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和其他一些新兴的弱势群体则利益表达不足。正因为如此，这次“两会”期间，有代表就提出了要增加工人、农民和农民工在两会的界别。这也是客观政治的需要。
开放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因为每一步开放的背后都是利益之间的较量。这种开放的性质当然和西方政治的开放性有本质的不同，西方政治本身就具有开放性，由于民主和选举过程的存在，各政党要取得执政权，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开放，就是说用开放的方式来获得选民的支持。但在中国，政治结构的开放是由执政党掌控的，开放的过程是个管理的过程。正因为是个管理的过程，执政者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掌控政治过程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开放程度。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政治开放过程呈现渐进的特点。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如果要达到良治或者社会的和谐，开放的过程就必须包含有基本的政治正义和公平性。因为只存在着一个结构，如果这个结构不能容纳不同的利益，或者说不同的利益在这个结构中没有公平的表达机会，那么良治与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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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中共要转变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
最近，海外政策研究界提出了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那就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转型，中国共产党本身是否是可以持续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在又管理着可以对世界经济起到深远影响的经济体。提出这个问题的政策轰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外界各方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几个。第一，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因为无能应对社会经济的变革而失去了政权，那么中共是否会步其后尘呢？第二，中共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这个成功也带给中共巨大的挑战。近年来越来越甚的社会群体事件本身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的产物，但是有迹象表明，中共在消化社会群体事件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第三，在其他很多国家，随着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结构也随之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多党政治上。各种利益通过不同的政党或者其他政治组织得以表达，而各政党之间的竞争有助于达成社会利益的妥协。但中国显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第四，最重要的是中共并没有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历史上，经常有现存政党的消失，也有新政党的产生。任何政党如果要求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不断改革自己。中共尽管有些变化，但还非常有限。中共能否在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得到生存和发展呢？
统一的权威形成主体性
应当指出的是，这个问题的提出有其合理的地方。人们既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来论证一个政党可以持续发展，也可以找到同样多的理由来论证其不可持续性。目前外界对中共的看法也不例外。
要理解中共的可持续性问题，首先需要考量的问题是中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研究领域，目前人们对中共的认识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偏差。中共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人们经常用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的方法来理解中共，但很显然，中共与世界上其他政党很不相同。
无论是西方民主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只要是多党制，任何政党代表的是一部分人的利益，所谓“党派”也。“党”的原意指的是人口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在多党制体系下，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政党的开放性。如果政党的目标是掌握政权，那么就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同时，人民有权利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不喜欢政党A，那么就可以转而选择政党B或者C。这个政治过程就为政党提供了制度机制，迫使其开放，以最大限度地吸纳不同的利益。
在中国，尽管有不同的民主党派和其他政治团体存在，但本质上是一党执政，因为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通过中共确定的政治过程而参与政治。中共的主体性不言自明。这种主体性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并没有改变，也不太可能改变。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本身的生存发展因素，更是因为这种主体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并没有产生近代政党概念。和近代政党比较相近的概念就是“朋党”，但“朋党”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并没有任何合法性，历朝历代都出现过打击“朋党”的事件。
中国近代政党概念来自西方。但是到了中国，这个概念就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在中国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中国文化喜欢一个统一的权威。这个统一的权威传统上是皇帝，现在是组织，就是党。人民从前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现在则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党的领导集体。中国老百姓对皇帝的认同是如何转化成为对政党的认同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术问题，但中国老百姓对政党及其领袖的认同是很显然的。
须建设利益协调机制
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阻止了政党变化成为一个西方式政党。但另一方面，政党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其和过去的皇朝制度区别开来，从政治过程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党与西方政党相似。皇朝制度是一个封闭的制度，是“家天下”；但政党则是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必须向各个社会集团和利益开放。
就中共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具有一个开放型政党的特点。实际上，中共所面临的开放的压力并不比西方政党弱。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利益多元化已经成为定局。在西方，不同的利益可以找到不同的政党，但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就必须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
就社会群体来说，进入中共的政治过程也是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中共前些年提出的“三个代表”很典型地表明了它必须代表不同社会利益这样一种现实的认知。在“三个代表”的背后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代表不同社会利益也表明中共必须具有开放性，就是说要容纳不同的社会利益于同一个政治过程之中。中共党员成分变化也能说明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党员中工人、农民、解放军占绝大多数，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党员人数越来越多。
正是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政治过程，党内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要把那么多的利益表达聚合于一个政治过程之中并不容易。
没有一个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体制内的冲突不可避免。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进入这个政治过程并不是同步的，因此就要预防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如果先进入者操纵了这个政治过程，那么政治公平就无从谈起。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答案是很显然的，那就是，一个封闭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而一个开放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而一个能够代表各个社会利益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一个政党越开放，就越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可否认，中共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但其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很显然的，那就是如何在制度层面上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开放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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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发展与民主模式的选择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政治走向越来越受西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关切。美国《外交事务》今年第一期就是讨论中国的专刊，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在众多问题中，中国的民主化首当其冲。第一篇文章就提问“当中国谈论民主时他们在谈论些什么？”作者尽管讨论了中国民主的一些实践和与此相应的一些政治变革，但对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前途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很显然，对作者来说，在中国人所说的民主概念与西方人固有的民主概念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
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形成
类似的认识在西方相当普遍。这种现象也很容易理解。中国是一个发展中民主国家，或者说中国的民主化正在进行之中。中国一边探讨应当实现什么样的民主，一边探索着如何实现民主。中国民主不仅仅对西方人是个不确定数，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也如此。不过，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民主的内容以及如何实现民主的方法应当说已经开始明朗起来。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中国民主有了专门的论述，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呼之欲出。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胡锦涛在报告中使用“民主”一词达到六十次之多，也并不是因为这份报告对民主给予了高度的强调。实际上，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共领导人一直强调发展中国民主对于执政党本身、对于整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性。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关政治改革的论述就是围绕着民主政治展开的。
说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基本形成是基于如下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已经出现。第二，中国已经找到较为可行的实现民主的路径。这两个基本事实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都非常重要。如果民主发展缺乏基本动力，民主只会停留在理想层面。即使因为某些因素，例如激进改革或者外部力量的强加而产生出民主形式，民主也只能是表面民主，很难实质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实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二个因素也同样重要。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民主也只能表现为理想。政治现实往往是这样的：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民主的重要性，但就是找不到好的方法去实现民主；或者尽管民主实现了，却并不是人们原先期望的民主。
经济发展推动民主政治
说中国民主政治已经具备动力，主要是指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民主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外在环境。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市场导向的和外向型的。市场化和全球化造就了一个开放型的中国经济。第二，开放的经济体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这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开放的经济为一个开放社会提供了基础结构，如市场、交通和通信等；其二是开放的经济造就了社会的理性的开放心态。市场和开放有利于人们理性态度的出现，人们不再从理想的角度来审视一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而是从实际效用的角度来看待该政治价值。对民主政治也一样。第三，和民主政治直接相关的就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民主政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因为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最终必然要表现在政治领域。
动力已经存在，所需要的就是寻找可行的民主化途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里就具有了两种民主形式，即“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再者，十七大报告尽管没有使用“宪政民主”的概念，但宪政民主的内容则得到了强调，如法治和法律的权威等。如果结合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概念和实践来考量，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已经跃然纸上。
宪政、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
有关党内民主，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党内民主也是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反映。中国既不想走西方式多党政治道路，又要消化多元的社会政治利益，其方法只能是多元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即把外在的多元利益容纳于执政党之内，在体制内实现利益表达、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这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的根源。第二，党内民主有利于政治精英之间民主规则和文化的培养。尽管人们可以在各类教科书上找到这样那样的民主规则，但这些规则是已有民主政治经验的总结，很难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规则都只能在政治精英的内部互动中产生。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民主规则和文化认同，民主政治就会陷入无序状态。发达国家民主的平衡发展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民主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党内民主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利益协调，那么“人民民主”强调的则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从学理上来说，把“人民民主”称为“社会民主”更为合适。在中国，社会民主表现为各种形式，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基层民主、社团等途径的政治参与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发展。社会民主也表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各种不同的新型参与方式不断产生，例如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非政府组织曾经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发展异常迅速。尽管非政府组织在不同领域的发展空间不同，但其参与政治事务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又如，在很多地方也发展出了协商（或者协议）民主的实践。社会民主主要在地方和部门层面进行，和参与者的直接利益相关。如同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也有助于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发展出民主规则和文化。地方民主规则和文化的形成非常有利于国家层面民主的推进。
但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都必须在一个法律的构架内进行。这就要求给予宪政民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这里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不管党内民主如何进行，执政党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就是说，党内民主也必须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随着《监督法》等法律的通过和实施，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其次，社会民主也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进行，这是民主有序发展的保障。再次，到目前为止，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都在各自发展。尽管在地方层面，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已经开始互动，例如农村基层民主过程中产生的“两票制”（无论是党的基层领袖还是村民自治组织都由村民的选票决定），但是在国家层面，这种互动还未开始。而中国真正的民主化意味着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在国家层面的直接互动。可以想象，这种互动将是大规模的。宪政民主可以保障如此大规模互动的有序进行。
未来的中国民主会怎样？从现阶段各种民主形式的发展过程来看，可以合理地预见，未来中国会结合三个主要因素：自上而下的党内选拔（党内民主），自下而上的社会认可（社会民主），执政党和社会在法律构架内的有序互动（宪政民主）。如果说前两者表现为动力，那么宪政民主则是党和社会互动的制度保障。这也就说明，在同步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同时，必须发展宪政民主，以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来推动宪政民主，以宪政民主来保障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良好、有序的互动。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1月22日



中共党员要“志愿者”化
到2008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达到7600万，几乎占了中国总人口的6%，加上差不多同等规模的直接外围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占了人口的10%以上。从理论上说，党员是社会的先锋分子，而共青团则是党最有力的助手。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党、团员占人口的比例和党在中国社会所处的环境与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很不相称。党员的不作为、党的干部的腐败、党和中国社会整体严重脱节等现象已经导致政府和社会关系的紧张、干群关系的紧张。中国社会所说的信任危机指的就是政府缺少公信力或社会对政府缺少信任。如果信任危机不能得到解决，政府和社会之间所积累起来的矛盾不仅不能得到化解，甚至会公开化，从而导致执政和治理危机。这些年来趋于频繁的针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暴力行为已经说明了问题是何等严重。
缺乏互信的恶性循环
这表明，党本身需要改革。执政党是中国改革的主体。尽管中国的社会力量在不断壮大，但社会更多的是给改革创造压力，而非改革本身。如果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出了大问题，那么党对改革的领导能力就会成问题。就改革而言，中国已经走到了令人担忧的一步。很多年里，改革的动议越来越少。即使出现一些改革动议，也往往缺少有效性，雷声大、雨点小，甚至连小雨点都没有。有效改革的缺失，加上腐败的日益严重，导致政府在社会的公信力大大下降。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进而对改革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无论政府推出什么样的改革，社会都会抱怀疑的态度。现在，即使政府真正想推行一些有利于社会的政策，也常常会遭到怀疑。社会对政府政策的高度怀疑使得政府难以获得社会的支持。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长期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没有人会怀疑，党如果要长期执政，并且是有效执政，就必须改革，牢固树立其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党的改革可以从多方面进行，但其中很重要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方面，就是重新建立党和社会的连接点或者有机关系，即是说，要回归党本来的存在意义。根据共产党的理论，党和社会的有机联系应当不是个问题，因为党本身就应当是社会的一部分，党员仅仅是社会成员中的先进分子。但理论归理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看到和体会到的是党和社会的严重脱节。
中共建制化的逻辑后果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党及其各种外围组织（包括共青团）的建制化（或者官僚化）。任何政党一旦建制化，与社会脱节就不可避免。一旦建制化，党就会“城堡化”，把自己孤立于社会之外。这种情形，东西方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在西方，因为存在着定期的选举，政党比较能够维持和社会的有机联系。一旦和社会过分脱节，就很难从社会获取选票。再者，由于西方政党的主要功能是组织选举，所以建制化的程度并不高。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代是社会的有机部分，因为没有社会力量的支持就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但革命之后，党本身很快就建制化。不仅党这样，连其外围组织也高度建制化。可以说，党是通过把所有社会团体（包括民主党派）建制化来重组社会的，使得各个社会组织都依附于党本身，并成为党的社会基础。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说，党的社会基础建制化了。但正因为党的社会基础被建制化，党必然和整体社会脱节。建制化的组织往往追求的是自身的利益，而非整体社会的利益。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和新兴社会群体的出现，党的社会基础出现了变化。为了与时俱进，扩大社会基础，党开始向这些新兴社会团体敞开大门。执政党不仅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而且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参与政治。这样做表明党开始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也的确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但是党向社会单方面的开放并不能解决党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因为这样做的逻辑还是一样的，即建制化，把新兴社会阶层纳入建制。这些群体除了在党内（或者政府内部）利用建制来追求利益之外，很难说能够为社会整体追求利益。实际上，新兴社会群体进入党内并没有改变社会对党组织和党员日益不满的声音。
怎么办？如果建制化在任何社会有其必要性，那么要解决党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就必须让党员（及其外围组织成员）走向社会，让他们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员，就是这里所说的“志愿者”化。西方政党的很多党员都是志愿者，尤其在选举期间。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但党员并不多，普通党员大都是志愿者，帮助执政党的议员和部长联系民众。
党员应走向社会重新获得使命感
党员的“志愿者”化有助于培养他们对党的认同感。现在的情况是，执政党党员越来越多，但党的认同感越来越淡。在中国，入党的过程本身就有问题。西方的政党是选举党，入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帮助党赢得选举。在中国，现在要求入党者（或者被要求入党者）的动机越来越功利化。理论上，入党还是要追求党的利益的，但实际行为上，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党的利益为何物。有人说，现在的入党的过程就是“假话”的社会化过程，这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因为入党是一个“向上”（即对党组织、尤其是党组织中的个人）而非“向下”（即在社会上的实际表现和社会的评价）的过程，只要党组织（中的个人）认可了就可以入党。
很多人入了党之后更是迷惑，失去了方向和使命感。他们既没有什么参与政治的机会，也不能站在社会的一边。对党的现状和问题（尤其是干部的腐败），很多普通党员是有认识的。但他们能够做什么呢？无能为力、失望，是他们的共同感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要比普通人更悲观。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一旦这种感觉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党员（尤其是干部）就会变得毫无公共责任感，追求私利就会成为其最重要的目标，如果不是唯一的目标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把普通党员推向社会，才能使他们重新获得使命感和责任感。
更为重要的是，“志愿者”化有助于改革干部培养制度。中国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在体制内培养的，或者说都是在公务员系统培养的。这样培养出来的都是公务员，而非政治人物。很显然，要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光靠公务员类型的人才是不够的。现在很多官员来自共青团系统，但共青团本身是高度建制化的，和党没有什么区别。中国要培养政治型官员，就要在官僚系统之外再建立一个体系，就是社会体系。官僚系统与社会脱节、“政治家族化”（即民间所说官二代、官三代）等现象的产生和持续必然导致“政治衰败”。培养政治类型的干部，就要超越建制化，即要靠社会培养党和政府的官员。一方面，要把大量的普通党员送到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群体中去培养、锻炼；另一方面，也必须从非建制化的社会群体中吸收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如果不能从建制之外录用党的干部，党必然会因为和社会脱节而衰败。
这要求执政党改革选拔人才、任命官员的制度。要改变现在光从（建制）官僚系统中产生官员的做法，把在很多非建制化的社会群体中有良好业绩的普通党员选拔上来。从社会中产生的干部，社会的评估是最重要的。实际上，社会的评价是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来源。只有普通党员才能和社会建立有机的关联。通过这些关联，党员就能切身体会到社会脉搏、社会现状和社会的声音，将其所获得的信息反馈到党内，作为执政党制定政策的依据。
此外，和社会的关联也可促使普通党员在制约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党的干部滥用权力、腐败也是很多普通党员不想看到的，但在建制内，因为党员是向其所在的党组织负责的，党员即使对党的干部不满，也没有任何办法。但如果普通党员成为党组织和社会的连接点，就可以把社会压力带到党内，对党的干部造成压力。如果普通党员能够起到制约党的干部的作用，那么针对党政干部的社会暴力就会得到控制，甚至消失。
应当说，中国的大多数精英存在于党内，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处于浪费状态，要么无所事事，要么无所作为。如果能够把这么庞大的党员队伍建设好，那么再建和重建执政党和社会的有机关联并非难事。不管怎样，对任何执政党来说，和社会脱节是最危险的。长期和社会脱节不仅会失去对社会的领导力，而且会失去合法性基础，最终走向社会的对立面。如果哪一天执政党在选拔干部时能够用“社会认同”、“社会业绩”等概念替代现有的“党龄”、“行政级别”等概念，那么这个党会成为一个和社会有有机联系、能够长期执政的党。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7月13日



强政府、强社会当是中国社会管理的方向
自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今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研讨班上提出“社会管理”、“管理创新”等新政策概念之后，中国各个省市纷纷成立了社会管理创新领导小组来细化和落实新的政策。在中国，社会管理并不是新生事物。在人们的概念里，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权的最大特征，莫过于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严格的管制。但是，把社会管理作为单独的政策提出来，并把此提高到这样一个政策高度，至少改革开放以来还属首次。
这一新政策既是以往政策的延续，也反映出要对以往政策作转型的一种要求。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凸现，各级政府把“维稳”提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一个庞大的维稳机构，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资源、过分依赖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稳定。但很显然，维稳的手段缺少创新，不仅成本极高，而且显现出越维越不稳的趋势。
这并不难理解。每一个官僚机构产生之后，都会产生自我利益。这种自我利益不仅会促使这个机构无限膨胀，而且会与其设立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维稳机构的利益在于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稳定了，这个机构就会变得不相关了，所以，从长远来看，这个机构反而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种事例在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维持社会稳定是每一个政府的责任，但中国目前那种缺少制度创新的维稳手段，如果不能及时转型，不仅不可以持续，其后果也会不堪设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中共高层所强调的重点，应是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创新。
要创新社会管理，首先要对社会管理的概念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历史地看，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另一种是社会的“被”管理。在任何社会，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在中国，大家比较不重视的是前一种，即社会的自我管理。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家长式社会，这种传统不仅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反而在得到强化。一提到社会管理，各级政府官员很自然地把它理解成为自上而下的控制。
社会如果要自我管理，那么就要求给予社会很多空间，有了空间才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有了社会，才能发展出社会的自治组织或者自下而上的秩序。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种情形。
对regime change的误读
在社会管理方面，中国存在着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没有在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政府官员经常视社会为自己的对立面，动用政府力量对社会进行管制。在国家不给社会发展空间的情形下，社会很难发展出有效的自治能力，更无法产生一个自觉的秩序。社会没有这种能力，只好高度依赖政府对所有社会事物的管理。所以，在社会管理上，中国政府的负担远远大于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但政府并不是永远有能力来管理社会的。
不管是社会自我管理还是“被”管理，都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在学术界被称为regime，或者政权形态。西方社会所讨论的“regime change”，中文翻译成为“政权更替”。这个译法的意思并不是很确切。在一些非民主国家，西方政府利用那里越来越壮大的非政府组织搞政权更替，这使得“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在中国变得非常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一些人简单地认为，公民社会的发展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反而会对政权构成威胁。但事实上，“regime change”比“政权变更”具有更丰富的含义。如果“regime change”仅仅是“改朝换代”，那当然比较敏感。但实际上，这个概念更多指的是政权形态的变化，也就是要改变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这种变化不是革命，而是改革，就是对现存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进行变革，使其走上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因此对政权和社会都有好处。
很多人把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在对立的意义上，就会产生两个极端：要么只有政府，没有社会；要么只有社会，没有政府。两者似乎都是零和游戏。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就是一个只有政府没有社会的典型案例。当时人们在理论上视国家和社会关系为一种零和游戏，在实践上，基本上就不存在任何社会，所有社会个人都被“原子化”，通过各种人身限制，依附于国家和政府。
另一个极端是只有社会，没有政府。这个极端的典型，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无政府状态，而最好的情况是社会的完全自治或自发的组织。不过，从历史上看，完全自治的社会无论中外都没有出现过。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政府，不管政府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在学术界，几十年来，人们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一直有很多争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四种情况：强政府、弱社会；强社会、弱政府；弱政府、弱社会；强政府、强社会。
很显然，最差的情况是弱政府和弱社会，而第四种情形即强政府、强社会是最理想的。
中国属于哪一种？很多人肯定会说是“强政府、弱社会”。但实际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一方面，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中国体现出典型的强政府现象。中国政府很强大，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来达成其政策议程，似乎能“从容”应对来自社会的各方面挑战。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不仅社会很弱，政府也很弱。政府的很多政策推行不下去，往往停留在字面上。为什么会这样？
弱社会不利政府
这和社会弱有关系。社会对政府很难施加影响力，中央政府只有依赖官僚机构来推行政策。但没有社会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官僚机构就没有动力来实施政策，而弱社会本身更没有力量来实施政府政策。中国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来自政治方面的动员。不过，政治方面的动员一旦使用过度，就会产生很多负面效应，其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是使得本来已经很弱的制度更加脆弱。例如法制，法制是任何一个国家制度能力的保障，而中国各种形式的政治动员经常是超越甚至破坏法制的。在很多地方，一些领导人尽管也强调法制，但更热衷于通过政治动员来作政策执行，这使得中国社会法治化目标的实现还遥遥无期。
很明显，在社会管理方面，人们应当争取的是第四种情况，就是强政府和强社会。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可以是双赢游戏。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化能力的社会。没有社会，政权就没有基础；如果社会是脆弱的，政府必然是脆弱的。
那么，如何实现“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经验地看，这样一个社会必须是以下三种秩序的共存：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层面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的自我管理。社会如果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势必什么都要依赖政府。政府什么都管的话，必然超出政府的能力，管理也必然无效。要社会形成自我管理，必须赋予社会足够的空间，这就要求政府放权给社会。政府必须把那些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领域开放给社会本身。此外，政府也应当把那些自己管理不好的领域让渡给社会。不过，应当强调的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并不是社会的放任自由，政府要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领域进行规制。
第二个层面是政府和社会的伙伴关系。在一些政府必须参与管理的领域，也不见得政府要亲自管理，而是可以委托给社会组织来进行管理，就是说，政府和社会可以是伙伴关系。委托给社会管理可以减少管理的成本，使得管理更加可以持续。
第三个层面才是政府管理的社会秩序。尽管近现代国家最大的特征是垄断暴力，使用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秩序，但从大多数先进国家的经验看，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建设上，包括法制、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使用暴力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一种、也是不得已的方式，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制度建设上。制度就是社会个体和群体活动的舞台。
在中国，政府显然把重点放在第三个层面上。就第一个层面而言，尽管社会自治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例如表现在村民自治的概念中），但在政策层面，自治的范围非常狭小。因为不能充分放权社会，社会发展缺少空间。而在一些地方，官员又把自治理解成为放任自由，缺失规制，导致黑社会盛行和无政府状态出现。在第二个层面，政府和社会建立伙伴关系不是中国的传统。在中国的传统中，社会历来是政府的附属品、被管理的对象。政府和社会平等的观念的建立尚需时日。
不过，政府所强调的第三个层面的问题似乎更为严峻。一方面是维稳过程经常倾向于过度使用暴力机器，另一方面甚至出现了国家暴力“私有化”的现象，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年曝光的“黑监狱”事件。而暴力的“私有化”更助长了维稳的暴力性。
很显然，前两个层面社会秩序的缺失和暴力机器的凸显，促使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对立化。而这种对立才是社会不稳定的真正根源。
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共创举
但是，中国并不是一定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其他更有效、更符合人性的途径也是存在着的。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社会管理方面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
在20世纪90年代，执政党通过把社会力量容纳进政权的政治过程来管理社会，这主要表现在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参政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民营经济很快在很多指标上超越了国有部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民营企业家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新兴社会群体，在社会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这个新兴群体，尽管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争议，但执政党还是为这个群体开放政治过程。无疑，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共产党最具有创意的决策。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主义政党区分开来。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使得执政党本身可以生生不息。
同时，这些年来，政府也在努力进行社会制度建设。社会政策多年来是政府头等重要的议程，在一些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由此看来，“社会管理”和“管理创新”往哪个方向发展，应当是很清楚的。如果是在加快社会改革的基础上，继续走90年代的路，即把新兴社会力量吸纳到政治过程中，就会促使社会管理走上一个可持续的道路，促成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造成强政府、强社会的局面。而如果是继续甚至强化这些年的“维稳”思路，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基于暴力之上的社会管理更加不可持续，政府和人民陷入恶性互动，最终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5月24日



第六部分 民主与利益代表



是利益代表危机还是利益表达危机？
共产党高层提出“三个代表”，又提倡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正如高层所表达的，中共这样做是因为“中共要与时俱进”。这话并没有错，共产党如果要保持和社会的相关性，就必须随时调整和社会群体的关系。自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共面临的“代表危机”越来越严重。从传统上说，中共代表的主要是五个社会群体，即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以及党政官员，但改革已经大大改变了这种情况。从前是意识形态社会，政府规定工人和农民是领导阶级，现在已经转变成为利益社会，工人、农民的经济地位已经大不如从前了。更重要的变化是私营企业家阶层的兴起。这个阶层虽然人数少，但经济能量大，如果共产党把这个阶层排除在外，政权的基础很容易被削弱。与时俱进意味着共产党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阶级或者社会基础。这就是“三个代表”提出的政治背景。
提出“三个代表”很及时，它至少说明了高层已经意识到执政党所面临的代表危机。现在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很多人认为共产党可以转型了，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转型成为一个类似于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政党。但问题并非那样简单，中共真正的危机并非利益代表的危机，而是利益表达的危机。
在利益代表上，中共从来就没有面临真正的危机。从前革命时代依靠的是工人和农民，当然党要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现在搞经济发展，依赖的是企业家。企业家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就不合乎逻辑。这种代表范围的变化，甚至代表重点的转移，并不困难。
尽管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受到党内左派人士的批评，但拥护这个决定的也不少。可以相信，局面已定，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这个决定了。转型这么容易完成，主要是因为这是利益代表而非利益表达。利益代表是自上而下的事情，高层可以随意地代表其所要代表的利益。正如在毛泽东时代，尽管党宣称要代表农民的利益，并非农民也是领导阶级的一部分，但实际上的政策却是牺牲农民的利益的。人们可以说，党可以随意改变其所代表的阶级，但这样的代表可以没有任何意义。
政党转型并不是靠宣称就可以做到的。如果执政党只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作代表的转型，那么这样的转型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转型，或者说，这是一种人们不想看到的转型。为什么这样说？关键在于真正的转型要从利益表达做起。
什么是利益代表？一位朋友有个现身说法。一天，他被北京的一位企业家邀请参与一个家庭聚会。受邀的有企业家朋友和电影明星，当然还少不了为聚会做饭烧菜的厨子。当问及时下讨论最多的“三个代表”时，这位企业家就说：“我们这些企业家就是第一个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你们唱歌跳舞的就是第二个代表（最先进的文化），而那边厨房里的就是第三个代表（最广大的人民）。”这个比喻很形象，很能帮助人们理解高层作代表转型的动机，但也能帮助人理解这种利益代表背后的深刻危机。
上面说过，现在是利益社会，根据利益来定阶级和阶层，也是根据利益来确定代表谁的利益。很显然，企业家和电影明星的经济地位远比烧菜做饭的人来得重要。代表他们的利益是利益社会的必然结果。提代表转型并非出于长远的目标，而只是出于党的实际统治利益。
这其中内含的危机在于没有利益表达的机制，甚至可能连容许利益表达的愿望都没有。没有利益表达的机制，现在各社会群体只能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来表达利益。企业家经济实力最强，他们的利益就容易表达，也容易被代表。相反，工人、农民呢？他们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表达利益的实力远不如企业家。既然不能表达出来，也就没有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了。这里情况最糟糕的要算是农民了。工人至少有一个名义上的工会，且他们居住集中，容易采用集体行为的方式来“非法”地表达利益，至少让政府体会到他们的力量。农民则不然，尽管还占多数，但是连一个农会都没有。虽然很多人已经呼吁多年要成立农会，但是农民革命出身的共产党可能不会容许农民这样做。
这就是危机。没有民主的机制和法律的机制可以让社会各阶层表达利益，他们只好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来表达。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这有很大的弱肉强食的味道。加上执政党也非常现实，自觉地去代表强者的利益，更使得社会向不公正倾斜。可以说，利益代表并非重点。在没有利益表达的情况下，哪会有利益的代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要消除党所面临的统治危机，光讲利益代表是不够的，光代表那些已经表达出来的利益更不够。
 
原刊于《信报》2002年5月28日



阶级性政党还是超阶级精英阶层？
随着“三个代表”被写进党章，随着共产党宣布其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执政党的定位（identity）问题开始浮上台面。执政党这样做，是因为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要与时俱进，就必须随时调整其所代表的利益。
但是党本身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像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清楚，实际上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三个代表”思想表明，党要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这里面存在着诸多克服不了的矛盾。在任何国家，任何一个政党都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可以是阶级、阶层的利益，可以是种族的利益，也可以是一些利益群体的利益，不一一而足。利益代表是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具备的政治功能，否则政党也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了。
共产党要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这只是意愿，并没有任何制度机制来实现这个意愿。名副其实的“代表”只能发生在民主政治之下，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存在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聚合机制。只有在这两种机制存在的前提下，才可以讨论党要代表谁的利益的问题。没有这些机制的存在，执政党只是宣称代表谁的利益，那更多的是一厢情愿。
那么共产党可以成为一个全民党吗？全民党更是不切实际。如果一个党可以代表全民的利益，那也就不叫党了。党派本来指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利益。把“三个代表”解释成“全民党”，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现实地说，共产党也只能成为一个超越任何具体阶级的精英阶层。也就是说，共产党并不代表任何一个具体阶级的利益，而是一个超越所有阶级的特殊精英层，根据自己的意志来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为什么这样说？这是有很多原因的。
这里有中国历史传统的阴影。传统士大夫阶层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不代表任何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只对皇帝负责，维护皇朝的利益。尽管士大夫阶层可以来自任何一个阶级，但一旦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就很难代表原来阶级的利益。当然，士大夫阶层在很多时候的确想协调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如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利益。但是，这种协调并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保障，所以利益的协调性很容易被破坏，最后导致农民的起义和改朝换代。
其次，也有共产党本身的传统问题。和过去的士大夫阶层不同，共产党从理论上很明确说要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党有没有从真正意义上代表过工人农民的利益？为什么党会牺牲那么多农民的利益？为什么不让工人和农民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利益呢？原因并不在于党是否愿意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而是没有任何制度机制来保障这样做。那么，为什么共产党不想发展出代表人民利益的制度机制呢？这是为了维护党本身的利益。
所以，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只有共产党超越于各个具体的阶级，才能对各个阶级实行管理。和传统士大夫一样，共产党最基本的目标是保持本身的统治权，避免任何一个阶级来挑战自身。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代表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不可以忽视任何一个阶级。就是说，共产党的政策不任意地向任何一个特定的阶级倾斜。党要搞阶级调和，站在各阶级之上，来控制各个阶级。如果党变成了任何一个阶级的代表，那么那些利益没有能够被代表的阶级就要表示对党的不满，甚至另行组建政党。
党的领导层提出了“三个代表”，更容许私人企业家或者资产者入党，这只表明共产党要把这个新兴的阶级包含在政权之内，不让这个阶级作为党的异体而存在而来挑战其执政。很难说，共产党会自然地代表这个新阶级的利益。鉴于工人、农民还是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党不该也不能忽视这些传统阶级的力量。无论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都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因为如前面所说，在中国发展出利益表达和聚合机制之前，党不可能在实际意义上代表任何阶级的利益。另外一方面，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党也不可能真正协调各阶级的利益，不管党的领导层的主观意愿如何，阶级利益最终还是要失去平衡，从而造成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原刊于《信报》2002年12月24日



中国的政治危险在于三种权力的失衡
一个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要保持平衡，至少是相对的平衡，这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和前提。对这一点，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现代政治学家是有高度共识的。中国也不例外，在领导高层大讲“三个代表”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尤其显得重要。
无论怎样分，我们可以把中国社会的权力分为三种，即政治人物的政治权力，商人、企业家的经济权力和老百姓的人数权力。这三种权力必须保持相对的平衡，否则政治稳定就没有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三种权力的平衡，无论执政人物怎样努力，政治稳定都会是空谈。再者，如果中国要走向一个民主社会，这三种权力更要达到平衡。如果这三种权力达到了制度性平衡，中国离民主政治也就不远了。
西方世界的经验表明，民主的政治发展最终可归结为这三种权力的平衡。最早是贵族和君主统治，他们独享政治权力，把商人的经济权力和社会的人数权力排斥在统治过程之外。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资产阶级向贵族和君主要求共享统治权力。资产阶级或通过和平的手段（如英国），或通过革命的手段（如法国），进入统治过程。工业革命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兴起及其组织化，一般社会成员在历史上首次获得了基于人数之上的权力或力量。工人运动不断推动西方民主向平民化转型，最终形成议会民主，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社会力量也进入了统治过程。可以说，现在西方世界的民主是职业政治家的政治权力、资产者的经济权力和社会大众的人数权力之间的相对平衡。
中国始终没有发展出民主政治，但是中国有足够的经验教训来说明权力失衡所导致的社会政治大动荡。数千年历史中的农民起义就是皇帝的政治权力、地主的经济权力和农民的人数权力之间的失衡。唐朝柳宗元对此就很清楚。当皇帝和地主（柳宗元所说的“大户”）联合起来损害农民的利益，或者当地主损害农民的利益，而皇帝（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不能加以有效干预的时候，农民就揭竿而起，造成社会政治的大动荡。
蒋介石时代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相结合的典型。两种权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专制的手段统治国家，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被排挤在统治过程之外。因为工业化程度低，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联合起来参与政治过程。结果，中国共产党利用农民的力量并联合城市工人的力量推翻了蒋介石的专制统治。
但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三种权力之间平衡的重要性。他执政后，情况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政治权力和社会人数权力结合的典型，就是所谓的大众民主。高层政治人物和大众结合，对社会的中间层特别是资产阶级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长期处于政治动员的状态。政治社会是动荡的，但这种动荡是政治人物动员的结果。经济发展依赖于国家的资源动员，没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内在动力。当时中国老百姓的贫穷是人尽皆知的。
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变。高层领导开始重视企业家（资产者）的力量，重视市场的力量。中国很快从贫穷状态中走出来。企业家阶层的兴起给予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力的支持，社会各阶层都从中获得利益。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企业家阶层也很快形成为一个阶级或者阶层，他们开始要求参与政治过程。这就是领导高层提出“三个代表”和容许企业家加入共产党的背景。
对执政党来说，这是个现实的做法，但中国社会也正在面临三种权力失衡的局面。“三个代表”的理论会不会是把资本家参政合法化而把社会力量（工人、农民等）排挤在外呢？这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尽管上层一直在强调，执政党也要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但现实是让人担心的。
两极分化是其一。领导人物知道两极分化的存在，也一直在努力解决问题，但并没有真正有效的方法遏制两极分化。在政治的重点在于把资产者参政合法化的情况下，两极分化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遏制。
再者，在资产者力量进入政治过程的同时，社会的人数力量被排挤在这个过程之外。资产者本来就有很大的经济力量，现在他们又进入了政治过程，一旦被组织化，他们就可以发挥巨大的政治影响。相比之下，工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反而在减少。工人好一些，尽管工会并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但他们居住在城市，在工厂工作，相对集中，有些力量。下岗、失业工人一罢工，政府也不能等闲视之。农民最可怜，到现在还不容许农会的存在。所以，他们经常诉诸一些诸如暴力那样的极端行为来表达不满。
最让人担心的是人数的力量正在急剧地扩大。中国的工业化从来没有像改革开放以来那样快速过。高速的工业化不可避免地要造就一个工人阶级。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也存在着一个为数不少的农村“工人阶级”，因为农村居民的很大一部分依靠乡镇企业维持生计。农民本身的生计也因为收入的不能提高甚至下降，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消极影响等因素而变得困难。
可能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三种权力的失衡。尽管点滴的改革（如征收富人的税和改变收入两极分化的状况）是可能的，但是要达成三种权力的真正平衡，就要求助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转型。这是所有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个最为严重的挑战。
 
原刊于《信报》2002年10月29日



民主不会忘掉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印度的选举已经过去多日，但国际社会对印度选举现象的兴趣还是不减。多年来，印度人的骄傲是和前执政党联系在一起的。在前总理瓦杰帕伊的领导下，印度取得了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大大改变了印度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印度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久前在学术界造成了有关“印度模式”和“中国模式”何者为优的争论。
在国际事务上，前执政党也努力满足印度人的民族主义梦想。与邻国巴基斯坦的核武竞争差一点把两国带到了战争的边缘，但又以智慧遏止了战争的爆发。在一段时间里，前执政党甚至公开声称要以中国为“假想敌”，竭尽全力追求印度的国际空间，但然后，又努力改善了和中国的关系。所有这些内外动作，不管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印度人民的愿望。
但是，印度人民还是以选票抛弃了为印度带来荣耀的前执政党。为什么？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印度内部，一个共识就是前执政党所造就的经济奇迹并没有使印度的大多数人受益。当高速的经济增长为少数人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大多数人民的民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当机会来临之时，印度人民选择了传统上关注穷人利益的国大党。以国大党为主体的新左倾联合政府已经声称，政府要在继续经济改革的同时，注重注入“人的因素”，让穷人有出头的机会。
印度的政治变迁能给中国领导层带来什么样的信息？中国、印度这两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一个是民主政治，一个是权威政治，但双方都可以在对方经济发展模式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走的是一条“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道路。个人积极性、市场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等构成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关键词。这些年来，政府在政策上积极配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调整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的宪政结构。在意识形态层面，执政党容许私营企业家或者资本家入党参政。在宪政结构方面，保护私有财产已经写入宪法。所有这些改革不仅是为了与时俱进，使得现行政治体系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要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制度基础。
但是，这种可以称之为“亲富”的国家政策也已经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贫富分化（社会群体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就是一例。快速的经济发展已经把中国从经济上划分成数个不同的世界，从最富裕的第一世界到最落后的第三世界。就是说，由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只流落到少数人手里，而社会的大多数没有获益或者获益不多。人群的分化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遽然增加，而地区的分化也会挑战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正因为这样，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形成以来，提出了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思想。新领导层正在努力调整政策，促使政策在“亲富”的同时也能让大多数穷人受益。
印度的经济改革起步比中国要晚一些，但实际上也走了同一条“亲富”路线。国营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等也是其经济起飞的主要动力。很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新产生的巨额经济财富流向少数人。尽管其他社会阶层的财富也有增长，但这种增长较之人们的预期相差过远。因此，当新的选举来临之时，人民的选票说话了。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新的左倾联合政府也提出了类似于“以人为本”的思想。
相似的经济发展模式，相似的政策调整，不同的是政策调整方式。在中国，执政党自觉地进行调整，而印度则是通过人民选出一个新政府来达成。中国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领导人个人的智慧，而印度依靠的则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这里就有了相当大的差别，也会影响两国日后的发展。
权威主义制度的政策调整往往要比民主制度快一些，政策的落实也有可能比较有效。在民主制度下，由于各种利益关系的卷入，政策调整往往受到很大的制约。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权威体制比印度的民主制度优越。
民主制度是一种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在预防政治危机和处理政治危机方面，民主制度被证明比权威制度优越。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论证过，像中国“大跃进”那样的自然灾害即使在像印度那样的贫穷民主国家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其灾害程度也不会像中国那样导致那么多人死亡。原因很简单，在民主社会，信息的流通总要比权威体制下畅通。
印度这次大选的结果也说明了民主制度会自下而上纠正政府政策的偏差。当前执政党忽视了大多数印度人民利益的时候，民主制度就赋予印度人民一种有效的机制来纠正政府的政策行为。这是和平的纠正，是人民的选票发生了作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信息通过选票很快反映出来，为未来的执政者提供了决策依据。而在中国，这种纠正的代价很大。因为没有和平的纠正机制，人民依靠的往往是各种集体行为甚至是暴力的集体行为，如工人的示威游行和农民的抗议等。因为不存在信息反馈机制，执政党就很难科学地调整政策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
由此看来，中国领导层在推行“以人为本”的亲民政策的同时，也应该考量如何逐渐发展出民主反馈机制，在政府和人民之间进行沟通。无论各级官员如何真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唯独民主才不会忘掉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原刊于《信报》2004年6月15日



改革与中共的政治领导权
中共是一个特殊的政党，不仅要执政，而且要领导。从学理来说，执政指的是基于硬力量之上的统治权，而领导权则指的是基于软力量之上的文化或者意识形态力量，党要领导国家各方面的发展。一个强大的政党应当是强统治权和强领导权，并且领导权应当强于统治权。有了强领导权，基于硬力量之上的统治权就会退居次要地位。中国历史上有“霸道”和“王道”之区分，指的就是统治权和领导权不同的管治方式。笔者曾论述过中共强统治权、弱领导权的现实情况。如何在维持强大的统治权的前提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权，则是中共自身建设的一个重大任务和挑战。因为组织和意识形态是中共两大主柱，努力的方向也必然包括这两个方面。意识形态或者广义的文化建设属于软力量领域；组织尽管倾向于属于硬力量范畴，但如何来组织党本身则又属于软力量范畴。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强化党的领导权，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笔者这里主要想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创新党的理论，二是如何在组织人事方面强调政治家的培养和录用。
党的理论家不应局限于眼前利益
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要达到可持续执政的目标，党的理论或者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多年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处于衰落状态。传统意识形态尽管从书面上还有效，但并没有根据时代的需要得到创新，很难解释新的社会经济情况，更难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而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并没有现实性。这样，就出现了诸多负面的结果。
没有意识形态引导党政官员，后者就缺少有效的制约。执政党一直在强调法治建设，这些年来运用法律法规管治党政官员的力度有了很大的加强，尤其表现在反腐败方面。但是法律更多是用来追究结果的，即腐败行为，并不能真正引导党政官员走正确的路。况且法治建设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即使法治建设好了，意识形态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德治”仍然不可缺少。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清廉除了法治和民主外，党的道德意识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亚洲国家经常强调高薪养廉，但这些国家的官员在低薪状态下，也能做到清廉。
党的理论建设不足也使得党缺乏引导国家和人民的话语。执政党似乎忙于日常事务的管理，并不能告诉人民和国际社会国家的发展方向。经过那么多年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终于得到确立，但是政治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这样，党政干部没有方向，人民没有方向，国际社会更是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表现出很大的担忧。党的理论贫乏也经常使得党缺乏软力量来处理和民众的关系。处理和民众的关系既可以用硬力量，也可以用软力量，但是只有软力量才能使民众自觉服从党及其政府的管治。软力量不足，党政官员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时，硬力量就会显现出来，这样就会使党和人民、政府和人民经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党的理论在革命时代最充分。当时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一大批革命家对党的理论作了方方面面的探讨。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等革命家本身就是工人、农民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个条件使得他们的理论在党员干部和民众中间享有巨大的影响力。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共是通过领导力量取得统治权的。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主要是个实干家，其理论论述并不多，但是邓小平一代仍具有基于革命经验之上的领导力量。在邓小平之后，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在努力在党的理论方面有所创新和发展。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胡锦涛领导层现在又提出了“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等理念。这些努力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党的理论不足的情况。
但应当认识到的是，依靠领导人个人来发展党的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像毛泽东这样的既是党的领袖又是党的理论家的人物很难再出现。党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甚至党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党的理论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执政党需要培养理论家，为党的长远利益着想的理论家。但是党的理论并非必然要出自于党的特定领导人或者领导群体。党的领导人本身和服务于领导人或者领导层的理论家应当有理论话语，但这些话语更多的是为了应付党的日常事务。党的理论家不应当局限于党的眼前利益，而是要考量党的长远利益和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这样一批党的理论家，党的领导权会弱化。即使在西方多党制下，各党也都会有这样一批从党的长远利益考量的理论家。诚然，这些理论家不必一定出自党内，他们可以来自民间各个群体。
政治家能治国因来自民众
在组织人事方面，最为紧迫的任务莫过于培养和录用政治家了。笔者之前已经讨论过执政党官僚化的问题。官僚化的最为负面的结果就是使得执政党缺乏政治家。任何执政党都是通过政治运作来管治国家的，既然党政干部成了官僚，政治运作就经常成为问题。很多年来，执政党高层一直在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但是一旦当领导干部成了官僚，“讲政治”就无从谈起。一个国家既需要官僚，也需要政治家，两者缺一不可。
政治家之所以能够治国，是因为他们来自民众，了解社会基层的需求，了解社会发展趋势和大方向。因此，执政党一方面要强化政治家的培养，要建设执政党和民众的有机联系，用组织和制度来保障执政党和民众的关系。执政党也可以开放政治过程，录用社会人才进入管理层甚至领导层。政治家可以来自党内和党的外围组织，也可来自民间，包括工人、农民、律师、民营企业家、教师和各种民间团体。他们不是执政党的一部分，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执政权应当向这些社会精英开放。如果这些人能够得到录用，他们就可以成为执政党的财富；反之，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走向反面。在这方面，中共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例如任命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部长。这是个很好的开端，但要推动党的重建，还远远不够。如果执政党强调的是领导权，那么就应当开放给真正具有领导能力的人才，不论是本党人才，还是社会人才。
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党是国家的创立者。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国家管理体制也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党本身也必须与时俱进，进行自身的转型。只有通过党本身的转型，才能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权，使得党的领导权随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持续下去。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8月7日



中共转型是重新定位与人民的关系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前不久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被外界普遍视为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政治路线定调。在政治改革方面，讲话强调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党内民主。这和总理温家宝早先在各个场合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一致的。正如胡锦涛所强调的，推进政治改革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所一直强调的。客观看来，渐进改革与民主化是中共高层的一个共识，但在如何推进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方面，各方面显然具有不同的侧重点。自胡锦涛执政以来，这个重点被放在党内民主建设上。
党内民主当然不能替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总体民主化，因为民主政治是个庞大的体系，党内民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是，这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政治改革的根本。现实地说，在中国，如果没有执政党的转型，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就很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像乡村选举和协商民主那样的政治改革，一旦遇到党的问题，就无法展开和深入。只有对党的转型这个根本问题有了理性的认识，并找到了有效的解决方式，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才会有可能。
执政需要广泛社会基础
党的转型涉及两个基本面：一是党往哪个方向转型，二是如何转型。第一方面是个规范性问题，指的是党应该发展的方向；第二方面则是经验问题，指的是具有可行性的转型途径。无论从规范意义还是从经验层面来讨论，在党的转型方面基本上分成两个阵营。在自由派一端，很多人主张中共应当转型成为类似西方政党制度下的一个政党，或者是一党独大，或者就是多党制下的一个政党。在保守派一端，很多人侧重于在维护现有一党制构架的前提下进行调整，以渐进方式转型。前一种观点规范多于经验。提倡多党制者强调的是以政党转型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从而解决中国存在的各种政治问题。从学理上说，多党制在中国是否现实还是个问题。再者，即使能够实现，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是个问号。后一种观点强调的是党的转型的现实可行性。在现存结构内进行改革当然比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制度更具有现实性。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各种反腐败的制度创新，都在这个构架内。如果说前者过于理想，那么后者则往往导致改革创新不足。逐步调整有它的价值，有利于稳定，但在实践层面往往停留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执政党所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实际上，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任何一个以组织国家政治生活为目标的政党，都会在不同时期面临转型的问题。如果不能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危机就会接踵而至。在不同国家，政党面临的问题不同，但究其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党的政治定位问题，也就是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任何政党，如果要组织政治生活和执政，就必须是人民的有机部分。一旦脱离人民，政党就会出现危机。党内民主等机制固然重要，但比起和人民的关系，则成为次要的了。
中共的转型就是要重新定位党和人民的关系。只有把这个问题放在首位，才会有其他方面的制度创新。或者说重建和人民的关系是中共转型的前提，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党内民主或者党内其他方面的改革才有意义。在革命时期，中共所依靠的阶级比较单一，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现在成为执政党，就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对这个问题，中共高层有比较清楚的认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群众基础也在不断调整。近年来，中共强调利益代表，即通过利益代表来调整和人民的关系。
从规范层面来看，这个方向没有错；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是利益取向，社会阶层利益的不同经常导致政治参与的不同，也因此导致它们政治影响力的不同和政治上的不公平。这里的问题在于党如何建立利益的公平代表机制，党不仅要代表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且必须实现代表过程中的公正性。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保证政党过程的人民性（而非阶层性）。
要防止党的官僚化
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党的干部是人民的一部分。一个政党在争取政权或者革命时期是反对党或者在野党，但一旦取得政权，就成为执政党，取得管治社会的权力。在多党制下，因为有反对党的存在，执政党必须时时刻刻强调政治，就是强调和人民的关系。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党独大制度下，尤其是一党制下，执政党很容易演变成为行政党。因为没有反对党，党本身很容易官僚化。党的领导人经常忙于具体的管理事务，无暇思考政治大问题。党的干部倾向于抓权，弄权，获取各方面的利益。党的官僚化往往使得以党代政不可避免，更严重的是导致党内政治家的缺失。
随着社会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国家固然需要一个运作高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需要政治家。只有政治家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大方向，知道人民的需求，懂得如何和人民建立有机联系。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失去政权往往并不是因为管理做得不好，而是因为演变成为行政党，导致政党官僚化，从而失去了发展大方向，失去了和人民的有机联系。客观地说，政党官僚化或多或少在中国也是一种趋势，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既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官僚机构，又要防止政党的官僚化，很多政党都有自己的教训和经验。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新加坡一党独大，被西方学者指责为非自由民主，因为西方对政治民主的理解往往以政党是否轮流执政为标准。但新加坡政治领袖却是抓住了党和人民的有机关系这一点，因为判断一个政党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就是是否能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其实，在西方也是如此。）新加坡有合法的反对党存在，如果多数人民对执政党不满意，是可以在五年一次的投票期间转而支持反对党的。但正是五年一次的选举机制为执政党和人民建立有机联系提供了有效机制。新加坡议员（执政党的主要干部）必须定期和人民见面，倾听人民的声音。这是新加坡政治的成功之道。
总而言之，只有解决了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才会容易开展，如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参与、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党和政府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关系的变革和这些方面的改革都可以围绕着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来组织。这既可以为党的转型提供方向，也可以为转型提供方法。可以相信，随着政治改革压力的递增，党的转型和党与人民的关系的制度性转型也势必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核心。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8月14日



文人传统的衰落与中国政治的困局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往往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招致众人的高度关切，最终转化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尤其表现在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上。从一个偶然事件转化成为群体性政治事件，这其中有其复杂的因素，有人说是有黑社会在背后操作，有人认为是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也有人认为是具有政治意图的人在鼓动。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种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街头民主”。在民主社会，随时发生的街头民主为民众提供了表达自己声音的管道。因为没有其他管道来表达声音或者认为其他管道的表达没有像街头民主那样有效，民众就选择街头民主。在中国，从法理上说，街头民主也具有合法性，但实际上，有关部门很少会批准街头民主。这样，一旦找到机会，民众就会抓住机会表露不满，并且表达方式往往是爆发式的，对有关部门来说也是防不胜防的。
群体事件为何不减反增？
中央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群体性事件的严重性。很显然，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并不新鲜。很多年前，重庆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达到此目标，领导层注重的是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基层政权建设，信访制度也不断得到重视。但为什么群体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呢？原因有很多，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中国文人传统的衰落。
文人传统如何与政府和民众（或者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这里可以从信息流通和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讨论。回到群体性事件的例子，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
首先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没有被有效地执行下去，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变了样。信访制度就是这样。信访制度本来就是要为基层民众提供一个越级“请愿”、“陈情”或者“告状”的机制，如果事情不能在地方得到解决，那么民众就可以越级报告。但信访制度在地方政府的政治责任制下消失了。地方政府要为其所管辖的地方事务负责，任何地方政府都不乐意自己地方的民众越级上访。因此，如何防止上访就成了地方政府的责任。
其次是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如同上访制度的例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地方政府是不愿意把负面的信息向上级报告的，因为这会影响到上级对自己政绩的评价。实际上，在中国的体制内，上级政府也不愿意听到来自下级的负面信息。这样，越来越多的问题一直在下面累积着，直到遏制不住爆发出来。尽管现在有互联网的作用，但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城市现象，发生在广大农村和小城镇的事情很难通过互联网形式表达出来。
基层政府和民众关系紧张
更为重要的是群体事件中所表露出来的基层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地方政府往往用强制的手段来压制或者解决问题，在很多地方，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用“对立”状态来描绘地方政权和民众的关系更为贴切。
在中国的传统中，文人或者智识阶层在解决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过程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文人居于社会和皇权之间，既非完全属于社会力量，也并不完全是皇权的代言人。在儒家的传统里，当文人作为皇权的一部分时，他们就要为社会着想；当他们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时，就要为皇权着想。这样就在皇权和社会之间产生了一个中间地带，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中间地带消化掉的。在社会的基层，文人甚至完全代替政府治理地方，为皇权效力，这就是传统绅士阶层的作用。天高皇帝远，绅士阶层的存在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的自治成为可能。
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文人和皇权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或者矛盾。在历史上，如果文人被视为挑战皇权，或者被视为站到了公开的对立面，皇权就会用强力来镇压文人阶层。但也有很多时候，文人和皇帝共享权力。如果两者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均衡，那么社会和政权就处于稳定状态。而一旦当皇权彻底地把文人边缘化，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权的稳定就会成为大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经过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人阶层几乎消失。改革开放后，文人被界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取得了合法性。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人阶层异常活跃。但自90年代以来，通过政治的或者经济的手段，文人阶层很快被容纳进政权体系，传统文人和政权之间的“张力”或者“反对”成分被有效消化。
社会的良心还存在吗？
在过去很多年里，有关部门也提倡社会科学为政府决策服务，但因为体制的制约，政策研究往往是投上所好。在社会科学研究体制里，从课题审查到经费分配，“政治上正确”是前提条件。从很大程度上说，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财政金融力量的支持的增加，与文人阶层的独立性的衰落是同时进行的。在很多场合，这种支持不仅导致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腐败，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专业精神的消失。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社会的良心，但这个良心现在是否存在，可以争论。不过，明确的是，这个良心即使存在，也很少有积极的回报了，更多的是面临有形或者无形的惩罚。
当文人阶层消失之后，政府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党政官僚体制了。在没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的情况下，官僚体制很难对付自身和社会之间的矛盾。相反，如上所分析的，官僚体制本身往往是矛盾的根源。
地方政权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表明地方政治权力出现了真空。
这就直接导致了武侠小说所描述的“侠义精神”在一些地方的崛起。黑社会有很多种含义，但在一些时候，黑社会可以说是正常社会和法律秩序之外的另一种秩序，当前者失灵的时候，后者就跟随而来。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也要求助于这些力量来解决问题，形成黑白共存的局面。
中国基本上是一党执政体制，或者说是一党独大体制。官方所定义的“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就其实质来说也是一种一党独大的制度。一党执政体制和传统皇权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体制要运转有效，文人阶层应当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毫无疑问，如何为文人阶层的成长创造一个制度条件，如何重建中国的文人传统，文人阶层如何去官僚化而扮演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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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民主的中国模式



新一波“党内民主”政治改革？
最近，西方一些主流媒体报道，胡锦涛即将发表有关中国新领导层进行政治改革的讲话，报道说胡锦涛将勾画出十多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以“党内民主”为中心的政治改革计划，准许党内出现更多竞争，容许自由选举，开放讨论，等等。不过，一些报道也称胡锦涛的计划不见得会在党内受到欢迎，因为既有保守派的反对，也有改革派的质疑。
实际上，自从“非典”爆发以来，无论是西方的中国观察家还是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很多人都认为新领导层会进行政治改革。有人甚至认为即使新领导层没有足够的权力基础，也完全可以利用这次“非典”事件来进行政治改革，从而巩固权力。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党外民主，无论是国家民主还是社会民主。也没有人会否认新领导层有进行政治改革的强烈意愿。这次“非典”事件的确说明了中国的政治不改革不行了。同时，“非典”事件也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某种有利的条件。但是，改革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具备并不意味着政治改革真的会到来，领导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进行改革了。
要求中国民主化的呼声，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的话，就有将近一个世纪了。现在不仅是中国人自己要求，连外国人也要求。当世界多数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时候，中国人当然也会要求民主。而对很多西方人而言，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推行民主，仍然是一种带有激情的事业。民主如果不能在中国实现，就不能算西方民主的胜利。
但是想民主想得多了，很多人就对政治改革产生了臆想，总希望新领导人一上台就能进行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的民主化。他们总是忘记他们现在所提出的要求在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人们不用去追溯久远的过去就可以断定，即使新领导层真的有“党内民主”的改革思想，大凡也不会超过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改革思想。邓小平1982年的那篇论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文章，迄今仍然是中共党内最好的改革文章。要说党内民主改革，当时的很多设想也是后人难以或者不敢提出的。
从邓小平起，历届领导人没有一位不谈要搞党内民主的。胡锦涛甚至以后的领导人也会继续提到党内民主。说得极端一些，只要共产党还存在，党内民主的话语是不可少的。但是，说归说，要取得具体的进展很难。正因为没有进展或者很难有进展，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就成为一种官方的话语。这种话语权是非常必要的，它既可以帮助领导人树立改革的形象，又可以向大众表明执政党是与时俱进的。
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的领导人不是没有努力过。在党内民主方面，80年代中后期是最好的时期。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当时的总书记作了种种的努力，但是党内民主没有能够搞起来，却导致了社会民主的要求，最终发生了六四事件。从那以后，党内民主说得多，做得少。直到今天也是这样。
在社会民主方面，执政党也是在试验的。8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乡村民主，让农民自己来选择村民委员会成员。90年代，领导人一直强调的就是基层民主。但是，一旦社会民主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就走到了顶点。几年前，当四川的一个乡和深圳的一个镇开始乡镇长选举试点的时候，很多人欣喜若狂，认为这才是中国国家民主的真正起点，民主可以从乡镇经过县市一直达到中央。但是，多少年过去了，似乎没有什么动静。官方不仅不鼓励乡镇民主，从法律来说，乡镇长直选还是非法的！
社会民主没有走通，现在再来试验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可能要比社会民主难得多。在台湾，社会和国家都民主了，国民党就是民主不了。只是在李登辉搞垮了国民党，国民党变成了在野党之后，才有了党内民主，党员才有权力选举党的主席及其他领导。
中国共产党要生存，就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变迁，政治改革是可能的，但绝对不是外界所理解的党内民主或者民主化。实际上，“三个代表”如果要实现，就要有党内民主化，由不同社会阶级选择自己在党内的代表。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能够让执政党的党员来直接选举吗？这不是一个理想的问题，而是理想的现实操作性的问题。任何人可以提出这样那样的理想，但就是很少有政治操作性。对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期望太高了，以后的失望也会一样大。看待政治，还是现实一些为好。
 
原刊于《信报》2003年6月18日



大民主、小民主和执政党能力建设
中共中央四中全会把执政党能力建设定为会议的主调。执政党能力建设并非一个新鲜问题。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问题可说一直是中共领导层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必须面对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执政能力的建设，否则就会出现政治大问题。
在这方面，迄今为止，讲得最好的还是邓小平，他的那篇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文章（1982年），主题就是执政党能力问题。他提出了诸多重要概念，如民主与法制、党内民主与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等等。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是把这些问题放在政治改革的构架中来讨论的，并非仅仅是党本身的改革问题。他所提出的思想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超越。1989年以后，高层实际上也在谈执政党问题，但没有人能够在政治改革的构架中来讨论这个问题了。不过，十五大提“法治”，十六大提“三个代表”，这些也都是和执政党能力建设有关的。
很显然，一方面由于政治改革的欠缺，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层面迅速而深刻的变化，执政党能力建设已成为一个越来越困难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如邓小平当时所提出的，避免不了要谈民主。而民主，则又不可避免分为党内民主和社会（党外）民主两个方面。胡锦涛新领导层形成以来，党内民主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例如，党内监督制度得到了加强，选拔干部方面引进了一定的民主手段。现在又提出要用票决制来制衡党政一把手中间盛行的腐败问题。这个方向自然值得肯定。
不过也已经有人提出，仅仅是党内民主不足以解决执政能力问题，更重要的还需要社会民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侧重点不同，党内民主侧重于执政党的能力问题，而社会民主侧重的既是人民的政治参与问题，也是执政党和人民的联系问题。这两方面的政治含义深重，因为党应当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和人民没有有机联系的执政团体。只有当党和人民存在着有机的制度联系的时候，执政党才会面临外在的制约。
民主发展对执政党能力非常重要，也因此，对民主的错误理解会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
在现今中国，执政党能力建设面临两种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是没有制度方面的民主，即整个政治制度还仍然停留在典型的权威型体制，也就是说没有大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则存在着广泛的泛民主化努力，就是说具有太多的小民主，也即单位内部五花八门的不正规的“民主”。
执政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民主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的缺失。专业精神分为硬、软两个方面：硬的方面，就是任何一个工作职位所必须履行的职业功能；软的方面，就是日常所说的职业道德或者说敬业精神。
在发达国家，现代专业精神大多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及其工业社会民主的产物。工业化要求人们专于自己的职业，敬重自己的职业，否则就无法实现各个方面的配合，完成系统化的生产。而民主化则要求所有公共部门的任职者向人民提供必要的服务。
中国现存体制出自农民革命，而非工业革命的产物。建国以后，又长期搞阶级斗争，专业精神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对党、对领袖的忠诚。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开始重视专业精神，意识形态不再那么重要了。但是，专业精神还没有建设好，便经历了商业化的冲击。商业化对专业精神的冲击并不比毛泽东时代政治对专业精神的冲击小。所以，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努力，但并不见专业精神的出现。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个阶层缺乏职业操守。官员的目标不在于为民服务，公检法的目标不在于伸张正义，医院的目标不在于治病求人，组织人事部门的目标不在于人才的管理，教育的目标不在于养才育人。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各阶层的头等目标就是赚钱。对就职者来说，职位只是人们用来赚钱的一个工具。
专业精神的缺失大大动摇了人们对主要国家公共部门的信心。前些时间，中央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公众认为公检法、教育、组织人事、卫生等部门是最腐败的，对这些部门的信心极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法多如牛毛，但在缺乏专业精神的情况下，再多的立法也无济于事。公共部门的腐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公共部门腐败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执政党的所有政策都是要通过这些公共部门实施的。
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很多人想到了民主。但是中国缺乏大民主。制度民主很难建设，于是只好来搞小民主，也就是单位民主。什么事情都要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结果造成专业精神的大破坏。对很多公共部门来说，最重要的是效率和职绩，不是什么制度都必须加以民主化的。原本执政党要建立的精英制度，经过小民主就演变成为精英淘汰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善于搞关系和腐败的人往往得志，而专心于职业的人则被驱赶出局。
看来，要真正建设执政党的能力，必须该民主的地方尽快民主化，而不该民主化的地方就不可以民主化，否则只会适得其反，严重破坏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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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
自十六大以来，中共高层把推动党内民主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议程。中共现有7300多万党员，这个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数，比欧洲的法国人口还多，也比中东大国伊朗的总人口还多。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党内民主，这个民主已经是很大规模了。尽管党内民主还不是国家民主，但至少是国家民主的最重要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但什么是党内民主呢？这个问题从来就不是很清楚。尽管中共一直在强调要推行党内民主，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他可供借鉴的模式。共产党政治结构向民主政治转型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相反，失败的先例有很多。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在转型过程中都消失或解体了。近年来，亚洲的越南共产党在探索党内民主方面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主要是推行党的总书记的选举。越南的实践一出台，中共的一些干部就提倡学习越南。但很显然，党的高层并没有认同越南的模式。
公布政治局人选产生过程
应当说，这些年来中共高层一直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实现党内民主。这可以从刚刚过去的十七大的一些政治实践中看出。这次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十七大之后，有关方面也公布了十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候选人是由400位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推选出来的。至此，综合早先的一系列党内民主实践，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党内民主的最低目标当是党的生存和发展。因为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党必须与时俱进。党的高层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如何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问题，民主是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内在部分。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只讨论中央层面的党内民主实践，不包括地方层面。这些年来，地方层面的各种党内民主实践也在进行。）
第一就是精英政治的正常化和制度化。这里，首先就是如何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所特别强调的。在所有列宁主义政党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一点，邓小平看得最清楚，因此他强调以集体领导为核心的党内民主。然而，尽管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他本人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邓小平之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原因似乎很简单，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同属政治强人。政治强人之下很难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反过来说，在政治强人时代结束后，就必须发展出党内集体领导机制。
要确立集体领导，胡锦涛领导层废除了强人政治下一些非制度化（非正式）的政治机制，如夏季的北戴河聚会和并不规范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现在不仅规范和正式化，而且也增加了透明度，对外公开每次政治局例会的主题。再者，领导人之间的分工也已经相当制度化。这些分工表现在党务系统、国务院系统、全国人大系统和政法系统等之间。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可以凌驾于各个系统之上，在各个系统拥有实质性权力。领导人能做的就是通过制度性机制对各个系统进行协调。为了集体领导，十七大也正式确定了实行党委会常任制。这一新制度也是为了防止地方第一把手的腐败。
无论是民主还是反腐败，分权制衡必不可少。尽管邓小平明确反对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至今中共也没有说要实行这样的体制，但对分权制衡对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中共高层是有认识的。这些年来，司法和审计系统的权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前不久又设立了预防腐败局。尽管在司法独立的道路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个方向已逐渐明了。
由“上”到下，但并非个人
第二个方面就是党内的选举民主。民主政治不能简化成为单一的选举，但选举的确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已经推行了很多年，已经具备了自我生存的能力。这次政治委员实行推选制度也是一大进步。推选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和自下而上的选举不同，但这个“上”并非一个或者几个主要领导人。或许在推选过程中，主要领导人仍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候选人必须符合一些客观的标准并且得到其他多数中央委员（包括中央候补委员）的认可。中国这些年来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是高层缺少政治权威。领导层有很多很好的改革和政策动议，但下层往往执行不力。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央决策缺少权威。一些政策不要说是缺少人民的基础，甚至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缺少基础。而推选制度有利于新当选的政治局拥有较为有效的政治权威。未来的领导层光有来自现存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支持已经远远不够，还必须得到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支持。
无论是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还是政治局委员的推选，都是一种有限选举形式，但有限选举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早期有其特殊的意义。在民主政治中，尤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或者不成熟的民主实践中，最令人恐惧的就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他们往往具有非凡的能力去煽动人们最不理性的一面，在其自身的私利最大化的同时把人民引向本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这在西方发生过，例如德国的希特勒；在亚非拉很多发展中的民主国家，这种情况到今天仍在发生。对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防止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人民既不要非民主的专制，也不要借民主手段实行的变相的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有限民主视为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有限民主至少可以在政治精英之间发展出一些必不可少的民主规范和行为准则。实践多了，就会变成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有利于遏制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突然崛起。
只有公正，合法性才会提高
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确立党内民主的社会基础。党本身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党内民主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考量。在西方，各政党必须直接呼诸于选民。中共不实行西方那样的直接民主，并不意味着就不用考量“选民”的利益了。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为通过各种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来诉诸“选民”利益。就是说，在“利益代表”政策的引导下，执政党主动把各种社会经济利益容纳于党内。接纳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不仅仅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更有利于党发展出有意义的党内民主。这次在党代表群体中，增加了“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最新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可以通过中央委员的选举过程，反映在中央的政策议程上。而各种社会经济利益是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反映，则是选举制度需要完善的问题，就是说，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考量到如何能够公平公正地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需求。只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公正性，党内选举才会提高和强化学界所说的党的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党内民主的思想和初步制度结构已经形成。不过，从思想到制度表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很难，因为每走一步，就牵涉巨大的利益调整。不管怎样，这些年的探索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尽管不尽如人意，但一旦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就可以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发展。并且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造就的巨大动力，中共必须这样走下去，这不仅是为了党本身的生存发展，而且也是为了政治的制度性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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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民主是为了更快、更好的民主化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有关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方面，中国国内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去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把民主政治提高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且至少在理论上确立了中国民主化的路线图，那就是要用中共党内民主来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但在社会层面，中国的知识界则开始反思西方民主。反思西方民主并不是新鲜事，历届中共领导人都否定西方式民主对中国的适用性。每次讨论一旦涉及政治改革，人们总会把西方民主拿出来反思一番。
但最近一波对西方民主的反思有很多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很多争论把民主视为西方的产物，认为西方要通过向非西方国家扩展民主来制约其他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因此，西方向中国推销民主也是为了制约中国、永远弱化中国。其次，一些人把很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民主危机等同于民主本身的危机，开始怀疑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不难看出，这一波对西方民主的反思实质上是反对中国政治本身的民主化。既然民主属于西方，那么民主化就是西方化，既然民主是西方掌控和弱化非西方国家的有效手段，那么反民主化就可以得到合理的根据了。
反思民主可能变成反民主
近来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在大力提倡思想解放。这一波的反思民主显然和思想解放有密切的关联。思想解放当然是容许任何人来反思一切，这一点在知识界和学术界尤其重要。但是如果对“解放思想”作极端的理解，那么很容易表现为虚无主义，最终变成无视一切和否定一切。表现在政治领域更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如果反思民主演变成了反民主，那么思想解放可能事与愿违，因为思想解放的本意是为了寻找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方向、目标和手段。表现在民主政治方面，如果对围绕着民主化的很多理论问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么就容易把反思民主转变成为反民主。
反思民主的起点还是应当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发动第一波思想解放运动时所秉持的原则，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经验上看，很难说民主政治能够与中国一些学者所说的诸多负面现象联系起来。显然，民主政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效果。很容易看到，凡是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社会也比较发达，或者说，在民主社会，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并且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和持续。这尤其表现在北美和欧洲、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
在实行民主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也比较稳定。民主政治的构架往往通过各种利益的妥协和协调而得到建立。一旦制度结构形成，不管发生怎样的社会和政治纠纷，总体政治制度不会被动摇。就是说民主政治具有比较强的消化社会经济矛盾的能力。同时，尽管在民主政治下也会发生腐败，但一般来说，民主政治较之非民主政治要清廉，少腐败。
但同时，也有很多经验表明，民主也往往和一个国家的积弱有关联。在亚非拉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与内部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冲突共存。政治人物专注于政治斗争，腐败毫无休止，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长期低下，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在那些地方，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无序的代名词，变成了人民的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
不是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
民主在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的政治优势，但在不发达国家往往表现为政治劣势。这两种情况的共存说明了什么？它首先说明了民主在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但是人们不应当把民主在扩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等同于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较之所有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民主政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政体，受制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冷战以后，随着传统政党和意识形态的衰落，西方民主政治正经受着各种挑战。从各方面来看，即使西方民主制度本身也在与时俱进，在不断改变自身。例如当很多年轻的选民不再对传统的政党感兴趣的时候，各种非政府组织就应运而生。从组织到意识形态，从选区划分到选举方式，西方民主也在不断调整自身。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那里的激进民主化所致。民主政治的良好运作需要制度方面的基础设施，也需要相当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出现了问题，是因为那里的民主要么是由外力促成，如通过西方殖民主义或者其他输出形式，要么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不管本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盲目地引进民主制度。
民主政治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或者失败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本身，而是因为民主政治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和支持条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民主尽管产生在西方，也是从西方扩展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民主并不是西方的特殊品。即使人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民主，也不是同时形成的。在西方，民主也有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分。但在西方，人们从来就没有所谓“法国化”、“英国化”、“德国化”或者“美国化”之说。即使当民主扩展到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过程中，也没有“西方化”的说法。同时，在民主发展得好的国家，人们也没有热衷于讨论模式问题。原因很简单，民主成功的国家都是把民主建立在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之上的。正因为这样，民主政治可以说一国一模式。
民主政治一国一模式
民主在亚洲的传播和发展从一开始就充满着价值的冲突。近代亚洲思想史上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把近代化、现代化和民主化这些从西方开始实践继而扩展到亚洲的发展过程等同于“西化”。尽管这种等式在日本和中国都非常盛行，但到了中国，“西化”更具有了政治道德含义。因为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这种等式的产生并不难理解。但这种等式在中国成了各方面进步的一大障碍。
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一波接着一波得到传播，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西方的强力推行。如上所说，通过强行推行的民主很少有成功的例子。民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所需要。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会产生政治变革的要求，尤其是民主政治的要求。凡是在已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民主政治就会有很大的成功机会。不难观察到，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这些制度体系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把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与“西方化”等同起来。说得更明确一些，民主是任何一个国家本身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非“西化”的产物。
把民主化等同于“西化”的另一个恶果就是误导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很多人看不到民主政治的本质，而只是简单和机械地聚焦于西方的一些制度表现形式，如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民主政治具有不同的制度表现形式，几乎是一国一个制度。制度表现形式很重要，但不是本质性的东西。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因为这些本质上的东西最合乎人性，能够体现这些本质的政治制度也就为人们所向往。
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解放和反思西方民主并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本身，更不是要阻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而是为了中国民主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的民主化是中国内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需要，而非“西化”的需要。只有把民主化和“西化”区分开来，才能对民主政治有正确的认识。简单地在意识形态层面来争论民主，并无助于中国的政治进步。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2月26日



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以为鉴
近来，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相继陷入混乱：泰国政局动荡，蒙古突发骚乱，就连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韩国也陷入了万民大示威的焦躁境地……
这些动荡、骚乱和不安的背后，几乎都闪现一个共同的身影—反对党。有观察人士因此指出，亚洲陷入了民主化危机……过度民主导致了这些亚洲国家目前的境况。
外生型民主天生不稳定
从民主的产生和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扩散来说，大致可分为内生型民主和外生型民主。内生型民主稳定，且发展得好。这是因为内生型民主是一个国家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各方面的国家制度建设比较完善，有能力适应日益变迁的政治环境。
外生型民主的产生受外来因素（主要是西方）的影响很大，例如韩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甚至完全是西方输出的结果。外生型民主之所以不稳定，一是因为缺乏基本的国家制度，二是因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不能为民主提供有效的支持。从这些亚洲国家身上可以观察到，许多反对党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很少有建设性的态度，或者说他们是消极反对党。
而在内生型民主国家，反对党更具有建设性，是积极反对党。比如在英国，反对党在历史上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党是国家建制的一部分，各种政治力量都认同国家的基本体制，争议的地方多是政策性的。
因此，政党可以更替，但国家制度不会变化，甚至连政策也不会有激进的改变。西方民主是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之间在制度框架内遵循游戏规则的竞争。
在亚洲这些所谓的外生型民主国家，情况却截然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并没有严格意义上遵循的游戏规则。尽管建立了民主的构架，但在这个制度表象下，并不存在健全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尤其是缺乏妥协、和解的机制，政党关系因此表现出公开的对立。
这是亚洲国家需要反思的：亚洲国家学到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缺少民主的价值内核。民主的本质是竞争，并且是遵循各方认同的规则下的良性竞争，要形成良性竞争需要许多细小的制度来支撑。
过早民主化弊大于利
这些亚洲国家陷入民主困境，还有一个原因是民主的过早发生。西方国家早期民主是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更多的是社会内部各阶层、各社会政治力量之间互动的结果。而在亚洲国家，比如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它们是在国家内部很多因素还不具备或不成熟的情况下，在外部压力下催生出来的民主。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侧重分配面，而不是生产面。通俗地讲，在没有“大饼”的时候，就来讲如何分配“大饼”，就会导致“大饼”成为“画饼”。很多发展中国家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恶斗都是为了物质经济利益，掌握了政权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尽管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联永远是个争论的话题，但很显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并没有导致经济的发展。
民主具有不可逆性的特征。在发达国家，民主体现出整合的力量；而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却经常变成巨大的分化力量，尤其是在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民主一旦形成后就会体现出不可逆性，时常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民主带来分化，分化的结果只能靠动用强力，如军事力量或者强权主义来整合。因为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没有妥协的机制，因此最终出现的结果不是民族主义，就是民粹主义。
一些已经实行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很难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这也是像泰国等一些国家之所以频繁发生军事政变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基本国家制度不健全、社会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受外力催生而产生的民主会面临无穷的问题。
民主并不与亚洲传统相排斥
有人把这些亚洲国家的民主困境归结为：民主的价值核心与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相抵触。这种说法并不见得符合历史事实，日本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解释。日本民主体现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思想，把西方民主构架跟儒家精神内核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可以说，日本是一个高度儒家化了的民主国家。尽管有人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推动了日本的民主，但是不要忘记，在“二战”前，日本社会就有了很高的民主诉求。如果没有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很难想象日本的民主会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把日本的民主仅仅归结为美国的占领，并不符合实际。
民主并不是完全属于西方。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的产物，因此，民主也不会只有一种表现形式。之所以有人把民主等同于西方民主，具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民主作为一个近代政治体系首先发生于西方；第二，系统的民主话语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第三，西方热衷于民主输出，也容易给人民主就是西方民主的假象。
新加坡式的民主又是一个例子，它是近代国家制度跟中国传统精神结合的产物。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西方为何热衷于批评新加坡的民主，这是因为很多国家看到了新加坡民主模式的优点，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对新加坡的模式产生了兴趣。新加坡的民主体制有一个特点：定期选举，让人民来选择政府；尽管是一党独大，但这个党是高度开放的，向所有精英开放。其实，新加坡的开放度比很多西方民主国家都要高。
失败教训让中国引以为鉴
任何政体都不是完美的，民主也一样。民主化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问题。新加坡模式其实是意识到了民主体制的好处和坏处做出的某种制度安排。
印度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是可以争议的。独立之后，印度保留了英国殖民地留下的制度。但一些观察家发现，印度民主除了有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外壳外，其他地方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民主。传统种姓制度在民主的外壳下仍然存在。
从这个角度说，有人提出的“亚洲式民主”的概念并不确切。我们可以说有印度式民主、日本式民主、新加坡式民主，但并没有所谓的“亚洲式民主”。从发展路径来说，民主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逐渐演变而来的产物，但是每个国家因为经济、社会结构、文化因素并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民主形式也并不见得相同。
一些亚洲国家民主的失败或困境，可以给中国提供反思的机会：一方面，民主建设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这些国家民主的失败而否定民主，尤其是把民主一味看成西方颠覆中国的阴谋，这是非常片面的。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思考自己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在民主化到来之前，中国需要做出哪些准备。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政治体制必须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变迁。最重要的是，要理解民主的本质，找到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民主形式。
 
原刊于《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7月21日



中共党内民主与党政关系
近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下文简称《工作规划》）。这个文件的出台表明中共的反腐有了一个新开端，也就是要从制度层面入手来反对和遏制腐败。很长时间以来，中共的反腐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党政官员的腐败也从来没有因为一波又一波的反腐败运动而有所减弱。从制度层面反腐的呼声早就存在，有关方面也曾经试验过反腐败的各种制度方法，但没有什么大的效果。不过，这次出台的各种制度措施要比以往的更具综合性和系统性。
中共的反腐败实际上是中共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防止党的各级领导层的腐败，尤其是第一把手的腐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最大的政治关切，原因很简单，因为腐败会亡党亡国。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强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防止党的领导层的权力腐败。因为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不存在有效的外部制约力量，而内部也缺乏分权、参与和制约机制，因此在一些地方，一党执政往往演变成一人执政。党的各级领导人经常居于全体党员之上，党的组织原则包括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等常常徒有虚名。一人执政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腐败，权力的腐败又进一步导致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腐败。
这次出台的《工作规划》的重点之一，显然是要通过党内民主来解决党的领导层的权力腐败问题。规划强调，要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去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实行党内民主，而《工作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配合十七大，对党内民主的内容进行制度细化，只不过《工作规划》把党内民主放到了反腐和防腐的话语体系中。
须处理党政两套平行制度
但党内民主问题的提出绝对不能忽视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党政关系。党政关系是中国基本国家制度的主轴之一。党政关系历来困扰着中共领导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普遍现象。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把党政关系的改革定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主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有“党政分工”和“党政分开”等不同的提法，有关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很有成效的改革和试验。1989年以后，领导层不再提党政关系的改革，但并不是说这方面没有任何改革。从中央高层到企事业单位，党政关系实际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不管有怎样的变化，党还是居于政府之上。很多年来，中共一直强调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但实际上是从革命党向行政党转型。究其实质来说，党是第一级政府，各级人民政府是第二级政府。
《工作规划》所展示的改革，如果能够实行，的确是党内民主的一大进步，但另一方面，它也必然影响到党政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党的建制的扩大和党的功能的加强，经常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削弱和职能的弱化。中共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党政两套平行的制度体系及其领导班子关系问题。
从理想层面来说，党政应当分野：党管政治，政府管行政。政党应当履行政治责任，而政府的焦点则是行政效率问题。就是说，党权应当是政治权，不是行政权。一旦党权演变或者扩展成为行政权，党就演变成了直接行政组织。如果党只管政治，管重大问题的决策，而不涉及政策的执行，那么作为政策执行机构的政府仍可以有所作为。一旦党权演变为行政权，那么政府基本上只是一个辅助机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多负面效果，包括政党政治功能的衰落、行政成本的增加、行政效率的低下和党政冲突的增加等。党政两套机构之间的冲突经常体现为两套班子之间的冲突，而两套班子之间的冲突又会体现为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之间的冲突。在同一级，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之间的冲突没有任何协调机制。因为两者都是上级任命的，只有上一级党委和政府才能加以协调。而上级各方面也不见得能够对下一级人事达成共识，很多人事纠纷往往会上升到中央。这是中国无穷人事纠纷的制度根源。经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反映到人事制度层面。可以说，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改进，党政之间的冲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甚。
从现实层面来说，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以党领政不可避免。但以党领政不是以党代政，领政是对政府的政治领导和监督，而不是代替政府行使行政。如果说党内民主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那么党政关系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
如何改革党政关系？这里至少要涉及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党的机构本身的改革，二是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机构要改革。到目前为止，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甚至是农村的村一级和街道，党和政府是两个并行和重合的机构。在农村，甚至在村民委员会不再属于一级政府的情况下，党的机构仍然保持着强势状态。党的机构改革尽管从来就没有提出来过，但这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政府机构方面，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只到县一级，党方面能否可以仿效？党的机构是否必须和政府机构并行？在地方，党的很多功能能否让渡给政府行使，因为越到地方，各方面的事务就越体现为经济和社会性，政治性相应减低。
党政关系方面，笔者一直认为，党要通过人民代表制度来干预和参与政治。共产党不是西方制度下的议会党，因为它居绝对的领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不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产生政府、监督政府和实行政府的轮替交接。避开西方不谈，中共也可以从其他一些政党吸取经验。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通过把本党最优秀的人才送入议会来执政的。共产党也可以通过各种制度途径，把自己的优秀人才选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执政。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执政不仅能够理顺党政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把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党内民主很重要，但不能替代社会民主。党内民主是党的自我监督机制，尽管很重要，但还远远不够。要真正有效反对和预防腐败，还必须有社会的参与与监督。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中国民主化的路径是要通过实现党内民主来引领人民民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执政，这不仅是改革党政关系的关键，也是同时实现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制度路径，更是中国反腐和防腐的基本制度路径。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8月5日



中国的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这里指的是政体安全（regime security），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执政党长期执政问题。在西方民主社会，对执政党来说也有政治安全问题，但因为存在着民主规则，即使一个政党失去了政权，另外一个政党也会依据民主的规则来执政。政权的交替和变化无论对失去政权的政党还是对社会都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往往充满着血腥味，各党派为了取得政权，不惜诉诸各种非道德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民主往往成为政治人物恶行的遮羞布。在非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政权的交替则更糟糕。在那些国家，政权交替往往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完成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都没有上述政体安全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自己特色的政治安全问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往往被很多人片面地理解成为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实际上，政治改革一直是中国的改革者所关切的问题，只不过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并非要发展出一些人所理解的西方式民主。在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安全问题。
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1980年8月18日）的那篇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以及之后的一些讲话（如《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和《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等）中，尽管没有使用“政治安全”的概念，但“政治安全”可以说是邓小平的关切点和思考主题。尽管邓小平已经逝世多年，但今天重提邓小平仍然具有现实政治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出自中国的政治体制，理解这个政治体制会出现怎样的政治安全问题，而且也是因为尽管邓小平之后，中国也有很多政治变化，但执政体制的总体架构仍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这个架构内，中国仍然会出现邓小平所担忧的政治安全问题。
中共政治安全的三大问题
邓小平是总结了毛泽东时代的教训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在邓小平那里，政治安全问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主要领导人的专制，造成重大的决策失误；二是接班人问题，老一辈领导人不愿意“退出”或者“退而不休”，从而使得领导层得不到更新；三是第一把手的权力腐败。从80年代到现在，中共在这些方面都作了很大的努力，很多制度建设已经到位（尽管还有很多的改进空间）。集体领导体制已经得到确立，从而可以防止主要领导人的专断行为。退休制度的贡献最大，除了最高层领导人还没有退休年龄规定外，退休已经高度制度化，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对此都已经有高度共识。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尤其是防止地方一把手的权力腐败方面，所作的努力不是那么理想。虽然反腐败一直是执政党的头等政治议题，但腐败还是盛行不止。
要消除邓小平所担忧的政治安全问题，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又有了新的环境和新的政治安全问题，这就是党内民主问题。党内民主在邓小平时代已经提出，但那个时代党内民主并没有成为执政党的重要政治议程。党内民主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竞争。在邓小平时代，政治竞争问题并不突出，因为那个时代还属于人们所说的“政治强人”时代。政治优秀人物或者政治人才的选拔在很多情况下依靠的是“伯乐相马”方式，而这个“伯乐”就是最高领导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竞争。
但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在很多年里，执政党把党内民主提高到头等政治议题。几年前的十七大更确立了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但同时，执政党也一直在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党内团结，无论对执政党本身还是对社会来说，都非常重要。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是因为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的现象。李源潮就任中组部部长后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强调的就是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当代中国，无论是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还是形式多样的社会矛盾都处于上升的趋势。很多人担心这些矛盾会升级。从最近这些年的发展趋势来看，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来应对这些矛盾。如果党内不团结，非但应对不了层出不穷的矛盾，甚至还会导致重大的政治安全危机。
党内民主与党内团结的矛盾
党内团结更涉及中国的进一步改革问题。中共和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不同，不仅要执政，更需要推进改革。这就是“领导”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说，执政党要通过推进改革来实现其领导权。尽管中国的社会力量也在崛起，但现实地说，执政党还是唯一的改革主体。在改革方面，没有任何其他组织可以取代执政党。不过，也应当看到，执政党的改革能力有下降的趋势。一方面，来自社会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改革主体的实际改革能力在下降。例如，较之经济改革，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力度明显较弱。
同时，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也在加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维持执政党作为改革的主体变成了执政党非常严峻的政治挑战。很显然，如果执政党既不能改革自身，更不能领导国家的改革，那么就会有其他改革力量的崛起。
而执政党要维持其改革的主体地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做好党内民主，通过党内民主确立党的领导集体在全党的权威，确立党中央对各级党组织的权威，确立党本身对社会的权威。
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主体是党内竞争。在这方面，中共十三大做了一些尝试（主要是差额选举），十七大则已经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把党内竞争引入到对未来领导层的选拔中。同时，这些年各级党组织也在加大党内竞争的广度和力度。但为什么党内竞争伴随着党内不团结的现象呢？党内很多人往往是因为“不服气”而走向不团结的。
如果说党内竞争不可避免，那么竞争规则的确立是重中之重。竞争的规则必须公正和透明。没有明文的竞争规则，潜规则就会大行其道。当潜规则主导政治竞争时，民主就会被滥用。如果民主被滥用，党内竞争不仅会导致党内的不团结，更会弱化执政党的整体能力，从而增加政治安全的风险。
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
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的历史经验教训。例如，人们可以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解体中学到很多。苏东共产党曾经一度强大，因为缺少党内改革，这些党最后实际上变成了封闭的官僚利益集团，与整个社会相对立。另一方面，当党内的改革派发动改革时，党内又不存在民主机制。当党本身对改革没有共识，或者党内改革阻力过大的时候，改革派的改革势必造成党内的严重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苏东的共产党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自己推翻了自己。实际上，对共产党体制以及其他一党执政或一党独大体制来说，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
中国本身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1989年六四事件也具有党内不团结的背景。党内的腐败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而党内民主的不健全又造成了党内的不团结甚至分裂。
很多年里，中共一直在强调执政党建设，希望借此达到长期执政的目标。同时，执政党也提出了“执政为民”的理念，来解决执政党和社会隔离起来的问题。可以说，党建原则和党建的目标已经确立，无论是执政党自身还是社会对此都有很高的认同，但问题是如何把原则细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制度建设。中国是个转型社会，转型期本身就充满着很大不确定性。执政党对转型期的确定性负有最主要的责任，而要担负起社会转型的确定性，执政党自身就必须首先具有确定性。政治安全问题无疑是执政党确定性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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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主化及其限度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中国也必须加快民主化进程。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和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要求一种同样开放的政治体制，这就是中国民主化的动力。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社会，当其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产生民主化的要求。在民主先发生的欧洲是这样，在后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主具有普世性。民主政治首先发生在西方，然后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并不是说，民主属于西方。
民主化必须推进，但民主化是有限度的，泛民主化并不可取。泛民主化是后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是这些国家难以发展有效和高质量民主的一个主要根源。在当代世界，民主化往往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在这些国家，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政治人物，一旦遇到问题，首先总想到民主，以为民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不难观察到，在后发展中社会，人们往往把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史，理解成为一部民主化的历史，同时把一切美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以为民主能够帮助实现各种期望的价值。（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社会产生了大量的从民主化视角来透视西方历史的文献，这个事实也强化了后发展中国家人们对西方民主的看法。）
很多价值并非要通过民主来实现
不可否认，民主制度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民主化也贯穿了近代西方历史。正因为这样，西方民主也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学习。但是把所有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所体现的价值，例如自治、分权和社会参与，也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了。甚至在西方，这些价值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或者说这些（其他）制度的存在推动了西方的民主化过程。
（在西方民主文献中，这些其他制度被归结为“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价值，尤其是分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人们所追求的很多价值，通过非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不能把“非民主政体”解读成为“专制政体”。把人类政治史简单地归纳为“民主”和“专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制度安排是技术性和中性的，并不能用“民主”和“专制”这样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概念来解释。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需要这些中性的制度安排，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就不能成为（近）现代国家。
再者，西方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也并非用民主政治就能解释的。例如，很多西方学者发现，西方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战争分不开，西方的工业、产业和商业组织文明是工业化的产物。即使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近代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也已经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了。尽管人们不能低估民主化对这些制度的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但很多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化并没有什么有机的关联。
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民主的边界问题。英国自由主义大家洛克著《政府论》，其主题是有限政府，就是说，政府必须有个边界。有限政府一直是西方民主最具有本质性的特征。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西方民主只限于有限的政治领域。从这个角度出发，熊彼特给出了西方政治民主最经典的定义，即民主只是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西方之所以能够发展出有效的民主，和民主的有限边界有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西方民主的范围很有限，即精英民主。在政治领域，只有政治人物才是选举出来的，庞大的官僚体系也即文官不属于民主范畴。非政治化的、中立的官僚体制，是西方政治体系正常运作的制度保证。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的历史还非常短，直到最近几十年，西方才开始谈论经济民主、社会参与、工厂民主和社会协商等等。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诸多领域的民主和国家层面的政治民主处于不同的领域，不能把它们和政治民主混为一谈。
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民主往往是和无秩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除了民主缺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也是其中重要的根源。民主本来只是政治领域的秩序，但这些国家把民主的原则扩散和应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质成为问题。
中国如果要实现相对高品质的民主，首先就必须给民主划定一个边界。很多现象表明，中国也开始出现泛民主化现象。很多人提倡学习西方民主可以理解，但他们对西方民主的本质并不十分了解。“民主”的词汇充斥媒体、社会话语和官方文件。因为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道德含义，民主简直成了所有事物的形容词。泛民主化已经导致多种多样的形式化的民主，甚至是假民主。尽管中国还没有实现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民主，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些官员的政绩工程，用“民主”来欺骗人民。
专业主义比选举重要
现实地看，很多领域并不适用民主，或者民主的原则不是最有效的。例如大学教授和研究所研究员职称的评审是不需要民主的，公务员的管理和其职绩的评估是不需要民主的，专业主义在法官的任命和管理上比民主更为重要。一些人说，中国除了村级基层民主，其他民主大都处于形式化。但即使是村级民主，也并没有实现当初开始时人们所给予的期望。当时人们以为民主（即选出村民委员会）可以担负起村的治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经过那么多年的实践，村级民主已经高度制度化，但光有选举民主看来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人们认识到，民主并不见得能够达到村务的有效治理，有效治理需要具有专业化的人才，来促进地方的发展和提供公共服务。其实，无论在哪个层级和哪个领域，民主如果不能和专业主义相配合，那么只能仅仅是花样文章。应当看到的是，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所有文明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很多领域甚至比选举本身还要重要。例如，如果没有专注于专业主义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就不会有西方民主。西方大学很民主，系主任大家轮流当，这是因为这里民主很不重要，专业主义至高无上。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一个逐渐形成中的共识是：中国需要民主，而民主必须是渐进的。就是说，问题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这个共识很重要。目标有了，现在重要的就是途径问题。就民主化的途径来说，一些人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经济上，中国的增量改革很成功，于是也想把此应用到政治民主化领域。但增量民主的概念同样有问题。需要讨论和界定的是什么领域的民主。增量民主并不是说在所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可以逐渐增加民主的量，最后促使所有这些领域的民主。有效的增量民主首先必须界定增量民主的领域。
除了边界问题，民主还有一个体现的形式问题，如选举、协商、参与等。人们还需要考量什么领域应当实行什么形式的民主这个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民主只是选举或者票决，但并没有认真研究选举和票决对总体制度的影响。实际上，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政府票决民主和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这可从现有的村民选举中总结一些经验出来。村民民主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民主规模过小，就很容易被操纵。再者，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与党的机构共处。因为村民委员会是选举出来的，党支部成员不是选举出来的，前者的合法性远远大于后者。这在其他行政层次也是一样的。如果各级政府是选举出来的，而各个党委不是，那么党政之间的冲突也会变得不可收拾。
民主先后顺序兹事体大
同样，从纵向看也是如此。如果下级政府或者党委是选举出来的，而上级却不是，那么就会出现合法性下沉的现象，下级政府和党委的合法性远远大于上级，那么上、下级之间的冲突会变得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就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很清楚，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把它放大到整个国家，如果地方民主在先，国家民主在后，那么国家的统一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因此，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同样道理，如果选举民主从党内开始，那么党对政府的权威就可以得到确立。
在各级地方层面，可以大力推进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决策过程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在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
当然，在民主问题上，要讨论的问题很多。这里举例只是想说明，在很多问题还没有研究得很透彻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到处引入民主，就会导致泛民主主义。泛民主主义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阻止，就会导向民主的庸俗化。庸俗化的民主是真正有意义的民主实现的有效阻力。当人们用“民主”作为幌子行不民主之时，真正的民主就难以实现。在泛民主主义已经开始出现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更快更有效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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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世界发生了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的一连串事件。西方世界在关切阿拉伯世界的同时，似乎并没有忘记中国。实际上，从媒体聚焦的深度和力度来看，对中国的关切甚至多于对阿拉伯世界的关切。为什么会这样？
不同的人对中国的关注出于不同的背景。一些人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假设：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已经对外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中国发生类似的情况，会产生怎样的外在影响呢？无疑，较之阿拉伯世界，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影响更大。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的内在一部分，甚至已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的驱动力。在中国事务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利益相关者。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怀，他们关心中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并不希望中国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事情。
不过，也的确有些人希望中国发生类似的事情，并且要尽力推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很多人一直期待着中国发生类似的事情。前些年，每当有国家发生“颜色革命”，他们都会把中国带入其思考的空间。一些人甚至总是在预测中国什么时候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这个群体中，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动机：一些人希望中国进行政治变革和民主化，一些人对现状极度不满，一些人恐惧于中国的继续崛起。
中国有不同的制度背景
不过，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虽然光从一些社会现象来看，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如社会不公平问题、收入差异、腐败、大学生失业或就业不足等。（应当说，所有这些现象都值得中国关注。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就会面临不稳定的严峻挑战。）但因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具有不同的制度背景，它们所能导向的结果是很不相同的。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那些相信中国会步阿拉伯世界后尘的人，大都是从简单的意识形态来看问题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民主，并且是西方式的多党制民主。民主先发生在西方，也早就成为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西方社会在很多方面都特别强调“多元”，如经济多元、社会多元、宗教多元和文化多元等，但就是在政治制度问题上只容许“单元”，就是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即所有政治制度都必然走向西方式民主。早就有学者宣称西方式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尽管历史的现实并非如此。客观地看，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众多政治制度，并不是简单的“民主”与“专制”或“非民主”所能概括的。那种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民主”和“专制”，并且进一步简单地认为“专制”必然向“民主”发展的理论，已经远远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了。
西方过度地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也希望中国朝着西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这导致很多人忽视中国本身到底在怎样发展，以及发展出了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中国命运的正是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其所发展出来的制度模式，而非外力。要理解中国为什么不是阿拉伯世界，就要看这些方面，而不是从任何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出发。
说到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不同，很多人会强调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及其关联的社会发展。这些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因素。阿拉伯世界也曾经有很不错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些社会远较中国富裕，但是其政治制度僵化不变，很难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今日的局面。一些相信中国会阿拉伯世界化的人，其错误就在于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制度等同起来。而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简单地把世界划分为（西方式）“民主”和“专制”两个阵营。实际上，正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把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区分开来，也使得中国不会出现阿拉伯世界所出现的情况。
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
很显然，如果从西方多党民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制度确实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应当指出的是，正是从这一西方观点出发，很多观察家并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改革。
事实情况怎样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不过这些变化并不是西方式的。不管人们评价如何，正是这些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使得中国有能力适应和消化社会经济变革以及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那么，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帮助人们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制度的实质性的知识，一切要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行为出发。因为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人们进而要从认识这一政党制度入手。
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第一是开放。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的。理论上说，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不同利益是依靠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的。内部多元主义表明了政党的开放性。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
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它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共的转型不可说不快。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中共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面临迅速崛起的社会组织和新兴社会力量，执政党现在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这些年来执政党在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性，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的原因。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开放性，其有效性并不比其他任何制度低。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无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多数政权表现为封闭性，由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如英国、美国和日本，国家政权也经常被几个政治大家族所垄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从社会底层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数，中国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共产党统治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具有群众性。
第二，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解决了精英阶层更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在民主政治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在中国传统社会也存在了数千年，所谓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
这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年龄的限制（即任何一个领导人一旦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从相应的职位上退下来），各个阶层精英更替的速度，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制度所能比拟的，包括民主制度。尽管年龄规定的“一刀切”制度在外界看来，甚至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政治效果。
这个体制的优势是很显然的。首先，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主国家厉害。在美国，一旦当选总统，经常拥有“帝王般”的权力；而中国领导层中，在强人政治时代过去之后，再也难以出现这种“帝王般”的权力者了。二是限任制。现在一般情况下，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他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这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很显然，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度制约。就是说，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可忍受。
中国政治制度具有强大动员能力
其次，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的、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他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理论上说，多党制国家政策变化的阻力应当比一党制国家的为少，因为政策可以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变化。但事实上不是这样。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非常困难。
中国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那么中国则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他政体，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制度不存在问题；相反，中国的制度面临着很多非常严峻的挑战。想说明的一点是，包括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内，所有制度都在面临挑战。任何一种制度，如果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发生危机。没有一种制度是终极的，可以终结世界历史。所有制度都要在变化中求生存和发展。
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进和改善空间。但是要认识中国，并不能用任何西方的或者其他别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中国，用西方或者其他的价值来评判中国。如果这样，既无助于理解已经发生的变化，更无助于看到所存在问题的本质，要谈解决问题更不可能了。这一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却往往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漠视。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3月19日



第八部分 政治改革的基本议程



政治改革，改革什么？
人们期待新的领导层产生，往往并不是想看到几张新的面孔，而是希望新人新政策，给国家带来新的气象，给人民带来新的希望。很多人对十六大新领导层就是这样希望的。笔者曾经多次提到，十六大确定的基本上只是经济路线，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政治改革尽管也有所涉及，但只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即政治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无论党的高层是否意愿，政治改革还是中共十分需要的，如果中共要与时俱进，就要随时在政治层面改革制度，否则就会出现生存危机。
那么，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是有可能的呢？或者说，政治改革能够改革一些什么呢？不能说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来就没有进行过。从80年代到现在，尽管政治制度的总体形式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革，但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谁也不会否认，今天的政治制度和80年代的相比，至少从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政治改革上，党的领导层一直在打外围战。80年代中期，高层曾经想打一仗改革政治制度的核心战，即党政分开，但以失败告终。从那以后，高层在政治改革方面变得极其保守，从来不敢触及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但同时，改革又不得不进行，于是打外围战成了高层的一贯做法。
外围战侧重于几个大的方面。首先就是国务院系统的机构改革，它是以国家机构的理性化和提高政府运作效率为目标的。几乎每一任新总理都会拿国务院系统开刀，经过几轮的“手术”，这方面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特别是经过朱镕基1998年的改革之后，无论在精简机构和人员还是在官僚组织合理化方面，今后再也难有这样大幅度的改革了。
第二方面就是所谓的技术官僚运动，就是把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有良好政绩的官员录用进中共领导层。这个运动是相当成功的，十六大产生的中央委员差不多都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但是，这个运动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年轻和高学历等因素并不能保证国家政治的进步，尤其不能保证执政党本身的长治久安。这些新官员比没有文化的人对党更忠诚吗？不见得。他们就会自我克制腐败或者少腐败吗？更不见得。即使所有的政府官员全部具有博士学位，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他们也还是要表现人性恶的一面的。
第三方面就是法制或者法治建设。这方面较之前面两方面更接近政治制度的本质。法治建设是中共十五大所定下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有没有实现呢？答案是很显然的。当然，人们不可能希望在一代或者两代人的时间内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法治社会。问题在于，在缺乏党本身的改革的前提下，建成法治社会有没有可能性？中国的法律条文越来越多，法律体系也越来越复杂，但国家是否已经成了法治社会？法治的建设有没有遏制腐败？官员腐败的情况为什么越来越严重？毫无疑问，在党没有改革自身的情况下，法治最多也就是领导人用法律手段来治理国家。除非法律能够管制党本身（不仅是党员而且是党的所有领导人），否则法治社会永远会是一句空话。
第四方面就是政府之外的民主化，即农村的村民自治运动。这个运动从1987年开始发展迅速，起初人们给以非常高的期望，认为这可以成为国家民主化的起点，但现在可能很少有人会这样想了。村民自治本身是个很好的民主试验，但已经走到了尽头，原因也在于没有党本身的改革。尽管说是村民自治，但党从来就没有放弃对农村的管制。既想让农民自治，又想对农民进行政治控制，这两者不见得是一对矛盾，问题在于党本身没有改革，不知道要和村民自治组织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关系。这样，不仅村民自治本身有问题，更不能希望村民民主能够一级又一级地往上提升。
现在，该打的外围战都已经打了，这些外围战的优劣之处也已经显然。一句话，没有下一步党本身的改革，这些外围战不仅不能深入到问题的核心，而且还有可能前功尽弃。各方面的迹象都在呼吁党本身的改革了。
“三个代表”等新概念的提出，至少预示着领导层有改革党本身的意愿。但是有这些意愿并不意味着党本身改革的可能性。人们并没有期望共产党能够开始国家的民主化，但是也并不希望党只是在意识形态说教方面改头换面。如同国务院系统的机构改革，党至少可以着手进行党的机构改革，党的机构理性化了以后，才会有可能调整党和政府（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关系，才可以调整党和社会的关系。但是目前看来，即使是这些最基本层面的改革，对党来说似乎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困难。
 
原刊于《信报》2002年12月31日



党的改革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共将在十六大来临之际加快政治改革的消息不绝于耳。每次党代会之前，人们都会产生类似的期望。对如何进行政治改革，人们的观点不尽一致，有强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有强调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有强调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特别是在乡镇一级的直接民主），也有强调把依法治国作为政治改革核心的。所有这些方法都不无其合理性，但都没有涉及政治改革的核心，即党的改革。
党的改革是政改的核心，这一观点可以说始于邓小平。邓小平1982年那篇著名的论述政治改革的讲话的题目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应该说，邓小平看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即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领导体制以及这两者关系的改革。邓小平也努力这样去做。在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主导下，1987年的十三大将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强调党本身的改革和党政分开。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场政治改革很快就流产了。
受六四事件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垮台的影响，邓小平本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经济改革上。在此之后，整个江泽民时代中共的核心任务就是经济改革。其间，高层也经常提到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等字眼，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有可以称之为政治改革的举措都是侧重于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而非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实际上，在80年代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失败之后，党的改革已经从中共政治议程中消失了。
事情已经变得显而易见，党的领导体制不改革，不仅国家领导体制所取得的成果得不到保障，而且还会阻碍中国整体的政治进步。这种阻碍作用表现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第一是全国人大制度的改革。自80年代以来，无论是人大制度本身还是其立法权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因为没有党的改革，全国人大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受到阻碍。首先是全国人大和党中央两个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全国人大不能独立于党中央，没有自治性。只要人大是党中央的附属品，人大的制度建设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其次，党还是凌居于法律之上。全国人大在完善国家的法制体系上不遗余力，高层本身也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把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但只要党高居法律之上，法治国家只能是空谈。
第二是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对国家制度的改革极其重要，这方面的改革从赵紫阳开始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在朱镕基当总理以后，机构改革（或者说机构合理化）可以说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再进步显然也取决于党的改革。和全国人大一样，国务院的权力也高度受制于党中央。国务院和党中央的很多机构是重叠的，国务院所有重要的政策都要经过党中央机构的制约。在国务院权力高度从属于党中央的情况下，其行政权的效率就得不到保障，所谓的机构有效性也是空谈。
第三是自下而上的民主问题。中国的地方（村一级）直接选举从1987年开始，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几年，其进步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从前几年开始，外界就希望这样的直接选举能够从村一级提升到乡一级。但是期望还只是期望，原因在于党的制度没有改革。缺少党的改革，中共就担心地方选举会削弱党的领导权，甚至使党失去对地方事务的领导权。当然，地方民主得不到提升和中共高层没有总体的民主化改革的计划也有关系。没有理由相信在党的体制改革取得成功之前，地方民主会得到实质性的发展。
第四，党的改革甚至已经影响到国家的经济改革。这一点鲜为人知。人们总以为经济改革只和政府改革有关，即所谓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问题。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已经成了党和企业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国有企业问题上，尤其如此。国务院机构改革后，政企分开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党却牢牢控制着企业。要知道，数千家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老板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的，几百家最大的国企老板甚至是由政治局任命的。只要这种局面得不到改变，国有企业的改革如何深化？
最后，党的不改革更是成为政治腐败的最终根源。江泽民在1997年的时候曾经表示要花五年时间解决政治腐败问题。这五年来高层的确在反腐败方面有诸多的努力，但是党内腐败却越来越甚。究其原因，也是党本身缺乏改革。党高踞于法律之上、党和经济的关系、党不受其他机构的任何制约，等等，都是政治腐败的根源。中共高层一直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实际上党如果不改革，将会是亡党亡国的最终根源。
高层已经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希望以这个理论为起点来改革党，外界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不仅有关党的改革的设想还远没有达到80年代的程度，“三个代表”理论本身也还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党的改革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客观上的压力，但党如何改革还是一个未知数，甚至连党的改革能否成为中共十六大的主议程也是一个未知数。
 
原刊于《信报》2001年1月8日



党政不分就不会有利益代表
今天，几乎所有老牌政党都处于全面的危机之中，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是这样。全球化、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的兴起等，都对传统政党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挑战。当非政党的政治社会组织能够履行传统上政党所履行的功能的时候，政党的衰落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要不然，党的高层也不会面临巨大的党内反对力量来容许资本家入党了。不过，共产党和民主国家的政党危机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没有正式的党外政治反对力量，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形式的市民社会力量并不很强大，就是说，中共并不面临政治反对派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挑战。如果说民主国家政党的危机与政党之间、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竞争利益代表相关，那么中共面临的则是能否以及如何代表社会经济利益的问题。
中国发展到今天，社会经济利益急剧分化，中共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光靠组织的武器来统治国家，而不用考量利益代表问题。尽管因为一党执政，没有其他任何替代政治力量，中共没有像民主国家那样的利益代表竞争者，但仍然存在着利益代表的问题。很简单，如果不能代表社会经济的利益，党就会失去和社会经济力量的相关性，从而产生更为严重的统治合法性问题。近年来，“三个代表”理论和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都是在这个政治背景下提出来的。
尽管中共高层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正式提出了要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具体落实代表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种提法的变化、一种意识形态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一种代表机制的变化、一种制度的变迁。在这方面，中共还面临着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困难。但只有克服这个困难，中共面临的代表危机才能解除。
在很多种类的困难当中，最重要的是中共本身的定位问题。定位问题不是指中共是否会容许其他政党的出现（提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还为时过早），而是指中共是把自己当做政党还是政府来使用的问题。
尽管是一个政党，并且是唯一的政党，但中共在很大程度上并没在履行一个政党应当履行的功能，而是在履行政府的功能。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一个政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代表社会的利益，无论代表谁的利益，“代表”是党的立命之本。一个政党如果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它就有权利组成政府，把党的意志转化成为政府的政策来影响社会的利益分配。这就是利益代表的实现。
从这个角度来说，共产党应当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党的一面应当是人民，而另一面则应当是政府。人民—政党—政府应当是个有机体。一方面，党是人民的一部分，时刻把握社会的需要，与时俱变，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党又代表人民在政府中运作，不断调整政府政策，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只有这样，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但现在共产党的定位是：党—政府—人民。党和政府在人民之上，党又在政府之上。党甚至把自己当成一级政府来使用，而把政府当做二级政府。这样就产生了一些致命的后果。第一，中国只有行政，而没有政治，无论是党还是政府都在行使行政。很多年来高层都在讨论“讲政治”，但目的是为了服从党中央，为了反腐败。最大的政治则没有人讲，即如何代表人民的利益。第二，政府抓行政，党也抓行政，互相制衡，使得真正的政府行政没有效率，很难面对众多的社会问题。第三，更为严重的是，党和人民没有有机的联系。党的干部和政府的官员本来应当是分工不同的。党的干部应当是社会的政治精英，应当是人民的一部分，而政府官员则应当是专业技术精英，专长于政策的执行。而在现在的中国，干部和官员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两者的录用方式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从表面上看，党什么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党员干部的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专业水平有了提高，并且越来越年轻了。这种趋势不仅能迷惑外国的研究者，而且也会迷惑中共高层本身。这几年有关中共人事制度的改革也在继续朝这个方向前进。但同时，党在面临许许多多新的问题。教育程度、年轻化和专业化并没有能从制度化方面解决中共面临的转型危机。明显的例子就是腐败。腐败并没有因为所有这些变化而有所好转，相反，情况越来越严重。要知道，所有这些所谓的积极的变革都是挽救不了党的衰退的。台湾的国民党就是一例。
“三个代表”已经提出，但要挽救振兴党，就要有制度的转型。最大的转型就是党要把自己从政府转型成为真正的政党，而这个转型就是要使党真正成为人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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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问责与中共新政治文化
总理温家宝最近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中石油川东钻探公司去年12月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今年元宵灯会人员伤亡事故和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业大厦特大火灾事故作出处理决定，同意中石油公司总经理引咎辞职。随后，密云县县长和吉林市市长也先后辞去职务。这些举动已经受到海内外的注意，可说是一片叫好声，认为这是高官问责制的开端。
无疑，这些举动和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所要树立的“亲民”形象是一致的。高官问责的做法是从“非典”事件中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辞职开始的。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样做可能是出于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压力，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过对上述事件的处理方式表明，高官问责不仅延续了下来，而且开始体现在制度层面。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中共中央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也随之开始实施。
高官责任制可以说是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延续。中国政治改革的重点一直是机构改革。从70年代末期到现在，国务院机构改革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其中，以前总理朱镕基1998年的改革最为激进。尽管朱镕基的机构改革并没有像当时所设想的那样得以完成，但经过那次改革，中国大体上确立了一个合理的官僚体系，来适应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就是说，大体的构架已经定型，除了进行一些逐步的调整以外，机构不可能无限度地精简下去了。
但这不是说，国务院系统的改革就已经完成了。温家宝新政府形成以来，机构上的调整并不大。如何深化改革？温家宝显然已经找到了新的改革动力。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合理和理性的构架，是“硬件”。有了这个硬件之后，还需要“软件”，即新的行政文化或者官僚文化。没有这样一种文化，无论有怎样的“硬件”，行政体制的有效运作还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方面来说，培养一种新文化和机构改革一样重要，但比机构改革更困难。
不过，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人们对能否建立一种真正行之有效的高官问责制不可以抱太高的希望，因为新领导层在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很大的制度性制约。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我们可以把高官问责分为三个互相关联但又较为独立的方面，即行政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
目前，温家宝政府所能做到的也就是行政责任。大多辞职的都是政府官员，即部长、市长和县长，他们不是党委书记。党委书记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当事故发生后，各级党委书记又是如何呢？至今还没有党委书记负责的例子。中国尽管有些选举，但所有重要的干部都是上级任命的。下级政府官员应当负责，那么党的上级官员要不要负责？从更深一层意义来说，要不要实行政党责任制？中国是一党执政，没有反对党来监督和制约，但这并不是说，执政党不用负任何责任了。党的官员以及党所任命的官员有责任，那么执政党有没有责任呢？答案是显然的。只有当各级党委对事故负责的时候，只有当执政党也成为责任的一部分以后，政治责任制才可以开始。很明显，政治责任制还远远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
法律责任也还很遥远。党政官员如果触犯法律如腐败、渎职等，当然要负法律责任。但如果是责任事故呢？有没有因为重大责任事故而辞职的高官进入法律程序的？至今在高官中间还没有出现。一些事故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可是这些事故从来就没有进入法律程序。没有法律作为最后的制度根据，高官问责制就不牢靠，因为只有法律才是各种制度的最后依托。
要培养一种高官问责的新文化，必须从所有这些制度面入手。行政责任制可能是个出发点，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要和其他两个方面一起来做没有现实性。这里有两个现实的原因。第一，中国尽管已经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国家规制型（regulatory）体制，但是这个体制还远非完善。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个转型只是在观念层面上已经完成，从体制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很多事故的发生，常常是因为厂房设备不够标准，这既包括某一“产品”的质量，也包括管理该“产品”的条规。这实际上和行政责任并不相关，光凭行政责任制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需要更为基本的规制建设，而中国的规制建设还很落后。
从政治方面来说，名副其实的责任制需要民主政治来配合。现在所实行的体制基本上还是一种只向上而不向下负责的体制。这些官员的辞职或者是因为上级领导的决定，或者是受上级领导的压力。有多少辞职案例来自官员的“自觉”？来自上级的压力是因人而异的，一些领导这样做，另一些领导也有可能不这样做。来自上级的压力也经常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如关系网络的影响。如果和上层关系好，那么就不用履行责任。这种案例在中国屡见不鲜。
一种新政治文化的形成需要自下而上的压力。没有一种能够保证官员向人民负责的机制，各级官员就不会有有效的动力机制向人民负责。这种机制的出现只有靠政治改革才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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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与党、政、军关系的变化
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尽管是如何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但外界最关心的乃是江泽民辞去了他的最后一个职务，即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因此集党（总书记）、政（国家主席）、军（军委主席）最高权力于一身。集三权于一身并非新鲜事，因为之前的江泽民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这次完成三权一身的权力交接的意义却是非凡的，这不仅在于其深化了权力交接班的制度化，而且还促进了党军关系或者军政关系的变化及其制度化。简单地说，中国的军政关系正逐渐向美国模式靠近。
在党政军三权一体中，人们往往只强调党军关系而大大忽视了军政关系。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这种关系的核心就是中共的传统，即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这一点当然并没有错，只要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这一点不太可能会改变。但是如果考量到这三权一体中的军政关系，那么就可以看出其中所包含着的制度合理性了。
首先一点就是三权一体体制的制度化。江泽民曾这样做，现在胡锦涛也这样做，相信胡锦涛之后的继承人也会继续这个惯例。当然最理想的就是军委主席这个职位和国家主席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才合在一起。这里的逻辑在于：执政党的总书记是当然的国家主席，而国家主席就是当然的军事首脑（现在的名称是国家军委主席）。尽管这个逻辑还没有完全制度化，但已经包含在江泽民以来的中国政治实践中了。
在先进国家，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党不是直接掌管军队的，而是通过掌握政权，组成政府来掌握军队的。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形成了特殊的党军关系，即军队属于党。但是，随着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军队必然最终要成为国家军队。但党又要控制军队，怎么办？这要求党寻求制度途径，通过政府来控制军队。由国家主席（政府首脑）来控制军队就是最好的制度途径。如果这种转型能够完成，中国的军政关系就可以和世界先进国家接轨了。从现在的发展来看，这种转型似乎已经开始。现在是国家的军事委员会和党的军事委员会并存，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制度形式已经存在，取决于强调的是哪一个方面了。随着改革的深化，如果能够把重心从党的军事委员会转移到国家的军事委员会，而国家主席又是当然的国家军委主席，那么制度的理性化就不成问题，党、政、军之间的关系也就可以理顺了。
其次，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军委组成明确体现了专业和职业精神。除了胡锦涛主席是文人外，其他的都是职业军人。专业化一直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中共领导层所追求的目标，在各个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军务由职业军人来管理，但军人和政务相对分离开来，军人不干预政务，这些原则在近年来开始体现在制度上。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随着刘华清将军从政治局常委退出，中共高层不再有军人代表。十六大也是这样，可以期望这个实践以后会继续下去，直至最后变成制度性的规定。
这次调整后的中央军委，委员的人数有很大的增加。人数不是最重要的，它是可以变化的，重要的是这些委员来自各军兵种。这个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主要是台海局势紧张，军队必须随时准备好突发事件；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有关军事决策模式的变化。以往，各军兵种直接听从中央军委的领导，不能直接参与最高层的军事决策。这样做强调的是党对军事的直接控制，但也会出现问题。一是协调不够，各军兵种的利益不能反映在高层的决策中，一些决策也就难以协调各军种之间的事务。这也是海外学者担心中国军队中流行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的原因。同时，因为没有参与，高层决策也难以反映军方职业军人的专业观点。四中全会的这种变化应当说为军人的专业观点影响高层军事决策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途径。
无论是国家主席统领军队，还是军事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中国的军事体制似乎在向美国模式靠拢。人们最为担心的是，这些变化会不会影响政府乃至党对军队的控制呢？在美国，总统能够控制军队，因为总统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民意给予了总统极大的政治合法性，这也是其统摄军队的基础。这个条件显然在现在的中国并不存在。
不过，当人们讨论党对军队或者政府对军队的控制的时候，经常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老一辈军人和新一代军人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区别。为什么中国的军队在中国政治中扮演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主要是因为革命和战争。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军队在政治中的作用自然就大。同时，对老一辈来说，军人和文人没有区分。由于他们的革命和军事背景，他们都有一定的政治理想。军人想干预政治，政治人物想干预军事，这是习以为常的。但现在则大不一样了，军人和文人有明显的分工，军人专司军务。实际上，军人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有利于正常的军政关系的建立。
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军人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确对文人政府的合法性构成了压力。如果文人政府要有效地掌控军队，就必须寻求更大的合法性资源。那么怎么来获取？这实际上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大任务。
 
原刊于《信报》2007年9月29日



中国人大改革新动向
早些前，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张春生就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人大代表构成中，老板数量不能多，官员代表数量也不能多。这番话尽管没有引起媒体多大的关注，但值得仔细考量，它既反映出中国人大代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也透露出了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层关于人大制度改革甚至是政治改革的一个方向。
就问题方面来说，近年来，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已经占了太重的比例。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基层的县、乡级人大，也存在于省级人大甚至全国人大。这种现象的存在表明，人大制度的社会代表性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需要加以纠正。就人大改革的方向乃至政治改革的方向来说，在今后一段时间，来自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大代表的比例应增加。
利益代表平衡成问题
尽管中国没有西方议会民主那样的代议制度，但利益表达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存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中国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利益表达或政治参与机制。从理论上说，各主要社会群体都应有自己的人大代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影响政府的决策。的确，从表象上看，人大的确由各社会阶层的人士组成，但一旦落实到操作层面，利益代表往往是有问题的。
人大代表制度建立以来，一直就没有解决好人大的“社会代表性”这一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人大过重地体现出其阶级特性。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是主体，因为从理论上说，工人、农民是中国的领导阶级。但是这种代表构成并不意味着工人、农民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大制度基本上处于停止运作的状态。
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大代表中的知识分子代表遽然增多。知识分子代表的增多表明这个社会群体更能把自己的利益反映在政府的政策中。再者，这种变化也表明立法的需要。立法需要专门的知识，知识分子当然就成为重要一员。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干部数量的增多。在80年代，人大经常成为安置离退休干部的重要场所。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在职干部也在人大系统任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非国有部门的兴起，企业家阶层尤其是私营企业家阶层开始在中国社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影响他们的利益，这个阶层自然有参与政治的强烈要求，人大系统成为他们参政议政的一个重要渠道。为了回应这种需求，执政党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把企业家参政加以合法化。“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企业家阶层参政几乎成为一个潮流。有主动参政的，也有被邀请参政的。结果，从中央到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政协系统）中，企业家代表的比重越来越大。当然，在“三个代表”理论下，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名人，例如演艺人员，变成了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企业界人士的增多，加上本来比例就很高的官员，给外界一个非常特别的印象：一年一度的人大和政协“两会”成了官、商的大聚会。中国政治也给人一种“官商一体”的感觉。
社会群体须有公平比例
其他社会阶层比例增多，工人、农民的比例自然减少。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在工人、农民还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如果他们的利益得不到正常渠道的代表，无论社会正义还是政治社会稳定，都会失去社会基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更会成为问题。
近年来，在“以人为本”的政策导向下，政府各方面的政策开始向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不过，因为这些社会群体缺乏有效的渠道参与政治或者政府决策，较之其他社会群体，其利益仍很难得到制度性的保障。增加工人、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在人大系统中的比例相当重要，这可为他们提供一个利益表达并影响政府政策形成和实施的制度机制。这也应当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方向。
但是，也应当看到，工人或者农民的利益不见得一定要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才能表达。在人大代表构成中，达到或者保持各个社会群体的公平比例固然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这很可能只成为一个表象。人大系统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利益代表机构，让各个人大代表能够代表其所代表的社会成员的利益才是关键。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人大代表如何产生？他们是否有产生他们的选民？他们和选民之间的关系如何？选民如何向他们的代表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人大代表如何把选民的利益传达给政府，又如何保障政府能够解决选民要求解决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放在制度的构架内得到解决。
更为重要的是，各社会群体在人大构成中的比例不应当成为政策的随机产物。政策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的，但如果政策一变，社会群体在人大构成中的比例也就跟着变，这并不是一种积极的信号。这种变化只表明人大代表制度还不成熟，或者还没有制度化。成熟的人大代表制度不会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如何构造一种能够保障社会政治公平的人大代表制度，仍然是中国所面临的一项政治挑战。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8月15日



政协改革与政治机构的协调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5日召开会议，研究加强政协工作，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了会议。敏感的中国政治观察家已经对中国高层的这个举动产生了浓厚兴趣。政治局专门讨论政协工作的会议并不多见，在3月“两会”来临之前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更引起了外界对中国政治变迁的一些遐想。
在中国政治系统中，人民政协的作用很独特。说其重要，因为它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民族各界人士等参与政治的最为重要的机制，是中国协商式民主的载体。说其不重要，是因为政协只有议论和讨论政治的权利，而没有投票权，即平常所说的“有口无手”，也就是说政协没有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
改革开放以来，政协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80年代，胡耀邦提倡要和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政协的作用开始得到重视。90年代初以来，政协主席都由一名政治局常委来担任。政协也已经从从前的退休名人场所转变成为一个有效的议政论坛。近年来，政协提出了诸多相当好的政策建议，并为相关权力机构所认可和接受。
现在政协一年一度会议，数千政协委员有机会团聚一次。即使在这一两个星期里政协委员能够畅所欲言，也很难说政协具有实质性的政治意义。如何进一步发展政协，提升其在中国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这越来越成为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在80年代提倡政治改革的时候，类似的问题已经被提了出来。当时问题提得很直截了当：政协能否改造（或者提升）成为中国的上议院？问题既然提了出来，提出者总有其合理的考量。但当时因为邓小平反对中国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类型的政治制度，这个问题没有下文。此后因为80年代后期围绕政治改革而产生的种种风波，任何有关政治改革的理性讨论皆成为不可能。
但是政协转型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并且随着政协作用的越来越大，如何重新界定其制度角色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笔者认为，应当对政协能否改革成为上议院这个问题进行理性的讨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量。
首先，把政协改造成为上议院和中国是否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毫不相关。没有任何案例和政治理由可以把两院制和“三权分立”等同起来。“三权分立”指的是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之间的分立，以达到权力之间的互相制衡，防止专制的出现。而“一院制”或者“两院制”涉及的只是立法机构本身，根本不涉及政体问题。
第二，把政协改造成为上议院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机构理性化的关键一步。笔者一直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先进行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后再进行民主化。如果民主化在先，很多现代国家制度就很难再建立。建设现代国家制度，一方面要有新制度的产生，另一方面要对现有的机构进行调整，使之合理化。相信机构的合理化会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
很多年来，中国的机构改革一直注重的是几大机构内部的改革和调整，如国务院系统、全国人大系统或者全国政协系统。这样的内部机构改革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但这样的改革对整个政治体系的合理化来说远远不够。在几大机构内部改革以后，现在更要注重于这几大机构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之间关系的调整或者理顺在近年来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唯独政协还流离于调整之外。因此，“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应当说是最为迫切的。
第三，立法机构内部有一定的权力制约机制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各国的政治发展经验来看，议会政治最可怕的就是演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这个担心都是存在的。一个好的政体应当是既能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但又能保护少数人的权益。一部能够体现多数人利益的法律并不见得是好法律。好的法律应当能够平衡多方面的利益，这样才能有政治妥协和稳定。“两院制”既能够造成立法机构的内部制衡，也可以平衡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利益。
第四，把政协改造成为上议院能够把中国政治发展向民主化方向推进。在和平建设时代，执政党必须注重代表各方面的利益。这些年来党一直在讲“利益代表”，说明已经认识到利益代表的重要性了。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为各方利益主体提供制度化的机制，容许他们把利益表达出来、聚集起来。而人民政协应当履行这个职能，因为人民政协是执政党联系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各民族的最重要的桥梁。
这次政治局会议强调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应当说是个很好的方向。但这“三化”不应只就政协内部改革而言，更应当包含政协和人大的关系。只要政协流离于中国政治的权力体系之外，不管有怎样有效的内部改革，也不能改变政协现在所具有的“论坛”性质。
 
原刊于《信报》2006年2月14日



公共财政制度和中国的政治改革
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这历来是一个具有非常争议性的问题。人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考量这个问题，就是说，政治改革存在着很多切入口。但不管从哪一个入口进行，对政治改革不可过于理想化，因为每一项政治改革可能只解决一些问题，而不能解决之外的其他问题。更有甚者，如果选择不好，政治改革可能非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会导致一系列新问题的产生。从政治改革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的角度来看，政治改革的目标必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也就是说要解决目前所面临的最棘手的并且是根源性的问题。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的目标应当是解决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优先建立民主公共财政制度
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一个民主的公共财政制度可以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优先目标。为什么这样说？在众多的原因中，如下两个非常显著。首先，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党政官员腐败、政府权威减弱等，而这些都与中国公共财政制度的不完善有很大的关联。可以说，公共财政制度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纲”。在现代社会，财政是公共体系运作的血液。要对整个公共体系进行改革，从管治血液入手最为有效。其次，公共财政制度介于经济和政治之间，较之其他一些政治改革，敏感性较小，也容易操作。虽然政党体制的改革、人大制度的改革、选举制度的确立、自由媒体的发展，等等，都是民主化所需要的，但现实中往往很难从这些议题入手。从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经验来看，这些变革甚至可以是公共财政制度变革的副产品。
公共财政是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基础。公共服务的范围随政府的能力大小而定，但基本上都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福利制度、公共交通、公共医疗、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等。这些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政府调控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异的有效的制度性手段与机制。本栏曾经强调过，较之富人，穷人更需要政府所提供的这些公共服务。
公共参与使公共财政制度透明化
在这些方面，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做了不少努力，但效果并不是很佳。问题在于缺少有效的公共参与。政府提供怎样的公共服务？如何使用这些服务？这方面需要公共参与。否则，公共财政不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在目前的体制下，各级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大多还是向富人群体倾斜的。在各种压力下，政府会拿出一些钱来救济穷人，但这种救济式的服务并非公共财政的本质部分。在没有公共参与的情况下，公共服务很难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机制。
没有公共参与，公共财政制度就很难有透明度，腐败也因此变得不可避免。公共财政制度意味着政府部门要从企业和社会提取经济资源，再用于社会，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交易机会越多，腐败的机会也越多。如果政府向社会提取资源和使用资源的过程是不透明的，这个过程能产生怎样的腐败是可想而知的。中国政府近年来对公共部门的审计所揭示出来的种种滥用公共财政的情况，就是和不透明的公共财政制度相关的。
从这个角度说，公共财政制度便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根源。预算是政府运作的血液，控制预算是制约政府的最有效手段。在民主国家，议会对政府的主要制约机制就是控制预算。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但没有理由说中国的人大制度不可以对各级政府的预算进行监督。
政府从企业和民间提取经济资源，这为有效的公共财政制度所必须。但这个过程也需要透明化，否则腐败在所难免。在一些地方，由于地方政府向社会提取经济资源的方式不当，经常导致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但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向社会提取经济资源的方式也有好的发展方向。例如，浙江等一些民营企业发达的地方，已经发展出各种形式的被称为“协商民主”的地方政治实践。协商的很重要一方面就是要当地政府论证经济资源提取和使用的合理性。
公共预算须保证基本公民权
更为重要的是，公共财政制度是否有效直接制约着中央政府的能力。近代以来，衡量中央政府权威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能否保证境内居民的平等公民权。中央政府要掌握庞大的公共预算，但这本身并不是目的，公共预算的最终目的是要保证最基本的公民权。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出近代意义上的公民权概念，普通老百姓对中央权威的认同不高，主要是由于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向普通人民提供公共服务所致。全体居民的认同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最重要的基础，而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人民认同感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谈到公共财政时，人们常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很少有人理解“取”和“用”这两个过程的民主化的重要性。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在改革公共财政制度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但各种改革非常片面。虽然“取”和“用”都得到了强化，但忽视了“取”和“用”过程中的公共参与。正因为缺失公共参与，各方面的改革要么成效不大（如整治腐败），要么就是失败（如医疗和教育体制）。如何进一步改革现行的公共财政制度？看来光从经济的角度来改很难再进行下去，公共参与已经变得不可避免。而公共参与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民主化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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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明确政治改革“路线图”
毫无疑问，中国政治改革的内外部压力正在迅速增加。就内部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经济基础变化了，政治上层建筑也必须跟着变化。这个说法在当今社会还是真理。历史上，许许多多政权就是因为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最终导致解体。在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改造现行的政治体制，不仅使之能够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形势，更为重要的是强化现行政治体制的能力，以继续引导或者领导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后一点，中共和世界上其他很多政党不同。在民主国家，政党往往通过选举得到统治权，就是说选票是政党的合法性基础；而在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领导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为民众提供福利和服务来取得合法性的。中共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更新自身的执政能力。这显然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
此外，尽管很多年来中共采取了很多反腐败措施，但是党政干部的腐败依然严重。如果腐败不能得到遏制，共产党的实际执政能力及其内外合法性基础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如何从制度上遏制腐败也是政治改革的问题。没有体制上的革新，腐败难以根除。在这一点上，中共党内应当说已经有了足够的共识。
有改革路线图压力会小得多
外部的压力也在迅速增加。这里又有几个主要的因素。首先是西方世界在中国的巨大利益。经过数十年的开放政策，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一旦中国内部出了问题，全球经济体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全球资本对中国的政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在促进中国内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使中国和外在世界整合和相互依赖；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也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提出自身的要求，要求中国政治朝着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向发展。最近几年来，西方流行的所谓的“中国不确定论”就反映了资本对中国内部政治变化的关切。
外在的压力也表现在欧美领导层的变化上。在美国，如果民主党上台，其对华关系的重点必然会转移到贸易，并且会把人权、民主和贸易联系起来。但即使共和党继续执政，美国政府也不会忽视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由于中国缺少美国政治人物所希望的政治改革，很多经济贸易甚至战略问题很容易被政治化。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领导层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环保、人权和民主在这些国家的对华贸易中会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应当指出的是，正是因为中国和全球经济体之间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互相依赖程度，西方国家相信他们有能力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体的主要成员国中，中国似乎是唯一一个未进行民主化的大国。尽管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也不时地对俄罗斯表现出不满，但俄罗斯毕竟已经民主化，俄罗斯所需要的只是改善其民主的品质。这种情况对中国显然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如何应对可能来自于民主国家个别的或者是集体的压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对中国会是个挑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并非没有政治改革，这方面实际上也是取得了一些成就的，尤其在机构改革、法制和公务员制度建设等方面，只不过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是西方世界所定义的那种。西方对中国政治变化的不理解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没有自身的“话语权”，至少是缺乏西方可以理解的“话语”。这说明，中国需要确立面向国际社会的政治改革“话语”，至少必须说明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的这些改革是与中国最终的民主化相关的。无论是机构改革还是法制建设，都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部分。中国不仅要发展民主，更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制度是民主的制度基础。
应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
无论内外部，人们对中国政治改革的不解在于，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张政治发展的路线图。所谓的路线图，简单地说，就是要确立类似于孙中山先生从前所强调过的政治发展阶段论。当然，时代变了，不可能再去重复孙中山先生的阶段论。但是如果中国能够呈现这样一张路线图，那么各方面对中国政治变化的理解就会容易得多，中国所面临的压力也会小得多。
因为中国的民主是发展中的民主，绘制这样一张路线图并非不可能。笔者在各个场合强调，中国的改革实践已经表明中国的改革是可以分阶段进行的。改革大体可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但在各个阶段，改革的重点可以是不同的。中国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可以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经济改革是主体改革。在经济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中国也进行了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不过社会和政治改革是辅助性的，是为了支持经济改革。
在第二个阶段，即自十六大以来，社会改革已经逐渐成为主体改革。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消化由经济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深化经济改革。而社会改革也要求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就很难推行下去。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改革一直会是中国的主体改革。在社会改革基本完成之后，中国才会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政治民主才会有坚实的基础。这个逻辑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西方民主发展的逻辑。
中国也实在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国民主和西方的不同，就是说，没有必要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世界上没有两个民主是一模一样的，所有的民主都是具有国家特色的。中国如果最终发展出了民主，也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要强调的是西方和中国处于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但这种价值的实现需要时间，需要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基础。
进行政治改革主要并不是为了应付外在的压力，而是为了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如果政治改革不可避免，那么就必须明确中国政治发展的远视和前景。在经过将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之后，现在的确需要确立一张政治改革的路线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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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克服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
对任何国家来说，不管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集权的还是分权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过，不改则退，而退是没有出路的。近来中东、北非的政权动荡，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的解体等，无不说明这一简单道理。这些国家尽管都有过相当辉煌的建设成就，但因缺乏政治改革，政权基础并不牢靠。任何一个非政治性的事件都能诱发出强大的政治能量，导致被人民力量所推翻。很显然，如果改革遇到困难而不去改革，最终都会导致政治悲剧。
在不同政治体制下，改革的动力很不相同。在多党制下，政党的轮流执政，多少可以化解民怨，避免民怨积累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不过，政党轮流执政并不见得是改革。很多民主社会，多党政治和改革并不相关。通常的情况是，非但改革没有进步，政治反而会经常处于持续的不稳定之中。较之多党制国家，一党制国家，或者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比较容易积累民怨。在这些国家，一党执政往往会演变成同一个领袖（党的领导人）长期执政。久而久之，人民就会感到不满。同时，也因为一党执政，既得利益容易形成，导致政治的封闭性。不过，一党执政也有非常成功的改革例子，那就是通过建设开放的一党制，或者维持执政党的开放性，通过竞争来吸纳人才，通过竞争为人民提供有效的参政管道。
较之其他政体，中国的政治制度表现出其自身独特的性质。和西方民主政治不一样，中国不实行多党之间的选举竞争，而是维持一党的长期执政，在党内进行竞争，或者实行党内民主。就是说，中国政治也具有竞争的特色，但竞争的表现方式是和西方不一样的。和其他权威主义政体下往往是同一个领导人终身执政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有退休制度，领导人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退休。这不仅避免了政权的老龄化，更重要的是能源源不断地为政权补充新的血液，政治更新非常之快，甚至超过民主国家。党内民主和退休制度使得中国把自身区别于其他民主和权威主义政权，兼具了民主和权威两种类型国家的一些特质。没有西方式民主，但却实现了民主政治下的领导人（或者接班人）制度化的、定期的更替；同时因为是一党执政或者一党主导政治，中国的体制仍然维持着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所具有的高度动员能力。
挑战在于维持体制的开放性
从这些特质看，中国政治体制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克服既得利益而保持政治的开放性。如上所说，一党制体制往往导致政权的既得利益化，从而从开放走向封闭，从包容性转向排他性。一旦这个局面形成，改革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各方面的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目前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局面之中。这些年来，在改革难以进展的同时，社会对政府的抱怨越来越甚。改革难以推行，原因很复杂，但既得利益的阻碍无疑是一个主要因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政府有改革计划，但受到既得利益的阻力很难推行下去；第二，改革政策因为既得利益的阻力而在实施过程中变形；第三，既得利益操纵改革议程，一些改革变成了增进既得利益的“改革”；第四，既得利益直接阻碍改革议程的出台，领导人的改革意图经常成为既得利益的嘲弄对象。一句话，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中央权威流失了，改革的动力消失了。
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克服既得利益。在列宁主义政党体制构架内，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克服既得利益有如下几种主要途径。苏联的改革模式，即直接诉诸民众，即所谓的民主化。这主要发生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期。因为改革遇到了强大的官僚体制（苏联最大的既得利益）
的阻碍，戈尔巴乔夫就采用了激进（直接）民主化的手段。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改革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民主化促成了原来一党制的解体，为寡头政治和经济提供了条件。
中国自身也有很多的经验。在毛泽东时代，和苏联一样，由计划经济体制主导的官僚体制是最大的既得利益，所使用的克服既得利益的主要手段有两种：一是分权，即把权力从中央官僚集团手中分散到地方政府；二是群众运动，也就是群众动员式的“大民主”。这两种手段后来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分权经常导致分权与集权的恶性循环，即一分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分；而“大民主”则导致了国家的长期动乱。
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领导人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在推进改革方面找到了新的并且有效的方式，即开放。无论是政治过程还是经济过程，都向社会各种力量开放，这种开放当然不是西方式的开放，即多党制或者政治多元主义，而是把各种社会力量吸纳到执政党内，构成党内的竞争。
关键是再确立中央权威
那么如何促成政治和经济过程的再开放呢？这里，确立中央的权威至为关键。尽管来自社会的压力非常重要，但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也必须通过中央权威来发生有效作用。就是说，有效的改革取决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议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的结合。
现在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不仅仅是因为强人政治已经成为过去，更是因为一些顶层结构性因素的变化，使得责任和权力出现不一致性。从中央层面看，政治局常委一直处于扩大之中，从20世纪80年代的5人扩大到90年代的7人，后来再扩大到9人。这是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所需，但同时也在增加协调的难度。把国事分解成各个不同的部门（或者“口”），专人负责，形成了实际上的国事方面的“劳动分工”。有分工，就要有协调。在分工缺少协调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很多负面的结果。
最近，中央层面就改革提出了“顶层设计”的新概念。提出这个概念主要反映了现在中国的改革缺失顶层设计的客观情况。实际上，“顶层设计”的目标不仅是要强化中央政府在设计改革过程中的作用，避免改革议程和过程的既得利益集团化，更重要的是希望中央政府协调改革的执行和实施。
那么如何实现“顶层设计”呢？这里可以结合其他国家的经验，考虑建立三个国家级别的委员会，即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政治委员会。现在尽管也存在着各种领导小组，但这些小组都是虚体，非实体，主要为协调各官僚机构的利益，没有实质性的制度意义。国家委员会则不同，其目的是要在决策过程中吸收社会力量，超越官僚体制利益（或者其他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在决策实施过程中又对各个相关的官僚机构进行协调，保证决策的实施。就是说，决策要回归其政治性，而官僚机构必须回归到其作为政策执行工具的角色。（应当指出的是，日本民主党曾经设想的改革就是要求政治家决策，而官僚体制回归其工具职能。）
国家级委员会统筹改革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是进行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的决策与实施。这方面，笔者已经在本栏多次提到过，不再重复。
国家经济委员会可以协调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很多国家都有此类协调机构。在美国称为总统经济委员会，是总统的经济决策班子。在中国，经济社会事务主要是由国务院负责，但是部门卷入过多，分工过细，决策往往体现的是官僚体制的利益，而非社会经济的整体利益。设立这样一个机构的实际需要早就体现出来了。朱镕基任总理时期所设立的国家经济与贸易委员会，现在的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都是这种需要的体现。不过，无论是经贸委还是发改委，机构设置的初衷都是要负责设计改革，而最终演变成了一个具有深厚的自身利益的另外一个官僚机构。要这些机构设计改革难度可想而知，诚如前审计长李金华所言，发改委本身必须是被改革的对象，要它设计改革，如何可能？
因为缺少类似国家经济委员会这样的“顶层设计”机构，中国的改革“部门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很多改革，包括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卫生改革、税收体制改革等，都成为部门自己设计改革、自己改革自己的闹剧。结果，部门自己改革自己是假（因为不可能有自己改革自己的局面），所谓的“改革”也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折腾”社会罢了。这就是医疗、教育、住房“改革”不但没有成效，反而越来越糟糕的主要原因。要超越部门化，就必须进行“顶层设计”；要“顶层设计”，就必须有这样一个有能力超越官僚利益的机构。同时，改革政策的实施也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而需要非常整合的力量，这也需要这样一个机构的存在。
对中国来说，设立国家政治委员会的意义更大。执政党要长期执政，政治是关键。但现在的实际情形是，执政党对自己的定位不清楚，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定位。党权本来应当是关乎政治，但现在大多数党权变成了行政权。党的干部不去从事政治，而是拼命地挤占和抢占行政权。这既影响党权本身，也影响行政权。大家都想挤进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结果执政党党内既得利益集团日益壮大，其开放性自然减低甚至消失。
在中国，政治的要务是保持执政党的开放性，尤其是其和社会的联系。现在干部都搞行政权去了，没有人关心和社会的联系。与社会的脱节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应当最担忧的事情，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社会。在民主国家，执政党得不到选票就要下台；在非民主国家，如果和社会脱节，执政党得不到确切的信息，不能了解社会的真相，就没有能力来及时调整政策，最终也避免不了走向衰落的命运。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政治改革都不可避免。不过，现在国家政治发展方向并不明确；即使是高层释放出来的信息，也没有一致性。很多政治问题没有得到研究、讨论，没有共识。各种既得利益想方设法要把国家政治体制诱导到对他们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社会积怨已久，却没有有效的参与管道，各种变相的抗议和抗争不断。社会和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的矛盾已经日益显现化。
如同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政治委员会就是要负责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同样的道理，“顶层设计”就是要超越既得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从执政党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设计政治改革。如果执政党不能有效吸纳社会的力量，而继续让现存体制内官僚力量和既得利益主导改革，那么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政治改革方案，更谈不上改革的实施了。时间一久，改革会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最终导致社会的激进化甚至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称之为“体制改革”的大多数改革都发生在政府领域，执政党体制本身很少有触动。不过，各方面改革难以推行的困局表明，执政党本身的体制也必须与时俱进，社会经济变化了，顶层体制也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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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政治改革的挑战



中国制度创新的核心当为政治改革
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现实中国政治所面临的挑战，那么没有比“制度创新”更合适的了。自从中国政府提出要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概念以来，“创新”已经成为最为流行的政策术语。不过，在中国的政策话语体系里，“创新型国家”主要是针对科学技术和经济方面而言的。尽管还没有在政治层面来讨论创新，但实际上谁都知道，没有任何事情要比政治上的创新更为重要了。
很少有人会怀疑中国要通过改革来进行制度创新，但人们经常会简单地把政治创新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实际上政治创新并不是说要仿效任何西方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仿效不来的，并且也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民主政治模式。尽管民主政治是个大方向，但民主只能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创新的结果。
中国政治创新三层次意义
对中国而言，政治创新至少包含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改革现有的政治机制来推动和配合其他各方面的改革。第二，改革现行制度来适应新的情况，消化社会经济变迁给政治体制构成的压力，从而求得可持续发展。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建设新型的国家制度。尽管第一和第二层面的变革也会涉及政治创新，但这两个层面的制度创新仅仅停留在防守态势，政治改革不是整体改革的主体，只有在第三个层面，政治创新或者改革本身才能成为主体。
从中国的发展经验来看，迄今为止政治改革的重点应当说在前面两个层面上。中国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任何政治改革；但也应当承认以往的政治改革是辅助性的。宏观地看，可以把到目前为止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是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为辅；第二阶段（十六大以来）是社会和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为辅。从80年代的先农村改革再城市工业改革，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再到1997年十五大“抓大放小”改革战略的确立，经济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话语的主体。
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改革，这个阶段的改革重点已经超越经济改革范畴，重点转移到了社会改革上。在“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等概念指导下，中国开始了各方面的社会改革，涉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保和教育等领域。社会改革一方面要消化和解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推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改革不能代替政改
经济和社会改革本身不是也不能替代政治改革，但这些改革对政治改革极其重要。如果说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在于民主化，那么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意义在于为未来的民主政治打下一个经济社会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民主政治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和机会。这已经为民主发展的历史所证实，一些西方国家在全球各地进行民主试验所出现的问题甚至失败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层面的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也是很显然的。用中国的术语讲，这个层面的改革就是要使得政治体系尤其是执政党能够“与时俱进”。这个层面的改革体现在历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宪改等方面：从毛泽东时代的排斥市场经济到接受市场经济，从排斥私有财产到为正当的私有财产提供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从不容许民营企业家参政到把这个社会新群体吸纳到政治过程之中，等等。这些方面的变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但它们已经实现了，并且都已经体现在制度上。
但也应当看到，这些改革有局限性。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将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已经积聚了巨大的变革能量。越来越多的因素在冲击着以往的渐进改革模式。渐进改革模式是否能维持下去，主要取决于现存政治体制能否应对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但是，很明显，目前的问题和挑战已经不是以往具有防守性的改革和局部性制度调整所能应付的。国家层面上的制度供应不足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所面临的最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和上面所说的种种创新分不开。然而，应当看到，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波又一波的激进分权运动，中国社会的制度创新大多在地方和社会层面进行。作为执政党，中共一方面推动着分权运动，但另一方面也一直处于防守地位，通过各种制度调整来对付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很大意义上，这种防守式的改革是制度短缺的一个重要根源。很简单，在中国的现实世界里，尽管存在着不同的创新角色，但执政党仍然是唯一的国家层面的创新主体。从中外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创新的压力来自国内外的方方面面，但所有现代国家体制的建设都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的结果。
中共须承担起制度创新责任
中共要承担起制度创新的责任，这不仅对国家制度建设很重要，对执政党本身的转型也极为重要。任何政党能否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其合法性基础最为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合法性已经从毛泽东时代基于革命的合法性转移到基于推动经济发展的合法性。中共和前苏联等国的共产党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能力为社会提供经济利益，而后者则没有。但现在，中共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发展点，就是要把自身从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党，转型成为能够为社会的大多数提供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政党。所以，一方面，中共开始在逐渐把经济发展的责任移交给市场和社会的同时，把国家转型成为规制型国家，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就一个良好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也开始把提高保证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能力作为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核心。而这种能力的提高所依靠的并非是简单的政治或者政策概念，而是一整套新型的国家制度。可以相信，以国家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创新，会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成为执政党的首要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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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型使执政党面对新挑战
中国有关方面日前发表了“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分学员中所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调查发现，多数受访者最为关切的问题依次为社会治安、收入差异、腐败、社会风气、失业、地区发展差异、看病难看病贵、农民负担、教育不公平等问题。有关政治改革的议题受到冷遇，大多数受访者并不认为政治改革具有迫切性。在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前后，各种调查表明大多数中共干部和市民把政治改革放在首要位置。中共十七大即将在秋季举行，在中央党校进行的这个调查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信息不可忽视。尽管这个调查涉及面不广，但因为中央党校是中共政治精英们聚集的地方，学员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党员干部对中国改革的总体看法。
一方面，这个调研的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受访者所关切的问题的确是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应当说，最近这些方面的问题较之往年有很大的恶化，已经到了不得不给予关注的程度。再者，受访者的看法也与中国目前所进行的社会改革相当一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改革重点一直在经济面，直到近年，改革重点才转移到社会改革，试图通过社会改革努力推动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同时消化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诸多负面效应。
另一方面，这个调查也包含着值得注意和令人担忧的信息，那就是中共是否在转变成为一个保守的政党？正当中国迫切需要政治改革的时候，政治改革在官员当中失去了迫切性。很显然，所有这些问题是要通过政治改革得到解决的，而执政党是政治改革的主体。
转型要求提高执政能力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具革命性也是最激进的政党。这是历史所决定的。毛泽东那一代中共领导人的主要任务是破除一个旧国家，建设一个新国家。从历史的角度看，不管出现过什么样的问题，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给今天的中国构建了一个基本国家制度。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共的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但邓小平同样把中国的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邓小平认识到从一个搞革命的政党到一个专注经济建设的政党的转型本身就是一次革命。在80年代，邓小平在很多场合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六四事件以后，尽管政治改革的声音消失了，但中国仍不失激进的经济改革。
现在，随着中国进入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又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共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即向执政党转型。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已经成为中共面对的主要议题。这个转型是历史必然。改革开放、全球化、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等因素已经导致中国社会质的变化，经济社会的转型要求治理的转型，也就是说要建立人们所说的“良治”。建设“良治”的努力既表现在执政党本身的建设上，也表现在执政党和社会的关系的改变上。党内改革和社会改革因此是近几年来中国改革的主轴。
这个转型正在进行，但转型的过程已经显露出执政党的一些官员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保守性。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都是需要政治改革来推动的。不过，迄今为止所有的政治改革，如法治、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地方民主等，都是辅助性的，既是为了给经济和社会改革创造政治条件，也是为了应付经济和社会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总体而言，这些改革都是为了体系维持。在很多方面，政治改革明显地表现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改革举措往往是反应式的，不能有效地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前几年，中共提出要与时俱进，但与时俱进并不够，作为执政党更应当引导社会的发展。
发展不允许中共变为保守
任何政党和政治组织，一旦到了执政地位，保守性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倾向。但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国的发展不容许中共演变成为一个保守党。从一个革命性政党向执政党转变并不意味着党可以演变成为一个保守政党。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情况表明，执政党必须有新的定位，确定新的历史任务，通过制度创新执政，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国家的发展。
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表明，任何反应式的政治改革已经远远不足以保证可持续的发展。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从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往的发展经验中学到很多历史教训。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早期都曾经取得过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制度建设成就，前景曾为各界所看好。但是好景不长，到了国家达到中等发展水平时期，现有的既得利益挟持了国家政权，反对进一步的改革。接着而来的是经济发展减缓，裹足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尽管不能断然说中国会重复这些国家的老路，但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面临这些国家曾经面临过的老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产生了一大批既得利益，今天，虽不能说这些既得利益已经操纵了国家政权，但它们的确拥有巨大的能量来抵制政府新的改革动议。垄断、歧视中小企业、地方专制、权势家族腐败已经司空见惯。中央政府尽管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政策的执行力却大打折扣，解决问题的成本越来越高，对很多问题感到无能为力。从前毛泽东讲斗争，现在讲利益协调，结果可能是什么利益都不能也不敢得罪，除非是万不得已。
任何执政党一旦成为现存利益格局的内在部分，保守就不可避免。谁都知道今天中国社会的许许多多问题是不公平的利益格局所造成的，但越来越多的官员成为这个利益网络的一部分，难以自拔。在地方层面更是如此，一些地方政府要么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要么本身已成为既得利益。大家都忙于现有利益的分配，对执政党整体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毫无考量。
中国的政治情景要求执政党官员不能成为这个既得利益网络的一部分。执政党陷于利益分配之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一个新的社会经济时代，党本身的认同变得模糊起来，失去了新的发展方向。实际上，今天中国所需要的国家制度建设（或者重建）比革命更困难，更艰巨。革命可以摧毁一切，推倒重来，但政治改革则不可。在告别了革命的时代后，现存利益格局的调整又如何能实现呢？要以非革命的手段达到革命才可以达到的结果，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的课题，更是执政党在新形势下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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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
奥运会还没有举行，但“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往何处去”已经成为流行于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在经济层面，人们关切的是奥运会之后中国的经济是否可以持续。尽管有分歧，人们对这一点还是可以达成一定的共识，即奥运会对中国的整体经济有些影响，但不是很大。中国的经济崛起主要来自于市场经济和支持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由此看来，奥运会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可保持势头强劲。
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深刻关切落在中国以政治体制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层面。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看中国问题时关切的是数字，中国迅速扩大的各方面的数据令他们担忧。国际社会一波又一波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与一些人单向面地看待中国数字崛起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关系。但也有很多学者关心中国内部的制度建设，从制度建设来审视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威胁”论者刚好相反，他们的结论往往就是：中国是一个“脆弱的大国”。在他们看来，中国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强大。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美丽的数字，但在这些数字背后，中国的各方面隐藏着深刻的制度危机。
所谓的深刻危机，并不是人们日常所讨论的发生于中国社会的群体事件和官员腐败等现象，也不是指中国的制度应对这些日常危机现象的能力，而是指在面临深刻危机的时候，中国现存的制度能否有效应对和消化。无疑，对很多人来说，处理和应对深刻危机的能力是检验中国是否真正崛起的有效方法。
几年前，“非典”危机成了人们检验中国是否是一个脆弱大国的机会，今年年初的雪灾危机再次提供了这样一个检验机会。的确，在这次危机中，中国各方面的制度缺陷暴露无遗。
基础设施须作长远考虑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具备一整套有效的基础硬件设施，包括以铁路、空运和高速公路为主的交通运输网，电网、水坝、能源供应系统、水源供应、通信网络、医疗卫生网络等。在很多西方国家，政府对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大多基础设施都是大量投入的。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考量必须是长期的。西方的很多基础设施经历上百年都完好无损。只有近代国家才有能力动员大量的资源来建设这样的基础设施。当然，另一方面，这样的基础设施也就成了近代国家的硬件基础。
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往往采用的是滚动式发展，有多少钱，就建相应质量的硬设施；等到有了更多的钱，再考虑提升基础设施的质量。这样就造成了诸多负面的效果。其一是修修补补，质量不牢靠。其二是基础设施的区域分割非常严重。基础设施尽管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但实际上被各个公司和地方分割。其三是建设基础设施时较少考虑到自然灾害。不像西方那样，在建设基础设施的时候，总会考量到各种灾害，甚至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灾害。其四，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少考虑到战争的因素。除了修建三峡大坝时，因为各种因素，可能对战争的因素有所考量外，其他的基础设施的兴建可能都很少考虑到战争因素。如果遇到“敌国”有计划的攻击，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容易瘫痪。
如同“非典”危机，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行政系统的脆弱。这次危机如果不是中央政府亲自干预，使用战争动员手段，恐怕结果会更加糟糕。中央部署了数万军警来清理道路，为数百万被困的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这里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制度上的优势，中央领导一经介入，制度就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但另一方面，地方基本上没有感觉到直接的压力。地方的行为与中国的行政体制设计有关：没有一种有效的机制来保障地方政府可以感受到来自下面的直接压力。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全力动员，地方政府就很少有动力来全力抗灾。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尽管也忙个不停，但对自己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并不清楚。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无需考虑自己的责任，因为地方政府很容易认为所有责任都是中央政府的。
过分集权导致对中央的依赖
中国的体制在理论上过分集权，地方政府大多会依赖中央。在这样的体制下，一旦遇到战争，中国的整个行政系统很容易瘫痪。高度集权反而导致了中国行政系统的弊端，这种弊端在毛泽东时代是通过分权来处理的。毛泽东在世时，甚至考虑过在中国实行联邦制度，进行有效的中央和地方分权，让地方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对付各种紧急情况。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来自其战争经验。在战争期间，毛泽东让各地区的指挥者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即军事指挥权。解放后，毛泽东曾实行大区制度。但后来当中央权力受到挑战之后，毛泽东废除了大区制度。很显然，这些思想对今天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地方制度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与此相关，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跨省市、跨部门、跨区域和跨行业之间的脆弱协调。中国尽管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中央政府协调能力非常微弱。中国各省之间的协调远远不及欧盟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也就是说，貌似集权的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在一些方面还不如欧盟。部门之间、省之间和各种组织之间的合作几乎很难实现。一旦灾难来临，各个组织各自为政，表现出高度的自私。因为中国不存在一套既定而明确的责任制度，平常也没有什么机制来整合这些不同的部门，在灾难面前必然很难协调。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社会对各种危机缺少防范意识。在危机面前，大多社会成员都需要依靠自治。很简单，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有能力照顾到社会的各个成员。这要求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危机意识，例如日本人的地震意识、中东国家的战乱意识等等。但中国人缺少危机意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连续发展，人们的危机意识荡然无存。农村还好，因为农民很少依靠政府生存，但中小城市以上，居民的危机意识就非常差。
落后主因是制度缺乏创新
中国过去数十年的GDP主义造就了各级官员的数字崇拜。经济数据的确很重要，但必须对经济数据作制度甚至是哲学的思考。如果把经济上的崛起等同于制度上的崛起，那么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历史表明，制度崛起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前些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发表了《世界经济千年史》报告。报告表明，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最大份额，达到世界总额的32.9%，高于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八国的总量（12%），也远远高于近邻日本的3.0%，更高于美国的1.8%。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真正的经济强国。可惜的是，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过程正是中国急速衰落的过程。
应当意识到，近代中国的衰落并不仅仅是因为一般人认为的朝廷腐败、出卖国家利益等，更重要的在于缺少制度创新。一旦国家总体制度缺少了国际竞争能力，国家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西方的崛起是制度上的崛起。市场制度的确立，释放了无限的劳动生产力，但尤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即建立在近代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制度。民族主义表现为外部事务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内部事务的人民主权原则。这种国家形式一旦产生，就具有了无限的组织能力，对内部包括经济和社会之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而内部的组织又导致了无限的外部扩张能力。诚如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指出的，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其内部民族主义的外部延伸而已。包括中国的传统国家形式在内的世界上其他任何类型的国家形式，都无法与西欧的民族国家形式相竞争。
国家制度创新应当再次成为今天中国人所思考的核心问题。中国领导层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制度创新，这非常及时。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倡导政治改革，一方面来巩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邓小平的逻辑也适用于中国的崛起。如果中国不能建设有效的国家制度，那么很可能会维持在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一个“脆弱的大国”的水平。国家制度建设才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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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奥运会中国的政治改革
奥运会的成功举行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奥运会之后海内外很多人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成功申请举办奥运会之后，人们关注的与其说是奥运会本身，还不如说是奥运会对中国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并且被视为非民主政权的国家举办这样一个国际盛事，大大强化了人们的政治想象力。年初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围绕着奥运会的各种争吵和纠纷，在很多方面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政治想象力有关。
毫无疑问，从历史上看，奥运会在发达国家举办和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人们的政治期待从来就是不一样的。对发达国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奥运会对举办城市发展的意义，包括交通、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等；但如果奥运会在发展中国家举办，那么除了这些平常的关注点外，还会特别附加政治期待，例如政治开放、透明和民主化。这一点从前是这样，以后还会是这样。
很难想象，一次像奥运会这样的国际盛会就能立即促使中国这个巨型国家发生激进的政治变化和民主化。但另一方面，也很难想象，如一些西方评论家所认为的，奥运会的成功反而会强化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性质。奥运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举办促成了那些国家的政治变革，包括中国的两个邻居，即日本和韩国。从较为长远的观点来看，在这一点上中国也不会例外。就是说，中国不可能因为奥运会的成功而逃避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尽管很多人还在争论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否民主化的问题，但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化的问题，而是民主化的进程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还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过程。如何进行一场平稳的民主化，是中国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里的政治改革攻坚战。
2008是中国市民社会年
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上，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会增加得很快。在经济和国际社会接轨之后，中国也必须考虑政治的接轨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要走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在包括亚洲一些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西方式的民主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成功的民主政治都是建立在自身的文化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上的。
但另一方面，很显然，中国政治对很多国家尤其是先进发达的民主国家来说还是“异类”，他们对这个“异类”及其所包含的所谓的“不确定性”存在着担忧。中国目前所有的各种政治话语，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社会的，都不能解释为什么现存的体制是可以和其他各种体制和平共存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呈现出民主化的趋势，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内部各方面都似乎一直在凸现中国和其他体制的不同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在继续加剧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猜疑。当然，中国领导层对这样一个事实不是没有意识到，前些年党内的一些自由派就提出过要改变执政党的名称。不过，这样做显然没有现实性。
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真正动力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就是说，改革是为了回应内部而非外部的压力。奥运会的成功举行表明中国政治已经到了变革的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与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同时进行，这构成了中国经济和国际接轨的巨大动力。尽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待深入，但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已经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一个开放的经济为开放的社会奠定了基础。现今中国社会远较很多民主国家开放。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一直被低估，但2008年令人叹为观止。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2008年可以被称为中国市民社会年。在四川地震期间，诞生了成千上万个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组织或者志愿组织，而奥运会期间又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催生了无数志愿组织。无论以何种方式产生，这些组织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表明中国社会力量在很快成熟，并且能够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成为中坚力量。毋庸置疑，社会力量的崛起和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一个贫穷的社会，很难会出现大量的志愿者。
民主互动离不开法律基础
开放的经济和开放的社会必然具有政治意义。中国正面临巨大的内部压力促成政治过程的开放。实际上，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现在的政治过程已经相当开放。执政党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调整执政的社会基础，这使得各社会阶层包括新兴私营企业家阶层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政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群体参与政治很不均衡，弱势社会群体的参与包括农民工仍然微弱。
社会的政治参与不仅仅关乎公民权利，更关乎政权的重建。通过基于法律之上的透明化的政治参与来重新改造政权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对基层政权尤其如此。这些年来基层政权呈现出黑社会化的趋势，这和政权权力总是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流动，而没有赋权给社会（包括媒体）有关。如果基层政权的这个趋势不能阻止，整个政权就会失去基础。而赋权社会的政治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说，社会民主既是人民政治权利实现的途径，也是政权重构的途径。
同样重要的是党内民主速度需要加快。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党内权力滥用，也是为了党员的政治参与权利。民主的基本意义就是竞争，通过竞争来选拔优秀领导人。从这个角度看，党内竞争不可避免。这些年里，中共在不同层级进行了党内民主试验，但如何规制党内民主，进行有序竞争仍然是个大问题。制度建设得好，党内竞争有助于党内团结；如果建设得不好，就会增加党内冲突。
但无论是社会民主还是党内竞争都需要以宪政民主为依托，也就是法治。宪政是一个国家政治改革和有序民主化的制度基础。无论是执政党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各种社会力量间的互动还是党内不同成员间的互动，都需要以法律为基础。
上述所有方面的民主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在中国试验着。就是说，有无奥运会，中国政治都会发生变化。毕竟，经过了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国也应当直面民主化的问题了，并且从国际经验看，直面这个问题要比回避这个问题有效得多。但奥运会的确可以从多方面推进中国的政治变革。奥运会反映出中国现存体制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只要领导层具备足够的政治意愿和意志，就可以动员和集中资源，绕过各种既得利益，促成一项事业的成功。如果政治改革成为执政党的一个事业，那么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事业也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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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各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需要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永恒话题。基本上，上世纪80年代处于探索时期。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中国走上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道路。在整个90年代，经济改革是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本世纪初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又成为主体性改革。
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并不是说政治改革不重要或者不存在。尽管80年代政治改革不顺利，但领导层始终并没有放弃要政治改革。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法治”，把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十七大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根据这些既定目标，人们可以把政治改革概括为法治（或者宪政）垣党内民主垣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中国政治改革的左、右派观点
尽管实际改革的需求在上升，但无论是改革话语还是实践层面，中国社会对政治改革的共识似乎越来越少。从近年来“左”、“右”两派的争论及其争论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邓小平“南巡”之前“左”、“右”两派对“市场经济”的争论的交织时期。
左派和右派（或者“自由派”）长期以来对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两边针对的都是同一个“稻草人”。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体制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简单地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苹果（西方）骂橘子（中国），认为橘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橘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橘子”变成“苹果”。（应该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也真诚相信“橘子”可以变成“苹果”。）
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在这个阵营中，很多人得了政治改革“恐惧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有些左派甚至把民主化看成是西方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应当说，新左派中的一些人反对西方式民主，但并不反对民主的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在脱离中国现实而空谈。自由派不看中国现实，牢牢抱着西方的民主教条。左派同样没有看到中国所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看不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一些人过于简单，为了和西方争口气（争夺话语权），就不想面对中国体制的局限性，过分强调中国改革模式成功的一面，而刻意忽视这个模式存在的问题。
两派的争论似乎显得越来越空，越来越情绪化。实际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很难维持现存体制。最严重的是，不进则退，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退路。
空谈误国，情绪误国。今天的局面要求人们抛弃并不存在的“稻草人”，实事求是，回到改革开放早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道路。政治改革如何进行必须着眼于中国现实。只有正视政治改革问题，才能看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找到政治改革的有效方法。在一般意义上，笼统地谈论政治改革已经变得无济于事。
党政改革未尽全功
实际上，从中国本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来看，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供人们参考。政治改革要分解，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内容。政治改革的含义远比民主化广，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而民主化只是其中一种国家制度。再者，民主化本身可以作进一步的分解，例如可以分成选举民主、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等等。对政治改革的分解可以让人们看到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了解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才能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邓小平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所提出的基本政治体制的建设，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就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政治改革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例如党政关系问题，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80年代提出党政分开或者分工，但并不成功。后来不提了，但并不是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已经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党。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执政党就是党产生一个政府，产生政府后让政府执政。而在中国，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是党亲自执政。党过度卷入行政事务，导致政治事务的“荒废”。这是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其改革能力弱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党本身过度卷入行政，政府的管治水平提不高，经常是用政治方法替代专业精神。执政党如果继续忙于行政，不能确立主导政治事务的体制，而政府的专业水平不能提高，那么党政纠纷只能导致总体制度的继续弱化。
再如，邓小平以来，中国建立了退休制度，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politicalexit）制度，就是领导人退出政治领域的制度。
常常的情况是“退而不休”，即使没有了正式的职位，各级领导还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干预现任领导的事务，过度制约着现任领导。这实际上是领导层政治责任不能明确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执政能力。在退休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建立政治退出制度显得非常必要。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通过其他途径影响着官员的政治责任。例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犯错误的官员经常被从一个职位调到另外一个职位，或者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回来了。
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但政治改革并不能排斥民主化。执政党要通过政治改革重新确立执政党的改革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统治权很强大，但领导权很单薄。领导权如何得以确立和巩固？领导权是执政党继续领导改革的能力。当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执政党的领导权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
票决民主应从中央开始
领导权的微弱和中共党内没有改革共识有紧密的关系。党内没有共识和党内民主缺失有关。现在人们把党内民主理解成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没有人负责的局面。党内责任制必须得到建立。如何建立？党内民主不可避免，尤其是票决民主。票决民主要确立的是政治责任制。十七大已经在这方面走出了宝贵的一步，加速票决民主的制度化是必然的趋势。
除了政治责任制，党内民主还涉及一个动员党内改革力量的问题。不是说党内没有改革力量，但党内的改革力量处于分散状态。邓小平早就强调过，党内要有核心，没有核心，党的领导集体就会变成各种不同利益的组合。如果让不同利益互相制约，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个核心如何形成？在没有政治强人可以指定一个“核心”的条件下，这个核心必须通过党内民主来形成。
在各级地方层面，要大力推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这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相反，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
从现有的村民选举的经验来看，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村民民主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此其一；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和党的机构共处，此其二。
但是，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在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
同样，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化也可以发生在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各种国家政治体制层面。这方面，中国基本国家制度已经存在，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进或者改善。现存制度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和司法。人大和政协是代表机构。“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人们开始重视人民代表的利益代表问题。这方面有所进步，主要是在人大和政协代表的意见表达方面。但是制度和政策层面有很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例如，如何建立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代表和其所代表的人民没有关系，那么代表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何改进代表的产生和代表办法？有人提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人大作为整体又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就代表方面，一些新的实践正在出现。积极的做法应当是考量如何改进这些实践，而不是简单否定这些实践，因为否定是产生不了新制度的。
关于司法独立问题
这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司法独立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但也可以加以理性的讨论。司法不能独立就是司法政治化，这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司法是任何社会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这道防线如果失守，那么基本社会正义就会荡然无存。中国目前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掌权者可以通过权力、有钱者可以通过金钱把司法程序“政治化”。
司法系统是中国社会最为腐败的部门之一。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也体现在司法方面。实际上，如果掌权者或者有钱者可以把司法政治化，人民或者被统治者也可以这样做。人民不相信司法、不服司法，往往通过其他政治化的方式来求助问题的解决，例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等等。政府一旦面临这种情况，也就难以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样，你来我往，法律就成为谁也不认同其权威的一纸空文和儿戏。
法律权威得不到确立，国家治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怎么办？执政党可以控制立法，但必须让司法相对独立。法律是政治力量意志的体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映了法律的现实情况。就是说，政治力量必然把自己的政治意志体现在法律层面，但这可以通过控制立法来达到。如果执政党不满足于某一法律，那么就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废除法律，当然，也可以就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但是一旦法律到位，就必须让专业法律人员来司法。如果把这个过程也政治化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就失去了宝贵的中间地带。司法相对独立是中国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而基本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法治。
法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沿着这些已经出现的改革话语前行。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还是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今天，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可以动员到一定的力量来阻碍任何一项他们不认可的政治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的领导高层对政治改革不能达成共识，而屈从于空洞的争论，那么只能延误改革，造成不堪的后果。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10月11日



中国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在人们意识到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限度的同时，更应当深刻认识到政治“不改革”的限度。很多年来，人们认为，中国今天的争论已经不再是政治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要进行改革，而改革意味着要对现存的制度加以改进或者改善，使之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需要。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人们在这两个层面实际上都缺少共识，就是说，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社会，不仅对政治改革要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没有共识，就连要不要改革都没有共识。各级政府官员，侧重点似乎都在“不要做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这是令人担忧的。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政治改革路线图，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但直至今日，这两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就连共识也在弱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首先在于思想层面的两个极端的“误解”。一些人认为，改革只是像中国那样的“非民主制度”的事情，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完善。因为相信西方制度的完美性，他们倾向于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这种思想最显著地体现在激进的自由主义（民主）派那里，他们否定中国现存制度的合理和合法性，把改革视为是制度重建，即从现存制度转型成为西方式民主制度。
不过，实际经验并不支持这种看法。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发展中国家不成熟民主政治还是属于其他政体的国家，都需要改革。今天，从欧洲及北美国家、日本到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呼吁政治改革。在一些国家，改革属于制度改进。在另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则意识到，他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经过多年实践之后并不适合自己，需要进行比较大的改革。非民主国家也在改革，探索适应其国家现状的政治制度。所以，认为西方的制度是终极的制度并不确切，西方的制度本身也还在演变。再者，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元的，政治制度的演进也是多元的，那种认为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会演变成为西方式民主结构的单一线性的历史发展观，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与此相反，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已经足够健全，没有必要加以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一词包含着积极进取精神，具有非常正面的含义，但现在，其含义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这些人眼中，“改革”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官方观点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无需变化，它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越来越自信。这种思想最显著地表现在激进的左派身上。他们认为中国现存制度远较西方的制度优越，中国应当把“中国模式”向外在世界推广。
思想分裂与对立越来越甚
这两种对立观点的存在使得中间立场难以生存。这可以明显地从中国社会对温家宝总理有关政治改革的谈话的对立反应中看出。自去年“两会”之后，温家宝总理多次谈论政治改革。作为执政者，意识到现存体制不改革不行，提倡政治改革很自然，让人们惊讶的倒是中国社会对此作出的对立反应。激进自由派对温家宝的讲话作了自由主义的过度解读，而左派很自然对此作了相反的解读。围绕着温家宝数次强调普世价值，自由派借此来推动西方式改革，而左派则竭力否认任何普世价值存在的可能性。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的分裂和对立，可以说越来越明显。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对立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高度对立。改革的既得利益化，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从改革的意识形态、议程、政策制定到执行，各个环节都受制于既得利益。这些年来，中国并不缺乏各方面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由各种既得利益所操控。这些变化很难说是“改革”，因为它们只有利于增进各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对执政党整体、社会和国家利益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在很大程度上，一些既得利益已经非常强大，它们能够有效推动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变化，同时有能力阻碍任何不利于自身的改革。一旦当某一改革理念被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群起而围之。
没有改革，政治制度就很难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并可能最终导致激进的变革，包括革命。换句话说，防止革命的唯一路径就是改革。革命是激进，改革是渐进。在中国的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往往是没有变化，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革命就是推倒重来；渐进的改革才是真正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的经验告诉人们，不改革就会导致危机，而激进改革会导致倒退。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没有发生西方式的改革，但中国的政治改革以自己的方式取得的进步并不小，那就是渐进改革。“民主与法制”是政治改革的主题。在80年代，邓小平对法制建设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法制话语，就是在那个时代确立和发展起来的。90年代有了很大的进步，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把法治建设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强人政治的时代过去之后，中共十七大又提出了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政治改革目标。党内民主是为了解决党内的接班人交接、确立党的领导集体权威以及遏制党内腐败等问题；人民民主则是为了解决社会参与政治的问题，同时也为民主进程提供自下而上的动力；而“引导”的概念，则表述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问题，即要追求一种有序的民主进程，以避免自发无序的政治变革。
政治不改革累积恶果
不过，这些年来，因为上面所讨论的思想意识上缺少共识或者越来越没有共识，在这些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反而出现了倒退。政治不改革已经造成了诸多非常深刻的负面结果，威胁到执政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是领导集体的权威，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但“统而不治”不应当是近现代政治的特点。“统而不治”必然导致危机。“统而不治”是党内民主进步缓慢的结果。尽管十七大确立了党内民主的议程，但党内民主的进步并不显著。
从党内“集体领导”体制的确立的角度说，党内民主有进步，因为较之从前的个人专制，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是民主的表现。但是如何避免集体领导体制下可能出现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呢？要实现既要集体领导又要集体负责，党内民主必须有大的飞跃。一些学者论述，民主不是“选主”。但是人们没有必要赋予民主那么多神圣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层面的民主就是“选主”那么简单，即选出一些政治人物，授权于他们，并且要他们负责治理国家。民主当然意味着权力的相互制约，避免个人专制的出现；但民主也不能导致这样一个结局：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现在的结局是党内民主不够成熟，后者是只走了半步的产物。党内执政制度有待于改进。民主意味着参与决策的角色的增加和权力的分散。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尤其是高层要确立各种协调和整合机制，否则在权力过于分散的情况下，决策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即使在民主国家，也存在着各种高度集权的协调和整合机制，例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集体领导体制是为了防止个人专制，但这个体制并没有保证政治责任制。尽管中国反对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但实际上的互相制衡远比西方有效，结果是官僚坐大。官僚本来是执行机构，但现实中已经演变成决策机构。一些领导层形同摆式，变成不作为政府。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这么强大？这和政府本身不作为紧密相关。
那么，社会民主呢？政府权威的流失并不表明社会得到了权力。社会同样没有权力。政权和社会的紧密关联已经不再存在，人民（社会）民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社会上尤其是基层，对各级政府的不满和抱怨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可是各级官员还是掩耳盗铃，假装看不到，或者充耳不闻，一味地依靠维稳机制和暴力机器来防止社会的失控。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治理是可持续发展的。不关心社会成员、只图私利的党政官员，在老百姓眼里没有什么合法性。如果作为个人的党政官员没有合法性，那么作为整体的执政党也同样会面临这个问题。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存在着的政治不稳定情形，就是政府官员无限制地追逐私利而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后果。
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
那么如何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呢？这需要至少两方面的政治改革。一方面是确立各级领导层和社会关联的制度。现在光依靠一些领导人个人进行一些并不规则的和人民的沟通（如通过走访、互联网、电视讲话等）是远远不够的。要建立定期会面制度，尤其在基层。没有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制度不行。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上访者越来越多，就是因为问题在基层得不到解决，就“转移”到上层来了。上访制度尽管是社会和上级政府沟通的管道，但有效性是非常成问题的，因为到头来，问题还是要在基层解决。上访制度不仅在加深基层和社会的矛盾，也在加深中央和地方之间无穷的矛盾。改革开放后，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纷纷建立了为投资者提供方便的“一站式”服务，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类似的服务呢？这完全是政府官员和政府本身的定位问题。
另一方面是要推进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参与。这里，作为利益代表机制的人大和政协要发挥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两个制度的作用远远不够。本来这两个制度是最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但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精英俱乐部，尤其在地方层面。这些理论上应当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和人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除了自诩，没有实质。
再者，村民自治（或者村民民主）从人民公社制度和生产队制度解体之后就开始进行了，后来也在很多地方进行了乡镇选举试点，但无论是村民自治制度还是乡镇选举，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步。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思路问题。很显著的一点是简单地把民主视为选举，光强调选举，而忽视了其他制度建设，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在基层和地方政权，应当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民主政治实践，如参与、协商等。如果在国家层面，民主表现为“选主”，那么在地方和基层，民主就具有其本来的意义，即人们参与影响其利益的决策。
更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应当是法治建设。法治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制度，是其他任何制度的制度。用学术一些的话来说，是基础制度（infrastructural institution）。没有法治，其他制度就没有生存的基础。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法制和法治的信任危机，这尤其表现在司法方面。在法治国家，任何社会成员可以批评或者怒骂任何东西，但不可以藐视司法。政府会穷尽一切力量保护司法。但在中国呢？政府官员藐视司法，社会成员藐视司法。全民“不信任运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表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无政府状态的临界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法制和法治的进步极其困难，可执政党目标非常明确，要尽最大的努力追求进步。但近年来，各方面对法制和法治的强调少了很多，在实际层面对法制的破坏则多了起来。
中国的政治变革不可避免。如果不想革命或者激进变革，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今天，在改革议程既得利益集团化的同时，社会各方面的激进已经显露出来。要确立有效的改革议程，为政者只能从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才能超越既得利益，动员足够的社会支持力量。对政治改革，任何激进理想主义或者犬儒主义，都会最终酿成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3月29日



从改革到革命：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目前中国的改革现状已经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各方面的改革缺少动力。经济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找到了突破口，确立了基本市场制度，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深化。社会改革在过去的十来年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变化的需要，如何找到突破口？政治改革在十七大的时候已经确立了“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方向，两方面的民主试验也在进行，但并没有成为系统的努力，如何推进？第二，改革没有重点感。各方面的改革需求在很快增加，但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面对各方面的压力，不知道从何入手。第三，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对改革缺少最基本和最低限度的共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人们都指向了问题的核心，即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改革的未来如何？中国的改革处于一个转折点上。在这个关键时刻，有必要总结一下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简单地说，当改革进程停止之时，革命进程就会开始。如果从利益集团的发展进程来说，一旦利益集团主导政治进程，或者说现存政权无能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而继续推进改革，革命的因素就开始积累。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政治必须与时俱进，改革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政治的常态。政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过程，必须从改革到改革，不断更新自己，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这对任何政体都是如此。在西方民主社会，是依靠政党的周期性轮换来实现动态政治的。但即使是民主政体，也经常因为既得利益的阻碍而改革不力，政权陷入困局。美国经济学家奥尔逊（Mancur Olson）曾经对利益集团主导的经济发展表示出极其悲观的看法。他认为，随着各种既得利益（分利）集团的形成，竞争将受到制约，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出现滞涨。他并不认为民主政治能够克服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而是需要用战争、大的社会冲突来改变利益格局。的确，从很大程度上说，民主政治是既得利益集团设计用来保护其利益的最有效的武器。尽管奥尔逊谈得更多的是经济方面，其实政治方面也如此。
用“开放性”来应对利益集团
中国没有多党政治，在克服利益集团方面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一党长期执政本身就很容易形成利益集团。要防止利益集团坐大，防止它们挟持国家的政策议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保持执政党的开放性。执政党越开放，利益集团坐大的可能性就越低。用“开放性”来应对利益集团，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开始实践了。在毛泽东时代，执政党主要是依靠社会群众运动来防止和瓦解利益集团的。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搞“大民主”，用一个阶级对付另外一个阶级，政权的主体不断轮换。可以说，在那个时代，除了毛泽东本人，没有一个阶级或者阶层能够主导中国政治。这样做产生了非常负面的结果：长期处于运动状态，包括法制在内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被忽视。当然，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非常简单，政治和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经济长期处于低度发展水平。
中国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如果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那么改革开放后发展出来的是一个利益主导的社会。从意识形态转型到利益是一个并不容易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很成功的过程。如果没有中国社会各方面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很难想象中国可以作如此快速并成功的转型。
总体上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过程相当开放。当时也有各种利益集团，但因为改革刚刚开始，包括农民和工人在内的各种利益集团都可从改革中获得利益，利益集团之间及利益集团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因此并不明显。直到80年代后期，当改革遇到困难，各种利益之间尤其是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开始表露出来，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改革停顿下来。
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促成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执政党发动了新一波更大规模的开放和放权，形成了大规模的利益重新分配局面。传统上的领导阶级如工人阶级开始被边缘化，而新兴阶层如民营企业阶层迅速壮大。面临新的局面，执政党开始调整其统治基础，通过修改宪法和制定新的法律来保护私有产权，而且也容许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过程，有效地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
本世纪初以来，执政党开始调整改革政策。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指引下，试图平衡新兴阶层和传统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要纠正前阶段片面倾向于新兴阶层，而对传统社会阶层的利益重视不够的局面，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当然，这样做其实也是符合新兴阶层的利益的。很显然，在基本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的情况下，社会问题难以为继，必然要影响到新兴阶层的利益。
国企及官僚成为新利益集团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个转折点。为了应对危机，国家出台了巨大的财政金融计划。而庞大的财力都是通过国家本身，即国有部门而实施下去的。这就导致了利益集团的急剧扩张。国有部门的大扩张，马上打破了原先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相对平衡的状态，国有企业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快速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在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如今好时光不再，它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例如通过移民等方式退出中国社会。
更为严重的是，国有部门的扩张，也没有为传统社会阶层带来任何好处。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国有部门是工人阶级的制度基础。但现在的国有部门已经具有了不同性质，国有企业很难说是国家的，而更多地属于国家企业管理者或者国家的代理人。实际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社会不公正、收入差异扩大、腐败等等现象的根源（本栏早先已经论述过）。
官僚系统本身也俨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每次改革也是想缩减政府机构和官僚人数，但实际上是相反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小。在分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层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例如，原来的地区级只是“行署”，即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而现在则已经演变成实体，一级政府。同时，也出现了计划单列市。这不仅仅是官僚机构变得庞大的象征，更拦截了中央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官僚机构的无限扩大，必然造成社会空间的缩减。随着财政税收向官僚机构集中，国富民穷变得不可避免。更为严重的是，官僚机构严重和社会脱节，一个个官僚机构犹如一个个城堡，和人民没有有机的关联。而且，官僚系统开始演变成独立的系统，它们享受市场的好处，而可以豁免市场的坏处。无论是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和食品，各种不同的特供系统不断涌现。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中国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而在官僚系统严重和社会脱节、感受不到人民疾苦的情况下，哪里能够出现改革的动力？
在各种利益集团大扩张的同时，执政党领导层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能力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从而大大衰落。因为党内民主的需要，领导层实行集体领导，并且领导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如政治局常委从80年代的5人扩大到现在的9人）。党内民主的程度扩大，意味着权力在顶层的分散状态。权力不再集中，权力的行使自然不再有效。再者，因为分权只是对地方政府的分权，而不是向社会的分权，社会组织不能发育起来。同时，社会也没有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有效机制，因此既无能对主张改革的领导层有所支持，也不能对既得利益有所制约。
革命进程悄然开始
结果就使得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状态。很多迹象表明，当改革不再的时候，革命进程悄然开始。人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感觉到革命因素的存在。
首先，既得利益集团可以有效影响改革的政策。情况往往是，对有利于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最大化；而对不利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将其最小化。既得利益甚至随时都可以围堵领导人的改革议程。如果某一改革理念不符合它们的利益，就会群起而攻之，各种手段应有尽有。因此，有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挟持了中国的改革议程，就是说，它们可以制定政策，领导层和政府只是它们所形成政策的“橡皮图章”。
人民对官僚系统失去最基本的信任，政府和人民开始处于对立状态，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因为改革的困难，政府很难用改革的方式来化解政府和人民的对立，因此有关部门开始用强制性手段来统治和控制社会，例如“维稳”。更为严重的是，在行使高强度控制过程中，本应当由国家垄断的暴力开始私有化。一些地方政府“外包”公权力，导致了类似“黑监狱”等新事物的产生。一些发展商在“拆迁”过程中雇凶打人甚至杀人。结果造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进一步的对立。
应当指出，在任何社会，社会抗议运动是一个常态，也并不是所有社会抗议都会导致革命。但是，具有政治意识的社会抗议，最终必然会导致革命。很多年里，中国社会的很多群体性事件或者抗议运动，都是为了具体的经济利益；但今天，中国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崛起，在意识形态上分化社会的同时，也在给社会群体灌输着政治意识。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作选择，发展出不同的政治意识。意识形态是行动的指南，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必然具有政治后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也开始感觉到不安全。除了高强度的控制外，它们也需要在思想层面来论证其合法合理性。它们开始在各种思潮中寻找支持力量。不过，这些思想，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对它们来说，都只具有工具性质。总体上说，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它们不思改革，害怕改革，恐惧于在改革中失去什么。它们只知道不能做什么，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一些极端的甚至开始对改革进行“妖魔化”。
很显然，当既得利益的终极目标是维持自己的利益，并使之永恒化的时候，它们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来超越自己的利益。当它们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政治的开放性就必然消失。而体制的封闭性必然导致革命因素的发生和发展。原因很简单，当不能从内部产生变革（改革）的时候，外部变革（革命）就成为选择。
经验告诉人们，这些都是革命进程开始的早期现象，但是革命进程如何进行，还是要看是否存在有效的改革。如果在革命进程的早期实施有效的改革，那么这个进程可以终止；但如果没有，这个进程就会继续，直至革命的最终爆发。历史地看，当革命即将爆发之际，统治阶级还会进行一次巨大的改革，可惜的是，届时可能为时已晚。晚清的例子最为明显。当光绪皇帝要改革的时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杀了改革者，废了皇帝。但后来，太后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并且改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不过，大势已去，革命已经成为主动力，任何改革都已经难以挽回局势了。
那么，革命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在理想的状态下，革命是你死我活之举，即零和游戏。但革命也往往导致一种同归于尽的结局。无论哪一种情况，牺牲最多的是社会大多数人尤其是中下层的利益。每一次革命，精英也有牺牲，但与社会的大多数相比，微不足道。对政治来说，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没有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化，革命往往是一个再生产的过程，也就是重新走一遍。中国社会真正的变化在于逐渐的改革。改革因此符合各方面的利益，既符合社会大众的利益，也符合既得利益的利益。
尽管革命很多情况下都以悲剧告终，但在既得利益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这种悲剧往往是历史的常态。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很难解释中国历史上循环往复的革命了。
很显然，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改革绝对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改革属于必需。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6月28日



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是什么？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大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警告中共正在面临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两年前，在纪念中共执政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四个“不等于”，即“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很显然，这次胡锦涛提出的四大“危险”既是四个“不等于”的继续，也是四个“不等于”之后再次对中共党政官员提出的最严厉的警告。
很少会有人否认中共在过去取得的巨大成就。战争与革命，建设新型国家，改革与开放，中国从“东亚病夫”跃升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高居世界第二的世界强国，这些都被各界视为奇迹。不过，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执政党可以一劳永逸地执政。相反，在新的环境下，执政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执政党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对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之后进行改革，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但很显然，在改革方面要做到知行合一并不容易，从问题意识到改革得以执行下去，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
实际上，对执政党来说，这个鸿沟正在迅速扩大。无论党内还是党外，很少有人会否认问题的存在以及这些问题存在下去的危险性。但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执行面就没有力度了。中共高层近来开始强调“重在执行”，这无疑表明高层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举例来说，很多年来，执政党领导层一直在呼吁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建立“和谐社会”。这些宏大的社会政治目标，党内有共识，社会有期待。然而，意在实现这些宏大目标的政策并没能执行下去，或者执行不力。结果是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无论从决策的角度还是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看，执政党的能力不足问题已经凸现出来。问题在累积，但执政能力在减低，这必然导致社会失序。
那么，要避免四个“危险”，中共最需要的是什么呢？这是个关键问题。如果不知道“最需要的是什么”，那么即使具有清醒的问题意识，也不会导致行动。
中共最需要的是人民
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中共最需要的是人民。其实，任何政党，如果要执政，就必须得到人民的接受和支持。如果要长期执政，那么更需要人民。很显然，胡锦涛所强调的四大“危险”的核心就是人民，也就是说，人民而不是党本身，才是解决执政党所面临的这些危险问题的根本。
人民本来就是中共的核心，这一点从中共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非常清楚了，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如此。即使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其核心也是人民。中山先生不满于西方的政党制度和利益集团制度，认为它们都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他提倡“天下为公”，这个“公”就是人民。不过，国民党并没有能够实现中山先生的愿望。在与共产党的政治较量中，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所淘汰，这里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人民。当时的共产党（作为一个非法的反对党）能够把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建国思想有效地传达到人民并被人民所接受，也同样有效地组织人民起来反对国民党。而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失去了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因为其实行的是精英政治，依靠的是地方精英人物。脱离人民一久，就会被人民所推翻，其实，这也正是中国数千年王朝更替的规律。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那一代的领导人把人民作为其取得政权、执政和发展的根本。众所周知的毛泽东和黄炎培延安“窑洞之对”的核心便是人民，即毛泽东认为要跳出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规律的要素就是人民参与政治，即民主。人民的这一核心地位体现在执政党所塑造的各种政治话语和所建设的制度中，如“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子弟兵”、“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等等，不胜枚举。从文字表达来看，如果说中共的执政话语和制度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每一个政治概念和制度之前，都必须加上“人民”两字。
如今界定执政党话语和制度的“人民”两字依旧，而且在近年来有强化使用的趋势，但人民的地位去了哪里？“人民”仅为装饰之用吗？不用否认，在一些执政党干部和官员那里，“人民”仅仅是个装饰，有的甚至连这个装饰也不需要了。问题在于，人民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而且人民不乐意被视为装饰品，人民需要名副其实，需要自己的政府、法院、公仆，等等。这种矛盾就直接导致了胡锦涛所指出的四大“危险”。
首先是执政党党员的“精神懈怠”。中共已经从成立之时的50多人发展到今天的8000多万，但以什么来凝聚全党呢？如果是一盘散沙，那么党员的数量就没有任何意义。无论中外，历史地看，能够凝聚一个政党的就是该党永无止境的行动。在任何国家，任何政治都是政党政治，因此任何政党都必须行动着。如果没有行动，政党必然从政治中出局。在中国更是如此，共产党在过去九十年完成了三件大事情，表明中共是在行动中成长的。今天，尽管中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力量，但中共是最重要的行动主体。中国的成败取决于中共，而非其他任何政治力量。
改革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尽管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为什么执政党精神松懈？很简单，执政党缺少行动。在目前的环境中，这个行动就是改革。执政党要在改革中形成共识，凝聚共识，改革就是执政党永远的行动定位。并且，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改革永远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同时，改革也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是一个永远不能停下来的过程。目前的困局就是一些党政官员只知道“不做什么”或“什么不能做”，而不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理解执政党没有行动、“精神懈怠”的现象。不过，也很显然，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而不败的，没有行动就等于坐以待毙。
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就是要增进人民的利益。增进人民的利益是执政党最大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执政党才能为人民所接受和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改革的能力也来自人民。执政党“能力不足”这一危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脱离了人民。一旦和人民脱离，其能力必然不足。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需要上说，共产党都宣称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不是既得利益，但实际运作过程中则不然，很多党政官员经常和人民争权争利，呈现给人民的是十足的利益导向行为。尽管中共在很多年前就提出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但仍然停留在行政党的状态。很少有人去做执政党应当做的事情，即政治，而谁都想挤占行政权力，因为行政权力能够为他们带来莫大的利益。党政官员在与民争权、争利方面能力十足，这必然导致他们的执政能力不足。很简单，这样做把人民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人民必然把他们视为异己。政府和人民一旦对立，执政能力就无从谈起。如果党政官员是为民而谋权谋利，还会出现能力不足的情况吗？
与民争权、争利必然导致“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任何执政党来说，这是最大的危险。一个执政党，一旦演变成为利益导向，人民就会从主体变为客体，而执政党本身也就很难再超越自己本身的利益。各级党政官员“以钱为本”的GDP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脱离群众”也阻碍着执政党有效代表人民的利益。很多年前，执政党与时俱进，提出“三个代表”理论，意在建立党与人民之间的制度关联。但这些年来，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人民在“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方面仍然缺失制度空间，即使是“代表利益”方面，似乎也在倒退。例如前些年，在一些地方，人民代表开始寻求和其选区人民的关联，但这种实践马上就遭否决，因为一些领导人认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
中共党政官员的“城堡政治”
更为糟糕的是，“脱离群众”已经造就了党政官员的“城堡政治”了。就是说，他们把自己和社会切割开来，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用各种方式（例如强化维稳机制、构造各种各样的特供系统等）为自己构造一个“安全”的“城堡”。很多干部官员享受着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但又通过“城堡政治”“豁免”市场经济所能带来的一切坏处。“城堡”之外的人民谁还能够信任“城堡”之内的官员呢？实际上，一旦开始修建“城堡”，最后的结局就会是可以预见的了。一旦人民开始“围城”，最坚固的“城堡”届时也会变得不堪一击。
“城堡政治”必然导致执政党党政官员的“消极腐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当代，执政党领导层一再强调“腐败要亡党亡国”的道理，但是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在变本加厉。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党政官员腐败的数量也经常超出人们的想象力。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因为把人民排除在反腐败之外，反腐败仅仅局限于体制内。这些年来，有关方面已经在内部制约、反腐败方面做了无数的尝试，但大多事倍功半，甚至是不得要领。要有效地反腐败，政治和行政过程就必须向人民开放，让人民来监督党政官员。当然，开放政治过程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实行选举政治那么简单，很多具有选举民主的国家的腐败也依然非常严重。中国的选举政治不可避免，也在做不同的尝试，但要有效反腐败，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例如媒体开放、透明的预算制度，等等。也就是说，要建设很多正式的制度管道，让人民来参与反腐败。
一句话，只有人民才能解除执政党所面临的这些危机。如何解除？除了政治改革，没有其他的选择。不管接受与否，政治改革必然成为执政党最大的政治。中共已经提出了“立党为民”、“立党为国”的理想目标，那么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呢？既然是“为国”、“为民”，那么就要把国家和人民作为主体。只有这样，执政党官员才能超越自身利益，重建和人民的关联，在和人民的互动过程中获取永无止境的动力，在和人民的永恒的行动过程中长期执政，从而实现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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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对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世界各国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危机是世界经济结构性失衡的产物。也很清楚，世界经济的失衡是各国经济体内部失衡的结果。一旦我们深入到各国经济体内部，就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内容。不难发现，各国经济失衡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经济失衡表象反映出来的是更为复杂的经济和政治、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失衡。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际政治尤其是大国间的政治几乎是围绕着如何应对危机而展开的。各国之间的互相指责不断升级，但对危机的反思仍然肤浅。无论从学术还是从政策层面，作者觉得对危机的反思和分析，都可以获得知识上的巨大收益。收集在这个集子里面的九篇文章（大多是会议和论坛的演讲稿），就是最近这几年作者反思世界经济危机的产物。
经济全球化已经造就了这样一种全球关联：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世界经济或者金融危机面前置身事外。在全球化面前，大家不得不面临一些共同的选择，或者让危机恶化，或者获得重生。对中国、对世界，都是如此。本集子所选择的文章尽管也涉及世界经济，但都是以中国为主。世界经济给中国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外在的压力不断演变成内部的压力，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都面临着挑战。从中央到地方再到社会层面，中国社会正面临各种严峻的内外压力，整个中国都在求变。而变革也促使着重生。“重生”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概念“危机”的本来含义。
这个集子的出版还得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王利波女士。没有她的努力，集子很难在这个时候就和读者见面。
郑永年
2012年 7月



1.当前世界经济危局和中国应有的理性思考



世界经济怎么了？
在危机面前，各国政府似乎山穷水尽，没有任何有效的应对危机的举措，很多政策表现得越来越自私，即只考虑本国的并且是眼前的利益，结果导致更大的危机。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国际经济正处于危局之中。大家都知道危机会随时发生，所不能确定的是危机到底会在什么时候爆发。这种危机感对于社会的各个群体来说都是真实的。对普通老百姓尤其是穷人来说，随着物价的不断变动，生活越来越拮据。中产阶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很大挤压，有再平民化甚至贫穷化的趋势。在危机面前，各国政府似乎山穷水尽，没有任何有效的应对危机的举措，很多政策表现得越来越自私，即只考虑本国的并且是眼前的利益，结果导致更大的危机。即使是在危机中正在大发横财的金融阶层，也感觉到了危机的真实性。这个群体属于少数，他们是危机的真正受惠者——各国政府为了应付危机，动用纳税人的钱给金融行业注入了大量的支持，使得“危机”变成了“机会”——但是，即使是他们，也知道经济的这种运作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只不过这个群体难以在任何意义上超越自私，为他们自己长远的利益着想，相反，他们正在变本加厉，利用这种难得的机会大捞一把。
各个阶层的人们坐等着的危机，既是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延续或者恶化，也是各国政府自2008年以来无能拯救危机或者拯救危机无效的结果。危机发生了，大家自然希望有拯救者。那么，谁是拯救者？市场还是政府？西方还是非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美国还是中国？
至少到现在为止，人们对所有这些问题还没有确定的答案。没有答案自然就没有信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忙于拯救经济，对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源没有深刻的认识，因此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导致“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出现了新的病症。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各国政府花了很长时间才推出所谓的“救市”方案，把大量资金注入金融市场，金融业开始复苏。但不久，很多信奉市场的观察家开始盲目乐观起来，叫嚷着要赶紧“退市”，即政府从市场退出。因此，人们的关注点就转移到了如何“退市”。但没有想到，退市政策还没有执行，新一波的经济危局又来临了。
很显然，2008年开始的国际经济危局的根源主要是发达国家，即欧洲和美国。欧洲和美国的危机的表现形式不很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则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欧洲国家主要是社会福利制度危机，高社会福利推动着政府债务危机。这是社会主义过度的产物，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不足以维持那么高的社会福利。而欧洲的政治制度迫使政治人物继续通过政治方法来维持这种社会福利，危机就成为必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成分不像欧洲那么高，但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也是美国政府意在提高社会主义成分的产物。美国政府想解决住房问题，让更多的低收入阶层拥有住房。不过和欧洲不同，美国政府想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这个目标，结果放松了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和规制，最终也出现了问题。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与其发动反恐战争、侵占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家有关联。战争所需要的大量财力支持也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获得的，这也促使政府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
 

因公共领域债务和赤字引起的欧债危机令西方各国焦头烂额。（图/CFP）
 
自从危机发生以来，不能说西方各国政府不努力，实际上，各国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来应对危机。问题在于为什么作了那么大的努力而不能应对危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危机深化甚至发生新危机呢？这就需要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超越危机现象，而深入到西方经济制度的内部，找到产生这些危机的制度根源。不难看到，西方现在正面临着两大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即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以及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两大矛盾既是危机的根源，也使得西方难以挣脱危机，更使得新危机不断产生。



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矛盾
金融资本主义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勤劳、努力等美德，它的美德是“机会主义”。
 
第一大矛盾是金融或者货币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波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已经从工业资本主义（或者制造业资本主义）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首先应当说明的是，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性质来说，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已经与昔日的金融资本主义全然不同。昔日的金融资本主义是与实体经济（制造业等）联系在一起的，是为后者服务的，金融就是要为实体经济融资。尽管金融资本也有“投机”性，但这种“投机”性的交易还是和实体经济相关的。但对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而言，“投机”或美其名曰“金融工程”本身就变成了主体。金融不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为自身“融资”，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这一套利过程，又是通过无数的“衍生产品”来实现的，而衍生产品的本质，就是根据市场价格变化设计并通过各种市场变化来获利的“风险规避工具”，抑或数学化的赌具。因此，当代金融资本主义也被称为“赌场资本主义”。在过去的工业资本主义那里，人们通过勤劳工作、创造发明而致富，现在这些品德在金融资本主义面前变得一文不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导致资本主义成功的因素，如勤俭、节约、勤奋努力等美德，已经被金融资本主义所抛弃。而与产业资本关系密切的经济民族主义也荡然无存。如今的很多投资银行家是没有国家概念、没有道德底线，也无所谓社会责任的人。从前有个“美国梦”，即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这个梦现在不再现实。金融资本主义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勤劳、努力等美德，它的美德是“机会主义”。
当今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已经有了质的变化。现实的情况是，虽然实体经济还是依赖于金融经济，但金融经济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运作。这是一种单向面的依赖，即实体经济依赖于金融经济，而后者不必依赖前者。昔日，金融资本主义的主要目的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这是金融资本本来的意义；但今天，金融资本控制大量的资本或者货币，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大量的资本或者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货币资本主义。由于实体经济仍然依赖于金融资本，今天很多制造业已经被金融资本主义所控制。金融资本也已经不是为了实体经济的创新，而是在扼杀着大量的技术创新。一旦金融资本感觉到一种新的技术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或者冲击，拥有庞大资本的金融业就会买断技术发明。从前，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是“大鱼吃小鱼”，这里，至少大鱼把小鱼吃到了肚子里，养大了自己；但现在不一样，金融资本只是把“小鱼”杀死，弃之于垃圾，免得“小鱼”日后长大威胁到自己。（由于资本主义体系这个巨大的变化，原来经济学的货币和实体两分的概念不存在了。金融资本既控制货币发行，也成了最大的“实体”，居于当今经济体系的核心。）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国杰出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古典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1864要1920）的代表作。
本书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探讨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而不是其他大陆发轫和发展的根源，让读者看到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从另一个视角来重新认识西方花了数百年时间才酝酿出来的资本主义生活秩序。
 
在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的绝对核心之后，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明显呈现出三大趋势。
第一是金融资本挟持了政府，甚至整个经济。金融资本（如华尔街）往往是“过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ll）。其逻辑就是，“我倒下了，也要把你（整个经济）拉倒；因此，你如果还想活下去，首先必须把我救活”。事实也的确如此。为了拯救经济，美国政府动用了大量纳税人的钱来拯救美国的金融业。但是，荒唐的是，金融业的复苏并不表明实体经济的复苏。由于上面提到的单向面的依赖缘故，一旦金融业被救活，它根本没有意向来挽救实体经济，拉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反，金融业还是根据自己的逻辑发展。当然，除了威胁政府，金融资本实际上也早已经开始操控政府决策。例如，西方国家早就有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思想，意在遏制过度投机的金融交易。但那么多年了，这个思想还只停留在思想层面，要转化成为政策和法律非常困难。原因很简单，金融业凭其巨大的财富力量在背后作梗。即使像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也没有促成美国政府推动这项立法进程。
第二，当代金融业不产生就业。不产生就业是当代金融业的性质决定的。首先是全球化。金融资本最具有流动性，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资本的特性就是流向可以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因此，很容易理解，在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拯救了金融业之后，美国金融资本并无意来扩大国内的投资，拯救实体经济，相反，它仍然流向海外发展中国家，因为在那里，它可以获取远较国内高的回报。其次是当代金融业的技术性质。当代金融业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而是用货币炒作货币，因此它可以使用大量的高科技，是高度计算机化的行业。从其所雇用的员工的结构来看，只有老板和少量的技术操控人员（那些毕业于著名大学的优秀分子，也即金融工程人员），不需要传统金融业所需要的大量雇员。因此，华尔街在不断制造着富翁的同时也在解雇大量的员工。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克南最近抱怨说，失业已经成为美国的“国家危机”。这两个特点，加上上面所说的金融对技术创新的扼杀，表明如果金融资本主义照此发展下去，其越发达，就业情况就会越糟糕。
第三，当代金融业迫使世界上所有一切“货币化”或者“商品化”（如果用马克思的术语的话），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这也是金融资本的本质决定的。只有当一切货币化了的时候，它们才可能成为“流动性”的一部分，才可以进入金融交易的过程。金融资本要求各国政府放松对资本的管制，要求开放资本账户，要求用货币来量化财产的价值，等等，这一切都不难理解。从这个角度看，当代金融业也不需要传统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自由，即避免政治权力的干预。相反，在很多领域，金融资本主义需要政治权力来帮助推进事物的“货币化”进程。这典型地表现在新自由主义和专制政权之间的精诚合作上。在一些专制国家，私有化运动远较民主化国家来得有效和彻底。在那些地方，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推动了私有化运动，私有化又推动着“货币化”，最终又服务于资本与权力。
诚然，并不是说没有政府认识到货币化的弊端和恶果，但几乎没有政府能够拒绝金融投机为其所带来的“快钱”（短期内的经济景气），还美其名曰“生产效率”。这方面，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政府需要大量的钱，就放松了对金融业的监管，让金融投机大行其道，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兴风作浪。对美国来说，由于其金融系统控制了整个世界，它通过金融业的投机，就能把其他国家已经货币化了的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上来。有这么大的好处，美国政府是不会对金融业实行真正有效的监管的，尽管金融业这样做也在其国内制造了很多问题。
有人指出，如果当时奥巴马政府不雇用金融业者，而是雇用来自实体经济部门的人来做政府的经济顾问，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这话并非没有一点道理，雇用金融资本者做顾问或许能够看到金融资本是如何操作的，但是政府很难对金融业出台真正有效的管治和规制措施。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当今的其他政府，都是GDP主义的指导思想在作怪。金融业是来钱最快的行业，有哪个政府真正想限制其发展呢？很多国家的政府宁可等待着未来更大的危机，也不愿或者没有实际能力来促成金融资本的转型。



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在西方，大众民主越来越具有民粹主义色彩。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但不能减少，而且得不断扩张。民主往往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
 
西方所面临的第二大矛盾存在于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一直被视为一对孪生体，它们互为关联，互为保护。民主被视为保护资本主义的最好政体，同时资本主义也被视为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的确，在西方民主政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实行的一直是精英民主，即资产阶级的民主。马克思认为民主政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民主所产生的政权只是资产者资产的看门人。美国历史学家摩尔的名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也说明了这种关联。
在历史上，西方民主政体的产生的确与商业阶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联。资产者通过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积累了财富，成为旧制度的主要纳税人和债权人，自然要和传统贵族分享政治权力，这是民主的开端。近代西方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也的确是以私有财产为中心的。例如，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最初出自资产者的要求。从很大程度上说，政权就是由资产者所建立、为资产者的利益服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资产者和其产生的政权之间不仅没有什么大的矛盾，而且是相互配合的。
 
法团主义（corporatism）
也被译为野社团主义冶尧野统合主义冶尧野工团主义冶以及野阶级合作主义冶等遥作为一个利益代表统袁它是一个特指的观念尧模式或制度安排类型袁其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去遥这些功能单位得到国家的认可渊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冤袁它们被授予本领域内的绝对代表地位袁作为交换袁它们的需求表达尧领袖选择尧组织支持等方面的行动受到国家的一定控制遥
 
但是，在大众民主产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并且是质的变化。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第一个群体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是大众民主的第一步。之后，随着妇女、少数族群等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力，西方民主从精英民主转型成为大众民主。伴随这种政治转型的，就是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成为福利资本主义。经济上的这种转型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民主化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目的就是自我积累，而不是财富的分配。只有在大众民主的压力下，财富分配才成为可能。因为劳动阶层的崛起和大众民主是同一个过程，政府就不能和从前一样光站在资方一边，而必须超越资产者的利益，表现为比较中立的立场，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调解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发展出了劳（动者）、资（本）、政（府）三者之间的平衡。在学术上，人们把这样的政府称之为“法团主义”的政府，这类政府的确在调和资本和劳动的矛盾、维持社会和谐等方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政府的这种角色调整在客观上促成了西方中产阶级的成长。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西方中产阶级主要由几个部分组成，包括资产者（或者企业家）和为资产者服务的专业管理者，但更大的群体是由产业工人转变而来。在马克思和狄更斯时代，产业工人是典型的无产者，依靠出卖劳动力而生活。但随着劳动工资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工人的大部分进入中产阶层，至少从收入上来说是这样。而政府在劳动工资的提高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政府为什么要通过立法来提高劳动者工资？这当然是因为劳动者的选票的压力。
 
民粹主义（populism）
也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其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做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在当今，民粹主义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不过，大众民主也很快产生出对资本不利的因素。在大众民主下，因为政权的基础不再局限于财富，而是选民的选票，政府很快向民众倾斜。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就很难取得政权。当政权基于选票之上的时候，政治人物必须把选票作为优先的考量。因此，在西方，大众民主越来越具有民粹主义色彩。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但不能减少，而且得不断扩张。民主往往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的确，在一些民主国家，大众民主往往造成公共品（public goods）的过度供应，造成极大的浪费。很多政治人物为了选票，只管向选民作无限的许诺，而不管经济体能否支撑日益扩张的福利。而被民主政治假定为“理性”的选民，在复杂的政治中往往处于“无意识”状态，也只看到眼前利益，而不顾自己的长远利益。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税基的枯竭。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的税制是以直接税为基础的。随着以规避纳税著称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欧美国家的税基已经在不断流失。而二十年来实际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中产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又坚决拒绝增税，要求减税，于是就陷入了经济萧条必须减税，经济景气也必然减税的怪圈。
 

欧洲的高福利政策让欧洲经济向下沉沦，可能促使其进入“去福利化”的进程。（图/CFP）
 
在经济体不能创造庞大的财富来支撑福利和公共开支，而国家又无法增加税收的时候，西方政府就走上了靠国债度日的赤字财政，向人民借钱，向国外借钱，向未来借钱。这就是欧洲等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源。就是说，大众民主的压力促使西方各国政府不能恪守财政纪律。
除了大众民主，西方经济的转型也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过去，西方政府也必须考量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发展不好，选民不满意，政治人物就很难获得选民的支持和他们的选票。因此，政府必须在讨好选民和讨好资本之间作出平衡。现在，要取得这种平衡已越来越难。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把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对本国的就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同时如前面所说，资本主义的半边江山已经从产业转向金融，金融业却不产生就业。尽管一些新兴产业如信息产业正在崛起，但高科技产业需要的主要是少数高端人才，所以对本国就业也没有多大的正面影响，反而通过产业链的全球化，将本国许多中低端制造业转到国外去了。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促使社会朝着两极分化方向发展，即社会只有富豪和穷人，而少中产阶级。今天，原来由工业资本主义培育出来的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正在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缩小，必然导致社会的不满。那么政府是否可以通过传统的征税方式来对付呢？实际上，这方面西方政府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对资本缺少有效的制约，如果对富人征税，富人很容易出走他乡，财富流入其他国家。为了对付财政危机，政府往往选择继续向中产阶级征税，这导致人民更大的不满。
这样，政府、人民和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张。今天，没有一个西方民主国家能够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无论是社会还是资本，都不能作出让步。政府要么讨好人民，要么讨好资本，但这两者都难以产生有效政府。无论是社会福利方面的问题还是资本运作方面的问题，都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干预，要么节制资本，要么节制社会的民粹倾向。如果不能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干预经济，西方经济就会长时期在危机、衰退和滞胀之间摆动。
金融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两大矛盾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但矛盾的尖锐程度各国有所不同。金融资本发达的英美国家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而欧洲大陆主要表现为社会福利过度，即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资本自己不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政府无能或者无力纠正错误，那么社会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今天的西方发达社会并不见得比发展中国家更为稳定，社会抗议运动频繁发生。最近发生的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具有指标性意义。长期以来求稳定的中产阶级发觉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在马克思时代，是制造业资本主义，因此马克思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今天“占领华尔街”的人们面临的是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直接受害者就是传统中产阶级。已经有人说，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金融资本可能是个必然的趋势。这并非没有可能。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这是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并不断恶化后很多人发出的疑问。2009 年3月28日，德国柏林，数千名示威者上街为“资本主义”举行葬礼。（图/Pawel Kopczynski）
 
在工业资本的早期，资本主义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内部阶级矛盾。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政策的确立，如前面所讨论过的，产业工人转型成为中产阶级，西方的社会矛盾得到缓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工业国家对外实行的殖民主义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因为通过殖民主义，西方国家把大量的财富转移到了自己手中。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讨论的是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富国与穷国、北方与南方的矛盾，而不是西方内部的阶级矛盾。不管怎么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一直是西方社会稳定的社会基础。但现在的情况变化了，西方中产阶级也感觉到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威胁。值得指出的是，西方中产阶级有了这个意识，他们的运动开始有了聚焦。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西方盛行反全球化运动，针对的是自由贸易，但今天人们指向了金融资本。这种变化的意义不可低估。
 
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
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干预方式，以鼓励开支和借贷，被简化地形容为间接增印钞票。量化指的是扩大一定数量的货币发行，宽松即减少银行的资金压力。一般来说，只有在利率等常规工具不再有效的情况下，货币当局才会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
 
怎么办？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人物，似乎已经黔驴技穷。现在他们所做的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加深问题的严重性。例如，防止滞胀和衰退，光靠QE（量化宽松）政策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事实上，QE是建立在过时理论上的错误政策，因为以前的“实体”和“货币”经济的两分法已经不再奏效，政府虽然能够一如既往地注入流动性，但却不能改变金融资本成为自利的经济体系中心这个现实，所以，QE在很大程度上会恶化问题。大量的资金流向哪里？它们流向了金融业和银行，而不是社会和穷人，也不是流向实体经济。现在的金融业并不缺少资金，金融业对实体经济没有贡献就是因为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脱节。通过QE方式向金融业注入资金并不会促进实体经济的复苏，相反，这种方式反而增加了金融业的破坏能力，也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美国这样做对国际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美国一方面通过其控制的金融和贸易体系向外输出通胀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流动性”过程把财富从他国转移到自己手上。当然，应当指出的是，大量财富转移到美国并不见得对美国整体社会有好处，因为财富只掌握在绝少数人手中，只会加剧贫富分化。
同样，西方对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认知和追求的解决方式也大多是政治化的，从而是无效的。的确，世界经济是失衡的，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富国和穷国之间、美国和中国之间。但是，世界经济失衡是各国内部经济失衡的外部表现。从前面的讨论中人们可以看出，西方内部的经济是高度失衡的，表现在各方面，如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制造业和金融业之间、投资和消费之间、政府和市场之间等等。西方政府无能面对和解决国内经济失衡问题，却把矛头对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似乎经济结构的失衡是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其中一些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如贸易保护主义、向人民币施压等来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这种方式的结果是恶化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看，没有人知道西方能够如何应付每况愈下的经济。西方的选择似乎不多。从历史上看，不管是社会危机还是经济危机，最终必然转化成为政治危机。从欧美社会抗议的状况来看，经济危机已经开始政治化。然而这未必不是好事情。因为危机最终也必须通过政治方式来得到控制或者解决。如果政府受制于方方面面的压力，无论是来自资本的还是社会的，那么政府会继续弱化，直到更大的危机发生。当然也可能出现强人政治来应付危机和解决问题。政治强人可以利用民粹主义来节制资本，如果是这样，就可能出现左派政权；但政治强人也可以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压制民粹主义，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右派政权。英国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怀念丘吉尔时代。这当然是好的愿望，丘吉尔首相是个正面人物。但也不能排除坏的情况的发生，极右或者极“左”领袖出现的可能也是有的。时势造英雄，历史上，经济危机不仅造就了像丘吉尔、罗斯福那样的正面英雄，也造就了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的反面人物。出现哪一种人物，并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应当忘记，希特勒也是被当时的德国人选举上台的。



发展中国家或者亚洲能够拯救世界经济吗？
西方的衰落并不表明非西方国家的自动崛起，因为它们还没有独立运作的体制能力和权力。
 
西方发生危机了，那么非西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够成为危机的拯救者吗？对西方的失望使得很多人把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包括“金砖四国”（巴西、俄国、印度和中国）或者“五国”（即在“金砖四国”之上再加上南非），甚至亚洲国家。但是，答案就那么简单吗？对这个问题也需要有客观、冷静的认识。
 
金砖四国
201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四国”（BRIC）引用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由于该词与英文中的砖（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
 
的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波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最显著的国际经济现象，就是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主要是人们所说的“金砖四国”或者“五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这些国家的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在世界经济的版图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些国家也已经成为世纪经济的新增长点，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巨大。因此不难理解，人们开始把拯救世界经济的希望放到了这些国家身上。
但是，回到现实面，人们不难发现，这些国家还远远没有能力来拯救世界经济。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和西方相比，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和总量还是比较小，尽管在快速提高。一个国家拯救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实际能力必然受到其客观经济规模的制约。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经济规模远远小于西方主要国家。即使是中国，尽管总体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但人均国民所得仍然非常之小。这一特点表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内部问题，而不是外部问题。总体经济规模大能够产生很大的外部影响，但这和拯救世界经济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要拯救世界经济，必须回到用什么方式来拯救这个问题上来。在这方面，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都一样：即使有实际能力，也缺失有效的工具来拯救世界经济。
其次，这些国家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它们各自的经济本身也同样避免不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中国的“开放”和“接轨”政策一样，所有这些国家都接受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加入了各种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主动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使得所有这些国家在较短的历史时期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同时，这也意味着这些国家都必须在这个充满危机但又没有能力应付危机的体制内发生作用。例如，这些国家没有自己主导的“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美元”或者“欧元”。因此，西方的衰落并不表明非西方国家的自动崛起，因为它们还没有独立运作的体制能力和权力。
再次，这些国家尽管开始意识到在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内运作的局限性，并且也开始协调它们之间的政策，但是它们还远远没有能力成为一个类似目前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很难想象，这些国家很快能够发展出有效的协调机制，更不用说是建立类似西方所确立的体制了。不管它们怎样不满意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它们还是要在体制内发生作用，而不可能另起炉灶。从历史上看，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因素或者市场因素。经济因素只是个重要基础，政治和战略的考量更为重要。经济体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事情，没有政府的卷入，制度化和法律化就无从谈起。而任何政府要考量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政治和战略。“金砖四国”或者“五国”之间尽管开始出现共同的经济利益，但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这表明不管这些国家的经济意愿有多大，都很难形成类似西方所确立的世界经济体系。
即使在未来它们有了这样的意愿，西方又会怎么反应呢？西方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和自己构成竞争关系的新经济体系出现。西方必然尽力来阻止发展中国家这样做。西方的阻挠会使得所有这些国家退出现存国际经济体系的成本无限地高，更何况这些新兴国家之间还有各种非经济的矛盾。实际上，因为这些非经济矛盾既存在于中国和印度之间，也存在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西方很容易插手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些国家还都是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们最关注的还是自身内部的发展。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些国家的内部转型正在为各国政府制造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承担起国际责任还有待时日。当然，它们可以承担国际责任，但必须是通过帮助西方确立体制的途径或者帮助西方的途径来承担。
那么，亚洲呢？很多人把希望寄予亚洲国家。的确，在很多方面，寄希望于亚洲国家要远比寄希望于“金砖四国”或者“五国”更为现实。首先，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从欧美转移到了亚洲。在大国中间，中国和日本是世界上第二、三大经济体。印度经济正在崛起。随着亚洲的发展，俄罗斯也越来越成为亚洲国家。同时，除了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亚洲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之中，如东盟的越南、印度尼西亚等。随着东盟的进一步整合，整个区域的发展前景看好。
其次，在这一波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亚洲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投资贸易链条或者说区域经济。中国很多年来一直是装配中心，其他亚洲国家根据它们的比较优势生产不同的零部件，然后出口中国，在中国组装之后再出口欧美西方国家。这种情况从前没有发生过，它增加了亚洲国家经济体之间基于劳动分工原则之上的相互依赖性。
再次，亚洲国家之间有关投资贸易的法律构架也正在快速改善。如果以法律化为标准，与北美和欧洲相比，亚洲区域主义的制度化程度比较低。尤其是东北亚，因为多种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之间尽管实际上的贸易投资程度已经相当高，但制度化程度很低。在冷战时代发展起来的东盟可以说是唯一一个重要的区域组织了。不过，在过去的十多年间，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已经开始运作，即10＋1。中国的这一举动也带动了其他两国和东盟的10＋1关系。此外，东盟和东北亚三国的10＋3机制也已经形成。在这个基础上，东北亚三国也在努力达成自由贸易区协定。
但是，这些努力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足以克服亚洲经济一体化所面临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亚洲各国各自的经济体在很长时间里高度依赖于西方经济体。在冷战期间，中国被孤立，亚洲主要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和东盟的主要贸易投资关系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尽管美国经济相对衰落，但这会是很长的一个过程。尤其要考虑到，美国和亚洲同盟国的经贸关系也是高度制度化的，这有利于美国对亚洲国家施加压力。当然，同样重要的是，面对崛起中的中国，亚洲和美国也在努力发展新形式的自由贸易制度，这尤其表现在正在进行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上。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等四国发起，从2002 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原名亚太自由贸易区，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达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2011年11月10日，日本正式决定加入TPP 谈判，而中国没有被邀请参与TPP谈判遥
 
其次，亚洲很多国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它们在战略上不能独立，而是被高度整合进美国的安全体系，如美日、美韩安全关系等。冷战之后，这种战略关系不仅没有松懈，反而在近年来因为中国崛起等因素得到了强化。如前面所讨论过的，战略关系必然影响经济关系。日本民主党执政之后，鸠山政府曾经一度强调“亚洲共同体”建设，想追求和美国较为平等的关系，却以失败告终。只要这种战略关系存在，一个较为独立于美国的亚洲经济体就很难成为现实。
 
亚洲共同体
又称东亚共同体，是地理邻近的东亚各国希望通过长期的相互合作和一体化进程而形成一个紧密整体。它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地区认同的基础上，并非一个排他性的集团，也不针对任何区域外国家。
 
再次，亚洲国家之间本身也存在着战略竞争关系。在一些方面，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一战前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类似：一方面，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程度很高；但另一方面，亚洲国家都是崛起中的国家，互相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战略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尤其表现在大国之间，即中国和日本、中国和印度之间。这些大国和周边小国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战略上的不确定性，如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印度和周边国家之间、日本和周边国家之间等等。这种战略竞争关系也势必影响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如果考虑到很多国家的战略都依赖于美国这个事实，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从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亚洲国家尤其要注意避免冲突。一战前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曾令当时的很多政治家盲目乐观，认为欧洲国家之间并不会产生真正的冲突和战争。历史显然并不是这样。贸易自由、经济利益并没有使得欧洲国家间避免战争。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具有战略竞争性关系的国家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异常脆弱。很多人一直很担心亚洲国家之间的冲突，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如何在经济危机之际管理好它们之间的战略竞争，这仍然是亚洲国家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所有这些因素的存在表明，亚洲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来拯救世界经济。人们现在寄希望于亚洲，与其说是真的相信亚洲的能力，倒不如说是对西方美国很失望。就是说，对亚洲，人们情绪多于理性，期望多于能力。
不过，也很显然，尽管亚洲国家不能独力拯救世界经济，但可以帮助西方缓解危机，把西方从危机的泥潭中拖出来。亚洲不可能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国的经济体，但可以建立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经济体。实际上，亚洲国家也是这么做的。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美国实际上已经是亚洲经济体的内在一部分。美国经济复苏对亚洲有好处；美国经济倒下了，亚洲同样会受害。因此，亚洲国家一直在帮助美国经济稳定和复苏，如中国和日本一直在购买美国国债。同时，亚洲国家努力把自己的经济治理好，也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正如前面所讨论到的，西方经济危机是其内部结构失衡的结果，西方如果要脱离危机，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很简单，没有一个外在的力量可以帮助西方解决前面所讨论的两大结构性矛盾。当然，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亚洲国家如果要应对危机，也必须依靠自己，西方已经没有能力来帮助亚洲。即使有，西方也不可能解决亚洲国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不管亚洲一些国家和美国各方面的关系如何紧密，要想依靠美国来解决国内问题只是天真的幻想。
很显然，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遽然增加。一方面，西方仍然主导着世界经济秩序，但这个秩序已经无能应付危机；另一方面，进入这个秩序的发展中国家或者亚洲，在无能掌握这个秩序的领导权的同时，又很难脱离这个秩序而建立新的秩序。在这样的情况下，拯救危机的集体行动越来越困难，各国都必然转向内部行为，把重点放在内部建设上。这表明，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相对无序的状态，这种状态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在各国把重点放在内部建设的情况下，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可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但这未必是件坏事。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与各国无能面对和消化高速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是有关联的。如果区域经济危机或者全球性经济危机是各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那么各国政府把重点放在内部经济结构调整上，从长远来说，是世界经济重新回归平衡的前提条件。



中国怎么办？
今天，人们不得不承认，市场和政府都失灵了。在西方，这是因为华尔街经济；在中国，这是因为国有企业。
 
无论中国喜欢与否，这就是中国所面临的世界经济背景。中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决定于世界经济的这个外在大环境。
中国的经济格局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是在开放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到现在为止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的有机部分。这至少说明两点：其一，即使世界经济出现了问题，中国也不可能减轻对这个体系的依赖，更不用说从这个体系中脱身。减轻对这个体系的依赖，从理论上说可能，但实际上做起来很难。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力图通过发展内需来减少出口，但几年下来人们发现，中国的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在内需方面，只有公共消费（即政府部门和准政府部门，如国有企业）在快速增加，民间部门的消费并没有显著增加。中国缺失一个消费社会所需要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制度等。在这样一套制度建立起来之前，中国不太可能成为消费社会。而建立这样一套制度需要很长的时间。
其二，中国不仅不能脱身，反而要对世界经济的复苏负责。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也越来越高。连欧洲这样的发达社会，一旦遇到经济危机，都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对中国来说，负这样的责任可能不太情愿，但也不得不负。原因很简单，中国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西方经济危机必然危及中国。西方倒下去了并不意味着中国会站立起来，事实更可能是，西方在倒下去的时候，也会拉倒中国。
如前面所说，全球经济结构是失衡的，而这些失衡又是各国内部失衡的外在表现，西方国家调整内部经济结构有很大的困难。只要各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世界经济结构不平衡还会继续。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会越来越大。在西方，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人民币施加压力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中国的最大出口市场美国和欧洲仍然没有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地位，这对中国非常不利。尽管有些方面，中国可以诉诸WTO（世界贸易组织）仲裁，但WTO仲裁不仅过程漫长，而且非市场经济地位更难使得中国在WTO内部有任何优势。
除了上面这些负面的压力之外，中国还面临着“正面”的外部压力，那就是西方各国以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名义，要中国承担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责任。作为国际经济体的重要一员，中国当然要承担国际责任，但是西方的要求往往是过度的，也是自私的。每一个国家总是要求对其负责，做对其有好处的事情。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个西方国家，而非西方整体。近年来，西方对中国的“责任要求”似乎越来越高，因为中国政府集中了过多的财富，这些西方国家都盯着中国。对中国来说，承担责任是应当的，但不应当过度承担。过度承担会导致内外部的压力，也是不可持续的。虽然一时间会赢得国家声誉，但从长远来看，反而有损国家利益。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中国如何寻求生存和可持续的发展呢？自2008年以来，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应当有很多经验了，既有很多积极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需要对两方面作理性的总结。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当人民币统治世界”其实是顶高帽子，只不过是西方社会想利用中国人爱听好话的习惯，目的在于促使人民币升值，从中获利。（图/CFP）
 
首先，尽管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外在压力，中国也会维持较快的发展水平，但再也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世界经济救世主的角色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政府马上推出了数量极大（四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来应对危机、拯救经济。较之西方任何政府，中国政府的举措更为有效。在西方，政府可以动用的主要举措有两个方面，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过，财政政策由于政府过高的债务而受到限制；同样，货币政策也很难奏效，因为各国的利率已经很低，甚至趋近于零。中国则不一样，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财政能力很强的政府之一。过去数十年，国家税收每年以两位数增长。中国的货币政策也较之西方的有效，随着金融体制建设的推进，中国政府在使用货币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不过，中国政府最主要的优势在于，与西方各国政府不同，它拥有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控制着中国这个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实体经济命脉。就是说，除了财政和货币杠杆，中国政府还具有经济杠杆。应当说，这个经济杠杆是所有西方政府所没有的。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性主要是靠这个杠杆。政府出台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是通过国有部门（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来执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应对危机方面，中国经济模式比美国模式更为有效。这也是这些年一些人对中国模式抱过度乐观态度的根源。
在西方美国，对财政和金融杠杆的过度使用不仅导致了这些杠杆的失效，也导致了很多负面的效应。在政府债务过大、利率趋向于零的情况下，这些杠杆如何再继续产生作用呢？无论是通过财政还是金融杠杆，大量的钱流通到金融领域，导致金融领域“流动性”过剩。如前面所讨论过的，金融领域的复苏不仅没有促成政府和社会所需要的实体经济的复苏，反而促使金融领域走向政府和社会目标的反面，即进行更大规模的投机炒作或者“金融工程”。
不过，要清醒意识到的是，中国政府对经济杠杆的过度使用也在导致几乎具有同样性质的恶果。实际上，现在看来，2008年危机之后中国的应对举措是在对经济危机怀有深刻恐惧感的情况下出台的。当时中国本身并没有危机，而是受到了西方危机的影响。可以说，政府当时的任务只是防止危机扩散到中国。
那么，在预知过度政府干预的代价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当时为什么会出台如此庞大的计划来防止危机危及自身？中国这样做的主观意图当然不是为了拯救世界经济，尽管在客观层面，产生了这样的效果。正如当时中国总理温家宝所说，中国把自己的事情管理好，就是对世界的最大的贡献。除了对危机的恐惧感所产生的非理性因素之外，既得利益的追求是这个计划背后的最大推动力，而国有企业是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
 

为应对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四万亿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来执行的。（图/CFP）
 
正如日后所发生的，政府庞大的计划是通过国有部门来执行的，大量的财力流向了这个部门。如果说美国的问题是华尔街的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问题。国有企业正在为政府和社会制造无穷的问题。人们不难观察到与国有企业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正如美国的华尔街，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呈现出了“过大而不能倒”的现象。政府要通过国有企业来应对危机，来赚钱，甚至来实现其他一些非经济目标（如社会稳定），所以政府必然为国有企业提供巨大的支持。但是国有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并不必然和政府一致，相反，其追求的目标距政府目标正越来越远。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大型国有企业的财力和市场垄断的强大，它们相对于政府的自主性也日益扩大，无论是在财政税收还是在经济资源方面；反过来，政府对大型国企尤其是央企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控制力却越来越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如华尔街绑架了美国政府，国有企业也绑架了中国政府。
国有企业这种和政府目标背道而驰的做法已经导致中国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在很多年里，平衡经济结构一直是中国政府的目标，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结构却变得越来越不平衡。其根源在国有企业，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2008年之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把触角伸到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按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计划，国有企业会存在于国家战略部门。但是现在，国有企业已经大量侵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哪里可以盈利，哪里就有国有企业，比如说国内最大的泡沫产业——房地产，所以也就产生了所谓的“国进民退”的现象。第二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失衡。在中国，大型企业几乎全是控制着大多数资源产业和上游产业的国有企业。国有部门的扩张是以提高要素价格特别是资本和资源价格为代价的，因此其扩张必然导致中小企业的萎缩。一句话，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生存环境也越来越恶劣。这促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纷纷出走他国。很显然，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一直是政府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很轻易地被国有部门所改变。
这些现象已经暗示了第三个失衡，并且是更为严重的失衡，即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失衡。世界经济的混乱现象在本质上是“市场失灵，政府也失灵”的结果。如果市场有能力，或者政府有能力，世界经济可以出现相对稳定的秩序。但今天，人们不得不承认，市场和政府都失灵了。在西方，这是因为华尔街经济；在中国，这是因为国有企业。
前面已经讨论过，在西方，华尔街主导的金融经济绑架了政府，华尔街可以影响政府，但政府影响不到华尔街。同时，华尔街经济又在极大程度上破坏着传统意义上的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之上的市场。华尔街并不在任何市场意义上进行运作，相反，它创造着以其为中心的市场，把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纳入其“交易”体系（即市场）。
在中国，国有企业也有类似的功能。国有企业绑架着政府政策，例如，中小型民营企业问题。中国已经从宪法、法律上合法化了民营企业，同时在政策上，政府也制定了诸多意在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不过，无论是宪法、法律还是政策，都停留在字面上，很难执行下去。为什么？国有企业在作怪。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竞争”政府资源，很显然，这不是竞争，谁输谁赢是明摆着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银行主要是国有的，在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之间，国有银行会选择谁？这也是明摆着的。政府左右不了国有企业，相反，国有企业能够左右政府，这是政府的失败。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也不代表市场，而是在最大限度上操控着市场，破坏着市场。国有企业并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占据优势的，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通过对经济空间、资源和人才的垄断。在所有这些资源唾手可得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走辛苦的市场路线呢！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在非国有部门存在的情况下，市场已经在中国变成一种现实。但对国有企业来说，通过国家的财政、金融等举措就能很轻易地操控市场，市场仅仅是一种工具。市场要服从国有企业的利益，而不是相反。这与西方刚好相反。在西方，政府力量再强大，也必须服从市场；而在中国，市场力量再强大，也要服从政府。西方政府可以通过反垄断来限制企业操纵市场。西方通过很长历史时期建立起了对市场的规制，现在面临的是如何对金融市场进行规制。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只是由于金融业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到现在为止，规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不过，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如通过政治力量之间的再平衡，立法对金融业的暴利交易征收重税，使其利润不多于实体产业。与之相比，中国政府则可能无力对国企实行反垄断，因为国企已经是国家财政经济体系的重要部分，“左手规制右手”不会在任何意义上获得成功。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说，中国所面临的市场和政府双失效要比西方严峻。
与国有企业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地方债务危机。由于对经济危机的过度恐惧，中央推出了庞大的“救市”计划。实际上，除了中央所属企业，中央政府四万亿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地方政府发放下去的，地方政府又通过地方国有企业来实施。不仅如此，中央政府也放松了对地方的控制和监管。地方政府不拥有货币发行权，但为了融资，产生了很多地方融资平台，这些平台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地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大举借债。地方借债出现了竞争性行为，各地方不管自己是否有还债的能力，拼命借债。这是一种典型的“搭便车”行为。地方借债越多，对地方越有利。很显然，地方政府不能破产，地方债务最终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承担。这一点，各地方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实际上，地方债务也是一种变相的财富转移形式，即财富从借债少的省份转移到借债多的省份。中央政府最后承担地方债务，债务必然在各省之间平分，不管以何种方式进行。有人说，地方债务危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危机，这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国有企业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内部私有化问题。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改制尤其是法人化，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了。现在很难说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从国有企业的实际运作来看，它们实际上是国家或者政府代理人的企业，即国有企业管理者的企业。国有企业赢利了，企业主管可以决定内部分配。国有企业的工资在中国社会各类企业中是最高的，甚至高于外资企业。而如果国有企业亏损了，就要伸手向政府和国家求帮助。同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运作没有任何有效的管治和监督。再者，国有企业也越来越不开放，而更像一个封闭的体系。从利益分配到国有企业员工的招聘等方方面面，国有企业和中国社会并没有实质上的关联。国有企业因此被社会视为中国社会不公平的一个重要根源。实际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抱怨的一大对象。
中国成功地防止了西方危机危及自身。在过去的几年，不仅自己维持了高速经济增长，而且在客观上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不可否认，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这一过程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可以预言，中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消化这些恶果。而不幸的是，新的危机正在来临，中国不得不面临新的选择。
 
马歇尔计划
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是二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四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间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
织渊OECD冤，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该计划因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而得名，但事实上真正提出和策划该计划的是美国国务院的众多官员，特别是威廉·克莱顿和乔治·凯南。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需要中国的帮助，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掌握了巨大财富的情况下，西方政府都在盯着中国政府手中的钱。中国要去拯救西方吗？的确，2008年危机发生之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有人提出要推行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对西方实行拯救。不过，这种毫无理性的设想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兴趣。且不说中国是否有能力拯救西方，即使有，要中国来拯救西方也毫无道理。二战后，美国推出庞大的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主要是出于其地缘政治考量，与当时的苏联竞争。这个计划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项目，更多的是战略项目。相比之下，中国和欧洲之间并没有地缘政治关联，不存在共同的敌人，两者之间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又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可以到欧洲做些生意，但要推行大规模拯救计划的可能性趋于零。
令人担忧的是，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还再度促使中国的改革意识形态化。由于中国比较有效地应对了金融危机，很多人就简单地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要比西方的优越，更有人认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会走向社会主义。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越意识形态化，人们就越难以对国际经济危机的产生根源作一科学的判断。在不能对危机的根源有一个理性认识的情况下，有可能用简单易懂的意识形态进行解释。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过去中国的改革者混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错误地把经济政策运用到社会政策领域，推行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的全面产业化。结果是，高速的经济发展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今天，在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很多人又混淆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当然这次是错误地把社会政策的“救济”逻辑滥用到经济领域，导致经济国家主义大肆横行，特别是国有企业大扩张。当然，正如前面所讨论到的，这导致了诸多方面的经济失衡。
如果说华尔街成为西方社会的关注点，那么政府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关注点。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政府部门收入增长过快。政府积聚这么大量的财富干什么用呢？至少从近几年来看，主要还是为了通过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积累更多的财富。这和华尔街不断注资“赌场资本主义”，换取更多金钱的逻辑类似。华尔街积累财富的方式错了，对所积累财富的使用方式也错了；同样，中国政府积累财富的方式错了，对所积累财富的使用方式也错了。积累财富是通过国企的过度扩张，通过向平民百姓征收过重的税收。这导致“国进民退”和“国富民弱”。再者，积累起来的庞大财富并没有用在建设最需要的社会政策上，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政策，就是说财富没有流向社会的大多数；相反，财富促使政府方面作出很多不理性的决策，例如，建立维稳机制，注定要浪费的公共投资（修桥铺路等），政府内部的“消费社会”（如所谓的“三公消费”），等等。同时，因为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财富，腐败现象变本加厉。现在一些官员一贪就是几十个亿，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掌握了庞大的社会财富，却没有以“社会化”的方法管理和分配这些财富。当然，政府掌握财富过多，也刺激着国际社会一些国家对中国产生贪婪欲望。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单纯追求国富有百弊而无一利。
简单地说，无论是应对危机还是争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们必须意识到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不同性质。概括地说，这两个模式代表的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市场包涵政府（美国），另一个是政府包涵市场（中国）。当市场逃避了政府的规制的时候，美国模式必然发生危机；当政府完全控制了市场的时候，中国模式必然发生危机。在西方的市场模式下，政治冲突往往表现为人民与资本的冲突；但在中国的国家经济主义下，政治冲突往往表现为人民和政府间的冲突。只有认识清楚了中国模式的性质，人们才能作出科学的政策，否则，政策很可能是误入歧途，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要应对新的危机，200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一定要吸取。应对危机的目的是解除危机，而不是制造新的危机。
 
（本文是2011年11月12日在合肥为“2011中国市长论坛”和2011年12月2日在深圳为“高端学术讲座”所作的演讲）



2.全球化与国家的转型：西方、亚洲和中国



全球化与中国
对中国来说，一个严肃的问题在于：如何在继续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避免与全球化关联的国家权力的危机。
 
今天讲全球化和国家转型这个题目，可以说具有历史和现实政策两方面的重大意义。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是全球化和国家转型的历史经验。从历史上看，全球化经常导致国家制度形式的转型。全球化并不新鲜，历史上已经经历过几次大的全球化运动了。每一次全球化首先是资本驱动的经济全球化。马克思观察到，经济是基础，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了，必然迟早导致国家制度的变化和转型。因此，在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之前，远程贸易往往和帝国的国家形式有关。而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崛起之后，就有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家制度，也就是近现代国家形式。下面我会讨论到，今天在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方方面面的矛盾都和最近一波全球化运动有关。如何根据今天全球化的需要来重建国家制度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一大挑战。
 
《历史的终结》
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本书全面论述了20 世纪后半期在迅猛的科技发展的条件下，人类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伦理观念，以及文明演进模式等发生的相应变化，从黑格尔哲学出发，重新提出并阐释了“历史的终结”的社会科学概念，认为自此之后，“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作为社会进步的常识而为世人所普遍接受；不论人们所处的社会正处于何种形态，这一人类理论的实现进程是不可更改的。
 
第二是全球化冲击下的西方危机的本质。在这一波经济全球化冲击下，西方正发生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普遍盛行乐观主义，于是出现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理论，就是说基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民主政治是人类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制度。但现在没有人再这么说了，西方学术界和政界一片悲观。整个西方都面临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改革的问题。在经济层面，无论是制造业本身还是金融资本主义都出现了大问题，经济结构严重不平衡。这种结构性的改革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完成的，况且今天西方连改革的方向都没有明确。在社会层面，收入分化导致社会阶层分化，传统中产阶级的民生问题日益严重。近来，中产阶级发动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矛头直指金融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尽管表达了民众的不满，但解决不了问题。如何解决？没有答案。从政治层面看，西方也经历着新一波民主危机。尽管在大众民主时代，西方的民主越来越具有民粹的倾向，但没有一个国家现在能够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社会危机，都需要一个强有力政府的出现。但现在西方的民主越来越演变成为党派政治，执政党和反对党旗鼓相当，互相否决。用福山的概念来说就是，民主政治已经演变成“否决政治”。
这里就涉及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即当代西方的危机到底是资本主义危机还是国家权力危机？最近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大家都在讨论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对资本主义表现出极其悲观的态度。我的观点是，尽管资本主义也的确面临严峻挑战，但究其本质来说，这是西方国家的国家权力危机。资本主义是通过市场机制获取利润的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因此，无论从市场的拓展还是利润的最大化来说，资本主义并没有产生任何的危机。相反，产生危机的是国家权力，就是说，国家权力无法应对全球化形态下的资本主义。这要求国家权力的转型。历史上，每一次资本主义的转型必然带来国家权力的转型。我们所看到的民主政治的几次重大的转型也是资本主义推动的。那么在这一波全球化下，民主政治又该如何转型呢？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需要我们思考。
第三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家建设问题。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发展模式也和全球化密切相关。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中国的开放过程也就是中国的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中国内部改革的很多动力也来自于外部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入国际体系，近代中国历史表明，封闭没有出路，要发展，就要开放；但另一方面，开放也会带来很多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在全球化的同时也要修筑钢铁长城，免于被全球化吞没。在这一波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有足够的经验证明，如果不能消化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不仅其所带来的成果不能保存，而且国家很容易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全球化给各个国家两个选择。第一，拒绝全球化。其结果等于落后，不发展，最后必然“挨打”，朝鲜就是个例子。实际上，除了少数像朝鲜那样的国家，很少国家能够避免全球化浪潮。第二，加入全球化。这个选择既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也有着巨大的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泰国和印尼，这次（2008年）金融危机之下的西方诸国都是例子。中国的选择应当怎样？我们已经选择了加入全球化，没有什么退路。我们必须像邓小平当年所说的那样，对全球化要“两手抓”。在新的环境里，对“两手抓”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我们要“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政治”。“抓经济”就是要更加积极地融入全球化，并且推动全球化进程；“抓政治”就是要抓紧国家制度建设，不仅保障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的成果，而且利用全球化的动力，促成国家制度的转型。也就是说，和其他国家一样，全球化也在要求中国国家权力的重建。
这里又涉及近年来一直在讨论的“中国模式”问题。在这一波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和西方相比较，中国有效地应对了危机对自身的冲击，在很多年里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再增长的最有效的动力。海内外，人们对中国模式的争论还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模式争论很多，但我还是认为存在着中国模式。很简单，不管怎样发展，中国还是中国，中国的经济不会演变成美国经济，中国政治不会演变成美国政治。在西方，很多人，主要是具有现实感的政治人物，也开始意识到中国模式的存在，就是说认为中国也有他们可以借以参考的经验。西方历来轻视西方之外的发展模式，视自己的发展模式为普世的，但现在发生了深刻的危机，开始有动力来考量非西方的模式。随着非西方的崛起，这种趋势不可阻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发展模式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显得重要。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那么大的经济成就，这促使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经验产生强烈兴趣。但是，中国模式也面临很多巨大的挑战。中国该如何完善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完善不仅对中国自身具有意义，而且对其他国家也有重大的意义。中国不仅要学习其他国家全球化成功的经验，更要总结其他国家失败的教训。
当然，承认中国模式存在并不是要对外推行中国模式。我一直强调中国模式不是“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是在人们对“华盛顿共识”反思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意味着中国也可以学习西方，把自己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国家。我觉得，如果学西方，中国模式必然失败。但如果是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参考中国经验，那么中国模式就会走得出去。中国模式走出去是有其可能性的。中国模式之所以与其他国家相关，就是因为中国模式是在全球化环境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果是在闭门状态下产生的，那么中国模式很难和外在世界有任何相关性。在全球化状态下，中国吸取了其他国家的一些最优实践，来推动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中国模式既是全球化的产物，也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对中国来说，一个严肃的问题在于：如何在继续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避免与全球化关联的国家权力的危机。



资本、国家与全球化：简单的历史
资本对利润无穷的追求使得资本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最主要动力。
 
近代化国家形式或者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于西欧。在此之前，世界上主要有两种国家形式，即帝国和地方化的各种政权形式。帝国的统治比较松散，没有一整套国家制度。帝国所争取的主要是土地和人口，并且是以农业为社会基础。一些研究表明，帝国对帝国内部的“全球化”有推动作用。历史上，帝国往往由很多地方化的政权组成，甚至横跨几个洲。帝国产生之后，在帝国之内，往往能够消除贸易壁垒。因此有人说，帝国是第一波全球化。但帝国没有一整套制度来支撑，在帝国解体之后，又会演变成地方化了的政权形式。
 
华盛顿共识
是指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于1980年代末提出，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主要主张政府角色的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等。
 
在欧洲，市场经济是在帝国解体的废墟上崛起的。市场经济由小到大，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现在人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是和市场机制一同产生的。有了市场，资本就可以运作，发生作用。对“资本主义”的概念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定义，但大家都同意，“资本主义”的两大特点，就是市场机制的存在和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前者是条件，后者是结果。有了市场制度，投资者才有可能追求利润，而利润的扩大又为资本拓展市场提供了动力。
马克思科学地指出，资本就是追逐利润。资本对利润无穷的追求也使得资本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最主要动力。资本的全球化是从一个个国家内部开始的。资本首先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当市场本身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消灭一个个非常地方化了的政权，从而形成一个统一市场的时候，资本就转向了国家政权的帮助。在欧洲，君主专制国家应这个要求而崛起。专制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用武力消灭了一个个“城堡”国家，造就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也就是近代民族国家的起源。
 

在“新帝国主义”时期，欧洲人进入殖民地通常要依赖于新的铁路的建设，这些铁路不仅运送人，也运送货物进出欧洲殖民地的腹地。这幅图描绘了一队大象拉着火车头抵达印度中部的情景，其时一条新的铁路正在印多尔地区建成。（图/纽约公共图书馆）
 
资本在专制国家政权的帮助下统一全国市场之后，开始往国际和海外市场发展，这就是资本开拓海外市场的时代。这个过程也非常血腥。中国有切身的感受，那就是两次鸦片战争。在政治上，海外市场的开拓往往伴随着殖民主义政权。殖民主义政权既帮助殖民国家开拓海外市场，也用来保护其海外利益。资本的扩张和全球化，是马克思所研究的问题。当然，对这一过程也有其他不同的解释。例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解释这个过程，就是说各个国家都存在着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自由贸易”就可以把自己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从而创造财富。不可否认，各国的确存在着“比较优势”，但是“比较优势”本身不足以构成全球化的动力。如果是出于“比较优势”，那么全球化会是一个和平的过程。“比较优势”本身难以解释为什么全球化是那么“血腥”的一个过程。
资本者或者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的帮助下统一了国家市场，开拓海外市场。市场越大，利润越高，资本的力量就越大。在市场扩展的同时，资本者开始要求政治权力。为此，他们要求与君主贵族分享国家政权，而分享权力的最主要目标就是要用法律的形式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免于政治权力对他们经济利益的掠夺。这是西方民主政治的起源，也是私有产权制度的来源。资本者或者资产阶级是争取民主的第一个社会群体，因此，马克思说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美国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的名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就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总结。从君主贵族统治到资产阶级民主（或者精英民主）时代，是西方社会国家建设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西方在大众民主化来临之前，大多数国家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就已经到位，这些国家制度为日后的大众民主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一点后面会再次强调。



全球化与经济活动的“去主权化”
实际上，在缺少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任何法律和法规体系都无法约束资本者。富士康很难像对待中国大陆工人一样对待台湾的被雇佣者。
 
冷战结束后，我们所经历的一波全球化是全新形式的全球化。西方资本仍然是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但是为什么这波全球化使整个西方深陷危机？我们有必要对资本主义及其国家制度的发展理出一个思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全球化是如何导致国家权力危机的？这里，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巨大变化。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是资本主体的变化，主要是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资本主义转型到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金融资本主义；第二是制造业本身的转型，即从工业资本主义转型到后工业资本主义。但无论是金融资本主义还是制造业资本主义，现在都在全球化环境下运作。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资本主义主要指的是金融和制造业资本主义。
那么全球资本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或者说，经济的全球化对资本主义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简单地说，传统资本主义是一种主权经济，而全球资本主义则是超越了主权国家边界的经济体。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经济体，无论是近代之前的地方化经济体、帝国经济还是近代经济，都具有边界，就是说经济活动都发生在一定的边界内。即使是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也主要局限于贸易，即我用我的产品和他人交换，各种产品由主权国家生产，交易则超越国家的边界。换句话说，在主权经济形态下，大多数生产要素是国家可控的。古典经济学家所界定的主要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这些都在国家的边界内部发生，也是可控的。但全球化已经急剧地改变了一切，对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是对经济伦理的影响。资本尽管以利润为目的，但在运作过程中，伦理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种伦理出自不同的方面。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有《道德情操论》一书，认为人具有道德的一面，企业家或者资本者也一样。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宗教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的道德面。韦伯认为，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包括勤俭节约、努力工作等美德与宗教（主要是新教伦理）有关。在这里，利润和赚钱只是手段，是为了人的自我拯救，因为基督教告诉人们，每一个人都有“原罪”。不过，我个人觉得，资本的经济伦理和主权国家有关。无论是人的道德天性还是宗教因素，所有的伦理都产生于不同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资本的经济伦理产生于资本者和受雇者之间的互动和交往。在主权经济内部，很多因素使得这两者交往容易产生伦理，例如，同一种宗教信仰，统一的民族，统一的语言，同一种肤色，等等。马克思看到了资本的剥削本质，他提倡国际主义，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或者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并没有达到目标。有人说，在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较量中，后者胜出。也就是说，本国内部的资产者和受雇者之间的妥协，较之本国受雇者和他国雇佣者之间的合作要容易得多。对此我也有自己的一些观察。
前些年，我考察广东和浙江，发现广东外资多，浙江内资多，广东的劳动纠纷要远远多于浙江。我发现，在浙江，投资者和雇工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一些，因为他们大多雇用当地工人或者外地工人，工人和老板之间容易产生一种共同的认同。老板不可太过于剥削本地人或者本国人，否则老板的名声在当地会很差。但在广东，投资者大多来自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这些老板和工人之间很难产生共同的认同感，关系往往不和谐。
浙江的例子可以支持主权经济体的经济伦理，而广东的例子支持全球化情况下的经济伦理缺失的状况。全球化表明全球市场的形成，这一市场的存在表明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被国际化。资本的本质是要用全球市场来追求最大的利润。国际市场的廉价劳动力是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动因，但由于雇用的是外国劳动者，经济伦理对资本者的约束大大减少，甚至完全消失。很容易理解，随着中国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它也必然成为“血汗工厂”中心。这方面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血汗工厂”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工人的权利缺失。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缺失劳动保护制度或者劳动保护制度不完善，更是因为资本者在对待外国工人时缺少道德约束。实际上，在缺少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任何法律和法规体系都无法约束资本者。富士康很难像对待中国大陆工人一样对待台湾的被雇佣者。很多经验材料表明，很多著名的跨国公司一旦到了中国，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就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跨国公司因道德约束的缺失，在中国大陆很容易成为“血汗工厂”。（图/ 邝飚）
 
其次，全球化对就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主权经济时代，产业发展具有边界，即在主权国家内部，产业发展因此产生就业。但全球化已经急剧地改变了这种情况。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一些和技术相关的产业，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和企业所雇用的工人可以分离开来。在主权经济内部，“德国制造”意味着德国的技术，由德国工人制造的产品；“日本制造”意味着日本技术，由日本工人制造的产品。在这里，技术产生两个产品，第一是产业，第二是就业。但在全球化时代，一种普遍的情形是一种技术由国家A的公司所拥有，但产品则是由国家B的工人制造的。简单地说，在全球化时代，一种技术既可以不产生产业，也可以不产生就业。在主权经济时代，美国的技术造就了美国的产业和美国的工人阶级队伍；今天，美国仍然拥有技术，但其产业和工人阶级则已经转移到其他国家。美国的产业在哪里？工人阶级在哪里？美国的产业在珠江三角洲，美国的工人阶级的主体则是中国的农民工。
一边是技术不产生产业和就业，另一边是制造业只有就业而没有产品。例如，美国的技术可以给中国带来制造业，即加工业，但中国没有自己的产品。实际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加工业基地，但中国自己的产品是什么呢？
在就业方面，尽管制造业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由于上述道德因素的缺失，就业领域很容易出现变相的劳动奴役制度，即人们所说的“血汗工厂”。可以这么说，在主权经济时代，制造业不仅制造出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劳动工资的不断提高，逐渐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产业工人是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最主要的一个群体。但在全球化状态下，制造业就很难促使产业工人转型成为中产阶级，因为资本者可以拼命压低外国工人的劳动工资，或者不断雇用廉价工人。珠江三角洲使用农民工已经数十年了，但有多少农民工转型成了中产阶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工业化的时候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来，但在珠江三角洲，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发生在主权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起飞则发生在全球化时代。
第二，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的税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已经没有主权边界。但是，政府仍然具有主权性。实际上，民主的大众化（即大众民主）和民族主义的崛起已经大大强化了政府的主权性。以往，主权国家和主权经济重合，现在则分离开来。在重合的情况下，主权国家比较容易对主权经济体征税。各个国家到目前为止的税制还是传统主权经济的产物。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公司通过“跨国”形式来逃避征税。一些人认为，跨国公司除了寻找劳动成本低的投资目标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是逃避本国政府的征税。在经济活动全球化之后，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的税基大大缩小。如何在全球化状态下设计新的税收制度，这是所有主权国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西方一些国家因为经济全球化开始得早，至少有意识要对全球化的经济活动进行征税，如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都有不同的征税机制。不过，所有这些征税机制都很成问题，所有这些国家都难以对流落到海外的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征税。更加严重的情况是，因为存在着全球化的条件，主权政府也难以对仍然处于本国的公司和富人过多征税，因为一旦加重税负，这些公司和富人可以选择离开本国，远走他乡。美国政府现在就面临这种困境。
第三，与征税相关的是全球化对主权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影响。市场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市场越大，财富就越多。经济的全球化造就了世界性市场，也为各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在全球财富大增的同时，收入差异也越来越大。一个显著的全球性现象就是，这一波全球化以来，所有卷入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趋势，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加速和收入差异的扩大是同时发生的。全球化速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在亚洲，最显著的就是“四小龙”经济体。“四小龙”在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同时实现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被国际社会视为公平性增长的典范。但是，这种情况已经不再，全球化也导致了这些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那么，全球化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呢？
首先是二次分配的失效。通过税收政策而实现的二次分配是大多数国家解决社会群体之间或者区域之间收入差异的最主要工具。政府通过税收政策一方面调节经济发展（如通过减税以提高投资者的动力），另一方面以此来保障基本社会公平。但是如前面所讨论的，公司通过“跨国”形式来逃避税收，这有效地制约了主权政府的征税功能，导致二次分配的失效。而二次分配的失效必然恶化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导致了一次分配的失效。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跑到哪里去了？在任何国家，一次分配较之二次更为重要，一次分配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二次分配是政策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二次分配只是一次分配的一个补充。在一次分配失效的情况下，二次分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欧美发达国家一直努力通过一次分配，例如，通过反垄断和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来实现一次分配的基本公平，然后用二次分配来改善公平。日本和亚洲的“四小龙”也如此。那么，全球化是如何导致一次分配失效的呢？
首先，针对国内企业的反垄断机制已经变得不相关。现在的跨国企业越做越大，其经济活动遍布全球。尽管企业巨大，但地理分布非常分散，分布于不同的主权国家内。垄断越多，分配就越不公平。
其次，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最初，所有权和管理权合一，不存在分配问题。后来随着企业的做大，两者开始分离，即所有者雇用专业人员来管理企业。这里，所有者的权力仍然大于管理者。但全球化已经导致管理者“坐大”的情况。这里至少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所有者弱化。在很多情形中，所有者表现为一个集体，即一个公司的投资者有很多人，如企业的持股人都可以说是所有者。作为一个投资集体，其权力必然是分散的。第二个因素是企业投资的分散化。现代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往往投资在不同的领域。第三个因素是企业体制的全球化。第二、第三个因素在很多场合是重合的，而这些环境变化使得现代企业变得极其复杂，从而更需要专业背景的管理者。“打工者”（管理者）打败“所有者”成为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些年来，跨国公司尤其在金融领域，打工者往往获得巨额工资和奖金（“红包”）。在很多场合，即使企业亏损，这些“打工者”仍然可以获得大量的奖金。这种现象尽管导致整个社会的不满，但仍然在继续。为什么？因为企业不能失去这些“打工者”。一旦失去了他们，企业的命运会变得更糟。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实际的还是心理上的），“打工者”很容易挟持企业。企业的很大一部分财富就进入了“打工者”的口袋，而非所有者的口袋。
再次，劳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方面，下面会继续讨论。前面已经讨论过劳资在主权空间上的分离（即企业可以雇用外国工人）的情况。也就是说，因为跨国企业不用付给外国工人足够高的工资水平，致使外国工人所创造的大量财富流向了资方及其管理者。这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异。



金融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
人们必须注意到，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取代制造业（工业）资本主义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形式。
 
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型必须得到特殊的强调。上面强调过，全球化历来就是由资本推动的，最近一波全球化也同样。制造业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所推动。人们必须注意到，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取代制造业（工业）资本主义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形式。这尤其表现在英美国家，随着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国家，金融业成为主体产业。而其他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尽管制造业仍然存在，但受金融资本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
金融资本主义成为主导地位，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金融资本主义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和传统金融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尽管两者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首先是规模的不同。今天金融资本的规模不是人类传统上所经历过的可以比的。其次，传统金融资本主义是为实体也就是工业资本主义服务的，金融业是为企业融资。但今天金融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自我膨胀，就是说，融资是为了聚集更多的资本。资本的目的就是资本本身，就是“以钱生钱”。不错，金融资本仍然投资于实体经济，但这里金融资本是主体，实体经济变成了客体。从前更多的是金融资本依赖于实体经济，现在则相反，是实体经济高度依赖于金融资本，而金融资本可以脱离实体经济而存在。
金融资本主义也产生着我们上面所讨论的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首先是伦理问题。去道德化的情况，金融资本远比制造业严重。实际上，金融业历来被视为投机业。2008年开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创造了无数“衍生工具”来自我扩张。“机会主义”或者“投机”已经成为金融资本的核心价值观。其次，金融资本不产生就业。这种情况也比制造业严重。制造业不产生就业主要是因为全球化，而现代金融业从其本质来说是没有就业机会的。传统金融业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主要是中介人。在西方，金融业的专业人员是中产阶级的很重要的来源。但今天，这一大批专业人员已经为电脑所取代。在金融界，人们看到的只是几个大老板和少量的电脑操作人员，即所谓的“金融工程人员”。在一些情况下，金融业不仅不产生就业，反而阻碍着就业。例如，有些技术创新本来可以转化成为产业，从而产生就业，但如果金融资本认为某一技术会对其所掌握的产业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它就会运用其庞大的财力，买断这个技术，从而扼杀创造就业的机会。其三，金融业逃避国家税收。这一点和前面讨论过的制造业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在金融业，情况更加严重。金融资本比制造业更加全球化，可以流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其四，金融业加剧收入差异。人们对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同意见，看看华尔街的情况就一清二楚。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货币化运动。马克思已经观察到，资本的特点就是要把一切东西都“商品化”以用来交易。金融资本主义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迫切要求把一切事物货币化。道理很简单，只有通过货币化，所有东西才可以进入金融流动领域。金融资本主义因此要求主权国家放弃对金融活动的任何控制，例如，要求开放资本账户等。实际上，在这一波全球化运动中，金融资本主义已经构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体意识形态。为了对事物进行货币化，金融资本不惜和专制政权相结合，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私有化是第一步，只有私有化之后，私人才能对事物进行货币化。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造就了庞大的金融帝国。这些金融帝国掌握了极其巨大的货币量，它们可以和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掌握的资金相比拟。它们在构成全球化的主体的同时，对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构成严重威胁。我们可以把金融资本主义视为一条不断膨胀的河流。如果一个主权国家不能连接这条河流，那么河水怎么也不会流到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或许永远得不到发展；但是，如果这个国家连接到这条河流，而又没有有效的堤坝来防止河流的泛滥，那么就会被洪水冲垮。就是说，如果没有强健的制度机制，那么金融资本主义可以冲垮很多国家的金融体系，使得国家的财富被“洪水”卷走。



全球化与弱政府
对西方来说，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重建国家权力。西方花了很长的时间确立对产业资本主义的监管体制，那么，现在需要多少年来确立对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制造业资本主义的监管体制呢？
 
另外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在这一波全球化到来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弱政府现象。不管什么样的制度背景，无论是民主还是权威主义，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弱政府是个普遍现象。在北美和欧洲，这些传统上被定义为民主的国家，现存的民主已经难以产生一个强政府甚至有效政府。在阿拉伯世界，社会抗议运动（一些人称之为“民主化”运动）不断瘫痪着一个又一个政府。在亚洲，日本政坛的动荡尽人皆知（六年里产生了五个政府）。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都面临政治不稳定问题。即使是实行一党独大制度的新加坡，政府也面临着社会媒体等的挑战。
那么，全球化如何弱化主权国家的政府？西方比较典型。全球化首先在西方发生，其出现的问题具有标志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就有很多学者开始观察到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的挑战。实际上，正如我们上面所讨论过的，经济主权的消失已经弱化了主权政府。上面提到的所有要素，如经济道德的消失、就业的困难、税收的减少等，都在弱化着主权政府。
如果这些是经济面的因素，那么西方民主的转型更是弱化着主权政府。历史地看，西方的民主已经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或者说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而每一次转型都不是强化政府，而是使得政府更加弱化。
在西方民主的历史上，第一波民主化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化。在民主化之前，西方大多是君主贵族政权。资产阶级是第一个有能力和君主贵族分享权力的社会群体。第一波民主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精英民主。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配合得非常好，即政府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很融洽。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政权本身是资产阶级所产生，前者是后者的代表。从经济形式看，这个相当长的阶段属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政府和资本往往站在一起，对雇佣工人（劳动者）进行剥削。这种“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可以从马克思、狄更斯、雨果等作家的描述中看得非常清楚。
第二波西方民主化的动力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为了利润，大力发展产业，到处拓展市场。结果，不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且也培养出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队伍。这个阶级早期受资产阶级的剥削，但随着其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其“人口”力量越来越强大。他们开始要和资产阶级分享权力，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等等。工人阶级运动开始发挥政治影响力。工人阶级运动对西方民主的影响怎么说都不会过分。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西方民主开始从原先的精英（资产阶级）民主向大众民主转型。工人阶级凭借其“人口”的力量，要求政治参与，要求普选权。继资产阶级之后，工人阶级也变成进入了政治过程的社会群体。其次，促成了劳动关系的变化。之前，政府和资本结合在一起，对劳动者进行剥削。工人阶级崛起之后，政府开始和资本分离。这种分离符合资本和劳动者双方的利益。对资本来说，这种分离有利于政府在劳资双方间扮演一个比较中立的角色，来缓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冲突，调和两者之间的利益。这尤其表现在法团主义的制度安排上。第三，政府和资本分离也促成了西方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制度（regulatory regime）的确立。这一点很重要。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根本不顾工人、消费者、社会的利益。今天我们在中国看到的一切现象，如环境污染、工业事故、毒食品等等，也曾经在西方长期存在。但随着政府和资本的分离，政府开始有条件来确立制度，规制资本的运作。很显然，权力与资本一旦开始分离，政府便逐渐把权力基于工人的选票之上，至少减少了政治权力对资本的依赖。没有这种分离，没有工人阶级对政府权力的支持，西方规制型政府不可能产生。第四，在社会制度上，西方开始从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制度转型。资本的唯一目标是利润。西方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西方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结果。工人阶级运动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社会主义产生于西方是有其道理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是确立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制度。当然，这些社会目标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通过长期的发展得到确立的。最初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只局限于最低劳动保护、工资等方面。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西方确立了一整套市场制度，那么社会主义的发展为西方确立了一整套国家社会制度。
 

工会成员数量的稳定增长改变了所有工业化社会的政治生活。这幅英国矿工投票罢工的插图发表于一家意大利的报纸，描绘了那种在20 世纪早期流行于大部分欧洲国家和现代世界其他部分的工人激进主义。（图/ 周日信使报）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是自己的“掘墓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资产阶级产生和培养了自己的竞争者，即工人阶级，但工人阶级并不注定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在资本主义先发展的国家，工人阶级的崛起不仅没有“埋葬”资产阶级，反而拯救了资产阶级，促成资本主义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即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导致了社会制度的确立，保障了工人的基本利益，从而保障了社会的稳定，而社会的稳定反过来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同时，资本不再单纯依赖于对工人阶级的高强度的剥削，而是转而依靠技术和管理创新。工业资本主义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也促成了工人从简单的劳作转型成为技术工人。在这一过程中，昔日的无产阶级转变成为中产阶级。社会制度和中产阶级是消费社会的主柱或者基础，这样，西方的经济也具有了充足的发展动力。
但是，在后发展中国家，包括俄国和中国，工人阶级则的确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在这些后发展国家，国家政权并不像先发展国家那样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充当一个协调者，而是和劳动站在一起。国家政权和劳动的一体化构成了巨大的力量，消灭了资本和资本赖以生存的市场。当然，在这些国家，资本的力量本来就不是很强。消灭了资本之后，这些国家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日后的“计划经济”的道路。但是，在消灭了资本之后，谁来发展经济？消灭了市场，又如何发展经济？如日后的历史所证明的，“计划经济”最终走上了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说的“通往奴役的道路”。没有了发展经济的主体与动力，贫穷也就成为必然。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计划经济导致了普遍的贫穷即贫穷社会主义不难理解。社会主义本来是要使得经济发展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但贫穷社会主义最后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实行苏联模式贫穷社会主义的主权国家在与西方国家的竞争过程中败下阵来。而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重新接受市场经济，才避免了前苏联那样的命运。 （这一点后面还会详细讨论。）
第三波西方民主就是大众民主。资产阶级创造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进入政治过程，这使得西方民主大众化变得不可避免。之后，各种社会群体包括妇女、少数种族等也通过各种社会运动（如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进入政治过程，民主的大众化过程至少从理论上完成了。现在人们把很多权利和民主化联系起来。从历史上看，的确，很多权利尤其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是随着民主化而产生的，不过，我们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如上面所讨论的，很多方面的权利，尤其是经济和社会权利，在民主化之前已经实现。西方很多方面的社会制度建设发生在大众民主化之前，甚至在专制主义阶段。最明显的就是法国的教育制度是在拿破仑时代建立的，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铁血宰相”俾斯麦时代建立的。可以说，西方大多数基本国家制度和大众民主化没有什么紧密的关联。所以，我一直强调，要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大部分国家制度必须在大众民主化之前得到建立。如果不能得到建立，那么在民主化之后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民主化可能产生巨大的政治能量，不过，这种政治能量可以有效地摧毁现有的制度，而不能同样有效地建设新制度。历史地看，民主政治对国家制度建设的贡献并不是很大。我们可以举美国为例。美国是典型的民主国家，其大部分制度是建国那一代政治领袖建立的，后来只是修修补补。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当社会经济的动荡威胁到政权生存的情况下，才利用危机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这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也试图为穷人建立医疗保障制度，但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前途未卜。可能是危机不够深刻吧！在危机还没有对政权产生足够威胁的情况下，各方面的力量很难妥协，重大的改革自然很难成功。实际上，民主制度是一种极其保守的制度。在民主政治下，各方面的利益都可以得到表达，但要他们之间作重大的妥协则非常困难，因此民主制度非常有利于维持现状。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是，民主政治所给予的权利大多是理论上和法律上的，而非实际上的。民主政治强调人人平等、自由、参与等一系列人类所向往的原则，但并不是说民主化了之后，这些权利就会自动实现。道理很简单，这些权利的实现是需要很多条件的。民主政治在法律上保障人人机会平等，但现实则是不平等的。尽管在民主大众化之后，原先建立的各种国家制度变得更加平等，对弱势社会阶层有利，但并不是说在实际层面，每一个人的权利真正平等了。民主是用理论上和法律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的一种制度。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被视为最民主的国家，不同社会群体也经常通过社会运动的方式要求平等的权利。女权运动和少数种族运动是两个常见的例子。
大众民主对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上面所说，在精英（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政治和经济体系互相配合，没有重大的冲突；在大众民主化的早期，政府开始和资本脱离，向社会倾斜，但政府还是可以超越资本和社会，在两者之间充当协调人。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政府很快向社会倾斜。大众民主说到底就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对政治人物来说，要得到政治权力，首先就要得到足够的选票。很显然，从选票数来讲，社会远较资本来得重要。这使得今天的大众民主越来越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在福利国家，大众民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显著，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但问题是，谁来买单？西方的政治人物不顾自己国家的经济体已经不能承担福利负担的实际，为了选票继续承诺高福利。而大多数社会群体则看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他们也不愿放弃任何利益。高福利的钱从哪里来？向老百姓借钱，向外国借钱，向未来借钱，这些都是西方的方法。高福利是这次欧洲金融危机的根源。
但荒唐的是，大众民主也很难建立一个强政府，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上面说过，在全球化时代，政府的税收政策成为问题。一方面是本国资本全球化，另一方面，政府却没有有效的税收机制对流向海外的资本收税。不仅如此，政府也很难对仍然处于本国的资本者（富人）征税，因为一旦税负过高，就会迫使这些资本者流向海外。政府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向中产阶级征税，而中产阶级在制造业和金融业全球化的影响下，其生活已经相当艰难，政府向中产阶级征税很难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更进一步，西方民主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一种互相否决的制度。这和民主的保守性有关。因为各种利益都可以被动员，在各种利益比较平衡的情况下，谁也成不了多数，就造成互相否决的局面。
全球化、资本外流、就业不足、过度福利、弱政府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和政治失衡的结果。这表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又到了一个改革和转型的新阶段。最近，海内外开始讨论资本主义危机。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更是政治权力危机和国家政权危机。对西方来说，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重建国家权力。西方花了很长的时间确立对产业资本主义的监管体制，那么，现在需要多少年来确立对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制造业资本主义的监管体制呢？建立政府对企业的规制首先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但是在大众民主下又如何建立这样一个强大的政府呢？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由谁来监管强大的资本力量呢？又由谁来制约民粹主义式的民主政治呢？



全球化中的东亚模式
从国家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看，东亚模式的成功主要在于他们选择了与西方先发展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第三条道路”。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市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是非常成功的典范，基本上也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我把这条道路总结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日本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明治维新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首先进行了国家制度建设，包括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日本的民主（确切地说是选举政治）是在二战后美国占领期间建立起来的，但人们都明白，日本尽管也像西方那样是选举民主，但日本民主和西方民主不一样。在很长历史时期里，日本是一党独大体制，即日本自由民主党牢牢掌握着国家政权，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民主体制。尽管自民党内部有派系竞争，但反对党没有能力挑战自民党的一党独大。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开始起飞之后，日本花费了大约二十多年的时间，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同时，因为政府财力的增加，政府开始大量进行社会投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加速。应当说，选举民主在社会建设方面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因为要得到选票，政治人物努力把国家财政大力投入于社会建设。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保障了日本长时期的经济发展，而社会制度保障下的庞大中产阶级构成了日本社会稳定的基础。从这次日本社会对大地震、海啸、核泄漏的反应来看，日本社会的强大是显然的。实际上，今天的日本已经呈现出典型的强社会、弱政府的状况，也就是说，即使在政府失效的情况下，社会也能正常运作。
 

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后，麦克阿瑟以美国政治制度为模式，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实施了大规模的民主化改革，力图将日本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图为麦克阿瑟与天皇在一起。
 
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也基本走上了类似的道路。唯一不同的是上面提到的民主化。表面上看，日本的民主化发生在经济起飞之前，但是，民主化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占领，并且是一党独大的权威主义式选举民主。而在“四小龙”，经济发展、社会建设都发生在民主化之前。“四小龙”首先是建立一个权威主义政权，然后实现高速经济发展。等社会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政府再搞社会制度建设。而社会制度建设和中产阶级的存在又为和平的政治开放和民主化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中产阶级在其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开始有政治参与的要求，这是民主化的动力；另一方面，社会制度和中产阶级的存在又保障了民主化进程的和平性质，即人民都能理性地参与政治过程。在“四小龙”当中，韩国和中国台湾已经实现民主化，新加坡的民主化最近也在加速，香港的中产阶级也在追求民主化。不管如何，与欧洲国家早期民主过程中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工人阶级运动）相比，东亚社会的民主化显得非常理性、有序、和平。
从国家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看，东亚模式的成功主要在于他们选择了与西方先发展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第三条道路”。与西方先发展国家相比，东亚政府扮演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都经历了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经济发展主要是由市场驱动，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并不是很大，主要扮演规制经济活动的角色。在社会建设上，只有在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西方整体制度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政府才开始涉足社会领域。这也就是上面所讨论过的，政府开始和资本分离，把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转移到依靠选票的民主合法性上。但在东亚尤其是“四小龙”，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形成了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s）。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主动采取有效政策，进行社会制度建设，培植中产阶级，从而避免了类似西方早期具有暴力特征的工人阶级运动。日本政府在进行社会制度建设的同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通过类似工资“倍增计划”这样的政策，提高劳动者工资，扶植中产阶级的成长。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大力扶植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造就了有利于公平性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这里，日本和韩国的企业集团值得强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和韩国的大型企业集团在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国际竞争力提高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大型企业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是政府和企业联盟的结果。没有政府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这些民营企业很难实现日后的大发展。支持这种发展模式的人称之为“东亚战略型资本主义”，但批评者（主要是西方学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前者指向政府和企业关联的优势，后者指向这种关联的劣势。新加坡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更是典范。从社会阶层变化来说，东亚社会的中产阶级从产生到壮大花费了比西方短得多的时间，这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功劳。
 
发展型政府
是指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以推动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以长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为主要方式，以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政府模式。该模式主要盛行于东亚地区和部分拉美国家，成为苏联中央计划型经济和美国自由市场模式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倍增计划
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场新经济运动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 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到1973年，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日本从此诞生和形成了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产阶级。
 
和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不同，东亚政府不仅容许市场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创造制度条件促进市场的发育和成长。如前面所说，苏联东欧模式就是政府和社会的结合，消灭资产阶级和市场机制，代之以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东亚社会拒绝了这个当时非常激进的选择，而是走上了利用市场机制加政府干预的道路。日本和韩国政府大力扶植民营企业，政府动员大量的资源，投入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产业，使其产业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相竞争。台湾也通过类似的政策，在大力扶植战略型产业的同时支持中小企业。香港尽管是典型的自由市场，但政府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通过法治来保障自由市场的运作。新加坡比较特殊，它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政府产业（政府关联企业和政府投资企业），这和其他经济体不同。但是，在充分利用市场这方面，没有重大的区别。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和苏联东欧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完全不同，道理很简单：在新加坡，企业是企业，企业的运作必须符合市场规则，政府不会保护自己的企业免受市场的竞争。
由于对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充分运作，东亚经济体在很短时间内赶上了西方。不过，在全球化时代，东亚各经济体今天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严峻的挑战，东亚模式正接受考验。这里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客观上说，作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东亚经济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经济危机的冲击。所有东亚经济都是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体，高度依赖于西方经济体，世界经济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东亚经济。同时，也有主观上的因素，即这些经济体逐渐失去了自己往日的“战略性”，越来越具有西方经济体的特征。
日本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西方。在20世纪8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日本改变了自己特有的经济运作方式（如减少政府干预、取消企业终身雇佣制等），力图引入西方式经济竞争模式。不过，现在看来，这些改革不仅没有成效，反而在恶化经济状况。日本社会仍然难以适应西方新自由主义式的竞争模式。此外，和西方一样，日本的大众民主现在已经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传统上，自民党内部通过各种协调机制达成共识，但现在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在很多政策上正在向“互相否决”型政党体制演变。
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大力进行经济改革。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韩国影响并不显著。到目前为止，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韩国政府仍然能够继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政府的政策并不是被动跟随“民意”，而是塑造“民意”，克服来自民粹主义的压力，领导国家的经济发展。
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经济现在越来越依赖中国大陆，在产业转移方面，和西方一些经济体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这两个地方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香港缺少一个有效的政治领导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的同时协调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台湾的民主化比较和平，但民主化对经济运作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台湾和新加坡的人均DGP处于差不多的水平，但现在台湾的人均GDP只有新加坡的一半还不到。同时，民主化有很浓厚的民粹化味道。政府官员简单跟随“民意”，着眼于短期利益，有利于长远经济发展的政策很难到位。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政府的社会开支越来越大，债务严重。如何逃离“欧洲式”福利社会危机，是台湾面临的艰巨任务。
新加坡到目前为止理性地追求着自己的发展模式，也有效避免了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弊病。例如，新加坡不想盲目引入欧洲式福利社会，而是发展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护模式。不过，随着民主的大众化，新加坡模式也要接受挑战。
总之，在全球化面前，所有东亚经济体都面临产业转移、就业不足（新加坡除外）、内部的收入差异日益加大、社会分化严重、弱政府等问题。因此，和西方一样，东亚这些经济体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问题。



全球化与中国模式
不管怎样，西方危机告诉人们，西方模式也并非完美，也需要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
 
这一波全球化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达到了顶峰。这里既有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推动，也有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主动迎接。在这个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忙于把自己的制度推行到其他国家，忘掉了全球化也同样在冲击着西方现有的各种制度。从历史经验看，西方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改革现行制度体系。那么，中国呢？中国既是这一波全球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也是其受惠者。正因为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中国也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尽管中国也面临与全球化关联的诸多问题，但与所有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有效地应对了全球经济危机，并保持着相对高速的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提供着最强有力的动力。因此，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关注越来越甚。
在全球化构架内讨论中国模式有多大的意义？首先当然是中国的经验。中国从一个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里成为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里的经验需要总结。其次是中国模式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从哪里来？中国模式本身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能够，那么表明中国模式是可持续的；如果不能，那么这个模式就没有前途。其三，从更深一层次看，中国模式能否成为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个选择？西方现在发生危机，人们也关切着西方模式能否自我修复。但不管怎样，西方危机告诉人们，西方模式也并非完美，也需要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既然西方模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么也有借鉴其他模式的可能性，于是中国模式就变得非常相关。当然，讲中国模式并不是说中国要取代西方模式，而只是说，中国在发展着和西方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的模式之间不是一种互相排斥敌视的关系，而是一种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的关系。中国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开放状态下进行的，就是说，中国模式深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这表明了中国模式和外在世界的紧密相关性。中国模式成功了，外在世界可以学习借鉴。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此，对发达国家也一样。
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中国模式的产生和发展非常有意思。首先应当看到，现代中国体制的产生是一种“反全球化”的产物。无论是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还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权，可以说都是一种“反全球化”的产物。如前面所讨论的，全球化自西方开始，传播到其他地区。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由追求利润的资本者依靠市场的力量，辅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把整个世界融为一体。这是马克思所观察到的。这一观察被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发挥，发展出不同的理论。最著名的是资本主义中心地带—边缘地带关联理论和依附性经济体理论。前者讨论西方和非西方、北方和南方的经济关系；后者主要由拉丁美洲学者所发展，探讨拉丁美洲经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依附如何造成了拉美的经济落后。
资本全球化不仅带来了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也为非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变迁。很多国家演变成西方的殖民地，而另外一些则高度依附于西方。无论怎样，不发达和落后都是其结果。那么，如何逃脱资本的“全球化”呢？列宁提出的解放方法就是，后发展国家必须通过革命，建立新政权，在帝国主义的“链条”上断裂开来。这就是著名的俄国“十月革命”所选择的道路，这条道路成为很多国家（包括中国）的选择。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与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这就是今天人们所强调的“历史的选择”。落后国家受帝国主义也即先发展国家的侵略和欺负，要改革被殖民、边缘状态和高度依附的境遇，一个选择是像俄国和中国那样从那个体系里挣脱出来，另一个选择就是在那个体系内部打拼，往上爬。历史只能解释，而不能假设。中国当时的政治局势决定了中国必然要选择革命的道路，这一道路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都非常明确。但如果容许假设，中国如果不选择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经济模式，那么中国会怎样呢？从历史经验看，中国或许会成为日后的拉丁美洲模式，即成为资本主义的边缘状态，高度依赖于西方；或者印度模式，在很长时间里停留在农业社会；当然，也有可能成为日本、“四小龙”那样的东亚模式。
通过革命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制度，借此逃离西方的政治控制，中国作了如此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定要选择日后的计划经济。实际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再次面临选择。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所设想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与后来的计划经济相差很远。问题在于后来毛泽东走向了极端。毛泽东实行“继续革命”路线，国家政权和社会底层合作，在很短的时间里改变了“新民主主义路线”，不仅彻底消灭了私有制，而且也消灭了私有部门的主体，即资本家和地主等群体。没有了私营企业，没有了企业主，没有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动力。怎么办？毛泽东转向了政治动员。“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两次巨大的政治动员，依靠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分权来发展经济和加强政治控制。尽管毛泽东也想通过分权运动走出一条与苏联和东欧不同的经济路线，但缺了资本和市场，最终也就不得不走上一条贫穷社会主义的不归路。
1978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再次作了选择。无论是对内改革还是对外开放，其核心是市场经济，主动融入西方经济体系并通过改革国内方方面面的制度与之接轨，从而建立起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从毛泽东的“脱轨”到邓小平的“接轨”，这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可以说，“脱轨”为“接轨”之基础。在“脱轨”的状态下，中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没有这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中国会难以逃脱依附西方的局面。邓小平后来提“两手抓”的道理，之所以能够“两手抓”，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
十多年前，当西方学者纷纷论证全球化如何弱化主权国家的时候，我在研究中国的全球化现象时观察到一个正好相反的现象，那就是在中国，很多方面，全球化促成了国家的转型，使得主权国家更加强大（见《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文版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那么，以市场经济为主轴的全球化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我在《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那本书中，强调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意识形态的转型。自五四运动到毛泽东时代，由于长时期的革命（和继续革命）式的动员，中国转型成为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指导一切，衡量一切。当然这里指的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动员型意识形态。改革再次接受了市场。从前，市场被视为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邓小平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市场本身没有意识形态成分，它只是一种人类创造财富的工具，因此，资本主义可以利用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市场意识无疑符合历史和现实情况。历史地看，中国传统数千年，在大部分时期，市场也存在，并且相当发达。从现实看，除了苏联东欧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本身，市场也存在于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并把此写入宪法，执政党因此完成了意识形态的转型。从全球化角度看，这一转型既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前提条件。很难想象，在计划经济意识形态下，中国如何能够实现与世界“接轨”并“走出去”。
其次是执政党的转型。市场经济下，中国发展出多种经济成分。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之后，首先在农村产生出一个非集体经济部门。然后在城市的国有企业部门之外，产生出一个非国有部门，也即民营企业部门。民营企业在90年代中期的“抓大放小”改革之后更是获得了高速发展的动力。外资的进入和各种合资企业的产生也增加了所有制成分的多元化。这种客观形势要求执政党转型。如同在其他地方，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宗旨也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毛泽东时代就是这么做的。改革开放之后，执政党与时俱进，克服左派的阻力，首先修改宪法，给予私有财产法律上的合法性，然后再制定《物权法》，为私有财产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同时，执政党也逐渐开放政治过程，容许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这样，执政党至少从理论上说，已经从一个代表少数阶层的封闭性政党转型成为能够代表大多数社会利益的开放性政党。这种转型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里程碑。
再次是社会的转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以意识形态来组织社会。很显然，社会的不同群体是以政治意识形态来划分，也是以此来管理和控制的。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顶峰。所谓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等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在“去意识形态化”之后，中国社会回归自然，转型到一个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尽管利益导向的社会也会出现很多问题，但较之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社会，利益社会更符合人性。
第四是官僚体制的转型。194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完全是为当时的计划经济服务的，对各种经济活动和社会进行行政管理。这套官僚体系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末，通过多次官僚体制改革（或者“机构改革”），中国确立了一套基本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官僚体系。最大幅度的改革发生在朱镕基任总理的时候。进入新世纪之后，官僚体制改革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大部制”的改革，这也是与世界“接轨”。在“大部制”下，政府的功能要从之前的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转型到对经济活动进行规制。直至今天，这个任务远未完成，但方向则是明确的。
第五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在计划经济时代，政治、社会和企业“三位一体”，构成了严密的控制体系。一个企业同时也是社会和政治体。在组织功能不分的情况下，中国没有基本的国家制度建设。在市场经济开始之后，“三位一体”的制度很快就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到目前为止，尽管国有企业与政府还没有分离开来，但中国社会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功能分离，即企业和其社会功能分离开来，政府功能和经济功能分离开来。这就需要建设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这方面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中国已经建立了包括分税制、中央银行制度、财政制度等在内的支撑市场经济的基本国家制度。同时，到本世纪初，中国也实现了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之间的基本平衡，从而使政府和市场之间达到基本平衡。
 
大部制
即为大部门体制。通常是指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其特点是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全球化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对中国的国家建设产生了正面的积极效应，但也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我在书中主要讨论了中国如何建设法治基础之上的国家治理制度。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一种法治经济。在西方，如前面所讨论到的，（近）现代国家是建立在市场体系之上的，就是说，先有市场，再有国家。这样，国家的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市场服务的。这一点，马克思看得很清楚，他认为西方的整个法律体系是为资本服务的，法律是资本利益的体现。当然，在马克思之后，西方的法律体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和资本分离开来，很多法律是用来规制资本从而规制市场活动的。但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是通过国家力量引入的，市场服从于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法律往往成为国家政权的工具。法治不能到位，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制度化的基础。今天看来，这个挑战是越来越严峻了。



中国模式的未来
我要解释的是中国体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个体制在应对各种问题过程中有哪些优越性和劣势。
 
本世纪初，正当中国经济高速平稳发展而西方经济遭遇困难的时候，就有西方学者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和已经存在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尽管“北京共识”只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概念，但引出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讨论的早期，人们努力去认识什么是“中国模式”。但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迅速政治化。一些人看到中国有效应对了金融危机，就认为中国模式优越于其他模式，包括西方模式。在这个群体中，也有诸多利益集团试图把既得利益固定化和制度化，也鼓吹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而另外一些人则着眼于中国这些年来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如国有部门的大扩张、贫富差异和社会分化等，大力鞭笞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它。在那些只知道“西方的是普世的”的人看来，中国模式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在这个群体中，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向西方国家学了市场经济而已。
我很早就提出了中国模式问题。我特别反对“北京共识”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意味着中国可以向其他国家推广其发展模式。我相信，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找到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排除向其他国家学习经验。但同时，我认为的确存在着中国模式，那就是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模式高度政治化的讨论显然并不能帮助我们充分认识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劣势。那些强调中国模式比其他制度优越的观点已经超出了我的讨论范围。我要解释的是中国体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个体制在应对各种问题过程中有哪些优越性和劣势。如果认为中国模式比其他模式优越，不需要发展和改善了，那么最终只能埋葬这个模式，这对任何体制都是一样的。在20世纪50—60年代，人们也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是最优越的，但没过几十年，这个体制就自己埋葬了自己。同样，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一片乐观，认为基于自由市场之上的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人类最后的体制。但没过多久，就发生了经济危机，并殃及世界其他地方。如果人们不想终结中国模式，那么就要研究其劣势，思考如何改革和完善这个体制。
另一边，那些相信“西方的是普世的”的人的观点也不在我讨论的范围。我并不认为市场价值观就是西方的，市场只存在于西方。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市场也曾经非常发达，中国人也认识到市场对于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的重要性。计划经济时代的确消灭了市场，中国改革开放又引入了市场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观念就是西方的。再者，我也不认为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是唯一的模式。尽管现在西方市场模式发生了那么大的危机，但这些人仍然用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来评判中国模式，这既无助于在对西方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改进西方模式，更不能认识中国模式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
从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和西方模式所遭遇的困境出发，我更加相信中国模式的存在。不过，如同西方模式，中国模式也面临挑战。在界定中国模式所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改善中国模式，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任务。
模式即结构，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把一种东西说成是模式，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结构。研究一个模式就是要研究其结构，而不仅仅是这个结构内的个体行为。支撑中国模式的是一个个结构。这里强调三个主体性结构，即经济结构、经济和社会结构、国家和社会结构。说中国模式面临问题，就是说它在这些方面面临不平衡，即经济结构内部的不平衡、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不平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不平衡。要改革和完善中国模式，就要取得这三方面的平衡。
 
经济结构内部的平衡
这些年来，我在做一项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我提出两个概念，认为中国是（政）府内市场（market in state），而美国是（市）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就是说，在中国，市场要服从政府原则，而在美国，政府要服从市场原则。当然，如果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这两个只是理论上的“理想类型”，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一个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市场，或者一个完全由市场主导的政府。事实上，即使在计划经济下，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如黑市和地下市场；即使在最典型的市场经济里，如香港，政府对经济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们可以确信，从经验来看，在西方，如果市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国家和社会没有有效的力量来平衡市场力量，那么危机必然发生。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这样，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是这样。反之，在中国，如果国家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没有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来平衡国家力量，那么危机也必然发生。
对各国来说，问题在于，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在西方，政府从属于市场。尽管从总体上看，政府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强化，但政府毕竟还是市场的一部分。无论是规制型国家（国家对市场进行规制）还是干预型国家（凯恩斯主义），政府和市场之间仍然有明确的边界，两者不能互相取代。而在中国，市场从属于政府。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空间在扩大，其功能也在不断强化，但市场还是政府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只是政府实现其经济社会目标（或者政治工程）的一种工具。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根本不可能像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出现了凯恩斯主义。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远远超越了凯恩斯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国家主义。
 
凯恩斯主义
也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形成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介入市场，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在大危机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袁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统治经济世界几十年，一直到1980 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着明确的边界，尽管在不同国家，两者之间的边界划在哪里是不同的。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间存在着区别。总体上看，在后发展国家，政府的作用要比先发展国家的大。例如，在欧洲，英国因为最先得到发展，其自由市场的空间远较后发展的德国和法国大。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这个边界应当划在哪里，看法也不同，这可以从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和当代不同经济流派的不同意见和主张中看出。但所有这些都不会影响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所以，在西方，每次经济危机发生，人们总会强调政府的作用；而每次危机过后，总会强调政府要及时退出市场领域，还空间给市场。实际上，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在西方，市场经济被视为正常，而政府经济被视为不正常。尽管经济危机还没有过去，但很多人已忙着寻找政府的“退出”机制。
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着边界，政府在努力寻找和发展各种制度机制来和市场发生有效的关联。一方面，政府必须发展出有效的制度，保障市场、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这样政府才能把税基做大；另一方面，政府也必须发展出同样有效的制度，在保障能够从市场领域汲取足够的税收收入的同时来规制市场，避免市场失控而发生危机。近代以来西方经济制度很多方面的创新就是在这样一种动态中进行的。
相比之下，在中国，市场存在并活动于政府规定的边界之中，政府和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在向西方学习，建立现代财政税收、金融等制度。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制度的主体是政府。随着政府在这些方面体制能力的提高，其控制和调控市场的能力也在提高。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的市场空间有了很大的扩张，但政府对市场的控制能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提高的原因。在西方，政府掌握税收制度，但往往是私人部门主导金融部门。而在中国，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本身，它仍然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就是说，政府仍然拥有一个庞大的国有部门。
一些经济学家形容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权贵资本主义”，这并不全面。实际上，中国同时存在着三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即市场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
市场资本主义存在于经济的底端，尤其是地方，其规模不大，主要体现为各种交易市场或者民间网络。这种市场在传统社会也存在着。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这种市场也“非法”地存在着，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这个市场开始扩展。在1990年代，尤其在“抓大放小”期间，市场资本主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个市场基本上游离于政府管制之外。政府在容许其生存的同时，并不给予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支持，包括法律、财政和金融的支持。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这个市场注定要受很多限制。例如，地域限制，没有法律支持，信用就很难建立起来，使得这个市场不能发育成为全国性市场。又如经济领域的限制，国家不容许私人在金融等领域发展，私人一旦进入这些国家垄断领域，就面临巨大的经济甚至生命风险。
比较而言，后两者即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则大举扩张。在东亚其他经济体，很多私人企业是在国家政权大力支持下，并且是在依附于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得到发展的，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概念的来源。但在积极的涵义上，人们也称其为“战略性资本主义”。在中国也一样，在这个领域，很多民营企业也是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其中很多本来就是国有企业通过民营化（或者中国式私有化）演变而来。这些企业高度依赖与政府的关系，离开了政府，它们就会面临生存的困境。
另一方面，因为这个领域的企业往往规模较市场资本主义领域的要大得多，国家也不容许它们完全独立，会想方设法去控制它们，保证它们不会对国家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权贵资本主义近年来越来越明显。在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一些民营企业开始抱央企的大腿，和央企结成各种形式的联盟。对这些民营企业来说，它们在得到政治保护的同时，可以分享一些央企所拥有的政治和行政权力的好处；而对央企来说，这样做可以保证这些民营企业不会对国家构成威胁。从短期看，这似乎是一场双赢游戏；但从长远看，则可能是一场双输游戏。
扩展得最快的当然是国家资本主义。1990年代的“抓大放小”战略，使得从前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很快摆脱了困境。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从规模上来说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这并不表明国企的强大。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表示过，中国的国企大而不强。我在很多场合讨论过国企的弊端，这里不再重复。这里想强调的是，国企完全是中国所说的“举国体制”的工具，它更多的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工具已经扩展到海外市场。尽管国企在“走出去”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走出去”更多的是受政治的驱动，并没有足够的市场理性。在西方，国企遇到了西方政府强大的政治上的抵制，而在非西方（非洲和中东等），国企面临着巨大的政治社会不稳定的风险。西方现在普遍把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主导”下的权威主义政治体系。这种新概念正在形成，很多国家开始针对这种情形制定相应的中国策略。一旦表达为西方政府的对华政策，对中国必然具有很大的影响，会对中国的“走出去”构成严重的阻力。
“国家资本主义”一旦成为主导经济形态，对中国内部发展的影响更不可忽视。民富才能国强，这是西方的经验，也是亚洲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一部经济史实际上既是一部市场发展和扩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政府如何学会规制市场的历史。尽管如上所说，国家和市场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但政府从来不会把市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政府规制市场，但不是控制市场。市场创造财富之后，政府才会有能力进行社会改革，保障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利。西方国家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政府在社会力量的压力下规制市场的结果。但后来国家主导的福利制度，导致了国家空间的大扩张和市场空间的收缩，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于是就有了私有化运动，特别是在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首相期间。总之，保持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均衡，一直是西方经济体能够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达到“国富”的状态。今天，就国家财力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但代价是“民弱”。“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或者国家的代理者通过各种机制，包括政治的、行政的、市场的等等，有效地把财富从“民”转移到“国”。但是，从长远来看，民弱必然导致国弱。应当看到，国富并不必然导致国强，在中国尤其如此。在中国的体制环境下，国企并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国家的代理者。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所积累的财富并不能为政府所支配，而是为少数代理者所支配。在很多情形下，这些代理者的行为已经大大超越了政府的控制，或者说，这个领域的存在不但没有使得政府更加强大，反而有效地制约着政府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正在快速地导致社会资源的枯竭。社会资源一旦枯竭，政府就会失去经济基础，进而是政治基础。
很显然，在政府和市场高度失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改革的要务就是重新达到两者之间的均衡。如果政府（尤其是国有部门）无限扩展，市场空间继续萎缩，财富继续从社会流向国家（或者国家代理者）而不是循着相反方向，那么今天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国家资本主义”，最终必然会演变成一种自我击败的体制。今天，人们所担心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艰难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部门会在一定的时候突然解体，酿成大危机。
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这方面中国是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确立了建国路线。应当说，这一理论从经济结构上看，是一个混合经济体，包括私人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三者共存，并且比较平衡。为什么没过几年，形势就急转直下，私人资本和公私合营体系很快解体了呢？很多人说，这是执政党改造旧经济结构的成功。但从现在来看，这是一次大失败。如果中国能够长期坚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路线，中国很可能走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路线，从而避免日后的贫穷社会主义路线。可惜，新民主主义经济路线很快就演变成为仅仅是转型的策略，即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型。随着国家资本主义迅速控制私营资本赖以生存的物质供应和市场，这个部门的死亡就成为必然。这与其说是执政党改造资本主义的成功，倒不如说是私营资本主义失去了生存空间而“和平”地投降了。一旦私营部门死亡，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也就得到了确立，国家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今天的中国，有关部门为了替国企扩张辩护，否认国企的扩张和其所产生的问题，他们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国企和非国有部门占总体GDP的比例。但这种简单的比例毫无意义。现实的情形是，非国有部门现在面临各种严重的问题，如很难从政府控制的银行得到贷款，民间融资机构缺失，投资空间收缩，等等，所有这些都和这些年国有部门的急剧扩张有直接的关联。在很长时间里，民营企业和国有部门的竞争处于交织状态，民营企业有一定的能力来抵抗国企的扩张。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局面很快得到改变。政府所推出的四万亿“救市”资金大多流入国有企业部门，国企从此大扩张。这里，政策的失误是很明显的。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来救市，可以理解，但政府没有明确告诉国企，哪些领域可以去，哪些领域不可以去。结果，国企流向一切可以挣钱的领域，尤其是那些往日由民营企业所拥有的空间。这很快就导致了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由于中国国企往往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是中小型企业，国企的扩张也导致了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当然，最终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在国企和政府相结合的情况下，市场无能制约前者的任何行为。
就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始“投降”了。有两个已经发生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一是如上所说，民营企业开始抱国企的“大腿”。连浙江那样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民营企业都纷纷和国企“联姻”。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被迫的。为什么作此选择？为了活命，或者活得长一些。抱国企“大腿”就是以很高的经济价格买一个政治上的保险。没有一套有效的法律体系来保护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们就觉得很不安全。二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民营企业部门大量的企业家连同他们的资本，迫于国内每况愈下的环境开始外流。这个群体中，一些人感觉到抱国企“大腿”的代价太高，一些人抱不上大腿，于是选择出走。中国会不会重复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如果目前的趋势不能扭转，那么历史必然重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一旦出现，中国经济必然遭遇大危机。
 

现行政策让国企过于强势，民企数量众多却很弱小，国企和民企力量的失衡导致国企创新无动力，民企有创新之心却无创新之力。（图/ 南方都市报）
 
如果美国的问题是华尔街，那么中国的问题就是国企。怎么办？总体上说，中国应该实现上面所说的三种资本主义的平衡。
就“国家资本主义”来说，目前的政策思路有两条。一是自由主义的思路，即全盘私有化；二是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思路，即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红”。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经济自由主义一直在提倡私有化，因为他们把私有产权视为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要素。这里当然不讨论这一理论的得失。不过，全盘私有化并不是中国的选择。有几个因素的存在使得国家资本主义会继续在中国存在下去。第一是全盘私有化没有政治可行性，也就是说全盘私有化的思路过于理想化，并不具有操作性。国有企业已经像美国的华尔街一样，“过大而不能倒”。第二是目前的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形势。中国总体上仍然处于后发展中国家之列，国家仍然需要继续在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就是说，国有企业可以强化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第三是国有企业的内部理由，即其在内部经济运作过程中的作用。自汉代《盐铁论》以来，人们对国企的功能已经形成了诸多共识，国企要在一些关键领域扮演关键角色，包括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应对危机等。这些功能在当代仍然在继续。
“分红”的思路反映了中国社会近年来对国企的愤怒之情。根据这种思路，国企仍然可以继续发展壮大，但其所得的利润必须和社会分享。这是一种简单的“分蛋糕”的思路，也不是国企改革的出路。其一，这是向国企既得利益作完全的妥协，因为这样做不会触犯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出让一部分利益是有可能的，但并不能有助于社会整体的利益公平分配。其二，这样做不能有效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就是上面所说的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其三，也因此，这一思路最终会演变成贫穷社会主义模式，即国企的扩展和动力机制是成反比的。国企越大，其垄断功能就越强；其转移财富的能力越大，就越没有动力来通过创新创造财富。
 
鸟笼经济
1989年夏天由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中共元老陈云提出。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属开放初期，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现象，对此深感忧虑的陈云提出“鸟笼经济”政策，借用“鸟”与“笼”的关系来阐述他对市场和计划的辩证关系，认为中国的经济应该像一只鸟，可以飞，但不可无控制、无限度地自由飞翔，要把它装在一个笼子里，计划就是这个笼子。
 
淡马锡制度
即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经营方式。淡马锡公司是新加坡政府为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与监管而由财政部负责监管、以私人名义注册的一家控股公司，成立于1974 年。其主要业务是资产经营和管理，政府赋予它的宗旨是“通过有效的监督和商业性战略投资来培育世界级公司”。淡马锡公司设计了一套独特的治理和经营模式，主要有政企分离、产权明晰、公平竞争、分层递进的监管和有效的约束机制等。
 
那么，如何对国家资本主义引入一系列的改革，防止其成为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呢？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思路，也就是东亚模式的思路。首先，可以对其实行陈云所说的“鸟笼经济”，也就是说，给国有企业一个边界。朱镕基“抓大放小”战略的设想就是在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域搞国企，主要是想学习日本和韩国的企业集团战略。但这一设想在朱镕基之后消失了。必须给国企设定一些笼子，把应当让民营企业做的让渡给民营企业，把那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能做的领域也让渡给民营企业。其次，在国企领域引入竞争。中国很大，一些领域内部要引入多家国企，鼓励国企之间进行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再次，引入市场化。这方面，中国可以学新加坡的经验，让国企接受市场化的考验。实际上，中国的“国资委”本来就是根据新加坡的“淡马锡制度”建立的，但中国只学了构架，没有学到精神，包括企业化、市场化、开放性、企业监督等方面。另外，很重要的是要防止国有企业的内部私有化。今天的国有企业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现在，国有企业更多的是属于管理层。国企赢利了，他们可以自主地分配；但国企亏损了，他们可以向国家要钱。同时，国企内部的收入分化过于严重，管理层与华尔街没有什么区别，而一般工人的工资并不高。这是典型的内部私有化。在这个意义上，要对国企进行“分红”。简单地说，国企改革有三步：先要对国企实行鸟笼经济，再对国企进行市场化改革，然后再进行监管，实行“分红”。
第二，国家要大力扶植规模大的民营企业。这方面可以学习日本和韩国。如前面讨论过的，日本和韩国的成功主要是因为施行了“战略性资本主义”，国家从各方面大力支持发展大型的民营企业，让其快速成长，从而增加其国际竞争能力。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日本和韩国的企业不可能具有那么强的国际竞争力。在中国，政府的作为刚好相反，把大量的资源导向国有企业，而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上面讨论过，中国国有企业的“走出去”显得困难重重，随着西方有关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概念的确立，“走出去”会越来越难。中国应当学习日本和韩国，在关键领域，大力扶持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20世纪50年代所实行的“公私合营”也是一个选择。
第三，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发展市场资本主义。市场资本主义是今天中国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小企业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解决好一次分配的最有效的机制。最大量的就业是由中小企业承担的，同时，中小企业发达的社会，其收入分配也相对平等和公平。中小企业发展还有其他很多好处，例如创新。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创新来自中小企业。中国理论上也一直在强调中小企业，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宪法法律，但各种实际政策都是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如果不能把中小企业的发展置于政府的优先政策考虑，那么中小企业会越来越困难，中国难以出现一个平衡的经济结构。
如何扶持民营企业？人们对这一点认识并不清楚。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的重要性也是有认识的，但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与其说在帮助民营企业，倒不如说在破坏民营企业的长远利益。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官员帮助民营企业的做法通常包括：提供廉价甚至免费的土地，压低劳动工资，放松安全和环保等方面的管制，等等。这些实际上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现在充斥中国的食品安全、环保、生产安全等问题已经成为民营企业的“毒瘤”。奶粉行业就是这种情况，山西的私人采矿业因为安全问题，最终葬送了这个行业，被国家收归。其他很多行业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在变相破坏民营企业长远利益的同时，各级政府也在直接制约着民营企业。由于国家的垄断，缺少资金的民营企业没有有效的融资管道，而拥有资金的民营企业又缺乏投资空间。更为荒唐的是，国家也不容许民间集资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容许民间集资，那么资金过剩的部门就可以流向资金短缺的部门。而在各级政府那里，民间融资继续被视为非法。当然，归根到底，这里还是一个国家垄断的问题。不过，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不能给民间过剩资本提供出路，那么它们就自然会流向海外。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了。
很显然，要有效扶持民营企业，政府必须在保障它们自由发展、公平竞争环境的同时确立有效的监管机制。没有自由就没有发展，但没有监管，也同样不会有可持续的发展。
 
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平衡
第二大结构性平衡是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平衡。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的道理谁都懂，但很难在实际政策上表现出来。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强调过西方早期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光有经济发展，没有社会建设。但在工人阶级运动兴起之后，统治阶级面临挑战，西方各国政府转向社会改革，努力建立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制度等。当然，这些社会制度的建设不是短时期内完成的，而是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即使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这一过程也还没有完成。但不管怎样，这些属于基本国家制度的社会制度的确立，为西方可持续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制度，西方如何能够建设消费社会。我们也强调，较之西方先发达国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政府在社会制度建设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不仅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还为和平的民主化改革打下了社会基础。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一句话，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严重不平衡。在很长的时间里，在各级政府官员当中，GDP主义横行。以GDP数据为标准的经济增长被赋予最高的政策重要性。直到今天，中国仍然面临基本经济建设投资过度而社会投资严重不足的状况。这刚好和西方形成了对比。在欧洲，因为福利国家的存在，政府大量的投资导向社会领域，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但在中国，大量投入都在经济领域，如大桥、高速公路、铁路、码头等等。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早期，这些投资非常重要，没有对基础设施的投入，经济很难得到发展。问题在于，近年来，这些领域已经过度投资，桥梁拆了造，造了又拆。GDP是有了，却造成巨大的浪费，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毫无益处。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的商业化、市场化倾向十分严重，导致政府在公共医疗资源上的投入严重不足。（图/ 财经杂志）
 
实际上，在很长时间里，在中国的改革者那里，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不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分，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通过破坏社会来产生GDP。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领域在很多国家都被视为社会领域，在这些领域的投资有很多限制，政府是这些领域的投资主体，即进行的是社会性投资。但在中国，这些领域在不同的时候都被视为经济领域，因此在这些社会领域经济政策泛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医疗部门率先引入经济政策，医院成为暴富领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了对付危机，有人建议教育产业化。尽管政府从来没有正式提出教育产业化，但实际上中国的教育从此之后走上了激进的产业化道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政策导入了另外一个社会性很强的领域，即房地产。改革、发展、稳定，这应当是中国所追求的良性发展道路，但现在的情况是，发展越快，社会越不稳定。为什么？主要原因在于各级政府是通过破坏这些社会领域而追求发展的。在任何国家，如果医院、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成为暴富的领域，这个社会肯定是不会稳定的。应该指出，这些社会领域不应当引入经济政策，并不是说这些领域完全排斥市场。在很多国家，市场机制也被应用到这些社会领域，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这些公共领域的过度官僚化，提高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效率。公共部门的市场机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应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分清楚。
在社会领域过分市场化的同时，经济领域则缺少市场化。经济领域应当充分市场化，应当充分资本主义化。效率、生产力应当是经济领域的主题。但在中国，情况并非如此，尤其在国有企业领域。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走错”了地方。在西方，新自由主义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首相期间，他们曾经努力把公共部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私有化，但没有成功，因为遇到了民主政治的强烈抵抗。而在中国，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国有企业的强大抵抗。如前面所讨论过的，到现在为止，国有企业市场化不足。但是，新自由主义却顺利进入社会领域，因为中国社会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别，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反对国家对于国内经济的干预，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因而成为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自从1970 年代以来在国际的经济政策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自然解体，因为它们已经不适应新环境的需要。这些体制大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符合当时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制度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非常之少，并且在不同社会群体中，这些服务也不是公平分配的。因此，通过社会改革重建这些体制是唯一的选择。但是，改革者不仅对社会建设强调不够，反而容许甚至鼓励社会领域高度市场化，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今天我们所体验到的社会问题与缺失社会制度建设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我们要进行社会制度建设，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的制度都有待于建设。但一些官员把社会建设仅仅视为“分蛋糕”，以为经济发展是做蛋糕，而社会建设是分蛋糕。这种政策意向很受一些人欢迎。但如果仅仅是分蛋糕，那么就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变得不可持续。做不好，就会重复毛泽东时代的错误政策。实际上，社会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在继续把蛋糕做大的基础上，更公平地分好蛋糕，也就是说，是为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力。
为什么社会改革可以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这里主要表现为要建立一个内需社会。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很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西方的压力，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鉴于中国的规模，中国消费什么，生产什么，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年，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西方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尽管不喜欢，但这远远超出了中国的控制范围。从前，总是发达国家提倡贸易自由，发展中国家搞贸易保护主义，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尽管还是一个人均GDP非常低的国家，但已经成为贸易自由的大力提倡国。由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是西方建立的，尽管中国选择加入和接轨，但对体制的影响力还是非常有限。因此，每当面临来自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就感到力不从心。也就是说，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的经济体，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成问题的。
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消费社会，依靠内部的动力来达到可持续发展。但一个消费社会是需要社会制度基础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不仅有赖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有赖于通过社会改革而得以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在早期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的消费水平非常低，但现在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普通中国家庭不是不会消费、不想消费，而是不能消费。在没有社会政策的条件下，看病需要钱，上学需要钱，老百姓不敢消费。中国人是完全无助的，完全依靠自身。只有确立了一整套社会政策之后，中国的消费社会才会有希望。
建设消费社会除了可以达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目标外，还有望带来其他方面的积极效果。首先，有利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中国目前的状态是收入差异过大，社会过度分化。这导致了少部分人的过度消费与大多数人的消费不足。如果要建立消费社会，首先就必须做到收入的相对公平。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努力改善收入分配机制。只有当大部分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成为消费社会。实际上，因为缺失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中国本来就规模不大的中产阶级正面临危险。当中产阶级是“房奴”和“孩奴”时，这个中产阶级就没有制度的保障。没有制度的保障，今天的中产阶级很可能就是明天的贫民阶层了。其次，消费社会的建设因此能够达成基本的社会公平，消除很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再次，鼓励经济通过创新、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而得以可持续发展。现在中国劳动者所得占GDP很小一部分。资本家或者企业主主要通过压低劳动者收入（还包括便宜的土地）来获利。要建立消费社会，就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这就会给资方带来压力，造就创新的压力。如果没有任何压力，资方就没有动力来进行创新。此外，消费社会建设也可以减少外国压力，实现中国的真正崛起。一旦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出口的压力自然就减少。同时，成为消费社会会提高外在世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就如当今的中国依赖西方社会一样。消费社会也会有外在的压力，但届时的主动权在中国，正如当今的主动权在西方一样。
社会建设很重要，也不可避免。但是在进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更需要防止把社会政策应用到经济领域。邓小平的时候，中国有“防‘左’”和“防右”的说法。邓小平也强调过，“防‘左’”比“防右”更重要。这是很有道理的。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实践，中国的“左”派根深蒂固。“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过分强调政府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因为社会改革要求政府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甚至是主要的角色，一些人就认为政府在经济领域也应如此。上面已经强调过，中国的改革者已经错误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如果现在把社会政策应用到经济领域，会同样犯一次错误。
实际上，从长远来看，政府最终要尽可能脱离经济活动，而把重点转移到对社会的管理。因为存在着很大一个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政府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会继续扮演重要的经济角色。不过，政府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规制型政府，就是要从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转型到对经济活动进行间接的规制。在政府本身还是直接的经济活动者的时候，规制政府很难确立，因为规制往往演变成“左手规制右手”的局面。如同世界经济史所表明的，政府和经济的分离是规制型政府的制度条件。前面强调过，要把中国的国有部门置于“笼子”之内，为其设定边界。如中国经典经济文献《盐铁论》所强调的，国家的经济垄断主要是在极少数几个领域，如国防、国家安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防止和应付重大的灾难等等。只有等到政府从大部分经济活动中退出来，交给社会的时候，政府才能够避免“与民争利”的情况。这一点，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前提条件。而这又涉及政府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也就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下面来讨论这个重要问题。
 
国家和社会的平衡
我们生存的社会是人类社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社会。因此，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的设计，都是为了建设社会，或者说，社会是政治和经济的终极目的。
那么，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来说，如何建设一个好社会呢？我上面用（政）府内市场来形容中国的政府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府内社会，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社会空间的大小取决于政府。
最近几年，中国的执政党努力从以往的GDP主义中挣脱出来，开始强调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2011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研讨班上提出“社会管理”、“管理创新”等新政策概念。之后，中国各个省市纷纷成立了社会管理创新领导小组来细化和落实新的政策。这是大势所趋。不过，社会管理的内容还有待于充实和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管理既是以往政策的延续，也反映出要对以往政策作转型的一种要求。在很多年里，随着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凸现，各级政府把“维稳”提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一个庞大的维稳机构，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资源。不过，维稳往往过分依赖于暴力机器，手段缺少创新，结果不仅成本极高，而且显现出越维越不稳的趋势。
要创新社会管理，人们首先要对社会管理的概念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历史地看，有效的社会管理取决于国家和社会或者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平衡。具体说来，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一种是社会的“被”管理。在任何社会，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在中国，大家比较不重视的是前一种，即社会的自我管理。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家长式社会。中国历来强调秩序，但这个秩序往往是自上而下施加的。这种传统不仅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反而在得到强化。时至今天，一提到社会管理，各级政府官员就很自然地把它理解为自上而下的控制。
社会如果想发展出一个自我管理的秩序，那么就要求国家和政府给予社会很多空间。有了空间，才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有了社会，才能发展出自治组织或者自下而上的秩序。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种情形。
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中国存在着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没有在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循环。政府官员经常视社会为自己的对立面，动用政府力量对社会进行管制。在国家不给社会发展空间的情形下，社会很难发展出有效的自治能力，更无法产生一种自觉的秩序。社会没有这种能力，只好高度依赖政府对所有社会事物进行管理。所以，在社会管理上，中国政府的负担远远大于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政府什么都要管，政府并不是永远有能力来管理社会的。
不管是社会自我管理，还是“被”管理，都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在学术界被称为regime，或者政权形态。西方社会所讨论的regime change，中文翻译成为“政权更替”，这个译法的意思并不是很确切。在一些非民主国家，西方政府利用那里越来越壮大的非政府组织搞政权更替，这使得“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在中国变得非常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一些人简单地认为公民社会的发展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反而会对政权构成威胁。
但是regime change比“政权变更”具有更丰富的含义。如果regime change仅仅是“改朝换代”，那当然比较敏感，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个概念更多指的是政权形态的变化，也就是要改变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这种变化不是革命，而是改革，就是对现存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进行变革，使其走上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因此对政权和社会都有好处。
很多人把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在对立的意义上，就会产生两个极端：要么只有政府，没有社会；要么只有社会，没有政府。两者似乎都是零和游戏。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就是一个只有政府没有社会的典型案例。当时人们在理论上视国家和社会关系为一种零和游戏，在实践上，基本上就不存在任何社会，所有社会个人都被“原子化”，通过各种人身限制，依附于国家和政府。
另一个极端是只有社会，没有政府。这个极端的典型，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无政府状态，而最好的情况就是社会的完全自治或者自发的组织。不过，从历史上看，完全自治的社会无论中外都没有出现过。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政府，不管政府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
在学术界，几十年来，人们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一直有很多争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四种情形：强政府、弱社会，强社会、弱政府，弱政府、弱社会，强政府、强社会。很显然，最差的情况是弱政府和弱社会，而第四种情形即强政府、强社会是最理想的。
中国属于哪一种？很多人肯定会说是“强政府、弱社会”。但实际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一方面，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中国体现出典型的强政府现象。中国政府很强大，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来达成其政策议程，似乎都能“从容”应对来自社会的各方面挑战。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不仅社会很弱，政府也很弱。政府什么都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越来越多的政府政策，从理论上看都非常好，就是推行不下去，往往停留在字面上。
政策推行难，和社会弱有关系。社会对政府很难施加影响力，中央政府只有依赖官僚机构来推行政策。但没有社会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官僚机构就没有动力来实施政策。而弱社会本身更是没有力量来实施政府政策。中国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来自政治方面的动员。不过，政治方面的动员一旦使用过度，就会产生很多负面效应，其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是使得本来已经很弱的制度更加弱了。例如法制，法制是任何一个国家制度能力的保障，中国各种形式的政治动员经常是超越甚至破坏法制的。在很多地方，一些领导人尽管也强调法制，但更热衷于通过政治动员来做政策执行，这使得中国社会法治化目标的实现还是遥遥无期。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执行，社会都难以施加影响；同时社会本身又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发展自我管理的能力。这样就产生了政府和社会都被弱化的情况。
显然，在社会管理方面，人们应当争取的是第四种情况，就是强政府和强社会。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不一定是一场零和游戏，可以是双赢游戏。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化能力的社会。没有社会，政权就没有基础。如果社会是脆弱的，政府必然也是脆弱的。
那么，如何实现“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经验地看，这样一个社会必须是这样三种秩序的共存。第一个也是最重要层面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的自我管理。社会如果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么什么都必须依赖政府。政府什么都管的话，必然超出政府的能力，管理也必然无效。要社会自我管理，必须赋予社会足够的空间。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对社会放权。政府不仅必须把那些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领域开放给社会本身，也应当把那些自己管理不好的领域让渡给社会，就是说，分权的方向和内容都要发生变化。在过去，一提到分权，人们总是强调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分权，主要是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的分权。在毛泽东时代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也是这样。现在，要明确提出向社会分权，也就是政府向社会分权，无论是还权于民还是赋权于民。应当强调的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并不是社会的放任自由，政府要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领域进行规制。这和政府要对经济活动进行规制是一个道理。
第二个层面是政府和社会的伙伴关系。在一些政府必须参与管理的领域，也不见得政府要亲自管理，而可以委托给社会组织来进行管理。就是说，政府和社会可以是伙伴关系。委托给社会管理可以减少管理的成本，使得管理更加可以持续。
第三个层面才是政府管理的社会秩序。尽管近现代国家最大的特征就是垄断暴力，使用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秩序，但从大多数先进国家的经验看，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建设上，包括法制、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使用暴力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一种、也是不得已的方式，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制度建设上。制度就是社会个体和群体活动的舞台。
 

二十多年来，以国家行政权力和乡村自治权力相分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体制，作为农村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大体上实现了国家对农村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但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如何实现农村的真正自治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图/ 新华社记者燕雁摄）
 
在中国，政府显然把重点放在第三个层面。就第一个层面而言，尽管社会自治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如村民自治，但在政策层面，自治的范围非常狭小。由于不能充分放权社会，社会发展缺少空间。在农村基层，尽管村民选举制度已经实行了那么多年，但党的机构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基层农村的党的机构和民选的村委会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处理好。尽管我们有了自治的概念，但没有自治的内容。而在一些地方，官员把自治理解成为放任自由，缺失规制，导致黑社会盛行和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如何实现农村的真正自治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第二个层面，政府和社会的伙伴关系不是中国的传统。在中国的传统中，社会历来就是政府的附属品，被管理的对象。政府和社会平等的观念的确立需要时日。
不过，政府所强调的第三个层面的问题似乎更为严峻。一方面是维稳过程经常倾向于过度使用暴力机器，另一方面甚至出现了国家暴力“私有化”的现象，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年曝光的“黑监狱”事件。而暴力的“私有化”更助长了维稳的暴力性。
很显然，前两个层面社会秩序的缺失和暴力机器的凸现，促使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对立化。而这种对立才是社会不稳定的真正根源。
但是，中国并不是一定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其他更有效、更符合人性的途径也是存在着的。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社会管理方面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在20世纪90年代，执政党通过把社会力量容纳进政权的政治过程来管理社会，这主要表现在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参政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民营经济很快在很多指标上超越了国有部门。当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民营企业家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新兴社会群体，在社会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这个新兴群体，尽管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争议，但执政党还是决定为这个群体开放政治过程。无疑，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共产党最具有创意的决策。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主义政党区分开来。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使得执政党本身可以生生不息。
同时，这些年来，政府也在努力进行社会制度建设，意在保护社会。在行政管理体制上，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进行“大部制”的改革。这一改革不仅仅是为了建设规制型政府，提高政府的效率，更是为了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在中国的（政）府内社会结构中，只有政府小了，社会才会长大。“大部制”就是为“小政府”，从而是“大社会”创造制度前提。经过政府功能的整合，政府变小了。政府要小，就必须把很多功能转让给社会，就是说，政府变小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变大。
国家和社会关系往哪个方向发展，这个问题应当很清楚。如果是在加快社会改革的基础上，放权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的基础上继续把新兴社会力量吸纳到政治过程中，就会促使社会管理走上一条可持续的道路，促成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造成强政府、强社会的局面。但如果是继续甚至强化这些年的“维稳”思路，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基于暴力之上的社会管理更加不可持续，政府和人民陷入恶性互动，最终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
 
（本文的部分内容为提交给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的论文，2012年3月18—19日）



3.民生还是民主？中国改革下一步
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确崛起了。我们的总体GDP已经是世界第二，有高铁，有航天飞机，有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世界博览会等等，这些被人们称为“中国奇迹”或者“中国震撼”。每当创造这样一个奇迹，我们就会激动不已。对外来说，随着中国整体力量的日益强大，世界也感觉到了中国的力量，在国际上，“中国国际责任论”已经回响了很多年，并且这种声音越来越大。



奇迹的背面
内部建设好了，外部的崛起只是一个结果，也就是我一直强调的，一个国家的外部崛起只是其内部制度建设的外延而已。
 
不过我们经常讲，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奇迹和震撼是一面，那么另一面又怎样呢？有那么多的国家奇迹，老百姓的感觉又如何呢？官员腐败、贫富差距、社会分化、非正义、道德衰败、环境恶化、穷人愤怒和中产阶级外逃，等等，正如取得的成就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这些负面的东西也一样。从国际层面看，尽管各国都在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但他们在没有想对中国作任何妥协的同时，对中国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强。欧洲发生了危机，要中国拯救，但欧洲并不想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不想废除自1989年之后加于中国之上的“武器禁运”。美国呢？中国每年都在买美国的国债，用希拉里·克林顿的话来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银行了，但美国并没有做出对中国有利的事情，尤其在战略上。美国在要求中国合作的同时处处提防着中国。从南海问题到TTP（战略性贸易），中国的各方面都感觉到了莫大的压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享受中国经济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却迟迟不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图/CFP）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人民努力劳动，但是生活则越来越不轻松。国家越来越富强，社会却越来越软弱。从前，大家都期望中国崛起了，抛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世界就会接受我们，尊敬我们，重新回到一个大国应有的位置。但是，我们仍然“走不出去”，中国的企业走不出去，形象走不出去，文化走不出去。
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在世界上崛起，首先必须做到国内制度健全。仅仅有GDP没有什么用处。1820年代，中国的GDP占到了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印度也不小。但短短二十年之后，中国就被英国所打败。印度不仅没有成为大国，反而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在帝国主义时代，富国强兵被视为一个国家崛起的象征。但实际上，如果考察一些从前的大国，美国、欧洲国家，还有日本，所有强国的特点就是国富民也富，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社会具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富国强兵、国富民也富，还是中产阶级庞大，在它们背后是一整套全新的国家制度。内部建设好了，外部的崛起只是一个结果，也就是我一直强调的，一个国家的外部崛起只是其内部制度建设的外延而已。反之，内部没有建设好就去追求外部崛起，即使在短期内崛起了，也不可持续。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就是很好的例子。
如果我们不想看到最终革命的局面，那么内部制度建设意味着要通过内部改革来完成。然而，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尽管各方面仍然在呼吁改革，也有一些具体的改革举措出台，但就改革而言，已经失去了大方向。邓小平在世的时候，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就是要“过河”；而改革的过程则是需要摸索的，就是说要“摸着石头”。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之后的巨大改革和发展成就是在这个极其明确的方向下取得的。但现在呢，方向没有，更不用说具体的改革举措了。现在很多政策与其说是在改革，不如说在“救火”。从中央到地方，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都是救火队，整天忙于“救火”，但“着火”的地方则是越来越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知道前途在哪儿。当然，还有许多以改革名义出台的改革，实际上是对具体利益的追求，尤其表现在各个部委和地方政府层面。想捞一把利益了，各方就有动机出台一些利益导向的政策，美其名曰“改革”。
前两年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模式”问题。我觉得是个好事，要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验进行严肃认真的总结，看看哪些地方做好了，哪些地方没有做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更重要的是，需要分析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找到今后的发展方向。但很可惜，这些讨论很快就被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政界和学界所挟持，把对“中国模式”的争论转型成为政治之争、意识形态之争。自由派说坏，左派说好。自由派不仅不承认中国模式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且认为改革的目标就是要灭掉中国模式。左派则相反，他们对中国模式大唱赞歌，认为中国模式比包括西方在内的模式都要好。一场本来很有希望的讨论变成了“好”和“坏”两个字。很显然，这样的争论不会有什么结果，仅仅是浪费时间而已。
近来，中国社会的再意识形态化趋势也不可忽视。在社会层面，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各种意识形态纷纷走上台面，并且显得越来越激进。与此同时，官方在改革路线的表态上长期处于守势，只知道不能做什么，而不知道做什么，如何做。即使对改革有些表态，也是各说各的话，没有共同的声音。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一些大的方面，无论是改革路线还是具体的改革政策，似乎都出现了倒退。仅举一例。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路线，并明确表明这是党的基本路线，要保持一百年不变。但随着“左”的力量的崛起，人们简单地把中国社会所存在和出现的很多问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批评市场经济成为时髦。少数一些人甚至怀念毛泽东的贫穷社会主义路线，而批评邓小平路线。官方的文件尽管仍然在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但在一些地方，很多领导不再提这个概念，更不敢强调这个概念。在实践层面，随着国有企业部门的大扩张，市场空间在快速被挤压。



重新确定改革方向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认同民族主义，但为什么一个失败了，一个成功了呢？原因很简单，国民党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精英路线，而共产党则相反，走了一条自下而上的大众路线。
 
问题是，如何重新确立改革的方向，这是对中国改革者的一个巨大挑战。我想，从一个大历史的和宏观的角度，我们或许能够对方向性的问题看得更加清楚一些。所以，我想把当代中国的改革和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建设结合起来谈。当代改革仅仅是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建设的一个部分。我们需要回答几个重大的问题，包括：第一，我们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第二，如何建立国家？第三，我们已经走到了哪一步？第四，现在的问题在哪里？第五，未来如何走？
我想从辛亥革命开始。这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我们要确立国家建设方面的历史观。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传统的王权体制，确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探索建设一个新型国家的开始。如果不考虑“政治上正确”的问题，从学者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这一探索的组成部分。这个过程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终结。这并不是说，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别样的国家，而是说我们如果要确立今后国家建设的方向，就必须具有这样一种历史观。
第二个原因与“中国模式”有关。我认为，讨论中国模式不能割裂历史。如果我们仅仅把讨论局限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段里，那么中国模式是讨论不清楚的。很简单，如果不理解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家所建立的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如何能够理解改革开放？所以，我们要讲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同样，如何理解1949年以后的历程呢？抛开了清末以来旧王权制度的解体、人们对新国家形式的探索，就很难理解1949年所建立的政权了。如果把中国模式放置于过去的这个世纪的历史中，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搞清楚国家建设的两个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国家建设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二是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第一个是规范问题，就是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第二个是实证问题，即我们实际上能够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规范问题很重要。规范性目标的提出往往是因为人们不满于现存的国家形式，所以要建立一个人们理想中的国家。不过，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理想的国家。人们提出很多的理想，但能够实现的理想并不多。现实地说，第二个问题更为重要。我们理想中的国家必须和我们在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时所拥有的资源，无论是物质资源还是文化资源，结合起来。如果不能作此结合，就会沦落为空想和幻想。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起点来讨论今天中国国家建设的方向问题。从国家建设的目标来看，“三民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精英提出的其中一个国家建设蓝图。尽管此前也有改革者提出国家建设蓝图，但都没有像“三民主义”那样全面和系统。今天，尽管我们因为政治原因不再提“三民主义”的概念，但对“三民主义”包含的很多内容，我们是接受的。从国家建设的途径来看，“三民主义”也包括了国家建设的手段和方法。
“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这个组织的入会誓词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这一誓词连同《兴中会章程》中的“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容，成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简要表述。兴中会的纲领中第一次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即合众政府。通过后来的革命实践，三民主义很快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同盟会的政纲中，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
 
《民报》
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前身为宋教仁在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支那》，于1905 年6月创刊，第二期因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等文，尚未发行即遭日本政府没收，杂志被查封。同盟会成立后，将其改为《民报》作为会刊。孙中山为其撰写发刊词，提出了“三民主义”，即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冶。
 
很显然，在“三民主义”的论述中，各个主义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不仅仅是因为思想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缘于实践的局限性。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实践经验最丰富，因此“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论述也最丰富和明确。在清末，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反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民主派的战斗口号。这不仅由于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族贵族主导的专制政权，还因为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革命者视满清王朝为中国落后的终极根源，因此推翻这一王朝也就成为革命的首要目标。“反帝”的目标是避免中国被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反满”之后才是“反帝”。孙中山及其同仁对民族主义在“反满”、“反帝”方面的优先次序是相当明确的。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在这方面，孙中山还进一步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论”，成为其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它希望解决的课题是中国的近代化，即发展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含着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福利的内容，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弊端的批判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同时，他把发展社会经济的途径归结为“节制资本”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即将“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的“大实业”（如铁路、电气和水利等）“皆归国有”，因为这既可“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国之资力”。
孙中山追求实现“三民主义”，其“三民主义”的内容不断发展和扩充，但基本的构架始终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对民族主义，孙中山之后的主要政治力量包括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认同的。国共两党都追求一个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族主义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当然，今天民族主义仍然存在，也不会消失。只要主权国家形式还继续存在，民族主义就会存留下去。同时，中国的客观现实环境也还不容许民族主义消退。台湾、南海、新疆和西藏等问题的存在还会不时地触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但是，民族主义不可能再成为主体。现在的主要问题与民生和民权相关。实际上，民生和民权问题的解决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民族主义在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很多问题。
从内部发展来看，民权和民生问题的实现更是关联到国家建设的内容。上面说过，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认同民族主义，但为什么一个失败了，一个成功了呢？原因很简单，国民党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精英路线，而共产党则相反，走了一条自下而上的大众路线。国民党从其一开始也是想走大众路线的，因此把党名取为“国民党”，“国民”是全体民众的意思。不过，在实际政策形成和执行过程中，国民党越来越依赖于精英，越来越脱离民众。也就是说，国民党在其国家建设过程中，没有解决好民生和民权问题。共产党则不一样，作为反对党，它处于社会的边缘，从其开始就和社会的底层有着紧密的联系。群众路线也很快就上升成为党的基本路线。国民党的建国思想到了精英层就止步不前了，而共产党的建国思想则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国民党的精英路线或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被共产党的大众路线所打败。 （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后，总结了在大陆的失败教训，开始强调大多数民众的民生和民权问题，在短短的时间里，在经济上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政治上成为“第三波”民主化的一分子。这个故事的成败不在此讨论范围之内。）
在民权问题上，孙中山提出了“三阶段论”，这是一个渐进的政治发展过程。但孙中山并没有讨论“民权”和“民生”谁先谁后的问题。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民权和民生是密切相关的，很多民生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民权问题。例如，我们今天强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权利，就是民权的有机组成部分。今天我们讨论的民主问题属于民权问题。不过，民权的概念要比民主概念广义。
在当代中国，尽管人们对中国要不要民主、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民主的概念越来越聚焦于“选举”的概念。的确，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我们可以有协商民主、咨询民主、参与民主等其他所有种类的民主，但如果没有“选举民主”这一主体，其他方式的民主就是假的。也就是说，选举民主是主体民主，而其他民主是对选举民主的补充。



民生和民主谁先谁后
对中国来说，我们应当提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优质民主，而避免劣质民主的发生。
 
回到开头提出的国家建设和改革方向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民生和民主谁先谁后？从历史经验看，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要以民生促民主，要以民生保障民主。
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正在加速转型。民主化既不可避免，也是可期望的。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和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要求一个同样开放的政治体制。历史地看，任何一个社会，当其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民主化的要求。在民主先发生的欧洲是这样，在后发展国家也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主具有普世性。民主政治首先发生在西方，然后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只属于西方。
 

民主的转型和巩固需要诸多条件，西方的民主制度未必就适用于其他国家。比如泰国，尽管从1932 年就开始民主化进程，却至今仍深陷政局动荡、社会分裂与经济困境之中。图为2008 年8 月30 日，曼谷占领总统府的示威者。（图/CFP）
 
世界政治历史也表明，发展民主并非难事，但要发展优质民主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如果民主只是意味着选举，那么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都可以开放选举：农业国家可以开放选举，工业国家可以开放选举；人均GDP 3000美元的时候可以开放选举，人均GDP 3万美元的时候可以开放选举。但可以确信地说，农业文明的民主和工业文明的民主绝不是同一件事情；人均GDP 3000美元开放选举和人均GDP 3万美元开放选举，民主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对中国来说，我们应当提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优质民主，而避免劣质民主的发生。
民主政治先产生于西方。经过一二百年的演进，西方民主才进化到当代这种所有合格选民都能参与的大众民主。西方民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仅仅是精英民主，是少数民众参与的民主。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的历史并不很长。人们也很容易观察到，很难在西方之外的发展中国家看到犹如西欧和北美社会那样的民主。优质民主多发生在西方，而劣质民主都发生在西方之外的发展中国家。
在亚洲，日本是第一个发展出优质民主的。除日本外，亚洲的民主进程道路并不平坦，一些社会过分地学西方民主，甚至模仿西方，但民主制度的运作问题很多。日本之所以成为优质民主，主要是因为日本的民主能够结合其民族文化和传统制度特色。尽管日本一直被归类为西方国家，但其民主和西方民主有很大的不同。同样，因为自民党在很长时间里一党独大，日本的民主也曾长期被西方所批评。
在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也走上了不同的民主化道路。这些经济体的民主化还在进行，民主化的路径也不相同，但是，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一个特点：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四小龙”的民主化显得和平理性。在经济上，亚洲“四小龙”被视为东亚模式的代表。我觉得民主化方面，不仅存在着民主化的东亚模式，而且“四小龙”也可被视为这一模式的代表。再进一步，我也相信，东亚经济模式和东亚民主模式是密切相关的。总体而言，东亚模式的特点是：经济在先，政治在后；发展在先，民主在后。简单地说，东亚模式是以民生促民主。经验地看，以民生促民主，民主有很大的概率成为优质民主；但如果以民主促民生，则民主有很大的概率成为劣质民主。
为什么会这样？我对东亚社会尤其是新加坡比较了解，因此想结合它们的经验来讨论。
日本和“四小龙”花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达到高度的社会经济发展。在新加坡，李光耀先生把此称为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转型。社会经济的高发展水平是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西方在进入大众民主之前，通过近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既是推动民主大众化的动力，也是大众民主所能生存的物质前提。但是，当西方式民主传播到西方之外的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并没有能够推动接受这种民主的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的重点并不在于做蛋糕，做大蛋糕，而是分蛋糕，多分蛋糕。社会经济得不到发展，而各种政治力量又想多分蛋糕，因此民主往往和暴力联系在一起。
“四小龙”政府不一样，在很长的时间里，政治的重点在于产生一个有效和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政府，而政府的重点在于做蛋糕，并把蛋糕做大。这就是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政府通过发展（做蛋糕、把蛋糕做大）、让人民分享蛋糕而获得人民的信任。
 
黑金政治
简称黑金，是一种政治现象。黑金代表政治人物利用暴力和贿选等手段控制地方政治势力，进一步取得官职或民意代表的位置。黑金出身的政治人物，通常在从政过程中，经常又会以贪污等手段来补回在选举时使用的资金或回馈黑道的支持。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优质民主的关键。民主尽管表现为投票行为，但这种简单的投票行为的背后是民主的文化。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中产阶级发展了，选民就不会因为一点点经济上的好处而出卖选票。新加坡选举的清廉（没有贿选现象）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所不能比拟的，甚至超越了西方民主，这和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有关联的。台湾的“黑金政治”和选票买卖也主要发生在社会低收入阶层，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性。再如，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较高的教育素质。随着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民众的政治理性水平也会越来越高。理性的政治人物和理性的选民之间的理性互动是优质民主文化的体现。
以民主促民生的例子有很多，但大多是失败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在脱离西方殖民地而成为独立国家之后，走的就是这条道路。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大多受过西方教育，在国家独立之后，就努力学习西方民主形式，希望用民主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很多国家显然没有成功。在亚洲，泰国和菲律宾在1960年代是亚洲民主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但现在很少有人会去仿效这两个模式。在经济上，这些国家长期以来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从政治上看，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表象，更重要的原因是陷入了“低度民主陷阱”，在人均GDP还非常低的时候，过早引入了选举民主。尽管人人都接受了民主，但民主既没有能够帮助这些国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没有为人民带来政府的清廉、社会的稳定与和平。现在看来，如果这些国家不能走出“低度民主陷阱”，很难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至少从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看是如此。在日本和“四小龙”，政府是带领国家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力量。
 
中等收入陷阱
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 世纪70 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 年袁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 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巴西近四十年来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导致了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图为巴西里约热内卢，Vigario favela 贫民窟里游荡的孩子，这里经常会有黑手党争斗而致使居民在交火中丧命。（图/CFP）
 
回到中国目前的改革困境，我们应当把重点放在民生问题上还是放在以开放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政治改革上？我的判断是，中国目前的问题主要是民生，而非民主。因为民生问题严峻，很多人就想到了民主化。不过，单纯开放选举既不能保障民生问题的解决，也不能保证优质民主。尽管民主化不可避免，但是在现在的条件下，一旦大规模的民主化发生，没有人可以保障其不是劣质民主。
很多年来，中国的民生问题是如何恶化的呢？从经济上说，民生问题的恶化是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产物。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展出了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转向建设内需社会，但是内需社会的建设困难重重。在没有有效的社会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的情况下，内需社会没有任何制度基础。再者，劳动者收入仍然过低。内需社会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一个有效的内需社会，内部经济增长不仅缺乏动力，还要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第二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这些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挤占了许多民营企业的空间。国有企业主要依靠行政垄断，缺乏竞争力，更难希望其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方式的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民营企业空间的被挤占正在很快导致这个部门的萎缩。第三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失衡。在任何社会，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如解决就业、保障社会正义和收入公平分配。多年来，中国政府努力想通过二次分配的手段来达到收入分配公平和社会公正，但收效甚微。其背后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小企业得不到有效发展。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属于结构性分配。只要两者之间达不到平衡，或者说中小企业得不到发展，政府在二次分配上作再大的努力也会无济于事。
在中国，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这两个层面的不平衡刚好重合，自然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是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是民营企业，现在这两个层面叠在一起，越来越失衡，已经导致了无穷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
那么，民生问题的恶化正在导致怎样的社会政治问题呢？
第一，民生问题的严重性正在导致社会失序。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和民生问题严重脱节。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首先就是要解决民生问题，邓小平把此形象地称为“温饱问题”。此后，解决民生问题的概念越来越明确，主要体现在“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目标上。初期的改革政策非常成功，不仅改善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更使得数亿人脱离贫困。不过，近年来，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来看，民生问题离经济发展似乎渐行渐远，即经济发展越快，民生问题越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GDP主义的形成，为了GDP而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很快，国家财富大量增加，富豪不断涌现，但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如果经济发展继续和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脱节，中国社会必然继续分化。
也很显然，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中国就会面临社会稳定乃至政治稳定问题。围绕民生问题，中国已经出现了两种不稳定的根源：一是源于收入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和公平正义缺失的普遍性社会不满；二是源于“期待革命”的年轻群体的不满。多年来的教育大扩张，有效地提升了民众的教育水平，但因为教育体制改革本身的弊端，很多人学无所用，找不到工作或者就业不足。大学生和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拉平是很好的例子。而大学生这个群体的期望很高，一旦不能满足，就会对社会和政府产生不满。如果说这两个根源具有普世性，即任何社会都会面临，那么中国还需加上另外一个特殊的根源，那就是由独生政策而加速到来的人口老化。“未富先老”几乎成定局，而照顾老人的公共服务路途仍然遥远。在公共服务缺失的情况下，独生子女一代会不堪重负，届时这一代人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只会愈加严重。
第二，从经济上看，由于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很多方面，中国开始迈向“中等收入陷阱”。根据最新的统计，中国年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人们也注意到，中国开始出现与那些经历过或者还在经历着“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类似的现象，如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的动力、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不稳、信仰缺失等等。历史地看，“中等收入陷阱”可以在很多国家观察到，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仍然挣扎在年人均GDP 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很简单，要逃离“中等收入陷阱”，就得深化经济改革，促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实际上，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所谓的“深化经济改革”必然成为空谈。人们早就认识到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一个顶点，需要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那就是建设消费社会。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消费社会并没有基础。一是社会政策缺失，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政策等。在福利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即使人民有了些积累，也不敢消费。二是人民的劳动所得过少，收入不高。很显然，建设消费社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继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改善民生。
第三，民生问题不解决，从近期来说会面临政治激进化的风险，从长远来说民主政治没有物质的保障。人们期望长久的社会稳定，没有稳定就不会有发展，但如果发展解决不了民生问题，那么社会还是会激进化。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亚洲，以及最近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说明了民生问题于社会乃至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中国社会实际上也面临着由民生问题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现在主要依赖国家的“维稳”机制来控制局面。不过，一个社会真正的稳定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维稳”。从长远来看，民生也是民主化的物质基础。在民生问题不能解决之前，民主化尽管也是可能的，但这种民主化之下的民权必然是虚假的。



重在培育中产阶级
一个被保护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发达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实际上，保护中产阶级始终是市场经济社会政府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任务。
 
从民生问题解决的世界历史经验看，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要解决民生问题，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国家的财力问题，没有财力，就无能为力。所以，一个国家民生问题的解决往往是在该国家处于比较长期的经济上升发展、并且政府或者社会已积累了相当财富的时期。一旦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下来，政府和社会财力衰退，民生问题的解决就是不可能的了。而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时期。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必然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战略机遇期”。
时不我待。如果中国抓住了这个并不长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就可促成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有可能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同时为优质民主奠定一个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反之，如果失去这个机遇，就会无可奈何地面对那些“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所经历的一些社会、政治、经济问题。 
那么，民生问题如何与民主化联系起来呢？前面已经指出，很多民生问题就属于民权的范畴，但两者之间更直接的关联是中产阶级。民生主义的目标是培植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中国目前的很多政治问题都是中产阶级过小的产物。我们可以举社会不稳定和激进化为例。在任何社会，不能过分夸大政治在社会稳定过程中的作用。如果社会本身不能产生一种基于自身的秩序，那么政治往往是分化社会的力量，从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力量。无论在民主社会还是非民主社会，这都是一样的。西方民主，尽管也不时会有极端的力量出现，但总体上是稳定的。西方社会的稳定主要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存在着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庞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或左或右，都要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自身，而非政治，在维持社会稳定。中产阶级之所以是稳定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财产安全的保障，更是因为他们在遇到新的局面和问题时，往往会理性地思考，不会走极端路线。这也是中国传统上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之所在。今天，西方社会出现不稳定因素，最重要的根源就在于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受到莫大的挤压。
相反，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权威政体，社会稳定没有任何基础。其一般情形是，各社会群体经济上（收入和财富）高度分化，思想意识上高度对立，少有妥协的空间。如果存在民主政体，那么各派政治力量不仅没有能力整合社会，反而会各自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与其他反对自身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从而使得社会更为分化。政府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双重缺失往往是这些社会的常态。如果存在权威政体，那么社会秩序往往是通过强权甚至暴力来维系的，就是说，社会秩序依赖的不是社会自身，而是外在于社会的政治权力。而这样的社会秩序，其可持续性随时都会成为问题。
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是否庞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经济改革模式。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多可以反思的地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即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任何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奇迹”，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非常小，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匹敌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用哪一种估算法，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如果把这个现象放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就会表现得非常显著。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香港）。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它们都在大约二十来年的时间里，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当然，各个经济体内，中产阶级产生和成长的来源和路径是不相同的。今天，在这些经济体里，中产阶级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改革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政策目标，之后，很快就形成了“小康社会”的概念。90年代以来，在一部分人首先进入小康社会之后，执政党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概念和政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中国执政党的中产阶级观。人们目前所看到的中间力量就是这些连续政策目标的产物。
尽管政策方向很明确，但诸多原因使得中国离“全面小康社会”还很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政策改革进步缓慢，缺少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改革开放政策培养出了一个中产阶层，也使得数亿人口脱离贫穷，但很显然，国家既没有保护中产阶级的有效机制，也不存在防止已经脱贫的人口重返贫穷的有效机制。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市场机制可以产生一个中产阶级，但市场机制不能保护这个自己培养出来的中产阶级。在欧洲社会，保护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保障、医疗服务、教育、公共住房等公共政策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产物。从马克思所分析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比较符合人性的资本主义，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保护了资本主义。不难发现，在西方，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往往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得好的社会。市场经济为社会创造财富，而社会主义保护社会。
一句话，一个被保护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发达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实际上，保护中产阶级始终是市场经济社会政府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任务。在西方，由于选举政治的存在，所有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举措来保护中产阶级。同样重要的是，资本者也认同这一点，因为一旦社会失衡，社会秩序遭到破坏，资本的正常活动就会成为问题。
中国的情况又怎样呢？没有市场经济的引入，很难想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财富。现在一些人看到众多的社会问题，就开始怀疑市场经济，这并不公平。中国的问题并不出在市场机制的引入，而在于缺乏社会保护机制。市场经济发展了，但诸多社会政策，包括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教育、房地产政策等，要么建设力度不够，要么没有建立起来。更为严重的是，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由于GDP主义的盛行，中国各级政府往往和资本结合，通过破坏社会来完成GDP增长的任务或获取暴利。诸多社会领域，如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等，需要政府大量投入，但在中国往往成为暴富领域。
 

中国的中等收入者因高昂的生活成本陷入群体性焦虑。（图/CFP）
 
因为缺少社会保护，中间力量不仅不能像经济增长本身那样得到成长，而且没有任何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轻易使今天的中产阶级在明天就演变成为贫穷阶层。同样，已经脱贫的阶层也容易重新沦落为贫穷。实际上，除了体制内部占据重大战略地位的少数阶层之外，任何阶层随时都可能演变为贫穷阶层。最近，国家提高了计算贫困的贫困线，就使得中国的贫困人口剧增。这表明中国大量的人口仍然处于贫困的边缘线。
除了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中产阶级的成长还需要有效的劳动者收入政策。要走上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提高劳动者工资很重要。中国社会群体收入差异很大，分化严重。中国通过国家的二次分配方法并没有见效。二次分配当然需要进一步改善，但如果过分强调二次分配，就会走上一条“杀富济贫”的道路，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贫穷社会主义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也不是选择。比较有效的选择就是改善一次分配，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是一次分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杀富济贫”是通过革命夺取财富，不是创造财富。贫穷社会主义也只是对现在的富裕者的剥夺，对贫穷者本身也没有利益。“劳动致富”是整个中国社会所能接受的道德原则，也是基本社会正义的来源。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只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少部分人得到了与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的收入，而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称的收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未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到今天，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严重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廉价劳动力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中产阶级难以形成。少数人，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使用者，包括资方（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家资本），因为获取了过度的利润而暴富，成为消费过度的一个群体，而廉价劳动者本身，收入过低，消费不多甚至严重不足，遑论各种社会福利。在大多数人没有致富的情况下，建立消费社会自然非常困难。要建立消费社会，就必须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并确立社会制度，否则，即使人们有了钱也不敢消费。这一点人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只需行动。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不能从劳动中获得相应的收入，人们自然不会有消费能力。
一味依赖廉价劳动力也已经使得中国的产业升级困难重重。资方过度剥削劳方，通过压低劳动工资就能赚取巨额的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方根本就不会有动力去提高技术，改进管理水平。过度剥削劳方尤其表现在外资企业方面。大量的外资到中国来动机很单纯，就是要利用廉价劳动力。早期还有廉价的土地，现在地价上去了，只剩下廉价劳动力了。珠江三角洲三十多年前开始使用农民工，到现在还在使用大量的农民工。这表明什么？表明这三十多年里，没有任何技术上的进步，也就是没有产业升级。而亚洲“四小龙”一般每十年就有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已经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了。同时，大量廉价劳动力工厂的存在也使得劳方没有动力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技能。在珠三角等地区，农民工就能打败大学生，前者甚至比后者更有竞争能力。这是一个国家畸形经济结构的结局。
廉价劳动力也导致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主要是在中国的外资部门）通过廉价劳动力大量出口廉价产品，得到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在这个过程中，发达欧洲国家、美国都有责任，但中国也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尽管大家可以互相推卸责任，但谁都必须面对，因为在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无论是国际经济还是内部经济，都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尽管是顺差国，但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要超过逆差国，那就是过度发放货币，导致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更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变成财富转移机制，财富从穷人转向富人，从贸易顺差国和穷国（中国）转向贸易逆差国和富国（美国）。美国通过发行货币就可以把危机转移给中国等国，而中国发行货币只是把危机转移给社会。这使得中国社会变得更不公平，国际经济秩序变得更不公平。
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廉价劳动力有关，也必须且只能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使得劳动力不再廉价来应对和解决。中国要向发达经济体学习经验。在任何国家和地区，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动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先发达国家，长期的劳工运动或者工人阶级运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后者的抗争，使得西方发展出了很多劳资谈判制度。政府因为有民主（选票）的压力，不能简单地站在资方一边，因此介入其中成为协调者。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更促成了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利润。没有劳动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
亚洲经济体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日本是第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上世纪经济起飞之后，政府实行了有效的工资倍增计划，再加上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在短短几十年内成功培植了中产阶级社会，使得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社会之一。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是当时收入分配最为公平的经济体，他们也通过不同方式成功培养中产阶级，建设消费社会。台湾和香港主要是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而达成。在新加坡和韩国，政府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新加坡，国家工资理事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理事会主要由劳方、资方和政府组成，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劳动工资水平。政府的这种主动性有效避免了西方那样的劳工运动，既保证了社会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为产业升级构造了有效的压力。
中国尽管现在也想提高劳动者工资，中央政府已经制订了最低工资制，但很显然，这方面的阻力非常之大。不仅资方反对，连地方政府也反对。尽管近年来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没有出现有效的政策和制度。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虑工会的作用。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压低劳动者工资，那么在劳动者、资本和政府三方之间，力量会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从长远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的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地压低劳动者工资。
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提高劳动者收入是减少人民币国际压力的最有效的举措。西方和美国对人民币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主要是因为贸易不平衡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币要升值，但升值不能过快，必须渐进。这不仅是因为人民币快速升值会影响到很多企业的生存和总体经济发展，更因为人民币升值只有利于富人。人民币升值意味着来自欧美的商品会变得廉价一些，但欧美商品的中国消费者还是富人，和广大的普通百姓没有关系。较之人民币升值，提高劳动者收入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而且更符合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
提高劳动者收入，会产生几个“有利于”。第一，有利于减少基于廉价劳动力之上的出口，实现国际经济平衡。出口仍然很重要，但出口不能继续依赖于廉价劳动力，而应当通过提高技术来增加附加值。第二，有利于消费社会的建设，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找到新的资源。第三，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很多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如国有企业过大、垄断，而民营中小企业不够发达，等等。要提高劳动者收入，国家就必须从结构上下功夫。第四，有利于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如果没有足够的压力，资方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来提升技术，通过增加附加值来创造利润。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企业家光考虑着如何通过剥削劳动者而获利，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有进步。实际上，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在于技术创新。第五，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这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目标，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为社会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对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以人为本”并不抽象，实现邓小平当初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人本社会。
如果认识到中产阶级是优质民主的基础，那么中国的改革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也不再难回答诸如改什么、为什么而改革、怎样改革等问题。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和培植中产阶级，除了继续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没有其他更多的选择。这里分两部分，就是“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继续深化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尤其是对国企实行市场化。只有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才能继续把蛋糕做大。现在一些人把改革仅仅理解为分蛋糕。政府主导的分蛋糕很容易，但不可持续。只有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才可继续分蛋糕。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否则光强调分配，中国又会倒退到毛泽东时代的贫穷社会主义，而贫穷社会主义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同时，社会主义意味着在社会领域加大政府的投入，建设社会制度，提供社会保障。总之，如果说早期的改革者错误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那么今天的改革者则不能再次错误地把社会政策应用到经济领域。经济领域的改革和社会领域的改革要区分开来，同时这两个领域的改革要一同推进。即使是社会改革也不仅仅是分蛋糕，而是为继续做大蛋糕创造社会条件。
一句话，要培养中间力量就必须继续创造财富，要创造财富就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但同时必须加快社会改革，确立社会政策，保护社会。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会保持繁荣稳定，并发展出一个可以持续的自主社会秩序。在此基础上，中国才有可能走上一条非暴力革命的、和平的民主化道路。
 
（本文是在《经济观察报》社主办的“2011观察家年会”上的演讲稿）　



4.拯救改革：中国需要第二次“南巡”
今天，我选择讨论这个题目有三个相关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再过十天就是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了。第二个理由是，今年东方论坛的主题就是“改革的智慧”。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南巡”无疑是当代中国改革智慧的体现。第三个理由就是我们面临一个全新的时代，再次需要“南巡”那样的改革大智慧。我想，这也是主办者把“改革的智慧”确定为今年论坛主题的主要原因吧。



“南巡”的历史意义
“南巡”的意义在哪里？简单地说，它解决了当时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难题，即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改革路线的执行。
 
未来的历史会告诉人们，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或者“南方谈话”是中国当代改革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里程碑。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都是和“南巡”密切相关的。“南巡”的意义在哪里？简单地说，它解决了当时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难题，即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改革路线的执行。
首先是改革路线的确定。中国的经济改革自1970年代后期开始，整个80年代都处于一种探索状态。在意识形态层面，执政党内部并没有强有力的共识，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当时称“商品经济”）之间摇摆。在路线不甚明确的情况下，执行必然出现问题。整个80年代，在放权和收权之间进退无常。除了最初的农村改革颇为成功外，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尽管都进行了尝试，但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进而，执政党也尝试了政治改革，意在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推进经济改革。不过，这方面没有成功。但“南巡”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主导思想。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执政党的基本路线，并要一百年不变。
路线确定之后，执政党就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执政党很快就进入动员状态，集聚改革力量，实施改革政策。“南巡”之后，由地方领头发动了一场激进的分权运动。80年代也有分权，但其幅度和广度都比不上“南巡”之后的分权。“分权”释放出来的巨大改革和发展能量有力、有效地冲击了旧的体制，在很多方面破坏了旧体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和制度基础。分权当然也带来很多问题，但如果没有分权所产生的诸多问题，旧体制还是会继续牢固不动。正是因为旧的体制受到冲击，执政党才进入了改革旧体制和建设新体制的阶段。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在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转变成为制度。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的，包括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等等。更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中期之后的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制。“抓大放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所看到的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是没有这一过程，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出路。通过90年代的改制，中国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经济结构，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在对外经济方面，领导层也在强大的民间民族主义压力下，在“狼来了”的惊呼声中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从制度上和世界接轨。
南方谈话是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智慧的结晶。南方谈话的主题词可以概括为改革、发展和稳定。通过改革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达到稳定，稳定又促使改革深化，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20世纪80年代末因为改革遇到困境，止步不前，社会不满情绪越来越强，出现不稳定状态。1989年之后，西方全方位地制裁中国，国际环境极其恶劣。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在内外压力下，中国领导层中的一些人开始对80年代以来的改革产生怀疑，改革迅速往回走。“中国改革的旗子要倒下了！”这是海内外很多人当时的感觉和忧虑。实际上，当时西方很多人开始讨论的问题不再是中国会不会继续改革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共产党会倒下、什么时候中国会像苏联那样解体的问题。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很多人曾预言中国将会是下一张倒下的“多米诺牌”，但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彻底改变了中国，粉碎了西方的预言。
 
但是，不久中国所发生的一切证明他们错了。证明他们错误的是中国人的改革智慧，而这一改革智慧主要表现在邓小平的政治判断上。邓小平认为，苏东共产主义政体解体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因为那里的政权无能推行经济改革，不能为人民提供经济成果。经济改革不能推行而导致了政权的解体，因此改革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执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经济改革难以推行下去呢？这里既涉及经济改革的策略问题，更涉及政治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在80年代也强调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但没有成功。这里的问题不是政治改革需要不需要，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改革。从苏东经验来看，人们看到以西方式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在民怨沸腾的时候搞西方式民主化，政治改革很快就会失控，走向改革的反面。实际上，80年代中国本身的经验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仍然需要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仍然需要政治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不仅是要推动经济发展，更是为了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就是要实现这些目标。要确保这一路线的实施，政治是关键。近年来，人们为中国的改革提出了“顶层设计”这个新概念。但实际上，这个概念早就存在，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出来。邓小平推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在中央层面进行，他当时强调“谁不改革谁就下去”。这种政治意志促成了高层的转型，很快从1989年之后的保守转型到积极进取。十四大之后，执政党很快形成了一个旨在改革的强大的领导层。高层有了政治意志，有了改革共识，余下的就是执行问题了。在这方面，执政党从地方上寻找到了动力，从社会中寻找到了动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决定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是路线和执行两大因素。较之其他任何政体，共产党最强大的优势在于在路线确定之后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促成政策的执行。而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执行，正是今天的中国所最需要的。



中国目前的改革状况
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不同群体展现出各自的理想主义。或者说，现在的社会群体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诉求，不再有对未来的共识。
 
今天，我们在很多方面也面临类似“南巡”前的状况，有一些方面形势可以说更为严峻。方方面面的改革要么止步不前，要么没有突破口，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在政治层面，无论在党政官员那里还是在社会群体之中，人们对改革缺少有意义的共识。缺少共识是有代价的。在政府层面，人们只知道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能做什么、如何做。在社会层面，各种具有意识形态化的思潮（大多是进口而来）泛起，不仅没有为人们厘清改革的方向，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困惑。
社会改革在政策层面已经进行了多年。如果从十六大确定算起，已经有近十年了。不能说没有做，能做的也做了，但就是没有重大的突破。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都是如此。没有突破口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把社会改革提升到政治路线的高度。尽管提出了诸如“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社会改革的目标，但没有把这些整合成为一揽子社会政策，就像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执政党的政治路线一样。在社会政策没有被提高到政治路线的情况下，政策的执行及其力度肯定会出问题。没有改革的共识，哪会有改革的执行力。
经济改革方面，也出现类似于“南巡”前的停滞不前的情况，在很多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等等，而所有这些失衡的结果就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严重失衡。这一切的核心问题就是很多年来的国有企业大扩张。90年代中期，在“抓大放小”策略的引导下，中小型国有企业被民营化或者说中国式私有化，而大型国有企业一方面得到整合而成为企业集团，另一方面也收缩战线，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而集中在那些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同时，国有企业的改制也比较成功，主要是企业化和法人化。但是，此后，国有企业在改制方面没有进步，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企业化程度不足，不是依靠市场上的竞争，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而垄断市场。再者，企业发展已经走偏了方向。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战略领域，而扩张到原来民营企业的领域，造成“国进民退”的现象。在亚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地区和香港都是通过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大力支持而壮大产业，而新加坡尽管也有庞大的国有企业，但是国企是高度企业化和市场化的。中国在这方面和这些经济体区别开来，因为政府支持的是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中国的“华尔街”问题，大而不能倒，挟持政府的经济政策。
我一直强调，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模式是两个极端的模式，美国是“（市）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而中国是“（政）府内市场”（market in state），就是说，美国的政府是必须服从市场原则的，而中国的市场是必须服从政府原则的。在美国，如果市场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政府失去对市场的规制，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相反，在中国，如果政府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市场完全被政府所控制，那么经济危机也必然发生。如果美国的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国的危机则必然出在国有企业。
政治改革方面又怎样呢？今天的情形和20世纪80年代也极为类似。简单地说就是，政治理想主义又回来了。80年代被视为中国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时代。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人们急切地向极左思潮告别，向斯大林版本的贫穷社会主义告别，向往着一个全然不同的美好时代的来临。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想主义的崛起成为必然。尽管当时的理想主义更多地是建立在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上的，但就其目标来说，并不是对中国事务作理性思考的产物，很多东西是从西方“进口”的。对很多人来说，理想主义就是抛弃苏联式的极左思潮和贫穷社会主义，转而接受西方的民主和市场经济。当时的理想社会表现为两句口号，即“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所以，80年代表现为（西方）自由主义成为主导或者主流话语。当然，在这个自由主义话语体系里面，官方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层面的自由主义，而在民间和一部分改革派官员中间，政治自由主义也拥有相当市场。
这种理想主义维持到1989年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前面讨论过，在苏联东欧事件发生之后，邓小平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判断，即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苏东领导集团不能进行有效的经济改革，不能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结果导致了人民的不满和执政党合法性的衰退。
“南巡”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大转型，主要表现为政治空间收缩，而经济空间大扩张。在政治上，执政党看到了“激进”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所能产生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动用一切机制来控制和消除政治自由理想主义的发展空间，同时让出更多的空间给予其他的主义，包括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较之政治自由主义，这些主义和官方的意识形态较为接近，尽管并不吻合。
但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空间的扩张。市场经济的合法化给中国社会创造了无限的经济空间。这样，整个中国社会就面临一种选择：政治空间小并且风险极高，经济空间大并且利益极大。在这样一种选择面前，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即退出政治领域而进入经济领域。选择退出政治的不仅仅是原先抱有政治理想主义的社会群体，更包括很大一部分原来生活在体制内的党政官员，他们以“下海”的方式进入了经济领域。政治理想主义的激情很快被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所取代。中国很快从一个意识形态型的社会转型成为利益导向型的社会。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整个中国社会便步入了一个人们所说的物质主义时代。随着经济空间的大扩张，各个社会群体纷纷在物质世界领域追求和满足自身的需求。各个社会群体不可能在经济扩张过程中取得同样多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出现各种社会矛盾。不过，人们忙于追求物质利益，并且也的确多少能够追求到物质利益，很多社会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被忽略过去。
那么，现在的情形又如何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二十多年的经济扩张之后，这个社会原来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当不同社会群体发现自身在这个社会生活得不舒适甚至不安全的时候，就自然出现了各种“反现状”的“理想主义”。今天，对每一个社会群体来说，理想主义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社会形态，使得其能够符合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说，现在的理想主义已经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了。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不同群体展现出各自的理想主义。或者说，现在的社会群体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诉求，不再有对未来的共识。
那么，不同社会阶层的理想主义所体现出来的变革观又是如何呢？
权势阶层构成了目前中国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极其保守，其理想是要把自身的利益永恒化。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想变革。有人说，他们想用“中国模式”的概念把目前的利益格局固化，并非没有道理。（当然，我自己对“中国模式”有不同的理解。）不过，这个群体并没有牢靠的安全感，心里很不踏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在中国社会拥有显赫的地位和巨额的财富，但在全世界到处寻找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随时准备“退出”中国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需要通过变革来巩固已有的利益。要变革，这个阶层当然需要“思想”。他们感到不安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便是缺乏“思想”来论证其所拥有的权势的合法性。合法性的缺失使得他们经常成为社会的“弃儿”。中国社会近年来盛行的“仇官”、“仇富”心态，使得他们深切感受到自己随时会被社会所抛弃。要追求合法性，但自己又缺失思考能力，这个阶层经常毫不犹豫地从其他任何地方、从其他任何社会群体中借用一切对他们有用的思想意识。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他们不相信任何主义，但可以包容一切对他们有用的主义。就是说，权势阶层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主义”是百花齐放的，各种“主义”之间没有任何整合性。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中产阶级一方面人数还少，另一方面又没有坚实的制度基础。对这个阶层来说，理想就是稳定、发展、不折腾。法治和法制无论对于保护他们的财产安全还是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都非常重要。今天，他们对这些年的法制倒退忧心忡忡，不少有条件的人已经选择“退出”，即移民海外。从意识形态的光谱来说，这个阶层也处于中间地带，既不喜欢左，也不喜欢右。从长远来说，他们应当也必须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避免中国社会受来自左右的激进思想的影响和冲击。但就目前来说，中国并没有发展出代表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未来有些自己的思考，但成不了主流意识。同时，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群体非常复杂，很难成为一个阶层。在思想意识层面，这个复杂群体是今天中国最分化的。他们的大部分已经为权势阶层所吸纳，成了典型的利益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们的物质利益的来源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和意识，也决定了他们的理想。
但是，这个群体中的两个边缘化次群体则已经是当代中国最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就是人们所说的“左派原教旨主义”和“右派原教旨主义”。前者钟情于包括毛泽东主义在内的各种源自中国本土或者进口的左派思想，后者仍然坚守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自由主义理想，即相信西方式民主政治才是中国的出路。后者因此也被称为“民主派”。
 
原教旨主义
是指某些宗教群体试图回归其原初的信仰的运动。原教旨主义者相信其宗教经典的绝对可靠性，把其当作超时空的、永恒的、绝对的真理，强烈排斥对圣典种种自由化或现代性的解释。与所谓保守主义不同的是，它具有极强的对抗性、排他性及战斗性，认为应该用强力制止别的信仰，推行自己的教旨。
 
这两个次群体尽管处于边缘，但其动员力量不可小看。这主要是因为两派的传统理想主义特色，即能够向社会提供有关中国社会前途的一幅明确的远景图。总体上说，左派力图提供一个有关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堂”，而民主派或者自由派则力图提供一个有关“民主自由”的“天堂”。这些远景尽管就其本质来说是乌托邦，但其明确度是任何其他羞羞答答的主义所不能相比的。他们经常在不同程度上被权势阶层所利用，因为在不同议题上，他们对权势阶层的不同群体具有价值。不过，他们也经常和权势阶层发生冲突。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动员草根阶层的很大的力量。草根阶层是行动取向的。他们的意识和草根的行动一旦结合，就能够产生巨大的政治能量，而这种能量是权势阶层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中国的草根阶层人数众多，仍然没有自己的主体思想。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处于对社会的愤怒状态。他们的愤怒经常被其他各种激进的思想所利用。他们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不断发出愤怒的声音，但方向极其不明确。尽管如此，草根阶层思想意识的崛起是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发展。草根群体中已经出现一些不乏理性和切合实际的思维。他们接近中国社会，或者处于社会的最底端，因此了解中国社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意识到，无论左右，都很难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他们开始远离传统理想主义的对“政治权利”的争取，而转向了争取和自己切身相关的社会权利。于是乎，他们开始关心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空气、交通、医疗、教育、住房、社区等等都包括在内。一句话，他们放弃了传统的理想主义所追求的抽象的正义和公平、抽象的民主和自由，转而追求可以触摸得到的事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并不想得到政治权利，而是意识到权利的获取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草根阶层的崛起促使执政者开始“打捞”沉没的声音。（图/CFP）
 
与上世纪80年代一样，一边是社会政治理想主义的兴起，另一边则是愈演愈烈的党政官员的腐败。所不同的是，现在的腐败规模不是80年代所能相比的。80年代的腐败集中在价格双轨制下的“官倒”，规模并不大。但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仍然很低，腐败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政府合法性的流失。现在的一些官员则是一腐败就是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腐败对执政党造成的危害谁都很清楚。历任领导人一直在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这是历史经验。在社会层面，人们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执政党执政的道德基础在哪里呢？尤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道德几乎是执政者之所以能够执政的基础。一旦道德基础丧失，合法性危机必然接踵而来。
改革举步维艰、社会政治理想主义回归、党政官员腐败愈演愈烈，所有这一切与上世纪80年代末何其相似。执政党的回应似乎也相当类似。尽管很多人只知道“不能做什么”，但党内改革派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和80年代末没有多大的差别，那就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
中国社会又一次回归，回归到需要改革但又前途渺茫的时期。中国因此需要再一次“南巡”，不仅拯救改革，拯救社会，更是拯救执政党。



下一阶段的主体性改革
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政治激进化道路是最危险的。
 
第二次“南巡”的目标就是要把社会改革确定为执政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为下一阶段的主体性改革，并且找到政策执行的动力。
改革遇到了困难，人们自然诉诸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当然不可或缺，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政治改革。前面讨论过了，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政治激进化道路是最危险的。无论是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经验，还是近来中东、北非的动荡都说明了这一点。从民意的角度来说，政治改革的议题最容易被激发出来，但一旦政治激进化，就会导致国家进入一个毫无发展方向的困境。社会改革要优先于以选举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就是要解决民生问题。世界历史证明，以民生促民主，人们才有可能得到好的民主；反过来，以民主促民生，还没有成功的例子，坏民主的例子倒不少。
那么，在中国，为什么要把社会改革界定为下一阶段的主体性改革，这里有几个主要原因。首先，通过第一阶段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改革，如上所说，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得到确立。经济改革仍有很大的空间，但主要是制度的改革或者改善问题。总体国家制度要得到改革，就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较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并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会上下容易取得共识，比较容易进行。
其次，社会改革是为了“还债”。今天中国社会的民怨大多是因为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已经解体，同时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另一套社会制度体系。这些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建立。30年来的经济改革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这些体制大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符合当时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制度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非常之少，并且在不同社会群体中，这些服务也不是公平分配的。现在一些人把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其所提供的服务描述得非常公平、非常好，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这种怀旧感主要是基于一种道德判断而非历史事实。原先体制的解体不可避免。因此，通过社会改革重建一套新的社会体制是唯一选择。在这些方面，执政党在这些年也尽力做了很多事情来消化经济改革给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再次，社会改革是为可持续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力。这里主要表现为要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很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西方的压力，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西方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尽管不喜欢，但这远远超出了中国的控制范围。每当面临来自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就感到力不从心。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的经济体，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成问题的。
走出这一困局的唯一途径在于建立一个消费社会，依靠内部的动力来达到可持续发展。但一个消费社会是需要社会制度基础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不仅有赖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有赖于通过社会改革而得以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在没有社会政策的条件下，看病需要钱，上学需要钱，老百姓不敢随便消费。中国人是完全无助的，完全依靠自身。只有确立了一整套社会政策之后，中国的消费社会才会有希望。应当说，在这一点上，执政党和社会也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共识。
同时，社会改革是为将来以选举民主为核心的主体政治改革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从长远看，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民主化不可避免。这当然不是说，中国要实现西方式的选举民主。无论中国实现什么形式的民主政治，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基础，需要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来保证政治制度的稳定并使得暴力因素最小化。而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为民主化确立社会制度，培育中产阶级。



呼唤科学的顶层设计
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中国共产党是今天中国唯一的政治主体。各种社会力量尽管在成长，但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谁来“南巡”？1992年是政治强人的“南巡”。但今天，政治强人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人会继续期望中国再次出现强人政治。政治强人往往来自革命或者战争。除非再次发生革命和战争，像毛泽东和邓小平式的政治强人很难在当代中国出现。尽管没有人可以保证今天的中国不再会有革命或者战争，但革命和战争并非人们所期望的。
没有了政治强人，怎么办？中国的选择并不多，执政党唯有重新确立其改革的主体地位。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中国共产党是今天中国唯一的政治主体。各种社会力量尽管在成长，但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正因为这样，执政党必须也应当成为改革的主体。
如何确立中国共产党作为改革的主体呢？这就是最近这些年人们开始讨论改革的“顶层设计”的原因。很显然，这个概念的提出和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有着密切的关联。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治领导层的政治意志。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意志，即使存在着巨大的改革要求，也不能转化成为改革政策。在强人政治时代，政治领导层的政治意志比较容易转化成为政策并得以实施。在强人政治之后，领导集体的政治意志变得非常重要。但是，较之强人的政治意志，集体的政治意志比较难以形成。中国面临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方面的巨大挑战，所有这些挑战都要在改革过程中加以应付和解决。没有坚强的集体政治意志，只能导致面对问题却无动于衷的局面。
再者，强人政治之后，政策的动员能力也出现了问题。执政党领导层必须作集体的动员，但集体动员能力从理论上说容易，实际上则非常困难。这些年来，很多政策就是因为政策动员能力的缺失，往往停留在字面。政策的执行不仅受制于体制内部因素（横向面的官僚部门和纵向面的中央和地方关系），而且还受制于社会上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受到那些和政权有紧密关联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制约。
当（中央）改革者的权威不断弱化的时候，就需要顶层设计。不过，不能简单把“顶层设计”理解成为中央集权。实际上，“顶层设计”要解决的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集权之下的不改革局面。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强人政治时代的过去，中央权威开始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因此，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维护中央权威”的目标下，各方面的权力开始集中于中央，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和人事任命等等方面，很快就改变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分权状态。不过，中央集权不见得表示领导层有权力。在很大程度上，90年代以来围绕着“国家能力”建立的集权体制，主要是加强了国家代理人（行政官僚）的集体行政权力，政治上反而削弱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也就是说，中央的实际权力大多分散于各个官僚机构和部门，而不是集中在最高决策部门。尽管中国反对西方式的分权与制衡制度，但在实际层面，中央各个部门之间的互相制衡远较西方强。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因此有了长足的成长，它们往往各自为政，不听号令。同时，由于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体制的出现，即使最高决策层的权力也变得相当分散化。这容易使得各方面的既得利益挟持改革议程，最终导致“不改革”的现状。
在这样的情况下，“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改革什么？什么能改、什么不能改？如何实施改革？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顶层设计”来回答。或者说，从改革的思想、方案的设计，到改革政策的落实，再到新制度的形成，都离不开自上而下的权力。在近现代国家，没有一项重大的国家制度是在没有强势领导人巧妙的权力运作下得以确立的。
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改革的发动还是改革的可持续，地方和社会的动力都非常重要。一旦忽视地方和社会力量，任何形式的顶层设计都会是空中楼阁。
改革动力从何而来？首先就要从中央地方关系中寻找。这几乎是中国改革的定律。中国的改革往往是首先从地方开始的，在各个地方开始实践，然后通过“顶层设计”，把地方经验提升为国家政策，推广到全国。这些年来，地方各方面的改革试验也一直在进行，包括浙江的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模式、广东的外向型企业的转型和公民社会建设模式、江苏的政治改革模式（公推直选）等等。这些地方的领导层面对现实各自寻找着适合自己情况的改革和发展模式。最近广东的发展（尤其是处理乌坎事件上）表明，如果能够充分授权于地方，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是有创新能力的。
 

2012 年2 月1 日，广东陆丰市乌坎村数千村民一人一票，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组织乌坎村民委员会的重新选举，这是中国在“农村自治”改革上迈出的重大一步。（图/CFP）
 
在很大程度上，地方领导人最具有改革动力。地方政府官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批评对象，地方专制、腐败、黑社会化等等批评指向各个地方政府。这些也是事实，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干部想有所作为。目前中国存在的地方发展模式大都来自于地方官员的探索。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地方是一线政府，政府官员和社会关联度大，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他们必须有所创新来应对或者解决问题。作为一线干部，他们了解社会，也并不缺失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再者，地方创新也符合地方官员的利益。在后强人政治时代，政府官员之间的政治竞争已经不可避免，而确立不同的地方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式政治竞争的一个重要部分。很多地方干部必然成为未来中国的领导人，他们也在思考如何改革的问题。地方改革成功了，就可以扩展到其他地方，这对他们自己的前途也非常有利。在和平年代，改革的成功是地方干部政绩最重要的根据。
地方发展模式的竞争是好现象，但是，必须注意到，尽管今天中国各地方改革都在树立自己的模式，但并没有发生类似上世纪80年代那样惠及全国的效果。在上世纪80年代，地方改革呈现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地方的大胆和勇气。在经历了改革前的贫困社会主义实践之后，全国各地都想摆脱贫穷，创造出自己的地方发展模式。当时地方发展水平往往取决于一个地方是否能够在一些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第二，成功的地方改革很容易上升到全国层面，扩散到全国的其他地方。当时几乎所有国家层面的改革都是在地方先行先试的。但是今天，不仅地方先行先试的勇气不如从前，即使是像上述被认为成功的大多数地方改革，也仅仅限于地方，没有扩散效应。
为什么会这样？这里其实也有一个顶层设计问题。在后强人政治时代，地方改革也受到体制非常巨大的限制。政治强人可以充分授权给地方，让地方充分改革。如果出现问题，强人可以为地方改革提供政治保护。这尤其表现在早年“经济特区”的改革上。同时，强人也很容易把成功的地方改革经验上升至国家层面，把改革推广到国家的其他地方。现在则不然，一些地方改革者顾虑重重，既是因为缺少来自上层的充分授权，也是因为没有上层权力的政治支持，很难把地方改革经验上升到国家层面。除了少数地方的领导人在大张旗鼓，多数地方领导人都选择低姿态、低调的改革路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地方关系方面，现在呈现出一种实际上的互为“否决”的现象，即中央可以“否决”地方，地方也可以“否决”中央。一些被视为成功的地方经验，很容易被上层的一些权威人物所否决。在高层缺失集体政治意志的情况下，很难对地方经验达成共识。一旦哪个关键人物拒绝认同某一地方改革试验，这一试验哪怕再成功，也不会上升到国家层面。另一方面，尽管作为决策者的中央在不断推出新的政策，但地方总可以找到理由不执行或者有选择性地执行。地方是否执行中央政策，完全取决于中央政策是否符合地方利益。地方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否决”了中央政策。
很显然，地方政府既可以成为国家层面的改革动力，也可以成为改革的阻力。地方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对中央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动员地方改革的动力，而遏制地方对改革的阻碍。这一问题的解决取决于高层的顶层设计。高层对地方的改革如果没有共识，那么就很难出现中央和地方配合的顶层设计，而互相否决的局面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除了地方政府层面，地方动力更应当关注社会的参与。没有社会的参与，顶层设计不可能科学。在改革领域，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都会涉及社会，因为所有改革的起点和终点都是社会。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特别强调科学决策，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开放决策过程给社会，让社会来参与政府决策。这一点在今天变得更为紧迫。如果没有社会的参与，很多决策在表面上看可能非常理性和科学，但实际上却脱离社会现实，并不能反映社会现实的需求，最终可能流于空想。
不管一项改革是通过怎样的顶层设计，如果没有社会的参与，就不可能实施下去。改革需要社会的接受度和支持。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显得重要。很多政策往往是自上而下制定，但常常只停留在口头和口号上。尤其是当受到地方政府和官员的阻力时，中央政府可以说是毫无办法来克服地方阻力。任何改革，没有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就很难超越既得利益，进而得以实现。
顶层设计也必须满足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参与要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力量已经得到很快的发展。一部分人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并跃升为中产阶层之后，就开始萌发政治参与的要求；另外一些仍然处于比较贫穷状态的人，因为等了多年不能脱离贫穷状态，也在逐渐激进化和政治化，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追求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如果不能满足社会参与的要求，经过顶层设计的政策很难具备高程度的社会合法性。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参与可以影响目前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国各个地方差异大，中央政策不可能一刀切地在各个地方实施。这就给地方政府创造了客观条件去实践各种地方改革。在没有社会监督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的改革很可能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只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前途。在中国体制下，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例如，地方官员所从事的很多政绩工程，并不是真正为了地方利益，而是做给上面看的。这类名义上的“公共建设”，其实是政治机会主义行为。要遏制这种情况，就需要地方社会的参与。社会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会迫使地方官员从长远的利益考虑，而非受短期个人利益驱使。同样重要的是，社会参与可以解决如何制约地方官员权力的问题。中国目前的情况是，随着党内民主的实施，中央层面领导人所受到的制约越来越多，但地方仍然没有发展出有效的制约机制。地方“一把手”腐败、权力滥用，仍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缺失社会参与的情况下，地方“一把手”大多可以成为“土皇帝”，至于是不是真成为“土皇帝”，则取决于地方领导人的自我约束。但自我约束是很不可靠的。因此，要避免地方坐大，还必须实现社会的参与。
今天，与其呼唤强人政治，倒不如执政党领导集体来一次集体“南巡”。在很多年里，中国政治领域曾经流行“红色旅游”，从革命的源头来寻找执政党的灵魂，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面向过去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必须面向现实，面向社会，面向未来。如果不想被革命，那么唯有改革。改革，也只有改革，才能拯救改革，拯救社会，拯救执政党本身。邓小平当年就是这样做的，就是要在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下来寻找改革目标，寻找改革动力。在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的今天，人们期待着执政党能够再次寻找到改革灵魂，再次杀出一条血路，把中国的改革事业推进到下一个阶段，以实现执政党“立党为公”的理念。
 
（本文是作者2012年1月8日在“东方论坛2010：改革的智慧”（北京）论坛上所作的演讲）



5.中国收入分配的现状和政策选择



中国收入分配的现状
我们有理由相信，实际的收入分化程度远远大于建立在官方统计数据之上的估值。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至为关键的一个趋势。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趋势在过去十年间显得尤为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益发展的“国家主义”的经济结构所导致的权力和垄断，成为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本结构性来源。在新一轮的收入差距扩大化进程中，尚未完全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灰色收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尼指数的估计在0?郾45和0?郾5之间，远高于0?郾4的世界警戒标准。如此大的收入差距也将中国和东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分配结构区分开来，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即使在金砖四国（BRIC）中，中国的收入差距也仅仅略低于巴西，而高于俄罗斯和印度。
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实际的收入分化程度远远大于建立在官方统计数据之上的估值。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灰色收入”实际上并未计入官方统计，使得官方统计大大低估了最富阶层的收入水平。根据王小鲁博士过去三年对灰色收入所作的系统取样和研究，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要大大高于根据官方数据所作的估计，可能远超过0?郾5这个危险临界点。根据王小鲁的最新估计，灰色收入可能占到国民收入的15％，其中90％更是被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所占有。
 

中国的富人可能比想象中更有钱：除了可以公开的收入外，高收入阶层还存在着庞大的不宜公开的灰色收入。（图/CFP）
 
近十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伴随着私人财富（以及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经济学家们根据家庭收入和财富的独立取样调查，对当今中国的财富分配格局作出了比收入分配更加惊人的估计。即使是从最乐观的结果看，10％的家庭实际控制的私人财富要占45％以上。私人财富分配与灰色收入紧密相关。
与很多人的看法相反，我们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然结果。从全国范围来看，除去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当今中国城市家庭的收入差距与经济结构尤其是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垄断密切相关。例如，国有能源、电信和运输行业的正式员工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补助，就是构成家庭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福利体系的过度市场化，如教育、住房和医疗的过度产业化，在导致分配体系扭曲的同时，更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化的社会影响。
家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日益不均，一方面是中国独特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这包括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扭曲的国内经济结构（内需不足）、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以及日积月累的系统性政治风险。在房地产市场和年轻人群体当中，这种收入不均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尤为严重。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在网络舆论中充斥的不满情绪，更反映在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尤其是暴力事件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已经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如扩大社会福利支出和修改最低工资条例，缓解贫富分化并降低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不过，这些政策目前的成效并不明显。十七届二中全会公布的《发展规划》中，中央政府宣布要系统地提出一系列新战略，改革分配体系，以便遏制收入差距的快速扩大。虽然我们尚未看到这些政策细节的出台，但这些新政策无疑会成为下一轮社会和经济改革的重点。



经济不平等的结构性起源
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垄断的强化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为深刻的体制根源。
 
过去一般认为中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均主要来自不同区域、产业和所有制形式下经济效率的差别。现在，人们日渐认识到，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更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比如，工资收入很大程度上并非绝对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是地位的高下、行业垄断和个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所致。这种情况在“灰色收入”主导的收入格局中就更加纷繁复杂。灰色收入是指在正式收入之外的，未计入国民收入统计的那部分家庭收入。对于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灰色收入在总体收入中的比重要大于50％。
如果我们对比行业间的收入差，那么国有垄断行业是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来源。各种研究均表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全国各行业都是最高的。平均下来，一个垄断行业的正式员工的工资加津贴和福利可以达到其他行业的4到10倍。对于任何一个央企而言，一般一个人的年均劳动报酬大约是12万元，这比全国其他行业的平均水平要高出4—5倍。众所周知，这并不是因为垄断行业本身效率要比其他行业高，员工比其他行业的勤奋，而是由于国有资源的垄断收入所致。这些资源的收益中的绝大部分本来应该归一般国民所享有。
比起垄断行业员工，公务员系统和部分事业单位员工的灰色收入也不遑多让。多年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省市级）财政的急剧扩张，再加上各部门利用行政权力寻租行为的猖獗，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已经是今非昔比，大大超过其他行业实际收入的增幅。而一般单位和私营企业员工在“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大格局下，一方面要面对组织化的资本，另一方面又得不到国家的支持，而且又没有可靠的工会组织，最后拿到的只是维持温饱的基本收入。即使是在《劳动法》颁布的这三年来，普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增长仍然低于GDP、垄断行业与公务员的收入增长，这恰好证明妨碍劳动者收入增长的制度因素尚未革除。
中国国民经济分配体系中“权钱”结合与过度市场化的“渐退”分配机制，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主因。根据中国家庭收入统计项目1998—2002的资料，以福利市场化为标志的上一轮社会改革就严重损害了中下层的利益，大大抑制了大部分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据估计，如果把国有单位的住房福利这部分隐形收入算进来，那么早在2002年房价激增之前，住房补贴就导致了16％的城市收入差距。当然，在房地产泡沫的驱动下，现在这一比例更高。对于政府官员而言，住房补贴只是各种隐形补贴中的一种。同理，权力位置也给予公务员阶层尤其是政府官员更多的额外获利机会，这就必然导致社会阶层间收入差距的恶化。
 

不合理的分配机制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主因。（图/邝飚）
 
更重要的是，工资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持续下降，意味着大部分国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换句话说，这反映了劳动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在不断下降。相反，企业利润（尤其是垄断利润）、各种租金（尤其是土地和资源）和国家税收一直在加速增长，除了用于积累和投资以外，这其中一部分就形成了灰色收入。正如王小鲁所推测的，高收入家庭绝大部分的灰色收入并非劳动收入，而很可能正是从这些渠道中获取。这些灰色收入的存在使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远比官方数据严重；这种差距并没有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综上所述，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垄断的强化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为深刻的体制根源。我们必须承认，强势的国家（实际运作上是各级的“代理人”）是主宰中国“财富蛋糕”分配的关键力量。我们可以把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来的国家财政收入和工资总量（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作一简单的对比。在90年代初，税收和工资在GDP中的比重都从15％开始下降，而且工资的比重下降得比税收要缓慢，但90年代中期以来，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和工资的相对停滞，已经导致财政达到GDP的20％，而工资总额却进一步下降到10％。中国一般民众的收入水平是显而易见的。“内需不足”也自然成为一个永久的问题。



收入差距的社会与经济影响
仇富是当代中国社会分配不均和公正缺失的一种病理学反应。
 
收入不平等可能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体系造成一系列长期的恶劣影响。中科院前年的一项调查，采集了5个省份40个县市的城市居民对当今社会的意见。该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第二严重的社会问题。持续低迷的工资收入、难以承受的高房价和高昂的医疗成本被认为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三个问题。
另一个相关的社会问题是民间相对剥夺感的急剧上升。2008年《人民日报》下属人民论坛的一项大型网络调查发现，68?郾5％的受访者不满意当今社会的收入分配，并认为他们的劳动价值被低估和剥削。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96％）的受访者已经认识到，公权力是造成公平正义缺失的重要根源。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分配体系不公的怨恨以及对社会阶级固化的担忧，构成了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期隐患。
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收入差距以及社会经济机会分配问题，也是近几年来边疆省份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如2008年的西藏事件和2009年的新疆事件。当小部分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尤其是日益膨胀的少数民族青年，不能很好地整合到现存市场经济结构之中，他们对经济意识更强、机会更多的汉族人就容易怀有敌意，误认为汉人在经济上的成功与他们对机会的垄断相关。新疆的“7·5”事件比拉萨更血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建立在收入差距上的这种相对剥夺感和疏离感，这与亚洲银行2008年的报告相符，亚行专家当时就把新疆列入中国收入差距最大的地区之一，并指出其严重的社会风险。
另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在中国愈演愈烈的仇富仇官现象，以及底层民粹主义思潮的重新抬头。仇富是当代中国社会分配不均和公正缺失的一种病理学反应。近年来，围绕着“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财富和权力继承，网上讨论不断，激烈言论层出不穷。“富二代”和“官二代”往往被视为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地位不公的标本，频繁受到中下层的激烈批判。而事实上，这只是社会经济差距拉大的一种集中反映，在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存在于富人阶层、官员和一般民众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通过经济增长得到消解，一旦增长停顿或者物价失控，就难免爆发。
最后，当今分配体系的问题，还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恶性循环，以至最后促发危机。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目标是“消费社会”和内需经济，但随着国民收入、财富和资源不断向少数富人和政府机构集中，越来越多的资源会被导向投资、腐败和财富转移，也就是“钱生钱，钱生权和权生钱”的“内部自循环”当中，而真正建立在劳动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却难以获得当今分配体系的充分支持，必须依靠广大中产阶级才可能扩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必然进一步萎缩。这样，中国离共同富裕的中产社会或者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会渐行渐远，不稳定的经济结构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直到政府的动员能力遭遇到人口、资源和国际市场的瓶颈，最后面临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的危险局面。
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即已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是为了实现目标必须作出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如果收入差距达到一种不可调和的程度，那么改革也就是失败的。现在，改革的设计师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在发生，而政府也在调整政策，只是尚未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



已经付出的分配调整努力
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可以说是在跟时间赛跑。
 
中国政府对收入差距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是十分清楚的。在过去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连续强调要加快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的劳动收入；要让“消费者敢于消费”，促使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向消费主导的方向转型。就整体政策而言，目前的分配政策主要强调减少低收入家庭的负担和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至于收入分配的核心结构性问题，则较少涉及。
减少低收入家庭负担的主要办法是增加社会政策投资、加大保障力度和减免税收。在过去七年中，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一直在快速持续增长。2009—2010以及2010—2011财政年度，在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险三个方面的总支出增长达到了20％以上，成为支出项目中扩大最快的领域之一。最近的廉租房计划也获得了中央和地方大量的投资。2009年4月提出的新医改也在顺利进行之中，预计将会大大提高政府补助水平、降低中低收入患者负担和扩大医疗保障的覆盖范围。过去几年，国家也大力投入高等教育，以奖学金和生活补助等方式帮助了大部分高校学生。
与此同时，从2008年开始，国家加大了对劳动者的保障力度，通过立法形式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金融危机之后，各地方政府纷纷上调了最低工资。沿海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普遍已经超过1100—1200元/月，很多内地城市也超过了800—900元/月。预计今年各地在民工荒的市场压力下还会继续大幅度上调最低工资。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有了实质的经济动力和政策含义，而不再是一种政治口号。
然而，调整中国的整体收入分配格局仍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例如，估计已经占到GDP总量15％的灰色收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政府不仅缺乏对这些收入来源和具体数目的信息，而且往往也无力监管这些收入的利益主体。他们散布在国家垄断行业、金融机构、各种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甚至各级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作为国家的经济功能的代理人，他们比较容易通过个人和组织的方式用权力（包括垄断经营权和行政管理权）换取租金。他们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使得调控很难以公正透明的方式进行，而流于成为“左手管右手”的经典中国式监管难题。举一个经典的例子，中国提出了20年之久的“官员财产收入申报”机制，时至今日仍然无法兑现。
即便承认一定程度上的收入分化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代价，收入分化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从这一点看来，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认识到，那些导致收入急剧分化的机制，即使能够成为短期内经济迅速增长的动力，从长期来看，也必然影响经济的健康成长。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可以说是在跟时间赛跑。如果改革成功，中国不但会进入更均衡的增长轨道，而且能够维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如果不成功，则将面临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严重危机。那么，到底应该以何种方式、遵循何种原则，才能避免分配领域的经济社会矛盾积累和恶化呢？



收入分配调整的远景
要真正改善劳动者地位，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虑工会的作用。
 
调整收入结构的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办法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加大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借助劳动市场力量扭转收入分配的失衡。提高劳动者收入也是当务之急。这不仅仅涉及分配体系中的不合理因素，而且能够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向“科学发展”的方向发展。这种方案的另一个优势是，作为利益集团之一的政府本身，不必从自身寻找初始动力，而是通过适应市场向市场借力。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转型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劣势。廉价劳动力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并严重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尽管中国现在也想提高劳动者工资，中央政府已经制定了最低工资制，但很显然，面对的阻力非常之大。不仅资方反对，连地方政府也反对。近年来，虽然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没有出现有效的政策和制度。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调整分配格局，中国要向发达经济体取经。
事实上，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动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先发达国家，长期的劳工运动或者说工人阶级运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后者的抗争，西方发展出了很多劳资谈判制度。政府介入其中，因为有民主（选票）的压力，政府不能简单地站在资方一边，因此成了协调者。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促成了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利润。没有劳动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光靠政府提高最低收入标准是绝对不够的，政府能直接影响的，还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要真正改善劳动者地位，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虑工会的作用。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压低劳动者工资，那么在劳动者、资本和政府三边之间，力量将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从长远看是阻碍经济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的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地压低劳动者工资。所以，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工会的相对独立性，允许工人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而政府只是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开始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工人只需依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快速地提高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促进劳动收入的逐步提高。
当然，顺应市场力量，提高劳动者收入，只是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才能够全面改革分配体制，进而引领整个经济结构的改革。这包括：限制国企垄断和恶性扩张；引入民间力量改革金融体制，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加强技术教育；建立官员收入申报体系；以及我们现在热烈讨论中的税制改革。通过这样的整体性改革，扭曲的经济结构才能够向更有效的方向发展，灰色收入（垄断和权力租金）也才能从源头上得到限制和管理。最终，中国的税收体系也将从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向渐进的直接税转型，收入分配也被纳入国家力量的控制之下。
 
（本文为提交给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中国”的论文，北京，2011年3月19日）



6.中国何以可改革成为一个清廉的国家？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实际上，腐败已经极其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在一些人眼里，中国简直就是腐败的象征。
 
今天我用这个题目来讨论中国的腐败问题，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就是要承认中国目前存在腐败情况；第二，中国可以成为清廉国家；第三，从腐败到清廉要通过改革。
今天中国官员的腐败状况不用多说，大家都非常了解。尽管外界指责中国还不是一个透明的国家，但中国的媒体每天都在报道官员的腐败案例。简单地说，腐败已经发展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腐败的方式层出不穷。如果说其他地方缺少创新，则官员在腐败方面的创新是世界一流的。腐败的层级也越来越高。这些年，每年都有一些部级干部的腐败案。腐败的规模更不用说了，从20世纪80年代的几万、几十万已经发展到今天的百万、千万、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实际上，很多腐败案例已非正常人所能理解。
 
透明国际组织
是一个监察贪污腐败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由世界银行前区域总监Peter Eigen 倡议，于1993 年5 月成立。从1995 年起，透明国际制定和每年公布清廉指数，提供一个可供比较的国际贪污状况列表。透明国际也跟一些政府合作来打击腐败。其总部位于德国柏林，并在大约70 个国家有分支机构。
 
无论海内外，人们对中国腐败情况的认识是很清楚的。中国历届领导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中国老百姓对腐败也深恶痛绝，很多社会抗议运动或者中国所说的“群体性事件”都与不同层级的官员腐败有关。
外界的认知也差不多。“透明国际”组织每次有关腐败的调查报告，总把中国视为其中最为腐败的国家。实际上，腐败已经极其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在一些人眼里，中国简直就是腐败的象征。这些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建设。对很多国家的人们来说，他们非常羡慕中国的发展成就，也想学中国的经验，然而，一旦看到中国腐败的情况，就望而却步。不管穷国家还是富国家，人们对腐败都是极为憎恨的。西方一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也就此做文章，并且把腐败和共产党政权结合起来，认为腐败是由中国的政治制度造成的。
那么，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人们所说的“腐败陷阱”了呢？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确进入了“腐败陷阱”。在某种意义上，腐败已经成为一种被广为接受的官场文化。尽管很多官员也痛恨腐败，但一旦身处官场，就必然腐败，无论是主动的腐败还是被腐败。有人说，官员不腐败，就不能展开工作。如果是这样，那么情况真是很糟糕。的确，执政党领导层每天都在强调反腐败，并且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腐败状况仍然在不断加重。越反越腐败，这是人们所深刻担忧的，也使得很多人趋于悲观。如果从中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和国际比较来看，担忧是必须的，而悲观主义则没有必要。很多国家也经历过很长的腐败历史，甚至更为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的出现不足为奇。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发生腐败。人类历史上，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腐败状况。问题是如何应对腐败？一些国家因为没有有效的应对腐败的措施，陷入腐败陷阱。在这些国家，腐败俨然已经成为其文化和制度的一部分。专制时期腐败，民主化了之后也同样腐败。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社会就是这样。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各方面的改制，遏制了腐败，建立了清廉政府。西方很多国家是这样，华人社会的香港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如此看来，中国也同样面临两种不同的命运。如果能够采取有效的举措，遏制腐败，那么国家有可能变成清廉国家；反之，如果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腐败一直横行下去，那么也会像一些社会那样陷入腐败陷阱。
也就是说，清廉国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人们争取来的。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大多清廉政府是通过改革而来，而非革命而来。很多政权因为腐败而被推翻，这并不意味着新建立的政府就是清廉政府了。革命就是要革掉腐败的政府，但革命之后的情况又会怎样呢？讲到革命当然首先要说清楚是什么样的革命。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哪怕是短暂的政权）也是极其腐败的。中产阶级的革命要好一些，但也不能保证新建立的政权是清廉的，它也可能是腐败的，主要看制度建设情况。经验告诉我们，组织推翻旧政府的那个政治群体或者说革命者都怀有革命理想，在建立政权之初能够做到清廉。如果这一代怀有革命理想的群体能够确立有效的制度，那么这一代之后，政权仍然可能保持清廉。但如果这一代不能建立有效的制度，那么一旦这一代过去，政府很容易转向腐败。然而，没有一个政权的清廉是一劳永逸的。人性本恶，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变得腐败。这意味着，要保持一个政权的清廉，改革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政权的外在环境变化了，政权就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防止腐败和遏制腐败。



对中国腐败的几种认识
在很多情形下，不是宏观制度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权威主义，而是这些制度下的微观制度决定着政府清廉与否。
 
在讨论如何通过改革来建设清廉政府之前，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有关腐败的几种主要看法。这些看法是对中国为什么变得那么腐败以及如何才能变得不腐败的讨论和分析。
看法一是，执政党领导层对腐败的恶果认识不够，对反腐败不够重视，制度建设不够。从政策话语上看，执政党对腐败不是没有认识，上面已经提到过，执政党领导层已经把腐败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执政党也很重视反腐败。这些年来，执政党每年都会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官员因为腐败而落马、坐牢，甚至被杀头。实际上，不定期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成为执政党整治腐败的最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也经常招致社会的批判，认为是超越了法制。再者，也不能说执政党在反腐败方面没有制度建设。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反腐败的机构是最多的。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党的系统有一套，政府系统有一套。反腐败、预防腐败、廉政建设等等，名称和机构多得谁也记不住，搞不清楚。但也很显然，尽管有强烈的反腐败意识、反腐败运动和制度建设，但腐败还是在恶化。为什么？这正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看法二是，惩罚不够。也有人认为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惩罚不够。这种说法，更不能成立。在腐败问题上，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官员面临更为严重的惩罚，既包括党纪方面，也包括国法方面。在法律方面，中国很多官员因为腐败而被判死刑。今天社会上（至少是律师界）在讨论要不要取消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但政府不敢轻易取消。实际上，在中国，一旦官员涉及腐败，受到惩罚的不仅仅是官员本身，而且往往包括其家庭、亲戚朋友。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就是官员的集体性腐败。在一些案例中，整个领导班子卷入腐败；而在另一些案例中，上下级官员卷入腐败。所以，一旦哪一位官员案发，就要承受另外官员的压力。很多官员选择了自杀。因此，从各方面来说，中国官员还是面临着很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的。但是，为什么官员在腐败问题上“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呢？如果连死都不怕，那么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官员腐败到底是为了什么？知道案发就要杀头，家庭成员会受到牵连，为什么还要如此腐败？难道官员是为了腐败而腐败？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试探运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思考。
看法三是，道德教育不够。道德在遏制腐败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清廉本身就是官员道德的内在部分。对官员的道德教育不足是很显然的，因为那么多官员腐败表明了官德的缺失。但是，这里的问题相当复杂。我们也不能说，中国没有对官员进行道德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道德教育的空洞无物。我们往往把一大套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非常抽象的意识形态作为道德教育内容。教育者本身就不理解道德教育为何物。有谁可以说清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与道德的关系呢？这一套，无论哪一位官员都知道，都可以大谈特谈，但这些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对说者毫无约束力，对听者也毫无约束力。说者和听者，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谁也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还有一种道德教育就是回到中国从前的“德治”。“德治”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核心，但“德治”的有效性也是可以质疑的。“德治”在传统上就没有能够有效惩治官员的腐败，拿到现代社会更成问题。
严酷的现实是，今天中国的腐败已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腐败是私利观念的结果，而一定的私利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官员希望通过腐败过上比别人好的生活。问题在于，现在的官员贪污的数量惊人，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不用说一辈子，几辈子都花不完；不仅一个人花不完，整个家庭都花不完。这样的数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这种腐败是人类理性难以解释的。所以，从道德教育方面，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我们的道德教育没有效果；第二，官员的腐败已经远远超出道德范畴，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超越道德领域来寻找遏制腐败的机制。
 

绝大多数贪官的财富积累离不开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因此，治理贪污的关键在于官员权力之“裸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接受真正有效的监督。（图/CFP）
 
看法四是，没有民主化。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持这种看法的人居多。这些人都把清廉政府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或者把民主政治等同于清廉政府。很简单，经验地看，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清廉政府都是民主政府，或者说，民主政府至少比专制政府要清廉得多。那么，为什么民主政治导致清廉政府？这里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民主政治强调政府内部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其中，三权分立是一种制度机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普世现象。要遏制腐败，就要限制政府权力。其次，民主政治提倡法治。一旦官员出现腐败现象，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这里当然最重要的是在民主制度里，司法是独立的，司法的独立保障了法律的执行。其三，民主政治是透明政治，官员必须生活在阳光下。透明政治可以预防官员的腐败。其四，民主政治内还存在着社会对政府的制约。社会力量尤其是媒体可以对官员产生很大的社会制约。
如果从民主政治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人们可以说中国官员腐败是因为中国缺少民主：官员手中有太大的权力，既没有内部分权的制约，也没有外部社会的制约，同时中国法治不健全，大部分官员生活在修得严严实实的城堡里面，缺少阳光。
从理论上说，这种观点非常具有说服力；但从经验上看，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就是说，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这一等式在一些社会形态下是成立的，而在另外一种状态下并不成立。如果这样，那么这种观点并不能成为普世的公理。
我自己的研究和经验观察告诉我，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相关，但前者不能单独决定后者。至少有其他两个重要因素影响民主政治能否造就清廉政府：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是显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社会，政府更容易发生腐败。举例说，如果根据西方的主流定义，民主就是开放选举，那么人均GDP 3000美元的时候可以开放，人均GDP 3万美元的时候也可以开放。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人均3000美元的时候比人均3万美元的时候更容易腐败。我在另外文章中讨论过，西方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大多数时间实行的是精英民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从政的要么是贵族（或者政治世家），要么就是资产阶级（或者代理人）。这些精英阶层的经济条件本来就很好，他们从政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当然，并不是说这些精英人物就不会腐败了；相反，西方民主化早期也很腐败。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民主政治文化的提升，政府变得比较清廉。不过，今天在大众民主时代，西方民主在应付腐败方面也面临着挑战。今天，任何人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就能得到政治权力。而对一些人来说，政治职位可能是为了养家糊口。当这个职位不能为其带来体面生活的时候，处于这个职位上的人就有了动机去腐败，或者“寻租”。例如，英国的议会前些年也不时爆出议员腐败的案例。
在发展中社会，民主更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社会，尽管早就实现了民主化，也就是说，它们符合所有民主政治定义，例如定期的选举、制度上的权力分立、自由的媒体和社会力量的存在等等，但是腐败仍然极其严重。上面所说的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的关联并没有在这些社会发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本来就不发达。民主政治在这些国家发生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内部因素已经具备了，而是被人为引入的。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西方殖民地主义。西方殖民统治的时候并没有引入民主；相反，殖民地往往实行的是专制统治。但在殖民统治结束之时，殖民地为了保护其利益，在这些社会引入民主。二是反殖民地革命。在推翻殖民地统治之后，这些社会的革命者主动引入西方式民主。这些革命者往往也是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尽管反对殖民统治，但倾心于西方式民主，因此在把殖民者赶跑之后，就实行民主政治。不过，严酷的现实是，西方民主往往意味着多党制度，而政党往往并不是像西方那样建立在阶级或者阶层之上，而是建立在宗族、宗教和部落等因素之上。因为这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蛋糕并不大，民主往往意味着各党派之间争抢蛋糕、力争多分一块的政治纷争。这种纷争经常是非常暴力的。很显然，既然民主演变成抢蛋糕之战，那么政府官员也往往是极其腐败的。
更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社会经济不是那么发达的社会，政治腐败的情况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制度建设或者制度设计不同而导致的。当然，如果没有有效的国家制度，社会经济再发达，也会出现腐败的情况。而基本国家制度的范畴远远超出了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民主机制，如权力制衡等。无论从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法制的发展最为关键。近代形式的国家起源于西方，国家建设大多发生在君主贵族统治期间。近代西方中央集权制度的主体是法律制度，也就是说，在民主化发生之前，包括法律在内的基本国家制度要素就已经到位了。当然，在民主化发生之后，这些制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比之下，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发生在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之前。我在另外的文章中论证过，大多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在大众民主化发生之前建立的，也就是在中央集权制度和精英民主制度期间建立的。如果在大众民主化之前这些制度得不到确立，那么在民主化之后，就很少有可能建立这些制度了。这就是今天很多发展中民主社会的困境。民主化发生了，集权制度失去了合法性基础，也就是人们都接受了民主，但是民主既没有为他们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没有造就稳定的社会秩序。低度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纷争和社会不稳定等现象同时存在。我把此称为“低度民主陷阱”。而政治腐败很显然是“低度民主陷阱”的内在现象。
上面的讨论说明了几点。第一，民主政治如果要达到清廉政府，不仅需要民主的制度，更需要能够支撑这套制度运作的大制度环境，即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第二，民主政治和政府清廉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清廉政府要等到民主化之后才能建立，相反，保障清廉政府的很多制度必须在民主化之前建立，一旦民主化来临，就很难建立了。需要避免的是民主政治和腐败政治共存的局面，也就是“低度民主”。第三，因此也不排除非民主政府是清廉政府的可能性。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这都是解释得通的。在港英当局时期，香港并没有什么民主可言，但香港政府的清廉是世界上出名的。新加坡一直被西方视为不民主或者不够民主的政权，但也是非常清廉的。
那么，以上的讨论对我们认识中国的腐败、探讨中国如何建设一个清廉政府有什么样的含义呢？至少有三点。第一，清廉政府并不是单一制度因素决定的。除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清廉政府还是一项系统的综合工程。第二，无论是认识腐败的根源还是建设清廉政府，都必须跳出意识形态的樊篱。如果从民主政治和权威主义等意识形态出发，就会出现简单化的“非黑即白”的观点，无助于真正认识腐败如何产生、清廉政府又如何可能。第三，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很多制度细节。我们会看到，在很多情形下，不是宏观制度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权威主义，而是这些制度下的微观制度决定着政府清廉与否。无论是腐败还是清廉，和这些宏观制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既然清廉政府是一个综合工程，这也就意味着，建设清廉政府必须通过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与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而实现。我们下面就分别从这些角度来讨论清廉政府建设。



经济改革
无论在什么制度下，政府和经济的分离是清廉政府的一个重要制度条件。
 
一般地说，在讨论清廉政府的时候，人们大多会关注政治改革，而忽视经济改革。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改革甚至比政治改革更为重要。在任何国家，经济是一个政权运营的血液，控制了经济就是控制了政府。因此，经济制度决定了政治体制。这也符合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
那么，经济改革如何可以使得政府变得清廉呢？我们可以从如下具体制度细节来理解。最重要的是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在经济和政治之间建立边界。无论在什么制度下，政府和经济的分离是清廉政府的一个重要制度条件。如果没有这个边界，政府可以随意动用经济资源，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避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社会在民主化之前就确立了“私有产权”制度。私有产权制度可以说是商业阶层（或者资产阶级）和君主贵族之间也就是统治者之间的一种契约。没有私有产权的保护，君主贵族就可以任意动用资产者的资产，这就是腐败。当然我们不应当对“私有产权”作过于机械或者意识形态的理解。“私有产权”和民主政治一样，在一些地方是清廉政府的前提，但在另一些地方，即使存在着“私有产权”，也没有出现清廉政府。这里，经济和政治的边界才是关键。也就是说，私有产权只是确立经济和政治边界的其中一种方法，还存在着其他方法。
其次是预算制度的确立。经济和政治有边界，表明政府的运作必须“取之于民”。政府本身不是生产者，其运作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来自社会。那么，社会如何保证政府不会滥用其从社会吸取的资源呢？那就需要预算制度。经验地看，所有清廉的国家都具有透明的预算制度。预算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数量化”的管理。这里的重要性无需多说。
无论是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边界还是预算制度，这两方面最重要的制度在中国仍然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经济和政治之间还没有任何边界。计划经济时代，政治和经济合为一体。改革开放以来，其中一个改革目标就是“政企分开”。尽管政治和经济分离的范畴远比政企分开广，但政企分开的确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第一步。这方面也已经做了一些，例如民营化，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等。不过，现实的情况令人担忧。首先是私有化。私有化或者民营化的确是政治和经济之间设定边界的一个有效方法，但民营化了并不代表政府和经济之间就有了边界。为什么？边界是否能得到确立还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否存在着保护这个边界的法律体系，以及法律体系是否运作；第二，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国家在保护民营企业方面也作了不少努力，例如修改宪法以合法化私有财产，也通过了《物权法》来保护私有财产。但是这种法律上的保护并没有转化成为现实的保护，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还是非常悬殊。中国还没有改变政治主导一切的局面，政治力量可以随意越过政治边界，闯入民营经济领域。民营企业不管多么强大，在政治权力面前都显得无比渺小。一旦私有财产被政治权力盯上，就无可逃遁。民营企业如果不和政治权力合作，那么命运就会非常悲惨。这样，法律的信誉无法确立，民营企业很难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边界，它们不得不求助于法律之外的手段，例如，通过和政治权力结盟，收买政治权力，抱国企的“大腿”，等等。而所有这些也滋生了无穷的腐败现象。
同样重要的是，没有政治和经济的边界，连国有企业的产权也难以保护。国企和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也在产生无穷的腐败。国有企业并不注定是要腐败的。新加坡也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但是非常清廉，就是说在新加坡，国企的存在既没有导致政治权力的腐败，也没有导致国企内部的腐败。这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的国企和政府之间存在边界，而这个边界能够确立的主要原因，一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化，二是法制的保障。但在中国，国企既导致了国家权力的腐败，也导致了国企内部的腐败。为什么？首先，国企还不是企业。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实行法人化，也就是企业化，但这个改革只走了半步。到今天为止，国企没有完全企业化，因为国企老总仍然保持着行政级别。国企老板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是政治人物。这个行政级别是国企自己要求保留的，还是国家要保留以图对国企进行控制？国家要控制国企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权力和国企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边界。
这样，国企可以借用国家权力来发展自身，而国家可以任意闯入国企而获得利益，两者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些年，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国企大举扩张，这并不难理解。但是在这背后隐藏着多少的腐败因素呢？首先，国企已经变得过大而不能倒，大到可以挟持国家权力的地步。也就是说，国企可以随意闯入政治领域，对政治权力的运作发生很大的影响。中国国有企业对政府的影响犹如美国的华尔街对政府的影响一般。其次，政府可以随意闯入国企。政府控制着人事任命制度，变相地侵吞国企的财产。各级政府官员可以轻易地把自己的子女、亲戚朋友遣入国企。也有很多干部从政府部门退出之后，直接进入了国企。无论从哪方面说，国企都是中国目前最为封闭的一个系统。这不是腐败是什么？三是国企的内部腐败，也就是国企的内部私有化。国企在政治保护之下，不存在有效的监管制度，这是内部私有化的制度前提。国企盈利了，国企老板自己可以分配；但如果亏损了，就会向国家要钱。
不管怎么样，结果是显然的，那就是国有企业不能保护其财产，而被形形色色的政治权力侵吞了。这就是腐败！当然，腐败是有代价的。人们说，国企老总是风险最高的一个行业，这是有原因的。查一下过去十来年里有多少国企老板是以牢狱之灾收场的，就可以知道这个领域的腐败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不过，人们很清楚，以牢狱之灾收场的国企老总还是少数，里面还有多少人受政治权力的保护而大肆侵吞着国有企业的财富呢？有人说，看看华尔街有多腐败就知道中国的国企有多腐败。华尔街在私人之手，国企在政府之手，结果是一样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根源在于华尔街，而中国社会主义的危机根源在于国企。
在预算制度方面，中国的问题更为严重。简单地说，中国还根本没有最基本意义上的预算制度。预算最重要的就是数字细节，其他国家的预算中会把每一分钱的用处说得清清楚楚。但中国的预算是没有细节的，所谓的预算就是大概给一个数，也不知道这个“数”的根据在哪里。“预算去了哪里？”这个问题更是没有人能够回答。不用举很多例子，光看看各级领导个人可以掌握的金钱数量就足够了。为什么一个贪官可以贪出数十亿的天文数字来？这完全是因为对他们没有任何数量的约束的缘故。
实际上，即使执政党也已经意识到，没有有效的预算制度，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就很难得到遏制。这些年来，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很多人都在呼吁建立预算制度，有些地方当然也在努力使得预算更加公开化，但总体上仍然没有一个有效的预算制度。为什么建立不起来呢？这需要我们思考。
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和预算制度是清廉政府的宏观制度条件。要保证官员的清廉，还需要其他很多制度的配合。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有两方面的经济制度非常有效：一是在发展早期的高薪养廉制度，二是收入的货币化。
高薪养廉至少在一个社会发展的早期是非常需要的。前面讨论过，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贵族或者资产者统治，他们从政的主要考虑并非经济收入。在后发展国家，这个问题如何得到解决？如果从政者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来维持一种体面的生活，或者说不能有足够的正当收入，那么中国所说的“潜规则”必然流行，也就是进行权力“寻租”和腐败。这样后发展国家就有了“高薪养廉”的实践，也即给予公职人员较高的收入以支撑他们的体面生活，从而减少他们腐败的动机。
高薪养廉的第二个重要考量是如何逃离腐败的陷阱。很多社会，腐败不仅发生在政府领域，而且也发生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可以说具有全社会性质，这样的社会就容易陷入腐败陷阱。如何走出陷阱？一些国家就转向了政治精英。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条列宁主义路线，即通过政治精英来塑造社会，也就是说，首先塑造一个清廉的政治精英集团，然后再通过这个集团来塑造清廉的社会。当然，这与列宁主义不同，在列宁主义那里，强调的是政治精英集团的道德水平，例如大公无私的献身精神。但问题在于，道德的诉求可求不可得，并且也很难实现可持续性，这样，高薪养廉的经济方法就取而代之。至少从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来看，这个实践是非常成功的。当然，高薪必须有一个限度，这个度是社会所能接受的。如果这个度超出了社会的接受程度，那么高薪的合法性就会成问题，这样也很难使得精英集团来塑造社会。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当社会经济发展到发达的阶段，高薪养廉的效用就会逐渐消失。主要是因为全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都已经到达一个可以过体面生活的程度，即已是中产阶级社会。很多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政府官员的薪水并不是很高，但也能保持清廉。这和全社会的高生活水平有关，因为到那个时候，从政也只是一种职业，人们无须通过权力寻租来过上好生活。
应当指出的是，在新加坡，早期的“高薪”目标主要是用来“养廉”，当然，高薪也并不是很高。但近年来，新加坡高薪的目标主要是要和企业界竞争人才。很显然，如果政府领域的工资很低，人才必然转入企业界，政府将很难找到有用人才。因此，政府部门必须有相当高的薪水来吸引人才。同样，这个“度”应当在哪里？这在新加坡也是有争议的。但不管怎样，如果政府要继续在引领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一种重要作用，那么高薪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新加坡政府也不会因为社会的异议而放弃高薪制度。
除了高薪制度，还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就是官员个人收入的透明化，而实现透明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官员收入的货币化。货币化就是有效的量化管理。官员的消费水平和其收入水平应当是对应的。货币化有利于对官员进行监督。一旦官员的消费水平远远超出了其工资水平，人们就可以怀疑其是否有非正常的收入，甚至腐败了。这方面，新加坡可以说做得最为彻底。新加坡的高级官员（副总理、部长）等连公车都没有。这个群体的薪水很高，但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内了。
 

官员财产公开既是反腐制度化的要求，又是民意所向。官员财产公开已没有技术的障碍，更没有拒绝的借口。（图/ 邝飚）
 
无论是高薪养廉还是收入货币化，在中国都不存在。在所有与政府有关的领域，包括医院、学校、事业单位，当然也包括政府本身，人们的基本工资仅仅占其实际收入的很小一个比例，大量的收入来自灰色地带。可以说，中国的案例完全是和高薪养廉、透明化相反的。低薪必然寻租，寻租必然腐败。中国一位部长的费用和新加坡一位部长的费用谁高？从表面看，新加坡的部长要比中国部长高出几倍，但实际费用，中国的部长恐怕要远远高出新加坡的部长。去年大选之后，新加坡政府检讨官员的薪水水平。政府论证高薪制度的合理性时所举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部长。中国的部长低薪水，但有很高的灰色收入或者另类收入，如公车、医疗、养老、旅游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中国采用新加坡的高薪制度，那么实际上的花费也差不多。同样的花费，一个制度可以做到清廉，另一个制度则产生腐败，这是制度选择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可以改善的。
在中国的经济领域，还要简单讨论一下“原罪追究”问题。今天，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凡是手中握有大量财富的，都感觉到很不安全。因此，一有机会，他们都想通过各种方式把财富转移到国外安全的地方。这里就涉及“原罪追究”的问题。“原罪追究”的声音在中国一直非常响亮，近年来因为社会不公平的恶化，这种声音越来越响亮。这就导致了财富的加速流出。“原罪追究”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人所拥有的财富大多是非法所得，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来说，他们都应当受到追究。但这样做，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那么，如何跳出现在这种恶性循环呢？在西方等国家，历史上也曾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通用的办法就是通过制定新法律，规定在某一时间段之前的非法收入，免除“原罪追究”，强制或者鼓励这个群体投身于办学或者社会慈善事业等，这样既留住了财富，也有益于社会。然后，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对他们的收入通过以上所讨论的种种举措来监管。我们认为，中国不妨向这些先发展国家学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要么这种恶性循环继续下去，要么对此进行“去道德化”处理跳出这种恶性循环。两者可能各有利弊，但从长远看，后者的利肯定大于前者。



社会改革
在很多方面，中国官员实行的是一种“城堡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特权政治。政府官员有数不清的特供系统，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到食品等都存在着特供系统，官员俨然生活在城堡里面。
 
在讨论如何建设清廉政府时，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社会的改革。不过，历史地看，社会建设对建设清廉政府的建立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简单地说，社会建设可以为清廉政府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不仅减少官员腐败的动机，而且也对官员的腐败构成有效的社会压力。为什么这么说？
如前面所讨论的，腐败是官员追求私人利益的结果。因为社会资源不足，一些官员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追求私人利益，即经济学上所说的“寻租”。如何减少和控制官员的寻租动机和行为？上面已经讨论过通过“高薪”来保障官员的体面生活。但“高薪”比较适用于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等到一个社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高薪”方法就需要调整。这不仅是因为这个阶段官员无须通过“高薪”也能享受体面的生活，而且也因为在这个阶段，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平提高，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也开始出现，“高薪”的方法会变得比较具有争议性。
如何调整？根据欧洲的经验，这个时候的社会改革必须到位。社会改革就是要建设基本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制度。这些也就是今天中国在讨论的公共服务。社会制度的建立对减少和遏制官员的腐败动机非常有效。因为有了这些大家都可以得到的服务，官员就无须通过自己的权力来获取。这在北欧社会体现得非常明显，在北欧，政府官员的工资并不高，但官员非常清廉，主要是因为北欧国家建立了有效的社会制度，官员无须通过权力寻租来为自身、子女追求利益。
在西方，这个过程被称为“去特权化”。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时候，政府官员容易追求特权。在西方，尽管民主政治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在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特权政治。“特权政治”当然是一种腐败行为。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去特权化”创造了条件。
今天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改革，这也会为清廉政府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很多方面，中国官员实行的是一种“城堡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特权政治。政府官员有数不清的特供系统，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到食品等都存在着特供系统，官员俨然生活在城堡里面。对很多官员来说，因为特供系统的存在，他们不用通过市场机制来获取这些，这样，就产生了很多腐败行为。生活在城堡里面，他们自然和社会切割了关联，他们可以充分享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好处，但不用像普通百姓一样直接面对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压力。这样，他们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来进行改革。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所有官员吃的食品都必须从市场采购，也就是说没有特供系统，那么官员一定努力来监管食品。如果所有官员的住房都必须从市场获得，那么他们一定会对房地产保持敏感性。中国要在这些方面消除官员腐败，就必须拆掉“城堡”。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政府有能力开始搞大规模的社会建设。所有这些社会制度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清廉政府建设，而且也有利于社会公平建设。
因此，建设社会制度不仅关乎官员，也关乎一般社会成员。清廉政府能否建立，社会整体对腐败的态度很重要。一个社会如果存在着反腐败的文化，那么就会对腐败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但如果一个社会普遍接受官员的腐败行为，对腐败冷漠，那么社会压力将难以产生。中国社会这方面也面临困难，社会成员一方面抱怨官员的腐败，另一方面其中一些人，一旦自己获得了权力，也同样会腐败；对他们来说，抱怨官员腐败，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社会建设因此对社会的清廉很重要。如果社会成员想通过官员来寻求各种利益和好处，那么就为官员提供了一个容易腐败的环境。中国社会对官场的各种“请客送礼”行为除了好客传统之外，还是有很多目的的，也就是要和官场建立各种关系，来分享官员的权力寻租。
社会改革的另一方面内容即培养社会力量。这里我们从两方面来说。第一，如果社会力量微弱，社会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么就需要政府来管理社会。这意味着政府权力范围的扩大，而权力范围的扩大容易导致腐败，因为政治腐败总是和权力有关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面临着困境。长期以来，政府管得太多，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而正因为政府管得太多，社会没有足够的成长空间，因而高度依赖于政府。政府管不好，社会又依赖政府，这样社会和政治之间就产生了紧张关系。如何跳出这个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社会放权，或者还权于民。分权于社会，社会就会得到空间发展，社会就会逐渐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而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会大大减轻政府的负担和责任，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范围就会缩小。权力范围的缩小非常有利于清廉政府建设。同时，也非常有利于社会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即政府管得少，但管得好。
第二，向社会分权可以培养社会力量，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这一点前面已经讨论过，这方面，中国也面临巨大的压力。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社会力量有了长足的成长，人民对政治的期望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也在快速增加。这要求政府以加速度改革自身，来满足社会的要求。这方面，媒体的作用尤其显著。媒体对腐败所能构成的制约，大家都比较了解，这里不再细述。



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
民主政治用理论上的政治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政治不平等，换言之，从政者大多数仍然是有钱有势者。这对民主价值有负面影响，但对减少腐败和建设清廉政府有正面的影响。
 
最后我们讨论如何通过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来建设清廉政府。实际上，前面所讨论的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的改革都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才能推行下去。例如，政治和经济的边界、政治和社会的边界的确立都是巨大的政治改革工程。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前面也已经涉及，如政府层面的权力分离等。这里，我们侧重讨论一些主要的制度细节。
第一是政治内部的边界问题。政治和经济、社会要有边界，政治内部也要有边界。实际上，西方民主讲三权分离也是一个边界问题。在中国，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治领域和公务员领域要确立边界。任何国家的管理都需要公务员，公务员主要由专业人才组成，是非政治性的。对公务员的廉政建设，也就是“吏治”，各国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如前面所讨论的预算、收入的货币化和透明化等。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对公务员系统进行“非政治化”。一旦公务员系统变得“政治化”，腐败就不可避免。在这个前提下，公务员系统必须“专业人才化”，就是说公务员应当是专业的政策执行者。
决策者，也就是政治人物又如何呢？西方讲有限政府，实际上强调的是政治的边界。任何社会政治不可避免，但政治不可以没有边界。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不仅不会稳定，而且也很容易腐败。在西方，政治人物决策，是决策者，公务员是政策执行者。政治人物从前是任命的，现在大多是选举的。当然，不同制度政治任命的范围不同。例如，总统制国家，部长是政治任命的，无须参加选举；但在内阁制国家，部长首先必须参加选举，成为议员之后才可被任命为部长等。政治人物或者政治任命者承担的是政治责任，而公务员系统承担的是行政责任，这两者相关，但是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两者不分，很容易导致政治腐败，因为责任就会不清楚。也就是说，政治人物或者政治任命者要面对直接的社会压力。在民主国家尤其如此。
这里，清廉政府建设就涉及一个政治人才的培养问题。西方是通过选举和任命。这对政府的清廉很重要。马克思当时就指出了西方政权的本质，认为政府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里我们当然不是要讨论政权的本质问题，而是要讨论这样做对清廉政府的正面影响。抛开意识形态，我们不难观察到，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人才过滤机制。尽管从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参加选举和被选举，但不是人人都可以被选举上的。能够成为政治职位候选人的人少而又少。西方历史的不同阶段对候选人的资格有明文的规定和限制。在现代大众民主时代，尽管这方面限制减少了，但出来参加竞选的往往是有钱、有名望的，普通人的可能性只存在于理论层面，实际层面并不存在。就是说，民主政治用理论上的政治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政治不平等，换言之，从政者大多数仍然是有钱有势者。这对民主价值有负面影响，但对减少腐败和建设清廉政府有正面的影响。很简单，有钱有势者在权力寻租方面的动机要比穷人小，而民主所产生的大众压力又可以对当选的政治人物构成有效压力。
中国当然不可能走西方的民主道路。我在别处一直强调，中国对政治人才的培养可以结合自己的传统，也就是把贤人政治（meritocracy）和民主政治（democracy）、选拔（selection）和选举（election）有效结合起来。通过选拔制度保证候选人是清廉的，然后再通过选举，得到社会的认可。
从清廉政府建设的角度，这里还有一个社会培养政治人才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大多数政治官员都是从内部也就是执政党体制内培养出来的，官员都是从低层一级一级地往上提。这里有两个主要缺陷。第一是培养干部的封闭性。因为在系统内部培养，干部很容易和社会脱节，这些官员在社会大众的心目中的合法性，也就是认可度，就经常会成问题。第二是官僚心态。中国政治官员和公务员不分，两者都是同一个系统培养，因此中国往往缺少政治家。
如何改善？从公务员系统培养干部仍然会继续，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此外，执政党可以考虑社会培养干部。执政党已经成为一个开放的政党，任何社会阶层都可以进入执政党，参与政治。在此基础上，执政党也可以考虑从社会吸收干部。社会培养干部有几个方面的好处。第一，社会培养干部对执政党来说成本很低。现在执政党培养干部什么人都自己培养，成本非常高。培养一个干部少则几年，多则数十年。第二，社会培养干部可以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从社会打拼上来，是竞争出来的，社会的认同度就高。第三，社会培养干部比较清廉。这些人本来就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社会和经济背景比较好，他们出任公职不是为了养家糊口。
从机构设置来说，中国已经设立了诸多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机构，并且这些机构的数量要大于其他国家。但很显然，机构多并不意味着反腐败有效、政府清廉。这说明了，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建设清廉政府是一项综合工程。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要特别提出来，那就是党纪国法问题。干部涉及腐败行为首先要接受党纪处分，对执政党来说，这是因为对干部必须有更加严格的要求。尽管在理论上没有错，但实际运作过程中会出现负面的效果。把党纪放在国法前面，无论干部还是官员的国法观念就确立不起来。尤其对官员来说，一旦触犯党纪，就会失去任何“人权”，因为党纪意味着超出法律的惩罚。这种额外的惩罚对确立官员的政治认同感或者忠诚感没有任何积极效应，反而是消极的。一些官员对政权没有任何认同感，把职位当作工具，抱着投机心理，谋私利。如果能够把国法置于党纪之前，情况就会改变，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官员都会有正面的影响。
最后一点，如何为一个清廉政府提供一个清廉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呢？前面，我们强调了政治与经济的边界、政治和社会的边界的重要性，这些分离有利于清廉政府的建设。但是，这绝对不是说，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就不会腐败了。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社会成员照样会腐败。一旦经济社会领域产生腐败，势必会影响到政治领域。在任何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对政权有很大的渗透能力。怎么办？这也是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那就是政府对经济和社会领域要确立规制。政治和经济、社会分离并不意味着经济和社会可以脱离政府了，相反，政府必须对它们进行规制和管理。建立一个规制型政府是现阶段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
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既有边界，又互相制衡，这是清廉政府的制度保障。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经济、社会领域发生矛盾的时候又怎么办呢？这里，法制和法治就必须到位，因为这是政府和其他社会角色互动的制度基础。司法相对独立尤其重要。司法领域是政府和其他社会角色（或者社会不同角色）之间最重要的讨价还价的领域。如果这个领域遭到破坏，那么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如何保障中国司法领域的相对独立，当然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本文是作者2012年3月21日在“廉洁广州理论研讨会”上的演讲）



7.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动力来自地方？



地方和中国的改革进程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往往是首先从地方开始的，先在各个地方开始实践，然后通过适当的“顶层设计”，把地方经验提升成为国家政策，继而推广到全国。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改革的发动还是改革的可持续，地方的动力都非常重要。回顾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就可以发现，从中央地方关系中寻找改革的动力，早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定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更是高度依赖于地方层面的制度创新。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尽管被西方称为“极权主义体制”，但国家的权力结构实际上还是分散的。无论是国家建设还是体制改革，都从中央地方关系中找到突破口。“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分权运动。中央集权体制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在运作过程中权力会不断往上集中，而一旦高度集中，地方和社会的发展动力就会被扼杀。当毛泽东认为中央官僚体制成了改革和发展的阻力的时候，他势必发动分权运动。动员地方力量也是毛泽东这两次分权运动的政治策略。当时，不仅省委书记能够影响中央决策，就连县委书记也是毛泽东的关注对象。和地方联盟来克服中央官僚体制的阻力是毛泽东所使用的有效方法。不管人们对分权运动作何评价，毛泽东之后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存在着巨大的地方改革和发展动力。
邓小平时代也经历了两次大的分权运动。第一次是改革开放早期，确切地说是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是市场化导向，理想地说就是要把经济权力从政府分权到企业。这种理想的实现不能忽视地方的作用，分权于是成为当时政府的改革策略。城市既得利益比较稳固，政府就先开始农村改革。而农村改革基本上是地方政府的事情。正是四川和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找到了突破口。分权也是城市和工业改革的动力源泉。如果没有像“分灶吃饭”和“经济特区”等分权政策，很难想象城市改革的成功。
邓小平的第二次并且是更大规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发生在其南方讲话之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因为“六四风波”及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出现了极大的困难，8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动力似乎消失了。而“六四风波”的发生又表明了政治改革所可能带来的风险。面对这个困局，邓小平又从地方找到了动力。“南巡”的政治目标就是为了在地方聚集改革力量，而“南巡”之后的大规模分权又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莫大的改革和发展动力。当代中国真正大规模的发展和转型正是从“南巡”之后才获得巨大动力的。
 

1978 年11 月24 日,小岗村 18 户农户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分田到户单干，小岗村从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往往是首先从地方开始的，先在各个地方开始实践，然后通过适当的“顶层设计”，把地方经验提升成为国家政策，继而推广到全国。这些年来，地方各方面的改革试验也一直在进行，包括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广东的外向型企业的转型和公民社会建设、江苏的政治改革（公推直选），等等。
中国的地方领导人是最具有改革动力的。很多年来，地方政府官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批评对象，地方专制、腐败、黑社会化等等弥漫于一些地方政府，这些也是事实。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干部想有所作为。目前中国存在的很多地方发展模式大都来自于地方官员的探索。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是一线政府，政府官员和社会关联度大，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他们必须要有所创新来应付或者解决问题。作为一线干部，地方官员了解社会，也并不缺乏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再者，地方创新也符合地方官员的利益。在后强人政治时代，政府官员之间的政治竞争已经不可避免，而确立不同的地方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式政治竞争的一个重要部分。很多地方干部必然成为未来中国的领导人，他们也在思考如何改革的问题。地方改革成功了，就可以扩展到其他地方，这对他们自己的前途也非常有利。在和平年代，改革的成功是地方干部政绩最重要的根据。



为什么地方创新是可能的
在实际操作中，中国地方政府所享有的权力，要比所有联邦制国家里的州和地方政府大得多。
 
地方创新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高度集权的基础上进行政府间的分权，从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具有行为联邦制特征的中央地方关系，本文称之为“事实上的联邦制”（de facto federalism）。从宪法上看，中国不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既没有各级政府间的法律意义上的分权，也没有如三权分立这样的政府不同部门间的分权。但在改革开放之后，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中央政府下放部分权力到地方，使中央地方关系越来越具有行为联邦制的特征。
从理论上讲，在中国单一制的政治体系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或者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所有权力归于中央，地方权力是中央和上级政府赋予的，地方是执行机构，只具有操作层面的权力。但在实际操作中，中国地方政府所享有的权力，要比所有联邦制国家里的州和地方政府大得多。就地方政府的权力而言，“事实上的联邦制”介于地方自治制度和欧美国家的联邦制（constitutional federalism）之间，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有限的地方自治，一种（在单一制国家中形成的）相对制度化的分权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央是省的上级机关，但省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可以进行或明或暗的讨价还价，中央给予各省常设的或特许的利益，以换取各省对中央的服从。当然，这也适用于省政府与县市政府之间的关系。
 
联邦制
联邦制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治实体（共和国、州、邦） 结合而成的一种国家结构形式。联邦制国家由各个联邦成员组成，各成员单位先于联邦国家存在。加入联邦之后，虽然成员国不再有完全独立的主权，但在联邦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联邦成员的主权仍受到法律的保护，联邦成员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在组成联邦制国家时，联邦成员单位把各自的部分权力让渡给联邦政府，同时又保留了部分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力。
 
具体地说，一个国家能被称为“事实上的联邦制”，需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政府体系是分层级的，如有中央、省、县、乡等级。每一级政府在一定范围内都有最终决定权。第二，各级政府间的分权已经制度化，使得中央政府很难单方面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省，并改变各级政府间的权力分配。第三，省级政府在自己辖区内是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责任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事务的主要责任人，具有相当的自主权。
中国的中央与省之间有大致明确的权力划分。外交、国防、人口控制等领域由中央掌管，省级政府基本没有发言权。地方的公安、道路建设、校舍建设等由地方政府负责，大多数经济事务也由地方来承担。许多政策由中央制定，地方执行。中央在制定政策时，经常会咨询地方政府的意见。
“事实上的联邦制”是政府间放权的产物。政府间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下放作为这一制度的中心特征，促成了中国层出不穷的地方创新和高速的经济发展。同时，单一制的集权政治架构，又确保中央对地方拥有相当的控制权，能够推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事实上的联邦制使高速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
中国的改革尽管是市场经济导向的，但至今尚没有完备的私人财产权、商业法以及独立的司法系统，而这些制度对市场经济是至关重要的。那么，高速的经济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事实上的联邦制，即政府间经济权力的下放。
从1979年到1990年代中期，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不断推进地方分权。大量经济决策权被下放给地方政府，各主要的经济职能部门如计委、工商、税务、银行等被划归同级地方政府管理，不受上级职能部门控制。税收政策有利于地方政府，使各地政府拥有足够的财力去发展经济。
有论者指出，分权直接限制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引入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限制地方政府的行为并促使它们发展地方经济。分权排除了单个政府垄断经济的可能性。如果各地可以自主选择政策，它们就可以比较结果（看谁干得更好），包括那些没有率先改革的地方。在中国市场上竞争的主体，与其说是一个个企业，不如说是一个个地方政府。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地区间的竞争推动的。
市场经济对政府有两方面的要求：第一，政府要足够强大，在市场中执行法律法规，保护经济秩序；第二，政府不能过分强大，不能强大到能在市场中任意掠夺财富。中国政府一定程度上就满足这两点要求。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足够的能力贯彻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事实上的联邦制对中央权威进行了必要限制，使中央政府不能任意侵占财富。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央有意识地不让自己接收某些信息，以打消自己过度的干预行为。比如，中央政府允许地方保留预算外或非预算经费，不受中央监管，不向这些经费征税，以鼓励各地政府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的积极性。
许多地方政府拥有的企业（如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益好。与国企不同的是，这些地方企业创造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归地方政府所有，而地方政府又通过控制这些地方企业，增强了抵制中央的实力。为了搞好这些企业，各地方政府会在保护市场方面展开竞争，因为各种资本和资源会迅速流向那些更有利于市场成长的地区。因此，各地官员有动力去增进效率，约束对市场的不当干预，限制政府的攫取行为，减少税收和管治。
 
事实上的联邦制给政策创新留下空间
中国事实上的联邦制具有很大的弹性，政治权力的下放给政策创新留下了空间。改革开始之后，中共把干部管辖权从下管两级调整为下管一级。例如，改革之前，中央直接任命省和地厅两级的官员；改革之后，中央只负责任命省一级官员，而赋予省级首长任免自己辖区内地厅级干部的人事权。这为各省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创造了条件。
在制定政策时，高层领导人并不总是独断决策；相反，下级各部门和地区往往在上级领导的决策过程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各部门、地区从自己的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出发，可以与上级进行协商、谈判和讨价还价，以期影响政策。政策最后的敲定和出台，是领导人和各下属达成共识和妥协的结果。
美国学者苏珊·史里克（Susan Shirk）指出，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中央和各省官员之间形成了所谓的“相互问责制”（mutual accountability）。（1）中央与省级官员具有显著的相互问责的特征，因为省级官员是中央委员会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这一点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很重要，它有助于中央领导人与地方官员建立联盟，共同推动经济增长。一方面，省级官员希望得到提升，中央的领袖就可以把任免作为激励机制，动员地方官员支持改革。另一方面，省级官员构成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他们的支持又是任何中央领袖所必需的。他们有实力促使中央领导推动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政策。
 
集权化的政治结构确保经济转型
虽然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力下放，虽然有“事实上的联邦制”，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仍然维持着政治上的集权结构。这种结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正面效果。改革后的地方官员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但他们仍然只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中央对他们有相当的控制力，尤其是在人事的选拔和任命上。中共一直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强调党对干部任命的绝对控制。党对干部的日常管理相当集权，每一级干部的考核、任免、调动都必须由上一级党委和组织部决定和执行。人事权是中央控制地方的最后的王牌，是对地方官员的最根本的制约。
据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和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的研究，中国式的集权模式有利于成功的经济转型。（2）光靠市场机制是很难解释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的。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中央领袖始终操控着整个转型过程，对地方官员的行为进行奖惩。中央政府有足够权威去推行自己的政策，制定游戏的规则。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控制，改革分权过程中各地的地方主义倾向将会大增，而这仅靠经济和财政政策是很难制约的。
 
缺乏法治是“事实上的联邦制”的软肋
值得指出的是，“事实上的联邦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法治程度低和法制地方化。在大多数国家，法的权力大多由中央或者联邦政府垄断，尤其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只在涉及地方事务的领域具有法的权力。即使在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法律权力，但中央（联邦）法仍然高于地方法，地方法要服从于中央法。尽管中国从理论上说属于单一制国家，但地方政府拥有实际上远较其他政治体系更大的法律权力。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司法系统，就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即没有和地方政权独立开来。虽然法律由中央制定，但是地方有很大的解读空间。而由于地方之间差异很大，中央也容许地方对法律进行不同解读。地方政府因此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影响法律的实施，从而使司法成为地方政府的工具。
 
 

 
（1） Susan Shirk,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2） Olivier Blanchard and Andrei Shleifer,"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IMF Staff paper,no 48,2001.



目前的困局
在中央地方关系方面，现在呈现出一种实际上的互为“否决”现象，即中央可以“否决”地方，地方也可以“否决”中央。
 
“事实上的联邦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富裕的省因为经济实力强，常常抵制中央的政策倡议；而穷省因为财力不够，常常难以有效执行中央政策，并推动有意义的改革。因此，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政府在许多方面开始重新集权，加强对省和地方政府的控制。重新集权并不是退回到改革前的状态，而是选择性地将某些权力重新回收到中央手中。最初的选择性集权是经济集权，主要表现为分税制的确立和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分税制的确立为中央政府的财权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改变了改革前中央政府在财政方面高度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局面。同时，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则有效切断了地方政府对国家金融体系的直接干预，从而提高了中央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制度能力。自本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努力强化管治能力，重新集权主要表现为政策集权，如环境、产品质量、劳工、土地等政策领域的集权。
 

温州民间自发的金融尝试，几乎与民营经济同步开始，且从未间断过。温州金融改革如获成功，不但将开启温州发展的新模式，亦将极大地推动中国金融业的创新和发展。（图/CFP）
 
但是1990年代开始的重新集权也造成了如今“中央富、地方穷”、“国富民穷”的局面，同时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权力集中到中央，但责任并没有集中起来，于是造成了权力和责任的严重脱节。地方严重缺失承担责任的能力，尤其是财政能力，只好另外开辟途径，无限制地闯入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等社会领域，造成了地方和社会的严重对立。另一方面，经济集权并不表明中央领导层有权力。大多数中央集权实际上是权力的部门化，是部门集权。中央权力分散在各官僚机构之中，而各机构集中起来的无限的权力和财富，并没有如领导层所设想的那样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流向了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
重新集权的过程中，“事实上的联邦制”的缺点也显现出来。尽管今天的中国各地方改革都在树立自己的模式，但并没有发生类似1980年代那样的效果。在1980年代，地方改革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地方的大胆和勇气。在经历了改革前的贫困社会主义实践之后，全国各地都想摆脱贫穷，创造出自己的地方发展模式。当时地方的发展水平往往取决于一个地方是否能够在一些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第二是成功的地方改革很容易上升到全国层面，扩张到全国的其他地方。当时几乎所有国家层面的改革都是在地方先行先试的。但是今天，不仅地方先行先试的勇气不如从前，而且即使像广东模式等被认为成功的大多数地方改革也仅仅限于地方，没有扩散效应。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是因为地方的改革创新缺乏法律的保护。“事实上的联邦制”不同于欧美国家的联邦制。欧美国家的联邦制是宪法规定的，在该制度下，地方政府享有宪法赋予的有限主权，受到宪法的保护。而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则不然。尽管中国的地方政府实际上的权限远远大于联邦制国家的地方政府，但是由于“事实上的联邦制”没有宪法的依据，地方政府的任何改革和创新都没有法律的保护，不确定性和风险都非常大。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创新缺乏政治保护。在后强人政治时代，地方改革也受到体制非常巨大的限制。政治强人可以充分授权给地方，让地方充分改革。如果出现问题，强人也可以为地方改革提供保护。这尤其表现在早年“经济特区”的改革上。同时，强人也很容易把成功的地方改革经验上升成为国家层面，把改革推广到国家的其他地方。现在则不然，一些地方改革者顾虑重重，既是因为缺少来自上层的充分授权，也是因为没有上层权力的政治支持，很难把地方改革经验上升到国家层面。除了少数地方的领导人在大张旗鼓，多数地方领导人都选择低姿态、低调的改革路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地方关系方面，现在呈现出一种实际上的互为“否决”现象，即中央可以“否决”地方，地方也可以“否决”中央。一些被视为成功的地方经验，很容易被上层的一些权威人物所否决。在高层缺失集体政治意志的情况下，很难对地方经验达成共识。一旦哪一个关键人物不认同某一地方改革试验，这一试验再成功，也不会上升到国家层面。另一方面，尽管作为决策者的中央在不断推出新的政策，但地方总可以找到理由不执行中央的政策，或者有选择性地来执行中央政策，这取决于中央政策是否符合地方利益。地方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否决”了中央政策。



未来怎么做
权力在下放给地方的同时，也必须下放给社会。没有社会的被赋权，地方的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遏制。
 
如何突破目前的改革困局呢？利益的困局需要利益来突破。和以往的改革一样，改革不外乎依靠两种力量，即地方和社会。而突破中央地方关系的利益格局则是改革的首要任务。且不说改革者是否有政治意志能够真正放权或者赋权社会，即使有了这种政治意愿，如果中央地方关系没有改革，没有地方的配合，这一意志也很难变成政策并得以实现。
 
改革中央地方关系
从实际情况看，各地方是有改革动力的。地方面对客观存在的问题，感觉到应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地方领导群体中也有很多想有所作为的。无论是沿海还是西部，地方领导层都在不断寻找改革的出路，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实践之间酝酿着新的改革动力。只有当整合了现存的地方力量之后，中国才会出现新的改革动力。而要整合地方力量，改革中央地方关系势在必行。
改革并不是简单的分权或者简单的集权。上述很多问题因为集权而产生，但重新分权未必就能解决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在社会政策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环保方面的政策，所有这些方面涉及社会成员的基本公民权问题，公民权应当是全国范围的，在这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的集权。现在中央具有政策制定权，但政策实施权在地方。更因为在这些领域往往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很多政策根本落实不下去。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在财政集权之后，也要把事权（执行政策）的一些方面收归上来。这样做，就可以把“地方公民权”转型成为“国家公民权”。尽管这并不是说中央政府要担负所有的责任，但必须担负相当程度的责任，以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民权。不管怎样说，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在所有这些社会政策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在其他一些方面，主要是在具有产业性质的领域，就必须实行继续分权。上面已经讨论过央企化的后果会非常严重。央企本来的意义，在于政府在涉及国家整体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领域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是现在，央企所从事的很多经济活动，根本不具有战略重要性。要给央企规定一个边界。央企不仅要退出一些不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而且要把这些经济活动下放给地方，进行民营化。中国在经济领域市场化不足，与国有企业受政府的保护是有关系的。要深化市场改革，这一步必须走。
事权（主要是社会政策方面）的集中，表明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财政负担的减轻，而经济活动权的下放，会给地方政府更多的动力来发展地方经济。这一变化会导致另外一个积极的效果，那就是减少地方政府向“民”和社会掠夺财富的动机。只有这样，中央、地方和社会才会进入一个良性关系。
 
赋权社会
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地方就会腐败。怎么办？这就要求权力在下放给地方的同时，也必须下放给社会。没有社会的被赋权，地方的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遏制。在中国，现在反腐败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没有自下而上的动力，也没有来自社会的外在制约。来自中央政府的制约也是一种内部制约。没有来自外部社会的制约，内部制约就会无效。这些年有很多研究表明，中央政府在老百姓眼中的合法性程度远比地方政府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老百姓对直接接触到的地方腐败有太多的不满。要解决这个问题，向社会分权就变得非常重要。社会的参与会给地方政府造成有效的压力，增加地方政府的透明度，使得地方政府对其下辖的人民负责。在这个意义上，向社会分权实际上是有利于中央权力的。
对社会赋权的重要性，有关方面并不是没有认识，但很多人总是恐惧于社会权力。这是因为人们总是把社会权力和政府权力对立起来，好像两者是一对矛盾。其实并不然，唐朝的柳宗元就清楚看到了人民的权力可以是皇帝权力的基础，在今天更是这样。如果中央政府要对地方有权力和权威，就必须把自己的权力基于社会权力之上。也有一些人担心，社会权力的增加会导致社会的失序。但这里我们强调的是社会的制度化权力，是基于宪政之上的社会权力。
 
缩短行政层级
改革的另一个方面是缩短行政层级，使政权扁平化。在省和县之间，中国设置了太多级中间层次政府。中间层次的政府在不用承担一线政府那样的责任的同时，可以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来攫取各种各样的利益，可以说，它们已经成为中央和一线政府之间政权内部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中国目前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存在的诸种问题，都和它们的存在有关；一线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和这些无须负责的中间层政府有关。正因为这样，最近几年推出了“省管县”的制度实践。在海南，县、县级市和市，尽管继续属于不同的行政级别，但都由省政府管理。在浙江，省跳过市直接和县处理财政关系。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省管县”制度主要还是着眼于县级经济发展问题，还没有提高到行政改革的高度。
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将一些大的市升格为直辖市，和省同一行政级别。鉴于中央权力每况愈下的情况，多设直辖市在今后不可避免。在这些大市变成直辖市之后，其他所有市就可以和县（县级市）属于同一行政级别。市管理城市，而县管理农村。而无论是市还是县，都要由省（或者直辖市）直接管理。



简短的结论
地方的竞争必须受到限制。如果没有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再创新，让目前的形势顺其发展下去，必然会继续弱化中央的制度权威，最终造成更具实质性的中央权威危机。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创新，最终还是需要依靠社会的参与和依靠法治。中央政府和自己的各部委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各级政府和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从制度上来加以规范和运作的。这些制度能否建立起来，制度能否有效运作，都属是否现代国家的标志。在很多方面，中国显然还不具备现代国家制度。
 
（本文和翁翠芬合写，发表在《文化纵横》2012年第2期）



8.市场经济与广东的改革开放



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
人们一直在观察，广东的思想解放和新的理念是如何表现在具体的改革内容上的。
 
今天我们讨论市场经济和广东的改革开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就是广东的指标性意义。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那么，中国的下一步改革主题是什么？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内的发展，或好或坏，都可以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中国周边的经济体来说，尤其这样。很多年来，这些经济体受惠于中国的高速增长，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也越来越高。现在，整个国际社会都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下一步改革向何处去？尽管中国在继续发展和崛起，但外界对中国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强。无论美国、欧洲还是日本，这些发达经济体都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来改革和调整。如何改革和调整，西方各国还没有明确的答案。由于中国已经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越重要，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担忧就越甚。在这样的情况下，广东就变得重要起来。
广东为什么重要？很简单，就是因为广东在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具有指标性意义。广东历来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很多方面，广东总是“先行一步”，广东各方面的改革因此往往具有全国性意义。广东成功了，就往往成为全国的典范；反之，如果不成功，那么就要寻找新的改革出路。在外界看来，由于广东这个特殊的定位，中央政府往往把一些改革的试点放在广东，而广东的历届领导人也有很大的动力来寻求新的改革思路。同时，对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和解决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国际社会也密切注视着广东。这是有道理的。改革开放，广东先行一步，但这个过程中所能出现的问题，广东也早一步碰到。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国际媒体这些年对广东各级政府如何处理社会问题所给予的高度（甚至是过度的）关注。最近的例子就是广东省政府对乌坎事件的处理。对外界来说，从考察广东所发生的事情入手往往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些年来很多外国领导人来中国的时候必须到广东看看，了解情况。
同样重要的是，最近这些年来，中国有些方面的改革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等因素而止步不前，改革缺少动力。所以即使在国内，很多人也都盯着广东，希望广东能够继续扮演“先行一步”的角色。同时，广东的领导层也一直在高呼广东要解放思想，再“杀出一条血路”，为广东的改革再创一条新路。最近广东领导层提出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推进改革开放，更赢得了人们对广东的关注和关心。海内外对广东的高度期待和广东对自己的高要求是一致的。人们一直在观察，广东的思想解放和新的理念是如何表现在具体的改革内容上的。
第二，广东的重要性和广东与世界经济的紧密关联性有关。广东早已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基地。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过，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实际上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工人阶级。在很多年里，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指的就是这个现象。广东不仅是中国的制造业基地，也是世界的制造业基地。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国内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在提高，一些人开始认为珠江三角洲的产业会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如越南、柬埔寨和印度等国。当然，这些现象也发生了一些，但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浪潮。这里的因素很复杂，劳动力成本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即使劳动力方面没有了优势，广东仍然有其他方面的优势，包括良好的基础设施（尤其在交通方面）、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存在、规模经济等等，而这些方面的优势不是短时期内就能拥有的。其他国家要达到广东那样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这个角度看，广东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会继续是世界的加工业基地。当然，这并不是说广东可以不用作为了。在后面会讨论到，广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在保持世界制造业基地地位的同时实现制造业的升级。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广东的市场经济的经验。这份经验不仅对中国重要，对世界也重要。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说，有两个方面。首先，一直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现在正处于一个困难的时期。西方也开始担忧资本主义，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在一般意义上，外界也称中国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广东一直被视为推行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广东走市场经济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广东是否也能克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呢？其次，当代世界经济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和全球化相关。无论在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在阿拉伯国家，全球化更是触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甚至是政权的更替。在全球化方面，广东走在中国的前沿。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了广东大量农民工的失业和与之相关的农民工抗议活动。广东能否应对这些新发生的问题？是如何应对的？这些都是国际社会所关切的。
广东的市场经济经验对中国国内的发展更为重要。市场经济要不要走下去？能够走下去吗？如何走下去？这些貌似简单的问题，其实答案并不清楚，甚至没有答案。在西方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时期，更多的人对市场经济开始抱怀疑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继亚洲“四小龙”之后，再次取得了世界经济奇迹。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人们不想看到或者人们原先没有预想到的负面结果，例如，官员腐败、收入差异扩大、社会分化、道德衰落、环境恶化，等等。一些人于是把所有这些后果与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联系起来。最近这些年，至少在社会领域，在知识界，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观念有很大的改变。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人们思想比较统一，一致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的发展方向。但现在不一样了，很多人开始质疑市场经济，怀念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
广东可以说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中国的农村改革首先发生在四川和安徽，但大规模的城市工业改革开始在沿海经济特区，而主要是在广东。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结束“阶级斗争”，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这是一个里程碑。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了各方面的努力，但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很多人思想不能解放，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反反复复。直到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改革的方向才得以明确。邓小平认为，市场经济是发展经济的有效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根据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把它写入党章和宪法，并宣布这是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的确立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动力。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各方面的巨大变化都是在南方谈话之后发生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南方谈话，还会有今天的中国。南方谈话之后，广东的变化更不用说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不要走下去？能否走下去？如何走下去？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广东找到答案。广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广东的特殊地位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取代的。研究广东的市场经济不仅对广东的下一步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具有参考价值，甚至是主导性意义。
那么，如何看待广东的市场经济呢？很显然，在邓小平那里，在十四大报告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仅是经济改革问题，而且也是中国的总体制度改革问题。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仅仅理解成为经济改革问题，并不是很科学。改革开放前，中国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也不光是经济体制问题，更是行政和社会体制问题。马克思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就是说，经济制度决定国家制度的其他方面，包括政治制度。围绕着计划经济，中国当时确立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一样，市场经济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孤立地看市场经济，那么我们会看不到市场经济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其运作过程中的问题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全方位的体制改革。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会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在实现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很多问题并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所带来的，而是由于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改革（比如行政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体制的改革）的缺失所造成的。同时，也可以明了今后改革的方向。如果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改革的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如何通过行政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如何通过市场经济为行政体制和社会体系的改革提供经济基础。
 
腾笼换鸟
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战略举措，就是把现有的传统制造业从目前的产业基地“转移出去”，再把“先进生产力”转移进来，以便实现经济的转型与产业的升级。西方很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会实行这种政策，以达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目前，广东等发达省份也在实行这种政策。
 
根据我自己对广东的初步研究，结合广东已有的经验和正在推行的一些新政策，我今天主要想集中讨论如下三大相关的领域。第一，经济方面围绕着“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问题。这关乎广东能否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扶植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奠定和谐社会的基础。这里要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第二，行政体制的改革。对广东来说，行政体制改革有三大任务。首先是要建设一个能够适应市场经济改革的高效率政府。其次，在经济方面，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要促成政府转变功能，减少行政空间，把权力归还给企业，政府本身从直接干预经济转型到规制型政府。广东一些地方（如南海）的“政经分离”的改革就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再次，在社会方面，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要通过建设“小政府”，为“大社会”提供制度基础。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关乎广东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是关联点。第三，以建设“大社会”为目标的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是终极目标，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行政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为了建设一个好社会、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好社会不仅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且还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规制。经济基础来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如果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继续把蛋糕做大，那么好社会就没有经济基础。社会规制建设取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要把对社会的直接管制转型成为对社会的规制，也即法治基础之上的治理。
 

海南区石联经济社“政经分离”的举措，改变了以往基层自治组织同时承担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双重职能的尴尬，同时也拉开了广东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序幕。（图/ 佛山日报）
 
尽管经济、行政和社会方面的改革各自具有自己的内容，但是既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也不能互相取代。这些改革的意义都已经超越了它们各自的领域而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无论成败，广东的改革会关系到国家的未来。



市场经济改革
广东成功与否不是看广东是否创造了比人家大的GDP，而是要看广东是否创造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一直被视为成功的经济改革模式。这里没有必要再去讲广东过去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过，和中国其他地区相比，近年来广东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这里，我不想光从GDP的总量看问题，因为从GDP总量的角度会看不到问题的本质。中国的一些地区在近年来通过政府的大力干预和动员，如大力引入庞大的国有企业，经济增长很快。但我不觉得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可以持续的，我个人更关注市场化导向的产业升级。从世界经济历史经验看，市场导向的经济发展远比政府动员式经济具有可持续性。广东成功与否不是看广东是否创造了比人家大的GDP，而是要看广东是否创造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
如果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珠江三角洲是最先开始发展的，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对广东的发展，中央政府主要是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广东的发展因此比较依赖于外资，也就是开放政策。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是第二个阶段，发生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主要以中等企业为主，其主要动力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外资。因为是后来者，长江三角洲产业的技术水平要比珠江三角洲高。第三阶段就是京、津、冀区域的发展。这一波的发展主要动力是大型企业。这一地区，现在已经变成大型国有企业的集中地，外资也不少，但不占主要地位。除了这三个地区，中部、西部和东北部也都有发展，但没有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
这三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区域优势。广东所面临的压力是显然的。下一步如何走？产业转型和升级是唯一的道路。
前面提到，珠江三角洲在过去几十年里成为世界大工厂。不过，这个地区生产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产品，依赖的是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个模式的劣势已经显现，例如，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已经很高，环保问题突出等。如果不能转型，这个模式将不可持续。
政府必须在产业转型或者升级过程中扮演一个关键角色。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亚洲“四小龙”学到很多经验。亚洲“四小龙”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已经有多次的产业升级。新加坡差不多每隔十来年就有一次产业升级。任何经济体的产业升级都不容易，但必须要有产业升级的意识和概念，没有这个意识和概念就不会有升级，或者升级时间漫长。在先发展国家，主要是北美和欧洲，产业的升级主要是市场主导的，政府很少干预，因此，他们的产业升级过程非常缓慢。但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情况就很不相同。这些经济体在短短数十年里走完了西方花两百多年的时间所走过的路。用新加坡李光耀先生的话说，就是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转型。人们因此称这些经济体为东亚奇迹。这些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积极作用。在学术界，这些经济体的政府被称为“发展型政府”，就是说，经济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取得的。不过，应当说明的是，政府起主导作用并不是说市场就不重要了。这些经济体是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两者结合的产物。在产业升级方面，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经济体，政府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政府通过各种产业政策来引导企业发展，帮助企业提升技术。在西方，政府的作用仅仅是防止市场的失败。在东亚，政府的作用远不止这样，政府不仅帮助企业应对市场的挑战，而且帮助企业走到市场的前列。
政府作用的变化也决定了今天这些经济体的表现。日本在上世纪末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政府的作用急剧减退。一方面是因为其民主政治已经不能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正如西方其他国家一样；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经济运作模式的主动西方化，也就是抛弃了自己一些好的实践，如企业界的终身雇佣制、政府的产业政策等。台湾因为民主化运动，从前蒋经国时代建立的一套有效的经济发展制度遭到削弱，政府官员更是因为政治泛滥而把大量的精力用于民主政治运动，结果，经济进步缓慢。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的人均GDP和新加坡差不多，但现在台湾人均GDP已经不到新加坡的一半。直到最近几年，国民党重新执政，政府才又开始把重点转移到经济发展。韩国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政府帮助下，企业渡过了难关。之后，政府克服社会的阻力，努力促成产业的转型，使得韩国的经济仍然保持很快的发展。新加坡更是这样。和其他经济体不同，新加坡拥有庞大的“国有企业”，在其产业升级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同时，新加坡政府在推行“国有企业”市场化方面也不遗余力，非常彻底。“国有企业”所拥有的劳动生产力、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并不比西方企业差，甚至超越西方企业。新加坡官员尤其是经济官员密切关注着国际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一直在思考着新加坡如何保持产业上的优势。这种意识很难在西方国家见到。不过，政府官员不能异想天开，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必须经得住市场的考验。市场的考验是防止政府犯错的最有效的工具。
回到广东的例子。产业升级政策在广东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产业升级这个概念不是很强。尽管经济发展已经三十多年，但产业的进步非常有限，很多地方甚至还在原地踏步。人们说，广东三十年前开始使用农民工，三十年后仍然在使用农民工，这本身就是个大问题，释放出很多信息。尽管广东为整个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即每年吸引了数千万的外地农民工，但廉价劳动力的源源不断，对广东的产业升级造成了很大的阻力。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一直是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来广东的主要动机。这个局面能够保持这么长时间，并且现在还没有大的改变，和政府官员的观念是有很大关联的。在一些政府官员的观念中，给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就是帮助企业。在企业发展的早期，这个观念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时间久了，这个观念必须改变。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企业当时也并不那么着急进行产业升级，是政府驱动着他们进行升级的。为什么来广东投资的厂家的技术创新动机并不很强？很简单，如果通过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能够赚取足够的利润，那么还要作技术创新干什么呢？技术创新是需要很大成本的。但没有技术的提高，企业的附加值自然就很低。如果广东的产品的附加值提不高，那么广东经济很难有前途。
这些年来，广东提出“腾笼换鸟”的经济政策，其目的就是要在政府引导下进行产业升级。但这一政策一出台，就遇上了金融危机。因此一些信奉欧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就出来反对，说政府应当根据市场的客观规律行事，不应当施加压力来“腾笼换鸟”。我个人觉得这些经济学家并没有充分的道理，只是根据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道理来看广东的产业升级问题。西方国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市场的确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如上面所讨论的，在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中的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产业升级都是由政府来推动的。这大大缩短了产业升级的时间。
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时对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一些工厂倒闭了，但后来又逐步恢复过来。这主要是因为广东生产的大多是低价格（和低附加值）的产品，欧美国家早已经不再生产这些产品，而其社会底层仍然需要，这给了广东一个喘息的机会。但很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广东可以推迟产业升级。广东的产业优势正在很快失去，劳动力成本提高得很快，土地也几乎已经用尽。在这种情况下，产业升级必须具有紧迫感。要产业升级，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对产业升级作科学的理解。产业升级至少有两种形式：一是不同产业之间的升级，例如，今天生产鞋帽，升级后就生产电子产品；二是同一产业链上的升级，就是增加产品的技术成分，如鞋帽生产本身可以升级。意大利生产一件名牌服装，中国要生产多少件服装呢？亚洲“四小龙”更多的是第一种形式的产业升级。因为这些经济体面积小，土地有限，不得不放弃一些附加值低的产品。这些经济体的产业升级因此也成为产业转移，就是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但中国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不应当轻言放弃一种产业。我们应当从其他各国学到一些深刻的教训。例如，欧美一些国家，在这一波全球化过程中，放弃了很多的产业，把它们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但事情往往是这样的，旧的产业转移走了，新的产业却没有产生。这就导致了一系列后果，主要是“去工业化”（也就是工业化程度减低）和就业不足。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文明可以说是工业文明，一旦没有了工业，文明也就会成问题。所以，中国必须尽可能地在保持产业的同时实现产业升级。
广东也是这样。珠江三角洲的一些产业可以转移到广东的边缘地区，或者中国的其他地区。这就是“腾笼”，即为引入先进的产业腾出空间。当然，“腾笼”实际上也可以为其他地区的发展作出贡献。例如，把深圳的一些产业转移到汕尾，那么汕尾就会发展起来。同时，珠三角也可以通过提升产品的技术，追求同一产业链的升级。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但无论是引入新技术还是同一产业链上的升级，广东都应继续把重点放在中小企业的技术上。广东可以在这方面多下些功夫，帮助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广东可以进口技术。欧洲一些国家中小企业的技术成分高，附加值也高，广东可以通过不同形式收购技术。尤其是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西方中小企业往往面临融资困难，广东可以借用这样的机会来收购技术。中国在收购大型企业的过程中，西方往往搞意识形态化，但收购中小企业，这方面的风险则很小。可以预见，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在“走出去”方面还会继续遇到很大的困难，中小企业如果做得好，远较国有企业有优势。顺便说，广东这方面还具有借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力量的优势，因为这些经济体在很多方面国际化程度远较广东高，它们可以帮助广东的中小企业“走出去”。
当然，产业升级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中国所有经济区域都迟早会面临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广东的产业升级不仅仅是要为广东找到未来，也是要为整个国家找到未来。
广东在引领国家深化经济改革方面任重道远。除了产业升级，广东必须再继续探索如何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如前面所讨论过的，广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和市场化改革的排头兵。近年来，一些地区，因为“左”的思想回潮，很多人都不提或者不敢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部门大量扩张。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国有部门的扩张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把国有部门等同于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大错误。国有部门的扩张已经导致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空间的缩减。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抓大放小”战略造就了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相对平衡。不过，现在这种平衡已经不再，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困难，大量的民营企业家，连同他们的资本，开始退出中国，外逃到其他国家。发展空间受到严重限制和没有法制上的安全保障是两个重要因素。这对国家的下一步发展非常不利。在任何国家，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更是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企业家走了，谁来发展经济呢？
 

因缺乏安全感和逃避沉重税收，近些年国内众多民企纷纷“外资化”（即通过在国际避税岛设立壳公司变身外商企业），造成国民财富的巨大流失。（图/CFP）
 
广东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广东是中小企业发展得最好的地区。在金融危机之后，广东也引入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这也有其合理性。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石化企业）一方面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所需资源，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变一下产业结构。但是，不管怎样，广东的优势仍然是中小企业。广东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仍然要把重点放在中小企业上。国企的发展有个特点，由于有国家政治、行政和经济力量的支持，国企在短时间内的确能够取得高速发展，但这种发展很少是可持续的。国企盈利主要依靠的是垄断和权力，而非技术和管理创新。国企发展可以，但必须给国企设计一个边界或者一个“笼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陈云所说的“鸟笼经济”。根据90年代中期之后的国企改革计划，国企主要是在国家重大战略领域内发展，但现在，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哪里有利可图，哪里就有国企。这就大大侵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所以，要对国企实行“鸟笼经济”模式，把它们赶回国家战略领域。实际上，即使是在国家战略领域，也要引入国企之间的竞争机制，否则效率无从谈起。
再者，广东发展中小型企业更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即使在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内，也没有一个政府是不重视中小企业的。西方国家大力反垄断，就是为了避免大公司吞并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社会公平的结构条件，因为它关乎就业和收入分配。中小企业要解决的是经济结构问题，是初次分配。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平衡了，中小企业发达了，收入分配就会比较公平。如果初次分配制造出巨大的收入不平等，那么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作再大的努力也会无济于事。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过去将近二十年里每年以两位数增长，政府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最富有的政府，但社会的收入差异也以同样的速度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和社会群体收入分化的扩大是同时进行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国有企业，人们不难观察到，凡是国企集中的地区，贫困县也多；凡是国企占主导地位的地区，贫富分化最为严重；凡是国企主导的地区，社会冲突也更为经常地发生。而经济改革的经验也告诉人们，凡是国企集中的地方，改革也非常困难。我们对这种局面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不可以走回头路，即使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也不要走回头路，而是要克服阻力，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
以前讲到分权总是指各级政府之间的分权，就是从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分权。现在讲分权，还指必须把权力从政府下放到企业。政府向企业分权是个大趋势。企业必须有充分的自由，才能得到发展的动力。但是，政府向企业分权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了企业，不管企业了；相反，政府要转变功能。从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看，政府还必须做几件事情。第一是对企业进行规制，诸如安全、环保、最低工资制等方面。政府向企业分权，和企业分离开来之后，规制型政府建设才有可能；否则在政府和企业一体化或者关系过于紧密的情况下，往往会演变成“左手规制右手”的局面。第二是向企业提供健全的法制环境。企业是在市场上打拼的，而市场必须由法制来支撑。在这方面，政府必须从以往向企业提供政治保护转型到为企业提供法制保护。第三是要为企业提供足够的融资管道。这一点在中国尤其重要，因为国企仍然垄断着银行业。经验地看，国有垄断的银行没有足够的动机为中小企业融资。银行倾向于为国有企业融资，出现“左手为右手”融资的情况。尽管近年来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要银行为中小企业融资，但成效并不是很大。现在中小企业融资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广东能否探索新的方法为中小企业融资呢，例如，容许民间私人融资？当然，这也不是说政府可以不管民间融资，政府一要容许民间融资，二要对民间融资进行有效监管，这样才能使民间融资走上健康的轨道。现在不容许民间融资，有不同的原因，例如：国有银行作为既得利益阻止民间融资的出现，担心民间融资会对自己构成竞争和压力；担心民间融资会破坏金融秩序；恐惧于民间融资会导致社会的愤怒；等等。这些理由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从各国经验来看，这些负面的效果是可以通过政府的监管制度加以应对和克服的。
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或者邓小平路线，广东要大力推进。现在一些人批评市场经济，甚至公开批评邓小平，主要是看到了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的一些负面甚至是严重的影响，如社会不公平、社会分化、收入差异等等。指出这些现象非常好，如果忽视这些现象，不直面这些问题，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市场经济最终会很难搞下去；但如果要用“走回头路”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不会有前途。
为什么市场经济会产生那么多的社会问题呢？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是因为社会改革没有跟上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早期的改革者没有区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从而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导致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的高度市场化和过分市场化。在任何社会，这些都是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但在中国，这些领域成为暴富领域，尤其是医疗、教育和房地产。这是改革者的认知问题。西方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只顾经济发展而不顾社会建设，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导致了马克思、狄更斯和雨果所描述的“悲惨世界”。很容易理解，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首先产生于西方，这是一场保护社会的运动。但在西方，保护社会并不是通过消灭市场经济的做法，而是通过社会建设，也就是建设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基本社会制度。政府凭借这些制度提供公共服务，而社会依赖这些制度得到保护。在亚洲“四小龙”，政府接受了早期市场经济的教训，更显得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主动搞社会建设，从而避免了类似西方的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在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保护社会的苏联、东欧版本社会主义被证明是失败的。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发展经济的工具，消灭了市场经济，也就没有了发展动力。因此，苏联和东欧国家最终走上了一条贫穷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走的基本上也是这条道路。
中国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非常科学，是可持续的。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用社会主义来纠正市场经济对社会所能产生的负面冲击。
这里还有一个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很多人现在开始担心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全国而言，很多省份的人均GDP还远未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讨论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但对广东来说，则是最真实不过了，广东年人均GDP已经达到7000美元。并且和单纯的城市如北京、上海不一样，广东能否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对整个国家具有指标意义，因为其规模就相当于世界上一些中等国家，并且具有城乡差别。广东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广东下一步经济改革的内容。
怎么改革？从国际和东亚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有两方面主要的内容。
第一，就是前面已经强调过的产业结构问题，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这两者都涉及劳动工资问题。提高劳动工资对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非常关键。调整产业结构，就是要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来保障足够的就业。日本和“四小龙”就是通过大量的中小企业来保障就业和实现比较公平的收入结构的。就业非常重要，一个人或者家庭，如果没有就业，光靠政府的救济，那么就很容易陷入贫穷状态。如果有就业，就会有机会提升自己。同时，只有产业升级才能增加附加值。劳动工资的提高主要还是取决于在提高技术的基础上的产业升级。尽管中国现在劳动力成本在企业的总体成本中还偏低，政府有必要制定最低工资水平，但通过这种方法提高劳动工资非常有限。最低工资制只对技术低的工人也就是社会底层有效，而对专业人才没有多大的作用。专业人才的工资水平还必须依赖于产业的升级。只有附加值提高了，才会有比较大的工资增加空间。日本是个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政府制定了工资倍增计划，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但工资提高的前提就是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的升级。
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强化政府的社会建设功能。上面已经说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继续深化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尤其是推进国企的市场化。只有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才能继续把蛋糕做大。企业的产业升级也是这个方面的内容。现在一些人把社会改革仅仅理解为“分蛋糕”，这并不正确。政府主导的“分蛋糕”很容易，但不可持续。只有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才可继续分蛋糕。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否则光强调分配，中国又会很快倒退到毛泽东时代的贫穷社会主义，而贫穷社会主义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同时，“社会主义”意味着在社会领域增大政府的投入，建设社会制度，提供社会保障（这一点下面会继续详细讨论）。总之，如果说早期的改革者错误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那么今天的改革者也不要再次错误地把社会政策应用到经济领域。经济领域的改革和社会领域的改革要区分开来，同时这两个领域的改革要一同推进。下面我也会讲到，即使是社会改革，也不仅仅是分蛋糕，而是为继续做大蛋糕创造社会条件。
在日本和“四小龙”，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力量，大约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广东的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但中产阶级还是不够强大。当然，广东很难和日本、“四小龙”经济体相提并论，因为广东的产业工人主要是来自外省的农民工，就是说广东的经济发展是在开放式的条件下进行的。不过，在培养中产阶级方面，广东还有巨大的努力空间。
在实现广东可持续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讨论，那就是城市化。因为缺少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国家已经把城乡一体化作为下一阶段的一个工作重点。这并没有错，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但是在一些地方政府那里，城乡一体化很容易被简单地理解为城市化。在一定的程度上，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误入歧途。在发达国家，城市化是由市场驱动的，政府只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这一过程是比较渐进和自然的，往往先是人的城市化，而后是土地的城市化。中国则不然，地方政府具有极强的动力推动城市化，但他们所关心的更多的是土地，而非人，所以，城市化往往是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这就会影响城市化的质量，造成城市的农村化。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遏制，就会酿成恶果：一旦大量的农村居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氓无产者，社会稳定会成为大问题。
 
城中村
是中国大陆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的现象。指在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位于城区边缘农村被划入城区，在区域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但在土地权属、户籍、行政管理体制上仍然保留着农村模式的村落。
 
广东因为改革先行一步，城市化开始得比较早，城市化程度也比其他地区高一些。因此，广东不应当盲目随从其他地方继续搞激进的城市化，而应当有新思路。最近几年，广东把重点放在城市之间的整合上，无论是珠三角地区的“同城化”，还是和港澳两地的整合。这种做法非常好，整合也可以提高生产力，产生GDP。同时，我觉得，广东也应该对城市化有一个“巩固”的阶段，就是说消化之前高速城市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仅举几例。弊端之一是“城中村”。广州、深圳等地城中村过多，那里的人们很有钱，但并没有被整合进主流居民。弊端之二是没有解决好大量的农民工的问题。他们被看作“异类人”、“二等公民”，和当地社会经常发生冲突。广东已经有多次这样的冲突了。这些人也需要被整合。弊端之三是人口质量低下。珠三角已经吸收了数千万农民工，但没有有效吸收高知识和高技术群体人口。人口质量低下已经成为珠三角产业升级缓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长三角比较一下，这一点很容易看出。要产业升级，就必须优化人口质量。但这绝对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把农民工赶走。农民工为广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广东经济很难运转。
 

三十多年过去了，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工人还是以来自外省的农民工为主，这已成为制约该地区产业转型的一大因素。（图/ 南风窗）
 
最近广东提出了要取消“农民工”称号，这是非常具有政治意义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如一些人所说的“农民工”这个称号太负面、不好听，更重要的是因为作为“二等公民”的农民工的存在和社会主义精神不相符合。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平等的公民权，为什么我们总是要人为地创造出不同的社会等级来呢？农民工已经成为广东产业工人的主体，为什么他们不能享受居民的权利呢？当然，要消化农民工不像改变一种称号那么简单，这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这项社会工程非常有意义，可以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作为产业工人，农民工要通过劳动培训等项目来取得更进一步的技术，在提升自己的同时也为提升广东的产业作贡献。除了提升农民工的教育水平、生产素质外，还要通过引进高素质人口的方法来优化人口。人口素质和产业升级是互相促进的两个过程：高素质的人口有助于产业的升级；而产业升级了，又会为人们提高自己的技能和其他方面的素质提供动力，也容易吸收外来的高素质人口。无论是哪个方面，政府都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社会改革
我们的政府是大政府和弱政府，政府什么都要管，但什么都管不好，这就是弱政府。政府应当把应当管的东西管起来，而把社会能够自我管理的东西下放给社会。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发展，中国的社会改革变得不可避免。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经济体，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产生社会改革。在先发展的西方，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上面讨论过，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以钱为本，利润为资本唯一的动力。但对工人阶级来说，这俨然是一个“悲惨世界”。不过，产业革命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就产生于工人阶级。通过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西方社会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向比较人性的资本主义转型，最后演变成为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福利社会。这个转型是一个非常动荡和暴力的过程。很显然，这个转型不是市场经济发展本身的逻辑。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目的就是利润，是更多的资本，在资本的眼里是没有社会利益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带来了西方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无论人道的社会主义还是福利资本主义，都是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产物。
从政治方面来说，早期资本和政治之间关系密切。实际上，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权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就是说，政权是为资本服务的。但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政权和资本开始分离开来，也就是说，政治和经济从一体化转型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政府开始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来协调劳资双方的利益。这就是后来西方产生的一种所谓的法团主义的经济秩序，即政府在解决劳资双方冲突过程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以减少冲突，达到社会的和谐。
从社会方面来说，最主要的就是迫于社会（尤其是劳工）的压力，政府开始引入诸多社会改革，建立包括规定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社会（劳动）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等一系列现在称之为“福利社会”的制度。当然，这个过程也是漫长的，早期也只是最低限度的安全和社会保障，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改善。不过，从历史上看，这些社会制度安排很重要。早期的社会改革主要是为了社会稳定，是为了资本主义制度不被推翻。但是后来这些制度安排为西方消费社会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很难想象西方消费社会的形成。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制度安排也成为西方中产阶级的制度基础。西方中产阶级有几个主要组成部分：资本家或者今天我们所说的企业家是第一个中产阶级群体；为企业家服务的专业人员，尤其是管理人员（或者今天所说的“打工皇帝”）是第二个群体；而最大的一个群体是从产业工人转变而来。从产业工人转变成为中产阶级主要是靠上述两个因素，就是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各种社会制度的确立。
和先发展国家相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在更短的时间里、更有效地进行了社会改革，确立各方面的制度安排。这一点已经在前面讨论过。
回到中国的例子。自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政策目标的提出，社会改革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正如在经济改革方面广东先行一步一样，在社会改革方面，广东也具有重要地位。广东的社会改革条件远较其他省份和地区好。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力量成长很快。广东以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为主体，这是社会成长的经济条件。同时，长期以来，广东基本上实行的是藏富于民、于社会的政策，并且广东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为社会体制改革准备了物质条件。
在广东，社会改革至少具有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社会制度建设，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制度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尤其是广东，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广东的出口经济相当脆弱，因为很容易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西方贸易保护主义、人民币升值等都会对广东经济构成实质性的影响。所以，中国的经济要从出口导向转型成为内需型经济。出口还是要抓，但必须花大力气建设消费社会。建设消费社会就必须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这些基本的社会体制建设好了，就可以为消费社会打下一个社会基础。中国老百姓不是不会花钱，而是不敢花钱。买了房子变成“房奴”，孩子上学变成“孩奴”，生一场大病会变得倾家荡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哪里敢花钱？只有把社会体制建设好了以后，老百姓才敢去花钱。广东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已经有能力来建设这些社会制度了。
所以并不是说，经济体制改革是做蛋糕，而社会体制改革是分蛋糕，社会体制改革也是为了继续做大蛋糕，为做大蛋糕打下制度基础。进而，如果社会制度不能确立，不仅消费社会无望，社会也会变得很不稳定。社会体制改革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因此是不矛盾的。怎么样让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答案就是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要把社会保护好。在今天的中国，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级干部官员GDP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但保卫社会的思想不见踪影。即使一些干部有了这样的思想，也不见得知道如何去做。上面讨论过，在很多人的头脑中，这些社会领域都属于经济领域，政府不仅不去努力关注，反而促使这些领域过度市场化。这已经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社会改革的第二方面就是广东现在正在大力提倡的建设“小政府、大社会”这样一种格局。这个政策目标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提出来了，当时主要想在海南试点和施行。但当时中国刚刚开始脱离计划经济，社会还没有从经济等领域分离出来，就是说，社会还是经济的一部分，大社会毫无条件。但现在则不一样了。以广东为例，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已经导致了社会力量的成长。广东已经逐渐探索出一种“大部制—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把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结合起来非常重要。从前我们总是没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往往造成改革方向不明确、改革举措不得力的局面。
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来看，大部制改革有几个重要的目标：第一是建设小政府和有效政府，第二是向社会分权，第三是规制社会。大部制改革就是政府内部各个机构之间的理性化，通过整合类似的功能，减少政府部门间的扯皮和摩擦，从而建立起政府责任制，提高政府的效率。但是，要建设小政府，首先要向社会分权。如果所有的权力都还在政府，这个政府还是小不了。所以，小政府和大社会是互相依赖的两个方面。我们的政府是大政府和弱政府，政府什么都要管，但什么都管不好，这就是弱政府。政府应当把应当管的东西管起来，而把社会能够自我管理的东西下放给社会。政府和社会是双赢的。政府必须管的事情，花多大的成本也必须管，并且要管好，那么政府就强了；社会能自我管理好的，政府就不用管了，这就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所以，“小政府、大社会”的结果会出现“强政府、强社会”的比较理想的状态。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强调社会管理，但人们对社会管理并没有很深刻的认识，认为社会管理是政府管理社会。政府管理社会只是社会管理的一部分内容，并且不是主要内容。社会管理最主要的就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建立在社会自我管理基础上的社会秩序才是稳定的。日本去年地震、海啸、核泄漏三大灾难同时发生，政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社会还是井然有序，这就是社会的自我管理。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因为财政困难，停止运作了，但社会还是井然有序，这也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如果社会秩序仅仅是自上而下施加于社会的，那么这个秩序肯定不牢靠。政府一有问题，社会就会随之出问题。
要社会学会自我管理，首先就要求政府向社会分权，这在所有社会都一样。中国是个管制型社会，更要这样。社会没有足够的空间，很难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我们从前谈的分权总是在不同政府层级之间的分权，也就是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的分权。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企业改制过程中，增加了一项，就是政府向企业分权。向企业分权很重要，企业没有自主权就很难作为。那么，今天讨论社会管理，我们还必须再加上一项新内容，那就是政府向社会的分权。不向社会分权，哪有大社会？不向社会分权，哪能建设小政府？减少政府的功能，社会的功能就增加了。这方面人们的认识仍然很不足。政府利益驱动，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使劲管。
应当强调的是，分权之后，政府不是不管，应当由政府管理起来的东西，政府就应责无旁贷地管起来。大部制的改革就是要把政府建设成为规制型政府，对必要的社会事务进行有效管理。我们不能假定把权力分给社会就好，我们需要的是好的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而要避免坏的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如何来保障好社会，避免坏社会？政府就要对社会建立规制制度。这和经济领域一样，有好市场和坏市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是好市场的制度条件。有很多事情，政府必须管起来，比如上面所说的社会制度建设。又比如法律制度建设，尤其是司法。就拿监狱来说，如果政府不管，那么就变成黑监狱了。但很多东西，政府是不用管的。例如，很多行政审批的东西，就可以分给社会去做。那么多的行政审批项目，这是大政府的一个根源，因为行政审批有利可图，政府不想放弃。有那么多的利益寄生在政府部门，使得政府成为公众抱怨的对象，因为这些部门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能为社会提供服务，改变了政府为社会服务的性质。中国古代的儒家强调政府不要“与民争利”，政府一旦与民争利，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肯定要紧张起来。
所以，政府和社会都要有自己的边界，政府管政府应当管的事务，社会在很多领域实现自我管理。还有一些领域，政府可以管，社会也可以管好，在这些领域，政府也应当把权力下放给社会。例如，政府可以向社会购买服务。这里，政府和社会可以结成“伙伴关系”，就是在社会领域的“公私合营”。这类似于顺德已经提出的政府和社会的“协调共治”。中国历史上，政府总是凌驾于社会之上。“伙伴关系”或者“协调共治”要用法律来保障。一些地方缺少立法权来作此保障，但可以用契约的方式来保障。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违反了契约，就可以诉诸法律。
社会改革的第三方面就是社会的参与。社会的参与是要解决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和社会的严重脱节问题。这是中国政治目前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这方面，广东也已经有了很多改革政策。例如，顺德社会体制综合改革提出，要建立“两代表一委员”倾听民意、联系社区制度，借鉴香港、新加坡的议员和执政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做法，以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为契机，以党代表工作室为载体，以党代表为核心，联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社区定期听取群众意见，并跟进、督促政府解决问题，同时继续加大公共决策咨询机构的组建力度，完善咨询工作各项制度，推动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参与政府决策和公共事务的讨论。目前顺德区、镇、村三级咨询体系初步建立，三大改革也已成立了评审咨询委员会。
这里要强调一下，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工作室在中国尤其必要。现在共产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与社会脱节，听不到真正的民意。社会上怨气很多，很多怨气是因为社会经济的转型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很多的困扰，也有很多怨气是冲着政府官员来的，是政府官员们执政不当引起的。但不管哪一种怨气，政府都负有责任。我觉得，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实行的是“城堡政治”，党政干部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拥有各种特殊的供应管道（或者特供系统），享受着各种特权，不关心城堡外面所发生的事情。这种局面是持续不了多久的，早晚会出问题。如果你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那么老百姓总有一天要“围城”，造成你和老百姓之间的高度对立。怎么办？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现在有8000多万党员，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口还多。我们要问，这些基层党员在干什么？很显然，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发挥他们的作用。党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也不清楚到底要做什么，感觉被边缘化了。如果这8000多万党员成为党联系社会的桥梁，执政党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好呢？
因此，执政党要打开城门，走出去，沉下去，与群众打成一片。这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经验。听取民意要制度化。这个目标并不是干部下去跟老百姓一起住一段时间就能实现的。住一两个星期是可以的，但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在新加坡，每一位部长和国会议员，每周都要定期接见选民，选民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都是义工，帮助国会议员和部长组织这些定期的见面会。在制度化的层面，我觉得顺德实行的党代表工作室和人大代表工作室是个结合中国实际的政治创新。
顺德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做法也有助于加强执政党和社会的关联。专业人士的意见很重要，现代社会很复杂，政府不是所有方面都能做到专业的，因此要倾听专家的意见。不过，咨询机构必须防止既得利益的固化。咨询的专家不能是固定的，任何一位专家都不是万能的，只能专注某个领域。所以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是不能固定的，应当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如果咨询委员会什么事都管的话，那又很容易变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要有开放性，不然又变成一个官僚机构。任何东西固定化以后就会产生它的既得利益，所以决咨委要引入开放性。
执政党的开放政策也会有助于平衡好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现在世界的一个趋势是政府根据民调（民意调查）来治理社会，结果造成了弱政府的现象。如果政府跟着民意走，肯定要迷失方向。今天，民意的崛起在中国也已经成为现实，互联网、微博等已经成为表达民意的有效途径。中国的官员也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面对多元化的民意，一些人不敢决策，不敢负责任。实际上，如毛泽东所说，干部官员“既不要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要当人民的尾巴”。怎么办？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社会的参与来解决。政府实行开放政策，公开透明地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明了什么是短期利益，什么是长远利益，也就是说，民意不是单方面的。政府必须积极参与民意的形成过程。这样，一旦一个决策形成，即使会导致一部分人的不满，也要努力执行下去。政府决策不能光是迎合社会的短期利益。这也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功的一个要素。
只有开放，政府才能接触社会；只有开放，社会才能监督政府；只有开放，社会才能介入政府决策，才能达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只有通过政府和社会的积极互动，才可以明了一个社会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一个只有眼前利益的政府，其治理是不可持续的。执政党要强调社会的长远利益，引导社会追求长远利益，这是执政党“领导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行政改革
行政改革、社会制度建设、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些都构成了民主化前中国必须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不完成，很难保证中国的民主会是优质的。
 
行政改革一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一直强调，国家制度建设要先于民主化，尤其是大众民主。历史地看，大多数基本国家制度都必须在民主化发生之前建立。如果民主化之前不能得以建立，民主化之后就很少有机会了。健全的基本国家制度，加上前面所讨论的由可持续经济发展带来的中产阶级是优质民主的前提条件。没有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没有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化可以发生，但很可能是劣质民主。正像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民主政治也有优劣之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谈到民主，就想到西方和日本等国家运作良好的民主，忘掉了世界上还有很多运作不良的民主。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我们不难观察到运作不良的民主。在运作不良的民主里，民主被各种政治势力用作动员自己的力量，不是增进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如发展经济），而是多分一份“蛋糕”。因为这份“蛋糕”本来就不大，谁都想多分一些，结果就造成了无穷的暴力。在一些地方，低度发展、无序、暴力等现象和选举民主并行不悖。从长远来看，中国也必然会发生民主化。今天，我们应当提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民主化，而是如何避免劣质民主，而追求优质民主。
行政改革、社会制度建设、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些都构成了民主化前中国必须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不完成，很难保证中国的民主会是优质的。从现在的情况看，有太多的因素会促使中国出现劣质民主，而能保证中国成为优质民主的因素则很难找到。前面已经讨论了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这里再来讨论行政改革。行政体系是任何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基本国家制度。没有一个有效的行政体系，就难以对经济和社会进行有效治理。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和全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广东的行政体制改革也经历了很长的历史，这里我们不作回顾，今天想着重强调的是广东能够引领全国其他地方改革的一些方面。这些年来，广东的行政改革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即深圳模式和顺德模式。深圳为副省级城市，深圳成功了，就可以为副省级城市和省级城市的改革提供经验。顺德可以说是县级市。县级尽管处于中国行政体制的低端，但这是一线政府，是整个政权的基础。一线政府的改革因此关系到整个政权的基础问题，这可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找到丰富的经验。
深圳的改革从纵向看是减少行政层级，取消区级政府，改区、街道办事处为政府派出机构，这样就把原来的“两级政府、四级管理”改成“一级政府、三级管理”。从横向看，实行的是“行政三分”，即把政府部门分解成为委、局、办，其中，“委”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执行监督；“局”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督职能；“办”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的职能。
顺德的改革是在“大部制”名义下进行的，重点在精简政府部门。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大的新意，但人们或许已经注意到顺德改革的很多方面涉及党政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合署办公”，这是核心，也是中国总体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中国，我们日常把“党”和“国家”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党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组织，更重要的是也承担行政功能。上面谈到广东要建设“小政府”的构造，但行政部门只是中国广义政府的其中一个部门，如果行政改革不包括其他部门，尤其是党的组织，那么“小政府”是不可能的。
深圳的改革已经涉及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中国的行政层级问题，二是权力分工与制衡问题。中国今天的行政级别实在太多。中国传统数千年，只有三级政府，就是中央、省和县。在很长时间里，省甚至只是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即“行省”。到国民党时代，县还是最基层政府。日本的行政体制是从中国学去的，迄今还保留着这个体制。不过，传统的体制在中国已经荡然无存。
改革开放之后行政改革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把当时的“行署”实体化。行署本来只是省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精简机构可以把它取消掉，但现在变成了一级政府。因为城市化的需要，“行署”所在城市成为“市”，这可以理解，但把“行署”改革成为一级政府，把县（县级市）和省隔离开来，这就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县政府在传统中国政治中是最重要的一线政府，必须和中央政府建立最直接的联系。传统上，政府通过科举考试录用“县太爷”，皇帝亲自任命。直到毛泽东时代，县委书记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毛泽东经常听取县委书记们的意见。但现在，县政府被大大边缘化了。中央的权力经过层层消解，到了地方就变得无影无踪，而地方上的声音也经过同样过程的过滤，到达不了中央层面。就是说，中央政府和基层社会因为中间行政层的层层阻隔，变得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中国基层社会这些年出现那么多的事情，甚至“黑社会化”，和县这一最重要的一线政府被边缘化是有关系的。行政层级过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一个最大的缺陷。
因此，如何缩短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距离或者减少中间行政层，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大重要议程。深圳的改革尽管局限于一个城市的内部体制，但已经涉及减少行政层级的问题，这非常重要。如果把深圳和顺德的改制一同考量，意义就更加深远。如果（副）省级城市和县级城市改革成功了，省级和县级之间的行政层级就会失去实质性的意义，从长远来看就可以取消。地级市作为市政府当然会存在下去，但地级市不再是县（或者县级市）的上级单位和领导，而是和县（县级市）处于平等的行政级别，同时属于省政府领导。这会大大提高中国的体制组织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县管农村，市管城市，省府来协调，这会是一种新的体制。中国的一些省近年来实行“省管县”制度，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省管县”制度只是经济和财政方面的，还需要更进一步。
这里也有必要讨论一下县以下的行政体制改革。以前县以下还有两级行政体制，即乡和村。实行村民自治之后，村就不再是一级基层行政体制。但这不代表问题已经解决了。村从理论上来说是自治的，由村民直接选举的村民委员会来治理，但自治的实质是可以质疑的。村一级仍然有党支部的存在，并且党支部往往控制着村级最主要的资源。村民委员会和党支部实际上是有矛盾的，两者关系如何理顺，仍有待调整。一方面，就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来说，光凭直接选举并不能解决农村的问题。选举就是多数政治。中国农村的特点就是存在着一些大家族，家族的势力在毛泽东时代被打压，但现在又恢复过来了。如果是选举，那么这些大家族的人肯定当选。那么，如何保障小家族的利益呢？很多地方在大家族和小家族之间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实际上，农村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选举民主问题，而是治理问题。党支部的专权、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冲突等等矛盾不解决，农村还会继续出问题。有些地方在寻找一些出路，如“两票制”和“一肩挑”等等。这些尝试都是可以的，不过，农村的总体原则还是“放权”或者“还权”于村民，实行自治。无论是选举出来的还是被任命的，党支部的作用不应当是和村民争权，而应当起到一个协调作用，如协调大家族和小家族之间的利益。村一级是中国社会的最底端，社会必须具有一定的“抵御”力量，也就是最低限度的保护自己的力量。如果在这个层次，社会完全失去了自我保护的能力，那么最终会发生暴力行为。很简单，社会的群体暴力是社会自我保护的最后的武器。
作为最底层的乡（镇）政府也不是一个确定数。广东的乡（镇）比较大，甚至很大，但很多地方，尤其是内地，一个乡数千人，数百人，甚至更少。几千年都没有这一级政府。这级政府可以说是革命和战争年代为了动员所有社会资源而设立的。现在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是可以讨论的。实际上，从全国范围来说，乡（镇）政府大多数都有财政上的困难，很多早已经处于财政破产状态。正因为这样，很多地方也是作各种改革试点，包括撤乡并镇等，以减少乡（镇）的数量。但这并不是有效的方法。一种有效的方式就是把乡（镇）仅仅作为县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正如在农村，乡（镇）的很多方面也是可以建立自治制度的，而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乡（镇）负责提供公共服务。这方面，我想广东也已经作了非常有益的尝试。
深圳改革的第二方面是“行政三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行政三分”无疑是为了决策的合理化和权力的制约，从制度上防止腐败。中国不想走西方的道路，即行政、司法和立法之间实现“三权分立”。既然外在的三权分立不可能，那么只能往内部找。这种探索值得肯定。首先，西方民主的外部“三权分立”从历史经验看，在各个国家其表现非常不同。在西方发达国家，表现不错；但在后发展中民主国家和地区，外部“三权分立”更多的只是一个表象，既不能限制当政者的权力，也不能阻止他们的腐败。很多实行类似“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和地区，也普遍存在着政治专权和腐败现象。
那么，“行政三分”是否可以达到既定的目标呢？这一改革主要想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这些地方都建立了行政主导体制。因为政权的核心是行政体制，因此就发展出“行政三分”的制度。这个制度也运作良好，香港和新加坡没有西方式的民主，但政治也相当清廉。
广东想学香港和新加坡，建立既有效率又不腐败的行政体制。但是，这里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必须建立一个行政主导体制。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就不应当忽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政党政治。香港在回归之前没有政党政治，所有政治是英国人的事情，香港本身的行政体制仅仅是一个执行机构，这就保证了行政主导体制。很早以前，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称这种体制是“行政吸纳政治”，就是说，行政很有效，老百姓很满意，因此就不需要政治了。我觉得不是这样，主要原因就在于在港英当局时期，香港根本就没有政治。实际上，在回归后，因为政治属于香港人自己的事情，香港政治现在面临重大的挑战，主要是因为行政主导体制没有强大的政党政治的支撑。香港的政治化不可避免影响到香港政府的行政效率，这些年，这个趋势很清楚。与之相比，新加坡的行政主导体制的效率和清廉的基础是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制度。新加坡通过一党独大的体制，把多党政治和行政主导有机结合起来，新加坡才是真正的行政吸纳政治的典型。执政党的行政团队非常有效，能够为老百姓提供有效的服务，社会的政治化程度就非常低。
在中国，因为政党体制的改革涉及总体政治改革的问题，因此可以理解深圳的改革没有涉及党政关系。但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就有理由质疑其能够取得的成效。从反腐败方面来说，因为没有涉及党的改革，党权还是不可制约。人事任命的最终权力还是在党，“行政三分”没有任何可能来制约党权所能产生的腐败。再者，这种内部分权会对行政部门的效率产生负面的影响。深圳改革的遗憾无疑是没有把党政关系考虑在内。从成功的国际经验来看，行政改革一定要与政党政治的改革结合起来。只有当政党政治能够吸纳政治的时候，行政部门才会聚焦于效率和清廉。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这必然要涉及执政党、政府、人大、政协等机构之间的关系，例如，党如何通过人大和政协来代表社会利益、组织政府和监督政府。
从这一点来看，顺德的改革显得更具有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党政关系可以说一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顺德这次改革不仅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且有了新的做法。顺德的做法是逐步走向一个党政合一的制度。党政关系应当怎样？在现在的体制下，不同的行政层级，党政关系一个模式，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党政两个平行的系统。（即使在农村，这两个系统也变相地存在着，即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实际上，不同层级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中央和省一级，因为事务繁多，两套班子有必要。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两个层次的党政分工比较明确。那么地方政权呢？顺德是县级市，属于基层，党政合一制度有其很大的合理性。县级政府是一线政府，是政府和社会的直接关联点。这一级政府必须具有实际上的权力，也必须具有行政效率。顺德改革使其从上一级（佛山）政府取得了实质性的权力之后，再行党政合一，提高和强化其行政效率。一级政府，无论是党还是政，面临的都是具体的民生问题，过去党政两套班子所形成的“权力内部消耗”，在大大阻碍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和社会严重脱节。党政合一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可以把这一级政府的“行政责任制”（政府方面）和“政治责任制”（党方面）有效统一起来。从长远来看，这种体制比较有利于建设一个对社会负责的清廉的政府。一旦行政主导的政府形成，那么上面所说的“行政三分”的改革就变得非常有意义。



简短的结语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改革和行政改革，广东正在协调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广东已经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改革模式。尽管这一改革模式基于广东的经验，但也可以推广到全国的其他省份和地区。广东所面临的问题并非特殊，而是在全国层面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广东的改革先行一步，很多问题也先一步遇到。广东应对和解决问题的经验可以供其他地区参考，以避免走更多的弯路。近代以来，探索是广东精神的最核心。在改革时代，广东仍然需要坚强的探索精神。要探索，广东不仅仅要解放思想，而且要克服各种阻力把改革往前推进。
从广东经验看，所有这些领域的改革的意义已经超越它们各自的领域，而具有了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例如，如果广东成功建立了行政主导体制，那么对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都会具有巨大的参照意义。
广东的改革也表明，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可以在地方层级开始，可以自下而上地推行。很多的改革必须自上而下地进行。没有广东省政府的推动和协调，广东的改革就很难成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巨大的既得利益在很多场合只有在上下结合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克服。
改革是执政党的生命。不改革，就会被社会推着走，就会陷入被动，最终说不定要被“革命”。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改革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要长久治安，要长期执政，改革就必须成为永无止境的事业。执政党和政府必须通过设计改革和推进改革来牢牢掌握领导权。对有利于社会的长远利益的事情、有利于国家的事情，看准了，就不要犹豫不决，就要去做。只要目标正确，追求目标过程中即使遇到一些挫折，也没有关系。对广东来说是这样，对整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
 
（本文是作者为广东省市县党政主要领导集中培训班第86期“广东学习论坛”报告会所作的专题报告，2012年3月23日）



9.当代中国外交地缘政治环境及其挑战
近年来中国的外交环境可以说呈现出“风云变幻”的局面，各个方面吃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美国宣称要“重返亚洲”。尽管现在的美国也是说得多、做得少，但美国所做的一些事情令中国深为担忧。不难看到，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越来越具体化，初步成型，那就是经济方面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军事方面的南海问题。这两者都具有深刻的战略含义，前者具有战略性贸易的味道，而后者的军事战略味道是很明显的。
今天中美关系所面临的这种情形，类似于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对华政策。当时美国也想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放到中国身上，搞所谓的“亚洲小北约”。当时，中国也面临莫大的外交压力，但不久发生的“9·11”恐怖主义事件改变了事物发展的方向。“9·11”恐怖主义事件之后，美国的战略从对华政策转移到反恐战争，而在反恐问题上，中美关系找到了新的定位，双方的关系稳定下来。现在随着反恐战争告一段落，美国又有机会作全球性的战略重点的转移，而这次的目标又是中国。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这并不难理解。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最为关注的就是维持其霸权地位。而在美国看来，对其霸权能够构成真实威胁的就只有中国。尽管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挑战美国的意图，也无意称霸，但美国人的认知并不是这样的。
没有人对这次美国地缘政治大转移的重大意义有清楚的认识。美国的战略家们也感觉到高度的不确定性，纷纷表示出担忧。
那么，地缘政治转移的结果会是什么？对这场深刻的战略大转移的意义及其对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政治的影响，人们必须站在一个大历史的宏观角度才能加以深刻的认识。在今天的演讲中，我力求从各个角度来理解中国正在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其可能的应对举措。如果中国不能直面这些问题并找到应对问题的有效方式，那么中国未来的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进程就会被打断，不管中国本身的意愿如何。



文化地缘的转移
文明或者文化本身并不会导致冲突和战争，但一旦代表不同文明和文化的主权国家频繁互动，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既有合作的能量，也有冲突的能量。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文化地缘的转移。从文化地缘的角度来说，很多类型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或者国际冲突表现为文化的冲突，尽管同一种文化内的不同国家也会发生冲突。在国际政治的文献上找不到具有实质性的文献来研究文化和文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地缘不存在。历史地看，最显著的就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不管表现为什么样的方式，两种文明的冲突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上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的理论。学术界不看好，但在实际政策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和影响力。实际上，很多人把“9·11”恐怖主义事件视为“文明冲突”的经验论证。文明或者文化本身并不会导致冲突和战争，但一旦代表不同文明和文化的主权国家频繁互动，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既有合作的能量，也有冲突的能量。
把文化放置于国际关系中不难看出文化到底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其一，文化作为思维方式影响国际关系。文化有很多方面的内容，但任何一种文化的内核总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本身并不成为冲突的根源，但当两种思维方式互动的时候，冲突就很容易发生。在国际政治上，思维就是对“自身”和“他者”（其他国家）以及自身和他者之间关系的思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没有两种文化是相同的。例如，一种文化里表现为“防御性”的战略很容易被另一种文化理解成为“进攻性”战略。其二，文化可以成为一种资源或者工具，为主权国家所动员和利用来影响国际关系。文化一旦被当作资源，就会对国际政治产生无穷的影响。这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内容。例如，穆斯林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但一旦被极端原教旨主义者所利用，穆斯林教义就可以被曲解，成为恐怖主义的精神基础。又如，长期以来，一些西方政府总能在最大程度上把“民主自由”的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来动员，以达到其影响国际关系的目的。而自其产生以来，民族主义更是为各国政府所动员，经常成为国际冲突甚至内部冲突的文化根源。
那么就国际关系来说，中国文化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有什么不同？在哪些方面会发生国家间的冲突呢？
这两种文化首先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数千年不中断的历史使得中国具备了一个其他大国很少有的大历史观，善于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问题，也往往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中国人的理性概念和美国人的理性概念很不相同。中国人的理性往往和大历史观联系在一起，而美国人的理性更表现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中国的这种理性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处理问题的方式。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过程中往往显得不慌不忙，具有足够的耐心。西方称之为“拖延战略”，但实际上是中国想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中国把很多问题看成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要这个过程在继续，总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对一些难以找到解决方法的问题，人们往往求助于时间，把问题留给未来。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只要问题得到有效管理，不让其爆发出来成为现实问题即可。
其次是对战略的理解。中国所强调的“韬光养晦”战略在西方看来只是暂时性的，只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机会，但实际上，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这一战略则具有永久性。在不同时间，中国使用各种不同的话语来论证“韬光养晦”战略，例如，“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这是中国数千年“反应性外交”和“防御性外交”文化的当代体现。“防御性”外交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长城文化”。为了防御敌人搅乱自己的生活，中国修筑了万里长城，力图把敌人挡在长城之外。这种战略在历史上并不算成功，但很能反映中国人的文化。同时，这种文化也反映在中国的军事发展上。中国强调“止戈为武”，发展武器是为了反对武器的使用，防御性和非进攻性是中国国防发展的最显著特色。中国只有当了解到其他国家会以何种方式、使用何种武器来威胁自己的时候，才会去发展某种武器，制定某种军事战略。中国很少有主动的、类似于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这和苏联不同，和“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不同，也和英国、美国不同。所有这些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都出现了“争霸”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计划。
反应性外交更是反映在中国的日常外交事务中。在清末以前，中国是没有类似西方的外交部的。在传统“天下”观下，中国一直没有外交的概念。近代以来开始有外交的概念，但外交在国家的政治议程中很难占据重要地位，这种情况直到今天并没有改变。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种反应性外交可能是个客观的存在。
 
基辛格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犹太人后裔。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1923 年5 月27 日生于德国费尔特市，1938 年移居美国，1943 年加入美国籍。1973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为一位现实政治的支持者，基辛格在1969年到1977 年之间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并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外交没有被赋予其应有的重要性，与中国人的“围棋”概念分不开。基辛格在其新书《论中国》（On China）中，通过“围棋”和“象棋”的不同比较了中西战略文化的不同。西方是“象棋”逻辑，是一种绝对游戏或者零和游戏的概念，即国家间的游戏更多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游戏。中国所秉持的则是一种“围棋”逻辑，这是一种相对游戏，或者是非零和游戏。很显然，在“象棋”逻辑主导下，西方外交获得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地位。在西方诸国，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外交部长往往是少数最为重要的部长之一，地位显赫。而中国的“围棋”逻辑则表明，国际关系并非你死我活，就是说，国际关系外交就像做生意，只是一种相对的获得，今天你多赚一些，明天可能我多赚一些。既然如此，外交就不会具有紧迫性。和西方各国外长相比，中国外长在行政等级系列中所处的位置极低，其对中国外交事务的影响也不大。
从更深一个层次看，这两种“棋”文化和中西文化不同的本质有关。西方文化无论是基督教文化还是穆斯林文化都是宗教文化，是一种排他性的使命感文化。使命感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要去改变“他者”，使“他者”转化成为自己；如果改变不了，那么这个“他者”就很容易被视为“敌人”。而中国文化是世俗文化，没有使命感，并且具有包容性。中国文化不仅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改革“他者”，更重要的是始终持开放的态度，来主动接受并且包容“他者”和“他者”的文化。
 

“围棋”和“象棋”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不同的战略逻辑，造成了中美两国不同的外交思维。（图/ 邝彪）
 
对国际关系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和西方对主权国家概念的不同理解。主权概念兴起于西方，传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主权的概念来自西方，但在中国作了根本性的转型。西方的主权国家概念里包含有“同质性”和“趋同化”的意义，因此西方国家总是努力想改变其他国家的政体形式，使得其他国家形式和西方的趋同。这明显表现在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推行“民主自由”政体的努力上。很多年里，西方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概念也仅仅是西方文化的表现。
与此不同，中国人所理解的“主权”仍然具有浓厚的“和而不同”的传统。中国人所理解的“主权”意味着一个国家不应当欺负另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不应当强求其他国家接受自己的各种制度形式。多样性事物的共存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的理想，即所谓的“和而不同”，或者“和谐”。当然，这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这个理想是否能够实现，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不很重要。 
历史上，基督教文化和穆斯林文化互相都企图改变对方，结果导致了无穷的冲突和战争。直到今天为止，这两种文化的冲突还在继续。同样，它们也在互相竞争，扩大各自的影响力。西方基督教文明起于地中海，从地中海开始一路扩张，先占据了大西洋两岸，现在又扩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和穆斯林相比，基督教文化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其扩张往往和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和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而穆斯林文化从表面上看受“9·11”事件的影响而处于劣势，但实际上也在快速扩张，并且是和平的扩张。穆斯林信仰不仅已经扩展到原来的非穆斯林地区，而且也通过不同方式深入到了原来的以基督教为主体的区域即北美和欧洲。
中国在历史上尽管也和其他国家发生过冲突甚至是战争，在国内也发生过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基督教和穆斯林两种文化之间那样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作为世俗文化，中国成功地吸收消化了佛教文化，甚至连最具有特性的犹太教也没有能够避免被中国文化所整合的结局。今天尽管从意识形态上说，中国还是继续拒绝西方宗教，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主动与西方融合。尽管有中国官方的努力抵制，宗教实际上已经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国的意识形态如何容纳宗教，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管怎样，在处理和西方的关系上，中国避免了苏联的选择。苏联选择了和美国争霸，而中国则不仅选择了不和美国争霸，而且选择了和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接轨。苏联和中国作出不同选择背后的理性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即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文化和中国人的世俗文化。
随着美国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代表中西两种文化的两个主权国家之间互动增多，它们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也必然增多。如何应对这种文化地缘转移给中国外交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这是中国今后数代人要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很显然，这种挑战远远超出了外交领域。外交领域所能做的仅仅是努力减少不同文化所能造成的文化“误解”，增进文化间的互相了解。中国要真正应对这种文化地缘所带来的压力，就只能等待中国文化的真正崛起，一种既体现自己的核心价值又能容纳西方价值的新文化。



地缘政治的转移
既然亚洲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世界经济重心的角色，那么美国就有充分的理由将其地缘政治的重心转移到亚洲。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地缘政治的转移。当世界的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的时候，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频繁接触就变得不可避免。尽管从长远来看，接触多了，两种文明之间的信任会得以产生和发展，但在最初阶段，在两种文明还不能互相适应的情况下，接触的频繁意味着冲突的机会增多。这里，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
首先是地缘经济因素。亚太地区日渐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是不争的事实，并且这种趋势在未来的数十年中不会改变。今天，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是第三大。此外，印度也正在崛起成为继中国之后的另外一个亚洲经济大国。印尼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忽视。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尽管也有经济增长的潜力，但远不及亚洲地区。多年来被人们称道的“金砖国家”（巴西、俄国、印度、中国和南非）中间，其他几个国家的GDP总量目前还不及中国一个国家。欧洲和美国现在面临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作调整。欧美经济对世界经济依然重要，但在其结构调整期间，要扮演世界经济领头羊的角色比较困难。这样，亚洲会在很长时间里保持世界经济重心的位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欧洲甚至俄国，其经济战略必然向亚洲转移。从世界历史上看，也是如此，即一个国家的地缘经济是跟着世界经济的增长点也就是经济重心走的。例如，唐宋时期的中国，18、19世纪的欧洲和冷战期间的大西洋两岸。因为亚洲地区涉及世界上几个最大的经济体，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到亚洲，也表明代表这些经济体或者主权国家的政府之间的互动也必然增加。这种互动意味着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的重叠。如果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不是互动的主体，那么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就更多地表现为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但一旦主权国家成为主体，那么经济互动面的战略重要性就显示出来，就是说，即使是经济上的互动也具有了非常的战略意义。
对美国来说，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非常符合其“税收国家”的本质。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一直在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来维持其所谓的“世界秩序”或者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但这样做需要大量金钱的支撑。因此，美国也一直扮演着全球性的“税收国家”的角色，即尽最大的努力通过各种方法向全世界各国“征税”，来承担维持“世界秩序”的费用。这一事实也决定了美国的地缘政治与其地缘经济的紧密相关性。如果两者是重合的，那么美国维持其全球秩序的费用就低；但如果不重合，美国所要承担的费用就会很高。显然，并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地缘政治会随着其地缘经济而转向亚洲。既然亚洲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世界经济重心的角色，那么美国就有充分的理由将其地缘政治的重心转移到亚洲。在这里，美国的“税基”庞大，其安全战略是可持续的。
地缘政治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战略本身。在美苏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就变成了唯一的霸权国家。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分庭抗礼，只主宰了半个世界，即西方世界。苏联一垮掉，美国的最高战略利益就是维持其唯一霸权的地位。美国开始利用现存体制来消化中国等新兴国家，也包括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做得相当成功。历史似乎沿着“历史的终结”（福山语）的道路在行走。前面讲过，在小布什刚刚上任之初，美国就出台了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意在对付中国。这种政策调整非常符合西方外交政策的逻辑。因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史表明，现存霸权必然会遭受另一个崛起国家的挑战。对美国来说，中国很自然成为美国的目标。
 
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
政治动向及运动的一种，在是对20 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国内的自由主义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产生并发展的，于1970 年代成型袁己故总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及乔治·沃克·布什执政期间，均推崇“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者的抱负主要在国际政治方面，其政治哲学主要有两条：其一，自由民主跟专制水火不容，民主国家应挺身反对暴政；其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
 
但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正当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很乐观地消化吸收着另一半世界的时候，“9·11”恐怖主义事件发生了，反恐战争在一段时间里牵制了美国的地缘政治的大转移。此后，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界，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主题。非传统安全的主角不再是主权国家，而是非政府组织。因为恐怖主义组织被定义为“邪恶”的非政府组织，美国的反恐战争大大减少了对主权国家的外交压力，尤其是中国。
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必须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也改变着西方人的思维。当时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主权国家不再重要，至少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要，而超国家组织（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家内部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甚至要超越主权国家。这种认知尽管反映了国际政治舞台上角色的多样化这个事实，但这种认知过分理想化。很显然，主权国家并没有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而变得不重要，更不用说是“消失”了。从今天的情况看，无论是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还是恐怖主义，都需要主权国家的强化。
 
非传统安全
又称“新的安全威胁”，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的是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具体说，指的是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
 
但不管怎样，这么多年的反恐战争使得西方政府意识到，恐怖主义是个常态，不可能因为反恐战争而得到彻底的解决。实际上，很多人也已经意识到，反恐怖主义是一场不可能赢的战争，因为被西方所定义的“恐怖主义”的因素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而呈现出一种持续发展的趋势。于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开始要人们接受“恐怖主义”是常态这样一种认知。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与其说是美国的反恐战争结束了，倒不如说美国接受了恐怖主义存在这个事实，是观念改变的结果。
很显然，这种观念的改变对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对一般国际关系而言，这种变化促使国际关系的主题重新回到了传统安全问题，主权国家因此再次成为聚焦点。这里至少包含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传统安全问题如伊朗和朝鲜的核扩散问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如果忽视了这些主权国家所从事的安全活动，那么这个世界（西方）将是不安全的。第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尤其是恐怖主义）所带来的不安全问题需要通过强化主权国家的能力来应对。不难理解，这种认知在深刻影响着美国和整个西方的战略调整。伊朗和朝鲜问题会随时被提到西方的议事日程上来。
对中国来说，这种认知使得美国再次倾向于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美国“重返亚洲”策略比较容易些。在短短几年里，美国很快明确了“重返亚洲”的政策内容，那就是前面提到的围绕着南海问题的军事战略调整和围绕着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经济战略调整。
美国以南海问题为核心的军事战略有其历史的延续性，也有一些比较新的内容。人们观察到，在小布什当政的早期，美国也曾经试图建立亚洲版“小北约”，即加强美国和亚洲区域内部同盟的战略关系。现在有人说在反恐时期美国忽视了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这并不准确。实际上，即使是在反恐时期，美国也在巩固和其传统盟友如日本、澳大利亚等之间的战略关系，基本上完成了所谓的亚洲版“小北约”的构架。不过，自从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的政策目标之后，这种战略越来越明确了，也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内容。
针对南海问题，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战略动作：第一，和越南、菲律宾等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合作；第二，扩大和澳大利亚的联盟关系，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变相“驻军”；第三，试图建立新联盟，如与印度；（当然，印度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很难成为像日本那样的完全同盟国，除非印度面临自己难以消化的国际压力。）第四，努力改善和传统上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的关系，例如缅甸。
应当意识到，美国这样做并非一厢情愿，而是具有来自亚洲的很大“需求”，就是说，亚洲国家要求美国卷入亚洲事务。这种需求至少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亚洲国家相信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来解决亚洲国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第二是来自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和担忧。在前一方面，亚洲国家并不见得一定要排斥中国，而是因为在各个方面，中国还没有显示出有能力应付和解决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以朝鲜问题为核心的东北亚局势和南海海上航行安全问题。美国是一个行动导向的国家，有时候做正确的事情，有时候做错误的事情，有时候做成功的事情，有时候做失败的事情，但不管怎样，美国的行动是可预期的。对多数亚洲国家来说，美国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强权。中国尽管正在崛起，但在国际事务上，还没有经历足够的考验。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也在尽力显示其是一个负责的国家，但还没有能力来承担责任、解决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亚洲国家自然倾向于选择美国。
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担忧和不确定是个老问题，也比较容易理解。除了日本，亚洲国家都较中国“弱小”（主要是认知上的）。小国家本来就惧怕单独面对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尤其是那些和中国有各种矛盾和纠纷的国家，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领土（海）上的。这些国家既然不愿单独面对中国，那么就要么抱团面对中国，要么邀请其他大国来对付中国。即使是日本，这方面的担忧也是很显然的。当然，不管什么原因，邀请美国卷入是有成本的，但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这些国家也愿意以各种方式为美国承担费用，也就是自愿被美国“征税”。
美国“重返亚洲”的经济战略则是以TPP为中心的。TPP本身并非为美国创始，但一旦美国卷入，开始主导TPP，其性质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TPP本身是一个新的尝试，一旦实现，参与国家很多方面的“经济主权”势必遭到削弱。现在人们还不知道想参与其中的一些较穷的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如何消化TPP的压力，因为它们和美国经济水平相差实在太大。即使是日本这样发达的经济体也不见得能够消化。对一些国家来说，参与TPP的谈判，其政治战略理性要大于经济理性，甚至就是为了政治和战略上的考量，也就是应付中国的考量。尽管人们不知道TPP最终如何实现，但在中国看来，其发展趋势类似于冷战期间西方所实施的“战略性贸易”（strategic trade）。
对美国来说，TPP的一个潜在的课题就是如何应付中国经济模式。在新兴经济体中，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兴起成为一大趋势。国家资本主义被视为对以西方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构成竞争甚至是威胁。在西方，中国被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中国尽管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也努力在和世界“接轨”，但在西方的眼中，中国并没有按照“规则”办事情，或者只是有选择性地遵守。尤其是近年来，西方深陷经济危机，更是把矛头对准中国，把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从纯经济角度看，TPP无疑是为了推进世界经济的高度自由化，同时，TPP本身又是一个开放体，原则上中国也可以通过和其他国家的谈判来加入。不过，要中国放弃如此大的经济主权，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这样，TPP必然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压力。从长远来看，中国要么改革国家资本主义，从而变得更加开放，为加入TPP创造条件；要么被排挤在外。但从目前来看，中国最为担心的是TPP的战略性质，而非经济性质，正如越南、日本等国家的主要考量是战略上的一样。
对地缘政治的这种大转移，很多人或许还没有看到，或者不愿意看到。他们不能理解美国为什么要把地缘政治的重心转移到亚洲。中国既无实力也无意愿和美国对抗，美国何苦呢？不过，这种转移是实实在在的，并且发展得很快。一旦美国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中国就会面临无穷的外交压力。中国必须直接面对。当然，这种转移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世界末日。中国有很多政策选择来加以应对。关于中国的对应政策和举措，我下面再讨论。



中国外交国内环境的变迁
很多看似民族主义的东西，就它们的本质来说，并不是民族主义，充其量只是“义和团主义”。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外交的内部环境。中国外交在面临包括地缘文化和地缘政治因素在内的外在环境变化的同时，也面临着内部环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内部环境的变化对外交的影响甚至大于外部环境。那么如何来理解中国外交的内部环境变化呢？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四个“化”上来理解。
首先就是外交过程中（包括外交决策和政策实施过程）的利益多元化。在西方民主政体中，多元利益的表达是外交过程的内在部分，各种利益通过各种制度化了的途径对国家的外交过程产生压力。既然中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利益社会，外交过程的多元利益表达也就成为必然。各种利益的表达尽管并不像西方式民主那样具有制度化，但利益对外交的影响较之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很多因素促使中国外交过程中的利益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是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中国选择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通过调整自身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利益的关联，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利益相关者。当然，说中国是利益相关者并不是抽象的，指的是中国内部的一些利益和世界经济的关联。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化甚至是自由贸易的主要推动者，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中国经济全球化背后的庞大利益。从前，总是发达国家大力推动自由贸易，而发展中国家则努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从总体上说还是发展中国家，但对自由贸易的推动不遗余力。没有这个过程中的庞大利益，很难理解这种行为。
就GDP总量来说，中国已经成为第二经济大国。这一事实对中国本身的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人均GDP还是很低，但对国际社会意义重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视中国为大国，并且给予非常的关切，从军事、战略和文化等方面来衡量中国对它们的可能影响。当其他国家的众多利益和中国相关的时候，中国内部也会有同样多的利益产生，并且参与到外交过程中来。近年来，中国从军事、战略到媒体、文化等各种外交主体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外在客观条件的要求，也是内部多元利益的反映。实际上，中国所说的“公共外交”也是一种利益的反映。
第二是各种声音的非理性化，尤其是情绪化。多元利益必然导致声音的多元化，这是个普遍现象，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但中国外交领域的声音的非理性化和情绪化则是令人担忧的。在众多的声音中，有两种格外引人注目。第一种就是外在世界称之为“民族主义”的声音。在主权国家时代，民族主义不可避免，民族主义是主权国家的世俗化了的宗教。在中国，人们并不担心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崛起，人们所担心的是各种假装成民族主义的声音。很多看似民族主义的东西，就它们的本质来说，并不是民族主义，充其量只是“义和团主义”。民族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国家利益，民族主义为的是增进国家利益，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手段。这里，重要的是手段与目标的统一。但在“义和团主义”那里，两者并不统一。愤怒、强硬、打打杀杀等也是现代“义和团主义”的关键词。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是，各种自以为是民族主义的声音到最后刚好和国家利益背道而驰，严重损害着国家利益。自诩为“民族主义者”的群体，当他们认为政府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了强硬的政策或者举措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而当他们认为政府采取的是软弱政策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们认为政府是在向西方“投降”的时候，他们就很不高兴。只要主权国家还继续存在，民族主义就不会消失。对中国来说，问题在于如何确立各种理性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成为国家认同、国民团结的要素，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重建的过程中，必须纳入法制和法治的轨道，否则民族主义会释放出破坏社会秩序的巨大能量。（图/CFP）
 
另外一种声音刚好相反，主要发生在亲西方的社会力量中间。他们或者与西方的利益密切相关，或者从理念上认同西方价值观。因此，他们总是希望政府和西方站在一边。他们的情绪和上述“民族主义者”相反。当他们认为政府是亲西方的时候，他们就高兴；而当他们认为政府是和西方背道而驰的时候，就非常不高兴。和“义和团主义”一样，这种经常自诩为“自由主义”的声音也是有损于国家利益的。实际上，和“义和团主义”一样，“自由主义”也同样是没有“国家利益”概念的。
第三是外交思维和行为的美国化。外交思维的美国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霸权，向美国学习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很多人的共识。尽管中国有很多人不喜欢美国，但他们向往的却是中国变成美国。实际上，“向强权学习”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所形成的一种心态和共识，因为长时间受强权欺负，人们便想通过学习强权，来对付强权。这种心态不难理解，不过，从清末和“五四”以来的几代人，他们一方面主张学习西方，同时也懂得中国自己的传统，包括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如此。对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来说，学习西方只具有工具性意义，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现在则不同，中国传统的精神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体”、“用”概念已经不复存在，很多人根本就分不清楚什么是“体”、什么是“用”了。对他们来说，学强权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变成强权，并且也像强权那样来作为。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心态更加变本加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留学潮”。人们在美国和西方接受教育，也简单地接受了美国和西方的一切，包括它们的理论和概念。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上，今天中国所出现的大量理论都是从美国进口的，也有少量从欧洲进口。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些外来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一些人甚至把它们当成真理来评判一切。当然，也有人意识到美国理论和概念的不足，想回归传统，但大多数人也只是用西方的理论和概念对中国的传统再作一遍解释罢了。没有人能宣称，今天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
那么这种思维状态的实际行为及结果如何呢？在中国的实际行为中，人们往往看到了中国外交中的“美国精神”。在现实面，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自身，很多人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强权。“取代美国”成为很多中国人的梦想；当然，对美国来说，这种结局必然是噩梦。这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影响中美关系。中国要“取代”美国霸权，而美国要避免“被取代”，这似乎正在逐渐成为中美两国互动的主轴。其次，对小国的影响也异常深刻。小国家并没有多少选择，他们只能在大国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中国和美国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大国，那么很多小国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小国，自然就会选择美国。
第四是外交决策的分散化。中国尽管理论上仍然是中央集权制度，但这绝对不是说，中国的外交决策是集中的。正如中国的外交过程中出现了多元利益，其外交决策的角色也是多元的。人们随便就可以指出很多和外交相关的官僚组织和机构，包括外交部、中联部、国防部、商务部、国家安全部、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等等。外交决策角色多元化在其他很多国家也存在，中国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在于缺失有效的协调和整合机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在官僚层面，中国行政等级的至关重要性妨碍了官僚层面的协调整合，也就是缺少横向整合机制。在中国，所有这些机构都处于同一行政级别，也就是部级。既然是同一等级，那么就是互不从属，谁也不用听从谁。各自为政是所有这些官僚机构的通病。但在像美国那样的国家，一旦一个机构被指定为某一外交领域的主导机构，那么其他机构都必须为该机构服务，受该机构指挥，即使它们和该机构属同一行政级别，甚至高于该机构，也就是说，一个“部”级单位会被要求听从一个“局”级单位。而在中国，这种情况则可能是天方夜谭。
 
国家安全委员会
美国于1947年根据《国家安全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任主席，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为法定的正式成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分别以军事顾问、情报顾问身份法定列席会议。此外袁总统可以根据需要指定有关人员列席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负责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是在一切有关国家安全政策的统一与协调方面，向总统提出建议；协助总统制定、审查并协调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内政、外交及军事政策。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最高层面，中国不存在一个类似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那样的协调机构。这种“顶层设计”就是要在前面横向整合的基础上再实现纵向整合。在横向整合机制上，如果说各个官僚机构代表不同的制度利益，那么横向整合出来的利益很可能是各种利益体的整合。但是在外交事务上，各种官僚利益的整合并不见得能够代表国家整体利益，或者国家利益，这就要求在此基础上的纵向整合。“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扮演了这个角色。
中国表面上看也有类似的“顶层设计”，即国家“外事领导小组”。但在实际层面，外事领导小组不可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相提并论。后者是一个庞大的实体，而前者只是一个“电话中心”，或者会议召集机构。在上世纪90年代末，也有一段时间提出了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并且也进行了争论，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理念没有能够转变成制度。
在横向整合缺失，而纵向整合不存在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两种情形。第一就是各个官僚机构自行决策，再提升为国家的决策。中国的很多外交政策很难说是国家的决策，而是各官僚机构追求自我利益的结果。不同官僚结构出台不同的外交政策，它们往往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第二，高层的外交意志（如果有的话）很难成为政策，更不用说有效实施下去了。在毛泽东和邓小平“强人政治”时代，这种情况还不突出，因为尽管也缺失制度机制，但领导人总可以通过人事任命制度来任命能够执行自己的政策意志的官员。但在后强人政治时代，没有一个领导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任命可以执行自己政策意志的官员了。
在一定程度上说，所有这些“化”的出现和存在很难避免，也不是异常之事。但如果这些“化”的负面后果不能加以克服和消化，那么受损的必然是国家整体利益。实际上，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在中国外交和国家安全行为上，“国家利益”的概念正在被虚无化，甚至感觉不到其存在。也就是说，很难用“国家利益”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行为。这种现象当然必须得到改变。



中国外交的外部战略选择
在中美关系上，中国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理性地认识美国。
 
我要讲的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外交的外部战略选择。中国外交的外部战略选择涵盖方方面面，但这里主要讨论两个相关的方面，即中美关系和与南海相关的周边外交。
在中美关系上，中国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理性地认识美国。很多年来，这两大国各自对对方有过多的“情绪”而缺少理性客观的认识。这里不谈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的认知也一直存在很多问题。在人们日常的讨论中，各种情绪是显见的。有亲美者，他们希望中国接受美国式的制度，演变成美国那样的国家。这个群体实际上是喜欢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来促成中国国内的变化的。但是，在一些国际事务上，例如南海和东海问题，他们也不希望美国站在中国的“对手”一面。有轻美者，他们往往藐视美国，认为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来行事而无须考量美国的回应。反映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这个群体主张中国以强硬手段来应对有关国家，而无须考虑美国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当然，也有恐美者，他们对自己毫无信心，恐惧于美国的一切。反映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这个群体往往主张采取“怀柔”政策，或者被动应对或者无动于衷。
就中国的周边外交来说，中国最难以面对的就是“美国的存在”这个事实。不管是因为历史的因素还是现实的因素，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千丝万缕。一些人往往简单地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视为中美关系的一环，把所有的麻烦和问题与美国联系起来，似乎没有美国，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因此，从主观上说，一些人还是想着有朝一日把美国势力赶出这个领域。中国的一些行为（主要是反对美国在亚洲存在的言论）也被美国人解读为中国把美国赶出亚洲的努力。对当今世界的唯一霸权美国来说，中国人的这种心态令其十分担忧。
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问题就是不能把“美国的存在”当成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起点。当其他国家把这个因素当作起点，把“美国的存在”作为工具而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中国很多人似乎不想承认或者不愿面对这个现实，把美国的存在视为负面的因素、一切问题的根源。如果换一种思维，情况就可能很不一样。中国是否可以利用美国的存在这一事实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呢？现实的逻辑是这样的：当美国感觉到中国在排挤它的时候，它会尽一切力量来保持和强化其在亚洲的力量，来挤压中国在亚洲的空间；当美国感觉到中国欢迎它在亚洲的存在并且采取的是合作态度的时候，它反而会愿意“分享”其在亚洲的空间。
今天中国面临的困境是：美国感觉到中国要把其赶出亚洲，因此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来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利用南海等问题只是美国诸多手段之一；而中国觉得到处受美国的挤压，要调整战略来应对美国，如果不能直接针对美国，那么也要针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这是国际政治上典型的“安全困境”。而这个困境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对自己都没有足够的信心，对对方没有基本的信任。
很多迹象表明，中美两国有陷入这个“安全困境”的倾向。美国已经有了很清晰的思路和很多的动作来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中国尽管还没有改变其政策，但社会层面的政策争论已经开始。从目前的政策争论中，人们可以想象几个场景。第一，正如有人已经提到的，中国可以仿效美国，培养一个亚洲“古巴”，例如菲律宾，产生“杀鸡儆猴”的效应。也就是说，针对众多的周边国家，中国可以作选择，对不同国家实施不同的政策。在那么多周边国家中，存在一个“古巴”甚至两个，并不可怕。第二，中国也可以仿效美国，实行“战略性贸易”，建立自己版本的“TPP”，用经济手段来奖励一些国家的同时，惩罚另一些国家。考虑到中国现在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尤其是在欧美面临长期的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这种方式也是可以产生一些效应的。实际上，中国很多人越来越难以相信：中国具有那么庞大的经济利益，为什么搞得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在过去，中国一直在提倡“外交为经济服务”，当中国的经济反过来为外交服务的时候，必然产生外在的巨大影响力。第三，中国甚至可以实行联盟政治。中国历来奉行不结盟政策，但在国际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很可能得到改变。实际上，中国独特的主权概念有利于结盟，也就是说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干涉别国内政。这种倾向有利于中国和具有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打交道。尽管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搞“民主价值”同盟，但经济同盟也会很有效，尤其在亚洲。即使是在战略上，虽然现在很多国家因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而对中国表现出极大的担忧，但如果中国真正在战略上崛起了，情况就会很不相同。也就是说，当中国真正能够在安全战略上为其他国家提供“公共服务”（public goods）的时候，外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就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今天，很多亚洲国家需要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有担忧，更是因为美国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务”，而中国则没有。
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有必要作这些选择吗？很显然，这些既不是中国追求国家利益的最有效方式，更不能使得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对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中国应当有一个合理的判断，是威慑（deterrence）还是围堵（containment）。威慑指的是美国的政策是为了防备中国做对美国不利的事情，围堵指的是美国的政策是要遏制中国的外在影响力甚至中国的内部发展。不同国家对同一政策往往会有不同的解读。例如，美国认为其驻军澳大利亚是对中国的威慑，但中国认为这是围堵。再者，威慑和围堵战略也可以并用。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一方面用核武器来威慑苏联，另一方面用“孤立”、战略性贸易、西方同盟和军事竞赛等方式来围堵苏联。
理性地说，美国要对中国围堵已经不可能。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中国不但没有像苏联那样要和美国竞争世界霸权的计划，而且中美两国至少在经济方面已经高度互相依赖，同属一个体系。不管美国政府的意向如何，要美国的经济界完全脱离中国没有可能。所以，对美国来说，其对华战略充其量就是“威慑”。
如果是“围堵”，那么中美两国就没有了合作的空间，但显然，这不是事实。实际上，中美两国关系的最高层面仍然是合作。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也需要美国的合作。自从上世纪冷战期间形成中美建交对抗苏联霸权以来，中美这两大国之间的关系就具有了全球意义。现在更是如此。没有了苏联，中美关系可以说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轴。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对中国有两种态度：一是需要中国，二是防备中国。美国首先需要中国。作为“老大”，需要“老二”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是世界的警察，每天都在承担着庞大的费用，如果“老二”支持“老大”，那么“老大”的世界警察地位就可以持续。但如果“老二”不能为“老大”承担责任，那么“老大”需要更多的费用，其地位的可持续性就会成问题。美国现在处于相对衰落地位，更需要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对美国而言）。这也就是美国这些年来宣称“中国责任论”背后的原因。美国也一直在抱怨中国是“搭便车者”，没有承担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对美国来说，中国拥有多大国际空间取决于其所承担的国际责任。
对中国来说，也是可以有效利用美国的这种对中国的需要的。例如，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经常被美国和周边国家视为对区域安全和稳定的威胁。如何应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可避免，不会因为外界的担心而停止，但同时外界的担忧也是必须正视的。如果双方互相误解，造成一场军事竞赛，那么就会对中国大大不利。无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经济结构，都决定了中美之间的军事竞赛必然促使中国走向苏联的军事经济道路，从而使得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中国要军事现代化，但又不想陷入军事竞赛，那么就必须改变军事现代化的方式，把军事现代化置于中国国际责任的话语中，并且必须在政策层面保证更为透明和可预期。
即使对很多人所担心的TPP，中国也应当作理性的解读。没有中国的参与，TPP就没有多大意义，这一点连美国人也是意识到的。美国的意图也是在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使得中国经济更加开放。因为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享受了进入“国际体系”的好处，而没有承担足够的责任。但因为TPP的开放性质，中国也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尽早和一些国家开始谈判，尽早以参与的方式来影响其进程，避免其最后成为美国主导的针对中国的经济贸易集团。这样做，对美国和中国都是有利的。
在下一个层次，美国才会考虑上述讨论的“威慑”和“围堵”等方面的策略，也就是说，美国要防备中国挑战“老大”的位置，阻止中国取代美国霸权。中国周边如此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刚好为美国提供了无穷的机会，从黄海、东海、南海到印度洋，从新疆、西藏到台湾，美国有太多的文章可做。而美国这方面的动作也是中国最为担忧的。
美国从中国周边入手来防备中国，不难理解中国的回应。但是也不难看到，要处理好中美关系，中国必须从前一方面做文章，也就是从国际或者区域责任的角度。中国要承担区域甚至国际责任。中美两国对责任有不同的理解，中国有自己的责任定义，不想承担美国所定义的责任。尽管有这种分歧，但一定的共识还是可以达成的。美国是体系的“老大”，中国是“老二”，美国要对整个体系负责（尽管其背后是美国的自私自利），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为整个体系负责。就是说，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来说，中美两国有很多重合的利益，并且体系的整体利益和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也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一个层面和美国达成更大的合作，那么在周边层面中国可以大大减轻来自美国的压力。如果中国能够从体系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么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也会全然不同。
和美国一样，中国实际上也在尽力“拉拢”周边小国家。越南和菲律宾最近这些年使劲拉拢和靠近美国，但中国并没有放弃，而是试图用经济因素使其不要过于靠向美国。然而，中国的努力并没有正面效果，相反，中国越拉，这些国家越靠向美国。为什么？这里的因素很复杂，但其中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第一是中国的区域责任。20世纪以来，中国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和东盟国家改善关系，在经济上非常成功之外，其他方面也有往好的方面发展的趋势。但中国没有处理好南海问题。尽管中国认为南海问题并不是由中国引起的，而是越南和菲律宾等国所致，中国只是被动反应罢了，但中国忘掉了自己已经至少是区域大国，不可以对像南海这样重要的问题毫无准备。在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很显然必须放置于中国和东盟区域整体利益之内。在没有准备好如何在区域整体利益内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中国的反应不仅给予了当事国（越南和菲律宾等）更多的理由来邀请美国，而且也失去了其他和这个问题没有关联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对这些国家来说，尽管他们和主权纠纷不相关，但他们必须关注区域的整体利益。很显然，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是用国际水域“航道安全”来论证对南海问题的关切的。
第二是中国忽视了小国家天生惧怕单独和大国打交道这一事实。在理想层面，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等政策口号，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感受到威胁。但这并不容易，中国的真诚很难让小国家感觉得到。这就要求中国从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问题。这方面，中国如果学习美国，即不尊重小国家，那么小国家会更靠向美国。有关南海等问题，中国可以改变传统双边主义的做法，转型到现代新型的双边主义，即在多边（中国和同盟）的构架内来讨论双边问题。这就可以大大减少小国家的担忧和恐惧。实际上，去年有关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讨论已经前进了很大一步。中国必须往多边主义方向努力。在越南和菲律宾的案例上，中国力图通过经济方法促使这些国家回到传统的双边主义，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会适得其反。事实上也如此。
不管怎样，无论是在和美国的关系上还是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仍然拥有很大的外交空间。这些空间的拓展无疑可以增加应对自己所面对的挑战的可能性，有可能避免和外在世界的对抗，从而增进国家利益。但这些空间的拓展的前提就是解放思想，改变传统思维方式。在国际关系上，英雄主义要不得，懦夫主义也要不得，只有理性才能追求国家利益。



中国外交的内部要素改革
不同的认知导致不同的决策结构和社会环境。在今天的中国，最令人遗憾的是对外交的政治重要性认知不足。
 
最后，我要讲一讲外交的内部要素改革问题。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要有效应对外交外部环境的挑战，就要改革内部环境。内部环境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有决策者对外交的政治重要性的认知、外交的决策结构和社会环境。
外交是国家间的事情，但对外交的政治重要性，每一个国家的认知是不同的。不同的认知导致不同的决策结构和社会环境。在今天的中国，最令人遗憾的是对外交的政治重要性认知不足。在外交认知上，自近代以来，中国总体上来说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
中国尽管是个文明古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但外交的历史并不长。在清朝之前，中国并没有一个类似今天“外交部”这样的机构。传统上，中国人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世界”只是中国的延伸。中国在和其所知的外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发展出了“朝贡体系”，朝廷也设置了机构来接待“朝贡”来使，但这并非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在西方列强来到中国之后，中国的精英们才开始发展出国际观来。中国传统形式的国家无法应对自西欧产生的近代形式的国家，中国的精英们才开始学习西方，包括外交。清朝设立近代形式的“外交部”算是中国制度近代化的一部分，但即使这样，外交也并没有被赋予足够的重要性。大概外交是个比较麻烦的领域，统治者中没有人想去碰它，甚至试图回避，总是派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来掌握外交。等到外交方面出了像鸦片战争那样的大事情，皇帝才会派一个“王爷”之类的人去处理。
更为重要的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外交”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外交。顾名思义，“外交”就是要“走出去”和其他国家交往，在国际舞台上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大清帝国的“外交”是在自己的国土内部进行的，主要是抵御或者减缓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最典型的就是李鸿章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大外交”。作为外交家，李鸿章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敬佩。没有他的“大外交能力”（即在各帝国主义之间的周旋），中国有可能早就成为西方列强或者日本的殖民地，而非后来毛泽东所定义的“半殖民地”了。不过，“弱国无外交”，李鸿章的“外交”天赋并没有能够阻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李鸿章自己也感叹，当时的清朝已经是一间“破屋子”，他仅是一个“裱糊匠”罢了，无力回天。
清朝解体之后，中国走上了重建国家政权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泽东，各派政治力量和其他国家（主要是西方和日本）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关系。其间，国民党政权也曾经有过可歌可泣的外交历史。但总体上，因为国家力量的弱小，中国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外交”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是作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一个“工具”而被给予了一些外交空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不过，当时外交的主要目标也并非是“走出去”，而是求生存，即在一个恶劣的国际环境里面求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生存。由周恩来亲自掌握外交，足以说明外交的重要性。也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总理才树立了“外交无小事”的外交意识。改革开放前，中国所有的外交领域的突破，无论好坏，都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的人物亲自抓的情况下发生的。
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今天中国的外交环境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局面，所可利用的各方面的外交资源已经今非昔比。在李鸿章时代，“弱国无外交”，但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很多人说是“大国小外交”，就是说国家越来越强大，但外交格局则越来越小。前面我已经比较系统地讨论了今天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外交格局过小首要的原因在于没有给外交以足够的政治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外交思维还仍然停留在李鸿章时代的“抵御性”外交和毛泽东时代的“求生存”外交上。从前中国缺少外交资源，现在是大量浪费外交资源，或者很多资源被闲置着没有动员起来。主要原因在于对外交的政治重要性认识不足。在经济上，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的半壁江山与世界经济高度互相依赖，生产什么、消费什么都会对国际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其他方面，包括军事、战略、文化等等也是如此。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导致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不过，所有这些并没有反映在政治上。
外交的政治重要性并不抽象。尽管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强调外交的重要性，但这种认知并没有反映在机制上。前面讨论过，中国缺失横向整合和纵向整合的机制。尽管外交利益多元化、声音多元化、决策角色多元化，但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那样的机构来统筹外交事务。在任何国家，除了总统（总统制）和首相（内阁制），外长和财长最为重要。美国的国务卿在正式的行政系列上的位置是第三，实际上的位置是第二。中国的外长不知道处于第几位，但很显然，外长只不过是众多外交角色中的一个，并且其行政级别并不较其他角色高。外长在政治系统中的等级不够，权力不够，其他国家就会对其不那么重视。更重要的是，在和外国打交道过程中，很多本来应当抓住的机会往往流失掉。
要实现“大国大外交”，中国首先必须具有一个大外交的制度结构，没有这样一个结构，小外交的局面还将继续。如何改革体制？从体制运作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体制类似于俄罗斯或者法国半总统制的体制，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主席和总理之间的分工类似于这些国家总统和总理之间的分工，国家主席和总统都是掌握外交权的。当然，中国的国家主席的权力主要来自于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这一事实。如果意识到体制的这个特点，那么中国至少有两种相关的制度选择。一是改革目前的国家外事领导小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类似的组织，使得这个组织变成一个实体。国家外事领导小组尽管由国家主席（总书记）担任，但因为这个组织是个虚体，难以拥有重大的外交决策所需要的资源。前面说过，“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设想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有过，也进行过一些论证，但至今没有落实。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并且外交对于中国内政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设立类似这样的一个大机构势在必行。
如果这一设置还是有困难，那么至少必须有一位政治局委员，甚至是政治局常委来专门负责外交，并且辅助总书记（国家主席），在国家外事领导小组开展工作。在中国，一个领域的政治重要性主要表现为该领域处理事务的领导的政治级别。钱其琛担任外长时同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国1989年后在那么严峻的国际环境下很快改变了外交环境，这是当时领导层亲自抓外交的结果，而当时的外交重要性也表现在人事任命的政治行政级别上。中国的大外交需要一个大机构来支撑。
再者，大外交格局的出现也要求中国吸收、消化一些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新情况和新挑战，例如，限任制和年龄限制制度。限任制和年龄限制是改革开放后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近年来越来越制度化。这些制度变革应当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它们从制度上保证了个人专断成为不可能，也保证了领导干部的年轻化。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些制度创新也带来了一些“缺陷”，就是如何确立政治责任。外交方面也如此，领导人的频繁变换经常导致他们的短期利益观念，使他们很难从长远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长远利益观念，而是说制度限制了他们不得不具有短期利益观念。再者，外交需要经验的积累，“资深”的概念对外交来说至关重要。从世界范围看，那些伟大的外交家和外交战略家都是“资深”人物，也就是一辈子在外交领域打拼的人物。但在中国，限任制和年龄限制使得“资深”不可能。
中国不可能再回到政治人物终身制的时代，不过，这些“缺陷”并非不可能克服。从各国经验看，中国要把政治人物和职业外交家区分开来，也就是要在外交系统确立职业外交家（公务员）制度和政治任命制度的分离。政治任命是根据政治情况的需要进行的，并且需要从属于限任制和年龄限制，但职业外交家不能受政治任命的影响。这种分离既可以保证外交领域政策在变化和延续性之间的平衡，也可以充分利用职业外交家们所积累起来的经验。
光有职业外交家的经验仍然不足以保证大外交的确立，因为职业外交家只是外交的执行者。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培养一些能够超越具体利益的外交战略家。李鸿章、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是伟大的外交战略家。不过，现实地说，要中国出现类似的外交战略家已经非常困难。怎么办？中国可以培养出类似基辛格、布热津斯基那样的战略家。他们既可以来自职业外交家这个群体，也可来自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但不管如何，他们必须超越具体的利益。他们不应当有具体的组织和机构利益，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界定“国家利益”以及追求实现国家利益的方法。这样的战略家必须和政治家配合，在重大外交决策上发挥重大作用。这样，就可以进而实现决策（政治家和战略家）和政策执行（职业外交家）之间的分离。
 

1971 年7 月，基辛格在对巴基斯坦访问期间借口身体不适，打破原有行程，秘密地开展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为翌年的尼克松访华铺陈了道路。
 
中国目前缺失培养战略家的环境。中国的情况是，主要政治人物对外交缺失兴趣，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缺少与实际政治和政策的关联，职业外交人员只聚焦于具体事务的执行。这里，只有微观，没有宏观，更没有微观和宏观的关联。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产生大的外交观念、大的外交格局？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的外交领域研究严重缺乏专业性，大多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类似于“报告文学”或者“科幻小说”，靠情绪、愤怒来产生影响。缺失专业研究精神使得外交战略领域似是而非，各种“阴谋论”满天飞。只有理性和科学才能探究未知的事物。没有理性和科学，那么只好假定什么都是“阴谋”了。例如，这些年来，美国人做什么都被当成“阴谋”。货币是阴谋，朝鲜问题是阴谋，南海问题是阴谋，等等。因为一旦相信这些都是阴谋，自己就只好无动于衷。结果呢，自己被各种阴谋所困，眼睁睁地等着各种外交危机的发生，损害着国家利益。
在外交的社会环境中，民意也正在变得不可忽视。外在世界将此称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因为愤怒是所谓的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民意无论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对外在世界关于中国的认知都在产生着相当的影响。尽管还没有类似于民主国家的表达机制，中国的民意也不可避免地变得重要起来。不过，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外交领域民意的愤怒与其说是对外国的愤怒，倒不如说是对本国外交的不满。实际上，自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确切地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外交领域的民族主义大多是表达对政府外交行为的不满。但这种愤怒的民意经常促使中国的外交面临困境。
外交方面的欠缺，导致社会的不满意；社会的不满意导致政府官员必须照顾民意；而照顾民意进而很难保证外交政策的理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民意不可避免，但对民意还是要采用毛泽东的态度，即“既不要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要当人民的尾巴”。民意和专业外交必须区隔开来。现在，中国大力提倡公共外交，但对公共外交要有正确的理解，这并不意味着外交的大众化。社会当然可以在外交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但一旦公众进入传统外交领域，那么一个国家将无外交可言。美国是民主的典型，但美国的外交是高度集权的。如果中国所提倡的公共外交演变成外交领域的“泛民主化”，那么损害的必定是国家利益。
问题在于，如何消减公众对外交领域的愤怒？很简单，要跳出目前的恶性循环，首先必须把外交做好。外交做好了，公众的愤怒自然就会消退。公众的愤怒消退了，外交领域的自主性就会增强，政治家、战略家和职业外交家就可以更专业地把外交做好。专业的思想、专业的决策、专业的执行，这些是一个国家大外交的前提条件。尽管各种非政府力量在崛起，但这个世界仍然是主权国家时代。主权国家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来强化自身作为外交主体的能力，而非被非政府力量拖着走。
中国的内部外交环境正在变化，对外交事务的挑战正在迅速增加。很显然，这些内部环境变化既有其必然性，也是可以加以改革的。如果不能根据新的内部环境来改革外交的思维、政策和执行结构，那么不仅很难追求“大国大外交”的理性局面，而且不同形式的外交悲剧也会变得不可避免。
 
（本文为作者为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所作的报告（第126场报告），2012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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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以来的全球化大潮和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外交转型是当代史的两个重大历史议题。其中，“中国模式”更是当代最具意义和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郑永年教授围绕“中国模式”的几篇客观公允、兼顾历史与现实的讨论，正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几十年、以至于百年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简明而深刻的思考框架。在“全球化与中国转型”这个宏大的题旨下，郑永年教授具体关注了中国在经贸、文化、外交、金融等各个层面遭遇的机遇和挑战，并深入探讨了中国应如何应对全球化这一重大战略问题。对于当今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局面，郑永年教授主张中国应继续对世界开放，通过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但同时也要认清中国具体的发展模式、国情历史和制度局限，这样才能在全球化的形势下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繁荣进步。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只有充分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理性稳妥地应对世界、推进改革，方能立于不败之地。闭门造车、固步自封固不可取，全盘西化（美国化）同样也绝非善途。在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国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改革者必须理性思考和分析，才不至于失去对世界形势和自身发展的掌握。
现在，编者把郑教授有关这方面的评论文章汇编成书，以飨广大关心中国国运的读者。依据不同主题，编者把文章分为八个部分，包括中国模式的理论思考、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文化崛起与国际形象、作为经贸大国的机遇与挑战、中国与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秩序、改革开放与内部改革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国际观、中国对十年来世界大局变化的回应。这八个方面基本上反映了郑教授近年来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外部崛起与内部转型的见解。在编辑过程中，编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并注明了每篇文章的发表日期和出处，这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原文，另一方面也能够忠实反映出作者对当时局势的看法以及认识的深化。
最后，编者要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在编辑过程中给予的热情帮助，特别是王利波编辑的支持和建议。
 
黄彦杰
2011年12月于新加坡



第一部分 中国模式的优与困



中国模式的机遇和挑战
最近很多迹象表明了外部世界对中国作为大国的期望的快速提升和对中国模式认同感的增加。首先是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复苏。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各国还是寄希望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很多人也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抱有希望，但毕竟这些发展中国家从来就没有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人们对新兴经济体能够做什么并不明确。相反，二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总能在拯救世界经济危机中扮演关键角色。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即使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也只是作为配角。
但这次则全然不同。各种指标表明亚洲的经济正在恢复正常，甚至是复兴。而西方，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危机已经见底，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回升，但人们仍然看不到其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意义。尤其是美国，人们一直在期望美国能够做领头羊。危机发生之后，全世界各国都用不同的方式来“拯救”美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种考量，因为人们意识到，如果美国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也会进一步影响本国的经济。但看来，至少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能够扮演此种角色。
与美国相比较，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这次本身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深受外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在承担各种国际责任的同时，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复苏自己的经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台了庞大的拯救经济计划，即通常说的包括四万亿人民币在内的一揽子计划；二是政府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重点放在刺激和促进内需上。
 
兼有金融与经济杠杆
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因为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中国政府具有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实施其危机拯救计划。结果是显见的，这些举措不仅带动了本身的经济复苏，而且也带动了整个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回暖和复苏。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和中国经济体紧密相关的经济体大都开始出现增长的势头。而中国的这种复苏势头又对西方经济体产生了积极作用。如果说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作用仅仅限于亚洲，那么这次中国的作用则超越亚洲而对全球经济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人们发现，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好转就与它们对中国贸易的增长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的经济表现令西方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不过，事情还并非仅仅是中国的经济角色问题，从深层次看是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已经有很多年了，中国政府本身在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没有公开接受或者反对这个概念。中国模式本身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并且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这种模式最终能否成功，还有待检验。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们对中国模式则不这样看。曾经宣称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这些年来一直在修正他的观点。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复和中国的崛起都表明“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最近，福山注意到，尽管亚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一个更有效率的中国。
 
开放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表明，其政治制度的发展是开放的。尽管中国还被外界称为权威主义的体制，但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发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政治体制。中国政府现在非常推崇民本主义，努力把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中国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过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种机制使得其官员对人民负责。中国的政治体制尤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高效率，无论是处理四川地震还是应对这次金融危机，相对于其他政治体系，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得到了显现。中国和实行其他一些政治体制的国家这些年的发展表明，民主的政体不见得能够有效服务于公众，而中国的体制也不见得不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构架，而是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感受和认知的这些变化，对中国模式来说的确是个机遇。这里既表现为中国的硬力量，也表现为软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及其产生的客观外在影响，这是外界所能亲身感受得到的。同时也是一种软力量，就是人们对中国能够产生的经济影响力的主观认知。（很显然，这里的软力量是外界对中国的自觉的认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响力之上的，这和中国有关方面正在大力推动的软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从很大程度上说，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在应对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又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变化的产生又是对中国模式的极大的挑战。挑战的核心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对可持续性的挑战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战指的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核心力量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经济外交政策都会把中国作为其头等议程来制定对华经济战略，从而给中国造成莫大的外部压力（这需要另文讨论）。内部挑战主要指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转型困难。
中国模式是个统称概念，因为中国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不同阶段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模式。早期简单地把经济增长主要是GDP的增长作为最重要的指标。尽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了无穷的问题，如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社会正义缺乏和环保压力，等等。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那么中国经济模式就很难持续。因此，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努力寻求发展模式的转型，可持续性、环保和社会公平成为新模式的主题词。
 
转型机会的流失
从发展模式的转型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个很好的机会。从宏观上来说，中国可以对自身的混合经济模式充满信心。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产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开始建立内需型消费社会。内需型社会无疑是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最重要的标志，即从世界大工厂转型成为世界的消费者。
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导致这个机会的流失。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政府庞大刺激计划的产物，是大量投资驱动的。银行的大量贷款是否会导致大规模的坏账？中国政府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花了大量的力气才把坏账处理好，如果这次大规模的投资再次导致大量坏账的出现，那么无疑会出现内生型的金融危机。在刺激内需方面，政府主要还是通过各种金融和经济的举措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但一个消费社会所需要的更为重要的制度基础还是缺失，就是说在社会保障、卫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进步并不是很大。在没有这些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内需很难持续下去，更不用说是较大幅度地提高消费水平了。
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地方正在失去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金融危机导致了很多落后企业和产业的破产，这本来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错误理解保GDP增长，为了达到一定的指标而不惜拯救和保护很多应该淘汰甚至已经被淘汰了的企业。很多高能源消耗和高环境污染的企业因为金融危机而起死回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金融危机大大拖延了中国的产业升级。金融危机正在严重阻碍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由此看来，尽管中国的经济崛起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确使人感到骄傲，但中国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看到中国模式正在经历着的巨大的挑战。只有当看到了隐藏在中国发展模式中的诸多问题，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时，这个模式才可能持续，中国也才会真正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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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能够被围堵吗
很长时间以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会对这个世界构成什么样的影响一直是国际学界和政策界的争论热点。在西方，已经出现过很多波的“中国威胁论”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有关“围堵”中国的论调。可以说，中国是在一片“威胁”和“围堵”声中崛起而成为大国的。客观地说，中国的“大国”地位多半是外界对中国的主观认同。与其他从前和现在的大国相比较，中国离大国还有很大的距离。尽管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大国，但作为大国的负担却已经出现了，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国家，在制定他们各自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时，开始把中国因素放在首要位置。这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人们可以说，这是中国崛起的标志，值得骄傲，但同时，这种新局面也正在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
西方早已经有人注意到，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的影响不仅仅是战略和军事上的，更重要的是价值观上的。战略和军事上的外在影响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然结果，可以预见，也可以应付。但中国的崛起如果表现为一种价值观，那么其产生的影响是西方所难以接受的。如果中国的发展是因为中国学习西方，接受西方的价值，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为西方所接受和称道。这就是西方经常所说的“正确的发展方向”问题。现在，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中国本身价值所致，于是就被认为是对西方的威胁，也就是西方所说的“错误的发展方向”。
在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惜一切力量围堵和遏制以前苏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阵营。西方的围堵不仅仅是因为前苏联形成了与西方对抗的战略集团，更重要的是因为前苏联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被视为对西方的最大威胁。在不同程度上，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担忧和恐惧也类似于冷战期间对前苏联所代表的价值的恐惧。对中国模式的这种恐惧已经表现在近年来西方的中国论述上。尽管中国本身不再强调意识形态，但西方不断地要把中国再意识形态化，使用各种充满意识形态味道的概念如“权威资本主义”和“权威民族主义”来描述和打扮中国。
 
对中国文化“扩张”的不安
最近英国教授雅克（Martin Jacques）出版了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帝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其主题就是中国文化或者价值威胁。雅克认为，如果过去二百年是欧洲模式统治着世界，那么今后百年该轮到中国了。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文化复兴，她将恢复与邻国的那种古老的朝贡依附关系。朝贡体系必将替代欧洲的“主权国家独立模式”。（实际上，雅克的这种说法也并不是新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西方就有一些人围绕着“朝贡制度”讨论中国的文化威胁了。）且不说雅克的这种猜测是否有根据，其论著的副标题显然就反映出西方人普遍存在的对中国模式的深刻担忧。“中央帝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这完全是对国际关系的一种零和游戏的理解。零和游戏是西方主权国家间国际关系的主流思维，也主导了冷战期间的国际关系。现在，西方把这种思维应用到了中国。
对国际关系的零和游戏思维正加深着西方对中国的深刻疑虑和不安。中国有关方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早已在想方设法地让西方来理解中国的崛起。早些时候，中国侧重于“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概念，现在，有关方面又投入财力来从事中国软力量的建设（如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等）。但这些努力似乎不但没有消除西方的疑虑，反而加深着他们对中国文化“扩张”的不安。
事实上，对中国崛起的多方面的不安正在促使很多国家把如何消化中国的崛起作为其首要的战略考量。在冷战期间，西方阵营不惜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种手段来遏制共产主义阵营。对体现中国价值的中国模式，西方也会如此。这些年来很多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新兴国家，都把其战略目光投向亚洲，这和他们“消化”中国的意图分不开。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模式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当然也应当看到，在这里，围堵中国模式和围堵中国是很难分开来的。）
 
中国模式很难被围堵
但问题是，中国模式能够被围堵吗？从很多方面来看，围堵中国模式和早些时候西方想围堵中国的经济崛起一样，不会有很大的成效，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首先，中国和前苏联模式不一样。前苏联阵营具有高度意识形态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不再强调意识形态，尤其是和西方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各方面向西方学，是最好学的国家，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中国都在学。但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没有全盘照抄西方模式，而是努力建设符合自身特点的经济政治制度。这正是中国模式的优越之处：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而是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模式。这使得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有特别的吸引力。正因为中国不是关起门来而是在打开国门的情况下打造中国模式的，其模式具有普世性。从亚洲金融危机到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模式应对危机的能力和有效性，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种模式。尽管西方感觉到了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的冲击，但只要这种模式对其他国家有吸引力，它是很难被围堵的。
中国模式不可被围堵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所一贯奉行的开放政策。在思想层面中国没有关起门来，同样在国际关系层面，中国也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建设一个封闭的属于自己的集团。在国际层面，中国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努力改革自己不合理的制度以求与世界接轨。就是说，中国是在现存世界体系中与他国进行互动的。在区域层面，中国奉行的开放性区域主义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了一个共同的互动平台。和世界各国在同一个平台上互动，使得中国和包括西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初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和其他国家就不能够像往日围堵苏联那样来围堵中国了。
中国的崛起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国际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麻烦。西方和一些崛起中的大国视中国为竞争者，尤其在价值层面。和中国本身一样，一些国家在对华政策方面也经常伴随着民族主义情绪，而民族主义情绪经常会把问题复杂化。尽管中国不能强求他国来理解自己，但中国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除了处理好开放政策、开放型区域主义和国家的战略利益外，中国主要还是要把重点放在建设自己的模式上。模式本身的成功比什么都重要，只有模式的成功才能证明中国的价值的普世性；也只有当中国的模式具有了普世性，中国模式才具有可持续性。很显然，要使得中国模式具有普世性，中国必须继续学习好的国际经验。模式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不是零和游戏。世界经验会影响中国模式，同样中国模式也会影响其他模式。模式之间的互相学习、竞争和改进是全球化能够贡献给人类社会最宝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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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
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海内外就中国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但争论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共识。总体上看，在这场已经持续多时的争论中，人们关注的对象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而变成了要不要、该不该有中国模式的问题。毋庸置疑，争论已经过于政治化甚至道德化。很显然，这种局面的持续，并不能对人们认识中国模式有很大的帮助。
是否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这个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其内在和外在含义是什么？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无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还是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而言，都有必要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不过，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去政治化。
海内外，人们对中国模式存在着高度政治化的认知错觉和幻觉。在西方，围绕着中国模式，人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观点。第一种是人们所说的“捧杀派”，就是对中国模式大加赞扬，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不久就要取代西方模式。在“捧杀派”内，人们“捧杀”中国的出发点并不相同。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他们本身的利益和中国相关。因为利益相关，他们也很希望中国模式能够可持续发展。也有一些人的确希望中国能够发展出一个与西方不同的模式来。这些人往往对西方模式已经失去了信心，也不认为西方模式一直可以持续下去，而中国这些年来的高速发展给这些人一个希望。中国一些人说他们是“捧杀”，并不确切，很多人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并没有多大的恶意。当然，很容易发现他们往往只看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而看不到这些成就背后的代价和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
和“捧杀派”相对的是中国模式“威胁派”。“威胁派”不仅看到了中国模式的存在，更看到了中国模式对西方的长远影响。这些人看到了中国数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时发现中国的发展并没有根据西方的逻辑，向西方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相反，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已经颇具竞争力。他们相信，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已经对西方模式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威胁派”中的一些人，更是把中国模式提高到价值论的高度，认为中国模式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和西方不同的价值，不仅对西方价值构成竞争，且说不定会取代西方价值。
 
中国内部也观点歧异
和“捧杀派”与“威胁派”不同，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中国模式“不定论派”。这些人大多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所包含的种种问题和制约因素，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模式”的东西，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比较了解中国发展的，能够从比较深的层次来看待中国问题。他们看到了中国体制内部的种种弊端，评估着中国会不会解体甚至崩溃。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个模式。
有趣的是，与西方相对，在中国内部，对中国模式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大赞中国模式的，认为不仅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并且这个模式较西方模式优越，人们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左派话语”。左派并不讳言他们确立中国模式，是要和西方争取国际话语权。左派里面很复杂，有的从毛泽东思想里面寻找中国模式的起源，有的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中国模式的理论根据，也有的从比较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概括地说，尽管左派对中国模式作了很多经验性的研究，但对中国模式的评论过于意识形态化。当从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时，客观性就少了，他们有关中国模式的话语也就失去了接受度。
与左派相对，亲西方的自由派则不承认存在着中国模式。对自由派来说，或许根本就不需要中国模式，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否成功，取决于中国能否发展出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现有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中国模式从何谈起？自由派因此往往是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中国是橘子，西方是苹果的话，在自由派看来，橘子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把自身改造成为苹果。在橘子没有变成苹果的时候，橘子本身就什么也不是。
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未定论”。他们的出发点当然和西方不同。这种观点大多盛行于官方学者和官员中间。他们认为，中国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现在提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秉承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相信中国自己不宜宣扬中国模式，担心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
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所房子。这里既可以用比较科学和客观的方法来研究有关这所房子的诸多问题：这所房子是怎样的，如何盖成的，为什么会盖成这样而不是那样，这所房子的根基是否牢固，如何改进，等等。但也可以用“审美”的角度来看待这所房子。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性就变得不可避免。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待中国模式问题的认识大多是从“审美”的角度进行的，对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没有什么认识，对其“审美”的评论倒是不计其数。
 
模式需要自我改进的过程
有些人不承认或者贬低中国模式，是因为他们把模式看做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这并不符合历史观。在社会领域，任何一个模式都有其优势和不足的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任何模式都具有历史性，西方模式也一样。例如，西方的民主模式走了很长的路，从早期的贵族民主，到工业化时代的商业精英民主，到现在的大众民主，经历过很大的变化。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也一样，从早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模式，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有个改善、进步的过程。就是说，任何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须改革自身，以符合时代的需要。
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但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种文化的人都有权利去看、去解释这个模式。正因为这样，东西方之间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永远不会中断。就像对西方民主一样，东方人经常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看西方的民主模式，他们所得出的结论，跟西方人看自己的民主模式是很不一样的。（当然，西方人对西方制度的看法也莫衷一是。）重要的是，要把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和对这一模式的“审美”趣味区分开来。过分“审美”就会导致过分的政治化或者道德化。
对中国本身来说，中国模式既然已经存在，那么重要的是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是回答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变得很重要。就内部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中国本身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的认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从不同的意识形态角度来定义自身的“中国认同”。种种意识形态的定位，无助于中国认同的确立。中国认同的确立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识之上。
就外部来说，中国模式涉及的是中国的国际认同问题。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目前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助于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模糊性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同样，这种“确定性”只能来自于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知。进而，如果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更无从谈起。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的改进问题。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所包含着的缺陷的忽视或者漠视。只有承认了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对这个模式加以认真的研究，找到其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而事实上，如何改进中国模式，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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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
一提到中国模式，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多人眼里，“改革开放”和“中国模式”这两个概念几乎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同义词。而“改革开放”又和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理论联系在一起，人们甚至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不然。中国的确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开放的，但这并没有回答中国模式是什么的问题。光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而不讲方向是极其危险的。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中国模式，带给人们的只是疑惑。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人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的含义。中国的改革是有目标的，目标就是“过河”，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这个方向非常明确。但要怎么样走向市场经济呢？这就要“摸着石头”了，“摸着石头”是方法。政治上也是这样的，邓小平也强调过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但社会主义民主是怎样的一个东西呢？又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呢？这同样要依靠“摸着石头”的方式。
 
从大历史角度来看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更需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们感觉到光从三十年改革开放看中国模式不清楚，讲中国模式还需要讲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有人甚至说，这六十年也看不清楚，需要再往前推三十年。的确如此，如果不从大历史来看中国模式，就既不知道有无中国模式，更不知道中国模式是什么。说中国模式，强调的是“中国的”，是中国文明的当代体现。如果光从改革开放后产生的一些新的制度因素来看中国模式，就会不得要领。相反，认识中国模式就是要考察中国文明是如何容纳和接受新的制度因素的。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不难发现这个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内涵。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中国的成就有赖于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导致模式的危机和衰落。
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对付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等。这些在汉代的《盐铁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历朝历代都在实践着这些理论。国家的这种经济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一些人总把国有部门和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联系起来，这不是大历史的看法。毛泽东只是把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国家的作用推向了极端。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经济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模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经济转型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正是因为中国有个强大的国有部门，所以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是存在着的，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像西方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在承认这个常态的前提下去寻找办法。
但混合经济经常失去均衡。经常出现的现象是，当国有部门和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非国有部门和市场空间受挤压、发挥不了正常作用的时候，危机就会产生。与中国比较，西方的经济危机则发生在当看不见的手完全主导了经济活动，而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不能有效规制市场的时候。
在经济上讨论中国模式还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领域，就变得非常困难，也非常敏感。实际上，如果不看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但讨论政治模式好像一直是个禁区。西方很多人专注于批评中国政治，而中国学者本身也往往对自身的政治体制信心不足。
 
中国政治的特有传统
政治上，西方是民主模式，讲的是多党制，三权分立。中国政治在发生变化，也在不同的制度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容纳民主因素，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代表也在发生。但不管怎样变化，中国没有也不会变到西方那样的模式。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从大历史看，也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自近代与西方接触以来，中国也曾经尝试西方式的制度，但失败了。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革命过程中，传统的皇权慢慢地转型到了具有现代性的党权。不难发现，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政治（meritocracy）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虽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的存在。中国则不然，无论是传统皇权还是现代党权，都是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化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党权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不理解党权，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
历史地看，这两种模式，每一种都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劣势。在西方，以多党政治为核心的民主经过数百年之久才演变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在社会经济发展平衡的国家，西方式民主能够运作良好。尽管是多党轮流执政，但从政策层面看，往往呈现一党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到这个中产阶级的利益。人们常说，西方的政党整合了社会力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产阶级整合了西方的政党，是中产阶级制约着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如果从发展中社会看多党政治的分化功能，这一点尤其明显。在发展中社会，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分化严重，中产阶级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实行多党政治，政党就变成为分化社会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当治权不够开放，皇权与治权的关系又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发生政治危机。党权也具有这个特征，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党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和其他任何模式一样，中国模式也在演进和演变过程中。在全球化时代，模式的变革动力更为强大。由于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模式和其他模式的互动更为频繁，或者主动地向其他模式学习，或者被动地受其他模式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各种模式有趋同的趋势。但是趋同不会变成同一。中国模式在受其他各种模式影响的同时保持着自身的特色，并且是通过变化来保持自身的本体。其他模式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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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改进
今天谈论中国模式的改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强调改进就是强调模式的渐进性，而避免激进变革。任何模式都必须随时改进自身，否则就会蜕化，从而失去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最终导致激进变革。中国的历史表明，激进变革经常是没有变革，因为激进变革往往意味着重新走一遍。从长远观点看，改进或者渐进才是真正的变化。其次，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但如同其他模式一样，也存在着劣势，因此必须找到劣势之所在。意识到其劣势、其缺陷，可以预防其衰落，更为重要的是在和其他模式的竞争过程中，可以保持自己的优势。
要真正认识中国模式，就必须知道中国模式的缺陷在哪里。我们已经讨论了作为中国模式核心的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关键是要找到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之所在。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得到纠正，依附于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其他缺陷就不至于对模式本身造成致命的影响。
从经济体制来说，中国存在着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这有它的好处，可以有效提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工程，应对重大的危机和平衡市场等。但如果国有部门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度，这一模式的劣势就会出现。任何东西走过了头就不行。西方模式的缺陷，主要是个人主义走过了头，所有的关键金融领域都被私人所掌握和控制，政府没有足够的干预能力，在监控不严的情况下，市场被私人所操控，就出现了问题。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还是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中国呢？中国模式的缺陷就是一旦国家和政府占了绝对的垄断地位，以致市场作用不能发挥，就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国家主义走过了头，也要产生经济危机。
那么如何改进模式呢？我们已经论述过，全盘私有化并非中国现实的选择。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需要从中国内部来寻找。改进模式的方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从目前中国存在的“国进民退”、“国富民穷”和经济发展优先、社会发展滞后的情况看，模式的改进就是要寻求各个方面的平衡点。
 
政府的角色定位要清楚
首先，要回答国有部门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要有个边界，不能无限地发展，不可以无限地去侵犯非国有部门的领域。要让两个领域保持相对平衡的空间，容许它们互相竞争。国有和非国有两部门之间的公平竞争很重要。
其次，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能和领域，应该搞清楚。政府可以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哪些领域政府应当发挥作用它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哪些领域它应该退出来而没有退出来，这些问题都要弄清楚。像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环保等社会政策领域，政府显然都还做得不够。
再次，要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领导层提出“和谐社会”，目标很好，但这个目标和所使用的实际手段则完全是脱节的。政府只有经济政策，而社会政策贫乏不堪。在很多场合，都是用经济政策取代了社会政策。举个例子，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比如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领域。在所有国家，这些方面都是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的，但中国则不然。这些本来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的领域往往成为暴富的领域。在社会政策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往往是通过牺牲社会的方法来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样就使得中国社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发展越快，社会被破坏得越厉害，社会越脆弱，经济发展越不可持续。
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改变，各级政府就会演变成学界所说的掠夺性政府。扶贫、提高劳动收入、改变产业结构（如鼓励发展中小型企业）、改革税收制度等，都可以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实现社会公平。一个公平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也才具有高度的合法统治能力。
政治上也是一样。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在政治上的成功源于开放。过去为什么成功？是因为形成了一种比较开放的政治过程，政治过程向社会阶层和利益开放，先向农民开放，后向城市居民开放，向各级部门开放，向各级政府开放。政治的开放性造就了改革的巨大动力。现在政治改革为什么变得那么困难了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政治过程的开放力度又不够了。政治领域如果开放度不够，就容易产生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必然阻碍进一步的改革。
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关键在于继续保持开放。在政治领域，90年代中期之后向民营企业家开放，这是应当的，因为新的社会群体产生了，就要把它纳入政治过程之中，以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其他的社会群体。在经济部门，商会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但工会呢？如果工会的力量得不到发展，那么与企业主的组织相比较，工人就会处于弱势地位。弱势群体，比如说农民，也应当容许他们组织起来。在经济上强势的群体组织起来参与政治的情况下，如果不容许弱势群体组织起来，那么两者就要失去平衡。执政党和政府应当起到很大的作用，保持强势社会群体和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的均衡，这样社会才会稳定，秩序才能得到保障。
 
开创新的利益去推进改革
现在的情况是，越想改革，来自体制的障碍就越大。就是想改革一个制度，所做的结果也往往是在更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个制度，而不是制度创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邓小平提倡“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人物敢去摸石头。现在每推出一个政策，利益集团就把这个政策当作谋取私利的一个工具；每改一次，利益集团就剥削老百姓一次。无论怎样的改革议程，一旦被利益集团所挟持，那么就会背道而驰。
邓小平的确是个伟人。当时就有很多的既得利益阻碍改革，所以他一开始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而是去开创新的利益，利用新的利益克服旧的利益。城市改革艰难，就先改革农村。国企改革很困难，就先不去改国企，而是去国企之外找，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这就是开放的经济过程，结果产生了巨大的新的利益，用新的利益去克服旧的利益。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现在开放程度不够了，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很重要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了，这些既得利益不想进一步开放了。
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中国模式的改进呢？唯一的出路是政治的开放性。在保持政治开放性方面，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西方国家大多通过多党制来实现这个目标。但多党制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其他促使政治保持开放的方法。比如新加坡，尽管一直是一党独大，但一直保证着这个制度的开放性。只有开放才能对政治过程保持压力，一旦封闭起来，就会自我腐败。中国的执政党已经从自身的历史和前苏联、东欧的变革历史中学到了非常多的教训。执政党自身如何保持永恒的开放，这永远会是最严峻的挑战。但很显然，如果要避免自我腐败，避免来自社会的激进变革，执政党就必须直面这个挑战。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5月18日



中国模式研究应去政治化
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
目前学界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太政治化和审美化，模式论述充满价值判断，阻碍着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识。从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来看，他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在不同阶段是不同的。改革开放以前，他们认为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和苏联决裂之后，尽管中国的发展具有了自己的一些特色，但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之中。改革开放以后，从1980年代的文献资料来看，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不会有自己的模式，因为当时有“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两个口号，很多人认为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最终会使中国变成另外一个西方式国家，即使不是西方模式，也会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1997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保罗·克鲁格曼发表文章，他认为靠投资启动的东亚模式失败了。中国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有一部分人对中国发展经验的讨论和思考开始严肃起来。2004年，美国人雷默提出“北京共识”。这个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但被媒体炒得很火，现在还有人把它抬得很高。实际上这个概念对于学术界和政策圈意义不大。
“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提出的概念。“共识”的意思是好的经验，可以向外推广。这个概念一出来就非常政治化，炒作起来更政治化。一些人想把中国经验拔高，向外推广，而另一些人则夸大中国负面的东西，认为不存在所谓的模式。从研究的角度看，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模式是一个客观存在，它不一定十全十美。任何模式都包含两个方面，有正面，也有反面；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要先承认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然后来看它的优缺点，观察它的发展。但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就变成审美了，反而不能认识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目前中国国内关于中国模式应该叫什么，有很多争议。比如有人叫中国模式，有人叫中国道路，还有人叫中国案例、中国经验或者中华体系。我觉得叫什么其实不重要，名称的争议背后实质是过于政治化的话语权的争夺。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是什么也是客观的，需要踏踏实实地研究它，观察它，认识它的优缺点，然后对它进行改进和完善。
 
应从主体架构来看中国模式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有学者跟踪中国发展经验，分析和总结它与苏联模式、东欧模式以及东亚模式有什么不一样。中国经济如何起飞？中国政治稳定如何造就？中国模式有什么优势和劣势？所有这些都是人们观察的对象，但是具体问题的研究和模式研究又有区别。模式研究强调的是宏观的架构性东西，所谓的“万变不离其宗”，强调的是模式内在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就需要人们用大历史的眼光，从文明的角度去看。好多人把一些零碎的政策性措施作为模式，这是不对的。模式怎么改变，它的主体和构架都是稳定的。除非像苏联模式那样，构架倒塌了，结构性的东西才会发生根本改变。
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看到的是外来的影响和挑战，比如市场经济、民主等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冲击。他们觉得这些冲击会改变中国传统文明，一些人天真地认为中国会变成西方式国家。但实际上，中国文明再怎么变还是中国文明。那么，何不换个角度去观察它呢？不是看外来的因素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而是看中国文明如何适应新变化，迎接新挑战，看中国文明的消化、吸收能力。举个例子，佛教在汉朝传入中国时，对于中国文明也形成了很大冲击，但是中国文明消化了佛教，它没有变成印度佛教，而是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佛教文化。改革开放也是一样，中国文明迎接了外来挑战，对外部冲击进行吸收消化，自己也实现了转型，但它还是中国文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的一些具体内容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断裂，它的主体架构还在。
 
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来认识
从文明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模式并不抽象，比如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是客观存在的。比如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体制，几千年来都是既有国有部门，又有非国有部门；既有市场作用，也有政府作用。国有和非国有部门、政府和市场要保持平衡，国家总是垄断一些行业，但是不能扩张得太厉害。这方面的内容，汉朝的《盐铁论》有大量讨论。晚清的“官督商办”也不完全是按西方的方法来的，其实就是汉朝《盐铁论》所讲的混合经济的演变。
看中国历史要分清常态中国和非常态中国。王莽变法、王安石变法等，是几个极端历史时期，国家和政府的作用被推向极端，属于非常态中国。常态的中国，国家不会允许所有的部门都私有化，一定会有选择地控制几个部门，但并不是说没有市场，中国一直有市场经济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存在。国家的作用是什么呢？《盐铁论》里讲到，政府负责基础设施建设，负责对付危机和调节市场，这就是中国模式。有人提倡私有化，但中国会像西方一些国家一样完全私有化吗？不可能的。当然有人觉得，应当完全私有化，但是应当和实际是两码事。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后，有人讲美国开始向社会主义道路迈进，但是美国真的会成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吗？也是不可能的。美国再怎么变，也不会建立类似中国一样庞大的国有系统，只是政府干预市场会多一点而已。
有人说研究中国模式要强调其整体性和宏观性，否则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个人觉得宏观研究和分领域研究是一体的。中国有些学者看问题太抽象，只强调宏观性，但是宏观里面没有政治、经济、文化，那宏观是什么？当然也不能只看微观，不能把一些具体的政策和做法视为中国模式。可是没有微观，宏观和整体在哪里？所以，要认识事物，必须同时有这两个层面的眼光，可以从社会的角度切入去看它的架构，也可以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但是不能局限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上。不仅如此，看中国模式还要和外国的模式相比较，要有比较的眼光，如果没有这种比较，不知道什么是别人的，什么是自己的，就说不清中国模式是什么。所以中国模式是区别于外国模式的，是由中国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有机组成的系统，政治、经济模式等是一体的，不是完全分裂和不相关的。
 
中国模式是转型中的模式
没有完美和固定的模式。西方的模式也有不完美的地方，也在变化中，但它的精神不变，它只是在修正，而且这种修正不一定就是进步。中国模式处于转型期，转型的意思是，中国文明怎么样去适应和消化新的形势，并不是要把自己变成别人，把橘子变成苹果。从晚清到孙中山，到国民党，再到共产党，都是在处理怎样去迎接外来挑战的问题。从我自己的研究来看，我觉得中国文明完全能够消化外来的冲击。
中国模式处于转型期，还在探索中，但探索不是没有方向，而这个方向取决于中国文明的进程。模式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至于说成熟不成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都是价值判断。作为学者，我反对用审美的眼光看中国模式，也反对用这样的价值判断去探讨它，我觉得更应关注的，是它实际是怎么运作的。
 
根据《人民论坛》杂志记者杜美丽采访整理，刊于《人民论坛》2010年24期



第二部分 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



切莫夸大“北京共识”
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顾问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去年5月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在这篇长文中，雷默对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经验作了一些总结，认为中国的经验在于渐进式的创新和实践。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中国的广泛兴趣。中国的一些媒体不仅对此作了广泛的报道，而且随意发挥，认为“北京共识”已经取代了很久以来在西方政界流传的“华盛顿共识”。更有人把“北京共识”描绘成中国崛起的“软力量”（soft power）。
 
“北京共识”有强烈的政治味
不过，理性地说，中国方面切不可夸大“北京共识”，甚至也不能接过来使用这个概念。如同“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也带有很强烈的政治意味。
为什么这篇文章能够引起中国方面这般的重视？文章的确较为客观，比较正面地来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但很难说文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实际上，在雷默之前，很多学者早就指出了中国改革的渐进主义特点。创新和实践也的确一直是邓小平以来中国领导人所提倡的。真正吸引人的或许就是意识形态味十足的文章标题：“北京共识”。
必须区分“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第一个层面，两者都意在总结中国发展经验，但一旦置于国际政治的背景中，两者的意义即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模式”只着重于总结中国本身的经验，意在解释中国是如何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的。而“北京共识”则不同了，它更进一步，不仅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而且还带有浓重的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经验的味道。
笔者曾在去年4月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模式概念的崛起”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发现西方和美国历来所推行的民主自由模式并不能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欠发展或者不发展的问题，而中国强调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经验很值得他们借鉴。文章也提到，一些美国人意识到，崛起中的中国模式会对民主自由模式构成“威胁”。
模式只是对一个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例如，在亚洲经济发展史上先有“日本模式”，再有“四小龙模式”，近来又产生了“中国模式”。以后还会有其他模式的出现。在政治上也一样，差不多每一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发展模式。就拿民主政治来说，很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民主政治模式。尽管所有民主国家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是没有任何两个民主国家的模式是完全一致的。
 
强行推销，成功变失败
在政治上，很少有人会否认民主政治在美国、英国、法国或者日本是成功的，但一旦把自身成功的经验上升为所谓的“共识”，要别的国家学，或者不惜使用政治和经济的压力向其他国家推销这种“共识”，就具有帝国主义的味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拼命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民主，并把此作为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一项头等议程。但这些民主试验往往是失败的，和西方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往往缺少支持民主政治运作的各种文化制度因素。
在经济上也是一样。没有人会否认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功，但一旦把这些成功的经验上升成为“华盛顿共识”，并致力于使用各种方式强迫他国接受，就是帝国主义的开端了。和推行民主政治一样，不管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强行推行“华盛顿共识”，结果就是接受“华盛顿共识”的那些国家深受其害。
总结中国本身发展的经验无可厚非，也很重要，但如果把中国的经验上升为“北京共识”，甚至像“华盛顿共识”那样向外推广，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这方面，中国是有历史教训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竭力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共产主义，结果造成了一些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抵制和敌视。改革开放后，中国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开始重新赢得这些国家的信任。如果现在中国又要不切实际地强调所谓的“北京共识”，又会导致不良后果。别人提“北京共识”是别人的事情。如果中国经验好，别人自会自觉地来学。如果很多国家都来学中国的经验，那就是中国软力量的开始。反之，如果中国自己来推行“北京共识”，那不仅不是软力量，反而会是霸道的开始。
实际上，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实事求是，不接受任何所谓的“共识”，也不根据各种所谓的“共识”来指导自身的改革，所以也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北京共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领导层现在所强调的是“和而不同”，追求各国发展经验的多元性。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是把现有的经验上升为“北京共识”，而是如何发展和完善“中国模式”，使得这个模式是可持续的。中国已经确立了市场制度，也全面加入了国际体系，但是因为缺失有效的政治改革，如何消化市场经济和加入世界体系所带来的众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仍然是个未知数。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中国模式就会有问题，更不用说是“北京共识”了。
 
原刊于《信报》2005年2月15日



中国的崛起：军事大国还是商贸大国
中国的崛起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崛起是以经济发展为先导的，那么，高速的经济发展将把中国带向何方？很显然，经济崛起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都具有非常大的意义。笔者先不谈经济发展对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正在产生着、或者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而是试图讨论国际社会所密切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将把中国塑造成为怎样的一个大国。
国际社会最为关心的当然是中国会不会利用这种强大的经济力量发展出同样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转型成为一个军事大国。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在近年来已经成为各种“威胁论”话语中的主体。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并没有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军事力量上，军事发展属于国家正常国防现代化的一部分，但国际社会还是感觉到了中国的军事力量。美国军方发表的《2005年中国军力报告》就把中国描绘成一个热衷于军事准备的国家。对美国的强硬派来说，如同经济发展造就了法西斯的德国和日本一样，经济发展也有可能把中国造就成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如果这样，那么国际社会就要对中国实行“围堵”或者“遏制”，就如同当年二战后对待苏联一样。
 
国际社会欢迎中国的经济崛起
但是在“中国军事威胁论”大行其道的同时，中国的另外一种更为重要的大国形象也正在慢慢流行开来，即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商贸大国”。而这个大国是国际社会所欢迎的。
国际社会欢迎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一个主动力，这种动力尤其表现在包括东亚和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亚洲。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主要是把外部的经济力量“请”进来，利用外资来发展内部经济。同时中国也通过各种改革努力与世界经济“接轨”。这种做法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中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后最为成功的外向型经济体。但在90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制之后，尽管“请”外资入国和与世界接轨仍然在进行，但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本身已经从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演变成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中国资本开始“走出去”。“走出去”的规模并不大，但发展的势头不可忽视。“走出去”既来自政府的动力，也来自民间的动力，两者一起来，不可小看。最近中国企业并购海外企业就是“走出去”过程的一部分，这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在“走出去”的同时，中国也已经成为一个商贸大国，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当然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正如英帝国在其巅峰时期那样。基于廉价劳动力之上的大量商品销往国外，足可对国际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不过商贸大国的另外一方面也不可忽视，那就是中国越来越庞大的消费市场。尽管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并不算高，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加上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绝对人数相当大的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需要的高价商品也足以影响全球各行各业的制造商。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成为全球各种高档物品的主要消费群。世界各国早已开始对中国的游客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中国游客所到之处，常常把当地商店里的高档物品一扫而空。可以预期，这个中产阶层群体的消费胃口会越来越大。在这方面，中国正在步日本的后尘。
 
商贸战略是中国和平崛起主要手段
对上述这样一个趋势很少有人会质疑，但多数人忽视了一个更为基本的对国际权力格局具有更重大意义的趋势，那就是，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把中国造就成一个商贸大国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中国与世界各经济体的商贸关系并不是一种“供求关系”或者一种金钱交易关系那样简单，更为重要的是，商贸活动是中国和平崛起承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很多人对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喋喋不休的时候，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意在通过商贸关系而和平崛起的策略。
这个策略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多边主义、经济外交和睦邻政策。多边主义是这三个组成部分的主体，经济外交和睦邻政策是对多边关系的进一步界定。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经济总是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已经加入了各种多边国际组织，并受制于这些多边组织。而近年来，中国本身也已经成为多边组织的倡导者。在中国本身倡导或者参与组织的多边组织中，以经贸关系为重中之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和拉丁美洲的关系、和美国的关系，都表现为这个特点。即使是具有重要战略考量的上海合作组织，也把经贸关系放在首位。
更为重要的是，商贸战略从长远来说也有助于国家统一这一对中国领导层来说最为艰巨的政治任务。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不承诺放弃使用非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只是为了防止最坏的事情发生，那就是台湾的“法理独立”。台湾一旦宣布“独立”，战争似乎不可避免。最近中国领导层加大了通过经贸关系来化解两岸僵局的努力，希望通过向台湾农产品开放大陆市场等方法来影响台湾南部传统上被视为支持“台独”的力量。中国领导层有信心以商贸来消解“台独”力量。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种方式在香港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回归以后，香港因为种种原因经济不景气，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中国领导层就采用诸如“自由行”、“最紧密经贸关系”和“九加二”等方式，通过帮助恢复香港的经济活力，重燃港人对政府的信心，强化他们的中国认同感。正是因为这种方式相当有效，台湾当局方面已经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开始想方设法地来抵御这种压力。
对国际社会来说，夸大中国的军事威胁可能适得其反。对中国的商贸战略必须有个重新的认识，没有足够的认识就不能真正准备好中国的崛起，甚至对中国的崛起有不当的准备。而对中国这个商贸大国的重新定位，无疑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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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作为中国的大国战略，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就是中国不会走从前一些大国崛起走过的道路，即一个国家的崛起对现存世界权力分配格局构成冲击，从而引发不稳定因素，甚至催生冲突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期间的日本和德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在这个层面，“和平崛起”表示中国要寻求一条不同的崛起道路，即和平的道路。第二个层面就是中国崛起之后要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层面讲的是中国对自己未来作为一个大国角色的认同，表明自己有责任维持世界的和平。
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后，就面临着来自内外的挑战。就内部来说，在这个概念提出之初，高层领导就开始使用，但没过多久人们发现，在官方的话语里，这个概念被另外一个概念所取代，那就是“和平发展”。据说是因为强硬派强烈反对这个概念，在强硬派看来，如果光强调和平，台湾问题怎么办？中国的“和平崛起”会不会导致台湾的“和平独立”？也据说是因为美国人不喜欢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的主体仍然是“崛起”，而不管是怎样的崛起，总会对现存世界权力格局产生很大的冲击。改用“和平发展”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邓小平时期，中国强调的是“和平与发展”，稍作修改，这个概念比较容易被接受，也更具有官方话语色彩。但不管是何种原因促使官方不再在官方场合使用这个概念，这至少表明内部对这个概念并没有共识。
 
“和平崛起”战略具有现实可行性
从外部来说，国际社会尤其是亚太国家当然希望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对包含在这个概念中的良好愿望，谁也不会否认。使人感到不确定的是中国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因为从历史上看，一个大国的崛起的确很容易对现存权力格局构成挑战。一些人也担心，这个提法只是表明中国现在还没有实际的能力来挑战美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内部发展。等到拥有了真正的实力，中美之间的冲突或者中国和其他大国之间的冲突会变得不可避免。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纠纷不断增多，经济冲突浮上台面。这个新现象更使得一些人怀疑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
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这里就涉及如何看待“和平崛起”了。首先是如何定义冲突。很显然，“和平崛起”不是说中国不会和任何国家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了。古今中外并没有出现过国家间毫无冲突的情况，中国所提的“和平崛起”显然指的是中国的崛起不会导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大规模的国家间的冲突，如德国和日本崛起所导致的冲突。一些局部地区、小规模的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甚至军事冲突应该不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总体战略。而一些经济层面或者社会层面的冲突更不会对这个战略构成大的威胁。应当说，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冲突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会是不可避免的。
更为重要的是要看中国是什么样的崛起，如何崛起。无论是崛起还是发展，都会产生深刻的变化。随着一个国家的崛起，其外在影响力的增加也不可避免，但外在影响力的增加并不见得一定要挑战现存秩序，产生冲突。这里重要的是这种外在影响力是如何达成的，或者说扩展外在影响力的方法是什么。
很显然，昔日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导致世界范围的冲突与战争，主要是因为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是军事上的。这两个国家也是通过军事方法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影响力的。与之不同，中国的崛起主要是经济上的，并且中国的外在影响的发展（或者“走出去”）也是通过经济方法。
在德国和日本崛起之时，不仅德、日两国采用的是军事方法，而且几乎所有当时的强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军事方法在扩展国家影响力过程中的作用。除了发动战争，搞殖民地更是一种常见的方法，而殖民地方法背后的就是军事力量。
 
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
中国之所以能够把“和平崛起”确定为国际战略，主要得益于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一客观条件的出现。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经常表现为国际或者区域组织形式，这就不仅对参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任何国家的国际行为构成了制度化的制约，而且也使得这些国家能够通过全球化和区域化来达到昔日需要通过军事方法才能达到的目标。
就是说，通过经济方法同样可以扩展外在的影响力。但是通过军事方法和通过经济方法所得到的影响力，其性质是全然不同的。军事方法往往是一种零和游戏，而经济方法则是双赢游戏。在过去短短二十多年间，中国通过加入各种国际和区域经济组织，积极推动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影响力已经开始超越亚洲地区而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是美国和欧洲，这是军事方法所不能做到的。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经济方法也是增进一个国家软力量的最有效的方法，中国也不例外。
当然这并不是说，因为有了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没有任何阻力了。笔者曾经讨论过经济方法的外在性，即经济崛起对政治和战略的影响。但从长历史来看，在经济和政治的较量中，最终胜利的往往是经济一方。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是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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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应理性看待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个世界性的热门话题。外界的看法不外乎两种：一是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一种机会，二是把之看成是一种威胁。表现在政策层面，前者主张要积极参与中国的发展，后者则鼓吹要拖延、遏制和围堵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到今天开始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由于各种外在影响的复杂性，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看法的分歧还会继续下去。
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当然很重要，因为他们的看法从不同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对华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本身如何理性地看待自身的崛起。如果不能理性地看待自己的崛起，不仅内部的持续发展会出现问题，而且对中国的外交也会产生不应当有的影响，如盲目高估自己的国力、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的崛起仅是经济上的
中国的确正在崛起，但到底是什么样的崛起呢？现实地说，中国的崛起只是单向面的，即经济上的崛起，并且经济上的崛起也只是一种数字计算而已。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向外国政界解释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时候，总是喜欢用乘法和除法，告诫人们不要光从数字来看中国经济的崛起。就是说，任何一个小的问题，放到中国十三亿人口这个大背景下，就会变成巨大无比的问题；而任何总量非常大的成就，放到中国十三亿人口这个大背景下，也同样会变得微乎其微。高速的经济发展已经带来了无穷的经济社会问题，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社会分化等现象都在变得越来越严重。
再者，中国的经济崛起并没有带来军事上的崛起。经济现代化尽管为军事现代化造就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中国的军事发展不仅受外在国际环境的制约，更受到中国本身的国际战略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是要避免军事上的崛起。如果经济上的崛起造就直接的军事上的崛起，那么就可能会步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后尘，如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的日本和德国。实际上，中国是否会把经济能力转化成为军事能力也是国际社会所担心的主要方面。
如果军事崛起必须避免，那么文化崛起和政治崛起呢？中国没有文化上的崛起，经济的崛起既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更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了。尽管有人在提倡学习“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经典，但这些经典的内容和整体社会变迁的不协调，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会相信，这类努力能够真正维持传统文化，更不用说是复兴了。在一定的程度上说，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文化传统的文明了。
政治上的崛起也没有。中国的政治在这二十多年来不仅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而且也通过自身的变革适应和容纳了社会经济的变迁，尽管这种政治模式经常为西方国家所批评，但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这并不代表政治上的崛起。尽管中国已经确定了民主和法治为政治发展的目标，但政治改革举步维艰。经济和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政治上的治理模式面临非常大的挑战，转型缓慢。如何保证政治转型，并且是平稳的转型，这是个巨大无比的难题。
 
中国不应满足于经济崛起
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目前单向面的崛起不仅较之目前世界的诸多强国有很大的不足之处，就是较之中国本身的传统也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很多人把中国目前的崛起视为复兴，这是很有道理的，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曾经有过数次真正的崛起，包括在秦汉时代、隋唐时代、明清时代的崛起。在那几次崛起期间，中国实现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崛起，更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崛起。在当时，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而且在文化艺术和政治上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包括亚洲和欧洲国家。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对外影响力在今天的亚洲国家仍然处处可见。当代人们所说的儒家文化圈就是中国历史上全方位崛起的最好见证。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以往的崛起也并非军事上的崛起。近现代西方式国家的扩张主要依靠的是军事上的扩张，但中国的影响力的外扩依靠的是贸易和文化的传播。贸易是中国和他国交往的一种“双赢游戏”，而文化的传播则主要依靠其他国家向中国学习的动机。也就是说，中国影响的外扩并不是中国本身的主动行为，更多的是其他国家的主动接受。
由此看来，没有任何理由对目前的经济崛起沾沾自喜。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觉自己落后了，于是拼命“赶超”先进国家，中国是因为“赶超”而崛起。但很显然，这种“赶超”带来的崛起是单向面的。在数字经济和崛起之间很难画上一个等号，并且因为文化和政治转型的迟缓，缺乏强大的制度机制来支持崛起的可持续性。正因为这样，人们对这种单向面的崛起能否可持续提出了疑问。可以明确地说，只有在完成文化和政治转型之后，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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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责任关系着中国崛起
从毛泽东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中国开始寻求现代国家崛起之路。直到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之后，中国人才感觉到了自己的国家真正在崛起。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过去二十多年的全球化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和世界经济体融为一体的过程。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也随着全球化到达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首先加入西方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体系，表明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对非洲和拉丁美洲来说，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已经构成为它们内部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更进一步说，中国的发展经验也经常成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参考的对象。
同时，各方面也感觉到中国和外在世界的关系在发生质变。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忧。尽管早期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有遏制和围堵中国崛起的企图，但到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实，这些国家因此希望中国成为世界体系中能够承担大国责任的重要一员。
 
责任何在，各国看法不同
另一端，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和西方并不友好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成为美国与西方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这也就是近来国际社会有关中国责任的声音高涨的主要原因。很显然，各方对中国的“责任”要求很不相同，从代表西方世界价值观的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责任、人权和民主，到代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反对霸权、公正国际秩序，等等，一应俱全。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三十年间，中国外交政策话语已经进行了几次比较大的调整。在邓小平时代，中国领导层强调的是“韬光养晦”政策，主要是要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集中发展国内的经济社会。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国不在国际社会“当头”和“称霸”。“韬光养晦”政策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刚刚起步，内部的发展对外界构成不了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到江泽民时代，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内部发展开始对外界产生影响。同时，国际社会也开始对中国的崛起表现出担忧，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步其他大国崛起的后尘，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冲击。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这一概念一方面表明了中国领导层要以和平方式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表明因为全球化等新因素的出现，中国已经具备了和平崛起的途径。后来因为国际社会对“崛起”一词的不同理解，中国又用较为低调的“和平发展”概念取代之。应当说，无论是“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强调的还是中国本身的发展不会对世界既存权力格局产生巨大的冲击，这个概念很少涉及甚至根本就没有涉及中国要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的问题。
本世纪初以来，在胡锦涛时代，“和谐世界”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话语的主轴。尽管“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的外部延伸，但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领导层开始考虑中国要在世界上尽什么样的责任的问题。同时，这一概念也是对国际社会对中国责任的不同期望的回应。“和谐世界”既回应西方国家，也回应发展中国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大国在履行所谓的国际责任的时候，往往用冲突的方式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中国的“和谐世界”概念显然表明中国想寻求一条不同的道路。同时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谐世界”的概念强调的则是通过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来达成社会的和谐，意在造就世界的和谐。
 
责任承担须与能力相协调
从聚焦于内部建设到意识到履行国际责任，这表明中国的外交话语正在转型。但是，中国要承担怎样的国际责任？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中国的实际能力应当是相协调的。实际上，较之西方老牌国家，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还相当弱。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数个世纪，或好或坏，这些国家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国际经验。尽管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时代结束后，这些国家不能像从前那样主宰世界，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国家没有世界影响力了。相反，主要西方国家正在用更为巧妙的方式主导着今天的世界。从“主权国家”话语到后主权时代的“人道干预”话语，西方世界在全球的影响力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
相比之下，中国的影响刚刚开始“走出去”，并且中国没有能力、也不想重复西方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在履行国际责任的道路上，中国所面临的特殊情形在于：刚刚起步就面临着很大的国际压力。从外部原因看，如上所说，一方面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高度期待。无论是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对中国的国际责任大多还是一种期望，并不是一种现实。但内部原因也不可忽视。过去很多年间，中国内部各方面对中国的崛起大讲特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到了外交领域，尤其体现在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崛起讲多了，人们对中国的国际责任的期待自然就飞涨，压力也接踵而至。但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并不具备外界所期待的能力来履行其国际责任。
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是其外部影响力，而外部影响力的主要标志又是该大国能否履行国际责任。中国是否崛起，主要看中国是否能够履行国际责任。很显然，在崛起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事实后，现在应当是少讲些崛起、多讲些责任的时候了。如果光讲崛起，不讲责任，那么就会使外在世界产生不确定感。如果有了外部影响力，但不清楚要履行怎样的责任以及如何履行责任，也不是大国的标志。但同时，讲责任又要量力而行。正如崛起讲过头了，就要引出外界过高的期待，责任讲过头了，实际上又履行不了，同样会产生负面效果。如何在外部崛起和国际责任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个问题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是中国国际政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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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
前不久受邀到哈佛大学参加由肯尼迪政府学院主办的第十三次国际发展会议。因为是强调发展，会议的焦点自然落在与发展有关的主题上，包括增长与整合、治理与制度、教育与发展、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卫生与发展等。主办者希望能够总结出一些普遍性的经验供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参照。整个会议只有一场讨论集中在个别国家的（特殊）经验，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国经验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中国过去将近三十年的发展经验尽管有其特殊性，但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关注。将来发展得好，中国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可以借鉴的模式。
应主办者的要求，我作了一个题为“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中国经验”的演讲。如果把中国的经验放在国际发展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的确有很多经验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借鉴。总结中国的经验自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同时，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中国国内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这里借用这个专栏的空间，把演讲提纲和问答笔记整理出来，供读者讨论。中国的经验有很多，但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说，主要可从如下五个方面来讨论。
 
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
首先，我不同意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圈一直流行的所谓“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的看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很难想象经济发展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也很难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之间的巨大区别。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政治改革。在不同发展中国家，因为内部情况的不同，政治改革具有不同的内容。同时，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治改革也会具有不同的内容。如果光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类似于中国那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那么很多宝贵的内容就会被轻易忽视。实际上，单单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人们经常会得出悲观的结论，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改革往往反反复复，很少有一帆风顺的。
西方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民主化的改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民主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最有效的制度。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仅仅是民主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问题。西方社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确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备的现代国家制度，但多数发展中国家显然还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民主化并不能够帮助它们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但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以后，民主化则是有可能的。
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过去将近三十年的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国领导层一直强调的机构改革就属于这个范畴。民主化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其中一个目标，但不是唯一的目标。除了民主化，中国还有其他很多同样重要的目标，如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等。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多重转型往往给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带来莫大的压力。在一些国家，政府面对多重压力无能为力。在中国，多重压力主要是通过两个方法来应对和消解的。其一是改革的渐进性。渐进改革表明改革并非革命。中国没有采取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急进改革方法，而坚持改革的渐进性。改革的渐进性使得中国有时间和空间来不断调整政治体制以适应不断变化中的经济和社会。
其次，中国把改革分成不同的阶段，在每一阶段，各方面的改革优先次序不同。简单地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改革的主轴就是经济改革。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了，而是说在经济改革占主导地位的这个阶段，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是辅助性的。没有各种辅助性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经济改革就很难进行。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改革的焦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消化由经济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进一步的经济改革营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基础。当然，没有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也难以发生和发展。有序的社会改革还是要以政治改革来保障的。中国还没有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这个阶段什么时候来取决于社会改革和进一步经济改革的进展情况，但这个阶段一定会到来。
 
社会政治秩序不可缺失
第二，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没有这个秩序，正常的经济活动就很难进行。这个命题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几十年前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的一个主要观点。这个观点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还是适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如果一个国家处于封闭状态，那么很难得到发展。国际资本已经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动力。如果不开放，国际资本就不会进来。但光开放还不够，还需要秩序。秩序是资本和商业活动的基本条件，尤其对国际资本，更是这样。实际上，正如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印度尼西亚的经验所表明的，一旦失去基本的政治社会秩序，原有的发展成果也会很快付诸东流。前苏联的经验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也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运动或者群体事件，但政府保证了基本社会政治秩序。自邓小平1992年南巡以来，中国在吸收外资方面一直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这应当和中国的社会秩序有关。很难想象在社会失去秩序的情况下，外资还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通过政治与行政手段保护产权
第三，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产权保护。产权保护关系到投资者的积极性问题。如果没有产权保护，就没有动力机制。因此，西方各经济学派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产权保护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保护产权。这一点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有不同意见。西方国家特别强调通过法治来保护产权。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在发达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里，法治是产权最有效的保障。但西方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法治来保护产权，并不见得公平。如同民主，西方法治制度也是经过了数百年的演进才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短时期内建立有效的法治并不现实。关键在于，在缺失一个有效的法治制度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找到其他的产权保护机制。
在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提出了要建立法制。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更是把建设法治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制定了无数的法律和规章。这不能说中国不重视法治。但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因为中国缺乏一个良好的法治基础设施，很多法律和法规在执行的时候往往困难重重。在产权保护方面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产权保护，那么又如何来解释中国高速而持续的经济发展呢？
事实上，中国的产权保护主要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来进行的。在法治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法治不能有效运作的情况下，如果要追求经济发展，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来保护产权变得不可避免。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建立了一个可以称之为“亲商”或者“亲发展”的政府。中共修改党章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享受政治权利。中国的宪法也已经修订来保护产权。在经验层面，中国各级政府对资本和产权的保护已经大大超越了法治的程度。地方政府为了应对竞争和推进地方经济发展，往往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为资本提供额外的保护和额外的激励机制，如压低工人的工资、廉价出让土地等。但是应当看到，通过政治和行政方式保护产权有其先天的不足。由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介入，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往往得不到制约。过度的权力往往会造成对产权和其他各种权利的侵犯。资本的权利得到保护了，但劳工和农民的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很自然，有些场合，过分的权力也会侵犯资本的权利。
政治和行政手段不可避免，但更为重要的是能否从政治和行政的保护转型到法治的保护。在这一点上，中国最近通过的物权法显得意义重大。尽管中国国内对这个法律有诸多争论，但这一法律的通过是一大进步，它表明中国对产权的保护已经开始从政治和行政的方法转型到法治。
 
社会正义是持续发展的前提
第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基本社会正义，或者说基本社会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所有经济活动并不发生在抽象的空间内，而是发生在实实在在的社会空间里，任何经济交易都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或者说，经济生活不能独立于社会生活，而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经济活动本身的意义要到社会关系中去寻找。社会的正常运作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前面所说的社会政治秩序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基本社会正义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如果没有基本社会正义，社会运作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经济活动能够给基本社会正义创造经济条件，但经济活动对社会正义的影响并不见得都是正面积极的。如果在经济发展中，社会群体不能给予同等的机会，社会正义就难以得到保障；如果由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大量财富在社会群体中不能公平分配，那么社会正义也难以得到保障。而一旦社会缺少基本的正义，那么社会不稳定甚至无秩序就会成为可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的阶段并不缺乏经济发展，问题在于发展没有持续下去。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社会正义，最后导致社会失序。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今天就面临着如何实现基本社会正义的挑战。
中国在这方面也有经验。经济发展在给人民带来很多好处的同时，也导致了很多方面的社会正义问题。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通过大规模的分权运动造成的，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他们的权力过大，得不到制约，造成大量的腐败。中国尽管没有发生向俄国那样的大规模的私有化，但是各种变相形式的私有化还是发生了。西方称为公共部门的领域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过度产业化，大量财富通过产业化的途径流向了少数社会成员。同时，邓小平所倡导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导向“共同富裕”的结果。根据世界标准，中国收入差异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自然出现了社会不和谐的症状。近年来，群体事件不断，并且一些群体事件向政治化方向演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最近几年出台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这些新政策显然是想要达到基本社会正义目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经济发展就不会有社会正义，但经济发展并不能等同于社会正义。关键在于在出现社会非正义的时候，能否采取有效的方法来纠正问题。
 
社会多元促进政制改革
第五，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在21世纪，很少有国家及其国家的人民不向往民主政治的。但在很多场合，民主则是可遇不可求的。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民主化的经验，但并非所有的民主化的经验都是积极的，有“好”民主也有“坏”民主。有些国家的民主给人民很多正面的体验，但在另外一些地方，民主带来的是不好的经验。如前面所讨论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民主制度只是众多国家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并非全部。民主并不能替代现代国家制度的全部，民主也并不见得有能力建设各方面的现代国家制度。
再者，尽管在西方社会民主和经济发展可以平行，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不见得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需要秩序，但民主政治并不能保证这样一个秩序。民主也不见得能够带来社会和谐。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造成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分政治化。国家过分政治动员，造成政治空间过大，经济和社会空间过小。这些都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
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追求“好”的民主而避免“坏”的民主的问题。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民主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好”的民主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就是说，“好”的民主需要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穷的地方可以发展民主，但人民过穷的话，就没有力量去抵抗掌权者，无论这个掌权者是选举出来的还是通过其他方式产生出来的。有太多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农民的反叛和革命产生不了民主，尤其是“好”的民主，而中产阶级革命则往往带来“好”的民主。
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早期，中产阶级规模还不是很大，穷人还很多。这些年来，很多群体事件就发生在穷人中间。如何解决穷人的问题是中国领导者面临的主要任务。很显然，如果不能消除绝对的贫穷，就很难根除中国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的恶性革命。就民主化来说，中国存在着很大的希望。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也正在经历着中产阶级的觉醒。发达地区的一些群体事件就和中产阶级有关，尤其在与环境保护等问题相关的领域。经济的发展促成了社会的多元化，而社会的多元化反过来又促成中国政治体制的调整，以适应社会经济的现实。所以，尽管渐进性主导着中国的政治变革，但人们可以对民主政治保持乐观。从各个方面来说，民主化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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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崛起中的经贸大国



中国的经济外交与和平崛起
近年来，中国和世界各地区及国家经贸关系的发展有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味道。尽管中国和当今世界的三大经济集团即北美、欧盟和东亚的经贸都有很大的发展，但和亚洲国家之间的经贸表现相当突出。去年，所有亚洲国家无论是东北亚的日本、韩国还是东南亚各国，在和中国的贸易中都有可观的顺差。传统上，这些国家的主要贸易对象为美国，但中国后来居上有超越美国之势。在很多亚洲国家的眼里，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但敏锐的观察家也发现，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并非仅仅是经贸关系那么简单，他们感觉到，在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也有了相当实质性的进展，如中国已经在去年率先加入了东南亚国家友好条约。中国的举动已经对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产生了相当大的压力。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正逐渐地在亚洲事务上和日本、美国竞争，扮演一个领导角色。美国方面把中国的经贸和政治行为称之为“经济外交”，担心中国是否想借此来建立一个可以和北美和欧盟相抗衡的亚洲集团（Asian Bloc）。
 
会不会破坏现有世界秩序
说中国可以扮演亚洲事务的领导角色未免过于夸张，说中国在和日、美竞争也未必是事实，但中国“经济外交”的意义确实是深远的，它表明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从前的大国没有走过的崛起之路。以往，中国领导层总是低姿态地强调中国的贫穷及其崛起的困难，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领导人开始承认中国的崛起了。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也在逐渐成为事实。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会不会破坏现存世界秩序。这种担心一直是外界制造“中国威胁论”的根源。
正视大国崛起对世界权力格局的影响，中国领导人最近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这个新概念的内容是什么还不是很清楚，但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的走势而论，“经济外交”应当是目前中国和平崛起的主要手段。
为什么是经济外交？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经济方面的外交，二是指把经济作为手段来达到其他的目标。
从第一层面来说，有两方面的巨大动力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外交。首先是内政。经济发展一直是中国领导人关注的重中之重，这从邓小平开始到现在的领导人没有大的变化。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改变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国力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关系到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问题。由于民主化的推迟，持续经济发展对执政党的重要性越来越甚。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国内的和平，也需要国际的和平。对和平环境的渴望是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概念的内部动力。
经济外交也有外部的动力，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中国经过艰苦的努力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一旦加入，中国就面临巨大的外在压力。简单地说，中国在开放市场的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世界市场空间。如果只是开放市场，而不去占领已经开放给中国的海外市场，则必然会导致海内外市场的不平衡。因此，加入世贸给中国带来了开拓海外市场的巨大的动力和压力。
 
经济是最强大有效的力量
从第二个层面来说，经济外交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首要手段。和平崛起可从多方面来理解。其一是中国能够崛起，不被外力所遏制或围堵；其二是中国的崛起不会对现存国际权力格局造成过大的冲击；其三是中国在崛起的同时能够扮演一个大国的角色。中国领导人选择经济外交与这三方面都有关系。
以美国为首的大国围堵中国的声音不断，一旦条件出现就会对中国进行围堵。经济力量是中国冲破其他大国围堵的最强大有效的力量。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资本和美国的资本没有两样，同样以营利为目标，同样会向海外扩张。资本的扩张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只要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没有国家能够围堵中国资本。
其二，经济手段可能也是中国和国际社会交往时能够造成双赢局面的最重要手段，如果不是唯一手段的话。各个国家都在紧盯着中国。中国在军事现代化、国际战略方面的些许变化都会造成很多国家的恐慌，但经济则不然，它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也就是说，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都可以从中国的经济扩张中受益。
其三，中国尽管在崛起，但缺少软力量（soft power）。美国和西方控制了当今世界所有的软力量，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等等。中国可能也在发展这些方面的软力量，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都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主导因素。没有软力量，中国不可能成为大国。以经济外交为首可能是中国发展软力量的有效手段。它比其他因素更能造成双赢、稳定及和平的局面。同时，在充分利用经济力量的情况下，其他的手段如军事手段就成为次要的了。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仅是个概念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外交开始来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是其他大国所没有走过的道路。迄今相当成功，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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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危机对中国国际战略的教训
能源危机正在蔓延、加剧，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不可说不大。到目前为止，人们还不知道这场危机会以怎样的结果收场。
就中国来说，不能笼统地来讨论这场能源危机。简单地说，中国的能源危机分为内部和外部两块。内部能源危机表现为电力、煤炭等方面，这些资源方面的短缺主要还是因为内部政治因素的作用，如有关部门过去的决策缺乏对国家能源长远需求的考虑，缺少一个有效的资源分配机制，等等。不管怎样，这些内部因素还是在中国本身的控制范围之内，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有望得到解决。
关键问题在于外部危机。这次主要表现在石油上。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是个封闭国家，在经济上对外界的需求不大，外界对中国的需求也不大，这是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对中国没有任何影响的主要原因。但是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改革开放的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与世界接轨。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已经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在和世界融为一体的过程中，中国和世界经济交往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中国只是希望引入外国资金，利用外资来发展内部经济是国家政策的主线。但是现在，中国资金开始往外流，已经从资金短缺国家转变成为资本剩余国家。只要有资本的过剩，资本的输出就不可避免（不管以哪种方式）。同时中国也发现，随着和世界的整合，不仅中国的产品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而且国内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国外的资源。石油就是其中一例。
 
受制于外国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外国经济利益进入中国，中国似乎正在失去自己的产业发展自主权。现在的很多产业政策越来越受到外国经济利益的影响甚至操纵。很多政策从动议到决策甚至执行，都深深带有外国利益的影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须遵守国际规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更为主要的是，这些外国利益一旦和中国本身的既得利益相结合，便在中国的政治过程中具有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力。外国利益在政界、商界和学界都能找到他们忠诚的代理人。
中国的交通运输业就是很好的一例。从中国本身利益来说，私人汽车本来就不应该成为主导工业。20世纪70年代几次石油危机之后，一些国家已经调整了交通工业政策，大力提倡公共交通，控制私人汽车的发展，这样做既减少了对外在能源的依赖，也对环境有利。可惜的是，今天私人汽车已经成为中国的主导产业。这里难道就没有外国经济利益的影响吗？国内的石油需求已经居高不下，私人汽车业的发展只能促进这种需求的飙升。
不过，中国的国际战略似乎并没有能够有效地配合国民经济的这种巨大转型。就石油来说，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一种类似于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石油储备制度。中国也没有建设自己本身的石油运输能力，90％左右的石油运输依赖外国油轮。中国更没有维持国际石油运输路线安全的能力。这尤其表现在马六甲海峡。绝大多数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石油经过马六甲海峡后才能进入中国，如果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不保，中国几乎就没有石油安全。
 
外交奔波成果有限
国际战略上的所有这些缺失，都使得中国内部发展所需要的外部资源轻易地被外在世界所控制。一旦发生不测，中国就会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等死”状况。还好，这次石油危机的发生和发展或许是受一些国外经济和金融利益集团的操控。但万一中国和一些主要主权国家交恶，中国的外部资源就很容易被切断，国家也因此可能被围堵。前些时候，美国想以反恐为名进入马六甲海峡维持和平，日本也蠢蠢欲动，当然引起了中国的高度不安。无疑，马六甲海峡已经成了中国的生命线。
能源危机出现以后，领导层表示出了高度的关注。最高领导层亲自出马，四处奔波，寻找能源，一时间形成了一股强劲的“能源外交”波。但是效果怎样呢？不能说没有成果，但极其有限。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关系很能说明这一点。尽管有双方领导高层的多次会谈，中国也在各个方面（如边界问题）有诸多的让步，但是俄罗斯并没有满足中国的期望。
中国也开始强调自己的石油开发，但这个问题似乎更为复杂。很多事情表明，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导致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恶化。东海石油开采已经导致了日本的不安，而在南海的石油开采，也必然会引发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之间的矛盾。
这次能源危机一方面显示了中国以往国际战略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内外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国际战略的严峻挑战。很显然，中国领导层还没有心态和经验来调整现成的国际战略。要知道，从经济层面来说，发达国家的国际战略从来就由两个重要的部分组成：第一是如何保障外来的资源供应来满足国内建设的需要，第二是如何保障本国庞大的海外经济利益。在近代史上，这些因素更是导致了无数次国家间的战争和纷争。
由于中国和外在世界的高度相互依赖性，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需求正变得越来越显著。但是，无论从保护本国的海外经济利益还是从海外获取国内所需要的资源来讲，中国现存的国际战略都远远不能胜任。怎么办？这是今后所有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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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供应和需求方面，而且更表现在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代言国家的战略利益的冲突上。
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国政府主动实行开放政策，“请进来”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中国通过把全球资本“请进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这一政策非常成功，它很快结束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封闭状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这种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使得中国不仅和当时的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区分开来，而且也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比这些国家成功。
 
“请进来”“接轨”与西方战略一致
中国“请进来”的政策和全球资本主义没有任何的冲突。对全球资本主义来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无疑为全球资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正因为如此，包括美国、欧洲国家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的“请进来”政策抱积极正面的态度。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接轨”。和世界体系“接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改革内部的各种制度机制来适应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是中国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欢迎中国的“接轨”政策。很显然，中国是否能够顺利和世界经济体系“接轨”会影响这个体系能否正常运作。如果中国不能“接轨”，这个体系的运作会出很大的问题。同时，“接轨”的政策也符合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战略意图。在后冷战时代，如何应付崛起的中国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强国的战略核心。美国和西方的其中一个对华主要战略就是通过把中国纳入现存世界体系，使之接受这个体系的规则来制约中国。当然，对中国来说，“接轨”也是最为理性的融入世界体系的战略，实际上中国别无选择。既然不能像前苏联那样另起炉灶，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融入了。西方和中国的这种战略方向上的一致性表明，在中国“接轨”问题上，双方能够达成很大的共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西方世界要对中国开出苛刻的“入会”条件，而中国又不得不妥协接受这些条件。
那么为什么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在近年越来越明显了呢？这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即中国“走出去”的阶段。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与所有国家的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会按照资本自身的规律走向能够赢利的地方。同时，充裕的资本也使得中国有能力购买大量的原材料以满足国内资本的需要。
中国资本“走出去”（主要通过企业“走出去”的形式）本来就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例如，中国的“请进来”政策使得很多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必然限制了这些资本流入其他也需要资本输入的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有“中国经济威胁论”的说法。现在，中国资本的“走出去”对这些国家无疑是个很好的现象，因为和其他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力。中国为全球市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廉价商品，为原材料生产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客户”选择，崛起中的中国中产阶级更是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倾销高档商品的巨大市场。
 
“走出去”触动西方政治战略神经
既然中国的经济崛起产生这么多的正面效应，那么为什么又表现为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冲突呢？这里既有经济上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原因。在经济层面，随着中国经济体的壮大，内部的供应和需求都产生出巨大的外部影响力。在供应方面，依赖中国内部廉价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土地），中国正在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价廉商品，供应全球市场，从而影响当地产品的价格。“中国制造”可能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具特色的现象。在需求方面，中国内部巨大的需求已经开始对国际原材料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近年来国际石油、钢材、铁矿等的价格变化都离不开中国的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并非经济学上所谓的需求和供应关系那么简单，它是典型的政治经济体系。任何经济学上的交易必然产生出政治意义，甚至是战略上的意义。尽管中国努力通过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来实现和平崛起，但是对那些主导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来说，全球化也使得中国的影响力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开始很快地走出亚洲，走向了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甚至是全球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和欧洲。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中国影响力的崛起，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的崛起，无疑是一种挑战。这也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近年来不断把贸易、企业并购等经济问题政治化，拼命通过政治手段，企图阻碍中国经济影响力外扩的真正原因。
“走出去”与其说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倒不如说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经济影响力的“走出去”显然开始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更开始触动那些一直主导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的政治和战略神经。外在的阻力是必然的，冲突也在所难免。如何在新形势下和全球资本主义打交道，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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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欧盟眼中的战略利益定位
欧盟与中国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欧盟是如何定位与中国的关系的？这是很多人所关心的。在中国和欧盟的关系中，中国与老欧盟国家包括英、法、德、意等国的关系还是主体，因为对华政策的动议大都来自这些国家，或者说，如果没有这些国家的支持，很多政策动议不会有实质性的结果。但新欧盟国家的影响力也不可忽视，因为欧盟内部的一些机制，使得这些新国家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制约欧盟的对华政策。
 
经贸利益居对华政策首位
欧盟与中国有多方面的利益关系。概括地说，欧盟对中国的利益定位是经济贸易利益居首，战略利益居次。这是总体情况，但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各占多少，在主要欧盟各国有所不同。
欧盟把经贸利益放在对华政策的首位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欧盟国家有悠久的经贸传统，建立商贸帝国曾经是多数欧盟国家的梦想。大英帝国也主要是一个商贸帝国。这一传统对今天欧盟各国仍有很大影响。经贸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欧盟的对外政策。在欧盟对外政策中，经济成分占很大的比例，因为很多人相信经贸方法（如经济制裁或援助）是可以有效地用来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的。从现实需要来说，欧盟各国大多是福利国家，要维持和发展这个体系，经济发展是重点。实际上，各国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表现越来越成为民主政治所关注的重心。
正因为这样，欧盟对中国的经济崛起表示欢迎，因为中国的发展已经为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经济上，欧盟各国都想从中国的经济崛起过程中获得最大可能的利益。实际上，多年来，欧盟各国都在努力发展和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但这并不是说，欧盟和中国在经贸关系上总是具有利益一致性。欧盟一方面想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另一方面又经常对中国的出口设置障碍。欧盟迄今为止还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作为一个整体，欧盟要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
欧盟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居次要地位。这里当然有地缘政治的因素。欧盟远离中国，和中国没有直接的地缘利益之争。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欧盟本身。欧盟整合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相当不容易，要进一步整合尤其在政治和战略上整合有相当大的困难。由于近年来欧盟的大扩张，这种整合变得更加困难。如果不出现一个强大的“外敌”，欧盟的战略一直会处于一种防御的方式。只有当欧盟作为整体遇到一个强大的“外敌”时，进攻式的战略才有可能。除非俄罗斯再次崛起，否则这个共同的“敌人”很难寻找。从这个方面来说，欧盟对华的战略考量和美、日等国不同。美国既是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又在亚太地区有全方位的利益，包括战略利益。日本更不用说了，和中国有直接的地缘政治竞争。
 
对华战略要与美国协调
但是，一旦当美国因素出现时，欧盟对中国关系的战略考量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欧盟和美国具有相当制度化的战略关系，尤其体现在“北约”这一机制上。在后冷战时期，“北约”组织的战略目标一是防俄国，二是防中国。近年来，“北约”试图向亚太地区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去年中国出台《反分裂法》之后，美国和欧盟乘机开始在美欧之间进行中国战略对话，希望在对华关系上，双方能够协调关系和行动。这种协调使得欧盟很难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这个对话刚刚开始不久，还处于早期，今后如何发展，还需要加以观察。但这已经说明了一旦亚太地区发生不测，如果与中国有关，欧盟与美国仍有可能找到共同的战略利益。
在欧盟对华战略上，英国的角色显得有些特殊。尽管英国也把对华经贸关系放在首位，但较之其他欧盟国家，英国更多地关注对华战略。这里既有美国的关系，也有英国本身的关系。就美国因素来说，英美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战略关系，这些年来英国的国际行为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就英国自身来说，英国具有帝国传统，即干预国际事务的传统。同时英国自己认为，在欧盟诸国中，英国仍然有能力干预世界事务。这些因素表明，英国较之欧盟其他各国更会关注中国的战略动向，甚至显示出干预主义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经常表现在英国对台湾和香港等问题的关切上。
那么，欧盟和中国的政治关系又怎样呢？和美国一样，欧盟近来也盛行所谓的“中国不确定论”。根据这一说法，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但中国崛起的内政外交的方向则是不确定的。因此，在和中国交往，尤其是经贸交往的同时，必须用各种方式对中国施加影响，使得中国有可能朝着西方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即内部的政治民主化和外部事务中全面和西方合作。正是在这一总体认知下，民主人权问题经常混杂在欧盟的对华经贸关系和战略关系中。
对中国来说，要制定有效的欧盟战略，和欧盟发展具有实质性的关系，就必须对欧盟对华利益的认知有个清醒的认识。和欧盟发展经贸关系仍然是关键，中国应当用经贸关系来逐渐消化欧盟对华的战略关注。对欧盟中的“中国不确定论”，也必须加以关注，因为欧盟的中国认知影响其总体对华政策。中国本身正处于一个大转型时期，外界的担心也情有可原。在这方面，中国和欧盟的战略对话显得尤其重要。中国和欧盟双方间尽管已经有很多方面的政策对话，但大都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层面。要减少欧盟对华的“不确定性”或者增加其对华的“确定性”，战略层面的对话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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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思考如何保护其海外利益
近年来，中国在发展国际经济方面实行“走出去”战略。这一新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国际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此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请进来”和“接轨”战略。无论是“请进来”还是“接轨”，中国和外界的冲突并不是很大，即使有冲突，也大多发生在中国边界之内，也就是说涉及的是中国如何对待外资的问题。在“请进来”方面，中国政府不仅为外资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政府一直是“亲”外资的，对外资实行各方面的优惠政策，尤其是优惠的税率。就是说，外资在中国所享受的政策远远优越于民族资本。这种情况迄今为止还没有改变，在各国开放的历史上没有前例。而“接轨”则意味着中国愿意接受现存国际规则。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接受国际规则不仅意味着外国资本可以利用这些规则来保护他们的在华利益，而且也意味着中国同样可以用这些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走出去”产生国际地缘影响
现在到了“走出去”的阶段，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走出去”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产物，主要表现在供应和需求方面的数量的增加。供应和需求方面的变化是最主要的，没有这些方面的快速发展，中国很难走出去。有了客观经济的需要，才有政府“走出去”的辅助政策。西方一些人士把中国的“走出去”政策解读为新殖民主义是没有经验根据的，不能把供需方面的经济关系看成是新殖民主义。
但是中国必须意识到“走出去”对国际社会的深远影响。“走出去”一方面表明中国对国际经济事务已经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并且因为这种影响力的基础是中国内部的经济发展，因此也可相信其是可持续的；另外一方面，中国也要意识到“走出去”对当地社会及其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尽管中国“走出去”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给当地社会带来的各种利益并不总是能够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公平分配的。一些社会群体得到多一些，另一些则少一些；一些社会群体得到了利益，另外一些则没有。利益分配的不均又会影响到当地社会的政治。当中国的“走出去”成为不同政治利益较量的目标的时候，中国的利益就容易受损害。此外，尽管“走出去”主要表现为经济贸易方面，但任何国际经济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对国际地缘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也会产生冲突。
正因为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必须思考如何保护“走出去”的海外利益，包括驻外人员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和合同的履行，等等。具体说来，“走出去”大致可以分成两类，即在发达国家和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等的市场机制健全，各种类型的经济活动处于饱和状态。中国要“走出去”与这些国家的资本竞争并不容易。又因为中国和这些国家具有不同政治价值和文化，中国“走出去”的行为往往被误读，被政治化，这更增加了中国“走出去”的难度。但同时这些国家是法治型国家，契约文化发达，中国“走出去”的利益比较容易得到保障。
 
与西方既得利益发生冲突
中国“走出去”的对象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这些国家大多还处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之中，一些国家尽管有诸如选举等民主因素，但国家的制度化程度还比较低。制度化程度低也表明政治上人治色彩浓厚，国家政策经常因人而异，中间社会力量小，族群关系复杂，加上或左或右的激进政治力量，社会稳定经常成为大问题。所有这些因素都对中国“走出去”的利益非常不利。
更为复杂的是，中国的“走出去”不可避免要和西方国家已经在那里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在非洲主要是欧洲国家的利益，在拉丁美洲主要是美国的利益。欧美国家早期在非洲、拉丁美洲实行殖民主义政策，殖民地政策结束后又有各种形式的新政策，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扩展自身的影响。尽管西方政策遭到那里人民的反对，但不可否认的是，欧美在这些国家也培植了相当的亲西方政治势力。中国“走出去”不仅要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还会和他们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利益相冲突。中国如果不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与西方协调利益，中国本身的利益就很容易受到损害。例如，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存在着发生所谓的“颜色革命”的基础。如果西方的既得利益要和中国的利益作对，他们很容易动员那里的亲西方力量与中国较量。
如何来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应当看到，极其丑陋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一些情况下往往是西方国家保护其海外利益的手段。现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已经过去，那么依靠什么来保护海外利益呢？当然，现在有新的国际机制如世界贸易组织等来保护各国的海外投资，但从现实面看，现存的国际规则并不足以保护一个国家的海外利益。看看美国和欧洲国家是如何努力来保护他们“走出去”的利益包括在中国的利益，就知道保护海外利益的困难了。中国政府在保护欧美在华利益方面已经尽心尽力，但西方还是不放心。除了要中国恪守世贸组织规则外，他们通过设立各种机制来保护他们的在华利益。欧美对中国的做法是否可以给中国一些启示呢？至少给中国提出了如何保护中国在海外的利益这个重要问题。
中国在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时有自己的理念。根据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经验，中国相信通过经济发展和消灭贫穷来达到社会稳定和政治变迁。因此，中国和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并非一次性买卖。中国所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表明其具有长远的经济利益，这表明中国更需要考虑保护自己在那里的长远利益。尽管中国希望走出一条与发达国家不同的道路，并把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的核心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忽视利益的冲突面。只有正视冲突，才可能达到和谐；也只有正视冲突，才可能保护自身的海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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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实现战略“走出去”
今天，中国外交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经济和战略“走出去”的不平衡。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很快从资本短缺转变成为资本过剩。和其他国家一样，资本必然要超越国界，流向一切有利可图的地方。再者，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之一。正因为如此，在本世纪初，中国确立了“走出去”的经济战略。
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也成为必然。尽管国防现代化，主要是军事现代化，并非改革开放政策的主题，但国防现代化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一些领域开始赶上甚至领先其他大国。
但与经济“走出去”相比，中国的战略“走出去”似乎是困难重重。除了在联合国构架内的“维和”，以及近年来的中国军舰护航索马里海域之外，中国军事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十分微弱。在很大程度上，中国表现为一个没有军事战略支撑的贸易大国。从前的贸易大国如英国和美国，都有极其庞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其后盾，中国是个例外。那么，中国的贸易大国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就称中国为“搭便车者”（free-rider）。
不过，问题在于，中国的“搭便车”战略是不是可持续的？从历史的经验看，答案是否定的。且不说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仅仅从自由贸易安全的角度来看，战略也必须随着经济力量“走出去”。在最低限度上，任何贸易国家都要有能力保护海上航线的安全，使其免受海盗或者敌国力量的威胁。很多年前，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战略口号，向国际社会展示了自己和平发展的决心，但很显然，“和平崛起”只是表达了中国期望和平的意愿，它并不能保证现实是和平的。要实现和平，中国不仅必须有足够的国防和军事能力来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包括在海外的国家利益，还必须有能力承担起保障国际社会和平的责任。
 
战略“走出去”的障碍
如果没有足够的国防和国际战略能力，中国一旦遇到强大的外在压力，很容易放弃自由贸易，转而成为封闭国家，这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例如，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切断了和其他国家的海上贸易交往，成为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而封闭也是古代中国最终走向衰落的根源。
在战略“走出去”问题上，中国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其国防现代化经常被其他国家视为“威胁”。的确，如果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被视为威胁，那么就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担忧，他们或者联合起来，或者和其他大国结盟，来对付中国。就是说，随着中国的崛起，如果中国没有能力给其他国家一种安全感，尤其是战略上的安全感，那么中国自身不管军事力量多么强大，也会感觉到不安全。从历史上看，在军事方面，各国在“不安全”感下的互动，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最终的公开冲突。也正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中国在军事现代化方面多年来一直奉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在国际社会上保持低调。直到最近几年，中国感觉到了战略“走出去”的重要性，开始以一种自己的方式试探相关国家的反应，但很快就导致了有关国家的强烈反弹。
中国的战略无疑需要“走出去”，并且因为方方面面因素的推动，战略“走出去”也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动力。但同时，其他国家对中国这方面的举动变得越来越具有敏感性，也就是说，中国战略“走出去”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外在压力。怎么办？如同经济领域，战略上的“和平崛起”与和平“走出去”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做得好也是可以成功的。但中国必须直面一系列挑战，而非回避它们。
 
建立与外界的军事互信
最主要的是军事能力的建设和培养，就是说必须具备真正的军事现代化。军事能力是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并且军事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也可以推动其他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发展和进步。最有效的做法是踏踏实实地进行军事现代化来保障内外部安全；最糟糕的做法是实际上并没有多强的军事实力，而又高调地去吓唬人。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实现军事现代化并不是说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军事国家或者军事大国，而是说中国必须具有足够的军事能力，为内部经济发展和外部贸易安全服务。
或者说，中国首先是经济贸易大国，而军事力量则是对这个经济贸易大国的保障而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成功在于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保障着其经济大国地位，而苏联的失败，则表明了一旦一个国家的经济走上了为军事现代化服务的轨道，那么经济的衰落就不可避免，而经济的衰落又必然最终导致军事的衰落。中国要实现军事现代化，但必须理顺经济和军事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
内部的军事现代化，不见得一定会对他国造成“威胁”感或者实际上的威胁。这里涉及军事现代化和战略崛起的方式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必须秉持公开、开放和透明的原则。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外在世界一直是有合理期待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现代化都是并存的。中国不实行军事现代化反而是不正常的。不过同时，人们也想知道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意图，就是要中国回答“为何而军事现代化”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迫切需要和其他国家建立互信。在军事和战略交往方面，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显得非常小心翼翼，甚至保守。和一些国家的军事交往已经开始了，但力度不足；并且一旦遇到其他方面的问题或者纠纷，军事交往经常是第一个牺牲品。
中国想要成为大国，这种现状必须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可以说是通过融入世界体系来实现的。今天，中国经济无疑是世界经济体内在的一部分，这也是在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崛起之梦，并且已经具备很强的能力对世界经济体产生影响的原因。但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还处于“孤立”状态，至少并没有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当然，这和一些国家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诸多猜疑和敌意相关，就是说，和鼓励与推进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相比，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崛起持有遏制的态度。不过，中国军事越是处于“孤立”状态，外界对中国的猜疑就会越深。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中国必须采取主动。
如果要和其他国家建立军事上的互信，国际合作不可或缺。国际合作不仅仅有利于互信的培养和建立，也是中国军事战略“走出去”的唯一途径。中国目前的做法似乎属于传统的“突围”范畴，即要突破他国对中国的战略封锁。实际上，“突围”也是最常用的战略词汇，尤其在海洋战略方面。但如果是“突围”的心态或者战略，那么就会构成和他国对立而非合作的局面。经验表明，无论是“突围”战略还是其他不以国际合作为轴心的战略，都难以持续。很简单，这些战略都必须由中国本身承担成本和费用。苏联采用的就是这个战略，而最后军事拖垮经济，经济拖垮国家。
 
军事合作与大国责任
相比较，美国采取的是国际合作的战略，就是说，美国比较能够考虑到其他国家对美国军事力量的需要，从而把很大一部分成本和费用转嫁给这些国家。没有其他国家为美国分担费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很难持续。（应当指出的是，在很多场合，美国的军事力量远远超出了和其他国家的相关性，而演变成军事帝国主义。）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必须确立军事方面的国际责任。作为大国，中国军事除了必须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国家外，还必须承担和国际社会一起共同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一个国际秩序是需要的，尽管人们对如何建立这个秩序有不同的看法。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各国间相互依赖和交往的增多，国际秩序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国际秩序并不是自动存在的，它需要（至少）被保护和看管。
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把世界一分为二，各自维持着自己的国际秩序。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国际警察。尽管很多国家并不满意美国这个国际警察，但并没有其他选择。美国有时候做好事，有时候做坏事；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对很多国家来说，不管美国怎样行为，这个国际警察还是需要的。尤其对很多小国家来说，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国际警察的国际秩序。
不过，美国已经意识到，“帝国的过分扩张会导致帝国的加速衰落”（奥巴马总统语）。美国也需要其他国家来共同承担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尽管美国处处防备中国，恐惧于中国军事崛起对美国构成的可能挑战，但同时美国也希望中国能够和美国合作来维持国际秩序。因此，很容易理解多年来美国为什么要急于和中国建立军事交流关系。
因为中国做了和前苏联全然不同的选择，即加入以西方为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维持这个体系很自然就是中国的国际责任的一部分。不管以何种方式，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承担这个责任，否则就很难成为真正的大国，即其他国家所认可的大国。
在国际关系上，经济关系一般被视为双赢游戏，而军事关系则更多被视为零和游戏。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传统（或者冷战）看法必须得到改变。任何一个大国，如果自己把军事现代化和外在的军事关系视为零和游戏，或者自己的军事现代化被其他国家视为零和游戏，那么最终必定失败。很显然，在“和平发展”、“国际合作”和“国际责任”的构架内，中国的军事和战略“走出去”会是双赢局面。这也是国际社会所期待的。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12月7日



第四部分 文化崛起与国际形象



为什么要追求“文化崛起”
“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但是，细想一下，需要提出的问题有很多。毋庸置疑，中国正在崛起或者已经崛起，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呢？不难发现，中国的崛起实际上是非常单向面的，只是经济上的崛起，而经济上的崛起又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数字经济的崛起，就是GDP总量的增长。
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发展，包括像经济那样的硬性指标和像文化那样的软性指标。而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只是片面的GDP增长，就是说，在这个发展或者增长过程中，缺失了以文化为基础的软性力量的发展。由于缺乏文化上的崛起，中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对内政和外交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内部单向面的经济崛起已经对社会造成了可说是摧毁性的影响。由于文化进步的缺失，现在没有人能够回答什么是经济增长的道德基础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追求绝对平均主义导致了绝对的贫穷，在贫穷与封闭的情况下，文化崛起无从谈起。后来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追求开放，追求财富。但社会财富的积累并没有导致文化的崛起，相反，走向富裕的过程也是文化趋向衰落的过程。巨大的财富差异导致了最基本的社会正义感的消失，极端的商业文化摧毁了社会的基本细胞。
更为重要的是，财富的积累并没有回答对人类最为基本的一些问题：人为了什么而活着，怎样活着？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这个问题对中国显得尤其重要。马克思说过，贪婪是人类进步的一种动力，但贪婪并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尽管对一个总体上仍然并不富裕的中国来说，经济发展还是个硬道理，但并不是什么问题都是可以用经济方法得到解决的。人并非经济动物，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文化上下工夫。对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来说，文化的供给显得更加重要。
提倡内部文化崛起的意义在于为社会成员提供一种新的生活价值取向，一种新的认同感。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和认同感在赋予他们的生活新的意义的同时，也能为他们的社会行为提供一种软约束。在今天的中国，人们看到的除了贪婪还是贪婪，私欲横流，公德沦丧。提文化的崛起就是要造就一种新的文化来节制人们的社会行为。西方国家的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也是如此，但后来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大众政治参与的发展，原始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得以遏制，得以软化，以钱为本的社会开始添加上以人为本的色彩。
对外部来说，文化崛起的缺失更是构成了“中国威胁论”的一种根据。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到底是为了什么？会对现存国际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这样的问题尤其显得敏感。中国周边有众多的小国，他们不知道身边这个越来越巨大的国家要做些什么。中国周边也有力量相当的日本，整天担心中国的经济崛起会威胁到其生存和发展。处理国际关系不仅仅是外交政策的事情，也需要有个文化上的交代。
外部文化崛起至少要回答两个问题：中国代表着的是一种怎样的价值？中国体现的是怎样的一种软力量？
在国际社会，对财富和力量毫无限制的追求最终要出问题。很多国际或者地区冲突甚至战争，是有关国家对财富和力量无穷尽追求的结果。世界历史上既有德国、日本式的崛起模式，也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式的崛起模式。中国如何崛起？如何在国际舞台上追求财富和力量？追求财富和力量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这是各国所关心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事实。中国依靠融入国际社会而得到发展，到现在，中国经济本身开始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最明显地表现在近几年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上。中国也已经从早期的资本短缺转变成为资本过剩。随着中国影响力的走出去，这种影响力中所能包含的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重要。商贸是西方大国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影响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同样确定的是，在种种影响力中，文化是关键的部分。实际上，现在就已经有人开始担心，中国内部的一些文化行为（如重关系而轻法制）是否会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走出去而对其他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这说明，没有内部文化的崛起，在国际舞台上，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令人畏惧的力量。因此，追求文化的崛起不仅仅是要在国际舞台上追求软力量，更重要的是要用这种文化来规范自己的国际行为，使得自己的国际行为对他国来说是可预期的。
总理温家宝去年在访问欧洲时曾经表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学生交流要远比中国采购空中巴士更为重要，因为经济为的是现在，而文化合作则是为了未来。这番话可以说已经突出了文化在国际事务中的至关重要性，但同时也说明了追求文化的崛起是一项比追求经济崛起更为艰巨的任务。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这项艰巨的任务是中国必须承担的。
 
原刊于《信报》2006年2月23日



中国要追求怎样的外部文化崛起
如果说内部文化崛起要回答发展的道德基础是什么，那么外部文化崛起要回答的则是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要代表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的问题。对外部世界来说，近代中国已经为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提供了两种文化：一种是毛泽东式的革命的文化，通过革命来造就一个新的国家；一种是邓小平式的发展文化，通过改革开放来建设新的国家。这两种文化在不同时代都具有相当的外在影响力。
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的今天，客观国际形势又向中国提出了追求外部文化崛起的要求。全社会对财富和力量持之以恒的追求已经影响到外在世界。经济崛起，富国强兵，但是崛起和富强以后要干什么呢？再者，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流行病等副产品，也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
外部文化崛起的意义是既要软化对财富和力量的追求，又要回答代表什么价值的问题。在前一方面，中国已经做了一些努力，加入国际组织，愿意接受现存国际规范的约束。但后一个问题还有待于回答。政府想在世界各国设立“孔子学院”，愿望良好明晰，但恐怕至多只能宣传传统中国文化，回答不了后一个问题。
而后一个问题也正是中国能否在国际社会拥有软力量的标志。人们一般认为美国与西方主导着二战以后国际政治舞台的软力量，因为它们代表着人权、民主与自由等普遍价值。的确，这些是近代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美国等西方国家由于这些方面的发展在国际社会领先，的确为世界各国所向往。但是，当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用这些价值追求自身的利益，并把这些东西强加给其他社会的时候，它们就不再是软力量的资源了。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当然的兼具软硬力量的惟一霸权。但在“9·11”恐怖主义事件以后，美国利用其举世无双的硬力量想把民主强加给他国，其软力量就一落千丈。
美国的经验给中国以很大的启示：什么是软力量，如何追求软力量？实际上，中国更应当从自己的过去学到追求外在软力量的经验。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影响力达至整个亚洲甚至更远，但这种影响力并不是成吉思汗的铁骑所致，而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中国也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文化霸权，因为中国并没有使用强权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他国之上。尽管中国的皇帝也要求“外来者”接受中国文化，但这种行为并没有超越国界。中国文化得到传播，更多的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代表的是一种价值，其他国家自愿学习从中国的文化中吸取有用的养分，发展自身的文化。（可惜的是，中国在此后自称为礼仪之邦，文化上却自我封闭起来，拒绝接受新文化，导致了最终的衰落。）
由此看来，外部文化崛起须具备多个条件：首先，中国文化必须代表一种价值；其次，中国不能把这种价值强加于他国之上；再次，中国甚至不能利用此价值在国际社会代表一些国家的利益，或者说，此价值不能用于团结一些国家来对抗另外一些国家。如果中国要把此价值强加给他国或者利用此价值来对抗其他国家，这和前苏联搞输出革命、搞意识形态的输出就没有什么两样了。如果这样做，不仅不能发展软力量，反而会适得其反。
中国能否发展出一种能使他国接受的国际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说，这已经不是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总结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文化发展中所包含着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加以制度化，发扬光大的问题。中国二十多年间的稳定发展已经导致了外界称之为“中国模式”的概念的出现。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作者并不认同一些人主张的要用所谓的“北京共识”来取代“华盛顿共识”。中国如果像美国推行“华盛顿共识”那样来推行所谓的“北京共识”，结果必然极其糟糕。
近年来，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概念，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因为自身的崛起而导致现存国际权力格局急剧变化，另一方面是为了在崛起之后为世界的和平承担更大的责任。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已经展开了多边主义、经济外交、睦邻外交等国际实践。这些实践是中国软力量的体现，也正在演变成中国外交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也可以说是外部文化崛起的标志之一。
不过，要确立一种国际价值，内部的文化崛起是关键。外部文化的崛起只是内部文化崛起的外延而已。内部的核心价值必然要影响到外部世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领导层开始在国际政治中提倡“和谐世界”的概念，这可以说是内部提倡“和谐社会”在国际社会的延伸。中国能否毫不动摇地朝这个方向走下去，在大力促成内部文化崛起的同时协调外部文化崛起，持之以恒地去实践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价值，人们正拭目以待。
 
原刊于《信报》2006年3月14日



中国国际形象的根基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的国门越开越大。开放的目标是接轨，接轨的目标是转型。历史上，中国曾经因开放而强大辉煌，但后来闭关锁国，国家不断衰落，等到西方列强用强权打开国门的时候，中国人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力量来抵御西方的入侵了。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革命和运动，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而改革开放表明中国再次准备好通过改变自身，通过和外在世界整合而崛起。开放后，中国一直在各个层面改变着自己，不仅改变已有的制度，而且也改变个人行为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努力向外在世界学习，而且对外在世界对中国的反应非常敏感和在意。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一直在关注外在世界尤其是先进的西方世界如何评价中国。
对外在世界的这种积极态度不仅反映了中国人的好学精神，更重要的是表明了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不再是闭门造车。也正是因为内部的发展一开始就具有国际内容，中国在很短的历史时期里就成为世界共同体的一员，并且在这个体系内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情绪化反应有损国家形象
今年的奥运会更是给予中国人一个机会来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呈现给世界。奥运会对于中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狭义的体育。在这里，中国既是参与者，也是表演者，更是组织者。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奥运会，中国的运动员也一直是奥运舞台上的表现者。现在随着这个世界舞台来到中国，除了中国运动员，中国民众也变成了这个舞台上的表现者。更重要的是，中国也是这个舞台的组织者。如何为世界各国运动员提供一个好舞台成了中国的责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或许是中国人的积极心态。
但是一些西方人并不理解中国，他们经常把中国的行为理解成为中国“太想表现自己了”。于是乎，一些人竭尽想象力，把从前所显示的一些负面形象和中国的奥运会联系起来。
国家形象遭到破坏，中国人自然要表达愤怒。因此，中国和外在世界的一部分反华力量在过去的数月内似乎形成了互相抗议的局面。一方面是西方的反华和对华不友好力量抗议和试图抵制中国的奥运会，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对这些损害中国形象的行为进行抵制和抗议。
在中国的反制过程中，愤青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愤青的优点是对事物敏感。愤青抗议的好处就是把问题提出来，让各方面注意。但也不可否认，愤青比较容易情绪化。有人把愤青比喻成一头易动怒的雄狮，对周边的环境过分敏感，每每感觉到有不友好的举动，都要大吼一声。
中国愤青的行为并不难理解。尽管中国开放已经三十载，但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对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乌托邦的阶段。中国人好读书，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百姓，大都从书本或者媒体了解外在世界，很少有人去理解书本上的西方和现实的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平常把西方想象得太好了，一旦一些西方人诋毁中国，就很难接受。愤青的目标是为了维护国家形象，但一旦过于情绪化，反而有损于国家形象。
 
呈现自我才会被人接受
政府对西方势力的反应更为重要。尽管政府没有像愤青那样情绪化，但每逢西方作出不友好行为和小动作，也是必有回应。当然，对事关国家利益的事情，政府必须要做出反应。但如果对西方的每一种观点都要回应，不仅显得中国没有包容性，在客观上也会导致负面的效果。要意识到，如果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每次都对西方少数人的诋毁做出反应，会在西方造成什么效果？一是成就了“敌人”，二是为西方媒体进一步诋毁中国提供了新的素材。
前段时间，针对西方的批评和攻击，中国有关方面试图邀请西方的公关公司来为中国做形象设计。政治公关在西方一直很重要，中国有关部门想到这一点，也无可非议。在媒体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形象包装非常重要，但必须意识到，形象的包装只是个技术问题，对一个国家没有本质性的意义。正如在经济领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产品的包装，而在于产品本身的质量。
塑造中国国际形象不是要再次呈现给外在世界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而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在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上，四川大地震的经验不可忽视。为什么西方媒体一改之前对中国大力诋毁的立场，而正面评价中国甚至羡慕中国呢？问题再简单不过，是因为中国呈现给外在世界的是一个真实的“自我”。在这次救灾过程中，从政府到普通百姓，“以人为本”成了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当中国人把“人”字放大到足够大时，西方大多数人就开始理解中国，接受中国。
 
应该思考形象根基问题
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涉及中国人心态的调整。要意识到外在世界是多元的，无论是西方还是整个外在世界，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着多元的利益。西方世界作为整体，既不会成为中国人所想象的朋友，也不会成为中国人所想象的敌人。对华友好的和不友好的、朋友和敌人都会长期共存。
不管喜欢与否，这是现实。今天是这样，明天、后天也会这样。这就要求人们调整心态，用多元的心态来看问题。很多问题的存在是常态，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方法可以加以改变，那么就要改变看待这些问题的态度。
毫无疑问，塑造国际形象的核心是改善自身，是自身的进步。再者，改善自身并非为了应付外在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善自身更不是要放弃自己的一切，把自己变成他人。
中国国际形象的根基是自己的文明，塑造国际形象也就是在各种场合（包括奥运会）把中国文明的底蕴发挥出来。中国是世俗文明，具有其他文明所不可比拟的开放性。在历史上，中国文明很少有排斥其他文明的时候，善于吸收其他文明的长处是中国文明的特性，现在也一样。为了外在世界的积极评价而放弃自己，这不是中国文明的主轴。一旦中国转型成为其他文明，那么中国人的生存就会失去意义，中国对世界也不再具有意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中国也正在加速转型，全方位地融入世界，国家的国际形象自然变得重要起来。在这个时候，人们更应当思考国家形象的根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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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压力下重建中国民族主义
最近一段时间，海外“藏独”力量和在西方的一些反华力量利用中国奥运会的机会，对中国发起了接二连三的挑战。这激起了中国人民新一波自觉的民族主义浪潮。无论海内外，中国人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对西方对中国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和西方媒体极端片面、扭曲的报道表达出强烈的愤慨。
这一波民族主义浪潮可以说首先发生在西方的华人中间。亲眼目睹了西方的一些势力如何歪曲西藏事件，西方媒体如何制造“故事”来丑化中国，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华人首先站出来和西方的这些势力作哪怕是微弱的抗争。应当指出的是，很多原来对西方抱有理想的学生这次也参与到这一波民族主义浪潮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西方评论家称是“西方造就了新一波中国民族主义”。
然而，因为民族主义包含着不可控的因素，这些西方势力似乎又找到了新一波挑战中国的资源，那就是这一波新民族主义本身。对这些西方势力来说，他们所希望的是这一波民族主义浪潮最终失去控制。如果中国人的情绪被鼓动起来，如果中国人能够在奥运会期间显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如一些中国球迷早些时候对待日本球队那样），如果西方的运动员或者其他人在奥运会期间和中国发生了冲突，那么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达到了。
这里的逻辑很明显，那就是：到那个时候，西方的这些力量可以公然地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往日的德国民族主义、日本民族主义等同起来，这样，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也在所难免。
 
对西方要有总体认识
无疑，在外在压力下，中国需要民族主义。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反应，那么中华民族的确很难被人所尊敬。但同时，人们也应当提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从目前的动态来看，有几种民族主义倾向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有可能不仅达不到民族主义本身的目标，反而会走向民族主义的反面。
第一，对西方的“总体论”认识。因为抗议运动发生在西方各国，民族主义自然倾向于把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进而又往往把这个西方“整体”置于中国的对立面。但在实际层面，把西方看成一个整体，造成似乎整个西方在和中国作对的“想象”，既不合乎事实，也有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合理性。
要对西方作多元主义的解释。任何抗议行动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包括组织、参与者，观察者和反对者。这次发生在西方的抗议中国的运动也一样。参与者是各种反华和对华不友好的力量，反对者就是支持中国和对华友好的力量，当然，更多的是观察者。中国公众感到愤慨的是西方媒体只报道组织和参与者的声音，而听不见反对者的声音。反华和对中国不友好的力量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他们和媒体的结合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情形。
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反对者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西方人。他们不是没有支持中国的声音，而是没有管道来表达声音。实际上，很多西方公众对西方媒体只报道负面消息而不报道正面消息感到迷惑不解。在笔者参加的很多次讨论会上，不时有西方学者或公众对BBC等西方媒体的不公正报道提出质疑和批评。一些西方媒体也开始反思他们本身偏激的做法。
多元主义的看法可以帮助人们看到事物的真相。既然人们对西方制造一个不真实的中国感到愤怒，那么也应当避免对西方的不真实的认识。
第二，一些人倾向于把这次中国和西方部分反华力量的冲突提高到文明冲突的位置。“文明的冲突”是个老话题，但这个概念往往变成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而提出“文明的冲突”的学者和政治人物从来就没有对此有个合乎事实的解释。实际上，各种文明本身之间没有任何理由会发生冲突，只有当各种不同的利益把文明作为一种资源加以动员来达到其本身的目标的时候，文明的冲突才会发生。就是说，在文明冲突的背后是各种具体的利益，是这些力量利用和挟持了“文明”。
正如上面所强调的，反对中国的只是西方的一部分人，而不是西方的全部。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正在对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已变得越来越具有相关性。一些反华人士尤其是组织者具有他们本身的利益，也有一些参与者之所以参与其中，是他们对中国的心理因素使然。
中国的崛起并不表示西方的衰落；相反，中国在开放状态下的崛起是西方持续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然而，很多西方人还是感觉到了西方的相对衰落，他们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某种不确定性。这些人对中国的认识取决于他们的心理调适。
可以想见，这种心理状态的调适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前中国人本身在从辉煌到衰落的过程中也有这种心态的调适问题。这种心态实际上不仅存在于西方，也存在于中国的近邻包括日本和韩国等国。
这些国家的人民需要在和中国的互动过程中来确立他们新的心态。尽管在西方还是会有人抱着拒绝中国的心态来看中国，但幸运的是，随着中国对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变得相关起来，很多人开始用接受中国的心态来看待中国。同时，中国人本身也需要作些心理调适。尽管这次“藏独”分子和西方的反华力量把矛头对准中国，但从更高的层次上看，这也是一次抗议奥运会的运动，或者说反全球化浪潮的运动。
由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反全球化的浪潮也正在加剧。很多年里，凡是具有国际性的活动，如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和八国峰会等，发生在哪里，抗议活动就会跟到哪里。一些国际性的活动，如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已经产生了其对立面，而且反全球化的力量也是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不幸的是，奥运会也处于被抗议对象的前沿，因为奥运会是个高度国际化的活动。
如果这次奥运会发生在他国，抗议活动也同样会发生，只不过抗议的议程会不同罢了。就是说，任何国家如果要举办类似的国际活动，就不能简单地等待欢呼的声音，也要准备听到批评甚至攻击的声音。支持和反对本来就是一体的。这部分“什么都抗议”的西方力量也参与到了这次的抗议中国运动中。如果减去这部分力量，那么强硬的反华力量又会少很多。
 
民族主义要有合理的因素
第三，对抵制外国货运动的作用要有理性的认识。笔者不认为最近的抵制“法国货”运动没有一点意义。这种抵制行为对提出问题、促使人们正视问题具有相当的作用。但同时也不能对此有过高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行为具有象征性。前些年也有抵制日本货的行为，但抵制很难持续。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不爱国，而是因为全球化。全球化把世界各个经济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依赖。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很简单，中国本身是个世界商品制造基地。
从这些方面说，尽管中国需要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必须重建。很多行为似乎都合乎民族主义的逻辑，具有合理的因素，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在面对西方压力时，有效的民族主义应当是在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之间达到一个平衡。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各种文明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不同类型的冲突不可避免，但不能简单地把什么样的冲突都视为文明的冲突。全球化也在造就文明的融合。民族主义的重建也要考量到中国的大国责任问题。从大国的责任角度来说，中国需要的是一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而要避免具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变种。
作为大国，中国需要的是一种类似于传统儒家那样的具有很强包容性和普世主义性质的国家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能容纳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价值，那么民族主义只会成为一种微弱和无效的抗争。如何避免这种情况，这是需要人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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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要求民族心理的转型
“藏独”分子和西方反华力量结合在一起阻挠奥运火炬传递，抗议中国北京奥运会，立即导致了新一波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西方媒体开始关注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动态。如同预期的一样，西方媒体开始用不解和异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波新民族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已经忘掉了这一波民族主义是海内外中国人对西方对华不公的回应。
同时，中国国内各方面尽管对西方反华力量都感到不满和愤慨，但也有一些人对民族主义的一些激进反应（例如，抵制法国家乐福）表达了不同意见。很显然，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下，一些人似乎很难容忍不同意见。一时间，“汉奸”的概念满天飞。在很多网络讨论中，出现了激进的竞赛，表现为“谁最激进，谁就最爱国”。
面对西方反华力量的巨大压力，中国民众的这种心理状态并不难理解。但如果每次遇到外在压力就出现这种心态，或者这种心理变成一种常态，那么对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后果。笔者以为，理性的爱国主义者应当从长远国家利益而计，必须对这种民族心理进行反思，实现民族主义的转型，使得中国民族主义走上利己利人的健康轨道。
 
百年耻辱结合过分自信
中国传统上没有民族主义，主导中国文化的是具有强烈普世主义倾向的儒家，包容一切。在漫长的历史上，尽管中国一些思想家，如黄宗羲，对不同种族有些论述，但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用于建设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
传统的中国因此被称为“文化中国”，而非近代欧洲那样的主权国家。儒家普世主义既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文化基础，也是传统国家衰落的根源。传统国家形式生存了数千年，至少在东亚社会占有主导地位，并为当时的很多国家所仿效和学习。
然而，自从欧洲建立基于民族主义之上的近代国家之后，中国传统国家便很快失去了竞争能力。欧洲列强一来，中国传统国家开始衰落。如何拯救和重建国家？晚清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从西方输入各种名目繁多的主义，但很多主义很快就被淘汰，只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建立在不同的民族主义心理之上。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就是如何追求强大和富裕。表现在政策上，就是如何通过内部国家建设，让国家再次成为强国，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中国应当得到的地位。
通过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起码在经济上已经是相对崛起了，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目标。在这个背景下，民族主义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如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现中国的富强。
与此相呼应，可以看到两种典型的民族主义心态。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中国民族主义心态的主题是“百年耻辱”，“雪耻”也就成为民族主义的目标。但在中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之后的今天，尽管还有非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民族国家的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心态已经浮现出来。一些年轻人甚至官员中间，有些人开始表现得过分自信。过分自信的心态使得这些人看不到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他们真诚地相信，国际社会应当接受中国的崛起，并且给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有的地位。一旦西方拒绝中国的崛起，或者不尊敬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就油然而生。
这就是这一波民族主义如此强烈的一个重要原因。举办奥运会是中国崛起的一个主要标志，但它在西方却遭遇到了覆盖面很大的抵制。进而，抵制奥运的事件发生在主要西方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而这些都是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列强”。如此，“百年耻辱”的心情很自然被刺激起来。“百年耻辱”心态和年轻一代的过分自信，两种情绪有机地结合到一起，造就了新一波民族主义。
 
利用民族主义继续改革开放
一种健全理性的民族主义必须克服“耻辱”和“过分自信”的心态，自尊而不自卑，自信而不骄傲。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没有必要对此感到过分恐惧。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以来，所有国家都有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有好的民族主义和坏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既可以成为建设国家的强大的心理力量，也可以成为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的根源。中国要建立的是好的民族主义，而必须避免坏的民族主义。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实现民族主义的转型。
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代领导人非常理性地引导了中国民族主义。毛泽东是个民族主义者，他把民族主义引导到建立一个新国家的目标上。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也是民族主义者。邓小平所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其民族主义的直接表述。在邓小平的民族主义中，爱国就是要把国家的经济搞上去，把民众从贫穷社会主义中解脱出来。从历史角度看，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做得很成功。没有他们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中国很难实现“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目标。
在中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之后，现在中国民族主义再次面临转型。从这次新民族主义的一些过激反应来看，这种转型显得尤其必要。中国的民族主义到今天为止还是防御性的，因为民族主义的主题还是对西方对中国不公的一种反应。但必须防止民族主义从防御性转变成为进攻性的。如果民族主义变成了进攻性的，那么就要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国际和平。在历史上，我们可以举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为例。
民族主义在德国和日本的早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今天人们都谴责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但从经验看，德日两国的崛起和民族主义分不开。但是，这两国的民族主义没有得到转型，最终走向了极端，演变成了具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中国走的是和平崛起道路，这要求民众既要有民族主义精神，又要防止民族主义的变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个大国，周边有那么多国家，如果民族主义激进化，那么周边国家就会感觉到威胁。如果这样，民族主义就会不利于中国的崛起，不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所以人们要思考应该把民族主义这个巨大的资源用到哪里的问题。答案似乎很明显，那就是要用民族主义精神来继续推动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崛起过程之中，国内还有大量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国际上的阻力仍然很大。反西方至多是民族主义的消极反应，积极的民族主义应当是实现国家的真正崛起这个目标。
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是全球化状态下的崛起，全球化规定了中国的国际角色。民族主义如果不能和全球化相一致，那么民族主义反而会成为国家崛起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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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寻回中华文明的自信
不管是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或是奥运会期间中国人表现出来的那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态度，都从不同层面和角度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文明悲观论之后，中国人再次寻回了文明的自信和文化的自信。较之其他任何东西，这种文明自信对中国今后的内政外交都会有更为持久的具有冲击性的影响力。
1989年，美国学者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终结”一文。文章的中心观点只有一句话：西方式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终的政治制度形式，其他制度形式终将消失在历史舞台上。福山似乎预见了随之而来的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当然，正是苏东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使得福山的观点名噪一时。但不久，1993年，另一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更具影响力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和福山相反，亨廷顿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政治的胜利，而是文明冲突的开始。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民主与非民主政体之间的冲突。他因此预测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会结合在一起与基督教文明发生冲突。原因很简单，在亨廷顿的眼中，前者代表非民主，而后者代表民主。
但是历史的发展既没有证实福山的乐观论，也没有证实亨廷顿的悲观论。尽管西方所说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在福山著作出版之后达到了高潮，但民主显然没有成为人类历史的最后一种形式。不仅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产生的民主政体有回潮的迹象，而且很多原来是民主的国家面临各种困难，社会出现乱象。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西方民主模式正在接受新型政治模式的挑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历史只向西方民主开放。另一方面，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冲突的确发生了，并且在“9·11”恐怖主义事件以后变本加厉，但中国既没有和伊斯兰文明结合在一起挑战西方，本身也避免了和西方的冲突。
 
中国正发展着新的文明因素
实际上，正是在西方的“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的声浪中，中国的文明有了巨大的转型，而中国人也逐渐恢复了对自己文明的自信。自从清朝衰落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越来越没有自信，产生了文明自卑。从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到1989年的电视片《河殇》，都典型地表现出这种不自信。相反，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的自信来自反文明，就是批判和反对自己的文明，相信只有去除了原有的文明，中国才会发展出新的文明来。从很大程度上说，文明悲观论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主线，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间。
这样的思维也反映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运动和革命都是和反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经过一个世纪之久的反文化运动和革命之后，很多人相信中国文明或者文化已经在本土迅速消失。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就曾经认为，原来处于儒家边缘地带的地区，如韩国、台湾等，已经变成了中心地带，而原来的儒家中心地带中国大陆则成了边缘地带。
帮助中国寻回文明自信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文明的每一次复兴都和开放政策紧密相关。就是说，新类型的文明是在与外来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中发展出来的。同样，这次文明的复兴是邓小平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全面开放政策的结果。在全面开放政策环境下，中国世俗文明再次显出其优点。世俗文明包容一切，各种不同的文明因素纷纷走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来，并且正在得到有机的整合。尽管外来文明的进入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传统本土文明，在很多方面，中国传统正在急剧地消逝，但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正发展着新的文明因素。
 
文明自信须配合政治自信
奥运会给了中国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文明自信的机会。但是一次真正的文明复兴或者新文明的产生必须配合政治上的自信。政治上的自信至关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文明的复兴和开放有关，那么文明的衰落也总是和政治上的不自信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政治上的不自信，一些朝代的统治者（例如，明朝和清朝）就开始实行封闭政策。尽管这样那样的封闭政策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利益，但牺牲的是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当文明发展不可持续的时候，最终还是要牺牲统治者的自身利益的。
在经验层面，近代以来很多中国人与其说是对文明不自信，还不如说是对政治不自信。很多人是由政治上的不自信最终转变为对文明的不自信。正因为这样，中国知识群体对政治的批评总是通过对文明的批评表现出来的。这一点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后的《河殇》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从这个角度看，人们看到奥运会所体现出来的文明自信的同时，也体会到了在一些方面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不自信。在奥运会期间，西方媒体所批评的一些事情及这些事情的处理方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政治上具有足够的自信，那么这样的事情可以减少。当然，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上的不自信不仅表现在奥运会期间的这些事情上，更表现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如果政治上的自信不能达成，文明的复兴和新文明的形成就会困难重重。如果因为政治上的不自信而实行这样那样的控制政策，那么文明不但不能复兴，而且还会衰落。很显然，确立政治上的自信乃是中国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里的要务。
如何确立政治自信？简单地说，政治自信要通过政治改革而达成。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今天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和开放分不开。原因很简单，只有开放，才会有碰撞，才会有竞争，才会产生发展和转型的动力。同样，政治改革要成功也离不开开放：向新的思想的开放，向新的利益群体的开放，向新的体制的开放。只有在一种开放的政治体制下，中国才能确立政治上的自信。而政治自信的确立必然大力且有效促进文明的复兴或者新文明的产生。到那个时候，中国将不只是把自己辉煌的传统拿给人家看，而是贡献给人类一个面向未来的新型文明。也只有到那个时候，人们才可以说中华文明真正复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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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
前不久，我在台北参加了一次有关中国模式的国际研讨会。会议上，一个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那么中国崛起的标志是什么？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
这个问题提得很简单，但可以供我们思考一阵子。这里涉及至少三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中国需要文化崛起吗？第二，中国需要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吗？第三，中国能够创造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吗？近来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对文化崛起和创新的讨论再次在中国盛行开来。对这里提出的三个问题的讨论或许能够深化人们对文化崛起和创新的艰巨性的认识。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尽管大多数人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时候强调的是经济崛起，但很多人已经开始涉及文化方面。中国的执政党刚刚在今年10月召开的六中全会的主题就是文化建设。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没有文化的崛起，单向面的经济崛起并不能说是真正的崛起。经济崛起大多是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计算的。一个国家的GDP很重要，但GDP只是其中一个主要指标，并不能涵盖其他方面。举例来说，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GDP占到了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还多。从现在的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大国的象征。但很可惜的是，二十年之后，中国就被英国所打败，也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八国的GDP只占世界GDP总量的12％，而日本是3％，美国则是1.8％。
 
中国古代王权并非集权制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古国，为什么在一个新兴国家面前不堪一击？表面上看，英国的胜利在于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和洋枪洋炮。但如果光从军事武器来看问题，就会过于肤浅。再深入一步，人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和英国的不同国家形式。在西方来到中国之前的很长历史时间里，中国拥有世界上很先进的政治体制，尽管王权体制和世界上的其他帝国差不了多少，但中国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是最为先进的。但是这个体制一旦遇到产生于近代西方的国家体制，就变得不堪一击。传统中国王权尽管理论上非常集权，但实际上往往是无比分权，即“无为而治”或“统而不治”。中国自己经常用“天高皇帝远”来形容这个体制。也就是说，这个体制没有很多制度建设，没有动员能力。王权所拥有的动员能力主要是为维持王朝尤其是皇室服务的。因此，尽管当时中国拥有那么高比例的GDP，但这些资源并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转化成为政府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而英国呢？当时的英国所拥有的是一种全新的国家政权形式，即主权国家。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之前，英国所有的是极其分散化的城堡政治。君主政治消灭了城堡政治，国家政治权力才能集中。尽管当时英国的GDP并不算高，但国家能够有效动员资源和使用资源。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当时的英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近代国家形式先崛起于西欧？这里就涉及文化的崛起。西欧近代国家的崛起是中世纪后期西欧理性文化崛起的产物。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最初源自地中海地区，后来又逐渐容纳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先进文化的文化。文化的崛起自下而上，文化最后的政治结晶便是近代国家形式。当然，这种文化还具有更广泛和深刻的内容，涵盖各个领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国家自15世纪之后，不断产生着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建设的政治文化。尤其对英国来说，因为是海洋国家，英国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出了“自由贸易”理论。从很大程度上说，如果当时英国的船坚炮利是其硬力量的话，那么“自由贸易”便是其软力量。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文化崛起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从这一角度来说，今天中国强调文化崛起和文化创新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对第一个问题，即文化崛起的重要性，人们不会有很多异义。但是对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就很不好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需要创造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吗？这个问题一旦提出，中国社会马上就会分化。在很大程度上，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是要消灭自己的文化的。当时的人们看到了西方的崛起是文化崛起所致，因此认为，中国如果要强大，就要学西方的文化，去掉自己的文化。在亚洲，日本是一个例子。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去日本化”而“欧化”，即仿照欧洲国家（主要是英国和德国）来建设国家。中国的精英人物也想仿照日本的做法。不过，西欧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因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崛起而消失。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选择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西欧是发达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人们可以向往这种文化，但很难搬用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以苏俄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文化崛起于较为落后的国家，对中国比较适合。也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对中国的知识和政治精英影响很大。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接受了苏俄文化，尤其是在政治上。
 
日本并非真正西方国家
通过接受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这种思维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没有消失。上世纪80年代的电视片《河殇》就是典型的代表。80年代之后，尽管人们不直接谈论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存在的。最近几年，人们讨论得最多的就是普世价值观。一些人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相信中国只有接受了普世价值（或者西方价值），才会强大起来。很显然，对这些人来说，提“中国是否需要创造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把文化再造或者崛起等同于文化的西方化，或者说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都过于简单。西方近代文化的崛起本身就吸收了很多非西方的文化。所有文化或者文明，因为都是人类社会创造和积累起来的，都存在着普世性的东西。的确，自近代以来，西方的文化话语一直占据强势，但这既不是说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没有相关性，更不是西方文明是普世的论据。中国文化和文明中的很多因素也可以是普世的。
日本一般被视为属于西方国家。但日本并非真正的西方国家。日本接受了西方的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形式，但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其运作规则还是保留着浓厚的日本传统。可以说，日本是一个把西方形式和日本传统内容结合得很好的国家。同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也并非因为直接照搬照抄了苏俄模式，而是对苏俄模式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也就是当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日本政治制度是西欧自由主义日本化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政权是较为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一种外来文化，如果要成功，都必须和本土文化结合起来。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长期历史演进的产物，它可以变化，但不可以被取代。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人们可以说，中国需要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如果中国单纯接受西方文化，那么中国就不能算是崛起。当今在中国盛行的各种“主义”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尽管在中国因为加入了中国要素而变形，但很难对西方发生任何影响。西方可能因为中国接受了他们的文化而高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文化具有了吸引力。很多年前，有一位美国记者詹姆斯·法罗斯（James Fallows）写了一本讨论亚洲的书，书名叫“More Like Us”（中文可以译成《非常像我们》），就是说亚洲国家随着发展越来越像西方国家了。这当然是西方的胜利，西方的崛起，而不是亚洲的崛起。亚洲通过学习西方而崛起，这是大多数西方学者的解释，也为亚洲大多数人所认同。在这个背景下，亚洲当然不是除西方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亚洲只是西方的延伸。
显然，第三个问题更难回答，那就是，我们基于中国文化之上，有能力创造一种和西方不同的文化，但又可以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吗？产生一种不同的文化比较容易。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一些文化比较强势，而另一些文化比较弱势。强势文化具有话语权，为比较多的人所接受，而弱势文化少有话语权，甚至没有话语权，为较少的人或不为人所接受。也就是说，要创造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化圈但同时又可以被其他文化圈的人所接受的文化，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历史上，宗教文化，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文化是这样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这样一种文化，至少在东亚文化圈里是这样。
 
东亚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
造就这样一种文化很难，但不是不可能。我们在这里以“东亚模式”的例子先来讨论东亚经验。1994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本题为“The East Asian Miracle”（中文译为《东亚奇迹》）的书，肯定了亚洲的发展模式，并指出东亚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这个研究项目的出台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承认有“东亚模式”，认为东亚模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东亚是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因素促成了东亚模式。当然，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认为自己的发展和西方的不同。这些经济体成功了，就可以开始说话，开始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尽管西方主流学者反对，这个研究项目最后还是在日本银行的大力支持下成功推出。今天尽管也仍然有人不认同“东亚模式”，但东亚模式已经为西方主流所接受。更重要的是，东亚模式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模仿和接受的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在知识界，人们围绕着东亚发展模式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这套体系由各种亚洲要素组成，包括儒家文化、国家和政府的经济角色、社会因素，例如高储蓄率、强调教育、家庭的作用，等等。
和东亚的经济话语相比，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话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这方面，即使是亚洲的主流话语都是从西方进口而来。亚洲国家和地区没有自己的政治话语权，很多政治体系即使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和西方的非常不同，也都伪装成西方政治体系。日本是很典型的，韩国也差不多。实际上，即使是民主政体，亚洲国家的组织方式和西方也很不相同，除了形式上的定期选举之外。比如，日本被视为西方式民主，但自民党一党独大模式和西方民主大相径庭。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这种不同。可以说，亚洲的政党、政府、社会等方面的组织有它们自身的规律，尽管在形式上套上了西方政治形式，但并没有改变其文化性质。
中国尽管也属于东亚，在发展的很多方面也类似于其他东亚国家，但较之日本，中国更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东亚经验表明，中国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性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话语，但这会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会一蹴而就。
 
本文是作者2011年12月在浙江人文大讲堂所作的题为“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的演讲的第一部分



中国的文化现状及其“走出去”困局
中国有数千年文明史，是文明古国。在历史上，中国文明也曾经为西方文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西方启蒙时代的哲学吸取了很多中国的理性主义文化。我们常常强调“四大发明”，这些是技术上的事情。但即使在思想和实践领域，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远远超越东亚地区而达至西方。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是中国的文官制度。传统上，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也最有效的文官体系。那么大的中华帝国靠什么来统治？建立帝国的是武力，但统治帝国的是发达的文官体系。西方也经历过帝国时代，但没有发展出类似中国的文官体系。西方从近代国家的产生，到后来的民主政治的转型和运作，没有文官体系是不可想象的。隐含在中国文官体系里面的几个原则，对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是皇权和治权的分离。天下是皇帝打下来的，国家的所有权属于皇帝，但治理天下的权力，即治权或者相权（宰相）是向社会开放的。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中央集权式的考试制度来录用官员，这和西方历史上的家族统治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引入了中国式的文官制度。在民主化发生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现在的政治和行政的分离。而政治和行政的分离，是近代以来民主政治运作的制度前提条件。
二是文官的中立性。政治是要变的，那么如何保证一个国家的政策的连续性呢？如何保证治权不会因为政治的变化而中断呢？中立的文官制度是关键。在西方，政治人物受民主规则的制约，但文官制度的运作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受民主政治的影响。这一点在任何一本西方教科书中都会有论述。
三是文官轮流掌管不同部门的制度。中国历史上，文官一般不能在一个地方长期掌权，皇帝会对他们进行调动，类似于现在人们所说的“干部交流制度”。这里有两个目的：一是防止地方主义和地方势力的形成；二是为了让官员积累治理不同地区的经验，积累治理整个国家事务的能力，以便于他们升迁。这一点对近代西方国家政权制度也很重要，更不用说对亚洲了。
这里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传统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传统中国也具有等级制度，分“士、农、工、商”等，但中国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的等级制度，例如，没有基于宗教、种姓、民族等之上的等级制度。对中国的儒家来说，人只有“接受过教育”和“没有接受过教育”之分，而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西方传统教育制度是精英教育制度，能够接受教育的是贵族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在近代之前，接受教育的权利为社会的绝少数人所垄断。中国的“有教无类”思想对西方后来的“大众教育”影响很大。尽管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往往垄断知识，中国本身并没有发展出大众教育制度，但“有教无类”的思想却在西方演变成为“大众教育”制度。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政治制度逐渐民主化，而大众教育则构成了大众民主有效运作的最重要一环。
那么，当代中国的情形又怎样呢？这里我们可以从讨论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运动开始。随着经济崛起，中国感觉到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文化“走出去”，中国其他方面的“走出去”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企业“走出去”往往被视为对外在世界的威胁，军事现代化被视为对世界安全的威胁，等等。所以，这些年中国正在努力把中国文化推向国外，包括建立孔子学院，各种名目繁多的“媒体走出去”项目。那么，这些“走出去”项目的国际命运怎样呢？在何种程度上成功了？
 
营销效果取决于实际内容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但谁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么东西要走出去。正如商家做营销，你要推销产品，首先必须有产品。营销只是包装和策略问题。营销得当能够改变人们对你所有的产品的认知，甚至确立对你的产品的认同感，但无论如何，首先必须有高质量的产品。如果产品质量低下，营销做得再怎么好也会无济于事。
孔子学院在做什么呢？主要在推销中国语言。各种媒体“走出去”项目在做什么呢？对西方来说，中国是在做“出口转内销”的努力，就是说中国从西方进口了一些概念，经过中国包装之后再出口西方。
实际上，如果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客观形势不容乐观。简单地说，两种主要的宗教文化，即西方文化和穆斯林文化正在急剧扩张，而中国文化则越来越处于守势。
西方文化，也就是在地中海产生和开始兴起的文化，仍然占据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这个文化从地中海开始一路扩张，先占据了大西洋两岸，现在又扩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西方文化基于宗教之上，具有使命性。这种宗教使命一直是推动其无限扩张的巨大动力。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文化尽管还具有宗教性质，但很多方面已经被世俗化，也就是不再具有原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在亚洲尤其是东亚，这种变化更有利于其传播。
另一宗教文化，即穆斯林文化，近年来因为西方反恐怖主义战争，似乎处于守势甚至消退状态。一些人把穆斯林文化简单地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并非如此。穆斯林文化总体上并非鼓励暴力的。从事恐怖主义的也只有穆斯林文化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人，或者说极端的基本教义派。实际上，这些年来，尽管有西方的反恐战争，穆斯林这些年在世界上的扩张相当迅速，并且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即使在以基督教为主的欧洲社会，穆斯林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在欧洲，穆斯林和基督教信仰者经常发生冲突，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穆斯林在欧洲的扩张。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地区，穆斯林的扩张同样迅速。
如果和基督教文化相比，穆斯林文化的扩张有其自身的特色。如上所说，基督教文化倾向于世俗化，或者说世俗化成分在增加。推行基督教文化的主体是作为这一文化产物的世俗政府。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努力推行其以民主、自由为载体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穆斯林文化圈内，政府的力量相对软弱，并且也没有类似自由、民主那样的吸引人的政治体系。实际上，西方的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体系，也对穆斯林文化圈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穆斯林文化扩张的主体就是社会本身。这是一种信仰和道德体系的扩张。从长远看，随着基督教文化的世俗化，穆斯林文化是否会占据越来越多的信仰空间？这需要人们加以关注。
 
中国文化处于守势
和这两种主要的宗教文化相比，中国尽管有经济崛起，但文化则处于守势。这种守势，即使在中国国内也是很明显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的思维本身就已经相当西方化了。中国现在所进行的文化推广活动，尽管声势浩大，但不会对中国文化的扩张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中国缺少的是一套核心价值（core value），也缺少一套可以和其他文化分享的共享价值（shared value）。很显然，中华文明如果不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核心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共享价值，那么就会被前面两种文化逐步消解和融化。
说到底，关键在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知识产品，更没有基于文化产品之上的话语权。西方从中国的传统中学到了很多，并且已经大大超越了中国，中国很难再继续依赖传统来推销自己了。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已经解释不了当代中国。尽管今天的中国有传统传承的方面，但已经不再是传统文化中国了。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变。当然，这种巨变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末。这要求我们生产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追求新的话语。没有这些，一种新的文化无从谈起。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吗？这种新文化能否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呢？也就是说，这种文化不仅为中国人所接受，而且还可以为处于其他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所接受。
现在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至少离这个目标还远得很。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这种文化，不管是产自本土还是结合了从外面“输入”的因素，必须能够解释自己。如果一种文化不能解释自己，那么如何让“他者”了解自己呢？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对这种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么便没有软力量。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者”能够自愿接受这种文化。这是软力量的本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尤其不需要通过政治力量而得以推广。在唐朝，政府并没有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价值是西方政治软力量的核心，如果西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要把这些价值强行推销到其他国家，强迫其他国家接受，那么这些价值便不再是软力量，而是软力量的反面。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一种文化，因此各种“推销”行为显得很吃力。中国现在所有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要么依附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要么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里面包含有传统因素，或者西方文化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也是优势，但这种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能够解释自己。中国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很多人在进行所谓的“文化创新”过程中，要么简单地照抄照搬，要么就是应用性，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国往往是用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结果是很显然的。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很难像一些小国那样，用西方的话语来打扮自己，更因为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等国那样把自己打扮成西方国家。中国强力反对西方把他们的逻辑强加给自己，但什么是中国自己的逻辑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很多年里，在中国，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大家都在呼吁“文化创新”，这些呼吁往往沦落为简单的政策口号和政策运动。现在国家有钱了，大家都想多分一块蛋糕。能否把得来的钱用在文化创新上呢？即使所得到的钱能够用到“文化创新”的领域，也不见得能够保证文化创新。
实际上，从历史上看，钱不是文化创新的前提条件。欧洲丰富的文化的确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但钱是结果，不是前提。很多文化创造是在贫穷的状态下进行的。在西方，如果去掉那些在贫困潦倒的条件下进行艰难创作的哲学家、小说家、画家、音乐家，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文明就不会如此吸引我们了。实际上，一旦个人或者文化的创造者沦落为钱的奴隶，就很少与文化创造相关了。要进行文化创造或者创新，就要寻找另外的途径。
缺少文化发展和创新使得中国文化很难“走出去”。不仅如此，正如上面所讨论的，中国文化的生存空间已受到其他宗教文化的巨大挤压。不过，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世俗文明成功地消解了其他的宗教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人们可以相信，中国可能也能够再次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一种能够容纳和整合其他宗教文化，而又能保持自己的世俗文化性质的文化。要么被消解，要么再次重生，中国的选择并不多。如果不想看到前一种情形，那么就必须重生。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文化创新的全部意义。
 
本文是作者2011年12月在浙江人文大讲堂所作的题为“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的演讲的第二部分



第五部分 中国与全球金融秩序



亚欧峰会检验中国领导能力
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亚欧峰会就要在中国举行。尽管中国仅仅是个主办国，但外界对这次峰会给予了格外的注意和格外的期待。原因很简单，由美国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在迅速地把中国推至世界舞台的中心。人们注意到，自从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会如何行动是西方各国必谈的话题，无形中外界对中国的期望也越来越高。解救全球金融危机也必然成为这次亚欧峰会的主要议程。无论对中国本身、对亚欧两大洲，还是对全球经济，这次亚欧会议要从多个层面和角度检验中国。
几乎所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卷入了这次金融危机。尽管这些国家的领导层都在全力抢救各自的金融制度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全球金融体系，但似乎力不从心。因此西方国家纷纷转向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他们以各种方式或促使或劝说或求情于中国，希望中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他们所想象和要求的作用。中国内部也有一些力量自我膨胀起来，相信这是一次难得的让中国成为真正的大国的机会，有人甚至喊出了“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的口号。一些人的确相信金融危机是美国霸权衰落的经济标志，中国必然取而代之。
 
中国是“不愿意的大国”
但无论是西方对中国的认知还是中国内部一些人对自己的认知，都不切实际。国际社会谈论中国的崛起已经有年，中国经济也的确在持续发展，在很多方面快速赶上甚至超越了发达国家，但中国领导层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多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始终“韬光养晦”，保持低调。在很大程度上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美国一样，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不愿意的大国（reluctant power）。就是说，尽管外界已经开始视中国为一个大国，但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成为这样一个人们心目中的大国。
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一战之前，美国奉行的是孤立主义政策，从自己的利益着想，不想过多地卷入世界事务，更不想在世界事务上扮演领导角色。今天的中国则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使得自己和世界经济体高度整合，世界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对中国产生莫大的影响。为了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卷入世界事务。
中国的“不愿意”主要由中国的内外环境决定。从内部环境来说，中国没有足够的实际能力在全球扮演一个像当年美国那样的角色。尽管经济高速发展，但中国国内问题严峻。中国这次没有受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不是因为中国有比西方更好的监管机制，而是因为中国的金融资本还没有发达起来。实际上，从监管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对实体经济还是对金融经济，中国各方面的监管问题非常严重，甚至可以说，中国还没有一套成型的监管制度。而没有一整套有效的监管机制，国内稳定的经济秩序就很难得到保障，更不用说扮演全球领导角色了。
更重要的是中国所面临的外在制约。中国即使有能力，其能力在西方的运用也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西方对中国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西方承认中国是利益相关者，一直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但另一方面，又时时刻刻提防中国的影响扩大，一直想着如何来制约中国。这里面除了国家间竞争权力的一般因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政治原因，那就是中国具有不同于任何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世界各列强当时能够接受美国的领导权，与美国具有和他们同样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这一事实分不开。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中国具有足够的物质能力来扮演世界领导角色，来自西方的阻力也是难以克服的。
西方的这种态度也表现在这次金融危机上。大家都希望中国做贡献，但他们看中的是中国人口袋里的钱，要中国掏出钱来解救他们的危机；但如果中国人用自己的钱来收购他们的企业或者银行，那是绝对不容许的。钱当然是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但一旦把它和中国人及其国家联系起来，就具有了浓厚的意识形态味道。
 
问题是“以何种方式合作”
西方资本和政治对中国的这种态度应当引起中国的注意。中国如何面对金融危机不得不考虑政治因素。中国在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能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角色，就受制于西方的这种互相矛盾的中国观。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政策取向具有相当的理性。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好像还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但由于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的互相依赖，中国不可能不受影响。中国应当对潜在的影响有足够的估计，也应当准备好应对潜在的危机的影响。中国会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的内部影响？这对中国是一个考验，包括领导层的危机应对能力和国家的实际经济能力。
同时，中国避免不了也不可避免要和西方合作。总理温家宝在美国访问时就已经表示要与国际社会合作来化解这场危机。中国如果过分自私，自己也会成为受害者。中国关注自己的问题，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这也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因为一旦中国自己不稳定，就会对外在金融界产生很大的冲击。但在这个层面的合作似乎还不够。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并不表示中国可以关起门来，对西方各国的危机视而不见。因为和西方经济的互相依赖，中国和西方的合作有其客观的需要。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合作。中国应当拒绝的是光要求中国从钱包里掏钱的无理做法，而欢迎那些有助于在制度层面促进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名副其实的角色的建议和措施。
同时，中国也必须考虑自己的区域关注重点。正如在战略领域，现在的经济世界也是多极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扮演全球经济领导角色。无论从哪个角色来看，中国都应当把重点放在亚洲。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合作渡过了1997年的那次金融危机。如果中国和亚洲国家合作得好，也同样能够对付这场危机。这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亚洲国家的利益。
从一个更高的层面说，中国如果要想扮演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领导角色，就应当和国际社会就这次危机之后如何重建一个更有效的国际经济秩序展开理性的对话。中国也具备了相当的能力来支持这个新秩序的建设。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重建世界金融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中国再次被排除在经济秩序重建之外，未来中国就要继续处于被领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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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国际经济秩序
横扫整个西方世界并且把很多发展中国家拖入其中的金融危机已经带给人们很多的思考，现在最大的呼声莫过于重建世界经济秩序了。但无论是欧洲、美国还是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对未来的新经济和金融秩序是怎样的以及如何重建并没有基本的共识。欧洲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积极。尽管欧洲和美国一直在主导世界经济体制，但两者的利益不尽相同。实际上，欧元诞生本身就说明欧洲要通过欧元的机制与美国分享更多的权力和利益。这次由美国引起的金融危机对欧洲来说是个好机会。美国显然和欧洲不同，美国的最大利益就是千方百计求得全世界（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帮助，拯救其现存体制，继续维持其霸权地位。
所以，虽然西方一些人宣称只要跨大西洋联盟（欧美）合作，就可化解金融危机和重建世界秩序，但美欧之间对新秩序的理解不同，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同时，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已经无力单独来化解危机或者重建秩序。他们必须面对现实，重估新兴经济体的能量，这样，中国的角色就体现出来了。很容易理解，最近一段时间里，西方一直在高调谈论中国的角色和中国责任，使得一些人飘飘然，受宠若惊，开始不知道如何定位自己的国际角色了。
 
新秩序并非确立另一个霸权
没有人否定中国必须参与新经济金融体制的建设。由于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中国如果不参与拯救危机或者重建体制，就会与国家利益相悖，同时没有中国参与，也不会出现真正的国际合作。客观上，国际经济和金融体制的健全运作需要稳定器。大国无疑可以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中国必须参与。但如何参与呢？这和中国对新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理解有很大的关联。首先要意识到新的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确立不是以一个经济霸权取代另外一个。不管美国的危机如何严重，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包括欧洲在内有能力取代美国的未来角色。但美国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要站在美国这一边，恢复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实际上，这次经济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根源就是美国霸权这一事实。美国霸权成为事实既有美国本身的原因（即追求霸权地位以及维持这种霸权地位），也有其他一些国家努力依附于美国经济从而强化和巩固着美国霸权的原因。
18和19世纪，英国经济称霸全球。到了上一世纪，美国取代了英国霸权。在西方，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被视为是缺少一个负责的全球性经济霸权所致。二战后所确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就是从制度上保证了美国这样一个经济霸权的地位。但是，没有任何制度能够保证美国同样能够履行作为一个霸权的责任。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帮助美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把各种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生产和积累，美国则大量消费，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人们经常说，美国人是在消费未来，这话只对了一半，美国人大量消费的是其他国家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正是美国通过美元等经济和金融机制从其他国家转移而来的。
这个国际经济金融体制因此弊端丛生。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这个体制赋予美国绝对的权力，但没有任何制衡这种权力的机制，它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任何国家都必须依附于这种体制；如果不进入这个体制，那么国家就得不到发展；但一旦进入这个体制，就必然成为这个体制的附庸。同样，一旦这个体制生病了，其他国家就会跟着生病；这个体制死亡了，其他国家也会跟着死亡。因为美国是这个体制的“老大”，世界经济体系实际上就是美国体系。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美国发生了危机，亚洲国家都要想方设法地去拯救美国。日本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金融尽管不那么自由化，也已经有一大半融入美国的体系。原因再简单不过了：美国倒下了，这些国家也会跟着倒下。这些国家不得不屈服于美国转嫁危机的能力。
因而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欧洲国家很难得到亚洲国家的真正合作动力。这次欧亚峰会，尽管双方都表达了最高层次的意愿来合作化解危机，就是没有具体的措施和办法。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眼睛都盯着美国，大家的关注重点仍然是美国。拯救美国就是拯救自己。但欧洲就不一样了，欧洲并没有有效的机制从亚洲转移财富，因此对亚洲很难构成真正的压力。
欧洲早就意识到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道理，因此产生了欧元，当然，迄今为止，欧元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抗衡美元。美国的经济金融霸权确立已久，拥有很多的依附者。欧洲要得到同样的国际支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要靠自力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应当作什么样的选择？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一个比较民主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但这个秩序是怎样的，中国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现在应当明确一些了，那就是经济和金融的多极化。只有美国一极的经济金融秩序对谁都没有利益，对依附于美国的经济体没有利益，对美国本身也没有利益。经济和金融多极世界就是说，这个世界需要美国、欧洲、亚洲和其他更多的经济金融权力极。这是一个比较分散或者分权的体系，各个极之间并非互相封闭，而是互有关联，但不能有一个绝对的霸权主导一切，即是说它们间应能相互制约，防止权力被滥用。
如果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之间能够合作，亚洲早就成为经济金融权力的一极了。亚洲经济金融共同体的概念早就提出，但就是发展不出任何有形的制度。这里除了一般人们认为的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历史问题，更为重要的恐怕就是这些国家都在依附美国方面构成竞争。既然这些国家都已经高度依附于美国，怎么还能够有形成独立一极的意愿和能力呢？
那么如何追求一个分权的和民主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呢？中国和日本的合作非常重要，但可遇不可求。不管中日两国今后会有多么密切的经济交往，日本很难和中国同处一个体系之内。中日一体从前没有发生过，现在没有发生，以后也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重新考量自己的力量和自己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内的角色。
毋庸置疑，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并且今后的地位会继续提高，但必须意识到，不管中国的力量在将来变得多么强大，类似美国的一霸超强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唯一有可能的定位是和亚洲其他国家一起追求成为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一极。要追求这个目标，中国不可避免要面对几个重大的问题。
 
理性处理同欧洲的关系
首先是和美国的关系问题。中美两国已经到达相当高的依赖程度，中国对国际经济金融的整合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和美国的整合。但如上所说，这种整合在支持着美国经济霸权的同时，实际上也使得美国的权力更容易腐败。尽管从短期看，中国还是可以从依附于美国经济中得到好处，但为了最终促成亚洲权力极的形成，中国要有意识地减少对美国的制度依赖。实际上，在经济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也有利于中国在其他方面减少来自美国的压力。
其次是理性处理和欧洲的关系。因为中美两国之间有地缘政治的关系，中国有很大的动力来经营和美国的关系，但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则不一样了，中欧之间没有地缘政治关系，双方很容易互相忽视。但中欧关系显然对建设多极经济金融体系非常重要。在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的同时，中国应当向欧洲作些倾斜。这种倾斜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也就是说放弃美国而转向欧洲，如果这样，就会犯和依赖美国同样的错误。向欧洲倾斜是说，中国在支持欧洲成为经济金融的权力一极的同时要寻找自己的国际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亚洲优先问题。中国要把重点放在亚洲，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亚洲国家，更因为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经济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整合程度。这种整合程度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加深。但在中国和亚洲经济金融整合的制度化方面，中国不可强求，一种自然状态的整合更合乎亚洲特征。
这些方面的努力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促成国际经济金融的多极化。一个经济金融的多极世界对中国本身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中国的大国责任既不是向美国负责，也不是向欧洲负责。真正有意义的责任，就是建立中国一直在强调的一个公正的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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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在G20定位国家利益
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G20）峰会即将登场。因为这20国的经济规模占了全球的80％，因此整个国际社会对峰会寄予厚望。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一直努力应对各自的危机，但危机的深刻性，似乎已经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各国很难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看来，只有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间进行合作，才能应对危机。但是，从刚刚不久前结束的G20财长会议的情况来看，人们对G20的期望不可过大。尽管危机深重，但各国恐怕都难以超越自身利益，国际合作的难度并不比拯救金融危机的难度小多少。
G20并不是什么共识都没有，在一些问题上，大家还是达成了共识。例如在国内层面，各国都意识到挽救银行业是拯救实体经济的关键，也意识到要加强金融监管，加强管制所有评级机构。在国际层面，美欧在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的资源上，立场基本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风险监管方面应发挥关键作用。
 
不能期望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
但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美欧间的分歧远大于共识。在欧盟看来，美国放任自由主义是这次危机的直接根源，因此欧盟主张峰会应对现存国际金融体系实行全面改革，集中讨论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纠正美国式的宽松监管，防范危机再现。但美国则不然，美国主张全球主要经济体要扩大政府开支，投入更多资金刺激经济。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美方尽管认同需要大力改革，但反对建立类似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监管秩序，反对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设立“超级监管者”。可以预见，这些重要方面的分歧很难在峰会上得到消除。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克南已经指出，G20可以商定金融监管的原则，但不可期望在此会议中会制定各项细则。
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并没有实质性的议程。他们提出了一些原则，例如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要求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多边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正因为这些都是原则上的，也因此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同。尽管这些国家很想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但总体说来，欧美还是在主导进程。
美国和欧盟都在未来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中对自身做了定位。美国的最大利益就是尽快恢复往日的辉煌，重新做回世界唯一的霸主。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主张解救金融和实体经济而反对全球金融监管。很多年来，美国利用其美元的霸权地位，通过主导国际金融机制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得到了极大的利益，甚至是转移财富。欧盟的定位也相当清楚。由于其福利体系，欧盟的公共投入本来就比美国庞大；同时，美国可以大搞政府赤字，因为可以向其他国家销售，但欧盟各国则不能这样做。此外，欧盟也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这些因素表明欧盟会把重点放在政府对金融体系（无论在国内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进行有效监管上。
美欧之间的分歧决定了G20不会在改革国际金融体制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步。今天的情况和二战以后确定国际金融体系时有了很大的不同。当时美国主导世界，欧洲是美国的盟友，美欧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现在则不同，欧盟已经没有了战略上的敌人，即前苏联，同时已经有了基础货币欧元。实际上，欧元产生的原因本来就是为了抗衡美元。其他国家也并不一定和美国具有一致的利益。日本长期以来生活在美国的翅膀下，但并不见得很舒服。中国等新兴国家迅速崛起，已经导致了国际经济的多极化。不过，尽管美国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力量，其霸权心态仍在那里，至少要恢复霸权地位的心态还在那里。
 
一脚在亚洲，一脚在西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定位无论对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还是对中国经济本身和区域经济体的关系，或者对自己今后的发展模式的建设都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中国必须有对自身长远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如何定位自身？至少要有三个方面的考量。
首先是在国际层面。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现在强调的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这些当然很重要，但这里表现的只是在西方建立的构架内和西方竞争权力，而没有对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缺失进行反思。新兴经济体不应当仅仅争取更多的权力，还应该对国际金融组织的性质进行重新考量。由于金融的全球化，国际组织的权力越来越大，并且缺少监管。在很长时间里，国际金融组织往往成为强国欺侮弱国的武器。在这些组织面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完全失去了经济主权，这些组织往往对发展中国家指手画脚，成为这些国家自主经济发展的阻力。本来，国际金融组织应当起到监管全球经济的作用和帮助弱国的作用，但可惜这两方面的事情都没有做好。因此，在重组国际金融体系时，必须重新考量国际组织的功能和权限。
其次是区域层面。应当认识到，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首先应当是亚洲强国。尽管在经济方面中国在北美和欧洲有很大的利益，但在地缘政治方面，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亚洲，对亚洲的经济关系不容忽视。在国际关系的很多方面，金融和经济是最有效的武器。美国的强大并不仅仅在其军事，更在其强大的经济渗透力。中国如果在亚洲不能拥有强大的经济渗透力，那么不仅其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其战略利益也会受到威胁。最近在南海和周边发生的事情已经表明，中国在亚洲的经济渗透力还远远没有能够和其战略利益达成一致。尽管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免不了要和西方与美国合作，但和亚洲国家的合作同样重要。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国应当一脚在亚洲，一脚在西方。这也表明，中国的重点应当是地区性金融制度的建设。这方面已经有些努力，但还远远不够。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本身的事情。在这方面，中国应当追求的是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多极化。这次金融危机发生说到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元霸权的腐败。要追求金融多极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追求人民币成为一种基础货币。欧元的产生是针对美国的，但因为欧元不是主权货币，很难很快强大起来。人民币是主权货币，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其作为另一种基础货币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中国应当有一个全盘的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计划。中国当然并不拒绝亚元的产生，但过去很多年的经验表明，亚元的产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政治障碍。
不管怎样，应当认识到，只有一种基础货币即美元的国际金融体系必然腐败。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不可避免要和美国合作，但并不是简单地帮助美国恢复霸权地位。再者，如果只有一种基础货币，不管存在着怎样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也难以对美国构成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制约和监管。只有当产生了三种甚至更多的基础货币时，才会构成互相制衡的局面，造就一个比较公正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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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中国能做什么
中国自邓小平时代所选择的“韬光养晦”国际政策取向可能因为西方和美国的金融危机而要告终了。这不是说中国要放弃这一坚持多年的政策，而是说中国被推到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已经有人把现在的中国比喻为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当时英国财力耗尽，美国成为主要的债权国，但仍不具备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体系的领导能力，即是说，英国无能力领导，而美国不愿意领导。这和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尽管中国一再明确表示会承担与自身能力相应的国际责任，但领导人明确意识到，中国不是美国、西方和世界的救世主，中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但外界并不这样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由于西方危机深重，没有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就不能拯救危机，更不能重建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而在新兴经济体当中，只有中国才具有强大的能力。因此，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西方也有些人想把中国作为危机的替罪羊，如批评中国的高积蓄率导致了金融危机，但总体上西方对中国寄予很高的期望，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很显然，随着G20峰会的临近，西方的这种声音越来越强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望也同样很高，希望中国能够领导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
中国显然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在G20峰会前，中国金融经济领域的主要人物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后发表文章，一改往日“不作声”和“少作声”的做法，明确阐述了中国对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看法。周小川建议国际社会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缺陷。他特别提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世纪60年代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可担任此角色。副总理王岐山在英国《泰晤士报》发文表示了类似的看法。王岐山表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应该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中国愿意协助IMF筹集资金，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呼吁以全球储备货币取代美元
无疑，要求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呼声具有全球性。此前，主要西方国家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很多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提出了各种改革设想。但是因为各国利益不同，对如何改革，各国间并没有很高的共识。和其他国家的呼声相比较，中国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同。由联合国邀请的一些经济学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也呼吁另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取代目前美元独大的地位，解决单一储备货币所带来的问题。
从上次G20部长会议到现在并没有多长的时间，但整个世界对金融危机的认识已经深刻了很多，或者说，在上次会议上各国都不太敢说真话，现在则开始说了。一句话，现在大家的共识是，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在于美元独霸天下。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一直是全球的储备货币，原油等主要商品以美元计价，全球企业也以美元结算，主要工业国家的央行以美元作为对抗危机的储备货币。然而，由于美国大量增加美元供给以处理各种危机，包括这次金融风暴，导致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价值大减。美国债务毫无限制的累积更是打击了全球市场的信心和稳定。改革的逻辑很简单：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成立一个新的全球储备系统，此系统可以是扩大特别提款权（SDR），也可以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创造一种新的国际货币。
很容易理解，美国政府的方方面面对这些建议持强烈反对意见。对美国来说，其最大利益就是各国帮助其渡过危机，恢复往日的霸权地位。
由于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的重要性，很容易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和西方尤其是美国进行较量。有人因此说，G20的真正核心是G2，即美国和中国的互动决定了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确，因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已经多次对美元的价值表示很大的担忧。但说中美对立不免有些夸张。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要求增加在IMF中的权限最正常不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已经认可了这一点，问题在于，周小川所提议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是否在挑战美国？稍作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个提议与其说是挑战，倒不如说是对美元霸权的不满，更是对美元价值的担忧。
 
美国仍保留“一票否决”权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世界迷信美元已经被证明是有害的。中国本身也是美元迷信者，否则就不会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但是，迷信一种超主权国家储备货币则显得没有政治现实性。这个设想更多的只是从经济理性出发，而没有考虑到政治权力在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运作中的作用。包括世界银行和IMF在内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组织的形成和运作都是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经济理性或者思想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运作，理性和思想很难体现为制度，更不用说维持所建立起来的体制的运作了。
未来的金融体制怎么样还是要取决于各主权经济体的实力。尽管美国发生了深刻的危机，但还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没有一个实体经济能够挑战和取代美国的作用。美国本身当然也不想被挑战，被取代。虽然深陷危机，但美国对未来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仍然保留着“一票否决”权，况且中国实际上也没有多大的政治意愿和经济实力来挑战美国。
全球化迫切要求超主权的组织来协调全球经济金融活动，但客观现实中很难出现一个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经济体。IMF的产生本来就是为了协调国际经济活动，为什么IMF没有发挥好其应有的作用，甚至发挥了相反的作用？这是国际权力政治较量的结果。从设想到运作，IMF背后都是权力政治。IMF和其所设立的SDR本身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根据IMF机制，拥有16％以上投票权的美国拥有绝对的否决权。正因如此，有人说IMF实际上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分支机构。在不改造IMF本身的情况下，根本难以取得全球货币供给控制权。SDR的产生有其合理性，但更为重要的是操纵SDR的主权国家权力。
由于IMF的重要性，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想法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要在现存体制内往上爬，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来影响美国或者制衡美国的权限，而对这个体制本身是否合理并没有多少深刻的反思。大家都想往上爬，但等到爬至顶点，发现这个体制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那就太晚了。美元霸权出了问题，换一种货币也同样会出问题，不管是主权货币还是受主权国家权力操纵的超主权货币。
各国要求在IMF内拥有更多的权力很好理解，但更为重要的是重新定义IMF的功能，使其不会受主要主权国家的操纵。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就要减少IMF的国际责任，把权限分散到其他区域型金融和经济组织中。各国对美元霸权的不满也同样可以理解，但要对美元形成制约，可能不是靠建立一种超主权货币就可以达成的，因为即使产生了这样一种货币，也同样会受美国或者其他大国的操纵。SDR本身的历史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要制衡美元，唯一的出路就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联合国专家组对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看好，认为如果有两三个国家储备系统，也和美元霸权一样不稳定。他们设计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如果能够产生，当然是最优的选择，但问题是这种从纯经济逻辑出发所设计的计划并没有现实可能性。原因很简单，不可能存在一种不被大国操纵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多元化储备货币的确有其不稳定性，但这种不稳定与单一储备货币所导致的不稳定具有不同的性质。单一储备货币导致的是绝对的腐败，多元储备货币则会在互相之间构成一种有效制约，就是说在主要主权经济体之间构成制约。同时，对较小主权经济体来说，多元储备货币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生存空间，而无论是单一主权储备货币还是超主权储备货币，都会使得他们的生存空间最小化。多元储备货币是次优选择，但更具现实性。
 
内部经济和制度是基础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了内部金融改革。但即使是内部改革，也因为众多的既得利益而困难重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根本提不到美国的议事日程上来。从G20部长会议上美国的表态，从美国对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否定上，可以明确看出美国要做什么了。况且，美国仍有“一票否决”权，否决任何意在挑战美元的改革建议，更不用说那些要革美国命的建议了。
在大萧条时期，美国已经有足够的实体经济力量来承担其国际责任，只是美国不愿罢了。但是今天的中国，不仅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充当国际领袖，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担当这一领袖角色，更不具备全球性大国的内部制度条件。任何国家能够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内部经济和制度是基础。
无论从美国和西方的态度，还是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来看，重建国际金融体制都会是漫漫长路。G20峰会可能只是这个大谈判的开端。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理应承担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中国要积极参与改革，但中心任务还是要把自己的内部事情办好，尤其要把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好，达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可持续发展。在内部制度上还不具备承担过度国际责任的条件时，过度的国际承诺会显得力不从心。从长远看，只有当中国有能力提供另外一种储备货币时，才会有能力建设一个较为公平和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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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和中国国际战略的再思考
经过很大的努力，G20峰会终于有了一些收获，各国在一系列全球性金融和经济问题上达成了相当的共识。一些人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面临危机，各国都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大家都是全球体系的一部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没有一个能够置身事外，大家都必须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但G20峰会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远远不止这些。这样一次高调的并且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国际峰会在很多方面是对现存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大检验。在这次峰会上，人们可以看到老霸权如何接纳新兴力量以及新兴力量如何在现存体系中崛起的问题。这尤其表现在中国身上。很多人认为G20的核心是G2，即中美两国的互动主导了会议的议程。也有人更进一步说实际上是G1，即中国的态度决定了峰会的成效。
上一次国际权力的大转移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代，即经济霸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当时，殖民地英国因为战争已经筋疲力尽，美国对是否接下英国的金融和政治领导地位犹豫不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认为，国际机构与前世界霸主英国的利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美国最终还是从英国那里接下了这个国际责任和领导权，实现了经济霸权的和平转移。此后，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重新组织了国际经济体系并且一直主导着这个体系。
那么，现在的中国是否准备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不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已经准备好这样做了。这次G20峰会前，中国对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极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主管财经的副总理王岐山等先后发表文章，主张要改革国际金融秩序，并且提出了诸多具体的方案，例如发展出一个超主权的储备货币，增加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作用，等等。一时间，中国似乎成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派的领导力量。当然，中国的呼声也得到了很多国家的积极回应。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很大，希望中国能够领头来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
 
中国仍然对现存体制表示“忠诚”
但是，现在真的可以谈论国际权力的和平转移了吗？美国真的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国力衰落而准备放弃其霸权地位了吗？中国真的具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从美国那里接过国际责任了吗？
至少从这次峰会上中国的行为来说，历史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更没有强烈的意愿来进行所谓的权力转移。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和现存制度和平相处。G20之前，中国充其量是表达其对现存体系没有能够有效阻止金融危机发生的不满。用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对现存体制的“抱怨”或者“牢骚”，表现的仍然是对现存体制的“忠诚”，是希望改进现存体制，而非退出（exit）现存体制。
G20峰会的结果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抱怨”和“牢骚”得到了回应。美国和西方答应中国在IMF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与代表权。当然这是以中国向IMF出资为条件的，就是说发言权和代表权取决于中国出钱多少。中国强调的IMF特别提款权SDR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也得到了回应。
这些当然有助于中国在现存体制中往上爬一些，就是说有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西方和美国乐意这样做，因为这无疑在消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外部挑战的同时强化了现存体系的能力。就是说，这种结局可以解释成为中国和西方的双赢。
因为是巩固现存体制，这次峰会的最大赢家还是美国和西方，因为这个体制是由他们所主导的。美国的最大目标本来就是世界各国一同来拯救经济，因为一旦经济恢复，美国又会回到从前的霸权地位。美国尽管也有妥协，如同意一定程度的国际监管（对对冲基金和评级机构等），但这方面纯粹属于虚的方面。国际监管的效力如何取决于IMF等国际机构，而美国会继续主导这些国际机构。
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在现存国际金融体制中提升自己的做法相当理性。一则这些经济体没有其他的体系可作选择，二则这样做有助于他们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和平崛起。在国际层面，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还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面临类似的情况，做出类似的决策。
就是说，中国会长期面临只有国际责任而无国际领导权的矛盾局面。由于美国和西方主导着现存国际体系，他们很容易通过修正体制来消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和压力。也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发展，来自发达国家的有关“中国大国责任论”的呼声会越来越高。中国尽管对这种情况很不高兴，但也很难拒绝被要求承当责任。很显然，中国的这种被动责任的代价极其高昂。
 
国际空间不等于中国的实质领导权
美国在从英国手中接过领导权之后，对当时的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进行了大力改造，使之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并且当时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优越条件。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成为西方的天然领导者，又加上冷战，西方世界需要美国来领导和前苏联阵营的竞争。这些都为美国改制国际体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美国通过这一机制要么聚财，以各种方式从全世界转移财富，要么向其他国家转嫁负担。就是说，美国建立的国际金融和经济体制是美国长期占据世界领导权的最重要机制。其他西方国家则是“搭便车”，也从这一体制中获得了不少利益。最吃亏的当然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
如上所说，尽管中国不满现存体系，但并不想推翻现存体系。建立一个非西方主导的新国际秩序过于理想，即使能够实现，代价也会非常高昂。无论是中国的实力还是中国领导层所坚持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信条，都不容许中国另建体系。自邓小平以来，中国的选择是接纳现存体系，并改革自身与国际接轨。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唯一选择就是利用现存体系，一步一步往上爬。但因为美国和西方是体系的建立者和主导者，中国改变不了受支配的地位。
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面。这种局面不会轻易改变，这就要求中国反思和重新考虑与现存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说中国可以脱离现存体系，或者另立体系，而是说中国要考虑其政策重点到底在哪里，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区域层面，还是在自身的制度建设。
在国际层面，如果中国乐意，的确有很多的责任空间。如西方世界一直要求中国开放自己的货币汇率并向IMF注入更多的资金。这种要求也会来自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这种国际空间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得到具有实质性的领导权。
 
中国的重心仍当是自身的建设
从长远来看，如何在不回避国际责任的同时，获得真正有意义的国际领导权并且是可持续的领导权？中国所能选择的就是分权。因为全球化，各国需要一个国际秩序，但这个秩序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现存秩序是美国及西方建立和维持的，也是由这些大国所操纵的，这对很多国家非常不利。IMF没有发挥国际监管的作用，更没有尽到帮助穷国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产生监督国际组织的权力纯属天方夜谭。
分权就是要把国际权力分散到各个区域。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经济的区域化也有更具实质性的发展。这就为区域货币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亚洲，产生一种区域货币的呼声已有多年，但因为政治原因，这种货币的产生还是希望渺茫。但现实地说，在主权国家时代，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即使产生了也不会有很大的效果，欧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一种主权货币的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当然，这对日元来说也是一样的。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没有一种货币能够取代美元的国际地位，但其他储备货币的出现可以削弱美元独霸天下的地位。美元可能在一些领域或者区域仍然占霸权地位，但在另外一些领域或者区域，其他储备货币可以成为美元的替代选择，甚至完全取代美元。就是说，中国必须有计划地培养人民币作为未来的储备货币。
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内部各种制度建设。在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美元的强势不仅在于美国所建立的国际体系，也在于美国庞大的实体经济，在于美国内部的各种制度建设。美元成为储备货币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国际社会存在着一种对美元的主观期待和信任感。同样，国际社会能否对人民币产生足够的主观信任度，取决于中国能否实现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中国能否进行有效的内部制度建设。由于这次金融危机，美元的信任度受到很大的打击。美元之所以仍然被接受，不仅是因为除了美元别无选择，也是因为美国还是有能力获取世界各国的支持来维持美元的地位。但这也表明，危机已经给其他货币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来发展成为未来的储备货币。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承担国际责任还是国际领导权，都包含着巨大的代价。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不可推卸应当承担的责任，但也没有必要去作过度的国际承诺，更没有必要过早地去争取国际领导权。在没有实质性的能力对现存国际体系作具有实质性的改革之前，中国的重心还应当是自身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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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应对国际力量再“集团化”
最近几年，国际社会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国家集团化或者G化浪潮。在冷战期间，国际集团比较简单，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集团和以前苏联为中心的共产主义集团几乎占据了整个国际空间。其间也有一些国际或者区域集团，但它们的作用并不大，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于前述两大集团。前苏联集团解体和冷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只有G7很有力量。G7产生于冷战期间，它不仅仅是经济最有实力的工业化国家集团，也是意识形态阵营，即民主国家。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民主国家之后，加入G7，变成了G8。但G8很快就发展成了G20，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最近的消息说，美国又想改组原来的G7，把它变成G4，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和中国。同时，国际社会也在讨论、关注和争议一个可能的G2，即中美两国集团。
国际力量的再“集团化”可以说令人眼花缭乱，相信这种趋势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会持续下去。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再集团化？这里有很多因素，简单地说，就是国际政治正处于大变动时期，原来的国际秩序和各种集团已经不能反映和适应新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在很多问题上，开始抛弃之前美国本身努力建设的多边主义国际组织构架，单边主义开始盛行。但美国的单边主义失败得也非常惨，这就促使美国有极大的动力来主动重组国际秩序。
同样重要的是各国经济力量的变化。冷战后，全球化加速，涌现出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一大批新兴经济体。这些经济体不仅本身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而且也构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但是，这些国家的力量没有能够反映在现存国际秩序上，或者说不存在能够反映这些国家利益的制度安排。一句话，如果不能包括这些新兴国家，任何国际新秩序的形成就非常困难；即使形成了，也不会产生任何有效的影响力。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通过组建自己的集团，表达它们参加国际秩序的强烈愿望，所谓的“金砖四国”即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之间正在形成的“G4”就是很好的说明。
首先应当意识到，目前的国际力量再集团化的主导者还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在崛起，但很难挑战主导现存秩序的西方和美国。这不仅仅是因为实力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都选择了加入现存国际秩序，而非另起炉灶。这使得美国在再集团化过程中仍然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
那么，美国如何重组国际集团呢？不外乎两种选择。一是现存组织的无限制扩大。这可从G7扩到G20的过程中看出。不过，这种做法尽管扩大了很多国家的参与权，但组织运作的效率成问题，G20好像一个小型的联合国。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让其他一些变得不那么重要的国家“退出”。先有国家退出，再有国家进入，这是美国设想中的G4背后的理性。
 
中国面临不同的选择
无论哪种做法，都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就是说，中国面临不同的选择。但中国作何种选择不仅会影响其内部发展，也会影响其国际关系。那么，中国应当作何种选择呢？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侧重于学习其他大国崛起的经验，这方面中国做得很成功。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尽管对中国发展的一些方面作这样那样的批评，但所有国家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崛起。现在，对中国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可持续的崛起，做一个可持续的大国。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必须总结其他大国失败的教训。
中国可以从其他大国国际结盟的经验中学到深刻的教训，那就是，如果结盟不当，经常会导致或者加速大国的衰落。从历史上看，集团化是西方国际政治的行为逻辑，中国并没有这样的传统。但如果集团化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现实，那么中国别无选择，或者说，中国不得不参加或者组织这样那样的国际集团，不过中国可以选择加入或者组织什么样的集团。
集团化具有不同的倾向性。最显著的一类是针对另一国家或者集团的国际或者区域集团，如冷战期间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集团和以前苏联为中心的共产主义集团。这样的对立性集团的最终结果是组织这些集团的大国的衰落。道理很简单，你如果结成联盟，那么就会有其他联盟产生来对付你。集团本来是为了应付国际政治中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结果反而制造和加剧了这种无政府状态。前苏联是在和美国集团的对抗中走向衰落的。在对抗中生存下来的西方集团对美国也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苏联解体之后，西方集团开始寻找新的对抗目标，经常把崛起中的中国视为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幸运的是，中国作出了和前苏联全然不同的选择，可以说，中国的这个选择是造就国际政治目前这个格局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另外一种集团化倾向就是注重内部协调，是为了内部更好的发展，而不是针对另一国或者另一集团的。例如，在组建过程中中国扮演了很重要角色的上海合作组织就是这样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是为了应对这些国家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包括反恐和谋求经济发展。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十加三”和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十加一”也具有类似的性质。任何集团一旦出现，都会有其外在的影响。所以对这一类集团或者组织来说，重要的是不要演变成为针对另一国或者另外一个集团的组织，否则就会演变成为前一类组织，走向与前一类组织一样的命运。
 
开放性应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如果集团化不可避免，那么理想的集团化是为了走出集团化的行为逻辑、逃避集团化行为的厄运。这种集团化就是开放性的集团化。开放性实际上非常符合中国传统精神。传统上，一直被西方误读成“朝贡”制度的安排是个开放体系。这个体系除了封建形式倾向于中国皇朝之外，实质上非常有利于当时条件下的自由贸易安排。传统形式的贸易体系一去不复返，但全球化和区域化已经为中国造就了新的开放精神。笔者多次论述的开放性区域主义就体现了这一精神。开放性区域主义既是中国开放政策的产物，也是中国崛起的基本背景。在这个开放体系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迅速整合，但同时这个区域又不排斥其他国家。
就是说，开放主义应当是中国应对国际力量集团化的有效武器，也是中国在重建国际秩序过程中应当秉持的原则。这个原则也能处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中国没有成为美国的敌人，或者说美国没有能够把中国变成敌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开放性。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个事实上的G2可能不可避免。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这种趋向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任何组织或者会议，只要涉及中美两国，这两国之间在这一组织或会议内的活动就必然成为重头戏。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这样，G20也会是这样。随着中国在其他国际组织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地位的上升，将来也会有一天发生这种情况。中国如果秉持开放精神，那么G2的目标应当不是如一些美国人所理解的中美共治（世界）。中国不应当走美国西方道路，中国的责任应当是维持国际体系的开放性，而不是帮助他国使得这个体系封闭化。开放性是中国精神，也是中国应当贡献给这个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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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与中国的机遇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很多国际组织和学者开始讨论起国际经济多极化的问题。之前，人们一片乐观，认为全球化正在造就一个高度整合的世界经济体。但金融危机的发生很快打破了这个梦想，人们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西方危机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可以说是经济多极化概念的根源。
 
西方经济呈现出巨大不确定性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各国竭力应付。但是到今天，整个西方仍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不敢断定西方是否真正走出了危机，又是否会面临新的危机。对这些不确定性的争论一直存在着，而争论本身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尽管由于政府的有力干预，西方金融经济得到了稳定，但其他方面还是问题严重。在欧洲，主要表现在政府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而美国表现为政府债务危机和实体经济不能得到有效恢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感觉到，西方的政治制度很难有能力来应付这些危机。
实体经济的复苏对美国来说是关键。美国仍然是头号世界经济体，因此只要其实体经济继续处于困境，那么整个世界经济还很难复兴。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庞大的市场还很难被其他市场所替代，更是因为美国为了应付经济困局所实施的诸多方法，例如，滥发美元、贸易保护主义等都会继续恶化整个世界经济。
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正遭遇着巨大的结构性挑战。传统上，金融经济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不过，现在的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仍然需要金融经济，但金融创新和实体经济则已经没有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关联。金融经济危机导致实体经济的危机，但金融经济的复苏并不能带来实体经济的复苏。美国的情况是，在金融经济稳定下来之后，金融部门还是继续强调其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正面影响并不是很大。在实体经济方面，尽管各方面也强调再工业化的问题，但谈何容易。一旦产业转移出去，就很难再请回来。
再者，西方各国的经济空间已经处于饱和状态，缺乏发展空间。西方早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时代，已经没有简单经济扩展的空间。正因为如此，金融部门在得到恢复之后还得继续寻找海外的发展空间。再次，如果需要新的经济发展空间，技术创新就变得非常重要，甚至是关键。但技术创新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可求不可得。而且，现在的技术创新往往对就业没有帮助，不仅增加不了就业，反而会大大减少就业。而没有足够的就业，就会产生诸多社会政治问题，例如，收入分化，社会不稳定，等等。
 
新兴经济体难脱离原有秩序
如果西方经济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人们所确切看到的是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尤其是金砖四国，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而在这四国之中，中国已经成为被高度关注的对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是帮助世界走出经济危机最主要的动力。直到今天，世界各国还在时刻注意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必然会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宏观局势。
但是，应当意识到的是，即使在西方经济不振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对比之下，人们所讨论的经济多极化的概念仍很不清楚。首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走的都是开放路线。尽管这些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很不一样，但总体上都是朝着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方向行走的。从很大程度上说，新兴经济体的成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的，是这些国家抓住了全球化这个机遇。正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全球化，它们在西方经济面临困难的时候也就成为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因此，如果继续全球化，那么很难实现多极化。所谓的多极化只有在经济增长动力的意义上才能得到理解，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根源是多极的。从前，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西方，但现在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新增长点。
再者，新兴经济体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新兴经济体从经济规模、产品、贸易、货币、人口等各方面都接近或者要超越西方经济，但它们在国际经济和经济组织中的话语权仍然缺失。很显然，到目前为止的世界经济话语权仍然属于西方，因为是西方建立了这个制度。尽管这种情况表明了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但新兴经济体不太可能脱离这个秩序，另起炉灶，确立自己的国际经济秩序。面对西方，新兴经济体具有很多共同利益，但这些共同利益不足以使得新兴经济体结成一体，形成一个和西方对立的经济体。
在选择了接受现存世界体系之后，新兴经济体的理性选择便是努力在体系之内往这个体系的上端爬升。世界经济的这个大格局决定了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国际经济机遇。
在所有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的经济体最为庞大，其经济总量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位。尽管对中国老百姓来说，这说明不了什么，因为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是非常低，但的确表明了中国可以对世界经济体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支柱之一。虽然中国的外部经济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中国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也在迅速提升。
就经济的全球化而言，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不过，在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互相依赖的情况下，西方虽然可以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例如在贸易和人民币升值方面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但不可能脱离中国经济而发展。相反，中国则可以拓展新的领域，主要是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关系。这方面，中国具有很大的优势，这些年和非洲、拉丁美洲的经济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因为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还有巨大的空间。
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中国正在往世界经济体系顶端爬升，尽管困难，但还是有很大希望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提升，美国等西方国家只能主动或者被动地调整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世界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尽管这样做是要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经济责任，但对中国来说，毕竟是一个机会。
 
中国的内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再者，中国的人民币的影响力正在快速提升。欧元产生已经多年，但因为欧元不是主权货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很大的限制。欧元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机制，也继续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很难在世界经济上发挥像美元那样的作用。相比之下，人民币正在稳定有序地走出去。随着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继续发展，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变得不可避免。
同样重要的是，和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相比，中国的内部经济扩张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处于世界的中下水平。从区域发展来说，东部比较发达，中西部仍处于不发达状态。但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经济活动还远未饱和。这说明了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较之西方，中国经济仍然会处于高增长状态。
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中国所面临的机遇。中国有机遇，但是否能够有效把握住这些机遇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
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内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些不平衡不仅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制约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再平衡方面的作用。
首先是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展出了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转向建设内需社会，但是内需社会的建设困难重重。在没有有效的社会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的情况下，内需社会没有任何制度基础。再者，劳动者收入仍然过低。内需社会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一个有效的内需社会，内部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又要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其次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这些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挤占着民营企业的空间。国有企业主要依靠行政垄断，缺乏竞争力，更难希望其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方式的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民营企业空间被挤占正在快速地导致这个部门的萎缩。
再次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失衡。在任何社会，中小企业的发展都在很多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例如解决就业、保障社会正义和收入公平分配。多年来，中国政府努力想通过二次分配的手段来达成收入分配公平和社会公正，但收效甚微。其背后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小企业得不到有效发展。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属于结构性分配。只要两者之间达不到平衡，或者说中小企业得不到发展，政府在二次分配上做再大的努力也会无济于事。
在中国，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这两个层面的不平衡刚好重合，自然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是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是民营企业。现在这两个层面叠在一起，越来越失衡，已经导致了无穷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
此外，中国内部还存在一个如何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保护财富的问题。这一问题近年来越来越突出。就内部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效地创造了财富，但并没有建立有效的财富保障机制。因为内部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的变化甚至恶化，中国的财富正在加快向外流出，主要表现为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外移。实际上，企业家向外移民，不仅仅是财富的流失问题，更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很显然，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
外部进入中国的财富也同样面临困境。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来，中国有效地吸收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国外资金的流入毫无疑问对中国的经济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今天中国变成了一个资金过剩的国家，那么还需要不需要外国资金？人们开始提倡“自主创新”，因为在过去，外国资金所带来的技术不尽如人意。尽管自主创新很重要，但不能对此作简单的理解。它并不表明，中国可以排斥外国投资。谁都知道，技术需要市场，没有市场，技术一文不值。因为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大，很多外国技术（以投资的方式）都要进入中国市场。现在，一些既得利益开始追求自己的利益，以“自主创新”为名，力图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很显然，如果“自主创新”演变成经济上的民族主义，那么就会妨碍中国的技术进步。对中国而言，问题在于如何继续吸收外国投资，并且努力把这部分财富留在国内。
如果外国资本开始退出中国，而中国本身的财富也开始流向国外，那么中国会面临一种怎样的情景？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把握住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动力之一。今天，中国再次面临不一样的机遇。如果把握住了，中国可望再上一个新台阶，有可能促成国家进入经济先进国家的行列。但如果错失了这个机遇，那么可能就要进入当下人们正在热衷讨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并面临和这一陷阱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6月21日



第六部分 中国的国际观



领袖外交中的大国谦卑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这次的拉丁美洲之行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外交，也是中国领袖外交中较为成功的一次。衡量领袖外访是否成功可以从各个方面来看，但不管怎样，有几个指标极为重要。第一，领袖外访是否确确实实地推进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这点很重要，在各个外交场合，领袖都要以追求国家利益为重。第二，领袖是否有效地向各国传达了中国的意愿和外交政策导向。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达出去的信息是否让人接受，并在实践中具有可行性。
从这些方面来说，胡锦涛的这次拉美之行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表现了大国的风范，但并没有表现出一般大国所具有的骄傲。简单地说，胡锦涛的这次拉美之行，特别是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的表现，向世界传达出几个重要的信息。
首先，中国正在崛起，而崛起中的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一点对中国非常重要。随着中国的崛起，各国对中国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干什么非常关心。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意向不明一直是外界所担心的，也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根源。人们经常说，恐惧是对未知事物而言的（the fear of the unknown）。对很多国家来说，担心的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崛起后的中国要干什么。在以往，中国领导人尽管也有频繁的外访，但除了表达一些抽象的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外交辞令外，不善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达中国的真实立场。
 
崛起过程须透明化
这次不同，中国既坚持了韬光养晦的政策，又向外界传达出了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做什么。在很多国家已经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当然的情况下，就需要中国领导层把自己的意向传达出去，使得中国的崛起过程透明化。这样，各国就可以根据中国的政策来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策。所以，在今日世界环境中，韬光养晦不应当理解为黑箱操作，而应当是大国透明外交中所包含的谦卑。可以说，把中国的意愿和政策导向传达出去，让国际社会来理解中国会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领导人的任务。这种情况也同时表明了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更为明确的国际战略。
其次，胡锦涛也向世界表明，中国正在形成自身的国际行为原则，从而达到本身和平崛起和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一份贡献之目标。中国的行为准则正在形成过程中，但有两个重大的原则已经是相当明显了。其一是国际多边主义。胡锦涛多次强调国际或者地区多边主义的重要性。“9·11”恐怖主义事件以后，美国实行单边主义，冲击着现存的国际政治秩序。胡锦涛在强调反对恐怖主义重要性的同时，更强调多边主义。而反恐多边主义在减少现存国际社会内部的分裂的同时，可以建设进一步的国际大家庭。事实上，亚太地区各国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恐怖主义的威胁，没有各国之间的合作，反恐很难取得成效。对多边主义的强调也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其三便是经济外交。中国的崛起经常被外界所夸大。中国高层对崛起的限度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中国的崛起既不是军事上的崛起，也不是政治上的崛起。无论是在硬力量还是软力量方面，中国的崛起都面临着很大的制约，中国的崛起仅仅是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可说是一种经济外交，这次胡锦涛不仅把经济外交推向一个高峰，而且开始努力把经济外交的优势转化成为一种战略优势。这尤其表现在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中。如果说从前中国的原则是外交为经济服务，现在就要开始注意经济如何为外交服务的问题了。
 
履行大国的责任
国际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重要的大国国际行为准则。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美国抛弃这两个原则，开始搞单边主义。但实际上，大多数国家仍需要这些原则，这些原则仍有助于国际和平。中国能够在这个时候利用自身的优势，再次强调国际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必然能够发展出软力量，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和影响。
领袖外交在当今国际社会非常重要。冷战结束以来，新的世界格局还在形成过程之中。美国成了唯一的霸权，但还没有强大到能够支配其他大国的程度。再者，美国是不是唯一霸权，不仅取决于美国本身的实力，还要看其他国家是否接受美国的霸权地位。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一个稳定的世界权力格局。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秩序都是在领袖外交中形成的，尤其是大国领袖外交，现在也不例外。
中国如果要成为大国，履行大国的责任，领袖外交不可缺少。中国不仅有必要参与到现存国际大国俱乐部中，而且要更主动积极地为未来的国际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的贡献。不去参与，就会被排挤在外，到最后还得参与进去。积极参与的成本远远小于事后努力争取加入的成本。领袖外交的角色不是其他外交手段所能比拟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高层领袖外交的成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应当是新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追求最大的国家利益。
 
原刊于《信报》2004年11月30日



中国的新国际战略观
很多评论家已经注意到，中国领导人和各界近来频繁使用的一个新概念就是“和谐世界”。这个概念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很生疏。在各种外语中，很难找到这个概念。原因很简单，从近代国际社会形成以来，世界从来就是充斥着战争的，而少有和谐。但也正因为这样，这个新概念有着其特殊的地方，一旦被人们所接受，将成为中国国际软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毕竟它代表着中国人的国际理想。实际上，这个概念和中国多年来所提倡的“和平崛起”是相一致的。不管是“和平崛起”还是“和谐世界”，都既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上种种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也是为了表明中国自己的道路选择。
 
中国没有选择前苏联的战略
中国的这个选择既不同于前苏联，也不同于西方强权崛起之时的选择。前苏联也好，西方强权也好，他们的选择多有相似之处，即尽可能地把自身所拥有的经济和技术能力转化成为军事能力。尽管经济和技术是社会赖以发展的基础，但在当时，国家的发展程度和现代性似乎要由战场上的胜负来决定。这也是近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铁的定律。前苏联在追求军事力量方面走过了头，把所有的国家资源用于发展军事力量，最终走上了名副其实的军事经济道路。而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远胜于苏联，在经济技术发展和军事力量两者之间保持了一个基本平衡，并通过市场、政府等因素使得两者进入一个互为强化的良性循环过程。
中国没有走前苏联的道路。和前苏联不同，中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努力避开和美国的另一场冷战。前苏联已解体，美国开始寻找新的对手，把中国视为其竞争者，甚至视为潜在的敌人。“9·11”恐怖主义事件之前，布什政府实际上已开始进行军事战略调整，想要全面围堵中国，准备和中国进行冷战。毫无疑问，和中国进行一场新形式的冷战仍然是美国鹰派的战略构想。但中国并没有选择前苏联的战略。为了对付美国，前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进行全方位的军事竞争，并且推行自己那一套意识形态，输出革命。与之不同，中国努力利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积极把自身融入现存国际体系。虽然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对中国多有不公，但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中国愿意接受这些规则。
没有选择前苏联式的战略同时也表明中国没有步西方列强崛起的后尘，就是说，并不想在军事力量方面和其他大国较量。中国的战略和今天的美国战略也很不相同。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并没有真正放弃过军事主义路线。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是军事主义和经济主义并行。“9·11”恐怖主义事件以后，美国很快转向以军事主义为主的国际战略，对视为自己的敌人的国家动不动就使用军事手段，进行军事打击。和美国的单边军事主义相比较，中国的经济多边主义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经济多边主义是中国“和平崛起”概念的核心。在没有多长时间里，“和平崛起”不仅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概念，而且也成为中国国际实践的准则，无论在亚洲地区还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直到最近，中国在“和平崛起”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和谐世界”的概念应用于国际社会。
 
中国的战略符合世界大趋势
但正因为中国开始努力追求一种不同于近代国际体系的新国际体系规则，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对中国来说，随着自己的崛起，不想步人后尘，不想人云亦云，是最正常不过了，但中国的努力很容易被一些大国解读成为是想建立以中国自己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真正崛起了，一些大国的冷战思维又浮上政策台面。在今天的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一旦涉及“安全”两字，无一不是联系着中国的。美日之间、美日台之间、美日澳之间、美国和一些东盟国家之间的安全机制，甚至美国—印度之间、日本—印度之间的安全对话，无论是明言还是暗示，直接还是间接，矛头在很大程度上都会或多或少针对着中国。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在近年来不仅加紧发展军事力量，而且努力在区域和国际层面组织针对中国的安全战略。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要不要继续走以经济多边主义为主体的和平崛起战略？针对中国的崛起，日、美等一些国家开始了战略调整，但很难说这些针对中国的战略会取得成功。美国的军事主义已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是否要继续走这个路线产生了怀疑。而日本对中国的不安与其说是中国崛起造成的，倒不如说是日本本身的停滞不前造成的。荒唐的是，当日本的经济复苏越来越依赖中国的时候，日本对中国却表现出了诚惶诚恐的心态。但日本转向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并不表明这一政策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军国主义路线无论给日本自己还是给亚洲国家都带来了灾难；相反，日本二战后在亚洲甚至世界舞台上的巨大影响力来源于其经济能力。从长远看，日本目前的战略转型很难说能给日本带来任何利益。对日本来说，重要的可能并不是战略调整，而且心态调整。
近十多年以来，中国以经济多边主义为核心的“和平崛起”道路走得相当成功，这一选择既帮助中国实现了自身的崛起，也把中国崛起的影响力带向了世界舞台。这一成功应当归功于这个战略符合全球化这个世界大趋势。如果中国的战略符合世界大趋势，那么不管当前这个战略遇到了多大的挑战，中国还得持之以恒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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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预防中国思维的美国化
近来不断有欧洲同仁问同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也像美国那样思维，那样行为，那么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欧洲同仁担心的主要是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些方面的行为越来越倾向于（至少在他们看来）美国化。中国国际行为的美国化一方面表明，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国际政治话语面临边缘化的可能。欧洲感到他们的国际政治话语和美国不一样，但较之美国的国际关系话语，欧洲的话语对中国显然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欧洲一些国家看来，中美两大国如果能够和平相处，当然对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如果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利益过于重合，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两大国就能主导国际局势，从而使得很多国家的国际利益边缘化。
从欧洲等国家的利益出发来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如果再深入一步，从中国的利益出发来反思这个问题，意义就更为深刻。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的确需要开始考虑回答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问题涉及中国要在内部改革和外部外交方面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也因此是一个中国要成为什么样的大国的问题。
 
眼睛只盯住一两个强国
中国思维的美国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必然性。后发展中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往往盯住一个或者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向这些国家学习，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规律。中国学习美国并不奇怪，美国能够在短短历史时间里，崛起于世界政治舞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确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值得中国人参考和学习。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在向像美国那样的大国学习，而且也在向像新加坡那样的小国学习。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应当说是全面向国际社会学习的结果。
但是，也不可否认，美国经验对中国人思维变化的影响是最大的。有很多因素促成了中国思维的美国化。冷战以后，国际关系格局处于巨变之中，为应对这种外在挑战，中国实行大国外交。而在大国外交中，中美关系又是重中之重。中美关系涉及中国诸多核心利益，如台湾问题、朝鲜半岛核危机和中日关系，等等。因为是重中之重，有关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同时，美国各方面对中国的美国研究也有很大的投入。因为资金充裕，美国不仅在科学方面，而且也在社会科学方面吸收了大量的中国顶尖人才。在中美关系方面，美国有关方面更是对与两国关系有关的各种项目进行多种形式的直接投资。种种因素促使中国对美国的研究在以往二十年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国别研究来说，美国研究在中国是最为先进的。
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为例。像北大、人大和复旦等强调国际关系研究的大学，它们的重心都是美国研究。尽管国际关系的研究也涉及其他国家，但轴心就是美国研究，美国研究得到了最多的资金和最好的人才。很自然，美国国际关系话语也就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话语。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比较开放的学科。政治学还没有那样开放，一旦开放，也同样会这样。
 
思维美国化带来消极后果
美国在很多方面主导着当今世界的社会科学，学习美国的社会科学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学习美国社会科学不等于思维的美国化。美国的社会科学话语并不具有普遍性。美国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经验的总结和抽象，如果把美国的整套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机械地用于中国，不仅很难解释中国的现实，更难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
思维的美国化在政策领域可能带来更为消极的后果。实际上，正如很多观察家已经观察到的，中国的政策话语已经带有很浓重的美国色彩。中国内部改革的很多方面深受美国的影响，如新自由主义。在政策层面，这种盛行于美国学术界的经济学说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它对美国本身的影响。中国在包括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教育等方面的产业化和各种变相的私有化要比美国更为激进。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方面连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都没有实现，但在中国则得以实践。有人说，在整个90年代，中国是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这并非耸人听闻。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诸多负面结果，直到最近三五年，有关方面才开始在政策层面加以纠正。
同样担忧的是美国思维在外交方面所能产生的后果。一旦中国外交思维美国化，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国会不会犯和美国同样的错误。美国在强大的同时，也建立了美国霸权话语，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最好的一例。在美国霸权话语中，国与国之间除了无限制的力量竞争之外，别无其他。这种美国思维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把最多的资源和最好的人才放在对前苏联等一些大国的研究上。在外交政策领域，美国很少投入对小国家（美国认为是小国）的研究。冷战结束后，美国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对手和敌人，开始作大量的投入对中国进行研究。直到“9·11”恐怖主义事件以后，美国政府才开始重视对“小国”的研究，包括对中东和非洲等。应当指出的是，在美国的学术界，尤其是私立大学，研究者们一直没有中断过对“小国”的研究，但很可惜，这些研究没有被有关部门导入政策研究方向。
在这方面，中国实际上已经显现出一定的“美国现象”。如上所说，在大国外交的影响下，大国研究尤其是美国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的研究核心。如同美国，中国也同样忽视对“小国”的研究。周边外交在很多年里名义上也是中国外交的核心，中国政府也严肃提出了“睦邻外交”政策，但细算一下，有多少人在研究周边国家呢？中国也在积极推进“走出去”的政策，中国的利益已经到达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等各个角落，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了解又有多少呢？在政策领域，有关方面大多是依赖外交官来研究相关国家，提供相关国家的信息，但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外交决策，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年来，在与周边国家、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经常发生一些人们不想看到的事情，这应当说和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研究不够、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不够周到有关。
研究美国或者其他大国非常重要，但如果对大国的研究演变成了思维的美国化，对大国的研究导致了对其他小国的忽视，那么就不符合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和长远的战略利益。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不仅要学美国成功的经验，更要吸取美国不成功甚至失败的教训。美国的霸权话语及其指导下的政策已经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结果，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主要因素。中国正在崛起，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内政和外交的经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建设中国思维的主体性。失去了这个主体性，思维被美国化或欧洲化，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尤其是一个可持续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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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际观从何而来
中国和西方世界围绕着奥运会的种种冲突，表明中国的国际关系已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拐点。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一些人所说的中国如何对国际事务做出反应，如何处理和西方冲突的范围。很多中国人开始从这次冲突中认识一个真实的外在世界。他们从对西方的幻想中醒悟过来，不再简单地认为整个世界会欢迎中国的崛起。
同时，对西方来说，他们也开始面对一个真实的中国。很多西方人曾经幻想改革和开放政策能够促使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但现在他们意识到中国是不能被轻易改变的。当中国和西方双方不再对对方抱有乌托邦式的幻想的时候，双方之间的互动模式就要发生具有实质性的变化。
已经有人提出中国是否会往回走的问题。这样的担忧当然并非没有道理，实际上，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开放度已经不如以前，在一些方面甚至有倒退的迹象。从历史上看，中国也有从开放到封闭的经历。例如，在明朝，当统治者感觉到开放的不安全时，就想着往回退。中国历史上错失了很多次走出去最终成为海洋国家的机会。因为中国属于大陆型经济，在相对的封闭状态下仍然有发展的空间。从开放到封闭，再发展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很显然，当国家最终封闭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开始衰落的时候。这种情况是谁也不想看到的。
 
缺乏远见导致挫折不断
不过，往回走的可能性并不太大。这不仅因为中国和外在世界至少在经济上已经发展出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往回走的代价极其高昂，更因为外在世界也不容许中国往回走。中国唯一的和理性的选择只能是继续改革开放，以更大的力度走出去，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那么，如何避免盲目性而有效地走出去呢？内部的发展非常重要，如果内部的发展停顿下来，走出去就会没有动力。但是光有内部动力还不够，要继续往前走，就要建立国际观。国际观的重要性并不是人人都清楚的。没有一种能够反映国际关系大趋势的远见，走出去的过程会挫折不断。
这方面，中国可以从从前的大国崛起过程中学到很多经验。以美国为例，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放弃从前的孤立主义路线，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但如果当时没有总统威尔逊的国际观，美国很难这么快就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领导角色。威尔逊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和教授，其所抱有的国际观在今天看来仍然令人敬佩。此后，国际观是每一届总统候选人所必备的。二战之后，美国领导西方世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多边主义是美国外交的主轴，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诸多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是美国领头的产物。相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没有能够从冷战思维中解放出来，从而不能确立有效的新的国际观。这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大不如从前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没有国际观。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永不当头”理论，江泽民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到当代领导人的“和谐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中国的国际观。但总体说来，这些大多是针对西方所确立的秩序而言的，要表达的或者是中国对现存世界秩序的态度，或者是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一种理想，隐含在这些国际观里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目的和手段之间存在巨大的距离。
从实际行为层面看，中国实行的是“跟着走”或者“随大流”的政策，因此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在西方看来，中国实际上正在演变成为一种国际保守力量，就是说，中国的意向是在维持现存国际秩序的基础上来改造它。因此，当西方提出放弃绝对主权概念、实行人道主义干预政策的时候，中国至少在原则和理论上强烈反对。
 
领导层要思考国际大问题
中国的崛起正在呼唤中国的国际观，对国际而言，这种国际观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如：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这种世界秩序所体现的道德是什么？如何建立？如何处理和现存世界秩序的关系？如何得到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支持和接受？等等。对中国本身而言，这种国际观也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如：中国要不要走出去？怎样才能走出去？走出去了以后又如何和当地国家、社会打交道？如何保护走出去的利益？如何通过走出去来建立国际新秩序？等等。
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回答。在国际层面，中国的国际行为较之国际话语更容易让人接受。例如，中国尽管有反对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的话语，但在行为上实际上支持着这种话语（如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等）。在走出去方面，中国正在付出相当高昂的学费。迄今中国还没有发展出有效的机制引领走出去。中国的对外投资在总体国际资本中还微乎其微，但已经遇到了西方强有力的抵制。可以相信，外在的阻力会随着中国走出去的继续而加大。
其实，人们也可以从西方的利益走入中国的过程来领会西方是如何“打开”中国的大门的。整个西方，不仅仅是政府层面，而且还有企业层面、社会层面，都在“打开”中国大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必须指出的是，西方“打开”中国大门是在中国主动改革开放和“请进来”的背景下进行的。考虑到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中国的走出去要比西方走入中国困难得多。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走出去的主角是政府支持的企业，而中国的社会力量包括非政府组织还处于不发达的状态。
中共十七大提出“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问题，这是非常及时和具有远见的。但是，“国际”这个大局并没有充分表现在中国的领导集体和决策方面。主要领导人关注的重中之重是国内问题，而对国际状况的关注和思考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再者，注重于国际关系的领导人人数也远远不够。结果是，领导层的国际观仍然缺乏厚度、广度与深度。有人说，如果主要领导班子中有三到四位精通国际事务的领导人，那么中国的国际观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领导层要思考国际大问题。有了国际观，中国才能发展出国际领导权。没有国际领导权，中国只能跟在形势后面，被动地对国际局势作出反应，同时中国和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关系会陷于一些具体的利益之争，而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很显然，确立一种能够推动中国国际领导权的国际观，并且把这种国际观体现在领导层的“国际大局”的决策中，是对崛起中的中国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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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思维美国化的后果
笔者曾经论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思维美国化的趋势。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向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开放。向西方开放、向西方学习、和西方接轨与整合，在这些过程中，中国人的思维不可避免地要受西方的影响。在外交领域，和美国交往的过程也是思维美国化的过程。到今天，在很多人眼中，中国已经崛起成为大国，他们也希望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能够像大国那样行为。那么中国应当跟随哪个大国呢？在多数人的心目中，无疑只有美国。实际上，成为美国那样的大国仍然是很多中国人的“强国梦”。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向美国看齐，中国似乎已经失去了自己，更没有其他的参照物。
中国是否可以成为美国那样的国家甚至超越美国，另当别论，但就中国外交而言，最悲惨的结局可能就是失去了自己的行为逻辑而陷入美国的大国逻辑，采用与美国相仿的外交政策。这不是危言耸听。美国有学者著书，提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国家”，就是说，随着中国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和大国打交道，中国的国际行为被国际社会“社会化”了。说穿了就是美国化。
中国国际行为的美国化这一趋势似乎不可阻挡，因为有很多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在推动这个进程。首先是中国和美国的互相依赖型经济的发展已经培育出两国关系中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这些可以说是既得利益。随着他们之间互动的强化，他们的行为就会有很大的趋同趋势，而这些既得利益在各自的体系内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其次，因为客观的需要，中国无论学界还是政策界对美国研究投入最大，最大量的资源和最优秀的人才都在研究美国。再次，中美两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G2。G2要求两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互相合作和协调。应当说，这个G2是不对称的，因为美国要比中国强大得多，所谓的合作和协调，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跟着美国走。
 
外交美国化损害中国利益
中美两国互相依赖和互相了解的过程必然使得中国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化。中国国际行为的美国化也不是没有积极的方面，中国理解美国如何思想和行为，这有利于两国关系的顺利与和平发展。然而，中国毕竟不是美国，不可能成为美国，也不能成为美国。如果那样，既会损害中国本身的国家利益，也不利于世界。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不可以像美国那样行为，这里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中国文明和美国文明产生的不一样的心理素质，中国缺少美国那样的实际能力，中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与美国差异巨大，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要求中国确立能够反映自身本质的国际行为和规范。
中国国际行为美国化的趋势已经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效果，或者说负面效果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角度体现出来，如在反恐问题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有一套自己的和穆斯林世界打交道的经验和方法。但这些年来，中美关系被视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因为美国是最强大的国家，很多问题要和美国合作才能得到控制和解决，包括台湾问题、朝鲜问题，等等，中国因此追求和美国结成“战略伙伴”的关系。在反恐问题上，中国把自己和美国放到了同一战壕，这种做法在表面上使得中国好像变得更有力量了，因为在这个构架内，美国承认一些“疆独”组织为恐怖组织。但其实不然，中国的这个看法正在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和美国有什么区别？随着所谓的事实上的G2的形成，如果中国不能在“反恐”问题上和美国区别开来，中国在这方面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压力，最近新疆问题上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更令人担心的是，美国并没有全力支持中国的反恐。）很显然，中国没有任何能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一场反恐战争。
在朝鲜问题上也是这样。应当认识到的是，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不同于美国和朝鲜的关系。为了和美国合作，中国致力于六方会谈，这是中国的贡献，但可惜的是，中国似乎也把自己放在六方会谈的构架里面来处理和朝鲜的关系。从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来看，中国的朝鲜话语和美国的朝鲜话语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就是说，中国的一些人也跟着美国的调子把朝鲜“妖魔化”了。在六方会谈这个构架内，中国又把朝鲜问题看成是美国的，依赖于美国，就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思维能力。
中国和朝鲜的双边关系具有悠久的历史。实际上，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之所以还能够维持到今天，就是因为中国高层还没有放弃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外交”方式，前不久温家宝总理访问朝鲜就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每当六方会谈进行不下去的时候，中国还是要回到传统的和朝鲜的关系。如果中国把自身和朝鲜的关系绑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上或者朝鲜和美国的关系上，那么朝鲜问题很难有解决的方式，最终受害的也会是中国，而非美国。
 
应建立独立的外交话语
即使在和美国互动不太多的领域，如缅甸问题，与非洲、拉丁美洲关系上，也有类似的趋势。在这些地方，中国现在实际上的国际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仍表现出中国特有的传统。中国不想走西方走过的老路，遇到问题动不动就进行经济制裁甚至军事行动，中国没有跟着走，也不会跟着走。中国在和这些地方进行资源外交的过程中，还是坚持着传统，努力和这些地方发展出包括经济在内的各种关系，再用这些关系来影响一些国家。（西方则用自己的话语来描述中国在这些地方的行为，如“新殖民主义”、“和西方竞争外交空间”、“搞全球外交”，等等。）不过尽管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行为，但由于中国陷入了西方的话语体系，建立不起自己的话语体系，没有能够给这些国家的人和国际社会一个合理的说法。（一些说法，不中不洋，不伦不类，没有任何影响力。）这对中国很不利。最近西方开始利用“新殖民主义”的话语动员其支持力量，这势必损害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中国要确立能够解释自己的国际行为的话语，就必须脱离西方的话语体系。国际关系话语的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会是“死胡同”。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努力学习西方的经验，但学习西方并不是要把中国变成另外一个西方国家。无论对中国自身还是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国崛起的意义并不在于中国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而在于成为一个和西方同样强大但具有不同行为方式的国家。如果一个崛起了的中国和西方一样行为，中国也必然遭遇和西方一样的命运。因此，中国在学习西方成功经验的同时，必须吸取西方失败的教训。中国是文明国家，外交具有文明的底蕴，中国的外交必须表达中国文明，中国的国际话语也必须表达中国文明。文明是中国崛起的软力量基础，也是中国对国际关系所能做出的贡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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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对外开放与国家转型
 



要正确处理内外部改革之间的关系
在讨论政治改革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去注意在旧年充分暴露出来的、目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着的两大互相矛盾的大趋势：第一大趋势可以旧年领袖外交所取得的外交成果为标志，中国已经在国际社会迅速崛起；第二大趋势可以旧年频繁发生的社会抗议运动为标志，中国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阶段。这两大趋势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导中国的发展，如果这对矛盾处理得不好，社会政治的稳定就会成问题。
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是很显然的。多年来，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迅速把中国推向国际政治舞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加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而且在近年开始走具有自己特色的和平崛起之路，多边主义、经济外交和睦邻政策等构成了初生的和平崛起理论的主要内容。很少有人会怀疑，如果中国的内部发展是可持续的，则中国的崛起只是一件指日可待的事情。
但问题就可能出在内部发展的可持续性上。近年来，内部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大趋势就是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和收入分配差异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边界。中国社会没能够像很多人所期望的，成为一个多元社会，而是迅速向高度分化的方向发展。各社会阶层之间缺乏利益协调机制，彼此缺少信任感，而政府调节社会矛盾的功能也在迅速下降。结果就是不同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的兴起。
为什么这两大趋势能够平衡发展？这就涉及外部改革与内部改革之间的关系问题。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构成了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发展主题，但是，总体上看，对外开放远远走在对内改革的前面，或者说，内部改革远远落后于外部开放。
这种情况与中国的改革模式有关。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开始基本上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而是努力在既得利益的外围发展出新的利益。很显然，内部改革要触动巨大的既得利益，相比之下外部改革就比较容易，就是说，产生新利益比改革既得利益要容易。外部改革进展迅速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外部的压力比内部压力要大得多。外部压力呈现为高度的组织化，可以说是外部众多主权国家对一个主权国家（中国）的压力。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方面。
中国已经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所有的重要国际组织。中国在投资、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开放方面远远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即使在法制改革方面，一般被认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涉及内部利益，但在与外部开放有关的法律改革方面，中国也是走在前列的。外部改革的成功客观上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为国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来吸引外资，促进贸易。
相比之下，内部改革方面相当不如人意。在法治方面，尽管有各种法律出台，但国家并没有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党政干部的腐败仍旧严重。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政府本身的社会调节功能不足，不能控制社会的高度分化。政治改革上更是没有什么大进步。执政党调整了社会阶级基础，为新兴阶级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并修正宪法，从法律上保护私有财产，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把原来的工人、农民阶层排斥在体制之外，因为这些阶层并没有任何有效的管道来参与政治。
内部改革的不足本来就已经产生诸多消极的结果，外部改革的领先使既存的问题雪上加霜。这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无论在哪个国家，外部改革的好处往往流向很少一部分人，今天的全球化便是如此，因为全球化的主动力来自国际大公司和各国政府；第二，全球化倾向于破坏原来存在的社会保护机制和网络，对原来受这些网络保护的社会成员构成了威胁。这是西方各国强烈反全球化的两个主要原因。
在中国，这两方面的情况更为严重。多数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在全球化和市场开放决策过程中没有任何发言权。政府具有高度的决策自主权与国际接轨，但全球化的所有负面效应都是要整个社会来承担的。例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过程中农民并没有任何发言权，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农业的影响必须由农民来承担和消化。更为严重的是，很多社会成员本来就不受社会保障体系的保护，现在他们更赤裸裸地暴露在外部的威胁之下了。
人们本来希望外部改革产生新的利益，而这些新利益能够继续推动改革，克服传统利益的改革阻力。但事情并非如此，新生利益马上成为既得利益，反而成了继续改革的巨大阻力。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新利益往往和各级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能够通过各种管道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简直就是这些新利益的代理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部发展的可持续性就令人怀疑了。外部开放已经没有回头的可能性，唯一的途径就是加速内部改革，从而达到内外部改革的协调发展。如果内部改革持续滞后，外部开放就只能为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如果内部发展不能持续，外部开放也会很快成为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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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贸易纠纷到内部贫富分化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和欧美的贸易纠纷不断升级，中国和欧美国家就自由贸易问题展开了一轮不同寻常的争论和较量。这个故事是耐人寻味的。从前都是西方与美国充当自由贸易的代言人，这些强权提倡自由贸易，强迫各国开放门户，一旦遇到阻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打开他国的国门。但到了今天，这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崛起，中国则成了自由贸易的提倡者。这个转换过程对中国来说意义深远。
但在谴责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中国本身是否也有反思的空间呢？根据最近北京《中华工商时报》报道，中国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已逼近9000万，占全国人口的7％。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中国的贫困人口是根据中国政府自身的定义来计算的，如果根据联合国的定义，贫困人口的数目恐怕要增加数倍。
和西方的贸易战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而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则表明内部问题正在日益增多。这两方面有没有关联？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但在改革和开放两者之间并不是均衡的。外部改革（开放）的成功造成中国出口大量增加，而内部改革的落后导致贫困人口不断增加，内部消费不足。
在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是不相信有自由贸易的，什么资本主义，什么自由贸易，统统拿过来作批判用。但从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尤其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以后，情况彻底改观。对自由贸易的信念越来越甚。对自由贸易的绝对信条造就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多年来，中国在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方面不遗余力，通过几届政府的努力，中国终于不惜代价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不容否认，中国从对外开放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没有对外开放这一端，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但久而久之，内部改革与外部开放之间失去了平衡，内部改革显得相当困难，于是把希望放在开放这一端。一些人甚至希望通过外部开放的压力来促使内部改革。
可惜的是，内部改革并没有随着外部开放的深入而展开。在很多方面，外部开放的成功反而导致了内部改革的困难。就拿时下讨论最多的外贸部门来说吧。外贸单位，无论是政府的还是非政府企业，毫无疑问是中国开放政策的先锋，但一旦从对外开放中获得了利益，它们就成为既得利益。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些既得利益垄断了对外开放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他们利用庞大的内部廉价劳动力，用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把商品销售到国际市场，造成了过多的外部贸易纠纷。另一方面，由于内部改革的不足，政府并没有有效的再分配政策把从开放政策获得的利益公平地分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由于没有有效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国内贫富分化严重，不仅存在着相对的贫困，近年来更出现了绝对贫困的状况。中国国内主要的消费群还是城市居民，广大农村的农民消费严重不足。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当时政府正确地判断可以用提高内部消费的方法来减少外部危机的冲击，并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拉动内需，但现在看来，这些措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效应。贫困人口的增加只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中国在劳工权益保护方面远远不足，要么政策不足，要么有了政策也很难得到实施。地方政府和企业往往为了经济利益而任意牺牲劳工的权益。
在既得利益垄断对外开放所获得的好处和内部贫富分化这种局面下，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更是加剧了中国的内部矛盾。贸易保护主义必然影响到中国内部的生产和就业。随着就业不足和失业的加剧，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的状况更会每况愈下，最终不仅会造成经济问题，而且还有可能演变成严重的政治问题。
要解决外部开放和内部改革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中国政府别无他法，只有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外向型经济有它的好处，亚洲“四小龙”和随后一些国家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这并不是说，只要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必然会成功。如果内部改革不能配合外部开放，改革就有可能翻船。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能够持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配套的内部改革，收入分配相当公平。印尼则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印尼也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但内部改革严重不足，收入差异大得惊人，因此，1997年外部金融危机一发生，内部就爆发了革命。一场穷人对富人的革命立刻埋葬了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
没有人会怀疑今天中国内部改革不足的现实。在国际贸易体制下力争自由贸易权利的同时，能不能深化内部改革呢？有效的内部改革可以减轻贫富分化，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从而扩展内部需求。这不仅可以把经济的持续发展建立在内部发展之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减轻中国的外部压力。这样做才可以实现内外部的良性循环。
 
原刊于《信报》2005年6月21日



中国在危机中重新寻找发展模式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俨然被很多人视为有别于美国和西方的发展模式。在一些敏感的人眼里，中国和美国所代表的两个发展模式已经处于较量之中。尽管整个世界还处于危机之中，各国政府都在想方设法救金融、救经济，但很多人已经在提问，中国在未来世界金融秩序重建过程中能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人赞扬中国，有人批评中国，但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赞扬者，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心态，就是对中国的高度期待。
在当今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国这样乐观的了。西方的危机还没有看到底，中国本身的危机依然存在，但从政府到民间，已经呈现出相当乐观的情绪，很多人已经在开始预测经济什么时候回弹了。
乐观情绪非常重要，没有了信心，经济活动就很难恢复正常。举个简单的例子说，如果没有信心，人们就不会去投资，不会去消费。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有责任激励社会的信心。当然，客观上说，中国也确实有很多因素促成人们的乐观。中国政府和西方政府在对付危机的能力上不同：美国和西方政府只有金融杠杆，而无经济杠杆；但中国政府两者都有，除了金融杠杆之外，中国的经济杠杆可以通过巨大的国有部门得到发挥。再者，美国政府和大多数西方政府都是赤字政府，而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可以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比较富有的政府之一。
 
目前内需比外贸重要
但也很显然，有一些人的乐观情绪并没有多大的理性。有人看到美国和西方倒下去了，就乐观起来。但客观的现实是，别人倒下并不意味着自己能够站立下去，更不用说是去拯救他人了。在西方，看到中国表面现象的人总是担心中国模式会取代西方模式，但比较理解中国体制运作的人则深不以为然。前些时候，一位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并曾经效劳克林顿政府的美国经济学家，当被问到中国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作用时强调，如果中国人民银行不能改变到目前为止所扮演的美国和西方贸易“清算银行”的角色，那么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作用就会非常有限。
这位教授指的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对中国本身和世界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外贸驱使，整个金融体系也是为这个外向型体系服务的。出口型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外汇，再用外汇购买西方的诸多金融产品，结果如现在所看到的，中国购买西方金融产品一方面促成了西方金融市场的“腐败”，同时也因为购买金融产品而受到巨大损失。这也是西方一些政治和经济领袖指责中国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些指责尽管并没有道理，但却值得中国思考。
外向型经济增长依赖于出口，依赖于西方市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已经形成了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模式，这次危机告诉人们，无论是要解决危机还是要长期发展，都不能依赖于西方市场，依赖于西方消费者。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就是说要建设一个内需型经济体。一个内需型的经济体并不是不要外贸和出口了，但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而内需不足的经济体，其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在全球化环境下，内需和外贸是两个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对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来说，内需无疑要比外贸重要得多。
 
消费社会需要基本保障
那么这次金融危机是否在促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中国政府已经推出了诸多拯救危机的方案，但这些措施能否促成整体经济模式的转型还有待观察。很显然，中国迫切需要在危机中继续寻求新的模式。要寻找新模式，首先必须对危机的深度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有人说中国是船大不好掉头，也有人说中国现在仍然处于早期救火阶段，但不管怎样，当政者必须让人们知道，船长的确努力在掉转船头，而非仍然在原来的航道上前进；同时也要让人们知道现在的救火方式能够有效地把火扑灭。总体说来，中国各方面可能对这次危机的深度估计不足。由于中国和西方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性，只要西方还处于危机，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就是说，中国在这次危机之中很难置身事外。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最终得以解决并非靠罗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新政只是“救火”。今天世界各国政府所做的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超过罗斯福新政。如果相信这次危机和上世纪那场危机同等严重，甚至更为严重，那么可以认为现在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各种举措远远不能解决危机。
中国政府现在所采取的应对模式基本上承续了处理1997亚洲金融危机的模式，即以公共投资为主体，附带拉动内需。很显然，1997年之后，政府在前一方面非常成功，但在打造内部消费市场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成绩。当时，因为西方市场没有危机，中国的出口不久就恢复了，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很不一样。西方没有了需求，不管怎样的刺激外需的努力都不会很有效。所以，努力的方向和重中之重应当是扩大内需，建立消费型社会。笔者曾经论述过，中国缺失一个消费社会所要求的基本社会制度，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的制度。这次中国在努力扩大这些方面的投入，但很显然，大多数投入还是流向了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等方面。
 
亦须抵制西方转移危机的压力
到目前为止，各国政府应对危机都显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中国政府要有效解决危机，必须克服这方面的倾向。全民共渡危机、全球共渡危机应当是解决危机的大思路，就是说，各国内部社会各阶层要分担责任（内部责任），国际社会各国也要分担责任（外部责任）。就中国内部来说，如果既得利益过于自私，试图把危机转嫁给弱势群体，甚至利用危机再进一步获利，那么就不能克服危机。中国诸多社会制度难以建立，和既得利益的阻力分不开。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克服，就会造成政府“只取不予”的局面。中国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治国经典，只取不予会导致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危机时刻必须“用之于民”。“用之于民”也是政权强大之根本。如果中国不能建设一个有效的消费社会，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如果这次危机不能促成基本社会制度的确立，未来经济增长就会缺失动力。这些并不是很多人所意识到的。
同时，中国也应当承担外部责任，就是和国际社会协调，共同对付和解决危机。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如果每一个国家过于自私，那么危机就会向纵深发展。全球化必然要求各国间的协调行动。中国一方面需要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但同时也要抵制西方转移危机的压力。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弱势就是容易受西方的影响，就是说西方很容易把危机转嫁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
应当对这次危机给中国所带来的风险及其包含的机会作深度思考。如果危机促成社会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新模式的确定，那么中国外部的影响力的性质就会得到根本的改观。内需和外贸是持续经济发展的两条腿。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倚重的是“外贸”这条腿，那么解决危机意味着中国要确立另一条腿，也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社会。到了两条腿走路的时候，中国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9年2月3日



中国不能模糊谷歌事件的焦点
自从谷歌扬言退出中国市场后，在全球范围内大家都在争相观看这场由谷歌掀起的西方商业与中国政府的较量游戏。各方面的反应似乎都集中在要把事情政治化。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总统奥巴马亲自出面干预，西方的媒体也道貌岸然起来，无限制地高扬谷歌的道德，似乎美国（西方）精神可以通过这次机会弘扬开来。很自然，中国的一些媒体和要人也出来做同样政治化的回应。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的反应较为理性。有关方面希望在商言商，在商业的范畴内来解决问题，而不想把它抬高到中美两国的政治关系的层面。实际上，不管谷歌还是美国政府施加怎样的压力，都不会对中国政府的决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谷歌不会也绑架不了中美关系。西方公司想通过政治手段来促进其商业利益，政客干预商业，这些过去已经多次发生，今后也不可避免。从以往的经验看，遇到这种情况，主要看中国如何反应。不管如何争吵，商业之间不会发生冷战，只有政治才会导致冷战。如果中美双方都无限度地把事件高度政治化，那也有可能。不过如果这样做，牺牲的就是生意。从长远看，政治的干预不可能持续；在经济和政治之间，最终说话的是经济而非政治。中国政府不想把这件事情上升到政治层面是非常理性的。
 
中国互联网业仍无国际竞争力
正因为人们的焦点都在中美两国的政治较量上，所以就谷歌事件对中国本身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意义缺少深刻的反思。实际上，人们可以从这件事情上总结出很多的经验教训，从而了解到应当做些什么，或者不应当做什么，而有利于中国互联网技术和产业日后的健康发展。
中国互联网使用者多，已经是一个互联网大国，但中国绝非互联网强国。中国的互联网技术尽管有很大的进步，但技术创新非常少，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从经济学角度看，尽管有巨大的潜力，中国还没有形成互联网经济。据研究，中国的互联网消费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中国和西方的所有“对抗”都无意义。中国还处于一种落后状态，国家的技术体制尤其是知识经济发明体制，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多技术都从西方学来，而学习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如果去对抗，牺牲的只会是自己的利益，而非西方的利益。
这里涉及几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是竞争的问题。谷歌一走，也许会有其他的搜索引擎分得市场，但很长一段时间内，百度不会有挑战者。可以相信，好的互联网服务都来自竞争，谷歌一旦撤离中国，中国互联网的质量一定会退化。从互联网的发展来看，政府应当大力鼓励竞争。谷歌在中国的竞争力是谷歌本身的问题，但政府的立场应当非常清楚。外界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有关方面在用各种变相的形式来保护民族产业。历史地看，保护民族产业也属于必须，尤其是对后发展中国家来说，但同时政府也应当看到保护的限度。一个企业真正的成长动力来自竞争。企业在初期可以在政府保护下生存、发展，但未来的发展必须受制于市场的压力。
 
中国的法律政治性太强
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互联网业还未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像谷歌这样的企业，在中国不仅可以给予竞争压力，还能给予经验。在某些方面，百度在中国有强大的优势；但在国际层面，百度无法和谷歌相比。未来中国互联网如果要走向国际，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学别人的经验。
其次是信息流通管理问题。信息产业依赖于完全的信息流通。中国别说发展模式，就是互联网的管理模式也不完善。谷歌事件之所以影响这么大，是因为中国对互联网企业还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规制。外界的诸多不满，包括中国互联网企业本身的不满，缘于中国所用的手段大部分是政治控制，而非表现为规制的确立。一旦进入政治控制领域，主观成分就变得很大。规制和法律都是客观的，不管什么样的法律，做到人人（每一个企业）平等就可以。
现在大家都在说，任何外国公司都要接受中国的法律，但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法律表现出诸多政治和政策成分，法律的执行更表现为政治和政策性。这是最大的缺陷，搞得西方的一些企业不知道怎么做。中国的企业对中国法律的政治性了解深刻，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绕过法律，西方的企业就不是这样了。改革开放以来，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企业期望通过雇用中国的人才来帮助他们绕过中国法律。很显然，中国必须把政治控制转型成为规制或法律。不能建立一种健全有效的法制来管治企业，无论对外企还是民族企业，都是一种非常负面的制度制约。
在信息产业，每个国家都有规制、审查，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百分之百的网络信息自由。美国禁止传播关于恐怖主义的东西，英国对侮辱女王的内容要审查，新加坡不可以讨论宗教、种族和语言等有损社会和谐的敏感问题等。任何国家都有其核心利益，这些核心利益不是随便可以破坏的。如果中国对此有明确的法律，并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就知道怎么去适应了，来自外界的质疑就自然会减少。
 
政治考虑限制技术进步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问题。对信息的政治控制不仅仅是对信息流通的管制，更会限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规制更多指的是一种特定的互联网技术发展出来之后对其适用功能的规定。
规制不能限制技术本身的发展。如果一个搜索引擎只能面对有限空间，那就不是搜索引擎了。网络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就和人的思维一样。如果一个人事先被规定可以思维什么，不可以思维什么，那么其思维就已经受到制约，不会有突破性的进步。技术的探索若受到政治限制，就不会有快速的发展。中国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历史经验。历史上，中国方方面面的科技也有比较发达的时候，但最终没有找到突破口，而被西方所超越。原因有很多，但主要的因素是政治，很多技术的发展受到政治考虑的制约。更多的时候，人们因为受到政治的限制而不敢去发展新技术。
中国现在的网络技术管理，对中国本身的经济和互联网创新精神，都在产生着非常负面的影响。在某些方面，比如用法律保护青少年远离色情信息，这是应当的，但现在网络管理缺乏法制管理，好像什么都不可以说。该管的（如色情）没有管好，不该管的则管得过度。这里有很多因素在发生作用，但政治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一些网络管理措施有可能把中国的互联网业管死。现在的很多管理者仅仅是官僚式的执行者，他们本身不关注互联网的发展，不知道互联网产业的性质，只知道互联网产生了一些他们认为是负面的效应，需要消除。在中国，政府这么强势，既可以扶持出一个互联网产业，也可以很容易地从技术上扼杀这个行业。不过，应当清楚意识到的是，未来的产业都和信息技术有关。中国花了多少年才赶上来，现在，互联网产业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寻求突破口的关头，如果因为政治因素而妨碍了技术突破，国家的整体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这里还有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民族性格。一个民族的性格与其人民所接触到的信息有关。如果在某些问题上，人们所接触的只是选择过的信息，就会限制人格的完整。像现在一些激进的（各种）“主义”者的心理状态，就与他们接触到的选择性信息分不开。
要是整个国民的性格都有问题，以后中国怎么和外面的世界打交道？作为政府，不能只考虑政治稳定，还要考虑社会人格的健康发展，经济和政治的健康发展。想要有健全人格的百姓，需要让老百姓接触到较全面的信息，甚至色情信息，最多对未成年人设限。政府要相信百姓的判断能力。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邓小平说过，当中国打开窗户的时候，苍蝇蚊子都要飞进来。但要不要打开窗户？要发展经济，肯定要打开。互联网产业也一样，不开放就不会有进步，但开放，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负面东西。如果光强调控制，发展的动力从哪里来？让百姓接受选择过的信息，从长远来看更不稳定。一些长期封闭的社会，一旦出现一些新信息，马上就会不稳定了。这种社会不是有机社会，而是人为的沙堆，一旦缺乏控制，马上就会解体。
谷歌事件本身，不管其如何结束，对中国的互联网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但对谷歌事件引出来的一些事情应当给予足够的制度思考。这不仅仅是关系到在华外国企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本身企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问题。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2月16日



中国未来十年改革的“战略机遇期”
很多年来，“战略机遇期”始终是中国领导层用来推进中国改革发展进程的关键词。它是对国内外环境和改革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综合性判断。不过，战略机遇期在不同的阶段应当有不同的内容。这里最主要的是要回答这一问题：对什么而言是战略机遇？就是说，战略机遇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如果没有这个目标，或者目标界定得不清楚、不确切，那么就会错用或者错失战略机遇。
尽管“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从中共十六大报告使用后开始流行开来，但这一思维从改革开放早期就存在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尽管当时还处于美苏冷战状态，邓小平对国际局势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即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趋势，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个国际局势来从事改革开放事业。没有这样一个判断，很难理解中国能够从改革开放前的外部准备战争、内部搞阶级斗争的局面中挣脱出来，把政府的政策重点转移到改革开放。可以说，离开了这个判断，就很难理解今天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从事国内的改革发展，是当时“战略机遇”的主要内容。1990年代中国在加快内部经济改革的同时，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建立了一整套基本市场经济制度，加入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几乎所有国际经济组织。这就为中国此后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
在新世纪之初，中国正式提出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同时开始把改革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领域。不过，尽管各方面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都有所进步，但进步的步伐与社会成员的期待、与客观的社会发展的要求相差甚远。由于社会改革领域缺乏比较大的突破，社会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当前的国际局势来看，在今后一段时期里，中国不仅必须抓住国际社会所能赋予的战略机遇，而且更应当尽最大的努力来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把改革发展往前推进。如果失去这个机遇，在不久的将来，内部改革发展会变得更加困难，而外面的压力则会越来越大，造成传统上所说的“内忧外患”的局面。
 
“内忧”先于“外患”
实际上，如果把“战略机遇”的概念置于“内忧外患”的可能局面之中，就能明确“战略机遇”的目标。“内忧外患”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历史经验的总结，“内忧”先于“外患”，就是说，经常的情况是“内忧”导致“外患”，而不是相反。只有当内部出现了问题，外部力量才会发生作用。从“内忧外患”的角度，特别能够说明今天中国所处的“战略机遇”。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是充分利用了外部世界所赋予的和平环境，那么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上升，中国已经从被动转向了主动；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能力，来主动在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经常受制于外部环境。
这当然并不是说今天的世界太平无事了。以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刚刚冷却下来，最近的阿拉伯世界又动荡起来。对世界的很多地区来说，仍然面临着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再者，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对外在世界高度依赖，并且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大多是那些问题区域，那意味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对中国的各种影响不可避免。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来应对、消化、减少国际局势变化对自身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内部问题。在众多的内部问题中，关键在于民生问题。无论从近年来社会层面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还是从正在进行的“两会”所着重要解决的问题来看，民生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客观的情况表明，必须把民生问题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同时，正如从前的经济改革，民生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给予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民生问题失去了这个战略机遇期，那么其必然演变成为政治问题。
 
民生问题正导致社会失序
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无论从社会、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来看，都是显见的。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民生问题的严重性正在导致社会失序。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和民生问题严重脱节。改革开放的初衷，首先就是要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邓小平把此形象地称为“温饱问题”。此后，解决民生问题的概念越来越明确，主要体现在“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目标上。初期的改革政策非常成功，不仅改善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而且更使得数亿人脱离贫困。不过，近年来，民生问题离经济发展似乎越来越远，即经济发展越快，民生问题越严重。这主要应归咎于各级政府GDP主义的形成，为了GDP而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很快，国家财富大量增加，富豪不断涌现，但社会大多数人的民生越来越艰难。如果经济发展继续和大多数人的民生脱节，中国社会必然继续分化。
也很显然，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中国就会面临社会稳定乃至政治稳定问题。围绕民生问题，中国已经出现了两种不稳定的根源。一是源于收入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和公平正义的缺失导致普遍性社会不满。二是源于“期待革命”的年轻群体的不满。多年来的教育大扩张，有效地提升着民众所接受的教育水平，但因为教育体制改革本身的弊端，很多人学无所用，找不到工作或者就业不足。大学生和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拉平是典型的例子。而这个群体的期望很高，一旦不能满足，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就成为必然。
如果这两个根源具有普世性，即任何社会都会面临，那么中国还需加上另外一个特殊的根源，那就是由于独生政策而加速到来的人口老化。“未富先老”几乎已成定局，而照顾老人的“公共服务”似乎路途仍然遥远。在“公共服务”缺失的情况下，独生子女一代会不堪负担，届时这一代人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会变得更加现实。
 
开始迈向“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从经济上看，由于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很多方面，中国开始迈向“中等收入陷阱”。根据最新的统计，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人们也注意到，中国开始出现同那些经历过或者还经历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类似的现象，如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的动力，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不稳，信仰缺失，等等。历史地看，“中等收入陷阱”可以在很多国家观察到，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这些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很简单，要逃离“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深化经济改革，促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实际上，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所谓的“深化经济改革”必然成为空谈。人们早已经认识到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一个顶点，需要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那就是建设消费社会。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消费社会并没有基础。一是社会政策缺失，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在无助的情况下，人民即使有了些积累，也不敢消费。二是人民的劳动所得过少，收入不高。很显然，建设消费社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继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改善民生。
第三，民生问题不解决，从近期来说就会面临政治激进化的风险，从长远来说民主政治没有物质的保障。人们期望长久的社会稳定，没有稳定就不会有发展，但如果发展解决不了民生问题，那么社会还是会激进化。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亚洲、最近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说明了民生问题于社会乃至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中国社会实际上也面临着由民生问题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现在主要依赖国家的“维稳”机制来控制局面。不过，一个社会真正的稳定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维稳”。如果把庞大的“维稳”费用用于改善民生问题，社会可能会稳定得多。从长远来看，民生也是民主化的物质基础。在民生问题不能解决之前，民主化尽管也是可能的，但这种民主化之下的民权必然是虚假的。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中，不难发现这种现象。
从解决民生问题的世界历史经验看，中国的确已经进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要解决民生问题，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国家的财力问题，没有财力，就无能为力。所以，一个国家民生问题的解决，往往发生在该国处于比较长期的经济上升发展并且政府或者社会积累了相当财富的时期。一旦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下来，政府和社会财力衰退，那么民生问题的解决就是不可能的了。而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时期。因此，今后五至十年必然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战略机遇期”。
最近中央政府开始做动员，要在民生问题上有所作为。有关方面也已经表示要动员国家的财力，集中完成几件民生大事情。这是很好的一个迹象，和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所强调的要找到改革的突破口的提法一致。时不待人，如果中国抓住了这个并不长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就可以促成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有可能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反之，如果失去这个机遇，就会无可奈何地面对那些“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所经历的一些社会、政治、经济问题。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3月8日



第八部分 全球化：中国如何回应世界变局



联合国改革触动中国核心利益
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终于首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反对日本、德国、巴西和印度“四国集团”提出的要求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决议草案，并声明如果“四国集团”将决议案提交联合国改革大会表决，中国会动用否决权。中国这样做，无疑是因为如果联合国的这一改革付诸实施，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在后冷战时期，中国一直在提倡联合国改革。中国要求建立一个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联合国要更加民主化，等等。中国的考虑是要通过改革促使联合国能够更加有效地遏制超级霸权，特别是美国霸权的国际行为，尤其是美国近年来所实行的单边主义国际路线。
 
美国旨在联合国“好用”
美国也在提倡和支持联合国改革，但美国的目标和中国的大相径庭。美国要求的是联合国作为其“工具”的效率。在联合国创始和发展过程中，美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美国就没有联合国。很自然，美国过去重视联合国主要是因为联合国可以为其所用。但在冷战后，美国发现联合国越来越不好用，越来越不听美国的话了，在一些方面，联合国的行为开始远离美国利益，甚至出现与美国利益相悖的情况。因此美国的国际行为开始避开联合国，在“9·11”恐怖主义事件以后，更开始实行极端的单边主义。
美国这样做，当然是因为它相信自己的最大利益不能通过联合国得以实现，而单边主义路线是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的。不过，以单边主义为核心的“反恐”战争进行数年来使美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此，从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开始，有迹象表明美国开始重视联合国的改革。美国的目标仍然是联合国的效率，希望通过改革让联合国再次成为美国推行国际战略的工具。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是可以扩大安理会成员，但这种扩大必须有助于美国的最大利益。这也是美国强烈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主要动力。
照理说，中国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不必有太过于激进的政策。尽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但离真正的崛起还有很长一段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仍然会是一个地区大国。再者，中国也不像美国一样要利用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己的政策。尽管联合国的功用对中国来说并没有那么大，但中国绝对不可以只是联合国改革的旁观者。中国绝对不能容许联合国的改革有损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
 
大国的较量不可避免
联合国改革如果要成为可能，各国国家利益间的妥协不可避免。如果各国过于自私自利，联合国的任何改革都将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妥协总得有个分寸和底线。如果联合国改革将损害到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必须不遗余力地加以抵制和拒绝。从这个角度来说，抵制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就是对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保护。
中国并不一定要抵制日本入常。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抵制日本入常的行为，理解为是因为日本不能正确面对历史问题。如果仅仅因为日本能够面对历史问题就容许其入常，那就会犯战略性错误；如果在日本甚至连历史问题都不能正视的情况下就容许其入常，那更会是大错特错。原因很简单，中国可以容许一个能正视历史并且具有独立国际路线的日本入常，但绝对不可容忍一个不能面对历史且作为美国的联盟的日本入常。
冷战后，美国为了保持其唯一的世界霸权地位，以各种形式把崛起中的中国视为其潜在的敌人。为了遏制中国，美国竭力拉拢其紧密的盟友日本，企图在亚洲建立一个以美日为核心的意在围堵中国的联盟阵线。而日本也投美国所好，借“中国威胁论”，竭力协助美国实现其围堵中国的战略目标。近年来，美日两国一直在构建各种军事防御体系。今年，两国更是明确把台湾问题列为“共同战略目标”。实际上，美国在进行世界范围内的反恐战争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遏制中国。与美日联盟日益紧密同步，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战略调整也正在加速。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入常，在安理会与美国共舞，必然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构成莫大的威胁。
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大国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冷战以后，联合国的功能日益退化，尽管它仍然是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但越来越名不副实。联合国改革势在必行，它应当也必须担当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否则，长此以往，它可能会变得与国际政治毫不相关。然而，联合国的改革不能成为一些国家联盟政治的工具。不管中国否决日本等“四国联盟”的草案会造成怎样负面的国际影响，但保卫国家的核心利益应当是不计代价的。
 
原刊于《信报》2005年6月14日



从“中国威胁”到“中国责任”
曾几何时，“中国威胁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中国政策话语的主轴。在新保守主义那里，既然中国是个“威胁”，那么“遏制中国”和“围堵中国”也就应当成为美国的中国政策议程。然而，峰回路转，美国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最近纷纷谈论起“中国责任”来了。包括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现任副国务卿佐立克在内的强硬派在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表达了“中国责任”的概念。尽管“中国责任论”会如何体现在美国的中国政策中还有待于观察，但这种政策话语的转变所释放出来的信息不可忽视。中美两国互动得好，“责任论”可以导致人们一直所希望的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互动得不好，有可能导致大大小小的冲突浮上台面。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战略尝试对世界格局的意义非同小可。尽管除了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之外没有多少人欣赏新保守主义的教条，但其成为美国国际战略的话语有其必然性。苏联解体导致两极世界体系的结束，美国成了唯一的世界霸权。如何维持或者重建反映美国实际霸权地位的世界秩序成了美国的头等战略思想，单边主义的国际战略就是这种思想的一种实践。
 
美国开始正视中国崛起
很显然，单边主义给美国带来的是惨痛的经验。以使用武力为主的单边主义不仅导致了美国传统盟友的强烈反弹，更重要的是给美国本身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既然单边路线走不通，那么就要寻找其他路线。这条其他路线是什么？它只能在大国关系的因素中寻找。作为迅速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很自然成为美国寻找新路线的目标。
“中国责任论”的出台无疑与这个大背景相关。“中国责任论”表明美国开始正视中国崛起这个事实。如果中国的崛起已经或者正在变成现实，那么所谓的“围堵中国论”就不再与现实相关了。美国所必须关注的就是另外一些问题了：一个崛起后的中国是否可以是负责的？中国应当负什么样的责任？中国如何负责？等等。
美国总统最近对美国与中国关系的表述显然反映了这种心态。在访问中国前夕，布什接受了亚洲媒体的访问。在谈到与中国的关系时，布什表示中美关系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针对中国的崛起，布什并没有表示有“威胁”，也没有提到“遏制”，相反，他强调，两国要合作处理很多的问题。尽管双方有分歧和不尽一致的问题，但可以用坦诚的方式逐步解决。他甚至进一步认为，台海问题最终的和平解决也是有可能的。这和中国今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激烈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保守主义是一种较为抽象的政治哲学，是对国际秩序的设想，它是在“中国作为敌人或者潜在敌人”这个假设基础上，构造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总体构架。这就是为什么新保守主义出台之初，中美关系全面倒退，甚至到了另一场冷战一触即发的程度。
但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多地显示出较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倾向性。布什更多谈论的是一些具体的问题。在内部方面，美国方面关注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市场、人民币升值、保护知识产权、保障宗教自由、改善人权，等等。在和中国外部合作方面，美国关注的则是反恐战争、反毒品走私、朝鲜半岛无核化、联合国改革、伊朗核武、能源等问题。很自然，台湾问题仍然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必须意识到的是，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中美两国互动的平台。在这些平台上，两国有分歧，也有合作。
 
建立互信有待时日
强调“中国责任”意味着美国承认中国的崛起，意识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有能力、有影响力。对美国来说，问题是中国会不会把这些责任担当起来。
承认中国的崛起和强调中国的责任表明，中美关系中出现了可以导致建设性关系建立的新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迅速的改善，甚至达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在两个大国间建立互信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须通过长期的努力。美国对中国的担心继续存在。尽管中国反复强调“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强调自己的崛起只会对国际社会有所贡献，是机会，而不是威胁，但美国方面还在继续担心所谓的中国版“门罗主义”，即“亚洲是中国的亚洲”。在美国的一些人看来，中国的崛起必然会把美国力量挤出亚洲。对中国的内部变革，美国同样担心。道理很简单，全方位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把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相互捆绑在一起了，中国国内的变化必然影响美国的利益。
不管美国对中国仍然抱有怎样的疑虑，新保守主义的“中国责任论”具有积极面。对美国的这种转型，中国如何正面回应显然非常重要。对美国的担心，中国更应当抱理解的态度。实际上，“中国责任”不仅仅是美国人在考量的问题，更应当是中国本身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必须考虑应当在国际社会中履行怎样的责任以及如何履行这些责任。同样显见的是，对责任领域的界定本身就是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互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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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次面临国际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解体以后，中国的国际战略作了第一次重大的选择：融入国际社会。尽管为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国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这些年的发展经验表明融入战略非常有效。这一战略迎合了全球化的大趋势，应当说，中国今天所取得的内部发展和所享有的外部国际地位是融入战略的直接产物。
现在中国面临再一次的选择，这次选择要比第一次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经过了“请进来”和“接轨”两个阶段以后，中国现在开始“走出去”了。
 
中国拓展影响触动大国神经
从中国的国家战略来看，“走出去”意味着要考虑一种新的国际战略，在国际社会拓展自己的影响力，跨越被动接受现存国际和区域组织的阶段，积极主动地造就一个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国际环境。在经济上，“走出去”表现为企业和资金的区域化和国际化，但对国家安全有更直接影响的还是中国开始主动组织区域多边组织。经济上的“走出去”已经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中国在安全方面的区域多边主义更是触动了一些大国的敏感神经。
中国主动参与组织的区域多边组织主要有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峰会。这两个区域组织可以说已经成了外界衡量所谓的“中国野心”或者“中国国际能力”的风向标，国际社会已经对此发出了多种不同的声音。上海国际组织因为有中国和俄罗斯这两大国的参与，从一开始就受人瞩目。近年来随着蒙古、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四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西方更开始怀疑这个组织会不会转型成为“东方北约”，来抗衡业已存在的“西方北约”。东亚峰会本来的设计就是东亚国家自己的组织，但因为美国的因素，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把南亚的印度和澳洲的澳大利亚等国包括了进去。尽管如此，美国还是非常担心，忧虑东亚峰会成为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弱化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甚至把美国势力驱逐出亚洲。
中国当然不必太在意这些说法，但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的确要注意并把握住自己参与组织的多边组织的发展方向。中国需要应对两类经常超越中国本身控制的大因素。第一就是国际关系上所谓的“安全困境”的影响。由于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高于主权国家的权威，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结果，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安全会构成另外一个国家的不安全。安全困境尤其存在于大国之间。冷战和“9·11”恐怖事件以后，美国调整国际战略。在亚洲，为了对付中国的崛起，美国强化着和日本等盟友的联盟。
和美国一样，中国等大国有权利去组织自己的多边区域组织。中国在组织多边组织上的行为并不见得就是出于“安全困境”的逻辑，而是具有另外的因素。如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主要是因为各成员国面临共同的安全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前者包括恐怖主义、分离主义、极端主义以及毒品走私、跨国犯罪、非法贩运武器等，后者包括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疾病、自然灾害等。中国等成员国也多次重复强调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和平、合作、开放、不结盟的组织，致力于地区稳定、安全与发展。
但是，像上海合作组织那样的区域组织会不会陷入“安全困境”的逻辑，成为一个反制美国的组织，这是人们所关注的。这样的关注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因为一个多边组织一旦成立，往往会产生组织自身的利益，从而背离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初衷。对中国来说，这个担心主要来自下面第二个因素，即一些国家希望中国成为美国阵营的替代品。
 
中国战略难题：不与美国竞争
因为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利益和越来越多的国家产生了相关性。就是说，中国的自身行为具有了外在影响力，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能牵动其他很多国家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确定自身在国际社会的身份显得非常重要。现在不仅美国把中国看成是唯一能够与其竞争的潜在的对手，很多国家也非常希望中国能够与美国竞争和抗衡。“9·11”以后，美国国际战略大转型，很多国家非常不满美国的做法，他们想要有另外一种选择，希望有另外一个大国能够站出来在国际社会代表他们的利益。崛起中的中国自然成为他们的选择。
这就给中国的国际战略出了一个难题：要不要担当这样一个很多国家期望的角色？如果不要，如何避免被被动地推上这个舞台？如果要，那么如何构建一个合适的平台和美国互动？中美两大国之间尽管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但国家利益从来不会完全重合。冲突和纠纷不可避免，问题在于在什么样的构架内进行，是在同一个体系内，还是在两个不同的体系内。中国主张和平崛起，主张不搞对抗，表明中国不想另立体系，而是想和美国共处一个体系。那么这个良好的意愿如何在第二个因素的驱动之下得以持续呢？例如说，在很多对美国不满的国家的驱动下，像上海区域组织那样的多边组织会不会转型呢？
如果转型，就会造就两个体系。如果出现两个体系，那么今天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很多现在和美国、中国同时打交道的国家就要面临非常困难的选择，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是选择美国还是中国？在中美同处一个体系的情况下，他们不用作选择，或者说不作选择是他们最大的利益。很多东南亚国家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公开表明，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可以迫使他们进行“不可能”的选择。考虑到台湾问题，如果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被迫作这种选择，中国的国际环境会面临更加难以预测的变化。
这是中国随着崛起而面临的抉择。中国必须做出选择，但选择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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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出去”应有新模式
近年来，随着中国内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扩大，无论是需求还是供应方面都为中国的“走出去”提供了莫大的动力。中国企业不仅走向了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而且还走向了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可以说，中国的“走出去”是全方位的。
“走出去”成为中国经济崛起和外在影响力的标志，西方社会的一些政治力量对此深感担忧甚至恐惧，近来盛行的所谓的中国“新殖民主义”就是这种心态的表露。中国和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发展经贸和投资关系被西方看成是殖民主义。中国方面当然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但是，迄今为止，尽管有足够的理由说中国的“走出去”并非新殖民主义，但有关方面并没有非常有效的说法从理论上来论证自己的“走出去”政策。
 
崛起后中国利益走出国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走出去”是近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的新起点。自近代以来，只有西方强权走到中国的土地上来，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取巨大的利益，中国的利益从来就没有走出过国门。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走出去过，但是当时以意识形态为主体的革命输出不仅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相抵触，也因为没有物质经济基础的支撑而不可持续。甚至到了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也主要是“请进来”，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动力走出去。只有当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经济才具有自主的动力走出去。
毛泽东曾经把帝国主义走进中国的历史形容为半殖民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和半殖民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成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目标之一。人们不难由此提出一个问题：现在中国因为崛起而“走出去”，那么中国应当对发展中国家实行一种什么样的政策呢？迄今为止，中国有关方面所关注的是中国和现存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关系问题，对中国的“走出去”以及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政策还没有实质性的论述，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如何就“走出去”实行相应的政策？在这方面，中国可以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那里学到很多的教训。这些国家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推行各种变相的殖民主义为时已久。殖民主义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同时也给他们种下了难以消化的恶果。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一波接着一波的反西方浪潮和殖民主义有关，甚至今天的一些被西方称为恐怖主义的社会力量也和殖民主义有关。
中国应该也必须避免以往西方殖民主义走过的道路。中国的“走出去”还处于早期阶段，主要集中在贸易投资方面。中国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没有像往日西方那样的地缘政治利益。中国也没有像今天的西方国家那样把政治人权等条件附加在投资和经济援助之上。尽管如此，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是不断出现，中国在一些国家的利益包括人员安全和物质利益成为批评和攻击的对象。
 
应强调责任的建立
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它们表明中国必须对“走出去”有个全面的考量。在众多的因素中，有三个方面非常突出，至少在现阶段。
首先是中国“走出去”对当地社会财富分配的影响。尽管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贸投资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但并不是所有的当地人都能得到利益。正如全球化和外资大量流入中国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恶化了中国的收入分配一样，中国也必须考虑到“走出去”对当地社会财富分配的影响。如果中国的“走出去”造成大量的财富积聚在少数人手里，那么当地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中国本身的利益从长远来看也必然受损。实际上，西方殖民主义在那里的长期统治已经在当地社会造就出一个容易产生革命或者反叛的社会结构。很多国家并不缺乏反对外国投资和追求社会公正的社会力量。
其次是政府间外交的不足之处。中国尽管有人民外交的传统，但与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不可否认是以政府间外交为主体。政府间外交在一个仍然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世界政治中不可避免，但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从前西方殖民主义的一个教训就是在被殖民国家建立一个亲西方政府，而对人民施予高压政策。所以，中国在全力推动以领袖外交为主体的政府间外交的同时，也应当推动人民间外交。没有人民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政府间外交所取得的成就很难持续，也很难得到保障。不过在这方面，中国存在相当的困难。西方社会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不是很发达。非政府组织近来有所发展，但很难说它们已经拥有影响中国外部政策的能力，或者有能力在中国的国际事务中起到一个重要作用。
再次就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这一点在现阶段尤其显得重要。中国在非洲等地面临的很多问题与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有直接的关系，如工作环境不好和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等。西方的企业在经过数个世纪之后，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发展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并且因为本国法律制度和民间的压力，企业在外投资时也要讲社会责任。在中国，自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以后，企业的社会责任一直是个大问题，直到最近几年，中国有关方面才开始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不用回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也把国内的一些习惯做法带到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没有负起其所应当负的责任来。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已经广为流传的今天，一个不负责任的企业很难得到当地社会的接受和认可。没有当地社会的合作，企业在那里的生存和发展自然会出现问题。
如果中国“走出去”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中国必须思考如何走一条和以往殖民主义所走过的路全然不同的道路。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显示出自己的“走出去”的独特模式，但在另外一些方面，中国还在寻找。经济的崛起使中国有能力“走出去”，但只有责任的建立才会使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心目中成为真正的大国。反之，如果光讲“走出去”而对责任强调得不够，“走出去”可能会产生诸多负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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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确立外交政策国际话语权
近来中国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把中国视为一个早期殖民主义或者帝国主义式的崛起中的大国。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似乎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就要拼命寻找中国崛起对西方甚至对整个世界的含义。一旦中国的外交被视为对西方构成竞争或者威胁，那么，问题就很容易被政治化，尽管在很多方面，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或者竞争并不真实，而仅仅是一些人的感知。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人物、社会名人和非政府组织都在努力把中国在非洲的政策，尤其是中国与苏丹的关系和明年的奥运会联系起来。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和西方世界各个方面的冲突具有必然性，并且冲突不仅会表现在物质层面上，也会表现在价值体系上。在物质层面，主要表现在中国资本和西方资本之间的竞争上，而价值层面则表现在资本的国际运行所隐含着的价值上。
 
硬力量需要软力量来配合
中国和西方之间在价值层面的冲突在早期并不突出。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国对西方世界实行“请进来”和“接轨”政策，这些政策意味着中国在接受现存国际秩序的同时认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但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开始实行“走出去”外交政策。“走出去”并不仅仅是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国际战略，更多的是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力量。任何一个国家，其内部经济力量的提升必然导致其外在影响力的增加。在现代国际社会，经济实力仍然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力量，但如果没有一套能够与国际社会沟通的价值体系，就很难构成自身的软力量，与经济力量相配合。简单地说，以经济力量为基础的硬力量的“走出去”，需要以价值体系为基础的软力量来论证其合理性。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不惜和西方对抗，在构造软力量方面不遗余力。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至少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一种软力量，当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是接受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专注于内部的发展，对外实行邓小平所提倡的“韬光养晦”政策。在和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融合的同时，对发展中国家也不再强调自身的国际价值体系，更不用说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国了。前些年，当西方一些人炒热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争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显然保持了鲜明的理性，并没有接受似乎有利于中国构造自身国际话语权的“北京共识”。从今天看来，拒绝“北京共识”具有先见之明。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来从事诸如“北京共识”那样的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东西，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
 
中国强调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表明自身的外交政策话语并不等于要干预他国的内政。各主权国家之间通过互动而导致本身或者他国的内部变化，这不能说是干预内政。中国本身就是在同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互动过程中，改变自身的行为的。
不能说中国没有注意到应构造自己的外交话语。很多年来，有关方面一直在努力阐述“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话语，并且在获得国际话语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和平崛起”话语已经远远不够。“和平崛起”是针对中国本身的行为而言的，说明中国为什么要融入世界体系，当然，这一话语也表明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愿意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但是，这个话语很难论证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及其在“走出去”过程中为什么会和西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在价值层面。
在政策层面，中国外交强调不干预和互惠性，但实际上，中国的国际行为是体现自身的价值体系的。例如，在非洲政策上，中国就是根据自身的经验，把重点放在当地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上。西方国家早期在发展中国家实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没有试图发展当地社会的民主，实现人权。但在发展中国家独立过程中或者独立以后，西方国家便开始强调实行民主的重要性。民主、人权成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政策的内在一部分，民主话语俨然成为西方国家软力量的主体。但事实上，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并不成功。二战以后，西方在亚非拉国家实行了很多民主试验，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见。但这并没有终结西方国家的民主使命感，运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促使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转型仍然是西方使命的一部分。这样，民主与人权往往是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关系上，也表现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同西方的摩擦不可避免
中国的行为显然和西方不一样。如同中国本身的发展，中国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交往中，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把一些政治价值作为前提条件。中国这样做实际上是有很大的理性的。在中国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很多问题，甚至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暴力行为，都和经济社会的落后有很大关联。
那么，中国是否构成和西方的竞争？很多人在考虑构造中国软力量时，总是把中国放在和西方竞争的位置上。中国和西方的确有竞争的一面，如果中国需要自己的外交政策话语，那么就必须和西方的行为区别开来，这就是竞争面。但另一方面，中国话语和西方话语又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尤其从长远来看。中国本身并没有否认包括民主自由的西方价值的合理性，只是更多地强调西方民主自由价值不适合中国，而不适合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和西方社会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并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些主要领导人）开始认同具有普世性的民主自由等首先在西方世界发展出来的政治价值。
同样，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也没有理由否认西方价值的合理性。中国强调的是民主自由等价值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社会经济基础，即使民主发生了，也不见得能够是和平的和可持续的。
随着自身的崛起和“走出去”，中国和西方的摩擦甚至冲突不可避免。尽管摩擦和冲突具有物质基础，但很多冲突的发生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价值观层面的冲突往往又是因为双方缺失有效的沟通。对中国来说，要和国际社会沟通，就需要确立自身的外交话语，要表明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的产生并非中国一厢情愿。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必须是结合了中国本身的经验，在和外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在确立自己的外交话语过程中，中国没有必要排除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如果目标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那么中国的外交话语必须是参与和开放式的。西方所走过的单向面的、意在把自身价值观强加给他国的道路已经被证明行不通。参与和开放式的外交话语既符合中国本身发展经验，也合乎全球化这一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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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西方进入互不确定的时代
尽管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的相互依存，但从各种迹象来看，双方之间也正在进入一个互不确定的时代。相互依存表示双方同处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各国之间的经济边界越来越模糊，在一国之内所发生的事情很容易对另一国产生直接的影响。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相互依存减少了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易成本，是一种双赢的局面。但是，相互依存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必然带来消极的后果，那就是双方之间的互不确定性。互不确定表示双方之间很难确定和消化由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带来的政治和战略影响。
 
西方忧虑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中国不确定论”已经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尽管有些西方人怀疑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但大多数人已经把中国的经济崛起视为一个事实，这是确定的一面。一些人感到不能确定的是，尽管现存世界经济体系已经接纳了中国，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体系的有机部分，但这个体系能否有效地制衡中国的经济行为呢？在早期，西方国家认为只要中国进入这个体系，中国的行为就会改变，但现在他们感觉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行为是很难按照西方的期望而改变的。
在政治和战略上，西方的“中国不确定性”更严重。在政治上，西方原本期望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政治也会随之变化。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即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化。但这种情况显然并没有在中国出现。中国在经济市场化方面比其他很多国家都要走得远，但中国的政治并没有受到经济市场化的很大的冲击。中国领导人不断调整管治社会之道，有效地消化着经济社会巨变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并且在努力寻求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最令西方感觉沮丧的是，从邓小平以来的所有中国领导人都公开否决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政治制度的可能性。
令西方感觉最不确定的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后果。在历史上，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往往会挑战既存的世界权力格局，因为崛起中的大国往往会把其经济力量通过军事现代化转化成为军事力量。西方对这方面的关切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以后一直就没有中断过，并且越来越甚。尽管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自己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的决心，但西方对中国战略的担忧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多少。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加速，西方对中国的不确定性会越来越大。
 
中国从未忽视西方的压力
那么，中国对西方的感觉又是如何呢？尽管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张扬西方的不确定性，但中国对西方实际上也同样感觉到不确定性。中国对西方的不确定性在经济、政治和战略等方面都是存在着的。
在经济层面，中国原本以为加入世界经济组织会减少西方对中国的压力，但现实并非这样，西方往往利用国际组织向中国施加直接的压力。尽管中国领导人这些年来为落实中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倾尽全力，但西方世界似乎并没有理会中国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世界动不动就使用政治手段来向中国施加压力，把经济贸易问题和民主、人权、环保等联系起来，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再者，中国“走出去”战略刚刚起步，就遇到了西方世界的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更有甚者，西方世界对中国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贸易关系多加干预，把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提升到复杂的战略竞争关系。这无形之中给中国的外部经济关系制造了巨大的麻烦。
在政治上，中国对西方从来就没有信任过，甚至可以说，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对西方世界通过各种方式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企图从来就没有轻视过。但最近几年，中国显然感觉到西方尤其是美国正在加大其改变中国的努力。美国不仅使用武力在一些国家强行推行民主政治，而且也在很多国家制造了“颜色革命”，利用当地社会矛盾推翻现政权，建立亲美政府。中国感觉到，西方“颜色革命”的范围也包括中国。中国的有关部门已经公开表明，很多地方发生的维权运动往往和境外政治势力有关。随着奥运会的临近，中国在政治上感受到的外在压力正在遽然增加。西方试图利用类似奥运会这样的机会来推动中国内部政治的变化。在这一点上，西方和中国之间，大家似乎心照不宣。
 
“小北约”正快速调整战略
在战略上，中国对西方的不确定性更进一层，所感受到的压力更加直接。这方面主要是指以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为轴心的所谓的亚洲“小北约”。中国领导人不断表明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并表明因为全球化等新机制的出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具有现实性的，但是中国并不会因为西方的担忧而放弃或者放慢国防现代化。并且因为台湾问题，中国必须加快军事现代化，这样才能从最坏处着想，阻止台湾的正式“独立”。但以美国为核心的亚洲“小北约”正在快速调整其针对中国的战略，来遏制中国或者“消化”所谓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不确定性。并且，美日等国也正在加紧拉拢中国的近邻，如印度和越南，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加入美日阵营，一起来对付中国。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所有这些互相不确定性方面并不是能够很容易消除的。可以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这些互不确定性会继续存在。并且因为其他很多新的不确定因素的出现，现有的不确定性也有可能继续增加。幸运的是，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这些不确定性发生在相互依存状态之下，是同一个结构下的摩擦和冲突。正因为是在同一个结构下，双方都有意愿来正视这些不确定性，并通过各种机制来减少不确定性。
但这并不是说，只要中国和西方处于相互依存结构内，双方就可以忽视这些不确定性了。相互依存结构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中国和西方双方如何来平衡经济、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利益。在历史上，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状态并不是没有出现过，但当政治和战略考量占优势的时候，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往往遭到削弱，甚至解体，从而导致国家之间的政治和战略冲突的公开化。因此，如何在维持和强化相互依存状态的前提下来解决互不确定性问题，是中国和西方各国政府和社会所面临的重大国际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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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状态下的中国国际环境
毫无疑问，快速的全球化已经把中国整合到整个世界体系之中。中国不仅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并且在这些组织内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社会扮演重要角色，是因为其快速的经济发展造就了各方面的实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既令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也把中国的影响力带向了世界。用学术的话语说，今天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关系。
相互依存关系对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外交关系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笔者多次论证，正是相互依存关系的出现才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很难对中国实行类似冷战时期西方对苏联那样的围堵和遏制政策。因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有机部分，围堵中国会导致非常巨大的代价。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国际环境都是正面积极的，中国可以高枕无忧了。正相反，当西方很难围堵中国时，西方同样也可以充分利用相互依存关系来改变中国，就是说，西方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一个机会来影响中国的内部发展。
 
鼓励中国加入世界体系
相互依存状态尽管要求同处世界体系的各个国家用理性的态度来处理互相之间所发生的摩擦和冲突，然而意识形态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各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依然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一国对另外一国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更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尤其表现在西方和中国的关系上，因为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国（至少在西方的政治人物看来）还处于西方的对立面。
特别应当指出和强调的是，改变中国仍然是西方对华外交的重要议程之一。尽管西方各国就具体对华政策来说不见得能够达成共识，但他们的大趋向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当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西方各国都抱相当乐观的态度，因为他们害怕拥有核力量的中国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改革开放既能促进中国的内部变革，也可以使得中国的内部发展变得更加透明化。在这个认知基础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逐渐形成了鼓励中国加入世界体系的对华政策。这一政策尤其反映在美国克林顿时期形成的“接触中国”政策上。欧盟的对华政策基本上也顺从这个路线。西方政治人物以及社会曾理想地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必然使中国成为“和我们类似”的国家，即一个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国家。
然而中国并没有顺着西方所希望的路线走。中国一方面成功地和世界接轨，成为全体经济体的重要一员，另一方面并没有全盘走西方的政治路线。在政治上，中国似乎成功地抵御住了西方“和平”演变的企图，开始探索适合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不仅如此，随着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迅速增加，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政府因势利导，确定了“走出去”的大战略。经济上的成功也使得中国的政治开始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很多国家开始关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经验。
 
“中国制造”变成政治问题
中国发展的这种局面是西方未曾预料到的。当他们意识到中国在软、硬力量上对西方构成全方位的竞争关系时，他们开始反思既往的中国政策，制定新的策略来推动中国的内部变革。近年来，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几乎成为西方政治人物对中国的一个基本共识，同时也成为西方制定对中国政策时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中国“不确定性”概念一方面承认中国崛起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也论证促使中国内部变革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具有“不确定性”，西方世界就要努力来影响中国的内部发展，使得中国往西方认为正确的方向发展。在美国方面，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现“围堵”中国的概念，但当时美国人要“围堵”的是中国的崛起，认为只要美国方法得当，中国的崛起是可以被遏制的。到今天，美国“围堵”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要“消化”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包括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内的正在营造的亚洲版“小北约”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开始发现他们必须充分利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相互依存状态来促成中国的内部变革。既然中国是因为开放而崛起，依靠和西方世界的接轨而崛起，并且中国经济事实上也高度依赖于和西方世界的贸易关联，那么为什么就不能用这种关联来对中国施加变革的压力呢？这也就是最近在美国和欧洲搞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制造”问题产生的背景。中国的一些产品的确有问题，而政治人物和媒体则全力抓住这个机会。这样，贸易和民主、人权、环保、奥运会等方面结合了起来。在西方政治人物的眼中，中国的每一种经济产品都可以看出其政治含义，极端者甚至天真地相信，由于中国政府主要是依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向人民提供经济福利来获取合法性的，如果利用贸易等经济手段促成中国的经济危机，那么中国的内部变革就会产生巨大的动力。
中国对高度政治化的贸易问题理当采取理性的态度，并且必须利用这种压力来改善生产的政策环境，促成中国的产业和产品质量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世界制造业的劳动分工基本形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基地，中国的地位很难被轻易动摇。只要中国能够改进质量，西方国家很难重拾已经转移出去的制造业。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必须正视这种由相互依存状态产生的国际压力。改变中国之梦不仅存在于西方政界和社会，而且也存在于西方商界，甚至和中国有大量经济交往的商界。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资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赢利，另一方面是以自己的方式改变政治社会环境（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当西方政界、商界和社会在改变中国的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共识的时候，中国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当然，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中国采取主动，加紧探索政治改革，通过制度创新来建设新制度。只有制度牢靠了，西方的压力才不会造成巨大的内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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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加快国际政治话语的建设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正面临来自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世界的软性压力。硬性压力指的是军事和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压力，而软性压力则表现在文化、价值和外交行为方面。在软性外交方面，西方对中国的政策历来就有两大派之争。一派比较现实，侧重于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接受一个稳定发展，不断和国际规则接轨的中国。这一派也相信西方很难影响中国的内部发展。另一派则认为西方对华的经贸外交远远不够，西方有责任也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内部发展，因此，西方必须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不断促使和促成中国的内部变革和外交行为朝着西方所认为的正确方向发展。否则的话，中国不仅会在硬力量上对西方构成威胁，而且更会在软力量方面和西方构成竞争。
西方对中国担忧，与其说是担忧中国的不变化，不如说是担忧中国内政外交方面行为模式的逐渐成型。以往，在西方之外的国家和西方的关系只有两个模式，要么是自我孤立或者被西方孤立，要么是依附于西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联阵营奉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西方视为大敌，结成了紧密的联盟与苏联对立，直至苏联解体。苏联阵营和西方没有实质性关系，互为孤立。在其他地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则是依附于美国和西方而得以发展，尤其在拉丁美洲，形成了那里的学者所称的依附性发展模式。顾名思义，在依附型发展模式下，这些国家高度依赖于西方，名为主权国家，但国家各方面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没有很大的独立性。
 
西方阵营向中国推行价值外交
但中国则不一样。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中，中国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发展出了自己的模式。在经济上，中国已经和国际经济体系整合，成为全球化的一个主要角色。在这个体系内部，中国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在政治上，中国并没有受西方多大的影响，而是不断摸索着自己的道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新型发展模式不仅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和接受，而且还对像俄罗斯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中国内部还面临着无穷的问题，但在一些西方人士看来，这种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模式很有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模式构成有效的挑战。这是西方所不能接受的。
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西方阵营加强联合，向中国推行基于西方价值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即价值外交。所以近来欧洲各国随着领导层的变迁希望改变以经贸外交为核心的对华政策，一些国家不断向美国靠拢。德国要在亚洲推行价值外交，显然是针对中国的。法国尽管在价值外交和经济外交之间选择了后者，但对中国来说，这种以庞大的经济利益为前提的经济外交的持续性会成为问题。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依赖性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内部的经济发展也使得经济因素在外交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使用经济因素只能减少外交的压力，经济只能是一种手段。如果不能在国际政治话语上作努力，经济手段的不断使用会带来其他很多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在对美国的政策方面，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形。更为重要的是，一旦遇到能够体现西方价值的外交事件，西方各国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都会对中国施加共同的压力，例如在非洲达尔富尔问题、缅甸问题上，等等。把这些问题和中国即将举办的奥运会联系起来更是近来西方的一个热点。
西方推行价值外交有其困难的地方，要让西方各国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两者之间作明确的选择并不容易。因此，各国在对华政策上很难达成共识，一致行动。另一方面，如上所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很大的能力来对付西方的价值外交。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对西方的价值外交置之不理。
 
中国外交行为体现自身价值观
在实际层面，中国的外交政策并非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只重视经济和战略利益，而完全不顾价值和道德，尤其是人权。中国外交在近年来已经作了很大的调整，只不过这种调整主要体现在行为层面，而非中国的国际政治层面。中国在朝鲜问题、非洲达尔富尔问题和缅甸问题上都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不可否认，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有本身的区别于西方的利益，或者是经济利益或者是战略利益。但同样，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作为一方面和西方不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自身的价值观。
在冷战后，西方提倡人道主义的干预，极端者甚至提倡人权高于主权。当然，人权高于主权只是西方对其他国家而已，西方国家内部其实还是国家主权至上，就是说，人权高于主权是西方干预外部世界的一种新国际理论。对此，中国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当然不会接受。但同时，中国并不否认人道主义干预的必要性。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各个领域的国际组织，表明中国已经“让渡”了一部分至少是国家经济权力给这些国际组织。在经济全球化状态下，任何国家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绝对主权。在政治方面，中国政府也已经接受和认同民主和人权等理念，并且把这些理念看成全人类的普遍价值。中国因此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并且已经成为一个主要贡献国。中国所不能认同的是西方为实现这些价值所采用的方法，包括西方对中国本身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实行的方法。中国反对西方动辄使用经济制裁的做法，更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原因很简单，很多很多的事例已经表明这种做法显然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并且中国本身过去就是西方这种干预政策的受害者。西方要中国重复这些方法，显然并不现实。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人道主义干预方面不断探索自己的道路，表现在上面所说的中国在朝鲜、缅甸和达尔富尔等问题上的态度和外交行为。在这些方面，中国做了很多工作，贡献不少。
由此看来，在软力量外交方面，中国面临三个互为关联的挑战。第一，尽管面临西方的压力，但中国仍会继续不去重复西方所通行的传统干预政策，如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第二，努力不断探索自己的人道主义的干预道路。第三，调整和重新解释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或者重建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使得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和其国际政治行为相一致。这种做法并非要挑战西方，而是要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国际社会都认同的国际价值。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大国的国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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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及其外交和战略压力
多少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崛起。到今天，无论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还是从中国的实际经济影响力来看，中国的确在崛起，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人期待已久的大国。但是，随着崛起，中国也正在遭遇一个大国所必然面临的诸多麻烦，甚至陷入大国政治的逻辑，即和其他国家的冲突。如果不能对崛起所面临的麻烦有足够的认识，中国就不能制定有效的国际战略来应对各种外在的压力，从而制约自身的崛起，使得崛起变得不可持续。
今天，国际政治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中国正在成为各国制定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时的关注点。这种情况从前没有发生过。当中国不在其他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议程上时，中国可能是他们要考虑的其中一个因素，但不会是主要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不会达到中国难以对付的程度。当这些国家把中国置于其外交和战略的头等议程上时，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就会遽然增加。
中国成为其他国家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核心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世界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在亚洲，最先崛起的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通过各种双边、区域和国际的机制顺利地消化了以日本为领头羊的亚洲崛起。但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美国和西方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即如何消化这两个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崛起。较之印度，中国不仅发展更快，而且也和西方更不“相同”。
 
中国成为西方各国的战略重点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扮演了亚洲持续崛起的领头羊的角色。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作为亚洲经济重心，“拥抱”了整个亚洲。今天中国正在扮演这个角色。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不仅使得其“拥抱”亚洲，而且也对亚洲之外的世界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很显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到达了非洲、拉丁美洲，同时通过贸易机制，中国和西方的经济体之间拥有了相当高程度的相互依赖性。这也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包括西方在内的很多国家对中国抱有如此高的期待的原因。（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能扮演的角色的高度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外在的压力。）
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必然导致世界战略重心的转移。对美国来说，二战后跨大西洋战略轴心最重要，现在是亚太地区（跨太平洋轴心）最重要。很多年来，美国的战略重点已经转移到以中国为核心的西太平洋地区。布什政府在从事“反恐”战争的同时也没有忘掉亚洲战略，在其任内，基本上完成了被人们称为亚洲小北约的布置，即和日本、澳大利亚的军事联盟。这次美国加入《东盟友好条约》，“返回”亚洲，更显示了美国战略的西移。
日本一直是亚洲的最大经济体，其战略也一直以中国为核心。尽管这与其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有关，但即使没有这种同盟关系，中国也是其战略核心。日本这些年内部的军事提升与发展和外部的战略安排都是以中国为目标的。在东南亚、非洲和其他地方，日本一直把中国看成其竞争对象。在这个构架内，日本的战略必然“向西看”和“向西南（东南亚）看”。亚洲的另外一个大国印度这些年来也加大了其“向东看”政策的力度。这里不仅具有经济原因，更具有战略因素，即印度的国际战略目标就是中国。甚至在不久前对自己的亚洲定位并不明确的澳大利亚，也在今年提出了“向北看”的政策，其国防白皮书明确表明中国是其潜在的敌人。
除经济因素之外，西方和各国把中国视为其战略重点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具有很不相同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仅没有随着崛起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反而变得更为强大了。这种情形也使得他们对中国的猜疑或者“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很多国家把中国视为“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更是出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怀疑。再者，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其军事现代化似乎不可避免。即使中国没有像前苏联或者美国那样，和他国进行军备竞赛，光是正常的军事现代化就足以对外界产生很大的压力。
所以，很显然，各国把中国作为其外交和战略核心的两个明确目标就是，一是分享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利益，二是从战略上“消化”甚至遏制因为中国经济崛起而带来的外部影响力。
但问题远未至此结束，中国的西部外交和战略压力也正在迅速上升。那里，除了“藏独”和“疆独”运动之外，恐怖主义更是威胁着中国的内部安全。实际上，正是因为西部的战略形势牵涉到内部安全问题，中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外交和战略资源。这个形势明显地制约和牵制着中国的海洋战略。
南海问题对中国的海洋外交更是具有直接的压力。由于中国的崛起，一些和中国有领海主权纠纷的国家感到时间在中国一边，因此加紧了各自的或者共同的战略调整。领土和领海的纠纷本来多属于双边关系，但这些国家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把双边关系转变成为区域关系和多边主义，甚至国际化，使得双边可能的纠纷不仅涉及国际组织，而且“邀请”其他大国卷入。这些年来，中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领土纠纷方面和有关国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在领土和领海方面，双边性的谈判似乎显得越来越困难：一是因为存在着诸多历史问题，一旦涉及领土和领海问题，有关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变得激进化；二是如上面所说，一些国家并不严肃看待中国的提议，甚至是在中国看来具有“让步性”的提议，转而寻求对付中国的办法。
 
开放状态下崛起的挑战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恪守其“韬光养晦”和“和平崛起”战略，这方面做得很成功。不管怎么样，中国拥有了这么多年的和平国际环境。然而，中国对崛起之后所带来的巨大的外在压力似乎没有做好心理和战略上的准备，无论在朝鲜核武器问题上、在缅甸问题上还是在南海问题上，中国都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为“回避策略”的外交和国际战略。这种策略不仅经常使得自身陷入被动，更招致外界对中国实际外交和国际责任能力的质疑。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上的优势很难有效转化为战略和政治上的优势。从历史上看，每一个经济大国（尤其是英国和美国）都成功地把经济优势转变成了政治和战略优势。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一方面和中国一贯所坚持的“外交为经济服务”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区域开放主义有关。在区域开放主义条件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呈现出一种高度的相互依赖性。所以，尽管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是亚洲经济中心，但这种经济优势并没有成为中国的战略优势，至少在亚洲如此。很多国家一边享受着中国的经济成果，一边向中国制造和施加战略压力。
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中国怎么办？中国正面临从前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从未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那就是在开放状态下的崛起。中国开放式的崛起在造就了开放性的区域主义的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外在压力。无疑，中国从开放状态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还没有找到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有效地保护和增进自身战略利益的方法。在找到这种方法之前，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或者说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大国。形势发展到今天，“怎么办”的问题正考验着崛起中的中国。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9年9月15日



环保经济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开端？
继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出席12月初丹麦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后，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宣布要出席此次会议。在以往的国际气候谈判会议上，中方从来没有派出过部长以上级别的领导人。这次总理亲自参加，表明了中国对气候问题的严肃性。不仅如此，在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国宣布，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中国的表态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环保组织为中国叫好。
这和国际社会对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尽管长期以来在环保问题上掌握着国际话语权，但他们并没有能力实施实际上的领导权。西方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很高调，可是在国际层面并没有履行承诺的在金钱或者技术上对发展中国的援助。相反，面对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时，他们转而向这些发展中国家施加莫大的压力，要求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推卸责任是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认知。同样，在国内，西方国家在低碳经济方面遇到了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阻力，无所作为，这自然导致了国际环保组织和国际社会对发达国家的失望。
在气候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争论和分歧已有时日，从各种角度来看，这种争论和分歧还会继续。就中国来说，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屈从西方的压力，但更有效的一种做法是把气候问题铸造成为另外一个议程，借此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甚至部分领导权。就是说，不能仅仅把气候问题视为对中国莫大的挑战，而更应当把此看成为中国崛起成为大国的有利机会。
 
国际议题中国有责无权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大国责任也在迅速上升。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希望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在国际发展过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际社会凸现了对中国责任的高度期待。但现实地说，在西方主导的这个国际体系中，中国面临着一种困境，即只有大国的责任，而无国际领导权。目前，西方和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中国“埋单”和“开支票”。很显然，这种做法很不利于中国，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如果既要承担责任，又要获得领导权，就必须在知识体系上有所贡献。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崛起成为大国，就必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造就一个为世界所接受的知识体系。英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其自由主义贸易体系理论的确立。古典自由主义的确立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这个理论体系既有利于英国，为英国在全球的贸易做了合理的论证，同时也有利于世界，推动了世界贸易经济的发展。一个利己利人的思想体系也使得英国在很长历史时期里掌控了全球话语权，充当了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导角色。
在英国之后，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在自由主义理论方面，美国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创新，主要是继承了欧洲的传统。美国的贡献是在政策科学和实际政策的推行层面。二战后，美国利用欧洲的经济困难，推出“马歇尔计划”，在复兴欧洲的同时，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这种领导权也体现在美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重组上，到今天为止的世界金融制度和贸易制度等都离不开美国的努力。也必须认识到，对世界秩序重组的核心是为了增进美国的利益。此外，美国也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大力推行西方价值观，民主、自由和人权是美国国际政治话语的核心。
现实地说，在所有这些传统话语领域，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很难与西方和美国竞争，更难超越它们。发展中国家所能做的只是“依附”于西方。可以观察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已经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往往拼命展示与西方和美国的相似性及“同质性”（同为民主国家），尽管在这些国家，民主的质量远远不如后者。这种依附性战略除了能够赢得西方的一些“同情”外，并没有实质性的用处。如果没有内部可持续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还会继续被西方主导。
因为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国和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分歧不会停止。中国当然也在强调要发展出自己的民主政治，但至多，中国的民主或许可以成为西方的一个替代，并且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吸引力（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已经被发达国家视为挑战，即和西方在吸引发展中国家方面构成竞争），但（不管是什么形式）很难对西方民主本身构成竞争。
 
在非传统领域争取话语权
中国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和领导权并不容易。所谓的国际话语权和领导权，就是要对西方和非西方国家都能够产生影响。如果在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方面中国很难作为，那么就要在其他方面有所突破。
这个突破点就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探索出自己的混合经济模式，在不同所有制的作用、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出口和内需等方面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中国的发展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包括中国在内，人们都已经认识到现存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其中对环境的掠夺和高强度的破坏是关键原因。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显示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仅于自己的环境不利，而且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影响，对未来全球气候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当然，也要强调指出，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因此，向环保经济转型对中国来说是个极大的考验。这些年来，随着气候的急剧变化，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环保经济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关注点，国际社会对环保经济的共识也越来越高。西方国家尽管有高环保意识，但因为内部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很难在政策层面有效实施。西方目前的现状是承诺得多，做得很少，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内政层面。进而，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环保经济是下一波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一点西方政府和企业也是意识到的，西方各国政府也都在拼命努力重塑经济增长方式。同样，面临庞大的既得利益，很难作为。
如果中国在环保经济方面能够取得重大的突破，那么无论在国际话语方面还是在造就新经济增长动力方面，都可以在国际上起到引领作用。由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环保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话语的核心，只不过“科学发展观”关切的是内部发展，而非国际发展层面。不过，把环保经济造就成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核心部分并不难，就像美国借用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一样，中国在弘扬本身的环保理念时，同样可以借用西方的环保思想体系。
 
中国有执行环保政策的能力
重要的是政策执行。中国内部在推行环保经济时也同样面临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阻碍，不过，和西方比较，中国具有强有力的经济和政策工具来落实环保经济。
中国的体制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着优势。一是强大的国有企业。正如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所显示的，中国强大的国有部门能够成为政府推行政策的强有力的工具。一个例子是中国节能投资公司，它拥有70多家全资、控股子公司，投资和参股企业达到400多家。当然也包括其他各个领域的国有企业。一旦国家（环保经济）意志确定下来，国有部门就可以成为执行国家意志的直接手段。二是国家对经济强大的干预能力。和西方自由经济体不同，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着对经济部门的干预能力，无论是国有部门还是非国有部门。国家可以通过各种经济和金融工具，例如银行，来控制和影响投资方向。
这两方面是西方各国所不具备的。这也是西方往往是光有政府的（环保经济）话语，而没有能力把话语转化成为政策的主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层面也积聚了足够的环保压力来促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前面三十年人们拼命追求经济的高增长，但现在人们感觉到，在高增长带来巨大的财富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地方（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因为环保问题已经变得不宜人类居住了。国家的环保意志、政治动员能力和社会压力结合在一起，就可以造成强大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动力。
对中国来说，环保经济可以说是国际责任、国际话语权（领导权）和本身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结合点。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不能光在国际层面和其他国家讨价还价，而是要全心全力促成自己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造就一个环保经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少在世界经济领域，谁控制了环保经济，谁就可以主导新的世界经济增长，主导国际发展话语权和国际社会的领导权。无论从环保经济的知识体系的存在还是从体制动员能力来看，中国在这方面具备很大的竞争能力。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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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从GDP主义到制度建设



从山西黑窑联系到现代国家制度
不久前，中国媒体揭露出来的山西黑窑奴工事件再次把中国推向了国际媒体的焦点。“黑奴”和“奴隶”等已经在中国媒体上久违了的词汇，成为境外很多媒体描述这件令人发指事件的常用词。这件事情是如此严重，以至于马上就受到了中国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指示有关方面全力解决。之后，一些人也提出地方领导是否应对此负责的问题。每当一件重大事情发生，领导层先表示关注，最终可能找到几个人来担负行政或者其他什么责任，这似乎已经成为近年来较为固定的中国政治行为模式。但如同对待其他很多事件一样，这次对山西黑窑事件，各界再次表现出没有制度反省的能力。事情一发生，大家的聚焦点总是落在个人层面，忘了找制度上的原因，也因此很快时过境迁，直到下一次重大事件再次发生。
没有从制度层面追究责任
黑窑事件固然表现得很特殊，但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绝对不止这一次，只不过是有很多类似的事情还没有被人发现罢了。每次发生这样的事件，总让人惊讶。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样的事情总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前些年的“非典”事件、河南群体性“艾滋病”感染事件、每况愈下的各地矿难等，所有这些事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可以说它们背后都具有同样的制度原因。如果不在制度上寻找原因，不从制度层面来追究责任，那么就很难阻止这样的恶性事件再次发生。如果说“黑窑”和“黑奴”是国家制度不健全的产物，那么也只有通过国家制度建设才能把如窑工那样的人民从“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
“奴隶”这个词经常被用来表述传统社会状态下（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社会成员和其所属组织的关系。这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主人或者组织可以随意支配其所管辖成员。为什么传统社会下会产生奴隶？原因有很多，但从政治制度上说，主要是因为在传统社会形态下，没有统一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存在着，但权力被各地方组织所瓜分。中国也一样，在传统中国社会，尽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说，但皇权根本没有能力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人民是被地方政权所统治的。
正因为这样，近代以来的革命，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者共产主义革命，其关键词都是“解放”，就是要把人从非人道的制度下解放出来。革命就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尽管在新的国家制度下，组织也不可避免，但组织成员和组织的关系并非人身依附关系。任何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国民，受国家权力保护，享受国家权力之下的公民权。当然，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民所享受的自由类别和程度是不同的。但即使是享受最低限度自由的人民，其所面临的环境和传统社会下的奴隶状态也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民主之下灾情难再隐瞒
在中国，从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的目标也是解放人。经过百年革命，中国确立了现代国家制度的构架。之所以说它是现代国家制度，是因为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国家权力第一次有能力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就是人。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时代的“解放生产力”到江泽民时代的“三个代表”，再到当代领导层的“以人为本”，人越来越占据国家建设的核心地位。
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意在解放人、为人服务的制度，还会不断发生人奴役人的现象？从政治上说，关键在于缺少民主。民主的缺失是以中央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弱化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中国，很多人担心民主会削弱国家权力，但事实上恰恰相反。
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经说过，像中国“大跃进”期间发生的自然灾害，即使在印度那样的贫穷民主国家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会像中国那样导致那么多人死亡。原因很简单，在民主体制下，没有一个地方性政权或者组织能够隐瞒灾难。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解释山西黑窑现象。
中央集权以人民为基础才可能
山西“黑窑”和全国其他类似事件的发生是具有制度上的原因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国家制度。中国的体制名义上高度集权，但这个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被成千上万个高度地方化的政权和组织所瓜分。既然中央权力被那么多地方政权或者组织所瓜分，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很多方面中国经常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下。实际上，有些情形甚至比无政府状态更为严重，在无政府状态下，社会成员尚可以自救，但地方专制政权或者组织往往阻碍人民的自救行为。
国家权力为什么会弱化？情况很复杂，但原因则是非常简单，那就是国家权力一味依赖于国家政权本身，而没有有效的机制把社会或者人民的力量转化成为国家力量。一味地依赖于国家政权本身，表现为经常把国家与社会、政府和人民区分甚至对立开来。权力往往只能在政府内部流动，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都是政权内部的事情。很多专家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政治体制根深蒂固的弊端就是其内部的脆弱性。往昔的“非典”、河南艾滋病，今天的山西黑窑事件，这些都反映了体制内部的脆弱性。
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央集权。如何集权？关在于民主。民主并非只是选举体制的确立那样简单。概括地说，民主是要增加国家各项制度中的人民性，就是说让人民来参与国家制度，享国家权力。只有当人民的权力转化成为国家权力，或者说国家权力有了人民这个基础，中央集权才有可能。这个辩证法不是很多人都能认识到的。
美国政府依靠信息管制社会
有效的中央集权需要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包括政策透明、政治责任和信息流通自由等。这里姑且举信息流通自由为例来说明为什么人民的参与是有效中央集权的保障。在这一点上，最早也是最有效的论说就是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联邦党人文集》认为，要达致有效的管治，就不能让信息集中在各州政府，信息必须集中在联邦政府。但这并不是说，联邦政府可以垄断信息，在联邦层面进行黑箱操作。相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新闻自由，让信息分散在人民中间。当人民掌握信息时，就没有人可以垄断信息了。而联邦政府正是依靠来自人民的各方面的信息来管治社会的，换句话说，信息集中化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信息的分散化。通过人民掌握信息来达致中央集权，这对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大国来说尤其重要。很显然，如果信息被成千上万的地方政权或者组织所控制，那么中央权力必然被虚化。
无疑，中国也在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中学到了教训，开始进行新型的国家制度建设了。这里可以举《突发事件应对法》为例。去年六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突发事件的应对问题提出一项立法草案，其中对新闻媒体的角色做出了规定，要求媒体不得违反规定擅自发布相关消息和发布虚假消息，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罚款五万至十万元人民币。但最近全国人大对此草案进行二审时，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同时也删除了地方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的规定。
应当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不能把人民从地方化了的政和组织中解放出来，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就无从谈起。而如果人民不能受公民权，那么中央集权就会成空中楼阁，更不用说是进行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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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应对中国年青一代的权钱膜拜负责
最近有武汉的大学生给很多中国人一个似乎是“惊世骇俗”的道德判断：白毛女应当嫁给黄世仁（地主）；只要有钱，年纪大一些不要紧。于是乎，在中国引出了一场具有道德高度的争论，不管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互联网。中国道德衰微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很多人对此不满，借这个机会出来说些话可以理解。但是，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参加争论的人的倾向性非常一致，那就是指责年轻一代；他们的结论也同样具有一致性，那就是年轻人没救了。
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从来不检讨自己，而只会指责别人尤其是下一代的传统。每当有这样的不符合传统道德价值的事情发生，总会有道貌岸然的人出来发表道德高论，似乎他们就是道德的代表和化身。但指责下一代的人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忘记提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对道德的衰败负责？从年轻人成长经历的视角看，要对年轻人道德衰败负责的不是年轻人本身，而是造就道德衰落的老一辈。
官场成道德衰落的主要力量
任何人的道德价值观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道德是社会化的结果，是社会灌输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中间（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盛行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主义是事实；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年轻人是被“培养”出来的。换句话说，年轻人对“权”和“钱”的崇拜意识是他们生长的环境所给予的。
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并不是新现象，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有了。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搞“贫穷社会主义”，人民的生活水准极其低下。当时的人们尽管维持着在今天的人看来较高的道德水准，但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道德水准，因为“贫穷”并不符合人性。因此，改革开放后，已经难以承受“贫穷”的一代开始了致富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和当时中国人的普遍“贫穷”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即穷则思变。金钱很快就取代往日的道德，成为人们的价值坐标，金钱主义毫无困难地盛行起来。道德没有了，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乎，人们开始了金钱崇拜。
在尝到了初步富裕果实之后，中国人马上接受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利益”概念。中国社会的基础很快就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转移到了利益。官方的很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经济的增长成了衡量各级官员的唯一重要的指标。GDP主义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想努力扭转单向面的GDP主义，但成效并不大，可见各级官员的金钱主义概念已根深蒂固。（应当指出的是，GDP主义是通过牺牲下一代人的利益来满足这一代人的利益。）
官员的腐败更显示出道德的解体。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中国官场的腐败是不需要作任何解说的，从金钱腐败的数量就可见一斑：官员腐败已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千、几万到九十年代的数百万，再发展到今天的数千万甚至数亿元。权通过腐败转化成钱和财富。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下一辈不产生权力崇拜的心理实在是非常之难的。更为严重的是，在历史上，中国的政府不仅是负责治理的，而且也承担着教化的功能。今天中国的官场既然这样腐败，自然就成为道德衰落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也不时有小孩立志长大了“当贪官”的案例吗？
权和钱各自驱使着道德的衰落，而权和钱之间的互相交易功能更是加速着这个进程。对年青一代来说，无论是“权”也好，“钱”也好，只要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个，或者和其中的一个靠上边，就有了自身的价值。
个人奋斗不能带来希望
除了权和钱之外，同样严重的是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在迫使年轻人向权钱膜拜。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里，道德的主体是个人。要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变成道德人，就要给他们以希望。如果个人可以通过自己正当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希望，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水准。如果个人失去了这个希望，或者说无论他做怎样的正当努力也实现不了这个希望，那么道德概念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的年轻人正处于这样一个道德的困境。
例如住房问题。住房是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空间，古人把“居者有其屋”和人的道德联系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人没有一个基本的生存空间，道德又能基于什么呢？而中国的住房政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非常有效地扼杀了年轻人的这个“空间”希望。有关方面始终没有出台有效的、具有长远眼光的住房政策，任由“权”和“钱”操纵，主宰人们的居住空间。对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在飞涨得毫无止境的房价面前，光靠自己的努力是很难得到一个体面的生存空间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责怪他们对权钱的崇拜，因为权钱是他们得到生存空间的工具。
教育也是一个例子。前段时间，人们发现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有拉平的趋向，甚至出现了农民工的收入较大学生高的情况。这和从前的“脑体倒挂”的情况不同，因为那时出现这种情况是人为控制的结果。在今天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这种现象的产生只能说是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人应当接受尽可能的教育，这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道德判断，但当接受教育和不接受教育两者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拉平，甚至前者比后者更低的情况下，道德就必然被虚无化。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年青一代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造就了一个开放的体制，给年轻人以希望。
但现在整个社会似乎被各种既得利益所分割，他们把持着各个领域，会的开放度较之改革之初已大为缩小。从前是控制扼杀年轻人的希望，现在则是自由扼杀着他们的希望。年轻人很自由，却没有机会。尽管也不时有人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正当的手段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包括对权和钱的依附和屈从），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希望则是越来越少。
在此情况下，道德从何而来？不能说有关当局对道德不够重视。中国方方面面的话语仍然充满着各种道德说教，但对年青一代来说已经毫无价值。道理很简单，他们所读到的道德教条和他们所看到的现实，两者的反差实在太大。高不可及的道德教条和毫无道德的现实生活，反而加深了年轻人对道德的怀疑和价值虚无主义。从很大程度上说，年青一代是幸福的，但也是悲哀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和物质主义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同时又是一个价值混乱、毫无道德标准的社会。不过，感到更加悲哀的应当是老一代，因为是他们和他们造就的社会培养了年青一代。老一辈否定了自己，更否定了新一辈。
提出价值和道德衰落问题绝对是好事情，但要意识到，出现这些社会现象不仅仅是道德价值的问题，而有其更深刻的社会环境和制度背景。从更高的层次来说，这个问题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可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道德来自希望，对未来的希望。抱怨、指责新一代毫无用处，如果要对下一代负责，那么就要为下一代营造一个能够使他们感觉得到希望的社会和制度环境。而这，又是谁的责任呢？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9年11月10日



中国的GDP主义及其道德体系的解体
当代中国的两种显著的并存现象是：一方面，过去三十年间取得了高速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另一方面，社会道德趋于解体。这两种现象都可以指向同一个根源，那就是盛行不止的GDP主义。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GDP来衡量，GDP主义也是中国发展和增长的最主要政策根源。很长时间以来，GDP主义是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一整套政策。政府确立一个量化了的发展目标，再把这个目标“科学地”分解，落实到各级官员。很自然，GDP的增长成了官员升迁的最主要的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似乎很难指责各级官员，因为GDP指标是这些官员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运作的内在部分。当然，对各级官员来说，GDP不仅有政治利益，而且也有经济利益。经济发展了，各级官员也就可以获得具有实质性的经济利益。GDP主义盛行多年之后，到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央政府力图扭转GDP主义的局面，提倡科学发展观，但都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GDP主义的社会成本
GDP主义产生的GDP可以估算，但没有任何办法来估算GDP主义的社会成本。很多人已经明白GDP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果，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境恶化等。但最大的社会成本莫过于社会道德体系的全面解体了。社会是一个共同体。
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共同体，是因为存在着所有成员都能理解、受的道德体系。每一个人不仅自己这样行为，而且预期其他共同体成员也会有同样的行为。但今天的中国社会显然并非如此，笔者已经多次论及中国社会群体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解体，其核心的问题就是道德体系的解体。
那么，GDP主义是如何导致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的呢？GDP主义的核心就是促成所有事物的货币化，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化”。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不讲商品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政治化的，就是通过政治权力来加以分配。因为排斥市场机制，经济得不到有效发展，导致贫穷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后，确立了市场经济（八十年代叫商品经济）。市场机制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很难想象中国经济的成功。
问题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导致了从“以人为本”到“以钱为本”的转型，钱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从经济学意义上，资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政府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如宗教）就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阻止货币化，或减少货币化对社会道德的冲击。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在这方面成为资本的有效助手，而在保护社会方面建树甚少。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是协助资本加速社会关系的货币化。在这方面，各级官员“发明了”很多的方式。在很多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尽可能的方法（包括非道德或者对道德有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方法）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甚至鼓励和纵容老百姓发展“卖血经济（这在河南造就了很多艾滋病村）。党政官员“包二奶”和其他种种形式的腐败，也是推动社会关系货币化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政治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拼命压低劳动者工资收入。在任何市场经济社会，人们必须商品化或者货币化的就是自己的劳动力，这是任何一个个人和整体社会、经济的结合点。这就表明，人们出卖的劳动力必须在最低限度上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生存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但在资本和权的操控下，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变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例如，在发国家的企业，工资在营运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但中国的企业则不10%。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55%，但在中国，这个比例不足42%。这种情况一方面促成了收入的高度分化，使得财富集中在很少部分人手中（财富过分集中本来就是社会道德衰落的一个重要根源），另一方面，由于出卖劳动力不足以维持生计和生存，人们便不得不出卖其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包括身体。当然，偷盗、抢劫、劫富济贫和种种为了生计而衍生出来的暴力行为，在当事者那里也具有了合理性（尽管是非法的）。
GDP主义恶劣的另一方面就是各级政府帮助资本摧毁了旧的社会保障机制，但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社会成员全身赤裸裸地投入于一个不确定的市场社会中，道德也无从谈起。从世界范围内看，任何社会的高速经济发展都会对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西方社会的早期发展也是一样。人们发现，不仅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是市场社会的产物，而且人对自身的暴力（如自杀）也和社会的市场化有关。正因为如此，政府必须提供社会保护机制。这是西方社会产生社会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劳动工资等）的背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政府提供社会保护机制并非是为了反对资本；恰恰相反，一方面是为了阻止和减少货币化和商品化对社会的冲击，同时也是为了资本的更具人性的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方，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在拯救了市场经济的同时促成了市场经济的转型。
GDP主义侵入和主宰了社会领域
在中国，政府在提供社会保障方面是失败的。实际上，在GDP主义的指导下，社会保障根本不是政府所考虑的主要议程。恰恰相反，社会领域的货币化成了各级政府GDP增长的主要来源。在西方，上世纪八年代以后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主要表现在生产领域，即一些公共门的私有化；在公共服务领域，私有化则遇到了来自民主力量的强有力抵制。但在中国，情况刚好相反，新自由主义在生产领域尤其是国有企业领域，遇到了既得利益的有效抵制；但在社会领域，则因为政府失责而大行其道。这表现在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和与此相关的土地）等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可以说，在GDP主义侵入和主宰了社会领域之后，所有的GDP都是血淋淋的了。很多人在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感到骄傲的同时，往往忘记了该为这样一个事实感到羞耻：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其社会服务的水平要高于中国。
经济发展（钱）本来是服务于人的工具，但现在则成了最终的目标。在没有任何社会保护机制的情况下，对普通人民来说，把包括自己身体在内的所有东西货币化成了维持生计的唯一办法。但当所有东西都被货币化了之后，人也就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追求金钱的工具。或者说，当一切都被货币化了之后，人的灵魂将寄身于何处呢？很自然，这个时候，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拯救人的灵魂了。但现实是，人毕竟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人不可能完全被货币化。货币化和反货币化体现了当代中国人内在的冲突。当这个冲突变得不可解决之时，各种暴力（包括对自身的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不过，反货币化力量的存在也表明了社会道德重建的可能性。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在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或者社会动荡出现之前，能否有足够的时间来重建社会道德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又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很显然，如果不放弃GDP主义，无论政府作什么样的选择，除了加速道德的解体，在社会政策方面都只会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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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门的GDP主义及其后果
无可否认，中国的教育部门也一直在追求GDP主义。GDP主义处处可见，大学升级（从各类中等技术学校、学院升级为大学）、大幅扩大招生、大学合并、大举兴建大学城、重量不重质的教师业绩评估、孔子学院的大跃进等等，不一而足。如同经济部门一样，GDP主义使得教育方方面面的“产值”上去了，但也产生了无穷的恶果。这些恶果不仅制约着教育部门本身的进步，也制约着中国人才的质量。因为和其他部门不一样，教育部门关乎百年人才大计，不当的制度严重影响其所培养的人才的质量。再者，这些恶果不仅制约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制约着中国国际软力量的发展。本文并不想列举教育GDP主义的种种负面效果，而是局限于教育升级扩招和孔子学院来分析其这些方面的影响。
教育机构没有承担起“社会责任”
先以升级和扩招为例。为什么要升级和扩招，教育部门的正式说法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获得教育机会。随着社会的进步，更多的人是要获得教育的机会，这并没有错，但教育不仅仅要培养人才，而且要培养有用的人才。教育部门一方面追求产业化，但另一方面其培养的人才是最不符合市场需要的。在教育部门进行所谓的教育改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的需求。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尤其是工业化的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技能工人，但中国的现实是，熟练工人非常匮乏。因为中专、大专和各类技术学校都变成了大学，自然造成了养这类技术工人的学校的大量缺乏。这就导致了今天人们所面临的境：一方面是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企业招不到有用的人才。中国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但经过四年的大学培养，往往变成了无用之人。当然，这和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也有关系，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进北大和清华，可以“学而优则仕”。但很显然，教育部门也充分利用了家长的这种社会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教育机构只图利，而没有承担起“社会责任”。
由此产生的后果当然不仅涉及学生本身，也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一个负面影响就是产业升级困难重重。很多年来，中国在产业升级方面过分依赖于投资，这可以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等说法上看出来。但问题是，为什么产业升级从内部来说没有巨大的动力呢？人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很多基础研究都非常先进，并不亚于发达国家，但就是转化不了产品。同样一种技术，拿到日本、德国生产和拿到中国生产就有巨大的差异，工人的技术和工艺水平是其中的关键。中国尽管已经是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制造的大多是产业链上的低端产品。企业依赖的是无穷的廉价的和毫无技术要求的劳动力，而学校也不培养能够促使中国产业升级的劳动力。可以确切地说，如果中国的学校不能培养大量的技能工人，中国很难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技能工人而非外来的技术和资本是内发型技术创新国家的最重要的因素。
再进一步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也非常严重地制约着中国企业家的生产。在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阶段，就企业家的教育背景来说，大多数企业家都毕业于中等技术学校。他们所受的教育使得他们能够对某些现存技术进行改进，甚至创造新的技术。而在高端技术领域如物理、化学和航天等，企业家总是少数。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但中国教育制度所培养的人才并不符合这个分布。如上所说，中国在下端是毫无技术要求的工人，大多为农民工；顶端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缺少的就是中间地带的人才。而没有这个中间地带的人才，不仅造成了上面所说的产业升级的困难，更造成了企业家的缺失。而企业家群体的缺是中国中小企业不能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管怎样，中国经济现所面临的很多困难，教育部门是有责任的，至少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说。
孔子学院的不可持续性
孔子学院则是教育部门追求GDP的外在表现。孔子学院项目诞生以来，有太多的人大唱赞歌，这可以理解。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也要在海外追求自己的软力量。但海外已经有不少人在说，不用过多久，孔子学院将不仅成不了中国的软力量，而且会成为中国在海外的负资产和包袱。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孔子学院首先表现为其不可持续性。孔子学院现在已经在世界遍地开花，这当然和国家汉办的推动分不开。每一家孔子学院最初几年由汉办提供经济资助，一段时间以后，就要由承办孔子学院的组织来承担经济责任。除非来自中国的经济资助是无限的，否则光从经济上说，孔子学院很难持续下去。但问题是，数量那么庞大的孔子学院，中国方面能够一直承担下去吗？实际上，已经有相当多的孔子学院的经济状况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除少数有特殊定位的孔子学院外，大多数孔子学院被定位为语言教育机构，这种定位使人不解。语言教育是市场决定的，就像中国人学英文。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人学英文？是因为英文与人们的利益相关，换句话说，中国人学英文并不是美国和英国政府推动的结果。这同样表现在中文学习上。中国的崛起和与各国相关性的增加本来就已经促成人们学习中文的巨大动力。在孔子学院之前，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一直在增长。除了在很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很难说孔子学院在鼓励人们学中文方面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可以说，孔子学院项目的产生更多的是出于教育部门的GDP主义精神，而非专业精神。人们很难看到这个项目中所隐含着的专业精神。追求软力量不能盲目，而必须具有专业精神。从专业精神的角度来看，成立一个孔子基金会要比遍地开花建孔子学院有效得多。如果说今的孔子学院侧重的是毫无实际效果的遍地撒钱，那么孔子基金会可成为培养各国的中国问题精英进而传播中国文化的有效方法。
教育家首先应是教育家
教育部门为什么追求教育GDP？首先是因为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各类学校校长，其身份最主要的是官员，或者说他（她）们追求的是官员而非专业教育家身份。在任何国家，教育部门是最讲求专业精神的，但在中国却看不到。
其次是中国实际上的教育产业化。尽管并没有明文的教育产业化的国家政策，但教育部门实际追求的就是产业化。一旦产业化，GDP主义就会马上产生效应，因为在这里，教育“利润”变得相关了。为了钱，教育部门要么向社会（学生家长）要钱，要么向政府部门要钱（各种变相的教育财政和补贴），要么向银行要钱（借债）。无论哪一项，钱的数量是最重要的。升级和扩招也不可避免，因为它们带来巨大的金钱量。
没有任何国家的大学是有行政级别的。大学重视的是教育质量、人才的培养、学术的声望和社会的尊重。这些在其他国家最为重要的品质，中国的大学是不去追求的。大学校长们热衷追求的就是官职。
教育家追求官职势必造成种种恶果。中国的教育改革就要从去官职开始。现实地说，要学校尤其是大学去政治化可能一时三刻还很困难。不过，去行政化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学校长们还可以是任命的，但必须去掉他们的行政级别。教育家应当首先是教育家，而非其他。教育不改革，国家就毫无希望。从民国时代的“教育救国”到改革开放以后“科教兴国”的种种口号，都说明了这个道理。但严酷的现实是，差不多已经过了一个世纪，中国的教育还是远离人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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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与政府GDP主义
最近这些年来，中国房地产投机活动盛极一时，房地产泡沫一直在上升。根据对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调查，大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远超10%的国际警戒线。在不少地区，这一比例甚至达到50%以上。同时，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不容置疑。房地产增值已经占到2009年全年GDP的6%，1/4的投资在房地产行业，50多个产业与房地产关系密切。
政府有足够的理由担忧房地产泡沫，有日本的前车之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造成银行倒闭，国民财富缩水，民间投资和经济全面萧条，导致日本失去的“十年”，即使是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日本经济还是没有走出阴影。中国很多学者也早就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步日本模式后尘的问题。
房地产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紧箍咒，因为房地产的解体也很可能就是中国内生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端倪。因此，有关方面一直不敢有丝毫松懈。以往，尽管有关方面对房地产市场多有不满，但一旦当房地产遇到危机时，必出手相救。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出台的应对危机的庞大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同时也绑架了为经济负责的中国政府。
与泡沫和空置房平行存在的现实是，中国85%的家庭无力购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社会对房地产业现状和政府无能改变这种局面的不满，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沸点。
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中国在社会权方面取得的进步不是很理想。社会权利如果不能实现，就没有社会凝聚力，稳定就没有基础。中国政府现在把民生问题放到政策的首要议程，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民生问题或者中国社会所认同的民权如何实现？这有待于很大的努力。
就解决人民的住房权来说，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量。
第一，调整政策思路。在中国，房地产被视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把房地产视为单纯的经济政策领域，其GDP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显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的住房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被忽视。这种政策思路要调整，要实现房地产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转型。
纵观世界各国，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房地产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供求关系，否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框架内进行的。
地窄人稠、土地资源十分紧张而经济高度发展的新加坡，是亚洲房地产市场发展得最健康的国家。新加坡学习了欧洲公共住房的经验，又结合自己的国情，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公共住房制度。在新加坡，80%以上的家庭住在公共住房。公共住房投资是新加坡社会性投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第二，需要考虑调整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减少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依赖。造成中国房地产局面的因素很多。就土地而言，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长期以来，政府行政限制土地的供应量，搞寡头式垄断，利用卖地收入弥补地税不足。同时，政府所推行的“招拍挂”制度也阻碍着竞争性土地供应市场的形成。很显然，各级地方政府的卖地财政提高土地价格；为了消化高价土地，发展商就抬高房价。
也就是说，房地产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增长和增加地方财政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或者说，房地产是地方各级政府GDP主义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在GDP主义的指导下，房地产成为生产性投资，而非社会性投资。房地产本来是一种特殊社会产品，因为它直接关切到社会成员的空间居住权，也直接关乎社会稳定与和谐。
在这样的GDP主义的驱动下，无论哪个角色，政府、发展商还是投资者，都想从房地产那里获得巨额的利益。正因为这样，在中国房地产投资过程中，带有极大的投机性。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也是这个过程的投机者。不论地方政府投机是出于何种目的（如地方财政考量），在制造房地产泡沫方面，地方政府和发展商具有同样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实际上，大量的泡沫是地方政府和发展商利益共同体的结果。要促成房地产从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的转型，必须提供给地方政府其他的动力机制。就是说，要改变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税分配机制。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财力上移到中央政府，但责任并没有相应转移。现在很多领域是中央政府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这给地方政府很多财政压力。同时，地方以GDP为中心的经济政策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到基础建设。于是，卖地也就成为一种创收机制，或者第二财政。这是地方政府努力提高地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么中央政府向地方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财税权，要么中央政府把一些现在由地方政府担负的责任也收上来。没有这种调整，地方的土地财政动力还会续很大，而房地产价格还会继续暴涨。
第三，大量增加政府的社会性投资。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之间的严重失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生产性投资。社会投资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每况愈下。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住房、环保等方面的社会投资严重不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每次经济危机总会导致生产性投资的激增和社会性投资的减少。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各个生产领域投资激增，已经导致了很多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造成浪费和低效率。
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这种局面必须改变。社会性投资严重不足，社会制度就建立不起来，消费社会也无从谈起。大量加大社会投资，尤其是增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不仅有助于解决一部分城市居民和新移民的住房问题，同时也能刺激消费，带动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第四，要控制国有企业大量进入房地产。从去年开始，国有企业很快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主要角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家组织了大量的财政和金融力量来对付危机，绝大部分无疑流向了国有企业。这具有必然性。国有企业作为政府的一个强有力经济杠杆，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个杠杆，中国去年应对危机不会这么有效。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负面效应。国有企业得到国家大规模的支持，扩张得很快，不仅造成了产能过剩，而且也在挤压非国有部门的空间，即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当国有企业的资本过度时，国有资本会走向任何地方。既然房地产那么有利可图，国有企业为什么不可以进入呢？
那么如何防止？政治和行政限制可以用，但不会很有效，因为这些方法是要通过政府本身而实施下去的。主要的还是要通过经济方法。政府要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对国企的支持很重要，但现在危机已经过去，政府应当把支持的重点放在非国有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上。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集中提供了大部分的社会就业，如果中小企业不能复兴，那么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很难。另一方面，国家应当向国有企业，尤其依赖于行政垄断的大型国有企业直接提取利润。国有企业属于全体社会，按理说应该有助于分配的公平性。但现在至少在事实上不是。当国有企业亏损时，国家就要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但当国有企业赢利时，国企主管则不必向国家上缴利润。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国有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已经成为国社会收入不公平的一个重要根源。近年来，由于社会的抱怨增多，企开始上缴一些利润，但比例非常的低，最多不超过10%。国家必须国企征收更多的利润。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需要大量的财力，而有垄断企业上缴的利润就可以用于社会改革。
第五，私人投机也是房地产泡沫的一个重要原因。私人投机有两块。一块是外国投机。对外国的投机必须加以限制。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过分开放，在完全没满足本国国民要求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全面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这里的风险极大。另外一块是国内民间资本。民间资本组成“炒房团”，大量投资房地产，这里除了房地产政策导向和高利润以外，还跟民间资本在中国所受的种种限制有关。一方面要规制房地产过度投机行为，另一方面也要为民间资本形成提供必要的制度护航。正因为很多领域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而当今的金融体系又存在许多缺陷，民间资本才纷纷组成“热钱”，走向房地产领域。
从技术上说，要遏制炒房和投机并不难，例如可限制购房的数量，规定住房居住的最低年限，收取房产税，等等。但很显然，这些年的经验已经表明，光从房地产市场本身入手，任何政策都不会很有效。上述这些更为宏观面的制度改革，希望有助于营造一个健全的房地产市场。
 
原刊于《财经》2010年3月26日



GDP主义摧毁中国政权基础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单纯追求GDP的弊端，并且多年来努力追求改变这个发展思路，但现实的情形是，各级政府已经深陷GDP泥潭而不能自拔。2007年，中共十七大已经提出“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开始质疑GDP主义。正在讨论过程中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也在努力淡化GDP主义，虽然还继续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不过，这里所指的更多的是可持续的发展。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想法则不是这样，他们仍然视GDP为重中之重，即所谓“光有GDP不行，但没有GDP万万不行”的说法。不管中国在纠正GDP主义方面有多么困难，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如果GDP主义继续下去，就会出现全面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
在中国民众已经难以承受GDP主义所造成的负面效果的同时，无论从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来看，GDP主义却不仅没有消退的趋势，而且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动力。在内部，对各级政府来说，仍然有太多的理由去追求GDP增长，堂而皇之的就是就业问题。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人们都相信，GDP增长率和就业率之间有着正面关联。给人造成的一种认知是：如果GDP增长不达到某一个点，就会造成失业率剧增，从而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第二个相关但不言自明的理由是，GDP和执政党的合法性之间存在着正面的关联。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大家都认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建立在以GDP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之上。如果说西方民主政府的合法性来自选票，那么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就来自基于经济发展之上的、社会提供的经济利益。一些人把这一认知推向了极端，认为如果经济展，尤其是GDP增长出现问题，就会危及政权的生存。
赶超或免被赶超的外部压力
在很多人的意识中，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也促使着政府继续聚焦于GDP的增长。首先是赶超美国的压力。经过那么多年的努力，中国现在的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仅排在美国后面。现在人们开始喜欢讨论再过多少年能够赶超美国这一问题了。赶超发达国家是从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人长期的心态，并且这种心态具有了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的迷思，很难把它去除。此外，中国也面临着被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赶超的压力。作为中国的邻居，印度的发展越来越为中国所重视。如果中国被印度赶超，领导层也必然面临来自中国社会的一定的压力。尤其是在国际社会，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速度被普遍视为衡量制度好坏的度量衡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社会成员还是党政干部，都不可避免地被赶超或者避免被赶超的心态所驱使，很难正确和理性地对待GDP的增长。
其实，这些在中国社会广为流传的认识，并没有和人们观察到的经验证据相一致。从内部来说，GDP的高速增长既没有为社会的大多数人带来更大的利益和幸福，也没有增加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说，实际的效果刚好相反。这些年来，中国GDP增长不可谓不快。即使在受西方金融危机影响的年度，中国也取得了高速的增长，每年都有大量的富人产生。不过，除了中国的富人和政府让外面的世界感到“嫉妒”之外，中国普通老百姓感觉到的是他们的生活越来越难过了。GDP的增长已经和建立小康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很显然，社会不满情绪的增长和GDP的增长是成正比的，GDP增长越快，老百姓和社会的不满就越强。这很难说是在增加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如果说GDP能够强化合法性基础，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政府只有通过“维稳机制”来维持社会稳定这样一个事实。今天，中国的维稳费用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国防用，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指标。
从外部来说，和其他国家竞争GDP增长也是误入歧途。前些年，美国依靠所谓的金融创新（实际上是金融投机）取得了高速的GDP增长，但为世界带来的是一场迄今还没有恢复过来的灾难。和印度之间的GDP竞争也毫无意义。各个大国，无论是西方老牌国家还是新兴国家，为GDP所展开的竞争最终都会物极必反。实际上，自冷战结束以来，各大国为了单纯的经济发展，不顾一切地推动全球化，已经造成了目前人们所看到的后果，即世界经济的大失衡。经济发展很快，但发展的好处则流向了极少数社会群体，即那些控制全球化过程的经济群体，而各个经济体之内，各社会阶层的收入差异则越来越大，社会的不满已经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如反全球化）体现出来。
负面指标驱动的增长
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GDP不是不重要，有发展就有GDP，关键是要看什么样的GDP。在经济领域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水平的提高而获得的GDP，就是好的GDP；通过破坏环境、掠夺人民、牺牲未来而取得的GDP，就是坏的GDP。就中国来说，在取得GDP增长的世界奇迹的同时，也在创造另外一方面的“奇迹”，例如环境、社会收入差异、老百姓的健康水平、人均寿命、社会公平等方面的指标越来越差。（实际上，这些方面才是中国应当和其他国家竞争的领域。）
在所有这些负面指标的背后，是中国GDP增长的来源。简单说来，中国高GDP增长是通过破坏社会得来的。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但各种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并不是很大。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还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而管理方式上，中国除了表现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中“适者生存”的恶劣面之外，毫无进步。在剥削劳动者方面，只有术高低之分，而没有性质之分。技术高超的企业（如富士康）采用的是进的貌似人性化的“压力”机制，技术水平低下的企业，仍然停留在早资本主义式的非人道管理方式上。和其他经济体相比，除了这些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之外，中国还现出其特殊的增长模式，即通过政府动员的经济增长。在市场化国家，尽管政府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不是决定性的。在中国则相反，尽管市场也发挥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府。通过政府动员来发展经济，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大跃进”就是一个典型。在毛泽东时代，因为没有市场，政治和行政动员是主体。现在除了政治行政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市场的力量，因此具有更强大的动员能力。更强大的动员能力表明更强大的发展动力。中国的经济改革尽管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但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大力动员，很难想象中国的“经济奇迹”。
当然，强大的国家能力也是中国这些年能够有效抵御内生和外生的经济（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如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这些危机中，正是中国政府的“国家能力”把中国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
“国家能力”滥用的严重后果
但也应当看到，一旦过度使用，“国家能力”很容易造成非常负面的效果，破坏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就过度使用（甚至滥用“国家能力”。过度使用经济杠杆，尤其是国有企业，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大扩张，从而破坏了危机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相对平衡的格局。过度使用金融杠杆，尤其是过度发行货币，导致了流动性过剩，从而加速了通货膨胀。过度使用财政杠杆，导致了很多毫无理性的所谓“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使得财政支持不能导向真正需要的领域，如社会改革。
很容易理解，政治和行政力量加上市场，也使得“国家能力”具有大的破坏（社会）力。在西方市场国家，政府是市场有效的规制力量。在经济领域，政府要规制有效有序竞争，调解劳资关系；在社会领域，政府限制资本进入；在政治领域，政府禁止政治和资本的勾结，等等。但在中国则不然，政府和资本合为一体，一方面无能规制资本有序运作（因为是左手规制右手），另一方面大力协助资本冲破社会阻力，进入各个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等。
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发展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封闭和排他的过程，就是经济发展的好处被少数社会群体所垄断。发展速度越快，财富转移（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从穷人转移到富人）的速度也越快。作为这一过程主体的国有企业，更促成了财富从民间转移到政府部门。又因为国有企业并非真正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国有企业的代理人，这一过程也是一个变相的内部“私有化”过程。数以千万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离开私营部门，甚至离开待遇丰厚的外资企业，争相在政府部门谋取一职，就是这种现状的写照。
结果就是，在高楼大厦、大桥公路、高铁机场等这些构成中国GDP载体的事物变得耀眼无比的时候，中国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甚至细胞，则不仅得不到生长，而且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社会生存的基础遭到破坏，建立在此社会基础之上的政权也就自然失去根基。继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之后，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再次强调要对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并且要有突破。这可以解读成为领导层对中国目前经济社会状况深度担忧，并且开始行动。但也很显然，如果不能有效破除GDP主义的迷思，那么最终的结果将不仅不能使得经济结构有所好转，而且会继续恶化目前的经济结构，从而对社会和政权产生致命的影响。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1月11日



为何要以“制度建设”替代“GDP主义”
近日，从中国官方有关人士那里传出中国的总体GDP已经接近或者超越日本的消息，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少回响。人们都在思考着这个数字对中国内部发展和对外关系的意义。无疑，这个数字使得很多中国人感到无比的骄傲。一些人对中国何时能够赶上日本已经等了很多年了，现在终于等到了。实际上，一些人早已开始关注中国何时能够超越美国的问题了。
从不同角度来看，GDP数字的增加所能产生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效应非常直接，也非常容易理解。在海外的反应看来，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数字表明，中国的确已经崛起成为大国了。而中国的大国身份又有复杂的意义，一些人认为，中国要在外交领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同时，很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的一些小国家的担忧也在上升：随着中国GDP超越日本，中国是否会趋向“霸道”？很多观察家在密切关注着中国官方乃至学者的一言一行。
海内外诸如此类的反应倒是预期之中的。不过根据中国的GDP发展模式，结合历史的经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更具有意义，那就是：GDP的增大可能不是使中国更强大，相反更脆弱了？
GDP通常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标志，没有一定量的GDP就成不了大国。按照学界的一般标准，GDP总量是大国综合国力的一个基本指标。但是，这并不是说，GDP总量越大，国家力量就一定越强。这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因素。例如GDP的来源：GDP是否来自经济制度、技术的创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是来自简单的经济规模的扩张和财富的累。再如GDP的去向，即所生产出来的GDP如何配置和使用。配置和使得当，就会有助于制度建设，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而配置和用不当，反而会阻碍制度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GDP增长可能让中国更脆弱
从这些视角来看，人们不但不应当对中国成为GDP大国感到骄傲，反而应当对流行已久的GDP主义作深刻的反省。很显然，快速的GDP增长不仅没有支撑中国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反而是在快速摧毁社会赖以生存的一些最基本的制度。
近年来，人们开始大量谈论GDP主义，但GDP主义并不新鲜，它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或者说它是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一种独有的心态。“落后就要挨打”，这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各种精英的一个共识。尽管衡量“落后”和“先进”有很多指标，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但很显然，人们最终把经济总量（GDP）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人们所说的GDP主义。这背后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因为追求GDP符合各种利益相关者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很显然，一旦把GDP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那么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就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有意或无意地被忽视。从中国近代史来看，各种经济中心主义发展模（如“以钢为纲”和GDP主义）和制度建设之间总是存在着竞争，但最终都是以前者获得胜利为结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精英开始追求中国的现代化。从洋务运动以来，每一波现代化的重点，无一不是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当然，也不能说精英没有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在不同时期，也有一些制度建设的努力，但客观的结局是，较之经济发展，制度建设显得困难重重，往往不了了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都取得了相当短暂而高速的经济发展，如洋务运动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很清楚，经济发展并没有使得中国强大起来。
在毛泽东掌权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GDP主义也曾经盛行过“大跃进”、大炼钢铁、赶超英美就是典型的GDP主义。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忽视制度建设，在计划经济的制度构架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革命领袖，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和社会体制。可惜的是，这些制度并没有可持续性。改革开放尽管是要改革之前的体制，但GDP主义却被继承下来了。
制度建设不敌GDP主义
改革开放早期，GDP主义显现出必要性来。毛泽东搞的是贫穷社会主义，虽然国家生产能力得到了提高，能够提供最基本的社会福利和公平，但是大部分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状态。要改变这个局面，首先就要发展经济。如果说在其他制度改革方面，社会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发展经济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高度共识。从早期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到“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小康社会”，GDP主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应当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改革者曾经努力进行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的政治改革，九十年代基本市场制度的大规模建设。但问题在于，改革开放并没有改变近代以来的GDP主义，而是仍然把经济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把制度建设放在次要甚至可有可无的位置。在这样一种改革思维构架内，各方把GDP主义推向了一个极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些年来的GDP主义是近代以来最制度化的，因为它已经成为各级党政官员评价指标的核心标准，这在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也为了应付制度压力，各地方之间、官员之间纷纷竞争GDP，为增长而增长。为了追求GDP，什么方法都可使用。这不仅导致GDP中包含着很多虚假成分，更为严重的是，各级官员为了GDP而不惜牺牲和破坏已有的社会制度。不难发现，从九十年代末期以来，每一波高速GDP增长都以破坏社会基础为代价的。医疗卫生、教育、房地产等社会领域，都已成为中国的暴富领域，成为GDP增长的来源。有关部门对破坏社会而得来的GDP的有害性也是有认识的，近年不断有政策出台来限制单纯的GDP追求，但是GDP的核心地位并没有丝毫改变。构建现代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应属当前中国最重要的制度建设议题之一，为此，社会政策的改革也在进行，但没有一项社会政策改革的力度能够与追求GDP的巨大动力相比拟。尤其是当制度建设与GDP主义的政策目标激烈冲突的情况下，制度建设常常是被无情地撂在一边，甚至成为GDP主义泛滥的区域，例如停滞不前的公共住房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进程迟缓的社会制度的建设，远远弥补不了GDP主义对现存制度和社会的破坏。制度建设在GDP主义面前败下阵来，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也是阻碍中国成为真正大国的根源。
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制度建设更为重要。这是近代中国史的经验教训，但很难说人们已经学到了这个教训。世界历史也表明，一个国家是否崛起的标志是制度建设，而非单纯的GDP。如果光说GDP，中国在1820年代是世界上GDP最大的国家。但很可惜，二十年之后，中国就被英国打败。就GDP来说，英国只占世界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当时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七国的GDP，还不到世界总体GDP的百分之十。英国的崛起是其内部制度的崛起，内部制度延伸到国际社会，造就了大英帝国。所以说，不是英国的GDP，而是英国的制度打败了清帝国。
中日战争也有完全一样的教训。日本的强大在于明治维新所产生的新型国家制度，而非GDP。1895年，清朝败于日本，李鸿章到日本求和。日本将军伊藤博文就问李鸿章：“十年前，我和你谈论改革的事，为什么直到现在，你一件事情也没有做成？”李鸿章回答道：“我国的事务深为传统所限制。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力不从心，没有力量去达到我的目标。我为此深感羞愧。”今天的中国不乏改革者，但大凡改革者都有李鸿章当年的感觉：改革是必需的，但改革实在太难了。不过必须识到，如果一味屈从于改革的困难，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那么单纯GDP不但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还会最终走向自我击败。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还是要预防历史悲剧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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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



依法行政与维护中央权威
近来，中国高层“维护中央权威的呼声”又起。原因很简单，新人新政。第四代领导层形成以来，很多重大的事情要求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整顿经济秩序、遏制过热的经济需要中央权威；深化吏治改革、推进反腐败运动需要中央权威；就连解决香港的民主化争论问题也需要中央权威。
每当高层呼吁要维护中央权威的时候，也就是中央感觉到权威不够的时候，或者是中央需要比平常更多的权威去办一些大事情的时候。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济改革步履维艰的时候，邓小平就呼吁要维护中央权威。九十年代初，东欧苏联共产主义解体之际，中央权威更显出重要性，重新集权就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的一大主题。十四大之后，中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十五大之后提出“三个代表”，强调共产党本身的转型，这些都需要中央权威。为了强化中央权威，十五大提出了法治的概念，之后又发动了“三讲”等运动。
中央权威不足有特殊原因
可见，高层一直没有停止过维护中央权威的努力。最近呼声再起，表明在这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也就是中央的权威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维护和巩固。为什么这样？任何国家，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权威政治，没有一个中央政府会觉得权威是够用的。缺少权威，尤其是缺少有效的权威是世界各国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在中国，中央政府缺少威有其特殊原因，那就是中央政府执政方式没有得到有效的转型。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权威有不同的基础、不同的载体和不同的行使方式。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转型了，政治权威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必须与时俱进，跟着转型，否则自然出现权威不足，甚至权威危机，在中国也不例外。没有必要回溯到久远的过去，看看1949年以后的历史就可以看到权威转型的重要性了。
毛泽东是第一代领导人的核心。这一代人的政治权威基础是他们长期的革命经历。正是凭借他们长期的革命经历，他们在体制内具有很高的威望。尽管革命胜利后，他们应当把权威的基础从革命经历转型到制度，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相反，在他之下，权威的载体就是他个人。尽管有些制度建设，但制度只不过是他们行使个人权威的工具罢了。在更多的场合，毛泽东是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来行使其至高无上的权威的。
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他意识到建立在革命和个人之上的权威的弊害，想在这方面进行全面的转型，但显然没有成功。当制度权威不够用的时候，邓小平经常回过头去从其革命经历和个人魅力上寻找权威。所以，在整个邓小平时代，革命和个人的权威依然远比制度的权威重要。无论是政治方面的高层权力继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经济政策的推行，都是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的。从执政本质上看，这和毛泽东时代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到了第三代领导人那里，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人特点仍然具有重要性，但不可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相比拟。这种情况迫切要求中央权威的基础从革命经历转型到制度，权威载体从个人转移到制度，执政方式从运动转型到法治。
第三代领导人是意识到这一点的。因此，才在十五大上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的政治改革构想。但是，从“法治”目标的提出到“法治”成为一种持之以恒的政治实践，是个艰难的过程。在很多年里，“法治”实际上还是停留在口号的阶段。中央权威的加强还是依赖于一些效果并不好的政治运动，如“三讲”。在这个时期，中央政府所推行的反腐败、构改革等，也大都是通过政治运动方式来进行的。
从制度和法治入手确立权威
第四代领导人在从事中央权威转型方面已经表现出一种新的气象，那就是踏踏实实地从制度和法治着手进行。依法行政、依法治军、依法治党等俨然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更值得肯定的是，依法行使权威不再仅仅是一种口号和目标，而是成为一种实践。这尤其表现在依法行政上。
在反腐败方面，最近几年并没有出现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新领导层动用的是制度性机制，如审计制度、检察制度、监察制度等。从目前的进度来看，这些制度方法较之政治运动更为有效，不仅查出了腐败的案例，而且也查出了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从而可以从制度层面来进行改革。
在控制经济过热方面也有同样的倾向性。过去经常发生的大规模的地方人事调整并没有发生。中央政府利用的是“土地权”这一制度机制。“土地权”本来就属于中央政府，但在改革年代流落分散到各级地方政府，从而滋生了种种恶果。这次中央政府利用“土地权”制度，不仅有效地控制了经济过热，也强化了中央的权威。
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强大而有效的中央权威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确立和维护中央权威并不容易，制度建设和法治从目标的提出到政治实践，到成为一种官方文化，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正是在这点上，讨论中央政府执政方式的转型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尤其显得有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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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重建
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就大陆中央地方关系向何处去的问题讨论甚为激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学术界曾经就这个问题出现过很大的争论，现在类似的争论又开始了。尽管因为种种限制，这样那样的讨论在大陆还不能完全放开，但讨论的再起既表明中央地方之间已经浮现种种矛盾，更说明中央所面临的解决这些矛盾的紧迫性。
如何重建中央地方关系？简单地说，有三种主张。第一就是“联邦中国”或者宪政中国，这也是较为流行的一种。这种主张不仅考量到大陆内部的中央地方关系，而且也考量到了港澳、台湾、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这种看法主要流行于海外学者。内地因为政治因素，对此讨论不深刻，但也不时地出现在少量学者的讨论中。不过，认同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第二就是“县政中国”。这是最近由吴国光提出的，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回响。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地方政权中心应当是县，而不是省。第三种主张主要围绕着省来做文章，有分省、缩省、虚省和废省等分支。这些讨论主要流行于大陆的学术界及其政策研究圈子。历史上，类似的省制改革讨论曾经风行于民国时代。当时的国民政府还专门规划如何落实省制改革，但因为抗日战争等因素而终止。
两次激进分权冲击中央地方关系
在宪法的层面，中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制国家。但法律上的规定往往是名不副实的，中国各省的权力较之任何联邦制下的州都要大得多。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名义上的单一制中央地方关系已经受到两波大境的冲击。第一波冲击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激进分权改革。当时在改革派领袖的主导下，中央政府大规模地把方方面面的经济权力甚至是一些方面的政治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意在越过计划经济的阻力，给地方政府创造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这一波分权非常有效，基本上摧毁了原来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但随着地方权力的增加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激进分权也造就了地方保护主义，给中央地方关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第一波分权所产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央地方关系又受到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所带来的第二波更大的冲击。这一波的冲击不仅来自于更为激进的内部分权，而且来自于同样激进的外部全球化浪潮。分权加全球化对中央地方关系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分权本来就威胁着中央权力，全球化更进一步弱化了中央政府作为主权国家的代表权力。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尽管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意在强化自身权力的改革，主要包括19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和1998年开始的中央银行制度改革，但总体上分权和全球化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中央政府现在单单靠任命省委书记、省长等主要地方领导人来掌控地方，表面上能够控制地方，实际上地方领导人的任免越来越受地方利益的影响。原因很简单，地方领导人可以任意调动，而地方利益则是永恒的。因为中央高层领导的代际变化，看似平静的中央地方关系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也是中国各种有关缩省、虚省、分省和废省争论出现的背景。
比较现实可行的改革措施
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任何改革的计划必须既符合时代的潮流，又具有可行性或可操作性。对省如何废、缩、虚、分？这些都只是理想，没有任何可能性。现在的中央政府已经受太多的地方制约，要对省制下手，谈何容易？从地理分省角度来说也没有任何可能性。“县中国”的设想也很好，因为县政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一个基本事实是，现在中国的县已经不再是传统上的县的概念。传统的县的概念是和农业社会这一特点结合在一起的，而今天的县正在快速消失，被都市化的产物即市所取代。就是说，“县政中国”并不符合工业化和都市化的长远大趋势。至于“联邦中国”或者宪政中国，这个理想从近代开始也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并没有可以实现的迹象。如果没有实际上的政治力量作为主柱，任何宪法条文上的变化都不会带来实际层面的变化。
比较现实可行的改革就是扩大直辖市的数目。从以往的经验看，扩大直辖市的政治阻力很小，但同样可以实现省制改革的目标。扩大直辖市数量可以间接地起到缩省、分省和虚省的目的。如果现在的每一个省都可以产生两到三个直辖市，省的权力自然大大减小。因为直辖市是经济中心，省的经济权力自然向直辖市倾斜。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直辖市以目前的中心城市为基础，符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趋势。尽管农业人口还占目前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城市化已经构成一个大趋势。地方管治的中心实际上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已经逐渐从乡村转到了城市。
从政治上看，直辖市为中央所辖，数量的增多并不妨碍中央的控制力。直辖市的增多非常有利于民主化的进程。从很大程度上说，民主是城市化的产物。无论从城市自治还是选举制度的发展来说，都是这样。在民主化之后，中央政府是否可以继续控制直辖市，取决于各直辖市在中央政府的代表权问题。
中央地方关系改革的基本目标无非有四：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主政治。前三项一直是政治议程之要项，后一项则是将来的议程，但这并不表示后一项不重要。中央地方关系的任何改革必须把这一项考量在内，否则，任何改革恐怕都消解不了民主化的巨大冲击。综合考量而言，直辖市的改革可能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一个可行的起点。
 
原刊于《信报》2005年9月6日



是谁“瓜分”了中国的中央权力
中央政府的权力有多大？这取决于是从理论层面来看还是从经验层面来看。从理论层面上，至少在外界看来，中国还是一个权威主义国家，中央高度集权。的确，看看中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力涵盖各个方面，从政治控制、官员任命、立法到经济社会的管理，中央政府的权力几乎无处不在，无所不包。但如果从经验层面来看，就很难认定中国还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了。简单地说，中央政府只拥有名义上的决策权，而无政策执行能力。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不知出台了多少法律、法规和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经过层层过滤，中央权威就所剩无几了，到了地方和基层甚至可以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中央权力要么流失，要么日益被瓜分。中央权力理论层面和经验层面脱节的情况如果再继续下去，中国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的权力结构，即有一个貌似强大的中央政府，但社会则流于无政府状态，如苏哈托强人政治以后的印度尼西亚和一些非洲国家。
中央部委成决策部门
中央的权力是如何被消耗和瓜分的？在众多分享和瓜分中央权力的角色中，最主要的有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和今天人们所指称的“特殊利益集团”。
中央各部委，也就是学界所说的“官僚体制”或者功能部门，应当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中央决策，各部门严格执行，并且这些官僚部应当说是政治中立的，它们必须讲求政策执行的效率。日常人们所说的政府效率指的是官僚部门政策执行效率。但是在当今的中国，中央各部委实际上成了中央政策的决策部门。因为中央决策机制的不健全，在很多场合，实际上部委决策，中央背书。部门利益主导了部委的决策，部门利益取代了政府的总体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更进一步的是，一些中央部委已经成了一些特殊利益的所有者，或者拥有者，或者后台老板，或者代理人。这些特殊利益有些是国内的，而有些还是属于国外的。
地方政府在瓜分中央权力过程中也不遗余力。计划经济的解体和大规模的分权导致了地方经济力量的崛起。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管治地方社会方面负有比中央政府更大的责任，在这些方面，地方政府也一直享受着很大的自治权。但是因为中央地方关系缺失制度机制，很多地方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独立王国”。在涉及国家整体利益的领域，中央也只出政策，而执行则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对己有利的，地方政府就过度执行；而对己不利的，就想方设法加以抵制。
无论是对部委还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实际上是控制着人事任命权的。“党管干部”的原则使得中央政府可以任免部委和地方的主要领导人，陈良宇案就表明了这样一种中央权力。但如果把免除陈良宇那样的地方大员的能力看成是中央权力的强势，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事件的连续发生只能表明中央权力处于一种弱势状态。中央政府所能任免的地方大员来来去去，而地方利益则是永恒的。中央任命的地方大员只相当于一个大学里的访问学者，而地方利益就如这个大学里的终身教授。针对陈良宇案以及早些时候的福建远华案，中央政府都派了一百多人的纪检队伍进驻地方，不计成本，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如果每处理一个地方大员都要这样做，那么这种管治是不可持续的。
特殊利益集团最难对付
特殊利益集团较之地方政府更难对付，这是因为特殊利益集团往往结合了政府和社会的利益。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团对峙的案例中，往往是中央权力节节败退，特殊利益占据优势地位。最为典型的案例当属房地产开发。为什么房地产商能够赢得优势？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有各级地方政府的保护。当然，地方政府提供保护是因为他们（尤其是地方领导人的亲朋好友）和商家之间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今天，特殊利益集团似乎是势不可当。不仅有根深蒂固的特殊利益集团，更为重要的是，每当有新的改革动议，改革还未实施，就有新的利益集团产生。他们不仅影响政策的制定，更影响政策的执行，使得中央政策的各个环节倾向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例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本来是中央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政策，但在很多地方，很快就演变成为既得利益掠夺农民的一次新机会。
无论是部委利益、地方利益还是特殊利益集团，可以谴责，但不可根除。只要有人，就有人的利益；只要有机构，就有机构的利益。并且利益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利益既可以导向公共利益（public goods），也可以演变成公害（public bads）。决定利益取向的则是制度设计。
中央权力正被日渐瓜分，但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变革，这种趋势很难得到纠正。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社会经济的大转型，很多利益就是这种大转型的产物。但就中央本身的权力体制来说，尽管也有些变化，总体说来还是过分依赖于传统体制。要通过完善和改进传统体制的方法来应对新形势已经远远不够，制度创新势在必行。
中央政府和自己的各部委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各级政府和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从制度上来加以规范和运作的。这些制度能否建立起来，制度能否有效运作，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现代国家的标志。在很多方面，中国显然还不具备现代国家制度。度供应不足是导致中央权力流失、被瓜分的主要因素。因此，如何设和提供有效充分的制度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或者说，中国政改革的首要任务当是建设现代国家制度。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11月21日



中央集权要有制度创新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要求中央集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新呼声的核心是要加强中央政府的垂直管理权力（条条）和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块块）。这并不难理解。一方面，这些年来，各地在金融、税收、工商、质量监督、审计、环保、土地、安全等方面所产生的问题都和地方政府执行不力或者腐败有关；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近年来尽管也多有新政策出台，但一到地方层面，政策执行就成大问题，地方政府要么不执行，要么就曲解中央政策。地方政府问题多，而中央政府又缺失政策执行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焦点自然放在了中央政府自身的权力上。
中央地方关系中的这种现象并非新鲜。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情况，甚至在建国以后这种现象也一直没有中断过。一旦有问题，就要中央干预，但干预过多了，发展就缺乏动力，于是又再去强调地方政府的作用。这就是人们熟知的集权和分权间的恶性循环。
地方无权便缺乏动力
现在，加强中央垂直权力的呼声再起。但人们无需多作论证，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就知道中央地方关系之间的问题并非通过强化中央的垂直权力就能解决的。地方一旦发生问题，就要求中央来解决，这里牵涉一个效率问题。中央干预地方问题越多，其干预的效率就越低下，这在政治领域是个普遍的规则，中外并无差别。所以在干预之前，就必须提出一个“什么应当干预，什么不应当干预”的问题。中央政府并非能。和任何政治组织一样，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能力也是有限的。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具体情况。各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差异很大。巨大的地方差异是制约中央权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任何现代国家的中央政府的权力都是建立在统一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之上的，但中国巨大的地方差异使得法律和政策的统一性成为问题。当然，这里的统一性并非是法律条文上的统一性，而是法律执行的统一性问题，也就是人们一直所说的什么事情都不能“一刀切”的问题。
再者，即使中央政府各方面的集权成功了，整个体系的可持续运作和发展也会成为问题。例如，前苏联是典型的各方面都进行中央垂直管理控制的国家，但并没有成功。高度的垂直管理控制权力使得前苏联成为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官僚国家，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更不用说是社会了。没有地方和社会的权力，体系的运作和可持续发展就缺乏动力，最后导致失败。中国能够走出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块块”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而邓小平的分权改革又进一步为地方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动力。强化中央的垂直管理和控制权力的呼声有其合理的一面，这是对建立现代规制型国家（regulatory state）的要求。但目前所讨论的几乎是全方位的中央垂直管理和控制权力，并没有现实的操作性。即使花大力气做了，也会回到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集权方式。要走出以往的集权和分权之间的恶性循环，必须考量如何重建一种新型的中央地方系模式。
从理论上说，在中国单一制的政治体系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或者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所有权力归于中央，地方权力是中央和上级政府赋予的，地方是执行机构，只具有操作层面的权力。但很显然，这并不是事实。中国地方政府所享受的权力，要比所有联邦制国家里的州和地方政府大得多。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各自所拥有的权力是名实不副的。
必须赋权于社会
笔者一直认为，中国要建立一个现代规制型国家，就必须走一条有选择性集权的道路。这意味着在集权的同时还要进行分权。在那些涉及全国性意义的领域，中央政府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权力集中起来，并通过垂直系统行使这些权力；但在有关地方事务的领域，应当视地方政府为一级政府，让地方政府拥有包括地方司法、立法和行政在内的所有权力。在管理地方事务上，地方政府不可或缺。没有足够的名实相副的权力，地方政府就很难履行其应当承担的政府责任。
规制型国家的建设，一个更为重要的课题是政府向社会的分权。无论是中央本身的垂直体系还是地方政府，如果没有社会权力的制约，权力就会无限扩张。要建立规制型国家，就要把很多权力让与社会，或者说还权于民，还政于民。中央地方关系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趋势大多是只有利于地方。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事务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地方管治过程中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同时，中央政府尽管有集权的需要，但实际上是越来越依赖于地方政府。
社会力量的缺位是中央地方博弈过程中中央被弱化的一个重要根源。尽管从理论上说，社会有权力参与政治过程，但社会参与政治的制度性机制并不健全。实际上，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利益博弈的阶段，参与政治已经是一种客观的要求。而在没有正常有效的管道的情况下，强势社会力量就努力通过非正式的管道来参与。在各级地方层面，这种非正式的参与往往导致“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企业界和地方政府的结合司空见惯。面对有政府参与的“特殊利益集团”，中央政府往往无能为力。
因此，中央权力的弱化和地方的坐大往往和社会的大多数缺少权力有关。社会不能参与自身的管理，地方政府自然就有很大的权力空间；社会没有权力，地方政府就会滥用权力。要节制地方政府的权力，制地方政府参与的特殊利益集团，就必须赋权社会。另一方面，中央力的基础并非是其所属的垂直权力机构，而是社会整体。垂直官僚机构只是政策执行的工具，而不是权力的基础。政权的真正基础是社会。只有当中央权力基于整体社会之上时，中央政府才会拥有管治地方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力和能力。如何把社会转型成真正的中央权力基础，改变中央权力和社会力量脱节的现象，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改革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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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策执行力为什么被弱化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政策执行力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无论是经济改革、机构改革还是社会改革都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尽管中国高层面对无穷的社会经济问题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和政策，但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老问题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出现，没有能力来解决新老问题，只好一直往后推，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解决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势必酿成重大的改革危机。
从理论上说，一党执政体制或者行政主导的体制的最优越之处，就是其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马克思和列宁当初反对西方民主的三权分立，提倡议行合一，出发点就是要强化政府的行政能力。在西方，各国为了避免专制的出现，实行三权分立，而宁可牺牲政府的行政执行力。
体制内部出现大问题
中国承继列宁主义传统，实行一党执政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很难说外部社会力量有制度化的机制来制约执政党的内部运作。那么，为什么在没有任何有效的外部制约的情况下，中国的政策执行力仍如此低下呢？这只能说明体制内部本身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巨大的权力内消耗。
提高行政效率一直是中国机构改革甚至政治改革的最主要的目标。很多人拒绝民主改革，其中一个担忧就是民主会损害行政效率。国的改革重点一直放在机构改革，或者说是国务院系统或政府系统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大社会、小政府”。经过赵紫阳、李鹏、朱镕基和温家宝历届政府的努力，政府机构改革的空间已经不多，很难再在这方面做文章。较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国的行政系统规模已经比较小了。实际上，中国面临着很大的政府行政部门扩张的压力。第一，政府部门还没有能够从经济领域退出来。第二，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已是必然，大部分公共服务需要政府来提供。和其他国家一样，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扩张的主要一个根源。第三，近年来所追求的建立规制型政府需要的政治改革，不是国务院系统所能决定和实施的。大部制改革已经有了一个形式，但还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总之，这么多年来，中国的机构改革改来改去，改革的只是行政执行部门，也就是一般称为“干活的人”的领域。经过了那么多次的机构调整和改革，从广义上来说，中国的政府还是很大，甚至变得更大了。实际的情况是，当官的人越来越多，而干活的人越来越少。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当官的人”经常去折腾“干活的人”的现状。这其中所造成的内耗是超出人们的想象的。
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六套班子，上下一般粗。这些机构的并存使得政府又粗又大，并且经常互相制约，其中党政之间的制约尤其严重。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制约往往比西方的有制度性规定的制约大得多、厉害得多。可惜的是，尽管制约很多，却并不能阻止党政官员和机构的权力滥用。因此，尽管反腐败的机构不断增多，并且年年都有反腐败的运动，但腐败照样盛行。
需设计有效的政治改革
如何减少或者遏制腐败？因为不能实行类似西方的外部分权和制约，只好从内部找方法。这些年很多人都在提倡政府执行部门的内部分权，就是行政权力内部的三权分立。这个思路似乎已经得到大多数人认同，并将在一些地方试点。可惜的是，如果不能解决好行政系统和他系统的关系，这个思路一旦成为现实，无疑会导致行政执行力的进步衰落，有可能促使政府处于残废状态。不管有多么好的改革设想，行政改革本身已经面临困境：没有促改革深入的动力；但即使可以改革，光依靠行政改革实际上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搞不好，反而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就需要设计有效的政治改革。什么是政治改革？这里的共识似乎更少。一谈到政治改革，很多人就会想到民主，想到选举，想到多党制。这些可以谈，但似乎远离中国的现实。除成功的西方民主外，选举民主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较之选举民主，中国更需要广义上的政治机构改革，包括党政六套班子在内的机构理性化和合理化。制度机构是国家的基本制度，基本制度没有建立好之前，选举民主必然导致乱象。
广义的政治改革就要求超越行政系统改革。这方面，改革有很多空间，比如说六套班子问题。中国的宪法规定的是四级政府：中央、（直辖市）、县（市）和乡（镇）。如果宪法规定的各级政府需要六套班子，那么宪法没有规定的政府层级就并不见得需要。实际上，这六套班子如果说在中央和省两级是必要的，那么在县乡两级，除了解决官员职位问题，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深圳市开始是党政两套班子，运作良好，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又要发展成为六套班子。
关键是要解决党政关系问题
除了六套班子要做机构调整之外，政策执行力更需要解决党政关系问题，这是关键。这两者的关系处理不好会影响整个政权系统的运作，而同时矛盾也大多出于这两者。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时期曾经讨论过党政分开还是党政分工的问题。实践证明，党政分开不可能，分工则有可能。党政分工在中央层面做得最好，到了地方，党政矛盾越来越严重。党政关系从中央到地方一定要一刀切吗？其实不然。越到基层就越应该实行党政合一的制度。例如，在村一级（尽管已经不是基层权），为什么还要搞党支部和选举出来的村民委员会两套班子呢？党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再参加选举就可以了。当然，也要容许其他团体推出来的候选人。在党的干部之间、党的干部和党外人才之间形成竞争是好事。只有面临一定的压力，党才能去任用真正的能人和人才。在乡镇级、县（市）级，党政合一的制度也是可以的。越到下面，处理的事情就越具体，没有多大的政治性，因此也没有必要搞党政分家或者分工，否则，反而制造矛盾。越到高层，党政关系就越好处理。因为国家大，党要把握国家的发展方向，而政府则集中于执行。
省县一级的党政关系也可以通过人大系统而得到合理化和理性化。党可以通过人大执政，就是说产生政府和监督政府。现在大多数省份都是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这已经有了一个可利用的机制了。在各级人大，大多数都是党政干部和党员积极分子，党通过人大足以产生政府和监督政府。如果这样做，中国就会变成类似于其他一些国家的行政主导体制。同时，如果党能够通过人大执政，党本身的机构就可以得到大调整和精简。
取消不必要的假民主
取消不必要的假民主也可以是政治改革的内容。历史是开放的，民主化并不见得就是唯一的发展方向。很多年来，为了给人们一个民主的印象，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做了不少假民主的事。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民主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度的，基本上限于政治官员的产生。很多地方不仅不需要民主，引入民主反而是有害的。例如，司法、军队和学术研究单位等，专业和职业精神而非民主选举应当是占主导地位的，就是说，这些组织应当是用绩效来选拔人才的。中国很多这样的组织引入了民主，大大损害了专业精神的提高。专业、职业精神低下是中国行政效率低下的又一个重要根源。
在政府部门也有假民主的出现。例如，选举副市长过程中，搞不为什么一定要弄一个陪选的。党一边把他弄为候选人，另一边又做工作要人家不要选他。大家都是党自己选拔出来的候选人，为什么不让他们进行一些自由选举呢？如果他不合格，那么就不要提名他。提名他之后，就要给予平等的选举权力。实际上，在很多场合，这个因被做工作而落选的人肯定会记恨一辈子。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不管怎样，这些例子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政策执行能力的低下已经成为中国各方面进步最大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这表明执政党及其政府要担负更大的责任，通过有效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来应对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面对政策执行力的快速衰落，要巩固和强化执行力，已经不是政府部门本身所能做到的事情了。这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从制度技术的层面看，这些改革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从国家制度建设来说，这些技术制度上的改革要比高调而理想的选举和民主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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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与中国的政治改革
笔者曾著文讨论过为什么中国要进行县政改革，并且提出了中国中央地方关系改革的方向当是虚省实县。因为已经论述了县政改革，这里专门讨论中国的省政改革和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关系。
对省政改革的呼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自晚清以降，已经经历了很多波的讨论。不同时代的人就如何改革省政提出过不同的概念和方法。在不同时代，政府也会对省政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在中国漫长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中央和地方关系都是围绕着省政的作用来展开的。尤其是清朝解体之后，更是围绕着国家的统一问题来讨论省制改革。人们所提出的各种方案包括虚省、缩省、废省、兴省等的中心，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及其省在中国政治的作用问题。
今天再次提出省制改革具有更丰富的意义。仍然可以把省制改革放在国家统一和国家建设的内容中来加以讨论。尽管经过近百年的革命，中国已经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统一不会再出现任何问题了。至少从中央地方的关系而言，中国还没有从制度层面完全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中央能够控制省主要是因为执政党所具备的强制力，而非基本制度。一旦当中央被这样那样的因素所弱化，就会很快造成强省、弱中央的局面。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如何弱化诸侯的力量是历朝历代都关注的事情。
但是今天讨论省制改革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却是如何强化中央的权威或者依靠地方政府的权力把改革推向深入。中央地方关系已经成为中国改革中的一个最大的制度性制约。中国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代，中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没有什么大的困难。毛泽东时代对中央方关系作了几次调整。在邓小平时代，省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改革角色。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中央政府都是占主导地位的。分权就是中央政府授权在各省从事改革事业，如八十年代的广东。尽管中央有不同的声音，但中央还是能够保护地方的改革的。另一方面，一旦中央权威被弱化，中央领导层还是能够把权力收回来，这尤其表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选择性经济集权上。
中央和地方“互为否决”
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和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进入了一个“互为否决”的状况。中央的政策，地方可以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力，这取决于一个特定的政策对地方有无利益；另一方面，地方要对一些改革进行创新，但往往得不到中央的有力支持，很多时候因为中央官僚层面的多种不同意见而否决地方的改革动议。也应当看到，很多年里，在很多政策领域呈现出集权的趋势。一旦地方有问题，权力就往上收。不过，集权并不意味着中央官僚机构能够推动和深化改革。财权集中在中央官僚机构，但并没有把责任也相应地集中起来，这就造成了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深刻矛盾。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这样的改革就很难推行下去。无论是中央官僚机构的动议还是地方的动议，所有的改革动力都在两者的恶性互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何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是进一步集权还是重新分权？中央官僚机构对进一步集权有很大的动力，但从这些年的经验看，集权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会加深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地方差异巨大，中央政府无论怎样强大和具有权威，其一刀切的政策大多会失败。有效的集权必须是有选择性的，就是选择一些对国家统一和社会整合至为关键的领域进行集权。因为集权在少量领域，中央政府就可能有能力不计代价地把这些领域的权力巩固好，并把政策执行下去。
这也表明中央政府最终还是需要把大量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
从以往的经验看，这里又出现一个困局，那就是，如果省政府获取了大量的权力，那么诸侯政治、地方主义会变得不可避免，地方的崛起将会是对中央权威的一大威胁。这就是八十年代人们所说的“一集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集”的集权—分权怪圈。尽管这个怪圈很长时间不谈了，但是现在实际的情况要比八十年代严重得多。
虚省是重要的分权方法
如果大规模的分权变得不可避免，那么就要考虑如何分权。这种分权必须在扩展地方权力的同时有利于中央权威的提升，也就是分权必须是中央和地方互强的双赢游戏。多给县政权力是其中一个方法，提倡虚省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分权方法。
有关省制改革，从前很多讨论或者政策建议为什么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设想或者计划过于理想化，没有政治的现实性。任何组织成立容易，要取消就非常困难。任何组织一旦产生就很快会演变成既得利益，就会用各种方法来抵制改革。
例如，作为中国最基层的乡镇政权，大多在财政上已经处于破产状态，这些年来一些省份的撤乡并镇实践也表明，取消乡镇一级政权不会对基层治理产生很大的影响。但真的要撤掉这一级，也非常困难，无论是基层还是高层官僚机构都会成为阻力。取消乡镇一级政府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要对权力巨大的省一级政府进行激进改革了。这里更多的不是因为机构设置的合理性，而是人们对自己利益的本能的保护。所有的改革最终都要涉及人，是对人的改革，而人必然会抵制对自己不利的改革，这最自然不过了。
在有关省制改革的各种设想中，虚省最具现实性。中国的省份已经过大，扩省和兴省行不通，因为这样做只会导致中央权力的进一步弱化，最终导致国家的分裂。分省、缩省非常困难。因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现存省份的形成有其合理的方面。无论是分省还是缩省，都会遇想不到的阻力，即使可以做成，也不见得很科学。省制的改革在考量国家的统一和长治久安问题的同时，必须符合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多设直辖市现实可行
虚省不是要把省废掉或者缩小，而是要转变省的功能。如何做？多设直辖市就会是个现实可行的方法。例如，如果广东的广州、东莞和深圳都成为直辖市，那么广东的地方主义就很难成大气候。中国目前的所有计划单列市都可以成为直辖市。理想地说，中国可以成立60至70个直辖市单位。根据以往的经验，设直辖市没有多大的政治阻力，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容易把省政府官员转变成为直辖市的官员。和县政府一样，直辖市政府也和中央政府建立直接的联系。如果说县（市）政府主要的治理重点在农村，那么直辖市的重点应当在城市和城市化。
那么，省政如何改革呢？诸多直辖市设立之后，自然可以虚省。但虚省并不是说不要省，而是转变省级政权的功能。省级政府可以成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在中国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省本来就是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后来为了广袤国土治理的需要，才转变成为地方政权的。但要意识到，那是农业社会的治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市政变得重要起来。如果省变成中央政权的一部分，那么就意味着省级财政直接由中央政府负责。省变成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省和省内的政府，无论是直辖市还是县（市），可以实行地方联邦制的制度，就是说省代表中央政府负责一些涉及全省的事宜，而直辖市和县（市）负责区域内的地方事务，省和其他政府形成有效的分工。这实际上有点类似联邦制的运作。省代表中央权力管理地方，而通过中央权力和直辖市、县（市）的直接关联，可以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有人会说，这样做会影响行政效率，现在是一对三十几（中央政对三十几个省级单位），省制改变后就会变成一对六七十了（中央政对六七十个直辖市单位）。从现代信息社会的观点看，随着数量的增多，中央管理直辖市的效率不见得会受多大影响。再说，行政也不仅仅是个效率的问题，而是国家政治长治久安的问题。现在的三十几个省级单位，每个都具有很大的能量和中央较量，但六七十个直辖市就很难单独和中央较量。城市可以自治，但城市不会独立。这就是说，这样做必然会巩固中央的权力，因为中央不会面临来自地方的具有实质性的挑战。
如果省成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乡镇变成县（市）的派出机构（如果乡镇不能被取消的话），那么中国的行政层级必然大大减少，行政效率会大大提高。同时，这样做也能够为未来以民主化为主体的政治改革打下一个行政结构基础。中国的省都较大，一旦民主化，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从世界各国民主化的经验来看，不能排除在规模很大的省或者其他地方政权，一些出于私利的政治人物利用民主化来追求地方主义，甚至闹独立。直辖市、县和市都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单元，它们都没有任何独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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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继去年西藏骚乱之后，新疆乌鲁木齐又发生了骚乱。尽管这些骚乱都有很复杂的海外背景，但不管怎样，这些都表明了中国的民族矛盾的凸现。在西藏骚乱和新疆骚乱之后，有关方面都纷纷指向海外“藏独”和“疆独”力量。这并没有错。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内部所发生的越来越多的重大事情都可以和主权国家之外的因素相关联。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更是如此，多年来，因为海外“藏独”和“疆独”力量的兴起，加上西方一些视中国为敌人的政治力量的配合，这两个问题已经被大大国际化了。海外因素已经大大超出中国政府可控的范围，不管政府做怎样的努力，也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
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表明中国政府可以对国内民族问题无动于衷。事实上，不管海外的因素有多么重要，最主要的因素还在内部。现在民族冲突发生了，就要反思内部的民族政策。要达到民族和谐，就要从反思建国以来所确立的民族政策做起。
民族自治制度的由来
建国后，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列宁和斯大林版本的，尤其是斯大林版本。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实际上包含着很多自由主义的因素。西方自由主义典型的民族政策就是“一族一国”（one nation，one state），这种理想最终表达在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提倡的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原则上。列宁所提倡的民族自决和自由主义具有很大相关性。斯大林后来对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作了更为具体的表述，并何谓民族作了规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代完全接受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泽东等领导人在革命的早期就非常信仰“民族自决论”，认为各个民族可以独立。在和国民党的斗争过程中，毛泽东更多强调的是阶级冲突，认为民族冲突的本质是阶级冲突。他因此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受国民党政权的压迫，两者可以联合起来与国民党政权进行斗争。这既是毛泽东的认识，也逐渐成为非常有效的政治策略。随后，共产党不断调整政策。解放以后，不再提“民族自决”的概念，而代之以“民族自治”制度，从理想转向现实。另一方面，为了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政府机械地根据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进行大规模的民族鉴别运动，很多民族的人口尽管非常之少，但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认同。在西方，民族更多的是同宗教和种族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中国，很多只是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表现出差异的社会群体也变成了民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五十六个民族。
经验表明，即使是民族自治制度，也仍然过于理想。过于理想的民族政策不仅不利于国家的整合和民族的融合，反而经常会演变成民族分离的制度基础。更严重的是，过于理想的政策也没有能力在实践层面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民族自治原则给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关系和民族的治理设置了组织和结构上的困难。民族自治有名无实。道理很简单，如果完全实现自治，就和自决并没有多大的差别，而自决又可以和独立等同起来。在完全的自治、自决和独立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即使在理论上可以理出一些界线，操作起来也会很困难。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都没有具有实质性的民族自治。理论上的民族自治依靠的是基于国家暴力机器之上的政治统治。有些时候，为了消化民族矛盾，还进行不同形式的民族同化政策。所谓民族同化，就是少数民族向主要民族靠近。从世界历史来看，很多国家的政府（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的）都曾经尝试过民族同化政策，但迄为止并没有成功的例子；相反，民族同化经常导致民族冲突。
民族自治今日面临更大挑战
到今天，民族自治面临更大的挑战。严格意义上的民族自治在传统非流动社会比较现实。当代的很多因素，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全球化和区域化，都促使各民族处于一种高度流动状态。没有人可以阻止少数族群的人流动到汉族地区，同样也很难阻止汉族人口流动到少数民族地区。西方对中国的一个很大指责就是大量汉族人口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没有看清这种流动并非政治力所推动，而是上述各种因素自然推动的结果。这些因素本来可以成为促进民族融合的因素，但自治制度却阻碍着民族的融合。（应当指出的是，如果不容许各民族之间自由流动，很可能会演变成民族隔离制度。）
在民族自治制度下，政治控制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为了政治控制的合法性，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大力扶持少数民族。这一政策非常重要，很多经验研究表明，在民族问题上，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民族稳定至关重要。人太穷了，就容易激进，甚至体现出暴力的特点。无论在什么国家，穷人都很容易被动员起来，如果加上宗教信仰因素，更会走向极端，甚至恐怖主义。中东一些国家的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动员者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但被动员起来搞暴力、牺牲自己的则是穷人。
但同时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就会走向民族和谐。也有大量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往往导致民族矛盾的激化。随着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也会随着提高和强化。此外，经济发展的好处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布是不一样的，在同一个民族的不同社会群体中也是不一样的。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民族之间的和民族内部的收入分化是民族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说，这里其实有“阶级矛盾”的成分，只不过当阶级矛盾遇上了民族和宗教时，表达方式更为激烈甚至暴力罢了。不要忘记了，当代中国会本身就处于群体性事件高发期。
优惠政策引发更多矛盾
除经济因素之外，中央政府还通过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安抚少数民族，如计划生育、教育、政府工程，甚至法律等方面。但这些政策并没有导致非常积极的效果，有时反而增加了当地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很多问题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同样对中央的政策感到不满。可以把这些优惠政策解读成为中央政府给少数民族的“好处”，但控制分配这些“好处”的往往不是少数民族本身。这里既滋生了分配者的腐败，也催生了少数族群的不公平感。
因为民族问题的重要性至高无上，中国的决策机制高度集权。这有积极的一面，较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决策经常表现为更加理性。但也有负面的效应，就是不仅在少数民族地区，而且也在少数民族人口比较多的汉族地区，地方政府往往缺少足够的信息和专业水准来处理民族问题。因为民族问题很少出现在他们的管辖领域，地方政府没有动力。他们更多的只是执行，而非决策。也是因为这个因素，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视“民族问题”为大敌，不敢自己做主。甚至在执法方面，都会特殊“优待”少数民族。如果一个汉族成员和少数民族成员做了同样一件非法的事情，地方执法部门往往会惩罚汉族成员，而不敢去处理少数民族成员。这经常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不容易催生民族的融合，很多汉族成员远避少数民族，视他们为异类。同样，少数民族也视汉族为异类。
民族共和与权力共享
如果说“民族自治”的概念过于理想，反而不利于民族的融合，那么还存在着其他的选择吗？很多人在讨论如何学习各国的经验，这当然重要，但中国更应当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创新。人们可以回到孙中山，他的“五族共和”的概念延伸出“民族共和”的概念和政策。“民族共和”可以解决自治制度下一系列所不能解决的结构性问题。“民族共和”意味着民族平等和权力分享，要比“民族整合”的概念更符合现代性。
民族整合更多地意味着一个较小民族向大民族靠近，或者大民族融合小民族；但在民族共和下，民族融合并不是要把维吾尔族和藏族变成汉族，而是让不同民族的人和平共处。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共和”类似于现代人们所说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义体制，就是说，在同一个体制下，各种文化和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不是让各种文化的载体（民族或者族群成员）居住在特定的空间，而是在同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互动会发展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和谐状态的达成。
民族共和也意味着各民族的权力共享。在很多国家，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无论是共识的达成还是矛盾的解决，都是通过各民族精英之间的协商，即所谓的协商民主。西方的选举民主往往在这样的过程中起着负面的作用。如果政党政治和选举是以民族为单位，那么势必导致民族的政治纷争，甚至国家的解体。
在任何国家，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民族问题一直都是非常棘手的，也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解决和消除民族问题的模式。中国必须结合古今中外的经验，创造性地创建一套新的民族政策和制度。既然民族冲突发生了，就表明必须把建立民族和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长远看，如果不正视问题，只掩盖问题，民族冲突会随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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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方行政改革何去何从
没有政权的扁平化过程，就不可能遏制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和腐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地方政权已经处于治、经济和社会多方面的深层危机之中。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因为社会力量的弱小，地方政府的有效运作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如果不对地方政权加以大力度的改革，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就会出现。一旦地方政府解体（不管何种方式），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首先是一线政府呈现出来的黑社会化倾向。这里有重庆打黑的例子，一抓可以抓出那么多政府官员来；更应当指出的是，黑社会化发生在政府的各个部门，尤其是在司法部门。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或者与黑社会成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成为黑社会的后台，或者本身就是黑社会成员。一些地方，政权本身甚至就类似于黑社会。可以相信，这么庞大的黑社会网络，并非在很短时期内可以形成的，地方政府黑社会化是在制度土壤上逐渐产生出来的。
和黑社会化紧密相关的是地方政府的集体腐败，也就是整个地方领导班子的腐败。这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集体腐败越到地方越严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是中国政府的核心议程。经济发展本身并没有错，要改变落后的局面就必须发展经济，同时经济发展也能改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很简单，一个无所作为的政府很难得到人民的认同。但是各级党政官员往往对经济发展这个主题作错误的理解，盲目相信只要经济发展了，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只要经济发了，人民就会认同政府及其官员。八十年代盛行腐败促进经济发展的点，九十年代之后又有只管发展而不问后果的GDP主义的兴起。
地方官员缺乏士气
从现实情况看，黑社会和腐败对各级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远非经济发展所能弥补。或者说，尽管经济发展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一定的合法性，但黑社会化和腐败则在更加严重和快速地削弱和破坏着政府的合法性。这些年来，地方政府和社会的矛盾高度紧张，一有机会，紧张关系就会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这种紧张关系尤其表现在一线政府，如市、县、县级市和乡等。一线政府必须和社会打交道，它们处于社会群体性抗议事件的最前沿。这里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一线司法系统所面临的困境。在任何国家，司法系统是保障最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什么需要政府？政府就是用来维持社会正义的。而在中国，很多指标表明，司法系统已经成为最为腐败的政府系统。也正因为这样，针对司法系统的社会暴力，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越来越多。
针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暴力不难理解，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和腐败，以及如何控制这些情形？地方政府处于中国政权系统的最前线，也就是说，它们处于政权的最边缘地带。因此，一线政府最重要也是最不重要的。说其重要，是因为它们是和社会最直接的关联点，一旦它们出现问题，整个政权和社会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说其不重要，是因为它们早被边缘化。边缘化的位置使地方党政官员容易产生异常行为。对他们来说，要升官，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注定是“小小芝麻官”；要说荣誉，无从谈起，因为一线政府在中国政治光谱中没有任何重要性。那么，一线官员会选择什么呢？很显然，他们选择了金钱和美女，选择了寻找腐败机会，等等。而要得到这些，他们会不惜采用任何方式，包括黑社会方式。
很多年里，一些地方官员、一些地方政府受到社会最强烈的谴责但从实际情况看，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感觉到“妖魔化”了。很多地方，官员根本就没有“士气”，除了对私利的毫无限制的追求，他们根本不知道“做官”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这种“士气”的腐败对整个政权来说几乎是致命的。
怎么办？应当从制度层面加以解决。无论是黑社会化还是腐败，地方政府行为都是制度的产物，而非党政官员的个人品德等因素决定的。比如，地方党政一把手的腐败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就是没有能够找到有效的制度来制衡一把手。现在预防腐败和反腐败的机构越来越多，反腐败方面的制度建设不能说没有，但地方腐败愈发严重。这表明要反思一些制度建设，并非设置了预防和反腐败的机构，就可以控制腐败等问题了。
政权扁平化保证“皇恩”下达
改造地方政府应当是地方行政改革的主要内容。地方行政改革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多次，但每次都是为了配合中央层面的行政改革：地方行政改革要么是为了精简机构和人员，要么就是搞大部制。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所有这些地方政府的改革，并没有被置于重建中央地方关系的大背景下。结果，地方行政改革忽视了最具中国特色、也最具重要性的一方面，那就是缩短行政层次、减少行政等级性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没有政权的扁平化过程，就不可能遏制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和腐败。
中国传统社会强调“皇恩浩荡”，这看起来很封建，但对中央政（皇权）的合法性非常重要。“皇恩浩荡”表明“皇恩”能够到达社会的各个角落。为此，皇权需要把最基层的县官（县是传统中国基层政权）管起来。但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1949年后，中国建立了最具等级性的行政体制，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很多的行政层级。在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凭借其对中央官僚体制的厌恶和对社会基层的直觉，以非制度的式和县级领导（县委书记）保持关联。但改革开放之后，一切回归正常官僚政治，“皇恩”在往下传递过程中，被各种中间层次政府所截留，到了一线政府，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省和县之间，中国设置了太多级中间层次政府，对这些层面的政府又缺乏研究和改革。它们在不用承担一线政府那样的责任的同时，可以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来攫取各种各样的利益。可以说，它们已经成为中央和一线政府之间政权内部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中国目前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存在的诸种问题的根源，都和它们的存在有关；一线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和这些无需负责的中间层政府有关。
正因为这样，最近几年推出了“省管县”的制度实践。在海南，县、县级市和市，尽管继续属于不同的行政级别，但都由省政府管理。在浙江，省跳过市直接和县处理财政关系。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省管县”制度主要还是着眼于县级经济发展问题，还没有提高到行政改革的高度，就是说，这一制度的意图在于控制问题，而非解决问题。
理想地说，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经验来看，两级半政府就够了，即中央、市县两级，加上县的派出机构乡（半级）。但鉴于各种因素，包括复杂的历史和地域的广袤等，中国可以实行三级半政府，中央、省、县和市三级加上乡半级（作为县的派出机构）。而这里的省级政府，更多的是代表中央。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省就有这个属性，是中央的派出机构（所谓“行省”）。
一些大的市，包括目前的计划单列市，可以升格为直辖市，和省同一行政级别。鉴于中央权力每况愈下的情况，多设直辖市在今后不可避免。在这些大市变成直辖市之后，其他所有市就可以和县（县级市）属于同一行政级别。市管理城市，而县管理农村。而无论是市还是县，都要属于省（或者直辖市）直接管理。
1994年分税制以后，中国大部分乡镇政府在经济和财政上处于破产状态，这个问题也必须面对。在西部人口稀少的地方，乡级政权就没有必要存在。人口少，贫穷，一个五脏俱全的乡镇政府是不可持续的。在东部发达地区，一些乡镇无论从人数和经济规模来说都相当庞大，们就可以继续存在。不过，它们也没有必要五脏俱全，而是作为县级府的派出机构就可以了。地方行政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缩短中央和一线政府的距离，央（或者代表中央的省）直接管理市、县级干部。这样做有很多优势：第一，有利于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第二，有利于行政的扁平化，市和县属于同一行政级别，可减少政权内部的权力“掠夺”；第三，对中央政权来说，有利于收集社会意见或者社会对政府的反馈，对社会来说，有利于对政策执行进行监督；第四，有利于城乡的统筹和整合。现在城乡分割得非常严重，由省政府直接管理县和市，对县、市进行协调，非常有助于整合。
很显然，这样的行政改革不仅仅是行政管理学意义上的，而且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央和一线政府行政距离的缩短，也意味着政府和社会之间距离的缩短。没有社会基础，任何政权都难以生存。而社会基础必须体现在制度设计上。人们一直在强调政权的社会基础问题，但忽视了制度设计。现行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设计，明显地隔离了中央政权和社会的关系，削弱了政权的社会基础，如果不加以改革，中央权力的社会性就难以得到确立。而和地方一线政府行为相关的、越来越甚的社会问题，表明这个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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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改革九四年体制
1994年中国所进行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邓小平“南巡”之后激进分权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失控的情况。改革之后，财力迅速向中央政府集中，而此前中央财政高度依赖于地方。实行分税制后，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很大一部分需要返回地方，但依赖的方向改变了，是地方依赖于中央。尤其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终于首次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的收税机构（国税局）。
向中央集权并不限于财政领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所进行的金融改革，确立了中央银行制度，中央银行独立于地方政府。这是现代国家最必须建立的制度，也是现代国家的象征。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各地方差异很大，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而财政、金融是最主要的协调机制。可以说，财政和金融制度的确立，有效地推进了中国经济层面国家制度的建设。
财政和金融可以说是政府运作的血液。随着财政和金融的集权，各方面的权力逐渐都往上集中。集中有两个情形，即经济集权和政策集权。前者指的是原来由地方政府所有的权力，被中央政府回收，上述税收和金融权力就是典型的例子。后者是指中央政府出台新的政策，而要求地方政府执行。后一方面在近年来表现得非常明显。随着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中央政府所希望提供的公共服务（至少在理论上说）也在迅速增加，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环保等方面。九四年体制的两个最主要的理由，一是强化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二次收入分配能力，即国家有更多的能力来改变区域之间和社会之间的收入差异。
经济集权的确使得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增加。九十年中期以后，中国所取得的高速而平稳的经济发展，同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有很大的关联。但同时也要看到，经济集权在二次分配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当时所设定的目标，即减少社会收入差异、实现基本社会正义，并没有实现。分税制以后，中央财政能力飞速增加，但国家的收入差异也不断加速扩大。可以看一看，九四年体制之后，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多少倍，收入差异又增加了多少倍。财政收入和基尼系数是同时上升的，并且上升得很快。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很难解释这种情形。中国很多学者假设国家的二次分配能够达到社会公平，因此国家能力越强越好。但所谓的“国家能力”和社会公平之间，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正面的关联，而负面关系是显然的。
九四年体制导致“国富民穷”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分权的环境下，地方政府大多实行藏富于民、于地方的做法。但随着九四年分税制的实行，这种策略失去效用。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财政大幅度向中央倾斜，中国在过去很多年里越来越显现出“中央富，地方穷”、“国富民穷”的局面。中央向地方要钱，地方也层层向下级政府要钱，财富很快向中央政府集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制度保障了财富流向中央，很简单，因为各级政府官员是由上一级政府任命的。
“中央富，地方穷”的局面必然导致“国富民穷”。地方政府需要生存，需要发展，因此就要向“民”和社会要钱。先是向农村、农民收费。各地的农村收费土政策，曾经成为农民集体抗议的一个主要原因。农业税取消掉之后，地方政府就转向了农民的土地。现在土地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财政的重中之重。这已经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效应，其中之一就是房地产价格的飞涨。在抬高房地产价格方面，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是一致的。地方政府提高土地价格，而开发商自然把土地成本转嫁给费者。
另外一个向社会要钱的方法，就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资方合作。为了让企业发展地方经济，多交利润给地方，地方拼命向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廉价的工资。压低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劳工工资，在近年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最近所发生的劳工潮，只不过是前面压低劳动者收入的反弹而已。
更为严重的是，集权已经造成了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失衡。很容易观察到一些很特别的现象。一方面，尽管集权，但中央的政策越来越难以执行下去，地方通过各种方式来抵制中央的政策，这尤其表现在“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的领域。另一方面，地方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越来越依赖于中央。布满京城的驻京办，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情况。（现在要撤销驻京办，但可能会不得要领，因为驻京办完全是地方对中央制度性依赖的结果。）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所发生的地方企业“央企化”，或者地方求助于央企的情况更是说明了这种趋势。与央企结盟是地方的理性选择，通过这种途径，地方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利益，即政策利益和经济利益。很显然，和央企结盟，地方很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利益。一些本来通不过的项目，一旦央企卷入，就很容易得到批准。同样，和央企结盟也可得到经济利益，这不仅因为央企本身掌握着大量的资金，而且也因为央企对中央政府具有巨大影响力。通过央企，地方很容易融资。
央企化将带来严重恶果
央企化如果得不到纠正，从长远看，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恶果。随着中国向规制型国家转型，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要受国家的规制。而央企化必然会成为规制型国家的非常强大的阻力。央企化表明，政府的规制越来越具有“左手规制右手”的性质。甚至政治和行政上的冲突也会变得不可避免。很多央企和地方政府是同一行政级别，甚至前者的级别比后者高。鉴于行政级别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地方政权必然很多问题上会和央企发生冲突。
更应当指出的是，经济集权并不表明中央有权力。大多数中央集权实际上是权力的部门化，是部门集权。而权力越是部门化，国务院越是没有权力。这种情况也曾经在毛泽东时代发生过。在计划经济下，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中央的部委，造成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地方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这就导致了毛泽东的激进分权，把中央企业统统分解到各地方去。
种种现象表明，需要对1994年体制进行改革。改革并不是简单的分权或者简单的集权。上述很多问题因为集权而产生，但重新分权未必就能解决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在社会政策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环保方面的政策。所有这些方面涉及社会成员的基本公民权问题，公民权应当是全国范围的，在这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的集权。现在中央具有政策制定权，但政策实施权在地方，更因为在这些领域往往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很多政策根本就落实不下去。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在财政集权之后，也要把事权（执行政策）的一些方面收归上来。这样做，就可以把“地方公民权”转型成为“国家公民权”。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央政府要担负所有的责任，但必须要担负相当程度的责任，以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民权。不管怎样说，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在所有这些社会政策方面，必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在其他一些方面，就必须实行继续分权，主要是在具有产业性质的领域。上面已经讨论过，央企化的后果会非常严重。央企本来的意义，在于政府在涉及国家整体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领域，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是，现在央企所从事的很多经济活动，根本不具有战略重要性。所以要给央企规定一个边界。央企不仅要退出一些不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而且要把这些经济活动下放给地方，进行民营化。中国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足，和国有企业受政府的保护是有关系的。要深化市场改革，这一步必须走。
事权（主要是社会政策方面）的集中，表明了地方政府在这些方财政负担的减轻，而经济活动权的下放，会给地方政府更多的动力来发展地方经济。这一变化会导致另外一个积极的效果，那就是减少地方政府向“民”和社会掠夺财富的动机。
只有这样，中央、地方和社会才会进入一个良性关系。现在的中央、地方和社会三者关系中，呈现出一种学界所称的“掠夺”关系。“中央富，地方穷”和“国富民穷”的局面，最终会导致各级政府税基的收缩。改革九四年体制就是要改变现在的局面，达成民富、社会富的目标。只有民富和社会富之后，各级政府才会拥有丰厚的税基；而丰厚的税基，又会为各级政府服务于人民和社会提供经济条件。这种改革能够为执政党带来的合法性资源也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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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方关系与中国改革新动力
中国的改革目前面临困难的局面。一是改革缺乏共识。无论在经济、社会还是政治领域，改革越来越迫切，改革的需求越来越大，人们对改革的重要性也是有认识的，但对如何改革缺少共识，改革政策迟迟不能出台。二是在一些领域人们好不容易达成改革共识，推出了改革政策，但却缺乏动力来实施。这尤其表现在社会政策上，最显著的就是很多年来国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想用在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上，但有钱却用不出去。三是在另外一些领域，因为有巨大的利益驱动，各级政府和部门都推出自己的“土”政策，纷纷进行“改革”，结果导致了无穷的问题。凡此种种现象都涉及中央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央地方关系为改革提供动力
这些现象的产生表明需要改革中央地方关系了。实际上，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显示，如果要寻找改革的动力，就不能回避中央地方关系，或者说，在进行任何改革之前，首先要改革的就是中央地方关系。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在毛泽东时代，无论是国家建设还是体制改革，都是从中央地方关系找到突破口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分权运动。中央集权体制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运作过程中权力不断会往上集中，而一旦高度集中，地方和社会的发展动力就会被杀。一旦当毛泽东认为中央官僚体制成了改革和发展的阻力时，他就动分权运动。动员地方力量也是毛泽东这两次分权运动的政治策略。人们可以看到，在毛泽东时代，不仅省委书记能够影响中央决策，就连县委书记也是毛泽东的关注对象。和地方联盟来克服中央官僚体制的阻力是毛泽东所使用的有效方法。
也正是毛泽东的这两次大规模分权运动，使得中国的体制和前苏联的区分开来，就是学界称谓的“中国道路”。苏联体制高度集权，地方政府微弱不堪，没有任何能力发动改革。当戈尔巴乔夫不能克服中央官僚机构对改革的阻碍的情况下，他只好诉诸社会和民众，从而走上了激进的道路。不管人们对分权运动作何评价，毛泽东之后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存在着巨大的地方改革和发展动力。
八十年代的两次分权运动
邓小平时代也经历了两次大的分权运动。第一次是改革开放早期，确切地说是在八十年代。经济改革是市场化导向，理想地说就是要把经济权力从政府分权到企业。但这只是一种理想，要实现还是不能忽视地方的作用。分权就成为当时政府的改革策略。城市既得利益比较稳固，政府就先开始农村改革，而农村改革基本上是地方政府的事情。正是四川和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找到了突破口。分权也是城市和工业改革的动力源泉。如果没有像“分灶吃饭”和“经济特区”等分权政策，很难想象城市改革的成功。
邓小平的第二次并且规模更大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发生在其南方讲话之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因为“六四”事件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出现了极大的困难，八十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动力似乎消失了。而“六四”事件的发生又表明了政治改革所可能带来的风险。怎么办？邓小平又从地方找到了动力。“南巡”的政治目标就是为了在地方聚集改革力量，而“南巡”之后大规模的分权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莫大的动力来进行改革和发展。当代中国真正大模的发展和转型正是从邓小平“南巡”之后才获得巨大动力的。
九十年代的制度改革
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的改革也是从中央地方关系入手的。最典型的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和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改革，这两大改革直接影响到中央地方关系。这段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时期。此前中国也经历了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但改革很少涉及制度层面的变迁。分税制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是制度层面的。实际上，在任何国家，尽管改革的动力往往是自下而上的，但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都必须自上而下来进行。九十年代的集权并不是像以往那样的简单集权，而是有选择性的集权，也就是试图集中应当属于中央的权力，而下放应当属于地方的权力。
这次改革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当强人政治不再的时候，改革就要从制度入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具有强人政治的特点，他们有很大的能力来动员改革支持力量，无论是地方力量还是社会力量。同时他们也能控制被动员起来的力量，就是说，保证地方动员和社会动员不至于导向不稳定。但是，在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政治人物要做到这一点就比较困难，制度性的改革因此变得非常重要。
这段时期还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军队和商业的分离。此前，军商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产生了严重的问题。鉴于军队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外界甚至觉得中国没有任何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但很显然，当时的领导层动员了一切尽可能的制度力量，非常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表明，既得利益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只要有足够强大的政治意志，中国的政治机制是有能力动员进行改革事业的力量的。
造成目前局势的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集权。如前面所述，当时绕着分税制和中央银行制度的中央集权改革非常有必要，导致了很领域重要的制度建设。问题在于，在这之后，改革没有深入，很多配套度没有到位（例如，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和责任的分配）。更为重要的，每当地方出现一些问题，中央就用收权来解决。不用说政治领域的权力，就连经济、社会、环保等方面的权力都呈现出集权的趋势。这样就出现两方面的大问题。一方面，权力集中到中央，但责任并没有集中起来，于是造成了权力和责任的严重脱节。地方严重缺失承担责任的能力，尤其是财政能力，只好另外开辟途径，无限制地闯入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等社会领域，造成了地方和社会的严重对立。另一方面，中央集权并不表明中央领导层的权力。中央权力同样分散在各官僚机构之中（这是当年毛泽东所痛恨的情况），而各机构集中起来的无限的权力和财富并没有如领导层所设想的那样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流向了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
利益的困局需要利益来突破
目前的改革困局如何突破？人们谴责既得利益所造成的改革困局，但是既得利益是客观存在物，不管人们怎样谴责，它们不会消失。改革毫无进展的主要根源在于政治意志力、改革的思路和改革的动员不足。利益的困局需要利益来突破。和以往的改革一样，可依靠的不外是两种力量，即地方和社会，而突破中央地方关系的利益格局又为首要任务。且不说改革者是否有政治意志真正放权或者赋权社会，即使有了这种政治意愿，如果中央地方关系没有改革，没有地方的配合，这一意志也很难变成政策并得到实现。
从实际情况看，各地方是有改革动力的。地方面对客观存在的问题，感觉到了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地方领导群体中也有很多是想有所作为的。人们看到，无论是沿海的广东和浙江，还是西部的重庆，地方领导层都在不断寻找改革的出路，并且实践着不同的改革模式，各地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也取得了相当的经验。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实践之间酝酿着新的改革动力。很显然，如果中央层面要促成新的改动力来突破目前的僵局，地方力量不可或缺。或者说，只有当整合了现存的地方力量之后，中国才会出现新的改革动力。而要整合地方力量，改革中央地方关系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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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党和政府机构改革



党的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前不久，一篇批评中央某机构的文章，在海内外引发了一阵震荡。该文所引发的回响足以表明，中国社会正在形成很大的压力要求该机构进行改革，或者说，该机构现在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从更深一层来看，人们也可以说，党的机构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
党的机构改革主要指的是党的一些主要职能机构的改革，包括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等。众所周知，中国的机构改革从七十年代末期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机构改革主要集中在国务院机构改革方面，即官僚制度的合理化和理性化方面。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改革，特别是朱镕基1998年那次较为激进的改革，国务院机构改革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可以说，一个合理的基本官僚制度已经确立。
党的机构改革滞后的弊端
党的机构改革则始终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里有几个主要的因素。首先是党的机构改革比国务院机构改革要困难得多。因为党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主体，牵涉的利益更多、更复杂。其次，党的机构实际上是中国其他方方面面改革的最后一道防线。中国高层一直强调要保证党对改革的领导作用，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人们一直把中国的国家体制说成是“党国”体制，这不仅是说，这个国家是党建立的，而且也意味着党的机构具有很强的行政功能。从实际权力运作的角度来看，党的机构是“一级”政府，国务院充其量只是“二级”政府；党是决策机构，而国院是执行机构。所以，当国务院等其他方面的改革出现问题的时候，的机构可以成为一种稳定器。这种做法并非没有一点合理性。和苏联、东欧等其他前共产主义家相比，中国尽管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功地从计划经济转型到了市场经济，但并没有出现社会政治失序的情况。一个基本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是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制度条件。
但正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改革，党的机构的弊端也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在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不能满足党本身的需要。尽管党的领导人一直在强调与时俱进，但党的这些机构显然没有这样做或者做得很不够。这就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效率。
第二，不能和国务院机构很好地协调。当国务院各个机构基本上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化需要的时候，党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阶段。从前说“党政不分”，最重要的方面指的是党和国务院的重合关系，它们之间是“一张皮”的关系。但尽管有很多弊端，两者之间至少是可以协调的。现在则不一样了，党的机构改革远远赶不上国务院机构改革，它们之间已经出现了“两张皮”的情况。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党政机构之间、党的官员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冲突就会变得不可避免，更不用说国务院改革的深化了。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满足不了社会的要求。因为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这些机构最终也必须面向社会，向整个社会提供满意的服务。否则，党的机构就会变得和社会不相关，社会就会质疑它们存在的合法性。在今天的中国，整个社会已经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则在运转，社会成员当然也要求党的机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大趋势，转变传统方式。但是党的各个机构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党的改革关系到中国政治的命运
领导高层对党的机构改革的重要性不是没有认识，机构内部也进行过一些零零星星的改革。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形成以来，一些迹象表明他们想扭转党内改革一向被动的局面。这尤其表现在中宣部，高层已经提出“三个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改革思路。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接近社会发展的脉搏，不要让中宣部过于脱离现实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需求。但问题是，这只是一个新的理想，理想的实现还是要依赖制度途径。不对中宣部进行类似于国务院那样的激进的机构改革，要实现这个理想谈何容易。
党的机构改革还具有更深刻的政治意义，它和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息息相关。党如何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政治的命运。无论海内外，人们对党的改革也一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党内民主一直是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也是胡温新领导层的一个议题。但党内民主只是党内改革的一部分，并非全部。党的机构改革也应当是党内改革的重要内容。党内要民主，党的机器也要有效运作。没有党的机构改革，党这部政治机器就很难有效运作，反过来就会影响党内民主。
很显然，党的机构改革迫在眉睫。它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政府机构改革深化的需要，更是党内民主的需要。所有这些方面，都已经对党的机构改革形成了相当的压力。毋庸置疑，如何进行党的机构改革是新领导层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政治挑战。
 
原刊于《信报》2004年5月4日



对干部“知识化”的质疑
干部的“知识化”是邓小平以来中共所提倡的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重要一环。如同其他“三化”，干部的“知识化”为国家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没有“知识化”，中共就很难改变当时领导干部文化水平低下的状况，也很难从革命党转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
但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有必要对干部的“知识化”（其他“三化”也一样）进行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既不是要否定“知识化”所取得的成就，更不是要提倡今后干部“知识化”没有必要了，而是要纠正“知识化”推行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使之得到更正，重新走上健康的发展方向。
“知识化”已演变成“文凭化”
干部要学习，要“知识化”，这并没有错，但“知识化”并不是一定要得到一纸文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知识化”不仅成了“文凭化”，而且是文凭越高越好。干部文凭的需求量大增，导致社会和大学各方面的“文凭市场”应运而生，假文凭蜂拥而至。在干部文凭当中有多少假文凭？不同部门有不同估算，但都承认有很大一部分是假文凭。假文凭不仅在中下层干部中广为流行，而且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存在。
除了假文凭，片面的“知识化”也造成了文凭的低质量或者无质量。领导干部日理万机，根本没有可能花整整一段时间来读书，但为了政上的提升，必须千方百计地得到一张文凭。自己没有时间读书，只好秘书或他人来代替上课甚至考试。文凭最终是拿到了，但并不表明领干部的知识有了任何的长进。
这样的发展现象令人担忧。如此“知识化”能够提高甚至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吗？干部队伍假大空和舞弊成风肯定不是好现象。国家的管理无疑需要知识化，没有知识化，国家的治理要出大问题。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中国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加上近十年来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所有这一切都对国家的管治提出了知识化的要求。没有专业化的知识，越来越多的问题就难以处理。从这方面说，干部的知识化和专业化是相一致的。
国家治理更关乎实践
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国家的治理不仅仅关乎知识，更关乎实践。治理国家基本上依靠的是实践。1949年以后，国家管理的很多人才就是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是名副其实的实践政治家，而非学位政治家或者文凭政治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前外交部长钱其琛只有高中毕业，但在困难时期为国家开创了外交新局面。要一个博士头衔的人来当外交部长，不见得能够比钱其琛干得好。
如果没有实践经验，即使干部都是硕士和博士，也治理不好国家。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有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现在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高知识不见得就是高政治水平，高文凭更不能成为衡量一个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指标。注重于“四书五经”传统的儒家精英主义教育避免不了皇朝的更替。虽然现在的教育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片面理解的知识化也并不见得能够保证政权的长治久安。论干部的文凭和知识水平，前苏联是最高的，但结果又怎样呢？人们也可以从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较量中，从蒋经国后的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台湾政局的量中总结出一些有用的经验。
片面的“知识化”标准首先是干部管理制度的弊端。本来，“知识化”的规定是为了纠正改革前中共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的不正常现象。因为没有任何更好的干部选择机制，如民主和现代中立的公务员制度，干部管理制度就引入了诸如“四化”那样的硬性指标或者条件。
片面的“知识化”干部管理体制也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教育制度造成了负面冲击。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家，这种负面影响不可避免。很显然，这种干部管理制度与中国教育的高端化有直接的联系，就是整个教育体系大大地忽视低、中端的教育，而把重心放在了学士、硕士和博士的培养。从前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学院，如今这些学院都早已经提升为大学。各地方政府之间拼命竞争，纷纷建立大学城，而把职业教育、专门技术教育打入冷门。这使中国的教育制度处于一种非常难堪的地步：一方面，大学生求职难，硕士和博士求职更难；另一方面，中国缺乏大量的技术工人，很多企业高薪聘请技术工人，就是没人能满足要求。
这不仅仅是求职的问题，更是中国工业化难以升级的问题。最近通过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强调企业的创新、知识经济和名牌经济。现在中国的教育制度，尤其是高教制度无疑不能满足这种经济转型的需要。要达到新型经济的目标，执政者首要的任务可能是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和转型。
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都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复杂，“知识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要建立有效的管治制度。现在各种假借“知识化”名义的干部管理实践必须加以纠正，否则，假以时日，就会产生不可设想的后果。
 
原刊于《信报》2006年1月24日



中国干部管理制度有待改善
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两个支柱是意识形态和组织。与毛泽东时代不同，今天中共很少明文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已经不重要了。今天中共的意识形态更多的是表现在党的路线和政策上。而组织则是党实施其路线和政策的手段和途径。在组织方面，最重要的莫过于“党管干部”原则了。从毛泽东以来，所有中共领导人都一再强调，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最重要的因素。
和世界上大多数政党不同，中共一直把自身界定为一个具有使命感的政党，就是说党要引导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朝着党认为正确的方向发展。党的使命表达于党的路线和政策上，而实现党的使命的则是党的干部。改革开放以后，党的使命从毛泽东时代的“继续革命”转变成为经济建设。邓小平就此提出干部“四化”标准，录用了大量具有能力从事经济建设的干部。党管干部制度保证了这个转型的成功。从胡耀邦主政的八十年代到江泽民主政的九十年代，各级领导干部的主体可以说是技术型人才（或者说技术官僚）。
现行制度限制了政治人才的产生
很多年来，党管干部制度一直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近年来，这个制度的发展似乎呈现出加速度现象，高层不断推出干部管理条例。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努力都旨在干部管理制度的完善和科学化。但应当指出的是，尽管做了不少努力，但干部管理制度仍然存在着一些相当不科的地方，甚至是严重的弊端。如果不对这些不科学的地方和弊端加以正，长远来看，不仅干部制度会出现问题，党的整个组织体系会出现问题，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会出现问题。
党管干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选拔干部，二是管理干部。这两方面往往是同一个过程。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政体尤其是民主政体相比较，中共的特殊性主要有二。其一是政治官员和公务员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甚至根本没有界限。在西方国家，政府公务人员至少在原则上秉持“政治中立”原则，其目标就是政策执行和政策执行的效率；而且管理公务员的条规非常多，非常详细，如关于教育水平、退休年龄、工作经验等。除了“政治中立”这一点外，中国在公务员制度方面学得非常快，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大量好的经验。但是在西方，还存在着政治官员。政治官员主要由选举产生，或者由选举产生的政治官员所任命，因此不受公务员条规的制约。例如，政治官员就很少有年龄的限制。
中国的制度不同，没有类似于西方的政治官员。但中国实际上是需要政治官员的。新的政策的产生和执行都需要政治官员。在没有产生政治官员制度的情况下，中国实际上是把公务员当作政治官员使用的，或者说，中国用产生和管理公务员的方法来产生和管理政治官员。可惜的是，公务员制度实际上是产生不了政治官员的。公务员制度有太多的量化限制。即使一些公务员通过政治任命转变成了政治官员，其行为也仍然是公务员的那种，而非人们所期待的政治官员的行为。
随着中共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为执政党，它越来越需要政治官员。如果说公务员反映了体系维持的需要，那么政治官员反映的则是体系创新的需要，是社会的需要。无论是体系创新还是社会的需要，都不是干部管理条例所能规定的。现行的名目繁多的规定和限制，表面上要产生政治人才，但实际上是限制了政治人才的产生，或者说，理论上的精英选拔制度转变成为实际层面的精英淘汰制度。
目前选拔制度自上而下
选拔制度也同样存在着弊端。中共的选拔制度也处在变化过程中，近年来逐渐引入了一些民主因素。但选拔制度总体说来还是自上而下的。在民主国家，无论是政党领袖还是政府官员，大都是由选举产生，而选举是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人民所选举的官员必须向人民负责，需要真实的成绩。尽管选举制度也存在弊端，但选举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纠正机制。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民是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欺骗的，不能对人民负责的官员最终会因为选举制度的存在而被淘汰。中国的选拔制度自上而下，就是说由上级领导个人或者领导集体选择下级干部。这个制度因素就决定了被选拔的官员必须对上负责，而没有制度性的因素诱导其对人民负责。
因为管理和控制干部的需要，所选拔的官员也必须频繁地“交流”。“干部交流”制度背后有很大的理性，但这个制度的负面效果就是官员更不需要对人民负责。随着“交流”的加速，“作秀型”干部越来越多，向上级领导“作秀”，向人民“作秀”。向上级领导“作秀”，表现为“跑官”，搞裙带关系，拉帮结派，导致方方面面的腐败。“卖官”和“买官”这种供求关系的出现不能说和干部交流制度没有关联。同时，干部也需向人民“作秀”，搞大量的政绩工程。表面上看是发展型政府，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但实际上往往成为掠夺型政府，向地方人民掠夺财富。官员往往不用对政绩工程负责，因为搞政绩工程的原初目标就是为了向更具利益的地方调动。
现行的干部选拔和管理制度如果不加以改革，就会导致党内的政治垄断。拿年龄限制来说，越到高层，干部的人口基数就越小。在任何社会，政治精英都是少数，但在中国，因为年龄的限制，也因为没有政治官员制度，这个少数必然和年龄相联系。简单地说，在西方，这个少数既可包括年长者，也可包括年少者，但在中国，这个少数必然是年长者。
应从选拔制度转型到选举制度
从长远说来，现行制度会导致执政党的保守性，并且容易与人民和社会脱节。试想一下，每一个合格的美国公民都有权利参与总统的竞争，那么又有多少合格的中共党员有可能被选拔为党的领导人呢？非常少。在现行的干部管理制度下，能够成为党的领导人的最多可能是数百人。我们可以假定这数百人都是顶尖的人才，但从数百人中选拔出来的领导人，和从数亿人口中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是不可比拟的。
数百人和数亿人的基数差异涉及的不仅仅是人才的质量问题，更是领导人的合法性基础问题。在和平建设与发展的时代，老百姓的拥戴程度对政治领袖非常重要。这在民主国家是这样，在非民主国家也是这样。如果领导人没有大众的拥戴，其群众基础就会成为问题。产生领导人的人口基数是衡量领导人群众基础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没有足够的群众基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会成为大问题。
那么，如何来纠正现行干部管理制度中的弊端，使之更为科学化呢？两个因素不可或缺。一是把公务员制度和政治官员制度区分开来。必须在公务员制度之外，建立一套选拔和管理政治官员的制度。一些适用于公务员制度的因素，如年龄、性别、教育等，并不见得也适用于政治官员制度。用选择公务员的制度规定不可能产生政治官员。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官员的产生也要逐渐从选拔制度转型到选举制度。在现阶段，大多数地方政治官员的产生采取的是选拔和选举相结合的办法，尽管一些地方近年来也在强调自下而上的选举，但选拔还是主要的手段。选举制度的确立必然扩大所选择领导人的人口基数，即群众基础。发展选举制度因此必须是党内民主的主要内容。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6月26日



政府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前提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国“十一五规划”的一个核心提法，而这个概念的核心又是企业的自主创新。就是说，“创新型国家”是针对中国企业改革的目标而言的，并非如这个概念的字面所示，涉及国家本身的创新。但是如果仔细考量一下，不难发现，企业自主创新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国政府制度的创新。如果没有政府制度的创新，企业就难以自主，更不用说是去创新了。
企业自主创新涉及两个主要的问题，顾名思义，一是自主，二是创新。在中国的企业生态中，这两方面都和政府有密切的关联：企业要自主，政府就必须从企业中退出；企业要创新，政府就必须提供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而在中国，这两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政府不仅没有给企业以自主，更阻碍着企业的创新。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并不是主体，而只是国家政权的延伸。企业直属于国家，是国家办企业。那时的企业创新实际上是国家的创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企业都难有创新的动力和动机。
企业依旧不是真正的主体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转向市场经济模式。照理说，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应当成为主体，但在中国，企业并没有成为真正的主体。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实行了大规模的分权运动。但分权只是把权力从上级政府下放到了下级政府，企业并没有真正得到权力。权、财权和经济决策权的地方化是中国早期经济改革的特色。在地方府垄断大多数本来应当属于企业的经济权力的情况下，无论是自主是创新都是不可能的。
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后，中国开始努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府的政策是“抓大放小”，就是说把大型国有企业组建成为大型的企业集团，而把中小型企业推向市场。这些举措把经济改革往前大大推动了一步，但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明显。“抓大”的目标是企业的公司化，就是说企业应当成为主体；但是，因为大型国有企业在国家战略方面的重要性，很难完全推向市场，无论是企业管理层的任命还是其具体改革举措方面，都要考量政治和社会的因素。就是说，企业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主体。在这样的情况下，创新的动力也多来自于政府，而非企业本身。
“放小”政策是中国式的私有化。在很多国家，创新大多发生在中小型企业。但在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创新也因为它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极其困难。大多数中小型企业和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效益差的时候，地方政府就把它们推向社会，创新自然不可能；但企业一旦效益变好，地方政府就千方百计地进来了，干预企业的事务，为企业提供各种“保护”机制，妨碍企业的创新。
外资企业又怎样呢？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外商、进出口贸易一直是中国各级政府的关键政策词汇。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从数字上看，非常漂亮，中国也已经成了全世界的加工厂。但很显然，外资企业到中国主要并不是来创新的，而是想利用中国各级政府所提供的几乎是免费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来赚取利润。
无论是本土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它们的快速发展给中国所带来的好处应当说是巨大的，但中国所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大多数企业依靠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靠大量消耗能源和牺牲环境来获利。各级地方政府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为各类企业提供了一个不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就能够获得大量利润的政策环境。这就造成了中国目前只重数量经而非质量经济的情况。
但显然，数量经济不可持续。牺牲环境已经到了严重影响人民身体健康的程度，对能源的大量消耗已经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内外能源危机。在社会层面，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不仅侵犯劳工权益，而且也造成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在对外关系上，数量经济也在加速导致和各国尤其是美国、欧洲的贸易纠纷等问题的产生。
企业创新涉及政府的转型
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建设以企业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很显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要求企业自主创新，政府本身的创新就应当先行。现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企业自主创新的一大阻碍。尽管各级政府一直变换着花样为自己属下的企业提供赢利的机会，但各种举措大多是为了增加企业对政府的依靠，削弱企业的自主性，从而阻碍着企业的创新。企业创新一为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二为通过竞争求得发展和赢利。如果企业可以不用通过创新而得以生存，得以获利，那么没有任何企业会有动力去创新。
除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所能提供的法律环境也是影响企业创新的另外一个主要因素，这一点经常被忽视。例如，中国的宪法已经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但《物权法》因为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出台。如果国家不能提供具体的法律条文来保护私有财产，企业创新就会有问题。又如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意识中，知识产权只是西方国家频频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希望保护它们在华经济利益的一种说辞。但实际上，对中国国内的企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企业的自主创新需要大量的投入，如果知识产权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就没有企业敢于创新。然而，在中国的企业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的同时，地方政府却成为保护知识产权的障碍。
由此看来，并不能简单地把企业的自主创新看成是企业本身的题，而应当视为政府本身的转型问题，甚至是国家的政治改革问题。有一个良好的法制、政策和政治环境，自主创新最终还是难以实现。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5月2日



中国亟待突破机构改革“死循环”
随着三月“两会”的临近，机构改革又被提到了中国的议事日程。自改革开放以来，每当新一届政府产生，总会有比较大的机构改革动作。在很大程度上，机构改革已经变成了新一届政府的头等大事。所以，每当政府换届，有关部门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找机构改革的突破口。今年机构改革确定的突破口是实行“大部制”。
很多年来，机构改革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死循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已经有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但改革总是反复，中央各部委分分合合，使人眼花缭乱。出现这种状态，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经济处于转型期，政府机构的变化也具有转型的特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改革的设计过于理想。从理想出发设计的改革方案一到实践上就没有很大的可行性，因此又返回去。一些机构改革往往演变成为了提倡改革而改革，而不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需要，更谈不上引导社会经济的变迁了。
“部”和“委”改来改去
这次机构改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去年中共十七大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重大转折点，要把政府从一个经济主体转型成为一个管理主体和服务提供主体。如果政府机构不转型，十七大提出的目标尤其是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不能实现。那么，这次以实行“大部制”为主要任务的机构改革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尽管人们还不知道这场改革到底会如进行，但从迄今为止围绕着“大部制”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人们对机构革在认识论上还是有很大问题的，主要有两点。
首先，一些人简单地从政府部委的数量变化来看待这个问题。从这个视角来看，似乎部委的数量越少越好。的确，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能否减少部委的数量经常被视为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志。这个思维大概是从改革初期提出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发展而来的。当然，这种提法也符合中国社会对庞大官僚机构的不满情绪。每当提出要精简机构，总是能够得到社会的支持的。建设小政府当然是理想的目标，但是人们也应当回答为什么减了那么多年就是减不下去，或者今天减掉了，明天为什么又会回来的问题。政府的规模与政府的职能及功能相关。政府的职能和功能不减，政府的规模就很难小下来。如果从数量上看，欧洲大部分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都是大政府。随着政府所要承担的功能和职能越来越多，政府的规模也在扩大。不过，大政府也不见得是小社会，大政府和大社会可以是并存的。如政府一样，社会在发达国家里也变得越来越大，就是说社会也在替政府担负越来越多的功能。
其次，目前的讨论更多地停留在机构改革最基础的层面，就是说机构的合理和理性化层面。现在，很多机构之间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机构的理性化就是要把职责相似的部门整合在一起。这是“大部制”最直接的目标。这种形式的机构的理性化当然非常重要，但并没有回答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已经存在数十年了，并且以往的改革也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从前把“部”升格为“委”就有点大部制的意思。但在实际层面，机构总是不稳定，今天从“部”上升为“委”，明天又从“委”降格为“部”。
（“总局“和“局”之间的情况也差不多。）
机构改革的反复除了上面所说的转型政府的特点之外，主要是没有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这个认识论问题。如果说在过去数十年这个问题因为政府转型方向不明确而不好解决，那么十七大路线确定后的今天，对中国要发展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应当比较清楚了。简单地说，中国机构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促成规制型政府的建设。
政府不能成为经济主体
很多年来，中国政府被学界称为“发展型政府”，即政府的主功能是推动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本身已成为经济主体。如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作为经济主体的政府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非正义的一个根源，正在变成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政府涉足经济太深，造成了太多的腐败，更重要的是因为政府失去了维持社会正义的功能。作为经济主体的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和社会的其他经济体争夺利益，而且往往利用行政权力来和其他经济体作竞争。实际上，机构改革不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机构与民、与社会、与地方竞争利益。很多机构设置的背后动机就是巨大的利益。
政府作为经济主体的局面还没有改变，现在又产生了“利益代表”问题。“利益代表”是个政治问题，但如何代表不同的利益也关乎机构改革，因为很多“利益代表”的方面必须通过具体的政府政策来体现和实现。尽管随着社会多元利益的出现，利益代表不可避免，但政府不是任何一种利益的工具。如果政府成了利益工具，那么政治风险就会遽然升高。一个政府如果要维持基本社会正义，就必须是一个规制型政府，就是说，政府主要是调节和协调各种不同的利益的机构。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主要载体，如何保持权力的公共性关乎社会正义，关乎社会和谐。
要规制其他利益，政府本身就要从不同利益中超脱出来。这里必然涉及一些陈旧的改革话题，如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如果不能从这些利益网络中脱身开来，自己本身是这些利益的一部分，那么就很难来规制它们的行为。所以说，这些“分开”应当是机构改革的制度前提。
要规制其他主体的行为，以中央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机构需要足的权力，所以机构改革必然要带有集权的倾向。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各部委可以说是在大规模地集权，权力从社会和地方迅速集中在中部委。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与地方、与民争利。但是，中央部委集权并不是中央集权，部委集权在很大程度上反而造成了中央权力的衰落。人们所说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部委集权造成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力很容易被它们溶解和消化。这不仅是因为各部委拥有强大的既得利益，而且也是因为部门众多，权力过于分散，到了真正要执行中央政策的地方和社会，权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实行“大部制”就是要取代各自分割的小部委制，把权力归总统一。
再者，集权必须伴随分权。中央政府要规制，但不是什么领域都要规制。中国要建设的不是一个万能的国家和万能的中央政府，而是一个有效的有限政府。放权就是要向市场、向社会、向地方分权。市场、社会和地方能够做的领域，就把权力分给它们。在一些领域，如果政府和市场、社会及地方都可以做的，也要分权给市场、社会和地方。但是，对一些公共利益领域，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险、教育、环境、公共交通等，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前机构改革不成功，是因为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政府拼命以市场经济的话语加以退出，而有利可图的经济领域，政府又拼命用发展经济的话语进入。如果机构改革只以中央集权为目标而不把分权考虑在内，那么其效果必然不佳，也会再次走入从前的循环，不管从理论上说“大部制”的设计是如何完美。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1月15日，原标题为“建设规制型国家是中国当务之急”



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当是有限政府
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很自然，政府机构改革成为这次“两会”的主要议题。尽管这两个文件侧重点不同，但中心思想或者改革的主题是一致的，那就是要重塑中国政府制度。顾名思义，国务院机构改革主要是中央层面的改革，而行政体制管理指的是全国范围的各级政府制度的改革，综合起来构成了整个中国政府制度的改革。
政府改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历届新政府都会推出政府改革方案。但是今年的政府改革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中共十七大确定政府要作一个根本性的转型，就是从作为一个经济主体转型到作为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虽然这个转型很难一步到位，但这次改革最终如何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既定转型目标的成败。
如果说各方面对这个转型目标具有相当程度的共识，那么对“大政府”和“小政府”则很难达成共识。自八十年代初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改革目标以来，历届政府都努力往“小政府”方向努力。但是，迄今为止，政府的规模实际上是越来越大，官多为患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在政府没能小下去的同时，社会也没有大得起来。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在精简政府还没有达到目标的情况下，又有很多新的因素出现，促使政府迅速扩张。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后，新自由主义不仅左右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而且也左右了政府改革。政府开始推卸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甚至从共服务领域退出，包括社会保险、医疗卫生、教育等等。这些年来，所这些领域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社会呼声风起，很多人要求政府全面介入。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社会呈现出一个大趋势，即从九十年代相信市场万能转向现在相信政府万能。这样，如果政府不能从不应当由其占领的空间退出，而又要进入这些应当由其占领的空间，那么政府的规模就会遽然增大。这和政府的改革目标背道而驰。
政府越界与社会竞争利益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从去年的十七大报告到这次政府改革方案，基本的共识是“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这个目标如果能够实现，应当说中国就可以建成标准的现代规制型国家。这里提到了市场、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有限政府的表述似乎也隐含其中了。
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中国还远没有确立有限政府的概念。八十年代提出的“小政府、大社会”本来就是有限政府的形象表述，为什么这么多次的政府改革以后，政府反而越来越大呢？理想上的有限政府到了实际层面，就演变成为无限政府。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再简单不过了：涉及公共利益领域，政府拼命地以市场经济的话语加以退出；而有利可图的领域，政府又拼命以发展经济的话语进入。
有限政府意味着政府本身和其他行为主体，如企业、事业单位、市场中介组织、社会组织等之间必须确立边界。政府的行动必须在其边界之内，超出这个边界便不是有限政府。确立这些边界有利于政府和其他行为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其他行为主体在其边界之内的活动具有自主、自治权，这有利于专业性行为模式的产生，最终可以形成一种自然的序。政府在自己的边界内活动，提供公共服务，同时正是因为和这些为体之间有边界，政府就有能力来规制这些组织的行为，使这些组织行为符合公共利益。但在中国现存体制下，显然没有这样的边界，或者说在理论上有界，但在实际行为层面则没有。以往多次机构改革并不很成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越过边界与民、与社会、与地方竞争利益。结果是政府到处插足，造成了泛政府化或者泛行政化的局面。就拿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边界来说，国有企业部门或者公营事业，欧洲很多国家比中国还大，但欧洲的公共部门没有行政化。中国的公共部门实际上是准行政部门，因为中国的所有国有企业都是行政化的，就是有行政级别，企业分三六九等。中国也搞类似于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但实际上搞的是行政企业制度。银行行长有权力，不是因为他是行长，而是因为他是部长、副部长或者局长。
公共服务可由民间管理
企业的行政化一方面使得缩减政府的规模有困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大大限制了政府应当有的规制能力。西方能够建立规制型国家，是因为公共部门是企业，是按照市场来运作的。国家跟企业分开，国家就可以规制企业行为。中国政企之间没有边界，国家如何规制企业？如果没有边界，就变成左手规制右手。政企不分一方面造成政府的经济功能很强大，另一方面造成政府执法功能低弱。要规制就要依靠法律。法律代表普遍性，法律是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包括任何组织）平等。但在中国，法律的重要性经常要跟执法单位的行政级别有关系。比如国家环保总署，一个部级单位，如何规制一个部级的企业或者一个省部级所属的企业？
没有边界，也造成了无穷无尽的行政垄断。在中国，从中央到地都有垄断。中央一级的垄断可以用国家战略利益来合法化。但中国的一级有垄断，市一级有垄断，县一级也有垄断。越到下面越垄断，越到面越变味。在地方层面，垄断已经不具有什么战略意义，而是演变成哪一个地方赚钱，政府就进去，造成与民争利，与社会争利。泛行政化更导致私营部门也来追求垄断。本来私营部门能力非常弱，但它们也希望通过政商关系搞些垄断，这个问题越到地方就看得越清楚。煤也好，矿山也好，为什么环保部门老是没法管呢？中央官员到处发脾气，但地方则无动于衷。
但是在无利可图的责任领域呢？就是另一番不同的景象了。到了要负责的地方，部门之间就互相推诿。从这个逻辑来说，有理由对政府能否自己来负担所有公共服务的提供进行讨论。即使在西方，由政府自己负责公共服务的提供的效果也并不好，经常造成大官僚体制和效率低下。公共服务本来应当让老百姓满意，反而成了老百姓抱怨的根源。中国政府要转型到提供服务型政府，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自己来提供。很多公共服务可以让民间机构去提供，去管理。就是说，即使在公共部门领域，政府和其他行为体之间也应当有个边界。
简单地说，政府改革就是要重新规定政府功能，而规定政府功能也就是要规定政府的边界。从前林林总总的政府弊端，都是政府毫无边界或者没有制约地自由跨越边界造成的。有了边界，政府才会有限和有效，社会也才能得到真正成长的空间。而规定政府边界的指导思想应当是有限政府。在有限政府思想确立之前，任何政府的改革即使初衷良好，最终也会事倍功半。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3月11日



第四部分 改革、开放及其敌人



开放社会对封闭政治的挑战
最近一波全国范围的反日浪潮对中国政治意味着什么？人们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反日浪潮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上。然而，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一波反日浪潮所释放出来的信息，对于中国政治的意义甚至甚于对中日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中国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开放的社会，这个开放度已经大大超越国家所能加以完全控制的程度，从而对推动中国政治向开放方向发展会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
反日示威游行一开始，海外媒体就纷纷加入谴责中国政府的行列，很多观察家觉得是中国政府在背后支持这些游行活动。他们发问的理由也极为简单：为什么没有其他方面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单单是反日的呢？或者，为什么中国政府可以控制其他方面的游行示威，而对反日的则无动于衷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并不见得马上有明确的答案，但这样的问题可以引导人们去考量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深层变迁。
指责官方鼓励示威缺少证据
说中国不存在其他方面的示威游行或者用官方的话语说是“群体事件”，并不确切。中国每年都在发生大量的规模不等的群体事件，只是这些群体事件最终都被控制了下来，没有演变成全国范围的持久的社会运动罢了。说中国官方鼓励甚至支持反日示威也缺少证据。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来，官方可以说一直视任何体事件为“大敌”，一有风吹草动，便全面戒备。保持社会的稳定始终领导层的头等大事。实际上，在反日的游行示威过程中，官方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生怕出什么问题。每次游行示威一结束，就有报道说一些组织者遭到当局的调查。
当然，反日游行示威和其他方面的群体事件的确有很大的不同。其他方面的群体事件大多表现为地方性和区域性，因为它们往往是和内部政治或者一些具体利益相关的。而反日事件则超越了内部政治和具体利益，更多的是表现在理念和意识层面。正是由于这个特点，全国各地的参与者能够对反日示威达成共识，造成全国性的运动。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官方和反日运动的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尽管在反日示威的人潮中，有相当一些人并非真正是针对日本的，而是因为平常就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积累了大多的怨气，乘这个机会发泄出来罢了，但不容置疑，绝大部分参与者可以被视为属于“爱国”范畴的。运动的这个“爱国”性质使得官方不能像控制其他群体事件那样来控制反日示威。对反日示威，官方使用的是可以称之为“管理”的办法。这应当说是理性的做法。
开放社会挑战封闭政治
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在没有官方鼓励和容许的情况下，反日示威却组织得那么成功呢？尽管事件当中也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有“暴力”倾向的案例，但总体来说，组织良好，进行得相当的顺利。在官方并不认为这些游行是“合法”的情况下，这次反日示威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乌合之众”。就是说，参与者并不是根据任何组织和单位来组织的，而是来自各个地方，互不认识。考量到这一点，应当说这次反日示威是相当和平顺利的。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既然反日示威没有组织者，什么这些事件表现得那么有组织呢？答案也一样简单：开放社会有助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的“自发”组织。
开放社会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这个开放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说经济的市场化是开放社会的内部支柱，那么全球化可以说是开放社会的外部支柱。尽管中国的政治还是相当封闭，但官方对社会的控制已经不能使用传统的方式了。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传统控制方式会不可避免地打乱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正常运作。内外因素的互动往往对开放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同时又超越于官方的控制之外。这也是人们往往把经济全球化和主权国家传统主权衰落等同起来的重要原因。
中国社会的信息化更是为开放社会的社会运动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传统社会运动都必须首先有有形的组织者去动员参与者，并且动员的过程需要非常巨大的资源的支持。但是信息技术则带来了新型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可以通过诸如互联网、手机等信息技术来互相传递信息，而这个传达过程是官方很难加以有效控制的。在一定的情形下，互联网、手机本身就可以扮演组织者的角色。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新型的信息技术，反日游行示威能够组织得那样有效。当然，信息技术也见于中国其他类型的社会运动。
开放社会对中国现存的封闭政治已经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实际上，像游行示威这样的所谓群体事件对一个开放政体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是人们表达诉求的一个管道，因此不会对整体社会政治的稳定构成威胁。但在中国，因为没有其他的诉求管道，游行示威很可能导致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如果随着社会的开放，游行示威变得不可避免，那么政治改革也就势在必行，就要为人民提供更多的管道来表达诉求。开放社会要稳定，政体就要开放，也就是说，开放政体是开放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础。
 
原刊于《信报》2005年6月28日



治理利益社会需要开放政治
改善和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一直是这些年来中共高层的一项重要议程。但最近中国社会发展经验表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还是令人担心的。从医疗、教育、科研等体制改革的失挫，到近来政府和房地产商之间的较量，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执政能力不仅没有多大改善，反而有弱化的趋势。
在众多的原因中，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就是，执政党和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还远远没有规范好。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执政党分不开。和其他转型经济相比，中国的执政党显然很熟练地掌握了如何运用经济的、政治的和行政的手段来搞经济建设。经济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执政党主动利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转型。
为了配合经济改革，执政党在政治上也作了诸多改革。在意识形态层面，主要表现在邓小平所提倡的“解放思想”上，也就是从释放生产力和人民的积极性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在组织和行政层面，执政党把推动经济发展（主要是GDP的增长）作为考察各级领导干部和政府官员政治业绩的主要指标。意识形态、组织手段和大规模的经济分权运动，这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经济发展造就了巨大的能量。
社会以利益为基础
快速经济发展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国从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社会转型到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毛泽东时代中国搞贫穷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和社会结构都很单一。在人们都能接受以平均主义为核心意识形态的情况下，社会容易治理。而随着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结构变得异常复杂，执政党就要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管治模式来提高执政能力。
并不能说执政党没有努力来改变其执政方式。较之从前，今天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国家的宪法以及各方面的法律法规都更能反映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变化。在近年，“利益代表”已经成为执政党扩大其社会基础、改善执政能力的主要目标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成为官方话语的核心，这不仅表达在执政党的党纲上，也表达在国家宪法上。如果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利益代表”主要关注的是企业家阶层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阶层，那么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层的“利益代表”显然在努力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
从各国历史经验来看，这个发展方向应当说是合理的。但为什么执政党的努力并没有在实际层面大幅度地提高其执政能力呢？可以确定地说，执政党尽管学会了如何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但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来管治由这种经济发展所造就的利益社会。
执政能力或者管治能力是个非常复杂的体系，但至少包括两大方面的能力：第一是政治能力，主要指的是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其政策是否得到社会大多数的认同和支持；第二是行政能力，主要指的是执政党是否有一个强有力的行政系统来实施其所制定的政策。
很多政策让强势者获益
理性地来检验，目前这两方面都存在着问题。要提高政治能力，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利益开放政治过程。这方面已经开始，但政治过程对各种社会利益的开放程度很不均衡。一些社会利益能够影响甚至左右国家的政策制定，而另外一些社会利益则没有这样的能力，甚至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例如，企业家阶层（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文化界和知识界就是强势社会力量。不难发现，从地方到中央，他们有太多的代表出现在人大、政府和政协系统。而代表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就没有政治影响力。政治过程开放的不均衡，加上中国特殊的政商关系，有效地制约着执政党的政治能力和行政能力。
问题不是没有改革政策，而是很多所谓的改革政策都是强势社会利益追求的结果。例如，医疗、教育、科研、住房、福利等方面，都有改革政策出台，但这些政策大多使得强势群体获得巨大的利益，而牺牲的则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有强势社会利益在后面，这些政策的执行并不构成困难，但它们不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还有一种严重的情形是，如果中央的政策是能够使社会的多数人获得利益的，那么就会因为没有强势社会利益的支持而不能执行下去。后一种情况在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严重。很多政策一出台，就没有了下文。政策到了地方层面，被变相地“否决”。在地方层面，现在往往是官、商、法结成一体，甚至还要加上地方黑社会和恶势力。地方政府本身深陷各种利益之中，无力自拔。根深蒂固的地方利益对中央政策说“不”，比做任何事情都要来得轻松自在。
政治开放的不均衡更使得中央政府的政治能力不能有效地转变成为行政能力。本来，如果一项政策能得到社会大多数的认同和支持，就应当能够实施下去。但在中国则不一样，因为社会的大多数仍流离于政治过程之外，他们就没有任何制度性的方法来支持中央政策的实施。也是中央无奈于地方政府和强势社会利益的根本原因。
现在已经到了进一步开放政治的时候了。中国社会已经失去了均衡状态，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对财富不公正分配的现状长久不能得到改变已经失去了耐心，而对社会大多数有利的中央政策则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如果政治过程不能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那么执政党的政治能力和政府的行政能力还会继续弱化，社会也会变得不堪治理。到那个时候再谈政治变革，可能就为时已晚。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5月30日



改革开放和中国的前途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不可否认，在这三十年中，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超越了自己的历史，也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奇迹。一句话，整个世界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改变。但也不容否认，中国不仅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无穷的问题，而且在继续改革的道路上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障碍。很容易理解，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无论在海内还是海外，当很多人为中国取得的成就而赞叹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对此充满怀疑、质疑，甚至有抵触情绪。在整个世界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这种情绪表现得尤为强烈，各种有关“主义”的争论又浮现出来。
如何纪念前三十年？最富有意义的事情是考量如何进行今后三十年或者更长历史时期的改革和开放。中国的成就因为改革开放而取得；因为改革开放而导致的问题，也必须经由继续的改革开放得到解决。除了不间断的改革开放，中国没有任何其他可以选择的途径。
改革就是向既定体制外的力量开放
在过去的三十年，改革开放是由两个相对独立又互为关联的过程组成，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改革理解为内部开放。正是因为是内部开放，改革获得了巨大动力。中国的改革从经济改革开始。经济改革因此就是经济过程逐渐向各社会群体开放。这个过程先是向农民开放，就是农村经济改革。农村经济改革把农民纳入中的经济过程，为其他方面的经济改革注入了动力。没有前期农村改革成功，很难想象工业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工业改革本身也是一种开放的过程。当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力还是很强大的时候，当时的领导人在不完全否认计划体制的前提下，把经济过程开放给计划体制之外的力量，那就是非国有部门经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最终对国有部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而为国有部门的改革造就了巨大的动力。向既定体制外的力量开放，利用体制外的力量来克服旧体制的阻力，这就是改革。这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
政治方面的进步也离不开内部开放。经济改革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必然要反映在政治过程中。政治过程的开放最显著的是反映在执政党提出的“利益代表”的概念中。“三个代表”的概念是说执政党要代表方方面面的利益。在这个概念的引领下，执政党成功地把政治过程开放给新兴社会力量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在近年，执政党也开始关注工人、农民、农民工和其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的利益。
无可否认，内部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并非等速进行，经济开放的速度远远大于政治开放；同时，政治过程开放对不同社会群体程度不同，对强势群体的开放远远大于对弱势群体的开放。但不管怎么说，正是内部经济和政治过程各方面的开放构成了中国内部改革的主题和动力。
既得利益已成改革的巨大阻力
从内部开放的角度，人们既可以理解为什么目前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也可以理解如何去寻找新的改革动力。一切关乎利益。过去的三十年可以说是用新利益去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用新利益体制取代旧利益体制。无论是内部改革还是外部开放，已经培养了方方面面的新利益，这些新利益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他们本身已经变成为既得利益，成了今天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阻力。
在经济上，中国的经济体制趋向于封闭。这种封闭并不是指对外系上，即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的关系，而是指对内开放方面。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所从事的方方面面的垄断。上世纪九十年代“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有两个：一是重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民营化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但现在看来，这两个目标不仅没有达到，反而走向了反面。中国国企的规模的确越来越大，但它们的国际竞争力并没有发展起来。当国际竞争力缺失的时候，很多企业转向了国内，这就造成了垄断。今天的中国，只要有利可图的地方，就会有垄断。垄断就是“大鱼吃小鱼”，侵吞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中国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恶劣，发展停滞不前，政府垄断是最重要的因素。同时，各种垄断机制往往导致国家的财富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垄断既是中国特有的收入分配差异巨大的结构因素，是中国经济缺乏创新的制度制约，也在阻碍着经济过程的开放。可以说，如果垄断局面不能被打破，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就毫无希望。
在社会改革方面，缺少进步的主要原因也是开放不足，就是说社会力量影响不到社会制度的改革。在当今发达社会，社会改革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各项社会制度，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全民教育体系，都是在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之后建立起来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现在都是中国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各项社会制度的最好时机，因为中国已经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的确，社会改革是这些年来领导层的最高改革议程，但是，社会改革的进展很不理想。社会改革需要钱。问题并不是国家没有钱，而是国家所拥有的钱很难有效分配下去。从国家财政税收能力看，中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从政策的执行能力看，就不是这样了。在很多方面，国家能力是失败的。如果不能有效地把钱用到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那么就是失败。谁都意识到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改的重要性，但就是改革不了。医疗改革争论已经多年，还在争论。原因乎也很简单，钱掌握在既得利益手中，他们不想把钱花到造福于社会大众的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对既得利益来说，现有的社会制度已经有利于有钱有势阶层，何必要进行改革呢？
执政党须吸纳社会力量
如何克服阻力来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显然，政治改革是关键。而政治改革的关键则在于政治过程的开放。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但大都是体制内的改革。这些年来诸多体制内改革效果并不显著，因为是体制内部改革，往往是左手改革右手，没有任何力度。
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已经没有超然的力量。在强人政治的时代，例如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领袖们能够超越于官僚体系进行改革。没有了政治强人，中国靠什么来改革？靠解放思想，靠政治创新。解放和创新就是要产生一些和既有的事物不一样的事物。解放思想和政治创新首先就是要解决谁来改革的问题，也就是说，改革的主体是谁？毫无疑问，是执政党。但执政党如何能够获得改革的动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改革主体呢？没有任何办法，执政党改革主体的确立只能通过执政党吸纳社会力量来达成。
政治向社会开放至少有两层意义。一是执政党向社会吸引官员。中国政治制度不学西方，但这并不是说不能向社会吸取改革者。新加坡是个很成功的例子。新加坡的大部分高级官员甚至是领导人都是由社会培养的，他们进入执政党之前都是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精英。从社会吸纳人才有效地解决了执政党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的问题。与之相比，中共都是从内部培养干部，培养的往往是官僚类型官员，缺乏全局观，缺乏社会观，也很容易与人民和社会脱节。
二是向社会分权。中国的分权总是在不同政府层级之间进行，也就是说权力的分配总是在政府内部进行。这样，向中央集权往往变成制，向地方分权往往产生很多土皇帝。向社会分权就是向社会寻找继改革开放的动力。近年来，权力迅速向中央倾斜，但是社会还是那样无力，所以改革也无动力。要产生改革的动力，权力在向中央集中的同时也必须向社会分权。
当改革开放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抱怨改革开放，否定改革开放，都没有出路。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再也不可能往回走了。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改革和开放。而新的改革开放也不是从前的重复，新的开放必须是向社会的开放。不管阻力有多大，开放政治是中国必须追求的目标。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12月30日，原标题为“改革开放：中共应向社会吸引官员”



中国的开放及其敌人
人们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历程称为改革开放，就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但实际上，对内改革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开放。这里所指的开放指的是对内开放。讨论中国的开放及其敌人的意义，主要是针对当前中国改革停滞不前的局面而言的。很显然，开放的敌人就是不开放或者封闭。简单地说，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开放，而目前改革的困局就在于封闭。
为什么说中国内部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开放？开放就是向社会的各个群体开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过程。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和前苏联及俄罗斯的改革，就可以昭示内部开放的重要性。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也曾经想开放国家的经济过程给地方和社会，但因为中央官僚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开放没有成功。戈尔巴乔夫因此只能走政治开放的道路，即直接绕过中央官僚阶层，诉诸民众。这就是俄罗斯民主政治的起源。民主化立即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的解体，但国家的经济过程并没有因为民主化而向人民开放；相反，大部分原来体制中的权势人物转而成为黑社会，从而控制了国家的经济过程。这种情况直到普京时期才有所遏制和好转。
中国改革采取渐进模式
中国的发展模式很不一样。中国采用的是渐进模式，就是说先把济过程逐渐开放给体制外的社会群体，进而把政治过程也开放给体外的社会群体。这是一种先不触动或者少触动既得利益，而在体制外就新的利益，从而对既得利益构成巨大的压力的改革方式。
改革之初，因为从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大部分的既得利益在城市，中国因此先把经济过程开放给不存在既得利益或者既得利益比较容易克服的农村。这就是农村改革的起源。农村改革的成功既为城市改革制造了压力，也为其提供了条件。同样，在城市改革的时候，中国的策略是先不动国有企业，而是容许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出一块非国有企业部门。如果中国先动国有企业，就有可能导致像前苏联那样的情况，因为国有企业当时是最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发展非国有部门就是向社会开放。同时，在改革国有部门时，中国也是采用分权方式，即向地方政府和企业分权。地方在被赋予了充足的经济动因之后，有足够的动力来进行改革。
在体制外先进行改革，产生新的利益，从而对体制内的利益产生压力，得以进行体制内的改革。在经济领域内，如果没有发展出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很难想象体制内的改革会发生。明显的例子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的大改革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之所以能够发生，一是因为来自非国有部门的压力，二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国有部门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很快就催生了大量民营企业家，导致私有产权出现。同时经济发展也为中国造就了各种类型的中产阶级或者中间收入阶层，就是说，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过程就必须包容这些新兴社会阶层，必须保护这些新兴阶层的财产。这就导致了政治改革，即通过修改宪法和通过《物权法》来保护包括私有财产在内的各类财产，同时容许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影响政府的政策。从很多方面看，中国出现了向开放的一党制发展的趋势。
为什么改革不动
那么，为什么今天中国的改革变得那么困难了呢？已故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根据对西方发达国家历史的观察，发展出了一套理论。这套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如果稳定久了，就会产生很多分利集团，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办法就是从现存体制中取得最大的自我利益，反对和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奥尔森认为，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很难克服，往往通过革命和激进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中国目前也面临着奥尔森教授所说的情况。在前面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过程向社会开放，开放的结果是产生了很多新的利益。这些新利益在克服改革的阻力、推进改革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是现在，这些新利益本身已经成为庞大的既得利益，从而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了。
在经济层面，应当说现在的改革局面要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好得多。改革需要成本，现在中央政府已经积聚了相当大的财力，有能力来进行改革了。但为什么就是改革不动？例如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环保、劳动保障等）。在很多年里，社会改革一直被视为改革的重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也都强调改革的重要性并立志改革。然而，改革进展并不理想。社会改革需要很大的财力。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钱用不到社会改革上去。为什么？一句话，既得利益主导改革，他们不想把钱用到有利于社会大多数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上去。
再如经济结构改革。谁都知道中国的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包括出口和内部消费之间、生产型投资和社会性投资之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城乡之间、过度消费群和消费不足群之间等。如果不解决这些不平衡，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就会成为大问题，而且也使得中国在国际经济环境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为什么改不动？也是一句话，既得利益不想改。来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给予中国一个机会来克服既得利益，从而使得中国的改革得到一个新机会。但是，既得利益有效地利用了这次危机的机会来巩固他们本身的利益。很显然，国家推出的4万亿拯救方案大部分流向了大型的国有企业和生产型投资。既得利益获得了一次机会，但改革则失去了一次机会。
经济和政治的“马太效应”
政治上也是如此。中国俨然已经成了商人和官僚治国。放眼望去，官僚和商人占据了各级人大和政协的位置，很难找到几个来自社会大多数的代表，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农民工。尽管高层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多年来强调弱势群体的政治重要性，但弱势群体在政治上的代表性还是极其微弱。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方面也是这样。这些年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但发展极其不平衡。工商界本来就是权势阶层，当他们组织起来之后，越来越强大。另一方面，工人组织仍处于弱化状态，农民组织还是被禁止。
就是说，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层面看，中国似乎已经形成了“马太效应”，即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或者说，整个社会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从经验层面看，无论何种类型的国家，这种社会结构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
不开放，内部改革就会走向死胡同。那么，如何再次造就内部改革的开放性？改革的策略是关键。现在面临的现实是：强人政治时代已经消逝。在强人政治时代，领导人一方面能够克服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也有有效的策略组织新的利益。但现在则不然，各级领导往往和现存既得利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不能节制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国家的改革就会受到太多的制约。正因为如此，已经有人发出了声音，要高层领导集体和既得利益集团作切割。
要推动进一步的改革，逻辑只有一个，就是向社会再开放。只有个开放的社会才能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一个持续开放的社会才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如果不开放，奥尔森教授所说的革命和激进方式就会变得不可避免，而这对既得利益和非既得利益来说，都不是最优选择。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1月5日



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说明了什么
最近中国的两则互为关联的新闻尽管并不轰动，但却引人深思。一则是香港高校今年招收了1400多名内地高考尖子，另一则是关于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的。据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富商（富有的中产阶级），通过技术或投资移民等方式，前往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居住。这两则新闻都是关于移民的，前者属于知识移民，后者属于财富移民。换句话说，知识和财富从中国“退出”而进入了另一些国家。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移民国外，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近代以来，为了向先进国家学习，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移民更不必说，向往美好生活的或者被生活所迫的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移民国外的希望。改革开放之后，这两大趋势仍然在继续。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这两则很平常的新闻很容易使人想起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Albert O.Hirschman）的一篇文章。赫希曼1933年离开德国，移民到美国居住。他本人是“退出”者。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东德解体之后，他从东德移民史的角度写了一篇题为《退出、声音和民主德国的命运》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世界政治》1月号上。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退出、声音和忠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赫希曼讨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家是如何衰落以及如何防止衰落的几种途径。根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了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的衰落，就要维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如何保持组织成的忠诚？有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织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但如果组织不能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或者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况下不容许其发出“声音”，或者在组织成员发出“声音”后依然不改善其服务，那么如果存在“退出”机制的话，组织成员就会选择“退出”。一旦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衰落将变得不可避免。
无法出声就用脚投票
在这篇文章中，赫希曼把“退出”和“声音”的概念用于解释东德的消亡。经验材料显示，东德早期逃亡（“退出”）到西德的人数众多。起初，东德政府容许这种“退出”，因为“退出”者多出自“阶级敌人”的群体。“阶级敌人”的“退出”表明内部的稳定。但不久，东德政府发现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成为逃亡（“退出”）者，就开始阻止“退出”。1961年修建柏林墙也有阻止移民潮、阻止“退出”的意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柏林墙的确控制了移民潮。但不久东德政府就发现这种方法很快就失去了效用，依旧有人在寻找各种渠道离开东德。于是，对于那些历经千难万险“退出”成功的人，政府采用了强制性“退出”方法，即如果阻止不了人民出走到西德的话，政府就会吊销出走者的护照，使得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回到东德。但是无论政府怎么做，依然无法阻止人们的“退出”；同时，吊销出走西德者的护照也引起了西德社会的高度不满。在柏林墙内外不满的结合下，1989年，这堵墙很轻易地被推翻了。
笔者不想对中国目前的移民、留学潮作过分的解读，因为中国目前的移民方式和当时的东德非常不同。正如有关部门所指出的，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内在组成部分，移民自由反映出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不过，人们的确可以从当今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中，看出中国存在的诸多制度弊端，可以反思制度，并作制度的改进。
简单地说，目前出现的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体制失去了信心，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也就是日常人们所说的“脚投票”。
愚昧的权力主导迫使知识退出
高考尖子到国外和香港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年教育移民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迟疑地选择“退出”中国高教体系，到海外寻找他们认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国内的一流大学已经竞争不过海外的一般大学，对国内的高考尖子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这里还应当考虑的是，这些年每年都有数万人“退出”高考，即不参加高考。这两方面的情形清楚表明，人们对中国教育体系高度失望，因此作了“退出”的选择。
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这些年社会上的“声音”不可说不大，但是，这些“声音”显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不满者发“声音”，当权者还是我行我素。尽管也有些教改出现，但总体上是越改越糟糕。每次改革总是被既得利益所操纵，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机会，从而恶化教育体系。在“声音”不发生效用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作“退出”的选择。
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人才的竞争（无论是从海外吸引人才还是吸引高考尖子）越来越激烈，对人才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好像也越来越好。但现存高教和研究体制却越来越显示出力不从心，没有迹象表明它可以培养好人才，使用好人才和留住人才。这几年人们对钱学森的“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大师”这一问题作了很多讨论，但对制度的反省依然很肤浅。就拿钱学森的事例来说，新中国建立之初，尽管国家一穷二白，钱学森依然毅然“退出”美国，毫无条件地回到祖国，并且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没有建国初期大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建国初期贫穷的中国吸引了那么多游子回来报效祖国，而经济高速成长的今天，知识精英却纷纷移海外？再回到钱学森的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高速的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中国却培养不出大师？钱学森之问也是很多人所想要问的问题。在钱学森去世之后不久，中国所发生的与钱学森相关的一个悲剧，明白并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2010年7月17日，钱学森创办的中科院力学所实验室遭暴力强拆，被夷为平地。这个事件显示，在愚昧的权力主导下，知识、创新、大师等对中国人来说，将继续是一个不可及的梦。
财富的退出表明对体制的不信任
财富的“退出”也有几乎同样的背景。历史上，移民的大多数是社的底层，是贫穷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上层）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作“退出”的选择，同样说明了这个群体对有关现存制度体系正在失去信任。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个群体的“退出”很难理解，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从发财致富的角度看，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作“退出”的选择。实际上，很多作了“退出”选择的人仍然离不开中国。他们把在中国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家庭成员安置到海外之后，继续在中国发财致富，只不过是今天赚了钱，明天就存到海外。这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对有关的体制毫无信任感。
实际的情形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培养出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造就了这个中产阶级群体。之后，中国修改宪法和法律来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执政党也随之向这个群体敞开大门，接纳他们参与政治。这是中国体制转型非常成功之处。但在执行层面，宪法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纸空文。私营企业仍然受种种政策的限制，发展空间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发了财，就会被各级权力者所盯上。一旦被权力者盯上，再多的财富也是无力抵抗的。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权力者不作为，过度“亲商”，和资本一体，导致群体之间收入差异过高，社会高度分化，结仇富心理流行于一些社会阶层，有产者感觉到不安全。在这样的情下，财富自然作“退出”的选择。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本来就不大，随着中产群体选择“退出”，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必然扩大。这也是当前中国的一个趋势。
回到赫希曼。根据赫希曼的研究，如果人们选择“退出”，那么结果就是“声音”的消失，而“声音”消失的结果，就是体制改革压力的消失，这样一个体制就会走上衰落的不归路。简单地说，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者和财富者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再者，人们还可以继续问，在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中国还能留下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那就是：愚昧的权力和持续的贫穷。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持续的贫穷是愚昧的权力的结果。权力具有建设和摧毁的两面性，它可以创造世界史上的经济奇迹，可以在短时期内造就千万富人，可以建设巨大无比的大学城，但只要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权力，那么权力就可以毁灭一个经济奇迹，迫走财富和知识，摧毁一个教育系统，结果社会总体还是继续贫穷。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把权力的创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而忽视了如何通过改革制度来遏制权力的毁灭特性的问题。如果权力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改造和改革权力体系，很显然是中国目前和今后长期所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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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
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已经多次论述中国政治改革。在三月“两会”期间，温家宝就强调“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现代化事业就不会成功”。最近在纪念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时，温家宝再次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应当指出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也有类似的论述。）历史会证明，温家宝的判断是正确的。
从政治改革论述的角度看，温家宝的几次讲话实际上都远远没有超出邓小平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了权力高度集中导致领导人专制、滥用权力和腐败等问题。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又多次强调要推进政治改革。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政治改革一方面来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三十年以后，温家宝多次强调邓小平所强调过的问题。尽管这并不是说在这三十年期间，中国政治体制一点也没有变化，但的确说明了三十年之后，中国仍然被政治体制所困扰，政治体制仍然面临着三十年前的老问题。
政治体制问题继续存在，对此人们不难理解。中国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路径不同。在俄罗斯等前共产主义国家，改革者把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改革一起推进，尽管造就了各方面的激进变迁，但也导致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无穷的问题。其中，中国最担心的是苏联式的进政治民主化导致民族国家的解体。与之相反，中国把经济、社会和治体制改革相对区分开来，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改革重点。总体上说，早期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的重点是社会政策的改革。不过，重点放在经济体制和社会改革并不是说不需要政治改革了；相反，如果不配以政治改革，经济和社会改革很难推展和深化下去。对这一点，从邓小平到温家宝是非常一致的。
社会反应冷淡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社会对邓小平讲话和温家宝讲话的迥然不同的反应。邓小平的每次有关政治改革的论述一出台，全社会反应激烈，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党内和各级政府积极配合。不管成功与否，政治改革的思想都会转变成为相应的政策讨论和实际的改革政策。但是，今非昔比。今天，中国社会对温家宝的政治改革论述反应极其冷淡，可以说是集体失声，不管是主动失声还是被动失声。
这样的变化表明了什么？实际上，这种变化的背后就是今天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之所在。这种变化至少说明了几个大的问题。
第一，中央权威的消失。这是多年来最显著的现象。中国不是没有改革的话语，而是改革者缺失改革的具体政策和实行政策的能力。这不仅仅发生在政治改革方面，而且也发生在经济和社会改革等其他很多方面。经济改革没有得以深化，社会改革停滞不前。邓小平是公认的政治强人，但即使是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年代也曾经多次强调要加强中央权威。现在没有领导人再作此强调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央较之前有了更多的权威，或者说权威已经得以强化了呢？显然不是。在很大程度上说，由于中央改革权威的弱化，中国社会已经犯上了一种“改革疲惫症”。谁都在谈改革的重要性，但结果是什么行动都没有。久而久之，还有谁再相信改革者的改革话语呢？
第二，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改革开以来，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是因为执政党一直是改的主体。尽管改革如邓小平所言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执政党始终引导和领导着改革。和其他政治体制相比较，共产党体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思想共识和动员能力强，一旦党内达成共识，就可以动员各方面的改革力量达到改革的目标。不能说执政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被弱化，恰恰相反，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执政党的物质和组织动员能力已经大大强化，这可以从应对各种危机的有效性方面看出。在世人的眼中，中国的体制是最具有动员能力的。如果动员能力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集体共识的缺失。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
第三，正如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政治改革的困局也说明了中国的既得利益已经强大到何种程度。实际上，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地位的弱化和既得利益的强大，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既得利益现在已经挟持了改革议程，而这和执政党没有改革共识是紧密相关的。既得利益力量大得很，一旦改革触动它们的利益，它们可以阻止改革共识的形成，可以阻止改革共识转化成为有效的政策，更可以阻止改革政策的执行。另一方面，它们更有效地追求着自己的私利。正因为这样，早有人呼吁“执政党领导集体要和既得利益作切割”。的确，如果执政党的议程被既得利益所挟持，那么改革就会变得不可能，最终有悖于执政党的整体利益，更不用说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了。
不改革，社会就会激进化
到了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不改革，社会就会激进化”的关键阶段，主要表现为既得利益和社会大众的高度对立。既得利益没有一点的动机来向改革妥协，反对一切形式的改革，社会大众的激进化已经成为一大趋势。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尽管各种既得利益有其本身的“有机知识分子”替它们说话，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已经现出和既得利益的对立。尽管左派、自由派仍然有各自的话语，不过针对既得利益方面已经表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
与之相关的是草根阶层的崛起。无论属于哪个意识形态的光谱，各种草根阶层都在通过各种形式寻找和积蓄自己的力量。而既得利益阶层和草根阶层已经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和沟通渠道，前者往往通过合法的暴力来控制后者，而后者往往通过非法的暴力方式来和前者进行互动。今天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形式多样的针对既得利益和精英阶层的社会暴力，是以往矛盾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果，而这些矛盾本来应当是通过改革得到解决的。
那么，从哪里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呢？执政党如果要重新确立自身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就要“思想解放，杀出一条血路”。邓小平的改革运动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执政党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思考改革策略、不断动员改革的力量，来实现改革目标。所以，人们称邓小平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现在没有了邓小平，那么党的中央集体必须成为这样一位“总设计师”。如果执政党继续缺失改革共识，那么不可避免地会继续被社会推着走，更有可能发展到被社会来改革自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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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与中国改革



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呈现“病态”
这两年来，随着“左派”思潮的崛起和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影响力的增加，自改革开放以来至少一直在经济政策上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政策话语遽然消失，在“左派”思想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在今年三月“两会”（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期间，当“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政策争论与较量公开化的时候，自由主义不堪一击。因此，很多人对中国改革的进程是否会进行下去表示出了深刻的忧虑。尽管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两会”结束时分别表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但可以确定地说，现存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议程必须得到修正和纠正。
经济自由主义的退缩和萎缩，表明自由主义既不能回答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更无力解决这些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自由主义可以说是改革政策话语的主体。从八十年代的经济分权到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的确立和随后的全球化，这些都构成了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大背景。产权改革、“抓大放小”式的私有化、保护私有财产等等，可以说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具体政策产物。实际上，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不仅表现在经济政策上，也表现在其他很多方面的改革上，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科研和文化体制等等。方方面面的产业化、商品化、货币化，可以说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极端表现。
经济自由主义的不幸
经济自由主义发展到极端，最终成为既得利益说话和论证既得利益合理合法性的工具。这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现状，也是其最大的不幸。经济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包括提供生产积极性、有效配置生产资源和提高劳动生产力等。但当经济自由主义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的时候，就失去了其应有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失去了其呼诸于人民的能力。在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自由主义往往是一个社会多数人民信仰的经济意识形态，但在中国，自由主义则表现为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不仅如此，它越来越呈现出反多数人利益的倾向。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不是经济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所期望的。很显然，当一些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成为既得利益的代言人的同时，也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对此深表痛心。
中国经济自由主义变质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缺失。如果说经济自由追求的是经济效率，那么政治自由主义关心的则是经济利益在全社会分配的公正性。一个社会要处于均衡状态，这两种自由主义缺一不可。在西方社会或者任何自由市场社会发展的早期，经济自由主义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极端化倾向。如果没有其他制度性因素的制约，经济自由主义就会迫使一个社会走向弱肉强食。在西方，纠正和制约经济自由主义的就是政治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强调的是国家的政治建设，强调通过人民的政治参与来达到社会公正。实际上，纠正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先天缺陷和追求社会公正，是近现代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主题，也是民主政治的动力。政治自由主义也因此和社会主义紧密相关。
政治自由主义同政权对立
但在中国，这种政治自由主义没有发展出来。中国本来就没有政治自由主义的传统。近代政治自由主义自进入中国以来，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政权的对立面。在孙中山先生那里，政治自由主义和清皇朝相对立；蒋介石时期，政治自由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相对立；改革开放以后，政治自由主义的这种性质同样没有任何改变。正因为这样，政治自由主义只呈现出其教科书式的政治口号，表现为启蒙式的理想主义。可以说，政治自由主义是和社会脱节的，它既不能和现存政权有任何调和的余地，也不能真正深入社会。
在产生政治自由主义的欧洲，情况就不一样。欧洲有两种传统，即卢梭传统和洛克传统，或者说法国传统和英国传统。卢梭（以其《社会契约论》为代表）是革命的传统，革命就是把自身置于现存政权的对立面。这一传统从卢梭到马克思到列宁，成为共产主义的革命传统。洛克传（以其《政府论》为代表）也就是渐进的英国模式。但说到洛克的传统，不能不提霍布斯的《利维坦》，而《利维坦》的本质就是为当时英国的专制制度作理论辩护的。英国的专制政府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它是近代国家的雏形。没有专制政府摧毁封建制度，近代资本主义体系就不可能形成。有了近代国家制度的建立，才有可能去讲如何实现制度的民主化和社会公正。而后者就是洛克和很多英国政治自由主义者的使命。
中国秉承了卢梭的革命传统
卢梭传统和洛克传统的不同在于：前者用理想去革命，想建立一个合乎理想的社会，而后者则是发现存在于现存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加以发展和制度化，通过改造现存制度，努力使之合乎理想。
很显然，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直到今天秉承的还是卢梭传统。这方面是因为卢梭传统的根深蒂固，不管以何种方式出现，政治自由主者总也摆脱不了卢梭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时代的变迁。历史不能重复，在世界经历了三次民主化浪潮以后，中国的自由主义再也不可能重拾洛克传统了。
这就把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置于一种困境之中。社会经济方面的快速变迁在很多领域已经孕育出政治自由主义的因素，同时政权的政策也在调整以适应这种新情况，但政治自由主义并不能把这些纳入自己的话语之中，因而和现实的发展并不相关，也很难有牢靠的社会基础。一种能够与现实相关的政治自由主义很难发展出来，而经济自由主义缺失自我纠正机制，这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病态。这种病态如果脱不了，要建立自由公正的民主政治秩序，纯属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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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中国自由主义的未来
最近一段时间里，原本在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的自由主义趋于销声匿迹。中国自由主义的这个现状并不难理解。笔者曾经撰文论述自由主义衰落的几个主要根源，包括：中国本身就没有自由主义传统；改革开放后，政治自由主义一直把自身置于权力的对立面；经济自由主义因为种种原因沦落为权贵资本代言人，等等。
自由主义的失声只能表明其误入歧途，不再得到民众的支持。但这种现状并不表明中国自由主义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空间。恰恰相反，要回答目前中国改革所出现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还是要回到自由主义。但是，中国自由主义如果想要得到重生，就必须在中国的实践中重新建构自身。
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不能光扮演一个反对角色，把自身置于权力的对立面。不错，自由主义的确是制约权力的一种有效制度。自由主义一直相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非常强调用制度来制约权力。但是从历史上看，所有制度建设都涉及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制度建设；并且，所有国家制度建设都是自上而下的。自由主义强调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但并不否认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多数自由主义理论家都承认，任何社会都是精英统治。
要修正的不是现实，而是理论
经济自由主义也是这样。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抓住几个概念放，如“私有产权”、“市场”和“效率”等。这些当然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要部分，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中国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所描述的经济体。市场经济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历史发展的产物。如同政治自由主义没有产生一个普遍认同的民主政体一样，经济自由主义也没有产生一个普遍认同的市场经济体系。各国的市场经济都受制于本国的具体情况，例如，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就很不相同，公共经济部门的比例在各国也不一样。
自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福利资本主义之后，所有资本主义市场国家都有了社会主义的成分。就是说，从经济实践层面来说，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内在一部分。欧洲各国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相当高，一些国家公共经济部门的比例甚至要比中国高。即使在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尽管没有在意识形态层面强调社会主义，在实践层面也有相当的社会主义成分。
在中国，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似乎处于一种对立状态。中国本来实行计划经济之上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左端。经济改革的定位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所以，在改革开放时代，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是和社会主义对立的。在很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去社会主义化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这也是经济自由主义今天服务于权贵资本而失信于多数人民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政治自由主义还是经济自由主义，都没有能力来解释今天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无论是政治自由主义还是经济自由主义，都会坚持说，正是因为中国没有按照自由主义的方式来运作，所以才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很自然，对他们来说，解决现存问题的药方当然就是自由主义。但是，当理论和现实不相吻合的时候，要修正的往往不是现实，而是理论。任何一种主义如果不能解释现实，很难让人们接受其作为解决问题的药方。
投入实践才能得到重生
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过于脱离现实，把现存的制度和权力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经济自由主义又太过于现实，成为权贵资本的工具。要重新建构中国自由主义，就必须把自由主义置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或者根据中国过去将近三十年的实践经验去改造和发展中国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必须既能够解释中国的实践，又能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
人们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西方成熟的自由主义实践来衡量中国目前的状况。这样做并不公平，因为西方自由主义实践是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产物。（应当再强调一下，这里所说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实践，而非理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是理论上的或者教科书自由主义，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实践和其历史性的理解并不很深刻。）如果人们能够认真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实践过程，就不难理解如何去重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了。改革开放以来，从理论层面来说，没有任何中国领导人会标榜自己为自由主义，但在实践层面，他们所实施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由主义的色彩。邓小平所说的“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和“摸着石头过河”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实践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经济实践的一个很好的表述。尽管中国还不是一个典型的自由经济体，但很少有人会对中国的种种自由主义经济实践视而不见。
在政治上，中国也有很多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实践。应当指出的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内容远比以选举为中心的民主丰富。选举只是自由主义政治中的重要一环，而非全部。自由主义最强调的是法治建设和制度性参与，利益妥协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而妥协的基础是法治和制度性的参与。除了分权和自治，中国没有西方自由主义所体现的传统。但社会经济的客观转型已经为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些实践创造了很好的件。各种政治参与实践，如协商民主、基层选举和公民社会等，都在不程度上得到了发展。政治自由主义尽管强调个人自由，但它更是一种开放的、渐进的政治实践。也就是说，政治自由主义向任何有助于个人自由的方法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很多政治实践也是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
强调应当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实践中的自由主义因素，并不是要否认中国的各种实践和制度建设还远离人们理想中的自由主义的事实。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要求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或者那些要求中国发展出自由主义的人们，直面中国的实践。中国自由主义只能产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自由主义是普世价值，但这种价值只能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开放社会、渐进政治的过程中得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由主义只有告别了过去，投入于中国本身的实践，才能得到重建和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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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唯一选择
《物权法》历经多年的争论，在各方的努力下，在不久前的“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获得几乎一致的通过。从长远来看，这个法律的通过不仅是中国经济制度发展史上的大事，从政治发展的视角看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个法律的酝酿和通过经过了漫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政治已经发生了何等重大的变化。这一点，很多观察家已经作了解读，这里不再重复。笔者要讨论的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各方面人士对《物权法》进行了那样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以及这些争论折射出中国经济改革路线中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
为什么对《物权法》有这么激烈而持久的争论？这里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实际利益的原因。从意识形态来说，就是人们所谓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争论；而在利益层面，则是强势社会群体与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的较量。从意识形态和实际利益这两个层面来看，对《物权法》的争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左派”用宪法来反新规
在意识形态上，中国现在的实际经济形态和官方仍然坚持着的意识形态差距甚大，但至少在宪法层面，原来的意识形态还是存在着。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对宪法进行了修正，但其总体结构没有变化。样，根据现实经济需要制定的任何法律或者法规都很容易和宪法发抵触。信仰和固守传统意识形态的“左派”人士自然会以宪法为武器，来反对新的法律和法规。这也表现在这些年来对《物权法》的争论上。在意识形态的另一端，则是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东西。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和传统意识形态发生直接的冲突。但在操作层面，新自由主义很多年来是各级政府进行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
从实际利益层面看，对《物权法》的争论也反映出强势社会利益群体和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不能简单地把《物权法》看成是为了维护强势社会利益的。作为一部法律，《物权法》不仅要保护强者的利益，也要保护弱者的利益，不仅要保护私人财产，而且也要保护公有财产，因为从理论上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在哪里，法律都是弱者的武器。把此用之于《物权法》，就是说，穷人比富人更需要《物权法》。实际上，一些人已经指出，中国近年来普通百姓和政府的争端、和商人的争端，大多是因为没有法律来保护前者的利益所引起的。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社会弱势群体要对可以保护自己利益的《物权法》持异议呢？在这场争论中，反对《物权法》的“左派”公开宣称自己是代表弱势社会群体利益的，而“右派”也不敢表明自己代表强势社会利益，也是《物权法》可以保护弱势社会群体利益来论证该法的合理性的。
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在抽象层面上讨论《物权法》会不得其解。人们必须回到上面提到的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那就是新自由主义。
通常与芝加哥经济学派联系在一起的新自由主义，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科学地设计的、能够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的关键词并不多，主要包括经济自由、市场、效率、利润最大化和不干预型政府。在上个世纪，这种经济政策先是在皮诺切特政府的智利试验，后在撒切尔政府的英国和里根政府的美国实行。在英国和美国，新自由主义在一些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的同时，在另外一些领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新自由主义一味强调私有化和政府的不预。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的美国和英国，私有化表现得最为显著。对有化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民主制度，尤其在英国。例如，撒切尔并没有能够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在内的公共部门进行私有化。和传统自由主义不一样，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单纯的经济主义。传统自由主义在强调私有财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强调民主和社会公平。反民主和反社会公平的本质，决定了新自由主义必然遇到具有民主和社会公正传统的社会的强烈抵抗。
强制性民营化和恶性私有化
但新自由主义到达中国后就一帆风顺。在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贫穷社会主义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对新自由主义如获至宝。经济学家纷纷转向新自由主义，各级政府官员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转向新自由主义。于是乎，中国成了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各个领域全面实施市场化、产业化、民营化等一系列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改革政策，包括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公共领域。因为政府的推动和权力的介入，很多地方出现了强制性民营化和恶性私有化，资本很快就积累在有能力和有机会参与这些过程的少数一些人手中。
从很多方面看，中国所发生的恶性私有化不可能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即使在里根时代的美国和撒切尔时代的英国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除了上面所说的来自民主制度的抵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这些国家，企业都有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公司领导层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但在中国，除了缺乏一个民主的社会环境外，也并不存在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公司治理制度。来自各级政府的政治权力和公司管理层的权力不受有效制约。在权力和利益的交换或者结合下，恶性私有化变得不可避免。从这方面来说，中国和俄罗斯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这也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及其宣称代表他们利益的“左派”不《物权法》的根本原因。对弱势群体来说，《物权法》不免有为强势社会体说话，保护他们以不法途径获得的利益的倾向性。
现在，《物权法》顺利通过了，但围绕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理念的争论还会继续。新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如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部门）的改革可以说已经失败。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另外很多领域，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领域，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恶性私有化还在继续。现在是人们反思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的时候了。改革必须进行下去，但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对改革的指导思想进行反思显然是必要的。毕竟，从各国经济来看，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唯一的经济改革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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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社会
在前不久的“两会”期间，有代表明确指出一些知识分子利用自己掌握的不对称信息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被指只为经济利益说话。
这些往日被视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近年来成为公众批评的对象？在众多的原因之中，最重要的大概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和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关系。经济学家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决策，或者提供政策建议，或者为政策提供合理性的论证。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各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社会的分化也越来越严重，知识分子对这种现象似乎不能提供一个有效的解释。随着公众的不满程度越来越甚，主流经济学家还是一边倒地论证为什么只有通过市场、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社会分化问题。但很明显，这种说辞已经在公众中间失去了其往日所具有的吸引力。
找不到为公共利益说话的经济学家
理性地说，经济学家的确不必迎合公众的需要和情绪，经济学意义上“真理”不见得一定要为大众所接受。但这并不是说，公众对经济学界的不满就是毫无道理的了。当大众意识到经济学家不能代表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们的不满就会表露出来。再者，并不是每一个经济学家都要代表公众利益的。在任何社会，都有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不可避免地代表着一些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公众抱怨的原就在于他们找不到能够为公众利益说话的经济学家。
实际上，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经济学界，而是存在于整个知识界。可以这么说，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要么为权力说话，要么为经济利益说话；也存在着为公共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即公共知识分子，但他们所持有的批评性话语，往往为批评而批评，找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他们也因此没有有效的管道和途径来参与决策、影响决策。
从与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关系来说，我们可以借鉴政治经济学家赫西曼的三分法，把中国知识分子分成三类，即“忠诚”（loyalty）、“退出”（exit）和“声音”（voice）。
“忠诚”很容易理解，就是专门为权力或者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政治，就有“御用文人”一说。现在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出现了大量“为五斗米折腰”的知识分子。这不奇怪，在任何社会都会有御用文人，都会有为经济利益服务的知识分子。意大利思想家葛兰（Gramsci）把这些人称为“有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权力或者利益的有机体。在中国，有机知识分子至少有两类：一类是真正相信这个制度的，是信念导向的；第二类是利益导向的，就是说，他们是为了这个体制所提供的经济和政治资源，想利用体制内的资源为自己争取利益，是知识寻租者。
应当指出的是，根据葛兰西的说法，并不是每一个社会群体都能培养和产生出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政治权力可以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经济利益可以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但工人和农民则很难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古今中外，这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尽管总理温家宝早就提到“穷人经济学”，但事实是中国并不存在“穷人经济学家”。
正是因为一些社会群体没有能力产生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赫西曼所说的“退出”类型的知识分子就变得不可避免。“退出”就是说不再对现存权力和经济利益保持忠诚，就是“异见人士”或者“反对派”，就是要和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和利益唱反调的知识分子。这里也至少有两种情况：第一是为现存权力和利益所不容，被迫“退出”；第二则是对存权力和利益丧失了信心，自觉“退出”。中国目前所谓的政治上的“由派”和经济上的“左派”可以说是属于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这两个群体知识分子当中，尽管也不乏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的人，但总体上说，这两个群体主要以批评为职业。
第三类知识分子就是“声音”类型，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对赫西曼来说，“声音”也是“忠诚”的一种表现，因为“声音”是对现存权力和利益格局提出批评，提出改进的意见，希望现存体制发生变化。能够发出“声音”，表明不想“退出”现存体制。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批评，因而是“忠诚”的表现。
从“忠诚”、“退出”和“声音”三者的关系来说，如果“声音”的空间增大，那么“退出”的空间就会缩小。很多知识分子会选择通过“声音”的管道来表达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如果“声音”的空间缩小，那么，“忠诚”和“退出”两者之间的距离自然变大，往往表现为互相对立。在中国，这种对立已经表现在经济领域。如果情况持续下去，还会在其他各个领域表现出来。
中国更需要“声音”类型的知识分子
在任何社会，知识界必然是多元的。但正如极端的社会分化会导致公开的社会冲突甚至革命一样，知识界的极端分化也会导致知识界内部产生一些激进派，如“极右”和“极左”等。激进派知识分子和分化的社会力量一旦结合，就会对社会冲突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中国社会要持续发展下去，就需要两类现在缺失的知识分子。一类就是较弱社会群体（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有机知识分子”，就是“穷人经济学家”、“穷人政治学家”和“穷人社会学家”等。很难让权力和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来为穷人说话；即使他们能够为穷人说几句话，最终的目标也是为了增进他们本身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而非穷人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有效的针对较弱势社会体的政策，或者针对这些群体的政策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社会群体没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因而没有有效的利表达和政策参与。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需要“声音”类型的知识分子。这类知分子可以说是整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说话，不为局部利益或者特殊利益说话。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对现存权力和利益体制保持高度敏感，并且坚持建设性批评。他们也能看到各种特殊利益的局限性，无论是强势社会利益，还是弱势社会利益，因此能够在各种利益之间找到妥协，协调各种利益，达到可持续发展。所以，只有当今天中国社会中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和与其对立的批评者成为“非主流”，而“声音”类型的知识分子成为真正主流时，社会的和谐才有可能。
很显然，“声音”也是符合和谐社会的主题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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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的领导权
很多年以来，五四运动多被曲解，人们往往简单地把五四运动和激进主义联系起来。尤其是在1989年以后，各方面都想“告别革命”。既然五四运动是激进主义的产物，也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今天的建设时代，再提倡五四精神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或许是有关部门这些年来低调处理五四运动纪念日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于五四运动这样一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运动，任何草率的结论都为时过早，政治性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和其他所有的思想运动一样，五四运动的确有其激进的一面，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批评。但是激进运动并不缺失其理性的一面。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就是通过五四运动在中国得到确立的。五四运动如何确立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今天中共的转型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和反思意义。
领导权不等于统治权
首先必须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领导权和统治权。根据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说法，领导权和统治权是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具有不同性质的政治概念。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但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同。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往是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态加诸社会群体之上。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是通过自由竞争，也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诸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有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
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占领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和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的竞争力分不开。当时，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任何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支持，并且经常被视为异端。但社会主义思想显然并不怕竞争，这种思想很快取得了领导权。这里有很多因素。社会主义思想首先赢得了很多知识分子的认同。这个知识群体在传播和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借用葛兰西的概念，这些人就是社会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思想赢得领导权，也是因为较之其他思想，它更符合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一方面能够解释中国的现实，同时也能解决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哲学，而且也是一种实践哲学。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大学和学校具有思想自由竞争精神。任何思想都必须有载体，而大学和学校是最主要的思想载体。如果当时所有的大学都不能容忍相信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那么社会主义要在中国取得领导权就会困难得多。当时的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学校领导本身并不见得认同社会主义，但他们勇于面对、也有能力面对各种思想的竞争。
应通过竞争取得领导权
这种竞争精神对今天中国的思想战线仍具有参照意义。中共现在是唯一的执政党，具有坚实的统治权。因为有了统治权，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官员和大学主管，就很少去考量甚至忽视思想意识形方面的领导权。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基础，有了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面面的权力，他们往往显得霸气十足。一些人害怕竞争，也不容忍竞争，常常用权力来压人，用权力来解决问题。尽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但在思想领域尤甚。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每一个官员都意识到这一点，但很多官员并不想通过竞争来争取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总是想用手中的统治权来取得这种“领导权”。从这一点来说，笔者很欣赏新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说出“解决问题，少用权力，多用智慧”这样的话的勇气。因为这种勇气早就在很多党政官员中间消失了，或者说一些官员根本就没有能力拥有这种勇气。
要取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统治权，就需要解决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在多党制国家，党本身只是一种组织，具有组织利益，并且和其他党派相竞争。但中国的现实是，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利益是什么？这是个必须加以仔细考量的问题。人们常说“党和国家的利益”，就是说，党具有本身的利益。那么党的利益是什么呢？不管党的利益多么复杂，有一点很难忽视，那就是党必须以社会大多数的利益为归依。
就是说，党是整个社会的有机体。党依附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依附于党。这就决定了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反映社会的声音，代表社会的利益。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来自社会、服务于社会。他们和党的其他干部是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连接点。如果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成了某一些特殊利益的代言人，那么党对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会出现问题。软性的领导权出现了问题，那么硬性的统治权就会显现出来。统治权使用过度，或者滥用统治权，党群关系就会呈现紧张状态。
前些年，中共领导层提出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且把提高执政能力提到政治议程上来，这具有方向性的意义。随着会经济的转型，党的转型不可避免。近年来，中共在党内民主、反腐败等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组织和管理层面的转型，这是远远不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型也同等重要。最近提出了要理论创新，这也是时代所需。但如何通过各种进一步的改革，在争取和改善领导权的基础上巩固统治权，这无疑是中共政治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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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及其前途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自由主义怎么了？从一个层次来看，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活着。在行动方面，一些自认为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还不时地会有些举动；在理论话语方面，自由知识分子还不时地向中国的现存制度及其官方的制度论述提出质疑或者挑战，张扬宪政、民主与人权。至少，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留给外界的印象。但是从中国的现实及其自由主义的回应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又似乎已经死了。除了一些毫无结果的挑战官方的行动之外，自由主义的诸多论述与中国社会的现实越走越远，也越来越不相关。
改革开放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这实在是一大遗憾。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中国各方面的实践，包括经济和社会甚至政治，都为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着很多条件。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开放型的，社会发展也是开放型的，尽管政治方面的变化比较慢一些，但较之改革开放之前，今天的政治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首先在西方出现，在西方得到发展，但自由主义并非西方的专有物。任何一个国家，当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总会产生很多自由主义的因素来。尽管西方自由主义有其悠久的思想传统，但近代自由主义及其在政治制度上的表达则完全是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从这一逻辑来看，中国也不会例外，必然会产生自由主义。今天中国的诸多实践，如开放、利益多元、利益竞和整合、公民政治参与、社会组织等等，都是所有种类自由主义的一性材料。
客观地说，中国各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也需要自由主义的实践。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很多“主义”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是革命的思想体系，而各种自由主义则更多的是国家建设的思想体系。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哪种思想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决于该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近代以来，一些国家采用了自由主义的改革路线，而另外一些国家则采用了其他的革命路线。这一点其实马克思早就有过论述。
今天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实践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因素，改革也在呼唤自由主义的产生。自由主义提倡理性、和平、利益表达和妥协、基本社会正义，这些都是目前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那么，为什么在实践需要自由主义的时候，自由主义反而变得不相关了呢？
自由主义总是站在权威对立面
很多人经常把自近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归之于官方的控制。这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问题是，官方控制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是自由主义总是站在官方的对立面。西方的自由主义很好地处理了与现实权威的关系，但中国的自由主义总是站在权威的对立面。当自由主义和官方政策处于直接对立面的时候，冲突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直接冲突中，失败的总是自由主义者。
从反思的角度，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更多的是来自自由主义者本身所做的选择。不用去谈论久远的过去，就拿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由主义来说吧。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自由主义不仅是主流理论，更是主流政策话语。公平地说，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经济自由主义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但不幸的是，后来新自由主义逐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演变成具有原教旨主义特点的理论和政策话语，裸裸地为各种利益说话，而把基本的社会正义排挤出自由主义体系。
政治自由主义的情况甚至更坏。如果说经济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理论和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则政治自由主义连这种影响都无从谈起。客观地说，政治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西方教科书的水平，西方话语如“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核心关键词。不仅现存体制拒绝这些话语，社会也已经不再对此感到多大的兴趣了。
自由主义拒绝中国化
可以说，自由主义在中国不能生根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由主义一直拒绝中国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自由主义从西方输入。中国人尽管高调谈论自由主义已经一个多世纪了，但根本就没有产生过中国自己的自由主义。五四运动期间传入中国的诸多“主义”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得到了生存和发展。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主义符合时代的需要，也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人物对这些主义作了中国化的努力。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很长历史时期里，自由主义只是作为一种纯粹的思想意识而存在。因为中国社会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缺失中产阶级，就是说，自由主义没有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但如上所说，现在的情况则不一样了，存在着很多有利于自由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因素。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由主义再拒绝中国化，几乎就是选择自我毁灭。
很多人盲目崇拜自由主义，是因为的确不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本质，自由主义的教科书仍然对他们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而另外一些人不愿意自由主义中国化，则是有其他的原因。他们对西方的自由主义赋予了高度的道德色彩，似乎要坚守这个道德高地。
拒绝中国化就产生了诸多自由主义难以消化的消极后果。首先是和中国本身的传统意识发生冲突。除了全盘否认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外，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和传统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由主义和革命者并没有任何区别。其次是和官方的话语发生冲突。但重要的是，因为不能中国化，自由主义就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方面。这些因素使得自由主义对社会没有任何吸引力。自由主义者没有能力证明自由主义所提供的建国蓝图要比其他的主义好。这样，边缘化就不可避免。
自由主义在西方本来是一种开放的知识和思想体系，与其他体系相比较，自由主义的包容性最强。但到了中国自由主义者那里，自由主义就变成了最僵硬的教条。
自由主义如果要在中国生存和发展，没有他途，只有中国化。中国革命成功靠的是毛泽东等一代革命家花了极大的精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一代又一代政治人物开始寻找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孙中山先生先是想用西方自由主义来救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和多党政治，但以失败告终。直到孙中山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所进行的国民革命才出现了希望。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较之国民革命更为彻底，这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不开。这一过程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花了数十年的努力才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经济进程。尽管中国也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但并没有完全照抄，这把中国和前苏联模式区分开来了。当然，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结局也不一样。
现在时代不同了，是和平建设年代，中国迫切需要一种建设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来说，如何把专注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一种建设的思想体系，仍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思想体系，但正如欧洲的发展经验所表明的，如果它不能和自由主义相结合，那么将很难找到一条有效的出路。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因素的欧盟模式。另一方面，如果自由主义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批判过程所提出的议题，也会走向深刻的危机。这次席卷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对中国的自由主义来说，如果要产生、生存和发展，要影响国的政治进程，第一要务就是要中国化。中国的发展需要自由主义，无论是西方教科书式的自由主义还是经济新自由主义，都只能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有效武器，那么可以说，一种中国化了的自由主义或者中国自由主义才会成为建设国家的有效武器。自由主义要做此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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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
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导致了多元社会利益。但是因为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多元利益很快演变成社会分化。任何经济体在发展早期都会经历一个收入分配差异拉大的阶段，收入分配差异对一个社会的政治影响则取决于该社会的接受程度。在中国，收入差异不仅从客观上说（即从基尼系数来衡量）已经超过了一般国际水平，在心理上更超过了中国社会的承受力。很多社会阶层对收入分配不公已经从不满转向忿恨。实际上，收入分配差异及其造成的政治社会影响也是中国官员多年来关注的焦点。
尽管中国政府在缩小分配差异、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已经作了诸多努力，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努力已经遏制了收入差异的扩大。相反，因为政府还没有发展出足够有效的能力来管制资本，收入分配差异还在继续扩大。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在沿海地区，随着大量工厂的倒闭，失业工人队伍越来越大，尤其是农民工。那么，这种状况会对中国的政治生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利益分化已经导致了中国意识形态层面的分化。
各种主义，各有市场
这里指的是中国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中的相当大的部分人对某一种主义或者意识的认同，而另一部分人则对另一种主和意识的认同。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中国的舆论界，但这并不妨碍各主义的流行。今天的中国思想界有如晚清和民国初年，各种主义纷纷涌现，如所谓的“左派”、“右派”、“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各种本土培育的或者从西方进口的主义。各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宗教也反映了这个趋势。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各种主义在中国崛起是个常态，不过中国的各种主义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争论和沟通。各种主义都在以各种方式和社会支持力量结合，寻求政策层面甚至政治层面的效应和结果。
很多年来，主导中国经济改革的是经济自由主义话语。经济自由主义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今天的经济自由主义处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经济自由主义很难解释中国社会的分化，也没有有效的政策来改变这种局面。相反，在很多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沦落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在一些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尤其是社会改革的障碍。
在另一端，一些社会阶层成为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改革的受害者或者牺牲品，他们看不到未来改革的出路。所以，近年来，一些人开始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开始抱怀疑态度，要求反思和纠正改革路线。因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他们往往向后看。无论新老“左派”还是国外称为“毛泽东派”的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这种倾向性。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从理想出发来审视和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
缺乏有效的妥协政策
各种主要的主义都呈现出激进化的趋向。在非理性的情况下，各种主义都可以表现出“民粹”的特点。“民粹”往往被用于指向社会底层被动员起来的状况。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既存在着“左派”民粹主义，其础是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也存在着“右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既得益和特权阶层。双方似乎很难找得到妥协的基础。一方面，既得利益的心态是“穷人该死”，他们动员一切尽可能的力量在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已经取得的利益基础上再扩大利益。另一方面，底层社会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一个越来越不公正的社会，视既得利益为“不义之财”。他们和他们的代言人当然也要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
在这两者之间，中国的中间力量非常小而弱。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不大，而现在这个还很弱小的中产阶级处于一个困局中。因为财富加速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中产阶级中的少数一部分人已经通过积累财富和扩张，进入既得利益阶层；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城市居民重新贫穷化，成为新穷人阶层。尽管经济的发展在继续制造着中产阶级，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会很快成长。
执政党当然不想看到社会的激进化。官方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也是有相当认识的，官方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还在继续。但因为利益的多元化，这种控制的有效性是很成问题的。即使在执政党内部也已经出现思想多元化的局面。这使得建立一种各方都认可的意识形态重要起来。
很容易理解，官方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妥协，但总体来说，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处于一种衰弱状态。因为长期秉持“不争论”路线，有关方面倾向于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不时地干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但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明确。尽管努力想达成各个阶层利益之间的妥协，但既看不到妥协的意识形态，也看不到有效的妥协政策。虽然各社会阶层都能看到社会利益妥协的好处，但对底层社会阶层来说，在没有看到建立能够造就社会利益妥协的具体制度和政策之前，还是难以忍受现在的社会不公状态。
须建立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
社会意识形态激进化已经开始表现在社会行动的一些方面。最显著的是表现在近年来的社会群体事件上。早期的群体事件由具体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引发，参与者也更多地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的争取，但是这些年来，社会群体事件开始超越经济和社会范围，具有政治性。也不可否认，一些群体事件开始由理想的概念所引导，就是说社会意识形态开始在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如果高度分化的利益不能达成妥协，那么最终可能会演变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想看到的革命局面。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表明，执政党要明确确立本身的改革路线及其方向。一方面要通过政府与社会各阶层的全面接触政策而达成改革共识，另一方面更需要下大力气加快建立能够促成社会利益妥协从而实现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要达到社会共识，“不争论”路线应当得到修正。这个路线如果继续下去，只会导致执政党改革话语权的继续弱化甚至丧失。当社会的各种力量各自对自己的支持力量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的时候，执政党本身更应当感到迫切的压力。如何通过大争论来达到社会的共识，确立社会的共同价值，这应当是执政党宣传和理论部门改革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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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经济体制改革



“浙江模式”值得深思
近日参加“浙江连线”，到中国浙江考察，走访了绍兴、宁波、台州和温州等地。尽管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一直多有关注，但这次考察，对浙江的发展多了一层理性的思考。在当前中国各界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向何处去的争论方兴未艾的时候，浙江的实践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具有经验价值的思考。浙江模式包括方方面面，但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发展动力来自内部
最为人熟知的要算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了。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早已经不是新闻，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民营经济一直支撑着浙江的可持续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浙江民营经济在恶劣的外在环境下辛辛苦苦地生存下来了。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以后，民营经济具有了合法性，发展速度加快。在近年，当地政府更是把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民营经济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已经构成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浙江民营经济所包含的内涵是深刻的。它首先是一种内生型发展，就是说，发展的动力来自内部。在中国沿海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再到京津唐和渤海湾地区的很多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来自外来资本。尽管外来资本的确推动着当地经济的发展，但也正在滋生越来越多的问题。资本进来了，技术不见得能够进来。同时，高密度的外资严重制约着本土企业的发展和技术创新。在近年，数量巨大的外资在各沿地区参与制造着经济的泡沫成分（诸如房地产）。浙江则没有这样的情况，尽管外资也得到鼓励，但发展的主动力主要来自民族资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民族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足以和外来资本相抗衡。
发展的资本来自内部，发展也是以满足内部市场为主。浙江的产品都是以先抢攻内部市场为主，出口为辅。这与很多沿海地区高度依赖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些省份的出口导向经济主要依靠低廉的劳动力，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但浙江则以开拓内部市场闻名。在全国的各个角落，现在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浙江商人的。这种以满足内部市场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同时这种模式要比出口导向更稳定、更具有可持续性，因为它更能承受外部国际市场的冲击。
经济立基民营资本
浙江经济立基于民营资本之上，其技术创新能力也比其他地区要高出很多。在八十年代，浙江的一些地区尤其是温州地区以生产假货闻名，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已完全改观。在吸取了以往的经验之后，浙江民营企业非常重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因为是民营资本，浙江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具有自主性。现在的浙江商人不仅走遍全国，也走遍全世界。很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当的竞争能力。近年来浙江产品在发达国家经常遭受地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浙江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人们在关注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同时，往往忽视那里同样健康发展的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国有企业的发展一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但浙江的国有企业发展势头相当好。这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为国有企业营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者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起到了共同发展的效果。
更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劳工状况远较其他地区好。在一些地区其是台资、港资和韩资等密集的地区，劳工状况存在着太多的问题，劳工的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但在浙江，侵犯劳工权益的情况并不多见。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多种，但主要与浙江重视本土资本有关。外来资本的主要动机来自对地方廉价劳动力的利用，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很难产生。而本土资本则因为受地方归属感等因素的影响，往往较能注意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和发展，劳资关系也因此显得比较和谐。
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并非没有产生过问题。例如，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环境的恶化。但是，包括环境在内的问题在浙江很快能够得到重视，也能很快得到纠正，这也和民营企业的性质分不开。在浙江，企业、政府和社会往往是相对独立的，互不依赖。一旦企业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负责任，政府和社会比较容易对企业施加压力，纠正其行为。而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因为政府和企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纠正企业的不当行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很显然，当政府和企业走到一起时，社会就很难对企业产生影响了。
在八十年代，人们常说，中国的发展要看广东，因为广东“先行一步”；但在今天，人们则可以从浙江的发展经验中看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的确，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关系方面，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方面，在企业和雇员关系方面，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浙江实践都有其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表明，经济改革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而是如何在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同时处理好所有这些方面的关系。现在所倡导的“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就已经包含在这些关系之中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浙江模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当说具有方向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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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企业改革战略出了什么问题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进行了新一波的国有企业改革。这一波改革的核心就是“抓大放小”。“抓大放小”的做法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之前就开始酝酿，十五大正式将其确立为新的经济改革战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尽管“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为产权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条件，但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大规模的经济分权外，产权改革缺乏一个明确的方向。“抓大放小”的提出为中国经济改革，尤其是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的改革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抓大放小”即是把大的国有企业组建成大型的企业集团，而把中小型国有企业推向市场，让市场来决定它们的命运。中国不想走、也没有走东欧、俄罗斯式的大规模的、一步到位的私有化道路。“抓大放小”是一种混合型的产权改革方式，用非私有化的方式来重组大型国有企业，而中小型企业的产权改革则有很大的伸缩性，可以有多方面的民营化方式。
应当说，“抓大放小”具有很高的战略眼光。在中国实施“抓大”战略之前，日本和韩国等工业化国家已经成功发展出很多庞大的企业集团。中国是一个大国，更需要这样的大型企业集团，它们一方面可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国际经济体系内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些大型企业集团的存在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经济保障。就“放小”来说，中小型企业的民营化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因为产权不明等原因，数量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效益不好，没有市场竞争力，也经常是各级政府财政负担沉重的一个主要根源。从国际经验看民营化不失为国有企业转型的一个有效方式。并且，中小企业转型的社会政治意义并不比大型国有企业来得小，中小企业在提供就业和收入分配合理化方面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现在看来，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改革战略的实施过于仓促，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负面效果正在日益显现出来。
大企业成“独立王国”
在“抓大”方面，在执行过程中，各级政府往往是不顾一切，为了“大”而“大”。很多企业通过政治或者行政的方式合并在一起，形成了巨大无比的垄断企业。原来所预期的积极面没有显现出来，如创新、效益和竞争能力等。有不少巨无霸尽管在国际上也有了名分，但只是从数字上说而已。应当指出的是，这些数字往往是国家通过各种方式聚集而成的，而非企业本身的财富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垄断企业根本不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运作的，而更像是行政组织和政治组织。有人把这些庞大的垄断企业称为“独立王国”并不为过。在这些企业集团内部，管理层可以自行其是，没有人可以对之进行有效监管。腐败、国有资产流失、工资定级失控等等，都是其表现。在发达国家，私有企业集团要通过企业本身的效益和创新而生存、发展，而中国很多的企业集团往往通过国家的权力资本生存和发展。
国家组建这些企业集团本意是为了国民经济整体，其目标是全社会获得利益，就是说这些企业和私有大企业性质不同，因为它们具有公共性。但是因为各种制度规制不健全，这些垄断企业根本体现不出其公共性，似乎它们就是企业的管理层所有，或者企业的员工所有。企业效益好了，利益大都被企业本身所享受，很难扩散到社会整体；而如果企业效益不好，它们又可借用国家的力量得到大量的投入。但要知道，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生产者，国家所具有的财富源自于社会的各部门，就是说，这些企业是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得到社会财富而为自身利服务的。
小企业恶性私有化
“放小”方面的问题也同样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政界和学界（主要是经济学界）对民营化达到了迷信的程度，认定民营化是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但在经验层面，很少有人理解民营化或者私有化的真正含义或者目标。在对民营化没有很好认识的情况下，很难对之进行科学和有效的规划。一到地方层面，往往是为了民营化而民营化，反正把国有企业抛向市场就是了。更有甚者，在民营化遇到社会阻力的地方，各级政府不惜借用政治和行政的力量来推动。这种方式较之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共产主义政权解体以后的恶性私有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考察一下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和英国的民营化（私有化）过程，不难发现，这些国家的民营化在争取效率和效益的同时，都能很好地兼顾公共利益。很简单，民营化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公众。但在中国，民营化往往通过政权的力量来执行，其残酷无情的程度罕见于世界。民营化的服务对象为资本，而非社会。因为缺乏鼓励中小型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在民营化之后，中小型企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多地方，中小企业的数量在不断减少。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中小企业被迫转型之后，又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并购。在“创业”等一些好名词的掩护下，企业实际上成了资本拥有者掠夺社会财富的工具。
发展中小型企业很多年来一直是很多国家和地区解决就业和缩小社会群体收入分配差异的一个有效途径。亚洲“四小龙”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能够保持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一套相当有效的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机制。但在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在不断缩小。
“抓大放小”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这并不是说这个战略就失去了值。建立能够支撑国民经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企业集团，鼓励和发展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方向。但是，如果不正视出现的问题，不认真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这一战略经济上的合法性会受到质疑，而且其所能产生的社会政治代价（如腐败和收入差异的扩大等）也会难以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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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和中国产业升级
源于西方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四万亿拯救经济方案。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会用于十大产业的振兴。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各大产业尤其是那些出口导向的产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政府在这方面进行干预最正常不过了。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振兴”？振兴不应当被理解成为政府帮助这些产业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它们“恢复”到从前的水平，或者“维持”在现在的水平。如果是那样，这些产业只会从政府那里“寻租”，千方百计从政府那里得到尽量多的财政和金融支持。结果，有可能导致政府对这些产业的过度信贷，从而成为内部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方面，中国过去有太多的经验教训了。中央政府因此要处理好庞大的四万亿或者以后更多的钱用在哪里的问题。用不好，不但促成不了产业的进步，反而会导致极大的腐败。总理温家宝曾经担心地方政府会利用这次金融危机大搞一些“形象工程”，并称之为“腐败”。不过这种情况也必然会发生在产业振兴方面，只不过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在很大程度上，金融危机的确是中国产业升级的一个机会。因为中国本身没有金融危机，只是受到西方金融危机的影响，就是说，中国政府和企业仍然具有很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仅仅是应对危机远远不够，最重要的是要思考金融危机之后新的经济增长来源和产业所要面临的新的经济竞争环境。西方很多大型企业深受这次金融危机影响，但是这些企业并没有在那里等待死亡。实际上，各类企业也在利用这次危机进行重组，从而抛掉过去沉重的袱，轻装上阵。
可以确切地说，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各产业必然面临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竞争环境。因此，政府的目标不仅仅是消化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是利用这次危机进行产业升级，让企业的各方面有个飞跃。
如何“腾笼换鸟”
在所有国家，产业升级是个非常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在亚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花了很长时间来进行产业升级，一些经济体的升级显然要比另外一些经济体成功。同时也要看到，产业升级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面临的任务并非是产业升级，而是产业扩张，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产业“粗放型”的发展。最近几年，中国最早工业化的地区面临产业升级的挑战。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珠江三角洲产业发展在很长时间里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自由放任”型经济。自八十年代开始，地方有关部门对本身的产业发展没有长远的政策，只要是外资就加以欢迎。因此，低技术、劳动密集、高能源消耗、高污染等成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特色。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示出了不可持续的特点。例如，它不能承受劳动关系的变化。前些年，中国出台新的劳动法，珠江三角洲的资本方反弹就很厉害。这种方式也不能承受土地方面的变化。当土地的供应不能持续时，这种发展模式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正是这种情况促使广东地方政府在近年来开始努力调整产业政策。
实际上，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广东省政府已经开始作产业的升级调整，广东的一些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关闭或者倒闭。广东称这一步是“腾笼换鸟”。这种做法受到一些方面的质疑，尤其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质疑。但是，无论从产业升级还是劳工权利或者可持续发展来说，这一步必须走。事实上，广东省政府也可以把金融危机看成是一个机会，因为它加速了“腾笼”的过程。
关键在于如何“换鸟”？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这里首先必须对“换鸟”作合理的理解。很多人把它单纯理解成为“今天生产鞋帽、明天生产电子产品”。把落后的产业转移出去，把先进的产业请进来，这当然是一种产品升级；但是，在同一个产业甚至同一种产品链上往上爬，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产业升级。比如，生产一双鞋，可以赢利10元，也可以赢利100元，就是说要从附加值方面考虑产业的升级。
古典和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强调的利用“比较优势”所进行的产业升级，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典型的就是英国，英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但到今天，其大部分产业已经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次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因为今天的英国只有金融、教育等服务业和少量的技术产业，而这样的服务是需要全球性顾客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经济现在高度依赖海外，显现出依附性经济体的特质。更为严重的是，即使没有金融危机，英国社会也遭受着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的痛苦。制造业不仅仅具有经济学意义，还具有社会学意义，因为制造业是最能够吸收劳动力的。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就业就成为大问题。尽管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能够保障人民的体面生活，但一旦没有了工作机会，很多人就无所事事，民风下降，给人一种文明倒退的感觉。不管怎样，近代文明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
正因为这样，即使是西方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都不会轻言放弃任何一个产业。这次金融危机也表明，那些具有良好产业（制造业）基础的国家所受到的负面影响，远没有那些制造业被大量转移出去的国家严重。这一点对中国非常重要。中国是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不仅能够容纳不同的产业，而且也能容纳同一产业链上具有不同程度附加值的产品的生存和发展。由于中国仍然是一个劳动力大军充足的国家，尤其不应当轻言放弃任何产业。如果要做产业转移，那就应当在政府政策配合下，在不同区域间（一个省内的不同区域或者不同省份之间）进行转移。
企业“走出去”的战略
产业升级是国际环境下的升级。如何升级？这些年中国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教训，尤其在企业“走出去”方面。“走出去”不仅仅是国际化战略，更应当是产业升级战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具有政策意义。
第一是购买美国国债的问题。有人很形象地指出，中国应当购买的是美国产品，而非美国政府，也就是说，要购买美国的技术、管理经验、知识等产品，而非美国政府债券。从中国政府对美国债券表现出来的担忧来看，购买美国产品显然要比购买美国政府更可靠，更具有价值。
第二是购买什么样的西方产品。这些年中国在收购西方企业或者技术方面也作了不少努力，但是，这里有个致命的弱点：因为收购的主体往往是大型国有企业或者受国家支持的大型企业，而且目标往往是顶端产业或者对被收购国家具有政治影响性的企业或者产业，在大多数场合，中国的收购都被政治化或者意识形态化，从而导致流产，或者收购之后效果不佳。中国可以批评被收购国家的政治，但政治永远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你是否喜欢。大型国有企业利用庞大的资源和政府支持优势“走出去”，这可以理解，但是大型国有企业所做的并不一定是对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事情。无论是高端技术还是资源，都是中国所需要的，但这些不能涵盖“走出去”的全部意义。对中国来说，中小企业的升级尤其具有战略意义。
这就是这里要强调的第三方面的政策，就是政府必须辅助中国的中小企业实行升级战略，无论是通过“请进来”还是“走出去”途径。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的很多中小企业都发生了危机，主要表现为资金的短缺。这些企业也在寻找出路。中国如果要收购这些企业，就比较容易，因为这些企业并没有政治性，很难被政治化。老是盯着人家的大型企业，不可避免地要被所在国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收购中小企业也符合中国所需，中国政府也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小企业的发展。这次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也是中小企业，尤其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动员和组织庞大的民间和社会资本来收购中小企业。现在人们盯着的是政府的四万亿。如果能够把民间资本动员起来，就会有庞大得多的资金。很多年来，中国庞大的民间资本因为受政府各方面的限制一直处于毫无理性的流动状态，找不到一个合理的投资点。民间资本尽管庞大，但很分散，这就决定了政府在组织和动员民间资本来达成中国中小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这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政府尽管已经在很努力地应对金融危机，但从上述这些方面来看，政府仍有很多并且更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如果能够在多方面进行政策调整，结合政府本身和社会的力量来达成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产业升级，尤其是迫切需要的中小企业的产业升级，那么在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就可以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同时，这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9年4月28日



“国家主义经济模式”何处去
最近几个月，沸腾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迎来了一群新的玩家：大型国企。一方面，各大国有房地产商依靠强大攻势，不惜重金夺取大量黄金地段，从而将已经很高的地价推向新高；另一方面，那些不主营房地产业务的央企也纷至沓来，力图在日渐扩大的地产市场上分一杯羹。在国有经济已经控制了电信、石油、煤矿、烟草、电力、航运等利润最高、效益最好的垄断行业后，房地产业似乎在成为下一个热门，因为土地几乎是整个经济体系里尚未被占有和开发殆尽的唯一的核心资源。
我们可以把中国这种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叫做“国家主义经济模式”（Economic Statism），或者“经济国家主义”。应该明确，它与现代西方的凯恩斯主义、前苏联的斯大林体制、北欧模式和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模式迥然不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模式”。所谓经济国家主义，是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某些关键领域和环节进行全面控制和支配，尤其是在信贷、土地、流通、资源等关乎宏观经济全局的核心领域，以行政权力和政府运作代替市场机制和私营企业。长期以来，正是这种“国家主义经济模式”一直主导着中国经济的运行，在推进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同时，也成为各种问题的症结。
从“盐铁国营”到“央企时代”
中国国家主义经济模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战国晚期的集权国家构。根据西汉《盐铁论》的描述，当时这一模式已经支配了中国经济的脉。汉武帝时代国家掌握的盐铁酒业，正是中国式“国有企业”的最早形，而群儒对于官方经济政策的批评和质疑，包含了许多对民间资本最早的辩护。后来在王莽和王安石两次大规模的改革中，政府又曾尝试系统和全面地控制整个社会经济，最大限度地掌握资源和财富，动员全部的社会剩余进行战争或社会改造。王莽事无巨细的国营垄断计划和针对所有大小行业的营业税，大概是历史上最全面的一次“经济国有化”战略。而王安石提出的对国有农村信贷和商业的垄断性经营，也算是世界上头一遭如此大规模地推行国有银行和供销制度了。
“国家主义”大多时候不会太泛滥，国家在常态下也给予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而把主导权限于国民经济的部分关键领域，基本上能够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维持一个平衡。
如果说“经济国家主义”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那么近代以来各种内外因素更强化着中国的经济国家主义。一言以蔽之，近代中国的国家主义经济模式是“危机”催生的，是清帝国和随后的中国历代政权在危机下被迫或者主动选择的、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变革。有两点对这些变革至关重要：首先，这不是用一种全新的体系去取代旧体系，而是延续旧体系的某些规则，并且将一些潜在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其次，每一次制度变化又限定了下一轮发展和变化的路径，也就是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路径依赖”。
晚清的内忧外患，使得帝国被迫放弃千年来支配国家权力的科举制度及其相关的政治、文化、经济制度，改变了两千年来文化—政治精英的统治格局，为社会力量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两次鸦片战争失利后的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提高中国的国力，但却留下了“官督商办”这一早期的“国企”制度模式，从国有军工和机器工业再到民生产业，在扩张国家资本的同时也大量动员了民间资本；以日本侵华战争为契机，国民政府重组了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了最早的集政治、社会、经济功能于一身的大型国有企业和银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国有企业和单位制度的起源；在与国民党政府以及“三座大山”的对抗中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彻底改变了中的基本经济制度，缔造了新中国独有的国家集权、政治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后来，在冷战的严酷环境和激烈竞争条件下，毛泽东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改造中国经济社会形态的政治运动，企图引入社会力量直接参与国民经济的各级管理，结果导致空前的危机；三十年前，在“文革”造成的巨大社会经济危机面前，中国政府选择了改革开放，从在沿海城市设立特区和在农村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逐步突破了现行经济体制；二十年前，在苏东体制垮台之初，中国进一步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步骤地对国有企业、社会行业（事业单位）、税收制度、外贸与金融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又以“抓大放小”的国企改制以及集中税权的分税制改革最为关键。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都在促使中国调整经济结构与发展战略。通过朱镕基“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国家把大部分地方和小型国有企业的命运交予市场，而那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全国性企业则存留下来，成为庞大的中央直属国有企业集团（央企）。这些在资源、信贷和政策等方面居于有利地位的经济实体，成为日益市场化格局下的中国国家主义模式的新支柱，也标志着已经存在了两千年的“中国模式”在当代得到了“完美复制”。
“国家主义”的利与弊
从历史角度看，这种诞生于危机的国家主义体制最大的优势，也确实在“危机时刻”才能得到全面体现。就拿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来看，中国无疑是反应最快、干预力度最强，同时也是效果最为明显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和地方政府在异常松弛的信贷政策下投入的若干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已经颇见成效。这若干万亿到哪里去了？许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很大一部分正是流入了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手中，然后再流向各种金融、生产要素以及商品市场。于就发生了目前正在展开的国企声势浩大的买地运动，从拉动内需、促GDP快速增长这一点来看，它的作用无疑是正面的。以央企为代表的中国经济中强大的国家力量，除了有应对危机优势以外，还具有重大的政治和战略意义。首先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强大的国有部门有利于国家执行某些经济政策，尤其是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部分产业政策，确保国家对国民经济方向的掌控；其次，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一些提供公共和国防产品的部门确实有必要或者只能处于国有资本控制之下。
但是，从现在看来，经济国家主义的过于强大造成的问题似乎已经超过了它对整个中国经济的正面功能，甚至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威胁。
首先，过于强大的经济国家主义已经间接成为许多经济社会矛盾的根源。这一点和历史上国家经济主义的困局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让国有资本在许多关键性、战略性部门扮演一个关键的甚至主导的角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像参加盐铁会议的儒家知识分子最先提到的，国有资本过度的膨胀将演变成“与民争利”。众所周知，在当今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国有企业并没有做到、也很难真正做到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因此，国有资本在政策、价格和信贷等方面享受优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造成了国民经济分配系统一系列的不平等和无效率。从产品市场看，许多服务商品的价格或者由于缺乏有效市场竞争而偏高，如民航、银行和能源；从资本市场看，虽然民营企业和个体创业者在他们所存在的行业里总体上效率更高，但融资却比国企困难得多；从劳务市场看，大型国企、尤其是被称为“豪门”的央企雇员的实际收入和福利要比同行业民企雇员收入高得多，比起人均国民收入更是高出三至四倍有余，而劳动的附加值和生产效率却不一定更高。那些效益好、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企如同一个个独立王国，在国家与政府的羽翼下可以灵活分配垄断“租金”，却不一定能够创造更多社会价值。这就导致社会富的转移而不是创造。其结果就是社会资源分配的扭曲和不平等，从引发了社会的不满。国家加强对经济控制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扩大税收，增强国家身财力，从而进一步加强对经济的引导与调控能力。的确，自从实行分税制和“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之后，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收入明显提高，而其中一大部分正是来自于国企。另一方面，从2007年起，中央政府也开始向部分国企征缴所谓“暴利税”。但从长远来看，过度的国家主义对税基有极其负面的影响。这是因为上述“良性循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国家税基的不断增长，而国家税基的长期增长，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国民收入的长期增长。而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政府越是在政策法规上相对扶助国有企业，也就越压抑生产率较高的私营部门的发展。
与许多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正处在一个许多资源尚未被充分市场化的时代，城市化方兴未艾，交通信息产业起步不久，金融市场尚未完全成型，最重要的“人口红利”也还未结束。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源泉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如土地资源开发、人口转移、基础建设投资等，而不是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现在，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利益共同体：政策大幅度向国企倾斜，税收也大力依靠国企，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被这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排斥在外。这就导致了国民经济体系激励机制宏观上的严重扭曲，并进一步导致微观层面的扭曲—垄断性国企内部缺乏效率的激励机制和治理结构。有理由怀疑，若干年后，当中国“结构性”增长要素开始枯竭的时候，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国企如何继续为国家导向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税基？甚至不需要等到那么远。如果让这种体制造成的畸形分配格局继续发展，还会逐渐威胁到社会稳定，动摇经济发展的基础。
从各国经济发展经验看，财富产生于在规制下开放的竞争，对外闭的利益分配集团越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僵化，以致走向滞。这一基本规律适用于历史上任何国家过度干预的体制，也同样适用于当今的中国。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的国企改制曾从战略高度出发，力图把央企打造成体现中国经济国力的旗舰企业，让它们开拓海外市场，与实力雄厚的海外集团一决高下，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最新的全球五百强的名单上有24家央企集团，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豪门”，在各自行业垄断了国内市场的绝大部分。这些企业能够入围，毫不奇怪，也完全符合当初的战略构想。的确，从资产和市值上看，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名列前茅的石油公司和电信运营商，但这远不能表明中国的央企就具有了世界竞争力。与央企集团并立的绝大多数是海外私营集团，它们在资本效率、劳动生产力、公司治理和技术等方面仍然牢牢占据着绝对优势。除了少数必须要“走出去”的资源型央企外，中国的“大航母”一般只游弋在自己的“领海”，而这些“领海”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国内市场上的垄断权力、国有银行的无限支持以及防止跨国与民营企业进入的各种界碑来维持的。不过这并不妨碍它们扩张。与当初的构想不一样，它们的扩张是横向的、对内的。上面所说的国企向地产业的“大进军”就是很好的一例。除了房地产，在钢铁行业，“国进民退”的趋势也非常明显。
结构性改革如何入手
近年来，改革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很多方面是难以为继的。与日本和“四小龙”高增长期呈现出的收入和消费迅速增长不同，中国民间消费和私营部门的工资收入的增长要大大落后于投资、储蓄（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和企业盈余）和政府税收。截至2008年，中国的消费仅占GDP的35%，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是最少的，而且比上世纪十年代还要低。强大的国家力量控制了整个经济的所有核心资源，但缺少公平有效的方式将其转化为社会财富与福利，而这些资源本来可以为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和购买力的。这几年里政府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这标志着一新的再分配战略的开始，但还是无法改变生产和一次分配领域的扭曲局面。归根结底，需要对国家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修正，在保持国家规制能力的基础上“有所不为”，把一些由国有资本主导的领域逐渐向民间资本开放，从而引入竞争机制。竞争可以创造财富和效率，竞争也可以促成稳定的秩序。不通过结构性改革引入竞争，中国的经济发展很难持续，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政治稳定之间的矛盾也会日益凸现出来。
笔者认为，结构性改革需要考量如下几点：
有效监督国企。虽然现在国企的预算已经处于自负盈亏的“硬约束”形式下，但它们的国家或地方的垄断背景，再加上国家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政策倾斜，使得这种约束缺乏意义，有时反而滋长了浪费。这一制度并没有完全改变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的利益格局。国企既然掌握的是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国有资产，就应当接受民主监督和社会质询，基本财务应当向社会公开。
给国企划界。政府应当对国有资本的扩张加以控制。除了一些与国运攸关的战略性领域，国有资本的运用范围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除了极少数涉及国家核心战略利益和公共福利的产业应实行国营外，对于那些产生巨大财富的产业，国家应当主要让私人经营，国家只是以征税的办法来管理。
促进竞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证明，真正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企业，只有通过充分竞争的市场来培育；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可以积极引导和扶持某些行业（而不是个别企业），但不能用行政手段去代替和干预竞争。
“藏富于民”。早在王安石变法时代，司马迁就认为天下财富有限非藏于民即藏于官，与其藏于官，不如藏于民。在儒家的民本主义理中，“民”是最核心的。事实上，对于现代国家而言，民也是国家力量的源，有强大的社会才有强大的国家。中国的“国家主义”传统已经延续了两千年。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这套模式总是和危机难舍难分。这次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积极策略，又进一步使得国家力量在国民经济生活中无边界、无效率地膨胀。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在缺乏的是应对“常态”的模式。当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成为常态，为了让经济增长变得可持续，就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模式，使得经济增长本身与社会整合相互促进。为此，以增强国家力量（政府力量）为最终目的的国家主义战略显然是不够的。这是因为目前增强“国家”经济力量的利益的受益人，只局限于政府和国企的工作人员，而他们只是整个社会的一小部分。不均衡的分配制度，尤其是秘而不宣的“灰色收入”和隐性福利制度，在不同群体之间造成了巨大鸿沟，进而威胁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信。让以民营资本为代表的社会力量获得自我表述和发挥的空间，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整体的运行效率，更可以避免未来危机的产生。
 
郑永年、黄彦杰合著，原刊于《中国企业家》2009年10月



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呈现出两个大趋势。一是国有企业急剧地扩展到原来的一般性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本来集中在电信、石油、矿产等被定义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但最近很快扩展到包括地产业在内的一般性垄断行业。第二个趋势也同样显著，那就是出现各种不同形式的国有化，国有企业用股份等手段渗透到原来非国有部门的企业。
金融危机刚刚爆发，国有企业马上就有了用武之地。中国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庞大的四万亿人民币的应对危机的方案。国有企业在执行政府的拯救经济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经济杠杆”。西方政府通常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中国的经济杠杆主要表现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通过这个部门，政府就可以结合政治、行政和经济的方法把其政策推行下去。国有企业本来就聚集了庞大的资本，现在政府的拯救经济的庞大财力又大多流向了国有企业。凭借越来越庞大的资本，国有企业在各方面的作为可以说是如鱼得水，畅通无阻。
人们既要承认国有企业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作用，也要看到目前国有企业发展趋势中令人担忧的地方。这种发展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纠正，拯救危机者最终反而会演变成为其他各种危机的根源。
导致产能过剩和变相的宏观调控
在很大程度上说，尽管可以把国有企业视为国家利益的承担者，但它们也不可避免地是巨大的既得利益者。因为国家要通过它们这一经济杠杆来实施危机拯救措施，它们也自然把危机视为一个极好的机会来扩展自身的利益。实际上，它们的利益的扩张已经导致诸多消极后果，如各级国有企业的盲目扩张已经使得很多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这迫使中央政府正在进行一波变相的“宏观经济”调控。本来，金融危机给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因为各级政府在制定拯救危机方案方面缺乏科学性，庞大的资金的注入没有导向产业升级，所得到的只有产业的无限度扩张。更有甚者，很多地方对原来作为宏观调控对象的、需要淘汰的诸多企业进行拯救，把落后的企业又救了回来。就是说，金融危机本来应当是淘汰落后企业的，但实际上则是保护了落后企业。很显然，这种低层次的产业扩张是不可持续的。
实际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国有企业的发展非常迅速，规模越来越庞大，但同时国有企业也是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根源。因为中国各方面的法制不健全或者法制得不到执行，国有企业的发展显现出三个主要的弊端。
一是发展毫无边界。国有企业可以借力国家庞大的经济能力和政治行政权力，再加上市场机制，这些都使得国企发展所向无敌。
二是没有外在的机制和手段能够有效地规制国有企业。因为政企不分，无论是政府的哪个部门要规制国有企业的行为都异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在政企不分情况下的规制往往成了人们所说的“左手规制右手”。
三是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缺失。尽管是国家的钱，但国有企业的行为犹如独立“小王国”，可以自行决定内部的工资水平，同时在很长时间里也不用上交利润（现在即使国有企业开始上交利润，比例也小）。中国的国有企业部门已经大大超出了其他国家的“公共部门”的念，因为所有的公共部门是要受制于公共的监督的。国有部门因此是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根源。同时，因为是国家的钱，国有部门无论是对内投资还是对外投资，决策往往缺乏经济理性。应当强调的是，所有这些过程中都包含着无穷尽的腐败。
国有企业的这些变化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抓大放小”的改革。这个设想非常具有战略性。就“抓大”来说，中国需要一个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这是中国的传统，从《盐铁论》的时代到近代，企业的发展需要国家的支持，而国家也需要垄断关键的工业和商业。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但要建设各种庞大的公共工程，而且也不断面临各种危机。国有企业的作用非常显然。在全球化的时代，国有企业也必须扮演另外一个积极的角色，即增加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同时，“放小”的目标是为了发展一个同样强大的非国有部门。在当代，非国有部门从很多方面来说，例如就业、分配、效率和效益、竞争等，甚至比国有企业扮演的角色还要重要。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要不要国有部门或者非国有部门，也不是国家所有制或者其他所有制的问题，而是它们间的边界问题。无论是哪一方，如果没有发展边界，侵占了另一方的空间，那么经济必然失衡，危机会不可避免。从现在看来，尽管无论是“抓大”还是“放小”在执行过程中都产生了一些问题，但主要还是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边界。
有别于西方的“国进民退”
有人说，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国有部门在所有国家都得到很大的扩张。这也是一些人盲目乐观，过早宣布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灭亡的原因。但实际上，在今天的世界，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各种因素间达到平衡的问题。无论是哪种主义，其实践走到了极端，必然导致危机。中国目前的“国进退”和西方的很不相同。没有任何一个西方政府像中国政府那样拥有己的企业。并且在西方，“私有化”在意识形态上天经地义，就是说，西方政府很容易实施“退出”。实际上，西方各国也正在设想和准备各种退出机制。但中国则相反，“国有化”拥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私有化”则是意识形态的敌人。等国有企业侵占非国有部门之后，要它们退出会非常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退出”（或者中国国内所称的“民营化”）过程往往又导致巨大的腐败。
毫无边界的国有企业因此既是中国的经济挑战，也是中国的政治挑战。国有企业不讲效率，不讲市场机制，因此也就没有有效的竞争能力，尤其在国际市场上。上世纪九十年代设想的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没有能够实现，反而调转方向和国内的民营企业进行竞争。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是，国有企业越大，海外投资越不讲经济理性，在国际上受到的阻力就会越大。这种国际阻力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重要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西方的企业经过这次危机期间的调整，在危机之后竞争能力会更强。中国的企业会面临更恶劣的竞争环境。
国有企业毫无节制的发展也会导致消极的政治后果。因为大力侵占非国有部门，本身又没有竞争概念，缺乏效率和效益，从长远来看，国有企业会遏制甚至扼杀非国有部门经济，国家的税基因此会很快变小。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教训。税基变小的政治后果往往是不可设想的。
阻碍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创新
国有企业也在有效地阻碍着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创新。国有企业好比皇家经济或者农民的“自留地”，自给自足，不会受外在环境过度的影响。历朝历代垄断关键的工业和商业，政府所需资源大多来自这个部门。这导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比较有效的财政、金融和信用等制度体系。在西方，因为政府没有自己的企业，其所需要的资源自民间和社会，因此必须发展出一整套制度体系，一方面促进经济展，扩大税基，另一方面又从社会汲取资源。中国的传统政治好像非常恐惧于和社会民间打交道，对民间经济的发展多有限制，也不放心。国民党甚至还搞过“党产制”，但结果还是不管用。如果一个政权所需的资源需要从社会民间汲取，那么这个政权就要想方设法地发展和社会的结合机制。如果政权所需的资源来自自身，即国有经济，那么，这个政权会丧失和社会打交道的能力，或者这方面的能力发展不起来。这就会导致政治体制创新能力的缺失以及与社会的脱节，最终走向大危机。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人们实在没有理由因为国有企业的大扩张而感到乐观；相反，人们应当对国有企业目前的大趋势深感忧虑。设定国有企业合理的边界、政企分离、有效防止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干预、改革国有企业内部的企业治理机制、建设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管机制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有效的改革才能达到。有了这些制度，国有企业是国家强大的保障；但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会导致国家从兴盛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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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扩张和中国制度创新的命运
近年来，国有企业扩张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现象。国有企业曾经是“亏损”、“低效率”和“人浮于事”等的代名词。这些年的扩张由很多原因所致。尽管抛掉社会包袱、引入市场机制等改革为国企带来了新的激励机制，但不可否认，国企所处的垄断地位和中国总体市场的扩张等因素在国企扩张过程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尤其自前年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大规模的刺激经济增长的金融和财政，大部分流入国企，造成了人们所说的“国进民退”现象。有关部门的反应主要有两种。第一是认为在统计学的意义上，没有发生这种现象；即使有，也是临时的。第二是不理解，认为从前国企亏本时，社会有抱怨；现在国企赢利了，不知道为什么社会仍然有抱怨。
社会的抱怨当然有很多种原因。国企的扩张在快速地挤占本来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使得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国企垄断了包括财政和金融在内的国家大部分法律和政策好处；国企在赢利的同时，也变成了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异扩大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因为国企是一个个小王国，赢利了自己内部分配好处，而亏本了，就要拿纳税人的钱来填补窟窿，等等。有没有发生“国进民退”的情况，这个问题也不是本质性的。且不说有关部门从统计学出发作出的说明毫无说服力；即使没有发生“国进民退”的状况，国企问题也应当被经常放在台面上。尽管已经经历了多次改革，但人们还没有找到从根本上解决国企问题的方法。国企会永远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
国企扩张的势头还会继续
尽管中国已经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世界范围内的危机还没有过去，并且还不时会有新的危机因素产生。这就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有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会继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就是说，国有企业扩张的势头还会继续。在政策层面，政府也已经意识到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重要性，说要从政策上给它们更多的支持。不过，从多年来政策推行的实际经验来看，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仍然会继续受到很大的限制。原因很简单，国有部门已经变成了一个个巨大无比的既得利益者，没有任何其他的利益者能够和国有企业竞争来自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好处。
从短期来看，国有企业也可以继续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尽管国有企业无论从效益、效率还是创新能力来看，都不如非国有部门，但很多因素使得国企要维持很多年的高增长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包括中国市场的扩张、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民营企业空间的压缩、法律和政策优势、财富转移等。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化早期也取得了很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但从长远观点看，所有国企都要面临两个关键的问题，即自我萎缩和制度创新。自我萎缩不仅发生在包括前苏联和中国在内的所有计划经济类型的国有企业，也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公共部门。无论是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共部门，都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源动员类型的增长。在一个阶段的高增长之后，因为所能动员的资源有限，或者资源动员不足，这些部门会走入自我萎缩的阶段。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计划经济会解体，西方公共部门会被私有化。今天，经济全球化使资源动员可以涵盖国内资源和海外资源，但可以预见，无论是国内资源还是海外资源，都会是有限的。
更为严重的是国企对经济制度创新的有效制约。可以说，“交易（transaction）是制度创新的重要来源。制度是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间、不同社会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
从世界经济史来看，西方的很多制度创新都来自于其“交易”方式，尤其对经济制度来说。西方的政府（包括早期的君主专制政权）没有自己的企业，这就导致了政府和商人（或企业家）之间特殊的“交易”方式。一方面，政府要推动经济发展，因为只有经济发展才会巩固和扩大税收基础。这样，政府必须容许、鼓励和支持商人与实业家的各种制度创新，如金融和银行制度等。另一方面，政府本身也必须有制度创新，这样才能从社会吸取财富，为国家所用。这主要表现在西方各种税收制度的创新方面。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西方规制型政府的形成，更是和西方特有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有关。因为政府本身并不拥有企业，或者说政府独立于企业的利益，政府就比较容易对企业建立起规制制度。
政府企业间关系阻碍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制度不发达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传统上，中国的政府（或者皇朝）都拥有很大的国有企业部门，而这个国有企业部门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改革开放前的“自留地”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农民在“自留地”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并不用和市场发生关系，也就是说，“自留地”和农民之间并不发生任何“交易”。没有“交易”，也就不需要任何制度。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内部交易，但这种内部交易并不像外部交易那样能够外化成为有形的制度。这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传统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类似于西方的金融银行制度。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银行所扮演的角色就类似于财政部的“会计”（当然，这并不否认在国有企业部门之外发展出一些民间的金融银行制度）。
中国在税收制度方面的创新则不少。道理很简单，因为所有皇朝政府都拼命想从社会收取财富。皇朝从社会收取财富之后，除了维持低限度的社会秩序外，就表现为奢侈经济。就是说财富不是被用来再资，而是被皇家或者政府官员用来消费—就是今天的公款消费和政府消费。金融银行制度的不发达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税收制度的发达使得皇朝有制度能力收取甚至掠夺社会财富。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其他突破点没有发生在传统中国，这和政府与企业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是有关联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制度创新开始发生。这主要有两个要素：一是市场化，二是全球化。市场化是对原来计划经济的反动，产生了无数的经济“交易”，这就需要各种经济制度的建设，否则“交易”没有办法发生。而全球化则促使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国际接轨。如果没有一整套制度，中国就不可能和国际经济发生关系，进行“交易”。
今天国企扩张，并不是说中国会马上回到从前的计划经济或者传统皇朝经济状态。但如果国企毫无限制地发展，则中国经济制度的创新必然受到严重的制约。实际上，在一些方面，国企已经开始表现出传统皇朝经济的特点。例如，中国经济消费很大的一块就是政府消费，奢侈经济是各级政府的主要特征。又如，国企转移财富（从私营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中小企业转移到大型国有企业等）的功能，要远远大于其创造财富的功能。
如何进一步改革国企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很多人转向了私有化，通过私有化消解国有部门。但是，全盘私有化没有可能。这不仅是因为私有化也不是万能的（俄罗斯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的私有化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问题的严重性），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对中国来说还有其正当的功能，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国企还需保持其主导地位。此外，国企在应对危机和承担民营领域承担不了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也起着关键的作用。
国企制度改革仍有空间
国企也不是不可改的，国企仍然有大量的制度改革空间。首先要给国企规定一个合理的边界。边界可以有多层的含义。国企要从那些与国家安全利益不相关的领域，尤其是民生经济领域撤出来。即使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也不见得政府要完全地垄断，民营部门也可以进入。其次，要改变国企的运作方式，让国企完全从属于市场力量，市场规则必须主导国企的行为，否则国企就没有竞争能力。国企之间、国企与民企之间必须有公平的竞争。只有竞争才能有制度创新，才能产生效率。再次，国企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可以分离。产权并非是影响一个企业行为好坏的唯一因素，在现代社会，管理权显得更为重要。管理权必须开放给社会，让专业人才来管理企业。今天的中国国企显得越来越具有封闭性，就是说国企的人才流动不足，而表现出从前计划经济时代父子、母女代代相传的特征。如果管理权不能开放给社会，国企最终必然会演变成为封闭的既得利益，而对其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不利。再者，产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也有利于规制型国家的建设。
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创新现在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市场化和全球化取向的改革造就了第一波制度创新，但这些创新远远不足以促成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人们必须对国企的扩张对制度创新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具有足够的认识。只有把国企改革推到更高一个层次，才能造就人们理想中的“国（有企业）进，民（营企业）也进”的局面，改变现在的“国进民退”的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只有这样才能促成制度创新的动力，提高企业效率，达到可持续的经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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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不进则退
如何深化经济改革是今天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开始。当经济改革遇到了困难的时候，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政治改革，一方面来巩固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另一方面来促进和推动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经济改革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确切地说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变成了主体改革。经济改革非常成功，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在意识形态上，改革者解决了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问题。市场经济脱离了往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属性，其工具性凸现出来。没有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就不会有思想的大解放。市场经济的合法性更体现在法律上：中国修改宪法，为不同的产权（包括私有产权）提供法律保障。经济改革当然也表现在制度层面，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确立了一整套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
本世纪初开始，在“和谐社会”的改革目标指导下，改革的主体转移到了社会改革，意在确立社会政策。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有其必然性。首先是要向社会还债。经济改革一方面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另一方面也对社会造成了很多问题，收入分配差异过大，劳动者工资过低，环境恶化，等等。要解决或者控制这些问题，已经大大超越经济改革的范畴，而必须进入社会改革领域。再者，中国的经济增长也需要进一步的动力。当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很多问题的时候，建立消费社会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无疑，消费社会必须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不过，在通过社会改革寻求下一波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也不能记经济体制本身的改革。尽管社会改革已成为主体性改革，但经济体制的改革并没有完成。社会改革的目的不是要阻碍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相反，是为了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不过，现实并不是这样。在很多方面，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还出现了倒退。
回归计划经济的话语开始出现
倒退首先表现在改革的话语上。中共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党章，之后又写入宪法，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问题早已经解决。但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纷纷出现市场经济怀疑潮。一些人，尤其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继续怀疑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并存，很多人把中国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归诸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解体了传统社会秩序，但没有能够产生新的社会秩序，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分化，社会道德严重衰落。这些都是改革前毛泽东一代领导人要解决的问题，并且也是的确被解决了的问题。因此，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很大的声音，否定邓小平路线，呼吁回到毛泽东时代。各种变相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话语，又出现在经济社会改革中。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看，这并不难理解。在经济改革成为主体改革的年代，主导改革的都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他们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分野问题，或者说他们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政策上，没有能够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结果，在很多方面造成了社会政策的经济政策化，就是说，在一些本应当属于社会政策的领域，经济政策畅通无阻，甚至被推至极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发生在经济领域，而社会领域是受国家保护的，但在中国则相反。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在国有部门，因为有国家力量的抵制，新自由主义很难发生作用；但在社领域，例如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方面，新自由主义则大行道，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现在，当社会政策成为主体性改革的时候，人们不仅忽然发现，社会领域已经被市场破坏得体无完肤了，更重要的是，进入社会领域，尤其是医疗、教育和房地产领域的既得利益已经变得无比强大，它们能够有效抵制政府的任何改革了。于是乎，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经济。
再者，社会政策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因此凸现出来。很多人开始用社会政策的思维套用到经济政策上，怀疑经济领域的市场作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认知误区，那就是，社会改革者和经济改革者一样，没有能够区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正如社会政策不能经济政策化一样，经济政策也不能社会政策化。在经济政策领域，不能无限夸大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正如在社会政策领域不能过分夸大经济政策的作用。
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存在矛盾
实际上，在社会领域因为新自由主义入侵而变得过度市场化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中国面临着的是市场化不足的问题。近年来，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仅没有深化，而且有减弱的趋势，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部门。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和市场没有关联。朱镕基的改革，在实现企业公司化和法人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日后改革没能深化下去，国有企业的行为仍然不是市场主导的。这表现在多个方面，主要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政府仍然视国有企业为自己的“自留地”，政府可以随意向所属的国有企业提取利益；国有企业也仍保持着行政级别。尽管很多国有企业想放弃行政级别，但政府不想放弃，因为政府想用这一政治方法来控制企业。另一方面，既然国有企业不是单纯的企业，那么它们就要利用政治和行政权力来搞垄断，形成人们所说的权贵经济，或者权力市场。
今天的国企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下的国企，“权力＋市场”是今天企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使得国企能够在近年来急剧扩张，大量挤占民企的空间。这就是人们称之为“国进民退”的“国有化”现象。尽管有关方面不承认，但事实上这一现象在快速发生。最近的报道说，民企五百强利润总和不及两大央企（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就是明显的例子。应当指出的是，国企的大扩张并不代表国企的强大。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经说过，中国国企只有五百大，而没有五百强。朱镕基设计的“抓大”战略就是要强化国企的国际竞争力。今天国企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微弱，“走出去”困难重重。但当国企在国内市场和民企竞争时，则显得“优势”十足。
有两个特殊的现象引人注目。一是央企化，就是地方政府都拼命想和央企发生关系。与央企结盟是地方的理性选择，通过这种途径，地方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利益，即政策利益和经济利益。很显然，和央企结盟，地方很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利益。一些本来通不过的项目，一旦央企卷入，就很容易得到批准。同样，和央企结盟也可得到经济利益，这不仅仅是因为央企本身掌握着大量的资金，而且也是因为央企对中央政府具有巨大影响力，通过央企，地方很容易融资。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民企开始想和国企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这有些不可理解。和国企发生关系，形成依附性关系，对民企来说，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说穿了中国还是权力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和国企发生关联是民企寻求政治保护的一种方式罢了。道理很简单，尽管民企有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但宪法和法律很多时候仅停留在纸面上。在实际政策领域，民企处处遭歧视。无论民企发展到如何强大，在权力面前都会显得无能为力。一旦权力要处置民企，民企没有抵抗之力。
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国有部门并非西方的公共部门，国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掌管国企的个人。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变相的“私有化”，或者内部“私有化”，国企的掌权者或者国企的代理人实际上主导着国企的一切，并且不受任何有效的监管。
如果说，在九十年代国企和民企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各创造着财富，那么现在的情形则更多地体现为两者之间在抢夺财富，看谁抢得多。毫无疑问，面临强大的国企，民营企业纷纷败下阵来。“不安全”是民企的普遍感觉。这促使一部分民企开始寻找和国企联盟以得到保护，也有很多民营企业家被迫离开中国。民企的出走构成了新移民潮的主力。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仍然有待深化。深化改革是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社会改革必须进行下去，但社会改革不能替代经济体制改革。人们既不能继续用经济改革的方式来指导社会改革，也不能用社会改革的方式来指导经济改革。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和社会领域的社会政策必须互相配合，平衡发展。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之间的关系，改革不但难以前行，而且会不断倒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9月28日



第七部分 土地、农村和农民工



农村的出路在于结构性政治变革
十六大以后，新领导层很关心中国社会的下层，尤其是农村，加之新一届政府把农村问题看成是“重中之重”，外界纷纷猜想中国领导人会进行新的农村改革。除了已讨论很久的农村土地私有化以外，人们的焦点集中在如何通过农村政治体制的改革来解决农村问题。那么，中共在农村会进行怎样的政治改革呢？
中国的改革模式一直被外界概括成为“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但在农村则不然，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经济改革最初在农村开始，很快就导致了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当时的领导人决定了中共历史上关键的一步，即在村级建立村民自治制度来填补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以后的农村权力真空。这就是农村政治体制变革的第一步。如何进行农村进一步的政治变革？很多人自然把目光落到了扩大农村已经存在的民主制度，即村民自治。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和整个国家政治的发展方向一样，农村变革的长期目标也是民主。现在农村存在着的很多问题与农民的无权状态有关，如干部的腐败和毫无节制的乱收费等。农民用集体抗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是因为不存在任何表达利益的机制。如果能够在农村扩大民主，这些现象可望得到遏制。
村民自治无法解决农村问题
但问题是，是否可以以村民自治为起点来真正有效解决农村问呢？从很多方面来说，弱小的村民民主是无法承担解决农村问题之重的。尽管村民民主制度到现在已经实行十多年了，但它仍然只占农村政治空间的很小一部分。除了村民自治制度外，农村还有其他很多的组织与村民自治制度分享权力。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农村党支部，此外还有如经济组织、妇女组织、共青团等。从实际层面来说，党支部还是农村实权的掌握者和使用者。
其次，现在农村干部的腐败不是村民自治制度所能对付得了的。这不仅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党的干部的权力还是高于村民选举出来的村民委员会，还因为农村干部人数的庞大。执政党在农村维持庞大的干部队伍，是为了加强在农村的控制，而上级政府又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力来支付同样庞大的费用，这迫使农村干部通过“非法”的途径来掠取财力，从而导致腐败。很难想象地方民主能够遏制得了这么庞大的农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实际上，即使实行了民主，如果农村干部队伍不能缩减，为了生存，这些干部同样会腐败。
再次，由于国家税收制度变革所引发的一系列农村问题，更不是村民自治制度所能应付的。现在农民的经济负担在很大程度上与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央地方之间实行的分税制有关联。分税制的主要特点就是国家财力向中央倾斜，中央政府分享到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尽管分税制有效遏制了人们所担心的经济地方主义，但同时也损害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这使得农村的财力大大不够用。毋庸置疑，这也是乱收费的一个制度根源。可以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和村民自治没有什么关系。
农村的问题在于统治过度
很显然，农村的问题是结构性和制度性的。从农村干部的个体行为来理解不能把握农村问题的实质。结构性的问题要由结构性的变革来解决。当然，无论怎样的结构型变革，必须和目前的村民自治制度相调和配套，否则就是政治倒退。那么，什么样的结构型变革既推进目的村民自治制度，又能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呢？一些学者和官员已经注意到：共产党要解决农村政治问题，就必继续扩大农村的自治，取消乡镇一级政府，把统治的层级收回到县一级。笔者认为这个设想非常好，它既可以扩大民主的范围，又能大大减少农村官员的人数，有效遏制腐败。
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思想。中国从秦始皇帝到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权一直只到达县一级，县级以下实行的是自治，最多存在一些上级派出机构。这个政治机构实行了数千年，非常有效。
当时可能有当时的需要，但是现在共产党已经取得了政权，并且是唯一的执政党，有没有必要再把政权的直接统治下到县一级以下呢？共产党现在在农村的问题不是统治不够，而是统治过度。直接统治的过度化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如统治自身的腐败和农民的抵抗。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把统治的“度”减为适当，在扩大村民自治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有效的统治。把自治扩大到乡镇一级，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这个方法尽管很“古董”，但对共产党来说仍然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的实现不是没有可能性，但肯定会遇到庞大的农村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即农村干部队伍的反对。执政者如果没有远大的眼光和勇气，很难迈出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在农村问题纷纷涌现、农民抗议活动不断的情况下，当政者最大的考量就是维持在农村的统治，而非进行任何激进的改革。但问题是，如果没有这样一步激进的改革，事情会越来越糟糕。
 
原刊于《信报》2003年4月1日



资本虎视土地 如何确保赋权农民
胡锦涛总书记9月30日在安徽考察时强调，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容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一讲话精神也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各方面围绕着《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进行的讨论的核心。
这一文件具有历史重要性，因为它指明了下一步中国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胡锦涛的话一出，海外很多媒体就把土地流转解读成为土地私有化的开端，或者变相的土地私有化。中国有关方面马上出来回应说明土地流转不是土地私有化。但如同其他政策领域，在中国，一项政策从形成到执行，中间不可避免会有很多变数，甚至会有质的变化。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不取决于这项政策的制定者的本意，而是实施过程中的多种因素。一项原意不在私有化的政策一旦到了实际执行过程，也有可能变成私有化。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央政府实行“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当时也反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则变成了恶性私有化。
不管怎样，这样一项具有长远而深刻影响的政策，如果没有一整套配套措施，很容易变质，一项原意是赋权农民的政策会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为一项道道地地的赋权资本的政策，旨在让农民受惠，实则是对农民的大举剥夺。人们对这种演变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政策还没有正式开始，一些媒体就已经开始高调谈论“土地和资本的结合”，“土地的资化”，“农村资本时代的来临”，等等。别的不说，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表了资本对农村土地虎视眈眈的状态。
土地流转制度的深远意义
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有其必然性。土地流转制度的意义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要保证农民的权益，二是寻求农村发展的新动力，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先说第一方面。这些年来，由土地所牵涉的问题越来越严峻。地方政府、资本和地方居民之间围绕着土地问题的矛盾非常突出。往往是地方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一体化，剥夺农民的土地权，造成了官员和资本在土地问题上的严重腐败。在很多地方，由土地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尽管中央政府作了各种努力，但还是不能保障农民在土地方面的权利和权益。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多年来一直在提倡土地的私有化，因为理想地说，土地的私有化是保障农民土地权的主要机制。
土地流转制度对农村发展的新动力更具意义。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早期农村以土地承包为核心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农民收入大为增加，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但后来农村的发展逐渐失去了新动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发展重心在工业，直到本世纪初，中央才再次大力关切农村问题，把“三农”问题提高到议事日程。这些年来有大手笔的农村改革举措，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免掉农业税等方方面面的改革。但农村的发展还是没有很大的新的动力。到去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扩大到3.33:1，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差异。土地流转制度的实施可以说是希望能够为农村的下一步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土地流转制度也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那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从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要依靠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是说只有当工业化和城市化有能力吸大部分农业人口的时候，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才会有希望。实行土地转显然是符合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的。
如何保证政策不变异
但是土地流转制度的合理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之上的，即农村土地制度限制了农村的经济发展。无论从价值还是经验角度，这个判断是否合理，是可以加以争论的。土地是农村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不仅是农村稳定的基础，而且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土地问题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政治问题。土地流转制度实施得好，可以推进农村的发展；实施得不好，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中国不同地区对这一制度的需求并不一样。在沿海工业发展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对土地流转的需求非常突出。实际上在这些地区，土地流转已经在进行。在那里，工业和城市化能够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使没有新的政策，只要具有实际合理性，事实上的土地流转还是会继续下去。对这些地方，土地流转制度只起到把事实上的合理性转化成为法理上的合理性的作用罢了。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较低和贫穷的地区，土地流转必须直面一个人们似乎不愿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农民的理性。在贫穷的情况下，很多农民会在土地问题上作出非理性的行为。现实地说，在农民和资本之间并没有一场公平和理性的交易。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官员必然是另一个重要角色，并且也可以预期，地方政府和官员肯定站在资本一方。在一些地方，甚至地方政府本身就是资本拥有者。一旦资本和地方政府要求流转农民的土地，什么样的困难和来自农民本身的阻力都是能够轻易克服的。
因此，要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不仅需要土地流转政策上的配套，而且更需要政治上的配套。如果土地流转制度要赋权农民，那么就要让农民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必须让他们享有农村土地、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销售流通、技术服务等方面的主权。资本并非农村的对面，农村的发展需要资本。问题是谁是主体？赋权农民就是要以农民为主体，引入资本。一旦资本成为农村的主体，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这里就涉及政治问题。中国的农民到现在还是个体，农民要成为主体就要组织起来。那么在这方面，中国政治上的条件成熟了吗？可能没有。日本和韩国等农村发展的成功，不仅仅是这些国家的农村政策问题，更是政治条件问题。有组织的农民可以对资本力量构成一种平衡。但在中国，达到这种平衡的希望并不大。
对规模经营的期望也不能太大。中国的经济学家往往是纸上谈兵，很多理念不见得会成为现实。在传统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土地集中最终导致的是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走上造反的道路。土地集中只是近现代农业的其中一个因素。不是所有的土地集中都能导致规模农业，也不是只要土地私有化就会导致近现代农业。规模农业需要许许多多制度和政策因素的配套。只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才把土地产权的重要性提高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已经做好准备来接受大规模土地流转所产生的大规模的流离农民了吗？农民并非注定要被绑在那一块并不能使他们足以温饱的土地上的；问题是没有了那块土地，他们又能够去哪里？土地流转出去之后，那么多农民去哪里？他们要去城市，但城市并不想接纳他们。很多年来，中国有一亿几千万的农民工为中国的整体经济、为城市建设做出了无限多的贡献，他们都尚未被接纳，还是到处在流浪。实际上，如果被接纳，今天的中国也就不会有“农民工”这个概念了。“农民工”这个概念完全是人为的政治构造，是城市拒绝接纳农民的政治象征。那么，流转了土地之后，农民干什么呢？无产者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农村的改革的确必须深化，这里需要很多方面的制度创新，土地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改革设计得非常好，但结果变了样，导致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城市新贫民的产生。
同样，土地流转也是一个很好的设计，但如何能够保证政策在实施过中不会从赋权农民转变成赋权资本呢？如果没有这个保证，其产生的果可能是谁也承担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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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制度与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革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了土地流转制度是新一轮中国农村改革的轴心。很快，海内外对这个文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其他方方面面的改革不一样，农村的改革可以说是少数几个带有全局影响的改革。正因为如此，对新的改革或抱高度的期望或表现出极大的担忧，都是正常的现象。重要的是改革者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因为叫好声而飘飘然，也不因为批评声而止步不前。
对土地改革抱乐观态度的是改革者。很简单，如果对这一改革没有良好的预期，就不会主张改革了。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根本性问题。的确，“三农”问题中很多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土地入手。
赋权、收入与土地改革
首先是农村党政官员在土地问题上的腐败。地方政权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征用农民的土地，农民在土地方面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方面的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已经造成了农民和地方政权之间的高度紧张，从而也对整个政权造成了压力。土地改革就是要赋权于农民。
其次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很多年里，农民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长。尽管中央政府在这些年里做了很多努力，如免掉土地税，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土地流转或者资本化显然可以成为农民收入的一个很大来源。反之，如果土地不能资本化，地方政府可以、实际也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掠夺农民的土地。再次，土地改革也是农村本的生产方式的转型所需。农民现在是小规模经营，仅仅依靠土地尽管可能求得温饱，但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正因为这样，在工业发达的地区，很多农民已经离开了土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的荒废。决策者希望通过土地流转在纠正这个问题的同时实现规模经营。说到底，土地流转制度（甚至因为过于敏感而不能正面提出来的私有化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趋势所需，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经之路。
不过担忧者也并非没有道理。一是中国仍然缺失有效的法治保障。在实施这个新政策过程中，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是个大问题。如果土地的支配权仅仅从地方政府之手转移到资本之手，对农民来说，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地方政府和资本这两者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必须预防农民再次遭掠夺。
其次，正因为资本和地方政权的强势，农民在土地流转问题上的“自愿”很难得到体现和保证。这里，“自愿”并不意味着理性。城市居民可以在资本诱导下，把国企股份廉价卖掉；农民也一样，会在各种情形下把土地以任何形式处理掉。
其三，人们也不能高估农民的忍受能力。尽管实行市场经济已经多年，但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准备好接受市场规则的心理和能力。在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一旦出了问题，城市居民还是要找政府来解决。农村也早已出现这样的问题，例如，在集资问题上。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找政府来解决并非毫无理由，因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市场，或者一个好的市场制度。市场是一个受操纵的市场，权力和资本都可以任意操纵市场的运作。
其四，土地流转出去了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更为严重。例如，这次金融危机已经对中国的企业产生了很多影响，大量企业的倒闭造成了大量农民工的回流。如果仍然有块土地，农民可以借土地为生。没有了土地，那就只好成为无业流民。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就是稳定器。如果个稳定器不再存在了，那么土地问题很快就会演变成社会政治问题至危机。
农村改革是各方面的动力机制
正因为争议比较大，出台这个政策的决策者和有关部门似乎开始倾向于谨慎和保守，开始在推广这个政策的范围、方式和各种限制举措上做文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决策者很难预见得到这一政策的负面效应。大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预见问题，就可以给决策者提供一个参考。
但从现在看，一些批评者开始有倾向地把农村浪漫化，名为为农民利益着想，实际上阻碍问题的解决。例如，一些人认为土地的问题并非农村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村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对农村有大量的投入，给农民各种权利。这是要通过把农民和土地永久地绑在一起，使得农民和农村永久化。也有一些人开始把农民看成是一种“特权”，要把农民这个社会群体永久化。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除了把农业、农村和农民浪漫化之外，都不可能是解决之道。“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必须依靠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出去，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新的土地改革的困难并不在于土地流转本身，而在于与之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土地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配套改革，就很难达到原来的预期。正是因为土地改革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能，所以它能够促成其他方面的改革。实际上，农村改革从来就是中国各方面改革的动力机制。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为其他很多方面的改革提供了莫大的动力。如果没有农村改革，很难想象城市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农村改革更是促成了农村本身的巨变。家庭联产土地承包制马上导致了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制度的解体。旧制度的解体导致了制度创新，农民的实践和中央政策的结合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地方民主制度。承包制也为农村人口的流通创造了件，农村过剩劳动力进入城市市场，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不管哪个角度来看，劳动力优势是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可以相信，如果执行得当，这次土地改革可以再次成为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动力。例如，户口制度的改革，呼声已经有年，也的确发生了一些政策层面的变化，但体制层面的变化仍然缺失，农民工还是农民工。和西方比较，农民工是中国人为制造的一个社会群体。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前所未有，也吸收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但并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改变着农村的性质。举例来说，一个从密西西比来的农民如果在纽约找到了一份工作，那么就可以享受作为一个纽约公民的权利，同时马上减少了一名农业人口。那么中国呢？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工作了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但他们还是农民工，还是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权。曾经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论证为什么中国还需要保持农民工这个群体，因为在他们看来，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这里，人们看不到些许道德感。这也是总理温家宝多次抱怨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的背景。
危及执政的道德基础
中国的第一波工业化牺牲的是农民，第二波工业化牺牲的同样是农民。第一波工业化把农民固定在农村，第二波则把农民引入城市。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改变，执政的道德基础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说土地改革可以成为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新动力。不能说有关方面对农民工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因为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有了农民工的代表，就是说，已经承认农民工是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具有政治参与权。但即使这样，在道德意义上仍然存在问题。为什么农民工不能成为城市居民？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农村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问题的解决，都等待着政治社会改革。国家的工业化依靠牺牲农民的利益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为什么这些财富不能回归村呢？经济越来越发展，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却看不起病，穷人家的弟接受各种程度的教育越来越难了呢？
如果光从发展国民经济的角度来考量土地改革，就会有很大的偏差。如果没有社会政治的改革，土地的资本化就会变成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但如果能够把土地制度的变革和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联系起来，那么土地的改革就会变成巨大的进步动力。这既符合农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11月4日



中国应当废除农民工制度
金融危机马上显示了对农民工的影响力。大量的农民工失去工作，回到家乡，但发现在家乡已经无事可做，因此又回流到城市。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农民工并非单个人流动，而是家庭流动。
他们离开家乡已经多年，小孩在打工当地上学。回家乡后，不仅们本身的工作成问题，还面临小孩上学等一系列问题。有人说，农民工失业了，就可以叫他们回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但问题实在并非那么简单。农民工已经不再是农民，他们很难再回到过去，成为从前的农民。他们离开农村多年，了解了外在世界，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外在世界，都已经有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认知。
这就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即社会稳定不确定性的遽然提高。这里，一是指农村的稳定。这些人回去以后干什么？他们中一些人的土地已经流转出去，没有了可以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要在农村开始新的生活，谈何容易？二是指城市的稳定。很多农民工失业以后，并不想再回到农村，年轻人尤其如此。较之农村，他们发现城市生活更吸引人。一旦没有了工作，留在城市干什么？其中的一些人开始犯罪，从而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
两波工业化的牺牲品
实际上，很多年来，如何处理与农民工相关的问题一直是各级政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每当春运，每当遇到类似“非典”的疫情，每当到经济不景气，农民工似乎就成为各级政府的包袱。多年来，各级政疲于应付，从来没有真正想过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说，在农民工问题上，除了废除农民工制度，别无他途。在中国，农民工的出现既是历史的必然，早期也是社会制度进步的表现。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社会，农村和城市截然分割。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分割造就了由国家主导的第一波工业化，国家以牺牲农民利益的方法为中国的工业化进行了有效的资本积累。
改革开放后，因为农村改革的成功，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工业改革和城市化需要新的劳动力，这样，户口制度开始松动，农民开始进城工作。这些人一方面脱离了农民的身份，但同时又不是正式的城市工人和城市居民，因此就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号—农民工。
尽管中国官方对农民工的数量没有正式估计，但各种研究表明这个群体的数量极其庞大。农民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度。可以说，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体。他们为中国的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极其廉价的的劳动力。正是在这个角度上，一些经济学家承认农民工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力优势的最主要因素。
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近年来也开始在政治方面体现出来。农民工在资本和地方政府面前软弱无力，他们的权利经常受到侵犯，于是国家通过了新的劳动法来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同时，政府也开始提供制度性的渠道让农民工表达他们的声音和利益。例如，在党代会和人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农民工的代表，尽管人数极少，比例极小。农民工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界别”或者功能社群。也就是说，大趋势是农民工这个社会群体的制度化。
违反人本原则的制度
农民工制度化对中国来说绝非好消息，而是长期之痛，甚至是隐患无穷。如果农民工制度化，那么中国社会就会在传统二元的基础上成为三元社会，即城市，农村，以及流动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非工非农的农民工。
这样的三元社会首先不符合一个政权的道德基础。政权要以人为本，但农民工制度是违反人本原则的。如上所说，农民工对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农民工的出现也具有历史必然性。但如果因此而意图把农民工制度化，那么就会违背人本主义精神。
所谓的农民工就是说他们既非农民，也没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权。要知道，农民工的很大一部分已经离开家乡多年，在城市工作了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工作的城市组织了家庭。可是，除了承受恶劣的工作环境之外，他们却享受不了当地居民的公民权。就是说，他们要受工厂主、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的三重歧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连国际移民劳工都不如。一个外国人如果在另外一个国家合法工作到一定的时间，就会有权利申请成为永久居民，甚至公民权身份。即使是非法劳工，一些国家也会对他们进行大赦，给予公民权。但是，在自己国家流动的中国农民工则永远转变不了身份，享受不了公民权。
从农民工不能享受公民权的角度来说，中国远非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所有公民都有权利享受最为基本的和别人一样的公民权。
并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农民工制度也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历史上看，人道原则和生产力发展原则是一致的。奴隶制和封建制被废除就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人道原则。当奴隶和农奴成为公民的时候，生产力就得到了大的发展。
在现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在从传统二元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农民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都要求农民转变为现代公民，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有效地吸收了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举世无双的，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吸收、消化农民的速度则极慢。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能力这样做，而仅仅是因为人为的农民工制度的阻碍。
制度的方方面面都没有考量到农民工，结果就导致了制度上的歧视。可以说，农民工制度不废除，这个庞大社会群体的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生产力的提高不能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更不能依赖于对农民工的权利的剥夺，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奴隶制和封建制在历史上消失了。近年来，政府推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这表明了政府要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但建设新农村绝对不是意味着要把农民工赶回去或者诱导他们回去。“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减少农民。把已经从农业和农村中流离出来的农民工送返村、归依农业，是和发展生产力相对立的。
有规划地废除农民工制度
农民工制度的存在更对社会政治稳定构成了严峻的制度性的威胁，这一点是很显然的。上面提到的农民工制度不符合道德和生产力发展原则，就已经对社会政治稳定构成了威胁。
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会恶化这种威胁。一是农民工的自我意识。因为长期生活在城市和城市人打交道，农民工知道城市居民所具有的权利，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剥夺权利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是往日不关心自己权利的农民。制度的不公正使得他们经常会有巨大的想改变这制度的动力。二是农民工所具有的高度流动性。中国有“无产者无恒心的古训，就是说，无产者是最具有革命和造反精神的。有产者首先就要有固定的社会空间，而农民工无固定的社会空间，被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所左右而流走于各地。即是说，他们既具有革命的动机，也具有革命的条件。
从这些方面来说，为什么要废除农民工制度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当然，要消化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很不容易，解决与农民工相关的问题也并非一时三刻能够做到的。但当政者必须具有这样的意识。可以说，如果在农民工早期出现的时候，领导者就有长期的意在吸收消化农民工的思考，也不至于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有了意识，就会有计划、有政策，就会有能力。
在金融危机的时刻，由农民工带来的政治压力是显见的。要消化这样的压力，就不能以巩固农民工制度的方式。这样做，充其量是把问题往后推延。具有远见的唯一选择就是从现在开始，有意识、有规划、一步一步地废除农民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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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问题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很多年来，农民工问题给中国政府带来了无穷的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上的压力。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压力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具体。这同时也说明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治紧迫性。但从现在所出台或者所讨论的举措来看，很多带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性质。就是说，这些政策是用来应付农民工问题的，而并没有长远的眼光，要从根本上来解决农民工问题。笔者曾著文提到，在农民工问题上，中国现在的趋向实质上是要把目前的二元社会转变成三元社会，即在现有城乡差异之上再附加一个非工非农的社会群体，就是农民工的制度化。
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对付眼前的问题和危机当然也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远景中去考量。如果像现在这样下去，中国社会势必变成三元社会。这个三元社会要比过去的二元社会还要难治理，从而为巨大的社会动乱埋下制度性隐患。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废除农民工制度，有计划、渐进地通过城乡整合向一元化社会发展。
正义的社会必须是开放的社会
农民工是中国户籍制度的产物。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户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历史上，尽管中国是个农业社会，但人口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里指的不仅仅是人口的区域流动性，更重要的是社会分层意义上的流动。中国传统中没有西方那样的阶级概念，更没有印度那的身份等级概念，个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向上流动。今天的口制度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定历史的产物，是政策的产物。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很难、也没有必要再去追究谁的政策责了。但这个制度未来如何发展，则是一个必须加以严肃考量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农民工还可以说得过去，他们本身是农民，因为农村改革，他们从农业人口中分化出来了，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今天，第二代农民工开始逐渐成为主体，并且第三代也开始处于成长阶段。除了“农民工”这个人为的身份，他们和城市居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
一个正义公正的社会不会是绝对平均的或者毫无城乡差别的社（到今天，这些还是停留在空想阶段），但必须是开放的社会。也就是说，社会必须是包容性的（inclusive）而非排他性的（exclusive）。农民工制度的存在，不管有怎样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都表明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仍然具有排他性质。
排他性社会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一个社会群体（往往是强势社会群体）的生活品质的提高或者维持，一方面必须依赖于另一个社会群体（往往是弱势社会群体）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又同时排挤后者的进入，阻止后者来分享前者的生活品质，并且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往往是通过各种制度化途径来划定的。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排他性的社会在很多国家的各个阶段都存在过。尽管人类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但社会的排他性往往会通过不同形式保存下来。
笔者曾简单论述了为什么中国存在的排他性的农民工制度安排既违背人本原则，也违背生产力解放原则。再进一步说，这样的社会绝非和谐社会，而是会充满各种各样的冲突，甚至包含有潜在的革命因素。废除农民工制度就是要保持中国社会的开放性。也就是说，如何对待农民工关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朝开放社会发展还是倒退为一个封闭社会。
逐步城市化来消化农业人口
农民工问题也关乎中国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对孪生姐妹，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也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巨大无比的动力。从农业分化出来的农民工流入城市具有高度的自发性，政府可以利用这种自发机制，在满足工业化需要的同时，消化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推动经济发展，已成为中国各方面的共识。当然，城市化不能仅仅理解为大城市化，建设中小城市群更符合中国的现实。实际上，上世纪末中国政府提出西部开发政策时，就有专家建议通过建设中等城市群的办法来发展西部。这个建议在今天和今后仍然有效。城市化还是消化农业人口的最有效途径。农民工（尤其是第二和第三代）转变成城市居民，就会给各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
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的过程或者城市化过程中，中国的户籍制度本来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就是说，这个既定制度使得政府可以有计划地来推进城市化，从而避免类似一些国家的盲目的人口流动。如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家，由于政府没有能力控制人口流动，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而造成了城市贫民窟。在那里，尽管农民进了城，但他们的权利也同样得不到保障。可惜的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因为各级政府本来就没有意识和政策来消化农业人口，户籍制度只被用来维持和巩固现存制度。
农村本身的问题，尤其是这些年来成为政府重点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也依赖于农村人口的减少。例如，去年提出的“土地流转”政策。如果农业人口不能减少，土地如何流转？土地流转的核心并不是土地本身，当城市没有能力吸收消化农业人口的时候，土地如何流转？只有当多数农民流转出去之后，土地才能流转。从政治上说，在城市能够吸收足够多的农民工之前，土地流转会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也只在大部分农业人口流出去之后，农业本身的工业化才有可能，剩余的业人口也才有机会通过规模生产提高生活水准。
人口过度分散不会有品质服务
农民工问题如何解决更关乎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通过这些年的实践，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应当已经明确，那就是政府必须负责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即成为服务型政府。但任何公共服务，如果是要可持续的，就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公共服务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学校、娱乐等的提供，必须有足够多的人口。一个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乡镇很难提供高质量的医疗、学校教育服务或者维持一个电影院，但一个数十万人的中等城市就可以。不达到一定的人口，公共服务就不可持续。因此历史地看，公共服务也一般出现在城市。中国政府要转变成服务型政府，就必须包括农村人口。但是要对过度分散的农村人口提供品质服务并不现实，因为成本极高，很难维持。这就需要通过城市化来进行，也就是说，政府可以通过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来达到本身的转型。自然，如果能够把广大的农村人口纳入公共服务范畴，政府更可以获得巨大的政治支持力量。
从这些方面来看，尽管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和严峻化在眼前给政府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但从长远来看，这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个巨大的契机。如何把压力转变成契机，一是取决于领导层有关中国发展的大思路，二是取决于如何制定有效的措施并加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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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进行三个领域的土地改革
中国发展下一步往哪个方向走？这是一个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和解决方法。可以从不同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这里要讨论的是和土地有关的中国问题。从目前来看，越来越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同土地有关。早些时候的“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城市居民生存空间（住房）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连各级政府的生存问题也是土地问题。概括地说，土地已经成为众多问题中的“纲”。如果从土地问题入手，中国必须同时进行三场与土地有关的改革运动。
这三场改革运动的核心是中国社会的三大群体，即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农民靠土地为生，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关键，这是不言而喻的。农民工问题也是土地问题，所谓的农民工就是尽管已经成为工人了，但还在家乡保留着一块土地的人，这块土地的去留决定着农民工的未来身份。城市居民没有土地，但其所面临的问题也和土地有关，即住房。在中国社会，城市居民住房问题越来越表现为土地问题。这并非“中国国情”，许多国家都如此。
三大群体都在发生巨大变化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到现在农村的发展已到了顶点。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农村的进一步发展都缺少动力。前些年中央政府免掉了土地税，但这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农民的生活。实际上，农民和其他会群体在收入等各方面的差异还在迅速扩大。没有很大的改革，农村衰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很多乡村，现在只剩下老少妇幼。
农民工这一块的问题更大。农民工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农民工，中国就不可能有这样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实际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更离不开农民工。但很显然，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并没有消化和吸收农民工，否则，就不会有农民工这个概念了。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很不一样的地方。离开了土地，但城市又不能吸收他们，所以农民工就成了中国社会的第三元，即在城、乡二元之上的新的一元。这第三元是中国社会最不稳定的。可以相信，农民工的问题在今后会越来越严重。第一代农民工还可以还原为农民或者成为城市居民，但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不能还原为农民了，因为他们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也在城市接受教育，即使他们在农村有一块土地，土地对他们来说也已经毫无意义。也就是说，第二代农民工是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的；而现在，第三代农民工也已经开始成长了。
城市居民这一块也在出现很多问题。传统上，城市居民受国家的各种保护，是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和农民相比较）。在城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互动模式是基于不成文的“契约”之上的，即政府为市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市民接受政府管治。但城市的各种特权已经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消失了。因为社会改革的滞后，城市居民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失业、城市新贫民、社会抗争等从前鲜见的现象，现在已经变成常态了。城市是中国中产阶级的集中地，如果中产阶级不能壮大，中国社会的稳定基础就会很微弱，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也同样会出现问题。中国是否能够实现人们所说的“善治”，很重要的一方面就取决于是否能够培养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
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是小得可怜。中产阶级的成长和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不成比例，主要原因是社会政策的缺失。各级政府所推出的各种刺激经济的举措不是在培植中产阶级，而是在一次又一次地破坏中产阶级的成长。在诸多社会政策中，住房政策是键。“房奴”对中产阶级的成长很不利，而要解救“房奴”，土地问题就关键。
解决土地问题是关键
所有这三大块问题，发展都很快。如何解决？近年来中国领导层提出的城乡整合是个有效的方向。城乡统筹和整合就是要对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一同考虑，而统筹城乡改革的关键就是土地问题。
简单地说，新的围绕土地的改革是要保护两个社会群体（农民和城市居民），而从长远看是要吸纳农民工和取消农民工制度。要保护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就要保护他们的土地权益。这里必须看到两种发展趋势。第一，尽管中国的城市化进展得很快，但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大部分农民还是会生活在农村。第二，农村的总人口必然呈现下降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会转变成为城市居民。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一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二要容许土地的“流转”。
农村的土地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这些年来，随着各方面对土地需求量的急剧增加，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也在加剧，并且已经演变成为社会冲突甚至暴力的一个重要根源。如何保护农民的土地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土地的“流转”不可避免，但在“流转”之前必须先提供给农民足够有效的土地保护机制，否则“流转”就会演变成各种变相的剥夺。
土地流转的必要性一方面来自农村集约经济的客观需要。依赖土地的小规模经营，已经成为农村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一个重要根源。从少量土地所得到的收益，只能使农民维持在生存经济的水平上。同时，因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很多农民已经离开了土地，或者不再依赖土地而生存，这部分的土地（或者土地使用权）需要“流转”给其他人，以期实现农业的规模经济。
土地流转的必要性也来自城市化的需要。城市化需要大量的土地，要求把很多农村的土地转化成为城市用地。这里要考虑的是两个社群体，即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如上所说，农民工是中国社会最不稳定一个因素，从长远来说必须消化这个群体。这个群体不被消化，既不能解决农村问题，也不能解决城市问题。农民工这个群体没有被吸收或者被吸收得很慢，是中国农村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这也是城市化速度过慢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工尽管生活在城市，但是他们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市民权”，也不能为城市作出其应有的贡献。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经济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存在，主要的障碍在于政治和行政上的（如户口制度）。农民工（尤其是第二代和第三代）问题只能通过城市化得到解决，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而解决方式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农村土地向城市的“流转”。
城市居民没有土地，但他们的问题也与土地有关，即住房。要从“房奴”或者“蜗居”中解放出来，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政府有效的社会政策，其二是获得从农村“流转”出来的土地。“房奴”局面的形成，一是因为没有土地方面的社会政策，二是因为土地供应量的不足。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城市化必然意味着向农村要土地。而对大多数农民或者农民工来说，只有放弃了土地，才能真正被整合进城市，就是说农民和农民工可以用土地交换市民权。
在一定程度上，上述所说的方方面面至少在实践层面已经在发生，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地。但总体上，还没有形成一种整合性的综合改革政策。如果能够形成整合的改革政策，必将带来一场大改革。这场大改革可以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长期的动力，把国家的工业和城市文明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这场改革也将彻底改变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4月6日



中国的强制性城市化：是人还是土地
中国新一波城市化浪潮已经变得不可避免，因为它已经积聚了巨大的政策和经济动力。从政策层面来说，城乡整合或者城乡统筹已经被提高到执政者的议程。这个政策取向非常自然，是前阶段解决“三农（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努力的继续。“三农”问题出现之后，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举措，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从世界经验来看，的确如此。
从经济动力层面看，各方（尤其是地方政府）关注的是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动力。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哪里？经济增长有各方面的经济资源，如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管理方式的改进、技术的发展等；但对政府来说，需要的是政府可以动员的经济发展资源，如政府财政性投资、通过税收政策来刺激经济投资、消费社会的建设等。从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来观察，城市化很有可能成为下一波政府可以提供的最有能量的经济发展动力。虽然通过财政的扩张性投资很多年里已经全面铺开，但是消费社会的建设仍然是个长期的任务。对各级政府来说，通过城市化来驱（地方）经济发展是一个“短、平、快”的过程。
土地的城市化和人的城市化相脱节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事上的城市化也在加速，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最近的趋势则让人分担忧，那就是一些地方已经开始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进行强制性市化。一些地方政府把农村人口集中起来，形成小城镇；一些地方鼓励农民进城买房；也有一些地方甚至强制性地要求从农村来的大学生放弃农村户口，强行推进所谓的城乡统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从表面上看，各地方都有冠冕堂皇的说辞，都是为了增进农民的利益。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其实并不难发现，地方政府需要和关心的只是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对地方官员来说，土地可以推动地方经济大发展，而人则是包袱。农民没有价值，土地才有价值。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本来是“以人为本”的城乡统筹工程就变成了“以钱（或者GDP）为本”的过程了。
城市化需要大量的土地，这是不可避免的。大量土地的城市化也不是新鲜的事情，这种趋势在中国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但是，土地的城市化似乎一直和人的城市化相脱节，这已经导致了城市很多的问题，如城中村。一些原来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带的农民，因为城市的扩张，他们的土地被城市化。因为土地价格的暴涨，他们变得极为富裕。但他们中间除了少数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人，绝大部分并没有被城市化。他们是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整天无所事事，沉湎于各种非生产性的活动中。他们可以有短暂的富裕，但是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也就是有关城市当局忽视了人的城市化。
农民工是另外一个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他们和“城中村”群体不一样，如果“城中村”群体中的很多人没有成为城市人的技能和技术，那么农民工实际上是一群没有城市身份的城市人。尽管他们来自农村，但在城市劳动和工作，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和技术，也就是具有了在城市的生存能力。对第二代农民工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出生在城市，或者从小就随父母亲在城市中长大，没有任何有关农村的知识，缺乏在农村的生存能力。当然，现在第三代都出生了。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地方政府对农民工的城市化毫无兴趣。尽管最近几年有些地方政府开始对一些农民工感兴趣了，开始实行一促成农民工身份转换的政策，但是绝大多数农民工还是被拒绝赋予市身份。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大多数大中型城市已经不能脱离农民工而运作，如果没有农民工，大部分就会变成“死城”。城市的正常运作需要农民工，农民工的城市化也会在真正意义上推进城市化。再者，如果不能消化农民工，中国就会继续是个三元社会，即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而且，农民工这一元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非工非农，处于高度的流动状态。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城市化首先应当吸收这部分人。
尽管这并不是说所有农民工都想被城市所吸收，但政府应当让那些已经具有城市生存能力的农民工获得城市居民权。很显然，这些实际上具有城市生存能力的人未被城市化，仅仅是出于行政或政治的考量而已。和强制性城市化不同，这里体现的是用强制性手段迫使这些农民工保持农民身份。
如果强制性城市化的重点在土地而非农民，那么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城市的“农村化”。实际上，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大中型城市的分化也越来越严重，表现之一就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一些城市已经开始考虑限制他们所界定的一些不符合城市身份的农民工或者外来人口的进入，以此来保持城市的“概念”。不过，这种做法只能说明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不同社会群体整合的失败。
更为重要的，强制性城市化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农民（即农民的土地）的大剥夺。此前，中国已经有两波大规模的对农民的剥夺。第一波发生在毛泽东时代，为了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的需要，国家从法律和政策规制上确立了城乡差异，并利用“剪刀差”剥夺农业部门剩余来提供工业化所需要的原料和资金。有学者把这种做法称作“内部殖民地”。其实这种制度还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面。通过城乡的区隔，国家把大量的农民和城市生活隔离开来，从而保持城市的稳定。
可能是对农民的最后的剥夺
第二波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在这波工业化过程中，除了国家，还出现了其他多个角色，包括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大量的农民工被转移到工业化过程之中，这本来应当是个进步，但是在现实中，农民被各种资本剥削的程度实在太深。各级政府往往和资本站在一起甚至结成联盟，通过最大限度地压低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在很多地方，在以往的数十年间，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产业升级，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似乎总是供给无限的农民工。同时，如上所说，地方政府通过户口制度等方法拒绝赋予农民城市身份。对农民工的高强度的剥夺造成了所谓的“中国制造”的无限廉价。
一旦把城乡统筹提高到国家政策的高度或者被视为国家发展重点，那么如果没有健全的保护农民土地的法律和法规，就必然会造成对农民的土地的掠夺，从而导致对农民的再次剥夺。尽管各方面可以说城市化是为了农民的利益，但行政力和政治力的介入，必然导致强制性的城市化。各级政府对土地财政和与土地相关的一切利益的追求的动机实在太强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得住他们。土地价值的不断升值可以说已经成为地方财政和地方基建得以维持的基本预设。这些年的房地产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地方政府、开发商和银行的“联盟”面前，誓言调控房价的中央政府显得多么的无助。强制性的土地城市化已经局部开始，一旦形成风气，中央政府也必然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发生。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这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对农民的剥夺，从而把亿万农民彻底变成无产阶级、城市贫民和游民，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大规模的城市拆迁运动已经严重恶化了人民与政府、人民与发展商之间的关系。没有人能够预计得到，上亿失地的农民在失去生计以后、在强大的剥夺感的作用下会给中国社会稳定带来什么。西方社会也经历一个漫长的城市化过程，但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并不存在行政政治力量的推动。西方的农民有各种产权保护机制，尽管这些保护机制在强大的资本面前显得无力，但至少政府并不能完全站在资本一边。在很多场合，政府在资本主导的城市化过程中起到了一种缓冲作用。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形，中国政府和资本结合，一起推进中国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肯定又会创造世界奇迹。
不过，人们需要问的是，这种城市化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人而非土地，应当是任何社会存在的终极目的。所以，真正的城市化应该是围绕着“人”来展开，“以人为本”。换句话说，保证城市化是将更多的农民纳入正常的城市社会生活中来。这样，就迫切地需要城市以更公平的方式提供更多公共品，如廉价住房、基础教育、医疗和社保；最重要的，就是提供适合这种城市化运动的就业和培训机会。要保证土地的增值变现成土地上人民的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样，下一个时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才可能成为一剂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良药，而不是导致社会经济混乱的毒药。当然，这就要求中国当前的财政体系，甚至整个经济、政治体制，作出相应的调整。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11月9日



第八部分 灾难、危机和国家治理



矿难、国家与执政方式
对一些中国人特别是民工来说，春节不仅没有为他们带来大吉大利，反而带来的是大灾难。新春伊始，中国各地矿难连连。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发生气体爆炸，导致数百人丧生，为1949年以来最大矿难。同时，云南也发生了富源非法矿井爆炸事件。今年元旦，总理温家宝刚刚到陕西铜川陈家山慰问过去年十一月矿难遇难家属。事情还没有完结，更多的矿难就接踵而至。
实际上，矿难只是今日中国众多社会问题的一个小小缩影。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生命攸关的大隐患。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已经持续二十多年，已属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整个中国社会也随着经济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可悲的是，各个管理领域还是没有很大的进步，或者说还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可以从各个方面来寻找原因，但从政治和管理的角度来看，如下几个原因是主要的。
行政规制只能向政治屈服
最主要的还是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在毛泽东时代是原则，现在虽然不提了，但仍然是中国政治实践的核心概念。领导层没有有效的法治手段，动不动就用政治手段来追求所订下的目标。要追求经济增长，就把地方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地方干部政绩的最重要指标。其他各个方面也是这样。总的原则是，高层要取得哪个目标，就把它转化成为政指标。很多人还堂而皇之地把这种实践冠上“科学管理”的名称。同样出了问题也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对党和政府都是如此。九十年代有“三讲”、“三个代表”等运动，目的是解决法律和规章解决不了的政治问题。现在高层又在进行“保先”（即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运动。这类运动的本质都是政治手段。
执政党不能不讲政治，这样做也并不是没有一点理性。问题是在这样做的时候，领导层往往忽视了行政规制方面的建设。更为要紧的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挂帅的环境下，行政规制往往只能向政治投降。各级领导用惯了政治手段，对行政规制不屑一顾，经常公然漠视甚至践踏已经建立起来的行政规制。只要达到上级的政治目标，就可以把调节经济社会生活的行政规制放置一边。在各个经济领域，各级地方政府名为发展经济，实际上是官商勾结，置人民的生命与财产于不顾。非法使用土地、非法采矿、非法生产爆竹、非法生产药品等等，不胜枚举。
执政党很难放弃政治方法。但政治方法已经大大不适应中国的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分权、分散和个体自由。如果说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社会经济空间都在执政党的管辖之下，政治无所不在，那么现在，执政党政治所及的空间越来越小。政治方法不可能涵盖越来越庞大的社会经济空间，实际上，政治方法无能也不应该涉足这些社会经济空间。新产生的社会经济空间的管理要由行政规制来填补。在中国，行政规制显然还不能有效地管理这个领域。政治要么阻止行政规制的建立，要么破坏已经存在的行政规制。
亟待建立有效的管制机制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在于政治归政治，行政归行政。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党政不分，执政党不仅用政治手段来治党，也用同样的政治手段来治政。八十年代曾提过党政分开，但是没有能够实行下去。政治优先或者滥用政治手段来管制国家，大大拖延了中国成为一现代管制型国家（regulatory state）的进程。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现代性，首要的倒不是民主还是权威体制，而是是否存在着一整套具有现代性的管制机制。今天的很多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在内，在民主化发生之前就已经建立了这样一套管制制度。大到公路建设、土地的使用、城市开发、地下水道的修建，小到室内装修和住家窗户的方向，统统都要有一套规制来加以规范和管理，任何个人不得随心所欲。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国家只有政治控制，而管制各种经济社会生活的规制少得可怜，或者干脆就不存在。即使有一些，也得不到有效实施。从改革到现在，国家已经制定了无数的法律条规，中共十五大也早就提出了法治国家，但是实施方面非常不力，不仅宏观方面的法治没有建立起来，微观的规制制度建设方面更是被大大忽视。
西方先进国家也经历过这样一个乱象丛生的阶段，那是一个马克思及狄更斯所描述的悲惨世界，但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成功建立了现代管制型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组织化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只有组织化的社会群体才能对组织化的资产者施加莫大的压力。随着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人们对规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国家规制也因此进入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的自由是建立在千千万万规制之上的。这与中国只强调政治控制而忽视规制建设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去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四中全会提出要提高和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但中国社会乱象表明，光提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远远不够，还必须讲提高和加强国家的管制能力。规制国家建立不起来，不仅会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更会弱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更不用说，没有规制建设，执政党“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无从体现和落实。
 
原刊于《信报》2005年3月1日



谨防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政权地方化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中央政府正在就应对突发事件酝酿和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包括国务院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审议表决《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和国务院为全面实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而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努力把应对突发事件法制化和制度化。
突发事件包括诸如天灾、公共卫生、意外事故和社会群体事件等等。各种突发事件互为关联，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各种迹象表明，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进入突发事件的高峰期。且不说天灾、“非典”和“禽流感”等出乎人们预料的突发事件，高速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转型也经常导致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如重大事故和规模不等的社会冲突。
古今中外，发生突发事件没有什么可以令人意外的。即使是群体性社会事件或者社会抗议事件，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在西方发达国家，由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转型也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导致社会不稳定。即使在今天，各发达国家在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进程中，也经常发生社会抗议运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社会经济转型的规模、速度及与之相关的复杂性是没有先例的。如何保障转型期间的社会稳定，一直是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应对突发事件对各国政府来说都是一项重大责任。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比较多的经验，不管发生怎样的突发事件，都不至于导致整体会的瘫痪。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不同，一些政府面临突发事件无能为力，社会稳定往往得不到保障。中国政府开始从法制层面来应突发事件，应当说是为了从制度层面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一步。
控制信息会招致更严重后果
但是，从一些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也有产生负面结果的可能。重要的不仅仅在于用法制化手段来应对突发性事件，法制化的具体内容也同样重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方法应用不当，就会产生一些法律和法规制定者本身并不想看到的后果。
最令人担心的地方就是其中一些规定有可能导致政权的地方化。例如，《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的第57条规定，“新闻媒体违法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这一条规定，新闻界已经从新闻自由的角度提出了诸多的质疑。但更为严重的是，这一规定可能会导致信息的地方化，从而导致国家权力的地方化。
媒体有可能对突发事件进行不当的“炒作”，从而对整体社会利益产生负面影响，但如果让地方政府来处理媒体所能发布的信息，那会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地方政府必然会对信息进行控制，发布只对本身利益有利的信息。在现代社会，媒体是能够让社会成员享受“公民权”的重要途径，因为媒体是把“地方事件”转换成“国家事件”的“转换器”。一个地方发生了突发事件，通过媒体的报道，才会引起社会整体的关注，求得问题的解决。地方居民也因此发展出公民感和国家认同感。如果地方政府控制了这些信息，社会成员又怎么可能享受“公民权”呢？当地方政府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理突发事件时，很难保障社会成员的“公民权”不会受到侵犯。
更为糟糕的是，如果地方政府隐瞒信息，但又没有能力来处理突事件，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还是要让整体社会来承担，担负责任的是央政府而非当事的地方政府。在这方面，人们应该已经从“非典”中得到很多教训了。
暴力手段地方化带来更多问题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规定，在处理重大事件时，要“军地协调”或者“军地结合”。这一规定从理论上看似乎没有问题，因为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和军队在处理突发事件尤其是自然灾害时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但在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和权限没有明确规范好的情况下，“军地结合”的原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可能会导致使用暴力的决定权落到地方手中。近（现）代国家和其他类型国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在前者，国家（中央政府）垄断暴力手段，而在其他类型国家，暴力手段经常是被地方化的。一旦暴力手段被地方化，现代国家权威就会受到威胁。说今天的地方政府会使用暴力手段搞地方主义可能过于夸张，但可以预期的是，任何容许地方政府有更大的空间来使用暴力手段对付突发事件的举措，都会导致中央权威的弱化和社会成员的公民权遭到侵犯。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突发事件层出不穷的时候，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执政者往往都会用暴力手段地方化的方式来应付，就是说让地方政府来扮演一个实质性的角色。但每次暴力手段地方化在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却制造了更多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政权的地方化。历史当然不会重复，但教训也不可忘记。
在很多方面，今天中国的国家制度的建设还不健全，貌似集权，实则相当分权。新闻自由和（中央政府）暴力垄断对维持一个现代国家至关重要，不应当为了应付突发事件而让地方政府过多控制信息媒体和使用暴力。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要有效应对突发事件，不仅仅要依靠地方政府，更重要的是要依靠社会力量尤其是市民会。把过多的应当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会给正在进中的国家制度建设造成不可设想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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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民参与、监督赈灾与重建
四川地震一发生，中国上至最高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全力投入了抗震救灾，写下了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但是，赈灾过程刚刚开始，就不断有关于腐败的消息传出来，让人们在为地震死者悲痛之余，对这些腐败因素产生莫大的忿恨。很多人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乘“国难”的机会来牟一己之私利呢？记得一位海外媒体人写道：国难当头，还请官员高抬贵手，少贪一次吧。
中国官场腐败之盛行已经有年。各种反贪运动不断，但贪污并没有得到遏制，这次也不例外。大凡在中国内部，没有人相信贪官们会因这次数以万计的人民生命的损失而良心发现，“高抬贵手”。因此，有关方面近日召开抗震救灾物资监管工作会议，中共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会上严厉声明，发“国难财”，天理难容，强调要严惩贪污截留挪用行为。为达到这个目标，中央成立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计划通过制定法规和制度来保证抗震救灾的顺利进行。
人民的支持不能任其流失
无论社会还是政府都意识到了腐败的必然性：刚刚接触到赈灾物资就开始腐败，腐败也必然会出现在今后相当长时间的重建过程中，并且随着重建资金和物资的到位，贪官的腐败动机会随之变大，腐败也会变本加厉。因此，从赈灾一开始就强调反腐败显得非常重要。但有关部门未必已经对灾后腐败的严重后果有了清醒的认识。如果对腐败后认识不足，那么就不会制定有效的举措遏制和反对腐败。
一句话，灾后的腐败会动摇执政党的统治根基。一个政党的执政根基是什么？很简单，是人民的信任。赈灾款和物资是普通人民点点滴滴捐献出来的，这其中有富裕人家，也有穷人乞丐；有健康明星，也有残障人士；更有非洲一些长期饱受各种天灾人祸的国家出于对中国的友谊而作的努力。所有这些人出钱出力，不管多少，都包含着一份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对人及其生命的关怀。然而，一旦灾款、物资到了贪官的手里，所有这些意义荡然无存，他们唯一感觉得到的只是钱或者物质能够满足他们贪婪的本性。
一旦腐败发生，如果得不到有效纠正或者遏制，人们的忿恨很容易从贪官转移到制度。四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的制度所体现出来的高度动员能力和领导人对人民生命的关怀，不仅为世界瞩目，而且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人民发自内心的认可。从很大程度上说，很长时间以来，执政党很少像今天这样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如果执政党不能有效遏制和处理腐败，这种认可和支持就会很快流失，转而成为失望和抱怨。在外部，今天中国所拥有的国际形象和所受到的尊重也会随之跌落下来。
正是因为赈灾和重建对人民利益的切身相关性，人民对赈灾和重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实际上，迄今为止，有关腐败的消息都是普通人发现和报道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民的警觉性，这些腐败很可能被忽视过去。
人民对腐败的警觉性也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人民在赈灾和重建过程中应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的确，有关部门已经提出了如何预防和遏制赈灾和重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可惜的是，出台的举措大多是自上而下的，没有强调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和监督作用。试想，没有人民的参与和监督，中央的监督或者审计能够覆盖到如此广泛的赈灾和重建领域吗？没有人民的参与和监督，法律和法规能够严格执行下去吗？中国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了。
灾难应成为催生制度重建的契机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参与、监督赈灾和重建是遏制腐败的最有效的方法。进而，也只有通过人民的参与，新的国家制度才能得以确立。人们希望“多难兴邦”，希望“凤凰涅槃”，但很显然，“兴邦”和“涅槃”并非政府一个角色所能达成，它是所有人民的事业。的确，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重大的国家制度的诞生或者重建都和重大的事件（包括自然灾难和战争）相关，就是说，制度的进步往往建立在生命的损失之上。重大事件的发生、生命的损失或者催生新制度，或者催生现存制度的重建。但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重大自然灾难和战争都会导向新制度的诞生或者制度重建。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天灾人祸不断，但还是缺少制度的进步。不仅没有能力防止人祸，更没有能力通过制度的改进来减少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生命代价。要避免生命的白白牺牲，就要通过人民共同的努力催生新制度的建设。
所以，赈灾和灾后的重建过程应当是改进和重建国家制度的过程，是在政府和人民、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新型合作关系的过程。这次赈灾一开始，或许因为胡锦涛和温家宝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体力行，政府对自身已经从各方面设定了高标准。正是这些高标准促使和推动着迄今为止救灾的成功。同时，普通人民也已经对政府提出了高标准要求。对国家和政府来说，如何在保持这种高标准的同时满足人民的期望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各种腐败现象的出现以及一些政府人员和志愿人士的冲突等现象表明，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也很清楚，只有通过人民的参与和对政府的监督，才能达致这个目标。
将社会力量整合到政治过程
值得高兴的是，这次赈灾已经对中国人民的素质进行了一次严的检验。公民素质的落后一直被视为中国难以实行制度转型尤其是践民主参与的最主要原因。在传统儒家社会，无论是当政者还是为当政者服务的知识分子，都相信人民应当是被统治的，而不是政治过程的参与者，即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对政治冷漠，而统治者对人民没有任何信任感。
这次地震检验了中国公民的素质。灾害一发生，各种志愿组织就开始自我涌现。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自我管理，同时也参与国家的赈灾过程。就是说，在国家政府主导的赈灾过程中存在着人民自我组织的一个次赈灾过程，并且这个次赈灾过程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尽管有关部门经常对社会自发的组织很不放心，但很难想象如果这次没有人民的自觉，情况会是什么样子。
中国媒体方面的成熟也同样令人惊讶。有关部门最初对媒体还不太放心，害怕会出乱子。尽管有非常少的媒体人有些不当行为，但迄今为止，中国的媒体已经充分显示了其公共责任。媒体的进步也和公众的参与分不开。赈灾报道并非单向的信息传送，而是媒体和公众之间双向的有效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公众有其自身的判断能力。媒体如果有不公或者不合理报道的时候，公众中就会出现批评声音，从而促使媒体进行纠正。
人们说，进入2008年以来，中国还没有过安静的日子，各种事件接踵而至，有天灾（如雪灾和地震），也有人祸（如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闹事和西方反华力量的挑衅）。但也正是因为国家的多难，人民自觉组织和参与到保护国家利益的行列中，成为中国政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告诉人们，这一年是中国社会力量崛起和重生的一年。
现在，社会力量已经自发自觉地动员起来了，接下来的问题是有关部门如何把社会力量整合到赈灾和重建过程中去。如何对待已经动员起来的人民的力量，应当说也是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个关键。当年初提出的思想解放运动因为种种原因而失去势头的时候，动员起来的社会量可以再次为这个运动提供莫大的动力。可以确定的是，社会力量整进中国政治过程之日，将是一种新类型国家制度的诞生之日。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6月3日



中国的自然灾害和国家社会关系
四川大地震中无数校舍倒塌，夺去了很多年轻学生的生命。从震后的第一天起，学校校舍质量问题一直是海内外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些在地震中失去独生孩子的家长的悲伤可想而知，随着他们不满情绪的上升，如何追究相关责任的问题也提了出来。在这次地震中及其随后的救灾过程中，在人性光辉的一面被弘扬出来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中国社会及其制度的一些弊端。这些弊端的克服和消除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把这些弊端揭示出来无疑是件好事情。像校舍质量这样的问题的提出至少对今后的重建具有非常大的参照意义。当然，人们希望不仅每一个校舍是安全的，而且所有其他的住房都是安全的，因为它们都关系到人的生命。
灾后必须重建。但需要重建的不仅仅是校舍楼房等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中国方方面面的制度。实际上，这次地震已经引发了人们对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那就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重建。像中国这样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大国，需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或者政府和社会）关系？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责任分配。在自然灾害过程中（包括发生前的预报、应对灾难的过程、灾后的重建等），国家应当负什么责任？社会应当负什么责任？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仅有利于厘清国家和社会各自的责任，也能引导人们去建设更为有效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两部引起反思的著作
对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可以举两个例子。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德裔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出版了《东方专制主义》巨著，一些西方学者把这本书和另外两位德国学者的巨著相提并论，一位是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另一位是韦伯及其《经济与社会》。魏特夫认为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治水等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密不可分，大规模的政府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导致了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权。
客观地说，魏特夫对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政权的观察有其独特的视角，但这本书的研究动机显然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当时处于冷战时期，共产主义阵营和西方民主国家严重对立。魏特夫名为理解中国当时的政体形式，实为西方民主政体作辩护。所以，同样也是大名鼎鼎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就批评魏特夫，认为他的这部著作充满“偏见”，“失实”，是一本政治读物，而非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著作。
半个多世纪之后，另一个人的著作也引发了关切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人们的讨论和思考。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其作品中论证了自由在人类应对自然灾害中的重要性。森是从信息公开的角度来论证其观点的。他观察到，在预防和处理危机方面，民主制度被证明较权威专制制度优越。像中国“大跃进”时期的自然灾害，即使在印度那样的贫穷民主国家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会像中国那样导致那么多人死亡。原因很简单，在民主社会，信息的流通总要比权威体制下畅通。
魏特夫和森从不同的角度涉及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一个强调中央集权的坏处，一个强调社会分权的好处。但在很大程度上，两位作者都并非在研究中国社会本身，而是用另外一个社会来为中国社会做一个价值判断。魏特夫看到了中国传统皇权的专制性及其专性的客观条件，但忽视了皇权的有限性。在传统中国，国家的权力非有限，仅仅限于税收和防止挑战皇权的力量的产生和兴起等少数几个方面。正因为这样，中国从未能够产生近代类型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专制的皇权下，中国社会处于高度的分权状态。在广大的农村社会，中（皇帝）依靠乡绅来统治，而乡绅并非政权的一部分。在毛泽东建立中人民共和国之前，中国的中央权力从未深入到社会层面。
另一方面，森的理论看到了分权和社会自由的积极面，但忽视了中央集权在应对自然灾害过程中的积极角色。很少有人会否认信息控制对应对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但森并没有回答由谁来提供有关自然灾害，例如地震、海啸、洪水等的信息。很显然，在任何国家，从自然灾害的预报、预防到灾后重建，政府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气候和环境的恶化，这可能是世界范围的大趋势。
中国在某些方面还不够集权
回到中国的例子，上述两位作者的讨论对中国的灾后国家建设应当具有反思意义。中国要建设的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中央集权民主国家。集权并不表示专制，很多现代民主国家也都是中央集权的，比中国还集权。这里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集权？现代国家都是规制型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提供各种服务。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在很多制度方面还不够集权。在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和预测、提高社会的自然灾害意识以及培养社会个体的自救意识等方面，政府需要履行的责任还有很大的空间。像学校校舍质量等问题，和政府方面的监管不力无疑是有关系的。至少从应对自然灾害的角度来看，把民主化和中央集权制度对立起来的观点显然并不能引导中国的制度建设。
同样重要的是不应当把国家建设和社会分权、赋权社会对立起来。社会力量在应对自然灾害过程中的作用在很多方面并不亚于政府，这在这次四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应对包括地震在内的自然灾害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有其限度。无论是防还是应对灾难，社会必须具有自救精神和自救能力。这里的社会既包括公民个体，也包括地方社会或者社区。日本社会是个典型的例子，国家在预防、预测自然灾害上和救灾方面履行规制责任，但同时把应对灾难过程中的“自救”落实到每一个人。在日本，国家集权与社会分权和个体负责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如同任何社会，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也并非抽象，它最终必须表现为一种制度规定。而制度规定是人类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计的，就是说，人们可以根据理性的思考和讨论来设计一种适应中国环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理念尽管可以吸引很多人的注意，但实际上对制度建设的引导作用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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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跳出自我击败的治理模式
山西襄汾的山泥倾泻事件和河北的三鹿奶粉事件很快把人们从奥运会的欢乐中叫醒。尽管这些年来，类似的事情频繁发生，但很多人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一个能够成功举办像奥运会那样的重大国际活动的大国，却不能有效整治这样那样的恶性事件并有效控制它们的发生呢？奥运会尽管是件体育盛事，但这件体育盛事的组织则涉及国家的方方面面，不仅涉及党政机构、各级政府和官僚机构，而且也涉及整个社会。奥运会的成功不仅检验了中国的组织者尤其是最高领导层对现存组织的整合能力，更检验了其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参与，奥运会能办得如此出色。
但是非常荒唐的是，正是这样一个能够集中各种力量干大事的政治体制，就是整治不了山西频繁发生的人为灾难，预防不了也同样频繁发生的诸如三鹿毒奶粉那样的食品安全问题。尽管每次事件发生后，民众的怨恨总会洒向政府官员，也总会有不同层级的官员需要承担责任，但官员的频繁更换并没有使情况有任何好转，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相反，在一些情况下，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就要求人们从更深层次来看问题。这里需要讨论的是中国治理模式甚至政治模式中所包含的诸多自我击败因素。
根源在于政治和经济利益一体化
在这样的恶性事件上，差不多所有自我击败的因素都可以与中政治和经济利益一体化的现状联系起来。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一化有几种呈现方式：第一，政府就是经济主体，或者说是企业的所有者；第二，政府是企业的一部分，主要是政府在各种类型的企业中持有股份；第三，政府是企业的后台老板，尽管企业并不属于政府，但政府在背后操作；第四，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都会促使政治自我击败。
这些年来，尽管中央政府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但要转换已经高度内化了的GDP主义谈何容易。对地方政府来说，发展还是最重要的。政府要的是经济成绩，地方的经济增长对官员政绩有好处，对地方官员的经济利益也有好处。只要地方企业能够为地方经济作出贡献，政府就会对企业的不义行为加以默许。企业出了事情，政府也会出来帮忙，为企业逃脱责任。如果涉及政府个别官员和企业的利益关系，情况就会更加复杂。无论是企业主还是政府官员，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企业应当负有怎样的责任，但是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他们选择的总是金钱，而置国家的法律和人民的生命于不顾。
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企业官员和地方政府能瞒就瞒，直到不能瞒或者瞒不住为止的行为也就很容易得到理解了。就这次三鹿奶粉事件来说，三月中旬就已经知道消费者投诉，八月初就已内部得出结论，但九月份面对媒体仍然矢口否认，声称“仍无证据表明婴儿患病与食用三鹿奶粉有必然联系”，而且居然还强调“三鹿奶粉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不排除竞争对手栽赃”，等等。等到问题完全曝光之后，所有相关者，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同样出来为自己辩护，把责任全部推到奶农身上，给人的感觉是他们个个都是受害者。
官员因频发的工业事故栽跟头
三鹿奶粉事件的爆发也可以说是层层利益保护下的人为产物。四年前，安徽阜阳发生了“大头娃娃”事件。之后，有关媒体公布了阜阳多家不合格奶粉企业和伪劣奶粉“黑名单”，其中，三鹿奶粉赫然在列。
但是没有部门和官员去关心这件事情，对质量和安全进行把关，倒是各个方面协助“三鹿”拼命公关，最终使得“三鹿”从“黑名单”中撤了下来。原因再也简单不过了，因为对质量和安全把关无利益可图，而帮企业公关则不一样了。从各方面的报道来看，三鹿奶粉的新西兰合作伙伴早就发现问题，并要求中方采取行动，但遭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拒绝。中国企业官员和地方政府草菅人命的行为方式实在令人惊讶万分。
山西的各种人为灾难也是这样。这些年，山西不知道发生了多少灾难，死了多少讨生活的人们。中央有关部门也不是没有整治山西的决心，向山西派了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在山西，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不同层级的官员因为这频发的工业事故栽了跟头。但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还是使得企业主和政府官员前赴后继地冒险。
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一体化使得政府“自废武功”，也就是自我击败。很多年来，政府的改革就是要建设一个规制型政府。就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来说，规制型政府的前提就是政府要从经济领域撤出来。在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规制只能是左手规制右手，也就是说规制只能是自欺欺人，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今年三月“两会”之后，中国开始了“大部制”的改革，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建设规制型政府。但从实际行为来看，很多现象是和规制型政府建设背道而驰的。立法部门做一套，行政部门又有自己的一套，互不从属；不同层级的国有企业的垄断情况越来越严重，并且中国的企业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来规制谁呢？
问责制治标不治本
除了政府和企业的不分，规制型政府建设的困难也来自于规制和现实需要之间的严重脱节。中国的规制制定者或者立法者这些年出台了非常多的规制和立法，但似乎极少能够实施得下去。当然规制者和法者可以把责任推给既得利益或者地方保护主义，但这显然过于简单。
如果一个规制或者立法真正为社会所需要，那么就应当执行得下去的。中国的规制或者立法，要么没有，要么就是过于理想。例如，近年来的有关环保和劳动法方面的情况都是这样。很显然，如果一个意在保护劳工权利的法律连劳工都不想接受，那就应该反思这个法律了。规制和法律并不是越理想越好，而是要具有现实性。只有具备了现实性，才会有实施的可能。
这些年最大的进步就是开始实行官员问责制，但现在看来这个制度也是治标不治本。官员来来去去，但地方利益是永久的。在不改革基本制度的情况下，光靠问责是远远不够的。山西的情况就没有因为问责制而得到改变。各级政府欺上瞒下的情况也没有因为问责制而得到改变。问责制只是一种事后追究责任的办法，要预防事情的发生就需要从改变基本制度入手。
如何改革基本制度？这里要回到奥运会的成功。社会力量的动员和参与是奥运会成功的主要因素。中国改革所产生的困难就在于改革者总是担心社会力量的兴起，不敢真正赋权于社会，包括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一会儿分权，一会儿集权，但权力总是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间流动。在社会力量被排挤在政治过程之外时，众人就仅仅是被政府和企业管治的对象。也就是说，一个把社会力量排挤在政治之外的组织是没有任何向社会负责的内在机制的。即使产生了负责的机制，这个机制也只是浮在表面上的，没有实质性意义。
记得孙中山先生把政治定义为“众人之事”，这里的众人不仅仅是被管制的对象，更是政治的参与者。只有当众人成为政治过程有机部分的时候，中国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自我击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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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国家与中国再社会主义化
不规制，就是死亡。这是人们能够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得出的最简单的结论。由于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美国金融危机势必严重损害到中国经济，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就这一点，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访问美国期间已经表述得相当清楚。但是，中国的问题还远远不止如此。尽管中国还处于工业化早期，但经济规制或者监管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要比美国更甚。
如果说美国的监管问题主要出在金融经济而非实体经济，那么中国无论在实体经济还是金融经济上都存在监管严重不足甚至完全缺失的情况。实体经济中的监管问题，如这次的三鹿毒奶事件和山西襄汾的山泥倾泻事件，因为媒体透明度的增加被不断报道出来。金融领域并不是没有问题，只是透明度不如实体经济那样高罢了。
不管怎样，所有这样那样监管问题的存在表明了中共面临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那就是政府与资本的关系，或者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关系问题。可以这么说，中国历届政府，无论是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还是现在的共产党，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些年，中共一直在强调执政能力问题，但在种种执政能力中，市场经济如何监管，这一关还没有过。同时，从理论上说，直面这个问题也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再思考。
从来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商业阶层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社会秩序是建立在“士、农、工、商”这一既是道德概念也是政治概念之上的。这里的“士”不仅仅是教育概念，更是道德概念。“商”在中国文化中隐含有一些非道德诸如投机和欺诈等意思。农、工（小手工业）是传统王权的基础，而作为统治者的“士”是绝对不会让“商”有坐大的机会的。历代的统治者都千方百计地来遏制商业活动，例如，一旦当统治者感觉到商人的政治威胁时，就往往把商人和土地绑架在一起，让他们成为地主。如果还不行，就会动用国家力量消灭商人。所以，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很多商业发达的时期，但从来就没有发展出一个独立的商业阶层。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和西方接触以后，中国开始意识到近代化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但作为后来者，中国的民族资本很难与西方资本进行有意义的竞争，于是政府就进入资本领域，要么成为资本的主体，要么成为资本的后台力量。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政府和资本或者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到了国民党时代就最终演变成了政治权力高度依赖于经济权力的局面，最典型的就是“四大家族”。当政治高度依赖经济的时候，也就是政治力量毫无能力规制经济力量的时候。当然，当政治权力失去自主性的时候，政府就没有任何能力来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利益。这是国民党失去政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正因为如此，1949年以后，中国逐渐走上当时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道路，厌恶商业和商业阶层，最终消灭了私有制。但消灭了商业和商业阶层之后，经济发展就失去了活力。在计划经济之下，人们个个贫穷，实行的是贫穷社会主义。这当然和马克思原来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但这种情况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完全改观。大多数中国人在上纪八十年代经过了短短一段时间对市场经济的怀疑态度之后，自九年代开始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同样极端的市场化道路。在理论层面，中国走的是不是学术界所指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可以争论。但从现实面看中国改革的很多方面，表现出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色彩。如果说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是随着那里的政权的垮台而解体，在中国则是被政权的力量摧毁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亲商”是各级政府的政策的唯一关键词。要发展经济，亲商非常重要。敌视商业或者对之不友好的政策是不能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各级政府的亲商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建设规制国家的努力就在种种亲商行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最终发展成为名为亲商，实则害商。亲商就是要善待企业。如何善待企业？就是要为企业提供有利于良性竞争和发展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同时还要规制企业行为，防止企业恶行并最终自我灭亡。
而中国各级政府的一些行为与其说是亲商，倒不如说是害商。政府帮助企业提供和保持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企业雇员的权利并不在政府和企业的考量之中。政府对企业实行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地方保护主义。只要是为地方带来巨额利益的企业，政府都不惜一切手段加以保护。在国家层面，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就会戴上“保护民族产业”的帽子。对一些所谓的国家名牌实行质量免检就是表现之一。
不规制，必导致商业竞争的邪恶化
这样，规制就失去了空间。这些年来，中央政府想方设法进行规制建设，但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的情况下，规制并没有任何空间，就是说，各种规制没有可能得到实施。
在不规制或者没有有效的规制下，就造成了一种“劣币淘汰良币”的局面，导致商业之间竞争的邪恶化，就是说越是恶劣行为越具有竞争能力。一些真正的名牌就被这种恶性竞争所拖垮。中国的奶制品行业存在着这种情况。这次三鹿事件本身就是没有规制的恶性竞争的必产物。
规制缺失的情况在金融领域也非常严重。尽管中国实体经济还不发达，但因为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同时也俨然进入了金融时代，银行业在短短时间里飞速发展。在很多年里，中国也是世界上外汇最多的国家。但对庞大的金融业，中国到底有多少监管？字面上的监管条例到底有没有发生作用？这可能是一个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透明度。但有两个因素使得这个领域的监管实际上不可能有效。第一，银行业由国家所垄断。国家垄断表明监管即使有，也是左手监管右手，没有任何效果。第二，和美国一样，这个领域专业性强，除了操作这个领域的人以外，外界很少有人了解。当然，这也给这个领域逃避规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无论在实体经济领域还是金融领域，缺少监管肯定要出问题。一旦出了问题，企业就会自我毁灭，但真正的受害者则是社会大众。实际上，社会主义的出现本来就是要预防出现这种情况。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如果没有社会的监督，都会走上毁灭的道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如果美国发展成了社会主义，或者欧洲更加社会主义化，并不会使人感到惊讶。对中国来说更应这样。它提醒人们，中国需要逃避的是意在消灭市场和资本的贫穷社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就是要社会对资本和政治进行节制和监管。毕竟，无论是“人民共和国”还是“人民币”，前面都冠有“人民”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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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与建设美好中国社会
金融和经济危机席卷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各种举措，显示出拯救经济的信心，尽管对很多人来说，实际上并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中国人经常认为危机也是机会，这并不假。历史地看，自近代以来，重大的制度创新都是在危机和压力下得以实现的。有人说，中国是个危机驱动的社会，这是有些道理的。笔者认为，目前的危机，如果应对得好，的确可以成为千载难逢的国家制度建设的好机会。坏事变好事，危机可能成为一个美好未来的前奏。
四万亿向何处去
和世界上很多政府一样，中国政府也果断地推出了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方法。中央政府出台一个高达四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这已经令世界刮目相看了。之后，各地方政府更是野心勃勃，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台了十多万亿的刺激经济的计划。上下努力，这不仅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决心，更表明了各级政府的实际能力。
但关键的问题是，这四万亿向何处去？十多万亿向何处去？很显然，有关方面需要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要应对危机，更重要的是要借此提升国家制度。
从发布的信息看，中央政府的四万亿投资基本上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像铁路建设、飞机场建设等项目。这里面有些项目早已经确定，只是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压下来了，现在，这些项目重新启动。另一个就是民生经济部门，包括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和教等方面。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这些投资都非常有必要。但从经验看，令人担忧的是，各级政府很可能会大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大量的公共工程，如果没有完善的监督机制，将会导致大面积腐败。中央政府要分钱，各省都有份。中央政府怎么去监督呢？大面积的监督基本上没有可能性，腐败不可避免。在任何国家，公共工程都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地方。在西方，地方政府还会受到议会、媒体等的监督，但是在中国，基本上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很多地方政府拿了钱以后就算了。它上报的东西可能完全和中央政府的要求不一样。
推行四万亿的初衷是为了拉动内需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那么，进行公共投资、基础设施投资能不能拉动内需？没有人可以把这个理想化。为了经济发展，政府进行公共设施建设当然很重要，尤其是在那些非常落后的地区。但是，很难说这一定能够拉动内需。公共投资可以解决一些就业问题，也可以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些基础，但不一定能够拉动内需。中国要真正拉动内需，就要把现在的非消费型社会变成消费型社会。怎么来转变？中国没有一个消费社会所需要的制度性基础。如果把4万亿或者更多的钱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改革、教育改革，这才是真正的为消费社会建立制度基础。很显然，这些也属于基本国家制度的东西，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
有社会保障才能大胆消费
在西方，很多家庭不用怎么存款，可以把挣来的钱全部用来消费。这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失业、看病、小孩上学都不用担心，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消费。中国老百姓的钱不敢这样用来消费。中国老百姓的存款是用于生存，甚至是救命的钱。所以即使把基础设施搞得再好，老百姓也不敢花钱，中国也成不了消费社会。如果中国要建消费社会，就一定要把大量的资本投资用于社会制度的建设。只有等立了这些基本社会制度之后，中国才会变成一个消费社会，才能与西方国家竞争。再者，因为金融的全球化，中国如果不能建立消费社会，也就不能保证国际经济秩序的公正性。一个可能发生的局面就是中国人积累，发达国家消费。
从目前来看，尽管这次四万亿的方案投资也提到了要以改善民生作为投资方向，投资的十大领域中有很多都是指向民生领域的，但可以预计，到最后，绝大部分的钱一定是投资到基础设施建设的。道理很简单，做项目工程背后总有巨大的既得利益在推动；而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属于公共服务，没有人来推动。没有任何强有力的动力来推动民生方面的制度建设，这是中国社会改革的问题之所在。中央政府的设想是好的，也有推动社会改革的强烈意愿，但是中国各个省的地方政府的权力，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的权力还强大。地方政府有能力可以抵制中央的政策。就拿这次的四万亿改革来说，一旦某个省拿到钱之后，它会不会进行民生建设？没有好的制度来保障这个。
比如说，医疗改革在中国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到现在还是处于争议阶段。为什么？这不是因为政府没有钱，而是因为钱在既得利益者手中，他们不想把钱花在公共服务上。中国的社会改革需要钱，中央政府有大量的钱，但是花不出去或者不想花出去。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社会制度易在高增长时期建立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所有社会制度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都是在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任何一个国家，当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是建立不起来这些公共制度的。
在建立社会制度方面，中国已经丧失了很多机会。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已经进行了数十年了，但是社会制度上没有什么大成就。而且从远来说，没有能够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的社会制度，也就没有社会稳定机制。那么，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又到哪里去寻找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了一个为国外市场尤其是西方市场服的经济体，也就是说这个经济体并不是为内部市场服务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也采用了类似的扩大公共投资的方法来扩大内需。这个政策的确推动了新一波经济增长，但在扩大内需方面很难说是成功的。当时的政策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危机局限于亚洲，西方需求仍然强劲，中国国内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帮助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但现在的情况则不同。这次金融危机的震中是在西方，整个西方的需求量大大下降。即使中国通过减税等政策刺激出口，都不会有太大效果，因为整个西方没有需求。
现在外部的需求没有了，这是中国从一个为外部市场服务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为内部市场服务的经济体的好机会，更是建立社会制度体系的很好时机。如果这次机会再丧失，中国以后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中央政府现在有足够多的财力来建立全国性的社会制度。如果中央政府集中财力，加上地方政府的财力，把基本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那么下一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将会有非常好的制度基础，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成为一个能够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的经济大国。
地方政府热衷于公共投入是为了拉动GDP增长。很多地方官员不关心民生问题，只关心GDP，因为这才是和他们的政绩挂钩的。把钱花在老百姓身上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政绩？把钱花在老百姓身上的政绩只会在民主国家产生效应。但是光看GDP增长一个或者两个点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关键是看增长的动力来自何方，看发展是否能够持续。
在任何国家，建立基本国家制度应该是中央政府的责任。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教育制度，都应该是中央政府去建立的。建立这些社会制度也是这些年来中国最高的政治议程。正是这些基本制度的缺失使得中国的整体制度显现出无比的脆弱性。中国的长治久安还是有待这些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巩固。那么，这次金融危机能否最终促成中国会制度的全面建设？这是对中国领导者的政治意愿和动员能力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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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层社会无政府状态令人担忧
很多社会现象表明中国基层社会正在迅速进入令人担忧的无政府状态。黑龙江省通河县魏玺村48户农民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和恶势力所霸占。广东东莞数以百计的儿童失踪，而地方政府几乎是无动于衷。更令人发指的是发生在贵州习水的大规模性侵幼女案和浙江丽水数十名中学生遭强奸案。要知道这些案件的主犯竟是政府的基层干部，是县干部、村主任、党支部书记，是政协委员等。这个群体是中国政权的最基础，是政权和人民的连接点。基层社会希望这个群体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利益，但现在，这个群体的所作所为刚好和人们所希望的相反。中国到处是政府部门，到处是政府官员，但是普通人民则找不到他们所想要的政府，他们所想看到的官员。就是说，对中国基层社会来说，并不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是谓“无政府”。
最怕政府成为非正义的制造者
说中国基层的无政府状态有几层含义。首先，无政府可以指基层权力真空的出现。权力真空的出现给各种恶势力如黑帮团体和邪教组织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在很多地方，恶势力主导地方政治，政府纯粹是恶势力的工具。在农村，家族势力也属于这一类。其次，无政府也可以指地方政府职能失效、失控，甚至失败，导致恶性社会后果。在这个方面，无政府早已经不新鲜。早年的河南等省流行艾滋病，和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不当的经济发展政策有关。各地不断产生的特殊病村（如癌症村、肺村等），也同样与地方政府官员对经济发展的恶性追求有关。再次，也为重要的是第三类，就是上面所说的政府所制造的无政府状态。在里，政府本身成了恶势力。
无政府状态并不是说在这些地方没有政府，而是说政府本身成了无政府最主要的根源。为什么需要政府？最基本的是因为人类需要安全的保障，而安全保障并不是其他各种私性机构所能提供的，体现公权力的政府的存在因此具有了合理性。如果说在前两例中，政府无能提供保障，那么后一例则表明政府本身成了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在任何社会，政府本来是社会正义的提供者，但在这里却成了非正义的制造者。对中国来说，这第三类无政府状态已经成为某些地区政府的内在部分（而非偶然），从而对整个社会和政权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恶势力世界各地都有。恶势力可怕，但可以整治，政府和恶势力之间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可怕的是代表公权力的政府演变成了恶势力，或者被恶势力所利用，或者利用恶势力。在这里，不仅人民而且整个政府都成为受害者。
金钱主义冲击地方政权
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国社会基层处于高度的自治状态。皇帝统而不治，皇权深入不了社会。在基层，皇权只是一种象征。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本身发展出了相当发达的自治共同体，有很多保护机制来保护地方社会的利益和安宁。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使得政权第一次有能力深入社会。在基层，毛泽东为中国社会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统治机制。尽管一般认为毛泽东依靠权力管治基层官员，但实际上除了权力管治，毛泽东还发展出了其他很多机制迫使基层干部不会太过分欺负老百姓。例如，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功能，多少给基层官员一种道德感。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式的民主，就是普通人民每隔几年可以对干部提意见，甚至批斗。尽管一些做法在今天看来过于极端，但毕竟维持了社会对基层干部的压力。
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基层政权就开始出现危机。市场经济最终导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村民自治引入了民主方法，但现在看来，村民自治并没有解决农村问题。今天的村民自治既不是传统社会那样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自治（就是说，农村居民很难像在传统社会那样去实现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像在毛泽东时代那样对地方官员的行为构成制约。同时，因为人口的流动，农村实际上一直处于衰败状态。不管中央政府实行怎样的政策，农村的衰败似乎不可避免。
但对基层政权冲击最大的，莫过于金钱主义全面有效地取代了道德主义。基层政权高度非道德化或者道德虚无化。上文所说的那些强暴幼女和强奸中学生的基层干部对这种兽行不仅毫无羞耻感，反而引以为豪、互相攀比的情况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一切都被货币化，不管他们干了多么令人发指的事情，都可以证明是合理的。在民主国家，因为有媒体的监督和选举的压力，不道德的官员被有效排除在政府之外，同时也对官员的不道德行为构成有效的制约。在中国，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今天的一党执政，道德是政权的基石，道德甚至比政府的政绩更为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老百姓视官员为父母官。但是一旦执政的道德解体，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约地方官员的行为了，所以才出现了父母官欺压人民、强暴民女的事情。
这并不是说，执政者忽视了基层政权建设。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层也一直在强调基层政权建设，执政党能够接受农村的民主方法就是一个例子。但问题是，上层花了那么多的精力来进行基层政权建设，为什么基层越来越腐败呢？
权和钱被少数人垄断
在传统社会，基层共同体能够抵御政权不合理的侵入。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还拥有对付基层官员的机制。但现在呢？人民在官员面前赤裸裸、一穷二白。权和钱都被少数人所垄断，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实上，基层官员把老百姓视为权和钱的奴隶，很多老百姓事实上也被迫为钱和权的奴隶。尽管有些民主机制，但微弱的民主机制在权和钱面前毫无价值。例如上访，上访可以说是基层人民发出声音的唯一办法，但是有没有人统计过，有多少上访者被地方政府投进了牢房？实际上，上访是地方无政府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上访越多，表明基层越是无政府。原因很简单，人民在地方没有办法实现正义，只好往上面找。
因为没有有效的媒体，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和压力机制，对基层干部来说，“唯上”成为他们唯一的责任。但是，“唯上”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基层干部的确可以对上负责。如果真能对上负责，那也不错，毕竟上级政府和官员还是希望下级做些好事的。可惜的是，“唯上”的现实是“欺上”，就是欺骗上级政府。这同样是因为没有自由媒体，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当基层人民不能给基层干部施与任何有效的压力的时候，当上级政府被欺骗的时候，基层干部自然就可以胡作非为了。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没有比从基层开始打天下的共产党认识得更清楚的了。政权的支持力量是什么？对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考量。基层是整个政权的基础。一旦失去基层，执政大厦就会摇晃起来，甚至倾倒。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
尽管这些年来，类似本文所引述的官员丑闻从没有间断过，但各级政府官员似乎无动于衷。多少年来，有多少人沉醉于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年年变化的GDP数据中？很少有人认识到腐败、毫无羞耻感、粉饰太平是政权的最致命和最强大的敌人。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敌人不是他人，而是自己。
在基层政权腐败迅速恶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官员不能再这样下去，欺骗老百姓，更欺骗自己了。对执政者来说，应当认识到，光靠自身体制内的换汤不换药、左手砍右手的改革已经走入死胡同了。走出体制，走出既得利益，直接面向人民，是唯一的改革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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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衰败、信任危机和社会暴力
最近在中国发生的很多事件表明，中国社会正面临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信任危机，有人已经把此称为中国社会的“全民不信任运动”。就在浙江的“钱云会”案刚刚向人们昭示，老百姓对政府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的不信任已经到了何等程度的时候，春节前夕上海又闹出“医闹伤人”事件，而很多人对此前发生的杨佳事件仍然记忆犹新。这些事件从表面上看，好像都是个别事件，官方和媒体也总乐意把它们称为“突发事件”，但实际上，从这些年来所发生的那么多、每每被定义为“突发恶性”的事件来看，每一个事件发生的背后往往都具有必然性。如果继续把这样的事件简单地视为“突发事件”，只会是自欺欺人。
把它们说成是“突发事件”，也就是说它们的发生是偶然的，没有必然性。这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政治说辞，官方可以推卸责任，同时也可以掩盖制度层面的一些严重缺陷。不过，这种认知或者误知非常有害。如果看不到这些事件发生的必然性，最终只会导向不可收拾的局面。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预感到这类事件的必然性。人们知道会发生这类事情，可以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可以发生在他人身上，不知道的只是什么时刻会发生，会以什么形式发生，是个体暴力、集体暴力还是其他形式。
缺乏安全感导致人人“自卫”
正是由于这种情形的高度不确定性，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演变成为一个“自卫”社会。这体现在各个层面。在个体层面，人人自卫谁也不信任谁，互相欺诈，社会的交易成本在急速提高。集体层面，一个村子不信任另一个村子，一个组织不信任另一个组织，一个社会群体不信任另一个社会群体，一个地区的人不信任另一个区域的人。一些地方甚至已经出现依靠筑城墙来求得自我保护。国家层面，政府本来是社会秩序的提供者，但政府本身也在自卫。很多党政官员整天呆在坚固的“城墙”里面，与社会隔绝，但同时恐惧于社会暴力，因此只能依靠暴力机器（例如维稳）来控制社会局面，以免伤害到自己。
各个社会角色的“自卫”是理性的，因为它是人们对“不安全”环境恐惧的产物。不过，这种理性只能导向最终的不理性，即越来越甚的不安全。
中国社会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是如何产生的？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社会不公”。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社会正义和公正，也就不会有社会信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高速经济增长、使数亿人摆脱贫穷的辉煌成就的同时，却失败于提供基本社会公平和公正。尤其在新世纪初以来，各级政府在GDP主义主导下，以破坏社会的方式来取得继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政府本身，不但没有起到维系社会和整合社会的作用，反而加速着社会的解体。针对这些方面，笔者已经在本栏多次论说。本文主要想从司法的角度，来说明社会的信任危机甚至暴力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在任何社会，司法都是保障社会正义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说得简单一些，司法关乎人民的财产与生命，一旦司法失守，社会公正和正义就会荡然无存。同时，司法都也是日常社会生活中，不同社会角色之间互动的中间或者缓冲地带。社会个体成员之间、社会群体之间、雇主与被雇佣者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等，都需要司法这个中间地带。一旦社会角色之间产生矛盾或者冲突，而双方不能自行解决的时候，司法就可以作为公正的第三者介入，来保证基本的公正。这个宝贵的中间地带一旦失去，且各个角色之间的矛盾不能通过接的沟通得到解决，就很容易演变成对抗关系，甚至是暴力关系。这对抗和暴力关系尤其容易发生在弱势社会群体和强势社会群体之间例如人民对政府官员、雇员对雇主、个人对集体等。也就是说，司法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信任的基础制度。在这个间地带，发生矛盾或者冲突的社会角色，可以进行协商、谈判、和解，并且得到第三者（司法）公正的保障。在规模很小的传统地方共同体里面，人们可以通过日常经常性的互动建立社会信任。但在比较大的共同体中，尤其是在现代流动性社会，社会角色之间信任的建立和保障都必须依赖于法律，尤其是司法。
司法在中国成为廉价品
对执政者来说，司法更是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根本。法就是秩序，这是中国传统法家学说的核心。对任何统治者来说，对司法的信任是一个社会的最基本面，也是“最后一根稻草”。道理很简单，一旦社会失去对司法的信任，怀疑司法，这个社会就必然出现暴力横行的局面。所以，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会动用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不惜成本来保障司法的公正和司法的尊严。不难观察到，在法治社会，统治者本身受到批评甚至攻击是小事，但帮助统治者统治国家的司法则是不可以遭到批评和攻击的。“藐视法庭”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
但荒唐的是，司法在中国往往成为最廉价的东西，似乎可有可无。无论是党政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似乎都可以藐视司法，把司法当儿戏。这里主要是司法的政治化问题。法的特性是一致性和普遍性，即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政治化的特性就是多样化和特殊性，不同的人在法律面前有不一样的待遇。如果有钱者可以通过钱、有权者可以通过权把司法过程政治化，无权无势者则可以通过花样繁多的形式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包括自杀）来寻求问题的解决。这正是中国社会的现实。
司法不公正必然导致对司法的不信任。中国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忧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最近因为“两会”将近，《人民日报》政治文部和人民网就老百姓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联合推出大型网络调查，截至2月11日，在给出的十大问题中，“社会保障”、“司法公正”和“个人收入”分别居于第一、二、三位。这和往年人们最关切腐败、改革等问题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倒不是因为在反腐和改革等方面有了进步，而是因为近年来社会公正每况愈下。可以说，这三个领域都和社会公正有关。“司法公正”位居第二更是说明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因为多年来的司法衰败，很多地方已经濒临无政府状态的边缘，甚至无政府状态已经成形：政府依靠“维稳”来维持秩序，而社会则依靠暴力甚至自己的生命，来争取他们所认同的社会正义。
司法政治化的恶果
司法衰败是司法政治化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对暴力的诉求，只是对党政官员藐视司法的反应，也就是说，执政者要对司法衰败负责。尽管改革开放一开始，执政党就马上强调法制和法治，但很多官员至今还是没有任何法治意识。无论从积极面还是消极面来看，都在促使司法的政治化。可以举两个性质不同的例子来看。第一是“严打运动”。在一些阶段，犯罪行为多了起来，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在这个时候，从秩序建设的角度来看，严打成为必要，很多国家也会这么做。但在中国，严打不再是司法的动员，而变成政治的动员，政治替代了司法，破坏了司法。历次严打因此产生了很多的司法不公。另一个例子是司法领域的先进人物评审。这样的评审也不是不可以，但主要的目标应当是增进和强化司法人员的专业精神，但事实上这个过程往往牺牲的恰恰是专业精神。评审的过程使得司法的过程演变成为政治的过程。司法领域的GDP主义（即要求司法人员的办案“效率”）更是糟蹋了司法精神。
而促使党政官员藐视司法的根本制度因素，就是执政党本身不司法制度的一部分。每一个组织（包括政党）都会有自己的纪律和行规范，任何成员违反了这些纪律和行为规范，就要受到惩罚，这是最常不过的了。不过，无论是纪律、行为规范还是惩罚，都不能和国家的法律相悖。法律具有普遍性，而组织的纪律和行为规范则具有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必须从属于普遍性。很简单，任何社会成员，不管其属于哪个组织，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但在中国则相反。“党纪国法”中“党纪”先于“国法”。尽管从理论上说，这是因为执政党对自己的党员有更严格的要求，但在行为领域，这种排列次序阻碍着法制的有效性和法治社会的建立。
司法衰败和社会不信任已经使得各种社会互动（人与人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司法的衰败导致人们不信任司法，都想用政治手段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司法的信任危机、司法的政治化反过来又加剧着司法的衰败。如果继续下去，可以确定的就是大面积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是人人都没有安全感的“自然”状态。
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除了容许司法相对独立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实际上，从政治上看，司法独立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对老百姓来说，诉诸暴力是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之后的最差选择。很简单，诉诸暴力的代价非常高，甚至要付出生命。只要司法能够保障基本的公正，司法还是老百姓的最佳选择以及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对统治者来说，如果没有司法这一中间地带，就要直接面对人民。任何政权不管其暴力机器有多么强大，光靠暴力来统治，是难以持久的。司法独立，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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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是近年来亚洲和全球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自从中国进入“世界的中国”阶段，中国周边的地缘格局和政治经济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方面充满着各种选择和可能，另一方面又无时无刻不在纷繁复杂的变化之中。如今的中国既不是威震四方的“中央帝国”，也不是百年前备受屈辱的“东亚病夫”，而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下，一个正在逐步具有全球影响的区域大国。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区域强国应该怎样处理与美国、亚洲和邻国的关系，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历史的地缘大国应该如何从安全、经贸、政治和文化角度认识周围的环境，作为一个国家整合尚未最后完成的“文明国家”应该如何完成统一大业，这些都是非常关键同时又异常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郑永年教授一直对这些问题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做出了很多独到的观察和思考。他的多数观点和论断虽然是应时而发，但他思考和回答的，往往都是这个时代地缘政治的结构性的大问题，至今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例如，他主张中国应该建构一个以亚洲为中心、建立在经贸关系之上的外交体系，同时和美国及西方保持一种“和而不同”的理性关系。与许多时尚的国家关系论调不同，郑永年教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虽然都是中国现实，但却绝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其中的妙处，相信熟谙事实、尊重理性的读者都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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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崛起中的大国外交



赌场、核武与民主
对于赌场、核武和民主这三类东西的地缘政治意义，大概谁都能说上一二，但具体到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却是一言难尽。本栏用这三个大家熟悉的东西来讨论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及其可能对内部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如果中国领导层对这三样东西中的任何一样没有有效的策略，或者采取错误的策略，将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酿成不可设想的后果。
先说赌场。赌场在中国周边国家蓬勃兴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有关部门统计，前段时间，中国周边出现了160多个赌场。甚至连高度集权的朝鲜和缅甸都建起了赌场。很自然，这些赌场中有一些就是中国境内的商人兴建的，其目标也是赚中国人的钱，尤其是中国官员的钱。任何赌场一开张，中国官员就会蜂拥而入。花国家的钱，这些官员是毫不手软的。官员赌博风蔓延，导致中国官方赶紧下令禁止。但只要有利可图，赌场还会得到大发展。新加坡政府最近决定兴建赌场。在赌场方兴未艾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要禁赌谈何容易。在全球化时代，政府还能禁止官员和人民出国赌博吗？
核武的情况大家也很熟悉。冷战时期，中国经过艰苦的努力，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核武国家之一。但最近几年，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俨然已经被核武所包围，周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成为核武国家。北有俄罗斯，西有巴基斯坦，南有印度。现在东边的朝鲜的核武计划更令人担心。原因很简单，如果朝鲜发展出了核武器，日本就不可避免地也要成为核武国家。
中国被民主所围堵则是更为近期的事情。亚洲并非民主的发源地，二战以后的几个民主国家是在外在环境影响下产生的。例如日本和印度，前者是美国占领的结果，后者是英国殖民地的结果。但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实行民主化。东边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成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亚洲的主角。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随着美国推行全球大民主计划，中国周边更多的国家卷入了民主化浪潮。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已经对中东的非民主国家构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而由美国所支持的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更是把这些经济仍然落后的国家推到了民主化前沿。
人们或许会说，这三方面的发展似乎并不相关。不过认真考量一下人们就可以发现，这些发展都向中国传达出同样一个信息：一方面，中国的外部国际环境正在急剧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并没有有效的策略来应对这些挑战。
外部赌场和民主的发展所传达出的主要信息就是，中国的内部政治和经济改革远远赶不上全球化的要求。赌场形象地指向了经济全球化正在如何日益削弱主权国家的传统权力。全球化一方面表明，中国社会可以越过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交流。在这里指的是在国家本身不开放赌场的情况下，社会可以走出国门在海外建赌场或者谋利，或者来影响中国内部的发展。实际上，中国的外资流动也表明了这一点。内部资金的待遇不及外资，于是内部资金纷纷外流，再通过香港或者第三地以外资的形式走进国门。全球化的另一方面表明，海外因素也可以间接地影响中国社会。在这里指的是用海外赌场来吸引中国的顾客。这样一种情形表明，中国政府消化不了“赌场”这种现象，而这种现象即使转移到海外，同样可以影响到中国社会本身。消化不了的主要原因就是内部没有改革或者内部改革不足。而缺乏内部改革或者改革不足的主要原因，要么是领导层意识形态的阻碍，要么是既得利益的阻碍。
民主的发展也说明了同样一个道理。在经济改革进行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仍然还是一个权威主义政体。但不可否认，经济改革也正在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民主因素。新兴中产阶级有了经济力量以后要求分享政治权力，而被日益边缘化的社会底层包括工人、农民，也在要求通过参与政治的形式来改变他们所面临的不公正的政治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推广民主视为本身宗教式的使命，必然要把中国视为其政治上的对手。实际上，美国在中国周边实行“大民主”的计划，其最终的目标就是中国。并且，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美国等外在力量影响中国内政的手段与工具也在与日俱增。中国一天不民主化，这种民主化的压力就会存在一天，并且会越来越甚。
核武则表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并迫切需要一个像样的国际战略。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被核武国家所包围。核武既可以用来自卫，也可以用来攻击他国。尽管周边很多国家发展核武的原因非常复杂，在现阶段并非专门针对中国，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这些核武国家的意向随时可变。谁能保证朋友永远是朋友呢？
内外环境正在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所产生的压力可想而知，并且正在一步一步地迫近中国。危机正在来临，但不知道中国的应对策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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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关系超越经贸领域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欧洲三国，“中欧关系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被提上台面。中欧的经贸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否超越经贸关系而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中欧之间最终能否如中国所愿达到一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很长时间以来，中欧关系的主轴是经贸关系，人们关注最多的也是经贸关系。从地缘政治上来说，中国和欧洲在现阶段并没有什么直接冲突。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无论从多边还是双边看，中国和欧洲各国以及和欧盟整体的经贸关系发展相当迅速。中国成了世界制造工厂，很多欧盟国家，尤其是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老欧盟国家纷纷把制造业迁移到中国。很自然，中国向欧盟的出口也在迅速增加。尽管双方不时发生贸易纠纷，但不管什么样的贸易纠纷，都不至于导致中欧关系的大倒退。因为经济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任何一方都很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纠纷得不到解决，对双方都有负面影响。在中欧双方都是全球经济体的一分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机制，双方总能找到解决纠纷的办法。
不过，中欧双方似乎并不满足于这样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还是想在经贸关系之外建立一种战略上的关系。欧盟希望中国的经济崛起不会大幅度地改变目前的世界权力格局，进而导致世界局势的不稳定，而中国更是努力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图和平崛起。应当说，在战略合作方面，中欧双方是有共同利益的。
多年来，和各个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的流行语，但和欧洲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尤其有特殊的意义。欧盟正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欧盟的国际战略无疑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权力配置。
不过，尽管中国和一些欧盟国家都作了很大的努力，双方间迅速发展的经贸关系并没有带来中国所希望的全面战略关系的出现。在一些问题上，双方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欧盟在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解除对中国所实行的武器禁运等方面并没有松动。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尽管欧盟不像美国那样极端，但还是坚持着其原有的立场。
为什么中欧关系很难超越经贸关系？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因素影响着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首先是欧盟本身的整合问题。欧盟的经济整合相当成功，但还远远没达到政治和战略上的整合。就是说，欧盟还没有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全然独立的权力极。冷战后，欧盟迅速扩大，一方面壮大了欧盟的力量，但同时也制约着欧盟内部的协调。不仅欧盟老成员国之间存在着矛盾，老成员国和新成员国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要所有欧盟国家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基本的共识和一致意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其次是美国的压力。美国的压力尤其表现在中国问题上。冷战后，美国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对手或者敌人，处处遏制中国。布什新保守主义主导美国外交政策以后，中美关系更是起伏不定。近来，美国新保守主义开始向较为传统的现实主义转型，中美关系向稳定的方向走了一步。但是，中美双方要建立互信关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中美缺乏互信的情况下，中国在改善和欧盟关系或者和欧盟建立战略关系方面的任何努力都会被美国视为一种威胁。美国当然要全力阻止欧盟和中国战略关系的形成，而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很容易为美国的施压提供空间。
第三，欧盟和美国之间在维持现存世界秩序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共同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说，目前的国际秩序就是美国和欧洲合作建立起来的，也是合乎这些国家的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推进着全球范围的资金流动和产业转移。作为发达国家，欧盟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得欧盟在一些方面变得很脆弱。在把制造业搬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之后，服务业在欧盟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现存国际秩序遭到破坏，欧盟的经济很容易受到负面影响。中国和欧盟之间的信任关系有发展，但还没有达到制度化的程度。虽然欧盟不像美国那样对中国的一举一动抱有戒心，但欧盟对中国的信任度还没有达到可以不顾美国意见的程度。
所有这些方面的问题也说明了中国今后在改善和欧盟关系方面应当作什么样的努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经贸关系仍然是一个主要平台。协商解决贸易纠纷，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双方在这方面所建立的信任也可逐渐扩展到政治甚至战略方面。尽管中国一直在强调要和欧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这方面的努力并不多。针对美国的疑虑，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发展的概念，并对美国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样的努力并没有出现在中国和欧盟的关系上。就是说，在实际操作层面，中国本身也是把重点放到了和欧盟的经贸关系上。
很显然，中国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能够和欧盟建立一种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时机的到来。在时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即使有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也只能是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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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刚结束对欧洲的访问，总理温家宝又来了。中国的崛起已经带来繁忙的大国外交。但当中国展示其大国风采的时候，更多的欧洲人正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这个问题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2005年11月18日晚设国宴招待胡锦涛时提出的。她表示，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人民会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会在21世纪的世界扮演什么角色。
在很大程度上，女王的话的确传达出近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内部变化及其外部影响的关切。前不久，美国国防部长和前副防长、现任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在访问中国时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尽管中国要变成什么样的国家最终取决于中国人自己，但这也是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所密切关注的问题。套用美国现任副国务卿、前贸易代表佐立克的概念，西方国家已经感觉到他们本身也是中国内部变化的“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
很多年来，中国方面关注最多的是如何在外部世界和平崛起、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大国的问题。中国大力发展和加强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世界的经贸往来。中国也呼吁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中国看来，这些举措对中国具有歧视性，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相吻合。
美国和欧洲所关心的则是中国的内部变化及其内部崛起的国际影响。如果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国？
中国的崛起首先指的是经济上的崛起。这方面，目前的西方政府比较务实。他们早期担心中国的崛起会给西方经济造成所谓的威胁，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政府可以正面地看待中国的崛起，把中国的经济崛起看成一个机会。经贸优先可以说是这些政府与中国交往的主导原则。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那么西方世界很自然地要关心中国内部发展，因为不同的内部发展模式必然具有不同的外在影响力。中国内部发展的外在影响已经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国已经成了世界制造工厂，各国纷纷把制造业迁往中国。中国对能源的大量需求已经开始影响世界的能源市场。可以想象，随着中国的继续高速发展，随着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内部经济方面的变化，无论是需求还是供应，都足以对世界市场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那么政治上呢？西方传统的价值观是人权、民主和政治开放。尽管西方世界在和中国交往时还在继续谈论这些价值，但西方今天对中国内部发展的关切已经和往日有所不同。以往，西方世界希望把人权、民主和政治开放等价值观传播到中国来，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问题。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世界强调这些价值观，但并不见得要把这些强加于中国。他们深切意识到，中国之大，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把这些强加于中国。不过，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对中国内部的变化有了较从前更具实质性的要求。原因很简单，经济的全球化和世界产业的转移已经把西方世界和中国紧紧地绑在一起了，也就是具有了相互依赖性。西方世界希望中国内部发生变化，变得“和我们（西方）一样”。这种和经济利益相关的需要，要比仅仅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要求更为迫切、更为具体。
国际资本的需求首先是秩序和法制的保障。只要中国的执政党有能力维持有利于国际资本的秩序，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问题是，国际社会并不十分相信中国的现存体制能够持续地提供这样一种秩序和法制，这也就是他们希望中国政治变革的根源。很显然，政治改革的滞后已经影响到经济领域。从劳动保障、地方保护主义、腐败到法制不健全等，都会对商业交易活动产生负面的影响。而这些方面的问题必须通过政治改革得到解决。
尽管中国方面并没有否认政治改革和民主发展，但领导层的总体哲学还是先经济后政治，先发展后民主。总理温家宝前不久在接见外宾时提到中国要推行乡镇民主，胡锦涛这次在外访中也多次强调中国要发展民主政治。这些当然是外部世界所乐见的。尽管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人希望中国政治开放能够最终导致政权更替，即实现所谓的西方民主，但更多的人关注的是中国的政治渐进，希望执政党不要出大毛病，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政治开放并不见得一定要马上实行西方式民主。建立责任政府、透明政治，都是政治改革的内容。中国领导人近年来“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被外界解读为政治变革的一部分。中国不希望西方世界来干预内部变化，对西方的干预保持敏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中国的政治变迁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中国本身不能因为西方世界的干预意愿，而不往民主化方向行走。原因也很简单，政治变迁是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内在要求。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经济都具有了开放性，并且开放性不仅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也高于很多发达国家。当社会和经济都变得如此开放的时候，政治怎么办？这是所有中国领导人必须面临的挑战，也是国际社会必然密切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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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的中国认知和中国担忧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似乎围绕着奥运会一一展现出来。尽管以往双方也不时出现纠纷，但都没有这次表现得全面和充分。同时，海内外中国人对西方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表现出强烈的愤慨。中国和西方的互动造就了新一波强大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一些人也因此把这次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冲突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
中国和西方之间冲突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有利益之争，也有价值观之争。但无论是利益还是价值观，这里都有一个认知问题。不同的利益因素和价值观永远不会消失，但这并不表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西方的一些力量利用中国举办奥运会这个机会全面对中国发难，在其背后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的变化以及这种认知背后对中国的担忧甚至恐惧。本栏从欧洲人对中国认知的变化来讨论这个问题。
 
欧洲对中国认知的三个阶段
从总体来看，欧洲对中国的认知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或者说中国在欧洲人眼中先后有三种不同的图像，即从早期的文化中国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中国，再到近年来的政治中国。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实际上在深化，但在深化的同时，他们对中国的担忧程度也在强化。简单地说，欧洲人对中国的担忧并不是中国的不变化，而是中国的巨变和巨变所包含的不确定性。
在讨论欧洲人的中国认知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和欧洲并无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任何两个国家一旦产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就有了很大的动力来互相了解。中国和欧洲之间地缘政治利益的缺失是造成双方互不了解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很难说，中国对欧洲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从历史上看，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长期停留在文化中国的概念。欧洲人了解中国是从孔孟、四书五经开始的。从经典来理解中国是欧洲的知识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到今天仍在延续。中国研究在欧洲基本上还是一种人文历史语言文化研究。从经典来理解中国有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很容易把中国乌托邦化。在很长时间里，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并非是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乌托邦国度。这一点在马可·波罗和欧洲启蒙运动学者的笔下表现得很清楚。（实际上，欧洲对中国西藏的了解也是这样，最典型的是表现在欧洲人的“香格里拉”梦幻。）
中国和欧洲开始接触后，主要是单纯的经济贸易关系。在贸易关系的早期，欧洲人看到的是一个富足的中国。但自从中国被欧洲列强打败之后，欧洲人惊奇地发现，这个神秘的国家并没有像欧洲发展起来的近代民族国家那样强大，在近代国家面前，中国不堪一击。诚如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所总结的，中国只是一个文明，但假装成一个近代国家。中国自近代衰落之后，欧洲再也没有把中国放在眼中。当然，也有关怀中国的欧洲人希望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能够转型成像欧洲国家那样的强大民族国家。很多人因此开始扮演中国的“老师”，期望中国向欧洲学习。欧洲人（美国人也一样）扮演中国的“老师”的过程造就了欧洲人一种特殊的心理，那就是道德优越感。
 
感受到中国经济能量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开始从文化中国跨越到经济中国。一个经济中国先后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在早期，欧洲人希望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促使中国走向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就是说，改革开放会成为中国实现欧洲价值观的有效途径，或者说，中国也会变成一个类似欧洲那样的国家。应当说，这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期待，因为中国并没有也不可能像欧洲人所期待的那样发展。
中国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的高速发展很快使欧洲人感受到了一个经济中国的能量。在短短时间里，中国经济崛起从概念变成了现实。与文化中国不同，经济中国和欧洲人的生活变得相关起来。中国经济和欧洲经济现在具有相当高的相互依赖性。中国生产什么，什么就变得很便宜；中国消费什么，什么就变得昂贵。这样，欧洲人对中国的关注就具有了很大的动力。欧洲人觉得，既然中国国内的变化能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就有了评论中国的合理性，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在欧洲人眼中，他们生活中的所有重大问题，例如欧洲对中国贸易的逆差、能源价格、气候环境变化、制造业转移、就业等，都和经济中国有关。中国目前还只是发展中国家，就已经对欧洲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当中国变成了一个发达国家，那么对欧洲的影响又会如何呢？尽管欧洲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好处，但这并不能消除他们对中国发展的担忧。欧洲的那些受中国经济关系负面影响的社会力量因此产生了恐惧感。一些人也热衷于谈论中国的“经济威胁”。
 
中国发展模式的政治影响力
当欧洲人还远远没有消化一个经济中国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政治中国，那就是近年来一些欧洲政治人物和政策圈谈论的“中国模式”问题，也就是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的增加。应当强调的是，如上面所讨论到的，欧洲（实际上整个西方世界）实际上期望中国的发展会实现西方价值。但现实是，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使得西方价值在中国开花结果，反而是其发展经验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在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价值构成了挑战，这是欧洲人难以接受的。
当前些年西方有人提出用“北京共识”来取代“华盛顿共识”时，尽管中国国内有人表示认同，但中国领导人非常慎重，并不认同所谓的“北京共识”，因为中国的模式本身还处于发展之中。但不管怎样，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经验已经对很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发展中国家从前接受西方模式，它们的发展（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影响，甚至是西方人设计的。但很显然，西方模式并没有给它们带来发展和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开始反思西方模式并开始学习中国经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和欧洲开始产生另类“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即双方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利益冲突。利益既有物质方面，也有价值方面。非洲国家传统上是欧洲的影响范围。在欧洲看来，中国和非洲国家关系的发展对欧洲的物质利益和价值观都形成了严重的挑战。一旦非洲国家放弃欧洲而转向中国，那么会对欧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人对于一个政治中国的担忧和恐惧甚于对一个经济中国，并且，这种担忧和恐惧还相当普遍。现实地说，这种担忧甚至恐惧很难在短时期内消除，也很可能会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和外在影响力的提高而强化。这也使得西方那些反华和对华不友好的力量可以随时动员他们的支持者来反对中国。不管喜欢与否，中国都要面临这个现实。人们也因此可以看到，重要的不是对西方的反对作民族主义式的强烈反应，而是要理性地寻求改变西方认知中国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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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当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中国的战略重点都应当在亚洲。中国是亚洲国家，亚洲是中国的大后院。中国的崛起应当首先在亚洲。如果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在世界事务上扮演一个大国应当扮演的角色，那么首先就要成为亚洲大国，而且有实实在在的能力来处理亚洲问题。对这些，人们应当不会有太多的疑问。但是，一旦焦点转移到中国的实际外交政策、政策行为和政策绩效，人们就会发现，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方向并不十分明确，并且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说中国应当实行战略重点的转移，首先就要问：中国的战略重点在哪里？但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不过，人们可通过考察中国的外交行为来得到一些答案。在很多年里，中国的外交重点有两个，一是大国外交，二是资源外交。大国外交比较清楚，就是中国和主要大国的关系，主要是中美关系。可以说，这方面花费了中国最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国外交很重要，因为它是整个国际秩序的构架。中国要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支柱，就必须参与大国外交并且成为重要一员。
其次在资源外交方面，主要是和非洲、拉丁美洲的关系。这些年来，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在发展中国家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区域。中国在这些区域有大量的投资，主要是国家资本。同时，中国高层也频繁而高调地访问这些区域。给西方的感觉是，中国的确崛起了，其影响力已经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当然，这里人们看到的是中国高层想与这些区域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的强烈意愿，但是对很多亚洲国家来说，则是一种舍近求远的感觉。尽管中国是亚洲国家，并且是最重要的国家，但这些国家并没有感觉到中国对它们有足够的关注和帮助。
 
热点问题都出现在周边国家
客观地讲，不能说中国忽视亚洲。在中国的外交概念中，周边外交有特殊的意义，而周边外交实际上就是亚洲外交。在这方面，中国提出了睦邻、安邻和富邻的政策取向，在实际中也采取了一些行为。例如，中国和东盟已经达成自由贸易区，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等多边组织上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果。但从中国是亚洲最主要大国的角度来看，这些成果并不能说是显著的。实际上，中国在亚洲正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棘手的问题。
可以说，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热点问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其中很多和中国直接相关。人们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主要包括朝鲜半岛问题、东海问题（包括钓鱼岛问题）、与东南亚的南海主权纠纷、与印度的边界问题，等等。
在所有大国当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最为特殊。例如和美国相比，美国北有加拿大，南有墨西哥，地缘政治非常简单。因为美国的强大，无论是加拿大还是墨西哥都需要依赖美国才能得到发展。但中国则不同，上述周边问题都可能转化成重大的危机，稍不注意，就会随时爆发出来。可以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中国除了应付，还没有任何有效的战略和策略。
中国不能求得这些问题的解决，但外界却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例如在朝鲜核武器危机问题上，在缅甸问题上，世界本来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希望，期待着中国能够题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并且中国也并没有很强烈的意愿来解决这些问题，倒是西方国家时刻关注着这些问题并施加着影响力。中国被视为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尽心尽力”，这更使得西方国家有理由来干预这些问题。西方的干预当然会影响到中国，这是个悖论。你自己不想也没有能力解决问题，那么别人就有了充分的理由违背你的意志来解决问题，结果对你不利。
 
在亚洲战略上有失误
出现这种窘况表明中国在亚洲战略上有很大的反思空间。有两个问题很突出。一是与其他区域相比，对亚洲的人财物投入不够。中国往往说得多，说得高调，但做得少。中国有很多很好的周边外交理念，例如睦邻、安邻和富邻，但实现这些目标的行为则很少。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结合自身的国家利益和亚洲的利益，出台了非常有效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外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视中国为一个负责任的亚洲国家，并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此后，中国对亚洲外交的投入很少。上面提到，中国的重点转移到了和大国打交道，而对国外的投资或者政府援助大多集中在非洲和其他地区。中国对亚洲的穷国家有援助，但在很多年里，中国的援助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多。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周边外交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很多问题。在同周边国家交往中，外交部似乎并非主角，或者被边缘化。地方政府和很多经济部门则成了主要执行者甚至决策者。地方政府和经济部门往往从短期的和物质的利益出发，很难把政策放在国家利益中来执行。在一些地方官员那里，有些钱就觉得很了不起，对周边国家政府不尊重。也有地方政府大搞公共工程，对外国产生深刻影响。在很多年里，周边国家实际上已经积累了对中国的很多抱怨，只是需要中国的继续帮助没有发声罢了。这对中国影响的扩大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中国出了钱和力，但因为执行不当，反而导致了很大的抱怨。有一点已很明显，很多国家觉得中国的“钱”很不好用，一旦有机会就去找日本和韩国的帮助。在这一点上，中国有关方面的确需要考虑中国的软力量问题，问一问自己，花了很多精力，但到底哪些国家是真正的朋友？
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过分迷信多边主义，从而无意中忽视了双边关系。多边和双边关系有个发展过程。中国从前只相信双边，不相信多边，在很长时间里，拒绝接受多边主义。但经过这么多年的转型，中国现在更重视多边。在亚洲，中国不但参与和加入现有多边组织，更是积极地组织多边关系，例如上述的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但是实际上，很多问题不能通过多边主义而还是要通过双边关系来解决的。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大多数问题需要通过双边关系来进行管理或者解决，例如领土纠纷问题。即使在经贸领域，因为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也需要中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双边关系中。多边关系是个基础，必须在此基础上，在双边关系上多做文章。国家间的信任更需要双边关系的推进。相对于其他区域，中国没有花足够的精力同本区域国家开展元首外交。令人不解的是，传统中国本来在亚洲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现在正是在亚洲，中国的软力量严重缺失。
很长时间以来，因为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大国外交，中国的外交思维过于美国化，重大国，忽视小国。中国的战略和外交必须考虑到周边的特殊环境。即使是美国，其大国外交也是有深刻教训的。美国没有从大国那里吃过多少亏。冷战期间和前苏联对峙，美国没有吃亏；冷战后，中国和美国合作，美国更是图利。美国的外交和战略危机全都来自小国，在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都是如此。考虑到周边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的危机更容易来自小国。大国关系很重要，也不会被忽视；但与小国的关系则不然，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忽视。现在中国的实力还不足以使中国的影响力到达世界各地，但中国似乎已经成了西方富国的“救星”，这种过分卷入已经使中国力不从心。
中心问题是，中国要成为国际秩序构架下的亚洲支柱，就必须把战略重点放在亚洲。一旦亚洲发生重大危机或者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出现重大危机，那么就会导致中国国际秩序的解体。根基不稳，何谈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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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局势呼吁强势外交战线
中国近来外交局势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一个聚变的态势，中美关系、中韩关系、中日关系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与南海问题相关的中国和东盟（亚细安）国家关系更是如此。美国“重返亚洲”看来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在经济和外交战线，而且也在军事战线。“牵一发而动全身”，中美关系的些许变化牵动着中国外交的大局。当然，中国对美国的作为也没有等闲视之，各方面都作出了相当激烈的反应。
在外界看来，外交系统的反应仍属理性和平稳，但军方一些人的反应则非常引人注目。军人对国家外交局势作出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军方的反应替代了外交，那么就令人担忧了，尤其是当中美两国都出现军人主导外交的情况，人们的担忧就不是杞人忧天了。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希望通过政治和外交的方式来解决纠纷。一旦军事方式超越甚至取代外交，那么潜在的危机不可避免要演变成现实的危机。面临外交变局，中国国内发出来的声音多种多样，但很显然缺失了政府的主导声音。无论是没有声音还是有声音没有发出来，都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的外交战线在中国政治中处于弱势。
前几年，中国的外交还表现得相当顺畅，不管和哪一国交往，见了面都会说“两国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为什么转眼间就变成这个样子？很显然，从学界到决策层，人们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变化，对这样的变化的出现更是毫无预期。
不过，如果对国际政治有些现实感，则不难预测，这种局面必然到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对自己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或者将来所要面临的环境没有理性的认知，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受到惩罚。这是国际政治永恒的规律。
预测不是算命。预测是要直面现实，而不要欺骗自己。直面现实就是要认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的真实面，理解事物发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中国有关方面能够早些对国际环境有现实的认识，那么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剧变”的感觉了，更应当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
那么，什么决定着一个国家国际关系的局面呢？其实很简单，一是这个国家的地缘政治，二是这个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位置。
 
中国历来对亚洲重视不够
地缘政治处于核心的位置，因为这是恒定不变的。就中国来说，其地缘政治的中心很显然是在亚洲，这是由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中国周边数十个国家，如果处理不好周边关系，外交局面就很难稳定。在很多年里，中国很显然没有把地缘政治的中心放在亚洲。在人们看来，中国对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欧洲的重视远远超越亚洲。尽管提出了睦邻政策，但很少有实质性的进展，没有直面现实把亚洲当成地缘政治的核心，这就决定了周边要出问题。
有关方面更没有看到中国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重合趋势。地缘政治不可变，但地缘经济是可以变动的。当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重合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外交压力会遽然增加。从前当地缘经济重心不在亚洲的时候，中国外交就不会有很大的压力。但是，今天亚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中国和日本已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再加上迅速崛起中的印度，亚洲势必是未来很长历史时期里世界经济的重心，而中国已经成为这个重心的中心。这表明，世界各国都会把注意力放在亚洲，尤其是中国身上。对中国来说，如果被置于各国外交的首要位置，其外交压力会变得非常巨大。
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重合，已经给中国外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中国在国际权力等级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更是给中国外交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中国快速崛起，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在人们的眼中，中国俨然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强国。无论是客观现实还是主观认知，这造就了三种外在的挑战。
其一就是大国政治的复杂化，主要是中美关系。美国处于最顶端，对中国，美国面临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一是要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二是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反映到美国的实际政策中，一方面，美国要时时提防中国，但另一方面，美国也意识到，“帝国扩张过度必然加速衰落”。怎么办？美国在动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方法来巩固已有同盟的同时，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美国的这种互为矛盾的任务，体现在其对中国的种种政策话语中，如“中国威胁”、“围堵”、“利益相关者”、“负责任国家”、“领导作用”，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中美关系的变化只是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一个反映而已。
其二是小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对中国态度的变化。就其本能来说，小国家最担心的就是单独面对一个大国，不管这个大国多么有善意。小国要么互相结成联盟来抗衡大国，要么依赖于另外一个大国来抗衡。历史上，中国发展出一套“朝贡体制”来处理周边国家关系。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接受了“主权”、“平等”的概念，但这些并不能改变实际上的等级秩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对周边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体制呢？北美有等级性的美国主导体制，欧洲有平等参与的欧盟，但亚洲还不明朗。中国提出了开放型区域主义，但还没有体现为制度。
其三，大国处于国际权力结构的顶端，要为世界秩序负责。国际秩序并非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可以自发地产生，而是一种人为的秩序。在冷战期间，世界一分为二，苏联和美国各自维持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国际秩序。苏联垮掉之后，美国承担起维持世界秩序的责任，因此美国被视为世界的“警察”。尽管人们并不喜欢美国的这种角色，但这样一个“警察”被大多数国家视为是必要的。没有它，世界秩序就会解体。不过，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美国的这种世界“警察”能力越来越弱。所以，不管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对中国抱有期望，希望中国能够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中国尽管也承诺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到现在为止还只停留在“和平崛起”方面，即中国不会因为自己的崛起而破坏现存世界秩序。不过，这方面看来远远不够。中国可能不得不重新定义其国际责任，并且发展出自己承担和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
无论是地缘经济、国际权力格局变化、亚洲小国的需要，还是中国的国际责任，都在给中美关系注入莫大的动力。美国的经贸重点在亚太，战略重点也在亚太，而小国的需要更要求美国出现在亚洲。这些变化在冷战结束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因为“9·11”恐怖主义事件发生之后，美国不得不把精力放在反恐上。中国不应当忘记小布什政府刚上台时的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防止中国的可能挑战才是美国外交的常态。至于美国能否成功则是另外一回事情。就是说，根据国际关系的逻辑，如果美国不这样做，最终就会受到惩罚。现在美国从反恐战争撤出，开始有精力来关注其本来应该关注的事情。美国战略的常态化，很快导致目前人们所看到的中美关系局面。
 
中国缺乏强势的外交决策机制
那么，这些变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最明显的就是外交压力的遽然增加；但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也表明了中国的优势。无论是地缘经济还是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都说明了中国的实际能力和战略重要性的增加。中国之所以面临那么大的外交压力，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做其应当做的事情，例如忽视了把地缘政治中心放在亚洲，没有寻求和周边国家建立制度化的关系，用中美大国关系替代国际关系，对国际责任认知不明确，等等。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局面？这里就有一个谁来确定外交思维的问题，也就是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从前当中国还很弱的时候，周恩来讲“外交无小事”。对一个弱国来说，所有的外交事务都是重要的。不过今天，中国则有些“外交无大事”的味道了。一方面是发展了、有钱了，一些官员的外交行为变得相当的傲慢，甚至是自大；另一方面，外交没有优先次序，没有长远战略，外交系统一直处于扮演“救火队”的角色。
中国是外向型经济，半壁经济江山在海外，虽然现在开始考虑转向内需型社会，但对外经济的重要性并不会因此而减少。这里尤其要考虑到中国高度依赖于进口能源来维持经济体的运作这个事实。再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管中国内部发生什么，都可以产生实质性的外部影响力。现实地说，今天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任务，已经远非任何一个职能部门（例如外交部、商务部和国家安全部等）所能胜任，而要求提高到最高决策者的政治层面。很多外交决策不再是外交，而是政治。不过，中国外交的这种重要性，并没有体现在外交的决策体制中。政治局常委从1980年代的五人扩大到后来的七人和现在的九人，但没有一个是专门负责外交的。1990年代还有一个政治局委员负责外交，但现在则没有了。1990年代也曾经有过设立类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种机构的设想，但无果而终。外交没有体现在决策机制上，表明外交战线出问题是预期之中的。
事实上也如此。中国名义上是权威主义国家，但外交决策非常分散，中央层面和外交相关的各个部委（外交部、军委、商务部、国家安全部等）之间没有很好的协调。各部委存在着自己的利益，这在各国都是一样的。不过，中国不存在协调机制。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也没有协调。尽管外交名义上属于中央权力，但地方政府也一直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边疆省份，似乎各自为政，发展着各自和相邻国家的关系。从行政级别来说，外交系统对地方政府毫无约束力。
各方面缺少协调有几个非常负面的后果。首先是外交话语和国际观的缺失。各方面各说自己的话，追求各自的利益。最高层面领导面对的，必然是没有经过任何整合的不同观点和利益。其次是外交资源的不整合。第一种状况必然导致外交资源的分散。中国各方面的力量都在增加，军事系统的、经济系统的和外交系统的，但整合性外交力量则在下降。第三，这种不整合性，也使得中国的外交战线很容易被外部力量各个击破。
因为中国的崛起是建立在全球化之上的，必然要对外交产生影响。但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的强大，并不必然转变成为外交力量。外交的崛起还必须体现在制度层面。可以这么预测，如果中国的外交战线在中国内部权力格局中得不到重建，那么日益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将不但转化不成强外交，反而会使外交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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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有新思维才会有新格局
中国在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的力量都在崛起，不仅其在国际政治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国际社会也是这么期望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外交格局似乎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尤其是今年年初以来，外交全方位面临很大的连锁压力。在压力之下，中国大多表现出抱怨和愤怒，处于消极的防御状态。尽管在一些领域也表现为强硬，但这些强硬的举措往往引发相关国家更为强硬的反应。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如果外交处理不好，更有可能演变成为深度外交危机。
连锁压力发生在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及美国的关系中。东亚和东南亚是中国睦邻政策的重点，但是现在可能很少会有人真的相信，中国和邻居的关系是和睦的了。今天，尽管中国和邻居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但邻居对中国的戒心和怀疑也在与日俱增。一些国家担忧中国崛起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另一些甚至恐惧中国的崛起。于是，这些国家在努力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开始想方设法预防中国崛起对他们所能造成的“威胁”。而中国各方面并没有意识到邻居的这种心态，因此没有能够从邻居心理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外交关系和外交行为。结果，一些外交结局刚好和自己原来的设想相反。
从朝鲜半岛“天安号”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和东亚的关系可谓一泻千里。首先是和韩国的关系。在朝鲜问题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视中国站在朝鲜一边。韩国和日本视朝鲜为威胁，对美国来说，这个威胁并非坏事，因为刚好论证了美国力量在亚洲存在的合理性。“天安号”事件之后，美、日、韩同盟的军事战略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之后，南海问题出乎中国意料地浮上台面。因为南海问题不容易解决，在今后的日子里一直会牵扯中国诸多外交精力。和南海问题一样，东海钓鱼岛事件是个老问题，同样具有主权纠纷的性质。随着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崛起，日本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会面临巨大的挑战，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中日关系。
 
中美关系加剧对立
不过，最关键的还是和美国的关系。在一个实际上的G2结构之内，中美关系有合作也有冲突，但保持合作至为关键，否则两国一旦发生重大的冲突，整个世界就要遭殃。但是，中美两国尽管同处一个结构，行动共识却很少。美国也开始把重点转移到如何遏制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上。从战略到经济各个层面，美国已经摆好了和中国较劲的姿态。在小布什时期已经形成的亚洲“小北约”因为“天安号”事件而得到强化。如果南海问题解决不好，这个“小北约”也有可能扩展开来。同时，小布什提出来的“民主同盟”现在也有了形成之势。美国和民主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印度等的关系发展迅速，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美国遏制中国“挑战”和“威胁”的重点。在汇率问题上，“货币战”有一触即发之势，而货币战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较量。
中国当然已经不是从前的弱国，具有相当的能力来抵御外交压力。比如在经济上，中国可以做“稀土”文章或者使用其他的具有“经济制裁”味道的手段。因为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的确可以利用经济杠杆向一些国家施加压力，美国和西方也一直是这样做的。正因为这样，美国在向人民币施压的时候，就显得比较孤独，因为各国和中国经济的关联度不一样，各国的立场就不同，美国很难协调。例如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在人民币问题上就和美国的立场不尽相同。这次G20峰会的结果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再者，连锁的压力对中国来说也不是世界末日，中国也有其他的选择。中国可以选择和其他一些国家结盟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不过，一旦这个局面形成，将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所追求的国际关系局面大相径庭。
 
改变大资源、小外交的局面
要改变目前被动的局面，开创外交大局，提高外交影响力，中国还是要诉诸理性。理性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往往被视为软弱和屈服。实际上，理性并非软弱，更非屈服，理性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和使用中国日益增加的外交资源，改变大资源、小外交的局面。如何达成这个目标？这是个思维问题。如果思想不能解放，被老教条所框，那么就会白白浪费外交资源，不仅不能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反而会不明不白地损害国家利益。
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左”的思维定式。外交中“左”的倾向似乎各国都有，表现在强硬、民粹、爱国等话语中。中国近来也有这种“左”的倾向性，并且是越来越明显。对“左”的思维来说，外交上就是“对抗有理”。和自己的对手（如美国和日本）对抗就是“爱国”，强硬的外交行为总能赢得社会的一片叫好声。相反，理性一些就被视为不爱国，甚至卖国。在这样的情景下，到头来，强硬立场总是赢得“胜利”。尽管非理性的强硬往往会损害和破坏国家利益，但各方总可以找到很好的理由，用“敌对势力”这一说法就可以向社会交代。在国际政治中，“敌对势力”当然存在，没有人会幻想一个没有“敌人”的国际关系，但“敌对势力”的存在不能成为外交小格局的借口，更不能成为外交形势恶化的理由。
有很多问题需要人们理性反思，如朝鲜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外界的感觉是中国已经被朝鲜深度“绑架”。在他国看来，中国一直在“纵容”朝鲜，因为每一次朝鲜制造事端之后，总有中国站在背后，为其“撑腰”。而每次危机之后，中朝关系似乎更进一步。但与此同时，中国和其他不认同朝鲜的国家则越走越远。中国在这方面的现状表明，其距离区域领导权还远得很，更不用说主导全球事务了。要在区域外交事务上扮演领导角色，中国的行为必须得到区域大部分国家的接受。这不是说中国要放弃朝鲜，因为地缘政治关系和稳定的考量，中国是不能放弃朝鲜的。但中国在支持朝鲜的同时，也必须施加足够的压力，促使其实行改革开放，和国际社会融合，至少要遵守一些国际规则。
 
封闭性军事思维需改变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军事现代化问题。这方面对邻国和美国来说最为敏感。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变得不可避免。中国又是进出口贸易大国，对海洋航道安全非常敏感，同时也要保护自己“走出去”的利益。中国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来论证军事现代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每当中国在军事现代化上有所行动，就引出一片质疑。
在这方面，中国一方面需要提高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必须加紧和各国展开军事方面的合作。对很多国家来说，中国的军队还是个谜，在不知道中国军事现代化是何物的情况下，他们对中国持怀疑态度，并且对中国未来感到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尽管对外做了很多解释，但这些解释都无济于事。如果目前封闭性的军事思维不改变，中国军事合作的国际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小。同时，中国的亚洲邻居和美国等大国的军事合作也会越来越紧密。
甚至在经济贸易和人民币问题上，中国也欠缺考虑到国际因素。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产物，各国都有责任，但目前各国已经陷入了互相指责的状态。中国实际上为挽救金融危机尽心尽力，是这些年来世界经济走出深度危机的主要因素。但美国等国把矛头指向中国，好像中国是危机的主要责任者，变相的“货币战争”已经开始。当然，美国也不见得能赢得这场战争。不过，这场战争对于握有大量美元的中国绝非好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存在很多年，一直得不到解决。美国等国指责人民币汇率主要是基于中国的出口盈余。
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尽什么国际责任呢？中国坚持人民币不升值有自己的理由，那么就要用其他途径减少出口和增加进口。不难理解，提高劳动者工资会比提高人民币汇率有效得多。提高劳工工资是利己利之举。对内，它意味着增加劳动者收入，从而减少社会群体的收入差异，有助于消费社会的建设；同时也会对企业产生压力，要求企业转型，通过技术创新而增加利润等。由于劳动力成本过于低廉，企业没有动机投资于技术，中国的产业迟迟不能升级。对外，提高劳动者收入意味着可以减少出口，实现贸易平衡。
但在这一点上，有关方面一味地屈服于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劳动者工资仍然维持在一个最低的限度。人民币升值则不一样，能够从人民币升值获得好处的仍然是富人，而非劳动大众。如果劳动者工资不能很快提高，又坚持人民币不升值，那么贸易失衡问题会恶化，国际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今天的中国外交处于一个转折点上。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非常显著，而西方仍然深陷经济危机，经济复苏缓慢。面临结构性问题，西方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整。中国经济尽管也有结构性问题，但受危机影响程度轻，并且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西方经济增长的空间比较有限，希望中国多承担责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国际社会的这种呼声表明的是中国外交资源的增加。
不过很显然，越来越庞大的外交资源不会自动转化成外交空间。如果搞不好，反而会走向反面。一旦中国的成长被其他国家视为威胁，那么它们就要用各种方式来挤压中国的外交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外交如果没有新思维，不仅会浪费巨大的外交资源，而且会使得外交难有大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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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的大变局与大选择
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提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的问题。这两个“意识”当然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如果把它们放在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大变局中，再确切不过了。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外交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大变局。在经济上，就GDP总量来看，中国前不久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为中国人均GDP仍然很少，人们不认为这一变化对自己有什么具体的影响。但在海外，中国超越日本的事实则意义非凡。再者，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的，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中国也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力。当发达国家都在推行各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作为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则在全力推动贸易自由主义。
中国经济的外在影响，也必然反映在世界权力分配上。中国进入世界体系之后，在体系内部一步步稳定地往上升。尽管诸多国际经济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都是西方建立的，但中国在这些组织中的地位则在快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经济领域开始和其他大国一起“掌管”世界经济秩序。中国早已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过，中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角色，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开始有能力“掌管”世界经济秩序，为中国提供了什么样的机遇？这是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外交局面，这表现在方方面面。在经济上，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被认为应当为全球经济失衡负责。在这一认知下，美国（和西方）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被认为和其他国家竞争资源。而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气候和环保问题，也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一环。更典型的是在战略方面，中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不仅表现在与大国关系上，而且也表现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
进入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中韩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和东盟（亚细安）的关系都在发生着巨变。在所有这些关系里，美国等国家和中国的互动方式令人担忧。美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大国，由于在经济方面显得力不从心，美国更加偏向注重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美国不断和中国周边国家在中国近海搞军事演习，而中国也不甘示弱。双方强硬的军事声音，似乎大于理性的外交声音。
 
中国的抉择决定世界未来格局
很显然，中国面临“机遇”，也面临“忧患”。“机遇”和“忧患”，说穿了就是一种互为矛盾的力量。人们既可以利用“机遇”来克服“忧患”，但也可能因为防范“忧患”而忽视或者放弃“机遇”。抓住了“机遇”，“忧患”就不成为“忧患”，单纯地防范“忧患”，“忧患”则会变得更加真实和深刻。因此，这里就面临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如何抓住“机遇”？如何防范“忧患”？实际上，中国的选择不仅决定着自身的未来，而且也决定着世界权力格局的未来。
中国现在的选择决定未来，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证明了的。上世纪70年代末，尽管世界还处于美苏冷战时期，但邓小平敏锐地感觉到了中国的机遇，毅然作出了“改革开放”政策的选择。中国的这一选择既改变了中国自身，也改变了日后的世界。当时贫穷的中国，要发展就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这样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自己争取来的。为此，中国放弃了从前的封闭政策，打开国门，改革自己，和世界接轨。在没有多长时间里，中国就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当时邓小平的理性选择，很难想象中国今天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中国的选择也改变了世界。最直接的就是给当时以苏联为首的阵营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引诱出日后的巨变。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就决定了柏林墙最终要倒塌，这不无道理。
今天，中国面临新的国际局势和权力分配，再次面临选择。但中国的选择并非是自由选择，而是取决于国际权力格局。理性的选择，取决于中国能否准确认识自己在国际权力格局中所处的位置。
从结构因素看，现在面临一个实际上的G2结构：中美两国同处一个国际结构，并且两国都处于这个结构的顶端。两国的互动因此极为关键。所谓的互动，就是一方的行为影响着另一方。美国是这个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而中国是后来者。美国的行为深刻影响着中国，中国如何回应美国的行为，又决定着美国日后会如何行为。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越来越突显其军事力量。自冷战时期以来，在很长时间里，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三权合一”，即在政治（民主、自由和人权）、军事和经济方面，美国的力量都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好景不长，美国滥用权力，要以民主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来“终结”世界历史，结果，在推行民主方面连连受挫，而经济上毫无约束的新自由主义，更是导致了国内深刻的经济危机。近年来，受金融危机极度影响的美国经济，似乎没有能力得到快速的恢复。可以想见，在美国全面恢复其经济和政治信心之前，军事力量很容易走到美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前台；在一些时候，军事力量的使用甚至变得不可避免。
 
经济依赖不是和平的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反应成为关键。中国如果像苏联那样，同样使用军事力量来反制美国，那么就很有可能再次把世界体系一分为二。这种“以牙还牙”的方式是西方盛行多年的所谓现实主义的逻辑。有人认为，由于中美两国的经济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互相依赖程度，不可能想象世界秩序还会一分为二。不过，相互依赖只是增加了美国或者中国退出这个体系的成本和代价，而不能从制度上阻止任何一个国家退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时欧洲各国经济贸易往来频繁，形成了一波早期全球化浪潮，一些人认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不顾其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和他国发生战争，他们因此预言欧洲的永久和平与发展。但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终究没有能够阻止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此后，西方社会一直在寻找能够阻止国家间爆发战争的机制，包括权力平衡和制衡理论、霸权理论、民主政体等。
中国会不会重蹈西方帝国（包括苏联）的军事逻辑？面对外在的巨大压力，中国必然会、也必须要加速其军事现代化以加强国防。没有一个国家会陷入没有军事力量但其国家利益会得到有效保护的迷思。同时，由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无论进出口还是投资，其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的相关性会继续强化，这也要求中国发展军事力量来保障其海上航道的安全。实际上，保障海上航道的安全不仅仅是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切，更是中国的关切。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很难想象没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中国能够保障其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地位也要求其有能力来为维持世界秩序做些事情，就是说，中国要发展出自己承担和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强调的）一直是一个“搭便车者”（free rider）。而无论是出于自身经济安全的需要还是履行国际责任的需要，中国本身必须具备能力，“搭便车”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必然成为一个西方式帝国。中国可以做这个选择，但从历史经验看，中国更可能选择继续目前的经济现代化道路。就是说，中国会继续是一个经济大国，而军事的现代化会继续处于次要位置，仅仅是为了自我防卫、经济安全和履行国际责任的需要。
自近代以来，中国今天第一次开始真正发挥具有实质性的外交影响力。尽管各种内部制度因素继续制约着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但外在世界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日益升高的外交影响力。很显然，这种影响力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而非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这次和日本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上的较量，已经充分显示出中国经济的能量。从前总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但中国现在也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西方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和人民币币值的关切，也是中国经济能力的反映。这方面的能力必然会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持续得到加强。
 
中国的选择
从历史的经验看，中国的理性选择或者不选择应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不可选择（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退出现行国际体系。这里会有两种情形：一是当中国感到外在世界太麻烦，就选择孤立，自我封闭起来；二是另组一个国际舞台，如同苏联一样。在当今世界，也的确有些国家（尤其是那些被西方视为“敌人”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站出来和西方美国对立。孤立主义显然行不通。封闭就要挨打，这是近代历史留给中国最惨痛的教训。而一旦选择另组体系，中国必然面临一个规模和能量无比巨大的对立面体系。
第二，中国不可选择走军事国家道路，如德国、日本和苏联那样。中国要进行军事现代化，但军事现代化要最大限度地限制在防御政策界内。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否可以持续，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经济实力。单纯的军事现代化不足以使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大国，并且一旦走上军事道路，经济就会变得不可持续。和前一种情形一样，一旦中国选择军事国家道路，就必然会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即一个视中国为威胁的军事国家或者集团。
第三，中国不可选择美国的道路，到处扩张，并且动不动就使用军事力量。今天世界上的很多问题，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动用军事力量的结果。当然，动用军事力量也已经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负担。而美国在维持世界秩序方面远不及18、19世纪的英国。
第四，中国应当继续选择做经济大国。历史上，中国成为亚洲大国是因为其经济力量及其和经济力量相关的文化崛起。同样，中国用来维持亚洲国际体系的也是经济力量，即“朝贡制度”（贸易安排），而非军事力量。在所有这些方面，今天也不例外。中国的选择也会制约美国向军事国家方向发展。就是说，中国经济能力增加这个事实，本身可以促使美国走向同一“跑道”，即经济竞争。中美两国经济上的竞争要好于军事竞争。
最后，中国要选择在和其他国家互动过程中，确立和培养自己的国际责任感，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简单地把自己界定的“国际责任”强加给他国。当然，中国也必须发展其承担和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
不管怎样，人们希望看到的中国并不是另外一个西方式帝国，而是另一类型的大国。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和文化信心的回归，中国必然也必须作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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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现“大国大外交”几个条件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外交似乎显现出一种可以称之为“大国小外交”的特色。无论是领袖外交还是外交官的一般性外交，方方面面都好像在疲于奔命，但鲜有成果。今天，中国外交的各个方面都在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
在经济上，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尤其是应对金融危机贡献巨大，但西方国家则在大肆炒作人民币汇率问题和贸易平衡问题。在军事安全问题上，中国早些时候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目标，但周边环境的安全压力也在增加。朝鲜半岛核武器问题没有解决的希望，美、日、韩同盟正在强化，原先并不突出的南海问题已经跃出纸面。在政治上，西方正在施加新一波更大的“人权”和“民主”压力。中国很多年前就和西方开展人权对话，但始终处于防守地位，没有任何反击能力。在文化上，中国做了很多的努力希望“走出去”，但看来“走出去”的道路并不平坦。形式上走出去了，但内容上则没有，中国仍然没有自己的文化话语权。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应当出现的“大外交”格局并没有出现，而今天所面对的“小外交”格局则是中国不应当享有的。那么，中国如何实现“大国大外交”的格局呢？在国际关系里，人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表明一个国家的外交必须有一个内部基础，内部基础决定了外交。也就是说，中国如果要实现“大外交”，就必须具备一些内部条件。内部条件包括方方面面，但就中国目前的情势来说，如下几方面显得尤其重要。
 
政治高度的外交策略
首先就是外交战线的建设。大外交需要一个强势外交战线。在国际政治中，尽管外交很重要，但很多问题往往并非是外交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这些问题经常远远超出职业外交家的领域和能力，需要政治家并且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人物来搞外交。这方面中国还不到位。政治家层面都是长期从事国内事务的，对国际事务没有长期的观察和思考。这一点也表现在其他国家，因为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不过，在其他很多国家，存在着政治人物可以借助的较为独立的智库和智囊人物，中国则没有。在几乎所有国家，职业外交家是执行家，而政策的调整需要政治人物来做。
让没有握有实权的政治人物来从事外交，中国外交的很多政策调整显得混乱和滞后。仅举一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强调“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早期，这个政策很成功。但要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也应当经常为外交服务，西方就有“战略性贸易”这个概念。西方从来就没有完全的自由贸易，其贸易总是和其战略考量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没有这个概念，更不用说政策了。很自然，经济大国不能转化成为外交大国。
与之相关的是外交资源的整合。中国各方面的外交资源都在增加，但没有整合机制。比如说外交、商务和国家安全部门之间没有有效的协调。本来应当是国家利益优于部门利益，但因为协调机制的缺失，结果就是部门利益优于国家利益。稀土的出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没有协调管理，不仅导致国家战略资源的巨大浪费，更为严重的是，资源是自己的，但话语权好像在他国手中。这和中国进口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的情形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
再举一例。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本来具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意在促成两岸的经济整合和两岸局势的稳定。这对国台办来说很重要，但这并不在商务部的考量范围。商务部就有可能要用这个协议来推动东北亚的经济自由贸易区，因为这个协议不可避免地会对东北亚的一些经济体（尤其是和台湾的技术有竞争的经济体）产生莫大的压力。很显然，一旦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形成，那么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战略重要性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也跟着消失。
大国大外交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外交是考量一个社会是否理性的最好案例。很显然，中国社会的一些人仍然缺乏理性。一旦某一个事件发生，一些人就会喜怒哀乐无穷发泄。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仍然缺乏理性民族主义，而有太多的义和拳主义，动不动就要打打杀杀。这里就要反思爱国主义教育运动。
爱国主义非常重要，它旨在培养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和国家利益感。从这个角度来看，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激发出了人们对国家的热情和激情，但并没有促进人们对国家利益和追求国家利益的方法的理性思考。民族主义的确崛起了，但理性还是缺失。民族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要把国家利益最大化，但仍然处于情绪化层面的中国民族主义，往往使得国家很难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一些场合反而使国家利益最小化。随着社会的开放，中国社会对外交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要反思教育，培养理性精神，这越来越成为中国大外交的一个社会条件。
 
从对外关系到国际关系
那么，公共外交呢？公共外交在中国似乎变得越来越明显和重要。的确，中国外交如果仅仅靠领导人或者职业外交家，很难全面“走出去”，公共外交可以成为“大外交”格局的一部分。公共外交的设想很不错，但在实施过程中有太多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为了公共外交，倒不如说是各方为了分割一块巨大的经济利益。无论是媒体还是教育机构，公共外交的设计都很差，野心过大，能力不足。公共外交不是群众运动，运动式的公共外交不但争取不了人们期待中的软力量，反而会产生很多“负”力量。外交是一门专业，公共外交也是如此。没有专业精神和能力的公共外交不足以“增大”中国的外交。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会缺乏专业能力，而是说，在现行设计的公共外交体制下，体现不出这种公共外交所需要的职业精神和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从对外关系到国际关系的转型。对外关系每一个国家都有，但国际关系则不然。对外关系只考虑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关系，而国际关系则必须把自身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构架内来考虑自己的利益。任何一个大国如果希望有大外交，那么就必须超越对外关系，具有国际关系观。
这里可以举美国的例子。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成为世界上GDP最大的国家，但在一战之前，美国只有对外关系，没有国际关系意识。美国在很长历史时期里实行孤立主义，后来长大了，出台了一个针对自己后院的门罗主义，对国际事务并不感兴趣。只是到了一战期间，美国决定卷入国际事务，由此才逐渐具有了国际关系观。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从对外关系转型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关系观的大国，美国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而国际关系观的核心问题就是国际责任问题。
 
培养自身的国际责任观
中国要有大外交，也必须培养自身的国际责任观。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不仅要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要对整个世界体系负责。如果仅仅对某一个国家负责，那是对外关系。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但“走出去”的时间并不长。中国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界定和培养中国的国际关系观。在中国具有国际观之前，很难有大外交格局的出现。
和国际观紧密相关的，是建设自己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这方面，中国军事现代化需要加速。中国内部的发展需要外部的资源，而同时，中国的经济利益也在加快“走出去”。在最低程度上，中国必须具有保护海外利益进入中国和中国利益“走出去”的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是世界经济的内在一部分，这表明，中国对维持现有世界秩序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需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没有军事现代化，中国会继续目前的（如美国人所说的）“搭便车”的局面，保护不了自己的利益，更不用说承担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了。
不过，发展军事能力不见得就是学美国，到处使用武力干预他国事务。这方面，中国应当比美国有优势。美国是一个具有“使命”的国家，在全世界到处推行民主与自由是其使命的核心，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论证的。但中国则是一个世俗国家，没有“使命”，这个特点使得中国外交的重心是经济贸易和发展。中国不能取代美国维持世界秩序，但中国也不能光依赖美国来维持世界秩序。这里，只有当中国发展出了维持世界秩序的足够的能力，中美合作才能更具制度化且更有效。
从精神层面来说，大国外交最为关键的是确立自信。大国没有自信，就不会有大外交。目前的“小外交”格局是缺少自信的表现。在一些方面，表现得一点自信也没有；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则过分自信，显得骄傲，实际上也是没有自信的表现。自信是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如果不能（至少）在这里所讨论的各方面有进步，那么自信精神的形成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10月26日



第二部分 朝鲜问题与中国



朝鲜问题：用改革开放来换取和平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朝鲜问题成为国际事务的少数几个主要焦点之一。因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至关重要性，中国和朝鲜、美国之间的互动也早已经成了各国关注的焦点。中国最近的态度好像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最高领导层意识到了朝鲜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对此问题有了更多、更积极的介入，不断地在朝鲜和美国之间进行调解。之前，中国并不总是这样热心的。这无疑是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势。中国的国家利益要求中国必须介入朝鲜问题，介入得越早越好，越积极越好。无论是从中朝关系来看还是从中美关系来看，中国已经没有什么退路。
 
中国须有自己的立场
在朝鲜问题上，不管中国的意愿如何，和美国的合作不可避免。但问题是，和美国进行怎样的合作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要把朝鲜问题看成是自己的问题，而非仅仅是美国的问题。所以，中国就不能光扮演一个在美国和朝鲜之间传递信息的使者角色。中国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和主张，这才符合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
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中美合作的共同利益是很显然的。中美都不希望朝鲜成为一个核国家，否则会对两国构成各自的威胁。朝鲜必须放弃发展核武器的计划，这一点中国很清楚，但在具体行动上不够坚决。中国只有这样一个愿望，并没有想用任何手段来达到这个愿望。美国则不同，会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阻止朝鲜的计划，甚至动用武力来摧毁朝鲜“已有”的核武器。可以预见，如果美国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中国大概不会自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尽管中国强调在无核化问题上和美国的共同利益，但是至今中国的做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努力是在为美国而作，而非为自己的利益。
很清楚，和美国的紧密合作并不是说中国要向美国出卖朝鲜。中美关系的确是中国外交事务中的重中之重，中美关系搞不好，其他很多的麻烦就会接踵而至，尤其是台湾问题。而要真正改善中美关系，不做几件大事是不可以的，朝鲜问题就是这样一件大事。朝鲜问题这篇文章做好了，中美关系就会得到实质性的加强。此外，朝鲜问题也给中国一个很好的机会，以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身份来处理重大的国际事务。既要和美国合作，又不能完全顺从美国的主张从而把自己和美国区别开来，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简单地说，中国的主张应当是以安全和改革开放来换取朝鲜放弃核武发展计划。中国要和美国合作，不管以怎样的代价都要迫使朝鲜放弃核武计划。但是作为朝鲜的近邻，中国不可以和美国一样，以推翻朝鲜政权为目标。中国在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发展计划的同时，还要强化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
 
首先保障朝鲜的安全
要巩固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构架，就要保障朝鲜的安全。朝鲜最近几年在朝鲜半岛的所作所为及其和美国关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最高领导人缺少安全保障心理的非典型的反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也对此负有责任。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被世界孤立到如此程度，都会感到不安全的。
在冷战时期，尽管人们对中朝关系有不同的评价，但在中美关系上，朝鲜基本上是中国的盟友。后来，中国本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加入全球体系，再加上90年代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中国对国际事务少有关心，甚至是对自己的邻居朝鲜。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越来越孤独。朝鲜领导层对中国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很不满意的。很显然，中国的变化大大影响了朝鲜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尽管人们可以说，这不是中国的过错，而是朝鲜领导人不进行改革开放所致，但是，从中国与朝鲜的历史关系来看，中国是不应当对朝鲜的内部发展置之不理的。如果中国不想朝鲜成为美国的“古巴”，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就不能再继续下去。
所以在朝鲜问题上，中国的目标至少应当有三个。第一是上面所提及的朝鲜必须放弃核武发展计划。第二就是给予朝鲜安全保障。中国必须和美国谈判，为朝鲜争取无核之下的安全。在朝鲜没有安全的情况下，即使现在迫使朝鲜放弃了核武，将来也会出问题。朝鲜的这种安全感来自朝鲜和美国以及朝鲜和中国的关系。美国现在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安全，而完全忽视了朝鲜的利益和安全，这一点中国要帮助朝鲜争取。第三，和安全相关的是，中国要帮助朝鲜走改革开放的路线。美国及其盟友对朝鲜的极度不信任和朝鲜的封闭有很大的关系，同样，朝鲜的极度不安全感也和朝鲜本身的被孤立有很大的关系。只有当朝鲜变成为东亚社会正常的一员的时候，朝鲜的安全感才会解决。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其他东亚国家，才会和朝鲜建立正常的关系。
 
原刊于《信报》2003年7月29日
 



朝鲜问题：中国战略的转变？
不久前，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试射导弹的举动，一致通过了一项有限度制裁朝鲜的决议。朝鲜核武问题由来已久，相当复杂。多个大国包括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都有重大的利益。这些大国既有共同的目标，也有重大的分歧。例如，各国对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保持东北亚地区的稳定这个目标是相当一致的，但各国对如何说服或者迫使朝鲜放弃核武计划存在着相当的分歧。这种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不一致使得这些大国很难就朝鲜问题达成任何共识。在以往的数年间，尽管开了多次六方会议，但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实质性进展。
 
中国有全方位的利益
这次安理会能够达成决议，中国是关键。事情一发生，日本方面就提出了类似美国政府在“9·11”恐怖主义事件后针对伊拉克的具有侵略性的战略，包括“先发制人”。美国方面立刻支持日本的立场，西方主要国家也公开支持或者附和日本，并准备联合在联合国提出全面制裁朝鲜的决议案。中国和俄罗斯反对这样的做法。但怎么办？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最大，几乎所有大国都寄希望于中国。谁都很明白，尽管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重大的利益，但远远不及中国。中国的利益是全方位的，不仅仅局限在战略层面。朝鲜一旦失控，中国要承受严重的后果。再者，多年来，朝鲜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非常孤立的国家，只有和中国还维持着相当的政治和经贸关系。美国很多年来一直要求中国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因为美国相信中国有能力这样做。日本这次持如此激进的态度，并不见得日本真的相信安理会能够通过其提案，其中更有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成分。西方诸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尽管也有自身利益考虑，但更多的是为了显示其对美、日这两个同属西方阵营国家的支持。
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一直面临困境。这种困境既来自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也来自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在前者，主要是中国和美、日两国的关系。冷战后，美国经常把中国看成是潜在的“对手”或者“敌人”，为了防范中国，美国和日本的联盟越来越整合。朝鲜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中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美国权衡是否可以和中国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的一个指标。美国一直指望中国能够站在美国这一边，和美国一起承担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美国近年来针对中国提出了“中国责任论”，其中朝鲜问题是主要内容之一。尽管中国在促成六方会谈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美国觉得还远远不够。另一方面，朝鲜的核武计划一直是美日军事同盟的关注之一。美国不见得乐意看到日本成为核武国家，但如果朝鲜成功发展出核武，那么日本也必然走上此路，韩国也不例外。东北亚整个地区的核化对中国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四周都是核武国家。
 
中国开始认同朝鲜是自己的问题
就中朝两国关系来说，问题同样复杂。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全方位的利益要求中国全方位来考量，不像其他国家可以侧重于单一的利益即可，如战略利益。朝鲜的兴衰对中国来说关系重大。所以，在冷战后，在发展和韩国的关系的同时，中国也在继续小心翼翼地保持和发展同朝鲜的关系。朝鲜深知中美两国的利害关系和分歧面，认为中国在解决核武问题上会站在朝鲜一面，而不是美国那一边。多年来，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千方百计地、软性地做朝鲜的工作，希望得到朝鲜的配合。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使得朝鲜认为其能够继续得到中国的支持。
安理会能够就朝鲜问题通过决议案表明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有了多方面的变化。首先，中国较之以往更为主动积极了。以往，中国把这个问题看成是美国的问题，而非自己的问题。六方会谈主要是为了给美国和朝鲜构造一个互动平台。这次中国立场的变化表明中国开始认同朝鲜问题是自己的问题，而非美国的问题。其次，中国的变化说明中国开始履行其在这个问题上的大国责任了。中国改变以往的立场并不是说中国站在了美国的一边，相反，中国从一开始就表明反对美、日的强硬立场。但在反对的同时，中国有了自己的动议。美、日所提的激进做法显然并没有出现在安理会通过的决议上。中国的变化是伴随着美国（日本）的妥协的。决议也表明，中国是本着解决问题的目标出发的。反对日本的提案并不像一些评论家所认为的是和日本竞争政治空间。争取一种可以解决问题的、并且可以为多数国家所接受的方法是一个大国应当有的责任行为。再次，中国的变化也表明中国开始着眼于问题的解决了。以往，中国侧重的是各方对问题的讨论，希望能够达成共识。如果各方能够达成共识，当然是最理想的，但问题在于，在国际政治上，最后的落脚点必须在问题的解决，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讨论层面。面对具有约束力的安理会的决议，朝鲜才会感觉到真正的压力。
可以预见，在朝鲜问题上，中国的这一转变意义深远。意义不仅仅是中国本身在这一问题上的变化，而且随着事情的发展，其他一系列变化也会跟着出现。从各方的反应来看，中朝关系会变，中韩、中日和中美关系也会因此发生变化。一种新的局面刚刚开始。对中国来说，这种新局面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不管结局如何，这样的情形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得不面对的。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8月1日
 



中国应当反思朝鲜核危机
如何应对朝鲜核危机，大概是目前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大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可以预见，问题并不好解决。这不仅因为涉及朝鲜是否会屈服的问题，更因为涉及各大国之间国家利益之争。尽管各国现在都想解决这个危机，但同时人们也看到，相关国家也在担心谁会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获取更多、更大的利益。由于担心各自在朝鲜半岛利益的消长问题，各大国弄不好会转移对朝鲜核危机的解决，最后问题不了了之，结局是朝鲜正式拥有核武器。
大国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利益不可避免，互相抱怨也属正常。问题是利益不同也好，抱怨也好，底线必须是不要妨害大国之间在朝鲜半岛无核化上的合作。无核化这个目标达不到，那么谁都是输家。因为朝鲜是中国的后院，中国尤其需要清楚认识到什么是最大的国家利益，什么利益是次要的。对此问题认识不清，会导致在朝核问题上的被动。事实上，朝鲜问题发展到今天，中国也是需要反思的。
 
无法阻止危机的产生
所有问题的核心是，中、美两大国如何在朝鲜问题上进行合作。在无核化方面，中国和美国拥有共同的利益，并且中国的国家利益远比美国的大。美国的最大利益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是其在东亚的巨大利益所决定的。日本尽管是美国的盟友，但美国也并不希望日本正式拥有核武器，让日本生活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比日本本身拥有核武器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如果朝鲜的核武器问题解决不了，那么美国或许会倾向于容许甚至支持日本的核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国内对朝核问题有几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和态度。一种是把朝鲜问题看成是美国的问题。朝鲜核危机是因为美国引起，所以中国有关部门总不想卷入其中，最多是充当美国和朝鲜的牵线人。中国好像只是一个旁观者。很多人指责美国，这并没有错，人们甚至也可以怀疑这是美国的一个阴谋。但不管原因如何，美国绝对不会是朝鲜核化的最大受害者。这个受害者会是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
另外一种观点同样简单地把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和美国合作看成是和美国人站在一起。一些人把中国对朝鲜影响力的缩小归咎于中国和美国站得太近，似乎中国和美国站得远一些，朝鲜和中国的关系就会好一些。当然，这种观点并没有考虑到如果中国和美国站得远一些，朝鲜是否会更顺从中国。
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隐性，即认为因为朝鲜并不尊重中国的劝说，拒绝中国的影响力，所以中国应干脆放弃朝鲜。（这种观点或许有道理。西方也有分析家认为朝鲜发展核武器针对的并非美国，而是中国。）
所有这些观点在不同时期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反映在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上。这些观点过去并没有阻止朝鲜半岛危机的发生，如果不能加以纠正，也无助于朝鲜半岛危机的解决。
 
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产物
很显然，朝鲜核危机的发生是朝鲜领导层在极度缺乏安全感下的产物。多年来，美国视朝鲜为公开的敌人，威胁着要推翻朝鲜政权，而朝鲜又没有其他大国提供的安全保障，这种情形加之朝鲜领导层在长期封闭性状态下形成的非理性思维，导致出现现在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努力方向也是显然的。首先当然是半岛的无核化，这是中国最高的国家利益，也是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合作的利益基础。其次才是如何在解决过程中使得中国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要防止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动权完全被美国及其盟友所掌握。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想方设法为朝鲜提供安全保障，无论是双边安全还是多边安全。
朝鲜半岛危机的出现也反映出了中国国家利益决策机制的一些弊端。在不同人心目中，国家利益具有不同的概念，那么，重要的是国家利益谁来界定，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有效保证国家利益。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就是否要设立美国那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议而不决，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类似的机构。并且中国也并没有类似于美国的智库体制。这样，有关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决策权实际上下放到了一些执行部门，尤其是外交部。在外界看来，很多情形是外交部决策，领导层背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部门越来越职业化。职业外交家对推动中国外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其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不可避免要受到外交思维和部门利益的影响，而外交思维是不能替代国家利益思维的。美国有些时候在有关国家利益问题上，对华决策故意不让美国的中国通或者对中国相当了解的人参加，就是为了不让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有太多的制约。
由于中国正在崛起，内部的发展会对外在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国际社会对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要求和期望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如何界定自身的国家利益，以及如何和他国合作来追求国家利益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从朝核危机中，有关部门应当在国家利益方面吸取很多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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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会谈仍是解决朝鲜核危机的关键
在中国的努力下，朝鲜又答应回到六方会谈，来面对前不久全然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而进行核爆的后果。但各方对新一轮或者以后的六方会谈有相当不同的看法，从极端的乐观到极端的悲观都有。大多数则是居中，半信半疑，在希望和绝望之间。
乐观者认为，未来一轮新的会谈可能形成“五对一”的局面，即中、美、俄、日和韩五国对朝鲜，相信这五国会达成共识，对朝鲜施加共同的压力。这种观点流行开来的主要原因是看到了中国立场的转变。在以往的六方会谈中，中国似乎主要扮演的是一个中介者或者调解者的角色，为美国和朝鲜提供互动的平台。中国这样做的原因是把朝鲜核危机看成是美国的问题，而非自身的问题，但这次则大不一样了。朝鲜核试验以后，中国马上给予了严厉的谴责，严厉的程度超出了有关方面尤其是美、日的期望。美国政府因此感谢中国立场的转变，也欢迎朝鲜回到六方会谈。在美国和西方，很多人因此认为在新一轮会谈中，朝鲜必然会受到惩罚。
 
唯有多边主义能解决朝鲜危机
悲观者认为，六方会谈其实早已经死亡。在以往的历次会谈中，朝鲜利用大国之间的利益矛盾，牵着其余五方的鼻子走，愿意来就来，不愿意就不来。新一轮的会谈也可能导致一样的结局。原因很简单，各大国之间的矛盾还是在那里，要达到共识何其艰难。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因为这一轮会谈是要通过惩罚朝鲜来求得问题的解决，朝鲜不可能在毫无所得的情况下放弃核武器或者进一步发展核武器的计划。日本早已经表示，绝对不会对朝鲜的核讹诈妥协。
尽管以往的六方会谈存在着各种问题，但这个多边主义的形式仍然是目前可能得到的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唯一构架。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如果不是多边主义，那么就是单边主义。但很显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单边主义的方法来解决朝鲜核问题。尽管美国不时放出要实行单边计划的信息，但其在伊拉克的单边主义已经处于破产状态，再对朝鲜进行单边主义行动已经力不从心。更为重要的是，朝鲜核问题牵涉到当今世界上四个主要大国，即中、俄、美、日。大国之间的互相制约使得任何一个大国的单边主义更为困难。
正是因为朝鲜核问题涉及主要四个大国，在很大程度上说，六方会谈是冷战后建立东亚国际新秩序的一种尝试。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很难让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来建立任何形式的区域秩序。六方会谈因为朝鲜核危机的偶然原因而产生，但其运作已经大大超越核危机本身。过去数次会谈尽管并没有能够解决问题，但已经在六方会谈的构架内发展出三个层次的次会谈，即六方会谈本身、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双边会谈以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会谈。应当说，所有的双边会谈都是在多边会谈构架内，是围绕着多边会谈的议题进行的。东北亚因为中日和韩日之间的诸多问题发展不出一个有效的多边机制，是朝鲜问题促成了有关国家的共同利益，造就了六方会谈这一多边机制。这个多边机制实际上已经对东亚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中美关系为主轴，它影响到中、日、韩、俄等国家之间的关系，甚至也间接地影响到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外在环境。
问题不在于六方会谈机制本身，而在于有关国家尤其是各大国能否在朝鲜核危机问题上对本国利益进行重新界定。在朝鲜还是处于核计划时期，各大国似乎都没有把朝鲜问题置于国家利益的核心位置，都尽量把责任推给他方。朝鲜之所以能够发展出核武器，其空间是各大国之间的利益矛盾给予的。现在则不一样了，尽管朝鲜核武器不能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但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美国的全球信誉危机会接踵而至。美国还是唯一的全球性霸权，到处都有其利益。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的信誉已经受到重挫，如果在朝鲜问题上再次受挫，那么美国在全球各地的利益会受重损。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伊朗会步其后，当然也会有其他国家跟着来。如果美国没有力量再实行单边主义，那么就要在六方会谈机制内求得问题的解决。
 
考验中国的大国责任
中国也是这样。中国是否能够在解决朝鲜核危机问题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不仅关系到中国有无能力来保护自身核心国家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事关中国能否履行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责任。以往，国际社会对中国应当履行怎样的大国责任并不很清楚，但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表明了中国大国责任的主要含义。大国责任不仅意味着中国要和平崛起，即通过融入现存国际体系得以崛起，不威胁到现存国际体系的运作，更为重要的是，大国责任意味着中国要为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在解决朝鲜核危机问题上，这种大国责任要求中国扮演一个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中国会采取怎样与以往不同的手段和方法来解决问题，已经成了外界评判中国能否承担大国责任的主要标准。
朝鲜核危机必须得到解决，并且必须在六方会谈的构架内得到解决。如果这个机制运作不起来，或者不能有效运作，那么东亚就要回到国际关系理论所说的无政府状态，即大家各自为政，穷于自保，核武竞赛一触即发。实际上，日本的一些强硬派（右派和激进民族主义者）已经在借用朝鲜核危机大谈特谈日本的核化问题，为政府营造一个民意基础。这样的情况也可能因为朝鲜核武危机得不到有效解决而向东南亚和其他更遥远的地方发展。而这个结果可能是所有大国最不想看到的。
朝鲜核危机促成了六方会谈，促成了大国间的交往和沟通。但朝鲜核危机也同样在考验着大国是否能够不断调整自己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认同，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增进共同的利益。这次危机再次考验世界政治中的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11月7日
 



朝鲜问题要通过“大谈判”来解决
“天安号”事件不仅加剧了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而且也使得中国面临无比巨大的国际压力。美国、日本和其他很多国家都要求中国站在韩国一边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不管这个事件的真相如何，也不管这个事件最终会以何种方式结局，半岛局势的不断恶化正要求各方非常严肃地来看待半岛问题，尤其是中国。
中国一直被视为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多年来，中国也一直在作这方面的努力，可惜效果不佳。这次“天安号”事件发生之后，海内外的一些人已经在谈论“放弃朝鲜”。“放弃朝鲜”论并不是没有足够的理由。中国已经花费了巨大的财力来帮助朝鲜，实际上，中国是唯一一个不断给朝鲜提供经济帮助的国家。在外界看来，中国所给予的帮助维持了朝鲜在国际孤立情况下的最低限度的生存；如果没有中国的帮助，朝鲜经济难以为继，政权的生存就会成问题。再者，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也花费了无可比拟的外交资源。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外交挑战，而朝鲜问题已经搞得中国外交疲于奔命。因为中朝关系属于传统友谊关系，朝鲜问题往往涉及最高领导层。不管事情的大小，每当发生，高层领导必然卷入。
 
增加了中国的外交成本
但最重要的是朝鲜问题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信用产生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是道德层面。在国际社会，朝鲜被看成是另类的，是违反人类道德的。这种道德判断尽管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主观性很强，但因为中国对朝鲜的支持，中国也被国际社会视为是和朝鲜一类的。
第二，朝鲜问题被视为中国的国际责任。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国际责任寄予了越来越大的希望。所以，尽管朝鲜问题并非中国引起，但如何处理朝鲜问题则成了中国是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标志。
第三，朝鲜问题也是对中国的实际国际能力的测试。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似乎已经动用了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尤其是六方会谈。但很多年下来，没有取得可见的成效。相反，朝鲜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则似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使得国际社会越来越怀疑中国的实际能力。外界并不怀疑中国要解决问题的决心，但对中国所采用的方法的有效性则抱有很大的怀疑。中国如果没有能力解决类似的问题，如何能够成为大国？
很显然，不管外界怎么看中国，中国不可能也不会放弃朝鲜。地缘政治决定了朝鲜问题处于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一环。不管朝鲜发生什么，都会对中国产生重要的影响。人们所能想象的各种结果，包括朝鲜成为核武器国家、朝鲜解体和内部动荡，或者另一场朝鲜战争，等等，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些结果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当然也不符合其他一些国家的利益。总体上说，朝鲜的无核化、维持现状对各方来说都是最大的利益。
 
解决问题需要新思路
那么，为什么在解决朝鲜问题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如有人所说，六方会谈涉及当今世界的几个最主要大国，但为什么这些国家都被朝鲜牵着鼻子走？
解决朝鲜问题需要确立另一种新的思路。各国外交政策思路如果不对，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恶化问题。自从朝鲜核危机发生以来，各国都在谴责朝鲜。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没有朝鲜的相关举动，也就没有现在这些问题了。但在谴责之余，所有相关国家是否也应当反思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解决朝鲜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的是一揽子计划。今天的朝鲜问题似乎是从核武器问题开始的，但实际上核武器问题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观来看，朝鲜问题实际上并不复杂，其核心就是朝鲜的安全问题。安全问题有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即朝鲜的政体安全和国家安全。
在这两方面，朝鲜所处的国际环境使得朝鲜深度不安，不断地要做出一些被外界认为极不理性的举动来证明自己。美国、韩国、日本和朝鲜的关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导人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但这些国家总体的战略是和朝鲜对立的。至少在朝鲜看来，即使是这些国家最“善意”的政策，其意图也是为了消解朝鲜。在布什政府期间，美国把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鉴于美国有能力推翻世界上很多政权这个事实，朝鲜那份过度的担忧甚至恐惧并不难理解。
韩国和日本经常声称受朝鲜的威胁，但它们毕竟有美国的军事保护，而朝鲜则没有。无论是政权的安全和国家的安全，朝鲜都没有任何外在可靠的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做了其所能做的（包括发展核武器）来保障自身生存和安全。当然，有人说朝鲜这样做，增加了自身的孤立和外界对它的敌视，反而是增加了不安全，这也是有道理的。但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如果不能够给朝鲜构建一个至少能够保证其最低限度安全的国际环境，那么朝鲜问题就没有任何希望得到缓和，更不用说解决了。
 
解决朝鲜的安全顾虑
谁来构造？毫无疑问是大国。中国必须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这并非是中国一国所能做的事情。已经有人在说，所有相关国家之间需要有个“大谈判”（grand bargaining），才能构造这样一个安全环境。这种安全环境的产生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需要美国的作为，这是朝鲜所希望的，那就是美国和朝鲜关系的正常化，减少美国（和其盟友日本和韩国）对朝鲜的安全威胁。这一点似乎不太可能，美国在亚太地区拥有越来越大的战略利益，不会减少在这个区域的战略投入。
另外一条需要中国和俄罗斯的作为，就是说，中国或者中国和俄罗斯一起为朝鲜提供类似于美国为韩国和日本所提供的安全保障。
那么，中国的作为或者中国和俄罗斯的作为是否会导致冷战的局面，即朝鲜在中国/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内，而韩国和日本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会出现。主要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现在同处一个结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G2结构。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和其他国家是有共同目标的，否则的话就不会有六方会谈了。至少，半岛的无核化是所有相关国家的目标。当然，如果中美两国之间不能理解，也可能演变成对势力范围的争夺。那么这种理解从哪里来？这就需要所有相关国家之间的“大谈判”。六方会谈可以作为“大谈判”的舞台，不过有关国家的外交政策思路要改变。
在保障朝鲜安全的基础上，相关国家就要施加足够的压力，要求朝鲜按照国际规则行事。尤其是朝鲜要像中国和越南一样，加快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只有这样，朝鲜才会慢慢找回自信，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结束孤立，融入国际社会。
朝鲜问题的升级表明相关大国外交的失败。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方式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大国就必须反思以往的失败，改变外交思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扮演一个主要角色，这符合中国本身的国家利益，也的确是中国应尽的一份国际责任。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6月8日
 



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应当学到什么教训
朝鲜第二次核试验意味着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和中国领导组织起来的围绕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机制的一大挫折，即使不是失败的话。很多年来，中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包括人、财、物等方面，甚至牵涉到最高领导层，但是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种谁也不想看到的情形呢？尽管有很多因素超出中国的控制，中国也不应当被责备，但中国作为这一问题上最为重要的国家，还是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吸取的。总结经验对寻求未来的解决方式非常重要。
 
对朝鲜问题本质的判断
首要的问题就是对朝鲜问题本质的判断。几乎所有相关国家都认为，朝鲜应当走一条无核化道路。无核化显然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的利益。但朝鲜并不这样看，朝鲜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国家的安全。当然这种国家安全可以从多方面来定义，既包括军事上，也包括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尽管外界把朝鲜发展核武器及其有关的举动称之为“非理性”，但对朝鲜来说，发展核武器可能是一件极合理的事情。实际上，当今世界上，很多对自身感到不安全的国家都想通过发展核武器来求得自保，只不过很多国家受制于内外环境而不能发展罢了。
很多人认为，朝鲜理性的做法就是寻求和国际社会的合作。国际合作使朝鲜可以得到国际社会，主要是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多方面的帮助，也就是说，朝鲜可以和国际社会做交易。实际发展的情形是：朝鲜的确一直在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主要是中国的援助，但同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发展核武器的努力。正因为这样，一些人称朝鲜为“流氓国家”。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朝鲜偏爱这一“非理性”的选择，从而与国际社会作对。不过，类似的看法忽视了朝鲜根本没有和国际社会做此交易的任何条件。无论从经济、政治、社会和军事安全哪方面来说，朝鲜都事实上是个极度不安全的国家。也就是说，在所有这些方面，朝鲜都显得非常脆弱，不堪一击。任何一个国家，在极度不安全的情形下是很难向国际社会开放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种情况。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与苏联交恶之后，陷入了极其孤立的状态。当时的领导人也作出了各种被外界认为是“非理性”的内政和外交行为。中国后来的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实行改革政策，并且向西方开放，和70年代初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很大的关联。如果没有中美关系改善及与之相关的发展，中国很难有信心那么快就和西方发展出具有实质性的关系。
 
一直视朝鲜问题为美国问题
在朝鲜问题上，问题的本质就是中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根本国家利益是什么。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把朝鲜问题看成是美国的问题，而非中国本身的问题。设想一下，如果美国周边国家加拿大、墨西哥发展核武器，美国会如何反应？俄罗斯的周边国家发展核武器，俄罗斯又会作怎样的反应？朝鲜是中国的邻居，是中国的后院，其发展核武器本来就是对中国的最大威胁，因为谁也不能保证朝鲜永远会是中国的朋友，永远不会把核弹头对准中国。但朝鲜在发展核武器，很多人好像视而不见，把此看成是美国的问题。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国际战略中缺少国家利益的概念。如果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被核武器所包围的国家。这不能说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因为对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认同不强，所以就没有有效的策略来解决朝鲜问题。从朝鲜安全的角度来说，中国对朝鲜问题的判断显然有欠缺，中国没有满足朝鲜的安全要求。如果中国（或者中国和俄罗斯）能够对朝鲜提供类似于美国为日本和韩国所提供的安全，那么朝鲜的行为就会很不一样。
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愿意和所谓的国际社会（美国、日本和韩国等）一起对朝鲜实行强硬的政策。在相关国家中，中国应当是对朝鲜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和朝鲜是传统“友好”国家，而是因为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和朝鲜仍然存在着各种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如果中国完全断绝对朝鲜的经济援助，那么就会对朝鲜政权产生很直接的负面的影响。多年来，尽管中国对朝鲜在核问题上的政策并不满意，但并不想对朝鲜实施足够的压力。中国既不想单独对朝鲜采取制裁举措，更不想和美国等相关国家合作对朝鲜施加压力。实际上，中国往往和俄罗斯一起，在国际舞台上和朝鲜站在一边，反对美国等国所建议的制裁。
 
问题出在中国的认同上
中国的这种认同也反映在六方会谈上。中国在六方会谈机制建设上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但问题出在中国的认同上。因为把朝鲜问题主要看成是美国和朝鲜的问题，中国在六方会谈上基本上扮演一个助手的角色，意在促成美国、朝鲜等相关国家之间的谈判。如果中国把朝鲜问题看成是自己的问题，那么中国对自己的角色就要作不同的界定。
中国的这种认同也就给朝鲜很大的国际空间的动员能力。设想一下，如果你是朝鲜领导人，你会怎样做？朝鲜利用相关国家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或者冲突的利益，在诸多大国之间游刃有余，在得到了很大的利益的同时，有效地避免了外在的制裁，尤其是中国的制裁。令人遗憾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简单地把朝鲜的每一个动作和制造的每一次危机看成是与美国讨价还价和进行勒索。
现在朝鲜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中国当然感到被背叛。因此，很多人开始主张和国际社会合作，实际上是和美国等国合作，对朝鲜实行强硬政策，甚至放弃朝鲜。这同样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放弃朝鲜可能会是中国永远的错误。朝鲜永远会是中国的邻居，无论核化还是政治不稳定甚至解体，都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对中国来说，有效的政策不是放弃朝鲜，而是提供足够的动力机制让朝鲜妥协。动力机制包括两部分：一是利益，不仅仅是长期以来的经济利益，也应当包括极其关键的安全利益；二是压力，压力既可以来自中国本身，也可以来自美国、日本和韩国，或者中国和后者的结合。当然，如果中国（或者中国和俄罗斯）向朝鲜提供经济之外的援助甚至安全保障，这会涉及中国（和俄罗斯）和美国等相关国家的关系。但考虑到无核化和稳定也是美国等国的利益所在，这种关系并不难处理。对中国来说，朝鲜的无核化和稳定是中国在东北亚最大的国家安全利益，不管其实现会如何困难，都必须去面对。
总而言之，一个不安全的朝鲜还会继续一意孤行，而一个自信的朝鲜则有可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会像中国那样实行改革开放，最终和国际社会融为一体。而中国在引导朝鲜向这个方向走的过程中可以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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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问题和东亚新冷战？
不管是主动挑衅还是被“诱导”（如朝鲜所宣称的），朝鲜炮击韩国延坪岛，给已经处于深层危机的东亚局势再添危机。尽管多年来朝鲜半岛危机不断，但从这次危机的后续发展来看，危机不仅远较从前各次严重，更在很多方面体现出质的变化。
对朝鲜来说，这次危机或许和从前的没有什么两样，但对中美关系来说，情形就很不相同了。朝鲜的行为牵动着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国家之间的互动。只要中美两国能够在朝鲜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共识，并且有意愿来共同维护朝鲜半岛稳定，那么任凭朝鲜如何行为，东亚局势不至于失控。但一旦中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缺失任何共识，并且不能合作行动，或者进而各自采取行动，那么东亚局势就会失去稳定的支撑点而失衡。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东亚局势正处于这样一个危局之中。
 
各方对六方会谈看法改变
首先是各方对六方会谈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六方会谈是迄今为止讨论朝鲜半岛问题的主要构架。无论是多边还是双边（美国和朝鲜）会谈，大都在这个构架内进行。中国是六方会谈的倡导国和发起国。和从前每次危机来临一样，这次中国也尽力想通过六方会谈的构架来稳定局势。
但是美、日、韩似乎已经对六方会谈构架或者与此有关的议程失去了兴趣。六方会谈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为美国和韩国而设的。中国视朝鲜问题为美国和朝鲜之间的问题，而非自己的问题，因此努力在六方构架内促成美国和朝鲜的和解。但是，这个任务显然没有完成。
在美国看来，六方会谈不仅没有能够制约朝鲜的行为，而且使得朝鲜更加得寸进尺。正如中国视朝鲜问题为美国的问题，美国视中国为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因此，每次危机来临，美国（连同日本和韩国）都会要求中国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起到更大的作用。
实际上，美国对朝鲜问题一直感到无奈。对朝鲜，美国什么都尝试过了，包括经济制裁、军事演习和威胁等，现在只剩下军事干预了。但军事干预会导致无穷的灾难，因为朝鲜问题涉及中国、俄罗斯等诸多大国。在军事干预方法并不现实的情况下，美国只能要求中国有所作为。
中国对朝鲜问题也极为担忧，尽管美国一些人指责中国没有尽力，让朝鲜胡作非为，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自己也已经尽了力。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不想重复美国和西方经常用来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即经济制裁和军事行动，因为中国知道无论是经济制裁还是军事行动都很难在实际上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漠视问题的存在，中国也在努力寻找其他的方式，只不过是还没有出现成效罢了。这尤其表现在朝鲜问题上，六方会谈是中国努力的结果。现在，美、日、韩对六方会谈失去了兴趣，中国自然非常担心半岛的局势如何发展。这次，中美两国首脑就朝鲜问题进行电话沟通，中国显然表达了这种担忧，希望美国等方面不要再做火上添油的事情。
 
东亚冷战局势形成的可能性
不过，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对朝鲜的影响非常有限，也没有人能保证朝鲜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动作。实际上，大多数人对朝鲜情势的发展持非常悲观的态度，因为无论是内部的权力继承问题还是社会经济困境，都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促使朝鲜继续作出此类非理性行为。
那么，东亚的局势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首先要看美国的选择。美国一方面在向中国施加压力，希望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负起责任。如果是这样，仍然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表明了中美两国在半岛问题上的继续互动。但是另外一个趋势更值得注意，那就是美、日、韩等国加强联盟，用冷战方式来遏制朝鲜的同时也遏制中国。美、日、韩已经开始另起炉灶，抛开六方会谈构架来商讨和研究如何对付朝鲜。中国和其他国家被排挤在外。这种另起炉灶的方式既是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方式，也是未来的选项。
东亚冷战局势也不是不可设想。东亚在冷战期间就是一分为二的，只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才结束了这种局面。也就是说，一个东亚的局面也只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才实现的，并且这个局面是依靠经济上的交往才实现的，在政治和战略方面，一个东亚的局面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或者说，冷战的遗产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在政治和战略上一直是被整合在美国的安全构架内的，可以说，美、日、韩等国回归冷战局面的战略基础已经相当制度化了。
那么，经济上呢？在美苏冷战期间，双方阵营只有军事上的对峙和核武器的互相威慑，没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互动和依赖。就东亚来说，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会不会阻止冷战的出现。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新形式的冷战，就是经济互动和依赖继续，但战略和政治上出现严重对峙局面；第二种情形就是经济互动和依赖逐渐减少，最终导致美苏冷战式的东亚冷战。美国正在加大和亚洲各国（包括东南亚）的经济关联，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机制在谈判和实施之中。这些经济关联为这些亚洲国家和美国强化经济关系提供了制度性条件，同时也可以降低它们在减少和中国的经济关联过程中的损失。最终的结局可能是出现类似美苏冷战时期的经济局面，即形成一个以西方为中心（主要是美国）的封闭式的贸易经济集团（bloc）来抗衡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实际上，第一种情形是很不稳定的，最终也会向第二种情形演变。
 
中国仍可能让东亚避开冷战
不过，东亚是否会演变成两个东亚或者是否会被分裂为两个部分，还要取决于中国的选择。甚至可以说，中国的选择要比美国的选择更为重要。东亚经济之所以整合到现在这个程度，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选择。
中国当然需要思考要不要、值不值得因为朝鲜问题最终从一个潜在的G2演变成为中美冷战局面。除了六方会谈，其他方法也不是不可能的。尽管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不会也不可以放弃朝鲜，但中国有可能改变朝鲜的行为。朝鲜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其遭到国际孤立、深感不安全、社会不稳定等因素的产物，而这些问题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朝鲜的不安全主要表现在国家的不安全和政权的不安全（被外部力量所威胁或者内部权力斗争所威胁）。中国和相关国家如果不能在这两方面保证朝鲜的安全，朝鲜的非理性行为可能会继续。
实际上，除了朝鲜内部的权力之争，其他方面的安全保障并不难，中国本身或者中国和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可以提供。中国也可以对朝鲜施加压力，要求其进行改革开放，在外交上通过改变自身行为而融入国际社会，这方面中国本身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朝鲜领导层对中国的改革经验也一直抱有兴趣。对中国来说，一个比较强大的朝鲜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一个非常软弱的朝鲜是不符合中国利益的。但朝鲜的强大不可以通过现在这样的发展核武器和军事挑衅来实现，而要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
中国如果作类似的选择，那么东亚冷战就可以避免。很显然，这种选择也符合包括中国、朝鲜和美、日、韩等国的利益。有一点很清楚，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继续充当“和事佬”的被动角色，被动地被朝鲜牵着鼻子走，那么很有可能走向东亚冷战局面。这不是一个中国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国际政治的现实面所驱使。一旦美国完全对中国失去信心，必然会选择“冷战”方法来求得东亚稳定，尽管这会是一种充满危险的稳定（正如美苏冷战一样）。而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也必然驱使中国对美国充满“敌意”。一旦中美两国互为敌人，东亚冷战就成为必然。
 
东亚冷战对中国非常不利
新冷战当然不是中国国际战略的末日。如果东亚分成两部分，中国失去东边的空间，就会努力向西边发展。这种情形不仅可能，而且也已经开始，即向西和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
不过，新冷战对中国非常不利。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无论在硬力量还是软力量上都很难和美国相比。美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东盟（亚细安）国家甚至中国周边国家的制度性关系，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而中国则没有。美国的国际关系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而中国则还只是以经济为主。
更为重要的是，这会使中国的外交战略出现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选择的是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接轨和融合的道路。现在所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外交格局都是这个道路选择的结果。如果东亚出现新冷战，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局面就会和现在的完全不同。不用说其他的因素，如果美国选择和中国对抗，那么中国就要面临不可承受的外交压力，就如同美苏冷战时期苏联所承受的外交压力一样。到现在为止，尽管中美两国也经常发生冲突，但合作的大局并没有变化。而冷战则意味着合作大局的消失。
不管怎样，目前东亚格局处于一个转折点，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荒唐的是，问题的核心是朝鲜这个在国际政治上并不怎么重要的国家一直在主导着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的关系。对中国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作一决断。历史上，中国内部的几次致命的巨变和朝鲜半岛的局势有很大的关联。今天很清楚，如果中国对这一问题继续以往的政策，必然会走向自己意愿的反面，得到自己绝对不想要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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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日关系的困境



东北亚多边主义的新开端？
东北亚多边主义指的是在该地区三个主要国家即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建立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多边合作机制。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建立东北亚多边主义一直是这些国家的大热点，也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关注点。经过这些国家多年的努力，现在终于有了一线曙光。这次在老挝举行的中日韩第六次领导人会议（东盟十国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同时举行）上，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通过了《中日韩合作行动战略》、《中日韩合作进展报告》，这应当说是个好的开头。但是对东北亚三国的多边主义不应当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东北亚多边主义能够在短时期内取得很大的进展。
在其他地区，如欧盟和北美，经济的整合导致了多边主义，而多边主义进一步强化了经济的整合，继而促进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合作与协调。但东北亚的发展则显现出非常荒唐的一面，中日韩之间的经贸关系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得到快速的发展，密切程度不比其他区域差多少，甚至要强于其他地区，但随着经济的整合，互相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不仅没有走向合作，反而矛盾面越来越大。
 
各自民族主义的崛起
最明显之处表现在这三国各自民族主义的崛起。韩国的经济越来越依赖中国，它在对华经贸关系中过去十多年里都是顺差。但不久前的“高句丽”事件引发了韩国民族主义的大抗议。韩国民间对中国的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也不少。中日关系更不用提了。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了日本复兴的主要来源，但其他方面的关系则似乎越来越成问题。除了两国商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外，两国高层正式互访已经停了好长时间，两国民间的互相不信任感也越来越深。
中日之间的矛盾使得韩国在东北亚多边主义努力中得到了较大的空间。韩国的贡献良多，但问题是，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不会承认和接受韩国的领导地位。韩国的动议能否有用还是取决于中日两大国。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的主要角色在于协调。
多边主义难产了，大家经常互相责怪，互相猜疑。但回归理性层面，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东北亚多边主义是否只是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如果是这样，人们就不应当在这个方面抱有不切实际的打算。期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随之而来的负面效果也越大。
实际上，东北亚多边主义的倡导者从一开始就回避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建立东北亚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的动力在哪里？要建立什么样的多边主义？各种形式的多边主义能给谁带来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东北亚多边主义的倡导者或许看到了北美区域主义和欧盟的好处，于是也来倡导东北亚多边主义。
 
权力结构的问题
东北亚国家可以向其他区域主义学习，成功了当然有好处，但问题是东北亚多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件“不可为”之事。东北亚没有北美和欧盟区域主义的结构性条件。北美模式是美国独大，无论是加拿大还是墨西哥都没有任何可以和美国抗衡的优势，美国庞大的市场及其世界霸权地位足以为墨西哥和加拿大提供巨大的动机。只要美国有动力，区域主义就变得可行。欧洲有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经历，战后就开始进行艰苦的整合。主要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势力相当，各国间又处于同一政治经济发展程度，文化上也有很大的相似性，加上德国很成功地解决了法西斯主义的历史问题，这一切促成了今天的欧盟。如果说北美模式是等级性的，那么欧洲模式便是平等型的。
而在东北亚，除了经济上的整合，其他条件都不存在。东北亚的多边主义即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给中国和韩国造成了历史的痛苦。这个历史阴影不去掉，任何多边主义都不会成功。在日本不能面对历史的情况下，东北亚民族主义也不可能消退。而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任何的理性都解决不了历史问题。
但更为重要的是权力结构的问题，即“两个中心”的问题。在明治维新之后的一个世纪之久，日本实行“脱亚入欧”的政策，取得成功。二战以后，更是形成了美日同盟。日本是这个中心的有机一分子，其政治经济上的成就离不开这个中心，日本人也欣然接受这个中心，以这个中心为自豪。但随着中国的崛起，逐渐开始出现一个中国中心。这个中心还没有形成（即中国还没有真正崛起），但对区域乃至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无论是日本的政治人物还是老百姓，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来接受中国的崛起。
历史问题、政治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异、中日韩之间国家力量的不平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东北亚不可能有类似于欧盟那样的平等性的整合和合作。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可能扮演美国在北美区域主义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东北亚不可能出现等级性的区域主义。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表现为对领导权的竞争，而非法国、德国之间那样的合作。当然，如果中国真的崛起了，变成了一个实力中心，情况就会不同。如果那样，日本就不得不再一次进行选择，不过，这个选择会是一个非常痛苦且长期的过程。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作用，中日两国任何一方在多边主义上的努力，都会被另外一方视为是为了争夺领导权。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多边主义的努力越多，双方之间的不信任也就越深。
如果说东北亚可以建成多边主义，那么这种多边主义会在很长时间内局限在经济贸易领域。这次老挝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东北亚要朝“经济一体化”发展，这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但要把多边主义从经济层面提升到政治战略层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可预期的将来，双边主义仍会是东北亚国家间关系的重点。在双边关系的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多边主义会继续是个遥不可及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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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须正视日本问题
近来中日关系每况愈下。在日本方面，右派政治势力主导对中国政策，在各个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的举措。而日本社会也在急剧地向右转型，给政府相当大的支持。日本的行为导致了中国复杂的反应。在民间，民族主义浪潮高涨，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反对日本修改教科书，要求日本正视历史问题，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推动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如果说，从前反日更多表现在言语上，现在则有了一些具体的行动。抵制日货尽管没有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并且也是弱者无奈的表现，但也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
较之韩国政府的反应，中国官方的处理方式应当说是非常理性的了。中日关系低迷，中国官方无法单方面改善关系，但还是在努力促使两国关系往好的方向发展，如官方决定低调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当最近一波反日民族主义高涨时，官方试图通过控制媒体为反日降温。更为重要的是，在日本强化了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攻势的时候，中国并没有正面明确表态是否会用一切手段来阻止日本。相反，在一段时间里，官方释放出来的信息似乎是，只要日本能够正视历史问题，中国政府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与日本过不去。
 
绕不开历史问题
但是不管官方如何理性和克制，对日本和中国社会，作用都可能是非常有限的。右派力量当道的日本不见得会领情，而中国民间民族主义更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在中国的诸种民族主义情绪当中，对日民族主义情绪是最激烈的，也最具有真实性。日本问题处理不当，就会出政治问题，这是近代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从李鸿章到五四运动到当代，尽管历次反日运动具有不同的性质，但都因为对日本问题处理不当而导致内部政治危机。这一点是现在的领导人也不得不加以考虑的。
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关系就取决于如何认识日本问题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历史问题似乎一直在主导着中国的对日政策。中日关系当然不只是历史问题，但是这些年来两国关系其他方面的改善都很难消除历史问题所造成的障碍。很多年来，中国的历届领导人都要求日本方面正视历史问题，相信中日之间只有在历史问题上有个了结之后，两国才可以面向未来。如果日本承认了历史上的错误，什么问题都可解决，中日关系的前途就是光明的了。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似乎有这种共识。
但就是在历史问题上，日本死活不能正视，不仅不认账，还有变本加厉之势。而日本的做法又势必再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由此，两国关系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重视历史问题无可厚非，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怎么谴责都不过分。但是把历史问题看成是处理中日关系的准则，则未免过于简单了，也有碍于看到问题的本质。一个必须提出来的现实问题就是：如果没有历史问题，中日关系会怎样？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对日关系的原则和方向才会明了。
在中日几千年的互动历史中，有中国强盛的时候，也有日本强盛的时候，还有两国力量旗鼓相当的时候。除了蒙古人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外，中国对日本从来就没有过什么野心，日本也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朝贡国。无论关系好坏，两国都是在独立的情况下来处理与对方的关系的。
 
美日联盟才是最大威胁
冷战后，中日关系具有了不同的性质，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美国要利用日本来遏制中国以维持其世界霸权的地位，而日本要利用美国来防止所谓的“中国威胁”。对美国来说，为了应对中国这个潜在的“敌人”或者“竞争者”，日本的历史问题不再重要；对日本来说，正是因为有美国的支持，才可以在历史问题上愈趋强硬。这也就是美日两国近来互相支持，企图结成联盟来抗衡中国的主要动力。
历史问题的确是改善中日关系的一个障碍，但是很显然，历史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保证中日关系的改善。现实地看，对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并不来自历史问题，而是来自一个目标针对中国的美日联盟。
由此看来，中国的日本政策应当可以明确，那就是迫使日本保持其外交政策的独立性。中日关系不管有怎样的改善，也不会到达一些理想主义者所说的可以联日抗美的程度。中国无须这样做，也没有能力这样做，但中国的确可以促使日本奉行独立政策。中国理解、也可以容忍历史上形成的美日安保条约，但中国不可以容忍一个针对中国的美日安保条约。各种因素可以促成日本的独立政策，仅仅做一个美国的“附庸”也不是日本的长远根本利益。而中国日渐扩展的经济力量，如果使用得当，也能对日本的“一边倒”政策构成相当的压力。
历史问题固然重要，但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在于防止意在围堵中国的美日联盟。这一点明确了，很多问题就变得清晰了。在历史问题上，在日本要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问题上，在中日经贸问题上，所有这些方面的首要考虑应当是中国当前和今后在国际权力格局中的位置。忽视了这一点，就会有悖于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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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的大环境趋向恶化
近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各种迹象表明两国关系的大环境越来越糟糕。日本的种种作为包括拒绝对历史问题的反省、政府同意右派修订的教科书、推动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等，激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国家的新一波反日浪潮。中国的反日声浪及其过程中出现的个别激进行为招致日本方面要求中方道歉。但中方认为这一波的抗议浪潮责任不在中国，而在于日本。日本方面接着又宣布准许私人公司在有主权争议的东海海域勘探天然气资源，这自然又导致中国方面的抗议。
很多年来，中日两国一直互相抗议，互相指责。但现在有了很大的不同，冲突面从言语向具体的行动发展。这不是一个好兆头，而意味着两国关系正在全面恶化。已经有评论家得出中日必有一战的悲观结论，也有人在呼吁要慎防触发战争。
 
存在着潜伏冲突点
在短短一段时间里，中日关系发展到令人担忧的程度，这表明两国关系的大环境很不好。中日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潜在冲突点。在大环境好的情况下，大事变小事，比较容易化解矛盾和冲突。但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小事变大事，小矛盾会成为大冲突。说不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超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出现一些谁也不想看到的后果。
不能说中国领导层没有意识到这样下去并不符合两国长远甚至是短期的利益。正因为这样，政府对这次抗议运动进行了有效管制。实际上，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政府对民族主义抗议运动一直采取有效管理的办法。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激发了一波民族主义抗议浪潮，政府就用管理的办法妥善地处理和安抚了民众的情绪。政府也使用了同样的办法来处理这一波反日民族主义浪潮。尽管外界有人指责中国政府在背后支持反日抗议运动，但中国政府实际上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控制态势的恶化。例如政府不准许中国的媒体对抗议活动进行任何报道，也禁止党政官员参加抗议活动，甚至事后对游行示威进行调查。自发的群体抗议活动，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后果会是不堪设想的。
不管政府如何有能力来控制民间民族主义，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的自主决策，也就是说，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必然要考量到人民的声音。中国民间对日民族主义历来是各种民族主义情绪中最强烈的。无论谁执政，也不能对此漠然处之，否则对外的民族主义抗议运动就会转化成为内部政治危机。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中国还是一个人们称之为权威主义的政体，但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像以往那样全面控制民族主义性质的示威游行。
 
内外因素促日对华强硬
在日本方面，情况更为糟糕。今天日本所面临的内外因素都在促使日本的对华政策向右转，显现出其极其强硬的一面。可从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从政府内部来说，小泉政府近年来走的是民粹主义路线。因为全球化和内部社会经济生态的变化，执政的自民党的内部派系政治不像从前那样稳固了，而外部民众支持力量急剧衰落。农民和邮政部门在业人员一直是自民党的社会和组织基础，但这个基础已经不稳。这使得日本的政客尤其是小泉本身求诸民粹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拓展民众的支持。可以理解，小泉内阁中很难发现对中国友好者，而是充斥着蠢蠢欲动的鹰派人物。
从社会层面来看，从前日本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企业界对政府的决策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今天企业界已经很难对政府产生直接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中日两国之间日益强化的经贸关系不能给两国的政治关系造成一个好的氛围的原因。再者，较之年长的一代，日本年轻的一代没有强烈的历史感，很多人不懂得为什么中国总是要在历史问题上做文章。年轻一代的这种状况是有利于小泉政府的民粹民族主义的。
促使日本政府对华强硬更为重要的因素来自外部，即美国。美国要拉日本来抗衡中国的崛起，日本要依赖美国来抵消所谓的“中国威胁”。日本的种种作为，诸如要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通过修改和平宪法及再军事化成为正常国家等，都有美国在背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日美安保把台湾问题视为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更是明目张胆地把中国放在了两国联盟的对立面。更令人担忧的是日美安保给日本鹰派政府提供的模糊空间。美国为日本提供军事保护伞，一旦日本和中国发生军事上的冲突，美国必然卷入其中。这种状况使得小泉政府在挑战中国方面变得更为强硬。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使得政府越来越难控制民族主义运动。在日本问题上，政府和民众之间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一个完全漠视民众情绪的政府很容易失去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尽管两国关系每况愈下，但没有迹象表明日本鹰派政府会转变其强硬的对华政策；相反，日本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正在驱使日本政府不惜和中国正面对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日冲突似乎一触即发。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中日之间的公开对抗必然造成世界局势的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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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的困境及其管理
在亚非国家印尼会议期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就日本二战期间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向亚洲国家道歉，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在会议期间和小泉会面，并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一系列建议。两位领导人的动作似乎给人们以希望，相信中日关系终究会得到改善。
但这种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当中国副总理吴仪访问日本，准备就如何落实两国领导人会谈精神和日本方面进行讨论之前，日本领导人再次就祭拜靖国神社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导致中国方面立刻终止吴仪和小泉的会见，提前结束对日本的访问。中日之间的这一互动再次给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
要改善中日关系并非易事。中日关系并不属于“改善”范畴，而属于“管理”的范畴。就是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日关系难以得到改善，或者根本就不能得到改善。因此，中国的目标应当是如何去管理这种关系，防止两国的恶化和冲突的表面化。只有中日关系管理到一定程度，大环境才会发生变化，才会产生改善这种关系的新条件。
 
国际格局制约中日关系改善
从表面来看，中日关系得不到改善的主要原因是历史问题。在双边关系上，日本不能面对历史问题，而中国方面也不能忘却历史问题。但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除了历史问题，中日之间还存在着一系列更为复杂和困难的问题。
首先表现为国际政治中权力分配的结构性问题。旧的结构已经不能制约中日关系中的一系列可以导致冲突的因素，而新的因素还没有发展出来，或者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以替代旧结构。在一个可以制约中日冲突因素的新结构成型之前，中国的现实目标就是有效管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的旧结构就是美苏冷战。在冷战期间，日本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安全地和美国站在一边。中国先对苏联实行“一边倒”政策，然后和苏联决裂，与美国站在同一条战线对付苏联。当时，中日关系正常化及其长足的进步都是建立在中美关系这个结构因素之上的。这个旧结构因为苏联的解体而解体，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霸权。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渐产生了在国际舞台上崛起的要求。中国崛起的要求和美国要保持世界上唯一霸权的要求构成了冷战后国际权力格局最主要的特征。
这个新结构深深影响着中、美、日三角关系。美国要保持其霸权地位，就要遏制中国的崛起，至少要消化中国崛起所能带来的潜在的对美国霸权而言是消极的因素。要达到这个目标，美国就需要日本和其站在一起，应对中国因素。而日本对在美国之外生长出中国这个新的区域和国际权力中心很不自然，甚至感到“威胁”。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叫嚷者。不难理解，要消除这种所谓的“威胁”，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和美国站在一起，更何况美国一直是日本的盟友。
中日关系中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很容易使得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冲突因素表面化，而日本国内所出现的一些新因素更加恶化了这种情势。日本自经济泡沫化以后，一蹶不振。近年来经济开始复苏，但主要依赖的是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不仅没有成为日本改善对华关系的基础，反而使得日本更加感到不安。在政治领域，执政党自民党的派系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来自派系的支持越来越弱，这迫使执政者转向求助于民粹主义。日本选举制度的改革则为这种民粹主义政治提供了制度机制。而操纵民粹主义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制造外在的压力。小泉纯一郎近年来在内部改革方面遇到了极大的政治阻力，牺牲中日关系来强化内部的支持成了他得心应手的政治手法。
 
中日关系存在管理空间
国际层面的结构性因素加上内部的变迁，使得日本当政者不可能有任何动力来改善中日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内部也有制约因素，领导层不可能在中日关系上让步。在中国所有的外交关系中，日本是最容易导致和激化中国内部矛盾的一个案例。日本因素一直和中国的政治变迁紧密关联。很难想象中国领导层在对日问题上能够做出重大的让步。
改善中日关系很难，但中国可以利用各种因素来管理这种关系，最重要的自然是中美关系这个结构因素。中美关系不管如何不好，终究不同于往日的美苏关系。中美两国有战略利益的冲突，但也有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这为中国避免另一场冷战创造了条件。只要中美两国没有成为公开的敌人，中日冲突就存在着管理的空间。
再者，中日两国现在都是诸多多边组织（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区域组织）的成员。这些多边组织不仅提供了两国领导层互动的舞台，更给予两国很大的外在压力。毋庸置疑，国际社会特别是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亚太地区，至少在经济发展方面会受到中日冲突公开化的负面影响，力促中日和解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中日关系而言，中国最重要的仍然是持续的经济发展。只有当中国真正崛起了，一个新的国际和区域权力格局才会成型。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日本才会产生足够的动力来自觉调整其国际战略，才会有动力来改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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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与中日关系的阴影
中日关系向何处去？这无疑已经成为人们最大的关注点。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历史问题、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东海石油开采问题等两国关系中的各个冲突面一一浮现出来。有人甚至认为已经到了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
实际问题的存在加上媒体的大肆渲染，中日关系已经给越来越多的国家蒙上一层很深的阴影。无论在亚洲、欧洲还是在美洲，人们都在关注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很显然，大多数国家都希望中日关系能够走出目前的阴影。尽管经济多年不景气，日本迄今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也已使得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必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但也有一些政治势力对中日关系的恶化实际上是乐观其成的。这些政治势力视中国的崛起为莫大的威胁，希望日本能够对中国构成制约。台湾岛内的独立势力就是这么想的，他们甚至还在幻想着得到日本的支持而得以独立。
 
关系恶化与民间民族主义有关
中日关系发展到现在的这种状况，原因自然是多层面的。但不难发现，关系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和两国的民间民族主义有关。如果说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国家快速发展有关，那么日本民间民族主义的产生则和日本的相对衰落有关。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为自身雄踞于亚洲各国之上而感到莫大的自豪，加入西方强权俱乐部并被后者所86接受，更使得日本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不是亚洲国家的一员。但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人的这种民族自豪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中国的崛起很多人感到很不是滋味，于是产生了“被威胁感”。
日本民间民族主义的产生有其客观上的根源。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民间民族主义近年来被日本当局的民粹主义政治方式所操纵。日本当局多年来在内政改革的各个方面（尤其是邮政改革）遇到了莫大的阻力。要改革就要得到政治上的支持，但执政党自民党内部的派系政治已经不再像早期那样有效，执政当局在动员政治支持方面受到了派系政治的阻碍。在这样的情况下，避开现存的体制而求助于民粹主义就成为日本执政当局最有效的政治动员武器。对华关系无疑首当其冲，成为民粹主义的牺牲品。通过对华的强硬来获取民众的政治支持，这是这些年来执政当局的有效策略。可以说，日本的对华关系政策已经被民粹主义所挟持。民间民族主义加上当政者的民粹主义，就构成了巨大的力量，日本的对华政策深陷困境。
在中国方面，客观地说，也有民族主义的一面。中国本来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有趣的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民族主义概念从日本输入，也因日本侵略中国而得到发展和强化。中日两国间近代以来的恩恩怨怨很容易构成中国民族主义的动力。人们一直所强调的“百年羞耻”就是和日本连接在一起的。这种情况直到今天还没有改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崛起过程之中，国家的崛起给国人带来了莫大的自豪感，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也就自然地高涨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层的对日政策或多或少地要受制于民间民族主义。最近一波全国各地发生的反日浪潮很能说明问题。尽管官方并没有鼓励而是限制民间的反日情绪通过游行示威表达出来，但这并不是说官方总能控制民间的反日情绪。借助互联网、移动电话等现代通讯技术，民间的情绪总能避开官方的控制而表达出来。
海外很多评论尤其是日本媒体认为，中国官方也在操作民间民族主义，或者说中国也存在着政治民粹主义的倾向性。但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层尽力想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对民间的反日情绪多有控制。直到今天，日本仍然是中国改革开放所要参考的对象之一。没有领导层的努力，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但民间民族主义的崛起增加了中国领导层的政治压力，也增加了领导层在处理日本问题上的难度。领导层既不能像日本当政者那样诉诸民粹主义，但也不能完全不考虑民间民族主义所能造成的政治后果。
 
对抗与合作的博弈
这种情况就需要中国领导人在处理日本问题时的政治智慧了，理性显得尤其重要。对日本的政策，在有关国家的核心利益方面，当然不能有很大的退让，但中国的对日政策必须避免被日本国内反华右派所利用，成为他们动员民间民族主义的有效工具。在中日两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互相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两国间多方面的关系并不总是冲突的，而是既有冲突也有合作。能够遏止冲突、加强合作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如果冲突不可避免，那么问题是如何突出合作而减少冲突。
在这方面，或许可以从处理台湾问题方面学到一些经验。尽管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与中日关系具有不同性质，但参照总是可以的。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早期大陆的很多做法往往被“台独”力量所利用，成为岛内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动员民众支持的有效武器。但在近年，大陆的台湾政策有效避免了这一点。现在的政策在实际层面削弱民间支持“台独”的力量，从而遏制了“台独”力量的发展。如果在日本问题上也能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就有可能走出目前战争的阴影，促使两国关系走上健康的轨道。在一些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冲突，但两国的和平相处也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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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向何处去？
小泉所领导的自民党团队取得了日本国会选举的决定性胜利。这个结局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仅会对日本的内政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对日本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中日关系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日关系向何处去？这是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
这次选举无疑具有非常浓厚的个性色彩。选举首先可以说是小泉个人的胜利。选举不是传统自民党的胜利，反而是小泉要对传统自民党进行彻底改造的开端。在这次选举过程中，小泉把民主政治所包含着的民粹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是民粹主义打败了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派系利益。日本内政如何发展就要看小泉如何利用已经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了。
 
关键在于日本内政改革
那么，这个选举结局会对中日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很多人尤其是西方学界和政界认为小泉的决定性胜利有助于日本改善和邻国的关系。正是因为在国会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小泉政府在推动内部改革过程中再也不用为获取社会力量的政治支持而走民粹主义道路了。在持这种观点者看来，小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的强硬态度就是为了获取国内民众的支持。但是更多的人则认为小泉的全面胜利会导致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因为既然没有内部力量可以牵制小泉政府，他就可以继续走强硬路线。
这两种意见看来都过于简单，没能看到日本政治和社会面更加深层的问题。有很多因素决定小泉或者之后的日本当政者的路线走向，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无疑是内部改革是否会成功。很难说，小泉对邻国的强硬态度在这次选举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反而是其所提出的改革口号和其所显示出的改革决心是其获得大多数民众认同的基本原因。
但问题是，高民众支持率能否转化成为小泉政府的真正改革动力。
这里就涉及日本社会的一些基本特点。日本近代以来有过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明治维新，摧毁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一个近代统一国家。明治维新是对日本社会的一次摧毁式的重建，是血与火较量的结果。再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转型为现代民主国家。第一次变革造成的政治动员在造就一个近代国家的同时，也促成了日本最终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第二次变革因为是在外在因素即美军占领下促成的，社会动员没有成为这次变革的动力。
现在，小泉要通过社会动员对日本政治作再次转型。从 80 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在经济改革方面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要通过传统自民党式的派系动员来促成较为彻底改革的愿望已经完全破灭，社会动员似乎不可避免。社会动员尽管促成了小泉选举的成功，但民粹主义是否能帮助小泉形成有效的政策并把这些政策实施下去，还是一个大问题。日本社会所形成的以派系为主的利益根深蒂固。民粹主义通过选举机制把这些利益挤出了日本政治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利益从此就不存在了，不会对小泉政府的各种政策有所抵制了。
一旦改革还是难以继续推行下去，那么日本当政者要么向现实投降，要么继续走民粹主义式的动员，直到促成制度的最终彻底转型。
 
警惕日军国主义复辟
社会一旦彻底动员起来，其影响力就不仅仅在于日本社会内部了，外在的影响也在所难免。日本内部的变迁当然是日本自己的事情，但其外在影响力则是要影响亚洲邻国的。对中国等日本的亚洲邻国来说，最应关注的就是日本内部持续的社会动员下的政治转型会不会导致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军国主义并不见得一定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的那种军国主义，像眼下美国所实行的以军事手段来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争端，甚至先发制人地对他国进行武力打击，都可以看成是军国主义。已经有很多迹象迫使亚洲国家担忧日本的内部发展了。日本这些年来一直在作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努力，要求修改和平宪法。在外部，日本利用朝鲜半岛问题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加速发展军事力量，并和美国结成军事同盟，把台湾纳入美日军事同盟。
日本问题已经对亚洲国家构成了挑战。对中国这个最大的日本邻国来说，一方面要守住本身的根本国家利益，同时又要寻找时机和日本交往。不管日本内部会做怎样的转型，其和亚洲邻国的摩擦不可避免。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样那样的摩擦可能就是一种常态。问题是如何管理和日本的各种摩擦，防止它们上升为公开的冲突，尤其是武力冲突。从今天的实际情况来看，日本似乎在自觉地孤立于亚洲各国之外，企图成为一个亚洲国家所不能承受的大国。但不管日本的行为有多么不理性，对亚洲国家来说，孤立日本并不是一个好且有效的方式。和日本政治方面的“冷”关系似乎不可避免，但如何防止“冷”关系从政治方面扩展到经济和社会方面，可能就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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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东亚共同体？
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已经引出了很多很大的反响。东亚共同体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新鲜，之前已经在东亚社会甚至国际社会流传好多年了。很多人羡慕欧盟和北美共同体，希望东亚也能形成类似的共同体。从政治人物到学界、商界甚至民众，在这一点上似乎具有一定的共识。东亚共同体难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因为种种因素而达不成共识。所以，照理说，日本新政府的动议应当是非常受欢迎的。很多年里，中国政府在推动自由贸易方面不遗余力，现在日本政府也有了强大的动机，这应当是好现象，表明东亚共同体有了新的希望。
 
美国反对东亚共同体
但各方面的反应则令人惊讶。尽管也有些群体尤其是商界对此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但更多的人则是持冷静甚至怀疑态度。日本社会本身的反应就非常冷淡。对日本政府来说，日本必须面对中国崛起这样一个事实，日本经济要复苏或者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考虑中国因素。鸠山的东亚共同体就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对日本社会和民众来说，东亚共同体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这是否表明日本要脱欧入亚？要日本产生亚洲认同，没有几代人的努力看来是不行的。在民众没有亚洲认同的情况下，政府的任何回到亚洲的努力注定得不到社会的强力支持。
在国际政治上，日本最重要的同盟美国是强烈反对东亚共同体这个概念的。美国通过各种途径已经警告日本不可太过于靠向中国。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越来越依赖日本作为其在东亚最重要的联盟来制约中国。美日两国之间的军事也已经相当整合。如果日本靠向中国，这势必对日美联盟产生重大的冲击。
实际上，从战略安全方面来说，东亚共同体没有任何可能性，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成为现实。这里不仅有美日的因素，也有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东亚区域因素。现在的安全格局已经相当制度化，要出现一个和现有安全格局相悖的中日联盟超出人们的想象力。如果没有外在的因素，中日之间不同的安全观（因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也不可能促成东亚同盟。
 
中国对此反应谨慎
那么，东亚共同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说穿了，很简单，是经济共同体。客观上，东北亚三国的经济整合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制度化程度比较低。这主要是因为之前日本自民党政府没有很大的动力。正如日本人的心态，自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也是倾向于西方的。
现在鸠山政府有了动力，促使日本经济往亚洲靠。考虑到日本和中国是世界上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加上韩国，人们希望，如果三国政府能够在制度化层面为经济的进一步整合创造条件，那么势必为东亚经济的发展造就新的动力。的确，政治条件的好转，可以促成东亚经济区域主义如自由贸易机制的形成。
但即使是经济共同体，也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中国的反应至少是官方的反应有些出乎意料。尽管中国政府并不否认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但也没有太多的热情。对中国来说，鸠山倡导的“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并不明确，包括亚洲共同货币在内的一些设想过于理想。但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如果在十多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日本的这个建议对中国来说可能具有比今天更大的吸引力。例如，在亚洲共同货币问题上，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中国很多人对人民币的区域化似乎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当然，对中国来说，担忧的是在中日经济关系上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困难。中日双方的民族主义是客观存在，双方政府不可能对之漠视。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中国政府在追求东亚共同体方面小心谨慎。
 
其他模式的经济共同体
但最大的问题是，尽管人们对东亚共同体的必要性有共识，对于这个共同体应是什么样的，却没有太多的思考。之前，大多数人在讨论东亚区域主义时参照欧盟模式。虽然欧盟模式仍然是个理想，但现实可能性并不高。这和任何一个政府的意愿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即使东亚各国政府都有强烈的意愿，也不见得能够建成类似于欧盟的东亚共同体。欧盟的形成取决于该地区国家间特殊的历史（如二次世界大战）、同样水平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样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而这些在东亚国家之间很少存在。
那么，北美模式呢？在北美，美国是头号经济大国，其实力大大超越其他国家，使得其他国家都高度依附于美国经济体。在亚洲，中国尽管逐渐成为亚洲的经济中心，但显然不具备美国那样的实力。北美模式表达的更多的是依附性，而东亚表达的更多的是相互依赖性，两者性质很不相同。同样，从制度层面，中国也不会像美国那样行为。美国会动用其一切力量，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他人，这并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习惯。所以，亚洲的经济整合是事实层面的，而非制度层面的，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东亚区域主义的特点
东亚区域主义有其自身的特征。很多年以来，东亚（包括东南亚）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开放性区域主义，而中国政府也奉行开放性区域主义路线。开放性区域主义就是说区域经济秩序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包容性的。这里有历史的原因。首先是美国的因素。美国在东亚有着强大的经济战略利益。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对东南亚存在着巨大的影响。不管人们是否喜欢，美国的影响都会存在下去。开放性区域主义的存在对大国政治有很大的好处。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性促使相关国家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经济理性和经济利益。例如中美之间没有走上往日美国苏联式的对抗路线，和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有关。同时，经济利益对民族主义也可构成有效的制约。要意识到，亚洲很多国家都是新兴民族国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民族主义很容易演变成为外交上的激进主义。同样重要的是，开放性区域不排除其他新国家的加入，就是说，是向其他所有国家开放的，这和北美和欧盟排他性的区域主义非常不同。除了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澳洲和新西兰已经成为东亚经济秩序的一部分，印度也如此。
实际上，从经济上说，人们对区域经济活动的制度化，主要是欧盟模式，也要重新考量。欧盟在当时的情况下，制度化非常有利于经济的整合。当时欧洲国家一个个都是主权经济体，互相不开放，在这样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化促使各国经济互相开放和整合，从而为欧盟经济发展和增长提供了动力。（当然，欧盟整合的最终意图是以经济的整合来制约国家间的武力冲突。）但是高度的内部制度化也给外部经济交往带来一系列问题，制度化实际上使得欧盟成为一个具有排他性的经济圈。整合强化了内部生产要素的流动，但对欧盟之外的要素的流动则不然。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集团性保护主义，而这又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制约着欧盟的经济发展。同时，欧元的作用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至今还是没有力量来制衡美元。欧盟离其创始者的理想还很遥远，但似乎在很多方面它已经走到了顶点。欧盟的价值仍然会是追求的目标，但不会很容易成为现实。
应当注意的是，亚洲开放性区域主义的效率和效益并不比欧盟差。
这从经济原理来说很容易理解。越开放，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的流动性第三部分中日关系的困境就越大，其配置效率也就越高，就是说，开放性区域主义促成了全球性经济资源的流动和有效配置。中国在很短时间里能够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与中国政府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密切相关。
事实层面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已经形成。如果东亚共同体这个概念被各国所接受，转化成切实有效的政策，对亚洲的经济整合必然产生重大的影响，使得亚洲的经济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但这是一个和北美模式和欧盟模式全然不同的共同体。如果亚洲各国能够坚持开放性区域主义，而不去模仿欧盟和北美，那么从长远来看，东亚共同体也会是一个更为有效的模式。
作为大国的中国，已经在建设东亚开放性区域主义秩序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可以说，中国是这个新秩序的核心力量。中国也应当继续追求这样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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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中国和东南亚关系



中国要实行“经济南下”政策
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在近年来似乎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把东南亚或者东盟看成是世界多极权力体系中的一极，也把东南亚视为其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一环。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并没有明确的针对东南亚的国际战略。东南亚对中国也并不客气，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到中期盛行的“中国威胁论”就有东南亚国家的份。当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之际，东南亚国家又有“中国经济威胁论”出笼。或许，中国已经意识到东南亚这个伙伴并不好对付，所以近年来加大了增进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努力。但中国对东南亚到底要实行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战略还有待于观察。
 
“经济南下”符合多边利益
一个可行有效而又可靠的国际战略就是“经济南下”。为什么要“经济南下”？这里有很多因素，首先，最重要的当然是中国是亚洲国家这一事实。从地理上说，中国历来就是亚洲大国。现在，中国又在变成经济大国。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中国的情况会对亚洲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亚洲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也会影响到中国。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越来越紧密的互动要求中国承担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承担大国的责任并不等于说中国要像美国那样搞政治甚至是军事上的扩张。
“经济南下”要远比其他方式有效得多。
第二，东盟国家近年来张扬“中国经济威胁论”。这个理论无非有三个担心：一是担心中国的产品和东南亚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二是担心中国会把本来投在东南亚国家的国际资本吸引走，三是担心中国会把这个区域的经济空洞化。如果第一个担心在很大程度上说不可避免，那么“经济南下”无疑能够解决后面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三，实际上， “经济南下”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两年前，朱镕基总理建议建立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这个建议一提出，立即受到东盟国家的积极响应。现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事情正在顺利进行。更为积极的现象是，一些东南亚国家为了搭上中国经济增长的顺风车，已经在制订如何吸引中国厂商到本区域投资的计划。
第四， “经济南下”也是中国资本发展的需要。在改革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资金短缺，政府开放政策的目标是吸引外资，越多越好。
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开放，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面临的并不是一味地吸引外资的问题，而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资本（包括外资和内资）的问题。很多年来，中国在吸收外资的同时，本国的资本也正在加速地向国外流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为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提供了制度条件，但同时，国内市场竞争力度增大，国内很多企业难以生存下去，必须寻找其他市场。政府提倡西部开发，但现实地说，在西部，因为资源等因素的制约，资本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东南亚则不然，中国的很多企业可以在东南亚生存和发展。
 
打破美国布局
更为重要的是， “经济南下”可以是中国总体国际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外交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来自美国。美国正用各种方法来围堵中国的崛起。围堵的重点是在亚洲，从澳大利亚、菲律宾、台湾地区、日本到韩国一线。中国要粉碎美国的围堵，就要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这个区域，东南亚无疑是个关键。“经济南下”可以增加中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这并不是一个要与美国争取势力范围的问题，而是要使得美国的围堵不可能有效实现的问题。
这样说并不是没有可能。东盟国家对美国的态度是矛盾的，美国帝国主义式的国际战略在东南亚也是有很大阻力的。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和这一区域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大国的关系都不是很好，并且矛盾有增加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鉴于美国在本区域的实际力量，一些国家又需要美国力量的存在。中国的成长一方面会使一些东南亚国家感到威胁，但另一方面只要中国做得好，这些国家会接受中国崛起这个事实。因为实际上，他们也可从中国那里获得很大的好处，正如从前他们从美国那里获得好处一样。
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寻求一种与美国不同的国际战略。
经济的全球化已经为中国提供了这种可能。较之政治军事路线，经济路线会是一条和平的路线，一条促进国与国之间互惠的路线。 “经济南下”不仅是因为它有利于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围堵，而且也是为了这个事实，即如果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为敌，那么中国永远成不了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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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下政策的实质化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参加第七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之后，当被问及对这次与会的感想的时候，他回答说，这次“办了一件大事”。不管温家宝这里指的是什么意思，这次会议的确是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南下政策的实质化。
迄今，中国并没有明确提出南下政策，也许在可见的未来都不会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台湾地区曾经使用过类似的提法。但这些年来中国南下政策的大趋势是很显然的。先是 2001 年，总理朱镕基提出中国和东盟在十年内实现自由贸易区的概念，即 10垣1；然后，2002 年，胡锦涛在访问马来西亚时，号召中国企业走出去。尽管胡锦涛没有明确中国企业要到东南亚去，但在马来西亚说这番话马上被理解为大力发展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
 
双管齐下推进南下政策
这次温家宝参加东盟会议，除了继续重视经济合作外，还签订了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并作为第一个非东盟国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些举动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表明中国要在各个方面和东盟进行合作。
从经济领域发展到非经济领域，中国这样做是有其内在理性的。上世纪 90 年代初，东南亚一些国家附和美国和日本，宣扬“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崛起势必对东南亚国家造成政治乃至军事上的威胁。这些国家的一些人拼命在南海问题上做文章。但这种预期的威胁并没有发生，因为中国没有在政治和军事上做出任何动作。
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其对东南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1997 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对稳定东南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东盟一些国家又掀起了一波所谓“中国经济威胁论”的说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概念。近年来，东盟国家在和中国的贸易中都有很大的盈余，所谓“中国经济威胁”也就站不住脚了。
但对一些人来说，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并不能完全消除“中国威胁”因素。中国的经贸优先被怀疑成是为了争取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东盟关系超越经济关系就成为必要。早些时候，中国已经签署了中国—东盟行为准则，现在又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的行为已经受到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的认可，表明中国的经贸优先战略并非是权宜之计，而是在寻找一种新的和平发展模式。
 
南下政策有宏观战略意义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南下政策可说是中国外交的根本。中国东有美日联盟，北有俄罗斯，西有穆斯林世界，这三边中国很难有发展影响力的空间，东盟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发展影响力的国际空间。就是说，中国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和东盟国家发展长期而良好的关系，而且这也应当是中国国际大战略的一部分。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中美关系一直会是中国外交的主轴。冷战后，美国最先把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小布什上台初期，中国就直接面临着被美国围堵的威胁。直到“9·11”恐怖主义事件发生，美国穷于应付反恐，中国至少成了其临时的“朋友”。但是，这种“朋友”关系到底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是不确定的，就是说，中国还是会面临被围堵的实际威胁。
中国能否被围堵？在很大程度上就要看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了。看看小布什上台初期美国围堵中国的布局就知道了。当时，美国试图建立南起澳大利亚，向北连接菲律宾、越南、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的联盟，当然还有中国西南边的印度。在未来，这个布局可能会有些变化，但怎么变也不可能离开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自身要发展，最低限度就是不要被围堵。如果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制度化了，美国就很难实现围堵中国的企图。
但很明确的是，中国发展和东盟的关系，并非要和美国在本区域竞争国际空间。美国人最担心的是，中国的崛起会把美国的势力挤出东盟，所以近年来中国在东盟的举动已经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但现在看来，中国非但不会把美国势力挤出东盟，反而会要求美国的力量留在东盟。经贸优先的策略表明中国会长期把重点放在经济方面，而非军事和安全上。因为美国和东盟有相当制度化的安全机制，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来提供这种机制。中国乐意看到美国在东盟的安全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样中国就不用花费庞大的费用来维持本区域的安全了。
在安全方面，东盟国家历来想在美国和东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说，美国对东盟的安全安排一直具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应当知道，在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之后，自己在东盟的行为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制约。既然已经决定加入，那么中国应当做好受制于美国的准备。但从积极面上来说，这或许表明中国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和平发展模式。只要中国是一个负责的大国，美国最终必须要和中国分享国际空间。这或许就是温家宝所说“办了一件大事”的潜台词了。但这种正在形成中的模式是否能够避免中美之间的冲突，则要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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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提升和东盟的多边关系
最近在老挝举行的中国东盟第八次会议上，中国和东盟之间所达成的一系列协议表明中国东盟关系已经得到实质性的深化。会议期间，双方签署了有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议的两个重要协定，即《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和《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向在 2010 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迈进了实质性的一大步。
自从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以来，中国和东盟的多边主义有了迅速而长足的发展。中国已经加入了现存东盟重要的多边组织，包括《东盟友好合作条约》，中国也和东盟国家针对南海问题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随着这次会议发表《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中国东盟的多边关系已经离开了话语（discourse）阶段，而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中国东盟这种多边关系的发展已经使得东盟成为中国实践“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一个区域。多边主义、经济外交、睦邻政策，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和平崛起”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双边、多边关系相辅而行
但是中国不能满足于良好的现状，而应当努力提升和东盟国家的战略关系。如何提升？除了继续多边主义的努力外，中国也应当大力推进和东盟国家的双边外交。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和东盟多边主义关系的所有进步都是建立在双边关系之上的。这些年来，东盟国家和中国密切合作，共同推进中国东盟多边主义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和东盟关系所存在的问题也根源于双边关系。领土主权纠纷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例子。
多边主义在解决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双边问题上的作用很有限。很难想象，中国和个别东盟国家的领土纠纷可以通过多边主义得到解决。实际上，东盟内部的领土纠纷也不能在东盟构架内得到解决。中国要解决这些双边问题，必须着眼于双边关系；而双边关系的解决必然会给多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巨大的动力。
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一个有效的做法就是在现有良好的多边主义构架下来推进双边关系，再用双边关系来提升多边关系。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可以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在众多的多边和双边关系中，中国可以首先着重于两个重要的领域。
最主要的领域就是如何利用多边主义构架来解决双边领土纠纷问题。中国现在和多个东盟国家（如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存在着领土纠纷。领土纠纷不时地浮出台面，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紧张。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设想，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实现。领土纠纷可以说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最难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需要在多边主义的构架内通过双边的协商得到解决。
这次温家宝总理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时，就把领土纠纷问题置于多边主义构架中。温家宝表示，中国愿意本着《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马来西亚研究在南海争议区域开展共同开发的途径和方式。马来西亚方面也已经表示愿意在这方面和中国进行合作。
中国必须抓住这个契机，在今后数年里，大力和马来西亚合作，努力突破主权争议难题，确立一个“共同开发”的模式。如果成功了，就必然会对越南、菲律宾等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甚至也有可能影响中日关系中的主权问题。
 
需把多边贸易提到战略高度
第二个领域是中国的东盟战略的继续调整。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中国外交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外交要为国内的经济建设服务。在这个原则下，尽管外交的确对国内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另外一些重要方面如战略方面的需要则被忽视。随着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个原则必须得到调整。
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关系在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和东盟的经济相互依赖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如果说早期中国更多地依赖于东盟的经济支持，那么现在中国已有能力向东盟提供更多的经济上的支持。例如，近年来，所有东盟国家和中国的贸易都有盈余，而中国则是红字。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东盟经济复苏和继续增长的来源，并且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对东盟经济的贡献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庞大的经济本身可以消化本区域经济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中国要善于掌握这种经济方面的变化，来为长远战略服务。中国在东盟的利益不仅仅也不应当仅仅是经济上的。中国要在本区域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角色，就需要一个长远的战略，既符合本身的利益，也有利于东盟国家的利益。例如马六甲海峡的安全问题。马六甲海峡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生命线，主要大国包括美国、日本和印度对此都有很大的兴趣。很显然，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不仅仅是这些大国和海峡周边国家所关心的，而且也是中国关切的。如何和东盟有关国家合作维持这个海峡的安全，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不管怎么样，和其他大国一样，中国在和东南亚国家发展多边经济关系的同时，也要力争把这种经济关系提高到战略层次。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发展很顺利，但只有不断总结以往的经验，才能巩固和提升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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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经济危机与中国大国责任
越南近来出现类似 1997 年泰国“金融危机”的诸多症状。一些国际投资公司开始预测越南的危机是否会扩展和转化成另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各国政府尤其是和越南有比较紧密经济关系的国家对此已经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很显然，如果越南经济危机转化成为类似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那么亚洲很多国家就要受到牵连。1997 金融危机的阴影刚刚过去不久，谁也不想看到新危机的发生。
在亚洲国家中，中国似乎对越南的危机表现出非同一般的重视。概括地说，中国所关切的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越南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可能影响。中越两国是邻居，两国的经济互相依存度也相当高，越南所发生的危机不可能不对中国产生负面的影响。二是从越南的经济危机中，中国应当学到什么样的教训。中越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从原先的经济体制和结构到后来的改革路径，都如出一辙。一些人已经看到，中国经济在近年来也表现出了类似越南的迹象。现在越南发生了危机，中国自然要担心类似的危机是否会发生在中国。但中国更多关切的是中国怎么办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如何才能帮助越南渡过经济危机，也就是中国的大国责任问题。
 
美欧采取观望态度
迄今为止，美国和欧洲对越南经济危机的态度是观望。可以这么说，即使这次越南经济危机演变成为类似 1997 年那样的亚洲金融危机，西方也会置身事外。这不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现在也面临很大的困难，而且也因为西方并不认为亚洲的危机能够对西方产生很大的影响。越南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其经济规模并不很大，和欧美经济的整合程度也不是很高。更为重要的是，欧美从来就没有认为亚洲经济的健康发展是自己责任的有机部分，只是在上世纪的冷战期间，为了战略上的考量，西方（美国）关注过亚洲一些国家（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状况。冷战之后，随着战略重点的变化，西方对亚洲经济发展的关注就变得不如以前了。诚然，西方视亚洲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伙伴，并且亚洲经济的健康发展非常有利于西方经济，但从心理上说，亚洲并不在西方经济决策者的关切点上。这一心理随着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有了很大的强化。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亚洲的经济发展是中国和日本那样的经济大国的责任领域。
西方的“无力”和“无心”表明中国等亚洲主要大国要负起亚洲经济发展的责任。中国的决策者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如何应对越南经济危机的。的确，中国自 1997 年金融危机开始介入亚洲经济事务。中国在那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为其在亚洲国家中赢得了不少威信与声望，不仅表明中国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亚洲大国，而且也有能力帮助其他较小经济体克服危机。
如果越南经济危机演变成为亚洲危机，中国责无旁贷。再者，作为崛起中的经济大国，中国也应当负较大的责任。不过从 1997 年金融危机到这次越南危机，已经对亚洲经济大国尤其是中国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履行大国的责任？如果亚洲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周期性地发生，那么就表明亚洲经济大国没有履行好责任。经济危机发生了，中国出手相救，这仅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责任的很小一部分。真正的责任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和其他经济体合作来建立共同的经济和金融体制，以防范危机的发生，至少能够把危机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的程度。
 
 “金融工程师”可以制造危机
说到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救济式的帮助已经变得既无效率也不可持续。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在当今世界，所谓的金融危机正在演变成为国际私人资本和各国政府之间的一场战争。在全球范围，各种类型的金融家或者私人金融组织已经积累了庞大得足以摧毁任何一个经济体的资金。私人资本往往和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一直是经济全球化最为重要的推动者。显然，他们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在今天，私人资本通过由“金融工程师”设计的各种各样的“金融工程”，可以“席卷”和“掠夺”各个国家人民的财富。就是说，这些唯利是图的“金融工程师”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经济或者金融危机。那些金融制度不健全而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他们针对的对象。在这场国际私人资本和政府的战争中，失败的往往是政府。各国政府往往面临各种制度因素的制约，不能采取灵活有效的手段来对付国际资本，但国际资本则表现出巨大的灵活性。创新和风险承担往往是和国际私人资本而非各国政府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的全球化已经给很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困局：如果拒绝进入或者被拒绝进入世界经济体系，那么国家就会停留在不发展状态；但一旦进入这个体系，如果没有发展出健全有效的经济和金融制度，那么发展的财富就会被国际资本所掠夺。为了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选择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大量的国际资本的流入，在初期的确可以有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忽视了制度面的建设。客观上说，建立一套足以抵御国际压力的有效的经济和金融制度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就为国际私人资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来制造经济和金融危机，把财富从受害国家转移到国际私人资本手中。
 
制度层面的区域合作
因此，进行制度建设来防御国际资本的掠夺和引入外资来发展本地经济一样重要。假设一个国家利用外资发展了本地经济，但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就要依赖有关国家的帮助和救济，那么该国的经济制度就不会有很大的进步，下一次危机也难以避免。
从更深层面来说，越南作为经济体并不很大。但为什么这样一个并不大的经济体，一旦发生危机就会连累其他经济体呢？这就需要人们反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或者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才是值得推动的？另一方面，如果说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那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来防御和减少全球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如果意识到经济全球化的这些方面，那么中国等亚洲经济大国也应该知道如何去履行大国的责任了。中国和越南等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性已经很深，一个国家出了事情不可能不影响其他国家。
但可惜的是，亚洲国家实际经济的整合并没有反映到制度层面的区域合作。因为历史的、政治的和战略的种种原因，亚洲国家还没有建设成类似于北美和欧盟那样的区域经济制度。而一个整合有效的区域经济制度就是亚洲国家的“公共产品”。没有这样的“公共产品”，亚洲国家很难避免由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引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和亚洲其他国家紧密合作，为亚洲国家提供这样的“公共产品”，才是中国等亚洲经济大国真正的国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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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亚开放型区域主义
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被普遍视为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征兆。在小布什当政期间，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大搞单边主义。当时，亚洲不仅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而且美国也不想被《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所牵制。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努力调整其外交政策，“重返”东南亚当然是这种战略调整的重要一步。但是说美国“重返”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实际上，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即使在小布什当政期间，美国尽管被反恐战争所困扰，但还是在继续其亚洲战略的调整，例如美国基本上完成了和日本在战略上的整合，用来防备（名义上）朝鲜和（实际上）中国。可以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始终是东亚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角色。
美国国内，甚至整个西方，普遍认为小布什当政期间美国对东南亚的相对冷漠政策为中国力量在东南亚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机会。这次“重返”东南亚，表明美国又开始把东南亚视为其战略重点。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举动已经在海内外引起巨大的回响。很多观察家不约而同地指出，美国的意图是和中国竞争在东南亚甚至整个东亚的国际空间。
 
不能光强调竞争
那么，如何看待美国的“重返”？从目前来看，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大多数人还是强调中、美等大国在东南亚的竞争。因为各国国家利益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光强调竞争不仅在理论上有问题，也会在政策层面产生负面的影响。在美苏冷战期间，不同国家间或者不同区域集团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是国际政治的常态。久而久之，这也成了西方世界一贯性的思维。很显然，这种思维在冷战后仍然在影响美国的国际关系思维。很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批评美国的这种冷战思维。
但不可否认，即使在中国，一些人也仍然存在着这种思维方式。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一旦这种思维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合作的空间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对各国间利益竞争的担忧可以理解，但是国家利益间的竞争不全是坏事，也不总是零和博弈。人们不想看到的是像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各搞一个集团而进行的军事战略竞争，因为那样的竞争经常会把世界带到战争的边缘，在更多的时间里则是一种恐怖平衡。而中、美等国家在亚洲的竞争则更多地表现为经济上的竞争。这种竞争既不可避免，更重要的，它也是好的竞争。
说其不可避免，是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且不说中美两国各自和东盟之间的经济互相依赖关系，中美两国本身的经济互相依赖性也已经超出从前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了。说其是好的竞争，是因为这种竞争的结果就是更大的合作。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当中国开始和东盟进行自由贸易谈判时，东亚的另外两个大国，日本和韩国，就担心中国在东南亚力量的发展和扩张。这两个国家也紧随中国先后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当时很多人也作类似的解读，认为中国和日本在东南亚的竞争必然导致大国之间的冲突。但是这种担心并没有发生。
这些国家在东南亚的竞争产生了当时的人们没有预测到的积极结果。
在中国和东盟“10+1”机制形成之后，东盟和日本、韩国之间也形成了同样的机制。不仅如此，还形成了东盟和东亚三国的“10+3”机制以及东亚三国之间的互动机制。东亚三国之间因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问题很难形成独立的合作机制，是东盟这个平台促成了这三国的良性互动。很快，这种合作机制扩展到东盟和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
现在，美国的加入表明这种机制已经延伸到所有这个地区的大国。可以相信，这是好的竞争，因为这些大国至少在一个共同的舞台上互动，要接受共同的规则，受同样的制度制约。
 
开放型区域主义
我们可以把东亚这种区域主义称为开放型区域主义，或者说是包容性的区域主义，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区域主义完全不同。传统上，区域主义大都是排他性的，就是说，特定区域主义是为了本区域的利益，对本区域和其他区域实行不同的政策。东亚开放型区域主义已经使得其与北美和欧洲区域主义区分开来。北美模式具有强烈的等级性，由于美国庞大的经济体和其他方面力量的绝对主导地位，加拿大和墨西哥不得不依附于美国。欧洲区域主义则表现为平等性，主要是因为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的各方面力量都旗鼓相当。但无论是北美模式还是欧洲模式，都具有很大的排他性。
东盟作为一种制度机制，在东亚开放型区域主义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没有东盟这个制度平台，东亚区域主义的形成很难想象。但是，作为区域中迅速崛起的大国，中国的角色更为关键。就是说，东亚开放型区域主义与中国的开放政策密切相关，甚至是中国开放政策的产物。从国内开放到亚洲区域化再到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的政策非常具有一致性。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开放的经济体，使得中国在短短一段时间里迅速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
在全球战略上，中国更是选择了和前苏联不同的战略，那就是和世界接轨，改革自身而接受现存世界的规则。这就避免了中国和美国等大国的恶性竞争。竞争不可避免，但如果事先存在着一些规则来协调竞争，那么竞争不管如何激烈，也不至于导致公开的具有暴力性的冲突。
中国的开放主义更是影响着中美关系。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在战略上的最大担忧就是其影响力会被中国挤出亚洲。在历史上，美国崛起的时候就是这样对待另外一个衰落中的大国的，典型地体现在门罗主义上，美国向英国表明，美洲是美国的美洲。中国显然并没有这样做。
中国不仅没有根据西方的逻辑在亚洲排挤美国的影响力，反而努力拓展和美国全方位的合作。不管中国接受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的背后有怎样的客观原因，结果是使得美国在亚洲巩固了其制度性的影响力；也不管中国这种行为的动机如何，根据美国大国政治的逻辑是不会造成这种国际空间共享的结局的。就是说，中国的开放主义使得具有普遍性的零和博弈特征的传统国际政治转变成了双赢博弈。
从这个角度来考量，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就是本来已经存在的东亚开放型区域主义的延伸和扩展。尽管如上所说，这里也包含着美国和中国的竞争面，但这要远比美国拒绝接受《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建设排他性的制度机制来和中国竞争好得多。例如多年来，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努力建立亚洲版“小北约”，企图以此来制约中国的崛起。这种排他性的机制是非常不利于国际政治上的合作的。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开放型的区域主义也对中国构成了巨大挑战，尤其是在亚洲。首先是开放型区域主义对单边主义的制约。开放性区域主义有效促进了各国利益间的互相依赖程度，单边主义越来越失去其效用。即使选择了，也会有很大的代价。再者，开放型区域主义对双边主义也是个挑战。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很多历史问题，包括边界问题和南海主权争议，都需要用双边主义来解决。开放型的多边主义遽然增加了中国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很明显，如果相关国家在这些问题上诉诸多边主义，那么中国的行为就会受到有效的制约。
即使这样，东亚开放型区域主义的扩展仍是东亚国际秩序的一件大事情。它为所有国家的互动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平台，遏制恶性竞争，鼓励良性竞争。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说，这种开放型区域主义也正在制订着国际政治的新规则。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开放型区域主义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正体现着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9年8月25日



中国的“后院”为什么频频着火？
朝鲜半岛“天安号”事件之后，中国的周边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感觉上似乎是一落千丈。一方面，美国来势汹汹，军事演习从朝鲜半岛、日本海、黄海一直延伸到南海。在中国看来，一个针对中国的美、日、韩同盟似乎越来越显性化。（这里强调显性化是因为这个联盟本来就存在着，只不过现在更加活跃起来，并且具有明确的针对性。）而在冷战期间互为敌人的越南和美国，也在一夜之间成为准盟友，同样具有针对中国的明确目标。另一方面，中国也展现出积极防御的举措，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中国军方有关人士发表了言辞颇为强烈的针对美国霸权的文章，而中国的媒体也开始表现出焦虑感。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里有两大几乎不可思议的疑惑。其一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和东盟花费了多年努力的自由贸易区今年年初刚生效，当人们等待着多年努力的“早期”收获的时候，东盟的一些国家却倒向了美国。其二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从小布什后期的“关系为历史上最好”到奥巴马的 G2 和“中美国”，快速演变到目前的争论频发状态。
 
中美关系影响东南亚国家
中美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有实力的两个国家，而东盟则是中国最重要的邻居，中国、美国和东盟的关系怎样走，就决定了今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大局，也是国际政治大局。一些人开始担心，中美两大国是否会重演昔日美苏两大国的全方位冷战。尽管中美关系和从前的美苏关系有着结构性的不同，但人们对大国关系的变化有足够的理由表示担忧。中美两国会不会从现在的同处一个体系和相互依存，转型为两个不同的体系并且表现为互相对立？这不是杞人忧天。说到底，在国际政治中，要合作很困难，冲突则很容易。两个大国之间一旦发生冲突，不仅会两败俱伤，更会累及其他很多国家。一旦中美两国发生较大的冲突，包括东盟在内的所有邻居或者邻近国家，恐怕都要作出站在哪一边的选择。
目前的紧张局势从何而来？人们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美国。无论是中国的官方还是媒体都在讨论美国“不应当这样做”、 “不应当那样做”的问题，一些东盟国家的人士也感觉到了美国涉足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很显然，如果没有美国的涉足，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出现。但美国的涉足是确实的，美国的霸权也是确实的，不管人们的主观喜好如何。从国际政治的现实看，从“应当”或者道义上的层面来提出有关美国的问题可能都是错误的。美国或许也只是做了其认为应当做的事情。人们应当问的是“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美国会怎样做”。
目前的局势也并非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以往历史的产物，它既可以从美国为什么要涉足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从中国、美国和东盟三者的互动过程来看。从后一个角度来看，更能看到中国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中国的分析者来说，同样需要问的是：这个局势的出现是否是因为中国没有做其应该做的事情？中国的“后院”着火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从朝鲜半岛到缅甸，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应对“后院”着火问题，只不过是这把火现在烧到了南海，使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加以认真应对。
先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来说。多年来，中国尽了很大的努力建设中国东盟关系。在经济方面，中国致力于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双方的经济交往有了巨大的进展。在外交方面，中国把东盟视为“和平崛起”的试验床，加入了包括《东盟友好合作条约》在内的诸多多边组织。正因为中国和东盟关系迅速发展，才引发了美国的担忧。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会使得自己在东南亚被边缘化，奥巴马政府因此高调宣布要“重回亚洲”。
不过，中国在一些方面取得成就后，并没有能够在另一些方面深化和东盟的关系。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中国把注意力放在了扩大“同”
（共同利益）的方面，而忽视了“异”的方面。尽管共同利益的确发展得很快，但“异”的冲突因素也在增加。和其他外交战线一样，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也奉行“多边为基础”的外交路线。这也并没有错，在当今世界，多边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对东盟国家来说，但问题是，在多边原则下，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双边关系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
这尤其表现在南海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现实主义的设想，中国在这个方面也有努力，但成效不大，似乎相关国家并没有很大的动力或者动机和中国合作。中国方面忘记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关国家没有动力和动机？
 
多边机制不一定对中国不利
如果双边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多边成为另一选项。对有关国家来说，需要这个多边来制约中国的行为。实际上，仔细分析，这样做也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尽管多边并不见得能够解决问题，但多边对所有相关国家都是一个制约。或者说，如果多边对中国有约束，那么对其他相关国家也有约束。其他和中国没有这方面纠纷的东盟国家，当然希望中国和相关国家能够通过双边关系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但在双边关系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多边关系就成为维持和平局面的有效机制。很显然，中国并不想将这个问题多边化。中国认为，多边化反而会使得问题复杂化。
尽管中国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双边关系长期没有进展。
有关国家也在努力使得南海问题“国际化”，一些国家已经把争议的区域提交给国际法庭，希望通过国际组织的介入来求得问题的解决。
中国当然也不希望走这条路。
这样，在外界看来，中国既反对“多边”，也反对“国际化”，但又没有能力通过双边来解决问题。除了说“不”，无动于衷，直至问题发展到现在的“大国政治化”，即美国的介入—— — 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无论是双边关系、多边关系还是国际化，如果能够解决问题，东南亚国家都是可以接受的。尽管并不是所有东盟国家都和中国有着南海方面的纠纷，但越南、马来西亚等都是东盟成员国，东盟其他国家有道义和责任来关心。但“大国政治化”则不然。很多东南亚国家和中美两国都有很深厚的关系，中美和平共处是这些国家的最大利益，一旦中美两国发生冲突，一些国家就会面临靠向哪一边的问题，正如在冷战时期所发生的那样。
 
中国还需要经历“大国考验”
对美国“重回亚洲”，东南亚国家是欢迎的。这不仅因为美国本来就在本区域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本区域的地缘政治稳定也需要美国的存在。对很多东南亚国家来说，美国是一个经过了“考验”的大国。尽管中国在崛起，但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人们心目中的大国形象。无论就大国的责任还是大国的能力，中国还需要经过很多努力和考验。
说穿了，中国还没有经过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的“考试”。朝鲜半岛问题解决不了，缅甸问题解决不了。人们看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意图，也看到了中国的努力，试图走出一条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外交道路，因此中国不想以西方的手段来干预朝鲜和缅甸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人们也希望看到中国显示出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表明中国还没有能力来解决和自己的国家利益相关的问题。难道说朝鲜半岛无核化不是中国的关键国家利益？
在中国没有能力解决周边问题的情况下，美国因素就被认为变得重要起来，这一点连中国也意识到了。中国早已表明，中国在亚洲没有“门罗主义”。中国肯定美国在亚洲的正面作用，没有任何意向和能力把美国排挤出亚洲。中国现实的考量是和美国共享亚洲的空间，共同维护亚洲的和平。在这方面，中国前些年做得很好，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了美国。
这表明，中美的合作非常重要。尽管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日益增长，但政治和外交上的互信还是缺失。美国很现实地意识到，帝国过分扩张会导致衰落。所以，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呼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希望中国不再老是做一个“搭便车者”（free rider）。今年的美国国家战略甚至希望中国能够扮演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角色。不过，很显然，中国并没有这样理解，也缺少承担国际责任的意识。
由于国际责任感的缺失， “主流”国际社会就很难认同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可能有其道德的或者其他的考量，但如果不能在这些国际问题上承担大多数国家所期望的责任，国家的信用就很难建立起来。
再如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现在说南海航海的稳定和安全与其国家利益相关。但是，南海航海的稳定和安全问题对中国来说远非国家利益这样简单，简直就是中国的生命线。那么，为什么这个话语权让美国夺过去了？与之相关的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军事现代化也是预期之中的。中国发展军事力量来保护南海航道安全，这也是中国大国责任的一部分，更是中国能力的表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国家说三道四呢？如果中国能够以一种合作和透明的方式来实现军事现代化和战略走出去，那么就不会导致目前的局面。
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中国官方和国际关系学者们的关键词。但是，如何定义国家利益？如何追求国家利益？如何在外交舞台上使得国家利益最大化？尤其是如何在当今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来保护国家利益？对这些问题，中国似乎仍缺少思考。平时没有足够的准备，一旦“后院”着火，人们就会出现非常的情绪。不过，冷静地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情绪没有任何附加值，只有理性才能追求国家利益，把国家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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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在南海变“被动”为“主动”
最近人们很惊讶地发现，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却在“节节败退”。尤其是从去年以来，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努力奉行“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战略。在很多方面，中国放弃了原先恪守的单边主义政策，和东盟（亚细安）发展多边关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开始生效。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这些举措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构成了中国自邓小平以来“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和策略。不过，很多人已经感觉到，在很多问题上，如果中国不能直面，就会促成自己的政策走向反面。
亚洲区域和国际社会现在的关注点都落在南海问题上，南海再次跃升为世界的热点。中国有关方面似乎不太理解这个局面。在中国看来，其南海政策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是相关国家采取了一连串不利于中国的行动，中国只是在作“救火式”的反应。
实际上，很多年来，正是因为中国总是采取被动应对的办法，南海问题才会累积起来，造成当今的局面。不管喜欢与否，理解与否，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面正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一，中国早就已经彻底输掉了一场国际舆论战。多年里，当中国沉浸在自己构建的“和平崛起”的话语体系时，有关国家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做了充分的准备，等待着它们预期中的南海问题浮出水面。从知识（法律）体系来说，中国现在很难找到任何有效的支持力量。一边倒的舆论环境已经形成，中国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有评论家说，用“强硬政策”来形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已经不够，而是应当用“具有侵略性”。实际上，类似的中国认知在国际社会已经相当普遍。
中国自己则因为并没有做什么而感觉到“冤枉”，这主要是输掉了话语权的缘故。
第二，中国也在输掉一场战略战。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有相当清晰的战略，这些战略包括多方面，如区域多边主义、国际化和大国政治化。而中国有关方面除了不肯面对现实，就是含糊不清。中国不敢把问题作细化分析，而是用“反对国际化”这样过于宏观的概念来搪塞。实际上，南海问题早已经多边化、国际化，近来又在很快地“大国政治化”，中国只是不肯承认这个现实罢了。
第三，如果现在这个情形继续下去，中国也势必最终失去主权战场。如上所说，从去年到现在，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只是做了一些反应性的动作，但是现在谁都把中国视为问题的根源。实际的情形是，其他有关国家加快了在南海有争议海域的活动和行动，尤其是对资源的开发。
 
中国活在“梦想”之中
在南海问题上（其他很多问题上也一样），多年来中国似乎一直生活在自己为自己设定的“梦想”之中。从战略层面看，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并不是没有机会占据优势的，反而是占据了优势却又自动地放弃。比如说，在 1980 年代，中国曾经夺取了十多个岛屿和岛礁，但占据了之后，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又放弃了其中的一些。又如，1990 年初中国和一个外国石油公司签了合同来开采石油，但遭到越南的不满，说要取消中国领导人对越南的访问。最终，为了这次访问如期进行，中国有关方面就下令停止石油开采，导致了外国公司的强烈不满，最终，该石油公司便和越南签了合约，进行石油开采。在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不管是为了当时的政治原因或者其他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国主动放弃了很多机会。遗憾的是，中国这样做并没有赢得有关国家的理解，最终的结果是导致对国家利益的损害。
那么，最后的结局会如何？中国可以放弃吗？在社会媒体那么发达的今天，在主权问题上，当政者所能作的妥协的空间越来越小，更不用说放弃了。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最终必然发生冲突。不过，届时的冲突会对中国非常不利。
问题出现了，就要应对。首要的任务是要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上述中国本身的问题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重要原因。对有关国家来说，这是“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的产物。
先说国际大环境。对有关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国际大环境莫过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随之而来的国防、军事现代化及其对亚洲的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有关国家感觉到时间并不在自己这一边。尽管中国强调“和平崛起”，但有关国家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政策，等待着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的时候来解决问题。因此，对它们来说，南海问题必须在中国真正崛起之前，得到有利于它们的解决，否则等到中国崛起了，希望就会很渺茫。于是乎，必须通过一切方式，加紧行动，促使形势尽量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对中国来说，大国环境主要指大国间政治的变化，尤其是和美国等大国关系的变化。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美国，不管是否喜欢。不过，在中美关系上，中国尽管花了大量的精力，却仍然不知道如何与美国相处，尤其是如何在亚洲相处。美国的存在对亚洲国家的重要性是很显然的。中国不太理解为什么美国要呆在亚洲。很多人认为美国留在亚洲的主要目标是针对中国，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简单。美国在亚洲不仅仅是对付中国，也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例如，如果没有中国因素，美国仍然找得到在亚洲的生存空间。无论是东北亚、东南亚还是南亚，各国之间的复杂关系都需要美国的力量来平衡。
 
中国不作为给美国制造空间
很多亚洲国家需要美国的存在也是中国自己不作为的结果。例如在朝鲜问题上，中国的作为几乎令除朝鲜之外的所有亚洲国家不满。尽管中国有很多难处，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国的作为的合理性。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现在随着印度的崛起，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中国和这些亚洲国家之间都有合作面，但冲突面似乎不断呈现出来。不管怎样，在处理亚洲问题上，美国是唯一一个经过多次考验的国家，而中国尽管重要性在增加，却还没有经过任何重大的考验。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仍然是一个最可靠的大国。这也表现在南海问题上，相关国家想把美国牵涉进来，增加自己在南海问题上的确定性，这就导致了“大国政治化”。
今天局势的形成也与有关国家的内部小环境有关。首先是有关国家尤其是越南的内部政治环境。近年来，越南通货膨胀，社会抗议（包括罢工和种族矛盾）不断，而新领导层刚刚形成，权力还没有巩固，因此或者需要寻找巩固权力的外部因素，或者很难对付迅速崛起的（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在年轻人中间的这种情绪。
这里还有中国自身的内部环境。明年中共要召开十八大，在这期间，中国各方的主要任务是内部事务，稳定压倒一切。一些国家就判断，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不会就外交政策作重大调整，就是说，在新领导层产生之前，中国不会在外交方面出台重大的新政策，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面必然会是反应性的。这种判断也促使相关国家认为，这是一个采取比较激进做法的机会。
面对现在的局势，中国怎么办？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区域事务上不可避免地要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目前的南海局势，对中国来说，尽管远非“世界末日”，但必须改变迄今为止的被动性，而转向主动性。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问题不是资源问题，而是战略、政策和资源动员问题，或者简单地说，是思路问题。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思路。
 
要反思以前的老思路
说到新思路，就要反思中国的老思路。中国传统的思维核心就是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从理论上说，这当然并没有错，问题在于这个概念不但不能描述南海问题的客观情况，更难以顺着这个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这里面涉及以下几个层面的主要问题。
第一是双边主义。中国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这个政策到现在基本上还停留在口号状态。为了维护和东盟的关系，中国自己没有南海开发计划，倒是相关国家在近年来加紧开发，不过不是中国所提倡的共同开发，而是单边开发。在共同开发方面，相关国家并没有意愿或者意愿不强。说穿了，中国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或者动力机制，来促成相关国家认同和接受中国所提出的共同开发的主张。
第二是多边主义，即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在南海问题上，主要表现在中国也签署了的《南海共同行为准则宣言》，但是这个文件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文件签署多年了，没有国家有效推动其成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应当说，中国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尽到责任，关键还是在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恪守双边主义，反对多边化。不过，考虑到南海纠纷的很多问题本质上是多边的，拒绝多边化只是中国有关方面不想面对现实的表现而已。
第三是国际化。有关国家已经把南海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中国不大会接受，因为求助于国际组织或者国际法，中国输的概率要远远大于赢的机会。上面已经讨论到，中国已经输掉一场国际舆论战，没有多少人会同情中国的立场。
第四是大国政治化。东南亚有关国家希望美国介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介入的程度有多深，就要看是否符合其国家利益。在东南亚，美国因素是一直存在着的，美国从来就是这个体系的一个部分。实际上，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比中国的利益还要根深蒂固。美国从冷战时代开始就致力于和东盟国家的关系建设，而中国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和东盟发生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关系。美国和东南亚的关系是全方位的，而中国则主要还是在经济关系上，其他方面的关系还处于早期阶段。所以，中国有关方面反对“大国政治化”也是看不到事实的缘故。
 
管理和控制就成为选择
考虑到上述因素，就比较容易回答“中国应当如何做”的问题，也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考量。
首先，中国要从周边国家或者和南海问题相关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有关方面长于向外宣示自己的具有良好愿望的立场，如“和平崛起”、 “和平发展”和“睦邻”等。这些很重要，但远远不够，因为中国忽视了周边国家是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他们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是什么。只有了解了周边国家的担忧的情况，中国才能制定有效的政策。否则，不管中国的意愿如何，诸如“和平崛起”之类的话语就会变成自说自话。
第二，中国必须区分南海航道安全和主权争议问题。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等国家关心的是国际航道安全，其介入南海事务的主要理由也是这个。在这方面，中国要立足现实，承认和强调南海航道安全是所有各方的关注，也是所有各方的责任；中国愿意和美国、日本、印度、东盟国家一起担负起这个责任。在实际层面，国际航道安全一直是美国等大国在负责的。中国尽管开始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但还远远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哪怕是区域性的航道安全。美国批评中国“搭便车”，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就是其中一方面。在这个领域，中美两国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这样的合作也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当然，这里涉及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即中美两国如何合作构建亚太安全体系，这需要另文论述。）
第三，下一个层面是中国和东盟的整体关系。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宣称拥有南海中的一些群岛全部或部分主权的国家都是东盟成员国，这就决定了中国要考虑东盟的整体利益及中国和东盟的整体关系。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不太乐意接受多边主义，但最终不得不接受，并且是接受得越早，对中国越有利。设想一下，如果《南海共同行为准则》早些年就具有了约束力，事情也不至于发展到现在。无疑，中国如果要接受多边主义，《南海共同行为准则》仍然是一个方便的入口。
第四，再下一个层面就是如何面对主权争议。这方面是关键，中国应当放弃传统的双边主义而接受新双边主义，即多边主义构架之下的双边主义。就是说，中国和有关国家可以在中国—东盟多边构架内举行双边会谈，讨论南海问题。在这种多边构架内，和南海主权不相关的国家不会明确表示支持哪一边，中立立场是其最大利益；同时这个构架也给有关国家较大的动力来和中国商谈。
南海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问题要得到一揽子解决不太可能。
如果解决不了问题，那么管理和控制就成为选择。要管理和控制南海问题，必须发展出各种制度机制。尽管目前中国处于被动的位置，但所能作为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应当开始在区域甚至国际背景下，来寻求南海问题的管理和控制方法。如果不能有效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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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分中美关系与东亚安全



朝鲜问题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
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布什在八国峰会期间会晤，双方所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朝鲜半岛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有些对美国而言是非常“积极”的动作。不久前，中国努力促成了美国、朝鲜和中国的三方会谈。会谈尽管没有很大的成就，但美国是很感谢中国的。这次，胡锦涛又主动地向美方传达了诸多正面的信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因此继续发生变化。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威茨就表示，中国是一个可以影响朝鲜内政的国家。可以预见，当朝鲜问题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议程的时候，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会再次为国际社会瞩目。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不把朝鲜问题看成是自己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或者其他国家的问题。那么，中国最近态度的变化是否表明其在朝鲜问题的认知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否已经认识到朝鲜问题是中国的问题，而非美国的问题，或者说主要是中国的问题，其次才是美国的问题？
 
中国态度有大转变
答案并不明显。中国的态度迄今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为了回应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对中国所施加的巨大压力。笔者在本专栏中已经多次讨论过，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一直并不乐意和美国合作，甚至想利用朝鲜问题来制约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当美国建议联合国应当干预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问题时，中国是竭力反对的，认为朝鲜问题是由美国挑起，也应当由美国自己来解决。显然，中国想把自己置身事外。
但为什么在伊拉克战争后，朝鲜本身和中国都有很大的转变？朝鲜原先的立场是很强硬的，但伊拉克战争在短时期内结束了，对朝鲜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说不好，朝鲜会是美国的下一个目标。同时，中国也感到了压力。很少有中国战略家预想到战争会在短时期内结束，很多人认为这会是一场沙漠“越南战争”。在伊拉克战争以后，如果美国真的把目标转向朝鲜，中国无论持怎样的立场，都会被动地卷入这场危机。与其被动地卷入，倒不如主动一些。
中国的主动性马上就有了一些回报。中国首先证明自己可以主动做些事情，成为美国的合作者。其次，这样做也表示，朝鲜半岛问题没有中国的介入就无法得到解决。任何一方想在朝鲜问题上有所作为，都必须和中国合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表明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在忧虑朝鲜的核武器发展问题。
 
应视朝鲜问题为自己的问题
不管中国的态度是怎样转变的，这种转变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正面的。但是，中国如果要在朝鲜问题上真正发挥作用，就要把朝鲜问题作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美国的问题。在中国历史的很长时间里，朝鲜问题一直是中国的问题，两国的地理关系决定了中国必须把朝鲜问题看成是自己的问题。当然，中朝关系有好有坏，甚至还有战争。直到毛泽东时代朝鲜问题还是中国的问题。当然，当时是冷战时代，中国很清楚朝鲜的安全问题就是中国的安全问题。朝鲜是中国的“后院”，如果落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对中国安全所构成的威胁将超出人们的想象。
到邓小平时代，中国外交实行“韬光养晦”政策，领导人的重心在内政和经济建设，不想过多地涉及国界以外的事情，包括朝鲜。尽管有所谓的和平外交和友好睦邻政策，但大多是以被动的、低姿态的方式来解决外在世界的问题。久而久之，中国的外交对外在世界的变化变得非常麻木，正常的外交压力很难促使这种趋势发生转变。
现在因为有全球恐怖主义事件、有美国的压力，至少在朝鲜问题上，中国感到非变不可了。但是，中国的做法在外界看来还是不够的。外界感觉到了中国和美国合作的意愿，但是因为中国没有非常明确的朝鲜政策，还没有真正把朝鲜问题看成是自己的问题，把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和长远的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因此在很多国家看来，中国只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罢了。只有等到中国真正认识到朝鲜问题是自己的问题，处理朝鲜问题不是在帮美国人的忙的时候，才会有真正有效的朝鲜政策出台。
实际上，朝鲜问题与其说是美国的问题，不如说是中国的问题。朝鲜发展核武器，对中国构成的威胁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另一方面，让美国来主导朝鲜问题，唯一的结果必是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其受美国的压力来被动地处理朝鲜问题，倒不如自己主动来解决朝鲜问题。即使没有美国的压力，中国迟早也是要解决朝鲜的核武器问题的，总不能把问题推给后代来解决。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不可能再利用朝鲜来对付美国的力量了。中国要有自己的原则来处理朝鲜问题，当然不是当和事佬。在武器扩散、无核化、和平、开放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国都必须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原则。当然，这些原则不是自说自话，而必须得到其他国家至少亚洲国家的一定的认同，否则中国还是成不了亚洲的大国。在很大程度上，朝鲜问题如何处理是检验中国能否成为亚洲大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中国能否处理大国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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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安保”、中国战略和亚洲局势
美日“安保”首次把台海问题列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亚太地区意味着什么？对整个国际政治格局意味着什么？美日两国的这个共同声明一经出笼，就引起了整个亚太地区的关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个声明牵涉当今世界三个大国，即中、美、日。
表面上，这个声明是由台海问题而引出，各种评论也是聚焦于台海问题。但是，即使人们对美日这样做是为了台湾问题这个判断深信不疑，也不可否认，这个声明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台海问题。美日联盟将如何影响亚太局势乃至整个世界格局，需要认真地研究。
 
台湾问题只是借口
很多人相信，美日这样做是为了回应中国的《反国家分裂法》，是为了遏制中国大陆对台湾用武，来达致美日所界定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目标。实际上，这个声明对台湾的实际影响并非简单，有其两面性。
一方面，它的确是对“台独”力量的支持和鼓励。正如台湾岛内一些独立力量已经宣称的，美日对台湾的关切表明台湾的“主权体”的显现， “台独”力量也可以方便地把此解读为美日对“台独”的支持。不过，另一方面，这个声明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对“台独”构成实际上的制约作用。在台海问题上，美日联盟的正式化表明岛内独立力量的一举一动可以牵动中、美、日这三大国的互动。一旦爆发冲突，就不再是局部性的，而会牵涉到这些大国，因此，要求台湾“独立”力量的行为必须“负责任”。
然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台湾问题，美日会如何修正美日安保条约？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台湾问题可能只是美日要遏制或者围堵中国崛起的方便工具或者借口罢了。
美日安保是冷战的产物。当年的主要目标是防范苏联这个代表共产主义阵营的超级大国，是为了避免日本遭他国侵略，因而是防御性的。苏联解体以后，往日的敌人不再强大，给美日安保寻找一个新的敌人就是美日两国的任务了。克林顿时期，美日安保就提出了“周边地区”的概念。尽管美日模糊地表述，但谁都知道这个“周边地区”涵盖台湾地区。不过，即使这样，当今天美日正式把“台海问题”摆到美日安保安排上，这个安保条约的性质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就是说，把台海问题正式列为美日的共同战略目标，使得这个安排从防御性质转变到进攻性质。
中国本来就是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初所确立的美国冷战后的战略目标，只是因为后来发生了“9·11”恐怖主义事件，美国分身不得，才把中国这个战略目标暂时搁在一边。现在随着台海局势的吃紧，美国又开始把中国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回到国际政治的现实面，美国担心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和相应的军事现代化会改变目前亚太地区美国的霸权地位。要防止中国力量的崛起，作为美国亚洲最主要同盟国的日本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而一向力争当亚洲领袖的日本对中国的崛起更具恐惧感，自然要依靠美国的力量来制衡中国。就是说，即使没有台湾问题，针对中国的美日联盟也会浮上台面的。
 
另一场冷战不是没有可能
有了台湾问题，针对中国的美日联盟就更自然了。本栏已经分析过为什么在小布什的民主帝国主义教义下美、日、台能够结成联盟来对付中国。因为美国和日本的安保关系，也因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法，一旦台海发生冲突，美日必然卷入进来。既然已经存在这个制度基础，美日这次就明目张胆地围绕着台湾问题把针对中国的联盟正式化了。
正式化表明联盟不再有往日的战略模糊性。而战略的明晰化无论对中国还是亚洲其他国家，势必产生深远影响。
就中、美、日之间的互动来说，一场军备竞赛甚至新冷战变得可能。
一方面是中国大陆要军事现代化，发展足够的军备来防止台湾的正式“独立”，以最终达成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是美日要协防台湾，台湾军事方面的发展必然凸现出来。很容易理解，美国一方面出售先进武器给台湾，另一方面又竭力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出口。接下来，美国也会通过种种途径帮助日本追求更大的国际空间 （如在安理会的地位），并促使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日本已经是经济大国，其国家正常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军事化。日本的军事化又必然成为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忧虑。控制不好，这些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不可避免。
进而，中、美、日之间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日益增长，这表明中国和美日之间的关系和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但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否可以避免另一场冷战。例如，为什么中日之间经济关系的日益进步和政治上的冷漠已经共存了很多年，并没有好转的迹象。或许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和战略上的冷战可以并存。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和美日之间的冷战也不是没有可能。
更为重要的是美日战略的明晰化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战略影响。在美日战略模糊时，这些国家不用作明确的战略选择。但一旦中美分成两个阵营，亚洲国家就必须面对选择，要不站在中国一方，要不站在美日一方，就如同冷战期间，他们必须在美苏之间进行选择一样。而这种选择是极为困难的。
布什教义正在给目前的国际局势注入大变化的动力。中国如何回应正在变得十分关键。尽管中国领导层十分理性，竭力避免走美苏冷战的道路，并坚信中国的崛起可以是和平的，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日联盟所主导的国际局势的大变化，还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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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联盟意图孤立中国
美日安保首次把台湾列为其共同战略目标，这一目标的调整是冷战后亚太地区国际格局大变化的开端。尽管这一调整与中国出台的《反分裂国家法》和近年来台海局势的发展有关，但中国毫无疑义是这一调整的主目标，而台湾问题只是方便美日把矛头对向中国的工具罢了。把台湾放在美日安保之内表明美日联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日本是处于主动还是被动位置，其国际和亚洲战略的转型，必然会影响中日以及日本和亚洲国家关系的未来。
美国自然是这种转变的最大获益者。冷战以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并且正在迅速扩张中。如同历史上所有其他霸权或者帝国一样，美国的首要使命就是如何维持霸权地位，防止任何潜在的挑战者。
但美国这样做是需要很高成本的。任何帝国，其致命弱点就是过度扩张。很多帝国的解体，与其说是被挑战者所击败，倒不如说是其出于被挑战的恐惧而过度扩张，最终不能承受维持帝国所需的成本而解体。作为现代化水平最高的美国霸权，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因此，美国必须尽力寻找同盟，一方面遏制潜在的挑战者，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其霸权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最大的经济上的支持。
 
日本是美能依靠的最好对象
在所有这些方面，日本可能是美国所能依靠的最好对象。日本为中国近邻，并且和中国存在着难以化解的历史问题。无论是对中国的经济崛起还是军事崛起，日本都怀有巨大的恐惧心理。也很容易理解，日本为什么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美国要遏制中国，也百分之百地符合日本的利益。在和美国结盟的情况下，日本获得了一种安全感。
其次，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为美国提供最大限度的经济支持。实际上，很多年来，美国充当世界警察，但很多账单却是日本人支付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也是美国的民主盟友。美国霸权扩张的意识形态就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帝国，因而需要结成民主的同盟来围堵非民主的政体。所以，美国一直在做中国周边所有民主政体包括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工作，但因为战略和经济两方面的因素，日本无疑是这些民主政体中的头号依靠对象。
美日安保的转型可以为日本带来很大的利益。美国要日本共同负责亚太安全，必然鼓励日本的再军事化，就是人们一直在讨论的、也是日本近年来一直在追求的“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同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也必然辅佐日本追求更大的空间，最显然的就是帮助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日本未必能成赢家
但是，从长远来看，日本不见得就是赢家，也很可能成为美日联盟的输家。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日联盟的一员与日本的大国梦并非没有矛盾。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主要梦想就是做亚洲的领袖。迄今为止，日本方面认为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是为了帮助亚洲国家反抗西方的侵略，实现亚洲的“共荣”。这也是日本不愿意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道歉的原因之一。
和美国结盟，成为美国的小兄弟，不见得是日本人的理想。既然和美国结盟，日本必然失去独立的外交立场，而独立的外交立场正是一个世界大国的重要标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尽管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之下，但在和美国的紧密关系中，日本的外交政策不乏独立性。
对中国的政策就是如此。例如在 1989 年“六四”事件以后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但日本则不同。这种不同于美国的角色使得日本能够扮演一种中介角色。但一旦和美国正式结盟，日本毫无疑问就会失去其独立性，更不用说在西方和中国之间扮演可能的中介角色了。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的再军事化会对东亚局势及日本和东亚国家的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再军事化的日本可能有助于日本实现成为正常国家的愿望，但不见得能够提高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地位。且不说日本和东亚国家的历史问题，日本与中国和韩国（以及朝鲜）都有主权纠纷问题。一个再军事化的日本必然会引发新一波东亚民族主义浪潮。
美日联盟很显然使中国处于一个相当不利的位置，中国有可能面临战略孤立。这使得中国有可能加快军事现代化步伐，来保障国家的安全。也就是说，中日（甚至是整个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军事竞赛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军事竞赛并不能给任何东亚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全。
不过，美日结盟在战略上孤立中国的同时，也很有可能使得日本处于一个非常孤立的位置。要孤立中国并非容易，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包括日本本身在内的整个东亚经济和中国有了相当的整合。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崛起，经济力量在调节东亚区域政治中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日本在经济上和东亚整合但在战略上和美国整合，从长远来看，这对矛盾不那么好处理。也就是说，如果日本不想被亚洲国家所排挤，日本和美国结盟的路可以走，但会走得相当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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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核危机检验中国大国责任
朝鲜中央通讯社 9 日报道，该国已于当天上午成功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此前不久，朝鲜就已发布声明宣布将在研究领域进行核试验。声明称是美国的战争威胁和制裁活动使朝鲜“不得不进行拥有核武器所必需的核试验”，核武器是“遏制战争的力量”，开发核武器“完全是针对美国的侵略威胁，是为了保卫朝鲜的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安全，也是为了防止在朝鲜半岛发生战争”。
朝鲜发布要进行核试验的声明后，有关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和韩国马上作出强硬反应。韩国认为“不可容忍”，日本认为是一种“威胁”，而美国表示，朝鲜的举动会导致美国等方面实行更加严厉的制裁，甚至是军事行动。联合国安理会也强烈要求朝鲜取消其核试验。但都未能奏效。很多年来，在核武器问题上，朝鲜一直是虚虚实实，让外界摸不着头脑。尽管人们不知道朝鲜是否拥有核武器，但有一点实际上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朝鲜在进行核武器项目。现在，人们可以确认，朝鲜说的是真的。
在朝鲜危机酿成过程中，中国有关方面对这场危机可能给中国核心国家利益构成的威胁的认识并不深刻。正如朝鲜所宣称的，这场核武危机的起因是美国。从表面上看，这些年来，在这场核危机上较量的主角的确是当事人朝鲜和其“敌人”美国。但从实质面来看，尤其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朝鲜核危机问题与其说是美国问题，倒不如说是中国的问题。无论怎样，在这场核危机中首当其冲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朝核试将引发东北亚核竞争
朝鲜说得没有错，发展核武器是要自卫，是“防御性的”。就朝鲜和美国的关系来说，当然是这样。朝鲜相信，有了核武器，美国就很难来侵犯。但一旦把核武问题置于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中，那么性质就不是这样了。尽管就中朝传统友谊来说，很少会有人相信，朝鲜的核武是针对中国的，但是在任何两个国家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是永恒的。没有人会预测得到，五年后或者十年后，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会怎样。不过，朝鲜拥有了核武器，很可能就是永久性的。还没有任何国家在发展了核武器之后加以放弃的。
再者，一旦朝鲜拥有了核武器，东北亚的核竞赛和扩散会变得不可避免。如果处理得不好，日本和韩国也会走上发展核武器的道路。尤其是日本，本来就一直在叫嚷着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并已经为此作了很多努力。朝鲜拥有核武器之后，一个“无核”的日本更会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了。一旦日本和韩国拥有了核武器，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核武器所围堵和包围的国家了。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国家安全，尤其是周边国家安全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
中国对此也并非没有认识。中国一直非常清楚地强调朝鲜半岛必须无核化，并在促成“六方会谈”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作为一个大国，并且是意识到自己要履行大国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努力还远远不够。至少在外界看来，在六方会谈中，中国似乎仅仅充当了把美国和朝鲜拉在一起，提供一个平台的角色。中国实际上的努力或许更多，但从结果来看，中国的努力并没有足以促使朝鲜或者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妥协。朝鲜和美国之间，除了恶言和敌意行动升级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指向问题的解决方向。
 
朝拥核威胁中国核心利益
朝鲜发展出了核武器，或许是凭借其自己的能力，但这个机会是大国之间的不同利益所给予的。中美两大国之间的不同利益尤其给朝鲜提供了莫大的空间。中国和美国有共同利益，即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实际上，如上所说，中国在这方面比美国具有更大的利益。美国和朝鲜没有太多直接的地缘利益之争，只有当美国利益深入亚洲的时候，美国和朝鲜才会有利益冲突。美国如果能够调整一下自己的利益，和朝鲜的冲突很容易减少，甚至消失。但中国则不一样，中朝是邻居，朝鲜拥有了核武器，就是中国永远的伤痛。换句话说，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对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构成了永恒的制约甚至威胁。
但中国和美国的利益也有不同。美国不仅要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而且也有实现朝鲜“政权变更”的企图，说穿了，就是要推翻美国所认为的朝鲜“邪恶政权”。在这一点上，中国有截然不同的立场，中国对朝鲜的政体变更没有任何兴趣。更进一步，如果美国的作为要威胁到朝鲜的安全，那么中国则相反，就是要为朝鲜提供安全保障。
现在，朝鲜终于如愿。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对中国核心国家利益非常不利。这次中国终于加入其他国家的行列，对朝鲜表示强烈反对。
但很显然，对所有相关大国而言，只有言词已经远远不够，所需要的是行之有效的行动。尤其对中国来说，朝鲜大力发展核武器，其原因或许是美国，或许是日本，或许是其他国家，但不管怎样，中国都要面临最直接的挑战。在这样复杂的区域国际关系中，要找到一种大家皆大欢喜或者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并没有很大的可能性。如果最终的目标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么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就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方法的有效性。
作为大国，中国不仅要在国际舞台上尽到责任，更重要的是要认清并保护本身的核心国家利益。在朝鲜核危机问题上，尽大国责任和保护核心国家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几乎是这个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利益。现在，危机已经酿成，中国是否能够改变以往的被动立场，掌握主动权来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这既是对中国能否捍卫核心国家利益的考验，更是对中国能否尽到大国责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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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理性回应亚洲版“北约”
笔者近年来多次著文强调，对中国未来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正在形成中的亚洲版“北约”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近日在东京签署了《日澳安全联合声明》。这个声明的签署离亚洲版“北约”的形成只有半步之遥了。中国面临的最大安全挑战也就是如何回应和对付正在加速形成中的亚洲“北约”。
日澳为什么要做那么大的外交动作呢？安倍在该协定签署前说，“日本与澳大利亚有共同的价值观，我希望与澳洲加强战略关系。”霍华德也说， “这意味着澳大利亚与日本在军事领域将有更密切的合作，对五十年前就建立的日本澳大利亚联盟来说，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但同时，安倍和霍华德都指出，此一联合安全声明，完全没有针对任何国家的意思。不管双方如何解释，所针对的国家是最明显不过了。
 
联合声明对中国构成压力
中国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压力。就日澳的这份宣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 “中方希望有关国家在加强双边安全合作时，能照顾到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关切和利益，多做有助于增进本地区国家之间互信、和平与稳定的事。”对日澳宣称该宣言并非针对中国一事，这位发言人说， “我希望他们讲的是真话，中国并不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但是对中国构成的压力并非仅仅是这份宣言本身及其包括的政策含义，更大的压力可能在于这个宣言背后丰富的潜台词。人们可以对这些潜台词作这样的挖掘：首先，日本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角色。尽管在冷战结束后日本安全外交趋于活跃，但近年来的主动出击与之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久前，日本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 “和平宪法”还没有修改，日本的军事安全就已经走了出去，并且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可以相信，今后随着日本所谓的“正常国家化”，其军事和安全方面的活动会越来越频繁。
其次，这份宣言背后的美国因素也很显然。构造一个亚洲版“北约”来对付中国，一直是美国政府尤其是新保守主义政府的构想，并且在这方面已有诸多动作。这次美国没有参与，多半是因为美国用不着走到前台。原因很简单，因为前些年已经有了同样版本的《美日安保条约》和美日“二加二”协商会议。从技术层面来说，美国的不参与似乎可以减轻中国的顾虑。《日澳安全联合声明》的签署表明亚洲版“北约”的大构架已经形成，即美、日、澳三国轴心。
其三，这个轴心一旦形成，就会有相当强大的扩张力。实际上，这个轴心已经对印度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深感兴趣。如果在安全同盟的基础上，再能实现日本所提倡的包括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在内的十六国贸易伙伴协定，那么就会对很多国家产生相当大的吸引力。
其四，对中国最直接的威胁就是台湾海峡问题。台湾方面不仅一直力图构造一个包括其本身在内的民主同盟或者联盟，而且也一直在争取加入这个民主联盟。亚洲版的“北约”可以说是为了阻止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或者说是为了给台湾提供直接的保护。不管怎么说，这个安全构架已经给中国解决台湾问题设置了最大的障碍。
 
中国理性反应能避开冷
战很显然，亚洲版“北约”的直接目标就是中国，或者要“围堵”中国的崛起，或者要“平衡”中国军事现代化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无论用什么概念，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意思。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也应当看到，尽管亚洲版“北约”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但其发展方向不仅取决于美、日、澳轴心的意图，而且也取决于中国和其他亚洲相关国家的反应。就是说，这个“北约”的性质是在各方活动中规定的。要避免另一次冷战，中国的理性反应是关键。虽然中国避免不了安全战略上的压力，但至少从以下几个大方面来说，中国是可以冷眼相待的。
首先，这种安全军事同盟明显带有冷战色彩。在冷战时期，如果日、澳形成类似的同盟倒还可以理解，但放在今天的条件下，就有时光倒错的感觉。冷战后，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推动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渐提高，对外投资和经贸已经把各国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了。无论是中日之间还是中澳之间，经济的互动和互利程度已经使双方很难互相为敌了。尤其是澳大利亚，很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了其外贸增长的主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澳或者美国构造针对其他国家的同盟显然是适得其反的，很难起到其在冷战时期所能起到的效能和作用。
其次，这种带有针对中国性质的安全同盟实际上并不符合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利益。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国家都能够从稳定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如果以美、日、澳为轴心的亚洲“北约”
和中国的对立公开化，亚洲国家的利益就会最小化，因为到那个时候，一些国家将不得不在中国和亚洲小“北约”之间进行选择。而这个选择会是相当困难的。中国毕竟不是“吴下阿蒙”，对很多国家来说，和中国的交往可以获得越来越大的利益。
最后，在核武时代，这些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很大。中国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把自己置于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并且在这个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是说，离开了中国这个环节，全球经济体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尽管日、澳、美正在实行战略和经济分离，就是说在经济上和中国进一步交往的同时，在战略上“遏制”或者“平衡”中国，但只要中国开放政策不变，美、日、澳想要把一个在经济上和自己互相依赖的中国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条件下，战略和经济两者之间要绝对分离并不容易。并且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要有持续的正常的军事现代化，中国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应当说是不成问题的。
当然，理性的反应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对此置之不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今天，已对外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欧美等西方社会， “中国不确定论”近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现在很多国家开始采取自认为是有效的战略来对付中国。这或许是国际政治的规律在支配。同样，对中国来说，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有快速的经济发展，天下就太平无事了。
相反，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不仅要努力确保内部各方面发展的确定性，也要确保外在崛起的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如果不想重复前苏联的道路，那么就必须更理性，采取更有效的方式，既要避免新的冷战，又要保护国家利益。这并不是空想，政治和外交本来就是要把不可能转变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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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问题与中美关系
朝鲜问题无疑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为了缓和乃至解决朝鲜问题，中国一直在尽心尽力。中国花大力气搭建六方会谈，为相关国家的互动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平台。不过，不管中国作怎样的努力，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加深。最近的“天安号”事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方面认为，自己一直在帮助美国和朝鲜解决问题。无论是美国方面还是朝鲜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感谢中国的努力。但人们纳闷的是，为什么朝鲜半岛会不断出现这样那样的危机呢？
中国的努力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效，其中原因很复杂，但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认知偏差，即中国没有正确认识到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各种利益次序。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很自然，维持这一霸权地位是美国国际关系的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美国在欧洲、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都建立和发展出了一系列战略工具和机制。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战略目标以亚洲为重。这并不难理解。亚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并且在以后的数十年里，亚洲的这个中心不会削弱，只会强化。在任何时候，战略都是跟随着经济中心的。当亚太地区成为经济中心的时候，各国的战略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这个地区。美国更不例外，在很多方面，美国越来越像一个亚太国家。而正是在这个区域，美国遇到了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日本很多年里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紧紧跟上，而印度经济也在起飞。当在同一个区域里面临这么多强国的时候，美国没有任何理由不把其战略重点放在该地区。
在这些国家当中，中国尤其对美国构成压力。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也是因为中美两国具有很不相同的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并不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美国有诸多的机制制衡日本，中国则不然。因此，美国把中国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
 
朝韩统一不符合美国利益
可以这样说，如果美国不能保持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那么其霸权地位就会动摇。在这个地区，对美国来说，不仅要保持原来以驻军为主体的战略布局，而且要强化这个布局。因此，当日本鸠山政府要求和美国建立较为平等的关系的时候，美国当然不会同意。在普天间机场迁移问题上，美国不作丝毫的让步，结果鸠山下台，美国在和日本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其实，日本已经给了美国一个很好的教训。日本是美国在东亚的最忠诚的盟友，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如果日本也会对美国提出这样的要求，何况朝鲜半岛呢？
朝鲜半岛如果统一（不管是谁统一谁），势必导致美国军队留守朝鲜半岛的理由丧失。日本存在着反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但美国人很清楚，朝鲜民族主义更强大。一个统一的朝鲜的民族主义对美国驻军的威胁是可预期的。所以，对美国来说，朝鲜的统一不符合其利益。显然，朝鲜和韩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这是美国在处理朝鲜核武化问题上的重要考虑。
从美国这些年对朝鲜核武化的政策侧重点，不难看出，在朝鲜核武器问题上，美国对朝鲜的核扩散的担忧远远甚于其对朝鲜成为核武器国家的担忧。美国很清楚，朝鲜成为核武器国家，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
从地缘政治上说，朝鲜一旦拥有核武器，中国势必被核武国家所包围。
而美国凭借其地缘政治的优势和技术上的优势，朝鲜的核武很难对其构成直接威胁。不过，一旦朝鲜进行核扩散，最大的受害者很可能就是美国。一旦朝鲜的核武器扩散到美国的敌对国家，尤其是恐怖主义手中，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海外和海内的）就会构成莫大的威胁。
一句话，美国并不急于解决朝鲜问题，相反，美国需要这个问题的存在。美国的策略是危机管理，而非危机的解决和消除。危机管理一方面是要控制危机，避免升级到能够危害美国利益的程度，另一方面是不让危机消失或者下降到朝鲜半岛要求美国撤出驻军的程度。在危机管理方面，美国已经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对美国犯了致命的认知偏差。
中国并不认为朝鲜问题是自己的问题，而认为是美国的问题。国内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即使朝鲜核武化了，对中国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没有错，目前的朝鲜问题和中国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它更多的是美国的问题。基于这一认识，中国一直在天真地期盼着美国和朝鲜能够坐在一起，通过谈判来求得问题的解决。无论是在六方会谈上还是其他场合，中国都在作各种努力为美国和朝鲜创造互动的平台。
所以有人说，在六方会谈平台上，中国扮演的是服务（美国和朝鲜）员的角色。
 
中国要调整政策思路
可惜的是，美国并没有想真正解决朝鲜问题。这样，中国可以说是已经身陷朝鲜问题泥潭，无法脱身，也不能脱身，但也解决不了问题。本栏已经讨论过，朝鲜问题已经消耗了过多的中国外交资源。美国可以利用朝鲜半岛问题来有效牵制中国。且不说朝鲜问题已经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责任和国际能力受到负面的影响，美国在朝鲜半岛周边的一举一动（例如最近美国要派航母进入黄海）都会触发中国国内的每一根神经，外交问题搞不好会演变成国内问题。
中国怎么办？那就要调整思路。中国政策思路的起点就是要考虑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优先次序，看到美国并不想很快就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中国不可以幻想朝鲜半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既不能幻想美国能这样做，也不能幻想由自己或者其他国家来解决。国际政治的现实决定了没有一个国家希望看到朝鲜问题的解决，更不用说统一了。即使在韩国，也不见得所有人希望半岛统一。因为民主政治的存在，各派政治力量从来就没有一贯的政策。一些政治人物为了其政治利益或者权力，需要的是半岛危机不时出现。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和美国不一样，因为中国的最高目标应当是半岛的无核化。除此以外，中国和美国一样，也必须把战略重点放在危机管理上。如何做？本栏也已经对此做过一些论述，就是中国要主动为朝鲜提供安全（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保障，在此前提下达到半岛的无核化，同时帮助朝鲜融入国际社会，根据国际规则行事。中国实际上是具备这种能力的。
中国如果不能发展出新思维，继续按照目前的思路来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不仅不能缓和半岛局势，甚至会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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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和亚洲安全困境
近年来，从朝鲜半岛核危机到南海问题的种种迹象表明，亚洲的集体安全体系问题必须提高到亚洲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为什么要讨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区域内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体系。缺少这样一个体系已经产生了很多问题，经常导致这个区域的不安全状态。在亚洲区域内，已经有各种次区域的安全机制，例如东盟（亚细安）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对话、东盟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和东北亚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安全对话。围绕着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也是一种准安全机制。当然，最主要的是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美韩安全同盟。
不过，所有这些次区域安全机制并不构成亚洲安全体系，相反，这些次区域机制往往在制造着不安全。概括地说，这些次区域机制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这些机制并不涵盖整个亚洲（甚至东亚），是很不全面的。亚洲还没有一个涵盖所有国家的安全机制，更不用说是体系了。很显然，在亚洲，任何一个不能把美国和中国包括在内的安全机制都不能算是安全体系。或者说，任何一个排除美国或者中国的安全体系，其最终的结果不会是安全，而是不安全。
第二，这些机制大多是消极反应性的，例如六方会谈，就是为了回应朝鲜核危机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它是对付“不安全”的产物。因为其原初动机的制约，这类机制很难在积极意义上获得区域安全。或者说，它是为了避免“不安全”状况，而不是为了安全。
第三，一些貌似涉及安全的机制没有任何有效的约束力，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例如，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
第四，次区域安全机制具有针对性目标，就是说一个安全机制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这种自身的安全是意在通过遏制另一个特定国家的挑战而达成的。这尤其表现在美国所确立的诸多安全机制上，如美日安全同盟。它们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后，这些安全机制以制约中国为目标而得到强化。很显然，这类机制所导致的是更多的不安全，而非安全。
 
缺少机制使得“安全困境”恶化
亚洲的这种局面已经恶化了国际关系文献中人们通常所说的“安全困境”，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自私安全行为，导致了另一个国家的更大的不安全。具体地说，这个安全困境表现在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可相对区分开来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中美两国关系，即两国之间存在着的安全利益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是小国和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面对中美两大国，不管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如何，小国都存有深度的不安全感。
本栏聚焦于中美关系和亚洲安全困境问题，第二层面的问题另文讨论。
任何两个大国的关系本来就不好处理，但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不好相处。很简单，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而另一个是明显相对衰落中的大国。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外界所说的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在大部分时间里，除了中国自己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认为，对亚洲安全的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这是西方所有国际关系教科书上的观点，也是人们坚信不疑的观点：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然对其现在所处的国际地位不满，必然挑战现存秩序，挑战现存霸权，从而会最终导致不安全、冲突乃至战争。
但是经验告诉人们，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对亚洲区域安全的主要挑战不仅可能来自于崛起中的大国，即中国，而且更可能来自于一个衰落中的大国，即美国。
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表明，较之衰落中的大国，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比较有信心，更能够理性从而和平地解决问题。这些年来，中国的国际行为体现出几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文明类型的国家。数千年的历史，使得中国的主要决策者具备了其他大国很少有的大历史观，他们往往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长远的问题。理性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很重要，中国人的理性概念和美国人的理性概念很不相同，前者的理性往往和大历史观联系在一起，而后者的理性更表现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
中国的这种理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中国对处理国际问题甚至和自己有关的国际问题时，往往比较慢，显得不慌不忙。尽管西方称之为“拖延战略”，但实际上是中国想在这个过程中边做边想，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中国把很多问题看成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相信只要这个过程在继续，总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这有些类似于中医所说的道理。因此，中国所使用的方式往往比较温和。与之相比较，美国更追求眼前利益，美国的国际行为往往表现为西医的“外科手术”方式，追求的是效率和效用。
又如，中国并没有刻意要和美国争做大国。尽管社会上也有少数一些人抱有争霸的心理，但作为国家，中国整体上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
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告诉人们，如果中国要成为大国，那只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致，而非人为的努力。中国的古典《易经》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事情是不变的；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没有恒定的事物；只有“变”的道理本身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正如一个大国的衰落不可避免一样，一个大国的崛起也是不可阻挡的。人为的因素可以发生作用，但极其有限。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势”，即客观规律。在和美国的关系中，中国避免了苏联式的选择。苏联选择了和美国争霸，而中国则不仅选择了不和美国争霸，而且选择了和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接轨。
这个选择当然是中国决策者所作的，而之所以能够作此选择是背后的154中国文化因素使然。
 
中国文化决定其外交行为
第二，中国文化也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大都是反应性的。中国缺乏主动的外交战略，整个外交系统都在反应性地运作，每天对国际事务作出“救火”式的反应。这种方式招致了很多批评，认为有损于中国的崛起和在世界事务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不过，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种反应性外交可能是个客观的存在。当然，反应性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能力来解决国际问题。这些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主要是因为中国实际能力的增加。无论在国际组织、区域多边组织还是双边关系上，很难低估中国所发生的作用。
外交的“反应性”也体现在中国的国防安全观上。中国强调国防的防御性，而非进攻性。中国只有当了解到其他国家会以何种方式、使用何种武器来威胁自己的时候，才会去发展某种武器，制定某种军事战略。中国很少有主动的类似于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很难有这些方面的创新。因此，在没有明显的外在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一般都是以自己的步伐、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国防现代化。这和苏联不同，也和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不同。所有这些国家，当时都出现了“争霸”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计划。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具有异常的消化问题的能力。这么多年，尽管中国国内问题很多，危机不断，但都能加以一一克服。如果不牵涉到任何制度，大国对问题的消化能力本来就比小国要强得多，加上制度因素，中国消化问题的能力远比其他国家强。在一些方面，甚至较美国强。不用说在国内各种问题上（例如社会抗议、少数民族问题等），在国际事务上也是这样。在克服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方面，中国显现出了强大的国家能力。
如果说中国因为其不可被阻止的崛起而自信，那么美国则是因为其不可阻止的衰落而显得信心不足。和中国相比较，美国很多方面在朝着和中国相反的方向发展。
第一，较之中国，美国的国际关系缺少大历史观。美国比较侧重于眼前利益，而较少顾及到长远利益，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更强化了这一点。美国是多党政治，而政党又是各种利益的聚合。美国的决策过程也是利益分配过程，包括外交政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美国追求的是短期利益，美国总能把其“国家利益”最大化。每时每刻把眼前利益最大化就构成了美国的长远利益。这一点也是中国很多学者批评中国的地方，认为中国缺失“国家利益”观念。
第二，较之中国，美国外交呈现主动性，尤其是针对中国。美国现在是唯一的一个霸权。要维持霸权，美国恐惧于来自中国的潜在挑战。防止中国的挑战似乎已经成为美国的头等要务，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尽管中国的外交都带有回应性，但中国做什么都很容易被美国解读成是对美国的挑战。美国因此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其主动性来对付中国的崛起。当然，美国简单的地缘政治也促成美国可以这样做。中国地缘政治很复杂，被周边数十个国家所包围。但处于北美，美国只有两个周边国家，并且这两个国家是高度依附于美国的。美国的这种天然安全环境，使得其可以有充分的自由把其战略重点放在北美以外的国际空间，尤其是亚洲。
 
美国信心不足反应过度
第三，尽管美国有这么好的安全环境，但是美国还是没有足够的信心。很简单，这些年来的经验表明，美国的衰落势头似乎很难遏制。美国1890 年代就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只有到了一战期间美国才开始卷入世界事务，逐渐成为世界大国。美国成为世界大国几乎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当时作为世界体系领袖的欧洲遇到了很多麻烦，欧洲有求于美国，主动邀请美国成为世界领袖。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大国，但只是领导半个地球，即西方世界。冷战结束，美国的霸权到达了顶峰。但也就是这个时候，美国开始走下坡路。
美国一霸独大，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这也适用于国际政治。美国霸权开始犯连续的错误。美国犯错误是大国的本质所决定的，并非任何一个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美国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决定于美国所处的霸权地位。无论是国内发展还是外交事务，美国都已遇到极大的麻烦。在国际事务方面，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推行民主，都遇到了挫折。
在国内，持续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以及政府应对这些危机的无能，严重打击着美国的信心。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政治问题，两党政治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只能看着危机产生负面的影响而无能为力。
尽管美国还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信心不如从前。在没有充分信心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所使用的大都是一些“消极”的做法，即处处把中国看成其对手甚至敌人，也处处防备中国。这尤其表现在安全方面。美国的做法有几种。一是强化传统的联盟，如美日、美韩的关系。美国不仅没有根据新形势来调整始于冷战的同盟政策，反而寻找各种新因素来强化这个同盟。美日、美韩的同盟近年来因为朝鲜问题而得到强化，并且有向美、日、韩同盟一体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近年来，因为南海问题，美国也在加强所谓的“亚洲小北约”的建设，强化美、日、澳等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在针对中国这方面，美国可以说一直在寻找一切尽可能的方法，包括加强和印度的关系、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等等，尽管在一些时候，美国的做法可能表现为一厢情愿。
但很显然，美国的这些“消极”的做法，不是在增加亚洲的安全感，而是使得亚洲越来越不安全。很简单，美国的做法促使中国异常警惕，不得不做出反应，甚至是激烈的反应，而中国的反应又促使美国行动升级。这会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过程，也就是典型的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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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中美关系的战略层面



美国战略转移及其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近年来，美国正在加速把其战略重点从欧洲等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这一转移一旦完成，就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莫大的威胁。
通过北约的大扩张，美国基本上完成了围堵俄罗斯的欧洲战略。在这次反对恐怖主义战争中，尽管美国和一些老北约成员尤其是德国和法国产生了矛盾—— — 主要是这些国家并不认同美国的单边主义，但美国完全可以通过对新北约成员国施加影响来掌控北约。德、法等国虽然本身力量还比较强大，但已经没有能力来辅助新北约国家的建设，只有美国才能帮助新北约国家。这种情况会持续数十年，也就是说，在今后数十年内，美国在欧洲的大战略大致不会有大的变化。在强大的北约围堵之下，俄罗斯对美国构成不了战略威胁。
美国对中东的战略兴趣主要在于资源。以中东或者其他一些地方作为基地的恐怖主义活动不太可能对美国构成传统意义上的战略威胁。恐怖主义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主要是影响人们的心理。当恐怖主义久而久之变成人们心理一部分的时候，民众对政府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再者，尽管阿富汗、伊拉克等美国所支持的政权要稳定并不容易，但在经历一段时间以后，这些国家基本上能够扮演支持美国的角色。
加上以色列的因素，美国大致能够把握其在中东的战略。
拉丁美洲没有什么问题，传统上一直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拉美和美国有矛盾，但因为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并且是结构上的依赖，所以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来抗衡美国，对美国没有任何重大的威胁。而非洲并非美国的战略重点，今后美国也不会把战略重点放到非洲去。
 
围堵“潜在敌人”：中国
随着欧洲战略布置的完成和中东格局的基本形成，美国自然就想把战略重点放到亚太地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亚太战略的重点是努力营建一个亚洲小北约（mini-NATO），来围堵其所认同的“潜在的敌人”，即中国。美国的亚太战略的利益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首先是经济利益。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中国已经成为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美国不会放弃这里庞大的经济利益。在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上，美国和从前的帝国主义不会有实质性的区别。打开中国市场实际上是冷战后美国的重大外交使命之一。但同时，中美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表明两国之间不太可能发生类似当年美苏两国之间那样的冷战格局。
美国在亚太地区也有其政治利益。这和美国的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因素有关。推行民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宗教使命。中国（包括香港）只要一日不民主化，美国就一日不会停止施压。同样，中国大陆如果和台湾发生冲突，美国也会站在台湾的一边。
美国在亚太地区更为重要的就是战略利益。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开始把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中国提倡和平崛起，各国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美国人很悲观，强硬派对此不屑一顾，甚至连一些对中国相当友好的人士也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世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和平崛起，这个事实很难让美国相信中国的崛起会是和平的。
实际上，在“9·11”恐怖主义事件之前，布什政府已经开始构建一个围堵中国的亚洲战略同盟，即所谓的亚洲小北约。 “9·11”事件以后，美国不得不暂时中止这方面的努力。但是当美国能够从中东脱身，又开始了这种努力。最近，美国承诺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这已经超出了传统上保持两岸军力平衡的范畴。美国的意图就是要把台湾整合进美日台军事同盟。另一方面，日本和台湾等也有很大的动力来做这样的整合。
台湾近年来提倡的“亚太民主同盟”就是这样的努力。
 
迫使亚洲国家在中美之间选择
美国战略向亚太地区转移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是显然的。亚洲小北约一旦形成，就会对其他亚洲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这迫使亚洲很多国家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作一个选择，一些国家很可能就会像在冷战时期那样靠向美国。中国如果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就有可能和美国进行一场另一种类型的冷战。
再者，台湾问题也会变得更加复杂。如果台湾成为这个小北约的一部分，那么就是台湾问题的真正国际化。台湾也就成为这个同盟制约中国崛起的最有效的“武器”。
如果这样，不仅台湾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国内发展的外部环境也会很容易受到这个同盟的制约。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自然资源高度依赖海外市场。例如，中国进口的大部分石油是经过马六甲海峡的，美国想参与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意图一直是很明显的。一旦中国的外来资源供应受到遏制，国内建设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美国亚太地区的战略正在形成，但亚洲小北约最终能否实现，还要看中国的反应。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也在增大。遏制中国崛起是美国的战略，但并不是说这个战略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美国的这种战略意图，从而做出有效的战略反制。否则，一旦这个亚洲小北约形成，中国长期的国家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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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民主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布什总统第二任期一开始，便努力推行美国的全球战略。除了继续推行其在第一任期就已经开始的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外，在第二任期，美国的计划更集中于围绕着推行全球“大民主”而展开。全球“大民主”
战略尽管在很多方面并不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但无疑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构成严峻的挑战。这个战略由多方面组成，美国也根据实际的需要对此进行不断的调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大民主战略全方位布局
首先是改造现有国际组织，使之为美国推行“大民主”战略提供有效服务。二战后，美国在建立像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上不遗余力。但在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9·11”事件以来，美国发现这些组织在帮助美国在全球扩张势力或者帮助美国维持唯一霸权方面不那么有效了，于是，美国开始撇开这些国际组织，自行其是。
布什上台后，单边主义大行其道。美国的单边主义激发了国际社会的反对，连美国传统的盟友也不例外。因此，布什在第二任期开始后，想逐渐把重点转移到改造这些国际组织上。例如，布什政府任命极右派代表人物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世界银行行长。曾经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尔夫兹就扬言，其任务就是要用世界银行帮助美国推行全球民主化。而在联合国改革方面，美国的目标当然不是联合国的民主化，而是要联合国更能反映美国的利益。美国竭力帮助日本进入联合国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大民主”战略最明显体现在美国的中东政策上。美国先使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手段，推翻摧毁了阿富汗、伊拉克这些被美国认为帮助恐怖主义活动的政权，然后在那里强行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建立亲美政权。
尽管中东民主的进程并不算顺利，但已经有了正面的效应。最近一系列的发展表明，中东“大民主”计划已经对很多被美国认为是专制和权威的国家构成了很大的政治甚至军事压力。不仅叙利亚，埃及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美国推行“大民主”战略最为成功的要算中亚地区。这些前苏联共和国尽管在和苏联分离以后有了民主，但实际上还是专制统治，民主流于形式。在这些地区，美国成功地利用了当政者的腐败和现存反对派和人民的不满，鼓动人民力量（people蒺s power）来推翻现行政权，或者对现政权施加强大的压力来推动政治变革。这就是近年来所谓的“颜色革命”。在制造“颜色革命”过程中，美国强调的是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政府力量在背后操作，非政府组织则在前台活动。这样做，对美国来说，成本很低但能量很大。国内反对派和海外非政府组织的内外合作，对现存政权构成莫大的威胁。面对人民力量的崛起，执政当局在镇压和不镇压之间面临两难的格局。在多数情况下，现政权都不战而降。
和欧盟合作，对俄罗斯构成压力，诱导俄罗斯的“欧洲化”，也是美国“大民主”战略的一部分。冷战后，美国为了全面遏制俄罗斯的东山再起，实行“北约东扩”的办法。 “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构成的压力和威胁，俄罗斯是有深刻体会的。但是随着北约和美国力量的日益强大，俄罗斯越来越没有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加上最近中亚国家成功的“颜色革命”
和民主化，俄罗斯所感到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很多迹象表明，俄罗斯已经没有能力与美国和欧洲正面对抗，采用主动“欧洲化”必然成为俄罗斯最为理性的选择。而“欧洲化”也是美国和欧洲所希望看到的。
 
中国的政治压力剧增
在东亚，美国“大民主”战略最重要的就是和日本（甚至台湾）结成军事和民主同盟。尽管上述方方面面的“大民主”战略对中国都可以构成一定的压力，但美日同盟对中国的影响最大，挑战最为严峻。美日安保开始正式关注台湾海峡问题，加上中日关系之间其他各个方面的潜在冲突，这个安保的军事性质足以对中国构成军事威慑。再者，这个所谓的民主同盟同样可以对中国构成政治上的压力。美国的民主帝国主义矛头一旦指向中国，这个同盟的重要性就会显现出来。
美国推行其全球“大民主”战略，中国所面临的非军事的政治压力正在不断上升。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冲击中国的时候，邓小平的南巡为中国缓解了外在的巨大压力。不仅国内的诸多问题因为南巡以后的经济大发展而得到解决或者遏制，而且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也从政治方面转移到了经济方面。
但下一波民主浪潮一旦来临，情况就大不同了。美国的“大民主”战略构成了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大民主”战略促成了中国周边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化。就中国的压力而言，这个大环境不能和 80 年代末90年代初时相提并论。同样重要的是中国面临的内部政治压力。由社会分化和民族矛盾造成的群体事件在近年来不断出现，而沉默多年的公共知识分子再次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另一方面，政治改革举步维艰，党政官员的腐败变本加厉。这些都在促成内部政治变革动力的形成。一旦内部改革动力和外在的民主大环境得到有机结合，就会造成很大的政治能量。如何通过内部政治改革来消化日益变化的政治内外环境，是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怎样做？迄今对此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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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新转折点
美日把台湾列为安保的共同战略关怀，立刻引起了中国的高度不安。
的确，中国有足够的理由忧虑，因为这标志着美国开始调整其亚太乃至全球战略，对中国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过，未来的亚太格局甚至全球格局如何变化，不仅要看美国的战略调整，也要看中国如何回应。随着中国各方面的崛起，中国不会只是消极等待美国的战略调整，而是会正面积极回应。实际上，在美国的意向明确以后，中国如何回应是未来亚太格局走向的关键。
 
新保守主义主导美国外交
作为冷战后唯一的霸权，美国的战略具有全球性。正因为这样，美国是把中国置于其全球战略中来考虑的。新保守主义是布什政府的主导外交政策话语。尽管在理论层面，新保守主义具有相当丰富的内容，但在实际政策层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在军事上实行先发制人和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帝国主义。美国的中国策略也必须在这个构架内来研究、讨论。
在欧洲和中东，美国都是从这两方面来推行其全球战略的。在欧洲，除了俄罗斯，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法、德等国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在一些问题上与美国持反对意见，但法、德无意也缺少能力挑战美国。在遏制俄罗斯方面，美国在军事上通过扩张北约，在政治上通过向俄国施加民主的压力。美国不仅关注俄罗斯本身的民主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俄罗斯周边推行泛民主运动。在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以及中亚前苏联共和国的民主化方面，美国在培养亲美的民主政权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在中东，美国利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先推翻美国界定的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如阿富汗和伊拉克，再在那里建立亲美的民主政权。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运动的过程刚刚开始，远未终结。伊朗、叙利亚、埃及等国都是美国推行中东大民主计划的一部分。
在中国问题上也是这样。首先应当指出的是，美国早已经把中国认定为其在亚洲的主要对手。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对这一点的认识是相当一致的，从克林顿政府到目前的小布什政府，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不同的只是各界政府应对中国的方法侧重点不同而已。有一点很清楚，美国已经逐渐地从全球范围内来制定其对付中国崛起的策略。
对中国，美国实行军事上的打击当然不可能，但美国可以从军事上来遏制中国。因此，美国的动作频繁。在武器禁运问题上向欧盟施加巨大的压力，希望欧盟维持对中国禁售武器的决定。美国也加紧把日本和台湾整合到自己的武器防卫系统。再者，美国也向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如印度等，出售先进武器。在政治上，美国除了支持海内外的“民运分子”，还用民主同盟方式来围堵中国。这从赖斯就任国务卿之后的首次亚洲之行的布局就可以看出。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印度、韩国，赖斯都始终强调民主同盟的价值，并且对针对中国的权威主义政体直言不讳。
 
中国必须理性回应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这种意在遏制中国崛起的全球策略呢？中国应当一方面避免和美国陷入一场类似于美国和前苏联那样的冷战，而另一方面在避免处于战略上被孤立地位的同时，继续营造一个崛起的国际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任何情绪性的和非理性的回应都会适得其反，理性和现实主义应当占据中国区域和国际战略转型的主导地位。
应当看到，美国现在是新保守主义当道。新保守主义所设想的世界蓝图在很多方面不可避免地具有空想色彩，要实现这些理想并不容易。
尽管美国在尽力建立联盟，以有效地追求其理想战略的实现，但在实际层面，这种追求是否是可持续的，还有待于观察。
中国也不必看轻自己崛起所产生的影响力，尤其是经济上的力量。
在国际政治上，经济实力还是基础。有了经济力量，中国的海外影响自然就会扩展。有了经济力量，中国的国防建设才是可持续的。中国最近数年的经验表明，过去所缺失的软力量方面也有了增加。英国 BBC 广播公司前不久的民意调查表明，很多国家开始认同中国的国际行为，而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政策持反对意见。新保守主义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国际单边主义。现在看来，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执政团队在继续实践单边主义。
布什任命强硬派官员去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任职，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提高军事现代化透明度
中国一方面要理性回应美国的战略转型，同时也要继续走自己业已确立的包括多边主义、经济外交和睦邻政策在内的国际路线。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应当认真考量崛起对本区域甚至整个国际事务的重大影响。中国的经济崛起可以使得更多国家受惠，但军事上的崛起就会有所不同。军事上的崛起不见得就是说中国把军事建设作为重中之重，也不见得一定表现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竞赛。随着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其军事现代化必然随后。即使是正常的军事现代化，也必定对区域格局产生很大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尽管中国领导层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国际社会解释中国和平崛起的意图和决心，但还是有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军事崛起可能带来的影响。
中国当然不会因为美国的压力而放缓军事现代化的步伐，相反，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只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抵消美国的军事围堵。
但是如何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军事崛起的担心，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必须尽到的责任。提高军事现代化的透明度看来成为必要。只要中国是负责的大国，美国的围堵政策就很难取得成功。从自身的转变开始，或许就是中国反击美国围堵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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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消化美国的“围堵”策略
冷战后，美国成了唯一的世界霸权，但同时也是唯一的继续抱有冷战思维、企图实行冷战策略的国家。美国的冷战思维有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就是先发制人的军事主义。在冷战期间，军事主义是用来对付当时的苏联集团的。但军事力量主要用于相互的威慑，美苏两大军事集团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当时，无论苏联还是美国，军事上的先发制人并不可行。但是现在美国用上了军事主义，尤其针对小国。
其次是单边主义。在冷战期间，美国为了要对付强大的苏联，不得不把重点放在多边主义上，如北约。但现在它所对付的是比苏联弱小得多的国家，不必再依靠盟国的力量，单边主义于是盛行起来。
再次就是强行推销民主政治。在用军事征服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后，美国在那里开始了民主试验。近年来在中亚各国又进行了“颜色革命”，利用金钱和当地的反对派推翻现有政府，扶植亲美政权。
在对华关系上，美国冷战思维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围堵”策略。这与美国对一些比较弱小的国家的战略不同。顾名思义，所谓的“围堵”就是一种多边主义，美国希望在亚洲或者全球结成联盟来遏制中国的崛起，或者说得好听一些就是，要迫使或者“引导”中国走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
 
中国应确立崛起的战略
“围堵”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冷战期间对付前苏联的做法。美国现在想再次使用在中国身上。克林顿时期对“围堵”中国有过争论，但并没有使用。布什政府上台以来开始实施。在亚洲，中国最担心的就是美国是否会造就一个南起澳大利亚、北至日本的亚洲版“小北约”。除了强化其在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外，美国最近也开始施展强大的攻势拉拢印度。当然，中东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至少在美国的心目中，如果能够在中东培植亲美政权，中东也应当在其“围堵”中国的战略中起到一份作用。在全球范围内，美国最明显的做法就是要和欧盟协调对华政策。近年来美国对欧盟是否取消自 1989 以来的对华武器禁运一直施加着莫大的压力，并且进一步和欧盟就中国战略进行战略层次的对话。
中国能否对付和消化来自美国的压力？中国必须回应。但不同的回应方法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局。从 1990 年代初到现在的经验来看，中国没有必要直接去回应美国的做法，相反，确立自己的崛起战略并且持之以恒地沿着这个战略走下去，远较被美国牵着鼻子走有效。
美国似乎来势汹汹，但美国的冷战思维是否可行和持续？这是个大问题。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已经改观了世界局势。在这个大趋势里，冷战思维不仅不再那么有效，而且代价也越来越高。
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今天美国的冷战思维中，已经把自近代以来最有效的拓展一个国家影响力的方法，即经济方法边缘化了。贸易强国是近代以来铁的定律。西班牙、葡萄牙、大英帝国的崛起都是应用这一原则的结果。尽管军事力量也一直是一个国家近（现）代性的标志，但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的支持，国家力量无以为继。前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实际上，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霸权的形成也和其使用经济方法紧密相关。美国当年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复兴经济就是最好的例子。
伴随经济方法的往往是美国的多边主义。在亚洲，美国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如果当年美国没有马歇尔计划和多边主义，今天的世界格局就会很不相同。可惜的是，在今天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军事主义和单边主义占了主导地位。在“9·11”恐怖主义事件以后，军事主义和单边主义已经给美国力量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或许，美国为了维持其霸权地位，为了对付恐怖主义给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的直接威胁，不得已而为之。但这样做的确只能给美国制造越来越多的对立因素，甚至是敌人。
 
多边主义符合国际利益
在冷战期间，美国也在推行其民主政治—— — 如在战后的日本、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但因为有经济主义和多边主义，美国还可以说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然而现在先发制人的军事主义和强行推行民主，却往往使得美国表现为一种摧毁性的力量。
美国与其说是担心中国的崛起，倒不如说是恐惧于中国崛起的方法。中国从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到近年来的“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所走的路线，实际上和美国当年走过的经济主义和多边主义路线有所相似。中国在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国际事务上实行以经济外交、多边主义和睦邻外交为中心的和平崛起道路。这个路线既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相吻合，又大大推进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在军事战略方面，中国一直采取低姿态。尽管军事现代化也在加速，但并没有像前苏联和现在的美国那样远远超出防卫性质。经济外交的拓展一方面为国内的经济建设服务，另一方面提高了和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性。相互依赖性的增加为中国解决和周边国家的冲突造就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正因为经济方法较之军事方法更能促成交往间各国的“共赢”局面，中国的影响力随着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迅速走向亚洲各国和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的影响力随着其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扩大。例如，现在无论是中国内部需求方面还是供应方面的变化都能够影响世界市场。
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方法远较美国的军事方法有效。无论在亚洲还是在世界各地，美国现在要结成一个“围堵”中国的区域联盟或者世界联盟并不容易。很少有国家愿意牺牲和中国交往的巨大经济利益而和美国结成政治或者军事联盟来“围堵”中国。韩国、东盟各国、澳大利亚等对美国“围堵”中国战略的冷淡反应就说明了这一点。
作为世界唯一的霸权，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过度反应似乎可以理解。
不过，中国也似乎没有必要来直接回应美国这样那样的举措。中国一要加速自卫性质的军事现代化，二要继续既定的以经济方法为主体的和平崛起道路，只要有这两条腿并行，美国的“围堵”策略并不难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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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转型外交对中国的含义
“转型外交”（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是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提出的外交战略。概括地说，转型外交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也就是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美国要通过外交推广其所界定的民主，从而促成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转型。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民主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尽管从小布什第二任期开始，美国的国际战略从极端保守主义向较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倾斜，但推行民主仍然是主轴。
第二层含义是美国推行民主政治的手段和工具的转型，也就是外交手段的转型。在第一任期里，小布什采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手段，打击乃至摧毁美国所界定的敌国，然后在那里建立亲美的政权。阿富汗和伊拉克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很显然，用军事手段甚至是单边军事手段促成其他国家的政体转型对美国来说代价极高，并且用这种方式促成的民主政体很难稳定下来。所以，在近年，美国开始使用“转型外交”策略，美国推动民主的手段开始从外力强加向内部催生转型，就是通过各种非军事的手段（如依靠所在国的反对党或者非政府组织）从内部来催生民主。其目标与前一类型并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推翻现存反美或者对美国不友好的政权，建立亲美政权。
 
“转型”外交也针对中俄
“转型外交”的试验是从中亚开始的，美国在那里成功地推行了多种“颜色革命”。美国使用数量并不多的经济支持加上正式甚至是非正式的外交手段，利用当地的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成功地推翻原政权，建立亲美政权。在“颜色革命”成功以后，美国更在深化这种由内部因素促动的政治变革。现在，美国的“转型外交”开始呈现全方位的趋势，它不仅针对美国所界定的“敌人”国家如伊朗，也针对美国所认为的非民主或者“欠民主”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针对伊朗，美国尽管并不会放弃军事手段，但同时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利用伊朗的反对党和反对政治势力，试图改变伊朗现存的反美政权。针对俄罗斯，美国认为普京政府这些年来有反民主化的倾向，因此也想利用当地的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向普京政权施加压力。美国的这一做法已经引起了普京政府的警觉，后者最近已经开始大力收紧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尤其是对那些接受美国资金的非政府组织的管理。
“转型外交”对中国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并且会是不小的，因为“转型外交”也是冲着中国来的。这种影响或者是美国本身所产生的，或者是因为中国的反应所产生的。针对中国的崛起，美国近年来已经在亚洲重新进行了军力部署。最近美国也宣布会增加驻华外交官来推进其“转型外交”，在中国内部寻求任何可能的因素来促进社会与政治的变革。不仅美国已经向中国传达出了这种信息，连美国的盟友日本也开始在这方面发表议论。在中国民主化问题上，日本政府和西方国家不同，一直比较低调。但最近日本高层高调起来，开始公开议论中国的民主化，并把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国威胁论”联系起来。对日本高层这种论调的转型不可小看，因为所谓的美日台联盟的雏形已经出现，且正在快速发展。这个联盟不仅是军事联盟，更是所谓的民主联盟。美国利用这一民主同盟向中国施加压力不是没有可能的。
 
中国内部矛盾迅速上升
美国之所以要把“转型外交”使用于中国，主要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正在迅速上升。从最近美国高层各方面的言论来看，美国判断中国有可能出现变化。美国强调的是两点：一是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二是中国政府要做出的选择。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注意到了美国的意图。前段时间，广东省发生了诸多恶性社会群体事件，西方媒体对这些事件广为报道。最近，广东地方当局坦言有外部势力介入这些事件。尽管当局没有明说这些外力是什么，但这表明官方已经注意到这个方面的发展。中国的警觉并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导致社会群体事件增多；另一方面，中国民间社会的空间也在迅速增加。
美国的“转型外交”并不见得能够持续。自由、民主自然是崇高的政治价值，为人民所追求，但当这些价值被美国用来追求其国家利益的时候，不仅不能给美国增加软力量，反而削弱了美国的软力量。强行推行民主实际上使得美国的负担越来越重。即使最初能够推行民主，也并不见得能够运作良好。在阿富汗、伊拉克，甚至中亚各国，民主什么时候能够稳定下来，会不会重新回到权威主义政体，这些都是未知数。
美国的这种做法也并不见得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所接受。例如，亚洲国家尤其是东盟诸国，尽管民主政治也是其政治发展目标，但并不见得乐意接受美国的民主观以及美国的做法。
但不管美国的“转型外交”是否可持续，中国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压力都在增加。无论如何，外部力量总是要通过内部力量发生作用的。中国理性的回应应当是加快内部的改革。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层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第十一个五年规划重点向弱势社会群体倾斜，尤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但这还不够，政治过程也应当逐渐向人民开放。多元的经济利益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政治要求，这些要求要通过政治参与来表达。就是说，政治过程应当包含更多的社会利益，在扩大政治过程的社会基础的同时从内部来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只有当内部的各种政治需求被内部改革消化了，外部力量的影响才会被消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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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仍难以定性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前不久访问美国。对中美首脑的这次峰会怎么评估？观察家们已经从不同的立场或者意识形态面作了不同的解读，从极其乐观到无限悲观，一应俱全。但在各种各样的解读中，很少有人去回答一个早已经被提出的问题：中美关系发展到了今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关系？
在出访之前，中国方面就有人把这次访问定义为“定性之旅”。去年，美国方面就对华政策提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概念。概念提出后，中国方面是加以认同的，并作出了正面的回应，更希望两国能够朝着这个概念的方向来深化关系。胡锦涛的这次访问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概念来构建的。在访问期间，美国把中国界定为“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中国方面则想更进一步，如外交部长李肇星所说，中美两国是“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无论是“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还是“伙伴关系”，都是建设性的。毋庸置疑，中美关系必须朝着具有建设性的方向构建。两个大国的关系如果不是建设性的，不仅对两国的关系，而且对整个世界事务都会产生消极影响。不管怎样，“建设性”可以说是中美关系必须达到的最低线，也是今后改善和提升这种关系的前提。
 
“利益相关者”对谁负责
这次出访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说明，中美关系仍然难以定性。虽然中国认同美国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的提法，但对这个概念，中美双方有着不同的解读。最核心的分歧是在“对谁负责”这一问题上。对美国方面来说，自然希望中国能够对美国负责，对西方负责，尤其对西方美国所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负责。很多问题诸如贸易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人权问题、伊朗和朝鲜的核武器问题等都是在这个责任领域展开的。或者说，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行为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是美国衡量中国是否为负责任国家的指标。
另一方面，随着自身的崛起，中国再三强调自己正在成为一个责任大国，但中国对责任有自己的定义。正如美国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考量。在定义中美关系的时候，中国不仅有内部的考量，也有对自身国际定位的考量。中国的定义不见得符合美国的标准。这样，中国的一些国际行为经常被美国视为“不负责”，或者“负责不够”，甚至“威胁”。例如，近年来，中国与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等的国家的经贸关系尤其是与相关国家的石油外交有很大的发展。尽管中国这样做和美国并无关系，但经常被美国作过分政治化的解读。对美国来说，中国与被美国视为“敌人”的国家打交道，就是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
尽管胡锦涛的访问没能在中美两国关系的定性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但可以看出，两国在定义互相关系上开始趋向现实主义的态度。就美国方面来说，冷战结束以来，对华关系的定义变化不定，从“战略伙伴”到“战略竞争者”，再到“潜在的敌人”。这次，美国不再简单地作这样的定义。中国方面也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急于要和美国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这次，中国也不再强调这种并不切合实际的提法。相对来说，无论是“利益相关者”还是“具有共同战略利益国家”，都是较具中性的概念，并且较为切合实际。更为重要的是，“利益相关者”是个动态的概念，也就是说，中美两国关系的性质是在两国互动的过程中决定的。
中美两大国既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又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这表明两国间的冲突和合作都是常态。双方现在都能够认同“共同的战略利益”或者“利益相关”，这是双方合作的基础。
那么在潜在的冲突方面呢？在如何对付潜在的冲突上，两国间互信的确立并不容易。自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以及西方努力利用各种现有的制度机制来制约中国。随着中国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所有重要的国际和区域性组织，美国以及西方的这一波努力基本上已经告一个段落。
 
亚洲“小北约”制约中国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开始谋求建立新的制度机制或者区域联盟来对付中国。在亚太地区，美国开始以美日联盟为核心，通过深化与印度、越南等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来加强对中国的制约。美国甚至试图通过加强跨大西洋合作，利用北约来对付中国。在北约基本上完成制约俄罗斯的战略后，美国和一些欧盟国家期望北约在亚太地区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美国的做法是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日安保为核心，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在内的一个从属于北约的亚洲“小北约”。无论美国的借口怎样，这个小北约的直接对象就是中国。
美国的这些战略举动对中国的国际战略不可能不产生影响，中国当然不会无动于衷。美国的国际战略在增进一些国家的战略利益的同时，也在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另外一些国家的利益。中国并不是没有办法来消化美国国际战略的消极后果。中国和周边国家已经成功地组织了没有美国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峰会”。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促成了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高度经济整合。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今天，处于中国经济圈的这些国家已经没有可能完全选择美国，或者完全选择中国。也就是说，美国要结成像冷战期间那样针对第三方的政治军事联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然，这对中国也一样。
任何针对第三方的区域或者国际联盟都会制造出国际政治上典型的“安全困境”，即一方的安全就是另一方的不安全。如果让这个安全困境主导中美关系的发展，到最后双方都会成为受害者。但既然经济上的整合已经为双方的互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双方就要努力在此基础上培养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互信。“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已经确认了双方的共同利益，那么如何把这些共同利益做大从而缩小冲突面，乃是两国需要努力的方向。
可见，只有当双方能够找到并建立遏制和解决潜在冲突的制度机制时，中美关系的性质才有可能加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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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前景
战略性贸易指的是国家把对外贸易放到其国际战略中来考量，根据其国际战略利益来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纯粹市场意义上的贸易并不包含战略利益，国际贸易活动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你卖我买”，或者“你买我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所需要考量的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和利益。而战略性贸易则往往把贸易利益和国家的国际战略利益联系起来，对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甚至超过对其贸易利益的考量。对战略性贸易来说，贸易可能只是达到其战略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已。
自主权国家形成以来，大国之间或者大国集团之间的贸易从来就不是纯经济学意义上的。大国或者大国集团总是希望通过贸易来达到其战略目标。最为明显的就是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两大集团之间的战略贸易。当时在两大集团之间很少有实质性意义上的贸易，大部分贸易发生在两大集团内部。在集团内部，各国家间实行优惠贸易政策，这尤其表现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上。为了对付当时的苏联和全球共产主义力量，美国战略性地使用其贸易政策，对其西欧盟友、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实行非常开放的贸易政策。例如，美国为了其战略利益，能够容忍对日本贸易的巨大赤字。而对其敌人，不仅没有自由贸易，而且往往实施经济制裁。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唯一的世界霸权。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加速现象。应当说，美国在推进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没有美国和其他一些大国的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不会达到现在这个水平。当然，美国这样做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是难以估量的。冷战结束后，尽管美国也在随时随地根据需要来使用武力，但在大国外交中，美国的霸权地位主要是通过其经济力量来维持的。也就是说，强大的经济力量是美国保持霸权这一战略目标的最有效的手段。
 
美难容忍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但是全球化也促成了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的崛起。如何消化新兴国家的崛起对美国的影响就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考量。就中国来说，在经贸层面，美国主要面临两个互相关联的挑战。其一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收支平衡问题。现实是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越来越大，这种情况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当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对战略因素的考虑，那就是美国禁止向中国输出高科技产品。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消化中国在亚洲地区日渐增强的影响力。中国的崛起主要是经济上的崛起，因为亚洲经济区域的一体化，亚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圈，中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在美国看来，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扩大自然意味着美国力量的削弱。和早期的美日关系不一样，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差异。今天的美国也不像当年那样面临一个类似苏联那样的战略敌人。这些因素使得美国越来越难以容忍和中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美国不时地把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这更容易使得贸易逆差问题政治化。
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近年来，美国又似乎想回到往日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如冷战时期那样，这种战略性贸易政策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对亚洲的一些国家实行更大的贸易开放，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在贸易开放方面，美国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如新加坡、韩国和泰国等进行自由贸易谈判，有些已经制定了正式协议。但在同中国的贸易方面，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近年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贸易保护主义尽管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相关，但一旦贸易保护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就很难找到理性的解决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中美两国之间贸易纠纷越来越多并且经常成为美国政治议题的重要原因。
 
全球化使经济体互相包容
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美国的这种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前景并不乐观，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战略性贸易理论适用于传统绝对主权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而已经不再适用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在传统主权国家，各国家所拥有的“国民经济体系”的边界及其经济利益是相对固定的。也就是说，“我”的经济利益和“你”的经济利益的分界相当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有可能，而且也相当有效。但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条件下，很难说还有经济体尤其是大国经济体仍然拥有传统意义上的完全或者绝对主权。尽管政治上各国还是主权体，但在经济上各国之间已是互相包含和渗透，达到了一种所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相互依赖。相互依赖通常指的是因为各国的比较优势不同，各国可以在国家间的贸易中获得利益。
中国和亚洲国家尤其是和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就处于这样一种相互包含和渗透的状态。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传统贸易理论所能解释的。这是一种有机的关系，是通过生产要素在区域内根据市场规则配置的结果，并且这种配置往往和主权国家的政府很少发生直接关系，因为配置的主体往往是企业（如跨国公司）本身。人们早就观察到，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和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的发生是同一过程。就是说，只有把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放到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逆差中间才能得到解释。中国和美国希望与之实行自由贸易的一些国家（包括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已经确立了有机的经济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要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也势必影响这些国家。美国或许可以做，但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考虑到许许多多美国公司本身也已经是中国及亚洲国家经济体的一部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执行更显得困难，代价很高。
顾名思义，战略性贸易政策是非经济或者政治考量的结果。政治也因此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来避免或者减少国家之间贸易的战略性考量，这也就是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各方面战略对话的意义所在。战略对话不仅仅是为了增进两国的互相理解，更重要的是为了找到和确立全球化状态下解决两国贸易纠纷的新机制。在全球化状态下，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已经行不通，无论是美国、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关起门来发展经济已经不可能。如果国家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的贸易利益，那么就要建立新型的机制来解决开放条件下的经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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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在什么意义上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去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间可能产生的G2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说到G2，首先要提到几年前美国经济史教授弗格森提出的“中美国”的概念。“中美国”的概念已经超越了中美两国的关系，是说这两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了。弗格森当然指的是中美两国高度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即中国生产积累和美国消费的现象。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老牌战略学家如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也从战略的角度提出了G2的概念。这里的G2指的是中美两国关系，即人们所说的中美两国集团或者两国联盟。对基辛格等战略学家来说，G2不难理解，当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重大问题，如果离开了中美两国的合作，就很难得到解决；如果中美两国发生冲突，世界就会大乱。
 
对G2概念的争议
对G2的概念，海内外已经有很多的讨论。反对者担忧，在G2之下，中国会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中国所能做的就是为美国付账单；在战略上，也担心G2会演变成为美国为了对付和消化中国崛起的“大战略”。
当然也有赞成者。赞成者中的一些人从民族主义出发，感觉到G2表明中国终于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成为大国了；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需要通过和美国的合作而得到解决这样一个事实。
在国际社会，尽管一些国家乐意看到中美两国之间更紧密的合作，但很多国家担忧中美两国会演变成为两国集团或者联盟，因为如果两个大国垄断国际空间，那么很多小国家的国际空间就会荡然无存。当然，也有国家看到的是中美两国间巨大的发展差异和政治制度差异，根本不相信会出现这样一个两国集团或者联盟。中国领导人已经公开否认中国会接受G2的概念。
尽管对G2概念有诸多争议，现实中中美两国也不时发生贸易等方面的纠纷，但大趋势是两国关系和合作越来越密切。两国的经济和金融关系并没有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受到很大的影响。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也似乎在加速。合作不仅发生在传统安全如核武器扩散问题上，更表现在新安全问题上如环保、能源等领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关系会发生突然的断裂，也难以想象中美关系会发展成为冷战期间美苏之间那样的互为对立和威慑，更没有任何证据指向中美两国会像两国的一些强硬派所预计的很快发生一场争霸战争。
 
事实上的G2
即使G2不能上升成为一种主观的制度安排，它也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了，即事实上（de facto）的G2，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既然产生了，人们就要面对现实，检讨为什么产生，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正是因为一个事实上的G2是中美两国关系客观发展的结果，而非两国人为的制度安排，那么，它可能隐含着特殊的合理性。
不难发现，它是人类历史上大国关系的一种新类型。历史上，大国并不好相处，大国关系并不好处理。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
首先是战争。例如欧洲国家之间，因为各国力量旗鼓相当，经常要通过战争来决定自身在（区域）国际关系等级中的位置，结果大家都是输家。欧洲发明了主权的概念，不仅给欧洲本身，而且给世界带来了无穷的战争。正因为有两次世界大战，欧洲接受了教训，所以才有现在欧盟的出现。欧盟的出现表明欧洲不得不放弃主权概念。
第二是一个霸权取代另一个霸权，取代的过程往往是战争不断。也有比较和平的方式，例如美国取代英国的过程。尽管美国和英国之间没有战争，但在霸权的转型过程中，世界也充满了各种战争和冲突。
第三是少数几个大国瓜分世界，这表现为前苏联和美国阵营对世界势力范围的分割。
前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最为担心的就是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必然和美国发生争霸战争。但这种现象并没有发生，发生的就是上述的一个事实上的G2的产生。
那么，这个事实上的G2是如何产生的？应当说，它是客观历史的结果。它和中国的开放政策有关，在开放政策下，中国在把自身转型成为世界最大制造基地的同时，也造就了出口导向型经济，世界最大消费国美国成了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它也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选择的结果。改革开放后，中国接受现存国际体制，加入美国乃至西方主导的各种国际组织，这就保证了中国不会像前苏联那样另立体制，而是在现存体制内崛起。随着地位的上升，中国开始接近处于这个等级顶端的美国。中国的发展越快，离美国的位置越近，就越看似G2。
 
国际社会的扁平性与等级性
尽管人们对国际关系有各种理想的设想，中国本身也一直在寻找一种更为民主和公平的国际关系，但在现实层面，国际关系仍然体现为等级性。近二三十年的全球化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两个互为矛盾的效果。一是所谓的国际社会的扁平化，就是说，各国关系越来越密切，它们间的关联性也越来越强。二是等级性。各国同处一个制度系统，越来越能感受到他国对自己的影响，而各国所具有的影响力是具有等级性的。在传统国际体系中，因为各国的依赖性并不很强，各国对这种等级性的感受并不会像今天这样强烈。
从一个能够避免大规模国际冲突的国际权力结构来说，一个事实上的或者隐性的G2结构有其非常积极的一面。如上所强调的，今天重大的国际事务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就很难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G2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整个世界。
但也应当认识到，G2既不是“中美国”，也不是其他种类的Gx。美国和日本有G2，和英国也有G2，同时也存在着各种不同形式的联盟Gx。但这些G都是有特殊的任务和目标的，并且多侧重于战略方面。也就是说，这些G都是美国及其联盟用来对付其他国家的，因此在事实上也是排他性的。中美G2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本栏已经多次讨论过中国所奉行的开放型区域主义）。这个开放体系不仅造就了中美间的G2（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实际力量），而且也使所有其他国家都能分享到这个体系的好处和利益。
正因为G2处于开放体系下，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很难搞垄断。两国间有相互的合作，同时竞争也不可避免。但竞争并非那么可怕，因为是同处一个体系，竞争更多表现为良性，而非恶性。
 
当前G2的局限性
对中国来说，一方面要意识到G2的客观存在及其必然性，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目前的G2在很多方面很不对称，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首先，G2的局限性很明显。尽管存在着G2，但中美两国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数量方面，即经济和技术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本质方面，例如两国不同的文化和政治体制，更不用说军事战略方面的利益了。就是说，在G2下，中国不是“美国第二”，中国永远成为不了美国，也不会演变成为上面所说的其他种类的G2或者Gx（即联盟）。
其次，目前的G2过于集权，主要是美国“主导”，中国不得不“顺从”，尤其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依附着美国。这种依附型的关系对中国不利，对整个区域不利，因此也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中国要走“分权”路线。就是说，在G2下，中国应当担负必要的国际责任，但不可对国际责任作过度的承诺。中国需要把重点放在内部建设上。内部建设不好，就没有可持续的力量支撑这种外在的G2，甚至会被处于这个体系内部的另外一个国家所取代。中国除了要加速在这个体系内追求其战略和政治利益外，更需要建设一个内需型发展社会。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中国过分依赖于美国。一个内需型发展社会不仅会减少对美国出口的依赖，同时也会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这会使得G2经济关系更公正一些。鉴于中国政府强调内需社会建设的做法，弗格森不久前提出了G2要“离婚”的说法，这并没有任何根据。如果中国成为内需社会，这个“婚姻”不仅会更加公平，而且会更加紧密。
可以预见，内部建设、开放型区域主义和分权型G2，这些必将构成中国内政、外交的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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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怎么了？
最近，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很多人感到非常惊讶和不解。不久之前，人们对中美关系还表现出无限的憧憬。在美国，不断有新的概念如Chiamerica（中美国）和“G2”（两国集团）等出现来形容中美关系。尽管中国政府表示不接受这些概念，但很多人乐见其成。中美关系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关系稳定了，中国的国际关系大局也会跟着稳定。
奥巴马上台之后，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期望值更是到了一个顶点。奥巴马政府改变了以往美国对华政策“先抑后扬”的传统模式，在去年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实现了很多“突破”。规模空前的首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于6月在华盛顿登场，两国军方高层互访在下半年出现历史性进展。年末，奥巴马的首次访华把中美关系提升为“共同应对挑战的伙伴关系”。
但最近数月的发展的确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最初的迹象是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举措。在元旦前夕，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宣布对中国产油井钢管征收超高额惩罚性关税。去年9月开始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举动很快就反映到了学界和政策界。1月4日，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其《纽约时报》的专栏上发表题为“中国人的新年”的文章。克鲁格曼认为，中国政府人为地保持很高的贸易顺差，奉行的是重商主义政策。中国的汇率政策对美国来说具有掠夺性，中国方面只顾本国“出口工业”利益的汇率政策导致了美国的失业大军。同时，制造美国房地产泡沫危机的祸首也是中国。在他看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部分用作了美国国债的投资，这使得美国的利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同时它也催生了房地产泡沫。克鲁格曼因此主张和中国进行一场贸易大战来改变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失衡。
也就在同一天，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欧亚集团发布报告，列出2010年的十大潜在风险，中美关系恶化竟然位居榜首。报告直截了当地说，G2的想法已经胎死腹中，中美关系将在这一年大幅恶化。
接下来就是美国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武器案。1月30日，美国政府公布新一轮总额为6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其中包括60架黑鹰直升机与先进的爱国者PAC-3导弹。
 
“中美国”要为经济而“离婚”
如果中国可以在经济贸易方面保持灵活反应，那么当美国置中国的核心利益于不顾时，中国的反应就变得强烈和强硬了。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对此作出的反应不难理解。中国已经宣布暂停与推迟中美两军互访、交流，并对参与台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那么，为什么中美关系从“中美国”一下子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提出“中美国”概念的美国学者曾经提醒说，“中美国”要为经济上的原因而“离婚”。如果中国提升内需减少出口，而美国提高积累而减少进口，那么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就会减少。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在经济方面甚至在比较虚的人权、民主方面，中国的反应都是可以具有很大伸缩性的。在非核心国家利益领域，中美两国的博弈显然不是零和的；而在核心利益领域则不一样了，博弈很容易趋向零和。
中美关系的现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美国不愿意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而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已经到了可以要求美国向中国调适的时候了。
自中国改革开放后，尽管中美关系有好有坏，但总体上说是中国向美国（和西方）调适。中国和前苏联不同，中国选择的不是另建体系，而是和现存世界体系接轨，进入体系之后再在这个体系之内提升自己。同时，中国也确立了“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在这个体系内的位置也越来越高。从经济总量上看，现在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中美须互相调适
尽管从人均GDP来说，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是不能和西方相比，但在西方的概念中，中国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经济大国。这就是G2的来源。中国上升，就必然要超越其他国家而和美国接近。G2的概念不仅仅指中美双边关系，更重要的是指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这是国际关系中的G2。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问题，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就很难解决。中美能够合作表明这种合作不仅符合国际利益，而且也符合中美两国本身的利益。
但两国共同利益的发展和增加并不意味着两国利益的重合。中国方面一直强调“求同存异”，希望把“同”的利益做大来解决“异”。但事实上，不管“同”的利益做得如何大，都不能消除“异”的利益。这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国家利益的不可调和性。中美两国既然有不同的国家利益，那么如何和平共处呢？尤其当中国国力不断上升而接近美国的时候，这个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很简单地说，和平共处要求两国互相向对方的核心利益作调适。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以往一直向美国调适，现在也到了美国向中国调适的时候了。但很显然，美国（和西方）还没有准备好愿意向中国调适。自从进入国际体系以来，长期处于领导地位，冷战结束后更成为唯一的霸权，美国从来就没有发展出向其他国家作政策调适的心态，更不用说是政策了。发展出这样一种心态很难，而要把这种心态转化成为政策更难。
中国并不是要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这种取代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不会看到，或许永远不可能。但中国积聚了相当的实力和能力来要求美国向中国的核心利益作政策调适。这次金融危机在暴露美国体制弊端的同时，也张扬了中国体制的一些优越性。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等国际合作方面，中国的行为表明，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国际社会可以“有所作为”。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和西方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性，中国有了可以制裁西方的机会。自从中国在近代和西方接触以来，人们所看到的总是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但这次，世界第一次听到了中国要制裁美国。尽管这种制裁也会影响中国本身的利益，但在核心国家利益面前，中国似乎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这表明，中美两国的互动必须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和新的高度。在中美两国越来越像G2的时候，只有当双方都愿意向对方的核心利益进行政策调适，两国的关系才会达到稳定。
当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向中国的核心利益作调适的时候，两国的关系显得非常脆弱。中美关系向何处去是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关键问题，无论对中美两国本身来说，还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都是如此。美国的选择有二：要么和中国对抗，要么逐渐发展出向中国核心利益调适的心态和基于这种心态的政策。对中国来说，选择也有二：要么和美国对抗，要么继续努力促使美国向中国的核心利益调适。
就是说，中国对美国政策的思路要发生变化。如上所说，到现在为止的不同阶段，中国总是让美国人来“围堵”、“遏制”、“接触”或者“消化”自己。现在随着自身实力的提高，中国必须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而主动考虑如何“接触”和“消化”美国的问题。中国没有能力来“围堵”或者“遏制”美国，即使将来有了能力，这也不会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无论对中美两国还是对国际社会而言，这个选择都没有什么好处。但中国已经有能力来主动“接触”和“消化”美国，这是一种建设性而非对抗性的方法。如何作这种策略上的转型，如何把这种策略转化成为实际有效的政策，是中国面临的艰巨任务。只有当中国直面这两个问题，有能力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才能改变在中美关系上只有中国单方面地向美国调适政策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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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的相互“误解”
在国际关系中，相互误解（misperceptions）经常成为国家间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尽管各国有不同的国家利益，但不同的国家利益并不见得只有通过互相的冲突才能得到实现和增进。如果考虑到国家冲突对国家利益的损害，那么就会寻求实现和增进国家利益的不同方法。同样，如果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那么对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定义就会有所不同。对国家利益可以有不同的定义，而追求国家利益的途径也会不同。一种开放的心态有助于避免冲突，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和增进国家利益。
中美两国目前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冲突，从本质上反映了两国不同的国家利益。美国对台军售和奥巴马接见达赖，这些都已经涉及中国所定义的核心国家利益，中国的反应自然很容易理解。美国也不是不知道，问题在于，美国不愿意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作政策调整。
为什么美国（和整个西方）不愿意作如此调整？这里有很多因素。美国进入国际体系之后，一路走来，扮演领导角色，冷战后，更是成为唯一的霸权。现在有其他新兴国家兴起，尤其是中国，开始慢慢地接近美国。不过，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老大”是美国永恒的心态，“老二”不是美国现在所能想象得到的未来。
 
西方相信能改变中国
除了美国的实际力量，美国对中国的误解也是其不愿意向中国调整政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这种误解表现为西方的一个强烈信念：中国能够被美国（和西方）所改变，使之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国家利益。
美国能够改变中国。这似乎是中国和美国一百多年前开始打交道时美国人就有的信念。美国能够改变中国意味着什么？很简单，就是引导或者迫使中国成为一个符合美国理念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当美国（错误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往美国所想象的方向发展时，就感到高兴，两国的关系也会表现出密切；但当美国感觉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美国所想象的背道而驰时，就感到悲愤，两国关系也自然转坏。
所以，当上世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美国对中国表现出惊人的友好。当时大多美国人认为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成为另外一个美国，中国会进入美国的国家利益链。邓小平几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就很有这方面的味道。但是，当“六四”事件发生后，美国人的“中国梦”很快就破灭了。美国领导整个西方对中国实行了各方面的制裁，而这些制裁到今天还在影响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和美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大都是中国主动向美国调整政策。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有起伏，但总体上是中国有意愿向美国的利益作调整。在经济方面，中国加大开放自己的大门，“邀请”西方资本到中国。中国尤其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西方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接受了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但中国也表现出了很大的意愿，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领域（如人权）和西方对话，接受联合国人权公约。即使在战略领域，中国也作出了很大的调整，这尤其表现在台湾问题上。在其他方面，中国也表现出了非常合作的态度，如朝鲜核扩散问题和反恐战争等。
中国向美国调整政策的意愿也促成了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就是说，美国配合中国的调整，来促使中国更快地朝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变化。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布什，都坚定地相信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而消失。
更为重要的是，隐含在美国人“改变中国”信念背后的是一个坚强的道德判断，那就是美国代表正确的方向。中国只有接受美国的导向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美国的信念符合其文化价值和国家利益，在这个信念主导下，美国很难意识到其有需要向中国调整政策。
在美国误解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在误解美国。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也对自己国家的变化充满信心。很多人也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与世界接轨，中国也会成为类似于西方的国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的这种看法更强化了美国和西方的信念。）
 
中国选择性接受外部信息
在国际面，很多人也相信美国（和西方）会接受中国的崛起。因此，中国在接受和加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同时，提出了诸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等政策主张。但是，在很多问题上，很多人总不愿意去考虑美国（和西方）会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问题。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媒体，都是有选择地接受美国（和西方）释放出来的信息。很多方面的信息在中国得到无限的放大，如对中国“有利”的论述，那些在中国有巨大利益而对中国说尽好话者的论述，那些对西方本身持批评态度者的论述。同时，很多相反的论述被无限缩小，甚至消失。
对美国（和西方）接受中国的误解，不仅影响着中国人对真实世界的看法，也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在政策层面，中国往往对国际格局的变化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一旦发生，不知道如何应对，往往造成“救火式”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甚至对本身崛起对外在世界的影响，以及外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可能反应，也缺乏足够的理性认识。在政策层面，除了一些表达中国善意的政策口号外，没有任何理论创新来解释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意义。而无论是政策界还是社会层面，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一直停留在表达“喜、怒、哀、乐”情绪的层面，缺少对真实世界问题的理解和对问题的理性回应。
中国的崛起和发展表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地位不断上升，又因为中美两国同处一个体系，两国关系不可避免地表现为G2——至少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国家看来是这样。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以为中国会变成另一个美国。美国对中国未来的想象，很难超出美国对自己和以往其他西方大国崛起的认识，或者说，美国是从自身和其他西方大国的影子中看中国的未来的。这是美国对中国的误解。一些美国人说，中美两国是“同床异梦”。不过，当中国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即使已经进入了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也很难是“同床”。只有当一个实际的G2形成之时，中美两国才实现了“同床”，而这是中美两国互相恐惧的来源。当双方到了“同床”但还不了解旁边睡的是“谁”的时候，出现恐惧感自然可以理解。
可以说，如果中美两国继续“误解”下去，更多的冲突会浮现出来。对中国来说，既然自己不能成为另一个美国，那么就要想方设法让人家了解“自己是谁”。在美国不能理性认识中国之前，还会出现有关中国的种种“噩梦”。也很显然，如果这样，美国不会产生任何意识来调整自己的中国政策，促使两国关系朝着合作而非冲突的方向发展。帮助美国（和西方）来重新认识自己，无疑是中国外交的一项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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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权力新格局中的中美关系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中美关系在短短的数月内所发生的变化令很多人陷于迷惑状态。中美两国先是在一系列问题（包括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谷歌、人民币汇率、气候、贸易摩擦等）上发生冲突。一些人惊呼，前些年形成的中美“联姻”（或者“中美国”）不仅要“离婚”，而且要开“战”了。但接下来的发展同样使得一些人吃惊。在面见达赖后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主动向中国“示好”，重复从前多次重复的“一个中国政策”（在台湾问题上）和“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独立”的言论。接着，中国宣布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同时，中美也将在北京举行第二届战略与经济对话。
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包括中美两国本身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关系的两极化看法。一方面，无论中美关系往怎样好的方向发展，悲观论者总是相信中美最终必有一战。从历史上看，一个新大国的崛起必然挑战老牌大国，从而引发新老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无论是现实主义也好，冷战思维也好，总有一部分人这样想，其中也一直有人想把中美关系引导到这个方向去。另一方面则是乐观者，乐观论者每遇到一些改善的迹象，就马上想到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悲观和乐观都不可避免，但在政策层面，无论悲观还是乐观，都不能导致理性地处理中美关系。如果悲观论成了真理，那么战争就成了唯一的出路。如果是这样，除了准备战争，还要作种种其他的努力干什么？乐观论者则经常是自欺欺人，看不到国家间不同利益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和经常性，从而对中美关系中存在的冲突认识不足、准备不足。
 
世界权力格局新变化
那么，如何比较客观地来评估中美关系呢？中国和世界其他新兴大国的崛起，已经导致了世界权力格局的新变化。在这个权力新格局中，美国继续是“老大”，但已经不能独自主宰国际事务，而中国则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这个权力新格局，中国必须有充分的认识，才能有助于确立处理中美关系的新原则和新政策，避免往悲观论或者乐观论方向滑行。
新的权力格局具有两大相关的结构性特征。其一是中美两国都处于同一体制内，中美两国都是核武器国家。这个结构尽管重要，但显然并没有主导中美两国的日常关系。（如果和以往美苏之间的冷战关系比较，就非常容易看到这一点。）制约中美两国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两国都处于同一个体制内，在这个体制内，中美两国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关系。尽管并不完全是对等的相互依赖，但它制约着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关系。
另一个特征是G2结构。从表面上看，G2似乎是中美关系，其实并不然，因为在这个体系内，还有其他很多国家。因为G2指的是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的，或者国际大家庭中的中美关系，G2关系处理不好，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中美两国，还有其他很多国家。甚至可以说，如果G2关系处理不好，受负面影响最大的可能并非是中美两国，而是其他国家。尤其在经济上，中美两大经济体抵御能力强，但其他一些小国家则不然。也正因为这样，前些年当G2概念流行开来时，包括欧盟和日本在内都反对和恐惧于这个概念。也正因为是在国际大家庭内，大家对G2争吵看得很清楚，知道谁应当负责任。这对中美两国都会构成相当的压力。
这两个结构性特征倒是决定了中国领导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判断，即两国关系，好，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在“好”的方面，即使中美关系发展到一些美国人所形容的“中美国”，也不会有像英美和美日那样的联盟关系。“联盟”是针对“敌人”的，但现在大家都处于同一个体系，没有往日那样明确的“敌人”了。在“坏”的方面，即使两国有了纠纷，也不至于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更不用说是公开的战争了；并且在政策面上，有越来越多的重大国际问题需要中美合作来解决。
 
中美关系的三个层面
考虑到这些结构性因素，中国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处理中美关系。尽管这三个方面互相关联，但在外交事务中，有必要把它们区分开来。
第一是政治层面。美国是民主政治，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政客，都不可避免要通过炒作中美关系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尤其当政府的内部政策表现很差的情况下，必须找外在的替罪羊。在今天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中国往往首当其冲，成为美国政治的牺牲品。无论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这是个事实，中国不得不接受。中国可以抗议，但政治是长久的，不会因为今天的抗议而明天就会有所好转。
第二是战略层面。在这个层面，中美两国不仅同处一个体系，并且相互依赖，美国决不会轻易放弃利用各种因素，包括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等，来制约中国。这可以说也是长久的，一个大国绝对不会放弃制约另一个大国。但是这些因素是否会成为美国制约中国的战略重点，则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
第三是国际层面。在这个层面，中国应当负起自己的国际责任，例如在核武器扩散、环保和气候变化、国际经济平衡等领域。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国际责任也在增加。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但中国并非是向美国一个国家负责，而要向整个国际社会负责。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有共识，中国履行责任，这是中国的责任行为，而非为了迎合美国。这明显表现在这次中国在伊朗核扩散问题上的态度，利用一切手段遏制核扩散是任何一个大国的责任。在其他很多问题上，中国的行为也可作如此的解释。（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如果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和美国讨价还价，就很难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要避免和阻止美国由政治层面的考量上升为战略层面的考量。一些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就必须作出理性的反应，这方面已经有了积极的迹象。例如，考虑到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即使在对台军售、西藏问题、贸易纠纷的高峰期，中国仍然同意美国航母停靠香港；而在伊朗核武器问题上仍然和美国合作，更是中国崛起成为大国的标志。这表明，中国已经真正确定了自己的国际利益，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大国应当尽到怎样的国际责任。
不过，中国也要意识到，正是存在着这些结构性因素，中国才有能力来确立主动接触美国的策略。当美国在中国的核心利益领域从事政治操作的时候，中国不仅需要理性地抗议和抗争，更需要去发展种种机制来制约美国的政治操纵——尤其在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领域。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只有到了美国也有意愿来向中国的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作调适的时候，两国的关系才能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
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美关系仍然会是中国外交关系的重中之重，但必须明确认识到，中美关系不是中国唯一的对外关系，中国的国际利益不能只围绕着美国转。只有从国际权力结构性的变化来评估中美关系，才能把握中美关系的本质，处理好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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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国新定位及其对中国的挑战
美国最近公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奥巴马总统对美国的战略定位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这并不难理解，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美国历届政府不管其战略话语是什么，所实施的战略都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或者领导地位。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便是维持这个地位。但历任总统所使用的方法可以是不同的，比如小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而奥巴马政府则奉行多边主义。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单边和多边同时存在，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新战略文件中，最大的变化是美国对中国的新定位，文件首次呼吁中国要肩负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responsible leadership role）。在冷战后半期，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可说是用来对付前苏联的“准”同盟。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一直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而变化，从早期的“敌人”、“竞争者”到近年来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和“负责任的大国”，各不相同。
 
G2不可以加以正式化
美国当然是从其国家利益的角度赋予中国这一新角色的。美国意识到，“新世纪的重担，不能只由美国独立担负。我们的敌人希望见到美国因为扩张太快而耗尽国力”。在这个认知下，美国就要调整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关系，重新定位这些国家的国际角色。因此，文件提到美国要与俄罗斯建立“稳定、重要的多层次关系”，重申正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又说“我们欢迎巴西的领导”。对中国，奥巴马在表示两国间的人权分歧“不应影响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的同时，也声言会监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并作出应对准备。美国对这些新兴国家的定位的调整实际上早已经开始，从用G20取代G8就可以看出。
近年来，中美关系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人们所说的G2的形成。但对很多人来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G2的，中国官方也没有承认G2。实际上，G2是不可以加以正式化的。从结构上说，在G2内部，中国仅是帮手，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美国处于结构的顶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只有责任没有领导权。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合作，同时，美国也在政策操作层面给予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一些空间，如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提高中国的权限。不过，因为美国在诸多关键领域持有否决权，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而中国对美国则没有实质性的制约力。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和美国还是不能相比。尽管经济实力在成长，但中国本身还缺乏履行国际责任的手段，更不用说领导权了。因为同处一个结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通过美国确立的体制来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很难想象，中国能通过美国确立的机制来享受国际领导权。
中国不能正式接受G2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认识到中美两大国不能决定国际事务，这不仅和中国的“国际事务民主化”的目标不相符合，而且如果这样做，中国会面临无穷的国际压力。
但是，“被”G2的理解也不够确切。G2是客观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上，G2结构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外挑战它，而是力图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进而，中国的高速发展表明了中国在体系内地位的上升，形成今天人们所看到的G2结构。
 
中国需重新思考国际角色
不管怎样，G2反映出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新定位是这个客观的新结构的要求。那么，中国本身呢？很显然，中国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国际角色。
首先是中国的国际定位。传统上，中国的国际定位是发展中国家。今天，中国当然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但也已经不能简单地把自己定位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在国际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中国不得不负起一些带有全球性的责任。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不仅仅是中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反映，也是政治和战略上的考量，即对国家安全和反霸权主义的需要。同样，现在对这个认同需要作重新考量，不仅仅是因为客观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也是战略和政治的需要。不管中国的实际能力如何，从国际社会的期望来看，中国要承担的国际责任已经大大超越了发展中国家的范畴。
中国也面临着大国外交的新问题。在美苏冷战期间，大国外交是为了竞争国际空间，但现在则不同，因为中美两国同处一个体系。尽管中国离美国力量的距离还非常之远，但目前中国和美国是最接近的。日本在美国的（军事）体系内部，而欧盟毕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就增加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复杂性。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当向整个体系负责，但站在这个体系顶端的则是美国。
因此，一些人就分不清对体系负责和对美国负责的区别。这两类责任有重合，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因为处于体系的高端，都必须为这个体系的稳定负责。但这两类责任并不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体系利益和国家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体系利益和美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要远远大于体系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很简单，这个体系是在美国领导下建立的。同处于一个体系之内，但同时又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
要在同一个体系下处理共同的问题，这需要中美两国拥有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观和对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共识。如果在这个层面没有一点共识，那么不仅共同的问题很难解决，更严重的是冲突会加剧，甚至比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还要坏。
在冷战时期，美苏各有自己的阵营，双方之间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慑之外，没有其他实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很危险，但美苏双方的互动并不多，因此日常冲突也很少。中美共处一个结构，互动是日常事务。一旦遇到要处理全球性的问题，就需要两国达成一定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在伊朗、朝鲜等问题上，美国近来越来越要求中国和其保持一致（可以预见，美国的这种要求会越来越多）。尽管中美两国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价值观（不同的文明、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但那种处理国际问题时的、具有工具性的共识和价值也不是不可能取得的。这就需要两国进行经常性的对话，通过对话达成共识。不过，两国对话达成共识并不是要排挤其他国家的意见，否则就是谁也不想看到的“中美共治”的G2结构了。
 
中美已经高度相互依赖
国际权力结构性的变化又影响到中美双边关系。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但两国的双边关系也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就是说，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双边关系，将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投资、贸易、汇率、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
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必然影响中国和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传统上，发达国家多在美国阵营，并且一直以来，它们和美国共治世界。现在遽然发现一个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国家站在自己之上，能够扮演一个比它们自身更重要的角色。在很多场合，这些国家的作用日益减小，甚至在一些场合，它们在国际事务上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这表现在哥本哈根的气候峰会上，中国和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美国一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还非常巨大，而且还在加大，这就决定了两类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度高于对美国的认同度，这不仅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传统认同，而且在利益方面，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较为接近。这种情况使得中国如果不慎重，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人们“推出来”充当发展中国家的领袖。这也反映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被”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和西方发达国家争“领导权”，结果导致其他发达国家的不满。就是说，中国不当心承担了一份不应当、也不希望承担的责任。传统上，中国争取国际秩序的民主化，但今天，当中国开始向体系的顶端接近时，中国如何作为会影响到国际秩序的民主程度。
如前面所说，美国对中国的新定位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中国当然不可以承担一份没有能力承担的领导权，过分承担国际责任或者领导权既会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会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力不从心。不过，因为中国在体系内部的崛起，体系本身客观上也的确在呼唤中国的责任乃至领导权。怎么办？这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对中国的考验，这不仅关乎中国本身的发展和中国所有的外交关系，而且也是关乎世界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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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再确保：守住底线、避免冷战、寻求合作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尽管中外媒体对此有很不相同的理解和评价，但中美两国政府都认为这次访问非常成功。
毫无疑问，这次胡锦涛和奥巴马的会谈可以说是本世纪两个大国之间最重要的会谈。无论从会谈还是《联合声明》的内容来看，这次元首会谈大都属于两大国之间正常关系的内容，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元首会谈所传达出来的信息的重要性并非对会谈和声明作简单的解读所能揭示的。这样一次高峰访问并不能仅仅从谁得到多、谁得到少这样一个“成本—收益”程式（例如中国得到了面子，美国得到了实利）来分析。中美两国关系是一对可以决定整个国际关系大局的大国关系。从这个视角看，这次访问最重要的方面莫过于两国的再确保（reassurance），那就是，守住合作底线、避免冷战、继续寻求和推进合作关系。
 
事实上的G2结构
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草坪上欢迎胡锦涛，在讲话时提到，三十多年前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打下了今后数十年的中美合作的基石。胡锦涛访问美国之前，美国一些最重要战略家包括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发表文章，高调声称这次胡锦涛访美是邓小平之后最重要的中美接触。很多人在评论这样的评价是否合适的时候，往往忘掉了这种评价背后所隐含的最重要信息，或者这些战略家想向中美两国传达的信息，那就是，中美两国面临新的选择。虽然胡锦涛的访问刚刚结束，判断这次访问对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实际影响还为时过早，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美两国今天所做的选择甚至要比邓小平和当时的美国政府所做的选择重要得多，即使不是困难得多。
为什么这样说？简单来讲，今天中美两国关系和三十多年前相比正面临着一种新的结构，三十多年前是中、美、苏三角结构，而今天则是中、美两国间的一个事实上的G2（中美共治）结构。邓小平的选择非常重要，但其选择发生在毛泽东早些时候所作的选择构架之内。在毛泽东时代，国际权力格局主要体现为中、美、苏三角关系。尽管中国和苏联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但毛泽东选择了美国，和美国合作来对付苏联的扩张。后来邓小平访美，更进一步确认了中国的立场，中国选择进入以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
中国的这一选择决定了今后三十多年的世界权力格局。中、美、苏三角关系最终以苏联解体为结局。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权力无与伦比，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霸权，而中国尽管对美国霸权的单边主义非常不满，但也无意或者没有足够的能力挑战美国的地位。就是说，无论是中、美、苏三角关系还是美国的独霸，中国都认同美国主导的权力结构。这个结构有效保证了世界体系的稳定。在这期间，尽管中美关系有好有坏，一些时候甚至发生冲突，例如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南海撞机事件等，但这个结构因素并没有发生动摇。
 
中国实际实力远不如美国
但现在的世界权力结构有了很大的不同，即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G2结构。G2结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在早期，尽管中国选择进入世界体系，但中国仍然处于体系的底层，并不对美国构成竞争压力。但今天已很不一样，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很多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中的地位相应上升。在实践层面，中国这些年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动力。无论美国还是欧洲老牌帝国主义都不敢小看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的“救火者”。同时，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也在提速。
不过，中国的实际实力还远不如美国。在经济上，如果按人均GDP算，中国离美国还非常遥远。军事上，尽管中国在进步，但没有人会认为中国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美国。尽管这样，美国（甚至整个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却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是金融危机造成的。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在进步，美国也在进步，只是中国的进步大一些，就是说，中国的崛起并没有给多数美国人一种“美国衰落感”。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不振，美国人的自信心远不如从前。而同一期间，中国不仅有效地抵制了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而且各个方面的发展和进步速度依旧。这就给美国（和整个西方）造成了一种危机感。从最近的民意调查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在快速接近甚至会超越美国。
美国的一些人在缺失自信的同时高估中国，而中国的一些人则相反，他们在过度自信的同时低估美国。这种由实际力量的变化而引起的心理变化更反映到两国的实际国际行为上。从去年开始，中美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开始发生冲突，在经贸和战略两大块，两国关系都很快倒退，冲突面很快超越合作面。经贸方面的合作是过去数十年里中美两国关系最为成功的，但去年开始，贸易纠纷、货币战争和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浮上台面。安全战略方面更是令人担忧。在东亚，因为朝鲜问题，潜在的冷战局势正在形成。美、日、韩三国开始弃“六方会谈”构架于一边，加强同盟，用另一种冷战形式来应对朝鲜或者中国。同时，当美国及其同盟感到不能从中国获取足够的合作时，在美国主导下，从其他多个方面开始寻求或者启动对付中国的举措，包括南海、东南亚、南亚等。在这一过程中，中美两国互相指责。美国指责中国过于自信、不负责任、要挑战美国等，而中国也认为美国要动员其一切力量来再次围堵中国。
 
经贸优先仍是两国合作基本面
于是，人们开始担心中美两国关系会向何处去。很显然，中美两国关系不是一般的双边关系，而是两个最大国的关系。今天的这对关系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一样，决定着整个国际关系的结构。两国如何选择，影响的不仅仅是双边关系，而是整个国际关系。不管怎样看，中美两国关系就是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的结构。所谓的事实上的G2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胡锦涛这次访问美国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人们所能看得到的物质成果。它向整个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中美合作的再确保。经贸优先仍然是两国合作的基本面，在这里，两国的关系最深、最广，是最具有共同利益并且能够发展出更多共同利益的领域。正是在这个领域，今天的中美关系和前美苏关系（冷战关系）区分开来。美苏两大集团除了恶性的军事对抗之外并不存在其他可以良性互动的关联，是一种互为威慑、遏制的关系。但今天的美国总统则可以大谈对中国投资、卖各种商品给中国、创造就业等。中国也同样需要美国，美国不仅仅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地，也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来源。
和经贸领域相比，安全战略方面中美合作还处于早期探索阶段。至少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安全战略方面的合作并不是这次访问的重点，但这并不表明没有进步或者不想有进步。多年来，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中，中国一直是经贸先行，安全战略滞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更容易具有双赢性质，而安全关系比较困难。经贸先行，打下一定的基础之后，安全战略合作就具有了基础。安全战略关系不可太过于提前于经贸。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战略和军事现代化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反映，前者高度依赖于后者。就是说，军事战略先行不具有可持续性。
 
中美有很大的安全合作空间
经贸优先，安全其次。中国也宣称，军事现代化是为了防御性的国防。不过，从长远来看，随着经贸的发展，中国的安全战略走出去也不可避免。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本身的利益，如保护海外利益，避受来自于诸如海盗、恐怖主义的威胁，而且也是为了中国的国际责任，如维护海上航线的安全。美国现在承担着大部分国际安全的责任，但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中国作为大国也势必面临维持国际安全的责任。在这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面临两难。它们一方面担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战略走出去会对它们的安全构成压力，另一方面却又希望中国能够承担国际责任。不过这种情形也表明，中国和美国等国家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有很大的空间。对中国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军事现代化和战略走出去，而在于军事现代化和战略走出去的方式问题。美国等国要求中国在这方面的透明化就是一个表现。中国如果能够以一种透明和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军事现代化和战略走出去，并把此作为中国国际责任的内在部分，那么美国和其他国家不仅会接受这个现实，而且还可以形成一种双赢局面。
不管怎样，这次胡锦涛访美所达成的成果，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件好事，那就是，中国选择合作，而非冷战；是要推动世界体系的进一步整合，而不是要把世界一分为二；中美不是要对世界进行分而治之，而是要共享国际空间，对世界负起共同的责任。
从世界历史看，中美两国所面临的事实上的G2结构是一种全新的国际权力格局。国家之间的关系曾经有帝国结构、欧洲的权力平衡结构、美苏之间的冷战结构、冷战后美国一霸结构，现在发展到事实上的G2结构。较之从前的各种结构，G2结构本身具有非常大的不稳定性。这个结构是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而非人为选择的结果，但这个客观历史结构能够对国际关系的进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造福于人类还是加害于人类，则取决于人类的选择。中美两国可以选择冲突，也可以选择合作。不过，很显然，合作优于冲突。胡锦涛在结束美国访问时表示，合作定能开花结果，这是很有道理的。合作使得世界历史进程成为一个开放的过程，会导致未来各种果实的产生，这是好的果实。当然，中美两国如果选择冲突，也会有果实，但必然是坏的果实，甚至是人类毁灭的果实。
今后的问题在于，中美两国如何在这个事实上的G2结构内部互动。两国关系的制度化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像这次这样的中美两国间的合作再保证可能要不断重复进行，不断探索经验教训，两国关系才能稳定地走上制度化的轨道，才能使得G2结构成为有助于人类和平的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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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大中华区域的整合



和平崛起与大中华圈的和平整合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开始把“和平崛起”作为制定中国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概念。这样做很重要，它表明中国领导层正在严肃关切中国崛起的外在影响。此前，领导层关注得更多的是如何崛起的问题，而对崛起的外在性并不在意。
从世界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对现存国际关系产生巨大的冲击，这似乎成了世界历史上的一条“铁律”。正是出于对这条“铁律”的担心，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威胁论”在西方世界一直就没有中断过，随之而来的是“围堵中国论”。很显然，如果中国必然要成为一种威胁，那么必须加以“围堵”，并且早“围堵”要比晚“围堵”好。“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它实际上对中国的崛起构成了一种“围堵”。
“和平崛起”的提出就是为了有效回应“中国威胁论”。很自然，这不仅仅是一个新概念的问题。与之相配合，中国近年来以经济外交为核心的国际战略，已经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周边的邻居感到中国的崛起不具威胁性，相反，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但是，外在关系只是和平崛起的一部分，甚至不是最主要的部分，要实现和平崛起，中国本身的内在关系应当说比外在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中国是和平崛起的主体，如果这个主体出了问题，就谈不上和平崛起了。在方方面面的内在关系中，大中华圈的和平整合尤其重要。
 
国家的整合问题
大中华圈的整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当然是中国本身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安全转型和整合问题。这是很多国际人士一直担心的问题。在西方世界，“中国解体论”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有人希望中国解体，一些研究机构甚至对中国会如何解体及如何解体中国进行过很多研究。对一些人来说，中国的解体不仅意味着共产主义最后一个堡垒的消失，而且更重要的是解体后的中国不可能再成为一个有能力挑战现存世界秩序的国家。但也有人担心中国解体，因为这样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
尽管“中国解体论”对多数中国人来说犹如天方夜谭，但国家的整合问题是存在着的。任何多民族国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都在威胁着国家的整合。更有甚者，由于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地区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越来越严重。没有人会否认，从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角度来看，中国存在着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的多极化。这种趋势不阻止，必然阻碍国家的整合。尽管中央政府在努力强化国家内部的整合，但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并且由于全球化等新因素的出现，国家整合问题在一些方面正在变得越来越突出。
大中华圈整合的第二个层面就是香港和澳门问题。香港、澳门已经和平回归中国，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两个地方，国家的整合问题已经一劳永逸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回归和整合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国家实行“一国两制”，“一国”已经实现，但要“两制”和平共处则仍然是个难题。回归以来，香港出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最近对香港民主化问题的争论，这些都表明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各种差异并非在短时间内可以消除。尽管有CEPA等经济整合的举措出现，但政治上的差异并没有因为经济上的整合而消减。
 
台湾问题的严峻性
和平崛起中最重要也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了。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历来被认为是影响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三大热点。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扮演着一个主要角色，现在已经有了六方会谈，为和平解决提供了一个好的开端。在南海问题上，中国的和平角色更为显著，中国已经加入了东南亚国家友好条约，和平解决各种现存的争端和问题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
唯独台湾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尽管中国政府的现实目标是维护台海的稳定，但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越来越强，“台独”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遏制。中国领导层尽管表明还是会坚持和平统一，但是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还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和平崛起应当具有内、外两方面的含义。随着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地成长，崛起不可避免，但这并不表明国家内部的整合和安全的转型会随着和平崛起得到解决。如果内部整合问题解决不好，国家的转型不能安全实现，那么就会在内部制约崛起。同时，内部的诸多矛盾更会被外在力量所利用。中国常说“内忧外患”，“外患”通常是通过“内忧”发挥作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领导层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内部转型和国家的整合问题上。内部问题解决不好，和平的崛起只能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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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台湾政策的新突破？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近日在纪念“江八点”会议上的讲话被海内外视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对台新政策的系统表述。胡锦涛在2003年发表了他对台工作的四点意见，即“胡四点”。但“胡四点”只是对“江八点”的简化表述，并没有重大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庆林的讲话的确是目前第四代领导人对台政策比较系统的表述。但贾庆林的讲话是不是就是第四代领导人最终的对台政策，这一点有待于观察。
这个讲话的潜在主题可以用12字来概括，即“着眼现实、守住底线、再求突破”。从“着眼现实”和“守住底线”来说，这个讲话可以说是突破了以往的对台政策。但从如何求得统一方面来看，还有待于第四代或者以后的领导人来突破。
 
“尚未统一”与“未来一中”
“着眼现实、守住底线”方面最明显地表达在对两岸现在还处于一个事实上的未统一状态的承认。早先，大陆一直强调的是，台湾问题是国共内战的延伸。只要内战还没有结束，台湾就不可能在事实层面从大陆独立出去。1993年，大陆在《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中，就“一个中国”的问题表述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之后在1998年，时任副总理钱其琛就“一个中国”问题作了这样的表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这次贾庆林的讲话，把“一个中国”的现状表述得更加清楚了，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是，台湾和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并没有改变”。这个表述就等于承认目前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统一的或者说事实上是分裂的中国。
再进一步，这个表述也把大陆的底线表达得很清楚。台湾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并不等于说其可以享受法理上的独立地位。只要台湾没有从法理上“独立”出去，就不是一个主权体。很显然，大陆的底线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台湾法理上的“独立”。因此，贾庆林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在各种不断升级的“台独”分裂活动中，最具危险性和危害最大的，是台湾当局试图通过“宪政改造”实现“台湾的法理独立”。对法理“台独”的担忧在去年的“五一七声明”中已经得到体现，而可望在今年3月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则是希望通过法理手段来消化台湾方面的“法理独立”行为。
 
着眼于现实寻找对策
《反分裂国家法》可以视为大陆守住底线的“硬”力量。在寻求“软”力量方面，大陆也开始着眼于现实。这首先体现在对谈判主体的认同上。自陈水扁执政以来，大陆方面和具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特别是民进党高层没有实质性的来往，更不用说与台湾当局进行有关两岸问题的谈判了。的确，在两岸关系中，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要通过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来谈判解决的，例如经济和文化交往问题。这次两岸春节包机协议就是通过民间渠道达成的。但在所有涉及两岸主权的问题上，都是要通过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来谈判解决的。这次大陆看到了民进党及其党纲之间的紧张关系，把民进党和该党内的强硬“台独”分子区分开来，这是一个进步。强调民进党领导人不管以前说了什么，既往不咎，只要不搞“台独”活动，也是大陆要对话的主体，这也是一个进步。归根到底，大陆必须与台湾当局交往来解决两岸问题，而不管是哪一党、哪一个领导人掌权。
寻求“软”力量更为重要的举措是开始把“依靠台湾人民”的口号体现在一些具体政策中。这次包机协议的达成是一个例子。贾庆林的讲话也强调了诸如大陆向台湾开放农业市场等问题。通过这类政策，相信大陆可以直接影响台湾民众，改变他们的政治取向。
一个没有体现在贾庆林的讲话中的“着眼现实”方面，就是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国际或者区域多边主义。鉴于台湾问题事实上的国际化，大陆在近年来开始注重国际力量，尤其是美国，通过结成国际或者区域多边主义来遏制“台独”。
在守住“台湾不能法理独立”底线方面的突破并不意味着在寻求统一方面的突破。迄今为止，所有的突破或者调整都表现在具体政策的操作层面。第四代领导人还没有像邓小平当年提出“一国两制”那样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想或者新思维。如果说《反分裂国家法》表明大陆领导层不可能再有向“台独”运动退让的余地，那么，如何推动国家的统一仍然呼吁着新思想、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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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分裂国家法》与大陆的台湾战略
《反分裂国家法》的通过表明了中国大陆台湾战略的有效转型。从李登辉推动“台湾独立”运动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十来年时间了，大陆的台湾战略一路下来，调整得非常辛苦。在其他各个战略包括经贸文化交流到军事威胁等失效后，中国大陆方面终于丢掉了幻想，改用法律的武器来遏制“台独”运动。
从很大程度上说，《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不一般”的法律。与其说是法律，倒不如说是大陆对台长远战略的法律表述。尽管大陆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立法，但可以看得出这部法律是各方面因素妥协的结果。从立法的角度或者一般法律的角度来看，人们的确可以对此作出诸多的批评，但正因为这部“不一般”的法律考量的是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反而更有效可行。
 
在“台独”和战争之间划上等号
首先，这部法律考量到亚太地区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关切。在台湾问题上，亚太地区的现实利益是海峡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随着经济上的崛起，中国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相关性越来越大。亚太地区国家既不想看到因为中国统一台湾的努力而导致一场战争，也不想看到因台湾的“独立”运动而迫使中国大陆发动一场战争。顾名思义，《反分裂国家法》意味着这一立法的防御和回应性质，就是说，只要台湾不走向正式的“独立”，大陆就无需采取任何非和平的行为。只有在台湾走向正式“独立”的时候，这部法律才会成为人们所称的“战争动员法”。
正因为如此，这部法律也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利益相重合。本栏曾多次指出，尽管台湾的“独立”是美国的最大利益，但这个最大利益和中国大陆的最大利益（即统一）发生正面的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只好转向其次优利益，即维持海峡的现状。美国有足够的理由来反对这个法律，因为这个法律的通过表明其台湾和平“独立”幻想的破灭，也就是美国最大利益的不可能实现。有趣的是，在《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后，美国的反应都在预期之中，这主要是因为法律符合美国的次优利益。
法律对台湾岛内政治力量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台湾各政治力量对《反分裂国家法》已经作出了较为强烈的反应，但各方反应的动机大相径庭，远非“同仇敌忾”。中国大陆很清楚地表明，这个法律意在遏制“台独”运动，而非针对多数台湾人民。很自然，《反分裂国家法》很难有效遏制台湾内部“台独”政治势力的活动，但是，这个法律必然对台湾当局的“台独”行为产生有效的制约。
在李登辉之前，“台独”运动的主体是在野的民进党，执政者一直是反对“台独”的。这也是当时两岸尽管处于“敌对的战争状态”但相安无事的根本原因。但自李登辉执政以来，执政者变成了“台独”运动的主体。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更是变本加厉。台湾执政当局利用强大的行政资源影响民意，更利用法理等各种途径推进“台独”运动。“台独”运动激进化的结果就是导致大陆方面同样激烈的回应。这是近年来海峡局势趋于紧张的根本原因。
《反分裂国家法》的通过等于在“台独”和战争之间划上了等号。一旦战争发生，不会只是一场海峡两岸之间的战争，很确切地说它会是一场牵涉到美国、日本等亚太地区各个国家的战争。很显然，不仅对海峡两岸来说，而且对其他亚太国家来说，这场战争的代价都会非常之大。正因为如此，这部法律应当能够对台湾当政者起到强有力的制约作用。就是说，在推动“台独”的时候，台湾当政者要三思而行，至少必须对美国及其他主要亚太国家负责。
 
还需用经贸等手段消化“台独”
对中国大陆来说，其最大利益是国家的统一，而保持现状只是次优利益。不过，这部法律促成了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摆脱多年来被“台独”力量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现在面对“台独”所带来的恶果的并非只是中国大陆，而是整个亚太地区国家。无论亚太国家对这部法律作如何反应，要保障亚太区域的稳定，这些国家就必须对“台独”运动施加有效的压力。对这些国家来说，避免了“台独”，就避免了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可望成功地利用国际力量来遏制“台独”。
但是，中国大陆也很清楚，能够利用国际力量来反“台独”，并不表示也可以利用同样的力量来消化“台独”问题，最终达到和平的统一。在这后一方面，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可以依靠，所能依靠的就是中国大陆本身。实际上，用法律（和军事）手段来遏制“台独”，用经贸等手段来消化“台独”并最终达成统一，才是《反分裂国家法》的完整主题。法律字数不多，但用了相当的篇幅规定如何推进两岸的交流，维持海峡的和平。
在很大程度上，《反分裂国家法》包含有“不战而胜”的中国古老智慧。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无须和台湾方面进行军备竞争，正常的军事现代化就能对台湾构成足够的军事压力。而经济上的崛起更是使得台湾难以脱离大陆而得以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如果《反分裂国家法》能够像预期的那样对“台独”构成有效制约，那么大陆方面最终可望用非军事手段来消化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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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中的“主权共享”与“治权分享”问题
为了达成两岸对“一中”的共识，九二香港会谈容许两岸各自表述。但到了实际政治层面，“一中”就变成了一种相当抽象的说法，操作起来非常困难。一边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强调“中华民国”，理论上说是“一个中国”，但实际操作起来就向“两个中国”倾斜，尤其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从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到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不能说和这种含糊的“一中”表述毫无关系。倾向“台独”的台湾政治人物时而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时而强调“台湾共和国”。一旦认为“台独”有机可乘，就大胆地提“台湾共和国”；而当建立“台湾共和国”走不通的时候，转而玩“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游戏。不过，即使台湾执政当局接受“中华民国”这样一个说法，也只能对维持现状有利，从长远来看并不能最终解决两岸问题。
为了遏制法理“台独”，大陆出台了《反分裂国家法》。不过，遏制法理“台独”只是《反分裂国家法》的最低目标。这个目标是通过把“台独”和“战争”等同起来而达成的。《反分裂国家法》的另一方面就是要通过各种和平的方法来促成两岸问题的最终解决，从而避免非和平的解决方式。这个法律出台后，大陆方面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动议，希望在《反分裂国家法》的基础之上，为两岸关系构造一个新的互动构架。
 
寻求新解决模式
这个新构架怎么造？两岸的经贸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当然很重要，不过从各方面看来，更为根本的就是不能停留在难以操作的基于“九二共识”之上的“一中各表”上。人们发现，连战和宋楚瑜访问大陆以后，两岸交往似乎出现了一个新的开端，但一旦涉及最为关键的一点，即“一中”问题时，两岸的分歧就凸现出来，最好的政策动议也很容易被对“一中”的分歧所扼杀。
如何把“一中”的概念操作化就变得重要起来。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主权”和“治权”的问题。在这两者中，“主权”要比“治权”显得更为重要。大陆从来就没有对台湾的“治权”有任何的企图，所不可接受的就是台湾从“中国”的主权体中分离出去。可想而知，如果两岸都想追求绝对的主权，那么冲突在所难免。在历史上，“绝对主权”和“战争”往往是同语词，这已经被作为绝对主权概念发明地的欧洲的历史所证明，无数次战争就是各国追求绝对主权的恶果。
邓小平当年提出要以“一国两制”的构架来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概念实际上讲的就是“主权”与“治权”的问题。“一国”指的是“主权”，而“两制”指的是“治权”。这个概念后来被应用到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因为台湾问题和港澳问题所面临的情形大相径庭，大陆方面在作了诸多坚持后，终于不再在正式的对台文件上提“一国两制”的概念。从“五一七声明”到近来的《反分裂国家法》，都没有出现这个提法。这表明大陆新领导人正在努力寻求新的解决模式。
但不管大陆领导层在寻求怎样的新模式，并无任何空间放弃“一中”这个不可分割的主权。另一方面，大陆也理性地承认两岸的“治权分离”这样一个事实。现实地说，如果要在主权一体的前提下维持现状、和平共处，就避免不了要去营造两岸“主权共享、治权分享”这样一种局面。主权不可分割，但可共享；治权不可统一，但可分享，这当然也是思考解决两岸问题的一种思路。
从邓小平到第四代中共领导人，在对“一中”这个主权体的解释方面，已经脱离了欧洲的绝对主权概念。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大陆方面对“一中”的定义从早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一中各表”）发展到今天的“大陆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概念。这样做，在淡化大陆“绝对主权”的同时给予台湾共享“一个中国”的国际空间。这一点实际上已经隐约地表达于“五一七声明”中。这个声明强调通过协商，台湾可以以适当身份参与国际空间，和大陆共享中华民族的国际尊严。根据这个逻辑进一步发展下去，如果两岸能够就一个不可分割的“中国主权”达成共识，再进一步达成两岸共享这个主权的政治安排并非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一国内分享治权
如果就“一个中国”达成共识，那么“治权分享”应当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从邓小平到“五一七声明”再到《反分裂国家法》，大陆方面都强调给予台湾比香港更大的自主权。台湾可以保留军队，而保留军队是治权最大的象征。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军队远远超出了“一国”的构架。这表明，台湾所拥有的治权远非在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的概念所能涵盖，换句话说，在“一个中国”这个主权体内部，国家的治权是可以分享的。
两岸经贸文化关系等各方面的发展已经为两岸共享“中国”这个主权体的国际空间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同时，两岸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也是“治权分享”的客观制度基础。这是两岸关系中的两个最为基础的客观事实。如果要找到能为两岸所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案，必须从这两个事实开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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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能够有效遏制“台独”？
陈水扁这次不顾中国大陆的强烈反对和美国的“不乐意”，公然宣布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在法理“台独”的险路上再前行一步。大陆方面已经作出了强烈但又理性的反应，但很显然，大陆的反应还远远没有结束。陈水扁的“终统”已经给了大陆一个严峻的信号，即法理“台独”仍有可能，危险就在眼前。如何有效遏制法理“台独”无疑是大陆方面今后相当长时期里的一项最为重要的政治甚至军事议程。
去年3月，针对台湾岛内的激进“台独”，中国大陆全国人大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这个法律的通过避免了大陆的台湾政策被“台独”势力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把处理台海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法律通过之初，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并不理解中国大陆维护台海稳定的意图。但随后中国方面的一系列动作，包括邀请台湾主要反对党领导人访问大陆，单方面向台湾开放大陆农业市场等，营造了一个有利于台海稳定的政治气氛，包括西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做法多有肯定。正因为这样，这次陈水扁宣布“终统”之后，国际舆论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
 
“台独”危险未因反分裂法而消除
但问题是，陈水扁敢于这样做，表明法理“台独”的危险性并没有因为《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而消除。这倒不是因为激进“台独”力量本身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在努力“借力”于美国，利用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矛盾图“台独”力量的利益。虽然对这次“终统”美国人表示了很大的不乐意，但也应当看到，美国实际上扮演了一种非常复杂的角色，甚至是推波助澜的角色。
美国并非不知道陈水扁的“终统”意图。美国帮助陈水扁玩弄“文字游戏”本身就表明美国的反对是半心半意的。如果美国真的反对陈水扁这么做，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容许台湾当局把这件事情提到台面，并且美国所能使用的方法很多。没有美国有意或者无意的默许甚至支持，陈水扁及其“台独”力量不会作出如此的挑衅。近年来，美国战略东移，处处提防中国的崛起，急速调整其在亚洲的战略和军事部署。这些经常给台湾的“独立”势力以错误的信号。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希望通过和美国的交往来处理台湾问题，把台湾问题界定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这个战略并没有错，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效。问题在于要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态度有个清楚的认识。笔者一直强调，维持台海现状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来说都是一种次优利益。中国的最大利益是和平统一，而台湾的“和平独立”才是美国的最大利益。只有当双方都没有条件实现最大利益的时候，才转而认同维持现状这个次优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经常会默许“台独”力量，甚至变相地纵容“台独”。不过，另一方面，美国也明白台湾的“急独”会导致中国方面的“急统”。美国并不希望因为台湾的“急独”而卷入和中国的直接冲突。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面性表明，中国要意识到台湾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自己的问题，在和美国打交道时要进一步掌握主动权。美国战略东移一方面表明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同时也表明美国亚太地区的利益在其全球利益中的比重大大增加了。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实际影响力的全球化，中美两国利益越来越具有相互依赖性。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利益。这也是近来美国强调中国责任的重要背景。
很显然，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尽管中美两国有这样那样的利益冲突，但总体上中国对美国采取的是一种合作态度。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这个霸权地位，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试想一下，如果中国真的成为美国所担心的“麻烦制造者”，美国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利益都会受到相当的挑战。无论是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还是中东核危机等，都是如此。
当前，从经济到战略，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都在增加。这就表明，台湾问题在美国亚太地区和全球利益上的比重是可变的。美国现在把台湾问题视为制约中国的一个重要筹码，但随着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增加，美国的认知是可以发生变化的。
自《反分裂国家法》通过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大陆的台湾战略调整已经在台湾岛内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两岸局势朝稳定方向发展对“台独”基本教义派无疑是个不好的信息。这也就是为什么陈水扁要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搞法理“台独”的原因。
 
掌握台湾问题关键
现在陈水扁公然挑衅大陆，但大陆则不可以再次给“台独”基本教义派一个机会来动员岛内政治力量，从而主导台海局势的发展。相反，中国大陆的理性做法是，应当努力把陈水扁及其铁杆“台独”分子边缘化。大陆并不用怕台湾的铁杆“台独”分子，应当担心的是由他们来主导台湾的两岸政策。这次陈水扁“终统”以后，大陆仍然继续坚持“依靠台湾人民”的做法，同时把矛头指向民进党的少数铁杆“台独”分子，这种做法应当说是相当理性的。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解决。要真正有效地遏制“台独”，美国还是关键。如何在和美国交往时掌握台湾问题的主动权，这才是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挑战。在美国开始强调“中国责任”的时候，中国也至少可以在台湾问题上强调“美国责任”了。鉴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美国的确应当、也必须负起这个责任。如何和美国构建有效遏制“台独”的机制，应当是胡锦涛4月访问美国最重大的政治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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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中的几个新稳定因素
最近台海两岸关系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变化来自于大陆对台湾关系的调整、台湾内部的变迁和两岸关系的国际环境等方面。这些变化有可能给两岸关系局势造成一个趋于稳定的结构，主导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两岸关系的发展。
先说大陆的台湾政策变化。这里指的是近年来大陆方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胡萝卜”政策。在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或者说对“台独”势力确立了“大棒”政策之后，大陆对台湾开始实行软性的“胡萝卜”政策。大陆和台湾在野的国民党、亲民党等确立了正式的互动关系。
 
世界欢迎大陆的开放
在《反分裂国家法》出台之前，“台独”力量赋予“台湾独立”至高无上的道德力量，各种政治力量自然都想从“台湾独立”的道德话语中获得政治利益，尤其是选举利益。尽管《反分裂国家法》通过以后，“台独”力量继续努力想把“台独”道德化，但因为《反分裂国家法》把“台湾独立”和战争等同起来，台湾岛内的“反分裂”活动也就被赋予了一种道德力量。现在这种道德力量就是通过国民党、亲民党等反对党来体现的。
更为重要的是大陆和国民党之间定期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通过这个论坛，大陆可以说全方位向台湾经济开放。大陆的开放经常被台湾执政者批评为单方面的行为，这些开放政策也因为台湾执政当局的强力抵制，岛内人民并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利益。尽管如此，大陆对台湾的开放政策的有效性不可低估。首先是大陆在台湾人民中的形象得到了很大改善。大陆对台湾的单方面开放有利于台湾，台湾人对这一点应当是非常清楚的。实际上，在这方面，台湾很多人看到了香港的例子。香港回归后的经济不景气就因为大陆对香港的开放政策而得到很快改变。正是因为经济因素有可能对台湾造成很大影响，民进党政府才想方设法来抵制这种开放政策。
大陆的这种开放政策同时也使得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大陆通过经济整合等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世界各国尤其是政治人物和企业界给“开放”赋予了至高无上的价值，这种价值在很多场合并不亚于传统的“民主”和“人权”。很少有人会理解为什么台湾当局要如此这般地抵制大陆的开放政策。国际社会的这种认知应当说非常有利于中国大陆。大陆的这种软性政策实际上也影响着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的大陆和台湾政策。
 
台湾逐渐失去开放的空间
从台湾岛内情势来看，乍一看似乎没有明显的趋向于稳定的趋势，因为台湾执政当局还在继续用各种方法追求台湾的“法理独立”。最近所谓的“第二共和宪法”的努力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但从深一层来看，稳定因素也在浮现，只不过是浮现得有些荒唐，那就是台湾当局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台独”路线正在很快使得“台独”变得不可持续。台湾的成功完全在于其开放性，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来说都是如此。开放经济和开放政治也使得台湾尽管在国际社会没有“主权”地位，但赢得了实际层面的国际地位。作为“亚洲四小龙”的一员，台湾在很长时间里被国际社会视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同样，在政治上，台湾的民主化被视为第三波民主化的典范。但台湾这些方面的国际声望在“台独”路线影响下，急剧下降。
在经济上，为了达到“独立”目标，台湾的“独立”势力恨不得和中国大陆切断经济关系。但两岸经贸关系的客观发展使得台湾当局只能限制和拖延两岸经济整合的速度，而不能完全阻止。或许一些人会认为，台湾在拒绝中国大陆之后，可以选择一些对其友好的经济体，如美国和日本。这种方法在美苏冷战时期的确发生过，当时经贸关系主要发生在美苏两个同盟内部，而两个同盟之间则没有实质性的经贸关系。但问题是，由于全球化和区域化，世界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台湾在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链条上的关键一环，即使美国和日本经济离开中国这一链条，其运作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困难，更不用说台湾了。台湾对大陆经济的依赖已经远远超越大陆对台湾的依赖。这种局势的形成和中国大陆政府政策并没有重要的关系，而是经济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实际上，无论在区域经济链条还是在全球经济链条，台湾已经在承受拒绝经济整合的负面后果。
台湾的政治在近年来也急剧地向封闭性转型。民主政治是一种开放政治，从台湾内部政治来说，这仍然有效。但如果从台湾对外在政治的理解来看，很容易看到其另一类严重的封闭性。以“台独”为主体的意识形态成为执政者的主导理念，不惜一切代价来构造台湾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或者是通过“想象”和大陆的对立来达成，或者是通过“想象”和制造族群间的对立来达成，因此具有强烈的封闭性。换一个角度来说，台湾政治具有十足的地方性。倾向“独立”的政治势力具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自以为只要打着“独立”旗号，就可以“得道”。这就是台湾执政者经常能够一手反对中国大陆，另一手抵抗美国行为背后的逻辑。这种完全不顾外在环境的地方封闭政治很难持续，不管其是民主政体还是专制政体。
当然，正因为封闭政治的不可持续性，台湾政治内部也会出现变化因素。变化不仅可以发生在民众对不同党派的选择上，也可发生在执政的民进党内部。毕竟对多数台湾老百姓来说，民生问题要远比意识形态重要。政治是少部分人的事情，而经济则是大多数人的事情。从长远来说，在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较量中，最后赢得胜利的往往是经济因素。封闭必定失败。这一点，对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难理解。其他一些封闭政权如朝鲜等，苦苦地在维持政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美日战略目标不再针对台海
从两岸关系的国际环境来看，最近最具有戏剧性的变化就是美、日两国的战略目标不再针对台海。2005年，中国大陆推出《反分裂国家法》。尽管这对中国来说是防御性的，即为了遏制台湾的“独立”，而非用于统一，但美日“误读”这一法律，以为中国要在统一问题上采取进攻性的手段，因此把台海问题纳入共同战略目标，以遏制中国大陆。这次美、日两国把“台海问题”从两国共同战略目标中删除，其中或许有中国大陆持久抗议的因素，但主要是因为把“台海问题”纳入美日共同战略目标的做法实际上助长了台湾“独立”政治势力的“台独”心理。
日美共同安全安排主要是为了遏制或者消化中国大陆崛起所能产生的外在影响，这一点仍然没有变，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很难变。但删除“台海问题”也表明，美、日两国不想因为“台独”力量的独立行为而和中国大陆公开对抗甚至发生冲突。较之中国大陆近年来的软性“胡萝卜”政策，“台独”力量的种种行为显然具有挑衅性。
所有这些因素的出现或者新发展，正逐渐对“台独”力量构造一个比较稳定的制约结构。“台独”力量不会因为这些因素而消失，在一定的时候，甚至会导致“台独”的激进化（如一手反中，一手抗美）。但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大陆有能力管理可能由“台独”力量制造的台海危机，从而使得台海维持一种动态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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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从“统独之争”到制度竞争
台湾马英九当选“总统”和国民党重新执政，给紧绷了多年的台海关系带来了和平的希望。因为由陈水扁等“台独”力量推动的“台独”运动是两岸危机的根源，而至少从原则上认同“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国民党的重新执政可以稳定两岸局势。这使得很多人变得无限乐观起来，好像两岸从今以后就太平无事了。可是，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马英九的当选只是把两岸之间的“统独之争”转变成为制度之间的竞争。
实际上，在很多方面，“统独之争”早已经成为一个假议题。这些年来，许多新因素和大趋势的出现使得台湾的法理“独立”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对此，《两岸关系中的几个新稳定因素》一文曾有论述。
“统独”议题之所以能够持续，主要是因为以陈水扁为核心的民进党为了选举而进行恶性炒作。尽管即使“台独”原教旨主义者也知道“台独”是不可为之事，但权力与野心给予“台独”政客无限的动力，使他们在“台独”路径上冒险。当然，这次选举结果表明这样做的代价有多大。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中国大陆所面临的压力主要是制度之间的竞争。在经济上，台湾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是亚洲“四小龙”中的佼佼者。在经济发展之后，台湾再创“奇迹”，成为国际上所谓的“第三波民主浪潮”的代表之一。在民进党执政前，台湾所享受的巨大国际影响力就是这种政治经济优势的直接反映。但自陈水扁民进党执政以后，无论是台湾经济发展还是民主政治，都成为其推动“台独”的有效工具。这使得台湾在短短的八年里很快沉沦。
马英九执政之后，尽管经济发展是其主题，但诉求于民主政治则会变成其处理内政、两岸关系和台湾的国际空间的主要资源和手段。诉求民主政治来处理两岸关系和追求国际空间，曾经是国民党失去政权之前的共识。现在，马英九和国民党要回到这个共识并不难。这个共识也可以成为国民党消化民进党攻击和批评的资源。
 
保持距离要打“民主牌”
“民主牌”必然得到强化，这与马英九的个人因素也有很大的关系。马英九具有强烈的个性，同时又具有民主理想主义的色彩。个性与理想的结合使得其在涉及民主原则时缺少妥协性。这与陈水扁有很大的不同，陈水扁尽管在口头上也追求民主，但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个权力机会主义者。对他来说，民主只不过是其追求其他目标的工具。
台湾的“民主牌”更是吻合台湾的国际环境。马英九处理两岸关系的主导思想是建立两岸“共同市场”。就是说，与陈水扁相比，在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眼中，马英九倾向于和中国大陆建立更为紧密的经贸关系。
在这方面，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对马英九的大陆政策实际上多有微词。西方，尤其是美日，尽管不想看到陈水扁的激进“台独”运动使得两岸冲突公开化，从而损害他们本身的利益，但也并不想看到台湾在马英九时代和大陆走得过近。
如何避免台湾和大陆走得过近，民主就成为关键。在处理两岸关系上，只要马英九坚持民主，整个西方会全力支持。换一个角度说，西方会全力反对马英九在和中国大陆交往时，牺牲民主原则。
因此，从台湾的内外环境来说，马英九的政策必然具有两个特点，就是经济上的务实主义和政治上的民主原则。
在经济上，正如其竞选纲领所示，马英九会大力推动两岸经贸的往来。这个方面不会有很大的困难，中国大陆已经早作准备，甚至是单方面向台湾开放。
台湾内部，因为国民党处于一党独大的局面，也不会有很大的阻力。而从社会方面来说，两岸的贸易必然惠及台湾民众，这在大陆与香港和澳门的关系上已经表现得很清楚。如果经贸关系变得密切，也会影响台湾民众尤其是南部农业人口对中国大陆的看法。从长远来说，可以消减甚至遏制“台独”力量。
但是马英九的务实经济政策并不足以促使其放弃民主理想。实际上，如上面所讨论的，各种内外因素决定了马英九和国民党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其对民主的坚持。民主政治是台湾的底线，也是最有效的防线。
 
两岸政治制度差异仍很大
两岸之间的制度竞争一方面表明中国大陆还会继续面对压力，因为在两岸政治制度差异还很大的情况下，国家的统一就没有制度基础。即使大陆方面强调不同政治制度可以共存（如香港模式），但来自社会的压力很难让台湾未来领导层在这方面有所妥协。
但另一方面，制度的竞争也会促使两岸的关系走向良性互动。中国大陆本身也并非没有制度优势。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大陆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并且建立了基本市场经济制度。
最近，大陆人均国民所得已经达到2000美元，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同时，在对外方面，中国大陆实行开放式区域经济合作。就是说，中国大陆开放的市场体系有助于包容台湾。
中国大陆的主要问题实际上是台湾几十年前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随着经济的发展推进政治改革，最终促成国家政治的民主化。但即使是在这方面，大陆也具备了开放的思想。
去年中共十七大已经提出政治民主化的一个基本路径。无论是内部的发展还是外部环境，中国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民主化尤其是如何有序民主化的问题。台湾在这方面实际上有很多正面和负面的经验可供大陆借鉴。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台海两岸的制度竞争既是双方各自进步的基础，也将是两岸走向良性互动、最终达到和解和整合的基础。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4月1日



香港管治与政党政治
香港局势近来再一次变得复杂起来。董建华的辞职和曾荫权的继任并没有迹象显示香港管治状况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善。围绕着特首任期的“释法”问题不仅牵涉到香港内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各派政治力量与特区政府之间的较量，更牵涉到香港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香港所有问题都最终要牵涉到“一国两制”的大构架，那么就表明香港管治制度还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内部基础。
香港的管治要稳定，就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政治制度。一出现什么问题，内部消化不了，就要求助于中央政府，或者问题一出现，中央政府就主动牵涉其中，这些都不是好现象。中央政府的干预，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不仅会触动到“一国两制”的精神，而且也必然触动到香港社会的各种政治利益，从而使得香港很难建立有效的管治制度。
 
港英管治模式已不适用
香港现在的管治制度不足的根源在于，港英殖民地建立起来的政治结构模式已经远不能适应现代香港社会的需要。殖民地政治制度具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法治和有效的公务员系统。这个制度的目标不是政治参与和民主，而是稳定与有效的管治。或者说，这个制度设计的目标就是提供一个有效的行政和政策实施工具。因为在港英当局时期，港督的产生和香港毫无关系，或者说港督的产生不是一个政治过程，香港人只有接受这一选项，因此，这套制度的运作相当良好，管治也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也是早先一些学者颂扬“行政吸纳政治”的原因。但确切地说，行政当时并没有能力来吸纳政治，只是因为在港英管治模式中，只有行政，没有政治。
但是，现在的情况则很不相同了。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就是由港督彭定康开始的香港政治民主化运动。不管人们对民主化作如何评价，民主化运动不仅导致了香港各种政治力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激发出了这些政治力量的政治参与的要求。第二就是香港的回归。回归后，原则上说，香港人必须自己产生特首。如何产生这一特首？这必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尽管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在特首产生过程中必然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中央政府的角色和港英当局时期的英国政府有着全然不同的本质。就是说，不管中央政府的角色有多大，也不能完全支配特首的产生过程。
这样一来，原来港英当局时期的“去政治化”的管治模式已经无能管治因为民主化进程而造就的“政治化”了的香港社会。尽管不能说特首产生没有民意基础，但这个民意基础是相当有限的。因为特首并非由政党产生，特首没有政党的支持。再者，因为立法会成员是由政党产生的，一个不是由任何政党产生的特首（及其政府）和立法会的关系变得相当脆弱。所有立法会成员从理论上说没有必要支持特首的工作。
实际上，在回归之前，中央政府是想要保持港英当局的管治模式的，即行政主导模式，在利用法治和有效公务员制度模式的同时，保持中央政府对香港特首任命的影响力。无论是早先的董建华任特首还是现在的曾荫权任特首，中央政府对香港管治的建制考量并没有大的差别。在代表商人阶层的董建华不能有效建立管治制度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同意董建华辞职，起用代表公务员体制利益的曾荫权。较之董建华，曾荫权有他的长处，但这个选择能否改善香港的管治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在政治改革裹足不前的情况下，不容人们作任何较为乐观的预测。毕竟，无论是董建华还是曾荫权都没有政党政治作支撑。
 
政党政治可能不可阻挡
在现代社会，任何政治体制的稳定基础都是政党政治。香港也不会例外。尽管因为长期殖民地的统治，香港政党政治并不发达，但政党政治的初步构架已经存在，这几年来众多的社会运动使得香港的政党政治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样的情况下，抛开香港的政党来讨论管治问题会不得要领。
不能说中央政府没有认识到香港政党的重要性。在数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后，中央有关部门和人士已经看到代表香港中产阶级的政党即民主党的重要性。因为有这个认识，中央政府逐渐转变了对民主党的态度和政策。这次选择曾荫权的原因不仅在于曾有公务员系统的基础，而且也是因为其和民主党有深厚关系。但如上面所讨论的，这种转变并不是说开始要在香港发展政党政治，而是带有把香港管治的基础从一个政党转移到另外一个政党的味道。
如果香港现在的政治体制不能有效管治香港，那么政党政治可能是个不可阻挡的方向。尽管如台湾的经验所示，政党政治未必能够带来一个良好的管治制度，但没有政党政治，香港同样建立不起一个健全的管治制度。对中央政府来说，要做的可能不是不容许香港发展政党政治，而是要在积极参与和引导香港政党政治的发展的同时，及时调整“一国两制”下中央和香港之间的关系。
 
原刊于《信报》2005年4月26日



香港的大局面与大趋势
中央政府主动邀请香港全体立法会成员访问珠江三角洲，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关注。不管各种政治力量对结果作何种解读，这个访问无疑会对香港政治本身及香港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中央政府来说，这次访问至少可以在四个方面发生作用。首先，有利于扩大香港管治的社会基础，从而达到和谐的目标。近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特区政府要提高管治能力。管治能力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特区政府要拥有最广泛的民意支持。但在香港的政治构架内，最广泛的民意必须通过政党政治来体现，也就是通过立法会来体现。回归以来，尽管特区政府努力不少，但因为和立法会的关系不能很好地理顺，管治能力很难提高。各种政治因素制约着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这次由中央政府出面把各党派聚集在一起，希望能够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营造一种和谐的环境。尽管这个目标能否最终达到还要由实践来检验，但这次访问是一个好的起点，好的发展方向。
其次，有利于中央政府本身角色的重新定位。中央政府历来被认为是亲传统左派政团的。这也无可非议，因为这些力量一直是中央政府所依靠的对象。但问题是这样做容易使中央政府卷入香港本身的党派之争，不利于理顺中央政府和香港政治之间的关系。这次，既然中央政府邀请了所有立法会成员，不分党派，也就把自身置于一个比较超然的位置。这样发展下去，中央政府本身就可以减少卷入香港党派之争，可以用一种超然的态度来协调香港各党派之间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中央政府对香港政治发挥正面影响。
其三，有利于节制和减少激进反对力量。因为从前中央政府仅仅亲传统左派力量，香港社会的一部分人，特别是民主派似乎不可避免地要站在中央政府的对立面，同时也站在特区政府的对立面。民主派成了香港名正言顺的反对派。另一方面，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架则保障着反对派的政治空间。对中央政府来说，理性的做法就是去争取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排挤在外。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也有利于为香港政治的渐进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所谓的激进政治，并不是说香港社会整体要求激进政治改革，而是一些政治精英往往倾向于动员香港市民来作激进的政治诉求。如果中央政府和香港民主派之间能就政治改革达成一定的共识，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激进政治的环境。要达成共识，各方面的相互信任就非常重要。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和香港民主派处于对立状态，没有任何信任机制。类似于这次访问的安排有利于双方的交流和信任感的建立。一旦建立了信任感，双方都可以减少被对方认为是激进的行为。
简单地说，这次行动表明中央政府正在努力帮助创造一个有利于稳定发展的香港大局面，一个有利于理顺中央政府和香港政治力量关系的大局面。不过，这次的成功不应当成为终点，而应当是新发展的始点。这个大局面要持续，要产生长远效应，就必须配合另外一个大趋势，那就是香港政治的逐渐民主化。
中央政府的目标是香港渐进稳定地民主化。香港民主化是基本法的规定。中央政府和民主派之间的分歧不应当是香港要不要民主化，而是怎样民主化，以什么样的步伐来达到民主化。
香港治理制度本身的改善离不开渐进的民主政治。对香港来说，民主化已经是个大趋势。尽管香港的政党制度还不成熟，但多党制已经是个大趋势，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发展趋势。随着大陆和香港经济方面的整合，一国两制的发展必然会聚焦在政治方面，即香港要在民主化方面较大陆先行一步。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强大的政党作基础，香港很难理顺特区政府和立法会之间的关系，也很难形成中央政府所期望的行政主导体制。例如，新特首曾荫权开始时有很高的民望，但在立法会，这种高民望很难转化成为实际的政治支持。没有政党支持，特区政府很难高效运作。在多党政治体制内，高的民望要通过议会转化成为政治支持。现在特首就缺少这种政治上的支持，这就给特首造成很多困难。香港社会一直流传的所谓的公务员党是对香港政治的一大误解。公务员系统，不管其多么强大和有权力，也不能成为党派。公务员的最大特点就是行政中立和高效率，其终极目标是行政，而非政治。如果把公务员系统当作政党来使用，香港的公务员系统甚至法治马上就会遭到破坏。
所以，从根本上说，要提高管治能力，香港不可避免地要走政治改革的道路，要向民主化方向发展。中央政府不想看到香港走上激进民主道路，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很多的例子指向激进民主化的消极后果。香港现在存在的很多问题，也并非简单的民主化所能解决。但这不是说，香港就不可民主化了。中央政府所要努力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渐进民主化的政治大环境，大力推进渐进式民主政治。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邀请全体立法会成员访问珠三角已经迈出了很大、很好的一步。
 
原刊于《信报》2005年10月4日



香港政改方案流产后的政治思考
讨论了长达一年半的2007、2008年香港政改方案，因为得不到三分之二的立法会议员的支持而宣告流产。尽管这个结局一如所料，但相信其对香港政治发展的影响会是长久的。方案一流产，各政治力量开始算计利害，掂量着自己失去了多少，得到了多少。但不管如何计算，这次方案的流产绝对不是香港民主政治的进步。
对很多关注香港政治发展的人来说，讨论谁赢谁输的问题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政治没有常态，输赢双方很容易易位。更为重要的是要从这次政改的讨论看香港政局发展的大趋势。政治是少数政治人物的事情，但这种由政治人物造成的大趋势是关乎香港普罗大众的。
很容易看出，香港政局已经形成了一种“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支持而支持”的非理性的、有违公共利益的政治倾向。尽管关于这次政改有那么长时间的堂而皇之的所谓理性政治讨论，但问题是这个“理性”是对谁而言的。一旦政党利益（实际上往往是议员个人的政治利益）主导了局面，就不会有理性的讨论。这个理性只是对党派利益、个人利益而言的，而不是对香港的整体利益而言的。
 
各派对政治的认知仍肤浅
香港的民主化还没有全面展开，但已经从多个方面呈现出“台湾化”的趋势。首先是争取民主运动的街头化。民主政治是议会政治。议会本来就是调和政治利益，各种利益相互妥协的地方。但政治妥协需要议会成员之间有公共利益认同，有互相信任感。理性的议会政治在香港并不存在。各政治力量都通过打外围战的方式来影响议会政治，而这个外围战越来越表现为街头政治。事无大小，动不动就走向街头，走“群众动员”路线。这个趋势不扭转，就会影响香港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运作。
既然理性的议会政治变得不可能，各政治力量之间的共识也就很难达成。在香港现在的政治形态下，政府和议会之间就很难建立起有效的互动机制。议会影响不了政府，政府也影响不了议会，这可能是恶性政治的开端。
这次争论也表明，无论是亲北京的政治团体，还是泛民主派，对中国政治的认知还是表现出相当的肤浅。
泛民主派显然忘掉了“一国”这个大局，忘掉了香港政制的发展必然要受制于“一国”这个大构架。在中国大陆本身还没有民主化之前，这个大权威很难放任香港一步到位地民主化。政治改革必须有理想，没有理想也就没有改革的动力，但理想必须具有现实感。民主派脱离现实，似乎民主的调子唱得越高越好。但诉诸民主的理想，民主派一定会有一定的政治空间，这也是泛民主派会继续走街头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泛民主派也必然会继续求助于国际力量，特别是美国和欧盟成员国的道义支持，希望通过这些大国来向中国施加一些政治压力。走这样的外围路线能否推动香港的民主化？不仅不会，反而会恶化泛民主派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中央要侧重“一国”应该做的事
当然，对中央政府来说，这次政改流产也有很多需要考量的地方。最近几年，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进步很多，主要是开始改变从前的强硬路线，开始和民主派交往。但至少在三个方面，仍然有巨大的反思空间。第一是香港的民主化速度由谁来主导的问题。中央政府本身没有意愿也没有必要来设定香港民主化的时间表。民主的速度还是要让香港政治力量来主导。中央政府如果卷入香港政治太深，不见得对香港建立有效管治有多大的正面作用。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中央政府越超然，对香港的影响反而会越大。
其次是对香港政党政治的反思。香港政党政治并不成熟，但基本形态已经形成。要把民意转化成为政治支持，必须通过政党政治。这次特首的民望和民众对政改的认同程度并不算低，但为什么民意并不能转化成为立法会对方案的支持呢？关键是没有健全的政党政治以及与民意脱节。
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要侧重的是“一国”应该做的事情，努力建立和健全内地和香港的制度层面的政治关系，以履行基本法所规定的中央政府的职责。一旦建立了中央政府和香港之间政治关系的总体构架，就应当让香港的地方政治力量来主导香港的发展。数年前，在“二十三条”问题上受挫以后，这方面的事情基本上被忽视了。中央政府更多的精力是放在经济层面，但很显然，经济关系替代不了政治关系。
政改方案的流产是个教训，各方面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在各方对香港整体利益以及香港和内地的特殊关系缺乏共识的情况下，民主只会是政治人物争取私利的漂亮口号而已。共同利益认同从哪里来？关键还在于内地、香港政府和香港各政党之间建立政治信任。没有信任，即使有了民主政治，也只会是政治恶斗。实际上，香港政治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关键状态。一旦各政治利益间的较量进入恶性争斗的状态，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改观。这是谁也不想看到的一种结局。
 
原刊于《信报》2006年1月3日



港澳管治模式中的经济因素再考量
澳门“五一”游行最终演变成警民冲突。外界对此有过度的解读，一些观察家想把这一事件和中央政府在港澳实行的“一国两制”的可行性联系起来。任何社会都会不时地产生各种类型的冲突，冲突发生了，就必须加以重视并对引起冲突的原因加以深刻的分析。尤其是在澳门。多年来，澳门的管治模式经常被视为比香港更有效，正因为这次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冲突，人们才开始关注澳门的管治问题。
任何社会冲突发生的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想讨论一下经济因素在港澳社会冲突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港澳两地政治经济情况不同，但经济因素本身和因经济因素引起的社会冲突多有类似之处。港澳两地回归中国以来，经济方法可以说是两地管治制度中的主要方法。中央政府实际上也是希望通过经济方法一方面加强内地和两地的关系，另一方面改善两地的民生，从而减少甚至消化政治压力，实行有效管治。
 
反腐为主要诉求
不能说港澳两地特区政府这些年来在发展经济上努力不够。香港回归后的几次大游行尽管有各种政治上的因素，但经济问题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社会运动由民主派所动员和发动，但那么多的市民能够被动员起来，与他们经济地位的恶化有很大的关联。中央政府在这方面有理性的判断，因此这些年来在经济上对港澳两地有很大的动作，如“更紧密贸易关系”、“自由行”和“泛珠三角经济合作”等。这些方面很有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香港的经济情况有很大的改观，社会趋于稳定。这是为什么香港民主派今天的动员能力不如前些年那么强大的一个主要原因。与香港不同，澳门的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但澳门特区政府在发展博彩业、旅游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发展良好的情况下，重大社会冲突还是爆发出来呢？这里主要有两个和经济发展高度相关的因素。
首先是经济利益导致管治腐败。在澳门，经济是由特区政府推动的。在政府决定庞大的公共工程发展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透明、有效的监管制度，腐败不可避免。政府官员在分配公共工程相关的利益时，必然向自己或者与自己相关的人员倾斜，这种情况在澳门是相当明显的。反腐败是这次澳门“五一”游行的主要诉求之一。
香港在市场经济、法治和监管制度方面远比澳门发达，像澳门那样在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腐败在香港没有也不太可能出现。但香港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利益分配不公平的情况。这尤其表现在和大陆的经济关系上。如上所说，大陆努力通过和香港发展经济关系来帮助改善香港的经济状况，但是很多经济贸易项目通常是由各级政府和香港的少数人主导的，利益分配通常向香港的大商家倾斜，中小企业得到很少，或者得不到其中的利益，这经常引起中小企业主的不满。当然，大陆和香港的不同经济关系对香港社会不同阶层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更紧密贸易关系”和“自由行”在香港产生的利益分配格局是不同的，前者所产生的利益分配要比后者集中得多。
这就导致了第二个因素的出现，即与利益分配不公相联系的社会正义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条件下，社会正义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从这方面来说，香港和澳门所发生的社会冲突只是全球化和区域化问题的一个折射。全球化和区域化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导致社会不正义，这几乎已是定论。那些有能力主导、有能力参与全球化区域化进程的社会成员获得巨大的好处，而那些或者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机会参与全球化区域化的社会成员则成为受害者。
毫无疑问，这些受害者都是中下层社会群体。全球化和区域化表明了主要经济要素在全球或者区域范围内相对自由的流动，而唯一不能流动的就是中下层社会成员。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深入，外来低价劳工以各种不同方式进入港澳社会，和本地中下层社会成员竞争工作机会。
这样一方面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充当着财富从多数流向少数的经济机制，另一方面又改变着原来有利于本地劳工的就业结构，破坏着原来存在的保护本地劳工利益的各种机制。这两种力量很容易导致社会分化，进而导致社会冲突的公开化。很显然，保护劳工利益、限制劳务输入和打击黑工也是澳门“五一”游行的重要诉求。香港的情况好一些，但这样的问题也是存在的。
 
光强调经济因素还不够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和经济体中，一旦管治和社会正义出现了问题，社会冲突就会变得不可避免。并且经济利益问题往往表现出政治性质，就是说以政治人物为主体的各种政治因素就会卷入甚至主导社会冲突或者社会运动。在澳门，人们观察到，这次游行主要是由代表中下层社会群体的组织（如职工民心协进会、职工联盟、清洁员联工和博彩建筑联合自由工会等）和一些政治人物联合行动的产物。在香港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游行示威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游行示威经常是民主派政治组织及其领袖动员经济状况受到负面影响的中产阶级或者社会下层成员的产物。
如果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或者每况愈下，那么港澳的管治必然要出现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管治就没有问题了。经济发展过程也创造出无数腐败的机会。如果腐败得不到遏制，管治必然出现问题。同时，经济发展既为社会总体创造财富，但也会导致经济财富分配的不公和社会的分化，这同样会导致社会冲突。
在港澳管治模式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经济因素并不足够。特区政府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需要管治制度甚至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香港政府的清廉不仅仅是由于上文所提到的法治健全，也是因为香港有足够的监督政府的反对力量。澳门腐败情况较严重既和法治不健全有关，也与没有有效的来自反对力量的监督有关。对中央政府而言，要帮助港澳改善管治制度，光强调经济因素还不够。从港澳的长远利益来看，政治和经济的并行改革和发展不可或缺。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5月15日



“两票制”与香港民主的制度创新
在香港特区政府接受民主党提出的“区议会方案”之后，立法会也通过了政治改革议案。根据这个议案，在2012年选举时，香港每个选民都可在直选及功能组别中各投一票，即一人“两票制”。
这不仅仅是香港民主化进程的一大进步，更是民主发展的创新。很长时间以来，政府及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争执不下，争执的焦点是民主直选和功能界别。现在，随着“两票制”的引入，双方做出了有意义的“妥协”。这当然也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妥协。但“妥协”这个词很难表达“两票制”所包含的政治上的进步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妥协”，倒不如说是制度创新。
 
“两票制”对内地同样有参照意义
如果说是“妥协”，这也是一个迟来的“妥协”。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过于僵硬，往往对来自香港社会的声音说“不”，在解决面临的新问题上缺少新思维，更缺少制度方面的创新。因此，一直以来，香港政治发展的议题大都是泛民主派设定的，无论是香港特区政府、建制派还是中央政府，都只有救火式的“反应”。香港民主化本来早就应当有大讨论。香港要实现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如何协调市民的民主化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如何获取民主化的好处而减少民主化的代价？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都可以进行理性的讨论。如果有这样一场大讨论，香港各界甚至外界对香港民主化的共识会比现在更高。
从长远观点看，“两票制”的民主实践不仅对于香港民主发展本身，而且对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社会都具有现实参照意义。
近代民主起源于西方发达社会，然后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但在传播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社会的民主产生了无穷的大问题。人们无需看比较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亚洲社会的民主现实，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东的伊朗等，就都面临困境。本来，人们希望通过民主政治的引入，来建立一个比较稳定且公正的政治秩序，但在很多发展中社会，随着民主化的开始和发展，所出现的局面刚好和人们所希望的相反。在一些社会，党争不止，民主和无政府状态几乎是代名词。新的民主政治秩序建立不起来，而原有的社会秩序因为民主政治的动员而遭到极大的破坏。一旦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问题，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必然成为大问题。
为什么在西方运作良好的民主到了非西方社会就变了样？这并不是因为一些人所说的民主属于西方文明，而是因为西方的民主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和制度支持条件。西方原来是贵族精英民主，后来随着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型到商业资本民主，然后再经过工人阶级运动和各种民权运动，才发展到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从少数人的民主到大众参与民主，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在这个很长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国家制度得以建设，中产阶级得以壮大。尽管有大众参与，但民主毕竟还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一种游戏。要进行游戏，就首先要有共识，要有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这种共识和游戏规则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西方经过数百年才发展出了民主的共识和游戏规则，发展中社会很难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个过程。
 
发展中社会缺乏民主所需的共识
即使是在西方，政治力量也经常不能扮演整合社会的角色；在很多场合，刚好相反，扮演的是分化社会的角色。西方的优势在于有一个拥有民主意识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须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与其说政治整合社会，倒不如说是中产阶级整合政治。
而在发展中社会，不但政治精英之间毫无共识，而且社会大多是分化的。社会的分化可以表现在收入差异上（即穷人和富人），可以表现在城乡的分化上，可以表现在社会的不同群体对不同宗教、意识形态、文化等因素的认同上。在缺少一个具有民主认同的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民主一旦引入，冲突将不可避免。而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更会加剧社会的分化。这是发展中社会民主政治无序的主要原因。
西方民主强调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分立，这主要是为了制约政治权力的滥用。西方在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社会力量之间的互相制衡问题并不明显。不过，西方各国上议院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力量之间互相制衡的需要。
到了发展中社会，往往是中产阶级不够发达、不够强大。即使出现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在其他方面也可能是高度分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民主政治要有效运作，就需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制衡，这样才能协调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平稳发展。
怎么办？各个社会都必须根据自身的条件，找到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机制。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经过改革，可以成为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有效民主制度安排。香港的民主化是为了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之间必须得到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不见得一定能够通向社会公正，在社会群体间收入差异过大的情况下，社会公正就会荡然无存。中国内地本身就是一个例子。社会公正需要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里，民主化变得重要起来。西方的经验表明，没有民主就很难有社会公正。
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化往往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在发展中社会更是如此。没有经济发展也不会有社会公正，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公正的前提。很简单，没有发展，哪有分配。
 
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制度
那么，如何保证一条能够促进社会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呢？这就需要各阶层的妥协。而“两票制”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说香港的直选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那么功能界别则是考量到了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制衡的需要。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两票制”能够促使选民在投票时作更加理性的思考。在很多社会，民主政治很容易受政治人物的操纵而演变成民粹政治。在缺失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一旦哪位政客蛊惑民心，号召大家起来进行财富大分配（或者其他民粹议程），必然会得到社会底层的拥护。这样产生的政府所制订的政策必然是亲分配、轻生产。要保证在生产和分配、效率和公正之间做到平衡，就必须有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制度安排。
一些人把功能界别视为香港的一项特殊政治安排，是商人治港的表现，进而认为是过渡性的。但香港的问题不是取消功能界别，而是要改善和改革功能界别制度。目前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并没有民主化，但功能界别并不是不能民主化的。“两票制”的引入，对功能界别制度的民主化是个重大的推进。功能界别的存在，不应当像一些学者和政治人物所说的是民主的倒退，而可以成为民主的改善和改进。从改善民主的角度看，功能组别不应当是临时的安排或者转型期间的安排，而是要把此安排进一步制度化，使之成为未来民主政治的内在一部分。
香港的实践对中国内地本身也具有参照意义。和香港一样，中国内地的民主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可避免。但人们对要实现怎样的民主以及如何协调民主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并不很清楚。如果香港成功了，中国内地就可以借鉴。例如全国人大可以向直选方向发展，而全国政协则可以向功能组别的制度安排发展（像中国那样分化的社会，更需要社会群体之间的制衡）。
对发展中社会来说，如果人们要享受民主制度的好处，但又要避免民主的负面效果，就需要大量的制度创新。作为发展中的民主，香港已经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可能会使得一些西方民主教科书的信奉者感到愤怒，但实践和时间会证明，这有利于大多数社会成员。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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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崛起可以说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上的一件大事情。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但“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和争论却发生在本世纪。因为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因而讨论中国模式就是要把改革开放放在中国和国际发展这两个维度中去探讨其意义。就是说，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
探讨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的意义，就要从国际环境的变化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既然和国际环境分不开，那么也自然对国际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开放”表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世界发展经验的组成部分。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开始，国际社会对此表现出来的关怀并不亚于中国社会本身对此的关怀。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其含义是不一样的。这可以从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变迁中看出。早期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社会对中国一片欢迎，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使中国很快演变成为另一个西方式国家。但当他们最终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他们”的时候，西方就从90年代初开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军事威胁论”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再到“中国政治不确定论”，等等，循环反复，从未间断过。当然，跟随着各种威胁论的是各种应付中国的策论，“围堵”、“遏制”、“抗衡”、“对冲”和“接触”，等等，不一而足。等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遏制和围堵，意识到中国事实上已经崛起的时候，西方又有了“大国责任论”和“利益相关者论”等论调。
西方对中国的各种忧虑和猜疑背后有其种种原因。不管怎样，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的利益息息相关。但如果光从西方对中国的反应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那么就会过于狭隘。不管中国现在如何定位自己或者其他国家如何定位中国，改革开放当初发生在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这个事实表明，中国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尽管中国政府本身还是很低调，但在海外，对这个模式的讨论有增无减。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分为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现在苏联模式已经解体，只剩下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主要指的是美国模式。尽管欧洲国家也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倡导其价值和模式，但已经没有很大的能量在世界舞台上推动其模式的传播；并且在很多方面，欧洲正在和美国区分开来，努力寻求其自己的模式。很显然，在内政方面，欧洲的社会主义因素远较美国多。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有力量推行其模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但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推行其模式方面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得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民主政治的稳定。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他们的担忧不仅仅在于上面所说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表现出极大兴趣，还在于即使在西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感兴趣的西方人也开始看重中国模式。不管怎样，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
中国模式对中国发展本身的意义更不容忽视。改革开放到现在已有三十年。尽管从数字上看，三十年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并不算什么，但把它放在中国历史的过去和未来的中间，人们会感觉到这三十年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就是说这三十年为历史的长河注入了从前所不曾有过并且注定会对未来产生长远影响的因素。尽管数千年的历史很长，但这样的历史时刻并不多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三十年已经成为历史连贯中的重要一环。进而，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历史，也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前三十年可以理解为“试错”式的发展，从而为后三十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因此，中国模式的范畴应当涵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六十年。
对中国的大历史来说，改革开放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对国家发展道路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道路的探索。中国在进入近代历史之前，尽管时期漫长，但多为历史的简单重复，农业社会和王朝更替是数千年历史的最持续的特色。只有到了近代和西方强国接触之后，中国的各方面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地说，从清末改革运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一直处于持续的革命之中，探索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尽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最终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但对共和国应当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一直处于艰难的探索之中，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只能在实践中进行。“继续革命”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共和国的主要特点。
在前三十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尽管也有些制度上的创新（如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和苏联决裂），但总体上还是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和贫穷社会主义，仍然孤立于（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国际体系之外。前三十年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奠定了基础结构，而对如何建设这个新国家，只能说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而代价极高的教训和经验。同时也要意识到，如果没有前三十年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架构，也就很难有后三十年的建设。而且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计划经济、高度集权、没有自由、封闭、贫穷社会主义等已经被证明行不通，才使得无论是领导层还是中国社会都接受并追求市场、分权、自由、开放和富裕生活等价值。尽管邓小平当时形象地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只是说追求这些价值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实际上方向是相当明确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各种危机，如1989年的“六四事件”和随后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权崩溃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没有走回头路的主要原因。
同时，中国对发展的道路选择也并非“非此即彼”，就是说并不是在告别了苏联模式之后，就去选择西方模式。这方面中国又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应当说，这种独立的探索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接受西方发展模式，希望通过激进的改革，变成西方国家，但大都导致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的大动荡。在其进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后，俄罗斯在一段时间里赢得了西方的高度赞美。但不久俄罗斯就发现，无论是西方式市场经济还是西方式民主，都很难适应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直到普金执政，进行改革，俄罗斯开始纠正激进改革的弊端。但一旦这样做，俄罗斯就被视为开始走回头路，西方对俄罗斯是一片责难。经过诸多曲折之后，那里的政治人物和社会民众才意识到，尽管民主政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民主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民主不能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社会的不满，而政权也会处于低度合法性。
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不过，尽管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研究领域，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兴趣已经很浓，但到目前为止，除了媒体对中国模式概念的传播，还没有严肃的学术研究。很显然，对中国模式的认识需要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努力。
本书收集的文章是我过去很多年里对中国模式的思考。这种思考在几个层面进行，包括中国模式是什么，它如何发展而来，它的未来是什么。很多研究者在涉及中国模式问题的时候，往往关注中国模式应当怎么样的问题。在很多年的研究里，笔者不太涉及理想层面的问题，因为很难回答应当怎样发展的问题，并且如果过于流于抽象，对实践的发展也并无多大的帮助。这里收集的文章更多的是一种经验观察，就是对中国发展实践的观察。笔者相信，只有通过观察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经验，才能理解中国模式，也才能理解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要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就必须有一个历史的角度和一个比较的角度。就是说，笔者在这些文章里意图从中国的视角（历史）和国际的视角（比较）来对中国的模式作些探讨。应当强调的是，对中国模式的探讨需要很多人很长时间的努力。一则是因为，如上所说，到目前为止，对中国模式的认识还不深入；二则是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处于发展和变化过程之中。把这些思考文章发表出来，主要是期待能引发更多、更深入的讨论。
这里收集的文章之前曾经在各种国际性或区域性会议上发表过，大多也曾在中国的一些大学以讲座形式发表过。此次能够结集出版，必须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社长楼贤俊先生、副总编辑张建江先生以及王利波女士。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推动，笔者很难下决心花费时间更新这些文章。
2009年8月



第一讲　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
◆如果光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那么很多宝贵的内容就会被轻易忽视。
◆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过去将近三十年的政治改革的核心。
◆中国还没有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这个阶段什么时候到来，就取决于社会改革和进一步经济改革的进展情况，但这个阶段一定会到来。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基本社会正义，或者说基本社会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前不久受邀到哈佛大学参加由肯尼迪政府学院主办的第十三次国际发展会议。因为是强调发展，会议的焦点自然落在与发展有关的主题上，包括增长与整合、治理与制度、教育与发展、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卫生与发展等。主办者希望能够总结出一些普遍性的经验供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参照。整个会议只有一场讨论，议题集中在个别国家的（特殊）经验上，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国经验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中国过去将近三十年的发展经验尽管有其特殊性，但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关注。将来发展得好，中国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可以借鉴的模式。
应主办者的要求，我作了一个题为“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中国经验”的演讲。如果把中国的经验放在国际发展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的确有很多经验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借鉴。总结中国的经验自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同时，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中国国内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把演讲提纲和问答笔记整理出来，供读者讨论。
中国的经验有很多，但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说，主要可从如下五个方面来讨论。


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
首先，我不同意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圈一直流行的所谓“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的看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很难想象经济发展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也很难解释当代中国政治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之间的巨大区别。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政治改革。在不同发展中国家，因为内部情况的不同，政治改革具有不同的内容。同时，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治改革也会具有不同的内容。如果光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那么很多宝贵的内容就会被轻易忽视。实际上，单单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人们经常会得出悲观的结论，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改革往往反反复复，很少有一帆风顺的。
西方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民主化的改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民主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最有效的制度。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仅仅是民主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问题。西方社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确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备的现代国家制度，但多数发展中国家显然还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民主化并不能够帮助它们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但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以后，民主化则是有可能的。
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过去将近三十年的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国领导层一直强调的机构改革就属于这个范畴。民主化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其中一个目标，但不是唯一的目标。除了民主化，中国还有其他很多同样重要的目标，如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等。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多重转型往往给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带来莫大的压力。在一些国家，政府面对多重压力无能为力。在中国，多重压力主要是通过两个方法来应付和消解的。其一是改革的渐进性。渐进改革表明改革并非革命。中国没有采取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激进改革方法，而坚持改革的渐进性。改革的渐进性使得中国有时间和空间来不断调整政治体制以适应不断变化中的经济和社会。其次，中国把改革分成不同的阶段，在每一阶段，各方面的改革优先次序不同。简单地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改革的主轴就是经济改革。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了，而是说在经济改革处于主导地位的这个阶段，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是辅助性的。没有各种辅助性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经济改革就很难进行。自中共十六大（2002年）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改革的重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消化由经济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进一步的经济改革营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基础。当然，没有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也难以发生和发展。有序的社会改革还是要靠政治改革来保障的。中国还没有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这个阶段什么时候到来，就取决于社会改革和进一步经济改革的进展情况，但这个阶段一定会到来。


社会政治秩序不可缺失
第二，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没有这个秩序，正常的经济活动就很难进行。这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几十年前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的一个主要观点。（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这个观点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还是适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如果一个国家处于封闭状态，那么很难得到发展。国际资本已经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动力。如果不开放，国际资本就不会进来。但光开放还不够，还需要秩序。秩序是资本和商业活动的基本条件，尤其对国际资本，更是这样。实际上，如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印度尼西亚的经验所表明的，一旦失去基本的政治社会秩序，原有的发展成果也会很快付诸东流。前苏联的经验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也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运动或者群体事件，但政府保证了基本社会政治秩序。自邓小平1992年南巡以来，中国在吸收外资方面一直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这应当和中国的社会秩序有关。很难想象在社会失去秩序的情况下，外资还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通过政治与行政手段保护产权
第三，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产权保护。产权保护关系到投资者的积极性问题。如果没有产权保护，就没有动力机制。因此，西方各经济学派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产权保护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保护产权。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有不同意见。西方国家特别强调依靠法治来保护产权。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在发达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里，法治是产权最有效的保障。但西方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法治来保护产权，并不见得公平。如同民主，西方法治制度也是经过了数百年的演进才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短时期内建立有效的法治并不现实。关键在于，在没有一个有效的法治制度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找到其他的产权保护机制。
在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提出了要建立法制。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更是把建设法治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制定了无数的法律和规章，不能说中国不重视法治。但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因为中国缺乏一个良好的法治基础设施，很多法律和法规在执行的时候往往困难重重。在产权保护方面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产权保护，那么又如何来解释中国高速而持续的经济发展呢？事实上，中国的产权保护主要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来进行的。在法治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法治不能有效运作的情况下，如果要追求经济发展，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来保护产权就变得不可避免。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建立了一个可以称之为“亲商”或者“亲发展”的政府。中共修改党章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享受政治权利。中国的宪法也已经修订来保护产权。在经验层面，中国各级政府对资本和产权的保护已经大大超越了法治的程度。地方政府为了应付竞争和推进地方经济发展，往往以政治和行政手段为资本提供额外的保护和额外的激励机制，如压低工人的工资，廉价出让土地，等等。但是应当看到的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方式保护产权有其先天的不足。因为政治和行政权力的介入，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往往得不到制约。过度的权力往往会造成对产权和其他各种权利的侵犯。资本的权利得到保护了，但劳工和农民的权益却往往得不到保障。很自然，有些场合，过分的权力也会侵犯资本的权利。
政治和行政手段不可避免，但更为重要的是能否从政治和行政的保护转型到法治的保护。在这一点上，中国最近通过的物权法显得意义重大。尽管中国国内对这个法律有诸多争论，但这一法律的通过是一大进步，它表明中国对产权的保护已经开始从政治和行政的方法转型到法治。


社会正义是持续发展的前提
第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基本社会正义，或者说基本社会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所有经济活动并不发生在抽象的空间内，而是发生在实实在在的社会空间里，任何经济交易都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或者说，经济生活不能独立于社会生活，而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经济活动本身的意义要到社会关系中来寻找。社会的正常运作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前面所说的社会政治秩序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基本社会正义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如果没有基本社会正义，社会运作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经济活动能够给基本社会正义创造经济条件，但经济活动对社会正义的影响并不见得都是正面积极的。如果在经济发展中，对社会群体不能给予同等的机会，社会正义就难以得到保障；如果由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大量财富在社会群体中不能公平分配，那么社会正义也难以得到保障。而一旦社会缺少基本的正义，那么社会不稳定甚至无秩序就会成为可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的阶段并不缺乏经济发展，问题在于发展没有持续下去，而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社会正义，最后导致社会失序。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今天就面临着如何实现基本社会正义的挑战。
中国在这方面也有经验。经济发展在给人民带来很多好处的同时，也导致了很多方面的社会正义问题。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通过大规模的分权运动造成的，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他们的权力过大，得不到制约，造成大量的腐败。中国尽管没有发生像俄罗斯那样的大规模的私有化，但是各种变相形式的私有化还是发生了。西方称为公共部门的领域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过度产业化，大量财富通过产业化的途径流向了少数社会成员。同时，邓小平所倡导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导向“共同富裕”的结果。根据世界标准，中国收入差异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很自然地出现了社会不和谐的症状。近年来，群体事件不断，并且一些群体事件向政治化方向演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最近几年出台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这些新政策显然是要达到基本社会正义目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经济发展就不会有社会正义，但经济发展并不能等同于社会正义。关键在于在出现社会非正义的时候，能否采取有效的方法来纠正问题。


社会多元促进政制改革
第五，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在21世纪，很少有国家及其人民不向往民主政治的。但在很多场合，民主是可欲而不可求的。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民主化的经验，但并非所有的民主化的经验都是积极的，有“好”民主也有“坏”民主。有些国家的民主给人民很多正面的体验，但在另外一些地方，民主带来的是不好的经验。如前面所讨论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民主制度只是众多国家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并非全部。民主并不能替代现代国家制度的全部，民主也并不见得有能力建设各方面的现代国家制度。再者，尽管在西方社会民主和经济发展可以平行，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不见得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需要秩序，但民主政治并不能保证这样一个秩序。民主也不见得能够带来社会和谐。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造成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分政治化。国家过分政治动员，造成政治空间过大，经济和社会空间过小。这些都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
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追求“好”的民主而避免“坏”的民主。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民主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好”的民主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就是说，“好”的民主需要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穷的地方可以发展民主，但人民过于贫穷的话，就没有力量去抵抗掌权者，无论这个掌权者是选举出来的还是通过其他方式产生出来的。有太多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农民的反叛和革命产生不了民主，尤其是“好”的民主，而中产阶级革命则往往带来“好”的民主。
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早期，中产阶级规模还不很大，穷人还很多。这些年来，很多群体事件就发生在穷人中间。如何解决穷人的问题是中国领导者面临的重要任务。很显然，如果不能消除绝对的贫穷，就很难根除中国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的恶性革命。就民主化来说，中国存在着很大的希望。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也正在经历着中产阶级的觉醒。发达地区的一些群体事件就和中产阶级有关，尤其在与环境保护等问题相关的领域。经济的发展促成了社会的多元化，而社会的多元化反过来又促成中国政治体制的调整，以适应社会经济的现实。所以，尽管渐进性主导着中国的政治变革，但人们可以对民主政治保持乐观。从各个方面来说，民主化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最初发表在哈佛大学的一个会议上，经修改发表在《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



第二讲　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民主是国家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没有民主很难说会有现代民族国家。但是民族主义在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由于条件的变化，两种主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如何组织中国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政治精英人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课题。
◆从国家结构来说，国共两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取代国民党而治国呢？这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使用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略不同。
◆很显然，民族主义的主题是中国的内政建设，而非对国际压力的情绪化反应。或者说，情绪化反应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成为民族主义的主题。


引言：余英时vs姜义华
1996年3月29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文章，在肯定了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同时，直接批评中国大陆领导人，认为他们利用中国民族主义来压制中国的民主政治。（余英时：《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台湾）《中国时报》1996年3月29日。）余教授的文章一经发表便在海内外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一个简单的原因是余先生把中国大陆和台湾政治发展的差异简约为民主政治（台湾）和民族主义（大陆）间的对立。而把中国政治的发展简约为民族主义，很显然是把中国置于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对立面。很多西方学者纷纷引用余先生的观点来印证西方自90年代初以来盛行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者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在急剧地把中国推向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但由于中国领导人只重视经济的发展，而拒绝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所以中国的崛起势必对现存世界和平与世界秩序构成极大的威胁。（对“中国威胁论”的讨论见郑永年：《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一章。）
余先生的文章在中国大陆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回应，其中最具系统和学术性的要算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先生的文章了。在余先生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姜义华先生在南京大学作了一次题为“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评余英时《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讲座，文章很快进入网际网络，在海内外流传。1997年3月，文章又正式发表在《复旦学报》上。（姜义华：《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的意识：评余英时〈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复旦学报》1997年第3期，第1—10页。）姜先生从几个重要的角度来反驳余先生的观点，包括“中国”这一概念的历史形成、近代主权国家意识在中国的崛起、中国人民追求平等国际地位等。
余英时先生是公认的史学大师，但因为文章作于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先生的写作更多的是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而非学术驱动的。在西方学术界，近年来有很多的文献讨论文明（或者民族主义）与民主的关系。探讨文明和民主的关系再次成了学界的热门话题。众所周知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就把民主政治归于西方文明，认为东方或其他文明与民主政治无缘。（Samuel P.Huntington，“The West Unique，Not Universal”，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1996，pp.2846.）但是也有学者讨论民族主义与民主的正面的积极关系。在苏联、东欧国家崩溃以后，这些国家开始了向所谓的民主政治的转型，但转型并非像学者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激进的改革或革命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而新的民主方式并不能建立一套新的国家机器，因此社会经济生活陷入无政府状态。所以从90年代初起，学者们开始思考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重建问题。（Forexample，Daedalus，Reconstructing Nations and States，special issue，Summer 1993.）这种思路很快得到发展。1996年，耶鲁大学教授胡安•J.林茨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尔弗莱德•斯泰潘在他们的合著《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中正式把国家的建设和民族主义作为民主政治生存和稳定发展的一个制度前提。（Juan J.Linz & Alfred St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Southern Europe，South America，and PostCommunist Europ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中译本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可见，余英时先生在写作时受前一派学术思想的影响很深，而忽视了后一派所提出的新思想。
相比之下，姜义华先生试图从学术的角度来论证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不过姜先生只是从侧面批评了余先生的观点，而没有对余先生提出的重要问题进行正面的回答。笔者认为隐含在余先生文章中的主要有两个论题：第一是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它们两者是互相排斥的还是互补的；第二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根源，中国的民族主义会不会对现存世界秩序构成威胁。
本文并不想对余、姜两位先生的观点进行逐一评论。把两位先生的观点作这样一个总结只是为了作为引子，把这个具有重要学术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提出来，意图直接回答上面两个隐含在余先生文章中的问题。本文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简单地讨论西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第二部分讨论西方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转型。现代中国以主权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是从西方传入而来，但由于国内外种种制约因素，西方民族主义在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转型。这一部分侧重强调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第三部分讨论中国后毛时代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这部分的讨论被置于第二部分的构架中，突出为什么说决定中国民族主义的不是经济因素，即经济增长本身并不决定中国民族主义是否会具有扩张性。最后，在结论中简单地讨论一下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改革时期的再整合和中国民族主义未来的发展方向。


西方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
为什么在讨论中国民族主义之前先要讨论西方民族主义？这是因为，我认为近代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个西方的概念。没有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流传，就很难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人们发现，中国近代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文化主义（culturalism），而非民族主义（nationalism）。前者认同的是文化，而后者的根基是种族。（对这种区分的综合性讨论见James Townsend，“Chinese Nationalism”，in Jonathan Unger，ed.，Chinese Nationalism（Armonk，NY：M.E Sharpe，1996），pp.130。）近来也有人论证中国的传统文化主义中也包含有种族的因素，即近代民族主义的因素。就是说，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但不相互排斥，反而可以互补。（例如，Prasenjit Duara，“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in Jonathan Unger，ed.，Chinese Nationalism（Armonk，NY：M.E.Sharpe，1996），pp.3155；FrankDikotter，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我认为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分法基本上仍然有效，即使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中包含有种族等因素，也远远不能和西欧国家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进而，这种两分法也使我们能够透视到西方民族主义在传入中国后的演变过程，以及演变的原因。
有关民族主义的定义已经汗牛充栋，这里不想再费笔墨了。本文从政治的角度把民族主义定义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人民对该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具体地说，民族主义有两个重要的层面：其一是客观的制度层面，即民族国家制度；其二是主观的层面，即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激情，它表现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忠诚，促使民族成员不惜为民族国家的生存而献身。在民族国家形成后，第二个层面的民族意识就表现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民族国家建立一种民族主义的价值体系，意在培养民族成员的民族自我意识、态度和行为取向，促使其以推进和保卫民族利益为己任。所以，民族国家制度下的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对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爱国主义，人民应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取和保卫国家的主权利益和尊严。
民族国家制度和人民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是互相关联的。人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以及认同的高低是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不同的民族国家有不同的形成过程，所以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也不相同。因为近代民族主义是先在西方形成，而后再传播到其他国家的，所以要了解民族国家的原本意义，就要考察西方民族主义的演变过程，也就是要考察人民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简单来说，西方民族国家（从而是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两种主权，即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的互动过程。（为了分析的方便，我在这里忽略了近代民族国家诞生前的构成民族主义的种种要素，因为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论述民族主义本身。）民族主义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作为一种催发民族国家诞生的政治力量，它是近代的产物。这里尤其要提的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前，就已经存在民族问题，但法国革命把一种全新的因素引入民族问题，从而使各种民族因素得以重新组合，形成一种全新的主义。这一新因素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成为民族主义的一大要素之后，民族主义不再像从前那样属于少数精英人物，而是成为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的事了。从此以后，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不可分离，就是说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人民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政治角色，而是一个积极的主动参与者了。从这一角度来看，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同一的。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强调：
无论从历史起源还是从其所发挥的政治功能来说，民族主义的思想和自由的思想密不可分，但也同自由的概念一样模糊不清。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民族主义为两种自由提供了精神源泉，即集体自由和个人自由。前者为一个民族摆脱另一个民族统治的自由，后者为个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加入这一民族的自由。（在民族主义者那里）个人自由被视为是民族自由的先决条件，而民族自由仅仅是个人自由在国际舞台上的表达罢了。原先用来保障和支持个人自由的政治和法律被应用到民族。人民的意志应决定该由谁来统治他们以及如何来统治。一个民族应该属于哪个国家统治也是这一决策的一部分。所以，民族自决原则的实现是民主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实现。（Hans J.Morgenthau，“The Paradoxes of Nationalism”，Yale Review，vol.xlvi，no.4（June 1957），pp.481-483.）
民族 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有权利摆脱另一个民族国家的统治，这一思想渊源于16、17世纪。当时国家面临两个主要敌人，一是封建秩序，二是帝国体制。前者自下而上、后者自上而下地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两种制度在王朝或者宗教战争中不堪一击，证明了它们在组织上的无效性。在封建和帝国体制解体后，随后兴起的是地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其政治形式表现为王朝主权（dynastic sovereignty），君主掌握了国家最高的世俗权力。较之封建和帝国制度，王朝国家更有能力保卫其所控制的领土和人民，提供国内秩序，防范外来的侵略。这种能力是王朝国家统治的道德基础。我们可以看到，16世纪的布丹和18世纪的莱布尼兹都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君主专制的合法性。

1789年7月14日，群众蜂拥攻入巴黎的巴士底狱，标志着法国民众登上了历史舞台。

8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人权宣言》，宣布自由、平等、财产和安全是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宣布了“主权在民”的原则。
但君主王朝政体很快就体现出其弱点。到18世纪末，君主王朝已经不能保卫自己的民族国家了。在欧洲，一些国王为了自身的私利，勾结外国力量来反对自己的国家。就是说，国王自己的利益被置于民族利益之上了。民族主义随即诞生，表示民族应当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了。
法国大革命后，民族主义成了一种革命性的意识形态，迅速登上国际国内政治舞台。就国内政治来说，人民主权意味着君主专制、贵族政体等传统国家统治主体失去了统治合法性。民族主义强调的是国内公民一律平等，有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过程，而不能被排斥在国家的政治过程之外。无论哪一个阶级或政治阶层都不能代表整个民族来组织和管理国家政治。这里，“民族”的概念近似于“政治平等”和“民主”的概念。
那么，民族主义是如何体现在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即民主政治制度上的呢？这需要来看民族国家是如何向民主转型、体现人民主权原则的。民族主义强调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过程，即国家的权力的基础是人民。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因为所有人民不可能一律平等地参与国家的政治过程。上面已经提到，民主成为民族主义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最先表现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或者说是理想。从理想变成为一种政治现实，或者说是理想外化为政治制度，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过程。
人民主权原则的制度化过程就是人民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从君主主权到民主政治转型的过程是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过程。先是资产阶级。诚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君主主权或专制政权的产生本身就离不开资产阶级，因为无论是帝国政体还是分散的、地方化了的封建政体，都不能满足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君主专制从制度上统一了国家，民族主权原则得以制度化，这是符合资产阶级统一市场要求的；但是，君主主权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君主专制政权建立后不久就暴露出来。资产阶级不但要享受君主主权所提供的国内秩序，而且要成为一个积极的政治主角参与国家政治。君主主权的根据是人的身份和出身等非自然的特质。资产阶级要求把政体建立在更为自然的基础之上，那就是基于财产之上的“平民”，即资产者。资产者利用自己的经济权力，通过不同的路径（或改革，如英国；或革命，如法国）取得了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并最终成为权力的主体。简单地说，这是西方人民主权的第一次胜利，胜利的基础是经济力量。
人民主权的第二次胜利是工人阶级进入国家政治过程。资产阶级的崛起也造就了一个工人阶级，不断成长的工人阶级也要求和资产者分享国家政治权力。和资产者用其经济权力参与政治不同，工人阶级参与政治的基础是其组织和人数。最终，因为普选的实现，工人阶级成功地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从形式上说，工人阶级的进入政治是人民主权的“平民化”。尽管在实际的政治层面，人民主权还在发展，但各种制度的确立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能够进入国家的政治过程。（本文并不探讨人民主权的平民化对一个国家民主政治体系的实际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问题不重要。）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演变及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60年代末，美国学者詹姆斯•哈里森在总结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国家的研究后说，在传统中国，人们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信仰之上的文化主义，它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中国人的文化自秦汉以来就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民族优越感和忠诚感，但中国人的基本认同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不能把文化和民族区分开来。就是说，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state）。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去放弃或改变自己的文化来强化国家忠诚感。（James Harrison，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Hunter College of the City of New York，Research Institute on Modern Asia，New York，1969）.）中国人文主义或文化至高论中有两个因素。其一，文化主义包含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是唯一真正的文明，其文化的优越性是不容置疑的。其他民族可能会在军事上比中国强，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但它们不是中国真正的竞争者。除非它们接受中国文化，否则它们就无法统治中国。中国人文主义的形成是因为中国文化在很长时间里没有遇到任何竞争者和挑战者。中国人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因为没有外来的压力。其二，统治者必须接受儒家教育，并根据儒家原则来治理国家。进而，儒家思想具有普遍性。因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取决于教育，其他民族如果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即儒家精神，也可以合法地统治中国。政治家们的忠诚是针对儒家文化的，而非针对某一特定的政体或民族的。文化主义也反映在中国人的国际政治观上，它不承认国家间的平等性。文化主义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而非物质财富方面的进步。到了近代，中国人才意识到中国文化不能对付西方人的物质进步，于是，放弃文化主义而转向民族主义。
这种说法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当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西方世界，他们马上发现了中国人的这种文化主义和西方民族主义的不同。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指出，中国人有深厚的文化主义，但无欧洲人那样的民族主义。中国人视中国为世界而非国家。在梁启超看来，这种深刻的认同妨碍了中国人发展出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要造就一个新类型的国家，首先就要求创造一种“新人”。（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文集》，（香港）天行出版社1974年版。）梁漱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他认为传统中国政府的特征是统而不治，基本上不履行现代国家的功能。（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台湾）中正书局1975年版。）
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中国人也开始接受西方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上面已经强调，在西方社会，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两种主权互动的过程。民主是国家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没有民主很难说会有现代民族国家。但是民族主义在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由于条件的变化，两种主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两种主权被分离开来，民族主权渐渐占据最主要地位，而人民主权变成了国家主权，民主主义（democracy）变成了国家主义（statism）。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非民主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必要条件。这种转型并不是某些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决定于中国国家建设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即中国处于民族国家中的后发展国家的地位。当中国人开始进行民族国家建设的时候，中国已经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此，首要任务是要争取民族主权。没有民族主权和国家主权，国家建设就无从谈起。其次，在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如何进行民族国家建设则是中国政治精英们所面临的问题。上面已经提到，中国人认同的是文化，而非民族。这意味着，即使在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也还要用政治方法来建立一个政治民族国家。换句话说，从传统文化主义到现代民族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产生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人对民族主权的追求最主要的特征是对主权的追求。“主权”（sovereignty）意味着国家的独立、自主、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它是国家现代性的首要象征。“主权”这一概念一旦进入中国，就很快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一学者对《清史外交资料，1875—1911》作了一项统计分析，以表明“主权”概念的出现频率，发现这一概念在中国出现最早是在1860年代。从1875年至1894年，每100页文件只出现一次“主权”一词；从1895年到1899年，每100页出现2.5次；从1990年到1901年，每100页出现8.8次；从1902年到1910年，每100页出现22次左右。使用频率最高的为1909年，每100页为37次。“主权”不仅成为中国学者分析时局的新概念，而且被用于中国的国际活动中。（John E.Schrecher，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Germany in Shantung（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可以说没有一个概念能像“主权”概念那样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那么深刻的影响。主权意味着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的政治人物，尽管具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以及组织民族国家的方法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行动，但他们对这个民族国家应该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一点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寥光生先生对此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见寥光生：《排外与中国政治》，（台湾）三民书局1988年版。）
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对民族主权的追求具有共性，但对如何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民族国家却有不同的认同和策略。西方民族主义不仅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主权观念，而且也影响着他们的人民主权观。有趣的是，尽管他们对人民在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的角色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都倾向于国家主义。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排斥自由主义和民主，而是因为国际环境不容许用自由主义的方法来建设民族国家。当我们说人民主权让位于国家主权时，指的是国家权力而非个人权力在创造和建设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作用。
民族主义的最终表现形式是国家的一整套以政治体制为核心的制度。中国人对制度形式的西方民族主义的认识有个复杂的过程，中国人先是认识到西方人的军事制度，然后才认识其政治组织。自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后，中国传统的政治组织表现出软弱性来。至19世纪中期，中国国内对中国前途乃至生存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国家复兴被视为国家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在史学家称为同治中兴的1860年代，中国人对西方军事组织和技术的认识导致了一场自强运动，也就是初期现代化的开始。自强运动的目标是培养既有传统道德教养，又有现代政治才能的人才，训练掌握西方技术的专家，组织规划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方面的建设项目以增强国家的力量。自强运动只是一场军事体制改革运动，当时的精英人物对西方强大的背景是其国内政治体制并没有深刻的认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国际舞台上，西方民族主义首先表现的是其军事力量和军事体制。
在1894年至1895年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败于当时才崛起的日本。中国的精英们相信只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足以阻止列强的侵略，但中日甲午战争表明，国防和军事的现代化并不足以抵抗其他方面都胜于中国的外敌。从政府官员到知识分子这才感到，只有自强运动远远不能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政治变革使得日本强大，如果中国要强大，也必须图谋政治改革。批评自强运动的人认为自强运动强调建设国家并没有错，但忽视了国家民众的和道德的基础，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场意识形态的复兴，把皇帝和人民联系起来。只有当政府及其官员能够倾听人民的声音，政府决策表达人民的意志的时候，中国的复兴才有希望，中国也才能和外国列强在国家舞台上进行竞争。
中日战争以后，加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联系的观点在很多人思想中得到体现。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如果要赶上西方国家，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另一方面，也强调国家强大的基础是人民。王韬表示，在世界上所有的不幸当中，最大的不幸是人民对统治者缺乏信心。中国的不幸就是因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没有沟通，主权和人民之间没有联系。王滔认为，要把两者结合起来，需要有制度性的改革，用政治方法才能做到。（Paul A.Cohen，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康有为在强调皇帝的权力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认为皇帝的权力基础需要革新。如果没有这样一种革新，国家的权力很难得到加强。在康有为的建议中，除了要重视经济、军事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外，重要的是要去培养人民，否则国家就没有基础。（Michael H.Hunt，“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trong State：The Late Qing-Republic Crisis”，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Kim，eds.，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尽管不乏这样那样的改造旧国家体制、建设新民族国家的建议，但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国家还是一味地衰落。到五四时期，很多中国人意识到政治革命不足以使中国强大，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也是必要的。各种革命性的主义纷纷出炉，改革之路已经不可能。而革命在很多方面是与国家建设相矛盾的，因为在革命的含义上，拯救国家意味着首先摧毁国家。五四时期出现的种种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联邦主义等都因为不能为民族国家的建设提供操作性的方案而渐渐消失。只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初生的民族主义生存下来，并日益成熟和制度化，最终为国家建设提供了有效的组织构架。
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强调用民族主义来拯救中国。他们的第一努力就是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孙中山强调指出，中国人的传统忠诚在于家族和家庭，而传统国家因为不履行国家的职能，无为而治，国民的国家忠诚感极其微弱。如果国民的忠诚感不能从家庭、家族转移到国家或政府，国家就会缺少民众的心理基础。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国民把其民族感情依附于国家之上。就是说，民族主义情感必须有制度化作为依托，或者说民族主义必须制度化。而要国民产生国家认同感或者忠诚感，首先就必须创造出一个国家。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只有作为一种组织的国家才能把民族主义制度化；只有当民族主义制度化后，才会体现出其政治力量来。中国人有强烈的家庭感，却缺少群体或集体意识，而民族主义则是一种集体意识，民族就是一种集体。孙中山形象地把中国比喻为一盘散沙，中国人只能称之为大众而非现代公民，只是个体而非集体。所以，要使中国大众产生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建立国家是首要任务。就是说国家首先被创造出来，然后国家再去创造民族意识或组织大众分散的民族意识。如何组织中国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政治精英人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课题。
在革命生涯的早期，孙中山强调更多的是人民民主，认为基于欧美多党制基础之上的共和国政体能够为人民提供一种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但1911年革命后建立的共和政体的无效性促使孙中山重新考虑人民主权问题。他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任何形式的民主政体都不能够帮助中国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孙中山因此转向了民族国家的组织方面。
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孙中山在1906年提出了建国的三序方略，即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但这种程序并没能够巩固共和政体。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转向了苏联。苏联是第一个从资本主义体系中挣脱出来而建立不同于西方政体的国家，对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中国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孙中山来说，苏联的感染力不在于列宁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系统论述，而在于列宁主义的政党组织。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强调指出，国民党要做两件事，一是改组国民党，二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改造国家的内容很广泛，不限于政府，但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府是首要任务。建立党，以党改造国家，这是全新的思想。把这一思维方式应用到民族主义，含义极其明显，就是说，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要组织各种政治力量，或把政治力量制度化，然后，再去改造，甚至重建新的民族国家。
组织和政党成了孙中山建设中国民族国家的最有力的武器。他曾明确表示过，他“向来主张以党治国”（《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1页。）。但党的概念在他那里有个变化过程。前期的以党治国思想，学自欧美，指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袁世凯掌权以后，孙中山曾经想用政党来制约袁的专制主义。宋教仁组党，提倡议会政治，政党内阁。可是最后，宋事败身亡。所以，后来孙中山主张效法苏联政党，不再提倡欧美式的政党政治。在孙中山看来，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之上”，这“又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以党治国为时太早，因为国家还是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以说是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3—104页。）。
中国共产党也致力于以党治国。从国家结构来说，国共两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取代国民党而治国呢？这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使用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略不同。国民党使用的是精英策略，依靠的是地方精英，而非民众。在地方层次，地方民众被国民党排斥在政权过程之外。由于地方精英没有能够改善地方人民的生活，加上官员腐化，蒋介石的政权尽管高度集权，但实际上极其脆弱。相反，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多数地方精英已经为国民党政权所吸收，共产党能动员的资源主要是民众，这使得共产党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建国道路。
正如约瑟夫•惠特尼所指出的，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发展出为普通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国家思想。就是说，国民党的思想是针对各阶层精英人物的，而非普通中国人的。作为一个统治党，国民党只强调权力的集中性，不容许来自下面的政治参与。再者，国民党政府因为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道路，缺乏有效的工具把其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和国民党不同，共产党通过干部下乡等方法，成功地把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了人民。（Joseph B.R.Whitney，China：Area，Administration and Nation-Building（University Of Chicago，Department of Geography Research，1969）.）
从以上的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过程的讨论中，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互动的复杂性。自由主义本来就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政治发展过程中，只是当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后者才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因为西方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的建设相对来说一直在平衡发展。在民主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原则以后，西方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反而促进和强化了民主原则，因为统治者必须通过民主的原则来动员民间资源。
中国则不同。因为面临恶劣的国际环境，政治精英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民族的生存问题，国家的力量就变得重要起来。没有国家的力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威胁。不仅如此，因为传统中国社会盛行的是文化主义，人民认同的是文化，这个因素更强化了政治精英的权力角色，他们不仅要为民族主权而斗争，而且要创造一个民族国家，创造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力量超越了人民的力量。所以我们说，人民主权的位置被国家主权所取代，就是说，集体的权力超越了人民个体的政治权力。因为只有在国家的组织下，人民个体的力量才能聚集成为集体的力量；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权。因为人民是由国家来组织的，国家自然高居于社会之上。
人民主权因此演变成国家主义，人民主权居于次要地位。但很显然，把人民主权（或民主）与民族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忽视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西方，民族国家是人民主权的外化，而在中国，无法用人民主权的原则来创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所以，如果说西方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统一的过程，那么在中国，它们两者的发展就有个时间上先后的问题。就是说，先用政治方法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再来调整国家和人民主权的关系。至于国家如何改革自身来体现人民主权，则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建设
余英时先生（和很多西方提倡“中国威胁论”的学者）的另一个观点是，中国领导人利用经济发展来推动民族主义的复兴，从而会对世界构成威胁。因此，我们必须讨论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即经济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
认为经济发展会导致民族主义的兴起并不是一种新的观点，从马克思到列宁甚至到当代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无一不强调经济因素决定了一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例如，耶鲁大学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中，把国际关系的变化动力归诸经济和与之有关的技术的进步，认为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决定了各国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影响各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一国是否会对另一国构成威胁。（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Vintage Books，1989）.）
那么经济发展为什么会使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即民族主义在国际社会的表现）呢？第一，追求经济利益是任何国家最重要的目标。如果现存国际关系结构不能满足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那么它就要千方百计地去改变这一结构。而一国的经济力量决定了它是否有能力去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第二，国际关系等级结构最终决定于国家的经济基础。一国的经济增长表明了其财富和其他资源的增加。随着这一国家经济效益的提高、工业结构的变迁和国际贸易方式的变化，其国际行为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经济利益之所以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动力，主要是因为世界经济资源的贫乏。任何国家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以某种方式去获取更多的资源。所以，只要有可能，任何国家都想以自己的意愿来组织国际关系。
再进一步讨论经济发展如何导致一国的扩张，经济增长本身是否包含着扩张的动力。经济决定论者从三个主要因素来加以解释。第一是规模经济的发展。因为规模经济能够提高经济效益，减少交易成本，于是国家就会千方百计地把经济规模扩张到其他国家。第二是经济活动的国际化。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总想通过控制国际关系来剥削他国，迫使其来负担维持现存国际关系的成本。第三是因为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根据这一规律，如果要维持经济增长，所有必要的生产要素都必须合比率地增长，否则经济产出就会下降。如果这种比率不能在国内市场中达到平衡，就要在国际舞台上开拓新的市场以满足国内的需要。
很明显，这些规律主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现象的解释，不可否认，它们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仍然发挥着作用。不过经济决定的解释不是没有挑战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尽管也强调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重大影响，但同时也发现国际冲突与国家的组织形式有密切的关系。（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已经经历了三类主要国家形式，即各种地方化的政治形式、帝国政治形式和现代民族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式替代另一种国家形式，是因为旧的国家形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像帝国这一国家形式消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因为：第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取代了帝国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角地位；第二，工业化推动了经济形态的转型，现代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农业经济，而依赖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第三，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
吉尔平虽然把国家形式考量在内，但也还是过分强调经济决定国家间的关系。在这里，经济仍然是主角，而国家形式只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反映。这样的解释仍然不能回答我们的民族主义向外扩张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一国内政的组织形式和其国际行为之间的关系。很早以前，一些德国史学家曾指出，一方面，来自外部的压力对国家的内部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国家的内部组织方式对该国的国际行为也有重大的影响，如果国家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从建立有效的国家组织做起。（例如 Otto Hintze，“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the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in 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183。）近来也有美国学者从国家政体出发来研究其外交行为，特别是战争行为。例如，杰克•施纳德就认为，战争可以为国内各种利益集团如军方、外事官员和大资产者带来巨大的利益，因此他们把持国家机器，发动战争，以增加自己的利益。（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这种理论其实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扩张理论有很大的类同之处。
实际上，“中国威胁论”的提倡者都可从上述的理论中找到根据。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就用实际购买力方法，预测中国的经济会在21世纪初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强经济体。一方面，强调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两者关系的人，看到的是中国过去二十年间的高速经济发展对世界权力格局的未来潜在影响，那就是中国经济力量的发展会打破现存国际关系秩序。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增长，其在国际上的野心也必然随之增长。另一方面，强调政体对民族主义扩张性影响的人认为，中国的“非民主”政体会对国际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把这种理论推广到中国，自然就是中国必然会构成对现存世界秩序的威胁了。
应当指出的是，这些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也是有争议的。这里姑且不论这些理论是否正确，仅是把它们用来解释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已经导致了非常大的误解。这些理论是根据西方经验总结而成，反映了西方民族国家发展的轨迹，作为一个后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也不可能走西方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上面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变的分析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再说，和西方民族主义比较，中国民族主义表现出更具反应性。就是说，它不是原生的和自发的，而是对环境变化的一种反应，首先当然是对中国国际环境的反应。民族主义既是“进口”的，也是对“输出国”的一种回应。其次是对中国国内环境变化的反应。因为民族主义是“进口”的，其对中国原有的各种制度体系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必然引起这些制度体系的回弹。
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并不是因为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有能力来改变现存国际关系秩序。相反，它是上述两种反应的结果。（详细的论述见Yongnian Zheng，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Modernization，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先是对来自国际社会压力的回应。西方社会认为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必然会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所以自90年代以来各种有关“中国威胁”和“围堵中国”的理论一一出笼，同时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也在不同程度上视中国为假想敌。应当指出的是，西方的这些变化是根据其本身的发展经验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的回应，但这种回应反过来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如果我们考量一下中国民众情绪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不同，就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反应性民族主义。在80年代，中国民众对西方世界普遍有好感，向西方学习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呼声。可是自90年代初以来，由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打压，民众不再对西方抱有幻想，反之民族主义情绪式的批评成了一种知识风气。向西方，特别是美国说“不”系列著作的出版和发行就是很好的证据。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民族主义也是对中国国内问题的反应。邓小平时代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一方面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因为80年代改革的主轴是分权，中央政府的能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能力有很大的衰落。这就是90年代初以来大陆争论的所谓“国家能力危机”的主题。高速的经济增长确实对旧的民族国家体制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如果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来应付这些挑战，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生存就会成为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学者再次提出了重建民族国家的呼吁，各派政治思潮也纷纷涌现。民族主义在这种环境中又成了其中一个主要流派。

民族主义式的情绪应该转变成为国内建设的力量。（图/新华社戚恒）
中国民族主义是对国际、国内新环境的反应。西方学者却根据西方本身发展经验得出了几乎相反的结论，即民族主义的兴起表明中国因为其经济实力的剧增而开始要挥舞“拳头”来验证其力量了。这种“误解”盛行在西方的各个领域。政治人物经常故意误解中国民族主义是为了追求政治利益。学术界为什么也会这样呢？很多人自然是由于情绪所致，在看待中国民族主义时附加了很多感情的成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利用的是现有的西方概念。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有效的概念，但概念是具有文化和历史的背景的。用在西方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概念来分析中国问题，这样的误解的出现是避免不了的。


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
上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复杂性。这里需要再次强调上面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首先，中国民族主义并非是其经济力量的反映，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向外扩张型的民族主义。相反，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民族主义有推动作用，也只是因为经济发展破坏了旧的体制，从而对民族国家的旧的制度构架造成了威胁。第二，中国民族主义并非一定是民主（人民主权）的对立面。相反，两者不仅可以是互补的，民族主义甚至能够扮演一个推动民主政治进步的角色。第三，中国民族主义是对外来压力的一种反应，国内民族主义的高低程度取决于外来压力的强度。第四，就一个民族国家在国际中的地位而言，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的组织化。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成为一种国际力量，经济力量如果不能组织成为民族国家的力量，就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同样，如果没有一整套健全的政治制度来组织经济力量，民族主义就只能停留在情绪层面。
这些初步的结论也向我们指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在反对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民族主义的同时，必须看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显然，民族主义的主题是中国的内政建设，而非对国际压力的情绪化反应。或者说，情绪化反应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成为民族主义的主题。本文开头已经明确指出，民族主义的本质是要为民族国家提供一个制度基础。近代中国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各种革命都是为了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基础。没有这样一种制度基础，民族国家的生存就无从谈起。
也应该看到，在寻求这样一种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础的同时，民族主义的诸多因素得到了重新组合，其中一些被赋予优先地位，另外一些被置于次要位置。当国家力量的地位变得至高无上时，人民主权的地位只能居于从属性次要地位。现在，在经过了多次革命后，中国不仅获得了民族主权，而且也为民族国家创造了一种制度基础。但民族主义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重组国家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如何适应民族国家新的形势，使得人民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乃是今后中国民族主义的主题。同样，在国际政治方面，民族主义式的情绪必须转型成为国内建设的力量，转化成为一种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没有这样一种转型，除了即时反应性的民族情绪，国家不可能具有一种连续性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原则。
（本文最初是作者1999年6月14日在广州社会科学院所作的演讲。后收录在王赓武、郑永年主编的《中国的“主义”：从“五四运动”到当代》一书中。该书由新加坡八方文化公司2009年出版）



第三讲　政治改革与中国国家建设
◆民主化可以是一股强大无比的摧毁非民主的旧制度的力量，但很难充当同样强大的力量来建设新制度。
◆在西方，正是社会力量的壮大才驯服了国家力量。但是当社会经济的变迁要由国家来推动时，谁来驯服国家权力呢？这种历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是政治精英赋予社会的一件“礼物”。
◆不管我们意愿如何，客观的现实要求和政治权力的本质决定了国家权力会一直存在于我们身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非要不要这样一个国家政权，而是如何确立一个强大的能够满足各方面发展要求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能够容纳民主政治因素的并且能够推动民主政治的政权机构。
◆我们想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否具备了一个民主政权所需要的最低制度条件。


引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定为中国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政治改革是中国下一阶段改革的一个主要任务。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无论是民众还是党政官员都认为，改革的重点在于经济和机构等方面。但最近的情况则不同了，200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党政干部最关注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其次才是机构人事、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等。（参见汝信、陆学艺等主编：《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尽管没有人否认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但在如何进行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却并没有任何共识。综合目前各种讨论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有关民主政治导向的政治改革的理论性讨论，即自由派、民主派和公民社会派。（这种区分法是王绍光教授总结的。）自由派认为，中国的国家权力太大、太集中，是“专制”的根源。解决的出路在于继续缩小国家权力，给社会和人民更多的自由。而民主派并不反对强大的国家权力，但反对不民主的国家权力，所以认为要解决目前的问题，一方面是要加强国家权力，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权力，但另一方面也要强调人民对国家政治的参与，这样才能避免国家向“专制”方向发展。公民社会派则强调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主张大力扩展建立在非政府组织基础上的社会权力，从而在国家和社会权力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使得国家权力的“专制”成为不可能。
每一种观点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很难说哪一种更具有优势。民主是我们期望的价值和制度，民主化也无疑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但是，笔者认为，所有这三方面的思路都没有涉及国家在民主化中的作用。大家都认为民主意味着国家政权的民主化或者政治权力的民主化，但是因为没有涉及政治权力本身在民主化过程中能做些什么，这些方法因此未免显得过于理想。笔者认为，要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理解好国家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好的认识后，才能更好地考量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改革问题。本文讨论国家与民主的关系问题，重点并不是民主化本身，而是民主化的前提政治条件，即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和民主的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的作用。


国家与民主
◆一般意义
国家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有两层含义。（这里所说的“国家”（state）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国家。通常，在谈论国家时，人们指的是country。这里的state可以翻译成为“国家制度”或者“国家机器”，但为方便起见，仍使用“国家”一词。）第一层含义指的是国家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比如说“国家”在西方各种民主政体中所扮演的角色。学者们发现，在不同的民主政体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所能起的作用是很不相同的。第二层含义指的是“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经常是就那些非民主的国家而言，指“国家”在从非民主到民主的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对政治渐进主义而言。如果用革命的方法，“国家”本身的作用似乎不重要。之所以要革命，是因为人们不相信现存“国家”本身能够民主化或者“国家”有能力促使自己转型。（实际上，即使研究革命也离不开考量国家的角色，例如列宁的著名文章《国家与革命》。当代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派或者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仍然把重点放在国家对革命发生和发展的作用上。）而渐进主义强调的是不通过推翻现存国家政权而把国家转型成为民主政体。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研究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认为从非民主政体到民主政体的转型过程中，国家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Samuel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也有其他一些学者研究国家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但讨论两者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并且大多聚焦于权威主义类型的国家和社会。也有学者研究“国家”在前共产主义政权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但这里的“国家”往往指的是“国家”的少数高层精英人物在瓦解旧政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迄今为止，还没有共产主义政权能够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民主政体的案例。因此，在中国政治发展中提出“国家”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人们关心中国的民主化，热衷于讨论“国家的民主化”或“民主的国家建设”。理想地说，民主化应当是一个国家建设过程，通过民主化而使得国家转型成为民主政体。但现实的情形并非如此。民主化往往不能成为国家建设的一个过程，反而是国家的毁灭过程。这在多民族国家尤其如此，民主化经常表现为多民族国家的解体和消失。戈尔巴乔夫激进的政治改革不但没有为苏联人民带来一个能够有效运作的民主政体，相反带来的是国家的解体。苏联解体后，尽管俄国人民拥有了一种民主形式，但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和从这种民主政体中所享受到的利益却极不相称。印度尼西亚是另外的一个例子，苏哈托专制政权垮台后，印度尼西亚开始了民主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可说不激进。但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也开启了民族国家的解体过程。不仅东帝汶很快独立了出去，其他很多省份也都纷纷要求独立。而这一切对印尼人来说，可能还只是一个开始。

印尼骚乱：民主化开启了国家的解体过程。
在“国家”还没有民主化时，人们纷纷要求民主化。但当民主化摧毁了旧“国家”之后，学者们又开始讨论“国家”建设问题，而政治家们则开始感到国家建设困难重重。（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政权瓦解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国家建设问题。如Deadalus，“Reconstructing Nations and States”，Special Issue，vol.122，no.3（Summer 1993）；Gordon B.Smith，ed.，State-Building in Russia：The Yeltsin Legacy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Future（Armonk，NY.：M.E.Sharpe，1999）；Taras Kuzio，Ukraine：State and Nation Building（New York：Rutledge，1998）；Taras Kuzio，Robert S.Kravchuk and Paul D’Anieri，eds.，State and Institutional Building in Ukraine（New York：St.Martin’sPress，1999）；and Jill A.Irvine，“Ultranationalist Ideology and State Building in Croatia，1990-1996”，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vol.44，no.4（July/August 1997）。）实际的情形是，民主化可以是一股强大无比的摧毁非民主的旧制度的力量，但很难充当同样强大的力量来建设新制度。而且，很多国家制度或者国家机器并不是通过民主化所能建立的。可以说，一旦民主化到来，或者一个国家成为民主政体之后，有些方面的国家制度就再也建立不起来了。尽管人们不想把诸多消极的东西和民主化联系起来，但这是现实。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民主化是一种值得期待的事情；但在民主化前或者民主化过程中，人们必须考虑到很多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民主化是人们的一种选择，是政治精英和人民之间互动的产物。民主化可以有多种途径，精细的考量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些不同的途径中进行选择，得到较好的结果。
◆民主化不能等同于国家建设
如果说民主化和国家建设不是同一件事，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首先定义一下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主。人们讨论现代国家时，大都指的是起源于近代欧洲的“国家”。不提及近代欧洲国家，我们很难讨论发展中社会所拥有的国家形式。韦伯认为近代国家是一种组织，它由无数的机构组成，国家机器的领袖（行政权威）领导和协调这些机器，并有能力或者权威为其统治下的特定土地上的人民和其他社会组织决策，并在必要时以自己的意志来使用武力。（Max Weber，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ed.，Talcott Parsons（New York：Free Press，1964），p.156.）在欧洲、北美和其他一些地方，近现代国家又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形式，即自由民主政体。那么，什么是民主政体呢？民主政体也是一种组织形式。根据达尔的总结，它包含了如下的特点：第一，宪法保证民选代表对政府政策的控制；第二，定期、公平和自由选举制度的确立，借此人民选举和撤换其领导人，就是说，权力的转移是通过选举机制来完成的；第三，所有成年人都具有参与这种选举的权利；第四，公民有竞选公共职位的权利；第五，公民有自由表达的权利；第六，公民有获取政府和其他组织所控制的信息的权利；第七，公民有自由结社的权利。（Robert Dahl，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pp.221223.）显然，这是对现行西方民主实践的理论总结。
仅从上面对“国家”和“民主”的定义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政治民主化和国家建设不是同一件事。民主政治只是现代国家的一种形式，并且是在后来才出现的，而国家建设远远早于民主这一特殊的政体形式。即是说，先有了现代国家形式，然后才逐渐转型成为民主政体的。
西欧、北美是近代国家的发源地，近代民主政治也是起源于斯。无论是现代国家形式还是民主政治，都是从西方传播到世界各个地方的。用法国学者贝特朗•贝蒂的话来说，所有其他国家的国家建设过程都是一种变相的政治秩序西方化的过程。（Bertrand Badie，The Imported State：The Western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Order，translated by Claudia Royal（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但无论是在最先产生近代国家和民主的西方，还是受西方影响的世界的其余部分，国家建设和民主政治从来都不是同一件事。
已经有很多著作讨论西方近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简单地说，这是一个从近代专制国家形式向民主政体转化的过程。绝对专制主义的崛起是近现代国家发生的第一步。绝对专制国家由一系列因素构成：摧毁和取消弱小而地方化的各种政治组织，或者把它们合并到较强大和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来统治其属地；把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和政治秩序加于其统治的属地；单一、集中和主权的中央政府。（G.Poggi，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6061.）从绝对专制国家到民主政治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西方社会国家建设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很多主要的国家制度在民主化发生以前就已经确立了。在195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成立了比较政治委员会，集中世界各国专家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来研究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1970年代，受委员会支持，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对西欧的近现代国家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并在1975年发表了《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一书。（Charles Tilly，ed.，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这本著作自发表后一直是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学者们的必读参考书。但是，学者们的注意力往往放在民族国家方面，而常常忽视它所强调的、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央政府或者统一集中的国家统治制度的形成。上面提到，绝对专制国家和以往的各种政体的不同在于其权力的国家性和集中性。从以往较为分散、地方化和多中心的政治权力转化到统一和集中的国家权力中心，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战争的过程。有学者甚至称，没有战争和暴力，就没有近现代国家形式。
该书所考察的国家制度包括国家的暴力、政治、经济和行政制度等多方面。在政治暴力方面，包括国家统一的军队和警察制度；经济制度方面，包括近代金融、财政、税收和食物供应制度；在行政制度方面，包括行政技术官员的录用和培训制度，等等。指出这些，主要是想说明，在近现代民主政治出现以前，国家建设早就开始了。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激进地改变了国家形式，但不管怎样，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西方民主就是在这些国家制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
即使在西方，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过程、民主政体从西欧到其他国家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十分缓慢、不平衡和经常充满暴力的过程。一些主要国家的民主制度如美国和法国都是经过革命而得到的。内生自发的民主的例子少之又少。除了西欧和美国，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民主制度要么是“扩散”的结果，要么是“外加”而来。“扩散”要么通过移民文化途径，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么通过地理和文化的关联，如现代葡萄牙和西班牙。“外加”要么通过战争胜利方的强加，如日本和德国，要么通过殖民地的遗产，如印度、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国家在民主化之前，国家建设早已经开始了，例如德国和日本。德国的近代国家建设基本上是在“铁血宰相”俾斯麦主政期间开始并完成的，而在日本，这一任务主要是在明治维新期间进行的。
那么，是哪些因素促成西方国家从专制转型到民主的呢？理解西方民主发生、发展和生存的问题，就要理解民主的条件问题。在西方学界，至少存在三种主要理论。第一种理论，也是西方最流行最普遍的理论认为，民主这种政府形式只能存在于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经济之中。第二种理论认为，较之 其他社会，民主更有可能在工业化的富裕社会中发生、发展和生存下来。第三种理论侧重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传统，认为如果传统制度中包含妥协、权力制衡的因素，那么有助于国家向民主化转型。综合三者而言，民主最有可能在具有有利于民主发展因素的、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以生存。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在讲西方国家的民主发展经验，很难把它们用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对妥协、经济富裕程度、市场经济和有利于民主发展的传统的强调，可以反照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民主政治的困难，或者在发展民主过程中所缺乏的因素。
这里我们简单地来讨论一下这些理论。在研究西方民主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或者马克思主义者，都一致同意在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逻辑。从当代一些学者如林德布罗姆、亨廷顿和摩尔的学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Charles Lindbloom，Politics and Markets：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New York：Basic Books，1977）；Samuel Huntington，“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99，no.2（Summer 1984）；and Barrington Moore，Jr.，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MA：Beacon Press，1966）.）为什么会这样呢？欧洲历史发展表明，资产阶级的兴起与那里的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根据这种理论，新崛起的资产阶级成功地驯服了君主专制国家。君主专制国家的统治原则是基于出身背景之上的政治等级。资产阶级认为这种政府形式不“自然”，所以要由基于财富之上的统治原则取而代之，因为财富比出身更为“自然”一些。但资产阶级的统治生产出了一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最终用组织的力量和资产阶级分享政治权力，建立了代议制度。代议制度的本质就是根据人口来统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摩尔指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为什么民主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分不开呢？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上的经济制度，它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最根本的制约。再者，资本主义产生出一种与“公共领域”分离开来的社会经济上的“私人领域”。这种“公”、“私”领域的分离是民主作为一种有限政府形式最重要的原初条件。“公”、“私”领域的分离也使得法律政治上的平等和社会经济上的实质不平等相对分离开来。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政治平等和经济不平等的这种分离不仅为民选政府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人们开启了一种希望，即通过动用民主的国家的权力来改变继承下来的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状况。
那么，为什么工业化社会有利于民主化？一个简单的回答是，工业化导致富裕。财富有助于缓解精英之间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在西方，长期的经济发展及其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为现代福利国家打下了基础。福利国家反过来缓和了工业化资本主义的阶级冲突。经济危机所导致的西方政治社会危机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财富也缓和了精英之间的冲突。政治游戏中的失败者可以转向寻求经济社会方面的成功，这样，就不会把所有赌注都放在政治游戏中。就是说，参加政治游戏并非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政治游戏因此不是一种零和游戏或曰你死我活的游戏。在这样的情况下，失败者就不太可能去做那些对政治稳定不利的事情，例如组织示威、暴动和参加地下反政府活动，等等。就是说，财富为政治家们的活动提供了一个界限，防止他们超过这个界限，超过这一界限就会对现存制度的运作和生存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这样的界限无疑对民主政治的运作和生存也是极其重要的。
最后，一些学者也发现了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时代以前所存在的民主传统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受韦伯的影响。主要参见Felix Gilbert，ed.，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Reinhard Bendix，King or People：Power and the Mandate to Rule（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英国的封建传统是一例。英国的封建传统意味着君主和贵族之间的一种分权的制度性安排。这种分权就已经包含着民主的因素，如政治妥协原则、权力分享原则、权力制衡原则，等等。正是这些民主因素的存在才使得英国的制度较之其他国家更顺利地容纳进日后崛起的资产阶级。这个例子无非说明了一个国家以往的政治传统对民主发展的重要性。


国家、民主和发展中国家
当转向非西方社会时，我们可以对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提出诸多的质疑和挑战。首先，在苏联和东欧解体之前，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也并不逊色于一些已经民主化了的西方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工业化、经济富裕而得以民主化。其次，经济发展的过程不是推动国家的民主化的过程，相反，它可以很容易导致现存国家的“政治衰败”。这在亨廷顿的学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亨廷顿尽管是西方民主的最忠诚的拥护者，但有鉴于发展中国家的无政府乱象，认为政治秩序较之经济发展和民主化更为重要。（Samuel 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不管怎样，如上面所讨论的，资本主义和持续的经济发展帮助了那些在传统政治中包含有民主因素的西方国家转型成为民主国家，这是历史的逻辑。但历史不可能重复。西方的经验不可能在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再现。在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或者不发展时，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民主政治，都离不开“国家”的作用。
当我们考察当今发展中国家时，在西方社会经历过的经济和国家政体的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刚好倒了过来。就是说，在西方，是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崛起最后驯服了专制的国家权力，但是在发展中社会，国家（或者政府）必须生产出资本主义并推动经济发展。这也不是抽象的逻辑，而是由发展中国家“国家”产生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上面提及，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社会所拥有的“国家”形式都是从西方传播而来。但是，西方式“国家”并非“自然”地传播到后发展中国家的，在很多场合，传播的过程就是西方国家实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过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第三世界主权国家，几乎都是在反殖民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中产生的。
在独立建国后，后发展国家用政权的力量支持初生的资本主义，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在共产主义类型的国家，则发展出了另一类经济制度，即计划经济。即使在拉丁美洲，那里并没有直接的殖民主义，但经济的发展仍然依赖于国家的干预。在西方，新生的企业家阶层是推动民主的主力；但在第三世界，催生和支持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要由国家来主导和辅助。当国家主导社会经济发展时，要国家同时必须对社会负责就变得极为困难。在西方，正是社会力量的壮大才驯服了国家力量。但是当社会经济的变迁要由国家来推动时，谁来驯服国家权力呢？这种历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是政治精英赋予社会的一件“礼物”。如果政治精英们不愿意给社会这样一件“礼物”，那么社会力量就不太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造就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
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就面临一些结构性障碍。最重要的就是上面所讲的国家占据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国家对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从本质上说是反民主的或者非民主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力量有可能扩大和加强其对国家的力量，如在亚洲新兴工业国。但即使在这些国家，民主化也不是社会力量单方面的结果，离开了政治精英的作用，民主化可能无从谈起。在现代社会，除亚洲新兴工业国之外，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都是由国家主导着社会力量。这并不是说国家有能力控制社会力量。在很多社会，国家的主导地位并没有使其能够控制社会，而是让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历史地看，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整合度不高，权力分散，缺少经济发展的动力。分散的政治和软弱的经济使得它们很容易受殖民主义影响。在建立新主权国家政权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精英，而非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资产阶级。政治始终是这些国家各方面发展的主要动力。无论是社会还是经济都有待于发展，但负责推进这些方面发展的就是国家。即使是弱国家，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也占主导地位。国家总要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和操纵社会经济的发展。由国家或者政治精英们所发动的社会运动，而非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更有能力动员资源从事国家建设和各方面的发展。但是社会制约的缺乏，使得“国家”很难自己向民主政体转化。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只要是国家主导社会，民主就主要是政治精英的事情。但这并不是说，社会大众对民主的发展不重要。这样说只是强调，在国家主导社会的地方，政治精英有能力给予社会民主权利，或者撤回这样的权利。社会大众经常只有在政治精英动员他们时才有机会进入政治过程。社会动员与否是政治人物决定的，而非社会力量本身决定的。
在发展中国家，当权者要同时完成两项必要的任务，即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和发展经济。建立一个有序的独立国家，从最低层面来说，是要确立对特定领土的有效控制，从最高层面来说，是确立一个合法的、主权的、对人民的需求负责的国家机器。同样，经济发展，从最低层面来说，意味着要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从最高层面来说，是协调发展与再分配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同的任务构成了不同的合法性基础。一些政治人物侧重于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则侧重于建立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能够在发展和分配之间做到平衡。在这两端之外，还有极端者。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完全依靠其所掌握的武力来统治国家，而另外一些则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
概括地说，上面的简单讨论是想说明国家建设和民主化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一个社会如果要有民主的转型，首先要存在着最低限度的国家制度、政治秩序和政府对领土和人民的有效控制。其次，这一国家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能力来发展经济。没有这两者，民主化的发生将是不可能的，即使发生了，也会失去其实质上的意义。


国家建设和中国的民主化
无论是西方的经验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不会在中国简单地重复。中国正在走着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中国也不会是个例外。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无法避免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其他发展中社会的“国家”大同小异。也像一些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产生出有利于民主政治发生的因素。国家在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在影响着“国家”的发展。问题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会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转型？现存制度是在消化社会经济力量对它的消极影响而维持现状，还是在做一些有利于民主政治发生的事情呢？如何利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有利于民主化的因素来推进“国家”的民主化？对这些问题很难给出确定的回答。
再进一步来看，民主化是全球大趋势，哪一个国家也逃不过这一过程。民主政治也是中国国家建设的目标。但现实经验所显示的是，民主化很可能不是一个国家建设的过程，而是一个国家解体的过程。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是，在全面的民主化发生之前，或者发生过程中，中国能够进行怎样的国家建设，从而可以在最低限度上避免多民族国家的解体，而在最大程度上，达到较为理想的民主的国家建设呢？
◆“国”源自“党”：回到孙中山
在讨论中国国家的民主化转型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现存国家。所以，首先要提出一个可能很多人不愿接受或者不愿意听的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没有人会怀疑中国早已经是一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国家性”（stateness）到底有多强呢？这个问题却很少有人提出，更不用说给出答案。从秦始皇统一国家开始，中国尽管也有分裂的时候，但大多数时间里一直是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政治统治形式方面，中国的官僚体系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是也没有人会怀疑，中国传统的“国家”形式和我们这里讨论的起源于西欧的近现代“国家”截然不同。传统国家是王朝体制，皇帝统而不治。人民对国家政治既无参与的管道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在大多数场合下，人民是自生自灭的。简单地说，社会和国家之间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关联，这使得国家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动员社会资源。
传统王朝式国家在历史上具有其优势。不管今天我们怎样评论这种形式的政治统治，它毕竟统治中国数千年。只有当王朝国家遇到了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国家时，其劣势才立刻显露出来。传统王朝式国家在现代西方国家面前不堪一击，很快解体。从清末开始，所有中国政治精英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建立一个新国家。各种源自西方的思潮在中国都得到传播，到“五四运动”时期达到顶峰。这个时期的“主义”都没有为中国的国家建设提供行之有效的途径，渐渐消失。只有孙中山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初生的民族主义生存下来，为日后的国家建设提供了有效的武器。
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简单地说，自孙中山以来，中国主流的政治精英都走着一条“以党建国”的道路，但在不同的阶段，他们对政党和国家、政党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对孙中山来说，组织和党就是重新建设中国民族国家最强有力的武器。他曾明确表示，他“向来主张以党治国”（《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1页。）。但党的概念在孙中山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过程。在其革命生涯的早期，孙中山相信能够在欧美的多党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和国，让人民参与国家政治，从而达到建设一个强民主国家的目标。这里的“以党治国”的思想学自欧美，指的是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袁世凯掌权以后，国民党曾经想用政党来制约袁世凯的专制主义。宋教仁的被刺身亡以及1911年革命后所建立的共和政体的无效性，促使孙中山重新考量政党问题。孙中山意识到，中国没有可能依靠欧美式的多党制来建立一个强国家，因为中国从社会到精英人物都没有欧美那样的民主政治素质。对于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

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赢得了最底层民众的支持，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立即把注意力转向了苏联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苏联是第一个从资本主义体系中挣脱出来建立不同于西方政体的新形式的国家。苏联的成功使孙中山对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表现出了非常的兴趣。“以俄为师”成为孙中山晚年建党的主导思想。此后，孙中山所做的两件最有政治意义的事，就是改组国民党和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接受列宁主义政党学说以后，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的概念有了全新的内容。在孙中山看来，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之上”，这“又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法、美之政党……更进一步”。孙中山进一步指出，（当时）中国以党治国为时太早，因为国家还是太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以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3—104页。）。以党治国意味着党在国之上，即党在政府之上，直接掌握政权。以党治国也并不是说“要党员都要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2页。）。
毋庸置疑，无论是“以党建国”还是“以党治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承继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那么，为什么国民党最终败于共产党呢？简单地说，这是因为共产党的革命方法比国民党的更彻底。在社会的基层，国民党所依靠的是地方精英，即地方绅士，而共产党则直接依靠农民，直接把中共的治国理念传达给了人民。这样，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具有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这一不同也直接表现在两党所建立的政权组织上。国民党的政治权力从中央通过省和县到达了乡镇一级，而共产党更进一步，政权权力再从乡镇延伸到村一级。（这一节是根据作者先前的研究概括而成，详细的内容见郑永年：《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五章。）美国学者弗兰兹•舒曼精确地指出了党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家形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末，他说：“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性斗争登上权力地位，创造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无论伟大的人物还是平庸之辈，都在用组织化了的政治权力达到不同的目的，演出人类的戏剧。他们在重建一个伟大的国家，约束着她的人民，改善着人民的生活，打下了增长的基础。共产党中国犹如一栋由不同的砖石砌成的大楼，她被糅合在一起，站立着，而把她糅合在一起的就是意识形态和组织。”（Franz Schurmann，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1.）
◆国家的强大性和脆弱性
一个强大的政党阻止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解体。不管其内部组织如何，中国毕竟成为一个统一、独立的主权国家，或者说是一个满足了最低限度条件的近代国家。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的主导下，中国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国家建设运动。在早期，共产党基本上接受了苏联国家模式，不仅在政治上完全接受了列宁主义式的政治统治模式，而且还接受了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模式。不过，尽管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从来就没有对苏联式的国家模式满意过。无论是“大跃进”运动还是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都表达了毛泽东对苏联式国家模式的不满以及对一种新型国家模式的追求。这种追求并非这里所能说清楚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即毛泽东使用的主要方法是政治动员。共产党政治动员的强大力量可说是史无前例的。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被西方学者视为“极权主义”类型的国家。
从追求新的国家形式的角度来看，其实邓小平所做的和毛泽东所追求的有一个共同的方向，但是两者所使用的方法很不相同。邓小平所使用的主要是经济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的二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和政府也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制度的最终目标。但在政治上则不然。虽然其间也有政治变化，但是总体政治的构架并没有发生巨变。不能说邓小平没有作任何有关政治改革方面的努力：在80年代，邓小平等领导人曾经把政治改革作为一项最高的政治议程，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改革的意见。但是，国内外的现实情势使得这些设想很难落实。
不管怎样，经过长期的发展，现在中国的国家形式与旧时代的相比已经是大相径庭。但是，中国是否已经从传统国家转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了呢？一些西方学者从中国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种观点失之偏颇，因为不能光用民主的因素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性。但是我们也应当对西方学者的观点进行一些反思。我们可能不喜欢他们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并非都是无稽之谈。白鲁恂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中国充其量是个文明（civilization），或者一个文化国家（culturalstate），而非现代民族国家。（白鲁恂在很多研究中论述过类似的观点，参见Lucian Pye，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Cambridge，MA：Oelgeschlager，Gunn＆Hain，1981）；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Ann Arbor，Michigan：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8）；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Cambridge，MA：MIT Press，1968）；“China：Erratic State，Frustrated Society”，Foreign Affairs，vol.69，no.4（Fall 1990）；“How China’s Nationalism Was Shanghaied”，in Jonathan Unger，ed.，Chinese Nationalism（Armonk，NY：M.E.Sharpe，1996），pp.86112。）用现代西方国家来透视中国国家形式就很难看清问题的实质。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国家的制度化是非常低的。中国无疑是个国家（country），但国家还没有高度的制度化。国家看似强大，但制度很脆弱。数千年来，中国的分分合合就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如王赓武所指出的，在过去的一千年间，汉族人真正统治自己国家的时间还不到280年。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这块土地或者是由非汉族人统治，或者汉族人统治的只是国家的一部分。（Wang Gungwu，Joining the Modern World：Inside and Outside China（London＆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World Scientific，2000）.）中国的强大在于有一个统一的文化。如果没有中国人统一的文化意识，中国是否还有今天这样的统一国家就成了问题。
实际上，中国国家形式既强大又脆弱的现象也是中国人自己所能感受得到的。说中国强大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家的综合力量、人民的生活水平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的变化，人们更容易感受得到。很多人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很快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一般认为，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也会急剧地提升。这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西方各国盛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主要根源。但奇怪的是，在感受到中国强大的同时，人们也日见中国的脆弱。即使在今天，国外的很多人还是认为中国仍然存在着分裂的可能性。毛泽东所建立的政治国家形式无疑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形式。但是这种国家形式实际上已经在邓小平时代因分权改革而有了根本性改变。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学者热衷于谈论中国国家的“易碎性”（fragmentation）。一些组织和学者甚至在研究利用分权下产生的地方主义来分解中国的方法。台湾李登辉的“七块论”也是这种心态的反映。（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版。）可以说，这种观点在欧洲，在美国、日本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当的市场。（对这些观点的综合性讨论，见郑永年：《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第一章。）这种既强大又脆弱的现象被国外一些媒体称之为“中国问题”。（参见郑永年的综述：《什么是“中国（人）问题”？》，（香港）《信报》1999年11月9日。）在政治体制方面也是这样。如上所说，在经过了改革年代的大规模的分权运动以后，很多人还是感觉到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所管的事还是太多，所以要求政府继续缩小其权力范围，减少其所管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感到政府太弱，政府管理的效能很低。很多人觉得孤立无助，希望政府把许多事情都管理起来，如提供基本的政治秩序、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准和生命安全，等等。
在很大程度上，对政府的不同看法都可以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找到经验根据。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满足人民各方面的要求。但中国政治中存在着的这些怪现象是和中国的国家建设中存在着的一些基本问题紧密相关联的。没有健全的市场规则，经济活动就会显现乱象；有了市场规则，但经济活动者不去遵守这些规则，经济活动同样会乱象丛生。在政治生活中也是这样。没有健全的政治规则，政治活动就缺少了制度的依据，乱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国家建设和民主化
如何消除或者减少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这样那样的乱象？人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政治改革。很少有人会怀疑这个方向。但国家应当在这个进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各种方法的确是围绕着国家的政治权力进行的，但要么强调继续弱化现存国家权力，要么就是要把现存国家形式转型成为民主的形式。笔者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民主化和国家建设不是同一件事。民主化无须回避，但国家建设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是当务之急。
不管中国的民主化会走一条怎样的道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实际上会在国家主导下进行。不管我们的意愿如何，客观的现实要求和政治权力的本质决定了国家权力会一直存在于我们身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非要不要这样一个国家政权，而是如何确立一个强大的能够满足各方面发展要求的国家，同时又不是一个专制的国家，而是一个能够容纳民主政治因素的并且能够推动民主政治的政权机构。
对国家建设的需求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目前最重要的议程还是发展经济。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或者提高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中国民主化的有效性也具有政治意义。本文前面讨论过，西方民主是建立在经济的发展和财富之上的。尽管民主化是否要等到经济发展之后才可以发生和发展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经济发展和财富肯定是有利于民主的生存和发展的。而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有一个基本的政治秩序。早先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自9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因为不能保证这样一个政治秩序而出现经济停滞不前，甚至滑坡的现象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亚洲国家正在经历着的不仅是经济转型上的困难，而且还是民主政治的危机。
其次，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不仅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各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经济发展方面的，也表现在其他诸如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可以认为，所有这些差异会长期存在下去。尽管各民族、各地区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会得到发展，但很难达到一个平均状态。很显然，要在这些差异中维持一个统一的政权，国家权力必须起很大的作用。从前苏联等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民主化很容易导致多民族国家的分裂。中国如果要避免这种情况，国家权力必须随着民主的发生和发展而得到强化，而非弱化。
再次，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家的各个方面正以加速度的方式和国际社会整合，在很多方面越来越依赖于外在世界。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即一个我们能够应付自如的国际社会。相反，国际环境变化无常，经常超出一个国家社会和政府所能应对的程度，更不用说社会个体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对国际环境作出及时有效反应的政府。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权力的强弱。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建设也是政治民主化的需要。我们强调，民主化和国家建设是可以相对分离开来的两件事情。民主化并不能保证国家建设。再者，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需要有一整套国家制度的支撑。就是说，在民主化之前这样一套制度就已经存在了，没有这样一套制度，民主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不是国家制度的所有方面都能通过民主化得到实现的，一些制度建设和民主根本不相关。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只要是一个现代国家，就要具备这样的制度。此外，一些制度和民主政治相关，但民主化不能保证这些制度的确立。还有一些制度，在民主化以后，就很难再建立起来了。
中国如何进行国家建设？现在中国经济上不仅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目标，并且在如何实行市场经济的问题上有了相当多的思考。但对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政治方面的国家建设的关系问题上，人们的思考刚刚开始。如何思考本身成了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引导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恐怕不是从哪一种“主义”出发，而是要从分析中国实际存在着的政治问题入手。自改革以来，中国已经在国家建设的很多方面进行了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努力。这些努力在客观上既是积极的国家制度建设，也是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但是，这些制度建设到底是哪些？它们和民主政治到底有怎样的关联？这些制度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发生怎样的变化？如何根据现实来引导这些制度的发展，促成中国的最终的民主化？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加以考量的。
实际上，当一些学者还在为“主义”争论不休的时候，另外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抛开意识形态，从中国实际存在着的问题入手来讨论中国的国家建设问题。这在经济领域较为清楚。人们的眼光已经转移到计划经济解体以后如何建立国家统一的金融制度、税收制度、中央银行制度和劳动市场制度，等等。政治问题上的讨论较少，但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有这方面的思考。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王绍光和胡鞍钢提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能力”的问题，并在这方面作了很深入的研究。吴国光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讨论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吴国光、郑永年：《论中央地方关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尽管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但这些讨论都和国家建设有关，并把国家建设和民主化联系起来，也就是如何进行民主的国家建设。
在国家建设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什么模式可以仿效和追求。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经历过的不可能在中国重复。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我们也不可能把它们一一穷尽。但不管怎样，最重要的不是从任何主义出发，来做些无结果的理想的实践，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政治情形出发，对现行制度进行渐进式的重建。通过这里的讨论，我们想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否具备了一个民主政权所需要的最低制度条件。如上所述，从现实的经验来说，民主化经常导致国家的解体。国家建设最低的层面就是国家的生存，在这个基础上，再从现存制度转型成为民主政治。但是，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保证这种最低要求的制度呢？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考量的问题。只有对这样一个问题有了基本的共识以后，我们才能进行国家如何民主化方面的思考，才有可能在政治民主化的实践层面避免国家的解体，最终实现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的理想。
（本文最初发表于《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



第四讲　人本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型和中国模式
◆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党内部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关系方面。
◆中国90年代在经济改革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官僚制度的功劳。但从长远来看，技术官僚制度本身也只是一种过渡型的统治制度，因为经济发展正在导致中国社会的急剧分化，各种利益间的冲突并不是通过技术官僚制度所能解决的，而需要一种更为民主的统治方式。
◆当意识形态与现实不相吻合时，需要修正的是意识形态，而非牺牲现实。
◆在20世纪80年代，“以人为本”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内容而遭到批判。现在，它成了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基调，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进步。
研究中国模式，核心就是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是中国社会经济整体转型的媒介（agency），是中国模式的塑造者。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党本身的转型是中国模式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尽管在谈论中国模式时，人们往往强调社会经济发展面，但实际上很难离开党本身的转型来谈论中国模式。这是因为，一方面，党要推动社会经济的转型，党所确定的任何发展政策都必须通过党本身来推动；另一方面，党自身也必须加以改革来适应这种新的发展方向，就是说必须不断改变自己来适应这种转型。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形势下继续领导国家建设。或者说，党必须通过自身的转型来保持自己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
党的转型包括两个大的方面，即转型的方向及其如何转型。党的转型问题并非一个新课题。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这一直是个主题。我认为，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党内部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关系方面。概括地说，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革命党转型到执政党。这是共产党的第一次转型，这次转型使得共产党从改革前用革命方法治理国家的政党转变成为一个用行政方法治理国家的政党。这一转型产生了一系列积极正面的效应，但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进入21世纪以来，党的领导层确定把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定为议题。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的问题实际上是党的第二次转型问题，即如何从一个侧重于行政管理的政党转型成为一个用政治方法执政的政党。这种转型不仅关系到党本身的发展，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的人本社会主义的总体发展方向。


政党、国家建设和民主
讨论党的转型，首先就面临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问题。尽管我们也称呼“党”，但这个概念和西方政治学的“政党”概念不同。我们有必要讨论中西方政党的不同。“政党”这一概念本身是在19世纪才开始被使用的，是欧美代议制度和普选制度发展的产物。政党最初是指通过参与选举而获得公共职位的组织，后来用来指称那些并非以参与选举为目标的政治组织，甚至那些意在消灭选举制度的政治组织。可以说，近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讨论政治免不了要讨论政党，讨论民主政治尤其如此，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几乎是一对孪生兄弟。摩尔曾经把西方民主的发展过程概括成为一句话，就是“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然而，资产阶级是通过政党政治与君主贵族等分享政权的。同样，工人阶级崛起后也是通过政党政治的途径进入政治领域的。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性使得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时，言必称政党。在中外学者当中，很多人都会把民主化和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和政党竞争等联系起来。无疑，这样的观点是通过比较中国政治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的不同运作方式后得出的。不管怎样，因为这些研究只是从民主政治运作的内容出发来考量政党，政党也因此只是被狭义地规定为一种整合和表达各社会群体利益的机制。 
的确，光就民主政治运作的方式来说，这种说法甚为确切。但是，它的主要缺陷是没有历史地把政党放在国家建设的内容中来考量。现代政党起源于西方，然后再逐渐传播到其他国家。政党在西方社会国家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不同于其在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里有必要简单地讨论一下政党在不同国家所起的作用。
我们会看到，在后发展中国家，政党往往是国家的缔造者。但在很多先发展国家，特别是西欧，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政党并非国家的创始者，政党只是促进了国家从非民主形态向民主形态的转型。在近代政党产生之前，西方经历了一段很长时期的专制政权时期，在那个时期，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已经存在了。现代形式的国家起源于西欧。从12至14世纪近代国家发始到19世纪现代国家成熟，国家的成长和转型经历了很多个历史阶段。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转型，但近代国家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和逻辑性。西方政党产生于专制政权之下，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逐渐地改造了国家的政权形式。总而言之，西方政党和近代国家的起源并没有多大的关联，但与近代国家的转型密不可分。
◆西方政党
可以说，政党的起源既和原先不合理的国家政权形式相关，也和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密不可分。西方的民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像现在这样的大众民主。民主政治从君主政体那里发端到大众民主，经历了很长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同样，政党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是现在这样的松散的大众政党。简单地说，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出现是由一系列的因素所致。（参见Joseph La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eds.，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chapter 1。）
政党总是和议会政治联系在一起，而议会政治是西方民主的本质。韦伯曾经把政党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即贵族团体时期、精英显贵时期和大众民主时期。早先的政党尽管也以分享政权和参与政权为目标，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部分人才能参与的俱乐部，在欧洲，这些具有政党性质的俱乐部最早的成员就是不同类型的贵族。当时的民主也只是他们之间的权力分享，而和大多数社会群体没有什么有机的关联。随后政党面临外界参与政治的压力，逐渐地扩大了这些参政团体的范围，容许社会上的各种团体的代表人物，也就是社会显贵和精英人物来参与和分享政权。就是说，这个俱乐部的基础扩大了。尽管这个时候政党还没有体现为全民性，但已经呈现开放的姿态，开始体现平等性，即包容了来自不同社会团体的精英人物。如果说在贵族和精英团体的阶段，政党已经具备了现代政党所具有的开放因素，那么只有到了大众民主的阶段，现代政党才发育成熟。（Max Weber，“Politics as a Vocation”，in Hans Gerth and C.Wright Mills，ed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p.102107.）所以，政治学者莫里斯•多佛辑把政党的出现和选举政治联系起来，认为正是选举政治才驱动了政党的发展及其民主性。（Maurice Duverger，Political Parties（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Inc.，1955）.）选举政治的特点就是政治的全民性。这里的全民性并不是说社会上所有的人民都享有了选举权，而是说那些具有选举权的人民，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分享政权。
政党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历史逻辑可以从主要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史中得到证实。研究者发现，在英国，现代政党产生于1832年改革；（Samuel H.Beer，“Great Britain：From Governing Elite to Organized Mass Parties”，in Sigmund Neumann，ed.，Modern Political Parti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and R.T.McKenzie，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55）.）在法国，具有政党特色的大众组织出现在1848年革命期间；在美国，政党直到1830年代才出现；（V.O.Key，Politics，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New York：Crowell Publishers，1958）；William N.Chambers，Political Parties in a New Nation：The American Experience，1776-1809（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在日本，政党出现在1867年明治维新之后，甚至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Robert Scalapino，Democracy and the Party Movement in Prewar Japan：The Failure of the First Attempt（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3）.）这里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在所有这些先发展国家中，政党的确推动了那里的国家政治的转型，即从非民主或者部分民主到民主的转型，但是政党较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为晚。在政党产生之前，现代类型的国家已经在那里运作了。概括地说，这些政党都是在现存国家的制度构架内诞生和活动的。政党在国家转型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并不是说是它们建立了近现代国家形式。

在现存民主国家，政党是政治活动的主体，是民众与政府的中介。
就政党和民主的关系来说，在现存民主国家，民主政治就是党派政治。民主政治是通过选举制度来实现的，而选举则是由政党来组织的。约瑟夫•熊彼特把民主界定为政治精英通过选举而竞争政治权力的一种政治过程。在他看来，政党制度就隐含在选举制度中。要进行有效的选举，就要有选举的组织和论坛，而政党就起了组织和论坛的作用。组织和意识形态也就成了政党赖以生存的依据。（Joseph A.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75）.）
为什么说政党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党的出现帮助国家化解了深刻而严重的政治危机。学者们发现，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种政治危机。与政党政治的起源和发展相关的危机主要有三种，即合法性危机、整合危机和参与危机。这三种危机的存在为政党的出现提供了客观的条件，就是说，政党充当了解决，至少是缓解这三种危机的最有效的组织手段。（这里不能对政党如何处理这些危机作详细的讨论，参见Leonard Binder，etal.，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
在解决这些危机过程中，政党实际上充当了现代化和国家制度之间的调适者。从经济上说，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前现代国家主要是从社会攫取经济资源，而不去过问如何增加社会的经济资源。就是说，前现代国家是消费型的，而不是生产型的。与此不同，现代国家在向社会吸取经济资源的同时，也努力直接地或间接地创造经济资源。现代国家经济生活并非仅仅面向掌权者本身，也面向人民大众。但是，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面临由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政治危机，如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社会基础的变化、人民参与意识的产生和提高、利益的分化，等等。历史地看，政党是化解这些危机过程中最有效的政治工具。上述韦伯根据参与政党的人员所概括的政党的不同发展阶段，实际上也反映了不同时期政党的合法性和社会基础。原因很简单，社会经济的发展往往导致各种各样的分化，产生多元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进而需要有不同的政党来代表和表达。这也是很多人认为政党主要是一种利益聚集和表达的机制的原因。
到了21世纪，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中，不管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政体，政党都是现代政治的中心。作为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组织，政党一方面组织民意，把人民的要求传达给政府权力和决策中心，另一方面，把党的意见传达给其成员和一般人民。再者，现代政治之所以需要政党，也是因为现代政治的复杂性。复杂的政治需要较为复杂的组织来应付，政党就满足了这一要求。不管怎样说，在现代社会，权力政治的最终依据就是政党。
◆发展中国家的政党
在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发展时，我们就需要超越适用于西方社会的“政党就是选举机器”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了。在后发展中国家，我们不仅要研究政党对民主政治的功能，而且还要研究政党在国家建设方面和参与管理社会变迁方面的功能。可以这么说，在后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仍然缺少不了政党，但政党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民主政治。
政党在后发展中国家往往充当新国家的缔造者。如果说，在先进的西方国家，政党的主要功能是充当政治参与的工具，政治家的目标是分享政治权力的话，那么，在后发展中国家，政治家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Henry Bienen，Tanzania：Party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在西方先发展国家，政党和国家是两码事。但在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关系并不很明确，甚至不能分离开来。这不仅是因为国家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党的生存，而且，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更多依赖于政党的决断。
概括地说，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担负着和西方政党全然不同的历史使命。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政党具有推进或者限制政治参与的功能。推进政治参与的功能，表现在政党起着动员人民进入国家政治过程的作用，或者说，政党是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的工具。但是，光看到政党的动员功能是片面的，政党也有限制人民政治参与的功能。在一些国家，特别是一党独大的国家，政党被用来控制人民的政治参与。政治精英往往通过政党的控制不让人民全面地参与政治，而是根据政治的需要，把人民有限地整合进政治过程。在亚洲国家，马来西亚和苏哈托垮台以前的印度尼西亚都是属于这种类型。在这里，政党不再是鼓励政治参与的工具，而是相反。这样做在一定历史时期是有其很大的政治理性的，有限的和渐进的参与既保证了政治参与的需要，也照顾了社会稳定的需要。高度的政治动员和全面政治参与往往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在亚洲，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教训。
其次，政党具有创造政治合法性的功能。在现代社会，合法性来自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们经常讨论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否具有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是否认同政府。再者，这种认同主要是通过选举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途径来得到确认的。政党既是选举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参与工具，就有创造政府合法性的功能。此外，政党实际上是联系政府和人民的纽带，政府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塑造的。这在一党制或者一党独大的国家尤其如此，因为那里在党政两者之间很难作明确的区分，政府的合法性根本就是取决于执政党的合法性。
政党和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政党在政府合法性方面也可以起到相反的作用。政党内部的问题很容易转化成为政府的问题。这种现象可以用“党亡政息”来形容。如印度尼西亚，在苏哈托时代，政府完全依赖于执政党而生存，所有重要的政府政策的决策者都是执政党，因此，一旦执政党垮台，整个政府就停止运作，处于瘫痪状态。
再次，政党具有整合国家的功能。政党在整合国家方面的功能表现在政党的精英政治功能上。在政党政治比较发展的地方，往往能够把社会各部分的精英吸收进政党，从而在党内协调社会各部分的利益，减少社会利益的冲突公开化，使得国家变得更加整合。这在新加坡比较明显。新加坡尽管小，但也是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从来就没有让有关种族的问题成为其公共政策的一部分。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党内部来自各种族的精英间的协商。
第四，政党还具有政治社会化的功能。政党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一方面把社会的要求传达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替政府落实政策，把政府的意图传达给人民。人民是通过参与政党或者政党所组织的活动来参与国家政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党履行着政治社会化的功能。
中国共产党除了要履行上面所说的一些功能外，还有其特殊的地方。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外国政党倾向于主要履行间接统治，即通过组织政府而达到统治的功能，而中国共产党则是起着直接统治的功能。这种特殊性根源于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轨迹。简单地说，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传统遗产就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和“党国合一”。首先是“以党建国”，然后是“以党治国”，最终形成了“党国合一”的政权体制。这一历史的轨迹并不是源于中国共产党。从孙中山开始的中国政治精英们并没有多大的选择来接受这样一个轨迹。无论是“以党建国”还是“以党治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承继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同样重要的是，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宣称自身是革命党。革命就是要推翻现存政府，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所有这些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国政党极具革命性。政党的革命性也深刻地影响了政党所进行的社会经济建设。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坚持“继续革命”的思想，以革命的方式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政治运动来建设其理想中的国家。党要建设自己的国家，它就不能让政府独立存在；相反，政府或者整个官僚机构要随着政党的意志得以重建。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转型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用革命方法治理国家的政党转型成为一个以行政方式治理国家的政党，而现在正开始从行政政党向用政治方法进行治理的政党转型。
◆三种治理方式
什么是革命式的治理方法？顾名思义，所谓革命，就是要对现存统治制度作一激进的变革。这一目标也就决定了党的社会关系和党内关系的特殊性。从社会关系方面来说，所谓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就是一些阶级对另外一些阶级的革命。在争取到政权以前，就是工人、农民阶级对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地主等阶级的革命；在掌权以后，就是对人为规定的敌对阶级的革命。因为是阶级对阶级的革命，政治动员即不可避免。为了政治动员，共产党就必须依赖于一些阶级。表现在党内运作方式上，革命及其政治动员也在客观上要求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权力首先是从各社会政治团体向共产党集中，再从党的下级向上级集中，而最终的权力源就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如果说革命方法的目标是变革现存体制，那么行政方法的重点是在维持现存体制的前提下来改造现存体制。从共产党的社会关系层面来看，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不再出现。在革命方式下，党特别是党的领导人通过政治动员把自身和社会的支持力量结合在一起；而在行政方式下，党及其党的领导人相对地把自身和社会力量分离开来，以相对独立自治的方式对社会这一“物体”加以管理。党的权力基础也和采用革命方法时期不同：革命方法要求党直接基于社会的支持力量；但在行政方法下，党的依靠力量直接来自党内精英层。从党内的权力结构来看，集中性仍然是其主要特征。党的优先目标是经济发展，或者说通过经济发展而执政，党强调的是统治效率。这就要求党的权力仍然是相当集中的。在革命方法下，权力集中是为了政治动员；但在行政方法下，这样做是为了决策的有效性。权力集中并不是说专制。技术官僚领导层一般能够在他们中间达成一种共识，作为决策的基础。这种共识使得一定程度上的集体领导成为可能，不过整个权力等级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迁。
第三种治理方式也就是政治治理方式刚刚开始，还很难对其特征作出概括，但是从现在发展的趋势来看，可以看出几点。首先，政治方法不是一些阶级统治另外一些阶级，而是阶级的和解和利益的协调；它也不是现存的专业阶层和技术官僚的统治，而是各个阶层进行政治参与的统治。其次，政治方法下的政党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有限政治，即党的权力空间会有所收缩，让出一些空间给社会团体自治。再次，党与政府的关系逐渐地从直接政府转型成为间接政府，即党通过参与政府事务而影响政府，而非直接主导政府。从党内部的权力结构来说，因为容纳了不同阶级或者阶层的利益，党就需要发展党内的民主机制，来表达、代表和协调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权力的集中程度因此会大大减低，很多问题也因此会诉诸政治讨论而非等级权力来解决。而协调、调和和政治讨论等也构成了政治方法的主要内容。
◆从革命党到行政党的转型
邓小平所发动的改革不仅导致了中国经济制度的转型，而且也导致了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转型，而这后一点是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的。从总体来看，党的制度体系依然存在，整个统治制度仍然依赖于这一制度体系；但不可否认，现在党的行为和二十年以前已经大相径庭了。党的这种转型是从革命方法向行政方法的转型，即我们所说的第一次大转型。这种转型是通过诸多方面的努力而达成的，包括组织、意识形态、领导人更替方式的制度化，等等。
第一次转型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技术官僚制度或者专家治国制度的出现。技术官僚制度作为一种治理制度，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国家的管理者并非通过人民的选举自下而上地产生，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干部的学历背景、工作经历等标准，通过任命制度自上而下地产生的，即所谓的专家治国。（例如，Jean Meynaud，Technocracy（New York：Free Press，1969）。）和老一代的革命家相比，技术官僚具有明显的优势。老革命家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往往以意识形态为起点和标准，经常把一些原来并非属于政治问题的事情政治化，从而加深解决问题的难度。而且他们对自己亲手建立的政治体制具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上的依赖感，这使得他们不可能对旧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而新崛起的技术官僚则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他们的主要特点就是少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他们不太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更不会从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专业知识的角度出发，实事求是，通过改革体制来求得问题的解决。这就是为什么第三代领导更多地注重于机构的理性化，即从制度的操作层面入手来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调整。这种做法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渐进性和稳定性。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技术官僚产生不了较为激进的政治改革的思想，因为他们大多从专业知识背景出发来诊断和解决问题，而不会像老一代的革命家那样对旧制度进行革命性的改革，甚至推翻旧制度。
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技术官僚制度的崛起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
第一，就经济来说，技术官僚制度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技术官僚面对问题强调制度的渐进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再在这个前提下，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做非常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尽管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技术官僚显得保守，且少进取精神，但无疑，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稳定。
第二，在长达二十几年的技术官僚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从一个激进的革命党转型成为一个行政党或者管理党的过程。革命家类型的精英基本上已经退出了中国政治的舞台。尽管邓小平本人把中国的改革称之为“第二次革命”，但参加这次革命的主体不是革命家，而是技术官僚。学者们经常用发展型国家来形容那些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府，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把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称之为发展型政党，至少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如此。
第三，在一定程度和一定的时间内，技术官僚在很大程度上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大众民主的替代方法。在民主国家，精英的录用大都通过民主选举实现。在那里，民主不仅是一种选举，也是一种联系政治精英和市场的机制。政治精英必须对市场保持敏感，也就是对人民的需求保持敏感，才能赢得更多的选票，成为正式的精英。当然，民主国家的政治精英不一定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满足人民的要求。很多国家有相当发达的民主制度，但经济仍然很落后，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不存在民主制度，并且也没有计划在短时期内发展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就要寻找其他的替代制度来行使一定程度的民主功能，那就是技术官僚制度。技术官僚较之革命家对国家存在的问题保持着较高的敏感性，能用较为科学的态度收集来自社会的信息，找出对策，从而及时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就是说，较之革命家，技术官僚能充当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一个较好的桥梁。
较之传统，技术官僚制度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进步。因为党现在的重点仍在经济发展，这就需要一大批懂经济的技术官僚人才，并且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需要从制度层面对旧制度进行改革。中国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改革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官僚制度的功劳。但从长远来看，技术官僚制度本身也只是一种过渡型的统治制度，因为经济发展正在导致中国社会的急剧分化，各种利益间的冲突并不是通过技术官僚制度所能解决的，而需要一种更为民主的统治方式。并不是所有政治问题都能简约为技术问题。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只能由政治方法来解决。在六七十年代，前苏联曾经发展出了让西方学者向往的技术官僚制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前苏联技术官僚制度的发展程度要比中国现在的高得多，但即使如此，也没有解决苏联面临的政治问题。技术官僚制度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并且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一些制度调整，使得中国的制度对民主因素更具包容性。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正产生出越来越多的并非技术官僚所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技术官僚制度正在构造着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制度上的和物质上的基础。
第一次转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意识形态的重建。中国共产党有两大支柱，一是组织，二是意识形态。我们可以把组织形容为党的硬力量（hardpower），而把意识形态形容为软力量（softpower）。这两方面相辅相成，不仅支撑着党，而且也支撑着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用美国学者舒曼的话来说，就是组织和意识形态是中国国家制度的根基。（Fran zSchurmann，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所有的一切都被过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不管毛泽东的做法包含了多大的合理性，在他统治期间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实事求是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主导改革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开始从“进攻型”向“防守型”转型。意识形态要引导政党甚至社会的发展方向。显然，8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太具有这个功能。意识形态已经从指导政策的功能转变为论证政策的功能。从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意识形态来指导现实政策，如果现实政策和意识形态不相吻合，就要改变现实政策，迎合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现在的做法刚好相反。意识形态是为现实服务的，用来解释现实的合理性和论证现实政策的合理性。当意识形态与现实不相吻合时，需要修正的是意识形态，而非牺牲现实。
90年代初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变化。首先是1989年“六四事件”和苏联的解体及东欧国家的崩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苏联解体及东欧国家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经济改革的失败。经济的失败使得那里的共产主义政权失去了基本的统治合法性基础，人们对党和政府失去了信任。而激进的政治改革又为社会不满力量反对党和政府提供了机会。所以，如果中国共产党要避免苏东共产党的命运，就必须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推动经济发展，从而提高政府的能力，为人民提供持续的经济利益。就是说，用经济的方法来提高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
从毛泽东时代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到非意识形态化，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反映了社会大众的心理需要，也反映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践也表明，非意识形态化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正面作用。但消极的后果也随之而来，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软”力量，起着论证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功能，随着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这种论证合法性的功能也就减小。因为“软”力量的衰落，“硬”的方面就凸现出来。以往，党政官员的行为受意识形态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无须制度层面的控制就能“自觉”地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在意识形态不再能控制和调节他们的行为，结果，党对其干部和官员的控制只能依靠制度方面的因素，所以，控制的效能和效率大大减低。
第二，意识形态的衰落使得一些党政干部官员失去了政党认同感和忠诚感。党的指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其意识形态来实现的。意识形态的衰落使得党在党政官员心目中的位置模糊起来，他们不知道党在干什么，党要求他们干什么。很多人因此迷失了方向。
第三，意识形态衰落最严重的结果就是党内大规模的腐败。腐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意识形态的衰落无疑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其一，意识形态衰落后，党不再能引导他们的行为。其次，党控制他们的行为的能力降低。再次，党政官员失去了行动的准则和方向，个人利益成为最高的行为指针。党的腐败已经发展到党的很多领导人所言的要“亡党亡国”的程度。
第四，党的意识形态的衰落对社会行为也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而且人民对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所以其意识形态也有为人民提供一定的精神能源的功能。意识形态的衰落自然使得党失去了提供精神食粮的作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能没有精神需求的。意识形态的衰落因此就导致了各种非官方的准意识形态的崛起，包括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甚至邪教、形式不同的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潮流。
第一次转型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领导层接班程序的相对制度化。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还在于其承担了解决接班人问题的责任。接班人问题至少可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高层政治人物的“政治退出”（politicalexit）问题，也即现存领袖如何退出政治舞台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如何培养或者选拔接班人的问题，把政治权力从老一代政治人物手中转移到新一代手中。接班人问题是中国政治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但党的高层也开始对这个问题加以管理式的解决。
首先是政治退出机制建设。没有政治退出就没有所谓的接班人问题。现存领袖退出政治，由新的领袖来继任，这才是权力继承。如果没有政治退出，就必然造成领导层的老年化。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经验。在邓小平之前，共产党领导层实行的是领导人的终身制，给党和政府带来了严重的恶果。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致力于制度建设，于1980年废除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但是，邓小平亲自指定的前两位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同样未能正常地退出政治舞台。所以我们说邓小平在领导干部年轻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高层领导人的退出政坛方面并不很成功。
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过世，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必须在制度创新和游戏规则的制定上作努力。在这个问题上，第三代领导人有较高的共识，努力培养下一代领导核心，不断地为未来的领袖提供各种各样的政治舞台，锻炼领袖素质。此外，高层在“政治退出”及其程序的制度化方面也有进步。最重要的进步表现在中共十七大，因为党开始引入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党内民主机制来解决接班人问题。
◆为什么要提党的“第二次转型”？
党用行政方法治理国家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问题。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讨论。
行政治理面临的挑战
意识形态的衰落，导致党的发展方向不甚明确。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党要以“主义”治国。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90年代末，党的各领导层埋头于具体的经济行政事务，对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关注较少，没有去好好思考党的未来发展方向。
用行政方法来治理国家，对政府的行政能力也产生了一些非常消极的影响。行政事务本来属于政府行为，但现在往往是党代替政府来行使和管理。党实际上成了一级政府，而政府则完完全全从属于党，是二级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行政能力不仅得不到发展和强化，反而大大减弱了。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是和党取代政府行使行政功能分不开的。党政部门之间的政治摩擦更是恶化了这种情况。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难以治理。这种情况要求政府部门的行政能力必须有很大的提高和强化。以党代政问题不解决，政府的行政能力就很难得到提高。
从党内的权力结构来看，上面已经讨论了诸多积极方面的变化，但总体上说，邓小平在1982年指出的现象还是存在。邓小平当时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329页。）党内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尽管有所发展，但还远远没有达到制度化的水平，或者制度化水平很低，往往因人而异。这样的权力结构又导致一系列的消极后果，最令人担忧的情况就是出现“人存党旺、人亡党息”的局面。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在这种结构下，党经常成为党的个别领导人的“私器”（个人工具），成为其追求权力和个人利益，甚至亲朋好友的利益的工具。党中央再三要求党要为人民服务，而在很多地方，党根本没有任何制度性机制来保证地方党的领导人这样做。其次，这种体制很难使得政党高度制度化。要避免“人亡党息”，就要进行党的制度化。领导人来来往往，只有制度才是持久的。但正因为党成了部分领导人的“私器”，制度化成为不可能。因为是“私器”，党也容易随人而去。这样的情况在前苏联和印度尼西亚都发生过。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党是否已经找到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的制度机制，则是可以加以质疑的。再次，这一体制使得党经常高高在上，党的高层与下层，特别是与基层党员之间很难有有机的联系。党的政策和命令很难有来自下面的“投入”，经常是领导人凭自己的意志，自上而下地加给下级和基层党员。党中央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因此大打折扣。
党的集权体制和以行政方法治国容易使党本身成为一个追求利益、追求本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团体。党本来就是人民的一部分，一个有机的部分，来自人民，服务的对象也是人民。党是个组织，有其组织的利益，但党的本意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是为人民追求最大利益的组织。如果党成了追求其本身利益的组织，党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党了，不再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党也就很难领导社会了。专家治国和技术官僚制度的确把社会上的专业阶层纳入党内，并掌握了领导权，但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各阶层只是被管理和行政的对象，而不是参与国家政治的主体。
以行政方法治国也因此在党和社会之间制造了距离。把社会作为一个被管理的对象很容易使党故步自封，很难吸收到社会上好的新鲜血液。党的基层和社会对党的政策不能有所投入，社会对党的兴趣也随之降低，也很难对党抱有亲近感和认同感，为党服务的自觉性就无从谈起。
向政治方法转型
所有这些情况要求党的统治方式的第二次大转型，即从行政治理向政治治理的转型。对行政治理方法所产生的所有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是有认识的。实际上，一些方面的转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无疑给这样一种大转型提供了动力。正如从革命方法到行政方法的转型是全面的一样，从行政方法到政治方法的转型也涉及党的方方面面。
首先，要确立新的“主义”和意识形态。必须要确立一种“主义”，一种不仅为党员而且也为大多数人民所认同的“主义”。没有这样一种“主义”，也就没有转型，因为“主义”代表了党的发展方向。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执政党并非是要用党的党员治国，管理国家，而是要用党的主义治国。意识形态代表的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党如何带领人民达到这种发展目标的蓝图。如果党不能重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政党的统治能力还会因为经济的继续发展而加速下降。但是，重建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说要重新恢复从前意识形态的控制功能。这种重建的目标在于避免党和中国现实的发展变得不相关，而要使得党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得密切相关。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要适应并引导社会发展的现实，必须容纳诸多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并超越它们，明确向人民表明党领导国家发展的中长期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只有这样，政党认同感才能再生，党也才能再次强化其领导能力。

社会转型要求意识形态的创新。（图/新华社）
从重建“主义”的角度来说，“三个代表”可以成为一个起点。尽管第二代领导人放弃了阶级斗争，但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党的阶级基础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那么党能否把自己建立在一些阶级之上，而把另一些阶级排除在外呢？从理论上说，任何阶级都需要有其政治上的代表，工人农民阶级如此，其他阶级也是这样。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阶级单一，利益代表的问题可以说不存在或者说不严重。但经过了二十多年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后，阶级或者阶层问题已复杂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重新考量党的阶级基础问题。有些阶级如果不能被共产党代表，最终就会“自救”，或者成立自己的组织，或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这个现实要求党把各种主要的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纳入党内。显然，如果共产党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或者他们被排除在党的政治过程之外，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去形成自己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来参与政治。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最终就会站在党的对立面。进一步言，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党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超然于各个阶级的具体利益之上，党不仅是这些阶级的利益代表者，而且更应当是他们互相冲突利益之间的协调者。中国共产党要巩固和强化其执政党的地位，这势必是个发展方向。
其次，执政党要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扩展自身的阶级基础。这一方面的发展也是相当明确的。最重要的表现在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上。这样做是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所需。以前中国的最大的阶级是工人农民等传统阶级，但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阶级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分已经占了很大一部分，新兴的企业家实际上已经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党不能把这部分新兴的力量纳入党内，党的壮大和发展甚至生存就会没有足够的社会基础。
党需要尽可能广的社会基础，但这并不是说党要直接干预社会力量。相反，党要提高其统治效率，就需要调整和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因为是政治统治，党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对各种社会力量进行直接的控制，或者说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政治统治应当是有选择性的，在党强化对政治色彩较重的社会力量的领导的同时，也要从一些政治色彩较为淡薄的社会空间里撤出，让社会力量自主地进行自治式的统治。
第三，重新界定党和行政的关系。政治治理意味着党要逐渐地撤出行政领域，在强化本身的政治功能的同时强化政府的行政功能。一方面，如果继续履行行政功能，党的衰落就很难得到阻止；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要求政府的行政能力不断增强，党的复兴和政府强化行政功能的需要要求党撤出行政领域；再者，如果党继续履行行政功能，中国的民主化也很难发生，发生了也会导致乱象。民主化一旦来临，行政权力就会急剧下降。撤出行政领域并不是说不要党的统治，而是说党改变现在的直接行政方式，采用参与政治的方式来进行间接的治理。 
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有过很多教训。在80年代，“党政分工”或者“党政分开”成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如果能够成功，中国政治的大变革是可以期望的。但是，这种设想过于理想，无论是“党国”的历史还是党和政府之间的现实政治关系，都不容许这样做。或者说，无论是“分工”还是“分开”，都没有制度上的可能性。一种现实而有效的方式就是“党通过参与政治而影响政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党的参政方面实际上已经显露出一些制度发展势头。主要有两方面，即国家主席制度和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制度的发展。
先来讨论第一方面，即国家主席制度的实质化。国家主席职位的权力及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在第三代领导人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看，国家主席这一职位的变化，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它有可能解决高层党政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国家必须有元首或者首脑，如总统、首相等。在中国，国家主席是元首，但是实际的权力在党的总书记，一般认为党的总书记是实际上的国家元首。然而许多功能，特别是国际功能，是党的总书记所不能履行的。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为党参与政府提供了一种极其有效的途径。如果这一政治实践能够加以制度化，就可以为党找到一条有效的参与政权的途径。党不必直接干预政府事务，而是可以通过参与政府而行使政治权力。
党通过参与政治来影响政府的第二方面就是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兼任制度尽管还在发展，其前景不很明朗，但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党从行政治理转型成为政治治理，同时也有助于建立一种较为民主的党和政府的关系。这是因为，首先，它有利于人大角色的强化。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有两个相互强化的功能：既能强化党对人大的领导，也能强化人大本身的权力和功能。人大一直被外界称为“橡皮图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大要员往往由一些社会名人而非政治实权人物来担任，这些人尽管有名，但对中国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并不了解。较之社会名流或者退休的党政官员，现任党委书记任职于人大更能影响政府的决策。不管怎样，人大的主要一个功能就是影响和监督政府的政策。其次，这一举措有助于在党和民意代表之间建立一个较为制度化的桥梁。人大是个民意机构，但在以往，人大的民意很难对政府政策有所影响。因为没有正式的制度化的管道和民意沟通，对人民的利益的理解也只停留在单向面的理解上，即人民的利益往往是由官方来理解甚至规定的。如果党的要员亲自参与人大，他们至少必须倾听人大代表的意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在决策时反映人大代表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为理顺党政关系走出重要的一步。上面讨论过，行政方法意味着党直接行使政权，而政治方法则意味着党通过组建政府来间接地行使政权。在目前的情况下，党用的是行政方法，政府只是党的一个派出机构，所以党对政府的直接干预变得不可避免。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后，领导方式就会发生变化。这样做，实际上为党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制度化管道来参与政府事务，从而使得党对政府有可能从直拉干预转变为通过人大的间接参与。只有这样，才能渐渐使党从行政事务中分离出来，转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执政党。
第四，是要建立党内民主代表机制。就党内各种关系来说，最主要的是要确立党内民主代表机制。民主机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仅仅是要防止上面所说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是如何防止党本身成为利益集团的问题。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不应当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而应当反映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但一个危险的信号是，因为党掌控了所有重要的政治资源，党的干部官员在行使政治权力过程中可以获取经济利益，如果不加注意，党本身很容易变成一个利益集团。上面说过，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是在一党独大的亚洲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等，都曾发生过。从毛泽东到今天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是有认识的，但要从制度上防止它发生，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其中党内民主显得极其重要，只有建立民主制度，各种利益才能得到代表。如“三个代表”理论所显示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表明要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如何代表则是另外一回事。没有可以代表不同利益的健全的制度，“代表”很难得到实现。“如何代表”的问题并非只是让各阶级、阶层的人物进入政治过程那样简单。进入了党，他们就要求党的政策体现他们的声音，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如何建立代表不同利益的机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只有建立民主的代表机制，党才能避免牺牲一些弱小阶级的利益的情况。
其次是如何协调各阶级的利益的问题。任何阶级都会是自私自利的，他们在党内都会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尽管这些阶级的利益有一致的地方，但在很大程度上，利益是互相冲突的。如果党不能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或者党实际上只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或者党的不同领导人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那么党的分裂就有可能不可避免。要维持一个统一强大的执政党，就要协调党所代表的不同的利益。
无论是避免党成为利益集团还是建立代表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都涉及一个民主政治的问题。要避免党的利益集团化，就要让所有的阶级、阶层都有发言权和决策权；而代表不同利益的最有效的机制莫过于民主制度；同样，如果党要超然于各种集团利益之上，就要求助于民主，只有民主才能避免党代表部分利益。


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与党的第二次转型
本世纪初以来，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至少在理论上已经为党的第二次转型作了一些准备，为转型指出了一个方向。我把这个方向称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新潮。这种新潮至少已经反映在三个主要的方面。
首先，体现在发展方向上。最主要的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基调思想。“以人为本”本来就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内核，意在修正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表现为与“以人为本”思想的对立。在20世纪80年代，“以人为本”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内容而遭到批判。现在，它成了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基调，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进步。
其次，反映在政策层面。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以人为本”的重心放在社会的大多数，在用法律手段保护新兴社会力量的同时，重新认定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新领导层提出的“新三民主义”等概念是“以人为本”理念的表现。在具体政策方面，新领导层也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追求社会公平方面。近年来建立的社会低保制度就是其中的政策之一。
再次，但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是反映在领导人的行为方面。在任何国家，最高领导层的行为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更是如此。在法治建设还不很完善的情况下，领导人的表率作用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比一些具体的政策更能影响下层官员的行为。新领导层中所形成的亲民风气和高层的个人行为紧密相关。
社会主义新潮可以说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重新建构。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在传入中国时并不是主流。在当时流行的各种主义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中间，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选择了社会主义。但是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不是像作为社会主义起源地的欧洲那样强调社会福利。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社会主义的内容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不管人们对它的评价如何，计划经济在当时也被作为一种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手段。它的重点并非个人，而是国家力量。加上冷战因素，领导层过分强调公有制，人为地和资本主义区分开来。
第二阶段是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毛泽东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造就了一个强主权、穷人民的国家。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并实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在苏东政权解体以后，更是全方位地引入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搞经济建设，脱离贫穷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是想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来冲击僵硬的政治体制对经济改革的束缚。这个时期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非常成功，也促使中国社会开始作全方位的转型。旧的体制被冲垮，但新体制的确立相当缓慢。尽管高层从来就没有宣布放弃社会主义，但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的全方位引入表明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衰落。中国各界除了拼命追求经济利益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乱象，因为人们不知道社会在往什么方向发展。
现在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即社会主义的新潮。说它是新潮，是因为它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回归，而是一种新的综合创造。它继承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很多合理理念，如社会公正、以人为本和协调发展等，但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理念。从很多方面来看，社会主义的新潮完全放弃了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版本的社会主义，而类似于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新潮的根据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欧洲意义上的工业化在中国刚刚开始不久，加上全球化、社会流动、农民问题和阶级分化等因素，中国似乎显得更具社会主义的基础。一句话，如果不能解决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问题，任何主义在中国都难以生存。社会公正、“以人为本”等社会主义概念使得社会主义再次焕发出活力。实际上，现在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各派思潮，如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尽管有不同的理念，但没有一个思潮否认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各派产生分歧的并不是这些社会理念，而是实现这些社会理念的手段。
“以人为本”等新概念的提出及其新的发展手段的引入，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再次具有了非常强大的活力。这是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方向逐渐明确，但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是一种通过人民参与政治过程来达到社会公正，实现“以人为本”价值的制度。当中国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已经明了之后，人们更为关注的就是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这才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以人为本关键在于民主
如果留意历代中共领导层的主要讲话就会发现，中国的民主观或者说中共所认同的中国政治发展方向已经跃然纸上，那就是中国不走激进民主化的道路。什么是领导人心目中的中国式民主呢？中国式民主从前主要有两条：一是不搞多党制，二是不搞三权分立。现在又加上了第三条，那就是中国不走俄国、东欧式的激进民主化道路。
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并不等于不要政治改革。现在，中共高层领导已把执政党的改革列入最重要的议事日程，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表明高层对执政党改革的迫切性已经有很高的认识。不改革，就要发生执政危机。从苏联东欧国家的变革中，中共学到了足够的教训。邓小平在苏东政权解体后，就认为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那里的政权没有能力发展经济，为人民提供足够的经济福利。邓小平于是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现在，执政党又从其他一些政党的兴衰史中学到了另外一个教训，那就是执政党不仅要有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还要学会如何治理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
执政能力的衰退无非有内外两个原因。外在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迅速变迁，从而对执政党构成了挑战。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到今天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尽管也发生了一些量上的变化，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变革。内在的原因在于执政党内部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问题，不能调节干部党员的行为，产生了严重的腐败，从而促使其执政能力衰退。执政党内部不是没有改革，而是缺少有效的改革。反腐败就是一个例子。高层迄今已经发动了无数次反腐败政治运动，但腐败越来越严重。
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呢？这里必须寻找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结合点。这是人本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方向应当说是合理的。任何政党本来就应当是人民的有机部分，一旦政党和人民失去了联系，执政党的能力就会不可避免地衰落。如何和“人民”建立有机的联系就成了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人民”和执政者之间的关系通过选举得以建立。既然中共否定了西方式民主，那么就要寻找其他的改革途径。
可以把中共所认同的政治改革优先次序作一个排列。第一就是通过党内民主来进行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这个途径是首位的。在一些地区和国家，执政党因为自身改革的缺失而无法应对社会危机，导致党的最终解体。中共要通过党内民主来强化自身。第二是宪政民主，就是强化全国人大系统对政府的监督功能，让人大逐渐成为人民参与政治的间接管道。同时，全国人大也可以成为执政党从直接主政转型到通过参与组织政府间接主政的途径。第三就是社会民主，也就是人们时常所说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参与。
从理论上看，这个次序并没有什么不好。执政党自身能力得到增强后，就可以推动宪政改革，让全国人大来监督执政党组成的政府。同时，执政党能力的增强也有利于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开放，让更多的社会成员来参与政治。如果顺利，这会是一条稳健的民主化道路。
但在实际层面，这个优先次序中存在着巨大的甚至难以克服的困难。随着执政党能力的强化，全国人大的功能不仅可能得不到强化，反而会有削弱的可能。党政之间只存在着高度制度化的政治关系，即党领导政府。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即党本身也要服从法律——仍然极其微弱，在很多场合甚至并不存在。执政党自上而下地产生政府。在人民没有有效的机制来产生政府的情况下，全国人大怎么来履行监督政府的功能？执政党又如何能够自觉地服从法律？
在已经民主化了的国家，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动力。人民参与政治，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影响政府的决策。正是人民的参与才造就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有机联系，才构成了对政府的外在制约与压力，使得执政党必须向人民负责，政府向人民负责。而在中国，这一切似乎要倒转过来。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力机制能否达成执政党的既定目标，能否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还得拭目以待。
我们在讨论执政党能力问题时，并不是为了执政而讨论执政。执政的意义在于党的这个方向。没有方向，讨论执政能力毫无意义。没有方向，就不会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所面临的问题。但是要把新的“主义”外化到新的制度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今天讲执政党能力问题的意义就在于如何实现能够体现这种新主义的制度。
（本文最初发表在2004年10月31日在海南举办的“中国改革论坛”第五十次国际论坛专家会议。其中的一些内容也曾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参考资料》2002年第10、11期）



第五讲　民主化的中国模式
◆考察民主要从经验面出发，而不能把民主作为一种纯价值。
◆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
◆如果结合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概念和实践来考量，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已经跃然纸上。
◆中国既不想走西方式多党政治道路，又要消化多元的社会政治利益，其方法是多元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即把外在的多元利益容纳于执政党之内，在体制内实现利益表达、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这是党内民主最直接的根源。


民主的普世性和特殊性
最近几年，在有关民主化方面，中国国内知识界有很大的争论。两年前，中共十七大报告把民主政治提高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且至少在理论上确立了中国民主化的路线图，那就是要用党内民主来推动社会民主（或者人民民主）的发展。但在社会层面，中国的知识界则开始反思西方民主。这里先来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这场争论出现了两种倾向性：一些人强调，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民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政治价值；另一些人则认为，民主不具有普世性。很多争论把民主视为西方的产物，相信西方要通过向非西方国家扩展民主来制约其他国家各方面的发展。这种倾向性显然表现在最近几年由美国主导的“颜色革命”运动中。因此，西方向中国推销民主也是为了制约中国，永远弱化中国。一些人把很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民主危机等同于民主本身的危机，开始怀疑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不难看出，这一波对西方民主的反思实质上是反对中国政治本身的民主化。既然民主属于西方，那么民主化就是西方化；既然民主是西方掌控和弱化非西方国家的有效手段，那么反民主化就有合理的根据了。
我觉得，反思民主的起点还是应当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发动第一波思想解放运动时所秉持的原则，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考察民主要从经验面出发，而不能把民主作为一种纯价值。从经验上看，民主政治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民主政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效果。很容易看到，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社会也比较发达。或者说，在民主社会，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并且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和持续。这尤其表现在北美和欧洲、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
在实行民主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也比较稳定。民主政治的构架往往通过各种利益的妥协和协调而得到建立。一旦制度结构形成，不管发生怎样的社会和政治纠纷，总体政治制度不会被动摇。就是说民主政治具有比较强的消化社会经济矛盾的能力。同时，尽管在民主政治下也会发生腐败，但一般来说，在民主政治发达的国家较之非民主政治要清廉，少腐败。
但同时，也有很多经验表明，民主也往往和一个国家的积弱有关联。不好的民主可能是一种最坏的政体。在亚非拉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与内部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冲突共存。政治人物专注于政治斗争，腐败毫无休止，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长期低下，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在那些地方，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无序的代名词，变成了人民的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亚洲民主近年来的危机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民主在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的政治优势，但在不发达国家往往表现为政治劣势。这两种情况的共存说明了什么？它首先说明了民主在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但是人们不应当把民主在扩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等同于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较之所有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本身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民主政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政体，受制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传统政党和意识形态的衰落，西方民主政治正经受着各种挑战。从各方面来看，即使西方民主制度本身也在与时俱进，在不断改变自身。例如，当很多年轻的选民不再对传统的政党感兴趣的时候，各种非政府组织就应运而生。从组织到意识形态，从选区划分到选举方式，西方民主也在不断调整自身。这里要强调的是，民主是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发展的，这并不是说民主只属于西方。就好像工业化，最先发生在西方，但不能说工业化只属于西方。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那里的激进民主化所致。民主政治的良好运作需要方方面面的制度方面的基础设施，也需要相当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出现了问题是因为那里的民主要不是由外力促成，如通过西方殖民主义或者其他输出形式，要不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不管本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盲目地引进民主制度。
就是说，民主政治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产生负面效果或者失败，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本身，而是因为民主政治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和支持条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民主尽管产生在西方并从西方扩展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民主并不是西方的特殊品。即使人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民主，也不是同时发生的。在西方，民主也有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分。但在西方，人们从来就没有所谓“法国化”、“英国化”、“德国化”或者“美国化”之说。即使在民主扩展到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过程中，也没有“西方化”的说法。同时，在民主发展得好的国家，人们也没有热衷于讨论模式问题。问题很简单，民主成功的国家都是把民主建立在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条件之上的。正因为这样，民主政治可以说是一国一模式。或者说，民主没有原版，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和经济社会条件来发展民主政治。但民主政治有“山寨版”，指的是那些受美国影响过大而忽视本身条件的民主，多为发展中国家。
民主在亚洲的传播和发展从一开始就充满着价值的冲突。近代亚洲思想史上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把近代化、现代化和民主化这些从西方开始实践继而扩展到亚洲的发展过程等同于“西化”。尽管这种等式在日本和中国都非常盛行，但在中国，“西化”更被赋予了政治道德含义。因为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产生这种等式并不难理解。但这种等式在中国成了各方面进步的一大障碍。
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一波接着一波得到传播，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方的强力推行。如上所说，通过强行推行的民主很少有成功的例子。民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和发展，主要是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所需要。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会产生政治变革的要求，尤其是民主政治的要求。凡是在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民主政治就会有很大的成功机会。不难观察到，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这些制度体系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把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等和“西方化”等同起来。说得更明确一些，民主是任何一个国家本身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非“西化”的产物。
把民主化等同于“西化”的另一个恶果就是误导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很多人看不到民主政治的本质，而只是简单和机械地聚焦于西方的一些制度表现形式，如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民主政治具有不同的制度表现形式，几乎是一国一种制度。制度表现形式很重要，但不是本质性的东西。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因为这些本质上的东西最合乎人性，能够体现这些本质的政治制度也因此为人们所向往。


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
民主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是普世的。但民主又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文化背景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又是特殊的。要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建设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就是要为民主政治建设一整套基础国家制度。
在海内外，人们一般简单地把民主政治理解为自上而下的选举和多党制。这只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种简单概括，是对发展结果的概括，而不是对民主发展过程的总结，更不能说明民主发展的多种途径和民主政治多样性的可能性。自上而下的选举是社会民主的重要部分，但不是民主政治的全部。这里要强调的是，民主的本质不是政党的数量。两党制的民主和三党、四党甚至更多党派的民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同样，一党制或者一党独大（如日本和新加坡）之内也可发生竞争。竞争的品质取决于有助于民主运作的国家制度。
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有效的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有效的现代国家制度之上。我曾经论述过，以民主政治为界，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制度必须在民主化发生之前建立，一旦民主政治发生，这类制度就很难得到建立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建立。第二类制度在民主政治发生前建立，但在民主化之后会发生变化。第三类制度则必须发生在民主化之后。第一类制度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任何国家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就不能称之为现代国家，包括国防、外交、法律、税收、财政、金融、中央地方关系、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教育，等等。在发达民主国家，这些基本制度都是在民主制度发生之前建立的，其中的有些制度在民主化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后发展中国家，要建立有效的制度并不容易。一些国家民主化已经发生多年，但这些基本现代国家制度仍未建立。一个国家可以是民主的，但未必能够强大起来。如果有了这些基本国家制度，民主经常是个整合因素，但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民主经常成为分化力量。而第三类制度，如民主选举等，必须在民主化发生之后才会有很大的发展。但即使是这类制度，如果民主化之前并不存在一定的制度和规则，民主化也很可能就是一个混乱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一直主张，中国要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政治在后。国家制度要通过各种改革来得到建设。我把中国的总体改革分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三个方面，并不是说这三者是可以分开独立的。在中国政治环境中，很难把这些方面完全分开来。但是在不同的阶段，只有一种改革才能成为主体改革。
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是以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为辅。90年代政府的重点在经济改革。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建设成就，基本市场制度已经确立。但代价也是很大的，包括环境恶化、收入差异过大、社会道德衰落和官员腐败，等等。这样的情况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变得不可持续，社会稳定也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些也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表现出很大的担忧，因而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七大就有分水岭的意义。分水岭并不是说十七大所提倡的改革和以往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说十七大确定了新的改革模式，这个模式和以往的模式不同，但目标是一样的。中共十六大正式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十七大提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个继续。但是十七大还提和谐社会，这是个转变点。小康社会必须通过继续的经济改革来取得，没有继续的发展，总体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说不定还会退回到贫穷社会主义。所以十七大提发展还是第一要务。
十七大尽管强调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但和谐社会概念的确立，标志着社会改革正式成为头等议程。社会改革一方面要纠正从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经济发展变得更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是深化经济改革；另一方面，社会改革也要为将来的主体政治改革创造条件。任何一个有效的民主政治必须具备有效的社会政治基础设施，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和环保等方面。这个设施是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的。
如果说在经济改革阶段，政府的权力主要建立在推动经济发展从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基础上，那么在社会改革阶段，这个权力基础转移到主要为社会提供政府服务上，就是说从发展型政府转型到服务型政府。实际上，随着政府公司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和社会冲突的增加，服务型政府的社会诉求已经凸现。
社会的改革意味着基本国家制度的建设。这些方面的基本国家制度非常重要。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建设国家层面的制度，不可把责任推给地方。如果中国不能建立这些可以提供现代国家服务的制度，那么就很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很自然，无论是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还是建立现代社会制度，都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来进行。但这里的政治改革显然并不是指选举政治。选举政治是建立不起这些制度的。这些制度的建成往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压力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
社会改革的成功不仅可以为下一步的主体政治改革提供基础，而且也是一种民主化的动力。西方国家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具有社会主义成分的资本主义，都是通过社会改革而得到实现的。而社会改革的动力则来自社会本身。尽管中国不会原封不动地重复西方经验，但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也不可避免要经历这一过程。
这里必须重视中国近年来的改革疲乏现象。中国各级政府官员也一直在大唱改革，更不乏雄心壮志，但一旦表达于政策和行动层面，则很难见到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实际上，就改革本身而言，在很多方面，很多人的感觉是，目前已经陷于泥潭。方方面面的改革，比如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和规制型政府建设、以发展民生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调整、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改革、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等，谈了很多年了，但一直进展不大或者止步不前。
在推进社会改革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建设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传统国家数千年的历史，从来就没有解决好中央地方关系。皇帝是统而不治，中央权力到达不了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权力第一次到达各个角落。但中央权力从理论上说巨大无比，到了地方却可能无影无踪。因为地方的差异性，中央政府所发动的任何改革，不管其多么合理，也很难在每一个地方都得到实施。我认为，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从理论上说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但实际上是行为联邦制。中国各个省份的实际权力要比任何联邦制下的州政府大得多。就是说，中国的权力一直处于一种分权状态。中央政府拥有名义上的权力，而地方享受实际权力。正是因为权力的分散状态，就要求单一制国家来维持国家的统一。
上世纪80年代讲得最多的就是分权与集权之间的矛盾，就是说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恶性循环。现在好长时间不谈论这个问题了。但这个问题实际上继续存在着，并且越来越严重。要解决中央地方关系问题，有选择性集权就不可避免。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发生了激进的分权运动，结果导致宏观经济调控问题。朱镕基在经济方面实行有选择性集权，实行分税制、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等。但在政治方面，除了加强党管干部制度之外，并没有实行有选择性集权。最近这几年来，为了加强宏观调控，各方面的集权运动又在发生。
要跳出集权与分权之间的恶性循环，建设有效的中央地方关系，就必须继续在经济上深化和改革有选择性集权的基础上，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上也进行有选择性集权。国土范围、多民族国家、地方差异等因素表明中央政府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国防、外交、涉及整体国家的法律、整体经济调控等权力，必须集中到中央来。对这些权力，中央政府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持。但不能仅仅把地方政府视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地方政府也是政府，必须具有自治的空间。就是说，地方政府也必须拥有足够的政治和法律权力来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管治。凡涉及地方事务的领域，中央政府要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在一些领域，如果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事情就不会办得好。这些领域的权力还是下放给地方为好。现在的局面是，那些有利可图的领域，中央的官僚机构就想出各种办法来集权，而对那些对国家非常重要但要花钱的领域，中央官僚机构就没有动力来集权，千方百计要把这些领域推给地方。与地方争利是中央地方矛盾的一大根源。
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地方有可能出现腐败。怎么办？这就要求权力在下放给地方的同时，也必须下放给社会。没有社会的被赋权，地方的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遏制。在中国，现在反腐败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没有自下而上的动力，也没有来自社会的外在制约。来自中央政府的制约也是一种内部制约。没有来自外部社会的制约，内部制约就会无效。这些年有很多研究表明，中央政府在老百姓眼中的合法性程度远比地方政府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直面老百姓。老百姓对地方的腐败有太多的不满。要解决这个问题，上面所谈到的社会民主就变得非常重要。社会民主会给地方政府造成有效的压力，增加地方政府的透明度，使得地方政府对其下辖的人民负责。很显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民主实际上是有利于中央权力的。
对社会赋权的重要性，有关方面并不是没有认识，但很多人总是恐惧于社会权力。这是因为人们总是把社会权力和政府权力对立起来，好像两者是一对矛盾。其实并不然。唐朝的柳宗元就明确看到了人民的权力可以是皇帝权力的基础。在今天更是这样。如果中央政府要对地方有权力和权威，就必须把自己的权力建立于社会权力之上。也有一些人担心，社会权力的增加会导致社会的失序。但这里我们强调的是社会的制度化权力，是基于宪政之上的社会权力。
社会权力不仅仅是指社会参与政治的权力，也是社会参与经济生活的权力。例如，社会权力必须替代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垄断。垄断在中央层面还说得过去，因为一些经济部门具有战略重要性。但越到下面，垄断就越变样。到了地方，垄断仅仅意味着政府与民争利。哪里有利可图，哪里就有政府垄断。必须下大决心改革中央垄断和消除地方垄断。中央垄断领域即使有必要，也越少越好。可以把一些领域下放给社会，建立类似于西方发达社会的政府─社会伙伴关系。而在地方层面，经济领域必须全面下放给社会。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够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经济环境。中小企业是民生经济的基础，是解决收入差异的最有效的经济手段。


中国的渐进民主化
尽管中国的民主政治还面临很大的问题，在理论层面，各方面也没有达成一定的共识，但是从经验层面来说，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基本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民主理论远远落后于民主的实践。
说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基本形成，是基于如下两个基本事实之上：第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已经出现；第二，中国已经找到较为可行的实现民主的路径。这两个基本事实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都非常重要。如果民主发展缺乏基本动力，民主只会停留在理想层面。即使因为某些因素，例如激进改革或者外部力量的强加而产生出民主形式，民主也只能是表面民主，很难实质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实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二个因素也同样重要。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民主也只能表现为理想。政治现实往往是这样的：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民主的重要性，但就是找不到好的方法去实现民主；或者尽管民主实现了，但并不是人们原先所期望的民主。
说中国民主政治已经具备动力，主要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民主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外在环境。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市场导向的和外向型的。市场化和全球化造就了一个开放型的中国经济。第二，开放的经济体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这里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开放的经济为一个开放社会提供了基础结构，如市场、交通和通讯等；其二是开放的经济造就了社会的理性的开放心态。人们不再从理想的角度来审视一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而是从实际效用的角度来看待该政治价值。对民主政治也一样。第三，和民主政治直接相关的就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民主政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因为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最终必然要表现在政治领域。
动力已经存在，所需要的就是寻找可行的民主化途径。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里就包含了两种民主形式，即“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再者，十七大报告尽管没有使用“宪政民主”的概念，但宪政民主的内容则得到了强调，如法治和法律的权威等。如果结合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概念和实践来考量，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已经跃然纸上。
有关党内民主，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党内民主也是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反映。中国既不想走西方式多党政治道路，又要消化多元的社会政治利益，其方法是多元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即把外在的多元利益容纳于执政党之内，在体制内实现利益表达、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这是党内民主最直接的根源。第二，党内民主有利于政治精英之间民主规则和文化的培养。尽管人们可以在各类教科书上找到这样那样的所谓的民主规则，但这些规则是已有民主政治经验的总结，很难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规则都只能在政治精英内部的互动中产生。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民主规则和文化认同，民主政治就会陷入无序状态。发达国家民主的平衡发展和很多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民主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党内民主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利益协调，那么“人民民主”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从学理上来说，把“人民民主”称为“社会民主”更为合适。在中国，社会民主表现为各种形式，包括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大会、基层民主、社团等途径的政治参与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发展。社会民主也表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就是说各种不同的新型参与方式不断产生。例如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非政府组织曾经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发展异常迅速。尽管非政府组织在不同领域的发展空间不等，但其参与政治事务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又如，在很多地方也发展出了协商（或者协议）民主的实践。社会民主主要在地方和部门层面进行，和参与者的直接利益相关。如同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也有助于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发展出民主规则和文化。地方民主规则和文化的形成非常有利于国家层面民主的进行。
但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都必须在一个法律的构架内进行。这就要求给予宪政民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这里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不管党内民主如何进行，执政党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就是说，党内民主也必须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随着《监督法》等法律的通过和实施，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其次，社会民主也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进行，这是民主有序发展的保障。再次，到目前为止，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都在各自发展。尽管在地方层面，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已经开始互动，例如农村基层民主过程中产生的“两票制”（无论是党的基层领袖还是村民自治组织都由村民的选票决定），但是在国家层面，这种互动还未开始。而中国真正的民主化意味着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在国家层面的直接互动。可以想见，这种互动会是大规模的。宪政民主可以保障如此大规模互动的有序进行。
未来的中国民主会怎样？我个人觉得会是选拔和选举的结合。选拔是中国传统，而选举是现代民主形式。选举不能保证领袖人物的质量，要先选拔，后选举。中国正在往这个方面发展。从现阶段各种民主形式的发展过程来看，可以合理地预见，未来中国会结合三个主要因素：自上而下的党内选拔（党内民主），自下而上的社会认可（社会民主），执政党和社会在法律构架内的有序互动（宪政民主）。如果说前两者表现为动力，那么宪政民主则是党和社会互动的制度保障。这也就说明了，在同时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同时，也必须发展宪政民主，以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来推动宪政民主，以宪政民主来保障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良好和有序的互动。
（本文部分内容以访谈形式发表在《南方窗》2007年年终特刊）



第六讲　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模式
◆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都不能主导中国的经济实践。在实践层面，中国是混合型经济。
◆一些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走向了极端，把私有化神圣化，以为私有化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唯一手段和工具。但事实上显然不是这样。极端的私有化和极端的公有化一样会导致无穷的经济问题。
◆内需和外贸是持续经济发展的两条腿。只有到了两条腿走路的时候，中国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强国。
◆中国模式改进的关键在于通过社会改革而确立社会制度，从而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危机和中国模式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各种应对举措，以缓解危机或者争取尽早走出危机。到目前为止，尽管整个世界还是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但很多人已经在开始争论世界各国经济模式的问题。其中，中国俨然已经被很多人视为有别于美国和西方的经济模式。在一些人眼里，中国和美国所代表的两个经济模式已经处于竞争之中。笔者前不久参加了在法国巴黎郊区由瑞典的GlasshouseForum组织的中国西方知识峰会，讨论的就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前途问题。会议上大家最关心的是，中国发展模式是否会成为西方发展模式的另一种选择。
对中国经济模式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是中国模式对金融危机的防御能力。毫无疑问，这次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体的影响程度不同。中国经济体尽管也深受影响，但和西方各经济体相比较，甚至和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相比较，中国显现出了相当强的抵御能力。而中国的抵御能力显然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经济发展模式有关。这里人们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模式与其他经济模式有何不同？这种不同如何增强了中国的危机抵御能力？
第二是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和手段。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使用了一系列的手段和方法。尽管表面上看，和其他国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要比西方政府的来得有效。当西方各国走入负增长领域，一些迹象已经指向中国经济复苏的方向。在当今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那样可以对自己的经济持乐观的态度。一些人已经在开始预测经济什么时候回弹了。信心非常重要。前不久，中国总理温家宝到欧洲各国访问，把其旅行称之为“信心之旅”。没有了信心，经济活动就很难恢复正常。比如说，如果没有信心，人们就不会去投资，不会去消费。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有责任激励社会的信心。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民众呼吁改革华尔街金融制度。（图/AFP）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这种乐观情绪和信心有其客观的依据。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美国和西方政府只有金融杠杆，而无经济杠杆。但中国政府两者都有，除了金融杠杆之外，中国的经济杠杆可以通过巨大的国有部门得到发挥。再者，美国和大多数西方政府都是赤字政府，而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可以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比较有钱的政府之一。
第三是中国在未来新的国际金融秩序中的角色问题。那么深刻的危机发生了，表明现存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出了很大的毛病。如同从前的重大危机一样，这次危机也必然导致经济和金融体制的重建。在过去，西方世界是体制的建构者，其他国家则是被动的接受者。但是在今后的经济和金融秩序重建过程中，西方不可能垄断一切了，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必然参与重建过程。没有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就不会有新秩序的出现。或者说，如果把这些国家排除在外，那么西方所建设的秩序不能称之为世界的秩序。要重建秩序，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就要进行一次“大谈判”（grandbargaining）。因为中国经济的规模，中国必然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人们迫切希望知道中国对未来秩序的认知和中国对自身在未来体制中的地位的期望。
金融危机以来，有人赞扬中国，认为中国正在承担一个大国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有人批评中国，认为中国应当对金融危机的发生负责。但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赞扬者，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心态，就是对中国的高度期待。对中国本身来说，金融危机则成了对本身所确立的经济制度的一次大检验。不久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作演讲时，强调中国是一个“学习国家”。我想，这里的“学习”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指的是中国向世界各国学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虚心学习国际经验，不管是像美国那样的大国还是像新加坡那样的小国，中国都好好学习。可以说，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好学的国家。尽管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经常对中国持批评态度，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向这些国家学习。另一方面，“学习”也指中国向自己的经验学习。中国向各国学习，这里有积极的经验，也有负面的教训。中国的经济体制并非十全十美，这次金融危机一方面体现出了中国体制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显现出了其所存在的问题。分析中国模式的优势和指出其弊端同样重要。中国模式是一种发展中的模式，是世界经验和中国本身经验的累积。中国模式的进步对中国和世界同样重要。通过金融危机检验中国模式是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中国的复合经济模式
无论是中国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还是其应对危机的方式，都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模式有紧密的关联。问题是：中国模式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模式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兴趣。很多发展中国家想从中国学习经验，而发达国家则担心中国模式是否会取代西方发展模式。但对中国模式是什么，人们并不清楚，所以总结中国模式很重要。中国模式反映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从经济上看，我觉得可以把中国模式称之为复合型或者混合型经济模式。我在这里使用“混合”这个概念和人们平常所说的不太相同。一般说来，混合经济指的是中国经济的混合所有制模式。我使用这个概念的范围要比所有制广，包括很多方面。所有制当然很重要，所谓的混合就是说各种所有制之间的平衡。在所有制之外，混合模式也应当包括对外开放和内部需求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两者在经济领域的作用的平衡等。
从哲学上说，混合经济是中国人的“中庸”哲学在实践上的反映。在中庸哲学下，中国人努力避免走极端路线。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中国基本上从制度层面确立了混合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之前，因为各种历史原因，中国走了极端社会主义路线，或者“贫穷社会主义”路线。改革开放后实行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路线。在开放路线下，西方的各种“主义”进入中国，对中国的各个政策层面产生影响，但很难说，哪一种“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就是说，中国基本上保持了各种“主义”对政策影响的平衡。今天，在中国的学术界仍然不乏各种基本教义派，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这两种思潮构成今天中国经济思想界的两个极端：新自由主义强调一个极端，即市场和私有化，而传统社会主义则占据另外一个极端，即政府和公有制。不过，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都不能主导中国的经济实践。在实践层面，中国是混合型经济。
◆混合所有权制度
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国有化已经成为西方各国政府所采用的一种手段，至少对金融银行部门是这样。欧洲的国有化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实际上，国有化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国家的国有经济部门曾经变得非常之大，导致经济效率和效益低下。这就引发了反向运动，即私有化。英国政府在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期间曾经试图发动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并对欧洲各国产生了影响。但即使是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也很有限，限于几个实体经济部门。在涉及公共利益也就是那些提供公共服务或者福利的部门，私有化运动遇到了来自民主政治的很大的阻力。这主要表现在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方面。因为这些部门涉及全体人民的利益，人们用选票否决和抵制了私有化运动。现在欧洲面临危机，各国政府又开始诉诸国有化，对此欧洲社会并没有出现反对声音。
有意思的是，美国也开始出现国有化运动。美国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和大本营。在很长时间里，美国是抵御公有化尤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在学术方面，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就在美国生长并拥有了向外的扩张力。在政治上，新自由主义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里根经济学。但是今天，像前美国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那样的可以称之为原教旨主义式新自由主义人物，也开始认为并提倡国有化可以成为应付危机的有效方式。
在发展混合型所有权方面，中国比较典型。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从经济管理方式来说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但从所有制来说已经呈现多种形式，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农村还有少量的私有性经济活动，主要表现在农民的自留地上。在国家所有制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所有权，即实体经济或者企业由各级政府分别所有和管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引入和鼓励其他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形式，包括民营、合资、外资等。在俄罗斯和东欧原来的共产主义国家，因为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进行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疾风暴雨式的经济改革。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中国一方面鼓励其他所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原先僵硬的公有制来适应新的环境。国家所有制原来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并在宪法和法律方面得到保障；在市场经济的早期，也以国家所有制为主，其他所有制为辅，后者仅仅作为补充。但后来，各种所有制得到了平等的法律地位。这里尤其要提及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抓大放小”的经济改革。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改革方案，通过“抓大”，中国重组了大型国有企业，而“放小”则是通过民营化给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
中国的混合型或者复合型所有制已经形成，并且得到了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这种所有制结构应当不会容易被改变。各种所有制之间也已经形成了互相竞争的机制，通过互相竞争来提高各自的生产力。尤其显著的是，这种混合型经济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显示出了其优势。国有部门已经成了中国政府使用强有力的经济杠杆来实施其为应对危机所推出的政策的工具。就是上面所提到的，西方多数政府只有金融工具而无经济杠杆，而中国政府两者皆有。
这次金融危机也为中国那些一直在鼓吹私有化的人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私有化或者民营化当然有其优势，这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不断发展民营经济的原因。但一些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走向了极端，把私有化神圣化，以为私有化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唯一手段和工具。但事实上显然不是这样。极端的私有化和极端的公有化一样会导致无穷的经济问题。为了公有化而公有化，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都不是理性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在不同所有制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通过它们之间的竞争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公正的实现。
◆出口导向和内部需求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把责任推给中国。在一些人看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增长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有很大的类似之处，都是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增长依赖于出口，依赖于西方市场。同时，中国的金融体系也是为这个外向型经济体系服务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外汇，再用外汇购买西方的诸多金融产品。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已经形成了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模式。这个模式被视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尽管这些指责并没有多少道理，但却值得中国思考。这次危机告诉人们，无论是要解决危机还是要长期的发展，都不能依赖于西方市场，依赖于西方消费者。中国的发展还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就是说要建设一个内需型经济体。一个内需型的经济体并不是说不要外贸和出口了，但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而内需不足的经济体，其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在全球化环境下，内需和外贸是两个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对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来说，内需无疑要比外贸重要得多。
但同时，中国这次之所以能够抵御源于西方的危机，表明中国的经济形态和日本及“四小龙”的不同。无疑，这次金融危机表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出现了问题，因为西方没有了需求，依赖于西方市场的实体经济必然出现问题。人们已经看到，在珠江三角洲有大量的工厂倒闭，大量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失业，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正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出口导向型经济要转型，这是很显然的。然而，转型并不是说要否定出口导向。在中国内部，出口导向型经济也表现为不同类型。比较一下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导向型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自由放任”型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地方有关部门对本身的产业发展没有长远的政策，只要是外资就欢迎。因此，低技术、劳动密集、高能源消耗、高污染等成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特色。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显出其不可持续的特点。例如，它不能承受劳动关系的变化。前些年，中国出台新的劳动法，珠江三角洲的资本方就出来反对。这种方式也不能承受土地方面的变化。当土地的供应不能持续时，这种发展模式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正是这种情况促使广东地方政府在近年来开始努力调整产业政策。实际上，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广东政府已经开始作产业的升级调整，广东的一些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关闭或者倒闭。广东称这一步是“腾笼换鸟”。这种做法受到一些方面，尤其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质疑。但是，无论从产业升级还是劳工权利或者可持续发展来说，这一步必须走。不幸的是，这一产业调整遇到了现在的金融危机。不管怎样，很多国家的产业调整和升级都经历过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中国也不会例外。
和珠江三角洲相比，长江三角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在大规模吸收外资方面，长江三角洲可说是后来者。或许接受了珠江三角洲的教训，长江三角洲在规划发展过程中，政府一直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长江三角洲从一开始就拒绝低技术和高污染的产业。从各个经济指标来看，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要比珠江三角洲更具有优势。尽管这次金融危机也影响到长江三角洲，但其受影响的程度显然远远低于珠江三角洲。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国也有很多地方发展出了以内部需求为导向的经济体。前年，我到浙江考察，写了一篇题为“浙江模式值得深思”的文章（《联合早报》2006年7月4日），专门讨论浙江内生型民营经济的特点。首先，它是一种内生型发展，就是说，发展的动力来自内部。在中国沿海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再到京津唐和渤海湾地区的很多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来自外来资本。浙江则没有这样的情况，在浙江，尽管外资也得到鼓励，但发展的主动力主要来自民族资本。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民族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足以和外来资本相抗衡。发展的资本来自内部，发展也是以满足内部市场为主。浙江的产品都是以先抢攻内部市场为主，出口为辅。这与很多沿海地区高度依赖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浙江是以开拓内部市场闻名的，在全国的各个角落，现在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浙江商人的。这种以满足内部市场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同时这种模式要比出口导向更稳定和更具有可持续性，因为它更能承受外部国际市场的冲击。
浙江经济基于民营资本之上，其技术创新能力也比其他地区要高出很多。在20世纪80年代，浙江的一些地区尤其是温州地区以生产假货闻名，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完全改观。在吸取了以往的经验之后，浙江民营企业非常重视技术创新。因为是民营资本，浙江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具有自主性。现在的浙江商人不仅走遍全国，也走遍全世界，很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当强的竞争能力。近年来，浙江产品在发达国家经常遭受地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浙江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但同样重要的是浙江健康发展的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国有企业的发展一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但浙江的国有企业发展势头相当好，这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为国有企业营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者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起到了共同发展的效果。
更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劳工状况远较其他地区好。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台资、港资和韩资等密集的地区，劳工状况存在着太多的问题，劳工的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但在浙江，侵犯劳工权益的情况并不多见。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多种，但无疑与浙江重视本土资本有关。外来资本的主要动机是对地方廉价劳动力的利用，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很难产生；而本土资本则因为受地方归属感等因素的影响，往往比较注意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和发展，劳资关系也因此显得比较和谐。
浙江当然不是唯一的以内部需求为导向的地方经济体。中国的很多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山东是另外一个例子，出口经济在总体经济中的比例很低。最近这些年出现的“重庆模式”，也是通过扩展内部需求而得到高速发展的。
外贸在过去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动力机制。金融危机显现了外向型经济的弱势之所在，内需变得重要起来。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还在继续推动外贸。实际上，中国已经成了世界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动力，这背后就是中国强大的出口经济。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内需经济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如上所说，中国各地以内需为导向的经济成分也在发展，并且有些成功的经验，关键在于，内需经济政策要像出口导向经济政策那样提升到国家层面。内需和外贸是持续经济发展的两条腿，只有到了两条腿走路的时候，中国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强国。
◆政府和市场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关乎一个经济体是否会导致经济或者金融危机，也关乎这个经济体是否有能力应对危机和预防危机。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再次成为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讨论议题。
不管这次金融危机背后有怎样复杂的原因，就政府来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对金融系统监管不严。新自由主义者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推到了至高无上的程度，他们相信这只手会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在新自由主义那里没有政府的经济功能；如果说有，那么就是要保证这只看不见的手能毫无障碍地运作。但这次金融危机表明了这种信仰的差错。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把政府的经济作用极端化，而把市场视为是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从而也否定了其功能。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市场有了不同的看法。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可以使用市场机制，社会主义也可以使用市场机制，这就把市场中立化了。同时政府大力推进市场建设。上面所说的各种所有制经济都是在同一个市场平台上互相竞争的。
重要的是，中国在强调市场功能的同时并没有走向市场万能主义。崇拜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但在政策层面，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影响。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根据地可以说在实体经济领域，即在企业界。但在中国则不同，新自由主义在进入中国之后，在实体经济领域遇到强大的阻力，尤其在大型国有企业领域。如上所说，中国政府重组了大型国有企业，民营化并没有发生在大型国企领域。但新自由主义对中小企业的影响相当大，这一方面是因为“放小”的战略。尽管这个战略设想得很好，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主要是恶性私有化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导致了社会的不正义。新自由主义对社会制度领域的影响更大，主要表现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上。在西方，因为民主制度的存在，新自由主义在这些领域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即被人民所否决。在中国则相反。在国有企业领域，因为有国家力量的存在，新自由主义不能发生作用；但在社会制度领域，新自由主义如鱼得水。原因很简单：社会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弱势社会群体，弱势社会群体很难抵制新自由主义的侵入。在这些社会制度领域，改革开放前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新自由主义进入这些领域之后，原来的社会体制包括学校、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全面衰微甚至解体，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尽管近年来政府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直到今天这些社会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新自由主义影响深刻的领域，政府的作用很成问题。因为政府全面撤退，市场恶性竞争变得不可避免。中国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是这些年企业界丑闻不断的一个主要原因。恶性竞争表明市场还是不规则。市场如何规则化？这很难靠市场本身。从中外历史的经验来看，政府还必须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就是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发生、发展和健康运作离不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可以感到欣慰的是，在金融银行领域，中国规制国家初步成形。温家宝最近在和网友对话时指出，中国的金融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具备应对危机的良好基础。在金融和银行领域，中国规制国家的建设得益于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产生于亚洲一些国家金融监管不严。中国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致力于金融银行系统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也是这次中国的金融和银行系统没有发生像西方那样的深刻危机的主要因素。西方各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批评亚洲国家，给亚洲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也是促使中国进行改革的一个因素。但是，西方国家自身却忽视了改革，最终造成今天的危机。尽管西方国家可以强调一些外在的因素（如中国的高存款率），但推卸不了内部监管不严的责任。很显然，不管外部因素如何，危机是通过内部因素发生作用而爆发的。


社会改革和中国模式的改进
上面强调过，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既显现了其优势，也表现出一些弱势。不管怎么说，中国模式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如果能够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吸取足够的教训，那么是非常有利于这个模式的发展的。
海内外学者正在讨论这次金融危机是否能够促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模式改进的关键在于通过社会改革而确立社会制度，从而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改革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医疗卫生改革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但还是没有拿出一个让各方都能普遍接受的好方案；社会保障制度有了一些进展，但远离社会的客观需求；教育改革还是很糟糕；环保则恶化到了人们不可忍受的程度；尽管国家税收能力大大提高，但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化继续恶化。另一方面，社会群体事件的频繁发生，加上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表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还会遽然增加。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但是，各方面的利益群体一直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休。在很多领域，一会儿集权，一会儿分权。尽管谁都说改革很重要，但就是解决不了谁来改革的问题。这背后无非是既得利益者在抵制改革。
社会改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首先，社会改革是为了应对和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在过去的三十年，经济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主题，经济发展就是一切。中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此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民脱离贫困状态，帮助这样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提高生活水平。但经济主义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各级政府GDP主义盛行，非经济方面的发展大多被严重忽视，导致环保恶化，资源大量浪费，贫富差异扩大和社会分化严重。这些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后果，加上党政官员大面积的深度腐败，反映到社会层面，就是政府在人民眼中的合法性成为问题，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多数表现为各级政府与社会的对立。很显然，经济主义的后果不加以纠正，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这一点毋庸再多说。这些年来中国政府确定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就是对这种单向面发展反思的产物。

中国为经济的高速发展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图为重庆周边被污染的河流。（图/原载南风窗）
其次，社会改革要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来说来源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但迄今，经济改革的很多方面已经很难深入下去，说明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达到了顶点。进行社会改革和建设社会制度的目标是推动中国从一个非消费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消费型社会是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很简单，经济增长有两大来源，即投资和消费，而投资的最终目的也是消费。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建立了一个外向型经济。增长来自投资，但投资是为外部市场，主要是为西方市场服务的。如上所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来自西方的需求遽然下降，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中国要向消费社会转型，就必须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社会发展的基本社会制度，例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等。没有这样一套制度，不可能出现消费社会。
其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要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中国的改革进程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开始到本世纪初，一直是以经济改革为主。本世纪初以来也就是中共十六大以来，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应当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随后。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需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更需要诸多基本国家制度成为其基础结构。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凡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得好的国家，民主化过程比较平和，新建立的民主制度能够有效运作。反之，在缺乏基本国家制度的情况下，如果发生民主化，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社会的不稳定和政治的恶斗。现在，亚洲很多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危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基本的国家经济制度，但社会制度则远远没有建立。如果在基本国家制度中缺失了社会制度这一块的情况下，发生政治民主化，那么必定会出现动乱频繁发生的政治局面。

中国未来的经济应以内需为导向。图为杭州某商厦店庆时熙熙攘攘的人群。（图/潘海松）
金融危机的确是个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的好机会。但现在看来，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模式基本上承续了处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模式，即以公共投资为主体，附带拉动内需。很显然的是，1997年之后，政府在前一方面非常成功，但在打造内部消费市场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成绩。当时，因为西方市场没有危机，中国的出口不久就恢复了。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所推出的各种拯救经济的举措，其重点还是在原来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式上。例如，还是想通过各种途径来促进外贸。但谁都知道，这种方式已经无效。大量的资金因为背后存在着庞大的既得利益而流向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等方面的投资。中央政府尽管也强调民生经济，努力扩大社会制度建设方面的投入，但很显然，因为其背后没有既得利益，资金很难流向这些方面。
中国迫切需要在危机中继续寻求新的模式。努力的方向和重中之重应当是扩大内需，建立消费型社会。在任何国家，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都是一场攻坚战。在当今发达国家，社会制度的建立往往和持久的充满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甚至革命联系在一起。不难看到，从原始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转型到现代福利型资本主义，并非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社会改革的结果。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能够实行“铁血”政策，超越既得利益，进行自觉的改革；但也有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则受制于既得利益，没有能力进行改革，从而导致暴力式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生。有一点很明确，到现在为止，在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套良好的基本社会制度都是保障其市场运作和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础。中国在这些方面还需要很大的努力。
（本文最初发表在200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



第七讲　国家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在国家权力的集中性和人民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制度关联。换句话来说就是，权力源自人民，用之于人民。这就是现代国家权力的本质和意义之所在。
◆最高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样一种直接关系，中央政府的权力不可能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
◆中央政府通过人事任命的确控制了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能够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统治。对人事任命制度的过度依赖正是中央处理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的误区，也是两者发生冲突的重要根源。
◆选择性集权的另一面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分权。


中央地方关系问题
中国地方大，各省区之间各方面的差异也大，中央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力，很多事情就会很不好办。同样，如果地方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各方面的发展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因此，如何解决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不仅涉及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问题，而且也涉及中国的国家建设问题。实际上，从毛泽东、邓小平到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谈及中国的国家建设的时候，无一不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
中央和地方关系无疑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进行这方面的政治改革，应当从理解中央和地方之间所存在着的问题入手。自改革以来，尽管政府在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上作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不可否认，两者之间仍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有两个主要的制度表现，即集权但欠足够的权力，分权但欠足够的民主。
首先，集权但欠缺权力。没有人会否认，从理论上说，中国目前的政权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权力非常集中的政权。从政治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有民主党派的存在，但并不是西方那样的多党竞争制，而是多党合作制，就是说，民主党派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竞争者，而是其合作者和权力的监督者。就统治制度内部来说，党的系统中党中央的集中领导自不必说，在立法、行政、司法等政府系统中，权力流向也都是自上而下的。一句话，在当前中国政治体制中，一切政治权力的源头都是中央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指出当时中共的权力结构是党政不分，权力集中在党手中，而党的权力又集中在党的高层，高层又集中在党的少数领袖手中。（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31页。）这种情况目前虽已有所改变，但其总体结构迄今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从经济上来说，尽管已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中国的经济制度也急剧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已经或者会在以后退出经济领域。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仍然掌握着相当多的重要经济资源。同时，政府的经济角色正在转型，各种宏观调控机制，如税收、财政和金融管理体制等正在建立。可以相信，在经济领域，中央政府的权力会随着各种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而得到加强。
从社会方面来说，尽管改革以来，中国的第三部门发展相当迅速，人们称谓的“市民社会”正在形成，但是，这一形成中的“市民社会”和西方的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的市民社会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向政府争取各方面利益的准政治组织；而在中国，所谓的市民社会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这方面的功能，但至少在目前，其对政权不仅没有任何挑战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合作者。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和制度渠道基本上能够将各种社会力量纳入体制之中。事实上，只要强大的国家机器继续存在并有效运转着，即使存在着一些体制外的反对力量，对执政党的统治也构成不了很大的威胁。
然而，在这样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人们日常感到的却是中央政府并没有足够的权力。权力的高度等级性并未能保证权力意志的有效落实。由于我们下面所要论述的原因，在许多领域，政府该管的事没有人管，不该管的事却又有很多人管。需要有政权权力的地方找不到政权，而有利可图的事又有很多政府部门出来争夺管理权。中央管不了地方，政府管不了人民，结果，各种黑社会组织和恶势力纷纷出笼。他们暴力称霸，垄断行业，聚敛钱财，一些地方人民的基本生活和安全不能得到保障。最近政府进行的打击恶势力和黑社会运动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之严重，已经使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到底是谁在统治国家？（《人民公安报》2001年4月9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邪教的兴起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央政府权力的式微。
中央权力的衰落导致了一种很为荒唐的局面：经济发展越快，人民的富裕程度越高，人民反而越感到不安全。国内多个学术机构所做的一些民意调查表明，老百姓的安全感正在随着社会治安情况的恶化而急剧地下降。（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编写的《社会蓝皮书》的年度报告。）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国家尽管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但对国家建设的其他方面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第二个制度问题是分权但缺乏民主。尽管中国政治制度理论上高度集权，但权力分散化到目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一次又一次的分权运动已造成中国整体政治权力的某种程度的分散化，那么邓小平时代的分权改革则使得分权状态进一步深化。权力从中央政府分到各级地方政府甚至社会，这本来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一些西方国家，分权改革往往是两条线并行：一条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制度性分权，一条是强化地方政府对民众的责任机制，因为分权的逻辑正在于地方政府与地方民众更接近，在某些政务上能更好地为民众服务。然而在中国，急剧的分权既没有被制度化，也并没有发展出制度性的民主。在这种分权状态下，一方面，中央政府感到没有足够的权力，因为权力已经分到地方政府手中了；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抱怨没有权力，因为所有权力从理论上说仍都属于中央政府，地方即使有权，也没有制度保障，中央政府随时都可以把权力收回。可以说，政治权力的流失情况是非常严峻的。谁都知道权力流失了，但是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了。
更为可怕的事情是，这种非制度化的分权削弱了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监控，却未能强化后者对地方民众的责任机制。地方官员尽管没有“主权”，只是中央的代理人，但却可以背离中央在地方为所欲为。一些地方官员把地方国家机器占为己有，任意欺压百姓。有的甚至同黑社会和恶势力勾结，鱼肉人民。为了对地方党政官员造成一定的制度压力，让人民自己来管理自己，中国从1987年以来逐渐建立了村一级的直接选举，乡镇一级的选举也开始了试点工作。（王旭：《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强》，载于《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总第40期；郑永年：《乡村民主和中国政治进程》，载于《二十一世纪》1996年6月总第35期。）但是，一方面，这种努力仍远远不足；另一方面，种种迹象表明，恶势力和黑社会已经严重渗透到中国的地方政权之中。他们往往通过各种办法操纵选举，让自己的代理人来掌控权力，或者用金钱的力量腐蚀当局，进入地方政权领域。很多案例表明，越来越多的恶势力和黑社会人士已经进入地方的人大和政协，甚至是行政系统。（郑永年：《警惕民主化过程中的政治腐败》，载于《信报》2000年12月15日。）很显然，在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来保证民主的正常运作的情况下，民主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表达和保护人民的利益。所以，在中央政府感到权力不足之时，人民所感到的是民主的不足。人民欢迎民主，因为民主能够赋予他们权力来选择自己的“统治者”，但同时，他们也感到了地方民主制度的软弱性，感到这种新兴的制度没有能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梁启超以前曾就中国政治存在着的弊端表示过，两头都好，坏就坏在中间层。就是说，我们有个好的皇帝，我们的人民也很好，问题就出在中间层的贪官污吏，中间层割断了皇帝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情况现在也存在着。但梁启超的说法过于简单。这种情况的产生，中央政府并非没有责任；也不是铲除了腐败的中间层，问题就解决了。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人民自己，两者本身是难以构成一套完整的统治制度的，在中国尤其如此。没有强大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如何实施政策推动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发展呢？问题的解决只能是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用制度来驱使中间层在“行善”的同时遏止自身的腐败行为。要达到这样一个政治目标，就要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做文章。这三个层面的中心都是人：中央官员、地方官员和人民。“人性本善”，是后来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使其趋“恶”；或者说，“人性本恶”，没有制度的制约使其找到了扬“恶”的机会。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制度是首位的，人则其次。政治改革的目标当然也就是要建立一种“抑恶扬善”的制度。


现象的根源
中央与地方关系应当怎样？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来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再到江泽民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简称“论十二大关系”），都已经对中央与地方关系做过相当充分的论述，这里不需要再引经据典。我们想从另外一个相关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中央地方关系中所存在着的问题，即国家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问题，也就是对应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早先发展出来的“民主集中制”。
我们认为，存在于中央和地方关系之中的种种怪现象的根源在于，国家权力既缺乏中央性，也缺乏人民性。换句话说，就是既缺乏集中性，也缺乏民主性。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的是民主集中制，并且是民主基础之上的集中。这的确很正确，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政权都是这样一个政治过程。西方民主国家的特征实际上也是一种“民主集中制”。然而，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未能体现“集中”和“民主”的有效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既缺乏集中的制度方法，也缺乏民主的制度方法。要发展出一个既集中又民主的现代国家政权，就要从集中和民主方面做制度文章，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之间的关系。这里分头来论说这两方面的含义。
在中国，民主集中制至少包含有两层意义：第一是制度层面上的。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兰特的谈话中被问到“民主”的意义时，对民主和集中进行了解释。毛泽东说：“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兰特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3页。）。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再次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意义。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
第二层是有关国家政治生活的。1957年，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应用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毛泽东说：“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页。）1962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把这一原则应用到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上。他说，领导干部的工作的方法“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又说：“……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应当说，毛泽东在从制度层面来论述一个政权所具有的集中性和人民性时，说得非常清楚。一个强大的政府必须具备集中性和人民性这两个条件，并且人民性是集中性的基础。用现代政治学的语言来说，没有人民性就难以有有效的集中性。集中性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它是针对人民来说的，是政府在人民中间实施政策过程中的权力的集中性。一种有效的集中性必须是建立在人民性基础之上的。就是说，在国家权力的集中性和人民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制度关联。换句话来说就是，权力源自人民，用之于人民。这就是现代国家权力的本质和意义之所在。
在第二个层面，毛泽东强调的是工作方法，是就某一制度内部的权力运作方式而言的。这种运作方式本身包含着相当的合理性，无可非议，事实上，它也一直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一个有机部分。但在实际权力运作过程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常常把这两个层面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混淆了起来，而且用作为工作方式的民主集中制来代替作为制度的民主集中制。这样，就在客观上既淡化了民主的制度建设，也为一些党政官员的“非民主”行为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要回到制度层面的民主集中制，就要看看这一制度是如何表现在现代国家制度中的，或者说现代国家是通过怎样的制度因素来表达这一原则的。


现代国家权力的集中性和人民性
什么是现代国家？对现代国家的论说可以从不同的意识形态出发。各种主义，如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规定现代国家。从现代国家产生发展的经验来规定其特征的，最好的莫过于韦伯。（韦伯的论述可以参见其所著《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韦伯在比较世界各国国家政权的发展的基础上，总结出现代国家的一些主要特征，后来的学者无一不受其影响。美国学者波齐总结韦伯的论述，把现代国家规定为是出现在特定领土范围内的一种政治组织，它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和同一土地上出现的所有其他组织不同并分离开来，就是说，国家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政治组织；二是具有自主性，就是说，国家的决策并不完全是对国内外的各种政治力量所提要求的反应；三是具有集权性，就是说，相比于其他政治组织，国家的权力是相对集中的；四是国家间的各个部门具有协调性。（Gianfranco Poggi，The State：Its Nature，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包括波齐在内的很多学者认为，现在所谓的真正成熟的现代国家到19世纪才出现。波齐把西方社会近一千年的国家发展历史分为三个大阶段：12世纪晚期到14世纪初，开始向等级国家制度转型；在16到17世纪之间，从等级国家向绝对主义统治制度转型；到了18世纪初期，市民社会兴起，绝对主义衰落，发展到19世纪，自由民主主义兴起，向民主国家转型。（贾恩弗兰科•波齐：《近代国家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我们可用自己的语言来对这种规定做重新解释。可以说，成熟的现代国家必须具备集中性和人民性。在19世纪之前，所有的国家都不具备这两点。早先是封建社会结构，政权只有地方性而没有集中性。现代国家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兴起，与等级国家和专制国家形式的发展分不开。在集中性达成之后，国家才开始逐渐地具备人民性。这种人民性和早期的地方性不同，它是中央政权的人民性，而非中央权力的地方化。这种既有集中性又有人民性的国家政权只有到了现代民主政治产生后才成为可能。
那么，现代国家是如何完成从分散化的地方政体到集中政体再到民主集中政体的转型的呢？这里既有经济的因素，也有政治的因素。对这种转型，解释最有力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强调国家这种政治形态的发生和发展与不同时期的经济形态相关联。
概括地说，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态的国家，迄今为止，已经经历了三种主要形态。
第一就是各种地方化了的组织形式，包括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和小商品生产社会中的各种国家形式。在这些社会形态下，经济规模小，主要经济活动是为了维持生产者个人的生存，是一种生计经济。这样的经济形态注定了中央权力集中性的不可能。分散的经济不能为中央权力提供一种经济上的支持。经济的分散化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地方化和分散化。
第二种国家形态就是帝国体制，是农业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物。在帝国之下，经济主要是管制性经济，国家支配和控制所有的社会财富，经济是为官僚和贵族服务的工具。就是说，帝国的经济活动是为了增加这些人的财富和权力，强化他们的地位，所有帝国的经济活动是从属于国家和统治阶级的。
在帝国之下，国家财富和力量主要依赖于对农民的控制。在现代大规模的农业经济产生之前，帝国主要是通过领土的控制和帝国的贡赋来实现其剩余价值的。帝国领土扩张越大，其所能得到的剩余产品就越多，帝国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帝国的经济财富也受国际商业的影响，控制贸易是帝国政治的主要目标。
帝国这一国家体制貌似强大，但最终消失了。为什么？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取代了帝国政治形态；二是工业化推动了经济形态的转型；三是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
第三种国家形态即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替代帝国体制具有必然性。现代国家可以视为一种制度上的创新，用来对付前现代政治组织所对付不了的环境变化。在帝国之下，国家和社会没有有机的联系。尽管帝国范围广大，有时其军事力量也非常强大，但帝国只是吸取了境内一部分居民的政治忠诚，很多居民并不认为帝国这一政治体系具有统治合法性。所以，当外敌压境、内乱纷起的时候，帝国政府就得不到境内居民的有力支持。而现代民族国家则不同，其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得到境内大多数居民的政治忠诚。在帝国体制下，居民实际上的忠诚对象往往是各地方政治体，而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居民忠诚的对象是国家。因此，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强化了现代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和居民对国家的忠诚感。
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军事技术革命也大大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贸易和经济的发展为现代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同时军事技术和组织的革新提高了中央政府控制其领土的有效性。现代国家意味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高居于所有社会政治组织之上，中央权威覆盖境内所有领土和居民。同时，现代国家是唯一能够合法地垄断暴力的政治组织，依靠一套有效的官僚体系及其他各种方法，例如法律，统治境内居民。另一方面，现代国家的目标往往也是促进经济发展，进行国内基础建设，消除阻碍国内市场统一发展的种种因素，用各种有效的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现代国家首先需要解放人民，让人民有充分的自由去创造财富，然后国家用种种手段，尤其是税收，聚集财富，提高国内福利总体水平，增加国家力量。（Joseph A.Schumpeter，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影响现代国家发展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一方面，民族经济和国际经济取代了前现代时期的地方经济和帝国经济；另一方面，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也日见提高，世界市场体系逐步形成。国际经济的形成也日益影响着国家的角色和作用。
以上简单的讨论说明了现代国家的集中性是如何达成的。现代国家形式取代前现代的各种国家形式，最主要的因素在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帝国体制尽管也很集中，但其目标并不在于发展经济，而是掠取经济资源。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发展，人民需要政府不仅统一国内市场，而且开拓海外市场。这就要求有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政权。因为无论是统一国内市场，还是开拓海外市场，都不是经济因素本身所能为的，至少国家权力可以加速这个过程。所以，马克思就认为，早期的专制国家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具有非常的合理性。市场要求中央集权，而中央集权反过来促进市场的发展。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是什么因素促使现代国家权力越来越具有中央性。
那么，国家权力的这种中央性或者说集中性是如何被合法化的呢？首先当然是因为上面所说的经济因素。不仅是因为集权体制符合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因为，和以掠取经济资源的帝国体制不同，集权的专制体制的目标是为了创造更多的经济财富，从而造福于国内的人民，无论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另外一个合法性资源是民族主义。随着帝国体制解体而来的是民族国家形式的崛起。新生的民族国家无疑需要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对外保护国家主权，对内为人民提供政治秩序。就是说，集权体制不仅满足人民经济上的需要，而且也满足人民政治上的需要。而当民族国家开始向外扩张时，民族主义更有效地论证了集权的合理性。
那么，国家权力的人民性是如何获得的呢？这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关。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民族主义的两个主题就是民族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民族国家主权原则论证了国家权力的集中性，而人民主权原则则论证了国家权力的人民性。这个问题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讨论过。（见郑永年：《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版；《政治改革与中国国家建设》，载于《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第1—12页。）简单地说，人民性是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其发展经历了几个主要的阶段。
首先是资产阶级和君主专制统治者之间的政治较量。君主专制是顺应资产阶级的要求而兴起和得到发展的，但君主专制政权在为资产阶级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为自己准备好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路径。资产阶级要求和君主专制统治阶级分享政权。最终经济权力战胜了政治权力，这表现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形态上。资产阶级的崛起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用人数的力量争取到了选举权，和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工人阶级进入政治过程后，从理论上说，民主已经从少数人的民主转型成为多数人的民主。自此之后，民主的发展问题主要是扩大人民性基础的问题。西方社会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并没有改变民主的形式，而只是国家政权人民性的扩张。
人民性的扩张和国家权力的集中性并行不悖。如上所说，在早期，集权体制本身具有合法性，但当经济发展、阶级分化发生时，早先论证集权体制的那些因素失去效能，人民性成为论证集中性的最主要的因素。所以，西方早期的民族主义关注的是民族国家本身，但后来的重点就转移到人民主权方面来了。这从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可见一斑。

美国总统一旦选举产生，便拥有帝王般的权力。（图/新华社张岩）
民主政治有多方面的意义。给人民一个参与政治的制度性渠道，这当然意味着人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但这仅是一个方面。对中央政府而言，民主政治的最大意义在于其统治的合法性。最高统治者由人民选举产生，其权力的基础在于人民，因而也获得了超越于国家内部任何组织之上的权威。这种最高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样一种直接关系，中央政府的权力不可能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关系使得中央政府在贯彻执行其政策方针时，始终能保持其权力的中央性（centrality）。这种中央政府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的有机联系是现代国家和从前各种政体类型的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现代国家强于其他各种政体的主要因素。


国家权力的中央性的流失
以上简单的讨论并不是说，中国的政治改革会重复西方走过的路程。历史的简单重复很难发生。这里的讨论只是想提出一种历史的逻辑，由此来反观中国就可以清楚，为什么会产生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产生集权但缺权、分权但少民主之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些深层弊端：中央权力缺乏“中央性”，而人民的力量没有通过民主的方式为中央权力的有效性提供足够的政治上的支持。
那么，国家权力的中央性是如何流失的，人民性又是如何没有获得的呢？这就要看中国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尤其是中央地方关系的实际状况。导致这种情况的最主要的几个因素，是中央地方关系的不合理的结构、非制度化或者说不规范的地方分权以及民主的不发达。
从结构方面来说，中国是一个集权的单一制国家，所有的权力从原则上说都属于中央政府。从理论上讲，各级地方政府只不过是中央政府的执行机构，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和实施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如果事实是这样，国家权力自然就不会失去其中央性。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并不是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已然成为一级政府，具有自己的利益，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统治。中央政府也是容许地方这样去做的。这样，中央政府在权力和政策实施过程中没有自己的直接深入地方的机构，只能依靠地方政府层层下达权力和政策。由于地方利益的存在，权力和政策每下降一层，中央性往往就减少一层。很多权力，到了地方就完全没有了中央性，成为地地道道的地方政策。所以表面上强大的国家权力实际上被许许多多的地方政府所分割和瓜分。
分权运动更是恶化了这种情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为鼓励地方发展经济的能动性，中央政府实行了分权策略。这一策略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从积极面来说，分权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的整体图景已经完全改变。没有这种分权，中国的经济不会提高到现在的水平，人民的生活也不可能得到这样快的改善。从消极面来说，分权增加了各个地方的收入差异，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已经难以扭转，更为严重的是，分权对中央权力和政策实施能力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由于地方在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比中央政府更为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蛋糕是由地方政府做大的，所以中央政府在向地方政府征收经济资源的时候困难重重。原因很简单，中央政府的分权过程是中央权力制度性回撤的过程，在中央权力收缩之后，地方实际上成为一个自治体，中央失去了深入地方的能力。

没有人民的监督，地方官员的腐败不会得到根治。（图/谢正军新华社发）
人民性的欠缺更使得国家权力对地方权力失去了控制能力。尽管中国政府早已提出建设民主政治的目标，也在各方面做了相当的努力，但不可否认，现在的民主从制度层面来说还不很发达。虽然有很多种形式的选举，但被各种因素制约，难以发挥选举制度应当具有的作用。中央政府所拥有的方方面面的权力，没有建立在与人民的直接关联之上。一层又一层的间接选举，纵然在最基层的选举上具有一定的人民性，但到了高层，人民性就显得不足了。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权力系统还是自上而下的，缺少直接的基层民众基础。这种情况当然使得中央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中央性逐渐消失，而地方性逐渐增高。中央权力和人民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意味着中央政府很难把自己的权力直接深入到社会最基层。这种权力状况，再加上地方权力因民主的不足而缺乏监督，就极其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官员任意妄为，违背国法和民意。
国家权力的缺少中央性和人民性有很多严重的后果。以近年来政府大力推动的反腐败运动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案件是依靠这样那样的非正常渠道发现的。从早先的山东泰安事件，到宁波事件，再到后来的湛江事件和远华案件，所牵涉到的党政官员少则数十人，多则几百人，是名副其实的组织性、制度性腐败。如果一个地方政府集体腐败了，中央政府必然得不到任何信息。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地方官员必然向中央隐瞒事实。当中央政府没有自己收集地方信息的渠道，同时也没有其他机制，如相对自由的媒体和民主机制时，它对地方事务有可能成为“聋子”或者“瞎子”。远华走私案表现得特别明显。对这一案件的处理表明，不能简单地说中央政府没有权力。尽管困难重重，但还是处理了很大一批官员。但这一案例也正好说明了国家权力的中央性是多么的微弱。根据主谋赖昌兴的说法，案发完全是因为一位高干子弟因勒索未成而向中央写了检举信。就是说，这件案子并非中央政府本身所发现的，而是通过极其不正常的渠道偶然发现的。可以说，中央政府凭借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发现这样的案子的。赖昌兴在各级政府中具有这样的人脉关系，除非因其内讧而东窗事发，否则的话，中央政府没有可能得到这种信息。
那么，目前中央和地方究竟维系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上呢？关系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的、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等等，但最主要的莫过于中央对地方官员的任命制度，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管理制度。如果考察一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关系，我们就可以发现，除了干部任命制度的权力重心还在中央手中外，其他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主义。行政地方主义、司法地方主义以及诸侯经济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
但即使是中央政府的干部任命制度控制地方的有效性也不是没有疑问的。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做法并非完全现代，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中央政府主要是通过这种方法来控制地方的。但在今天，这样做是否仍然有效，是否符合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构架呢？在前现代社会，中央政府的权力不能直接到达地方，中央权力极其微弱，国家实际上是由各个分散的地方政治体来统治的。而现代社会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中央权力深入地方。中国自清王朝解体以来，政治精英一直在寻求解决中央政府如何深入地方的问题，但是都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克服地方主义。毛泽东所用的方法，除了计划经济以外，包括高强度的组织任命原则、意识形态、派中央领导到地方、地方领导人回避制度，甚至还发动周期性的政治运动来打击地方主义。
邓小平发动经济改革后，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的政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保持政治稳定，政治运动不再作为一种控制地方的手段。同时，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原则也使得意识形态不再成为一种重要的控制方法。在组织任命方面，中国的干部制度也有相当的变化，从下管两级变为下管一级，中央政府的权力有所收缩。
这些举措显然有利于地方政治权力的加强。同时，所有这些变化也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因为这些举措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灵活性和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又进一步扩展了地方的经济权力。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增加了地方官员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我们来考察一下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交流”制度。派中央官员到地方任职的优越性是显然的。首先，它能够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遏制地方主义的泛滥。中央官员直接受命于中央，他们的权力来自中央，因此必须听命于中央。其次，中央官员下地方也是推动改革的重要方法。因为中央的利益经常和地方的不一致，地方官员有时免不了试图阻止中央的改革路线，使中央的政策死于执行途中。中央官员下地方对推动地方的改革有很大的贡献。
但这种方式的局限性也是很显然的。人事任命制度的目的是要把中央的政策实施到地方，但由于地方利益的客观性，由中央任命的干部的选择是有限的，主要有二：要么紧跟中央，压制地方利益；要么顺从地方利益，背离中央利益。在前一种情况下，中央干部很难取得地方干部的合作，以制度性手段执行中央政策，结果造成了只说不做的局面。一些在地方的中央官员，地方任职只是他们通往更高权力地位的桥梁，他们因此并不努力发展地方，只求任职期内太太平平。在后一种情况下，对地方利益的认同使得下派的中央官员必然对中央利益有所背离。由于大部分官员难以得到进一步升迁的机会，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他们会更多地认同地方而不是中央利益。
中央与地方关系之间干部管理制度的另一内容，就是选择地方官员进入中央领导层工作。这种方式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的操作方式。中国尽管没有什么大的政治改革，但政体仍能保持相对的稳定，与这种干部交流制度分不开。地方官员进入中央决策层加强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信息交流。中央政府如果要有效地统治地方，必须有能力掌握充分而准确的地方信息。在中国，这一点显得尤其困难。中国缺乏现代社会收集信息的制度，如自由的媒体和周期性的选举，中央政府要不依赖所谓的群众路线，要求中央官员下去搞调查研究，要不依赖地方官员收集信息。但是地方官员为了保护地方的利益，往往修改甚至编造信息。地方官员进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信息短缺的缺陷。再者，地方官员进入中央领导层增加了政策的稳定性。地方官员来自地方实际部门，意识形态倾向较弱，其决策着眼于实际问题，而非意识形态因素，这就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再者，改革以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来自经济发达地区，具有丰富的改革经验，从而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动力。
中央政府通过人事任命的确控制了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能够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统治。对人事任命制度的过度依赖正是中央处理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的误区，也是两者发生冲突的重要根源。用人事制度来控制地方，其有效性是非常有限的。在过去二十年间，由于中央权力的制度性回撤，地方发展出了一整套符合地方情况、意在增进地方利益的制度体系，在有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了地方利益。对地方性的制度体系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地方性制度当然符合地方的利益，而可能与中央利益相冲突，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地方性制度，国家的有效统治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家的范围、地区间的差异等因素要求地方政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地方性制度对地方实行统治。
中央政府可以任命这样那样的官员，但地方利益是客观存在着的。中央官员可以来来去去，但地方利益一如既往。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要有一种新的思路来调整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消除地方主义，而是如何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当地方和中央的利益发生严重冲突时，中央政府利用自身的权力优势，用运动的方式来遏制地方利益，这绝对不是好的方法。虽然可能在短时期内有效，但是运动一过，地方主义又会重新抬头。较好的方法是在确认地方政府一定的自治权力、加强其对地方民众的责任机制的同时，建立一种独立于地方政府的中央制度体系，从而超越所有地方权力和利益，建立国家政权和人民之间的直接关联。


选择性集权、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和中央性
国家权力没有中央性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在地方没有自己的“腿”（制度）。当这条“腿”是地方政府时，中央权力很难体现其中央性，也就很难进行有效的统治。中央的这条“腿”在任何具有现代性的国家政权中都是必要的。那么国家权力如何通过这条“腿”而伸到地方呢？一言以概之，中央政府必须加强自身制度的建设，在地方政府之外，在地方建立属于自己的各种制度。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民主政治，要使这样一条“腿”有效可能是极其困难的。
如何造中央的“腿”？西欧社会的国家权力确立过程充满暴力，甚至要诉诸战争才得以完成。这样的历史不可能在中国重复，我们也不可能再进行大规模的集权运动。中国需要的是渐进和稳定的改革。最主要的是要对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制度进行检讨。从基本上说，全面的集权运动不可取，而选择性集权运动的必要性则已经显现出来。一些“腿”（制度）的造就完全属于中央政府的事情，如统一的武装力量、国防和外交，所有这些属于现代国家的最重要的政治权力，很少有国家会让地方政府分享。同时，这些制度的建设也不需要很多的民主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制度并不是通过民主方法所能建立的，另一方面，这些制度的管理也无需太多民主的方式。但另外一些制度，如行政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司法制度等，则需要具体的考量和分析，有些需要集中，有些则需要分散。再者，在这些制度中，有些制度确立后需要引入民主的管理方式，否则就很难变得有效；而另外一些制度则完全需要通过民主的方法来加以建立和管理。
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来简单地考量一下。先来看行政制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很多人一直把中央和地方之间所存在着的种种问题归咎于行政权力的分散化，所以主张行政方面的中央集权。但是这种思路是值得斟酌的。行政的统一意味着地方政府只可能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地方政府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政策。但如前面所论及的，这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地区差异大，中央政府很难用统一的行政来统治国家，不可避免地要依靠地方政府来因地制宜地统治地方。行政必须分散，这样对地方的统治才会有效。就是说，把地方政府不再视为中央政府自身的一条“腿”，而是一级政府，一个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进行统治的政府。
那么，中央政府该怎样办？这就是我们有选择性地集权（selectivecentralization）的内容。中央政府要在地方政府之外，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制度体系。中央制度建立自己的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的统治体系，并不是要对地方进行全面的统治，而是要把那些事关国家利益的权力集中起来，而把另外一些权力完完全全下放给地方，中央只对这些权力的行使实行事后的法律监督。很明显，选择性集权的另一面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分权。
需要中央政府自己伸“腿”的一个领域就是司法权力。建立法治国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但目前司法权力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主义问题。中央政府制定的各种法律很难贯彻到地方，地方总会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来阻碍法律的实施。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央政府自身没有建设好自己的“腿”。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法官（以及各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和检察官）都由各级地方党委和人大来任命和控制，地方各级法院的经费基本上由本级政府支付，并由其确定拨款数额。司法机关对地方党政机关的这种人、财依赖使得国家设在地方的法院变成了地方的法院。既然中央的法要由地方司法机关来实行，那么地方保护主义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司法独立，加强中央对司法的垂直管理，消除地方法院对地方党政机关的依赖。例如，由中央政府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中央政府任命自己的法官来处理全国的法律事务等。
中央政府伸自己的“腿”迄今为止在经济方面做得最好。经济方面的改革领先于所有其他改革，进展也最快。可以举中央政府自1993—1994年以来的经济改革运动为例。中央的经济权力自90年代中期以后呈集权的趋势，意在扭转分权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但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全面集权已经不可能，中央政府转向了选择性集权，就是说在一些关键的方面，从制度层面健全和建设中央的权力。1994年全面实行分税制，以加强中央政府的税收能力。国税局的建立使得中央政府有了自身的进入地方的制度。同样，近来在经过很长时间的考量之后又开始实行集权性的中央银行垂直管理制度，意在消除地方政府对金融事务的干预，从而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金融调控能力。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中央政府的这些着重于制度建设的举措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应当是能够有效地增强中央政府的经济控制能力的。
限于篇幅，这里很难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方方面面一一进行考量。我们将对未来中国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建设上的可能选择以及相关的国际比较，另文作详细分析。但总的来说，要建立有效的中央地方关系必须从政治上入手。现在两者之间存在的很多问题是由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不相配合造成的。经济改革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中央和地方间的经济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政治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照理说，随着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的巨变，两者间的政治关系也应该加以调整以适应和容纳经济方面的变化。但是必要的调整并没有发生。
要用制度解决中央地方关系，中央政府就要从政治层面做文章，对中央地方关系做一个全面的政治转型。现在中央已经开始在经济方面对中央地方关系做制度上的调整，为什么不能在政治上也这样做呢？不对中央地方的政治关系进行改革，从长远看只会恶化中央地方关系，削弱中央政府的能力。中央权力的增强并不表现在其能够遏制地方利益，而是表现在其能够有效地容纳地方利益。要把地方利益纳入到中央的制度中，需要中央权力做根本性调整。例如，已经有学者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实行的分税制的有效性并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强，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未做调整，因此呼吁引入民主因素来提高这种新制度的有效性。
前面已经论说，中央政府的权力要有效地深入地方，就要增加中央权力的人民性。人民性要通过发展民主制度来实现。最理想的是减少间接选举，增加直接选举，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流失和增强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直接关联。但是，中国现在实行直接的民主的条件并不成熟，目前中央政府只是先容许和鼓励在地方层次实行不同形式的民主选举方式。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曾表示，中国要到21世纪中叶才可能实现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选举。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化似乎正在走自下而上的道路。
从地方到中央的民主化方式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劣处。好处是渐进和稳定，出了问题可以及时得到纠正。同时，地方的民主建设也可以加强地方政府对民众的责任机制，从而减轻乃至消除“分权但缺民主”的制度弊端。但劣处也是很显然的：第一，统治的合法性迅速下移，地方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较之中央政府高，中央政府有可能指挥不动地方；第二，地方经验强化地方的特点，分散性大大提高，就是说，国家的整合可能成为问题；第三，到了一定的层次，政治阻力会大大提高。这一方面是因为地方利益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央的利益关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中国如何能够从村级选举制度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选举制度。
所以，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须配合以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特别是以民主化为发展目标的政治改革，需要中央有一个统一的考量。对人民来说，现实生活中所能感受到的是缺乏国家权力，而只有地方权力。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因为大规模的分权运动，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发展。相信随着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的推展，这种情况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自下而上的民主意味着地方政府的权力越来越依赖于人民，从而也较有人民的基础和政治合法性。如果中央方面的权力迟迟不能建立在与人民的直接关联之上，那么自下而上的民主会在一定的时候使得中央的权力变得无效。
（本文的大部分内容曾发表在郑永年、王旭的《论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集权和民主问题》一文中，《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现在发表的是原文）



第八讲　放权改革：中国的中央、地方与公民社会
◆中国在高度集权的基础上进行政府间的分权，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具有联邦制特征的中央地方关系。
◆如果说政府间的放权经历了一个从“放权”到“收权”的转变，那么国家—社会维度上的放权则一开始就是具有选择性的，主要是以不动摇政府的控制为前提的。这样一来，民营经济的壮大，民间社会的成长，公民参与的扩大，都面临重重困难。
◆如果国企的垄断地位不被打破，全国的经济资源会不断地从有效率的非国有部门转移到低效的国有部门，阻碍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
◆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需要中共政权对社会力量开放，就像以前对市场经济开放一样。
许多观察家注意到，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看做一个中央政府不断放权（decentralization）（本文把decentralization译为“分权”或“放权”，交替使用。）的过程。分权具有两种主要形式，既有中央向地方政府的放权，即政府间分权，也有政府向民间社会的放权，即学术界所说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权。政府间的分权，使中国各地方政府拥有了相当的自主权，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制度原因。但政府间分权导致了中央宏观控制能力的减弱。于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政府重新收紧权力，通过税制、金融、政治人事等方面的集权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开始向社会分权，希望通过强化公民社会的力量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制约地方政府。本文认为，由于这些年来向社会放权不充分，改革政策的实施并不顺利。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需要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进一步分权。
本文研究放权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我们首先讨论两种放权的概念，然后回顾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变，考察分权如何促进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如何削弱中央权威并促使中央重新集权。接下来探讨国家—社会层面的放权，说明其进展和局限。最后，本文作出结论，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向社会放权以推进和深化改革和发展。


两种分权概念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比较典型地表现为学界所说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类型。这种体制的特征，一方面是政治权力高度集中，通常由某个团体甚至某一个人掌握国家的权力，对全国发号施令。各级政府一般会采用单一制而非联邦制的组织方式，每级政府都是上一级政府的代理人，执行上级的法令和政策。（前苏联在形式上是联邦共和国，但实际操作中，各加盟共和国自主权很小，具有很强的单一制的特征。）另一方面，是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完全控制。在政府之外，没有任何独立的社会组织存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由政府控制。经济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一切经济活动。也就是说，私有经济、市场、公民社会等均不存在。（Carl J.Friedrich，Totalitarianis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此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在两个方面推进，政府在这两个方向上都在逐步分出权力。在政治的维度上，中央政府将相当部分的决策权力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享有一定的自主性，从而形成一个类似于联邦制的框架。该框架对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经济与社会的维度上，大批国有企业被民营化，市场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开始容许甚至鼓励一些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发展，公民社会力量日益壮大。表一概括了这两个维度上的分权。那么，从理论上说，这两种分权会达致什么样的不同结果呢？简单地说，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分权，会产生一个可以称之为“事实上的联邦制”（defactofederalism）的架构：地方政府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进基层的民主选举；非政府组织在政府的严密管制下也可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个人权利也得到某些保障。在经济方面，由于中央把国企控制权下放，地方政府成为国企的产权所有人，各地官员展开经济增长的竞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化，但同时也导致了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
而在国家与社会间的放权，则是一幅不同的图景。政府对公民社会的让权，会增进保护个人权利，促进大众的政治参与，非政府组织会发展壮大，最终这个社会会走向民主化。经济上，国家对社会的让权意味着让政府控制的企业民营化，保护私人产权，由市场机制调控经济，政府尽量少地干预。
表一　两种放权
 
	
	政府间放权 	国家—社会间放权 
	政治 	中央—地方 	国家—社会 
	结果 	地方或基层民主 	民主化 
	  	“事实上的联邦制” 	人民主权与个人权利 
	  	有限的个人权利 	政治参与 
	  	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 
	经济 	中央—地方 	国家—业 
	结果 	地方政府产权 	私有产权 
	  	地区间竞争 	私有化 
	  	有限的市场化 	市场化 
	  	地方政府干预 	企业自由竞争，政府干预少 
	  	地方保护主义 	  

在改革的初期，重点在于政府间的放权，通过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在这一阶段，还几乎没有向民间社会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放权。199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一方面继续调整中央地方关系，另一方面开始放开对社会的管制，公民社会开始成长。中国在高度集权的基础上进行政府间的分权，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具有联邦制特征的中央地方关系。毫无疑问，在宪法上说，中国不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既沒有各级政府间的分权，也没有政府不同部门间的分权，如三权分立。但在改革开放之后，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中央政府下放部分权力到地方，使中央地方关系越来越具有联邦制的特征，本文称之为“事实上的联邦制”（关于这个概念的更多研究，请参见Zheng Yongnian，De Facto Federalism in China：Reforms and Dynamics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London and 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2007）；“China’s De Facto Federalism”，in Federalism in Asia，edited by Baogang He，Brian Galligan and Takashi Inoguchi（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7），pp.213-241；“Explaining the Sources of defacto Federalism in Reform China：Intergovernmental Decentralization，Globalization，and Central-Local Relations”，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7（2）（2006），pp.101-126；and“Institutionalizing de facto Federalism in Post-Deng China”，in China Under Jiang Zemin，edited by Hung-mao Tien and Yun-han Chu（Boulder，C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0），pp.215-232。）。可以把这种体制规定为一种（在单一制国家中形成的）相对制度化的分权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央是省的上级机关，但省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可以进行或明或暗的讨价还价，中央给予各省常设的或特许的利益，以换取各省对中央的服从。当然，这也适用于省政府和县市政府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一个国家能被称为“事实上的联邦制”，需要满足下列条件：
第一，政府体系是分层级的，如中央、省、县、乡等级。每一级政府在一定范围内都有最终决定权。
第二，各级政府间的分权已经制度化，使得中央政府很难单方面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省，并改变各级政府间的权力分配。
第三，省级政府在自己辖区内是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责任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事务的主要责任人，具有相当的自主权。
中国的中央与省之间有大致明确的权力划分。外交、国防、人口控制等领域由中央掌管，省级政府基本没有发言权。地方的公安、道路建设、校舍建设等由地方政府负责，大多数经济事务也由地方来承担。许多政策由中央制定，地方执行。中央在制定政策时，经常会咨询地方政府的意见。
事实联邦制是政府间放权的产物。这一制度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富裕的省因为经济实力强，常常抵制中央的政策倡议；而穷省因为财力不够，常常难以有效执行中央政策，并推动有意义的改革。因此，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政府在许多方面开始重新集权，加强对省和地方政府的控制。


政府间放权如何造就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放权被广泛用于推动改革，解决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遇到的各种问题。不同的放权导致不同的结果。改革开放的前一阶段，中国政府采用的是政府间分权，既有经济权力的下放，也有政治权力的分享。
◆政府间的经济权力下放
中国的改革尽管是市场经济导向的，但至今尚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备的私人财产权、商业法以及独立的司法系统，而这些制度对市场经济是至关重要的。那么，高速的经济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事实联邦制（或市场保护联邦制（Gabriella Montinola，Yingyi Qian and Barry R.Weingast，“Federalism，Chinese Style：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World Politics，48（Oct.1995），pp.50-81；Hehui Jin，Yingyi Qian and Barry R.Weingast，“Regional Decentralis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Federalism，Chinese Style”，未发表手稿，1999；Yuanzheng Cao，Yingyi Qian and Barry Weingast，“From Federalism，Chinese Style，to Privatization，Chinese Style”，未发表手稿，1997；and Yingyi Qian，“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为世界银行的发展经济学年会准备的论文，Washington，DC，28-30Apr.1999。））。这种联邦制的中心特征就是政府间的权力下放。
从1979年到1990年代中期，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改革不断推进地方分权。大量经济决策权力被下放给地方政府，各主要的经济职能部门，如计委、工商、税务、银行等，划归同级地方政府管理，不受上级职能部门控制。税收政策有利于地方政府，使各地政府拥有足够的财力去发展经济。
有论者已经指出：“分权直接限制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引入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限制地方政府的行为并促使它们发展地方经济。”分权排除了单个政府垄断经济的可能性。“如果各地可以自主选择政策，它们就可以比较结果（看谁干得更好），包括那些没有率先改革的地方。”（Montinola，Qian，and Weingast，“Federalism，Chinese Style”，pp.79-80.）在中国市场上竞争的主体，与其说是一个个企业，不如说是一个个地方政府。中国的市场经济，首先是由地区间的竞争推动的。

经济权力下放使地方政府具有了发展地方经济的巨大动力。（图/新华社郝同前）
根据现任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等的研究，市场经济对政府有两方面的要求：第一，政府要足够强大，能在市场中执行法律法规，保护经济秩序；第二，政府不能过分强大，不能强大到能在市场中任意掠夺财富。（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中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就满足了这两点要求：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足够能力贯彻法律、法规和政策；另一方面，事实联邦制对中央权威进行了必要限制，使中央政府不能任意侵占财富。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央有意识地不让自己以掌握某些信息，以防止自己过度的干预行为。比如，中央政府允许地方保留预算外或非预算经费，不受中央监管，不向这些经费征税，以鼓励各地政府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的积极性。
许多地方政府拥有的企业（如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益要好。与国企不同的是，这些地方企业创造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归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又通过控制这些地方企业，增加了抵制中央的实力。为了搞好这些企业，各地方政府会在保护市场方面展开竞争，因为各种资本和资源会迅速流向那些更有利于市场成长的地区。因此，各地官员有动力去增进效率，约束对市场的不当干预，限制政府的攫取行为，减少税收和管治。
◆政府间的政治分权
与前苏东地区的社会主义制度相比，中国的制度更富有弹性，从而给政策创新留下了空间。改革开始之后，中央把干部管辖权从下管两级调整为下管一级。例如，改革之前，中央直接任命省和地厅两级的官员；改革之后，中央只负责任命省一级官员，而赋予省级政府任免自己辖区内地厅级干部的人事权。这为各省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创造了条件。
在制定政策时，高层领导人并不总是独断决策；相反，下级各部门和地区往往在上级领导的决策制定过程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各部门、地区从自己的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出发，可以与上级或其他部门进行协商、谈判、讨价还价，以期影响政策。政策最后敲定和出台，是领导人和各下属达成共识和妥协的结果。（Kenneth Lieberthal，“Introduction：The‘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Model and Its Limitations”，in K.Lieberthal and D.Lampton，eds.，Bureaucracy，Politics，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Berkeley，UC：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美国学者苏珊•史里克指出，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中央和各省官员之间形成了所谓的“相互问责制”（mutualaccountability）。史里克指出：党的领袖与下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纯粹的科层制（hierarchy）。根据党章，中央委员会具有挑选党的最高领袖的权力，而构成中央委员会的党、政、军干部又是由党的领袖任命的。领袖任命中央委员会官员，这些官员又挑选领袖（或至少是批准）。官员们既是中央领袖的下级，又是选民。他们需要讨好领袖以保住自己的官位，而领袖也需要讨好他们来保持自己的位置。这种问责是双向的，把上下级科层关系变成为“相互问责制”。（Susan Shirk，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中央与省级官员具有显著的相互问责的特征，因为省级官员是中央委员会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这一制度特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很重要，它有助于中央领导人与地方官员建立改革联盟，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省级官员希望得到提升，中央的领袖就可以把任免作为激励机制，动员地方官员支持改革。另一方面，省级官员构成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他们的支持又是任何中央领袖所必需的。就是说，他们有实力促使中央领导推动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政策。
◆集权化的政治结构
虽然有经济上政治上权力的下放，虽然有“事实上的联邦制”，中国仍然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政治上的集权结构仍然维持着。这种结构对经济发展也有正面效果。
改革后，地方官员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但他们仍然只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中央对他们有相当的控制力，尤其是在人事的选拔和任命上。中央一直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强调党对干部任命的绝对控制。党对干部的日常管理相当集权，每一级干部的考核、任免、调动都必须由上一级党委和组织部决定和执行。人事权是中央控制地方的最后的王牌，是对地方官员的最根本的制约。（Yasheng Huang，Inflation and Investment Controls in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 During the Reform Era（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根据两位美国学者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和安德烈•施莱费尔的研究（Olivier Blanchard and Andrei Shleifer，“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China versus Russia”，IMF staff paper，no.48，2001.），中国式的集权模式有利于成功的经济转型。尽管新古典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文献认为，市场竞争可以奖励“好”行为而惩罚“坏”行为，但在实际上，光靠市场机制还很难解释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治因素非常重要。中央领袖始终操控着整个转型过程，对地方官员的行为进行奖惩。中央政府有足够权威去推行自己的政策，制定游戏的规则。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控制，各地的地方主义倾向会大增，而这仅靠经济和财政政策是很难解决的。（相比之下，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却伴随着政治权威的崩解。因各地省长或加盟共和国领导不由中央任命，俄中央政府就很难通过奖惩来贯彻自己的经济政策。）


政府间放权的负面后果与重新收权
政府间分权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维持中央权威的成本越来越高。尽管中国没有像前苏联一样解体，但地方主义和地方保护势力也经常挑战中央权威。
◆中央权威的弱化
因为经济权力下放，中央控制的经济资源大大萎缩。在198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40.5%，而到了1994年，这个数字下降到22%；而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则从52.5%降到28.3%。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各省开始时不时地挑战中央的财政政策。中央增加税收的努力时常受到抵制，尤其是那些富裕省份的抵制。
中央权威的削弱使中央协调各地区发展的能力减弱。经济快速增长加大了各省和各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东部沿海各省，如广东、浙江、江苏和山东等，非国有经济比较发达，为地方政府带来大量的收益，而这部分收益中央政府难以插手。在中西部各省，缺乏资金和人才，地方政府没有多少资源去推动经济增长。富裕的省份不愿意贡献资源去帮助穷省发展，而欠发达的省份又不愿意为富省承担工业化的代价，认为自己是被富省剥削的受害者。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却没有足够的财政手段去协调各省，这样，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就越拉越大。
进而，也要看到，从一开始，经济权力下放就伴随着全球化席卷中国的进程。沿海各省纷纷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分工，而忽视了与中西部各省的经济联系。这促成了各省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而减少了各省之间的相互依存。（Sheng Yumin，“How Globalized are the Chinese Provinces？”EAI Background Brief，no.423（8 Jan 2009）.）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在1990年代早期，各省之间的贸易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低于欧盟内部贸易的28%和前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27%。世界银行因此警告，增长的外贸和衰落的内贸可能会使中国的某些省份像独立国家一样行事。（The World Bank，China：Intern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s（Washington，DC：World Bank，1994）.有关概要，见Anjali Kumar，“China’s Reform，Internal Trade and Marketing”，The Pacific Review7∶3（1994），pp.323-340。）
上述问题引起了中国政界和学术界的注意，各方开始争论是否应该重新强化中央集权，使国家有能力调控国民经济。90年代早期，以王绍光、胡鞍钢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张重新集权，认为经济分权已经削弱了中央的能力，可能会导致中国像前南斯拉夫一样解体。（王绍光、胡鞍钢：《中国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及其后果》，载于《二十一世纪》1994年2月第21期，第5—11页。）他们认为过度的分权是构建全国统一市场的主要障碍。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未必是一个极权的或威权的政权，相反，一个强大的民主必然基于一个集权的国家。王绍光与胡鞍钢合著的关于国家能力的书（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在政府官员中流传很广。就在该书出版的同一年，中央政府实施分税制改革，开始了重新集权的步伐。
◆选择性重新集权
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重新强化中央集权。重新集权并不是要退回到改革前的状态，而是选择性地将某些领域的权力重新回收到中央手中。起初，这些收权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一是税制改革，二是银行系统的改革。自本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努力强化管治和规制能力，收权扩展到更多的政策领域，如环境、产品质量、劳工、土地等。这里主要讨论税制和银行系统的改革以及政治上的重新收权。
税制改革
在1990年代初以前，中央政府没有自己专属的机构征税。各省在辖区内征税，然后按一定比例与中央分成。1994年，“分税制”系统开始建立。在新的税制下，税收被分成三类：中央税（国税）、地方税（地税）及共享税，后者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预先达成的协议分成。征税机构分成两个平行的体系：地方政府继续通过地税局在自己的辖区内征税；而中央政府有了独立的征税机构，即国税局，负责征收划归中央的税种。共享税由国税局征收，然后按协议返还地方政府一部分。（关于中国税制改革的细节，请见Christine P.W.Wong and Richard M.Bird，“China’s Fiscal System：A Work in Progress”，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Rawski，eds.，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429-466。）
新的税收体制一方面认可了省的独立的财政权，一些税种完全划归省或地方征收，中央不能干预；但另一方面，也大大强化了中央权威。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不到30%一跃而到50%以上。如果再加上地方政府需要上交中央财政的各种费用，中央现在实际上征收和分配着全国大部分的收入，使各省对中央的财政依存度大大增加。税制改革之前中央财政受制于富裕省份的情形从此得到改变。（Wang Shaoguang，“China’s 1994 Fiscal Reform：An Initial Assessment”，Asian Survey，xxxvii：9（September 1997），pp.801-817；胡鞍钢：《分税制：评价与建议》，载于《中国软科学》1996年第8期。）
中央银行制度改革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中央银行系统分权程度很高。人民银行（即央行）在每一个省都有分行。地方分行的人事权和财权都由当地政府控制，因此银行的决策受地方政治影响很大，而常常不重视上级银行的指令。虽然地方分行对各地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但各自为政的状态也可能会影响国家的经济稳定。1992年到1993年，中国出现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和股票热，金融秩序一度陷入混乱（顾海兵、周智高、张厚明：《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三次宏观调控的多维比较》，金羊网（2006年2月26日）（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6-02/26/content_1076550.htm）。），这与银行系统缺乏中央调控有很大的关系。朱镕基在1998年上任总理之后，大刀阔斧地改革金融体系。央行的各省级分行被撤销，建立了九个跨省的大区级分行。这些分行直接受央行领导，人事财权都与地方脱钩。这次改革大大削弱了地方政府干预金融系统的能力。（Franklin Allen，Jun Qian and Meijun Qian，“China’s Financial System：Past，Present，and Future”，in Brandt and Rawski，eds.，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pp.507-568.）
政治上的收权
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由于前苏联东欧阵营的解体和受国内学生运动的冲击，中国中央政府决定重新强化干部管理体制（John Burns，ed.，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omenklatura System（Armonk，NY.：M.E.Sharpe，Inc.，1989）.），重申“党管干部”的原则，干部的提拔、任免、调动、交流等制度得以强化。这些措施加强了党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控制。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政府试图调整发展战略，重新收权的力度在加大。在江泽民时代（1989—2002），高层最优先关注的是经济增长。高速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环境恶化、缺乏产业创新等，这些因素会危及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胡锦涛、温家宝等第四代领导层形成以来，强调“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试图建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对上述问题。但目前看来，转型的难度比较大，遭到旧模式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为了克服地方的抵制，中央政府在若干重要领域重新集权，包括质量检查、审计、环保、土地管理、统计和安全生产等，让这些部门实行垂直管理，与地方政府脱钩。（Yongnian Zheng，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and Dali Yang，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国家—社会放权的举步维艰
大约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中国政府逐渐放松对民间社会的管制，允许私有企业发展，允许非政府组织参与政治性不强的社会发展项目。此后的近二十年间，中国的私有经济和公民社会都得到飞速发展，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控制有所缩小。
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越来越大。随着村民委员会选举和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开始用选票来影响自己的社区事务。民间社团和社会组织生长迅速，政府鼓励发展一些与环保、农村发展、教育等相关的团体。（高丙中、袁瑞军编：《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2008年5月的四川大地震中，各种志愿者组织在募捐和救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政府也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人权状况，如放松对宗教活动的管制，提升贫困地区的教育，立法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等。2009年4月，国务院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制定了第一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新华网，《国新办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2009年4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4/13/content_11176973.htm）。）这个规划要求在此后两年里采取措施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加强法治建设，开展人权教育，改善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益等。但是，如果说政府间的放权经历了一个从“放权”到“收权”的转变，那么国家—社会维度上的放权则一开始就是具有选择性的，主要是以不动摇政府的控制为前提的。这样一来，民营经济的壮大，民间社会的成长，公民参与的扩大，都面临重重困难。
下文将通过两个个案，来说明中国政府向社会放权的历程，以及这些变革的后果。其中一个是经济的案例，另一个是政治的案例。
◆国企改革
经济的例子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是过去三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早在1980年代国企改革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但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后才大面积地推开。十四大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这为改革国企解除了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桎梏。到目前为止，这场改革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朱镕基时期的“抓大放小”，第二阶段是温家宝时期的国资委监管国企。
朱镕基的改革
在1990年代中期，朱镕基提出国企改革的新方案“抓大放小”，于十五大（1997年）正式成为党的政策。“抓大”是指政府只控制少数大型重要的企业，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七大有关国计民生或国家安全的产业，即军工、电力、石油和石化、电信、煤炭、航空以及运输。政府努力把大型有竞争力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发展成跨地区、跨行业、多种所有制的甚至跨国的大公司。“放小”意指政府放开对中小型国企的控制，由市场力量决定它们的命运。通过合资、并购、租让、承包、控股或出售的方式，中小国企被逐步民营化。
以朱镕基为总理的政府依照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设计了这个战略。（对朱镕基改革的讨论见郑永年：《朱镕基新政：中国改革的新模式》，新加坡八方文化公司1999年版。）“抓大放小”政策的背后是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希望通过“抓大”来建立巨型企业集团，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并具有国际竞争力；在一些重要产业中由国家来控制大企业，有利于国家经济安全。
对于政府来说，把中小型国企民营化是一个理性的抉择。大多数中小企业低效或亏损，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成为各级政府的财政负担。因为国企常常在产权关系上理不顺，管理问题很难解决，最有效的出路就是民营化。另外，民营化的中小企业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可以使全社会的收入分配更平均，因而对于共产党来说也具有政治意义。
但是，“抓大放小”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在“抓大”方面，各级政府片面追求“抓大”，用政治或行政手段强行合并企业，只为了表面上看着大而不管其社会经济效益。这样造出来的大企业并不具有相应的效率、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近来一些国企已经成为国际有名的巨头，但靠的是它们的资产规模，而不是生产效率。它们的巨大资产是由政府多方拼凑而成的，而不是自己赚来的。
“抓大”实施之后，国企的数量和雇员人数大大下降。政府宣称国企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都大大提高，国有资产的质量得到改善。但是，国企盈利的增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放小”政策把大量的亏损资产剥离出去了，而不是因为企业的效率提高了；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留下来的国企通常控制着其所在产业的上游，具有垄断地位，因而可以轻易地取得垄断利润，而不是因为它们的效率有多高。
“放小”也存在着问题。民营化的本来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率，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增加消费者的效用。在发达国家，私有化改革常常能提高产业效率和改进公共机构，如1980年代和1990年代英国的私有化改革。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并没有系统有效的民营化的方案，只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简单地把中小国企推向市场。结果，国有资产很轻易地流入到大量与政府官员有关联的资本持有人手中，工人大量被解雇，造成民间的强烈不满和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很多中小企业在被民营化之后生存艰难，因为政府在金融、司法和政策等方面都不太支持，使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政府推出高达4万亿人民币的救市方案，但这些资金绝大多数流向国有部门，中小私企受益甚少。（Sarah Y.Tong&Zhang Yang，“China’s Responses to the Economic Crisis”，EAI Background Brief，no.438（11 March 2009）.）
温家宝的改革
2002年十六大之后，领导层开始领导国企的进一步改革。在新的政策下，国家只直接控制少数企业，允许其他大多数国企实行多元所有制结构。从中央到各省市设立专门的机构，代表国家所有人管理国有资产。
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管委员会成立，负责监管196家中央直属大型国企价值6.9万亿元人民币（0.9万亿美元）的国有资产。此后，各地的国资委也逐渐建立起来。按规定，国资委除代表国家作为所有人外，也负责国企的改革和重组，组织大型国企的监管理事会，通过统计和审计监管国有资产，拟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这套体制是为了解决三个重要的产权问题：第一，在垂直方向上清楚界定各级政府的产权责任。第二，在水平方向上，管理责任集中到国资委。此前，多个部门都可以以国家所有人身份干预企业运作，如财政部、劳动社保部、中央企业工委、中央金融工委、经贸委、发改委等。政出多门，不利于统一管理。第三，政府的行政权力与国企的产权管理权分开，互不干预。国资委的建立，表明政府已经意识到国有资产的低效和流失，正在想办法进行补救。
国资委主导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就是国企的人事制度改革，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一环。管理层职位公开招聘，而不是行政任命。从2003年到2006年，在78个中央企业中，有81个高管职位是公开招聘的。
随着改革的推进，国企的数量大大减少，但经济实力却得到增强。2006年底，国资委监管的企业已经从2003年的196个减少到159个（目标是到2010年前，把企业数减少到80至100个），但这些企业所控制的资产却从6.9万亿元增加到12.27万亿元，年度增长率为16.2%。它们的销售收入、实际利润、税收和净资产的年增长率分别为20.1%、18.2%、20%和152%。由各地方国资委管理的1031家国企也取得了相似的业绩。
国企的垄断与问题
国企的这些成就，并非来自管理和效率的改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们的垄断地位。国企尤其是大型国企大多集中于垄断行业。在中央层面上，石油天然气和电信通信行业，基本上由国企完全垄断；电力、热能、煤炭和交通行业主要由国企控制。而在地方层面上，各级政府拥有的国企基本上垄断大多数赢利的行业。

从奄奄一息到“央企时代”，仅仅用了十年时间。央企的角色和作用，如今成为舆论争论的焦点。（图/新华社张明）
国企改革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预算软约束。一方面，国企经理人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增加利润减少成本，因为国企所有人并不是他。另一方面，如果国企经营不善，政府又不能简单地让其破产解散，相反，还会尽力用财政补贴或创造垄断利润来挽救陷入困境的企业。对于国企来说，向国家要资助，比在市场上打拼谋利要容易得多。这样，我们很难指望国企管理层会努力去提高企业效率，相反，它们会依靠国家帮助，成为公共财政的负担。目前，中国政府还没有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国企的高利润会大大增强国家的财政收入。这在目前并没有成为事实。尽管国企上缴的税收增加，但过度垄断造成的代价也很高。这些垄断企业的扩张加大了中国经济中的低效率部分。由于低效，很多国企在竞争性行业中缺乏优势，便逐渐转移到垄断性行业，然后就宣布自己已经“扭亏为盈”。许多地方国企就是这么做的。中央国企垄断一些行业，还可以宣称是有利于国家的战略需要，而地方国企则是看到哪个行业赢利就垄断哪个行业。它们利润的增加完全靠所有纳税人付出成本。这样看来，国企上缴的税收，并不一定能补偿它们给普通纳税人造成的损失。
垄断导致不公平的竞争。这些垄断企业按它们自己制定的规则运作，经常无视市场原则。十年前，陷入困境的国企们在努力减少花销，以便能发出员工的工资，中国政府在努力“搞活”和“拯救”它们。而今天，国企已经成为高工资、高利润和高分红的代名词了。国有垄断企业的雇员工资远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这是中国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东部沿海的大城市里，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平均起薪是2000元人民币，但一个国有垄断的高速公路收费站收费员的月工资可以达到8000元人民币。广东省政府在2006年的一个调查表明，很多大型企业在亏损的同时，还在给员工涨工资。
国资委和劳动金融审计等部门曾经试图采取措施遏制国企滥发工资的势头。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要求国企从2007年起恢复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分红（它们从1994年起就再也没有缴过）。但有人提出担心说，这会使国企垄断更加有理，因为它们可以辩解说它们的垄断利润已经上缴国家了。另外，如果措施不当，这些收上来的红利并不一定能在全社会更公平地分配，比如用于补贴中小企业或教育、社会保障等。
腐败在国企中很盛行。国企内部缺乏有效的权责划分和权力制衡，给了腐败者大量的机会。国企腐败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大多涉案的个人都是高级管理人员；第二，涉案的金额和资产数量惊人。国企内的高管通常拥有不受监管的权力，这给了他们极大的滥用权力的诱因。近年来，政府已经把反腐的重点指向国企。但要彻底治愈腐败，国企的管理体制必须有重大改变。
国企阻碍了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中小企业的发展。目前，中小企业贡献了中国60%的GDP、50%的税收以及75%的城市就业岗位。中小企业还贡献了65%的发明和专利以及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但中国各级政府的产业和金融政策都是偏向国企的。
改革之前，国有银行只是听从政府指令，贷款给国企。银行体系改革之后，国有银行商业化，可以独立于政府做决策，但由于传统的关系网以及国企有政府潜在的担保，银行仍然更愿意贷款给国企，而不是私企。2005年，官方的统计表明，尽管中国99%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但这些企业总共只获得了16%的银行贷款。中小企业还在市场准入、产权保护、税收等方面受到歧视。
如果中国政府彻底“放小”，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承诺完全开放市场之后，缺乏资助的中小企业可能会不敌国内外的竞争者，而这些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效率的部分。如果政府彻底“抓大”，它就会把有限的资金全部用于低效率的大型国企，以全体纳税人的损失为代价。长远看来，这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社会稳定。
国资委的角色也被广泛批评。国资委的职责是保护国家所有人的权利和利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一方面，作为政府投资者，它要运作国有公司并管理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它又参与制定市场规则，监管市场。这样，它既是投资者又是监管者。国资委还不断强调增加国企利润的重要性。这让批评者担心这一方面会进一步强化国企的垄断，另一方面会通过操纵市场为某些利益集团谋利。
国企改革的初衷是优化国有资产。但垄断地位使国企生产率的改善微乎其微，增加的利润也并没有给大多数纳税人带来好处，垄断国企还威胁着中小企业的生存。如果国企的垄断地位不被打破，全国的经济资源会不断地从有效率的非国有部门转移到低效的国有部门，阻碍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目前看来，中国领导层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来改变这些问题。
◆公民政治参与和非政府组织
本文接下来讨论地方选举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由于中国政府向社会放权，让公民有限度地参与公共事务，过去二十年间，公民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基层选举和民间社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政府放权只是策略性的，是为了巩固政权，因此设下种种限制，向社会的放权并不彻底，使公民社会的发展困难重重。
半竞争性的地方选举
198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开始在村一级推行选举，以重建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之后的基层权威。1987年，全国人大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要求在农村地区建立村民委员会，推动村民自治，保障村民参与政治的权利，村委会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并向村民负责。（Kevin J.O’Brien，“Implemen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s Villages”，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32（July.，1994），pp.33-59.）此后二十多年中，村民选举发展迅速。根据民政部的统计，在1997年，80%以上的村至少举行过一轮选举。到2001年，基本上全国所有的村都已经选举过了。（Carter Center，“China Village Elections Project Fact Sheet”.http：//www.cartercenter.org/documents/nondatabase/chinavillagefactsheet.pdf.）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放弃对乡村的控制。相反，它是要通过引入民主竞争机制来强化政府对乡村的管治。（Lianjiang Li and KevinO’Brien，“Accommodating‘Democracy’in a One-PartyState：Introduc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162（June，2000），pp.465-489；and Liand O’Brien，“The Struggle for Village Elections”，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eds.，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29-144.）随着选举的推广，政府更加强调党在村里的领导角色。1998年正式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支部是村里的“领导核心”。研究表明，在绝大多数村，村支书掌握着最重要的资源，比如管理集体企业，批租承包地，批准公款支出。选举产生的村主任最多只是村支书的副手。（Jean Oi and Scott Rozelle，“Elections and Power：The Locus of Decision-Making in Chinese Villages”，in China Quarterly，vol.162（2000），pp.513-539.）村民对村委会的问责也就大打折扣。
一些体制内的改革派也尝试了在乡镇一级的直选。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几个省的几个乡镇开始试点，选举对象从副乡长扩大到乡长，有时甚至是乡党委书记。乡镇选举是一时一地的政策产物，缺乏法律依据。事实上，中国宪法并不允许这种选举。2006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重申乡镇领导的直接选举是违宪的，会成为“海外反华势力”用来攻击中国人权的工具。（Lisheng Dong，“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 in China’s Countryside”，in Zhengxu Wang and Colin Durkop，eds.，East Asian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China：A New Goose Flying？（Singapore：The Konrad Adennauer Stiftung，2008），pp.155-168.）来自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支持是乡镇选举能进行下去的关键因素。（Lianjiang Li，“The Politics of Introducing Direct Township Elections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171（September，2002），pp.704-723.）没有政治支持，这种选举很难扩展到全国以及更高的层级。目前，乡镇选举陷于停顿。
非政府组织的成长
国家—社会分权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Qiusha Ma，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Paving the Way to Civil Socie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最近几年来，中国领导人开始强调社会改革，放松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把一部分国家的功能让渡给非政府组织。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近年来稳步增长。根据民政部的统计，在1978年，全国大概只有100家全国性的社会组织。到2003年底，这个数字是1736家。同一时期，各地方的社会组织从6000家增加到142121家。私营的非企业组织，在改革开放前并不存在，而到2003年底已达到124491家。到了2006年底，全国共有16800家社会组织、14600家私营非企业组织以及999家基金会。许多学者指出，实际存在的非政府组织比这些数字多得多。例如，王绍光认为，到2003年，所有社会组织的数量应该达到880万。尽管数量增长迅速，学界仍然认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还有很大潜力尚待发挥。比如，每一万人中，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只有1.45个，而法国有110.45个，美国有51.79个，巴西有12.66个，印度有10.21个，埃及有2.44个。（Zengke He，“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in Zheng Yongnian and Joseph Fewsmith，eds.，China’s Opening Society：The Non-State Sector and Governan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pp.162-163.）

四川大地震之后，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的建立和表现，展示了中国NGO走向成熟的可能。（图/原载南风窗）
在西方，非政府组织是独立自主、不受政府控制的。而在中国，这些组织的自主性取决于它们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它们从事的领域离政治的距离。政府规定，所有社会团体必须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批准和登记，而基金会（如慈善组织）必须由省级以上民政部门批准和登记。所有未登记的组织为非法组织。另外，所有社会团体必须寻找一个业务主管单位挂靠。这个主管单位必须是县级以上的国家机关或由这样的机关授权的单位，必须跟该社会团体的专业领域相关。还有一个限制是，在同一个地方，不允许有多个专业领域相同的团体存在。（有8个大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不受上述规定限制，如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共青团等。这些组织不受民政部门监督，不用登记，其领导由中共直接任命。）
由于这些限制，许多非政府组织没法到政府那里登记。为了合法存在，有些社会团体干脆到工商局登记为商业组织，尽管它们并不以营利为目的。也有大量的组织干脆就不登记，公开开展活动，政府一般也就默许了。
非政府组织在不同专业领域的发展并不平衡。在经济领域，因为政府在努力退出直接管理，就鼓励发展一些中间组织，这给了社会团体较大的发展空间，大量的贸易协会和商会建立起来。在社会福利和发展领域，政府希望动员社会资源来帮助政府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减轻政府的负担，因此社会团体也得到较大发展。而在与政治相关的领域，则基本上受到政府严密的控制，一般不会得到批准，即使被批准了，行动也受到种种限制。
这些非政府组织在政治上的影响因组织和领域而异。在扶贫、环保、慈善等领域，政府鼓励社会团体作出贡献，因此它们常常能推动一些公共政策。但在宗教、民族、人权等领域，民间团体的影响就要小得多。商业组织通常影响力很大，在各级人大政协中不难发现这些组织的人员。但工人和农民就被严禁成立自己的组织，没法在政治上施加影响。
由此可见，由于中国政府向社会作了一定程度的放权，私有经济和公民社会都因此而得到相当的发展。但这些放权并不彻底，政府仍然通过国有垄断企业操纵经济，通过各种管制手段限制公民的参与，这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种种问题。


结论：进一步实行国家—社会分权
政府间分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动力去发展经济。对中央来说，迅速的经济增长，可以给人民带来更多物质利益，从而增强政权的合法性。而对地方领导来说，经济增长不仅可以增加他们操纵的资源，还能增加他们被提升的机会。因此，政府间分权对于中央和地方来说是一个双赢格局。
随着政府间分权的展开，经济决策权力下放到下级政府。对于那些没有私有化的地方国企来说，地方政府就是它们实际上的产权所有人。尽管中央政府正逐渐退出对单个企业的直接管理，但地方政府却在增加对国企的干预。这种干预并未严重阻碍市场化，相反，由于多地区多种所有制之间的竞争，市场经济反而得到了推动。只不过，在典型的市场中，是各个企业在竞争；而在中国的市场里，是各个地区在竞争。
政府间分权增强了地方政府的实力，使它们更有能力去满足本地的社会经济需求。分权也改变了中央与地方互动的模式，使双方变得相互依赖。原则上中央政府仍然拥有权力，但不得不经常与地方政府协商合作。各地方政府不仅在自己的辖区内制定和实施政策，它们还能影响中央的政策制定。通过一系列收权措施，中央保持了对省的支配地位，但是，地方政府尤其是省政府，仍然有事实上（defacto）的权力否决中央的政策动议。双方在扯皮中时不时出现政策僵局（policydeadlock）。收权并没有确保中央推行改革政令的顺畅。
由于地方政府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它们会逐渐发展出与中央不一致的利益结构，地方的利益有可能与中央的利益相冲突。（Shaum Breslin，China in the 1980s：Centre-Province Relations in a Reforming Socialist State（NY：St.Martin’s Press，1996）.）中国的地方政府虽然具有明显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的特征——致力于经济发展，但也有明显的“攫取型国家”（predatorystate）的特征——为了一己私利而去与人民争利。（Peter Evans，“Predatory，Development，and Other Apparatuses：A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on the Third World State”，in Sociology Forum，vol.4，no.4（1989），pp.561-587.）这在中西部的乡镇政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近些年来的农民负担问题和农地征用问题都与此相关。（Lu Xiaobo，“The Politics of Peasant Burden in Reform China”，in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vol.25，no.1（Oct.1997），pp.113-138.）这些攫取行为引起人民的极大反感，群体性抗议事件此起彼伏。为了约束地方政府的不法行为，中央政府用尽各种手段，包括上文讨论的收权，但收效甚微。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社会的分权不充分，人民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缺乏对政府的问责手段。对于地方政府滥用权力、与民争利的行为，人民要么忍气吞声，要么走上街头抗议。有研究表明，当公民不得不通过集体上访和示威等方式来表达诉求时，他们对政府的支持度会大大下降，从而侵蚀政府的合法性基础。（Shan Wei，“How Much Did the Chinese People Trust Their Government”，EAI Background Brief（2009，forthcoming）.）
为改变这样的情形，中国需要推进国家—社会间的分权，也就是说，强化社会的力量，扩大公民的参与。一方面，由中央政府来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其效果远远不如由当地的人民来监督。（关于中央对地方监督的无能，请参见Kevin J.OBrien and Lianjiang 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in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Jan.，1999），pp.167-186。）让地方政府向当地选民负责，选民就拥有了制止攫取行为的权力。这相当于中央与社会结成联盟，共同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另一方面，扩大公民的参与，可以提升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增加各级政府的合法性，使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支持率去推行改革政策。
要强化社会的力量，最根本的是要增加社会的物质力量。也就是说，要让更多的经济资源流向民间，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应该结束大型国企的垄断地位，让它们在市场中公平地参与竞争，促使它们提高效率，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效率。
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了强化社会的重要性。朱镕基时期的国企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强化民营中小企业。胡温时代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来促进非政府组织和地方选举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需要中共政权对社会力量开放，就像以前对市场经济开放一样。
（本文最初发表在2008年底在波士顿大学召开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会议上。修订时，单伟博士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致谢）



第九讲　必须保卫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政策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出于国家策划。同样地，解决由市场经济引出的各种问题也应是国家的任务。缺乏有效的政府干预，市场的无情侵袭必然会逐渐破坏社会结构的基质。
◆私有化和民主化可以理解为“国家—社会”式的分权过程。私有化就是国家将经济权力归还给企业，而民主化则是国家把政治权力转移至社会力量手中。
◆向新兴的社会阶层敞开怀抱是共产党扩大其社会基础的不二之选。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必须尽最大可能代表最多数社会群体的利益。
◆问题的关键在于：谁管制谁？政府既能够管制市场力量，也可以与其沆瀣一气，以权牟利。如果后者成为现实，世间将再无道德和社会正义可言，无人能管制权力和金钱。
发展动力与社会后果
在我对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兴趣中，以下两个问题长期处于重要位置：第一，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开放政策如何为中国各方面的转型提供了动力？第二，转型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何在？
已故的邓小平先生是继毛泽东之后的又一位政治伟人。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执掌政权，并雄心勃勃地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事业。对中国旧体制的改革和向世界打开中国的大门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政策进程。实践证明前者易于后者。
在毛泽东思想统治中国的三十年（1949—1979）中，中国向世界关闭了大门，与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很少交往。多数出身于革命的共产党干部和政府官员缺乏与外界打交道所需的知识和经验。由于近代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的耻辱在他们的脑海中依然挥之不去，他们对对外开放的政策心怀恐惧。即便如此，多数干部和政府官员还是理解并接受了内部改革政策。即使在“毛时代”，也曾出现过几次改革的浪潮，当时并没有冠以“改革”之名，而是频繁使用“调整”和“整顿”等术语。
基于中外交往的历史和经验，邓小平时代的国家领导人从三个要点出发论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合法性。第一，历史上中国备受欺凌是因为贫穷落后；第二，中国的贫穷落后主要归咎于闭关锁国的政策；第三，中国若要复兴、强盛，对外开放是唯一出路。这套理念为中国已实行三十年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理由和依据。
那么，问题就来了：开放政策是如何引导中国转型的？多年来，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1989年的“六四事件”也没有打断改革的进程，反而意外地成为中共高层推进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动力。当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三，居于美国和日本之后。中国的崛起已成为学术界和政治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在我研究各种变量，比如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现代化和民主化如何影响中国转型的过程中（参阅Yongnian Zheng，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Modernization，Identity，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in China（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and Will China Become Democratic？Elite，Class，and Regime Transition（Singapore and NewYork：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2004）。），我逐渐意识到中国快速转型背后最强的驱动力是开放政策。在国内层面，开放政策创造出一个为不同社会群体进行重组的体制环境，从而为变化提供了新动力；在国际层面，开放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同时两者的互动为国内的变化提供了外部动力。
开放当然也会有它的社会后果。于是另外一个问题产生了：转型对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简而言之，虽然作为整体的中国能从改革开放中获益，但开放的利益分配并不均衡。像其他转型社会一样，一些社会组织获益较多而另一些则较少，有人成为赢家也有人成为输家。改革之初的中国社会被认为处于一种各种势力相对均衡、不同的元素可以互相融合的稳定状态。开放意味着新的社会元素打破了原有的平衡。若不能达到新的平衡，社会将变得不稳定，给可持续发展带来麻烦。如何达到新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政策起着关键的作用。经验表明，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常常是最薄弱的环节。所以，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主要政策领域保卫社会。
在这篇论文中，我尝试将近年来所作的思考进行汇合和整理。我将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出发考察中国的大转型，并探讨这些转型如何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挂钩，并为中国的社会改革提供一些启示。行文之始，我应该对我所指的“开放”的含义加以解释。“开放”这个词通常主要指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在这里，这个词不仅指“对外开放”，也包括“对内开放”，也就是向各种不同的社会成员开放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过程。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外开放首先启动，它为内部开放集聚了必要动力。至于这两种形式的开放政策在实行过程中互相促进，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曼库尔•奥尔森和卡尔•波兰尼
我对于开放及其社会后果思考的灵感源自两位伟大的思想家：曼库尔•奥尔森和卡尔•波兰尼。通过奥尔森，我了解到中国的转型是如何与开放联系起来的；波兰尼的著述，则让我意识到开放能怎样影响一个特定的社会，社会政策为什么必须起保护社会的作用。
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刚性》（Mancur Olson，The Riseand Decline of Nations：Economic Growth，Stagflation，and Social Rigidi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中有力地解释了以下现象：在稳定的社会环境里，市场中的个体与公司的逐利行为会产生因私利而勾结共谋的“卡特尔”式的、组织严密的社会网络。这使得政府管制能力下降，经济实体也因游说团体的拖累而效率低下、增长放缓。社会运转如果缺少变革且愈加僵化，这样的网络组织就会变得更加强大，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日趋缓慢。若这些特殊利益集团被战争或革命摧毁，社会则将从中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
奥尔森进而提出一个富有新意的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的民主政体中将会集聚一批政治权力与日俱增的分配联盟，进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他特别将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社会发展状况与英国进行了比较，指出：德国和日本的战败使影响经济增长的特殊利益集团随之覆灭；与此同时，特殊利益集团在英国的权力正如日中天，它们正是英国经济疲软的罪魁祸首。
奥尔森一开篇就这样问道：“人们往往在历史的神秘法则面前感到困惑：为什么许多声威赫赫的庞大帝国逐渐衰亡或毁于一旦？为什么许多蛰居蛮荒默默无闻的民族悄然崛起，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灿烂的文化？”（Mancur Olson，The Riseand Declineof Nations：Economic Growth，Stagflation，and Social Rigidi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p.1.）他专注于关乎民族国家兴衰的经济因素。在我看来，他的理论也可用于其他方面的研究。奥尔森的书出版于1982年，那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这个个案并没有引起他的高度关注。尽管如此，书中的理论依然能够增进我们对中国转型动力的理解。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验也证明，奥尔森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对中国问题是具有解释力的。不过，虽然我赞同奥尔森关于稳定社会的出发点，但对于他的结论却有不同的看法。我相信所有鼓励开放的政策都能为改革提供动力，起到与动乱、战争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冲突相似的作用。这种动力也能够阻止既得利益影响的日益深化（用奥尔森的话来说，就是防止一个过于稳定且缺乏活力的社会失去持久发展的动力）。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是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和持续的，党是能够抵挡其余社会力量的唯一组织。
奥尔森把注意力放在社会陷入僵化的过程，而出生于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则向我们展示了发展过快的市场经济是如何破坏社会的。在《大转型》一书中（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of Our Time（Beacon Press，1944）。中文版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波兰尼探究了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时期英国的社会与政治动乱。他主张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不应该被理解成为截然分开的两个主体，而应视为一个浑然一体的人类发明，他称之为“市场社会”。他认为，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积极改造社会结构的强大的现代国家作为前提；同时，资本主义经济也需要强大的国家来减缓由它带来的严重的负面效应。在波兰尼看来，这些改革暗示了已经存在了千百年的社会基本秩序早已遭到破坏这一事实。市场社会是不可能持续的，因为它会对人类赖以生活的自然与人文环境造成致命的破坏。
在评估国家在市场力量释放过程中应充当何种角色时，波兰尼强调的是19世纪市场经济的历史创新和随之而生的那种扭曲意识的形态。市场社会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放任自流”早在计划之中，它的原动力来自于国家行为，所谓自由市场的形成，正是政治力量的“有形之手”操纵下的杰作。

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确立极大地冲击了欧洲原有的基本社会秩序，深刻地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图为18世纪中期伦敦街头醉酒的社会底层民众。
另一方面，作为谨慎的、深思熟虑的市场社会构建活动的对立面，社会对市场的反制运动或自我保护行动则是自发的、无计划的。它们来自社会各方不自觉的联合，以对抗市场带来的毁灭性冲击。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市场的结构，使社会必然分为经济和政治领域。自我调节市场在带来空前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大量社会动荡和社会自我保护的自发运动的崛起。市场倾向于把土地、劳力和金钱看做“虚构商品”，将社会的本体置于市场规律管制之下。自由市场一旦想脱离社会结构的束缚，社会的自然反应——社会保护主义就会产生。这种反应被波兰尼称为“反制运动”。
根据波兰尼的理论，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反制运动有利于实现公共福利的目标；这是一场全民运动，特别是工人的运动，并且包括一些尚未公司化的有产者。他们因自我调节的市场不可捉摸的风险而去寻求某种形式的保护。而从反制运动中获得的保护又会妨碍市场的效率，从而导致更恶劣的经济状况，引发新一轮保护需求。波兰尼认为，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看，市场领域扩张和政治压制会立即引发对抗甚至反叛。
因此，在波兰尼眼中，抗拒经济动荡和市场萧条的社会需求会给国家带来压力，要求国家进行政治干预。随之而来的国家行动，至少会在名义上提供一些缓解市场经济压力和保护社会的作用。市场社会被一个新型社会所替代，在这个社会里，政治和经济制度被置于民主控制之下。因为政治和经济制度不能再控制社会，而应该由社会来控制它们。
许多当代学者在解释全球化如何影响特定社会时，仍然沿用与波兰尼相似的研究思路。例如，达尼•罗得里克认为，全球化已经在全球市场和国内社会稳定之间产生了三种紧张的来源。（Dani Rodrik，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7））首先，在跨越国界的团体之间，全球化减少了贸易与投资障碍，凸显了跨国集团与非跨国集团之间的不对称性，从根本上改变了雇佣关系。其次，全球化在国际国内引发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准则和各种表达它们的社会机制之间的冲突。随着生产科技日益标准化并普及，拥有不同价值体系、准则、制度机制和集体偏好的国家为争取相同商品的市场份额，展开了正面交锋。第三，全球化让各国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变得极其艰难。提供社会保障本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各国籍此保持了战后的社会团结，博得了选民对进行中的自由化运动的政治支持。这些趋势可能导致以国家名义进行统治的掌权者开始丧失权威。国家不能继续以公民期待的方式保护他们，自然也不能再指望公民对其保持忠诚。
奥尔森和波兰尼的观点对理解当代中国很有意义。从奥尔森的观点看，中国战胜了社会僵化，同时在经济快速转型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而用波兰尼的理论则可以对中国转型如何影响社会做出解释。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出于国家策划。同样地，解决由市场经济引出的各种问题也应是国家的任务。缺乏有效的政府干预，市场的无情侵袭必然会逐渐破坏社会结构的基质。与市场力量相比，中国社会相对弱小，易受冲击，它无法自卫，必须由国家来保卫。然而，中国政府并不是中立性政府。以资本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天生具有寻求权力保护的趋向，作为政府也愿意与市场力量结盟，因为两者一旦携手合作，就能分享巨大利益。社会也一直在争取政府保护，但由于缺乏能够借以影响国家的有效机制（例如民主），保护依然是苍白无力的。这就使得当今中国政府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政府必须做出选择，创造出能使市场和社会双赢的棋局。这种局面并非空中楼阁。保证经济持续发展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但是若缺乏有效的政府规制，市场力量就将趋向于自我毁灭。更重要的是，社会若不采取有效的约束行动，国家和市场力量都将走上自我毁灭之路。
开放与市场发展
讨论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如何促使经济发展的文献，尤其是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中国打入世界市场等问题的讨论，增长非常迅速。（对不同阶段中国改革进程和经济发展的考察，见Barry Naughton，Growing Outof the Plan：Chinese Economic Reform1978-1993（New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and Naughton，The Chinese Economy：Transitions and Growth（Cambridge，MA：MIT Press，2007）。）本文集中讨论开放作为一个国家政策是如何确立并克服了奥尔森所指的“特殊利益”，继而推动了诸多巨变与转型。奥尔森虽然举例说明稳定社会通常与经济滞涨相联系，但他不够重视让社会变得稳定的原因以及如何让社会“去稳定化”。就此而言，中国恰好是一个有力的证据。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开放引发了中国的转型。经济开放怎样开始？在改革前的时代，中国拥有典型的“僵化”（奥尔森所用的概念）经济和社会。笔者无需对个人和企业在计划经济中的行为细节多加赘述，整个系统的特点就是低效、平均主义和“共同贫穷”。除了所谓的“新阶级”，也就是官僚和共产党官员之类有特权的统治阶级（Milovan Dilas，The New Class：An Analysisof the Communist System（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57，1983）.），人民都同样贫穷，在所有领域都没有任何自由。向世界开放对这个社会来说并非易事，因为现有的统治阶级强烈反对新的政策举措。为了克服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反抗，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采取了“改革先外后内”的策略，也就是说，利用外部压力为内部改革创造动力。这个战略的基本原理是，外部改革的执行要比内部的简单。若先改革内部，领导权威得有能力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这些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者在毛泽东思想统治下的三十年已经拥有牢固的地位。当时的领导人没有走这条路，而是先进行对外政策的改革。他们的政策目标是，在既得利益集团之外创造新的利益，新的利益一旦形成，就能够为内部改革集聚压力。
外部首先开放，并不是宣告对内政策的改革是不必要的。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对内政策改革，对外政策改革也将不可能完成。问题在于：应该实行怎样的对内改革政策？改革早期，中国没有经历任何激进的运动（比如在前苏联和其他西方国家出现过的私有化和民主化）。私有化和民主化可以理解为“国家—社会”式的分权过程。私有化就是国家将经济权力归还给企业，而民主化则是国家把政治权力转移至社会力量手中。中国没有遵循这种改革的路径，主要原因之一是，统治阶级担心“国家—社会”式分权可能使社会力量反过来挑战国家权威。中国的改革目标在于首先引入内部竞争，换言之，在统治阶级内部竞争。内部竞争在政府间分权中得到实现。与国家—社会式分权相比，统治阶级更容易接受政府内部的分权，毛时代的“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几次政府内部分权浪潮就证明了，内部分权更容易控制。
实行政府间分权后，经济政策制定权转移到地方政府。随着权力的扩展，地方政府在对外政策改革中得以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开始游说中央改革派领导人，希望获准执行开放政策并获得优惠的政策待遇。在许多方面，中国政治系统的实际运作体现出明显的联邦主义特征，各级地方政府在治理国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Yongnian Zheng，De Facto Federalism in China：Reforms and Dynamics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Singapore and London：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2007）.）
随之而来的经济开放可以被认为政府间分权的产物。作为国家政策，中国的开放政策需要精心设计和谨慎施行，这个过程始于地方试验。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派领导人在三个沿海省份（广东、福建和海南）设立了五个经济特区。特区的地方政府能自由授予出口公司特权，比如，出口公司可以获得免税买入外国产品这一优待。其他八省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也相继被赋予类似的鼓励贸易和引进外资等相关特权。这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权，享受税收减免，享有资源的优先分配权。正是由于这些优惠政策，沿海省市的经济才得以借助国际自由贸易和流动资本投资而快速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伴随并促进了刚起步的政府间分权，这两者的发展加强了中国各省市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依赖性。中国进入国际市场，为后来加入世贸组织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当然，区域化和全球化对中国省际关系也有重大影响。各省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迅速减弱。例如，世界银行90年代初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当时的国内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低于欧共体内部贸易的28%和前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27%。（The World Bank，China：Intern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s（Washington，DC.1994）.世界银行报告的概要，见Anjali Kumar，“China's Reform，Internal Tradeand Marketing”，The Pacific Review7∶3（1994），pp.323-340。）
高度开放的社会政策促进了中国的全球化进程。过去的三十年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三十年，若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个成果是不可想象的。过去三十年，中国努力与世界接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同时，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成了对外直接投资者们最热衷的投资目的地之一。超过80%的世界500强和世界顶尖的100家信息技术公司都已在中国开展业务。在投资的强力推动下，中国快速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生产加工基地。过去二十年，中国的出口贸易额保持了16%的年均增长率，中国已成为东亚最成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复制了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增长模式。今天，中国已成为仅次于德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
开放政策不均衡的影响
开放政策在给中国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它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和各区域间引发了分配冲突，有些地区和利益群体相对其他参与者而言，享受到了更多改革的成果，有些参与者则在改革中遭受损失。换言之，某些利益群体和区域因日趋发达的市场导向型经济和对外开放（或全球化）而受益。这种受益方式并不均衡，那些能够参与开放过程的就能获益，而那些没有参与机会的则处于不利地位。
谁是改革的受损者？尽管政府官员和城市居民大都否认自己而互相指认对方是受益者，然而他们在谁是改革中最严重的受损者问题上却意见一致。国有企业工人和农民被认为是改革过程中受损最严重的群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大，城市贫富群体之间的分配不公加剧也可证明此观点。周江：《2002年中国城市热点问题调查》，载于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编：《社会蓝皮书200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科社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160页。）这样，就又出现了新问题：为何他们成为受损者？他们是如何成为受损者的？
改革逐步取消了毛泽东主义者提倡的平均主义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且显著地消除了贫困。但福利增长与贫困人口减少不是完全均衡的，改革并不能缩小不同利益群体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据世界银行的评估，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81年时为0.288，到1995年这个数据涨至0.388，虽然仍低于大部分拉美、非洲和东亚国家，但已经与美国相当且高于绝大多数东欧转型经济体，更不必说高收入的西欧国家。（世界银行，China 2020.Sharing Rising In comes：Disparities in China（Washingt on，D.C.：The World Bank，1997），p.7。）各种研究表明，三个方面的收入差距在90年代中期开始显现出来。

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一样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范围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国企下岗职工成为这一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
城市分配差异：世界银行于1997年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基尼系数从1991到1995年由0.176上升到0.275。（世界银行，China2020.Sharing Rising Incomes：Disparitiesin China（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1997），P.17。）1996年，在收入最低的20%的城市居民中，三分之二的人发现他们的绝对收入降低了。在其次的20%的低收入居民中，半数人发现他们的绝对收入下降了。与之对应的是，收入最高的20%的城市居民收入则大大地提高了。（国家统计局：《1998年中国物价和城市居民收支年度统计》，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1990年时，收入位居前20%的城市居民与收入最低的20%的城市居民相比，前者收入为后者的4.2倍；到1998年，这个比率暴增至9.6倍。城市居民中最富有的10%的人的所得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从1990年的23.6%增至1998年的38.4%。反观同时期收入最低的20%的城市居民，他们获得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则从9%跌至5.5%。（许欣欣、李培林：《1998—1999年：中国就业、收入和信息产业的分析和预测》，载汝信等主编：《199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在过去，城市居民与那些数以亿计的农村“赤贫”相比，当属“小康”群体，但是，即使是在经济改革二十年后，城市中仍有约3000万居民的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他们的生活依然困苦。（王绍光：《中国WTO成员身份的政治和经济涵义》，载于《当代中国》2000年第9期第25卷，第385页。）城市贫困问题正日益成为今日中国执政当局所面临的一项严峻的政治挑战。
城乡分配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城乡收入差异问题并非新问题，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毛时代。（Azizur Rahman Khan and Carl Riskin，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城市人均收入是同期农村人均收入的2.6倍。（王绍光：《中国WTO成员身份的政治和经济涵义》，载于《当代中国》2000年第9期第25卷，第386页。）改革初期，由于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但好景不长，1984年城市改革启动后，城乡差距持续扩大。世界银行认为，若按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的城乡差距是非常巨大的。其他国家中很少有城市收入超过农村收入2倍的情况，多数国家农村收入是城市收入的66%以上。反观中国，这一数据却从1983年的最高值59%跌至1995年的40%。（世界银行，Sharing Rising Incomes，p.16。）农村人均收入在2003年为2622元，同期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却为8742元。（《中国统计年鉴》（2004）。）到2006年，城市人均收入已超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3.3倍之多。（汝信、陆学艺和李培林主编：《社会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区域间分配差异：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中国区域间的收入差异并没有各省内部城乡差异那么严重。例如，在1992年时，中国沿海省份与内陆各省的平均收入相比，前者仅高出后者50%，但是同年城乡收入差距却高达两倍。（世界银行，Sharing Rising Incomes，p.22。）而王绍光和胡鞍钢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幅更为悲观的画面。（王绍光、胡鞍钢：《政治经济不均衡发展：以中国为个案》（Armonk，N.Y.：M.E Sharpe，1999）。）他们在对地方分配差异作了详细研究之后，得出三个结论：首先，省际不平等在持续扩大；其次，地区差异空前巨大；最后，地区差异表现在多个维度上。中国沿海与内陆省份间人均GDP与收入的差距从1983年开始显现，在1990年后情况更加严重。
日益深化的全球化进程引发了各国内部社会群体和区域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中国也不例外。（Christopher Cramer，“Economic Inequalities and Civil Conflict”，Centrefor Development Policy&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1501，School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2001.）特别是当恰当的政府政策缺位时，这些不平等现象的加速扩展又会成为社会冲突的导火索。一直以来，中国政府都在为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而努力。1998年，朱镕基政府启动西部大开发计划（Ding Luand WilliamA.W.Neilson，eds.，China's West Region Development：Domestic Strategies and Global Im plications（Singapore and London：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2004）.）；2002年中央政府又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2004年温家宝总理宣布，中央政府在继续保证东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推动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同时，还将大力加快发展中部地区，以保证各地区之间统一协调发展。（Hongyi Lai，“Developing Central China：A New Regional Programme”，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5∶1（2007），pp.109-128.）
中央政府制订上述地区发展计划的首要目的在于，缓解少数群体的不满，减少各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均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86%的少数民族生活于西部地区，其余则分布在东北和东部地区。大多数不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各自聚居在一起，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经济实力极为贫弱。（Colin Mackerras，China's Minorities：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Hong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and RobynR.Iredale，Naran Bilik，and FeiGuo，China's Minorities on the Move：Selected Case Studies（NewYork：M.E.Sharpe，2003）.）比如，早在1995年，江苏省的工业产值就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4%，这比包括民族自治区在内的其他八省（甘肃、广西、贵州、内蒙古、宁夏、青海和云南）的总和还要多。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过度的收入差距极有可能导致族群冲突，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忽视的障碍。这些发展规划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而实行的。与此同时，实行这些政策也是政府让不发达地区、不同社会群体、少数民族分享发展机遇的过程。
近年来，中国政府还通过社会政策，主动加强了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在政府的一揽子政策中，提高针对公民的社会保障、健康和医疗服务，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目标尤其值得注意。这些政策被称做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举措。政府以坚定的态度、有效的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些新政策。经济指数（如GDP）依然重要，但不再成为衡量党政领导人政绩的唯一标准。新的政绩综合考核标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其中包括社会、环境和居民发展及其他各项相关指标，并由中央组织部主持在试点省份推行。（例如，在中组部的指导下，浙江省就已经把环境指标纳入官员考核标准体系。）在这一揽子政策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尤为重要。这一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通过提高国家预算中农业支出比重，力图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加强诸如道路、饮水、卫生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从2006年起，政府还免除了所有农业的相关税费与杂费。
过去三十年，推行市场导向式发展引发的问题和社会不满日益累积，这说明中国早就该着手进行政策转向。但是对于舆论所谓“政府社会政策目标已由经济增长转向提供社会服务”的说辞，我们不必太过当真。一方面，中国仍然需要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来消减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副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现行政府体系内，特别是中央政府以下的层级，天然地倾向于促进市场发展。这种强烈的市场导向常常与诸如进一步的平等、提高生活质量、更好地保护环境等其他政府规划的目标相龃龉。（参阅John Wong，“Explaining China's2005Growth and itsProblems（Ⅱ）”，EAI Background Brief，no.269（6January2006）。）
政治改革和利益代表
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是国家的发展大计。同样地，处理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必须成为国家发展的大计。根据波兰尼的思想，正是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在中国引发了包括自发社会运动在内的众多负面结果。
游行抗议、阻挡交通和袭击政府办公楼时有发生，社会底层上访申诉不断，广大农村地区民事纠纷事件数量增加，这些都是人们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表现。2005年全国共发生了87000起“集体性事件”或公众抗争事件，比上一年增加了6.6个百分点。（“Chinato‘Strike Hard’Against Rising Unrest”，Reuters，26January2006.）与此同时，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寻求生存机会，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忍受恶劣的待遇和糟糕的工作条件。这些都造成富人跟穷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促使政府要负起改革社会政策的职责。
一个更为重要的挑战在于如何向兴起于市场经济时代的新阶层开放政治过程。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我们也应该看到，很多社会群体，特别是力量较弱的社会群体，会在对内开放政治过程的进程中被逐步边缘化。因此，我们必须保卫社会，笔者将在后文详细讨论具体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传统意义上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人民解放军和党政机关干部五大群体的利益。在毛泽东思想统领一切的时代，党把资本主义与资本家看做敌人。这与他们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受的待遇并无二致。党章中明确指出，消灭资本主义是共产党的目标之一。即便是在后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色彩已逐渐淡化，党内对资本家和民营企业主是否能入党的问题依然争论不休。1989年事件之后，当年8月28日，党的中央委员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这一通知指出：“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中共中央委员会档案研究室：《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页。）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一直以比较务实的眼光来看待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问题。2000年2月，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这一概念的表述，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新华社，《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6月9日），《人民日报》2000年7月17日。）。“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经济中非公有制部分的肯定。更重要的是，这表明它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做才能代表新型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是天然的革命型政党，工人党员和农民党员是党内压倒性的大多数。例如，1956年党内83%的党员来自这两大阶级，1981年时这个比例还维持在64%。邓小平掌权以后，他发动了所谓的技术专家运动，此后，技术专家逐渐占据了党内的骨干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开始年轻化，整体受教育程度也更高。
随着意识形态对市场经济的承认，中国共产党从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彻底转变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党。党员队伍中拥有各式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党员开始增多。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党内工人、农民、解放军党员所占比重显著降低了。从1978年到2006年，工人党员的比重从18.7%下降至11.1%，农民党员由46.9%减少到31.7%，解放军党员所占比例从6.9%锐减为2.2%。与此同时，来自其他社会群体的党员比例急剧增加：目前的党员队伍中，白领党员（含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占了21.4%，还有5.1%的党员具有私人经济背景。
向社会新兴阶层开放政治过程的举措也出现在立法过程中。1999年召开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的宪法修正案。（K.Zou and Y.Zheng，“China's Third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A Leap Forward towards Ruleof Law in China”，inA.J.deRoo and R.W.Jagtenberg，eds.，Yearbook Law Legal Practice in East Asia，vol.4（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0），pp.29-41.）这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用宪法条款来保护私有经济。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物权法以保障私有产权。它标志着中国向资本经济转型迈出了重要一步。争取物权法通过的艰辛历程彰显了中国领导人试图为国家建立完整的法律和金融体系时所面对的困难。物权法的诞生历经八次审议（仅三次为法定议程所需，大多审议为外界所要求），历时长达十三年。党内保守势力抗议物权法，认为它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并发起了反对物权法的签名运动，结果使原定于2006年颁布的物权法再次难产。物权法对中国国情下财产的创造、转让和所有权进行了详细说明。
吸纳民营企业家入党的决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变化的政治现状所进行的自我调整。市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让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的企业主们逐渐地取代了昔日的工人、农民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层的一员。向新兴的社会阶层敞开怀抱是共产党扩大其社会基础的不二之选。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必须尽最大可能代表最多数社会群体的利益。这也是近年来胡锦涛领导下的共产党做出政策改变的原因。
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政策重心开始逐步向前文提及的弱势社会群体转移。同时，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活力，新一代领导人也不得不继续利用制度巩固新兴社会阶层获得的政治影响力。2007年，被共产党称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其中包括一个律师协会）的党员代表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新华社，《中组部就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答新华社记者问》，www.xinhuanet.com，于2007年9月12日登入。），这意味着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影响力正在迅速扩大。
社会开放和不均等的政策参与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中产阶级日益壮大，他们要求参与政治生活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当新兴社会阶层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日益高涨时，来自传统社会力量的反应同样强烈。工人、农民阶级等社会群体觉得党对他们的代表性减弱了，他们在政党政治中被边缘化了，他们的利益被牺牲了。同时，中共中央也在努力开放政治过程，将代表国内弱势群体利益的组织纳入其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农民工将被视为新的职业群体，并会有更多代表农民工群体利益的代表进入全国人大。然而，新兴社会阶层比社会弱势群体获得的参与机会要多得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频繁发生的自发性社会运动和抗议事件表明，这些社会弱势群体依然缺乏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如波兰尼所言，虽然社会运动常常只是社会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自发性的反制，但它们最终会导致政治变革，使社会得到国家的保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各种社会运动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伴而生，同时也反过来促进了市场经济的转型。虽然中国已经将社会新兴阶层有效地整合进政治体制，但对于弱势群体，政府只是一味寻求各种有效机制来控制社会运动，没有果断地将其纳入政治过程。
近年来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就是上述问题的客观反映。（Qiusha Ma，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Paving the Wayto Civil Society？（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2006）.）特别是2000年后，中央决策者开始强调社会改革，非政府组织的表现也日渐活跃起来。政府进行社会改革，目的不仅是要放宽对社会的控制，还要积极创建和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让其担负某些原本由政府承担的职责。此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持续增长。从主管非政府组织的国家民政部掌握的数据看，1978年中国仅有约100家全国性社会团体，到2003年底，这一数字达到了1736家；同期，地方性社会团体的数目也从6000家增加到142121家；改革开放前不存在的非企业组织数量也达到124119家。截至2005年底，中国共有168000个社会团体、146000家非企业组织和999个基金会。然而，学者们发现仍有很多协会没有被计算在内。王绍光就认为，若把各种未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计算进来，到2003年底，中国社会团体的总数应该在880万家左右。（摘自Zengke He，“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in China”，in ZhengYongnian and Joseph Fewsmith，eds.，ChinasOpeningSociety：TheNonState Sector and Governance（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2008），p.162。）尽管发展势头迅猛，学者们却认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仍处于欠发达状态。按每万人拥有公民团体的数量来看，中国只拥有1.45个社会团体，而同样的数据法国为110.45个，美国为51.79个，巴西为12.66个，印度为10.21个，埃及为2.44个。（摘自Zengke He，“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in China”，in ZhengYongnian and Joseph Fewsmith，eds.，ChinasOpening Society：The NonState Sector and Governance（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2008），p.163。）
在西方社会，非政府组织都独立于政府，组织实行自治。反观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自治程度取决于他们与政府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距离。政府的相关管理条例规定，公民成立社团组织必须到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申请并登记；若要成立基金会（如慈善组织），则需要向省民政厅或民政部申请；成立公民组织而又不在民政部门登记，被视为违法行为。管理规定还要求每个社团组织都必须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作为其赞助机构。“业务主管单位”必须是县级以上的国家机关或同级别的授权组织，而且要与社团所开展的活动具有相关性，也就是要与社会团体处于同一领域。只有当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非政府组织方可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此外，相关条例还规定，同一个地理区域内不能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职能相同的非政府组织。众多草根非政府组织在如此严格的管制条件下不可能成功注册。它们要么受困于找不到愿意担任其业务主管单位的政府机构，要么面临意图发展的领域已经被其他当地非政府组织先入为主的窘境。一些非政府组织只好以商业组织的形式进行注册以获得合法身份，尽管它们只参与与商业无关的公共非营利性活动。现实中，很多没有登记的社团组织也公开活动，因为大多数时候政府都对其置之不理，并不依法进行管制。
然而，对社会团体的管理要求并不适用于八大全国性社团组织。它们更多的时候被称为“人民团体”、“群众团体”，诸如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协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直接创建了这些组织，并通过它们行使特定的行政职能。它们确实是不受民政部监管的独立社团组织，只是组织的重大人事任免须由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决定。不受管理条例约束的团体还包括：“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经本单位批准成立、在本单位内部活动的团体”。（《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1998年颁布。）另一些草根组织，如由住在一起的业主们建立的业主维权会和以社区为单位形成的社会团体（比如由街坊邻里组织的活动兴趣组织），也不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要求之列。
政府建立各式贸易协会和商会等中介组织来协调和监管经济事务，以取代政府的直接管理。政府也有意扶植一些非政府组织来转移原本由自身承担的社会服务，以减少其负担。在社会发展领域，政府还希望非政府组织能够动员社会资源，以节约自身开支。（Jude Howell，“NGO-State Relations in Post-Mao China”，in David Hulme and Michael Edwards，eds.，NGOs，States and Donors：Too Close for Comfort？（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7），pp.202-215；and Linda Wong，Marginaliz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in China（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8）.）这些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时必须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做党的“得力助手”而不是独立社团。
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影响力随着领域和组织的不同而变化。政府鼓励非政府组织在减少贫困、提倡慈善和关注环保政策等方面多花精力；那些关注宗教问题、族群问题和人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声音就显得极为微弱；即使是同一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也力量悬殊。多数商业组织力量极其强大，甚至可以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要在全国各级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找到几位与会商界代表并非难事。农民和工人却被禁止自行结社，缺乏表达和聚合自己利益的有效机制。事实上，党员队伍中工农人数的下降，意味着他们对中国政治系统的影响已很微弱。
当强势的社会群体能够自行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更加强大。工农阶级没有寻求自身利益的有效方式，这部分是因为中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优先于政治参与。但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工人和农民也许能够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可以举出工会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政府对待工人阶级权利问题的态度正在转变。时至今日，就连政府所辖之下保守刻板的全国总工会都已醒悟，认为必须采取更多有效的途径保障工人的权利。在当下中国，劳动纠纷呈增长趋势，它不但威胁到社会稳定，而且会侵蚀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因此，雇主们更需要深入学习《劳动法》，明确需承担的相关法律义务。在2003年的年会上，全国总工会直接要求沃尔玛零售连锁超市对其工人建立工会的请求予以应允。从此以后，工会在越来越多的公司建立起来，部分公司出于自愿，另一些公司则是被要求执行的。
为什么必须保卫社会
为什么必须保卫社会？笔者在本文中力图分两个步骤来回答：首先检验开放政策如何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然后观察深入发展的市场经济如何对社会弱势群体造成了负面影响。政治与经济的转型都证明，“有钱阶层”和“权力阶层”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关键力量，他们在国家权威等级体系中处于要害位置。这进一步表示，不但现在他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角色，将来也会由他们主导发展进程。“有钱阶层”和“掌权阶层”手握资源，也有能力为谋取私利大肆进行权钱交易。尽管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剧烈变化，但各种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行动依然难见起色。这一事实，在诸如工人、农民和农民工群体的政治参与现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近年来社会抗议活动剧增也可以从中找到部分原因。弱势群体的抗议活动可以视为他们对现状不满的表示。在缺乏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时，弱势群体会不可避免地选择集体抗议（类似于西方的街头民主）。
正如本文所述，共产党的领导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诉求”有清晰的认识。他们将社会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并最优先考虑制定社会政策。不过，社会政策一旦落实到执行层面，问题也接踵而至。尽管中央政府已经竭力推进改革，但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发展等各个社会领域，政策执行情况都不尽如人意。由于开放政治参与的进程极为缓慢，社会弱势群体继续被排除在重要的议程设置之外，继续被边缘化。

社会弱势群体得不到有效保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将无从谈起。（图/张新民）
毫无疑问，在强调社会稳定和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政策的重要性日渐凸现。让相关社会群体参与其中是制定并执行有效社会政策的关键所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将弱势群体排除在外就不可能提高他们的社会福利。在缺乏有效社会政策的情况下，政治和经济的开放政策将走入只有某些少数社会群体受益的怪圈。我们必须保卫社会，特别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显而易见，保卫社会不单是经济任务，更是政治任务。
最后，我想全文引用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作为结束。2008年9月23日，温总理接受了CNN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的采访，在回答后者对市场跟社会主义是否矛盾的提问时，他说：
我们国家经济最完整的阐述应该是这样的：在宏观调控和政府引导下，让市场规律的基本职能在分配资源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过去三十年，我们得到了一点重要的经验：应确保有形的和无形的手都能在对市场规律的调节中充分发挥作用。如果你熟悉亚当•斯密的古典著作，就一定会知道其中的两部作品。一部是《国富论》，另一部是关于道德和伦理方面的书。《国富论》更多讨论的是无形的手，就是市场规律；而另一本书则讨论的是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在另一本书里，他强调了政府在财富分配方面起到调节作用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那么这个国家的和谐与稳定将无从谈起。（CNN，“Transcript of Interview with Chinese Premier WenJiabao”，available at http：//www.cnn.com/2008/WORLD/asiapcf/09/29/chinese.premier.transcript/index.html，accessed on October1，2008.）
温家宝在回答中谈到了市场和政府（又称资本和权力）应该扮演的角色，社会应该被安置于市场与政府的综合体之中。他还提到，斯多葛派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的话语让他感受颇深：“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那些伟人在哪里？他们都已远去，留下的只有一个故事或是故事的只言片语。”最后他总结道：“只有人民才可以创造和书写历史。”
当下肆行美国的金融风暴让人们懂得了“要么政府管制，要么任其崩盘”的教训。问题的关键在于：谁管制谁？政府既能够管制市场力量，也可以与其沆瀣一气，以权牟利。如果后者成为现实，世间将再无道德和社会正义可言，无人能管制权力和金钱。如果我们转向温家宝总理关于《沉思录》的结论，就会发现：只有社会才能管制权力和金钱，只有赋权于社会，正义才能得到伸张。
（本文发表在2008年广州中山大学主办的“南方论坛”上。原文为英文，由中山大学组织翻译成中文，并由黄彦杰作了修订。特此致谢）



第十讲　乡村民主和中国政治进程
◆与中国其他阶级相比较，农民阶级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是传统中国农民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国家行为的结果。
◆阶级意识是在社会交往中建立起来的，而国家主导下的各个阶级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不平等权利，更加强化了农民的阶级意识。而这种由社会构建起来的阶级意识，往往比由国家动员而形成的阶级意识来得更有效。
◆不管我们选择怎样的政治发展道路，政治稳定始终是最重要的前提，这是国家与社会唯一能达成的共识。
◆最重要的是，乡村民主逐渐用制度化形式填补了国家权力回撤后出现的制度空间，有效地阻止了其他地方性制度的滋生。
在讨论中国现代化和政治发展时，农民与民主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从世界历史上看，农民基本上是阻碍国家现代化、民主化的力量。然而，由于各国开始现代化的时间不同，在现代化前存在着的制度环境亦有异，故很难用一种普遍的有关农民与民主的理论来检视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个阶级在先现代化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可能不同于其在后发展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所以，虽然农民在欧美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扮演了消极的角色，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能在后发展中国家起积极作用，并成为民主的促进者。
本文试图透过中国1978年改革以来产生的乡村民主这一个案，探讨农民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我们提出的基本观点有两个：第一，乡村民主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农民的阶级意识，由于政治生活不断组织化，从而使中国农民阶级有别于先发展国家的农民阶级，成为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的建设性的推进力量；第二，乡村民主优先在中国各阶级阶层中发展的事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民主化所能选择的途径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农民与民主
农民在现有西方的民主理论中是没有位置的。这是因为现代西方民主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扮演民主缔造者的是资产阶级而非农民。在众多的民主发展理论中，有三种理论对我们理解民主的含义有很大的相关性。第一种理论认为，民主这种统治形式（form of government）只能产生在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第二种理论强调，民主只会在富裕和经济发达的社会内生存与发展。第三种理论认为，民主能否产生与发展，取决于社会传统中是否有妥协的政治传统与制约中央权力的机制。下面我们简单地讨论上述三种理论的内在逻辑。
先看第一种理论。在当代学者群中，林德布罗姆、亨廷顿和摩尔都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一种历史的和逻辑的内在联系。（Charles E.Lindblom，Politics and Markets：The WorldsPolitical Economic Systems（Basic Books，1977）；Samuel P.Huntington，“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99，no.2（Summer1984）；Barrington Moore，Social Origins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Beacon，1966）.）他们在研究西方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发现，由于产业资产阶级的兴起，传统贵族国家成功地转型成为民主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基于私有制之上的经济制度，提供了制约国家权力的机制，并产生出与公共领域不同的私人领域。而公私领域的分离，是民主作为有限政府形式的必要条件。
第二种理论强调民主与经济发展成正相关关系，认为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特有的“土产品”。（最有名的论述见Seymour M.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3（1959），pp.69-105。）这一理论强调，民主一旦被引进，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就为它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那么，为什么工业化社会有利于民主呢？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政治学家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上都相对富裕，这有助于减少不同精英团体、精英团体内部及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政治冲突，而政治斗争也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除Lipset外，可见Karl Deutsch，“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5（September1961），pp.493-514；AlexInkles，“Participant Citizenship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3（December1969），pp.1120-1141。）经济富裕为政治精英的权力斗争设置了底线，而这一底线对民主的稳定极其重要。因为如果精英都用生命作为政治权利的赌注，那么民主政治就会充满暴力。
第三种理论认为，民主制度的产生归因于有利于民主的传统。（例如Reinhard Bendix，Kings or People：Power and the Mandate to Rule（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以英国为例，英国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实际上为后来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础。有了这种传统，政治掌权者就会有一种容忍不同政治利益体系的心态（mind-set）。这也是民主制的本质。
摩尔对农业社会与民主不相容的分析最为著名，但他的重点仍是分析农民与地主在民主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根据摩尔的理论，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是因为下列因素：高度集中的国家，软弱的资产阶级，依赖于国家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关系弱化而出现的集体行为的机会。摩尔的个案研究还包括了中国。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民主革命而走向共产主义革命呢？尽管中国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关系微弱，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及潜在的民主性，但地主阶级利用国家权力阻止了农民形成阶级意识和集体行为的机会，结果导致自下而上动员式的共产主义革命。（除Moore外，可见JefferyM.Paige，Agrarian Revolution：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NewYork：Free Press，1975）。）
最近的一些比较研究开始对主流民主理论提出质疑和挑战，并重新评估农民与民主化的关系。这些比较研究发现，农民阶级和乡村中产阶级能否在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形成自主的组织并抵制统治阶级的影响。在地主阶级实力很强的国家，农民具有权威主义倾向；但以家庭为单位的国度里的农业生产劳动者，则是民主的推动者。研究者更重要的发现是，阶级意识并非完全客观的东西，阶级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例如Dietrich Rueschemeyer，Evelyne H.Stephens and John D.Stephen，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所以，阶级意识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阶级本身，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如国家与农民阶级的关系、农民与城市居民的互动、教育通信的发展，等等。
中国农民的新特质
概括地说，在众多的民主理论中，关于农民与民主关系的理论是极其贫乏的，现有的比较政治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的农村发展。所以，若要解释中国农村的发展，就要发展出基于中国现实之上的有关农民与政治的理论。邓小平时代的农村政策，改变了中国农民的生活面貌，使其有别于传统，更有别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农民。我们以下提出来的观察，仅仅是与民主政治有密切关系的几点。
与中国其他阶级相比较，农民阶级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是传统中国农民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国家行为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土改运动消灭了中国的地主阶级，使得中国农民和地主阶级不再有任何依赖关系，农村从此不再有统治阶级。再者，中国的初步工业化是由国家引导的，使得中国农民也不再依赖国家。相反，由于工业化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的，国家行为造就了一个新的依赖阶级——工人阶级，也同时造成了一个独立的阶级——农民阶级，并使国家和农民的关系趋于紧张，农民不时对国家权力构成威胁（不管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强化了农民阶级的独立性，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并没有被国家所同化。
以分权为主导的改革运动大大深化了农民阶级的独立性，并上升为制度化了的自主性，农村改革的实质是缩小国家在农村的控驭范围。国家范围的收缩产生出一些制度空间，并为农村的自主制度所填补。尽管现在的农村基层组织仍然深受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影响和约束，但是它们的再生是农民自主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农村正向私性化发展，而私性化正是自主化的本质。
改革的结果是加强了中国农民的组织性。国家权力撤走后，农民不得不组织自己的生活。尽管各地的发展不平衡，但都发展了各种自治组织，尤其表现在村民大会等民主制度上。农村内部城市化的发展（如小城镇的发展），尽管并未使农民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但农村市场的迅速发展沟通了各地方共同体。此外，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如流动人口）也强化了农民作为一个大共同体或阶级的认同感。
组织性的结果导致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农民在与其他阶级（如城市市民）的日益交往中，产生了“我是谁”的自我认同感和“我们是谁”的集体认同感。阶级意识是在社会交往中建立起来的，而国家主导下的各个阶级在事实和法律上的不平等权利，更加强化了农民的阶级意识。而这种由社会构建起来的阶级意识，往往比由国家动员而形成的阶级意识来得更有效。
农民的阶级意识与集体认同意识为集体行为奠定了基础。民主不仅是个体行动，更重要的是阶级行动。构造农民阶级集体行为最成功的例子为建国前的毛泽东。（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毛泽东等少数知识分子建立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理论外，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以农民为主体来建造中国的发展理论。这种情况至今未变。）改革后，农村自治制度的迅速发展正在为农民的集体行动构造一种制度框架。1993年四川数县农民的集体行动事件，在很多方面反映了农民阶级的这些新特质。四川仁寿县早在1980年代就实施了乡村选举制度，但大多流于形式，农民并没有真正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地方官员仍凭自己的意志摊派农民负担，如集资办学、修路等。在地方干部看来，这些完全是为地方居民考虑的。但由于这些决策并没有经当地居民参与，且缺乏透明度，终于在1993年6月5日引发了上万农民示威抗议地方政府的集体行动。当地政府马上视之为造反，出动武装力量平暴，逮捕了一些农民领袖。农民与当地政府的对立至此充分表露。农民运动迅速向周围蔓延，附近的巴中、万源、南江、三台等县都先后响应。省政府和中央政府迅速干预，释放了农民领袖，废除了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条例，事件才得以平息。有意思的是，仁寿附近的彭山县，地方集资、征税的比例要比仁寿高得多，但因彭山县是四川省村民自治示范县，乡村民主制度比较完备，农民对政府行为没有激烈的反应。这说明基于民主之上的政府决策，即使其实施仍有强制性，农民对其也有一种“服从”心理。所以，经过这起事件以后，四川省政府决定把彭山县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各县，以期创造新的秩序环境。
我们讨论中国农民与民主的关系，正是在上述种种转型情况下进行的。那么，农民在民主化过程中与国家的关系又如何呢？现行各种比较政治理论所强调的是，农民能不能作为一种与国家分享政治权利的自主力量。然而，农民在民主化过程中并非一定要和国家对抗。我们认为，中国乡村民主化的特殊途径，使得国家与农民间的对抗关系减缓，而在某种制度框架中达到合作状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乡村民主正在推进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这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内容。
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形式
目前中国的乡村民主制度，其形式源自农村生产合作社和生产大队的社员代表会议和社员大会。1987年，中央政府从法律上规定村民会议的目的是扩大人民公社体制下村民的民主权利，在村（生产大队）一级废除代表会议，而建立类似于生产队社员大会那样的村民会议，让村民直接行使村务决策权。目前中国乡村民主由三种相互联系的制度形式组成，即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委员会。下面我们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
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活动中的最高决策机构，村内重大事务必须由村民会议决策。原则上说，村民会议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管理村内日常事务，是村内的“行政管理机构”。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村民会议运转效率不高。从制度设计上说，目前的村民会议和村民委员会是基于改革前生产大队这一制度形式之上的，规模大、人口多是其特色。一般来说，一个村委会管辖1000至3000人，多的则达8000至9000人。人口众多，村民会议往往流于形式。从组织上说，由于地理因素，农村居民居住分散。改革后，许多村民更成为“流民”在外劳作，导致村民会议不容易组织。一些原则上应由村民大会决策的事情，实际上为村委会所垄断，村民参与也无从谈起。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许多地区的乡村就有了制度上的创新，村民代表大会由此产生。此举把中央政府规定的直接民主改变成为间接民主，在村民大会难以召开的情况下，由村民代表会议代表村民大会执行决策。根据民政部统计，至1994年，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乡村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同时，中央政府也承认这种制度的合法性。

1987年4月11日，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代表们举手表决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那么，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基础是什么呢？这要看它与村民的关系。在这一层次上，我们可以看到乡村民主的中国特色。据民政部的调查，目前村民代表会议成员的构成主要有三种：第一，村民代表会议只由村民直接选举的村民代表组成；第二，由村民选举的代表和县、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部分组成；第三，由村民选举的代表，县、乡人大代表和村党支部书记等四部分组成。因此，村民代表的产生方式各地不同。一般由上届村委会主持召开村民小组提名代表候选人，以直接举手或秘密投票方式选出正式村民代表。总之，村民代表会议代表的产生已经不是经过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程序，而是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传统和改革前的中国乡村制度环境。（关于农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介绍，见中国基层政权研究会、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村民代表会议的职能大多仿照全国各级人大的职权，基本上包括了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四项。除立法权外，其他三项权力在村民代表会议中都有所体现，而立法权则演变为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定村规民约的权利。1988年全国农村村民委员会第一次普选，1992年前后，全国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第二次换届选举，至1992年底，全国有村民委员会1004399个，村民委员会委员43088780人。（中国基层政权研究会、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再来看自治下的农村“行政机构”——村民委员会与村民的关系。根据1982年宪法，农村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选举。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简言之，村民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是选举与被选举的关系。正是依据这一制度性因素，我们可以理解村民委员会其实是中国乡村民主的一种制度表达；也正是这种定期选举制度的存在，使得现在的基层组织有别于改革前的各基层组织。所以，选举制度的有效性直接表达了乡村民主制度的有效性。
乡村民主与民族国家的建设
这里，我们讨论的重点是乡村民主怎样推进中国的政治进程。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民主化只能始于乡村，我们只想强调，如果中国的政治进程不把农民包括在内，它是很难实现民主化的，但这并不是说其他阶级或阶层不重要。
中国现在正在进行民族国家的建设，民主最终也要成为民族国家的一部分。确切地说，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这两种主权互动的产物，没有民主就很难称得上现代民族国家。但是在民主从先民主化国家传播到后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两种主权被分离开来，民族主权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人民主权变成国家主权。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转型，主要根源于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从世界现代化历史来看，各地区和各国民主的发展是极其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往往决定了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起着一种比其在先发展国家中更大的作用。在后发展中国家，国家不仅负有政治转型的任务，也负有社会经济转型的任务。而后发展国家往往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国家的任务不仅是求国内的高速发展，而且也需要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对这方面进一步的讨论及其与中国的相关性，见Yongnian Zheng，“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Are They Compatible in China？”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9，no.2（Summer1994），Ppp.235-259。）
现代民族国家不仅要求其居民变成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人，还要求通过政治参与把社会的各成员纳入政治过程中。公民资格要求公民确立国家认同感。应当说，共产党在建国初期为建设民族国家所作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这主要表现在它把政治权力集中起来和把国家范围扩展到社会的每一成员等举措上。毛泽东治下的共产党建立了一套以农民为中心的有效革命理论，并且通过干部下乡等方法，把国家观念传达给农民，从而奠定了动员农民的基础。共产党的国家建设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式动员而展开的，这是其成功的关键。（这方面的讨论见JosephB.Whitney，China：Area，Administr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Department of Geography，1970）；ChalmersA.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aulA.Cohen，“Post-Mao Reform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7，no.3（1988），pp.519-541。）
在1949至1978年间，这种动员式的“民主建设”，仍是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参与各种政治和社会生活，并用每隔几年便进行一次政治斗争的方式来强化这种参与。进而，动员式的参与被制度化。人民公社成了农村的基层组织，向下发展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农民成为社员，即组织成员。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组织动员的后果，直接促成了改革前的经济危机。表现在政治上，过度动员及无限扩大国家的范围，反而降低了国家统治的有效性。
本文关注的是，改革十几年后的今天，分权既提供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但也导致了种种弊病，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再用集权（centralization）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是否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大民主（mass democracy）来进行呢？概括地问：我们要把中国建成一个怎么样的民族国家呢？
中国的改革是以分权为导向的。表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首先就是国家范围的回撤，即社会从过度动员向低度动员的转变。地方及个人的经济动力由于经济分权而得以发挥。同时，农村居民也在这一领域建立了自治的制度，即乡村民主，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民主生活。
然而，分权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民族国家的重建制造了障碍，这是国家范围的萎缩。民族国家要求所有社会成员成为“皇民”，要求把地方意识转变为国家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分权是国家权力的制度性回撤。国家不仅放松了对地方和地方居民的政治控制，而且也在事实上废弃了一些体现和象征国家存在的制度，如合作医疗制度和学校制度等。在分权之下，各地经济发展不齐，制度性发展也极不平衡，中央政府很难用统一的政策协调各地的发展。因此，我们很难说全体居民现在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民族国家之中，实际上，他们是处于不同的地方政治体制之下。这使地方官员和地方居民发展出很强的地方认同感或地方意识，而他们的国家意识却相对减弱。
这些确实是民族国家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而不断恶化。但是，我们是否要再用自上而下的集权动员的方法来摧毁一些新生的地方性制度，从而使中国再度政治化，再造一个政治民族呢？在前面，我们已经从中央地方关系角度否定了这一思路，这里尝试结合乡村民主这一新生制度再作进一步讨论。（吴国光、郑永年：《论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制度转型中的一个轴心问题》，（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一，不管我们选择怎样的政治发展道路，政治稳定始终是最重要的前提，这是国家与社会唯一能达成的共识。且不说用自上而下的动员来创造政治民主往往最终走向专制控制（上面已有讨论），动员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高度的政治动员往往造成政治动乱，因为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达到较高程度的制度化来吸收由政治动员释放出来的不稳定因素。在动员参与和制度化之间总是有很大的时间差。（Samuel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另一方面，集权也往往导致国家垄断经济资源的局面，从而为政府官员的腐败创造了机会；而腐败又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紧张。所以应该把集权和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区分开来，两者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回到中国乡村民主。乡村民主对维系中国目前的政治稳定可以有多方面的贡献，而且这种稳定是极其制度化的。首先，乡村民主制度的出现使得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出现了一个缓冲地带，避免了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直接对立。如果没有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大会，那么村干部解决不了的事情，如计划生育和税收等问题，就必须靠上级政府机构用高压的专政力量来解决。而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代表会议是以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其权力较上级政府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其次，乡村民主制度尽管不能消除腐败，但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由于村委会定期由选举产生，并且村民代表的其中一项职能是经济监督，村委会的经济行为必须具有透明度与公开性。在这种选举制度下，财产是“公共的”，因为没有村民的认可，这些“少数人”无权使用、滥用这些财产。再次，因为乡村民主是吸收地方精英的有效机制，因而减少了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乡村民主逐渐用制度化形式填补了国家权力回撤后出现的制度空间，有效地阻止了其他地方性制度的滋生。乡村民主尽管发生在中国的最基层，却是培养公民精神的有效场所。
第二，乡村民主成为培养公民精神，构造中国政治民族基础的制度结构。近来的研究表明，民族国家实际上是一种“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Benedict R.OG.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Verso，1991）.），而只有具有公共精神的居民才会有这种想象。公民精神只有在面对面的地方共同体中才能生成。

坚实的基层民主实践，是国家民主制度健康运行的重要基础。（图/南风窗）】
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乡村民主正发挥着这种功能。首先，由于村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由不同“选区”或团体选出，所以他们在会议上代表了其所属选区和团体的利益。因为选区并不按传统单位，如家庭、亲属等划分，村民代表会议实际上有助于突破传统组织的限制，使代表们从这些传统组织中解放出来，而成为新团体（选民群）的一员。其次，乡村直接选举正改变着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中国农村已经历两次村委会直接选举，选举投票不再像以往那样具有强制性，而是依据本人的意愿，村民的投票态度因而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一项问卷调查中，当问到“村委会干部是否需要经过直接选举产生”时，答案的分布如下：80.4%回答“需要经过选举”；10.8%回答“不用选举，由乡（镇）或村党支部指定就可以了”；6.7%回答“选不选无所谓，反正与我无关”。当问到“村委会选举是否走形式，有无作用”时，答案分布如下：62.6%回答“不是走形式，选举有很大作用”；22.3%回答“虽说是走形式，但还是有一定作用”；11%回答“根本就是走形式，没有什么用”。（中国基层政权研究会、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9—10页。）再次，村民的投票行为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乡村选举和村民的利益有了直接的关系，村民的投票动机被激发。据民政部对第二次换届选举投票行为的调查，村民参选率一般在80%以上。（同上，第89页。）因为有了秘密投票，即使村民是被动投票的，也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填写选票。当问到“是什么动机让你去投票”时，4.5%回答“村干部动员我们去投票”；4.7%回答“大家都去投票，所以我也去投”；88%回答“投票是我的权利，我要认真投这一票”。（同上，第90页。）
第三，乡村民主正日益推动中国整体的民主化进程。很显然，乡村民主逐渐减少着国家政权的政治强制性程度。定期换届选举使村委会委员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而要根据村内“法律”（村规民约）来治理村务，否则他们的统治就会失去合法性，其“政治生涯”会在下次选举时结束。这不仅对村委会有效，就是对上级政府官员来说也是如此。在传统制度中，村干部只是执行上级命令的工具，而现在，上级政府官员逐渐发现很难撤换民选的村委委员，否则会激起村民的不满。仅举一例来说。江苏省一乡政府的主要干部与其辖下的一位村委会主任发生冲突，导致乡政府想撤换该村主任。但由于村主任是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经“大选”当选的，乡政府的这种行为遂引起村民的不满。村主任向县级法庭申诉，控告乡政府，结果胜诉。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政权体系虽然是高度等级性的，但却出现了我们称之为“合法性下垂”的现象。就是说，下级官员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故具有民主合法性；上级官员则基于传统的合法性（如任命等）而缺乏民意基础，于是形成了上下级政体之间的张力。由于下级政府的统治更具民众基础，合法性较上级政府强，故上级政府不能改变下级的决策，而下级则可合法地向上级施加压力。解决这种紧张的方法，要么取消现有乡村民主制度，要么通过进一步民主化，使合法性上移。由于乡村民主制度一经产生，即获得了很强的生命力，履行着许多不可或缺的政治统治功能，要取消乡村民主，回复到过去，似乎已不可能。那么进一步民主化，使上级政府的合法性也基于民主之上，就成为一条选择途径。民政部正考虑建议把直接选举扩大到乡政府一级，正反映了这一趋势。（对民政部王时浩先生的访谈。）
简短的结论
由分权而产生的高速经济发展，使得中国又获得了一次重建民族国家的机会。但如何重建民族国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及制度性的政治稳定，民主化也是国家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如何解决分权以来出现的问题，答案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分权”与“集权”之争。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既是一个集权的过程，也是一个分权的过程。说它是分权的过程，指的是分权的制度化，即把现有的、新生的、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制度（如乡村民主），用国家大法加以再制度化，促进民主化的进一步上移，达到一种分权状态。说它是集权的过程，并不是指国家再用社会动员方式来摧毁新生的地方制度，而是国家本身通过体制改革来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增强国家能力，重新以一套新的合法制度使国家政策到达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培养社会个体的国家意识。上下合作的方式，至少就乡村民主这一例子来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择。
（本文最初发表在《二十一世纪》1996年6月号）



第十一讲　农民与民主：村民自治研究中被忽视的关键点
◆民主的精神主要来自民主的实践，而非书本和灌输。
◆现在，很难说国家有很有效的制度从各方面控制农民，因为农民没有在任何方面依附于国家，或是依赖于国家提供的福利和服务而生存。
◆农民可以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主要是因为农民较之其他社会群体具有对于国家政权的独立性。可以说，一个富裕但高度依赖于国家政权的中产阶级未必有利于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而一个独立的、在经济上并不小康的农民阶级并不见得不能推进民主。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要避免革命或者各种形式的社会抗议运动发生，方法之一是赋予农民民主的权利以及创造民主的自由。因为民主从本质上说是和平的。
本文想借助这个机会，讨论一下中国政治研究的理论化问题。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政治理论一直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村民自治是海内外研究最为深入的中国政治现象。通过考察村民自治研究的现状，特别是和理论化有关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政治理论中国化的可能性。
本文将围绕农民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来展开讨论。首先，我们将回答村民自治为什么会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其次，就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对村民自治的研究进行归纳整理，概括几个研究主题，并就近年来这些方面理论研究的进展作简要概括。最后，文章将就为什么现行理论无法解释农民和民主的关系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在对现存理论作简要评述之后，尝试提出我们对农民和民主关系问题的一种解释。


作为一门显学的农民民主
在大量村民自治研究中，农民与民主的关系这一关键点被忽视了。当我们今天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可能很多学者会持异议。因为也许在大多数学者看来，对村民自治中农民与民主关系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和村民自治实践齐头并进的。因为自从1987年开始实行村民自治以来，中外学者已经投入了相当的人力和财力来研究基层民主，问题的焦点当然是农民与民主关系的问题。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认为，虽然研究村民自治已俨然成为研究中国政治的一门显学，但是对农民和民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还谈不上深刻，至少与我们的期望相差很远。
很多原因使村民民主研究成为显学，也是同样的原因阻碍了对农民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的理论研究。也可以相信，正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所以很有可能通过中外学者共同的努力，把农民民主的研究提高到一个理论的层面。在这一节里我们先来探讨，村民民主研究为什么会成为显学？
首先，研究民主发展本来就是西方学界主流中的主流。这和民主政治是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有关。任何国家和地区一旦出现民主现象，西方学者无一例外地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上。客观地说，很多中国学者对村民自治问题的关注也是受西方这种学术趋势的影响。
其次，对村民自治问题的关注和学者对实际政治的关心有关。在实际政治中，民主化当然是学者最主要的学术关心之一。中国尽管没有赶上所谓的“第三波民主”，但中国的村民自治被认为可以归属于“第三波民主”政治。对于对中国政治系统并不太了解的西方学者来说，村民自治是中国总体民主化的开端。同样，很多中国学者也似乎从村民民主中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当然，对很多学者来说，村民自治不仅意味着民主，而且更重要的是和中国农村治理制度的重建有关。当中国领导人决定用村民自治的方式来替代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下的生产队制度的时候，并没有预见自治制度如何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之前，学者的关心自然大多会放在实践层面，而非理论研究上。
再次，对中国学者来说，研究村民自治可能和很多知识分子对农民这个中国最大弱势社会群体的关注有关。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主导下的工业化运动使得农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或者可以说农民是中国初期工业化运动最大的贡献者。进入20世纪80年代，农民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早的受惠群体。但从8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的经济收入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相对下降的现象。“三农问题”的出现和始终得不到解决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尽管改革开放也使很多农民致富，但绝大多数农民尚未脱贫，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可以说，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依然是国之根本，不解决农民的问题，国家的总体进步和政治稳定都会成为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200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把“三农问题”作为今后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的原因。
问题已经出现，但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我们尚未找到一条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如何解决农民问题，自然有不同的意见和选择方案，但可以肯定地说，仅仅从经济上论说，很难找到有效的出路。政治上的解决也必须考量在内，最终，政治因素可能是主要的。无论采用怎样的政治方式，村民自治是起点。
尽管对实际政治政策的关注花费了学者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可以说冷静的学术思考似乎显得还不够。我们认为，如何从政治上解决农民的问题，不仅取决于我们对实际政治的关心，还进一步取决于我们对农民问题的理论认识。对农民问题没有深刻的理论认识，很难产生政治智慧，也很难作出大的决策。对农民问题作深刻的理论探讨，正是我们学者的任务。


理论认识的进步和现状
除了政治哲学，中国自古少有政治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转型也没有导致中国政治理论的产生。学术界除了介绍海外的各种政治理论，就是机械搬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迄今为止，很难说我们已经发展出了研究中国问题的有效的政治理论。海外学者太过于西化，而本土学者则是过于中国化，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和沟通。但是，村民自治方面的研究却是个例外。这可以说和中西方学者的共同努力分不开。关于这点，我们想结合村民自治研究的现状来展开讨论。
很难在一篇文章里对村民自治研究的现状作一个综合性的分析。这里想围绕村民自治研究理论化这一主题作简要评述。
有关农民与民主关系的理论（非哲学）性研究一般可以从三个层面，也就是说可以围绕以下三个简单的问题而展开：（1）什么是农民民主？（2）农村如何发展出民主？（3）为什么民主可以产生自农民？总体来看，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前面两个问题的探讨。当然，什么是农民民主以及农村如何发展出民主，这是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在没有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很难很好地回答第三个问题。
什么是农民民主？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大的争论。学者们的研究共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在所谓农民民主即村民自治中，这种自治是通过以民主的方式选举出村民委员会进行的。第二，自治是游离于国家正式的行政治理制度之外的，即村民民主不是正式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尽管村民自治和国家的行政制度可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自治本身和国家行政制度没有多大的关系。第三，再进一步说，自治制度并非占据农村政治空间的全部。自治制度只是农村现存诸多制度之一，就实际权力运作来说，它甚至并非是最重要的制度。除此之外，还有执政党党支部和经济组织等制度机制，它们和自治制度共享治理农村的权力。
就第二个问题即农村如何发展出民主这一问题，迄今为止的研究无非有三种解释：第一，农村民主是农民自下而上的政治创新；第二，农村民主是自上而下的施加物；第三，农村民主是农民和执政党两者互动的产物。这三种解释都各自能找到相关的证据，并不存在哪个因素更重要的问题，因为学者的目标在于鉴定各个因素是如何影响农民民主的。
在就以上提到的两个问题展开讨论时，学者们大多关注的是农村民主的发展过程，可以说大量的实地调查都是有关发展过程方面的。我们可以看到几种主要的研究方式。第一类是人类学式的个案研究，可以说，村民自治研究文献中的绝大多数是采用这类研究方式（当然，采用这些研究方式的学者中有很多并非人类学家，因为人类学式的研究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由人类学家来进行，政治学、社会学研究者也可以进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个案研究的深度不一，但其覆盖面已经相当广，全国的各个地区差不多都已经涉及。第二类是社会学式的调查，和第一类研究相比，这类学术更注重比较研究，重点放在考察各个个案的相同性和差异性，并回答为什么相同和不同的问题。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第三类理论导向式的研究方式。理论导向式的研究方式同人类学和社会学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一般来说，大多数人类学家所追求的是“地方知识”，也就是说，人类学方法论可以应用于各个社会，但是来自各个地方的知识是为了增进人们对地方的认识，从而深化对人的具体认识；而理论导向式的研究方式则以追求较为普遍性的知识为目的。就农民民主研究来说，我们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提供地方知识，能够上升到普遍的理论追求应当是学者的目标。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可以说学者们对农民民主研究的理论性探讨已经开始，并且已经取得了较为实质性的进步。现今研究中主要的理论研究方向可以概括为如下六个大的方面：
◆有关农民性质的讨论
对农民性质的讨论主要是指对农民个体特质的探讨，即农民作为个体在现代中国的行为方式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应该说对中国农民的特质作个体层面的讨论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因为不管怎样的分析，归根结底应当还原于个人。但是从研究进展现状来看，我们认为这方面研究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例如，我们可以分析农民的个体特点是什么，这样那样的特点是怎样形成的，各个地方的农民是否一样，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认为研究个人并非指孤立而简单地研究抽象的个人，而是说要研究造就个人特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环境。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探讨中国农民的个体特质并非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这样那样的个体特质是如何影响农民的政治行为，特别是选举行为的。
◆有关经济发展和农民民主之间关系的讨论
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是西方学者研究民主，特别是民主化时无法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相对而言，这是一个较为容易量化的问题，在这方面已经有不少研究。这点在中国的村民自治研究方面也不例外，很多学者都曾经在经济发展和农民民主关系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的努力，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有令人满意的结论。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现今的研究文献中，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回答：西方经历过的经济发展和民主的关系是否会在中国重复？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就来进行中国和西方的比较，或是简单地将西方经验套用于中国，结果不见得好。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有些学者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村民民主有积极的关系，而有些学者则发现两者并没有正相关，有的甚至认为有负面的关系。当然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差异很大，村民民主的发展状况也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情况为学者探讨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在没有理清楚其他多种关系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不太会有很大的突破。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这样的统计学关系是存在于其他制度关系之内的。只有弄清楚了其他主要的制度关系，探讨统计学关系才会变得有意义。
◆有关家族力量兴起和农民民主之间关系的讨论
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农村家族力量的崛起，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很好的研究来论证这个现象。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如家族力量为什么会崛起？它是如何崛起的？家族是如何影响农民民主的？显然，家族力量和农民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很重要，理论研究的潜力也很大。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进行探讨：第一，当我们把家族作为农民民主的角色来考察的时候，可以把家族理解为一个小小的集合单位，看它是否已经构成了农村自治中的一个角色。如果是的话，家族的集体政治行为如何进行？在中国有否出现家族作为投票的单元的现象？或者说，一个家族的成员是否有一样的投票偏好及其投票选择？第二，选举行为（特别是秘密投票）基本上是个人行为，就是说，投票最终要表达为个体行为，由个体农民来完成。如果说家族影响个人的选择，那么这个过程是怎样的？也就是说，家族作为一个制度因素是如何制约个体的投票偏好和行为的？个体为什么要偏离本身的投票偏好而和家族的投票偏好保持一致？如果有家族的集体投票偏好的话，它又是怎样形成的？第三，家族作为一个制度因素是如何和其他因素，如党组织等竞争农民的选择的？
◆有关自治制度和农村其他制度，如党组织、经济组织、
妇女组织等之间关系的讨论
农村自治和其他制度因素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已经注意得比较多，共识也容易达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会否认党组织等制度因素的重要性。但是理论方面的讨论还比较少。我们认为，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相关问题上展开更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即村民委员会和农村其他组织之间到底是如何互动的，它们的互动方式又是怎样影响农民民主的？这些制度因素中间尤其是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组织？是权力分配者，权力分享者，还是其他什么？特别需要重点考量的是，如同自治组织，党组织等也都是农村治理制度的一部分。不可否认，在这些组织之间存在着正式的或是非正式的权力竞争。那么，它们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双赢关系还是零和游戏？在村民民主发展过程中，农村权力是如何在这些组织之间进行配置的，影响它们权力消长的主要因素又是什么？
◆有关自治制度和中国总体民主政治之间关系的讨论
如同前面所说的，很多学者非常关注农村自治是否可以成为中国总体民主政治的起点。学者们这方面的研究焦点主要表现在对乡镇选举的关注上，因为乡镇民主如果产生，将意味着中国政体民主的开始。但是，在村民自治和乡镇民主的关系方面，学者们的看法似乎过于乐观了一点。因为从村民自治到乡镇民主，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或必然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在村一级是自治，只不过这种自治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而已；而到了乡镇则成为民主，不能称为自治了（除非被自上而下地加以乡镇自治）。如果说村民民主和乡镇民主有关系的话，这种关系是怎样的？如果没有关系，如何把两者连接起来？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研究村级民主是如何培养农民的民主精神的，也就是说，民主的精神主要来自民主的实践，而非书本和灌输。村级民主对农民的民主精神影响如何？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然而，在这方面还没有见到很好的研究。和民主制度不同的是，这方面表现为“软”力量。如果不能很好地了解这方面的进展，很难对村民民主有深入的认识。
◆有关村民自治是否构成一种新社会运动的讨论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相关问题。我们认为，村民自治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社会运动。尽管到目前为止，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在国内尚存在禁区，但社会运动是一种客观的现实，任何学者都难以回避。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在全国各地区各行业频繁发生，其中，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尤其令人瞩目。这种现象早已经为海外的学者所注意。在国内，很多学者也已经注意到农村的社会运动（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的蓝皮书每年都会讲到农民抗议），只不过还没有出现较为系统的研究。当我们把村民自治看做新的社会运动时，关于以下问题的讨论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即自治这种社会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具体来讲就是，村民自治可以说是社会成员表达利益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存在是否会对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产生影响？换句话说，现存的抗议游行等社会运动形式是否会因为村民自治这种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存在而逐步减少？抑或相反，村民自治这种组织形式是否已经或者会成为其他社会运动的载体？
现存理论的批判


上面概括了乡村自治制度研究的一些主要的领域。可以说，除了第一方面即对农民本质的讨论外，其他都在讨论自治制度的过程及其现状。当然，研究过程和现状也需要理论，上面总结的六个方面就包含有理论化的努力。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讨论都涉及了农民，但却是间接的。在这里我们把农民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提出来，是因为这样做会牵涉到迄今为止很多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这样，我们可以在批评以往理论的基础上，看看能否发展出新的理论。
有关农民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并不多，或者说没有。这里的民主当然是指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而非前近代甚至原始社会的民主。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产生于西方，与资产阶级相关。用摩尔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摩尔的言下之意是，“有了农民就没有民主”。既然把农民看成是民主的对立物，自然很少有人会去探讨农民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了。
正式从理论上把农民和民主对立起来的是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把民主看成是一种集体行为，并认为农民没有这种集体行为的能力。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农民的时候，把农民视为一袋马铃薯，各个马铃薯之间没有任何有机的关系，完全依靠行政的力量把个体农民弄在一起。在马克思看来，正是毫无组织能力的农民构成了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由于对农民没有信心，马克思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资产阶级及其创造物工人阶级。
马克思讲的是近代西方民主制度，而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是渐进的产物。根据马克思的看法，民主发展起源于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的确立。他认为专制制度的确立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兴起奠定了制度基础。资产阶级用经济权力挑战专制制度，或者用和平的方式（如英国），或者用暴力的手段（如法国），最终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和工业化造就了一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用组织的力量向资产阶级统治提出挑战。马克思理论主要是讲这段时期的民主斗争。马克思本来设想资产阶级的民主，即少数人的民主，将会转型为多数人的民主，即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民主，但是，这并没有成为历史的事实。因为尽管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的确挑战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这种挑战并非是以工人阶级替代资产阶级来进行的，而是通过改进议会民主而达成的。换句话说，工人阶级是用人数的力量、通过选举的方式进入了国家的政治过程。
很难否认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因为基本上它是对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演进的描述。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本人及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摩尔，呈献给我们的是一种历史逻辑，而非一种政治逻辑。他们讨论的是欧洲历史上的农民和近代民主的不相容性。正因为工业革命后，西方政治舞台上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而农民是社会的边缘群体，所以没有学者把农民作为研究的主体。
针对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以上看法，我们可以作如下回答：
首先，资产阶级民主的确是近代民主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形式，但它毕竟只是民主形式中的一种，并没有多大的理由来否认其他形式的民主。其他形式的民主尽管过去没有，但将来可能会有。历史是开放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甚至是工人阶级决定的。决定论的观点会限制我们对历史和未来多样化的认识。
其次，马克思强调的是民主化，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则混淆了革命和民主之间的不同。马克思关注的是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是否有能力同专制进行斗争，从而达到政治参与的目标。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民主化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然而，实际上，革命和民主是两件不同的事。革命需要组织，需要集体行动，但民主则不然，民主不见得一定要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因为如果从选举和投票来看，民主主要是个体行为。
再次，与上面一点相关的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取向。如果把民主理解为集体行动，那么自然而然会对农民的民主性抱较为悲观的态度。奥尔逊已经证明了农民采取集体行动的困难甚至不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认为，与工人阶级不同，农民没有什么强烈的阶级意识，没有组织纪律性，要从事集体行动更是不可能。但如果我们把民主定义为个体行动，那么结论就大不相同了。就像我们将会在下面说明的那样，民主的个体性特征刚好符合农民个体行为的特点，因而在革命和民主之间，农民会理性地选择民主。
中国学者也经常把农民和非民主联系起来。无论是自由知识分子还是官方反对实行民主制度的人，总是把理由推给农民，认为农民“封建”、“落后”、“保守”、“文盲”、“素质低”、“教育水平低”，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是，所有这些说法可以说是似是而非，并没有经过理论思考。
例如，有什么道理说农民意识是封建的遗产？为什么说有这种封建遗产就不能有民主政治了？我们很难弄清楚这里所说的封建究竟指的是一种政治结构，还是其他什么。如果说是一种结构，那么它早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是一种思维定式，那么封建的思维是怎样的呢？没有人说得清楚。可以说，把农民和封建等同起来是一种没有理论基础的意识形态偏见。
再者，如何能把农民教育程度低和不民主联系起来呢？迄今为止，没有一种很好的理论来说明民主需要高的教育水平。如果说两者之间有关系的话，可能同我们上面讨论到的理性选择有关。即便如此，实际上，也很难把教育水平和理性选择联系起来。难道教育水平低的人就不能做理性选择了吗？这可能和搜集信息有关。就是说，设定农民教育水平低，没有能力搜集和处理信息。退一步说，假定这为真，也无法把农民和非民主联系起来，因为这里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可以说，所谓的民主是对那些影响自己利益的决策的参与。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农民在很多场合是可以理性行为的，因为农民是否理性决策取决于民主的层次。如果政策是关于地方事务，和农民的切身利益相关，农民比任何人更能理性选择和理性决策。即使是更高层次的决策，最终也还是要落实到决策的实际影响层面来的。就是说，国家层面的政策归根结底要有个地方化的过程，一旦政策地方化，农民就可以理性地加以判断。例如，农民知道一个特定的国家政策对自己的影响。当然，也能理性地选择决策者即国家领导人。
总而言之，前面讨论提到的这些并非系统的理论既是对非中国历史观察的结果，也就很难用来理解中国的村民民主这个现实。要回答农民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我们并没有任何现存的理论可以参考。但是，既然民主已经在农民中间出现，那么两者之间肯定存在着一种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做些理论思考的努力。


农民与民主关系的再思考
作理论化的思考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因为任何理论都是开放性的。这里我们仅仅尝试提供一个思考线路。
我们把农民和民主的关系放到一些与民主相关的基本概念里面来考察，这些概念主要有：自治独立、个性化和理性选择。就是说，农民民主是自治独立的农民对影响自己利益的政策或者领导人所进行的一种个性化的理性选择过程。自治独立强调的是制度结构条件，个性和理性化选择强调的是这种制度结构条件下的政治行为。
我们强调制度结构条件旨在不抬高中国农民，把农民理想化，甚至给农民塑造一个神话。在分析农民民主的时候，这一点非常重要。认为农民可以毫无条件地和民主走在一起并不是理论分析，因为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数千年的农业社会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民主政治呢？为什么历史上只有农民革命的循环，而没有政治的转型呢？显然，如同其他社会，中国的农民和民主并没有天然的关系。那么，为什么现在有了可能，成为现实了呢？我们认为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看结构因素的变化。
◆自治独立
在我们的概念里，农民自治和独立的政治含义有细微的区别。自治更多地是指国家如何处理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独立指的是农民对国家不具有依附关系。为方便起见，我们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来讨论。
西方学者视农民为民主政治的消极因素，这和欧洲历史上的农民缺乏自治独立有关。在欧洲漫长的封建制度下，农民并没有成为独立自治的个体。农民生活于城堡，仅仅是城堡的居民，而不是国家的居民。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以后，因为地主阶层的存在，农民依附于地主，与地主之间构成了人身依附关系。只有当工业革命摧毁了农村的阶级结构之后，欧洲国家的政治结构才发生了转型，民主政治逐渐产生。
中国农民的独立自治性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中国社会是不是一个封建体系，这是一直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但可以断定，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同于欧洲，如果把近代以前的欧洲定义为封建社会，那么近代以前的中国就不能称其为封建社会了，至少，封建的程度较之于欧洲要浅。欧洲社会的封建性程度高，社会的自治性也很高。每个国家都是由许许多多地方化了的政体（有很多就是城堡式的）所构成。但是，这并不是说，欧洲的农民具有自治性。我们前面已经指出，欧洲的农民是一个没有任何自治性的依附阶层。
中国从秦朝开始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在西方，中央集权往往和近代国家形式等同起来；但在中国，中央集权却与现代国家形式大相径庭。中国的政体无疑具有近代国家的一些因素，但国家缺乏像西方那样有效的制度机制。所以，尽管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很早，但如果说从秦以来中国的政体就高度集权，却并不那么符合事实。因为，中国的皇帝统而不治，地方实际上具有很大的自治性。很显然的一点就是，政权的统治到县一级就终止了。地方实际上是由绅士阶层和其他精英人物所统治的。但是，地方自治并不等同于农民自治，尽管中国与欧洲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别，但在家族、地主和绅士等制度因素下，农民同样也是一个依附性阶级。
但是，共产党革命彻底改变了这种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把农民从依附性阶级解放出来。这种彻底性是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所没有的。可以说，共产党政权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中央高度集权的政体。家族势力不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绅士阶层消失了，而地主阶层被消灭，甚至是人身上的消灭。中央权力第一次直接达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从理论上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农民才第一次具备了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的制度条件。
但这种制度条件并没有使得农民成为自治独立的自由人。在公有制经济环境下，经济生活由国家全面操控，因而中国没有土壤来产生像欧洲那种以经济地位为基础的“自然”意义上的阶级。中国阶级为政治阶级，即政治上规定的用来政治动员的“阶级”。没有阶级就不能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制衡。再者，在毛泽东发动的国家工业化运动中，为了能有效地从农村汲取资源，国家对农民采取了全方位的控制。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都是要牺牲农民利益的，这并不是中国领导人的首创。要牺牲农民利益就要控制农民，在中国，这种控制是通过政治、行政、经济等各个方面达成的。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式的政权也包含有一定的“民主”因素，至少在诸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等一定的阶段是这样。毛泽东不喜欢苏联东欧式的高度官僚化的政权，所以多次发动分权运动。如“大跃进”时期的经济分权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以“大民主”为中心的政治分权运动。在农村，毛泽东政权容许农民每隔三五年对农村干部进行一次“大民主”。这种“大民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和后来进行的农村选举有关联，不同之处在于民主的方式，即用选票替代了“斗争”。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及其随后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往日约束农民自治的制度因素不复存在。如果说共产党革命摧毁了农民的封建性人身依附关系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则可以说是摧毁了农民的行政性人身依附关系。这里也可以这样理解，在旧有的制度解体以后，国家没有建立其他正式的行政控制制度。自治制度的确立也可以看做是国家行政统治在农村的收缩。自治，至少在理论上意味着国家不再主导农民的生活，而容许农民进行自我治理。
从以上讨论中也可看出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独立关系。可以这样说，尽管国家处理与农民的关系的方式和国家实际管制农民的方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但中国的农民始终是一个独立于国家的阶层或者阶级。在毛泽东时代，农民没有独立的地位，但这不是因为农民对国家政权的高度依赖所造成的。事实恰恰相反，国家在农村建立一整套制度的主要目标在于控制，通过转移财富来达成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运动。可以说国家并没有向农民提供系统的公共服务，其间所确立的一些公共服务，如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其目的也大多是为了有效地进行控制。在改革开放后，国家政权后撤，原有的公共服务不复存在，国家对农民的行政控制也随之变得无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才成为真正的独立人。现在，很难说国家有很有效的制度从各方面控制农民，因为农民没有在任何方面依附于国家，或是依赖于国家提供的福利和服务而生存。

农民完全可以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投出“神圣的一票”。（图/许志刚）
◆个性化理性选择
自治独立为农民个性化的理性选择提供了一种机制和制度背景。我们上面提到，民主同民主化以及革命不同。民主化和革命是一种集体行为，而民主则是一种个性化行为。从历史上看，无论是革命还是民主化，其过程必然为一种政治动员的过程，一种把个人纳入集体的过程，一种从个体行为转型成为集体行为的过程。与此不同，民主作为一种确定的制度，表现为个体行为。尽管民主政治表现为多个方面，但衡量民主是否存在的制度标准，就是看是否存在一套确定的投票程序。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尽管个人的投票选择受农村党组织以及遗留下来或者重新复兴的家族势力等各种因素影响，但投票行为最终可以还原于个人选择。就是说，投票是农民根据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而进行的一种对特定领导人或者政策的选择。而民主制度下的投票程序的设计，特别是秘密投票，则为这种个性化的选择提供了保障。
这种个性化的投票也必然是理性的。理性可以指称很多事情，最主要的是农民对自我利益的了解和基于了解之上的政治行为。也可以指独立于国家和其他制度影响的选择行为。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在民主和革命或者其他带有革命暴力性的政治社会运动之间，农民更有可能选择民主。尽管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农民一直是起义或者革命的主力，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历次农民起义或革命中，农民都是被动员起来的参加者，是被动地进入革命的过程的。当然，农民被动员进入政治过程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等。但是现在中国农民的现状已经发生了制度性的变化。农民拥有一小块土地和少许生产资料，属于小生产者。正如马克思本人和随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经济关系决定了农民天性保守的政治倾向。但也正因为这样，使得农民民主成为可能。因为，对农民来说，通过革命的方式来争取自身利益会包含很大的不确定性，代价很大。所以，除非被动员，通常情况下，农民不大可能愿意通过革命方式来争取自身利益。或者说，革命并不适合农民的理性选择原则。而民主则不然，民主对农民来说是一种最安全、成本最低的表达利益的政治方式。


简单的结论
从以上简单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简单的结论：
第一，农民是可以民主的。这实际上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有趣的是，被很多人称为与民主无缘的农民，恰恰是中国第一个真正享有一些民主权的社会群体。民主的农民或者说农民的民主已经出现，但我们尚未有合适的理论来解释这种新现象。这为学者提供了一次理论创新的机会。
第二，农民的民主性并不是必然的，它是中国社会一系列结构性制度因素变革的产物。就是说，农民能够民主主要取决于农民所面临的结构性制度因素的变化，即独立自治条件的产生。
第三，农民可以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主要是因为农民较之其他社会群体具有对于国家政权的独立性。可以说，一个富裕但高度依赖于国家政权的中产阶级未必有利于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而一个独立的、在经济上并不小康的农民阶级并不见得不能推进民主。
第四，不过，也要看到，民主和民主化是有区别的。给农民一种民主的结构，农民会行使这种权利，中国的村民民主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再进一步，给农民以自由，或许农民会创造出一个类型的民主，这一点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确证。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农民是否可以争取到一种民主的结构，争取到许可他们创造民主的自由。这个问题涉及集体行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农民组织社会抗议运动的举动来说，也可以说农民是具有集体行为能力的。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最后，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要避免革命或者各种形式的社会抗议运动发生，方法之一是赋予农民民主的权利以及创造民主的自由。因为民主从本质上说是和平的。
（本文与杨丽君合著，发表在2003年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组织的一个研讨会上）



第十二讲　中国要从新加坡模式学习些什么
◆权力分散未必好，关键是怎么集中，集中后干什么。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中国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地使用权力？
◆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在很多时候，由于制度不完善，精英培养制度演化成实际上的精英淘汰制度，有思想才干的，反而可能会被淘汰掉。
◆人们一般把高薪和养廉联系在一起。不过，要指出的是，养廉只是其中一个目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考虑，是要通过高薪制度与社会竞争精英人才。
◆很多人以为民主就是多党竞争，这并不确切。民主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政党的数量。


新加坡能不能学？
中国能不能学新加坡？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事情并不总是很清楚的。一方面，中国领导层从邓小平开始一直对新加坡经验非常重视。邓小平本人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特意强调学习新加坡，学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此后，对学习新加坡经验，其他很多国家领导人，如江泽民、朱镕基、曾庆红和温家宝都在不同的场合有过不同的表达。总体来说，前期是学经济社会发展经验，而到现在，中国方面不仅继续对新加坡的经济社会感兴趣，而且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尤其是执政党的经验也深感兴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各国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对新加坡经验的重视不是其他国家的经验所能及的。
但中国领导层倡导学新加坡和地方官员学新加坡有很大的距离。领导人不仅希望学新加坡的具体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学新加坡的改革进取精神。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资源、建国不到半个世纪的小国，新加坡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大转型。这里的经验自然值得人们学习。实际上，不仅中国在学习新加坡，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对新加坡经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从前有亚洲“四小龙”的称谓，新加坡是其一员。现在新加坡模式似乎已经脱离了“四小龙”，成为人们的关注点。新加坡华人占了绝对多数，基本上是个华人国家。这一点似乎表明新加坡经验较之其他国家，对中国更具相关性。
自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派遣了无数代表团来新加坡学习和进修。但是，人们不时会听到有中国地方官员问新加坡能不能学的问题。有的官员说新加坡好是好，但太小，不能学。如果学，最多是在市政管理方面。很多地方官员不知道如何学新加坡，对他们来说，学就是“复制”，就是“描红”。说新加坡很小，不能学，这里他们的理解是不能“复制”和“描红”。但实际上这并不确切。世界上，很多管治不好的国家都是小国家，很多失败国家也都是小国家，小国家不一定就好治理。同样，大国家不一定难治理。美国这样大，不是治理得很好？大国家对错误的消化能力强，犯一个两个错误不要紧；但小国家，如果有一个重大的政策失误，也许整个国家就完蛋了。用国家的大小来判断是不是能学，毫无道理。
我不是研究新加坡的专家，但在新加坡学习和工作多年，经过这些年的观察，对新加坡有了一些自己的分析。最近几年来，中国大陆有多家媒体采访我，要我谈谈中国学新加坡的问题。我总觉得很多人对新加坡的理解还是局限于一些具体的经验方面，例如“公积金制度”、“住房制度”、“工业园区”、“淡马锡”、“金融监控制度”，等等。很少有人谈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但中国高层一些领导对新加坡感兴趣的实际上是政治方面的经验。这可能是谈论政治问题比较敏感的缘故吧。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所涉及的很多方面的新加坡经验是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不理解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就很难理解这些具体的制度是如何而来的。今天借这个机会，谈一谈我对中国如何学新加坡政治经验这个问题的看法。
政治的首要问题是政治权力。这里我从权力入手，先谈新加坡的集权制度，再谈谈新加坡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民主政治、领袖作用等。最后，我讨论一下新加坡经验和中国的政治发展，尤其是民主化的问题。


权力的有效集中
人们一般把新加坡称之为权威主义体系，权力很集中。任何现代国家的权力都是集中的。权力集中本身是中性的，就是说权力集中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并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民主国家的权力也是集中的。比如美国，它是典型的民主国家，但其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很多学者称之为帝王般的权力。依我看，美国总统的权力实在要比中国传统的帝王大得多，更具实质性。中国传统皇权往往是象征性的，统而不治，就是说，皇权的执行力很差。但美国总统的权力具有极其强大的执行力。
就权力集中来说，有三个问题可以提出来：一是权力是如何集中的，就是说是以什么方式集中的；二是权力集中如何维持；三是权力集中的目标问题，就是说，集中权力是为了什么。和其他很多国家比较，在新加坡，权力是相当集中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AP）拥有一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构架，就是人们一般所指的“一党独大”体制。新加坡尽管有很多反对党，起着一些政治作用，但不能和其他国家的反对党同日而语。
人们一般说，权力集中就要腐败，但这并没有发生在新加坡。很少有现存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新加坡现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再者，在新加坡，权力集中也意味着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就是说，在新加坡，权力是集中的，但掌权者并没有浪费任何权力，权力是用来做事情的。
在中国，情况就很不一样了。集权与分权交织，但权力无形之中流走了。尽管从总体上说，整体政治制度还是很集中，但没有一方感觉到有权力。老百姓觉得没权力，领导人感觉没权力；社会感觉没权力，政府也感觉没权力。部门的权力很大很大，但他们总感觉到权力不够用。这是个体制的问题。存在着党政之间的矛盾、部门之间的矛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权力就在这些矛盾之间相互消耗掉了。
美国是民主国家，产生领导人的权力是相当分散的；但一旦选举产生，就是帝王般的总统，权力非常大。中国看起来非常集权，但领导人现在要做一件事，到处都是阻力。中央、省、市都想集中权力，形式上和理论上也很集中，但实质上并非如此。从前人们说，政令不出京城；现在又有了新的说法，说政令不出中南海。如果照现在的情形发展下去，可能要达到没有政令的地步了。传统中国在很多时候，就是没有政令的，统而不治就是这样的情形。但这样的话，中国就会出现一个软弱不堪的政府，甚至是无政府。实际上，中国基层已经出现较大面积的无政府状态。
权力能做很多好事情。权力分散未必好，关键是怎么集中，集中后干什么。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中国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地使用权力？


融政党于社会
要有效集中权力、维持权力和使用权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权力要有载体，需要有组织结构。中共有将近8000万党员，要比很多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比法国、英国的人口多，也比中东的伊朗多。从中央到地方有非常多的党组织。中共在革命的时候，需要很多党员，因为党在那个时候扮演动员角色，动员群众和其他支持力量。到了今天，中共基本上还是一个群众动员性的政党。这些年中共一直在努力从革命党转型到执政党，但从党员的数量及其运作来说，这个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这种情况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非常不同。人民行动党是个精英党。党员分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两部分，普通党员不多，干部党员更少，社会上大家感觉不到党的存在。党是隐性的，是政治领域的“看不见的手”。就是说，政党是融于社会的。实际上，政党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精英部分，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要点。政治人物来自民间。如果政党变成了脱离社会的自成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这个政党就会处于危机之中。
培养党的干部的方式也不一样。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在很多时候，由于制度不完善，精英培养制度演化成实际上的精英淘汰制度，有思想才干的，反而可能会被淘汰掉。因为主要从内部培养党的人才，因此基本上培养的是些官僚型官员。官僚化严重也使得其培养的官员变成官僚，而非政治人物。同时，也是因为官僚化，政党对社会的开放性就不足。
新加坡就不是这样。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从建国开始，新加坡的领导人就意识到，在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政治人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相马”中的“伯乐”，在全社会、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不是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在20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现在的总理李显龙和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们在哪个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党龄”一说。今天不是党员，明天党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为党员。这就解决了很多列宁主义政党党内论资排辈的问题。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的精英，但它在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
执政党吸收社会培养的人才，意义非常深远。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执政党的干部来自社会使得执政党能够和社会维持有机联系。这样的人才，因为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的需要，更好地表达和代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来自社会，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度高，他们进入党之后，就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这是执政党保存权力不变质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说，执政党必须保持政权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其次，减少腐败。这些人本来就有了很好的经济基础，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减低。就是说，他们进入执政党，担任公职，并非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服务社会。在很多国家，包括民主国家，担任公职的人经常出现“寻租”现象，就是说以权谋私。但在新加坡，这种情况很少见。再次，培养的成本很低。要培养一个干部并不容易，社会培养干部无疑大大减少了培养成本。
在西方多党制政府，政府的政策很容易转型。政党轮换，使得执政党不用背其他执政党的包袱。但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政策转型很慢，如何随时更新自己的人才和政策，这是一党长期执政面临的挑战。这就需要依靠党跟社会结合，体察社会，吸收社会精英。
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在新加坡看到中国传统的因素。中国近代之前没有政党，但国家的管理权基本上是开放的，向社会开放，开科取士。现在的执政体制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比以前封闭，政治精英必须从基层一步步向上爬。像美国，满足宪法规定条件的公民就可以竞选总统。中国则必须逐级晋升，党的干部从科员、处长、局长一步步往上爬，不可能30多岁就上到很高的职位。年轻人能到部级，必须运气非常好，每一步都赶上车。实际上，只有到了五六十岁，才有可能进入高层领导岗位。体制缺乏生气。这是体制本身的不开放与局限性所致。从新加坡的经验看，这个体制的局限性并不是不能克服的。现在共产党也开始起用社会精英（如民主党派人士），这是个好的起点。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从体制上变革，建立执政党和社会优秀人才的直通道。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强调一下，那就是新加坡的高薪制度。新加坡的部长们高薪水是尽人皆知的。从当今世界上政府官员腐败的趋势来看，新加坡政府的高薪养廉被证明非常具有远见性。在亚洲国家，政府官员的低工资是腐败的一个主要根源，无论在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是一样的。菲律宾、泰国等国家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都发生过大规模的腐败。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自杀也表明依靠政治人物的道德来维持清廉很不可靠，反而会带来巨大的政治问题。即使在运作良好的民主政治中也是这样，最近在英国政坛爆发的滥用政府补贴的事情就说明了这一点。从前，从政的大多是贵族或者有名望的人物，他们往往有很好的经济背景，从政不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但是在现代大众民主时代，任何人只要获得足够多的选票或者得到任命，就可以从政。很多人原来的经济条件并不好，政府薪水不足以维持他们的体面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发生寻租行为，腐败也变得不可避免了。
人们一般把高薪和养廉联系在一起。不过，要指出的是，养廉只是其中一个目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考虑，是要通过高薪制度与社会竞争精英人才。上面说过，新加坡很多政治人才来自社会，那些人才，在企业做都可以拿到数百万了，为什么要到政府来拿少得多的薪水？所以，要吸引这些人才就必须给他们一个基本的报酬。当然，高薪能够推行是因为新加坡的精英制度。如果干部队伍过大，高薪就很难实现。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新加坡本身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人民行动党议员都要定期和选民直接见面，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这就把执政党和社会结合起来。但在中国，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没有和社会连接的有机机制，不跟老百姓发生直接的关系。如果这些代表与社会及人民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那么他们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
新加坡把民主和一党独大政治制度很好地结合了起来。西方人说新加坡是非自由的民主，但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民主要能够产生一个好的和有效的政府。自由民主不见得能够产生好的政府和有效的政府，近来亚洲各地的民主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亚洲很多国家和社会的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要不受殖民地制度影响太大，要不受美国影响太大。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能够有效运作获益于民主化之前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也获益于比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能够确立基本国家制度和取得社会经济发展之前，受各种因素影响而民主化，民主政治因此经常出现问题。尤其是，民主政治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一旦民主化，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就很难建立起来。这就有可能使得这些国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应当强调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现一个好政府。中国也出过好皇帝和好政府，但那是靠一个领导人的个人素质。领导人好，政府就好，个人的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正因如此，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还是希望能够出现一个明君和好领导。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也有。但是中国缺乏一种有效的制度来防范不好的政治人物。
新加坡是用民主制度来保证这个好政府的。执政党必须通过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选，因为有很多反对党存在，尽管它们很小，但也构成良好的竞争压力。反对党本身对执政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制约，在国会里只有少数几个名额，但如果人民不满意于执政党，原则上在大选时是可以支持反对党的。因此，执政党始终有压力，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必须让多数民众满意。
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录用。中国事实上的精英淘汰制使得那些对政府或者其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不被录用，或者不被重用。实际上，看看中国的官场，不少是欺上瞒下的趋利之徒，光说好话，光拍马屁。新加坡就不一样。新加坡的一些官员，他们在进入政治之前，都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执政党很开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设性批评的人，只要批评得有理，执政党就会使用他们。执政党最不喜欢光会讲好话的庸人。你有能力，有业绩，有建设性意见，党就可以把你吸纳进来。执政党也不喜欢光会骂而没有建设性意见的人。
前面说过，中国传统皇权体制通过科举制来开放统治权。现在国务院任命两个民主党派的人才做部长（卫生部长和科技部长），但这还远远不够。毛泽东在建国初期选用了大量的民主党派人士当部长，有些联合政府的味道。现在和那个时候比较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现在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联合政府的概念已经过时。但是怎么保持政权的开放性，代表社会利益？这是执政党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执政党本身就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
执政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很重要。在这一点上，新加坡政府做到了很多发达的民主国家做不到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立国精神是民本主义——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精神。在很多地方，人们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对资本和人民的作用争论不休，但新加坡很好地处理了这些方面的平衡。新加坡政府在“亲商”和“亲民”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亲商”也就是亲商人，重视资本的作用。要发展就要重视资本，重视商人和企业家的作用，没有企业家、没有资本，发展就无从谈起。就我所知，新加坡发明了“亲商”的概念。中国的“亲商”概念就是从新加坡借用过来的，首先出现在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然后扩展到全国各地。在西方没有“亲商”这个概念，因为不需要，西方的发展本来就是商人主导的。前面说过，新加坡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人才主导的，这就提出了政府要“亲商”的问题。就是说，政府要为商人和资本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让他们发挥很大的作用，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加坡的工业园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多年来，新加坡政府在吸收外资方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如果没有新加坡政府的“亲商”政策导向，新加坡不会有今天的建设成就。
但是，“亲商”和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它们的目的是“亲民”。就是说，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新加坡政府在提供基本政府服务方面是很多民主国家不能相比的。要长期执政就必须为社会提供服务。“亲商”为服务型政府提供了经济基础。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例如“居者有其屋”，但在新加坡实现了。很多国家，包括民主国家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从中国来新加坡考察的很多人总把新加坡的住房政策看成是救济穷人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新加坡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政府住房，中产阶级也是。住房政策是新加坡非常重要的立国政策。建国以来，政府围绕着住房这个平台出台了一系列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包括社区、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环保和教育等。这里尤其要提一下新加坡政府处理经济危机的方式。每次经济危机到来时，政府总要考虑到资方和工人的利益，在两者之间作一个平衡。一方面要帮助资方渡过危机，因为一旦资方发生危机，工人的就业就会发生问题。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政府补贴资方，目的是为了让资方不任意解雇工人。另一方面，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帮助工人。政府不会毫无目标地给穷人发钱，而是给他们提供各种再就业培训和就业机会。
在中国，“亲商”和“亲民”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从新加坡的经验看，这不是矛盾的。要发展就要“亲商”；但要可持续地发展，要建设和谐社会，要长期执政，也同时必须“亲民”。


反对党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志
政治可以集中，权力可以集中，但必须保证这些掌握权力的人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这是新加坡领袖的重要考量。很多历史事件表明，在很多情况下，自由民主政治既不能防止不好的人当选，也不见得能够选出最好的人。很多人一般把民主和多党政治联系在一起，甚至把反对党等同于民主政治，这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反对党的作用是能够制约执政党，但也存在着其他更加有效的制约措施。上面说过，对新加坡执政党最有效的制约并不是反对党，而是社会，也就是人民。
也有人说，只有多党竞争，选民才会有理性的选择，因为不同政党提出不同的政策，选民可以在不同政策之间作一理性选择。但这个假定可能并不符合事实。一个候选人，能否被选上，既要看其政策好不好，也要看其他很多因素。假设选民都是理性的，这并不确切。你长得漂亮不漂亮、有钱没钱、演讲能力如何，等等，这些都会影响你能否当选。如果去演讲，邓小平可能说不了多少话，但像陈水扁这样的律师则可以滔滔不绝。别忘记了，希特勒当时是选举出来的，很多腐败的总统也是选举出来的。
假如两个候选人都是“烂苹果”，那么选哪个都无所谓。在很多年里，西方就有这种倾向。几个候选人都差不多，或者大家都认为这些都是“烂苹果”，所以投票率就会比较低。根据我的观察，新加坡的体制有一个好处，就是将“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人民行动党要保证，先要选拔出几个“好苹果”，再让老百姓投票来选举。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应当指出的是，选拔不是指定，尤其要避免现任领导人指定其接班人。如果是指定，那么就不是民主，而是王朝政治。选拔就是党内民主、党内竞争。对新加坡的领袖人物，人民行动党的党内认同很重要。李光耀曾讲过，在吴作栋和陈庆炎之间，前者并不是他的首选。但党内支持吴作栋，最后是党内精英认同而不是个人认同起了作用。不是李光耀喜欢谁就是谁。
很多人以为民主就是多党竞争，这并不确切。民主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政党的数量。在日本，在很长时间里，自民党内派系竞争（这是自民党的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党与党之间的竞争。这种党内竞争就是选拔，非常重要。欧洲有些国家，有很多个政党，他们就会觉得美国不够民主。美国只有两个政党轮流执政，不仅没有很多的区分，而且代表性也不够。也有美国人尝试过第三党，结果发现第三政党势力不可能。其实，党的数目不是民主的本质。如果了解博弈论，就不难理解两党之间的竞争和三党、四党、五党之间的竞争，它们之间的游戏规则和结果都有本质性的区别。民主的本质是竞争，多党之间可以有竞争，一党之内的不同领导人之间也可以竞争，政党只不过是组织竞争的平台罢了。在以往，政党是主要的组织政治竞争的平台，但人们也不能否认可以有其他的平台出现，甚至比政党这个平台更加有效、更加公平。在西方，越来越多的候选人开始关注互联网这个平台。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充分利用了互联网这个平台。
如果实行的是一党制或者一党独大的制度，党内的竞争就变得非常重要。像日本的自民党，党内的精英妥协就是精英的制度性竞争。当然，最理想的是党内投票。这种投票，可以是全体党员投票，也可以是间接投票。在党内民主方面，中国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共十七大开始就慢慢地在尝试这种方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也是党内各种势力竞争的结果，最后让老百姓去投票选择。英国的政党候选人的提名更是通过了变相的“选拔”制度。
保证候选人的品质、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义。这点新加坡做得很好。议员要选举产生。比如，把一个在某个领域做得很好的人注册到一个特定的选区，让老百姓选举你。他是先有社会认同，再有政党认同。党外做得好的，会被党直接吸收进来，所以他很容易当选。中国是反过来的，先有党的认同，再有社会认同。在新加坡，社会不认同你，执政党不会吸收你。
民主不一定就是反对声音越大越好，关键是竞争。反对不一定要在外部，在内部也可以。无论哪个政党，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不是为了夺权而夺权，如英国叫“忠诚的反对党”。在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反对党已经演变成了为反对而反对。这并不符合民主的本意。新加坡现在也在作政治改革，主要是为了更多的民主，增加反对党在国会内的比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这个改革是为了维护政治稳定以及保持民众对政府强而有力的授权。新加坡决定修改选举条例，将反对党在国会的保障席位，即非选区议员的席位，由最少3个增至9个。不论反对党候选人的得票多少，在国会都有最少9个席位，令反对党在国会的比例增至两成。新加坡政府强调指出，比例代表制不会是政治改革的选项，否则会出现弱势政府。就是说，发展更多的民主并不一定要学习西方。西方的很多做法在理论上比较公正，但在实际上并非如此，而且很多做法并不符合亚洲国家。新加坡做法的精神就是在体制内提供给不同的利益和声音以更大的空间，在体制内消化和协调不同利益。


领袖的作用
如果美国没有华盛顿，会不会尝试君主制？这是人们经常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国父非常重要，李光耀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总体上，新加坡是把西方的民主宪政跟华人文化传统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
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在强人政治下，就往往没有政治竞争，接班人指定就可以了。李光耀也是政治强人，不一样的是，他能把自己的世界观、政策，转换成一套制度，将执政党的建设、反腐败制度都建立起来了。李光耀学法律，他知道要长治久安，一定要把理念转化成为制度。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强人。毛泽东的时候，中国的制度建设不多。邓小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化成制度了，比如退休制度，对今天的中国政治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她把自己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相结合，是亚洲第二个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我认为，日本是第一个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日本并非是完全的西式民主。日本结合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和西方的民主宪政。自民党内部的派系能够达成共识，和传统文化分不开。日本政治人物也勇于承担责任，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新加坡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没有发生，所发生的是制度创新。
美国的制度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了，已经生根了，谁也毁灭不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体的运作很有问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本来民主的精神是相互妥协，但这些国家往往相互攻击。在亚洲，很多国家实行民主已经有很多年，但政局还是很乱，社会经济也不发达。新加坡避免了很多发展中民主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制度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现在新加坡也提出了“后李光耀时代”的问题。我自己的判断是，在“后李光耀时代”，李光耀时代所确立的制度已为这个制度的延续性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这个制度里也包含着巨大的制度创新精神。


新加坡模式与中国政改前景
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所有改革的关键就是确立改革的主体，就是谁来改革。谁也不会否认改革的重要性，各种改革设想也是存在着的，关键在于谁来改革。新加坡为什么能成功？最主要的就是思想和权威。李光耀能把他的想法变成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时期，当改革出现问题或者新政策不能实施下去的时候，领导层的权威问题就提了出来，就是当时所谓的“新权威主义运动”。今天，尽管没有人再提新权威主义，但中央政府缺乏权威的现象仍然存在；并且因为强人政治的过去，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从前人们说政令不出京城，但现在人们说政令不出中南海了。
如前面所说的，在确立权威方面，中国可以从新加坡学到很多。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正能把党内精英和社会精英聚合在一起，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传统是最强调选拔的，但现在往往逆向淘汰。产生逆向淘汰机制，主要是因为没有正式的竞争机制。中国人竞争，三分靠才能，七分靠关系。能够参与竞争的就已经不一定是精英。干得最好的人，不一定能上去。
在新加坡，出来竞争的都是社会认同度比较高的人。要吸引真正的人才，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开放。较之人民行动党，中国的开放程度还比较低。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可以进行分领域的开放。在一些敏感的领域，例如与政治和安全相关的领域，很难开放，开放了以后也会出现问题；但另外一些领域，如教育、科研、社会和经济领域，应当大力开放给社会优秀人才，真正的社会精英。这里要强调的是，如果要吸引真正的人才，中国必须改变整个社会泛行政化的做法。在新加坡，行政级别仅仅限于政府领域，很多领域是没有行政级别的。银行、政府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等这些在中国具备行政级别的机构，在新加坡都没有行政级别。没有行政级别有利于人才的使用。有了行政级别，这些职位就有了政治性，而政治性往往会阻碍人才的使用。同时，把人才和行政级别联系起来，不是使用人才，而是浪费人才。被使用的人往往被赋予很多行政事务，没有时间从事专业。更为重要的是，泛行政化和专业主义相对立。从人才方面来说，新加坡两个领域的人才培养得最成功，一是政治人才，二是专业人才。新加坡各方面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文明的水平都是因为专业人才而得到提升，而政治人物则为专业人才提供一个理想的发展环境。
要确立执政党的改革主体地位，除了使用人才，中国还必须在民主方面做文章。如果没有了强人，要确立权威，除了向社会开放，党内民主也变得非常重要。共产党是中国改革的主体。如果党的领导人是由党内选举产生的，那么就可以确立真正的民主的权威。中国势必往这个方向走。几年前党的十七大已经朝这个方向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一旦党的领导人不能内部指定，就只能通过党内民主和选举来产生。
中共党内民主的节奏会越来越快，这是不可避免的。精英民主、党内民主会远远快于社会民主或者人民民主。十七大提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这个提法很确切。没有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很难自下而上进行下去。党内民主一定要和社会民主协调，否则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你不是选出来的，我是选出来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现在同一级的村委会跟村党支部都有些矛盾。所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民主一定要结合起来。党内民主的动力，大于人民民主。党内是精英之间的竞争，职位有限，大家要竞争。在和平时代，大家都做得很好，为什么是你当而不是我当这个职务？靠什么决定？大家投票。
西方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各党派在内部弄好了，让老百姓投一票，认可一下。西方民主的真正本质是精英竞争。几年前，应中国一份杂志（《南风窗》）邀约，我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民主必须是党内民主加社会民主加宪政民主。这里，宪政民主是一个框架。无论是精英民主还是社会民主，都要以宪政、法治为基础，没有这个，民主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精英之间竞争多了，就会发育出一些基本规则。规则可以成文，也可以不成文。比如，党内民主选举，需要年龄、教育程度、地方和中央工作经验这些技术性的条件。更进一步，什么可以争论，什么不可以争论，什么可以修改，什么不可以修改，这些前提就成为民主的边界与约束条件。宪政就是进入政治竞争的各种政治力量，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都必须服从法律，在宪政的构架内活动。没有宪政，就没有政治稳定。政治力量如果不认同宪政，每一种政治力量只认同自己所界定的国家，那么一个国家和社会就会永无宁日。

竞争是一种约束官员滥权、卸责的有效制度。
中国的宪政应该领先，然后推动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也不是说中国没有法治，执政党在推动法律制度的进步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党也通过法律治理社会。但党如何通过法律治理自身，这是宪政问题，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里就涉及执政党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了。要考虑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司法改革怎么进行的问题。很难把中共看成一个西方式的政党，党就是国家的缔造者，是所有者，政府是管理者。但正如在经济领域，管理者和所有者既可以合一，也可以分开，就像所有权与经营权一样。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看中国、理解中国，往往会产生错觉。很多人喜欢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看中国，这就好比用苹果的理论看待橘子一样。用苹果的方法来改革橘子，一定行不通。
在中国的语境里，司法的完全独立可能一时三刻很难做到，但司法要有自治性。所有国家，甚至连美国，总统通过对法官的任命，也可以对司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不要去干预司法的自治性，法官、律师的独立、专业精神应该得到保证，这非常重要。如果法官律师与政治扯不清，就得不到社会的信任，因为社会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执政党可以通过人大系统来参政执政，像新加坡这样。党在人大里面占绝大多数，但不要直接行政，不要直接干预司法。通过人大，跟政府、司法系统发生关系。在地方，很多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执政党必须有合理的执政和参政机制。
中国要推动制度的合理化。这方面，有很多力量，但党自身很重要。党要根据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采用合理的方式管理社会。
中国的政治发展，不光要纵向比较，还要横向比较。和改革开放之前比较，中国政治进步了很多；横向比较也一样。如果党弱化了，中国就会没有将整个国家整合起来的力量。在西方人眼里，菲律宾是自由民主国家，而新加坡是非自由民主国家，但民众会选哪一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的民主运转不灵，很差劲。人民都会考虑，民主会给我带来什么？
改革是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党不能和其他力量隔离开。现在的党跟毛泽东时代的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尽管还是列宁主义式政党，但很多内容发生了变化。中国只能在这个结构之下寻求民主化的途径。党的优先考虑是长期执政，在这一点上，任何政党都是一样的。民主有助于执政党的长期执政，没有理由拒绝它。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呈现出开放性。只要这种开放性是持续的，最终必然走向民主。
（本文原为2009年新加坡中国商会和东亚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纪念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三十周年纪念会上的一个讲话。原题为“中国向新加坡学习些什么？”）



结语：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
一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从这次运动发生的那个时代起，“五四运动”注定要成为中国现代史的主题。在此之后，中国历史的所有发展似乎都可以以不同形式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人们都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中国。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对“五四运动”的解读和评价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意识形态的解读，有政治的解读，有党派的解读，也有各种各样带着时代气息的文化解读。但无论是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各种解读都和现实中所发生的现象和所存在的问题分不开。持肯定态度的人可以从“五四运动”中找到正面的因素，而持否定态度的人也同样可以从“五四运动”中找到负面的因素。
举一个例子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进入了一个倡导政治改革的时代，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知识领域，人们都大力推崇“五四运动”的进取、改革甚至革命精神。但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人们对“五四运动”就有了很不相同的看法，一些人往往简单地把这场运动和激进主义联系起来。“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的知识界想“告别革命”，开始对革命和激进社会运动作知识反思。不久，中国领导层也正式提出共产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在革命的时代，人们需要“五四运动”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但在和平执政年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既然“五四运动”是激进主义的产物，也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今天再提倡“五四”精神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或许是中国大陆有关部门这些年来低调处理“五四运动”纪念日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五四运动”这样一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运动，任何轻易的结论都为时过早，政治性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不过，各种评价中所体现出来的态度倒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五四运动”尽管已经成为历史，但仍然具有深刻的现代性。无论从“五四运动”来反思现代还是从现代来反思“五四运动”，人们都可以看到这场运动的伟大性和其深刻的历史性。
应当指出的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影响所及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华人社会。这些华人社会，尽管同属华人传统，但从近代以来，因为历史的分叉式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所以“五四运动”对各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不同，不同社会的华人社会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及其评价的参照价值也不同。这里没有可能涵盖“五四运动”对所有这些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聚焦于“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即中国大陆。但即使聚焦于中国大陆，要对“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思想领域的发展说个清楚也并不容易，这是一项庞大而严肃的任务。同样，要对“五四运动”作任何具有结论性的评价也不可能，因为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应当具有开放性。历史是开放的，对历史的评价也应当如此。因此本文旨在讨论“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的深刻影响及其这一运动对未来的发展意义。是为纪念。
二
“五四”时期可以说是一个思想“百花齐放”的历史时期。从很多方面来看，今天的中国也呈现出这样一个局面。尽管中国有关当局还实行学术和言论管制制度，但因为客观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存在，各种“主义”之间的争论不时地以各种方式爆发出来。所谓的“主义”之争，就是人们都想从各种“主义”来寻找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民间的各种争论方兴未艾，但官方方面还是秉持着邓小平以来的“不争论”政策。尽管在实践层面，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但对其背后所隐含着的意识形态或者思想背景，官方往往是作而不述。这样就导致了目前官方“意识形态衰落”的局面。
也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局面，“五四运动”对当代的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性。从“主义”之争的视角来看，“五四运动”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了思想和观念的争论，也没有人害怕争论。“五四”时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主义”，但大多数“主义”很快就消失了。这些“主义”的消失并不是因为外在的压力，例如政治和行政权力，而是因为很多思想在中国找不到合适的土壤。同样，一些“主义”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得到了发展，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们在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土壤。
今天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社会主义就是在“五四”时期和之后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占领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和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的竞争力分不开。当时，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任何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支持，并且经常被视为异端。但社会主义思想显然并不怕竞争，这种思想很快取得了领导权。这里有诸多因素。社会主义思想首先赢得了很多知识分子的认同，这个知识群体在传播和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概念来说，这些人就是社会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思想赢得领导权，也是因为较之其他思想，它更符合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一方面能够解释中国的现实，另一方面也能解决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哲学，而且也是一种实践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大学和学校具有思想自由竞争精神。任何思想都必须有载体，而大学和学校是最主要的思想载体。如果当时所有的大学都不能容忍相信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那么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领导权要困难得多。当时的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学校领导本身并不见得认同社会主义，但他们勇于面对、也有能力面对各种思想的竞争。
社会主义成为主流思潮是竞争的结果。从“五四”到当代，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实践本身已经经历了几个具有本身特色的历史阶段，总体来说是经过了从开放到封闭再到开放的过程。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是思想开放的产物，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确立为主流，变成封闭僵硬的教条。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再次表现为开放状态，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社会主义在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和当时流行的各种主义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并驾齐驱。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包括李大钊和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层选择了社会主义，是因为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起源于欧洲，是对原始资本主义非人道的修正，因此欧洲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社会正义和社会福利。但是到了中国之后，社会主义发生了很大的转型，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社会主义的内容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不管人们对它的评价如何，计划经济在当时是被作为一种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手段来实施的。它的重点并非个人和个人权利，而是国家力量。加上冷战等因素，领导层过分强调公有制，人为地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区分开来。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毛泽东时代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产生了一个强主权、穷人民的国家。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并实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以后，更是全方位地引入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搞经济建设，脱离贫穷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是想用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来冲击僵硬的政治体制对经济改革的束缚。这个时期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非常成功，也促使中国社会开始作全方位的转型。旧的体制被冲垮，但新体制的确立相当缓慢。尽管中国领导人从来就没有宣布放弃社会主义，但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的全方位引入表明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衰落。中国各界除了拼命追求经济利益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乱象，因为人们不知道社会在往什么方向发展。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正在促成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转型，中国官方正式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可以说，正在出现和形成的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新潮。这种新潮已经反映在很多方面。首先，在发展方向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基调思想。“以人为本”本来就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内核，意在修正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但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表现为和“以人为本”思想的对立。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人为本”还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内容而遭到批判。现在它成了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基调思想，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进步。其次，在政策层面，“以人为本”把政策的重心放在社会的大多数上。在用法律手段保护新兴社会阶层的同时，重新认定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领导层提出的诸多新概念如“新三民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等，是“以人为本”理念的表现。在政策层面，领导层也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追求社会公平方面。近年来，通过社会改革来确立社会制度从而达到社会公平，已经成为中国的改革大趋势。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环保等是政府主要努力的领域。
所以，说它是社会主义新潮是因为它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回归，而是一种新的综合创造。它继承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很多合理理念，如社会公正、以人为本和协调发展等，但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理念。从很多方面来看，社会主义的新潮完全放弃了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版本的社会主义，而类似于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当然，社会主义新潮的根据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欧洲意义上的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工业化在中国刚刚开始不久，加上全球化、社会流动、农民问题和阶级分化等因素，中国似乎显得更具社会主义的基础。或者说，如果不能解决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农民工问题，任何主义在中国都会难以生存。社会公正、“以人为本”等社会主义概念使得社会主义再次在中国焕发出活力。实际上，现在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各派思潮如“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尽管有不同的理念，但没有一个否认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除了少数的基本教义派，各派分歧的并不是这些社会理念本身，而是实现这些社会理念的手段。
“以人为本”等新概念的提出及其新的发展手段的引入，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再次具有了新的生命力。但是如何在政治层面来体现和确立人本主义制度呢？就是说，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呢？和经济领域一样，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是一种通过人民参与政治过程来达到社会公正，实现“以人为本”价值的制度。当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建立和巩固之后，人们更为关注的就是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正是在民主化问题上，政府和民间的争论和分歧显现出来。
三
应当指出的是，官方努力促成的社会主义新潮并没有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的意识形态。相反，在很多年里，中国表现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和社会层面各种意识形态的崛起。也就是说，官方意识形态受到很多其他的“主义”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挑战，形成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导致多元社会利益。因为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多元利益很快演变成为分化社会。任何经济体在发展早期都会经历一个收入分配差异拉大的阶段。收入分配差异对一个社会的政治影响取决于该社会的接受程度。在中国，收入差异不仅从客观上说（即从基尼系数来衡量）已经超过了一般国际水平，更超过了中国社会的接受程度。很多社会阶层对收入分配不公已经从不满转向愤恨。实际上，收入分配差异及其造成的政治社会影响也是中国官员多年来关注的焦点。尽管中国政府重塑社会主义并在缩小分配差异、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努力已经遏制了收入差异的扩大。反之，因为政府还没有发展出足够有效的能力来管治资本，收入分配差异还在继续扩大。利益的分化很自然导致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分化。
这里指的是中国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某一种主义或者意识表示认同，而另一部分人则对另一种主义和意识表示认同。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中国的舆论界，但这并不妨碍各种主义的流行。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在很多方面有如晚清和民国初年，各种主义一一涌现，例如所谓的“左派”、“右派”、“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各种本土培育的或者从西方进口的主义和宗教意识。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各种主义在中国崛起是个常态，它们也都在以各种方式和社会支持力量相结合，寻求政策层面甚至政治层面的效应和结果。
多年来，主导中国经济改革的是新自由主义话语。新自由主义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处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新自由主义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分化，但没有有效的政策来改变这种局面。相反，在很多人看来，新自由主义已经沦落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在另一端，一些社会阶层成为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改革的受害者或者牺牲品。他们看不到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改革路线的前途。近年来，一些人开始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开始抱怀疑态度，要求反思和纠正改革路线，因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出现了问题，而他们往往向后看。中国社会存在着的新老“左派”和被国外称为“毛泽东派”的社会团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倾向性。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从理想出发来审视和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
各种主要的主义都呈现出激进化的趋向。在一些情况下，各种主义都可以表现出“民粹”的特点。“民粹”往往是指社会基层被动员起来的一种状况。在今天的中国，既存在着“左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也存在着“右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既得利益者和特权阶层。双方似乎很难找到妥协的基础，从而表现为对立。一方面，既得利益者的心态是“穷人该死”，他们动员一切尽可能的力量，在千方百计地保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再扩大利益。另一方面，底层社会层面越来越难以忍受一个越来越不公正的社会，视既得利益为“不义之财”。他们和他们的代言人当然也要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
在这两者之间，中国的中间力量非常小而弱。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不大，现在这个还是弱小的中产阶级处于一个困局之中：因为财富加速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中产阶级中的少数一部分人已经通过积累财富和扩张，进入既得利益阶层，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城市居民重新贫穷化，成为新穷人阶层。尽管经济的发展在继续制造中产阶级，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会很快成长。
执政党当然不想看到社会的激进化。官方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也是有相当认识的。官方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还在继续。但因为利益的多元化，这种控制的有效性是相当有问题的。即使在执政党内部，也已经出现思想多元化的局面。这使得建立一种各方都认可的意识形态变得重要起来。很容易理解，官方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妥协。尽管各社会阶层都能看到社会利益妥协的好处，但对底层社会阶层来说，在没有看到建立能够造就社会利益妥协的具体制度和政策之前，还是难以忍受现在的社会不公状态。
社会意识形态激进化已经开始表现在社会行动的一些方面。最显著的是表现在近年来的社会群体事件上。早期的群体事件由具体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引发，参与者也更多地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的争取。但是这些年来，社会群体事件开始超越经济和社会范围，具有政治性。也不可否认，一些群体事件开始由理想的概念所引导，就是说社会意识形态开始在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高度分化的利益不能达成妥协，那么最终可能会演变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想看到的动乱局面。
四
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表明执政党要重拾“五四”精神，通过各种“主义”的竞争来确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官方控制人们重回“五四”精神相反，执政党现在需要的正是“五四”那种开放竞争的精神。官方担忧思想运动的激进化可以理解，因为任何执政党都不想看到任何一种思想的激进化。但是也必须理性地来看待“五四”思想的激进化。和其他所有的思想运动一样，“五四”运动的确有其激进的一面，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批评。但是激进运动并不缺失其理性的一面。对执政党来说，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思想的竞争来确立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而非使用政治的或者行政的强制方式来遏制思想。这方面20世纪是有深刻教训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国民党确立其统治权之后，就对“五四运动”进行批判和攻击。国民党的发展和“五四运动”分不开，但成为执政党之后，就失去了“五四”精神，在思想领域呈现出保守主义趋势。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中国的知识界秉持“五四”精神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批判。执政党显然不想看到这个局面，因此动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和压制知识分子。执政当局对“五四运动”的攻击因此变得不可避免。但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官方的控制反而导致了学生和知识界的更为激进化的思想和行为，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通过激进化，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毫无疑问，失去学生和知识界的认同和支持是国民党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
这段历史应当仍然具有当代意义。上面已经强调过，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就是通过“五四”运动在中国得到确立的。“五四”运动如何确立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今天中国主流思想体系和价值的确立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和反思意义。对执政党来说，首先必须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领导权”和“统治权”。根据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说法，“领导权”和“统治权”是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具有不同性质的政治概念。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但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往往是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于社会群体之上。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要通过自由竞争，而是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
“五四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竞争精神对今天中国的思想战线仍具有参照意义。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唯一的执政党，拥有坚实的统治权。因为有了统治权，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官员就很少去考量甚至忽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基础，有了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权力，他们往往显得霸气十足。一些人害怕竞争，也不能容忍竞争，往往是用权力来压人，用权力来解决问题。尽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但在思想领域尤甚。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每一个官员都意识到这一点，但很多官员并不想通过竞争来争取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总是想用手中的统治权来取得这种“领导权”。
要取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统治权，就需要思考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在多党制国家，党本身只是一种组织，具有组织利益，并且和其他党派相竞争。但中国的现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利益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加以仔细考量的问题。人们常说“党和国家的利益”，就是说，党具有本身的利益，那么党的利益是什么呢？不管党的利益多么复杂，有一点很难忽视，那就是党必须以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归依。
就是说，党是整个社会的有机体。党依附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依附于党。这就决定了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反映社会的声音，代表社会的利益。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来自社会，服务于社会。他们和党的其他干部是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连接点。如果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成了某些特殊利益的代言人，那么党对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会出现问题。软性的领导权出现了问题，那么硬性的统治权就会显现出来。统治权使用过度，或者滥用统治权，党群关系就会呈现紧张状态。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已经提出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并且把提高执政能力提到政治议程上来，这具有方向性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党的转型不可避免。近年来，中共在党内民主、反腐败等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组织和管理层面的转型，而这是远远不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型也同等重要。如果继续不容许各种思想之间展开竞争，并在此基础上融合成为社会多数所能认同和接受的社会共享价值，那么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会继续处于衰落状态。很多年来，执政党并不缺乏一些能够增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策，但因为在干部党员中间，这些政策缺少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解和共识，因此不能得到他们的有效支撑，政策的执行一直是个大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社会缺失共同的价值，那么社会的凝聚力也会越来越低。这样的发展趋势显然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产生大问题，大问题的解决呼唤思想的大解放。而思想解放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各阶层一直在呼吁的。但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思想的大解放呢？这里人们就能看到“五四”精神对今日中国的相关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所需要的是寻回“五四”，而非告别“五四”。
（本文和王赓武合著，为王赓武、郑永年主编的《中国的“主义”之争：从“五四运动”到当代》一书序言，原文标题为“寻回，而非告别‘五四’”。该书由新加坡八方文化公司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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